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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成立于1985年。三十年来，特别是1998年二次创业以来，秉持“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的出版理念和“权威、前沿、原创”的产品定位，社科文献人以专业的精神、用心的态度，在学术出版领域辛勤耕耘，将一个员工不过二十年最高出书百余种的小社，发展为员工超过三百人、年出书近两千种、广受业界和学界关注，并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专业学术出版机构。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经典是人类文化思想精粹的积淀，是文化思想传承的重要载体。作为出版者，也许最大的安慰和骄傲，就是经典能出自自己之手。早在201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成立二十五周年之际，我们就开始筹划出版社科文献学术文库，全面梳理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希望从中选出精品力作，纳入文库，以此回望我们走过的路，作为对自己成长历程的一种纪念。然工作启动后我们方知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文库入选图书的具体范围、入选标准以及文库的最终目标等，大家多有分歧，多次讨论也难以一致。慎重起见，我们放缓工作节奏，多方征求学界意见，走访业内同仁，围绕上述文库入选标准等反复研讨，终于达成以下共识：

一、社科文献学术文库是学术精品的传播平台。入选文库的图书必须是出版五年以上、对学科发展有重要影响、得到学界广泛认可的精品力作。

二、社科文献学术文库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主要呈现社科文献出版社创立以来长期的学术出版积淀，是对我们以往学术出版发展历程与重要学术成果的集中展示。同时，文库也收录外社出版的学术精品。

三、社科文献学术文库遵从学界认识与判断。在遵循一般学术图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文库将严格以学术价值为取舍，以学界专家意见为准绳，入选文库的书目最终都须通过各该学术领域权威学者的审核。

四、社科文献学术文库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学术规范是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和学术传播的基础，只有遵守共同的学术规范才能真正实现学术的交流与传播，学者也才能在此基础上切磋琢磨、砥砺学问，共同推动学术的进步。因而文库要在学术规范上从严要求。

根据以上共识，我们制定了文库操作方案，对入选范围、标准、程序、学术规范等一一做了规定。社科文献学术文库收录当代中国学者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理论著作，分为文史哲、社会政法、经济、国际问题、马克思主义等五个系列。文库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包括专著和主题明确的文集，应用对策研究暂不列入。

多年来，海内外学界为社科文献出版社的成长提供了丰富营养，给予了鼎力支持。社科文献也在努力为学者、学界、学术贡献着力量。在此，学术出版者、学人、学界，已经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我们恳切希望学界同仁和我们一道做好文库出版工作，让经典名篇，“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启迪后学，薪火不灭。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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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杨小凯教授是经济学大家。他用现代分析工具复活古老的分工与专业化思想，在此基础上建立新兴古典经济学体系，做出了开创性学术贡献。他生前成果丰硕，出版了多部中英文学术著作。这些著作学术价值独特，但现在大多数著作或已售罄，或分散在不同出版社，给读者阅读带来不便。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将这些著作汇聚成一套学术文库出版，方便读者从中了解其学术思想。这套文库包括9本专著和教程，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学术体系。其中，《基于专业化递增报酬的分工理论》是其在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中译本，系首次正式出版。《经济控制论初步》《数理经济学基础》《经济控制理论》这三本著作，则是他早年在国内时的著作。为反映其学术思想发展轨迹，一并将其收入文库。

杨小凯教授著作既有新颖深刻的学术思想，读来又十分有趣。这些专著中的学术思想，大都是以规范的学术写作方式呈现。文库大量使用数学工具，对编辑工作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书中部分数学模型出现的包括输入打印在内的错误一定难免，这些需要认真推演其模型才会发现，希望读者海涵。

相信这套学术文库的出版，对于推动中国学术繁荣有积极意义。

编者

二○一八年四月


作者简介


杨小凯（1948～2004）
 1988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生前为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他的论文见于《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期刊》、《发展经济学期刊》、《经济学期刊》、《城市经济学期刊》等匿名审稿杂志。他和黄有光合著的《专业化和经济组织》一书被权威杂志书评称为“盖世杰作”。他最近的新作《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被匿名书评人称为“对经济学根基进行重新梳理，为经济学教学提供了崭新的方法。”该书评人认为，“杨正在建立起一个全新的领域。是的，我敢预见，人们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将迅速兴起，我认为它很可能成为未来的潮流。”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从事的研究是“目前世界上最激动人心且最有希望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赞杨的研究“使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为一体”。


张永生
 1970年5月生。经济学博士，先后毕业于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现为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系博士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企业理论、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学术论文见于《经济学季刊》、《经济研究》等刊物。著有《厂商规模无关论：理论与经验证据》等。曾在农村基层工作过4年，1994年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2000年被破格评为副研究员。


内容提要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杨小凯教授开创的经济学体系，主要贡献是运用现代超边际分析方法，复活古典的分工与专业化思想。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分工依赖的交易又会产生交易费用。因此，交易效率就对分工水平提高和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交易效率则取决于外在条件和制度。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分工水平会不断提升，而经济增长、贸易、产业结构、企业组织、工业化、城市化、宏观经济等现象，都是分工的不同侧面，可以统一在一个分析框架内进行解释，不再需要像新古典框架下形成各自独立的部门经济学。

本书是唯一一本完全不用数学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著作，没有繁琐的公式与推导，读来非常轻松有趣。它用通俗的语言和优美的文笔，借助直观的经济学故事与图表，将一门具有深厚理论基础与严格论证的新兴前沿学科，以非常有趣的方式，缓缓呈现在读者面前。


Abstract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was first developed by Professor Yang Xiaokai. Its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s consists in the application of inframarginal analysis in resurrecting such ideas of classical economics as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specialization. As the ultimate source of economic growth，division of labor is only possible when and where there are transactions，which incur costs. Therefore，transactional efficiency，which depends on endogenous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is critical to increasing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economic growth. Improvements in transactional efficiency lead to more sophisticated division of labor，of which economic growth，trade，industry structure，corporate organization，industrialization，urbanization and macroeconomic phenomena are all different aspects. So unlike in classical economics，where mutually independent branches are needed for studying the individual sectors，in new classical economics，a single unitary analytical framework is explanatorily adequate.

What makes this a unique work on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is the complete absence of mathematics. Unencumbered by fancy formulas and extravagant proofs，the book makes for easy and enjoyable reading. Using stories narrated with accessible language and elegant prose，as well as visual aids such as tables and figures，it eases the reader into an emerging cutting-edge field of study that is philosophically deep-rooted，theoretically dense and methodologically rigorous by making it interesting.


序言

很多人相信，中国或华裔经济学家要在经济学前沿创立新分支或学派应该还为时太早，但是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却是一个有中国背景的经济学前沿的新学派。这个学派不但已在国际匿名审稿的一流杂志上发表了相当多的著作，而且已有了完整的文献综述（见Yang and Ng，1998），此学派的两本教科书的英文版本也已于2001和2002年出版。可喜的是，此学派教科书的中文版本（杨小凯，1998）先于英文版3年出版，而且在中国的学生中产生了热烈反响，可说是使中国经济学者和学生比外国人更快地接触到系统的新学派教材。

做新兴古典经济学课题的博士论文已有一二十篇，其中大部分也已在国际匿名审稿期刊上发表，而美国、欧洲、澳大利亚、中国大陆及台湾等地做新兴古典经济学课题的博士论文也不断增加。

我们已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心，组织了3次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的国际会议，创办了专门的匿名审稿期刊，组建专门的国际互联网教学通讯网络，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学会。

我于1999年底在北京大学开设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的讲座系列，在密集的讲座中，同学们反应非常热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湖南大学也正式邀请我帮助他们培训硕士、博士学生。

正如一名匿名审稿人所言，“杨正在建立一个全新的领域。是的，我敢预见，人们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将迅速兴起，我认为它很可能成为未来的潮流”（见美国学术出版社组织的匿名审稿报告）。

这个前沿专题与中国的关系有如下几个有趣的特点。第一个是中国文字的特点使中国人特别长于组合数学的思想方法，而超边际分析的特点正好是非连续的组合数学思想方式。第二个是此专题中的不少思想虽然在古典经济学中就存在，但是其中的一些技术实质问题是几乎同时被中国人和美国人在两个不同的大陆提出来的。而最重要的理论课题是由一群中国来的经济学者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地解决的。

就我自己而言，这个学派的基本想法是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坐牢时萌芽的。我当时只能看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仔细阅读的结果产生了对价值论的一些新想法，也非常喜欢马克思对分工的描述，于是企图用高等数学重新分析价值论，并将分工问题糅合进价值理论。我甚至自己用拉格朗日方法推出Gossen第二定理，自以为是发现了新价值理论。

后来我系统地学习了新古典经济学与边际分析，拜倒在其精巧的数学结构面前。我发现自己想出的“欲望”概念100年前就已被用效用概念数学化。以此为基础的Gossen第二定理也早在100年前发现。在普林斯顿做博士资格课程时，我开始系统地将原来的想法与新古典经济学比较，比较下来，发现新古典经济学不少东西比我自己想出来的价值理论高超得多。但是我也发觉，新古典经济学对分工的分析却不如我自己计算出的一些模型。我花了不少时间与同学、老师讨论，以后又与我在美国、澳大利亚的同事和学生讨论，终于厘清我的思想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差别。这一来就一发不可收拾，最后终于形成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的文献。

回顾这一过程，我觉得，我坐牢的经历使我思想上既不受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束缚又不受新古典边际分析的束缚，是这个新学派能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想新兴古典经济学在中国可以得到比在其他地方快的传播。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马克思经济学留下的空白可以由新古典边际分析去填，也可以由新兴古典超边际分析去填，加上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的创始人群中，中国人和华裔占了多数，使它在中国更容易传播。

我已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湖南大学有一些安排，在中国训练博士、硕士生。如果对新兴古典经济学题目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http：//www.inframarginal.），从那里了解该学派的发展，下载大量的电子文献，以及进行相关的讨论交流。这本书是第一本没有数学演算，而用图示和直观的描述系统介绍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的书。希望它能使一般中国读者了解这一新学派核心文献中的主要思想。

杨小凯

2003年元月11日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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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

1.1 什么是经济学

什么是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典型定义是，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多种经济用途之间进行合理配置的学问。但是，这种新古典式的定义，同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概念有着本质的差别。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关注的重点并不是资源配置问题，而是如何才能使一个国家更加富裕，并尤其关注分工如何能够减少资源的稀缺程度。马歇尔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逐渐转向在给定稀缺程度下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市场的功能则局限在决定投资品和消费品的相对价格和数量上。新古典的这种定义，丢弃了古典经济学最本质的东西，从而使经济学的解释力大大降低。因此，必须对经济学进行重新定义，使之能同时涵盖新古典和古典经济学的思想。

在给出新的经济学定义之前，我们先观察一些经济现象。在中国很多地方，农民盖房通常是多年前就开始自己积攒材料。材料备齐后则找一群亲朋好友一齐动手。同一个木工，肯定是既做门窗，又做梁檩，还顺便给主人做几把椅子，而砌墙、装修等也多是由同一批泥瓦工完成。木工、泥瓦工、装修等也多是“全能型”工种，绝不会有很复杂的内部分工。盖房用的工具，也大都十分原始，极少会用上自动钉钉子的气动装备，最多不过是一些简单的电锯而已。我们再来看美国的农民是如何盖房的。通常，他们会将盖房的活承包给一家专业建筑商，各种费用统一与建筑商结付。建筑商揽到这笔盖房业务后，先找专业公司设计好图纸，然后去找分包商，比如，专门处理地基的公司、专门砌墙的公司、专门做木工活的公司，每一类业务又都有众多相应的专业公司提供服务。仅就木工活而言，就包括5类：屋顶的梁檩是一个专业做大批梁檩标准件的分包商；做厨房的木柜及台桌又是另一个专业木工分包商；做楼梯也是一个专业公司；而室内的门窗、地板、墙脚又是一个专业公司负责；支撑房子的木架结构又是另一个专业公司。而且，每个专业分包公司都从其他专业公司购买很多材料和工装设备，专业工人用的工具，则五花八门，让人叫不上名字。这其间，建筑商除了将盖房的各项业务分解后转包给其他专业公司外，可能什么也不需再多做。

中国农民马上就会很自然地想到，请这么多的专业公司，费用一定十分昂贵。事实远不是这样。算起盖房的成本来，同样质量的房子，美国农民房子的造价往往比中国农民的还便宜。中国农民就很奇怪，我千方百计地省钱，尽量不花“冤枉钱”到市场上购买材料，为什么同样质量的房子反倒比美国农民房子的造价还高？道理其实再简单不过。比如做梁檩，中国木工用的是原始的工具，除了电锯外基本上都是完全手工制作，而美国的专业分包商却专做大批梁檩，用的是很复杂的加工机床，一个工人一天做的梁檩，甚至相当于中国木工几个月的量。不用比较，谁的成本大、谁的成本小，已是一清二楚。

中国农民一定还会很奇怪，为什么这个美国农民不去自己联系专业公司，而要将钱给这家“皮包公司”的建筑商去赚呢？当然，这个美国农民不是不可以自己去联系各个专业公司，但有两个原因使他宁愿将盖房的活全部承包给一家建筑商。第一，这个农民有自己专门的工作，或许，他一个人要负责耕种上百亩的农场，如果放弃手中的工作去亲自联系众多的专业公司，他的损失将会很大，经济学上叫机会成本。第二，他对这些专业公司根本就不熟悉，如果要自己去联系专业公司，他就得先花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建房的各种材料和造价，然后再去调查和比较每家专业公司的情况，最后确定和哪些专业公司签订合同。在这些专业公司替他盖房的过程中，他还得去监督每一项业务的质量，简直不胜其烦。并且，在他花费大量精力掌握了各种“盖房要诀”后，他很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再去盖第二栋房子，这些知识也就白白浪费。所以，他宁愿将不熟悉的盖房业务承包给一家专业建筑商，他自己则去专心干自己的本职工作。而这家建筑商的生存之道就是专门从像他这样的人手中承揽盖房业务，然后将其转包给其他专业商。因为专于此道，这种工作对建筑商来说就十分轻车熟路，也许对于那位美国农民来说十分困难的事情，建筑商只须几个电话就可以全部解决。

在上面的例子中，中国农民和美国农民盖房的本质区别只有一点，那就是分工与专业化程度不同带来了经济效率的巨大反差。分工和专业化程度越高，生产效率就越高。但凡事有好处就有坏处，分工也概莫能外。分工越发达，则交易成本就越高。比如，无论是由那位美国农民还是由建筑商去同众多的专业公司签订合同，都涉及大量的交易费用，而中国农民自给自足盖房涉及的交易费用则很小。也就是说，分工和专业化一方面带来经济效率的极大提高，另一方面又带来交易成本的上升。这就出现了一个两难问题。类似这种不可能“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两难冲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而这也正是经济学存在的原因。如果没有两难的冲突，经济学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

所谓经济学，就是研究经济活动中各种两难冲突的学问。它不但研究个别决策人如何权衡各种两难冲突，并且研究不同个人的决策之间如何交互作用产生某种全社会的两难冲突；研究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些社会上的两难冲突又如何由某种制度权衡折中，产生个别人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局面。经济活动中的“两难矛盾”有两类，一类是新古典的两难矛盾，即在给定资源稀缺程度（或生产力）的条件下，各种产品之间的生产或消费存在着两难冲突。比如，数量一定的资源，如果多生产食物，就得少生产衣服。另一类情况是古典的两难矛盾，即资源稀缺程度本身不是固定的，比如劳动分工可以提高生产力，因而减少稀缺程度，但正如上面的例子显示的，这却无疑会增加交易费用。前一类两难矛盾实质上就是资源配置问题，是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研究的重点；后一类两难冲突是一个组织结构问题，是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研究的重点。

但是，无论哪一类两难矛盾，都需要人们去权衡折中，以选择最佳的折中点，这就是经济学中研究的决策问题。看起来，个人选择何种决策只是单纯个人的事情，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决策往往又交互影响和作用，从而产生出一种全社会的后果。当然，这种个人决策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会有一些更高层次的两难冲突。比如，买者希望价格越低越好，而卖者则希望价格越高越好。所以，在非人格的市场上，价格的决定也会有两难冲突。市场上自利行为的互动也会取得某种折中，这就是经济学上的供求均衡。这里要特别提到“自利行为”，因为它是经济学上的一个重要假定。显然，自利行为同自私行为有着非常大的区别。一种自私行为往往会通过损害别人的利益而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自利行为则是在给定约束条件下做出的谋求自身目标函数最大化的决策行为。如果当事人因为行善而获得一种满足，增加一份效用，则自利行为可能是一种为他人谋利的无私行为。发生在市场上的各个决策主体交互作用的两难冲突，比单纯个人决策中的两难冲突要复杂得多。

经济学同管理科学或决策科学之间的差别与两难冲突的两个层次有关。管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个别决策中的两难冲突，经济学则不但研究个别决策中的两难冲突，而且特别注重不同决策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形成社会中的两难冲突。通过这种两难冲突的折中，形成任何个别决策人不得不接受的结果。有一个关于灯泡坏了的流行笑话，说的就是这种相互决策的两难冲突的折中。为了让宿舍重见光明，管理系的学生提出了各种购买灯泡的方案，物理系的学生提出了几种修理灯泡的意见，而经济系的学生则告诉大家，我们不用做任何事情，“看不见的手”会自动将灯泡修好。其实，经济学上“看不见的手”并不是这个意思。如果大家什么都不做，就谈不上交互作用，“看不见的手”也就无从发挥作用。一个好的经济系学生会做如下分析，如果有些人要买质量好、用得久的灯泡而不管它有多贵，而另一些人要买便宜的灯泡，而买灯泡的钱又需要大家共同来分摊，他们的意见就会交互作用，达成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折中方案。经济学家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正是指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形成一个折中的结果。这个结果既不是管理系学生只顾个体的决策，也不是物理系学生只见物不见人的建议，而是每个个体决策“交互作用”的结果。

1.2 经济学的科学方法

在给出了经济学的定义后，我们接着要了解如何进行经济学研究。经济学研究必须遵循科学的方法。我们在研究经济系统时，先要把这个系统分成若干子系统，然后将这些子系统组织成一个分析框架。组织分析框架可以有很多种方法，而不同分析框架对经济分析的结果有非常大的影响。但是，无论经济学家选择何种分析框架，一般都是将经济分析分为4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人们做决策前的经济环境。经济学家通常用一些数学函数来描述，比如，用效用函数描述人的嗜好和欲求，用生产函数描述生产条件，用预算约束描述制度环境，或用对策论（或称博弈论）中的游戏规则描述经济制度。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个体的自利行为。这个层次的分析结果一般称为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即对环境变化时最优决策会如何做出反应的分析。这种分析用自然及制度环境解释人的自利行为。第三个层次是用均衡概念分析不同个体的自利行为交互作用产生的结局。这个层次的分析结果一般被称为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即当环境变化时，自利行为交互作用产生的结局会如何变化的分析。这种分析用自然及制度环境解释不同人自利行为交互作用的后果。如果第二、三层次的分析中考虑时间因素，则分别会有动态决策和动态均衡的比较动态分析。

第一、二、三层次的分析都被称为实证分析。在实证分析中，经济学家不问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及什么是应该的这类与价值判断有关的问题，而只问在什么条件下什么事会发生这类实证性问题。在这个分析过程中，经济学家一般用所谓思想试验的方法。他们对人的欲求等看不见的因素做一些假定，然后用严格的数学逻辑将这些假定与看得见的人的行为（如购买量）或现象（如价格）联系起来，证明某种关于看不见的人的行为的假定为真时，则某种相应的看得见的现象就会发生。这种思想试验的方法就是制造“假说”或理论的过程。假说（理论）一般要用能观察到的数据和现象来证明其真伪，而有些假说（理论）是既无法证明其真也无法证明其伪的，有些假说则可能被证伪或证实。

用经验数据证明假说（理论）真伪的工作就叫做经验研究，它一般属于计量经济学的范畴。一个假说（理论）包括3个组成部分，即假定和结论、从假定到结论的逻辑以及分析框架。对被经验研究证伪的理论而言，只要其中假定与结论之间的数学逻辑严格而无懈可击，则这条逻辑链条就不会被推翻。因此，当一个假说（理论）被证伪时，我们就可以将逻辑不真的假定排除，集中考虑假定和分析框架的问题。所以说，数学的严格逻辑结构对思想试验非常重要，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虽不能保证分析框架一定正确，但使理论更容易被证实或证伪，从而大大加速知识的积累过程，这也正是人们预言经济学中数学应用的广度和深度很快就将超过物理学的重要原因。

经济分析的第四个层次是与价值判断有关的所谓福利分析（或规范分析）。在这个层次上，经济学家会提出什么是对全社会最好的经济状况这类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通过对第三个层次所分析的自利行为交互作用产生的后果进行福利分析，他们分析这种后果是否对全社会有利。

今天，传统经济学正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巨大挑战，经济学正处于剧变之中，但迄今为止，对这四层次分析方法还不存在严重挑战。一些研究信息经济学的经济学家认为，第一个层次的分析中应将不确定性和信息问题放到经济环境的描述中去。有些研究对策论的经济学家认为，第一层次所描述的制度环境（游戏规则）不应该只有完全竞争、私有财产，应该考虑其他一些更复杂的制度环境。甚至有些研究对策论的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应该作为内生变量，不但在第一个层次中出现，而且还会作为自利行为交互作用的后果（均衡）在第三个层次中出现。这就是所谓对游戏规则（制度）自发演进的研究。

非线性演进经济学对经济分析四层次法中的均衡和最优化概念提出了挑战（Nelson，1995；Conlisk，1996）。他们强调有限理性和计算成本，认为第二个层次的决策问题并不是简单地将某个目标函数最大化，而是在考虑到计算最优决策的成本时，人们可能会采取模仿、简单的直观决策方法，或一些固定的常规来决策。但是，这一挑战同样可以纳入上述四层次分析结构中，只不过意味着，在考虑到一些复杂的约束条件时，如信息不全和计算成本很高，最优决策方法也会多样化而已。奥地利学派和非线性演进经济学家（Kirzner，1997）提出的非均衡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也已被近年发展起来的序贯均衡和动态对策论模型吸收。这些模型显示，人们自利行为交互作用的结果，也会产生一些商品的均衡短缺，即需求不等于供给（Qian，1994）。同时，奥地利学派关于企业家发现的概念，也可以被新兴古典框架下的四层次分析结构吸收。我们建立的基于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说明，很多有趣的经济现象都可以自发地产生和演进，比如，通过自发的社会试验能得到关于社会组织演进的信息。

经济学的四层次分析法是用数学组织起来的。数学所以能在经济学中得到广泛应用，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严格的数学语言能显著提高对经济问题争论的效率，争论的双方都能找到分歧之所在。而在数学广泛应用之前，争论的双方往往对一些概念的定义不严格，因此同一个概念可做不同解释，使得争论双方搞不清楚分歧的实质。第二个原因同主流经济学形成的条件有关。由于经济学中大量应用数学，使得一代一代的老师可以出答案惟一的试题，学生可以完全重复老师的推理，因而便于主流学派的形成。正是由于不同的领域和不同代际的经济学家共享一个主流经济学，不仅促进了不同专业领域经济学家之间的分工，而且使不同代际的经济学家也可以分工，从而大大地促进了经济学的发展。在对待经济学数学化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倾向是崇拜数学化而对非数学化的东西一概排斥；另一种倾向则是完全忽视数学的应用，认为数学不过是经济学家故弄玄虚和装点门面的工具。这两种倾向都是不可取的。

1.3 古典经济学

经济学成为一门系统的学问，是在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国富论》之后。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关注的核心是资源的稀缺程度如何能被人类经济活动所减少。换句话说，他们关心的是一个国家如何才能富裕起来。亚当·斯密强调，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分工和专业化则是一个经济组织问题。分工对于经济增长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斯密在《国富论》中开篇就大谈分工。他举了一个制针的例子，说明分工和专业化对提高生产效率的惊人效果。

一个劳动者，如果对于这职业（分工的结果，使扣针的制造成为一种专门职业）没有受过相当训练，又不知怎样使用这职业上的机械（使这种机械有发明的可能的，恐怕也是分工的结果），那么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20枚，当然是绝不可能了。但按照现在经营的方法，不但这种作业全部已经成为专门职业，而且这种职业分成若干部门，其中有大多数也同样成为专门职业。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两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18种操作。有些工厂，这18种操作，分由18个专门工人担任。固然，有时一人也兼任两三种操作。像这样一个小工厂的工人，虽很贫穷，他们的必要机械设备，虽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针十二磅。以每磅中等针有4000枚计，这10个工人每日就可成针4.8万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4800枚。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么，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20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

为什么分工能如此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亚当·斯密借用了法国大百科全书的说法，认为分工有3大好处。第一，劳动者熟练程度的增进，势必增加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分工实施的结果，各劳动者的业务，既然终生局限于一种单纯操作，当然能够大大增进自己的熟练程度。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会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因节省这种时间而得到的利益，比我们想像的大得多。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也起因于分工，从而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

在对分工的经济学意义做了系统研究之后，斯密提出了如下一些假想：“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水平由市场大小决定”；“市场大小由运输的效率决定”；“资本是在各间接生产部门发展分工的工具”。他还提出了内生比较优势的观点（尽管没有使用此词）。此观点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生产力的差别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分工的好处甚至可以在天生相同的人之间出现。他将工业与农业中生产率差别的原因归结为，工业中分工的好处大于交易费用，而农业中分工的协调费用高于好处。因此，农业在收入中的比重下降，不是因为人们偏好或收入、生产条件的外生变化，而是由于工业中的分工比农业发展得快，所以农业必须靠从工业进口机器来间接进口分工，提高生产效率。斯密认为，分工能够通过市场来协调，因而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强调“看不见的手”的自发力量。每个人在主观上都为实现自己利益而不是别人利益的最大化而行动，但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却能使人们的交互行为达到一种和谐的效果，每个人为自己谋利的同时，客观上也为别人谋利，就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魔手牵引着。斯密进而得出结论，“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各劳动者，除自身所需要的以外，还有大量产量可以出卖……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予以充分供给；他自身所需的，别人亦能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层普遍富裕起来。”

在斯密之前，柏拉图早在公元前380年就论述了专业化、分工对增进社会福利的意义，并认为市场和货币的基础是分工（Plato，380BC，p.120-126）。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90，p.260-261）在17世纪末也认识到专业化对生产力进步的意义，并指出荷兰人之所以有较高的商业效率，就是因为他们使用专用的商船运输不同的货物。斯密之后，又有一些古典经济学家着重研究了分工与专业化问题。李嘉图（1817）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研究专业化与分工。他强调外生比较优势与分工的关系。外生比较优势源自人们做决策之前的天生差异。雷（Rae，1834，p.164-165，352-357）指出，分工可以节省原材料，增加工具的利用率。黑格尔（Hegel，1821，p.129）和查尔斯·巴比奇（Charles Babbage，1835，p.170-174）指出，分工和专业化使每个专业操作简化，因而机器得以应用和发明。后者还指出，分工可以减少重复学习来提高整个社会的学习能力。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67，vol.1，p.368）仔细区分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和不分工的协作，商业中的分工与生产中的分工，市场上的分工与企业内的分工。阿马萨·沃克（Amass Wallker，1874，p.39）仔细研究了学校、教堂、杂志中的分工，指出分工对新工具和新技术发明的作用。他认为，分工产生的协调费用是限制分工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些古典经济学家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分析专业化和分工的好处及其代价，从未使用过规模经济的概念。规模经济的概念，正如我们后面要谈到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为回避角点解的一个工具。实际上，分工经济与规模经济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微妙差别，对以后经济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不幸的是，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分工的概念却没有被后来的经济学家所重视。斯蒂格勒说（1976，p.1209-1210），“斯密最后一个令人可叹的失败在他著名的分工问题上。作为他那鸿篇巨制开篇的分工问题，以及书中不朽的制针工厂的例子，怎么竟被视为一种失败？他们不是经常被所有的经济学文献加以引用吗？的确，多少代以来情况都是如此。所谓失败是不相同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几乎没有人运用分工理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少这样一种理论……没有一个标准的、可操作的理论来解释斯密描述的经济进步之源泉。斯密不惜重墨地对分工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描述。——在我看来，斯密的例子同今天我们看到的关于专业化作用的例子具有同样强的说服力。但据我所知，迄今还没有证据表明在他之后分工理论取得过显著的进步，从而专业化也就没有成为现代生产理论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当代经济学家霍撒克（Houthakker，1956，p.182）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将分工视为一个外在的公共场所，但没有任一经济学分支不会因对专业化的深入研究而得益。”此论意味着，对分工和专业化的研究不是经济学研究众多分支中的一个。相反，它是涉及所有经济学分支的经济学之核心。尽管作为古典经济学灵魂的分工与专业化思想是经济学真正的核心问题，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1.4 新古典经济学

1890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出版，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他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关注的是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注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但是，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后一部分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进行数学处理时非常得心应手。这种数学化的经济学，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一代的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他之后经济学的主流。

萨缪尔森1948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而宏观经济学部分就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和水平的决策的分析，以及市场协调分工的职能，在主流经济学里就彻底地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我们用图1-1来描述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其中图1-1a中的圆圈1和2代表两个纯消费者，他们只消费不生产；圆圈x和y分别代表两个生产商品x和y的厂商。实线代表厂商生产的产品流向，虚线代表消费者卖给厂商的劳动及其他生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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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这一分析框架有如下特点：第一，在新古典经济学里，消费者和生产者是绝对分离的，纯消费者自己不生产，所有消费品都从市场上购买。因此，市场和企业的存在是预先假定的。这就是说，人们在决策前，就生活在一个完全商业化的社会里。在这种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绝对分离为基础的经济系统里，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以角点解为基础的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和模式的决策不能被分析，而供求也与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无关。第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水平只与厂商的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第三，在新古典经济学中，需求和供给分析是以边际分析为基础。所谓边际分析，就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只能是内点解。所谓角点解，意味着最优决策中某个变量取尽可能最大或尽可能最小的值。所谓内点解，则意味着最优决策中所有变量都处于其可能的最小和最大值之间。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则证明，所有的内点解都不可能是最优解，最优解只会是角点解。

新古典经济学讲述的是这样一些故事。首先，看消费者1或2如何进行最优决策。每个消费者在给定预算约束下将效用最大化。他面临的两难冲突是，不同商品的消费量因预算约束而不能同时增加，而不同商品在创造效用上有替代性，所以代表自利行为的最优决策是折中这种两难冲突，以找到效用最大的消费组合。与之相应的最优解就给出商品的需求函数和要素的供给函数。比如，消费者1有100元钱，那么100元就是他的预算约束，他最多只能消费100元的商品或服务。只要不超出100元，他就可以在食物和衣服（或其他商品）之间选择他认为最满意的任意商品组合。其次，看厂商x或y如何进行最优决策。厂商面临着两类两难冲突。一类是如何决定投入的最优组合。由于各种要素之间在创造同样利润或产出时有替代性，所以要在这替代性之间权衡折中找到最优投入组合。二类是如何决定产出的最佳比例。在给定资源约束时，各种产出不能同时增加，增加一种产出就要减少另外一种产出。对这种两难冲突的权衡折中，就会产生一个最优的相对产出比例。而代表厂商自利行为的产品供给函数和对要素的需求函数，就是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决策。最后，看纯消费者1和2的决策与厂商x和y的最优决策在市场上交互作用产生的后果。这种交互行为仍然是一种两难冲突。消费者在商品价格上升或当要素价格下降时，会减少对商品的购买量或要素的供给。而厂商的自利行为却正好相反，商品涨价就多卖商品，要素价格上升就少买要素少卖有关商品。这种厉害冲突经市场权衡折中后，就会决定全社会各种产品的生产、消费比例，以及各种资源在生产各种产品中的相对运用数量，这就是所谓资源配置问题。

现代大多数微观经济学教科书，采用的都是马歇尔新古典分析框架中的上述标准假定。这些假定，特别是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分离的假定，给经济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第一个后果是，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都无从解释。在标准的教科书里，我们被告知，没有企业，纯消费者就无法生存，所以企业是事先给定的，我们不知道企业从何而来。纯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分工”也是给定的，我们无法知道这种完全商业化的社会怎样从自给自足的社会演进而来。

第二个后果是，一旦有了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则专业化经济概念就变得没有意义。因此，教科书中不再使用专业化经济这个概念，而用规模经济的概念。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却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所以，专业化经济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专业化经济与规模经济的不同。假如消费者1将所有劳动都卖给企业x，消费者2将其所有劳动都卖给企业y，且假定只有劳动一种投入，这时企业x和企业y的投入规模都是一单位劳动。若每个消费者各将其一半劳动卖给每个企业，则每个企业的投入规模仍是一单位的劳动。新古典经济学假定，生产率与企业规模有关。那么，按照这一假定，上述两种专业化和非专业化的生产结构，因为各企业的生产规模相同，生产效率也应该相同。换言之，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对经济效率并无影响。因此，同专业化和分工有关的交易次数及人与人之间的依赖程度、市场化程度这些所谓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都没有什么经济意义。因此，所有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都用图1-1b来描述一个经济系统。在这类图中，交易次数等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都已被略去。

第三个后果是，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建立的理论框架下，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可能性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及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马歇尔对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致命弱点十分清楚。因此，他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阿伦·杨格（Allyn Young，1928）认为，外部规模经济概念不但没有澄清误解，反造成了更多的模糊概念和误解。1928年他就曾指出，只有以分工和专业化问题为核心来分析需求和供给，才是经济学的正道。他的那篇名为《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的著名论文，代表了研究分工问题的最高成就，也是被当代分工问题文献引用最多的文章。他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杨格指出，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规模经济的概念，都是对分工经济的一个错误描述。在他看来，规模经济的概念尽管抓住了分工经济的量的方面，但却忽略了分工经济最本质的东西。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

杨格用3个概念来描述分工。第一个是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这种专业化水平随每个人活动范围的缩小而提高。第二个是间接生产链条的长度。第三个是此链条上每个环节中产品种类数。所有这3个概念当然不同于规模的概念。杨格声称，大规模生产的概念忽视了分工和专业化改进生产力的效果。后人称为杨格定理的命题由3个部分组成。第一，递增报酬的实现依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第二，不但市场的大小决定分工程度，而且市场大小由分工的演进所制约；第三，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他论证道，市场的大小不但由人口规模，而且由有效购买力决定，而购买力由收入决定，收入由生产力决定，但生产力又依赖于分工的水平。这一方面意味着一个动态机制产生了某种良性循环，使分工水平和市场大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意味着分工的网络效应使市场大小与分工程度相互依赖。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就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更为不幸的是，杨格英年早逝，他的关于分工的宏论也就失去了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机会。

1.5 新兴古典经济学

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与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也终于露出了复兴的曙光。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20世纪80年代，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Yang）、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重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掀起了一股用现代分析工具复活古典经济学的思潮。他们发现，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就可以被彻底克服。他们以超边际分析发展出新兴古典经济学，可以将很多发展和贸易现象解释为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可以解释企业的出现和企业内部组织的均衡意义，可以解释交易费用和制度对分工和生产力演进的意义，还可以解释货币出现、景气循环等宏观现象。

所谓新兴古典经济学，就是运用超边际分析（inframarginal analysis）的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在一个现代躯体中复活。它比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更古老，但比新古典经济学的身躯更年轻。新兴古典经济学并不是一场经济学的革命，而是在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下，将现代经济理论进行重新组织，去掉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中消费者与生产者绝对分离的假定，抛弃规模经济而改用专业化经济的概念，并考虑各种交易费用的一般均衡意义。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很多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的现象，如经济发展、贸易、经济制度、宏观经济等现象，都能共享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经济学也不再有人为的宏观与微观的割裂。

我们用图1-2来说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此图中，假定一个经济系统中有4个消费者—生产者，每个人必须消费4种产品，且可以选择生产1，2，3或4种产品。我们根据分工的程度，将经济分为自给自足、局部分工和完全分工3种类型，分别用图1-2a，1-2b，1-2c来表示。在图1-2a中，每个人自给自足4种产品，没有市场存在，整个经济分成4个互不往来的部分，经济没有一体化、缺乏商业化、生产集中程度低、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低。若我们假定专业化可以通过加速熟能生巧边干边学的过程提高生产力，则图1-2a中的自给自足状态中每人的生产力都很低，但却完全没有交易及其产生的交易费用。由于所有人的生产消费结构相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很低。在图1-2b中的局部分工状态中，每人生产的产品种类数从4减至3，即专业化水平上升，因此生产力上升，市场也从无到有，每人的交易次数从0增至2，交易费用也从无到有。经济分为两个互不往来的部分，与自给自足相比，市场一体化程度上升。产品1或2的生产者人数也从自给自足时的4个减至2个，所以生产集中度上升，同时也出现两类生产贸易结构不同的专业，因而比自给自足时结构多样化程度上升。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及市场个数都增加。图1-2c则是一种完全分工状态，每人的专业化程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经济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程度、交易次数及总交易费用、每个人的生产率都比局部分工时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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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的特点

那么，经济体系何以能从自给自足状态演进到分工状态？我们在后面将要证明，由于在这类框架中有分工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故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交易效率越高，折中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就越大，分工水平也就越高。在一个静态模型里，当交易效率外生改进时，经济体系就会从自给自足向完全分工演进。在一个动态均衡模型里，即使交易条件没有外生地得到改进，分工的演进也会自发地产生。上述两种现象，会作为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同时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是由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和水平的自利决策而内生出现的，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随着分工的演进，社会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也会随之发生演进。

如果将图1-2和上节的图1-1相比较就会发现，新古典和新兴古典分析框架之间有几个根本差别。第一，新兴古典框架用专业化经济，而新古典框架则用规模经济的概念表征生产条件。第二，新兴古典框架中没有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而新古典框架却以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分离为基础。第三，新兴古典框架中，交易费用对组织的拓扑性质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新古典框架中交易费用则没有这种意义。第四，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的个人最优决策永远是角点解，而内点解绝不可能是最优解。相反，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最优解可能是内点解，而角点解只不过是一种例外。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每个人必须做出两种类型的决策：第一步，每个人必须首先选择一种职业和专业化水平，这涉及一个人从事多少经济活动，这是做与不做的决策。这种类型的决策总是和角点解联系在一起（有些活动是零水平），而处理内点解的边际分析，对这种类型的决策显得无能为力。第二步，一个人如何在他选定的经济活动中分配他有限的资源。这种类型的决策涉及角点解或内点解的边际分析。超边际分析则结合了这两种类型的决策分析。我们在下一章将运用人们生活中十分熟悉的例子，说明超边际分析的方法。

一般的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都从纯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导出需求函数，其中不涉及选择生产的专业化模式问题。但新兴古典经济学却不是这样。新兴古典经济学从分析人们的专业化决策入手，导出需求和供给函数，从而使需求供给分析不但包括资源分配问题，也包含经济组织问题。这里的经济组织与个人专业化方向和程度有关，与社会的分工模式、市场的发育程度、厂商的出现与发展、货币的出现与发展、新产品的出现和产品种类结构的变化、交易的分层结构、景气循环模式等问题有关。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将新兴古典分析框架的特点归纳如下：第一，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没有纯消费者与厂商的绝对分离。这一假定意味着，代表自利行为的最优决策永远是角点解。这也意味着厂商不是预先给定的角色，只有消费者—生产者个人是预先给定的角色，而他们在什么条件下组织厂商，在新兴古典经济学里是内生地解释的。第二，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喜好多样化的消费，作为生产者在生产中有专业化经济。专业化经济不同于规模经济，它与每个人生产活动范围的大小有关，而不是厂商规模扩大的经济效果。所有人的专业化经济合起来就是分工经济，它同人与人之间依赖程度加大后生产力改进的潜力有关，所以是一种社会网络效果，而不是规模经济那种纯技术概念。这个假定与交易费用假定及每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假定相结合，就会产生专业化经济与减少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这种两难冲突可以用来解释社会的分工水平，而需求和供给则由分工水平来解释。第三，新兴古典的分析框架中，对需求和供给的分析基于角点解，而以内点解为基础的边际分析则不适用。我们采用一种所谓超边际分析，即对每一角点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角点之间比较总效益费用。也就是说，我们使用非线性规划而不是古典数学规划。所以，对每个角点的边际分析，解决给定分工结构时的资源分配问题，它决定总需求给定时对不同产品的相对需求和供给的结构；而角点之间的总效益费用分析，则决定专业化水平和模式（经济组织结构），而所有人的这类决策决定分工水平，分工水平决定市场容量及总量需求。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经济学的贡献是非常明显的。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由于偏离了古典经济学的真正核心，其分析框架受到了很大限制，解释力大大降低。如，由于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对种种宏观经济现象无能为力，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凯恩斯创立了专门分析所谓宏观经济现象的宏观经济学，经济学从此划分为宏、微观两个相互独立的部分。战后，各国普遍面临着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在这方面却显得束手无策。于是，在宏、微观经济学之外，又发展出了一套与微观经济学互相独立的发展经济学。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厂商的出现，不能解释交易费用的意义、财产权的意义，所以又发展出了交易费用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

但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看来，经济学只应有一个框架，所谓贸易理论、发展经济学、总量需求的变化（宏观经济现象）等等，不过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不同侧面。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当代向新古典经济学挑战的新思想，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都可以整合成一个新的主流学派。在新兴古典经济学里，不再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区分，不再有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经济学、增长理论及宏观经济学；也没有纯消费者与厂商的绝对分离，所有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他们最重要的决策是选择专业化模式和水平。选择这类决策后，他们再做给定分工结构下的资源分配决策，前类决策决定市场大小和总量需求，而后类决策决定相对需求。如果选择相当高的分工水平，则他们就要决定是用企业和劳动市场来组织分工，还是用产品市场来组织分工，企业也就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由人们关于专业化和组织的决策内生决定的。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不但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各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在统一的分析框架内，逐步解释市场如何由分工的发展而出现、企业如何出现、货币如何出现、失业和景气循环如何出现、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分工网络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出现、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能用来提高交易效率，等等。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挑战，非常像500年前日心说向地心说的挑战。在哥白尼日心说诞生之前，托勒密的地心说一统天下。但是，由于观测到的天文现象与地心说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矛盾，天文学家不得已在地心说的框架内发展起了很多相互冲突的理论。这些理论中的每一个都可以勉强解释某个星象，但这些理论不但彼此孤立或矛盾，而且与地心说这个核心理论相孤立或矛盾。奇怪的是，人们却从来不去怀疑地心说理论的错误框架，而是一味地发展各种分支学说对原有的学说进行修修补补。这种情形就像是当代发展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框架互相孤立或矛盾的情形。哥白尼的日心说一发表，人们就发现，在日心说框架内，所有地心说不能解释的星象都很容易解释，而那些在地心说框架内发展起来的众多互相孤立或矛盾的用来解释这些现象的理论，就再也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了。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这种挑战，是对整个分析框架的挑战，而不是对个别理论的挑战，它将使整个经济学的结构发生很大变化。

新兴古典经济学由于具有一个完全新颖的分析框架，大大提高了经济学的解释能力。有的经济学家称，新兴古典经济学“为经济学重新找到了方向”，“具有原创性”，称赞新兴古典经济学教材为“一流的经济学教材”。目前，新兴古典经济学论文的发表数量和引用频率正迅速上升，有关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文献已然成形。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教材也已陆续出版。按照目前这种发展势头，新兴古典经济学可望在今后20年进入经济学的主流学派。


第2章 超边际分析的基本方法

2.1 什么是超边际分析

新兴古典经济学使用的基本方法是超边际分析。对于很多人来说，超边际分析可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从而会想当然地认为它一定非常复杂。事实并非如此。但凡接触过新古典经济学的人，一定熟悉边际分析的方法。超边际分析同边际分析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在了解超边际分析方法之前，我们先举一个大家十分熟悉的例子，以对它的基本概念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在生活中，人们通常会遇到很多在“是”与“否”之间的选择。比如：你在高中毕业时要填报志愿选择大学的专业，如果在经济学、化学、物理学3个专业中选择了经济学专业，这就意味着你在大学期间不会去听化学和物理学的课，但你会去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及其他一些经济学的选修课程。我们来看看这一选择过程中涉及的超边际分析问题。

先看专业的选择。选择经济学而不选择化学、物理专业，意味着对经济学说“是”，而对化学、物理专业说“否”。用超边际分析的术语来说，专业的选择属于超边际决策，其决策值在零和正值间非连续地变化。如果将你现在的生活同高中同学的生活相比较，你就会发现，现实生活中这种超边际决策不仅经常遇到，而且对一个人的生活道路往往更为重要。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指的就是这个道理。再看选修课的选择。在选择了经济学专业后，你就要根据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每门功课的重要程度，决定在每门课程上分别投入多少时间。这是你非常熟悉的新古典边际决策问题，它也是超边际分析中的一部分。在这里，时间和精力是你的“成本”，而每门功课今后的作用就是你的“效用”，你会比较增加一个单位的成本会增加多少效用。当每单位成本产生的边际效用相等时，你在每门课上花的最佳时间和精力就达到最优。这种类型的决策属于边际决策，它是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重点。

你在决定选择经济学专业而放弃化学和物理学专业之前，一定会将经济学专业、化学专业和物理学专业做一个比较。这就要求先根据经验和个人的偏好，对每个专业进行成本和收益的边际分析，看每个专业可能产生的效用，然后比较哪个专业产生的总效用最大。如果你认为在这3个专业中，经济学专业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收入和机会，那么最优决策就是经济学专业。所以，在超边际分析的模型中，第一步是对每个专业进行边际分析，计算每个专业（角点解）的效用，第二步才是比较每个专业的总效用，选择效用最高的专业，即做出超边际决策。类似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比比皆是。这就说明，我们在生活中总是在同超边际分析打交道，只不过你以前不这么称呼它罢了。

在上面的例子中，你选择了经济学专业，这就意味着经济学专业的活动水平为“正值”，而化学、物理专业的活动水平为“零值”。但在经济学专业内，无论你在微观经济学课程上多花一点精力，还是少花一点精力，你的决策值都是“正值”。如果一个决策变量之最优值是其最大或最小值，最优决策之解就被称为角点解。因为专业的选择一般会对不从事的专业取其最小值0，这类决策常选角点解。如果所有决策变量之最优值在其最大和最小值之间，则最优决策就被称为内点解。

现在，你已经对超边际分析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我们再进一步看看如何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进行经济学研究。假设社会由两个人组成，每个人必须消费两种产品，即食物和衣服。每种产品有3个变量：（1）自给自足量；（2）购买量；（3）销售量。两种产品就有6个变量。每个变量可取正或零值，则可能的决策共有64个。例如自给但不买卖食物（自给量为正，买量和卖量为零）且买衣服（自给量和卖量为零，买量为正）。这在数学中是个6变量的2组合问题，可能的角点和内点解的数量是26
 =64。其中有一个为内点解。如果有m种产品，可能的角点和内点解的数量是23m
 。其中m是产品数，3表示每种产品有3个变量，共有1个内点解。如果有3种产品，那么可能的角点解数量就达23×3
 -1，共有511个可能的角点解和1个内点解。如果产品数量再继续增加，则可能的角点解就会变成一个天文数目。

问题就出来了：如何才能从这511个甚至更多可能的角点解中找到最优解？马歇尔显然被这个问题难住了，他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在他那个时代，处理这类问题的非线性规划还没有发现；而要研究古典经济学核心的分工问题，又必须涉及对这些角点解进行超边际分析。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第四卷第8—12章中，他对分工问题极富洞见，无奈却不能将这一问题进行数学化。最后，马歇尔就从这个问题上退却了，转而将精力集中到了边际分析。主流经济学的核心，也就从分工问题转向了给定分工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

马歇尔人为地将社会分为消费者和厂商两个隔离的部分，每个消费者必须将他的劳动卖给厂商，并从厂商那里购买所需商品。如果没有厂商，消费者就会饿死。厂商1专门生产食物，厂商2专门生产衣服，每个厂商根据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原则决定最优生产量，从而构成厂商供给和需求函数。每个消费者在支出不超过收入的情况下，选择多样化的消费，使效用达到最大化，从而构成需求函数。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相互作用，就形成一个全社会的均衡价格，厂商和消费者根据这个均衡价格决定生产和消费水平。马歇尔假定每个厂商的生产没有内部递增报酬且边际效用递减。这样，马歇尔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单纯用边际分析求内点解的问题，从而也就使问题大大简化。但简化的结果却是，每个人不能选择专业化水平，经济学的解释能力也因此而大大降低。

2.2 如何进行超边际分析

马歇尔的边际分析当然无法用来分析分工问题。正如上一章提到的，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有了处理角点解的非线性规划方法，为超边际分析方法提供了数学工具。超边际分析要对每个可能的角点解进行比较，也就是说要进行总收益—成本分析，从而选择最优角点解。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有两种产品，我们就要逐一计算63个角点解的最大值，然后进行总收益—成本比较？在现实世界中，单个的决策者会根据他面临的特定限制条件来解决这个非线性规划问题，但作为经济学家，如何才能解析地求解需求和供给函数？

这个长期困扰经济学理论界的难题，被杨小凯成功地解决了。1988年，他运用库恩—塔克定理，排除了一些非优化的可能解，从而将最优解的范围大大缩小。假如存在着专业化经济（意味着专业化生产比自给自足生产效率更高）和交易费用，则一个人绝不会同时购买和生产同一种商品，而且最多只卖一种商品，尽管他可以生产几种商品。我们将这称为文定理，因为文玫（1996）将这一命题推广到了一般准凹效用函数和非常一般的生产条件。文定理意味着，那些可能成为最优决策解的数目，比所有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要少得多。

这样，超边际分析就可以分为3个步骤：第一步，利用文定理排除那些不可能是最优的角点解。第二步，对剩下的每一个角点解用边际分析求解，求出每一个局部最优值。第三步，比较各角点解的局部最大目标函数值，就可产生整体最优解。下面我们详细说明如何进行这3个步骤。


第一步
 如何用文定理排除不可能最优的角点解。所谓文定理，是指“最优决策从不同时买和卖同种产品，从不同时买和生产同种产品，最多只卖一种产品”。文定理的直观意义十分清楚。比如，不同时买和卖同种产品。如果一个农民生产了5千公斤粮食，他会不会去到集市上卖掉1000公斤粮食，然后再买回1000公斤粮食呢？显然不会。因为这样做并不会增加他的效用；相反，他将粮食拖到集市上卖是要花成本的，买也是要花成本的，包括运输成本、讨价还价成本、时间的机会成本，等等，经济学上将这种非生产性成本统称为交易成本。如果买和卖同一种产品，只会降低它的效用，因此不是最优选择。再如，不同时买和生产同种产品。如果一个农民能生产粮食，他就不会去买粮食。因为购买自己能生产的粮食产生了不必要的交易费用。如果农民生产粮食，他应该用粮食换衣服，而不是用粮食换粮食。所以，同时买和生产同种产品不会是最优决策。又如，最多卖一种产品。如果一个农民同时卖粮食和衣服，是不是最优决策呢？也不是，因为生产中有专业化经济存在。如果一个农民花半年时间生产粮食卖粮食，然后又花半年时间生产衣服卖衣服，他就不如全年专业生产粮食或全年专业生产衣物（这里假定生产粮食不受季节的限制）。因为，如果全年专业生产粮食，他就不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如何做衣服，而可以将全部时间和精力放在提高种植粮食的技能上。这样，他的生产效率就会比非专业化地生产粮食的效率要高许多。也就是说，他如果同时生产并售卖粮食和衣物，不仅生产效率达不到最高，而且还增加了交易费用。如果交易费用超过专业化的好处，他的最优决策就是自给自足，即不卖任何东西。所以，同时卖两种或多种产品也不会是最优决策。但要注意，文定理在有资本市场或考虑到动态决策时不一定成立。例如，一个农民急需钱花，不得已只好先卖掉一部分口粮，等有了钱时再去购所需的粮食。

有了文定理，我们就可以将最优解的范围大大缩小。比如两种产品有63个可能的角点解的情况，如果用文定理进行排除，内点解永远不是最优的。我们实际上就只需考虑3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粮食和衣物两种产品都自给自足，没有交易行为发生。第二种模式是，专业生产粮食，用卖粮食的钱购买衣物。第三种模式是，专业生产衣物，用卖衣物的钱购买粮食。也就是说，一个人进行决策时，只会选择这3种模式中的一种。

再来看看，为什么其余60种角点解和一个内点解都不符合文定理，从而不可能是最优解。内点解意味着每种产品的买卖量同时为正，这显然违反文定理。我们随机从剩下的60种可能的角点解组合中抽取几种组合，来用文定理进行验证。如，有一种组合是，一个人同时生产粮食、买粮食、卖粮食、生产衣物、买衣物、卖衣物，这显然是不符合文定理的，不会是最优决策。再看一种组合：不生产粮食、买粮食、不卖粮食、不生产衣物、买衣物、卖衣物。显然不仅不符合文定理的最优决策，甚至也不可行。不生产衣物，何以有衣物可卖？不卖衣物，哪有钱买粮食？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逐一对其余的角点解组合进行验证。


第二步
 对剩下的每一个组合，用边际分析求解最优值。根据第1章中“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我们先假定社会中存在着若干个决策前完全相同的个人（即消费者—生产者），每个人有一个效用函数、生产函数、时间约束及预算约束。假设有粮食和衣物两种产品，且效用是他实际消费的两种产品的乘积（即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消费的粮食有两个可能的来源：要么自己生产，要么购买。如果购买粮食，则还要减去交易费用的损失。所以，交易效率就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在同等的条件下，交易效率越高，效用就越大。生产函数中，存在着专业化经济，即，每个人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其生产效率就越高，产出也越高。新古典生产函数描述的是投入与产出的技术关系，而新兴古典的生产函数描述的则是生产率与专业化水平的关系。时间约束表示，一个人生产粮食和衣服的时间加起来不能超过工作时间，比如，一天工作的时间极限是8小时。就是说生产粮食和衣物的时间加起来不能超过8。预算约束函数表示，售卖收入等于购买支出。就是说，如果卖掉1万斤粮食得到3000元的收入，那么买衣物的支出就不能超过3000元。

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在满足生产函数、时间约束和预算约束的条件下，求效用函数的最大值。求解的方法并不复杂，将所有的约束条件代入效用函数，从而将有约束条件的效用最大化决策转化为求无约束最大化决策。这时候需要用到微积分求极值的方法，对无约束条件的效用函数求导，解出最大值。每一个角点解的最大值称为局部最优解。下面我们来看如何对某人选择自给自足、专业生产粮食或专业生产衣物3种模式求局部最优解。

模式1：自给自足生产粮食和衣物。如果生产粮食的时间增加，所增粮食产生的效用也会增加，但这必然要减少生产衣物的时间，从而减少衣物的效用。这就是自给自足决策模式面临的两难冲突。如何折中这种两难冲突？只有当增加粮食生产时间带来的边际效用增加等于减少衣物生产时间带来的边际效用减少时，两难冲突才能达到最优折中。在这个模式中，因为每人都自给自足，没有交易行为发生，也就没有市场存在，市场需求和供给都为零。

模式2：专业生产粮食，卖粮食，买衣物。这种模式中的两难冲突与模式1不同：当卖给市场的粮食增加时，自己留下消费的粮食就减少，所增粮食产生的效用也减少；但是，粮食卖得越多，收入也就越多，能够用来购买衣物的支出也越多，所增衣物产生的效用随之增加。最优决策就是在这两难冲突中权衡，找到效用最大化的最优折中。用来分析模式1的方法，同样适用模式2。这种最优折中的直感就是，对两难冲突进行有效率地折中，使有限资源在相互冲突的活动中进行分配，以使目标函数最大化。对这个目标函数求最大值的结果，可以解出角点供给函数、角点需求函数以及角点间接效用函数3个解析式（其大小取决于交易效率参数的大小及产品的相对价格）。

从这种两难冲突也可以看出，对衣物的需求函数是粮食供给的线性函数。这种需求与供给的关系，被杨格称为倒数需求律，它说明需求与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当人们选择专业生产粮食时，同时就产生了对专业生产衣物的需求。所以，在考虑失业或其他供求不等问题时，不能将需求和供给割裂开来分析，而要把分工作为一个整体分析，看分工在何种情况下可能造成协调的困难。

模式3：专业生产衣物，卖衣物，买粮食。这种情况同模式2一样，结果只需将粮食和衣物相互对调。

通过分析这3种模式的间接效用函数，我们可以发现，角点间接效用函数随着所卖商品价格的提高而增加，而随着所买商品价格的提高而减少。这正好符合我们日常的经验，卖粮食的农民希望粮食涨价，而希望衣物减价。卖衣物的人则希望衣物涨价，粮食减价。也正如民谚所言，“棺材铺希望死人、医生希望大家生病”，因为这都会使此类商品的价格上升，使相关专家得到的好处增加。


第三步
 比较上面得出的3个局部最大值，找出其中最大的一个局部最大值，即整体最优解。在上面3种模式中，哪一种的效用最大，决策者就会选择哪一种模式。但是，在我们的模型中，角点间接效用函数、角点供给函数和角点需求函数中有3个参数，即交易效率、粮食价格、衣物价格。这3个参数的值不同，计算出的效用也不同。这种研究参数变化时决策和均衡如何反应的工作就叫比较静态分析。所谓参数，它在一定场合是变量，而在其他场合是不变常数。例如，价格在我们分析决策时是不变常数，而在我们分析决策交互作用产生均衡价格时是变量。由于比较静态分析是研究环境（包括与制度环境有关的交易效率）参数变化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所以它是解释很多社会现象中因果关系的主要分析工具。下面我们来看看这种比较静态分析的结果。

当实际交易效率很高时，人们就会选择专业化，因为此时专业化的好处会超过交易费用，总会存在一个相对价格使得两个专业化模式产生的效用大于自给自足模式。如果交易效率低于某一临界值，交易费用就会超过专业化的好处，因此不存在一个相对价格使得两个专业化模式产生的效用大于自给自足模式，人们就会拒绝专业化，不参加市场活动，选择自给自足。

那么，如果选择专业化，一个人究竟会选择专门生产粮食，还是会选择专门生产衣物？这就要取决于粮食和衣物的相对价格。如果粮食的相对价格高于衣物，使得选择专业生产粮食的效用高于专业生产衣物，则没人愿意专业生产衣物；反之，没人愿意专业生产粮食。但是，劳动分工只有当两种专业都有人选择时才可能发生，因为分工不但意味着专业化，而且意味着不同专业的多样化。如果大家都去生产粮食，就没有人去生产衣物，分工也就不会发生。所以，均衡的结果，只有当粮食和衣物的相对价格使得选择专业生产粮食和专业生产衣物的效用相等时，分工才会发生。当价格满足这一条件时，人们就会发觉，专门生产粮食和生产衣物两种选择的真实收入其实差不多。

当然，这种真实收入相等的条件只有在人们天生相同且不考虑时间因素时成立，下文将要提到的分工造成的整数问题也可能使天生相同的人真实收入不等。但是，真实收入相等条件比粗看起来的适用性要广泛得多。例如，西方的律师收入比一般职业要高，但律师要交很高的学费并且要用很长的时间才能拿到律师学位（一般法学院是极少提供奖学金的），加上大家知道律师收入高，都想进法学院，竞争十分激烈，就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这种强大的竞争压力也有很大的负效用。如果将这些时间、努力、竞争压力、高学费算进去后，律师的真实效用和其他一般性职业的真实收入也就差不多了。正所谓，“一分付出，一分收获”，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在上面所做的超边际分析中，实际上包括两种类型的比较静态分析。第一种比较静态分析是，当交易费用和生产函数参数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时，一般均衡、需求和供给以及间接效用函数会发生非连续性地跃变。当实际交易效率逐步提高并超过临界交易效率时，就会出现分工，市场也会从无到有。这种市场需求和供给由于分工水平的提高而出现非连续性的跃变，就是经济组织的一种拓扑性质的变化。

第二种是传统的决策问题的比较静态分析，即在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和模式下角点解如何对环境变化做出反应。如，粮食价格上升，则生产衣物的专家对粮食的需求就会下降。这种分析同新古典的基于边际分析的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类似，它意味着均衡的相对价格、商品数量和个人售卖不同商品的数量会连续地变化。为简便起见，我们将第一种称为决策的新兴古典比较静态分析，而将第二种比较静态分析称为决策的新古典比较静态分析。总而言之，资源分配、相对需求、边际分析是新古典比较静态分析的特点，而专业化水平、市场大小的确定和超边际分析则是新兴古典比较静态分析的特点。

2.3 角点均衡及价格负反馈机制

正如上一章“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中提及的，经济分析不仅要分析个别决策人的自利决策，还要研究众多决策人自利行为之间的冲突及其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的后果，就是经济学家所称的均衡。所谓均衡是指自利行为交互作用下，产生了个别人不得不接受或无人愿意单方面改变的结局。它虽然经常与供求相等有关，但并不限于供求相等的情形。均衡也会出现供求不等或短缺现象，还会有失业。均衡也不一定是静止不变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就有很多动态均衡模型。

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分析是比较各个角点解的局部最大值，从中产生整体最优解，故超边际分析包括角点均衡和全部均衡两部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概念与新古典经济学中均衡概念的差别是，它的每个均衡都是基于角点解，全部均衡是众多角点均衡（或称局部均衡）中的一个。每个角点均衡解决给定分工水平的资源分配问题，而全部均衡决定分工的水平和结构。由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全部均衡只解决资源分配问题，不能内生分工水平，故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每个角点均衡都相当于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部均衡。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全部均衡分析也就比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有高得多的解释力。

我们下面来分析市场上的自利行为和交互作用及其后果。为此，我们需要先给出关于组织结构（或市场结构）的概念。所谓组织结构，就是指角点解形成的组合。前面提到的三个决策模式，就可以组合成两个组织结构，即一个自给自足的组织结构，一个有分工的组织结构。在第一种自给自足的组织结构中，没有市场、没有市价，人与人之间互不往来，“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第二种是存在分工的组织结构，由众多专业生产粮食并购买衣物的人同专业生产衣物购买粮食的人构成。在这种组织结构（市场结构）下，有两个市场，一个市场买卖粮食，一个市场买卖衣物。

每个组织结构都有一个角点均衡，每个角点均衡代表一组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如果有贸易品的话），以及选择相关模式的人数。这一相对价格和人数满足如下条件：每人自由择业（在各个模式之间自由选择）将效用最大化，所有人的自由择业过程，使每种贸易品的市场需求等于市场供给，而价格由自由择业和供求相等条件确定。比如，生产粮食的人看到衣服的价格很高，他就可以自由地改行去专门生产衣服。

因此，第一种自给自足的组织结构中的角点解就代表这种结构的角点均衡，这种角点解是每个人根据粮食和衣物的效用此消彼长形成的最优折中。这种均衡决定他花多少资源生产粮食，花多少资源生产衣服，以达到效用最大化。而对于第二种有分工的组织结构，一部分人选择专门生产粮食，另一部分人选择专门生产衣物，择业自由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会建立起供求相等条件，也有一个角点均衡。

在上面的模型中，如果每人喜好多样化消费和专业化生产（因为多样化消费意味着高效用，专业化生产意味着高效率），则一个人在其他所有人都选择自给自足时是无法专业化的，因为他卖不出他专业化生产的产品，也无法买到他要的其他专业产品。每个人对专业化水平的选择不但影响他自己的生产率，而且影响对其他人产品的市场，影响他人是否能专业化，从而影响他人的生产率。这被称为网络效应。如果所有人都选择专业生产粮食，但无人选择专业生产衣物，则即使专业生产粮食会产生很高的生产率，也会由于存在协调的困难而使这分工好处无法实现，因为人不可能只吃粮食而不穿衣服。市场竞争和择业自由会使得商品的相对价格同生产它们的专业的相对人数成反比。这就建立起了一种所谓的价格负反馈机制，保证价格使各行业效用相等条件的实现。

价格负反馈机制有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意味着，如果生产粮食的相对人数下降，粮食的相对价格就会上升。如果粮食的相对价格高到无人愿意专业生产衣物而都想生产粮食，则粮食的供给就会很大，对粮食的需求则没有（因为只有专业生产衣物的人才会对粮食产生需求），对衣物则有需求没有供给。这样，粮食的价格就会下降，而衣物的价格会上升，最后二者的相对价格会使得专业生产粮食和专业生产衣物的效用相等。因此，并不会发生所有人只专业于生产粮食而造成分工无法实现的协调困难。第二个环节意味着，如果生产粮食的相对人数上升，粮食的相对价格就会下降，从而生产粮食的相对效用就会下降，生产粮食的相对人数又会下降。

这种负反馈调节会不断进行下去，直到供求相等、生产粮食和衣物的效用都相等，人们不再愿意转换行业时，市场就会达到角点均衡。在这种市场负反馈调节机制中，并不需要一个假想的瓦尔拉斯拍卖人来选择价格，整个价格机制完全是分权的而非集权的。众多的个人自由择业过程，决定了各种专业的相对人数，相对人数决定相对价格，而相对价格成为人们在专业之间变换的推动力。在这千万人无意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市价就形成了。

2.4 全部均衡及其比较静态分析

新兴古典的全部均衡是各个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所谓全部均衡，是指一组贸易品相对价格和各个决策人所选的专业化水平和模式、资源分配满足以下条件：第一，在给定价格和选择各种模式的人数时，每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和模式使效用达到最大化。第二，相对价格和选择各模式的人数使供求相等，也使效用在一个结构的各模式间相等。这就意味着，在同一分工结构下，他无论是选择专业种粮食或生产衣物的模式，其效用都是一样的。这就是说，个人在角点之间的超边际分析，会使他们选择真实收入最大的模式。因此，当实际交易效率小于临界交易效率时，自给自足结构中的角点均衡是全部均衡；当实际交易效率大于临界交易效率时，则分工结构中的角点均衡是全部均衡。

如果所有的人都处于分工结构中，则角点均衡会通过价格机制达到。如果实际交易效率小于临界交易效率，即分工结构中的最大效用小于自给自足结构中的最大效用，则每个人会将自给自足中的效用与分工结构中的效用进行比较。比较的结果是，他们会马上离开分工结构。比如，如果餐馆的饭菜十分便宜，人们就会选择多上餐馆；但如果餐馆的价格十分昂贵，人们就会选择在家里自己做饭菜，分工水平就下降，从而对餐馆的市场需求也下降。因此，如果分工结构中的角点均衡产生的效用低于自给自足结构，则这种分工结构不可能是全部均衡。

你会问，如果所有的人都在自给自足的结构下，而实际交易效率又大于临界交易效率，即分工的效用大于自给自足的效用，但是自给自足时却没有价格，人们如何能从自给自足转到分工结构呢？答案是，虽然自给自足时没有市价，但是却有影子价格。这个影子价格由自给自足结构中粮食和衣物的相对最优比例决定。所以，按照这种影子相对价格，每人即使不知道分工时的市价，也能计算影子价格条件下分工的效用（当然，这种影子价格并不恰好等于分工时的市价，所以还可能会有选择分工时的协调困难）。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不管在任何相对影子价格下，都会有人想试一下分工结构中的某个专业。这种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使得社会能够进行各种各样的组织创新，为社会提供各种有价值的关于分工的信息。只要有一个人选择了专业生产粮食或专业生产衣物，其余的人就都会发现，选择专业化模式比自给自足的效用要大。于是，价格和自由择业的负反馈调节机制就会开始运作，分工中的角点均衡就会达到。而只要实际交易效率大于临界交易效率，就没有人会再愿意回到自给自足状态。我们在第10章中将详细介绍分工如何随时间的流逝而自发演进的故事。

你还会问，如果分工是个网络问题，则假设所有人最初都在自给自足状态，则社会选择分工必须所有人都同时跳到不同的专业去。如果有人跳，有人不跳，分工就不一定能实现。那么，分工是通过什么来协调的呢？如果没有看得见的手来协调市场网络的形成，我们怎能肯定自利行为一定会导致全社会的分工呢？我们要指出，很多证明市场失败、协调困难和市场无法有效利用网络效应的模型，都是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那些模型中，决策者天真地死守那些不是效用最大化的角点解或内点解，因此就出现了多个均衡的情况，人们在多个均衡面前束手无策，不知选哪个为好。在新兴古典框架中，我们并没有这种协调的困难，因为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很容易地做出超边际决策。虽然有很多角点解，但当事人却总能根据自己面临的限制条件选择最优角点解。因此，那些假想的市场失败、协调困难、不能充分利用网络效应问题，都是因边际分析方法的局限造成的，而不是真正的现实情况。

所以，我们实际上已经证明：当实际交易效率大于临界交易效率时，自给自足不可能是全部均衡。因为在任何相对价格下，都会有人愿意选择分工结构中的一个专业，而只要有一人开始这样做，分工结构中的角点均衡就会建立，再也没有人会愿意偏离这一角点均衡。也就是说，当实际交易效率高于临界交易效率时，分工结构中的角点均衡一定是全部均衡。

因此，我们得出一个重要定理：全部均衡是效用最大的角点均衡。同时，这一定理还产生了如下命题：当实际交易效率小于临界交易效率时，全部均衡是自给自足结构中的角点均衡；当实际交易效率大于临界交易效率时，全部均衡是分工结构中的角点均衡。

我们用图2-1来对此进行直观的说明。图2-1（a）代表自给自足的组织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每个人同时生产粮食和衣物满足消费，不买也不卖，没有贸易发生。图2-1（b）代表分工结构，图中圆圈代表个人，x/y表示卖粮食买衣物，y/x表示卖衣物买粮食，带箭头的线条代表产品的流向。从图中不难看出，当交易效率从小于临界交易效率提高到大于临界交易效率时，全部均衡从自给自足跳至分工，各种经济变量会发生非连续性地跃变，粮食市场和衣物市场会从无到有，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从自给自足时的无专业化上升到完全专业化。所以，在自给自足时，人们在所有活动中的劳动生产率都是相同的，既没有比较优势也没有绝对优势。但在分工时，卖者的劳动生产率是1，而买者是0。这种买者和卖者之间选择不同专业后产生的生产率的差别，就是内生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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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自给自足与劳动分工

新兴古典的全部均衡比较静态分析告诉我们，市场上自利行为交互作用形成的最重要的两难冲突，是分工经济与交易费用的矛盾。当交易效率低时，分工的好处被分工造成的大量交易次数之费用抵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自给自足是这种两难冲突的有效折中。而当交易效率高时，分工的好处就大于交易费用，分工就会是全部均衡。我们在现实中可以看到，凡是工业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其交通运输、通讯等设施都相对发达。中国有句流行的说法，“要想富，先修路”，也正好印证了这个道理。你可以想像，一个自然条件优越但交通、信息非常闭塞的地方，其经济多半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种地方要实现工业化，首先必须改善交通、通讯状况。不然的话，就算有人投资兴建了工厂，但运输成本比其他地方生产的商品高出一大截，这个工厂肯定也无法生存下去，人们又会重新回到自给自足的状态。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在贫困地区投资的很多扶贫项目难以成功。

现在我们比较一下最优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与全部均衡比较静态分析之间的差别。首先，在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中，价格和专家人数都是外生参数，用来解释资源分配、专业化水平和其他决策变量；而在全部均衡比较静态分析中，相对价格和专家人数是内生决定的，由其他环境参数所解释。其次，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只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模式有关，因为一个人不能决定社会的分工水平与结构；而全部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是决策交互作用的结果，所以与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及结构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兴古典框架中，新古典的边际成本定价法则不一定成立。因为在上面的分工结构中，对于生产粮食的专家而言，生产衣物的边际成本为0，生产粮食的边际成本为无穷大。而在分工的结构中，粮食和衣物的相对价格是1，既不是0也不是无穷大。边际成本定价法则是新古典经济学边际分析的一个致命缺陷，它使递增报酬与市场竞争不相容，也使递增报酬出现时市场的有效性遭到质疑。科斯（1946）就指出，运用超边际分析时，报酬递增的行业就不会以边际成本定价，而会以总成本效益分析定价。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则证实了这一论点。

2.5 非自由市场的超边际分析

自由市场最重要的功能不是分配资源，而是寻找最有效率的分工水平，而分工水平又决定市场网络大小、人们购买力高低、生产力高低、商业化程度以及贸易依存度。市场发挥这一功能的重要条件，一是择业自由，二是价格自由。我们来看看，如果不具备这两种条件，超边际分析的结果会是怎样。

第一种情况，有自由价格，但择业不完全自由。比如，农民进城不易得到长期户口，也不易得到住房。而银行、外贸、电信、汽车、新闻出版、医药、教育等行业，私人资本又不能自由经营。有些行业虽不限制自由进入，但由于缺乏相应的鼓励私人投资的资本市场、银行业等融资渠道，私人投资实际上仍然缺乏进入的自由。这种情况意味着，进入某些行业的专家人数是能被少数人操纵的，从而这一行业的价格就会上升，行业之间效用相等的条件就无法实现，就会出现行业之间贫富不均的现象。例如，在中国，同样是国有部门，但银行、电信等垄断经营部门收入就比其他部门高得多，很多人就都想找关系进入这些特殊部门就业。因此，要放开这些部门的自由经营，必然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拼命反对。又如，中国电信由于政府垄断经营，非国有资本无法对其形成竞争，尽管其技术和设备十分先进，但其价格却几倍甚至数十倍于美国。在面对进入WTO的问题上，国有电信部门就会积极跳出来反对。这不是因为他们的技术和设备竞争不过人家，而是因为他们的垄断利益将要被打破。但应该看到，打破垄断的结果，绝不仅仅是市场份额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提高整个电信行业的效率，将“市场蛋糕”做大，这对国有电信也会带来长期的利益。因此，政府垄断一些行业，限制一些行业进入，但同时又放开自由定价，则有人就会从自利出发，限制本行业人数，使本部门收入不合理地上升。之所以说不合理，是因为这种操纵行业人数的行为会使有利的分工难以实现。因此，这种通过操纵一个行业人数造成的收入不均是反效率的，消除它的办法不是增加收入累进税程度，而是进行配套改革，不但要放开自由定价，而且要废止政府对资本市场和很多行业的准入限制，使各个行业都有充分的进入自由。

第二种情况，政府允许自由择业，但人为地歪曲价格。比如，将衣物价格定在一个不合理的高水平，而将粮食价格定在一个不合理的低水平。结果必然是，所有的人都想生产衣物，而没有人愿意生产粮食，马上就会使衣物出现过剩、粮食出现短缺。此时，中央不得不指令性地计划衣物的生产量，否则供求的极度失衡会使分工无法维持。因此，如果要实行价格控制，同时就必定还要实行数量控制。现实经济往往更加复杂，假如政府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大公无私的计划制定者，力图通过复杂的计算使行政价格接近市场水平，但由于比价关系十分复杂，政府实际上也无法达到这一目标。价格是市场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不能依靠政府的管制来定价。否则的话，最有效率的分工水平就无法达到。

第三种情况，政府既控制价格，又用计划控制各部门人数。如果政府是一个大公无私的政府，希望通过中央的调节，使人民收入尽量平等，社会实现供求平衡，它往往会模拟市场均衡去调节各行各业的从业人数和各种产品的生产数量及价格。但是，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是一种存在于理想王国的美好幻想。因为，现实经济是极其复杂的，不仅涉及成千上万种产品的生产，单就人们无形的偏好来说，每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条件都是不同的，你认为最好的，别人不一定认为最好。并且，众多偏好之间还存在着替代性，中央计划者不可能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使每个人都达到满意。再加上市场信息瞬息万变，中央计划者不可能掌握充分的信息去做出决策。因此，不仅中央计划者不能计算各种产品的价格和生产人数，就算能计算，也不能通过仁慈的方式来实现其理想目标。如果实行中央计划控制，最可能发生的情形是，相对价格及各行业人数都与市场解出的结果不同。这就会出现分工协调的困难，总是会出现短缺与过剩并存的现象。

更糟糕的是，如果政府官员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制定政策，他们可能会使各种产品的相对价格达到各种行业收入均等化的水平，但却限制自己所在专业的人数。结果是，在这个价格下，此专业的产品供不应求，然后利用这种有利地位，通过物物交换间接地把本部门产品价格抬高。这既可以表面上维持收入平等的假象，又可以从后门和桌下的实物交易中增加实际收入。这种情况在前苏式经济中十分普遍，它对实现全社会的分工起着很大的阻碍作用，生产率也因此而难以提高。

2.6 超边际分析对经济学的影响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涉及了经济学实证研究的3个层次，没有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后者被称为规范研究，即对各种自利行为相互作用结果的福利意义进行分析。那么，什么样的结局对全社会而言才能称得上最优呢？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同意，帕累托最优境界是对社会最优的状况。所谓帕累托最优，是指社会达到一种资源分配和分工结构时，不可能在不减少任何其他人效用的条件下再增加一个人的效用。前面提到的定理意味着，如果超边际分析中每个角点均衡是局部帕累托最优的，则全部均衡必定是帕累托最优的，因为全部均衡是每个人效用最大的角点均衡。这也是所谓第一福利定理的内容。

对新兴古典框架内的第一福利定理的严格证明，可参见周林、孙广振和杨小凯的文章（Zhou，Sun，and Yang，1998）。此文证明，即使人们天生不同，全部均衡不但存在，且是帕累托最优的。他们建立了一个更一般的新兴古典模型，该模型没有清楚地指明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它可以使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同时存在。因此，个人可以有事前不同的特点。这个一般均衡存在性定理使超边际分析可以应用到更多的模型中去。同样，一个更强版本的文定理和第一福利定理也已被姚顺天证明。这就为新兴古典经济学建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理论基础。

因为新兴古典经济学用的是超边际分析，所以局部帕累托最优意味着，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结构，局部均衡的资源分配是有效率的。因此，局部帕累托最优又被称为最优资源配置，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所以，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第一福利定理不但意味着市场竞争能有效地分配资源，而且能选择有效的分工结构。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帕累托最优（效用最大化）与生产可能性边界是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是，新兴古典经济学却不是这样。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不同的分工水平产生了不同的生产转换函数，生产可能性边界是最高的那条转换曲线。分工水平越高，生产力越靠近生产可能性边界。但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效用最大化的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因此，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帕累托最优不一定与生产可能边界吻合。而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市场生产力的推动力量，是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的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可以通过提高生产力而减少稀缺性。也就是说，由于分工的发展，同样的资源可以用来生产更多的产品。所以，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是新兴古典经济学题中应有之意，而不需要另外的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来处理。

为了进一步了解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我们现在对纯组织效率进行定义。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与之相反，指的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各种产品的相对消费和生产量达到最优。比如，在自给自足结构中如何达到效用最大化，就是最优资源分配的问题。我们假设生产和消费1万公斤粮食和100件衣物能使社会达到效用最大化，那么按这一比例进行投入就是自给自足状态下的最优资源分配。在分工结构中，最优资源分配的结果可能是1.5万公斤粮食和150件衣物。而组织效率问题则不同，如果要生产消费一定量的产品，在交易效率小于某一临界水平时，自给自足是最优组织结构；而在交易效率高于此临界水平时，则分工是最优组织结构。因此，组织效率一般与生产力的变化有关，而资源分配效率则是给定生产力（或稀缺性）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中。更重要的是，组织效率与有效率的市场网络规模有关。在我们新兴古典的框架中，市场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分配资源，而是寻找最优市场网络规模，尽量利用分工的网络效应，使社会生产力增加，从而减少稀缺性。

可以看出，组织效率、分工水平、市场网络规模这些概念，同总量需求和宏观经济学有关。而资源分配效率、产品的生产消费量、相对价格这些概念，则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有关。因此，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宏观、微观经济学分析是一个统一框架中的两个层次。在这个框架中，角点均衡的分析解决传统的微观经济学问题，而全部均衡则解决传统的宏观经济学问题。


第3章 李嘉图模型和赫—俄模型的超边际分析

3.1 为什么要对李嘉图、赫—俄模型进行超边际分析

在大卫·李嘉图之前，经济学家并没有注意到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之间的区别。当一个国家（或个人）生产某种商品比别人有更高的生产率时，这个国家（或个人）在这种商品上就拥有绝对优势。李嘉图（1817）则使经济学家开始注意比较优势的概念。假如第二个人在粮食和衣物的绝对生产效率上都比第一个人要低，但在粮食生产率上的差别没有像衣物生产上那么大，那么第二个人在粮食生产上就拥有比较优势，因为其生产粮食的绝对劣势比生产衣物的绝对劣势要小。李嘉图认为，即使一个国家在生产任何商品上都没有绝对优势，但只要存在着比较优势，它就能像另一个在所有商品生产上都有绝对优势的国家一样，能从国际贸易中得到好处。

李嘉图在1817年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被认为是现代贸易理论的基石。但尽管如此，李嘉图模型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李嘉图模型中存在着角点解，传统的边际分析不能应用于该模型。也就是说，在李嘉图模型中，一个国家（或个人）面临的是贸易或不贸易的决策问题，属于一个组织结构问题；而新古典的边际分析只能解决贸易多少，即资源分配的问题。

李嘉图模型是新古典贸易模型和新兴古典贸易模型之间的分水岭。在李嘉图模型中，只有一种要素，其边际和平均生产率都是不变常数，所以没有报酬递减现象，不同于新古典模型中的单个投入边际报酬递减的假定。但李嘉图模型中也没有递增报酬及与之相关的内生比较利益，分工的好处来自外生比较利益。因此，从李嘉图模型向右走就是新兴古典经济学，向左走就是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贸易模型又分两类：一类是规模报酬不变的新古典贸易模型，至少有两种要素，全要素生产率是不变常数，但每个要素的边际和平均生产率呈递减报酬，且国家之间有外生比较利益。对李嘉图模型和此类新古典贸易模型而言，由于在国家这一水平上没有纯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绝对分离，即每个国家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故存在着多个角点解和内点解，边际分析并不适用。另一类新古典贸易模型带有规模报酬，由于国与国之间没有外生比较利益，边际分析的方法可以派上用场。因此，对李嘉图模型，我们既可以采用新古典主义消费者与厂商分离的框架，也可以采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消费者和生产者合一的框架。

如果采用纯消费者和厂商分离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则可能会有基于几个角点解和内点解的多个一般均衡的结果出现。由于在李嘉图模型中一个国家可同时视为消费者和生产者，故角点解可能被一个国家所选择，即一个国家可以选择贸易或者选择不贸易。在瓦尔拉斯条件下，厂商在任何结构下的利润都总是零，所以厂商不会关心选择何种生产结构。这样，每一个结构中的局部均衡都可能会是一个一般均衡，我们不知道究竟哪一个均衡最终将会在一般均衡中出现。这种多重全部均衡，使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成为不可能（Dixit and Norman，1980，p. 38）。

如果采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将消费者和生产者合一，并在模型中引进交易费用，则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在这种框架下，一般均衡是惟一的，它是几个角点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角点均衡。在达到这种一般均衡条件时，外生技术比较优势带来的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能够实现有效地折中。因此，对李嘉图模型进行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超边际分析是必要的，它将会产生丰富且有趣得多的经济发展和贸易故事。

此外，如果用新古典纯消费者和厂商分离的框架来分析李嘉图模型，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就不是基于同样的原理：由于每个消费者必须从市场购买消费品，没有国内贸易时他们会饿死或冻死，国内贸易对一个国家而言总是必须的，而国际贸易则是因为外生比较优势而导致的。若交易效率参数对所有交易都相同，在新古典框架内，我们并不能用交易效率解释分工水平。假如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交易效率系数相同，那么有国际贸易的情况相对没有国际贸易（自给自足）的情况而言，就总会是帕累托最优。即使一国不与另一国交易，但由于每个国家内纯消费者必须从纯生产者处购买商品，也会有交易费用产生。因此，当交易效率参数在0和1之间时，新古典框架没有交易费用与分工经济的两难冲突。如果两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和纯消费者与厂商之间的国内贸易都有相同的交易费用系数，则用国际贸易代替国内贸易并不会改变交易次数和总交易费用。

但如果采用消费者—生产者合一的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就不仅仅能够避免多重均衡，而且还可以在李嘉图模型中用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来解释国际贸易的出现。在这种分析框架下，即使国内和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系数相同，个人仍然会选择是否进行国际贸易，我们也可以用交易效率来解释分工水平。并且，当交易费用系数很大时，没有国际贸易的自给自足将是惟一的一般均衡。当交易效率参数接近某临界值时，全部均衡会在角点均衡之间非连续地跳跃。

李嘉图模型背后的故事是这样的。在两类人中存在着技术上的比较优势。这就意味着，即使一类人在所有商品的生产上都不如另一类人，但由于两类人在不同商品之间的生产效率差距不同，因此这类人应该专于生产效率差距小的商品。这样，所有的人就都能从分工中得到好处，两类人相互间的贸易将使总合生产力高于自给自足状态。假如所有人都喜好多样化的消费，就会存在一个利用比较优势和多样化消费的矛盾。一些人必须专于生产一类商品以利用其外生比较优势，但是专业化生产和多样化消费意味着人们必须进行贸易。假如贸易涉及交易费用，就会有一个比较优势带来的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这个两难冲突能用来内生生产力水平。当至少一类人完全专业化地生产一类商品时，就能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假如单位贸易商品的交易费用系数很大，则贸易引起的交易费用将超过贸易分工带来的好处。这种情况下，均衡结果就是自给自足状态。此时生产水平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内，因为每个人的边际替代率和边际转换率必须相等。假如交易费用系数很小，分工的好处超过分工导致的交易费用，均衡结果就会是分工状态，它和生产可能性边界相连。

如果在李嘉图模型中引入政府，这个简单的模型就能用于预测政府在选择关税水平、单方面的保护关税、单方面的自由放任政策和关税谈判中的行为。随着交易条件改进，一般均衡就从自给自足状态转变到局部分工状态，此时一国完全专业化生产一种商品，而另一国同时生产两种商品，即半专业化。然后，局部分工又转变为完全分工，此时两个国家都完全专业化地各生产一种商品。对局部分工而言，一国的国际贸易条件由该国两种商品的国内贸易条件决定。因此，在缺少关税限制时，贸易的好处全部由专业生产一种商品的国家得到。这样，生产两种商品的国家为了得到贸易好处的较大份额，就会利用关税操纵贸易条件。但生产一种商品的国家如果对进口商品课以关税，则只会使自己国家遭受损失，因为这会提高国内居民购买商品的价格。这就意味着，当局部分工在均衡中出现时，生产两种商品的国家单方面实行保护性关税的情况，将与只生产一种商品的国家单方面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的情况同时存在。

假如完全分工在均衡中出现，则每个国家都能从递增关税中得到更大份额的贸易好处。但当两个国家的关税率变得足够高时，从贸易中得到的好处将被关税寻租博弈过程中带来的损耗和经济扭曲所抵消。因此，两个国家都愿意进行关税谈判，这是一种纳什议价博弈，会带来贸易自由化。这种理论能解释早期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单方面保护关税与单方面自由放任政策同时共存的现象，以及在经济发展的后阶段出现的通过关税谈判实行双边贸易自由化的情况。

这种贸易政策转换之所以能实行，背后的驱动力是交易条件的改进。交易条件的改进能通过法律制度、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化或银行体制的改进来实现。这种贸易政策从保护性关税向贸易自由化的转变，同进口替代战略向出口替代战略的转变有关（参阅Bruton，1998）。这种随着均衡由自给自足向局部分工转换而出现的两国收入差距扩大现象，被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称为“欠发展”（underdevelopment）。（如 Palma，1978；Bauer and Yamey，1957）。于是，保护性关税经常被建议作为一项避免“欠发展”的政策工具来使用。但是，有交易费用和关税的李嘉图模型却显示，交易条件的改进能够使均衡状态从局部分工转换到完全分工，这不仅会带来更多的贸易好处，还将使贸易的好处能够更平均地在发达和欠发达国家之间分配。

很多经济学家都试图找到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正日益恶化的说法相一致或相反的经验证据。其中一些人试图测量贸易条件恶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果（如Morgan，1970；Kohli and Werner，1998）。最近的经验研究（Sen，1998）则显示，经济发展可以在所谓贸易条件恶化的条件下实现。一个国家在由低分工水平向高分工水平演进的过程中，即使它的贸易条件恶化，它也能从贸易中得到更多的好处。这是因为，分工网络的扩张对生产力提高的好处将超过贸易条件恶化带来的坏处。

这个故事还能扩展到带有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和交易费用的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模型。如果事前生产条件的不同来自于个体之间生产函数的差别，则我们称之为外生比较技术优势。如果来自于个体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别，则我们称之为外生比较禀赋优势。如果两个国家有不同的要素禀赋，则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差别提高总合生产力水平。但是如果交易效率很低，则利用比较禀赋优势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进行最优折中的结果将是自给自足和低生产力水平。随着交易条件的改进，均衡的总合生产力和分工水平也将随之提高。

3.2 有交易费用的李嘉图模型的超边际分析

假定世界由国家A和国家B组成，每个国家的人口数量都足够大。这种假定意味着，由于人口规模非常大，当人口被分成若干种职业时，不会存在整数问题。如果人口数量有限，则在瓦尔拉斯均衡中专业化分工可能不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纳什议价对于协调分工可能就非常关键。此外，我们还假定，一个国家内的所有人都是完全一样的，而两个国家则可以被视做两类事前不同的人。作为消费者—生产者，每个人都要消费粮食和衣物两种商品（或产品），并决定他们自己的生产和贸易结构。

模型背后的故事是这样的。假定有两个国家或两类人，每个国家都可以生产两种产品——粮食（y）和衣物（x）。其中，A国生产粮食和衣物两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都高于B国，所以B国没有绝对优势，A国在两种产品的生产中都有绝对优势。但是，B国生产粮食的劳动生产率同生产衣物的劳动生产率之比要大于A国。这就意味着，B国在生产率差距较小的粮食行业有外生比较优势，而A国在生产衣物中有外生比较优势。之所以说此优势是外生的，是因为两个国家中的人天生不同，在他们决策前这种优势就已经存在。

在这里，由于每个国家都可以有半专业化的情况出现，故文定理不完全适用。每个国家（决策者）有5种可能的决策模式（即角点解）：（1）一个自给自足模式，即同时生产粮食（y）和衣物（x），不与他国发生贸易往来；（2）两个专业化模式，即专业生产粮食卖粮食买衣物（y/x），或者专业生产衣物卖衣物买粮食（x/y）；（3）两个半专业化模式，即同时生产粮食和衣物，并且卖一部分粮食买一部分衣物（xy/x），或者同时生产粮食和衣物，并且卖一部分衣物买一部分粮食（xy/y）。这样，两个国家就共有10种可能的决策模式可供选择，也就是共有10个角点解。

我们知道，只有在两个国家都利用其比较优势时，总合生产力才能达到最高。所以，A国和B国都各有两个没有利用其比较优势的决策模式，它们不可能是最优解。对于A国而言，生产粮食买衣物的专业化模式、生产粮食和衣物同时买衣物的半专业化模式不可能是最优解，因为这两个模式都没有利用其生产衣物的比较优势。对于B国而言，生产衣物买粮食的专业化模式、生产粮食和衣物同时买粮食的半专业化模式不可能是最优解，因为这两个决策模式都没有利用其生产粮食的比较优势。这样，在10种可能的决策模式（角点解）中，我们就可以排除4个角点解，只须分析余下的6个角点解。

这6种决策模式（角点解）分别是，（1）A国自给自足；（2）B国自给自足；（3）A国专业生产衣物买粮食（x/y）；（4）B国专业生产粮食买衣物（y/x）；（5）A国同时半专业化地生产粮食和衣物，卖衣物买粮食（xy/y）；（6）B国同时半专业化地生产粮食和衣物，卖粮食买衣物（xy/x）。

对这种由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组成的经济，我们将分工定义为这样一种结构，即在这种结构中，至少一个国家的人选择专业化模式，并且两个国家的结构不一样。这6种决策模式的组合，产生了4个结构（见图3-1），即1个自给自足结构、2个局部分工结构以及1个完全分工结构。其中，自给自足结构由上面（1）和（2）角点解组合而成；完全分工结构由（3）和（4）组合而成。局部分工结构有两个，一个是由（5）和（4）组合而成，此时A国半专业化而B国完全专业化；一个是由（6）和（3）组合而成，此时A国完全专业化而B国半专业化。有人可能会有疑问，为什么（5）和（6）不能组合成一种两个国家都半专业化的局部分工结构？因为这种组合会产生两个相对价格，不可能有瓦尔拉斯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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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李嘉图模型中可能的结构

根据我们第2章中介绍的超边际分析方法，每个人会比较他们在各个模式中可得到的真实收入，然后选择真实收入最大的角点解。结果我们会看到，随着交易效率的变化，每个人的真实收入也会发生相应变化，交易效率的高低决定着分工水平。当交易效率很低时，每个人自给自足的效用都是最大的。当交易效率提高到某个临界点时，两个国家都从自给自足跳到局部分工结构状态，至于究竟跳到两种局部分工状态中的哪一种，即哪一个国家完全专业化，哪一个国家半专业化，则由两类人之间的相对人数、相对偏好和相对生产率决定。如果相对人数之比大于相对偏好及相对生产率之比，则在全部均衡中可能是人数相对较多的那类人不完全专业化。这种比率越高，可能性就越大。比如，尽管大家都相对偏好衣物，但对衣物有相对优势的A国的人数较之B国却非常之大，那么在全部均衡中A国就可能会是半专业化。所以，对于给定局部分工水平，究竟是哪个国家专业化而哪个国家半专业化，是一个资源分配问题。例如，在生产粮食中有比较优势的B国人数不多，而且人们喜欢粮食远胜于衣物，则B国会完全专业化，而人数较多的A国则半专业化。

值得注意的是，两类人数不平衡对专业化的效果，可能被对不同产品相对偏好的反向不平衡的效果所抵消。例如，若在生产粮食中有比较优势的B国人不多，但人们对粮食的偏好也不高，则两者会相互抵消，人们仍可能不需要局部分工来调和相对人数和相对偏好的不平衡，从而不选择局部分工而直接选择完全分工。天生不同的人之间的相对人数、相对生产率及所有人对不同产品的相对偏好之间的不平衡程度越大，则人们越需要牺牲一些分工的好处，用较低的分工水平来平滑这些不平衡。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组织效率与资源分配效率之间有冲突，增进资源分配效率在有些情况下会以牺牲组织效率为代价。当两个国家人数相差悬殊时，实现完全分工不可能，总有一个国家必须生产两种产品，否则资源分配无法达到最优。

对李嘉图模型一般均衡的超边际分析，为我们认识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一般均衡机制。在这个机制中，外生比较优势和交易效率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如果交易条件得到改进，那么经济发展并不依赖生产函数或资源禀赋的外生变化。同样，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的变化也并不依赖消费偏好的外生变化。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一般均衡就从自给自足跳到局部分工，然后跳到完全分工。在自给自足结构中，每个人生产他消费的所有商品，没有诸如专业工人和专业农民之间不同职业的分工。随着交易条件的改进，不同的职业就从分工中出现。这一过程可看做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因为完全分工状态下职业农民的数量少于自给自足状态下生产食物的人数，这种由分工引起的结构变化，看起来就像是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但在本质上，结构变化是人们专业化水平提高、职业多样化程度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不同商品的市场数目提高、新贸易品出现、人与人之间依赖程度加深、市场范围和相应的分工网络扩大、生产的集中程度提高以及生产力水平提高的过程。

随着交易条件的进一步改善，一般均衡将从局部分工跳至完全分工，半专业化的国家也将完全专业化。如，原先在局部分工中生产粮食和衣物并出口粮食的半专业化的B国，会跳到只专业化地生产粮食的完全分工状态。这一过程被熊彼特（1934）称为创造性的毁灭过程。正如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p.145-184），Mokyr（1990，1993）和Marx（1867）描述的，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手艺人被大企业中专业化的工人替代，新的职业会不断出现，而老的职业则会消失。如果考虑到这种职业的转换成本，这一过程当然是非常痛苦的，但这种痛苦换来的却是人均真实收入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这也正是为什么熊彼特称之为创造性的毁灭过程的原因。

对李嘉图模型超边际分析的结果，可以用来评价有关贸易条件恶化的流行说法。这种理论认为，随着一国贸易条件的恶化，该国从贸易中得到的好处将下降。很多发展经济学家也认为，正是由于贸易条件的恶化，才使得发展中国家陷入“欠发展”的泥潭。我们上面对李嘉图模型进行比较静态超边际分析的结果则显示，这不是一种一般均衡的观点，并且还可能会产生误导。随着交易条件的改进，一国的贸易条件即使恶化，它的人均收入也会比自给自足状态下要高。这是因为交易条件的改进会扩大分工网络，并且会提高均衡的总合生产力水平，以致生产力提高的好处能超过贸易条件恶化的坏处。

我们可以将上面的故事总结为如下命题：一般均衡结构由两个国家的相对生产力、相对偏好、相对人口规模和交易效率水平决定。在其他参数给定时，交易效率的提高能使一般均衡结构从自给自足跳到局部分工，然后跳到完全分工状态。在给定交易条件的情况下，相对于人口规模及两种商品的相对偏好而言，比较优势越大，则均衡的分工水平越高。在给定交易条件的情况下，相对偏好，相对生产力，及相对人口规模越是平衡，则均衡的分工水平越高。随着均衡分工水平提高，社会的均衡总合生产力也提高。在向更高分工水平演进的过程中，即使一个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它也可能从贸易中得到更多好处。


非常有趣的是，在有外生比较优势的李嘉图模型中，一般均衡的市场价格可以不由传统的边际成本定价法决定。当一般均衡是局部分工结构时，专业生产衣物（粮食）的国家购买的粮食（衣物）价格是半专业化国家生产粮食（衣物）的边际机会成本。但当完全分工是一般均衡时，市场价格由两个国家的总供求决定，不等于任一国家生产该种商品的边际机会成本。这一模型证实了科斯（1946）的观点，在价格决定问题上，一个人除了用边际分析法外，还应该用总收益—成本来分析。在产业组织理论文献和劳动合约文献中，我们也可以找到非边际成本定价的例子。

在李嘉图模型中，交易效率的提高还会导致总的交易费用上升，因为交易效率的提高会提高分工水平从而增加交易次数，当然也就会提高总的交易费用。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会随着交易效率提高而提高。诺斯（1986）曾发现过这种现象的经验证据。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都是外生技术比较优势。实际上，很多外生比较优势都是由于制度内生出来的。在18和19世纪，英国在企业家和技术工人方面有比较优势，所以它向欧洲大陆国家出口企业家和技术人员，进口发明创造和发明家。这些发明家包括马德·布鲁奈（Mard Brunel），弗里德里希·肯宁（Friedrich Koenig），和瑞士工程师博马（J. G. Bodmer），参见琼斯（1981）。巴克勒（1976）则指出，英国在企业家方面的比较优势源于其多元化的政治体制，这种制度鼓励了企业家活动和技术发展。这种被创造的比较优势，被称为内生比较优势。我们这里研究的比较优势属于外生比较优势。有些看起来像是外生的比较优势，其实正是由于制度和文化的多元化内生创造出来的。

3.3 内生贸易政策的李嘉图模型

在16世纪经济发展早期，很多欧洲国家的政府都实行重商主义，用保护性关税在国际贸易中寻租。在18—19世纪，一些欧洲国家取消了长期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代之以自由贸易政策。亚当·斯密认为，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比保护性关税更为有益。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仍然用保护性关税来操纵贸易条件，以从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好处。这种贸易政策同所谓进口替代战略有关。但是，香港、台湾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政府则采用免税日（tax holiday）、出口加工区以及其他一些政策措施来削减关税。这种贸易自由化政策，同出口导向性发展战略有关。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削减关税的贸易自由化是经济发展强有力的发动机。近年来，双边和多边的关税谈判已成为贸易自由化的驱动力。

问题是，假如自由贸易对双方都有利，为什么实现自由贸易会如此困难，并且贸易谈判对贸易自由化是如此关键？为什么在同一时间，一些政府选择单方面的保护关税，而另一些政府则选择单方面的自由放任政策？我们如何运用一般均衡模型来解释政府政策从保护关税转换到自由贸易，或者转到旨在达成贸易自由化的关税谈判？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要在李嘉图模型中引入政府关税。

现在我们假定，政府征收一定比例的关税，并将征收的关税平均分配给所有的公民。这样，每个人的预算约束中就增加了一笔关税收入。当引入政府关税时，模型背后的故事情节就会与以前有一些不同。如果是在局部分工状态下，生产两种商品的半专业化国家可以利用进口关税获得比无关税时更高的效用。也就是说，若生产两种商品的半专业化国家从生产一种商品的专业化国家进口某种商品，它能够通过提高其进口关税率来改进本国的福利。这是因为国际贸易中的相对价格由半专业化国家的国内相对价格决定，所以在无关税时，此半专业化国家不能从国际分工得到好处，并且它能通过提高关税来改善它的贸易条件，从而获得更大份额的贸易好处。生产两种商品的半专业化国家获得的贸易好处，正是其贸易伙伴失去的好处。但是，如果生产两种商品的半专业化国家征收的关税过高，则另一个国家就会从贸易中退出，从而给两个国家都带来损失。同生产两种商品的半专业化国家相反，生产一种商品的完全专业化国家对贸易条件不能产生任何影响。如果它征收进口关税，则只会使自己受到损失。

在完全分工状态下，两个国家都能影响贸易条件，那么贸易的好处就会被两个国家分享。每一个国家都能从单方面提高其关税水平中受益，故每个国家都有诱因尽可能地单方面提高关税水平。但是，如果两国都提高关税，则贸易的好处会被关税引起的信息歪曲耗尽。这就意味着，当一个国家将它的关税水平提高到一定水平时，另一个国家的情况不仅仅是边际地变糟，而且会非连续地（超边际地）从贸易状态跳回到自给自足的状态。

有税收的故事需要引入两个国家政府的行为和纳什博弈及纳什关税议价博弈（有关博弈论的通俗介绍可参见本书第6章）。

首先考虑纳什博弈。假定两个国家的政府玩一场纳什对策的游戏，每个政府都选择其关税率以实现其居民收入最大化，同时还给定对方政府的关税率，假定居民进行瓦尔拉斯决策。这样，无论是自给自足、局部分工（两种可能，即A国半专业化、B国专业化，或者A国专业化、B国半专业化）还是完全分工状态，都可以计算出其纳什角点均衡值。纳什一般均衡则是以上4种纳什角点均衡中的一种。

先看局部分工结构下的关税游戏。如图3-1所示，局部分工状态存在着两种结构，它们结构对称而结果相反，所以我们只需分析A国半专业化而B国专业化的局部分工情况。在这个结构中，B国政府的均衡策略是实行零关税，而A国政府则是实行尽可能高的关税以增加本国居民的效用，只要关税水平不致于使B国退出国际贸易。假如这种分工结构是纳什均衡，则B国居民的收入会比自给自足略高，但大部分贸易的好处都被A国得到。换句话说，在这种分工结构下，关税游戏中的纳什角点均衡产生了一种分配贸易好处的模式，即专业化的国家不愿设立关税并得不到贸易的好处，贸易的好处都流向了非专业化因而愿意设立关税的国家。这种纳什均衡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因为关税会带来损失和经济的扭曲。假如每个政府都能够自由选择关税水平（包括零关税），那么没有关税的情况将不会发生。因为如果一般均衡是上面的这种局部分工结构，那么A国政府总有诱因提高关税而偏离这种没有关税“均衡”。

现在我们分析完全分工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两个国家的纳什角点均衡策略都是实行尽可能高的关税，只要关税不致高到使对方国家退出国际贸易。这就意味着，完全分工带来的贸易好处有可能因关税战而损失殆尽。假如纳什角点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则这种均衡会使两个国家都产生非常高的福利损失。尽管自由贸易对双方都有利，但这种情况却不容易出现。这是一个典型的囚犯困境：如果两个囚犯都抵赖，则两人都会被释放；如果一个坦白而另一个抵赖，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两人都坦白，则两人都依法处置。尽管对于囚犯而言，两人都选择抵赖是最好的策略，但由于存在着协调的困难，这种最佳选择无法达到。因为甲囚犯如果选择抵赖，他会担心乙囚犯如果坦白的话，他会被严惩而乙则从宽发落，因此两囚犯最终都会选择坦白。所以，零关税不会是均衡状态。

我们现在考虑纳什关税议价博弈。现在假定两个政府玩一场纳什关税讨价还价的对策游戏。这个游戏将两国贸易净好处的纳什积最大化。这种议价游戏会将分工的净好处在两国之间公平分配。这个纳什关税谈判均衡可以分两步求解：首先，一个纳什议价角点均衡是在一个给定的分工结构下求解，其他分工结构被视为退出谈判的底线。其次，两国政府在选择分工结构上进行议价对策。

纳什关税谈判的结果将使双方都采用自由贸易政策，但这种政策在缺少关税谈判的情况下是无法达成的，因为存在着协调的困难。只要游戏参与者的行为存在着不确定性，谈判就有可能破裂。这样，每个政府都倾向于在谈判中使期望的贸易净好处最大化。实际上，所谓纳什积可以看成是游戏参与者的期望净好处，对方的净好处可被视为本国所得净好处实现的概率。根据纳什的观点（Nash，1950），纳什议价解是非合作博弈的产物，尽管实际上贸易的好处往往是在游戏者之间公平地分配的。

假如政府能决定是否参与关税谈判，那么很显然，当一般均衡是局部分工时，肯定是一个没有关税谈判的纳什均衡，因为生产两种商品的半专业化国家会通过单方面的关税得到大部分的贸易好处。他会拒绝参加关税谈判。当一般均衡是完全分工状态时，一般均衡肯定涉及关税谈判，因为两国政府都愿意进行关税谈判而不愿意打关税战。显然，如果两国进行关税谈判，他们得到的净好处将高于大打关税战的好处，因为正同前面没有关税的瓦尔拉斯均衡一样，纳什关税议价均衡也是帕累托最优。

这个结果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尽管自由贸易政策对所有国家都会有好处但实现起来却十分困难的原因。当一个国家的当权者在国际贸易中能够通过税收的权力来寻租时，正如囚犯困境的道理一样，由于存在着协调的困难，要使双方都能充分地从贸易中得到好处，进行关税谈判就成为关键。同前面有外生比较技术优势和交易费用的李嘉图模型中一样，我们可以显示，在这个内生贸易政策的李嘉图模型中，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一般均衡会从自给自足（没有国际贸易）的结构非连续地跳到局部分工结构，然后跳到完全分工的结构，人均真实收入会持续提高。

这种局部分工向完全分工的演进机制，可以用来解释发生在美国和新西兰的故事。在局部分工结构中，一个大国或一个交易效率低的小国会生产两种产品，而小国或交易效率高的国家会完全专业化。美国是一个大国，如果不对称的均衡局部分工出现在它和其他小国家之间的话，它生产两种产品，因此可以用关税来得到更大份额的贸易好处。新西兰是一个交易效率低的小国（远离其他国家），情况也是如此。因此，美国或新西兰，可以用保护性关税来从贸易中得到更多的好处。但是，美国并没有采取这样的政策。“二战”以后，美国向日本、韩国、台湾和中国内地敞开了市场，使得这些国家间的国际分工迅速发展，美国和这些国家（地区）都从自由贸易中得到了巨大的收益。新西兰也没有奉行保护主义政策，它的经济也获得了快速发展。这是因为美国和新西兰通过自由贸易政策使均衡从局部分工向完全分工演进。而在多边关税谈判下，完全分工中的自由贸易可以创造更多福利。这福利比局部分工中用单边关税争得的好处更多。

我们可以将上面的故事总结在如下命题中：在一个有两个政府且政府可以选择关税水平和决定是否参与关税谈判的模型中，如果局部分工在一般均衡中出现，那么这种均衡是一个没有关税谈判的纳什关税均衡，贸易带来的好处大部分都会被生产两种商品且交易效率低的半专业化国家得到。此国实行单边保护关税，而完全专业化的国家实行单边自由贸易。如果完全分工在均衡中出现，则该均衡是一个纳什关税谈判均衡，结果会使双方都实现自由的贸易政策。


这个命题可以用来解释两种现象。第一种现象是，为什么不发达国家总是倾向于设置高关税。尽管关税会带来经济的扭曲，但一个交易效率低下的不发达国家的政府，却可用关税的手段从贸易中获得更大份额的好处。这是因为对一个不发达国家而言，没有关税的瓦尔拉斯贸易条件是非常不利的。第二种现象是，为什么高关税与自由贸易的情况会同时并存。当交易条件不是很发达以致一般均衡总是处于不完全分工状态时，一个交易效率低、没有完全专业化的国家可能更愿意实行单方面的关税政策，而一个交易效率很高、已经完全专业化的国家，则可能更愿意实行单方面的自由放任的贸易政策。但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所有国家都会更愿意放弃单方面的关税政策而进行关税谈判。

在16世纪，重商主义者鼓吹以单方面的关税在国际贸易中进行寻租。在18—19世纪，欧洲一些国家开始奉行贸易自由化政策。法国在工业化以前对从英国进口的商品课以高额保护性关税。法国在19世纪完成工业化以后，对欠发达的贸易伙伴则给予最惠国贸易待遇（Landes，1998）。很多发达国家现在也实行这种自由贸易的政策来促进同欠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我们刚才的故事可以解释为什么这种政策对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都有好处。但是，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仍然采用单方面的关税保护政策。最近，关税谈判则变得越来越盛行。一些经济学家用瓦尔拉斯模型来解释自由放任贸易政策的出现，但这类模型不能解释为什么很多国家会长期坚持非自由放任的贸易政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用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来解释贸易政策由实行单方面关税向贸易自由化的转变（Balassa，1980），但这种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自由放任的贸易政策即使在发达国家之间也不稳固，为什么单方面保护关税和自由放任政策可以同时并存，以及为什么关税谈判对实现自由贸易和充分利用贸易好处是必须的。我们的命题则对以上问题提供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同时，该命题还能解释为什么欠发达国家盛行单方面关税政策，而发达国家则更愿意采用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在20世纪50和60年代，印度和中国一直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对进口的工业品课以高关税，用贸易配额、贸易许可证及其他一些手段操纵贸易条件，对本国币值高估以利于其进口资本品、出口初级品。政府通过实行广泛的监督、政府计划、国有企业、对重要领域实行垄断等手段，严格限制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本政府在二战以前实行的是促进出口的政策，它操纵关税和汇率，以利于其进口资本品、出口工业消费品。韩国在20世纪60和70年代也实行这种称为出口导向型的战略，这种政策非常类似16世纪欧洲的重商主义。香港政府则相反，采用了非常类似英国18和19世纪采用的自由放任政策。台湾政府则实行了多种多样的政策，如免税日、免税和加工出口区，以促进工业品的出口和相关投入品的进口。我们上面的模型，可以对这些政策的不同效果进行分析。

3.4 有3个国家的李嘉图模型的超边际分析

在上面的故事中，我们都只涉及了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情况。如果我们将模型中的国家由两个增加到3个，而商品仍然是两种，则我们会看到，其中一个国家尽管同其他国家相比也存在着比较优势，但却可能被排除在国际贸易之外。

我们来讲述有3个国家的李嘉图模型背后的故事。假定这3个国家的交易效率各不相同，A国和C国的交易效率高于B国。我们的模型结果显示，一个国家如果同其他两个国家相比，在任何单个商品上都没有同时对另两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或者交易效率很低，则这个国家可能会被排除在贸易之外。或者说，假定A国在生产粮食上比B国和C国都有比较优势，C国在生产衣物上比A国和B国都有比较优势；B国在任何商品的生产中都只较其中一国有比较优势，即它在生产粮食上比C国有比较优势，但却比A国有比较劣势；在生产衣物上比A国有比较优势，但比C国有比较劣势，则B国可能被排除在国际贸易之外。

我们只考虑完全专业化的情形。同前面第一个李嘉图模型超边际分析中的情况一样，在所有的分工结构中，人们不会出口有贸易比较劣势的商品。我们的模型证明，如果一个结构中只有两国互相贸易，卷入贸易的国家必定是A国和C国。换句话说，交易效率最低的那个国家或在任何单个商品中没有同时较其他两个国家存在比较优势的国家，可能会被排除在贸易之外。

我们首先来看看，为什么在一般均衡中，贸易只在A国和B国之间发生或者只在B国和C国之间发生的情形不可能出现。我们可用反证法来证明这个命题。假如贸易只发生在A国和B国之间，那么这种情况只会在B国愿意专业化地生产衣物，而C国只愿意自给自足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因为A国如果专业化，它肯定只会生产最有比较优势的粮食，B国就只有选择生产衣物的余地，尽管B国在生产衣物上比A国有比较优势，但因为C国生产衣物的比较优势更大，A国肯定更愿意同C国做生意。所以，除非C国不愿意实行专业化分工而只愿意自给自足（就像中国改革开放前关起门来搞经济一样），否则贸易不可能只在A国和B国之间发生。但我们假定C国交易效率高于B国，所以如果有一个国家选择自给自足，这个国家应该是B，而不是C。同样道理，贸易只发生在B国和C国之间的情况在一般均衡中也不可能出现。

然后，我们来看看贸易只发生在A国和C国之间的情况。若只有两国贸易，这种情况最终会在一般均衡中出现。因为A国要实现专业化分工，肯定会生产最具比较优势的粮食而购买衣物，而在衣物的生产上，只有C国最具比较优势。C国要实现专业化分工，肯定会选择生产最具比较优势的衣物而购买粮食。显然，A国从C国购买衣物最划算，C国从A国购买粮食也最划算。这样，A国和C国正好能够协调分工。而B国则两头不沾，无论是专业生产粮食还是衣物，A国和C国为了本国利益最大化，都不会同其做生意。B国于是被排除出局。

我们可以用一个命题总结上面的故事：在有3个国家、两种商品的李嘉图模型中，在一定的参数范围内，如果一个国家在任何商品中都没有对所有潜在贸易伙伴的比较优势，并且（或者）其交易效率非常低，那么这个国家将被排除在贸易之外。


这个命题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它能调和近来关于一个国家究竟是实行自由贸易还是提高国际竞争力更为重要的争论。克鲁格曼（1994）认为，一个国家应该着力于促进自由贸易，而强调国际竞争力的做法将是一个“危险的迷途”。萨克斯等人（Sachs，1996）则正相反，他们强调，国际竞争力对改善一个国家的福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以一个国家的交易效率来衡量国际竞争力的话，那么我们的命题就证实了竞争力的重要性。这就意味着，仅仅具有比较优势并不是得到贸易好处的充分条件。一个国家即使对另一个国家有比较优势，但如果其交易效率很低或对其他潜在的贸易伙伴并不都具有比较优势的话，它将被排除在贸易之外。但同时，我们的命题也支持克鲁格曼的观点，一个国家应该着力于促进自由贸易并提高交易效率。在我们的模型中，促进自由贸易可以通过削减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以及提高交易效率来实现。如果交易效率特别低，则不会有贸易发生，此时无论是绝对优势还是比较优势都无用武之地。通过贸易自由化政策可以提高交易效率，能够使一般均衡从低分工水平非连续地跳到高分工水平，所以新兴古典超边际分析甚至比传统边际分析更倾向于自由贸易政策。因此，国际竞争力和自由贸易都是提高一个国家福利的重要因素。克鲁格曼之所以强调贸易自由化而不强调提高国际竞争力，一个重要原因是后者常被用来作为妨碍自由贸易的借口。

如果将关税引入这个有3个国家的李嘉图模型中，我们可以证明，当所有的政府都可以选择其关税水平且一般均衡是局部分工时，高关税且（或）交易条件差的国家将被排除在贸易之外。因此，在一个由很多政府组成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每个国家都将尽力削减关税，以提高交易效率而避免被排斥在国际贸易之外。这就意味着，即使是在局部分工的状态下，由于有很多相似国家的激烈竞争，也会导致关税水平的削减。

另一方面，由于交易效率的提高会增加参与国际贸易国家的个数，这反过来又会保证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实行，即使在一般均衡是局部分工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而原先被排除在国际贸易之外的国家在交易效率充分提高后，可以确保在进入国际贸易时对所有国家都是零关税率，即使在一般均衡是局部分工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就意味着，对贸易政策由保护性关税向贸易自由化的转变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是，应将这种转变归结于分工水平的提高（即从局部国际分工向完全分工转变），而这又是运输条件改善的结果。第二种解释是，这种转变应归结于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数量的增加，这又是过去被排除在国际贸易之外的国家交易条件改善的结果。由于交易效率的提高既可以是运输条件改善的结果（新的运输技术出现或运输基础设施发展），也可以是制度性变化的结果（出现更有效地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或者更有竞争力的高效的银行体制），故我们可以用运输条件和制度环境的改进来解释贸易政策的这种转变。

3.5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超边际分析

新古典贸易模型最初是为了避免李嘉图模型中的角点解而发展起来的。最简单的此类模型是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eckscher-Ohlin），简称HO模型。HO模型与李嘉图模型不同之处是它不但有两种投入，而且每种投入的边际生产率都随投入的增加而下降。在李嘉图模型中，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等于平均生产率，它总是一个常数。在HO模型中，两个国家资源禀赋各不相同。HO模型显示，在缺乏李嘉图外生技术比较优势时，只要国家之间存在着外生的禀赋差别，也可能会产生分工经济。由于新古典模型中每个国家可被视为消费者—生产者，新古典经济学中纯消费者与生产者绝对分离的假定，在新古典贸易模型中对于国家而言就已不再成立。所以，对新古典贸易模型，边际分析不够用，我们需要用到超边际分析。

对HO模型进行超边际分析背后的故事是这样的。我们假定，两个国家之间有比较禀赋优势并存在交易费用，商品和要素市场都属于完全竞争，要素可以在一国内部流动，但不能在国家之间流动；国家1具有资本禀赋比较优势，而国家2则具有劳动力禀赋比较优势。粮食X的生产是资本密集型，衣物Y的生产是劳动密集型。

在HO模型中，除了自给自足外，还存在8个不同的结构。这8个结构用自然语言描述稍嫌繁琐，因此我们用下标代表国家1或国家2，所有国家都必须同时消费粮食和衣物两种商品（或产品）；如果自己不生产，则必须向他国购买；用X代表粮食、Y代表衣物，排在前面的字母代表由国家1生产的商品，后面的字母则代表由国家2生产的商品。

这8种结构可以用图3-2表示，它们分别是：（1）X1
 Y2
 表示国家1生产粮食、国家2生产衣物。（2）Y1
 X2
 表示国家1生产衣物、国家2生产粮食。（3）XY1
 Y2
 表示国家1生产粮食和衣物两种商品、国家2专业生产衣物。（4）XY1
 X2
 表示国家1生产粮食和衣物两种商品、国家2专业化生产粮食。（5）X1
 XY2
 表示国家1专业生产粮食、国家2生产粮食和衣物两种商品。（6）Y1
 XY2
 表示国家1专业生产衣物、国家2生产粮食和衣物两种商品。（7）YX1
 XY2
 表示每个国家都生产粮食和衣物两种商品，国家1出口粮食进口衣物，国家2出口衣物进口粮食。（8）XY1
 YX2
 表示每个国家都生产粮食和衣物两种商品，国家1出口衣物进口粮食，国家2出口粮食进口衣物。其中，第（7）和（8）两种结构同内点解有关。前面6种结构中每个至少有一个国家涉及角点解，它要决定是不是专业化地生产一种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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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赫-俄模型超边际分析中可能的贸易结构

HO定理（Heckscher，1919；Ohlin，1933）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劳力相对资本较多，它会出口劳力密集产品。在图3-2的8种结构中，XY1
 YX2
 ，XY1
 X2
 ，Y1
 XY2
 ，Y1
 X2
 与HO定理不一致。在这几种结构中，资本丰富的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衣物Y，没有利用其比较优势，所以不可能是最优选择。其余的所有4种结构都符合HO定理。例如，在XY1
 Y2
 结构中，资本丰富的国家1半专业化地生产粮食和衣物两种产品，出口粮食X，购买部分衣物Y，而劳动丰富的国家2则专业生产衣物Y，购买粮食X出口衣物Y。我们可以看到，在市场出清条件下，哪个国家出口哪种产品都是明确的。这就意味着，超边际分析中符合HO定理的4个角点结构都可能是一般均衡，至于究竟谁会是一般均衡，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

遵循前面分析李嘉图模型的方法，我们可以发现，自给自足结构中的均衡生产低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因为在自给自足条件下，边际替代率和边际转换率在一个国家内一定会均等化。因此，随着交易条件的改进，由于更充分地利用了不同国家或不同人群间的比较禀赋优势，从而带来了均衡的分工和贸易水平的提高，使总合生产力水平发生跳跃。这是经济发展背后的又一个一般均衡机制。

对HO模型超边际分析的故事，可以总结为如下命题：假如任一国家的交易效率非常低，而且（或者）比较禀赋优势很小，那么自给自足（没有国际贸易）将会是全部均衡。假如两个国家的交易效率略有提高，或者比较优势的程度略有提高，均衡状态就会跳到每个国家同时生产两种产品且互相贸易的低国际分工水平。假如有一个国家的交易效率更进一步提高，或者比较优势的程度进一步提高，均衡状态就会跳到二元结构的状态，即这个国家完全专业化并且得到大部分的贸易好处，而另一个国家则半专业化地生产两种产品。当两个国家的交易效率或者比较优势程度进一步提高时，均衡状态就跳到更高水平的分工，此时两个国家都只专业化地生产一种商品，贸易的好处由两个国家共同分享。这种分工和贸易依存度的演进过程，提高了均衡的总合生产力水平。


更有趣的是，我们的模型还能对著名的SS定理（Stolper and Samuelson，1941）进行检验。我们可以看到，假如两个国家的禀赋比较优势和交易效率既不高也不低，或者假如内点结构YX1
 XY2
 （即两个国家都半专业化）在均衡中出现，而且两国的交易费用都为零时，国际贸易将使贸易国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即使要素在国与国之间不能直接流动也会如此。这就是萨缪尔森定理（Samuelson，1948）。但是，我们也很容易就能看到，当两国的交易费用不为零时，要素价格均等化并不能实现。此外，假如角点结构在均衡中出现，或者假如任一国家的交易效率和（或）比较禀赋优势过大或过小时，各国的要素价格可能不会相等。同时，假如不同国家和不同商品的总要素生产力水平不同，那么相对要素价格也可能不相等，即使在没有交易费用的内点结构YX1
 XY2
 中也是如此。

SS定理只考虑HO模型中的内点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两个国家都半专业化地生产两种产品，并且商品价格被假定为外生的。该定理声称，假如资本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商品价格上升，则资本（或劳动）的价格也会上升，而且上升的比例要大于商品价格的上升（Stolper and Samuelson，1941）。实际上，这个定理一直没有得到过什么经验证据的支持。Grossman and Levinsohn（1989）的研究显示，经验数据不支持SS定理，美国很多产业的情况并不符合SS定理。因为一个国家有比较优势的商品价格会随着国际贸易的开放而上升，所以SS定理的一个必然推论是，国际贸易对一国丰富的要素有利，而对其稀缺要素有害，故采取关税限制将有利于一个国家的稀缺要素。这种预言同我们日常的感受不相符合，尽管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保护会使收入分配有益于生产此类产品的工人，但却会减少贸易和国际分工水平因而降低一国整体的收入，这样最终又会对他们造成损失。从这个角度看，SS定理为解释国际贸易的收入分配效果提供了一个理论。对HO模型的超边际分析意味着，我们日常的感受可能比SS定理更接近现实。

我们对交易费用的处理方法（即假定每个交易中有1-k单位的商品消失）相当于一个税收体系，用所有的税收去支付收税的官僚。因此，我们的模型还能用于分析招致庞大官僚开支的关税效果，关税大小可能同交易费用一样，对贸易结构产生决定性作用。SS定理则忽视了关税和交易费用可能导致贸易结构发生非连续变化的超边际效果。我们的分析表明，关税以及相关的交易费用可能会使贸易结构在自给自足、局部分工和完全分工之间发生跃变，这些跃变可能与SS定理所预计不一致。

超边际分析还证明，即使在内点结构中，如果价格的变动是由交易条件的改变引起，SS定理也不一定成立。假如价格变动是由交易条件的变化引起，那么SS定理的预言甚至在一般国际贸易教科书中的所谓多样化锥面（diversification cone）内（即内点结构中）也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价格与两个国家的交易、生产和消费条件之间的反馈都被SS定理忽略。假如价格变动是由非中性的技术变化引起，或者由有比较技术和禀赋优势模型中的总要素生产率变化引起，那么SS定理也可能不成立。同样，在一个角点结构中或者价格变动是由于贸易结构的超边际转换引起时，SS定理也不一定成立。

此外，我们的命题还意味着，当一个国家的交易效率同另一个国家相比单方面下降时，一般均衡可能会从完全分工结构转为一个不对称的局部分工结构。在这个结构中，该国半专业化地生产两种商品，贸易带来的大部分好处都被其他国家得到。这是因为，在一个不对称的结构中，国际贸易的条件由生产两种产品的国家的国内贸易条件决定。这就将我们的一些日常感受形式化了。也就是说，尽管关税可以边际地改变贸易条件并提高稀缺要素的收入，但可能因为降低贸易水平和相关的收入而非边际地损害所有国内居民的利益。


第4章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4.1 重新思考贸易理论

贸易理论是一门古老的学问，自从有经济学之日起，就有了贸易理论。从实质上看，贸易理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一种是以李嘉图为代表。在斯密看来，人们可能生下来差别并不大，但由于后天选择不同的专业，因而产生了生产不同产品的不同生产效率，这种由劳动分工产生的绝对优势，是贸易好处的根源。而李嘉图则认为，这种绝对优势并不是产生贸易好处的必要条件（虽然是充分条件）。他举英国和法国的情况做例子说，虽然英国生产工业品和农产品的效率都比法国高，但如果两国工业品生产率的差距比农产品更大的话，则英国可以专业生产工业品，法国专业生产农业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而使双方都能获利。这就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利益）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认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说比斯密的绝对优势说要高级，并把后者看做是前者的一个特例。因为，有绝对优势时，一定有比较优势；但有比较优势时，不一定就有绝对优势。比如，法国的工业农业都比英国的效率要低，没有绝对优势，但相对工业而言，法国的农业却有比较优势。

由于受这个传统观点的影响，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具有不同的理论。国内贸易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纯消费者和厂商绝对分离的假定下，纯消费者如果不贸易就会饿死；而国际贸易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外生的比较利益，国际贸易能使双方都受益。因此，这种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割裂开来的传统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国内贸易何以发展到国际贸易，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

对贸易理论的重新思考，就是从推翻这个传统观点开始的。1977年，迪克特和斯蒂格利茨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Dixit and Stiglitz，1977）。他们发现，即使两国的初始条件完全相同，没有李嘉图所说的比较优势，但如果存在规模经济，则两国可以选择不同的专业，从而产生内生的（后天的）绝对优势。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例子，它们有斯密所说的源自专业化的绝对优势，但却没有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可见，在某种条件下，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概念不能包含斯密的绝对优势概念。也就是说，斯密的劳动分工说有可能比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说更具一般性。

人们将迪克特—斯蒂格利茨模型（以下简称D-S模型）称为新贸易理论，它讲述的是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冲突的故事。他们假定所有的人都天生一样，生产中存在着无止境的规模经济，而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从消费考虑，产品的种类越多越好；但从生产考虑，产品的种类却是越少越好，因为产品的生产规模越大就意味着成本越低。但是，由于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和资源的有限，当消费品种类增加时，每种消费品的生产规模就会缩小。它与规模经济相结合就意味着每种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价格上升，消费者的效用下降。市场竞争会去折中这种两难冲突，达到某种垄断竞争的均衡，这个均衡虽然只是次优的，但是它却在垄断不可避免的约束下能将消费者的净福利最大化。若人口规模或可用资源增加，则市场折中这种两难冲突的余地就增大。所以，一个规模扩大的统一市场，会使生产率和产品种类数同时增加。由于国际贸易能增加整个世界市场的规模，就使得折中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加大，所有人都将有更多机会消费更多样化和更廉价的产品。这个模型中，不存在李嘉图所说的外生比较优势，但因为规模经济的存在，如果人们后天选择不同的专业，则斯密所说的后天比较优势就会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模型是一个垄断竞争模型。由于无止境规模经济的存在，每种产品的生产容不下两个企业。因为若有两个企业，其中任一个都可以增加生产规模而减少成本，因而用降价将另一个企业挤出市场。所以，每种产品只有一个企业生产，这就是所谓的垄断。但是，由于模型中假定存在着发达的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每个行业都能自由进入，竞争又会使支付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息后的纯利润趋于零，这就是垄断竞争。

我们用图4-1将D-S模型中的故事进一步展开。图中假设有4个消费者，其中标有1和2的圆圈代表两个中国人，而标有3和4的代表两个美国人。图4-1a表示，若中美之间由于某种障碍（请注意，是由于某种外生的障碍），使两国形成两个分隔的市场。中国有两个专门生产X和Y的企业，每个企业将产品卖给两个消费者，每个消费者将劳动卖给企业，每个企业雇佣1个工人。美国的情形与中国的类似。图4-1b表示，由于贸易自由化，中国和美国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一个中国企业生产X向中美四个消费者卖X；一个美国企业生产Y，向中美消费者售卖Y；而一个跨国公司一半在中国运作，一半在美国运作，向两国消费者卖产品Z。由于统一市场中共有4个消费者，他们的劳动卖给3个企业，则平均每个企业雇佣4/3个工人，比开放前每个工厂雇佣1个工人多了1/3个工人。由于企业规模扩大，产品成本会下降，市场价格也下降。而且，在统一市场中，每个人消费X、Y、Z三种产品，比开放前的两种产品多了一种。所以，每个消费者在统一市场中的福利，由于产品种类增加和每种产品价格下降而上升。D-S模型说明，国际贸易有3大好处：第一，国际贸易使生产成本和价格下降。第二，扩大的市场使产品种类增加，因而使对多样化消费的欲求得到更多满足。第三，国际贸易使厂商之间的竞争增加，使市场价格更接近于完全竞争价格，因而减少了垄断造成的资源分配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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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垄断竞争、规模经济和内生产品种类数

但是，统一市场的形成，也意味着自由化之前美国生产X的企业在自由贸易后要关门，美国生产X的工人会失业，他们必须转行去生产Z。而贸易自由化以前，中国生产Y的部分劳动力也会经历短暂失业后转行去生产X。因此，要充分利用统一市场的好处，各国都要接受暂时的失业，并承受劳动转业的代价。如果暂时失业的人通过政治途径来反对自由化，其结果就会产生利用贸易好处的“协调困难”。如果制度安排和政府政策使这种政治干扰无法发生，则市场自然会充分利用自由化的好处，这种协调的困难就不会发生。

克鲁格曼（Krugman）正是看到D-S模型解释贸易现象的潜力，因而将其应用到国际贸易分析并大有所获。他用这个模型解释为什么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先天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之间，而比较利益较多的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贸易，反而大大小于互相类似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人们将这种源自规模经济的比较利益，称为后天获得的比较利益；而将李嘉图式的比较利益，称为先天比较利益或外生比较利益。克鲁格曼也正是因为重新思考贸易理论的贡献，才获得了1992年的克拉克奖。这种有规模经济的模型由于去掉了传统的不变规模报酬的假定，故能解释生产力和贸易依存度同时提高，以及贸易量比收入增长更快等现象。由于它揭示了经济增长（生产率提高）与贸易依存度提高的关系，这类模型得出了一些非常反传统的结论。例如，这类模型预测，人口的增加会使折中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冲突的余地增大，从而提高生产率和消费品种类。这种结论，同索洛的增长模型迥异。按照索洛的模型，人口增加会压制经济增长。这种反传统的结论，能够很好地解释东亚经济快速增长中的很多现象。例如，在东亚这种人口稠密的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益就比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要高得多，因为高人口密度会使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大大提高；而同样规模的固定投资，还会因人口的增加使人均投资大大降低。

D-S模型对传统贸易理论的重新思考，对重新思考经济增长理论起到了重大的启发作用。由于先天比较优势不可能演进，它也就少有经济增长方面的含义；而后天比较优势则依赖于正确的决策，能推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因此，这种后天的比较优势就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埃蒂尔（1979）则在这方面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用迪克特的方法，讲述了一个关于规模经济和机器种类多样化两难冲突的故事。他的模型可以用来解释生产率、贸易依存度和机器种类数的同时增加，而机器种类的增加，则与新技术的发明、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关。因此，埃蒂尔的模型，就成了启发罗默和格罗斯曼发展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催化剂。

同没有规模经济的传统新古典贸易模型比较，D-S模型有很多优点。第一，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使得国际贸易在两国生产和资源条件相同时也有好处。该模型不需要外生比较利益也能产生国际贸易的好处。第二，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当人口规模上升时，生产率会上升，产品种类数上升，每种产品的价格下降，而每人的效用上升。这与没有规模经济的新古典模型不同，那些模型大多认为，单是人口增加，对生产率或是没有正面影响，或是有负面影响。D-S模型中人口增加对经济发展的正面意义，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早期经济发展的经验相符，也与香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口增长与生产率上升的正关系相吻合，但却与非洲一些国家、印度和改革前的中国的现实不符。在这些国家，人口增长对生产率并没有正面影响。第三，若一国人口增加，每个人消费的产品种类数会增加，而且由于生产率上升，每个人消费的每种产品数量也可能上升。所以，总的市场容量会因每个人购买的产品种类数和每种产品购买量上升而增加，这就比过去不能内生产品种类数的模型显得更有意思。

但是，D-S模型有一个很大的不足，它不能内生地解释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变。按照他们的理论，既然国际贸易的好处是如此明显，为什么人们一开始不直接选择国际贸易，而偏要从国内贸易开始？因此，他们只能将人们为什么最开始会拒绝国际贸易的原因归结于“某种障碍”。由于这种障碍使得国际自由贸易无法进行，人们被迫拒绝国际贸易，但是模型中并没有代表这种障碍的变量或参数。因此，斯迈思（1994）称D-S模型为外生贸易模型。

而由杨小凯等人发展起来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则避免了上述模型的不足，它内生了个人的分工、专业化水平及市场一体化，被斯迈思称为内生贸易理论。这种贸易理论，能够解释D-S模型不能解释的企业出现、货币出现、分工演进、经济组织结构演化等重要经济现象。由于它能把市场一体化程度内生，还能解释何以国内贸易扩展为国际贸易，因此也就比以往贸易理论模型的解释力要高得多。

4.2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故事

在新兴古典贸易模型中，每个人天生条件可能相同，人们之间不一定有与生俱来的差别，即不存在着外生比较优势。人们喜好多样化的消费，而专业化生产能带来高效率，但却增加交易次数，因此就产生了一对两难矛盾：如果利用专业化经济，生产效率肯定会提高，但却带来了交易费用的增加。也就是说，假如你以前自给自足粮食和衣物两种产品，由于非专业化生产效率较低，生产的粮食为2500公斤，衣物为25件。这时候没有贸易产生，也就没有交易费用。如果现在由某甲专业化地生产粮食，某乙专业化地生产衣物，则甲和乙的生产效率都大大提高。甲一年可以生产1万公斤粮食，而乙一年可以生产100件衣服。甲乙每人可分得5千公斤粮食和50件衣服。但是，生产效率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交易费用，因为甲和乙必须从对方手中购买衣服和粮食。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平均劳动生产率是专业化水平的单调增函数。也就是说，专业化水平越高，劳动生产率越高。如果存在着分工现象，则全社会将出现分工经济，即分工后的总合生产力高于自给自足的水平。这种分工经济是如何出现的？原因在于，分工可以节省重复学习的费用。我们假定每个人可以生产粮食和衣物两种产品，种植粮食和生产衣物都要经过学习才能掌握特定的技能，而学习种植粮食需要花的费用为A，学习生产衣物的费用也为A（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假定二者相等）。如果两种产品都自给自足，每人的总学习费用就为2A，两人的总学习费用为4A。如果一个人专业化而另一个人不专业化，则总学习费用为3A，即A+2A。如果两个人都专于从事不同的行业，两人的总学习费用将下降为2A。可见，分工将大大降低社会用于学习的时间和费用，使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提高，从而生产率也得到提高。如果将这种现象绘制成一幅二维图形，我们就可以看到，分工状态下两个人的生产总转换曲线（生产可能性边界）就高于自给自足时两个人的生产总转换曲线，这高出的一部分就是分工经济。巴比奇是最早提出分工可以避免重复学习费用的人之一（Babbage，1835）。马歇尔（1890）、罗森（1983）、贝克尔（1981）也曾指出，分工可以通过避免每个人重复学习每种生产过程，使学习和训练的投资利用率得到提高。

这种分工经济当然是以内生比较利益为基础的。当人们专于不同行业时，专家（如果某人专于生产某一产品，我们就称其为这一产品的专家）就会通过专业化而内生地（或后天地）获得比外行高的生产率。在上面的例子中，如果某甲专业生产粮食，则他生产粮食的劳动生产率是1-A，即等于他的可用劳动时间（假定为1）减去学习时间A，然后再除以可用劳动时间1。而对专业生产衣物的人来说，他生产粮食的劳动生产率就为零。对于生产衣物的专家某乙而言，情况正好相反，他生产衣物的劳动生产率为1-A，生产粮食的劳动生产率却为零。

这种分工是如何产生的，其结果又如何？新兴古典贸易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给出了问题的答案。这个答案总结在下面的命题中：随着交易效率不断地改进，劳动分工演进会发生，而经济发展、贸易和市场结构变化现象都是这个演进过程的不同侧面。伴随着分工的演进，每人的专业化水平提高、生产率提高、贸易依存度增加、商业化程度增加、内生比较利益增加、生产集中程度增加、市场一体化程度增加、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增加、贸易品种类及相关的市场个数增加，而同时自给自足率下降。
 下面我们来逐一分析这些由分工带来的结果。

第一，市场容量随分工水平提高而扩大。市场的容量可以定义为人口总数与人均总量需求的乘积。总量需求不同于对一种商品的总市场需求，市场需求是对一种特定的商品而言，而总量需求是对所有种类商品的总需求。而人均总量需求与人口量的乘积就是全社会总量需求，它正好就是我们定义的市场容量概念。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模型，为了计算的简便，假定存在着对称性。因此，我们可以直接把对每种商品的需求加起来得到总量需求。

过去有不少经济学家将人口规模等同于市场规模，他们曲解斯密关于分工依赖于市场容量的观点。其实斯密指出，分工水平由市场规模决定，市场规模则由运输效率决定（接近今天的交易效率概念）。而杨格也指出，不但分工依赖于市场容量，而且市场容量也依赖于分工大小。他认为市场容量不但由人口规模决定，而且由每人的购买力决定，而购买力由每个人的收入决定，收入由生产率决定，生产率又由分工水平决定。也就是说，“分工是由分工的水平所决定的”。这句话看起来似乎是同义反复，其实正反映了经济中的递增报酬现象和市场容量与分工水平是一个铜板的两个侧面，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反馈机制。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模型证明，分工水平和市场容量同时被交易效率决定，即随着交易效率提高，分工水平和市场容量同时提高。新兴古典的动态模型还用一个动态机制讲述了市场容量与分工水平如何互为因果、自发演进的故事。

第二，劳动生产率随着分工水平提高而提高。随着交易效率改进，分工的发展会通过节省重复学习费用而提高所有产品的劳动生产率。这就是斯密古典经济学的精髓之所在。而生产率改进和贸易依存度的增加，则随分工发展而同时发生。比如，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某甲和某乙每人都自给粮食和衣报，不存在谁离不开谁的问题。而在分工的状态下，专业生产粮食的某甲绝不可能离开某乙而生存；同样，专业生产衣服的某乙也绝不可能离开某甲而生存，除非他们又回到自给自足的状态中去。这就说明，如果我们按斯密的思路，将分工作为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则贸易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就只不过是分工研究的两个侧面。

第三，内生比较利益随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我们将内生比较利益程度定义为每种商品卖者的劳动生产率与其买者的劳动生产率之差。如上所述，从自给自足生产粮食和衣物两种产品跳跃到专业生产其中一种产品，则某甲专业生产粮食的劳动生产率就会从（0.5-A）/0.5=1-2A上升到1-A，而某乙生产粮食的劳动生产率则从（0.5-A）/0.5下降到0。此处我们假定每个人在自给自足时用一半劳动生产每种产品，这样某甲在生产粮食上的内生比较利益就是1-A。同样，某乙生产衣物的内生比较利益也为1-A。所以，内生比较利益会随分工的发展而不断被创造和增进。这也是斯密关于不同专家之间生产率差别是分工的结果，而不是分工的原因观点的正式表述。

第四，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及人与人之间依存度的发展。当交易效率足够低时（分工的好处低于交易费用），社会处于自给自足状态。这时，每个人的生产结构都相同，比如所有的人都生产粮食和衣物两种产品，也就无所谓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当分工随着交易效率上升而发展时，不同的专业种类数上升，而且每一对不同专家之间，由于自给自足产品种类数的下降，共同的产品越来越少，即每对不同专家之间的差异性越来越大，这也从另一方面增进了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比如，自给自足状态下，每人都生产和消费4种不同的产品，随着分工的发展，每人生产的产品逐渐由4减为3，再减为2，最后减少到只生产1种商品，实现完全分工。在完全分工状态下，有的专家专门生产商品1，有的专门生产商品2，有的则专门生产商品3，有的则专门生产商品4，经济结构同自给自足相比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另外，有多少种商品卷入专业化分工，就意味着有多少种市场，所以分工的发展也会增加市场结构的多样化程度。这再次证实了多样化和专业化的发展是分工发展的两个方面的论点。如果全社会共有n种产品，则每人要依赖n-1个其他专业的专家。所以，当全社会的产品种类数增加时，人与人之间的依赖程度也随之上升。

第五，生产集中程度随着分工水平提高而提高。假如社会共有5种产品和10个人，则在自给自足的社会中，每人都生产和消费5种产品，每种产品的生产集中度为1/10（即每种产品生产者人数的倒数）；在完全分工的社会中，每2人生产一种商品，每种产品的生产集中度上升为1/2。所以，生产的集中度随分工发展而发展。

第六，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发展。假如社会共有4种产品和4个人，则两个分割的市场就可以实现局部分工。而要实现完全分工（一人专于一种产品的生产），则必须是4个人形成的统一大市场，才能足以折中分工的好处和由此带来的交易费用的两难矛盾。所以，随着分工水平的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也会上升。

我们所以称这种劳动分工演进为外生的演进，是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释交易效率为什么会改进。我们只是将这种改进作为外生的变化，然后看其他内生经济变量如何对此做出反应，这就是经济学上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如果这种交易效率不发生外生地改变，比如，不修公路、没有集市、没有电话、没有经济制度的创新等外因作用，则这种分工演进并不会发生。因此，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还有动态模型，证明分工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发产生（见第10章）。

对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模型进行直观的描述见图1-2。图中假定社会只有4个人，4种产品。图中的圆圈代表每个人，带箭头的线条代表产品流，而箭头一侧的数字代表相关的产品。在交易效率很低时，因为此时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大于分工的好处，就会出现图a自给自足的情形，4个人互不往来，当然也就没有市场。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人们折中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的空间扩大，因而选择图b中的局部分工，其中有两种商品市场，每人买卖两种商品1和2，而产品3和4是不买卖的，有两个互不往来的社区。当交易效率进一步改进时，会出现图c中完全分工的情形。此时，所有的产品都卷入市场交易，每个人都是完全专业化的。

这种新兴古典分析的特点是，它不仅关心买卖数量和价格的关系，更关心结构性变化。这种结构性变化在数学中被称为图形的拓扑性质。拓扑性质的变化意味着，图中联结圆圈的线条数，以及被线条联在一起的圆圈个数发生变化。这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的变化。而这种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并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新古典经济学的重点是给定交易次数时价格和买卖量之间的关系，反映在图形上，只是每根线条的粗细程度的变化，是一种非拓扑性质的变化。

4.3 内生贸易理论与商品种类增加

上面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故事，讲述了分工发展对提高贸易依存度、商业化程度、市场一体化程度等的影响，但没有讨论分工和贸易对新产品出现的意义。这一节故事讲述的是，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均衡的产品种类数也会随之提高。中国人对这种变化是深有体验的。改革前的中国，商品化程度很低，农村的商品化程度甚至低到30%，即农民消费的产品中有70%是自给自足。同时，改革前人们消费的产品种类也极少，不但衣服、食物的花色品种少，满大街人都穿着清一色的蓝、绿服装，买糕点也得凭票，而且像洗发剂、计算机、移动电话、美容院、快餐店之类的商品或服务，很多老百姓更是闻所未闻。改革开放后，个人专业化（如农村各种专业户的涌现）和商品化（如农民越来越多地买衣服而不是自己做衣服）的发展，使得人们消费的产品种类大大增加，很多新产品由此出现，而且每种产品的生产率也上升。

古典经济学家，例如乔赛亚·塔克（1755，1744）早就注意到分工为产品种类的增加创造了条件。康有为变法失败流亡海外时也发现，洋人不仅生产率高，而且买得多卖得多。这种现象正是因为分工水平不同引起的。落后国家不仅生产率低，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商品化程度也低，人们消费的产品种类也少得可怜。而在发达国家中，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商业化程度都很高，消费的产品种类多种多样，生产效率也很高。中国人喜欢将没有见过的东西称为“洋玩意”，这正是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分工水平不同导致产品多样化程度差异的生动写照。杨小凯和史鹤凌发展了一个模型（Yang and Shi，1992），讲述了产品种类数随着分工水平提高而增加的故事。他们的这一模型，被斯迈思称为内生贸易理论模型。

模型背后的故事是这样的：经济生活中存在着若干因素之间的两难冲突，这些因素包括专业化经济、交易费用、多样化消费的好处及管理多样化消费的费用。这4个因素之间，可以组合成若干两难冲突，如，利用专业化经济同减少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多样化消费的好处和利用专业化经济之间的两难冲突；多样化消费的好处与减少多样化消费的管理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

人们折中这些两难冲突的空间，显然就与交易费用参数及多样化消费管理费用系数有关。当交易费用系数很高时，由高分工水平引起的总交易费用就会超过分工带来的好处，所以人们只能选择自给自足。在自给自足状况下，由于每个人时间有限，如果他生产很多产品，则生产率一定会非常低下。我们不能想像如果一个人自己生产汽车、楼房、粮食和衣服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因此，他只能放弃那些在高分工水平下才可以享受的消费品，如，不生产汽车，只生产粮食和简单的衣服，住简陋的房子。也就是说，自给自足条件下，每人必须牺牲多样化的消费，只生产消费很少的几种必需品。当交易费用系数很低时，分工的好处就超过相关的总交易费用，所以人们可以选择高分工水平。与此同时，不同人可以通过专业生产不同的产品而增加不同的专业种类数。所以，专业化的发展与不同产品专业种类的增加，可以在低交易费用系数条件下同时发生。而产品种类增加的根本原因，在于分工减少了每个人必须的学习时间和费用，提高了专业化水平，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使得人力可以用于新的专业产品的生产上。这种分工的发展，有赖于经济制度的改革，通过改革使交易效率得到改进。

不少经济学家将新产品的出现视为内生的技术进步。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类技术进步有赖于商业化和市场的扩展，即分工的发展。如果没有分工扩展带来的市场扩大，不仅新技术得不到发明，即便被发明了，也不能得到大规模的推广应用。对于内生技术进步，目前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假定人们对技术开发的投资，即增加R & D的投入，会产生内生技术进步；另一种则认为技术的发展有赖于外部市场的发展，也有赖于技术活动中的分工专业化的发展，并不是简单地增加对R & D的投入就能发展新技术。而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分工专业化的发展，当然都有赖于交易效率的改进。

我们可以看看瓦特和巴尔顿发明蒸汽机究竟是由于R & D投入增加，还是交易效率的改进起到了更决定性的作用。由于英国很早就有了专利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所以瓦特和巴尔顿利用对专利的预期收入，先后说服了6位企业家投资这项发明，他们也雇佣了100多人专心于这项发明的不同专业，正是这种发明活动中高的分工水平，才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实用的蒸汽机。随着蒸汽机投入商业化生产，他们也从专利中得到了一辈子也用不完的财富。这项发明的成功，显然是由于专利制度及保护私人剩余权的法律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们有效地改进了专业发明人与社会其他专业之间的交易效率。而蒸汽机在运输中的广泛应用，又进一步地提高了交易效率，使很多新产品能通过大规模商业化生产变得有利可图。所以，由于制度的创新降低了交易费用，才促进了蒸汽机发明活动中的分工，以及蒸汽机发明与社会其他部门的分工。

古代中国的情况就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尽管中国很早就有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但由于缺少专利法和其他保护私人财产的制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交易费用就非常高，限制了技术大规模地商业化，也限制了技术的进一步提高。所以，西方人用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制造枪炮，而古代中国人则多是用其制造鞭炮。如果偷抢知识财产是合法的，人们就很难以专门从事技术发明为生，也不能通过大规模商业化生产将技术变成现实生产力，只能以家庭作坊方式发展新技术，发明人甚至将技术传儿不授女，很多技术也因此而失传。其中，中国历朝对自由企业的剩余权缺乏法律保护，也是技术不能经过企业剩余权变成有回报的大规模商业化生产的原因。时至今日，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人打着“祖传秘方”的招牌吸引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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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出现

我们用图4-2来直观地说明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出现。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均衡分工的商品种类数及均衡的消费品种类数会同时增加。在多样化消费的好处显著时，随着交易效率改进，商品种类增加得比消费品种类快，最终两者会相等。当多样化消费的好处不显著时，商品种类永远与消费品种类相同，它们同时随交易效率和管理效率的改进而增加。

4.4 国内贸易如何发展到国际贸易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发展，为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内核。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起因于国与国之间的外生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差别等原因。按照这种理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各自不同的生产和禀赋条件，它们之间应该比具有相同生产条件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更大。但实际上，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远远小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这就是有名的林达贸易模式。对此，传统贸易理论无法做出很好的解释。这种现象产生的真正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交易效率要比发达国家的交易效率低。按照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交易效率的提高会扩大市场容量，促进市场一体化，相互分割的局部市场将逐渐发展成一体化的市场。这时候，一个大的市场就为折中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提供了更大余地。所以，国际贸易是国内贸易发展的结果，其市场容量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

国际贸易之所以在国内贸易之后发展起来，是因为同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有一些额外的交易费用，比如，国与国之间的关税、运输距离一般较国内贸易更长、国际贸易涉及通关检查、签证及其他手续费，这些使得国际贸易比国内贸易平均而言交易费用更高。现在我们假定全世界共有100万人口和100万种产品，每个国家有1万人，即全世界有100个人口规模相同的国家。我们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模型来分析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之间的关系。

假定最初交易效率极低，人们只能选择自给自足，既不需要国内贸易，也不需要国际贸易。当交易效率稍稍提高时，均衡的贸易品为100种，则局部分工的情形会出现，每个国家分为100个互不往来的局部市场，每个市场中100人贸易100种产品。当交易效率进一步提高时，新贸易品进一步出现，均衡的贸易品提高到1万种，则每个互不往来的地方市场会发展为全国性的统一市场。但此时，100个国家之间相互没有贸易。当交易效率更进一步提高时，均衡的贸易品种类从1万上升到10万种，则每个国家的人口都不足以容纳这么高的分工水平，只有每10个相邻的国家形成一个统一市场，才能实现这么高的分工水平，而改进的交易效率又使国际贸易的额外费用被抵消。这时候，全世界形成10个互不往来的自由贸易区。每个国家都从本贸易区的9个国家中进口9万种产品，并向这9个国家出口1万种产品。最后，当交易效率极高时，均衡的分工水平达到100万种产品，则只有统一的世界市场才能实现这种分工水平。这时候，10个贸易区就会合成统一的世界市场。

在上面的故事中，我们假定每个国家、每种商品都是对称的（如，假定人们对汽车和衣服的嗜好都一样），所以国际贸易要在贸易品种极大时才会发生。我们再看如果没有这种对称性，情况会是怎样。比如，人们更加偏好汽车而不是衣服，则生产汽车的人数会大于生产衣服的人数，极而言之，假定这种相对人数之比是100000比1。那么当一国只有8万人时，如果没有国际贸易发生而仅仅依赖国内市场，则连汽车和衣服这两种产品之间的分工也无法实现。因为要充分利用这种分工的好处，一国的人口数至少要有100001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高档奢侈品和非常专业化的产品，本国的需求显然无法满足其实行分工的条件，只有依赖国际大市场才能生存下去。因此，如果去掉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模型中的对称性假定，即使均衡的贸易品种类数不大，也会需要国际贸易，以充分利用分工的好处。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故事告诉我们，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它们都是折中专业化经济与节省交易费用之间两难冲突的结果。因此，一个国家卷入国际贸易的程度，也可以用分工水平和交易效率来解释。发达国家因为交易效率高，均衡分工水平也比发展中国家高得多，因此也就更需要国际贸易来充分利用高分工水平的好处；而落后国家因为交易效率低，均衡分工水平也低，国内贸易就能适应低分工水平，并不需要很多国际贸易。这就是为什么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总是不惜用武力拓展国际市场的原因，而一些落后国家则将国际贸易视为可有可无，中国清朝甚至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日本汽车产业的发展就是一个证明内生比较利益的例子。日本政府最初认为日本在汽车生产上没有外生比较优势，因此不鼓励发展汽车产业。但日本的企业家却不这么认为，并且政府也无法限制私人企业的活动，结果日本汽车工业的发展后来居上，甚至超过了美国。如果按照外生比较利益说，这种现象显然是无法解释的。所以，要充分利用分工和贸易的好处来发展一国的经济，关键在于改进交易效率，通过分工创造内生比较利益，而不是仅仅依赖外生比较利益。周林、孙广振和杨小凯（1999）发展了一个更一般的新兴古典模型，它可以使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同时存在，并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定理，从而使超边际分析可以应用到更多的模型中去。这就为新兴古典经济学建立了一个非常可靠的理论基础。

4.5 新兴古典与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区别

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比较，我们可对新古典贸易理论做如下分析。第一，由于新古典贸易模型中以外生比较利益为基础，所以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和D-S的新贸易理论中的内生比较优势不同。李嘉图模型中有外生技术比较优势，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有外生资源比较优势，它们都是新古典贸易理论中产生国际贸易的推动力。第二，由于新古典贸易理论中每个国家都有消费者和生产者，所以国与国之间有点类似新兴古典经济学中消费者—生产者的分析框架。这一特点决定了新古典贸易理论中有很多个结构，每个结构都可能有一个角点均衡。因此，只要将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引入新古典贸易理论模型中，并采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消费者—生产者分析框架，则扩展的模型可用来研究外生和内生比较利益同时存在的全部均衡意义。第三，由于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纯消费者与厂商的绝对分离，所以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原理不一样，国内贸易是由于纯消费者不生产，不贸易就会饿死冻死；而国际贸易却是因为比较优势。由于这一特点，每个人的商业化程度不能内生，国际贸易只是代替部分国内贸易而已。所以，在这种分析框架中，人们只能在国内分工与国际分工之间的替代性上选择，而不能选择分工水平。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被称为新贸易理论的D-S模型有如下区别。首先，D-S模型不能用来解释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在图4-1a中，消费者1和2将劳动卖给企业，但每个消费者可以将一半劳动卖给企业x，另一半卖给企业y，也可以把所有的劳动卖给一家企业。前面一种劳动力分配意味着每个人都不是专业化的，而后一种劳动力分配意味着每个人是专业化的。由于在D-S模型中，每家企业的生产效率只与生产规模有关，而与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无关，所以上两种非专业化和专业化的劳力分配模式都会产生同样的生产率。虽然王开友和杨小凯（1996）证明，若将交易费用引入D-S模型，生产率和产品种类数也可用交易效率来解释，但对有交易费用的D-S模型而言，交易效率并不能解释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和社会的分工水平。因此，D-S模型就不能用来解释企业出现、货币出现、分工演进、经济组织结构等重要的经济现象。

其次，如果国际和国内贸易的交易效率差别不是很大，则图4-1a中的情形不可能在D-S模型的均衡中发生。因为，每个消费者都会尽量购买市场上的所有商品，他们并不会选择图4-1a中的互相分隔的多个地方市场结构。但在新兴古典模型中，哪怕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交易效率没有多大差别，但当国内国际贸易交易系数同时由低向高变化时，经济会从自给自足演变到多个互不往来的地方市场，然后再发展到全国统一市场，再发展到有国际贸易但全世界分为几个贸易区的情形，最后形成世界性的统一市场，即所谓市场全球化。也就是说，D-S模型本身并不能内生从图4-1a向4-1b的转换。因为后者优于前者，人们一开始就会选择后者。因此，模型中人为地假定图4-1a可能出现，然后因为外生原因，市场均衡由图4-1a变到图4-1b。这外生原因不但不能由模型内生变量代表，也不能由模型中外生给定的参数变化所代表。这就是为什么斯迈思将D-S模型称为外生贸易模型，而将新兴古典贸易模型称为内生贸易模型的原因。

最后，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模型中，人口规模并不能直接对生产率有积极的正面影响。生产率由分工水平决定，而分工水平又由交易效率决定。当交易效率很低时，即使人口规模很大，但众多人口会分割成互不往来的地方市场，所以分工水平低，生产率也低。这与印度和中国改革前大的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无正面作用的事实相符。但当交易效率很高时，众多人口就可以被利用来实现很高的分工水平，分割的地方市场也会整合成统一的市场，所以生产率上升。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新西兰及香港早期经济发展的事实也吻合。所以，新兴古典贸易模型可以同时解释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的正负关系。当交易效率高时，两者的关系是正的；当交易效率低时，两者的关系是负的。因此，人口规模本身并不能解释生产率，决定生产率的关键因素是交易效率而不是人口。如果像改革前的中国那样，由于缺少法治并实行僵化的计划体制，使交易效率非常低下，广大的人口就会被分割成互不往来的很小的地方市场，使人口众多利于分工的优势不能发挥出来，出现高人口密度与低生产率并存的现象。而像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由于好的法律制度保证了高交易效率，因而世界上最高的人口密度成为加深分工的一个有利条件。因此，人口政策本身对经济发展并不是关键，关键是通过改革，发展有效的法律制度，改进交易效率，使中国广大的同文同种人口能成为发展分工的一个有利因素。


第5章 新兴古典企业理论

5.1 什么是企业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给出几个例子，看看哪些是企业，哪些不是企业。在工业革命前夕，出现了一种商业组织形式，即由商人以计件的形式向分散的手工业者收购产品，再在市场上销售，这种形式是不是企业？你在家里雇了一个保姆或钟点工，他们每天为你提供家庭服务；或者，你雇一个经纪人替你买卖股票，这些算不算企业？你开了一家美容院，雇了两名美容师，专门为客人提供美容服务，这是不是企业？

所谓企业，其组成必须满足3个条件。第一是不对称剩余控制权。同企业有关的合伙人包括两类不同的人，一类叫雇主，一类叫雇员。雇主与雇员之间有所谓不对称剩余控制权，或称权威的不对称，即对如何使用雇员的劳动，雇主有最后决定权或任意处置权。当然这只是一种剩余控制权，雇主也可以放手让雇员支配他的劳动，但雇主只要愿意，就可以在合约规定的范围内支配雇员的劳动。第二是收益的剩余权。在雇主与雇员的合约中，对雇员应得收益有明确规定，而合约中并不写明雇主得多少。所以，雇主持有收益的剩余权，即按合约支付雇员后，余下的不论是盈还是亏都归雇主。显然，如果你雇个保姆或钟点工，这两个条件都满足，但这还不足以构成企业。作为企业，还必须具备第三个条件，即雇主利用雇员的劳动生产出的某种产品或服务，必须是为了出售获利而不是全由自己享用。

这第三个条件，实际上意味着生产中间产品与生产最终产品之间的分工，中间产品是企业出现的必要条件。为什么？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第2章的例子。如果专业生产粮食的专家聘请专业生产衣物的专家组成一个生产粮食和衣物的企业，然后再将衣物卖给生产衣物的专家（生产粮食的专家留下供自己消费的衣物），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呢？显然，这种企业肯定是没有效率的。因为，如果生产衣物的专家要买回他的产品，为什么他当初不直接卖衣物给生产粮食的专家而偏要卖劳动力呢？这种有企业的情况同没有企业的情况相比，都涉及粮食和衣物的买卖并且费用相等，而后一种有企业的情况下，反而多出了一部分劳力买卖的交易费用，用企业的形式组织生产反而是没有效率的。

仔细分析一下这个例子中涉及的商品，我们发现，粮食和衣物都是最终产品，没有一样是中间产品。因此，中间产品是企业出现的必要条件。但正如科斯（1937）曾指出的，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之间的分工，是厂商出现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科斯指出，交易费用的差别是企业出现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张五常（1983）则进一步指出，当劳力交易效率比中间产品交易效率高时，企业会从生产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分工中出现。对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进一步地展开分析。

现在我们知道，上面的几个例子中，只有美容院是满足全部3个条件的企业。商人购买手工业者的产品，其中并没有剩余控制权，他不能任意支配一个手工业者的劳动。手工业者的劳动由他们自己支配，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及什么时候干，都由其本人决定。所以，这种形式还不能叫企业，只是企业的一种雏形而已。你雇请一个保姆，或聘请一个股票经纪人，这种情况满足企业的前两个条件，但却不满足最后一个条件，因此也就不是企业。

所谓企业理论，是一门解释企业为什么会出现以及企业内部组织的经济学意义的学问，真正的企业理论是由科斯首创的。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分离的，人们生下来时企业就已经存在，企业的出现不是由理论来解释，而是作为一个给定的前提条件而存在。至于企业为什么会出现，新古典的教材说，如果没有企业，纯消费者都会饿死。这当然是一个很不现实的答案。如果没有企业，大不了人们自给自足地生产，绝不会饿死。所以，新古典的所谓企业理论其实不是企业理论，而是在给定企业存在时关于企业生产决策的理论。科斯的理论则打开了企业这个黑箱，促使人们对企业为什么会出现以及企业内产权结构的经济学意义这两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5.2 企业为什么会出现

对于企业为什么会出现的问题，科斯之前也有两个相对较好的解释。一个说法是，由于有劳动分工，所以需要企业。科斯在他1937年的经典文章中争辩说，这个答案是不完全的。因为市场的功能就是组织劳动分工，既然市场可以组织分工，为什么我们还要企业？这个问题才是真正企业理论的始点。科斯说，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方法，企业的出现一定是企业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所以交易费用的差别就是企业出现的原因。企业的边界是由企业内行政管理费用与市场费用相比较决定的。当企业规模扩大时，内部行政费用会上升，这种上升接近节省下来的市场费用时，企业规模就不会扩大了。另一个解释企业出现的说法是，社会上不同的人对风险有不同的喜好，那些厌恶风险的人就会成为企业的雇员，而不怕风险的人就会成为雇主。雇员拿没有风险的工资，雇主承担所有风险。但科斯反驳说，这只是说明我们需要一个买卖风险的市场，并不说明我们需要企业，保险的买卖完全可以满足对风险态度不同的人的需要。

科斯的理论问世后，按照他本人的话说，一直处于“引而不用”的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前，企业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一个是20世纪60年代末威廉森提出的最优科层理论。他描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假定一个企业有1000个专业化的工人，他们各从事1000种不同专业，企业就是用一个科层结构来组织分工。这个科层结构可分为3层，最高层是经理，中间层是部门，最底层是车间。一个经理管10个部门，每个部门主管管10个车间，每个车间有10个工人。这种3层结构的坏处是管理人员的工资开销大，好处则是协调比较容易，因为每个主管管理的人少。这个科层也可以只分为一层，即由一个经理直接管理1000个工人。这种结构的好处是管理人员少，但协调却很困难，造成生产力的损失。所以，最优科层结构就是折中这种两难冲突，找到一个最优层次数，这个最优科层结构就决定了企业规模。但是，这种理论与企业理论并无直接的关系，因为市场也可以发展出复杂的分层结构，例如批发零售网络就是一个典型的分层结构，但批发商与零售商的关系不一定是企业内的关系，而可能是市场关系。

艾智仁和德姆塞茨的理论，则第一个将企业理论与企业剩余权概念挂钩（Alchian and Demsetz，1972）。他们论证道，在团队生产中，人们往往会产生搭便车等行为，这就需要一个人来专门监督团队的生产。问题是，如果这个监督者也是“出工不出力”怎么办？最好的办法是让他拥有企业的剩余权，这样监督者就会有动力去提高监督效率。因此，监督者成了老板，而艾智仁和德姆塞茨则认为老板的私人剩余收益权是资本主义企业的最本质特征。他们的这种理论不能解释私人剩余控制权的意义，为什么不可以由团队付工资雇请监督者，由团队获得剩余权呢？对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可以从新兴古典企业理论中找到。

还有很多人用委托—代理人理论（theory of principal-agent）来研究企业问题。这种理论讲的是一个有效的风险分担和有效的激励之间的两难故事。虽然它在一些问题上很有说服力，但这种理论也很难令人满意。一方面，这种理论都是局部均衡或决策模型，不是全部均衡模型；另一方面，这种理论只能称为合约理论，而不是完全的企业理论，因为它适用于一般市场合约，而没有企业所独有的特点。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张五常对科斯的企业理论才做出一个实质性的发展（Steven Cheung，1983）。他指出，企业并不是用非市场的方式代替市场方式来组织分工，而是用劳动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这是对科斯企业理论的重要发展，因为在科斯的经典论文中，把企业看成是市场的一种替代物。很多经济学家正是抓住科斯论文中的这个缺点，发展了很多关于企业将外部效果内部化的理论，用来鼓吹政府对经济进行管制，也被有些人用来支持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有人甚至争辩道，由于有外部效果，市场是没有效率的，所以企业就用企业内的计划经济和行政管理，将此外部效果变成可以被利用的了（即所谓外部效果内部化）。而张五常则认为，外部效果是没有意义的概念，问题的实质在交易费用。所谓外部效果，实质是界定产权的外生交易费用同不界定产权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按照他的企业理论，只有当中间产品的交易费用高于用来生产此种中间产品的劳力交易费用时，企业才会出现。

张五常的企业理论虽然很有创见，但却很少有人引用，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他的理论不是用数学模型表达的。而他发表此文的20世纪80年代，已是企业理论数学化的年代，非数学化的理论是很难被主流教科书吸纳的。而新兴古典的间接定价企业理论，则用数学模型将科斯、张五常的观点精细化了。科斯本人深懂张五常对企业理论的贡献，在他领取诺贝尔奖的演说中，就多次提到张五常对他的思想和对企业理论的贡献。

5.3 企业产权结构的经济学意义

产权理论是科斯的第二个重大贡献（Coase，1960）。通常被人们称为“科斯定理”的产权理论，其实只是一道命题，即，“当不存在交易费用时，不论产权做何种分配，经济效率不会受影响；而当交易费用不为零时，产权的分配可能会对效率有影响。”科斯命题是针对外部效果理论的。以污染为例，在无交易费用时，不管开汽车的人有权排放污染还是受污染所害的人有权对排放者索赔，市场上自愿的合约都会使排放水平达到最优。如果开汽车的人有权排放污染，则受害人会出钱购买排污权，以减轻自己被污染的程度。如果受害人有权索赔，则排污者会出钱排污以增加自己使用汽车的方便。在两种情况下，排污水平都可在市场上取得对社会最优的水平。排污问题就是人们争论的所谓外部性问题，一些经济学家将其称为市场失败，因而主张政府干预。其实，正如张五常指出的，外部性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概念。以排污为例，外部性的程度是由界定排污权的费用（外生交易费用）和不界定排污权所造成的经济扭曲（内生交易费用）的两难折中决定的，市场上的自愿合约会自动找到社会最优的排污水平。但是，科斯对交易费用出现时产权结构可能的经济意义没有进行深入阐述。

1986年，格罗斯曼和哈特提出了不完全合约理论，称得上是对产权结构的经济学意义进行研究最重要的数学模型。该模型认为，交易中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造成了内生交易费用，这就使合约成为必要。例如，在接近煤矿的地方建设了一个只能用此矿煤的发电厂，如果没有合约，煤矿就可能利用发电厂投产后改变资产性能的困难，采取将煤矿价格提高等办法来剥削发电厂。一旦合约成为限制机会主义行为所必需，则合约不可能对所有可能的情况都考虑到。

在他们看来，由于很多经济因素不能在合约中明确规定或通过法庭来强制执行，所以合约总是不完全的。当合约不完全时，资产的所有权结构就会对效率产生影响。一般而言，格罗斯曼和哈特的模型证明，如果一方行为对资产的效率影响大，并且与这影响有关的合约条件难以通过法庭验证和强制执行时，该方拥有此资产会比其他产权结构更为有效。比如，对汽车而言，有两种产权结构，一种是开车的人是车主；另一种是出租汽车公司是车主。在大多数情况下，前一种产权结构比后一种更有效。因为，如果大多数人向出租汽车公司租车来驾驶，合约中关于车坏了谁负责的条件就很难依法验证。租车的人肯定对车不加爱护，他非常清楚车坏了是由于开车不小心，还是由于不能控制的意外事故引起，而出租汽车公司却无法区分这两种情况，这就会产生内生交易费用。因此，在这种产权结构下，车的保养就会很无效。但如果开车人是车主，则这种无效率的破损就会大大减少。

不完全合约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最优所有权理论，而不是企业理论。在关于汽车的例子中，整个故事与企业可以毫不相干，尽管资产专用性理论告诉我们，在何种情况下谁拥有资产是最优的。此外，这类模型的结论是，剩余权的非对称分配有可能减少内生交易费用，即产权分配结构的差别并不是无关的，而是对交易费用大小有非常关键的影响。这类模型与“科斯定理”的思路是不一致的，而且似乎是有意要证明科斯定理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成立。新兴古典企业理论则承袭了科斯、张五常的思路并对其进行了发展，其中关于企业产权结构的理论，更是内生了企业的所有权安排，其模型比艾智仁和德姆塞茨、威廉森、格罗斯曼和哈特的理论更有说服力。

5.4 新兴古典企业理论的故事：企业的出现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人们在什么情况下组织企业和利用劳力市场进行生产，什么情况下直接依靠产品市场组织生产，是由理论内生地解释的。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每个人要做的第一步是进行选择专业的决策，而企业只可能是个人决策后对组织交易方式的一种选择。换句话说，企业只是组织分工的一种形式，它出现的原因是由于，用这种形式组织分工比直接用产品市场组织分工更有效率。人们如果选择企业，就意味着用劳动力市场替代相关的产品市场。这在劳动力的交易效率高于产品市场时会发生。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直接交易劳动比直接交易产品更有效率呢？你家里雇请一个保姆做家务，有两种可能的交易方式供选择，一种是直接购买她的服务产出（如洗衣、擦地、做饭的数量），按她的服务数量和质量来付费；另一种是买她的劳动力，即你购买她的工作时间。在这个时间之内，你可以任意安排她干何种家务。通常，人们会选择后一种交易方式，因为保姆提供的服务产出涉及很多项目，其数量和质量都不易测度，交易起来效率非常低，不如直接买卖劳力更省事。所以，这种分工并不采取产品买卖的形式，而按专业提供服务的人的工作时间来计价（如钟点工）。因此，在新兴古典框架中，劳力的买卖只是组织分工的一种形式，它可以与产品买卖互相替代，哪种交易方式好，全看劳动交易与产品交易的相对交易效率。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的故事中，一个社会中有很多决策前天生相同的人。其中，每个人都可以从事两种活动，一种是直接生产衣物的活动，而另一种活动是管理生产衣服的过程。这样，生产衣物就会有两种组织结构，一种是自给自足，另一种是有分工的组织结构，即一些人专业生产管理知识x，另一些人用x专业生产衣物y。这种分工的好处是利用了专业化经济，而坏处是有交易费用。所以，在交易效率极低时，由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大于分工的好处，人们会选择自给自足。在交易效率很高时，由于分工带来的好处大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人们就会选择分工的形式。

如果选择分工的组织结构，又包括6种可能的交易结构。因为，当人们在生产衣服的过程中组织分工时，共有4种东西中的两种之间的买卖足以用来协调分工，它们分别是：（1）衣服y；（2）衣服专家的劳动Ly；（3）管理知识x；（4）管理专家的劳动Lx。它们两两组合的交易结构共有6个，其中，交易结构D没有企业，其余结构均有企业。实际上，我们只须分析下面3种可能的结构（见图5-1），其余3种结构则由于明显无效率而不加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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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分工的各种交易结构

结构D：买卖的对象是（1）衣服y和（3）管理知识x。它意味着管理专家（x/y）卖管理知识x，买衣服y；衣服专家（y/x）卖衣服y，买管理知识x，生产能够通过直接的产品交易进行组织。

结构E：买卖的对象是（1）衣服y和（4）管理专家的劳动Lx。它意味着衣服专家买（雇）管理专家的劳动Lx，然后卖给管理专家衣服y。管理专家则将劳动Lx卖给衣服专家，买衣服专家的衣服y。这实际上是用劳动市场代替了中间产品市场。

结构F：买卖的对象是（1）衣服y和（2）衣服专家的劳动Ly。它意味着管理专家买（雇）衣服专家的劳动Ly，卖衣服y给衣物专家；衣服专家卖劳动Ly给管理专家，从管理专家那里买衣服y。

显然，人们会从这3种交易结构中选择一个最有效率的交易结构，避免交易效率最低的买卖，通过在交易结构上做文章来节省交易费用，促进分工和生产力的进步。这3种交易结构的区别是，在结构D中，衣服专家和管理专家在产品市场上直接以中间产品交换最终产品，不涉及劳动力的买卖，因而也没有企业出现。在结构E中，生产衣物的专家当老板，他购买管理专家的劳动，命令管理专家（雇员）在企业内专业生产管理服务，他再用管理服务加上自己的劳动去生产衣物。这种情况满足企业定义中的3个条件，因此也就出现了企业。在结构F中，管理专家当老板，他去雇佣生产衣物的专家（工人），并要求工人用管理知识来生产衣物，然后在市场上出售。同交易结构D相比，结构E和F都是用劳力买卖代替中间产品买卖。所以，只要劳力买卖比中间产品买卖更有效率，企业就会出现。

很多有关企业理论的论文认为，企业的出现是由于存在着交易费用。当然，交易费用的存在是企业出现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仅有交易费用还不足以使企业出现。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劳动的交易效率高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这后一个必要条件由张五常提出（Cheung，1983），是对科斯企业理论的一个重要修正。科斯声称，市场交易费用与企业内非市场行政费用的差别是企业经济存在的条件。张五常则纠正道，企业是以劳动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而不是用非市场组织代替市场组织。但是，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制度，就是真正用非市场的行政管理代替市场。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失去了在各种交易方式之间自由选择的权力，企业家的剩余权不受法律保护，自由创业、自由进入企业家活动受到限制。所以，企业制度的功能不能充分发挥。这种理论意味着，如果存在交易费用，但如果交易效率对各种产品和专业劳动都相同，企业不可能出现。

5.5 新兴古典企业理论的故事：谁当老板

企业出现的问题解决后，接下来就是谁当老板更有效率的问题。到底是衣服专家当老板还是管理专家当老板更有效率？我们可以看到，结构E和F都是用劳力买卖代替中间产品买卖，都是用企业的形式组织生产，它们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哪一类专家当老板。在结构E中，衣物专家是老板，而在结构F中，则是管理专家当老板。谁当老板的问题，当然与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有关。科斯曾有一个著名假想（Coase，1960），即在没有交易费用时，所有权结构的差别不会影响市场竞争的结局，而当存在着交易费用时，这一差别就会有意义。也就是说，如果衣物专家的劳动和管理专家的劳动都没有交易费用（当然也就不存在交易效率的差别），那么不仅谁当老板都一样，而且企业压根就不可能出现。如果两类专家的劳动交易都存在交易费用，则谁当老板都会对效率产生影响。

现实的情况是，经济中存在着交易费用，不同产品和劳动的交易效率也不一样。因此，不仅需要企业，而且还要考虑谁当老板（即哪种所有权结构）的问题。那么，谁当老板会更有效率呢？这取决于两类专家劳动的不同交易效率。我们可以假定，衣服的交易效率很高，因为衣服的质量、数量都很容易测度；生产衣服的专家的劳动交易效率也较高，因为生产衣服的劳动属于体力劳动，他不动手脚时，我们就知道他在偷懒。而管理专家的劳动交易效率则很低，因为管理是一种不可触摸的知识财产，生产它的劳动是一种脑力劳动，质量和数量极难测度。你能肯定一位在办公室正襟危坐的经理究竟是在考虑工作，还是在想着晚上和女友约会？如果这种假定为真，那么结构D就肯定是低效率的，因为它必须买卖交易效率低的管理知识。结构E也肯定低效率，因为它也要买卖交易效率低的管理专家的劳动。在这3种结构中，F是最有效率的，因为它买卖的是衣服和生产衣服的劳动，它们的交易效率都较高。

我们来看看为什么直接买卖管理知识效率低下。在中国，前几年曾经举办过买卖“点子”之类的交易会，一些声称可以给企业带来巨额利润的“点子大王”对自己的“点子”标出价格进行公开拍卖，但最终成交极少。卖“点子”的人坚持，给了钱才告诉你我的“点子”是什么，否则告诉了你万一你赖账怎么办？或者，如果买者知道“点子”的内容后称他早就梦见过这个主意怎么办？而买者则绝不同意先付钱，理由是我付了钱后如果发现你的“点子”根本就不值钱怎么办？所谓“点子”，其实就是一种企业家活动的产出，要对这种产品进行直接交易，其效率是极低的。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进行这种专门的企业家活动无利可图了呢？当然不是。企业组织就是一种十分巧妙的方式，它将交易效率极低的企业家活动卷入分工，但却不直接买卖此类活动的投入和产出。“点子”的价格究竟由什么决定呢？剩余收益权就是“点子”的价格。比如，卖“点子”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组织企业，按照自己的“点子”组织生产或服务，在付给雇员工资和其他成本后，剩余的收益就是“点子”的间接价格。如果是一个好“点子”，其间接价格就高。如果是个馊主意，那就只有亏本的份。因此，企业的功能就类似专利的功能，它能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减少将生产知识财产的活动卷入分工的交易费用。更一般而言，企业制度可以将交易效率最低的活动卷入分工，同时又避免对此类活动的产出和投入定价。按照这种理论，如果劳动力交易效率很低，我们就应该选择结构D，而避开按劳付酬。如果劳动力的交易效率很高，企业就会出现，并且企业只有在自由企业制度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快速的发展。所谓自由企业制度，是指法律保护企业的剩余权，而人们可以在按劳付酬或按产品付酬之间进行自由选择。如果坚持在任何情况下都按劳付酬，则当劳动的交易效率极低时，分工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

可见，不同的企业所有权结构，即不同的交易结构，直接关系到生产率的高低。随着分工的日益发达，可供选择的交易结构将呈几何级数增加，大大超过上面提到的6种。这就意味着流通领域的潜力相对生产领域的潜力越来越大。这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对选择哪种交易结构的限制越来越少时，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通过“组合市场要素”发了财。这也是所谓资本运营在中国开始形成热潮的原因。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仅仅是对交易结构的选择，就有可能提高交易效率，从而提高生产力。

这种企业理论，被称为间接定价理论，由杨小凯和黄有光发展（Yang，1988，Yang and Ng，1995）。它的故事可以概述如下：当一个人有了一个赚钱的好主意时，他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将主意卖给别人，别人按照这个主意去赚钱，这称为直接定价方法。但正如中国“点子”交易会上的情形一样，买卖主意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另一种办法是将思想作为商业秘密保留下来，然后按劳动力市场条件雇人来实现他的想法，最后的盈亏就是这个主意的间接价格，这是一种测度“点子”价值最省事也最有效的办法。

当资产组合（portfolio）管理和生产管理有了分工后，由于资产组合管理知识的交易效率比生产管理知识的交易效率更低，而企业的剩余权只能用来完全避开一类活动的直接定价，所以大公司的老板通常是由股东而不是由经理担任，股东专业管理资产组合，经理人员专业管理生产。而由于经理人员的劳动交易效率也相对较低，故大公司往往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在老板就是雇主的小公司中，这种情况就少得多。这也证实了间接定价理论中劳动交易效率的差别对经济影响的结论。

新兴古典间接定价理论也将科斯定理精细化了，它指出了何种企业产权结构在什么条件下效率更高，以及决定这种产权结构的内在原因。也就是说，如果不存在交易费用，那么不管是直接交易衣服和管理知识的D结构、衣服专家当老板的E结构，还是管理专家当老板的F结构，其产生的效用都是一样的，产权结构的差异的确无关大局。只有当交易费用出现时，产权结构的差异才会产生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管理专家的劳动交易效率低，则管理专家当老板的产权结构就比衣服专家当老板更有效率。

最后，我们将新兴古典企业理论总结为如下命题：当交易效率足够低时，自给自足是全部均衡。交易效率足够高时，分工是全部均衡。当劳动的交易效率足够高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时，分工会通过劳动市场和厂商来组织，而当用来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交易效率比用来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交易效率低时，中间产品专家是企业的老板。反之，最终产品专家是老板。企业的非对称剩余控制权和收益权，可用来将最低交易效率的活动卷入分工，同时又避免对这类活动的产出和投入直接定价，而剩余收益就是这类活动的间接价格。


5.6 私人剩余权对经济效率的意义

新兴古典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组织分工的一种形式，它用企业家得到剩余权这一巧妙的间接定价方式，将交易效率最低的企业家活动卷入分工，同时又避免对这类活动的产出和投入直接定价，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分工。因此，企业家的剩余权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如果对企业家剩余权缺乏保护，就会造成管理知识的供不应求，使真正的企业家难以产生。

这种由于对企业家私人剩余权缺乏保护而造成的管理知识缺乏及其他一系列的后果，在前苏联以及中国的国有企业中非常严重。中国政府非常强调学习西方的管理经验，但是管理水平却一直上不去，其关键并不在于管理者的水平低，而在于无人拥有企业的剩余收益，大家没有激励去加强管理。如果不承认企业管理者的自利性并保护企业家的剩余权，企业的管理就会始终难以上去。大家看到的很多情况是，经理人员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国有资产每天流失就达上亿元。一些快到退休年龄的经理人员，产生很不平衡的心理，认为自己好不容易将企业搞起来，退休以后却什么都得不到，所以就出现了大量的“59岁现象”，如，红塔集团原总裁褚时健事件、武汉长动集团原总裁于志安事件，等等。

对于这些现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课题组的一篇报告曾做了概括（见1999年6月24日《中国经济时报》头版），“从1994年以来，我国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按照《公司法》进行了公司化改制。但是，这些国有企业的管理和效益并没有像原来预想的那样得到改进。相反，近年来企业经营效益发生了大面积滑坡，恶化的趋势至今没有缓解。去年连续发生震动海内外的大型国有企业破产事件。今年国务院派出的稽查特派员对第一批22家大型国有公司的审计结果表明，所有这些企业都有较大的财务问题，有的甚至触犯了刑律。国有企业经营过程中的轻率决策、挥霍公款、拖欠债务与转移资金等情况相当严重，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既然出现严重问题的公司如此普遍，显然就不能仅仅归因于这些企业经理人员的个人素质低下，而必须从企业的现行制度追溯其根源。”

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家没有剩余收益权，企业的主管官员也不是真正的所有者。由于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没有私人剩余权，又没有正式的制度安排使企业家得到与其劳动相称的报酬，于是就出现了“不开正门就走邪门”的现象。因此，要杜绝此类现象，关键在于保护企业家的私人剩余权。如果企业家拥有私人剩余权，那么不仅这种管理人员贪污的情况会得到有效避免，而且不需要政府号召，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也会大大改观。曾经有中国人在美国做过试验，如果在麦当劳买冰激凌不满意的话，可以要服务生多加些冰激凌，若服务生不肯，可以请他叫经理来。结果这位中国人用故意找碴的态度照着试了几次，屡试屡灵。服务生一听说要找经理，总是会满足他的要求，因为经理有一个原则：顾客总是对的。他回想起在北京国有菜场买菜时，卖菜的售货员大嫂总是拉着脸，顾客还得小心地对她赔着笑脸。如果发生了争吵，经理多是为售货员打圆场。在中国，还经常有百货公司状告顾客的事情。这些问题的症结，都是由于企业家没有剩余权导致的。如果菜店是私人企业，就不会发生经理同顾客吵架的事情，因为顾客是否愿意到店里买东西直接关系到老板的利益，因而老板会想尽办法使经理不敢得罪顾客，经理怎么会同顾客过不去呢？

除了上面提到的种种现象外，中国其他很多问题，其实也都是由于企业家剩余权没有得到明确而导致的。在当前中国的改革中，企业家的剩余权有着重要的意义。有些人不理解，贪污成风正是由于企业剩余权没有明确，国有企业中没有“真老板”，所以侵犯企业剩余权的行为不会遇到老板的抵抗。消灭贪污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明确企业家的剩余索取权，将政府垄断的一些不合理特权废止，那时任何通过贪污侵犯私人企业剩余权的行为都会遇到私人老板的强烈抵抗，不正之风也就刮不起来了。正如孟德斯鸠所言，“所有权是道德神”。当法律不保护私人企业的剩余权时，社会是不可能有道德准则的。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颇有意思的现象，西方企业的合并重组频繁发生，但中国企业的合并重组却难以进行（尽管近年来在一些上市的股份公司中开始渐渐多起来），原因就是剩余索取权不明确，企业的管理人员担心合并重组后影响他们的职务，进而影响其真实收入。但如果决策的老板拥有私人剩余权，而合并重组能增加他的收益，他就不会去过多地计较自己的职务，毕竟通过合并能够增加收益才是最重要的。这种缺乏企业家剩余权的情况，使经济组织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合理化难以实现。现在中国政府正下大力气对低水平重复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但由于没有企业家剩余权，企业管理人员对这种调整不仅缺乏积极性，甚至还有抵触，结果只能依靠政府强迫某家企业同某家企业合并或重组，效率非常低下，效果也不好。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也是如此，政府费了大量气力，效果却很不尽如人意，根本原因就是国有企业没有拥有剩余权的真老板。所谓战略性改组的目标是政府人为设定的，不是分散的个体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不能通过市场力量来进行，而只能是企图通过一个神明的中央计划者来统一调度完成。这种做法，实质上就又回到了计划经济的思路上。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强调企业家的剩余权，同艾智仁和德姆塞茨提出的私人剩余权是资本主义企业的本质特征并不完全是一个意思。他们的故事无非是说明团队生产时，如果没有拥有剩余收益权的专业监督人，则每个成员生产服务的定价效率会很低。而一个专业监督人有可能通过专业化而改进这定价效率。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不可以由团队付给监督人适当的报酬，而非要给他剩余收益权呢？他们的理论没有给出答案，而新兴古典企业理论模型则给出了回答：由于监督人的活动定价费用比团队其他成员活动定价费用更高，所以只能给监督人以剩余收益权，它就是监督人活动的间接价格。让私人企业家拥有剩余权，这种所有权安排是最有效率的。如果仅仅是强调私人剩余收益权，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实行工人自治的企业改革模式不能取得成功。

企业剩余权是通过雇佣制度来实现的。有人认为，雇佣制度是不合理的，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一部分人（雇员）必须按别人的意志工作，而另一部分人（雇主）却可以任意支配和指挥别人，而且不劳而获。不少中国工人认为，企业老板赚的钱应与工人分享。这种看法是没有道理的。如果雇主的管理活动同工人劳动的交易效率一样，工人当老板同企业家当老板的效率是不会有差别的。而实际上，管理活动的交易效率远远低于工人劳动的交易效率，所以生产管理知识的人当老板，由他雇佣工人进行生产是最有效率的。如果偏要选择工人当老板，由工人分享剩余收益，就会出现企业家活动供给不足，企业效率低下。前苏联式经济中的国有企业就是这种情况，它对自由企业制度功能的发挥起到了很大的阻碍作用。


第6章 内生交易费用和分工演进

6.1 内生交易费用及其对分工的影响

从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交易费用对分工演进和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交易费用系数越低，分工水平就越高；反之则越低。但是，巴塞尔（1985）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交易费用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费用吗？”正是这个问题，使人们开始注意内生交易费用和外生交易费用之间的区别。在此之前，威廉森曾清楚地指出了由于机会主义行为（欺骗和不可信的承诺等）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与有形外生交易费用的区别（Williamson，1975）。诺斯和托马斯（1970）也曾指出过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其他一些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同外生交易费用的区别。不管是内生交易费用还是外生交易费用，对分工水平和生产力的发展都有决定性的影响。而如何降低内生交易费用，对分工就更是意义重大。因为既然它是内生的，就有可能通过制度的创新和改进、习惯的形成而加以减少，是人类大有作为的一个领域。穷国之所以穷，富国之所以富，其主要根源就是富国有一些好的制度，能有效地减少内生交易费用。因此，对内生交易费用的研究又与制度经济学密切相关，而且对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国家有着特殊的意义。

外生交易费用是指在交易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那些费用，它不是由于决策者的利益冲突导致经济扭曲的结果。在前面的分析中，购买每单位商品的交易费用系数都是外生交易费用，因为人们在做决策之前都能看到它的大小，它同各种自利决策之间利益冲突产生的经济扭曲没有任何关系。商品运输过程中所耗去的资源是一种直接的外生交易费用，而用于生产运输、通讯以及交易过程中的交易设施（计算机、汽车、信用卡）则是一种间接外生交易费用。

内生交易费用包括两种类型：广义内生交易费用和狭义内生交易费用。广义内生交易费用是指，只有在所有参与者都做出了决策后才能确定的交易费用。换句话说，内生交易费用是个体自利决策之间交互作用的后果。在前面的章节中，总交易费用是内生的，因为它们由交易的次数与每个交易的费用之积所决定，而交易次数在新兴古典模型中又是内生的。由于对间接外生交易费用的定义（比如汽车的花费）同广义内生交易费用的定义有部分重叠，故我们使用一个相对较窄的内生交易费用的定义，即狭义内生交易费用，它是市场均衡同帕累托最优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人们在交易中争夺分工的好处，每人都希望分得更多的好处，而不惜减少别人从分工中得到的好处。这种机会主义行为，使分工的好处不能被充分利用，或使资源分配产生背离帕累托最优的歪曲。在本书中，如不特别指出，我们的“内生交易费用”代表狭义内生交易费用。

内生交易费用由特定的人类行为引起。人类行为可以分为3种：第一种称为非对策自利行为，其特征是决策者不直接对其他人的决策做出反应，只对价格做出反应。前文中人们对瓦尔拉斯价格做出的反应，就属于非对策行为。第二种称为对策行为，其特征是决策者对其他人的决策直接做出反应，即人们的自利行为之间有直接的交互作用。这种对策行为又可分为两个子类：非机会主义对策行为和机会主义对策行为。非机会主义行为是指一个参与者的利益不是以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或称利己不损人，它不产生内生交易费用。纳什讨价还价博弈中的自利行为，就是非机会主义对策行为。机会主义行为是指一个参与者的利益是以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这种对策行为是内生交易费用产生的根源，也是威廉森交易费用理论研究的重点。内生交易费用就是由不同的参与者争夺分工好处的份额时的机会主义行为引起。

内生交易费用对均衡分工网络大小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比外生交易费用的影响更加重大，因为内生交易费用由个体的决策，以及他们选择的制度和合约安排所决定。例如，发生在不列颠以加速分工为特征的工业革命，其部分原因就是因为1624年的专利法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保护专利权的国家，从而大大减少了导致内生交易费用的偷窃（机会主义行为的一种）知识产权的行为。正如诺斯和温格斯特（1989）指出的，英国成功工业化最重要的驱动力是，17世纪英国国家制度的演进，建立了政府对宪政秩序可信的承诺机制。这大大减少了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也大大减少了人民的寻租行为和相关的内生交易费用。

根据奥尔森（1996）的研究，在美国的制度下，一个典型的海地移民的生产效率和真实收入，1980年比其在海地国内要高出5倍之多。他比较了一个新德国移民和一个新海地移民的人均收入的差距，并将这一差别归因于各自人力资本和文化的差异。但是，在扣除了这种差别对人均收入的影响后，一个当地的海地人和一个在美国的海地新移民在人均真实收入方面还存在着很大差距，而这一差距的主要部分又不能被物质资本、资源禀赋、人力资本、获得技术的条件、人口密度和文化背景方面的不同所解释。他指出，这种差距主要是由于在一个坏的制度下，海地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内生交易费用所引起。

正如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的，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由于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国家机会主义包括如下一些政府行为。在一些欠发达国家，政府行为充满了掠夺和征用的色彩。政府官员利用国家机器的强权和征税权肆意偷窃公民的财产。20世纪50到60年代期间海地杜瓦利埃政府的行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97，p.149），海地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依靠征用、勒索、通货膨胀税和腐败。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政府支出的30%被用于保护杜瓦利埃本人。农业，特别是咖啡，被课以很重的税收。按照某些估计，杜瓦利埃因个人目的每年转移到国外的财富就达700万美元。在批准外国投资者投资开发项目的过程中，对官员的贿赂现象十分流行。此外，在“义务”捐赠的名义下，肮脏的勒索行为竟在一些政治运动中被制度化。

根据苏莫（1992），在一些撒哈拉南部的非洲国家，政府热衷于雇亲戚朋友为政府工作和用贸易许可证控制经济的政策。然后，政府又故意扭曲汇率和价格，以使其有利于那些同他们利益密切相关的贸易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就成为国家机会主义行为的一个人质。森（1977）、张欣和文贯中（1998）、Lin and D. Yang（1998）证明，那种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而追求城市居民利益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正是印度发生大饥馑的主要原因。国家机会主义行为不仅导致内生交易费用，而且间接地鼓励了居民的机会主义行为。最糟糕的情况是，它还很容易引发政治不稳定和战争。

我们以印第安人为例子，看看制度对内生交易费用的影响。美洲印第安人一直到16世纪都没有私人财产概念，特别不能容忍土地的私有。在印第安人部落中，我们今天视为偷窃的行为是合法的。任何别人的东西，部落中人都有权共享，连打仗抓来的俘虏，每个人都可以从他身上扯一根头发以示共享。白人征服北美后，曾试图将印第安人文明化，将土地分给个人，并发给所有权法律文件，但印第安人得到土地后，又将他们合在一起共享，因为他们认为土地私有是不道德的。由于这些道德观念、习俗和制度的影响，印第安人经济不可能发展起来。

早在秦汉时，中国就有欠债还钱、偷窃受罚的道德观念和社会习俗。土地私有的契约也早在明朝就出现了。但中国对发明权的私有概念一直到近代都未形成，皇帝和豪强经常任意侵犯私人财产。这些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都是限制人们争夺财产造成内生交易费用的重要形式，对减少交易费用、促进分工的发达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实际上，这种揭示产权与内生交易费用之间关系的思想，中国很早就有人提出。《吕氏春秋·审分览》中曾引慎子的话：“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取，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慎子讲的这个故事，强调“定分”是避免人与人争夺利益而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办法，形象地揭示了制度与内生交易费用的关系。孟子也曾说过，“有恒产者有恒心”。

根据经验研究，地理条件（糟糕的运输条件）是影响分工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直接影响经济绩效，而且也为政府行为的演进创造了历史条件。在相对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机会主义行为，产生所谓逆向选择，并同内生交易费用密切相关。而测度和监督工作努力程度的困难，则会产生所谓道德风险和相关的内生交易费用。对于内生交易费用的研究，目前有几种方法。

第一种研究方法是，根据我们对内生交易费用的定义，增值税、政府垄断权、外部性和公共商品引起的扭曲就是内生交易费用。在很多新古典的模型中，垄断经营权、信息不对称、公共财产和外部性都是外生给定的。一个更为现实的方法是，根据两难冲突将垄断权和外部性程度内生。垄断程度能够由市场决定，它是相互冲突的自利行为交互作用的结果。前面提到的迪克特—斯蒂格利茨贸易模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D-S模型中，在无止境的规模经济和垄断引起的扭曲之间有两难冲突，市场对这一两难冲突的折中平衡决定了垄断和竞争的均衡度。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通过分工经济、市场相关网络协调可靠性和交易费用等变量之间的两难冲突，也会内生出竞争和外部性的程度。

第二种研究内生交易费用的方法是，将不可测度的规避风险的努力及信息不对称引入模型，然后研究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

第三种研究内生交易费用的方法是，用对策（博弈）模型去研究策略行为之间直接的交互作用。一些带有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对策模型显示，假如策略和信息的交互作用被考虑，则内生交易费用可能不像信息不对称的静态模型中预测的那样大。我们的例子说明，对策模型是分析复杂的策略互动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的一个强有力工具。

内生交易费用的文献是当前经济学中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包括：道德风险、不完全信息、各种带有内生交易费用的对策论模型（序贯均衡模型、承诺对策模型等）、体制设计、不完全合约和剩余权模型。除这些正式的模型之外，这方面的文献还包括很多没有数学化的洞见，如诺斯关于制度和交易费用的发展含义、巴塞尔的国家经济学（Barzel，1997）、哈耶克关于自发秩序的思想（Hayek，1944）和布坎南的宪制经济学（Buchanan，1991），这些思想都还有待形式化。我们推测，这些高深思想的形式化需要能预测游戏规则（制度）演进的对策论模型。但到目前为止，演进对策模型还只能预测策略的演变（可参见Mailath，1998；Weibull，1995）。例如，现在我们还不明白处罚偷窃的制度（对经济发展非常关键）是如何出现的。因此，对于理解制度和国家机会主义行为，以及无效率制度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的发展含义，我们还需要发展大量的模型才能理解问题的实质。在这里，我们只是根据上面3个线索讲述有关内生交易费用的部分研究文献背后的故事。

6.2 道德风险与合约设计对内生交易费用的影响

所谓道德风险，是指由于一种特殊类型的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对帕累托最优的偏离。在道德风险模型中，两个贸易伙伴中经纪人的努力程度会影响生意的好坏，但委托人不能观测其努力的水平。这就意味着，签订根据个人努力水平进行支付的劳动合约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换句话说，要签订这样一个劳动合约，必须测定工作的努力程度，而这样做的外生交易费用非常之高，因为判断一个人究竟是不是在“出工不出力”是很困难的事情。经济学往往做出这样的假定，即一个人努力的直接效用是负的。或者说，坐享其成、好吃懒做的最合算。这样，如果对商品和服务支付一个单一或固定的价格，或者如果没有合约，那么经纪人将选择最低的努力水平。在生活中你会发现，如果干好干坏一个样（相当于固定支付），如“大包干”以前中国农村的做法，则人们总是会偷懒。但如果干好干坏直接关系到自己的收益，如农村“大包干”，那么不用监督农民也会起早贪黑地干活。因此，对商品或服务实行相机合约价格（即绩效好时付高价格，绩效差时付低价格），就成为减少因道德风险引发的内生交易费用之关键。

通常，在道德风险模型中有3个阶段。在阶段1，一项生意的结果还有待实现，但结果有可能好也可能坏。所有参与者都清楚这两种可能性同经纪人的努力水平的关系。双方在阶段1签订一项合同，决定生意实现后如何分配利润。在阶段2，经纪人根据给定的合约条件选择努力水平。在阶段3，大自然根据生意好坏的概率（即运气成分）和经纪人的努力水平，选择一个产出结果。然后合约的条件就被执行，生意的利润被分配。在这个故事中，经纪人的努力水平是决定产出结果的关键，而努力水平的提高又会减少经纪人的直接效用。这就意味着，经纪人总是有激励去进行欺骗。即使他的真实努力水平可能是低的，并且坏的结果也部分地归因于此，但他也可能会宣称他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而坏的结果只是因为他不能控制的坏运气导致。

道德风险的故事之所以发生，是由于背后存在着一个有效率的激励和有效率的风险分担的两难冲突。两个参与者应该以某种程度分担坏结果的风险，但如果一方不能观测到另一方的努力程度，而这一努力程度又影响风险的大小，那就无法区分一项坏结果究竟是由于不努力导致，还是由于坏运气导致。这样，在激励提供和风险分担之间就有一个矛盾。假如坏的结果发生，对经纪人（他能选择自己的努力水平）应该根据激励原则给予足够的惩罚，但从分担风险考虑，这种惩罚不能太高。因此，一个合约应该通过对风险分担和激励提供之间的两难冲突进行有效率的折中，从而将内生交易费用最小化。在拟定合约条款的过程中，每个参与者都应该对另一个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有所准备。这将确保双方在签订合约之后的行为有所约束，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先小人、后君子”。假如一个参与者在事前像君子一样行事，不考虑另一方可能发生的机会主义行为，那么他在事后就会机会主义地行事，从而一个坏的产出结果就更有可能发生。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很多文人下海办公司经常被别人骗得一干二净的原因。按照文人的思维，什么事情都签合同、都将“丑话说在前头”总是拿不下情面，于是总希望对方也像自己一样靠良心来做生意，这就难免不被见利忘义的“小人”算计。

我们下面研究3个新古典的委托—代理模型，然后研究一个内生专业化和道德风险的委托—代理模型。我们会发现，相机合约在减少内生交易费用和提高生产力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个故事：戴蒙德（Dimond，1983）新古典委托代理模型

这个模型中的故事是这样的。故事中有两个人，即委托人和代理人。委托人不能亲自照看自己的生意，必须雇请代理人干这项工作。代理人不能创立自己的生意，只能依靠为别人工作才能活下去。代理人是风险厌恶的，委托人是风险中性的。代理人的效用大小由两个因素决定，即委托人付给他的报酬以及他付出的努力程度。委托人付给他的报酬越高，他的效用就越大；而他付出的努力越大，他的效用就越低（因为只拿钱不干活是最舒服的）。报酬大小由委托人决定，而努力程度则由代理人自己决定。

这就会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委托人能够观测到代理人工作的努力程度，此时委托人将付给代理人一个适当的固定报酬，代理人在委托人的有效监督下能够最大限度地努力工作。这种情况不会产生内生交易费用。

第二种可能就不同了，委托人不能观测到代理人工作的努力程度，假如起诉代理人的话，也无法在法庭上验证代理人的努力水平。因此，如果委托人不能观测到代理人的努力水平，就会有一个风险分担和激励提供之间的两难冲突。假如委托人承担所有的风险并且支付给代理人一个固定报酬，就相当于给代理人提供了一个完全保险，这样代理人就不会选择最高的努力水平，而会尽可能地偷懒。这就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大锅饭”和“铁饭碗”的情形。

但如果由代理人承担所有的风险，情况又如何呢？假定委托人精确地根据随机的产出结果来奖赏或惩罚代理人，相当于完全由代理人承担风险，这种合约当然也不会是有效率的。结果是，付给代理人的报酬将会很高，或者委托人得到的利润将会很低。因为对代理人来说，假如报酬不是足够地高，那么这项工作就因风险太高而不划算。他也不会为委托人工作。因此，最好的合约设计（次优）是能对风险分担和激励提供进行有效的折中。尽管有效率的两难冲突不能达到最好，因而不是帕累托最优，但却能在扣除那种不可避免地由道德风险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后，使所有人的效用达到最大化。当存在着道德风险时，最好的结果是一种不可能达到的乌托邦，次优反而是现实的有效率的合约。因此，我们将相机合约称为效率合约，尽管它不是帕累托最优。

需要说明的很重要一点是，正如哈特（1995）指出的，委托—代理模型中的相机合约不是一种劳动合约。相机合约是对产出定价而不是对努力水平（投入）定价，相机合约制定的原因，正是由于对劳动努力水平定价是不可行的。因此，将委托—代理模型称为企业理论是一个误导。委托—代理模型不能解释企业为什么会出现以及如何出现，或者为什么我们需要不对称的剩余收益权和剩余控制权。在委托—代理模型中，委托人和代理人分享剩余收益而没有企业特有的不对称剩余结构。

虽然委托人看起来像雇主，但我们可以看到他没有要求所有的剩余收益权，代理人通过产出的相机价格也得到了一部分剩余收益。而且，在委托代理模型中，委托人对代理人的努力水平没有剩余控制权。代理人能做的（他选择何种努力水平）完全取决于他自己。但正如第5章新兴古典企业理论中显示的，在一份劳动合约中，雇员干什么取决于雇主：他必须听命于雇主。企业制度的两个主要特征和相关的劳动合约，即：不对称剩余收益权和剩余控制权，在委托—代理理论模型中是不存在的。

第二个故事：斯蒂格利茨的分成租约模型

上面这个道德风险的模型，能用于分析很多发展问题，斯蒂格利茨（1974）创立的分成租约（sharecropping model）模型就是其中的一个应用。在他的模型中，分成租约中有一对激励和保险提供的两难冲突（Stiglitz，1974）。分成租约过去被经济学家视为非效率的，因为它只给承租人他的边际产品的一部分，被认为不能提供完全的激励。只是当经济学家认识到了道德风险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之后，分成租约在风险分担和激励提供的两难冲突中的作用才被人们所认识。我们这里讲一个关于地主和佃户的故事。在这个简单的分成租约模型中，地主是委托人，佃户是代理人。假如地主的土地面积是固定的，土地的产出除了决定于气候的原因外，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佃户劳动投入的大小。如果地主不能观测到佃户劳动投入的大小，只付给佃户固定工资将会产生道德风险。这样，如果生产中这种风险足够大，最优的合约设计就是完全分成租约；如果风险足够小，最优合约就是完全固定租约。如果风险既不大也不小，最优合约就是给佃户支付部分固定租约，部分分成租约。这个模型说明，如果考虑到道德风险，分成租约可能是一个有效的设计，它能有效地折中风险和激励之间的两难冲突。但是，这个结果基于这样一个假定，即没有保险市场可供规避风险。假如保险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都十分发达，分成租约就不会是最有效的制度。

第三个故事：霍尔姆模型Holmstrom 和米尔Milgrom模型

它显示了合约如何在道德风险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和减少道德风险的监督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进行折中。模型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风险分担和提供激励之间的两难冲突意味着，给代理人提供过高的激励的合约，可能也不会是有效率的。如果在模型中引入监督成本和激励提供这一两难冲突，我们就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到这一点。此外，他们的模型还显示，如果引入企业制度，将大大提高这种两难折中的效率。这类模型说明，现实生活中的效率合同能折中多种两难冲突。这些两难冲突，比我们第一个故事中的两难冲突要复杂得多。

但是，上面3个模型都不是一般均衡模型，新古典的委托—代理理论模型大部分都是决策模型或局部均衡模型，不能显示出分工网络大小、市场大小、交易次数、总的内生和外生交易费用，以及生产力如何同时决定的机制。委托代理关系也不是内生的，代理人的最低支付也是外生给定的。他们都假定委托人无法照看自己的生意，必须雇请代理人为其照看；而代理人不能拥有自己的生意，他只有靠为委托人照看生意才能生存下去。这样，委托代理关系的出现和发展、生产力进步和分工的演进等问题之间的关系就不能得到解释。而下面接着介绍的新兴古典委托—代理模型，则能够很好地解释这些现象。

第四个故事：新兴古典内生专业化的委托代理模型

这个模型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社会共生产消费两种产品，同我们第2章中举的粮食和衣服的例子相似。只不过，在交易粮食和衣服的过程中，还有一定的交易风险存在，而这个风险大小又由专家的努力程度决定。这种努力程度不能被观测，因而可能会产生道德风险。模型中，粮食专家和衣服专家互为委托代理关系。也就是说，粮食专家是衣服专家生产粮食的代理人，衣服专家是粮食专家生产衣服的代理人。

这里就有几个两难冲突：分工经济、外生交易费用、道德风险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规避交易风险的较高努力所带来的收益，以及较高努力必须付出的成本。假如外生交易费用系数很大，那么自给自足就是均衡状态，没有委托代理关系，也没有市场和道德风险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假如外生交易费用系数很小，那么相互的委托代理关系就会从分工中出现。

在分工状态下，如果低的交易风险中的所得可以抵消规避风险的高努力水平的成本，那么在一般均衡中，专家选择高努力水平就会更好。因此，一个单个的价格合约就足以协调分工，不需要相机性的合约。假如努力规避风险的成本较高，则单一价格的合约就不能有效地避免道德风险。因此，相机合约对降低道德风险就十分关键。在一个有内生专业化和内生各种商品比价的一般均衡环境下，相机性的合约就可以用来消除道德风险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

尽管这一模型能够预测相机合约对避免道德风险的作用，但是如果改行没有什么阻力且只有一种专业生产活动中有道德风险，一般均衡总是帕累托最优。因此，在一个有内生专业化和委托代理关系的新兴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内生交易费用并不像局部均衡委托代理模型中预见的那么严重。当商品的种类数超过2时，道德风险对分工均衡网络大小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要大得多。如果两种专业生产活动中都有道德风险或改行费用太高，则内生交易费用会阻碍分工的发展。

6.3 对策论模型中的内生交易费用

对策论模型是用来研究内生交易费用的有效工具，也是当前经济学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根据信息的对称与否及是否动态决策，对策论模型可以分为4大类：一是纳什对策模型（完全信息、静态）；二是贝叶斯均衡模型（不完全信息、静态）；三是子对策完美均衡（完全信息、动态）；四是序贯均衡模型，或称完美贝叶斯均衡（不完全信息、动态）。其中，序贯均衡对策模型是最复杂也是最有前途的一个研究领域，很多人认为这是一项日后可能摘得诺贝尔奖的工作。在这一节中，我们主要介绍如何用前3种对策论模型研究内生交易费用，然后在第5节中专门介绍序贯均衡对策模型。

纳什议价模型（不同于纳什对策模型）：无内生交易费用的非机会主义对策行为

如前所述，对策行为包括非机会主义和机会主义对策行为两种，前者不会产生内生交易费用，后者会产生内生交易费用。我们先看非机会主义对策行为，即纳什议价行为。在纳什议价模型中，有两个议价人，双方对各方议价条件有完全信息。也就是说，双方都清楚在各种议定的价格下彼此能够获得的收益，以及对方出价的底线（称为威胁策略点）。这其中有一对两难冲突，甲乙双方都希望获得最高的收益，但如果甲的要价高，则乙的收益就低，二者是此消彼涨的关系。在双方议价的过程中，双方都要将自己的收益最大化，但又不致使谈判破裂，因为破裂就意味着生意做不成，双方都会一无所获。纳什议价均衡（不同于纳什对策均衡）的结果就是对上述两难冲突的最优折中，以使双方的期望收益最大化。

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不存在信息不完全的问题，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纳什议价均衡总是将分工的好处在分工各方做均匀分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最终结果就是收入均等。当两人的底线不同时，底价高的一方会有更好的讨价还价地位，其在分工中的真实收入就会高于另一方，但分工的净好处对双方都相等。因此，纳什议价均衡的公平性并不意味着所有人的收入永远相等。

纳什议价是一种典型的利己不损人的非机会主义对策行为，它同非人格的瓦尔拉斯均衡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为使实现自己好处的概率足够大，从自利角度考虑，也应让对方得到足够多的好处，这种自利行为的后果看起来就像将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但是，纳什议价模型有一个大的缺点，即议价过程并没有真正的时间因素，又是完全信息，两个人都是将预期收入最大化，而同时提出自己愿意接受的价格。而由于双方的地位对称，所以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双方愿意接受的价格并不会产生冲突。

纳什对策模型不同于纳什议价模型，我们用对策论中著名的囚犯困境来加以说明。囚犯困境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两个嫌疑犯作案后被警察抓住，分别被关在不同的屋子里审讯。警察告诉他们，如果两人都坦白，各判刑8年；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1年（或许因证据不足）；如果其中一人坦白另一人抵赖，坦白的放出去，不坦白的判刑10年（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这个例子里，纳什均衡就是两人都坦白。就是说，不论对方如何选择，个人的最优选择都是坦白。比如说，对A而言，如果B不坦白，A坦白的话被放出，不坦白判一年，则A坦白比不坦白好；如果B坦白，A坦白的话判8年，不坦白的话判10年，坦白还是比不坦白好。囚犯困境反映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这就是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如果两个人都抵赖，则各判刑1年，显然比都坦白各判8年好。但这个改进办不到，因为它不满足个人理性要求，（抵赖—抵赖）不是纳什均衡。退一步而言，即使两个囚犯事先订有攻守同盟（即死不坦白），这个攻守同盟也没有用，因为它不构成纳什均衡，没有人有积极性遵守协定。

古诺寡头竞争就是囚犯困境在经济学上的一个应用。如果两个寡头企业联合起来形成卡特尔，选择垄断利润最大化的产量，则每个企业都可以得到更多的利润。但是，这种卡特尔协定不是一个纳什均衡，因为给定对方遵守协议的情况下，每个企业都想增加市场份额。结果是，每个企业都只得到纳什均衡产量的利润，它严格小于卡特尔产量下的利润。

贝叶斯均衡：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很多例子，并不像纳什议价均衡那样双方都知道完全信息，更多的是信息不充分并有可能产生内生交易费用的议价行为。比如，你到路边小摊上买梨子就有可能被欺骗，你不知道看起来色泽很漂亮的梨子其实已经腐烂，也不知道小贩进货的价格究竟是多少。这种情况下，你很可能花高价买的却是根本没法吃的烂梨，你的利益也就因此受到损害，这就是由于信息不完全导致的内生交易费用。如果在信息不对称及真正有动态的一来一往的讨价还价过程中，我们会看到，时间和信息因素就会产生内生交易费用。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现象，就是机会主义行为导致高内生交易费用的证明。这种欺骗所以能得逞，正是因为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交易双方有一方拥有另一方所不知道的信息。如，你不知道梨子是坏的，但小贩心里却再清楚不过。这种信息不对称情况在分工条件下更是一种必然的现象，买者对卖者的专业当然是知之不多。这种信息不对称，一方面是产生分工专业化好处的来源；另一方面也是使欺骗等机会主义行为产生内生交易费用的根源之一。由于信息不对称有造成欺骗的可能，人们对讲真话也不敢相信，这也使有利可图的分工在某些情况下不能实现。比如，你到马路集市上买梨子，根据往年的经验，你猜测价格有80%的可能性是每公斤3元，有20%的可能性是每公斤8元，你预期梨子的价格就是二者的平均价格，即不会超过80%×3+20%×8=4元。在同小贩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如果价格超过4元，你肯定不会买。如果小贩买进梨子的价格就是8元的话，你也不会相信小贩的话，因为即使小贩买进的价格只有3元，为了在讨价还价中居于有利地位，他也很可能宣称他的买进价格就是8元。所以，任凭小贩怎么解释，你都不会相信，也不会接受超过4元的价格。最后，尽管小贩讲的是真话，你还是决定不买他的梨子而空手回家。

从买梨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由于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机会主义行为，信息少的一方对有私人信息的另一方不信任，明明对双方都有利可图的交易，却由于有欺骗的可能和缺乏互信而不可能实现。这就是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

经济学中将这类有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的模型称为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模型。最早描述逆向选择的就是所谓次品模型（Akerlof，1970），模型背后的故事是这样的：在旧车市场上，当买汽车的人不知道二手汽车的真正品质时，只会对二手车的质量做平均质量的猜测，而不会相信卖车人对质量的描述。所以，即使质量高于平均水平的一辆二手车，也会因为卖者有骗人的动机和买者的不信任感而卖不出去。当一辆二手车的质量高于平均水平时，知道此信息的卖者要价就会比买者按平均质量能接受的价格高。所以，旧车市场上反而是好车不容易卖出去，坏车容易卖出去。

保险市场上也有类似情形。风险低的被保人由于要的条件比保险公司按平均水平能接受的条件更高，反而不买保险，而买保险的人风险则多半高于平均水平。比如，保险公司根据平均风险水平制定的汽车防盗保险条件是保费1万元，理赔20万元；但由于你平时十分注意且防盗设施较好，汽车被盗的风险就比其他人低得多，但这个信息保险公司不知道并且也不会轻易相信，当然也就不会同意你降低保费（如降为8000元）或提高理赔金额（如增为30万）的要求。而一个平时不注意汽车防盗因而被盗风险很高的人就很乐意投保，结果投保的人都是高风险的人。因此，在有信息不对称时，保险公司往往很难做成生意，愿意保险的人按平均水平交保费，却以比平均水平高的概率领取赔偿费用，保险公司总是容易亏本。

类似的模型还有很多，如劳动力市场中的逆向选择模型，条件好的求职者要求的工资高反而找不到工作。所有这些模型都证明，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时，互利的交易可能因内生交易费用而不能实现。这内生交易费用产生的原因是：一方有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而采取欺骗来争夺更多的分工好处，而另一方则考虑到这种可能性而不信任对方，即使讲真话也无人相信。

子对策完美均衡模型：动态决策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

这种对策模型引入了动态过程，但具有充分信息。我们以一个分饼游戏开始我们的故事。游戏中有两个人，要分一个饼。每个人同时将他们对所要求的饼的份额提出来。如果两人所提分饼方案一致，例如一人要1/3而另一人要2/3，则饼按此方案划分，否则无人能吃到饼。这就是早期的议价纳什对策模型。有人提出，每个人都会想用“你不接受我的条件，我就不同你谈生意”（take or leave）这种威胁来争得更多的利益，所以第一个提出这种威胁的人会得到饼的绝大部分，因为第二个人已无还价余地，如果不接受，就会什么也得不到。但是，这种威胁策略并不可信，因为如果后还价的人真不接受第一个人的要价的话，生意就做不成了，则第一个人也会吃不到饼。所以，第二个人并不会买那威胁的账，结果谈判又回到原点，无穷多个分饼方案（纳什均衡）都可能存在。

这种纳什均衡所以不能产生惟一的解，是因为这种模型本质上是静态的，而议价过程是动态的，一个人先出价，第二个人还可以还价，还可能有第二、三轮讨价还价。而如果每个人都认识到议价的动态特性，他们就会看得更远些，用动态决策方法来选择动态策略，无数多的均衡情况就不会发生了。这就是子对策完美均衡的概念，第一个这方面的模型由鲁宾斯坦（1982）发展。

我们再回到分饼游戏，看如何能解出动态对策均衡。动态对策的特点是，一人先出价，另外的人再还价。谁最先要价，由自然界随机决定。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是这样的。第一人先出价，第二人再做出反应，如果他接受第一人的出价，则二人达成协议，谈判结束。如果他不接受第一人的出价而另外还一个价，则谈判进入第二阶段。此时，如果第一人接受第二人的还价，则谈判结束。如果第一人不接受而另出一个价，则谈判进入第三阶段。如此继续下去，直到无穷阶段。但是，谈判不会这样无止境地进行下去，因为谈判是要花时间的。时间的价值就是贴现率，这就像银行利率（r）一样，今天存一元钱，明天能连本带利变成1+r元。

一般而言，双方会利用对方的没有耐性，尽量争取好价钱，但是要给对方适当的好处，使他接受交易为原则。例如，贴现率为10%，或贴现因子是1/（1+10%）=4/5，两个人分一个饼，讨价还价的结果决定如何分。子对策完美均衡是，第一个人要求分5/9个饼，留给第二人4/9个饼，否则拒绝交易。第二个人要求得到不少于4/9的饼，并威胁说，如不答应他会要求5/9的饼。结局是，第一人得到5/9的饼，第二人得到4/9的饼，交易在第一轮讨价还价后完成。这种结果之所以是动态最优的，是因为双方无法再改善，而且威胁都是可信的。第一个人的威胁是可信的，因为如果第二人拒绝交易，下一轮还价中，第二人最多可得5/9的饼（因为他说下轮会要价5/9）。而这5/9个饼经过贴现，只值现时的（5/9）×（4/5）=4/9。所以，第二人拒绝现时的4/9的饼不可能在将来得到更多。而第二人的威胁也是可信的，因为如果第一人不在第一轮给他4/9的饼，他真会拒绝在第一轮敲定交易，因为他有可能在第二轮得到5/9的饼，其贴现值是4/9。

可见，第一个要价的人有点优势，他可以利用还价者的不耐烦，多得一点利。因贴现率代表了时间的价值和人们的不耐烦程度。所以，贴现率越高，则第一个要价的人的优势愈大。例如，当贴现率是20%而不是10%时，子对策完美均衡第一个要价的人得到6/11，而还价者得5/11的饼。当贴现率为零时，此饼会由双方均分。

所以，这类模型说明，各人在议价中的地位与谁先要价及各方不耐烦程度有关。越耐烦的人越有优势，先要价者在完全信息条件下也有优势。这个动态议价模型有一个大缺点，即它不能解释谁是先要价者。所有人都知道先要价有优势，而且所有人都可以争取先要价，则在这种竞争先要价优势的情况下，上述解就可能不是均衡。在不充许自由竞争先要价优势时，议价过程对分工经济的利用并无任何影响；也就是说，议价过程并不会产生内生交易费用。

如果在这个议价对策之前加一个层次，首先决定谁是先要价者，然后再进入动态议价对策，则我们可以看到，议价过程中人们争夺分工好处的竞争往往会产生内生交易费用。这方面的经典例子就是所谓“夫妻对策”。假如丈夫要看球赛而妻子要看歌剧，如果妻子先提出要看歌剧并且坚持，丈夫就会陪妻子看歌剧；如果丈夫先提出要看球赛并坚持，妻子就会陪丈夫看球赛。这种情况下，夫妻双方都是非随机地选择某个策略，称为纯策略。纯策略会产生两个均衡，理论并不能预见哪个均衡会发生。但如果丈夫（妻子）以某个概率选择看球赛，以另一个概率选择看歌剧（两个概率相加为1），则被称为混合策略对局，会产生惟一的混合策略均衡。在此均衡中，无效率的分工结构以一定概率出现。

在重复对策中，信誉机制能用来消除内生交易费用。对长期信誉机制的考虑，可以使非合作对策产生合作的结局，而其中对不守信誉的行为实行长期惩罚，是信誉形成的重要基础。这类信誉机制的形成还有不少条件。如，社会有一定的制度环境和道德共识，使对不良行为的报复和惩罚能有效实行。在古代印第安社会，拿别人的东西不被看成是偷，则惩罚偷窃就不能有效实行。如果与商标和企业名称有关的权利不能经司法和执法过程得到有效保护，则信誉机制就不能发挥其限制内生交易费用的功能。如果企业的私人剩余权受到限制，则无人真正关心创造剩余收益的信誉，上述信誉机制也就不能发挥作用。

6.4 为什么市场可减少内生交易费用

在前面的例子中，议价都只是涉及甲乙两方，即所谓双边议价。现在，我们假定议价不是双边而是多边的，即大家都集中到市场上，不但两两之间可以议价，而且每个人可以非常方便地从正在议价的卖主转向其他卖主。

双边议价过程形成的价格总是因人而异，由议价对手而定。这就像你看到一位同事在自由市场上花100元买了一件漂亮衣服后，也到同一个摊主那里买相同式样的衣服，由于你的还价技巧比同事高，仅以80元就买下了这件衣服。这种经议定的价格就不是一种非人格的市价。所谓非人格市价，是指价格在市场上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你在大型百货商场买东西，那里的商品都实行明码标价，对任何人都是一样，这就是一种非人格市价。明码标价看起来好像是由卖方订价，但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中，由于买者用选择其他卖者的方法（就像股票市场上用脚投票）间接还价，所以任何卖者都不可能将价格定得比其他卖者高，否则他的商品就会卖不出去。除此之外，市场上“投机倒把”的套利行为，也会使价格差别消失。而当价格差别在不同买者卖者之间消失后，非人格的市价就已然形成。因此，多边议价的功能是形成非人格的市价。

非人格市价有如下一些好处：第一，使得策略行为完全无利可图，机会主义行为也会因之而消失，从而内生交易费用也大大降低。但是，无论是用脚投票还是利用差价投机套利，其本身又多多少少会产生外生和内生交易费用。也就是说，非人格的市价可以大大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但它的形成本身也要依靠投机套利这类机会主义行为，因而不可能完全消灭内生交易费用。非人格市价减少内生交易费用的功能，也是一种以恶治恶的机制，它通过投机套利行为限制内生交易费用，其效率比用“价格检查”等其他制度要高得多。由于非人格市场使机会主义的策略行为无利可图，人们就将价格视为参数，用非策略行为追求个人利益，从而只能通过改进效率来求利，内生交易费用也大大降低。当然，其功能的发挥有赖于资本和批发市场的自由进入、自由创业（尤其是批发零售业）、自由价格和私人财产制度的建立。第二，非策略行为与非人格市价相结合，使人们只需看价格而不需了解任何与他的生产消费活动无关的其他信息。有人批评瓦尔拉斯全部均衡没有考虑信息不对称，其实瓦尔拉斯模型中隐含着一种信息极端不对称的情形，即每个决策者对他人的效用、生产函数完全不了解，他只需知道自己的效用和生产函数，然后按价格做决策。这正是瓦尔拉斯价格机制的奇妙之处。当一个建筑商看到房子涨价而增加供给时，他不必了解是由于偏好还是买者的生产条件变化造成的这种变化。这当然可以大大减少信息传输和利用中的费用。试想，如果没有价格制度，我们每天要根据衣服、食物的生产条件决定这两种消费品的最优相对消费比例，那种生活将是何等的复杂和痛苦。而有了非人格的市价，我们就不会担心在如此复杂的分工中自己每天消费各种各样的商品会不会吃亏，也根本不需了解生产这些产品的技术条件，只要看看这两种商品的相对价格，再与它们的相对边际效用进行比较，就能做出最优消费比例的决策。

当分工非常发达时，由于每个人要与很多不同专业进行交易，上述非人格市价节省内生交易费用和信息费用的好处就会大得惊人。所以说，分散型的瓦尔拉斯定价机制就比双边议价模型更适合描述现实生活中的价格制度。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大多数模型都是用瓦尔拉斯定价机制分析各种经济问题，其原因正在于此。但这种定价机制并不排除个人选择价格的可能，由于择业自由使各行业的生产者人数不能由任何个人操纵，所以当经济系统达到均衡后，个人操纵价格谋利的可能性并不存在，选择价格只是按供求条件来定价，卖得出去就增加价格，卖不出去就减价。如果产品卖不出去而价格下降，则人们就会考虑改行。因此，价格实质上是由众多人的供求所决定，虽然个人看起来可以自由定价。市场供求又由众多人的自由择业过程决定。一旦人们习惯了这种瓦尔拉斯定价机制，则策略行为就会变成瓦尔拉斯非策略行为。人们只看市场供求来定价，而最优专业化模式和资源分配的决策都按这种非人格的市价来定。一旦非策略行为成了潮流，则直接议价行为就不是主流了，内生交易费用也就会大幅度下降，这正是市场的主要功能之一。

6.5 序贯均衡模型中的内生交易费用

近年来由塞尔腾和克雷普斯发展的序贯均衡模型（Sequential equilibrium model）是研究内生交易费用的一个有力的工具。这是一种对策双方有信息不对称的动态纳什对策模型。正如前面提到的，信息不对称是内生交易费用的一个重要来源，而真正考虑时间因素的动态对策模型中，内生交易费用则要复杂得多。

我们先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信息不对称和对策交互作用如何使内生交易费用复杂化。你在生活中要同很多商人进行交易，当然你更愿意同实力雄厚的富商打交道，因为同富商做生意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但是，你不知道哪些是真正实力雄厚的富商，而哪些是穷商，富不富只有商人自己清楚。因此，穷商为了得到生意，使其收益最大化，往往会假装成富商，以影响你的对策行为。但你也不是3岁小孩，对于商人的一些伪装行为，你不会轻易就相信，这就正如你不轻易相信电视广告一样。而商人也知道你不会轻易相信，这样一来一往，就会有无穷多个反馈链条。就像诸葛亮设空城计骗司马懿一样，诸葛亮当然也十分担心计谋失败，因为司马懿很有可能想，你诸葛亮知道我知道你很会用计，所以料我不敢轻易入空城，但我也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很会用计，所以才会将计就计设空城计骗我，可我司马懿偏不受骗。这就会有两种可能的结果，一种是诸葛亮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司马懿没有识破诸葛亮的空城计，大军撤走。一种是诸葛亮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司马懿识破了诸葛亮的空城计，轻而易举地擒获诸葛亮。所以说，在有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对策中，不但人与人自利行为的直接交互作用影响结局，而且信息和对策的交互作用也影响结局，而考虑这两种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对策结局就是序贯均衡（或称完美贝叶斯均衡）。

我们再继续讲述关于商人的故事。在中国，公司老板通常都以选择开什么样的小汽车作为实力的标志。假定有3种车，一种是最贵的奥迪车，只有富商才买得起。第二种是桑塔纳，穷商和富商都买得起。第三种是最便宜的夏利车。对于富商而言，虽然他买得起奥迪车，但若他只考虑将直接效用最大化，他的最优选择就是买较便宜的桑塔纳而不是奥迪。对于穷商来说，由于经济实力有限，他的最优选择就是买夏利车，而不是买桑塔纳。但是，如果富商开桑塔纳而穷商开夏利，则顾客一眼就会分辨出谁是富商谁是穷商，穷商就会没有生意可做。因此，穷商为了有生意可做，就会打肿脸充胖子买桑塔纳。如果穷商和富商都开桑塔纳，顾客分不清究竟谁是富商谁是穷商，这就被称为混淆均衡（pooling equilibrium）。如果富商不愿意与穷商为伍，就会去买穷商买不起的奥迪，顾客一眼就可以看出谁是富商谁是穷商，这被称为区分序贯均衡（screening or separating equilibrium）。

那么，这两种均衡各自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呢？如果富商在商人中的比例高，则混淆均衡会发生。这时所有的商人都开桑塔纳，顾客在看到他们开的车之前和之后得到的信息都是一样的。由于富商占的比例高，顾客与任一商人做生意的预期收益大于0，因此他在不能区分富商和穷商时，会与碰到的每一个商人做生意。顾客当然希望分清楚谁是富商谁是穷商，因为尽管由于穷商的人数少，碰到的概率也较小，但一旦碰上就有可能吃亏。但富商却没有诱因将其与穷商区别，因而使顾客不可能得到更多信息，这是因为既然富商与碰到的顾客都有生意可做，他也就不在意揭穿穷商的把戏。在中国的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报道，一些开着豪华汽车、成天出入高档馆所的生意人，其实早已债台高筑、濒临破产，最后骗局终于被揭穿。而有些生意人也时常感叹，我其实也不愿意花钱买如此昂贵的汽车，但人家只认车不认人，开低档车别人马上就会对你白眼相待。

但是，如果富商占的比例低，则顾客在分不清谁富谁穷时，按平均概率算出的与任一商人做生意的预期收益就会为零或负，所以除非他能确认他面前的商人就是富商，他往往干脆不与任何商人做生意。这时候，真正的富商就会着急了，他们就会买穷商买不起的奥迪车，让顾客知道他们是真正值得做生意的伙伴。穷商人由于买不起奥迪车，只好自认倒霉不再做生意。顾客所知道的信息也发生了演进：在看到商人开的车之前，他们不知道商人的真正实力；而在看到他们开的车以后，他们就只与开奥迪车的真富商做生意。

在区分序贯均衡的情况下，虽然没有穷商行骗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但富商的效用却受到损失，因为他花了多余的钱购买奥迪车。这就像一些有实力的大公司花巨资做广告一样，虽然在常人看起来花这么多钱做广告有点冤，但这样做却可以将他们与实力平平的公司区分开来，从而带来更多的生意，因为谁都愿意购买实力超群公司的产品。如果不花昂贵的广告费，则顾客就不能从广告看出究竟哪些是真正有实力的公司。所以，这增加的买车的钱和做广告的钱，就是由于存在着欺骗的可能性而造成的一种“说服费用”，也是一种内生交易费用。这种内生交易费用，也是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

在运用序贯均衡研究经济改革方面，由于哈佛大学的马斯金和钱颖一等人带头，这方面的文献已经开始形成。例如，钱颖一（1994）等人用序贯均衡概念将软预算约束概念变成了正式的数学模型，并用这种模型来分析软预算约束与短缺经济的关系。他们的这类序贯均衡模型又被称为承诺（commitment）对策模型。钱颖一模型中的故事大致如下：在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软的，而消费者的预算约束却相对而言很硬。所以，如果自由定价，则国有企业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他们会争得很多资源去生产一些最后可能完全无用的重工业投资项目，而消费者却很难得到消费品。所以，在这种不对称的预算约束安排下，自由价格制度可能反而会产生很大信息歪曲。此时，如果政府控制价格造成基本生产资料的短缺，反而有助于限制国有企业的无限投资扩张，因而对消费者有利。以前，人们都说价格控制和短缺不好，而钱颖一却证明，在预算约束不对称的情况下，价格控制和短缺可能有助于减少信息扭曲，而自由价格反倒可能使消费者吃亏。他得出的结论是，解决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比价格自由化更重要。

我们再来看看马斯金1991年同他的学生Dewatripont发展的关于软预算约束的模型（Dewatripont and Maskin，1991）。他们的模型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假设有3种投资项目，一个是短平快投资效果好的项目，一年就可收回投资并赚钱，但回报率不是最高；另一个项目是两年都收不回投资的亏本项目；第三个项目是一年收不回投资，但两年后却能产生最高回报率。银行家要决定给哪个项目贷款。从事3个项目的3个不同企业家都声称他们的项目是最好的。对于后两个投资项目，第一年年末投资都会亏本，所以银行要决定是否重新融资。而重新融资一般都会违反最初贷款的条件，产生软预算约束。银行的坏账实际都与软预算约束有关。因此，它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才特有的问题。他们用数学模型证明，对于一个权力极分散、预算约束很硬的制度里，一般坏项目不会出现，但最好的项目也难以得到银行的支持，而短平快的次优项目最易得到资金。而一个相对集权、预算约束很软的制度里，坏项目和最好项目较易得到融资，而短平快的项目相对而言不一定会有融资。


第7章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

7.1 为什么会出现城市和城乡差别

早在古罗马时期，色诺芬（Xenophon）就认识到，分工同城市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Gorden，1975）。17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配第也认为，城市能够降低交易费用，从而提高分工水平。但是，在新兴古典城市化和层级结构模型（Yang and Rice，1994）问世之前，还一直没有能够解释城市出现和分工之间内在关系的全部均衡模型。杨小凯1991年建立了一个关于城市化和分工演进之间关系的一般均衡模型。这一模型显示，假如所有的居民都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形成一个城市，那么由于交易时的旅行距离的缩短，交易效率会大大提高，从而分工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也会大大提高。但是，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所有人都应该居住在一起，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这个模型不能解释为什么会有城乡的差别。

1994年，杨小凯和赖斯建立了第一个新兴古典城市化的一般均衡模型，它能显示城市的起源、城乡的分离都是分工演进的结果。在他们的模型中，由于食物的生产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农业活动不能像工业活动那样集中在一个小区域内；而工业品的生产由于不需要占用大量土地，故它们既可以分散布局在广大地区，也可以集中布局在城市。假定生产每种商品都有专业化经济，即专业化程度越高，生产效率也越高，同时贸易会产生交易费用，这就会出现一个专业化经济同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假如交易效率很低，人们就会选择自给自足，此时没有市场，且城市也不会出现。假如交易效率得到些许提高，分工结构就会从自给自足跳到局部分工，出现半专业化的农民和半专业化的工业品生产者。因为农业要求占用大量土地，而生产工业品没有这种要求，所以农民就只能分散居住，而工业品生产者则选择离农民最近的地方居住，以降低分工带来的交易费用。因此，如果农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分工水平较低的话，就不可能产生城市。如果交易效率进一步提高，在农业和制造业的分工之外，则会在制造业内出现专门以制衣、修建房屋、制造家具等为职业的制造业者。由于制造业者既可以分散居住，也可以集中在一个城市，为了节省由于不同非农职业之间交易带来的交易费用，从事工业生产的人们就会居住在一个城市里。因此，由于专业制造者和专业农民，以及不同制造业之间出现了高水平的分工，就出现了城市，以及城乡的分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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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分工演进和城市出现

我们借助图形来讲述这个模型背后的故事。这个表示分工演进的图你一定已经十分熟悉（见图7-1），图（a）表示交易效率很低时，经济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图（b）表示交易效率略有提高时出现了局部分工；图（c）表示出现了完全分工。其中，数字1和2表示不同的工业品，数字3表示农产品。在图（b）中，每个卖工业品的人不生产农产品，故可以自由选择聚居或散居。在这个结构中，只有工业品1和农产品3之间的分工，工业品2还是自给自足，生产工业品的人之间还没有出现进一步的分工，所以每个生产工业品的人为了节省交易费用，会选择散居在与他交易的农家附近。这意味着结构（b）虽有局部分工，却没有城市。而结构（c）中，由于生产工业品1和2的专家之间也有了分工，如果他们聚居在一起，交易效率就比他们散居在各地要高得多。因此，他们就会选择聚居在城市（图中虚线框起来的两个工业品专家代表城市），以节省工业品生产中分工发展产生的交易费用。因此，当交易效率不断改进，全部均衡从自给自足向局部分工演进，直至最后发展到完全分工的过程中，工农业之间的局部分工并不一定会产生城市，只有当工业内部分工加深时，社区中才会出现城市。

杨小凯和赖斯的模型比这个简单图形要复杂，他们的模型推展到了有4种产品的情形（Yang and Rice，1994）。他们证明，随着分工在工业中的发展及互不往来的社区数的减少，每个城市的规模会增加。同时，在分工和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全部均衡从自给自足演进到完全分工时，会经过一些不平衡的分工结构。在这些结构中，由于工业品生产中的分工可以集中在城市以节省交易费用，所以城市工业品生产者的专业化水平、生产率以及来自市场交易的收入会高于农村居民，但城乡之间的自由迁居会保证真实收入在城乡之间实现均等化，这一过程称为分工演进过程中自然的过渡性二元经济结构。随着交易效率的不断提高，分工不断朝完全专业化状况发展，这种自然过渡性二元结构将会消失。

由于城市居民集中居住的交易费用系数比农村居民要低得多，城市的分工水平也就由于交易效率的改善而大大提高，城市和乡村之间在生产力和商业化等方面就会出现差距，城里人的专业化水平总是提高得比乡下人快。所以，从自给自足向高分工水平发展时，不平衡的分工结构就会出现。我们这里所说的二元经济状况，即表现为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生产力和商业化收入的差别，是经济发展中必经的自然中间状态，并不会有资源分配的扭曲或内生交易费用。在这些所谓二元结构中，乡下人由于专业化水平较低，生产率也较低，商业化水平和从市场得到的收入也较城里人低。但只要有城乡迁居的自由，城乡之间的真实收入就会均等化，而且从市场得到的收入、商品化程度及生产率也会趋于均等化。在分工及城市发展的演进过程中，城乡之间的自由迁居、人民的择业自由、自由价格以及私有财产制度都是加速经济发展、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状况的条件。当交易效率持续地提高时，经济将发展到完全分工的状态。此时，二元结构将消失，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生产力水平、商业化程度，以及商业化的收入将趋于一致。但在改革前的中国，由于实行户籍制度、重要商品（尤其住房）配给制、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以及政府的职业分配制度，上述城乡真实收入均等化的条件并不存在。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对这个故事进行扩展，同时内生农村和城市地区地价的差别、分工水平和城市地区人口密度。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在效用函数中引入了对土地的消费水平。在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之外，还有分工经济同城市拥挤的两难冲突。所谓均衡，就是对这些两难冲突进行有效地折中。当交易效率提高时，分工也随之演进。这就会带来递增的聚集效益（交易效率随着交易的地理集中度的提高而递增），因此越来越多的居民愿意到城市里居住，而城市地价升值的潜力就由分工演进的潜力所决定。此外，我们还用一个简化的福济塔—克鲁格曼模型（Fujita-Krugman，1995），说明基于规模经济的新古典城市化模型同基于分工经济的新兴古典均衡城市化模型的区别。

7.2 为什么集中交易可以改进交易效率

所谓聚集效益有两类。第Ⅰ类聚集效益是，从事制造业的人集中居住便于改进交易效率和促进分工。另外一种解释城市如何从分工中产生的理论同所谓第Ⅱ类聚集效益有关，这实际上就是分工的网络效应和集中交易对提高交易效率的效应。如果每个人的居住地点固定不变，每一对贸易伙伴都到他们之间的中点进行交易，那么当分工水平提高而要求交易的网络扩大时，总的交易旅行距离和相关的费用就会成超比例地扩大；而如果所有人都将交易集中到一个中心地点，则会大大缩减总的交易旅行距离，从而极大地降低交易费用。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在用这种方法解释城市化和分工演进的关系时，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交易效率的差别并不是必须的（如果有这种差别，我们会更容易解释城市化）。我们假定分工会产生正的网络效应。由于分工有网络效应，如果与分工有关的交易集中在一个地方，则分工的网络效应就会变成某种大交易网络集中在一个小区域，从而提高交易效率。分工的正网络效应和集中交易提高交易效率之间交互作用的一般均衡含义，就可以用来解释城市化。这种地理上的集中交易，是特殊的分工网络所要求的。分工的正网络效应和地理集中之所以能节省交易费用，是因为它能降低每个人交易的行程。因此，城市化就能通过将一个大的交易网络集中到一个小区域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提高分工水平。

这种建立在分工水平上的城市化效应，在城市经济学中被称为多种活动的聚集效益。卢卡斯等人则将其称为城市的外部效益。其实，这种效应都是由分工的网络效应带来的，这种网络效应使交易和经济活动在地理布局上的集中产生了一种特别的经济效果，而这经济效果是我们理解城市地价的基础。如果我们不了解分工如何产生网络效应，以及这种网络效应与交易集中化效益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为什么香港、台北这些城市的地价在“二战”后短短的几十年里增长了40倍以上，也不能预见和理解中国沿海大中城市未来地价上涨的潜力。一个城市地价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便是分工网络的大小，这一大小又同该城市在交易中所处的重要程度有关。同时，分工网络的大小取决于交易效率，而交易效率又取决于交易的地理布局。集中交易提高交易效率的效应，反过来又取决于分工的水平。因此，交易效率、交易的地理格局和分工水平是相互作用的，而一般均衡的概念则是解释上述变量如何同时决定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我们先用一个简单的图例来说明，为什么在有分工网络效应时，交易集中在一个地方能够大大提高交易效率。在图7-2中，n代表贸易品种类数，假定模型是对称的，n个人中的每人向其他n-1人卖他生产的商品，并从n-1人中每个人买一种商品。在自给自足状态下，每个人都均匀地分散居住。我们先看有n=7种贸易品时的情况。7个黑点a、b、c、d、e、f、g中的每一个代表一个人的居住点，而每一对邻居之间的距离假定均为1公里，每人每公里距离的运输费用均为1元（假定其代表了所有的交易费用）。其中（b）表示集中交易的情形，最中间的人的居住地g被大家选择作为农贸市场进行所有交易。每个人在交易中要卖掉他自己专业生产的一种产品，并买回其余6种商品。图（a）中的7个点有同样的意思，但每两个人之间的贸易用两点之间的连线代表，它表示两人在线的中点（用小圈代表）互相交换各自的产品。由于假定模型具有完全的对称性，每个人购买的每种商品量都相同。这样，我们就能分别计算每个人在图（a）和图（b）两种不同情况下的交易费用。下面我们来做几道简单的算术。

先看n为7时图（a）的交易费用。每个人必须与其余6人进行交易。a与3个邻居b，g，f均相距1公里，a与他们每人都在中点即0.5公里的地方进行交易，则a与每个邻居交易时来回行程为1公里，与每人的交易费用均为1元。a与d的距离为2公里，在中间距离1公里处进行交易，交易来回的距离为2公里，交易费用为2元。a与c和e的距离相等，都是[image: ]
 公里，交易费用均为[image: ]
 元。所以，a与b、c、d、e、f、g的总交易费用为[image: ]
 元。g由于居于所有人的中间，交易费用只有6元。这样，社会的总交易费用就是8.46×6+6=56.76元。

如果所有人都把自己生产的产品集中到中点g去与其他人进行交易（见图b），则每人完成同其余6人的总交易费用为2元（除g外，因为g进行交易时不需要移动距离，交易费用为0），则社会的总交易费用就为2×6=12元。同图a比较，图b每个人节约了交易费用8.46-2=6.46元（g则节约了6元），整个社会节约了56.76-12=44.76元的交易费用。可见，集中交易大大节约了交易费用。

但是，并不是在什么情况下集中交易都能节约交易费用，能不能节省交易费用，同分工水平的高低有关。在分工水平不高，比如每个人只买卖两种商品时（见图n=2），则在完全对称的模型中，每个人只有一个贸易伙伴。在没有市场时，每人的交易费用是1元，两人的总交易费用为2元；在有市场时（7个人去一人居住的地方交易），每人的交易费用上升为2元。此时，在市场进行集中交易不会是均衡的结果，因为集中交易反使交易费用上升。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集中交易能不能节省交易费用，同分工水平的高低有关，而均衡的分工水平又与交易效率有关。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交易效率、交易的集中程度以及分工水平3者是交互影响、在市场竞争中同时确定的。这就像一般瓦尔拉斯均衡模型中价格决定供求量，而供求的交互作用又反过来决定价格一样。所以，一般均衡应该同时决定价格和生产消费量。同样道理，一般均衡应该同时决定分工水平、交易在地理上的集中程度以及交易效率。

而当贸易品种数上升到大于2时，交易的集中布局就可以减少每个人的旅行距离。如，当贸易品种为3种或4种（见图7-2）时，会各有两种可能的集中市场，它们都能减少每个人的交易费用。当贸易品种增加到5种时，某个人的住所就会成为交易的中心，此时其他任何人的住所成为市场都不会是交易费用最小的。因此，在市场竞争中，人们都会尽量减少交易费用，这类集中所有交易的集市贸易就会自发形成。

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城市越大越好呢？当然不是，市场会自发地形成分层的城市结构。当上面的故事中贸易品种大于7时，市场的地理分布就可能产生金字塔分层结构。如果上图中的故事推广到贸易品种数可为任一不超过总人口数的情形时，我们可以证明，分工的发展会使集中贸易地（城市）个数减少，每个城市的规模扩大，而多个城市会形成分层结构，少数大城市在上层，众多中城市在中层，更多小城镇在下层。人们与本县的人在小城镇贸易，而通过中等城市与本省外县的人贸易，通过大城市与外省和外国人贸易，以尽量节省高分工水平产生的交易费用。所以说，大、中、小城市（镇）的分层结构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依靠中央计划布局而形成的。我们在后面还要详细介绍关于为什么会产生城市分层结构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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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分散和集中的交易地理分布

（注：n=7的子图中间点为g，其余a，b，c，d，e，f可任意排列）

7.3 决定居住格局与城乡地价差别的机制

虽然刚才的故事中讲述了分工水平、交易效率和交易的集中程度3者是如何同时内生的，但却没有内生居民的居住格局和城乡之间地价的差别，因为我们在故事中简单地假定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居民交易时的旅行距离都是一样的。但实际上，一个城市居民进行交易的必需旅行距离要远远低于一个乡村居民，因为当所有必需的交易都集中在城市时，一个城市居民在市内就可以完成他的全部交易。因此，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还考虑了城市和乡村居民的交易旅行距离各不相同的情况。孙广振和杨小凯发展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Sun and Yang，1998），用来描述所有居民的居住格局以及城乡之间地价的差别。在这个模型中，每个人消费的土地，以及其所在城市是不是交易中心，直接决定着他们效用的大小。

模型背后有如下故事。当一个二元城乡结构在均衡中出现时，居住在城市里的居民的交易效率大于居住在农村的居民的交易效率。当分工水平足够高时，城市会出现，从而就会使城市居民在交易效率方面出现优势，其交易费用系数远低于乡村居民。如果城乡之间可以自由迁居，那么模型中居民居住地的分布就必须内生而不是外生地决定。城乡自由迁居，加上城市居民交易效率优势以及土地消费带来的正效用一起，就会产生一个两难冲突，即，城市的集中使第Ⅱ类聚集效益增加，但同时由于很多人会愿意住在城市，城市土地竞价使地价上升，城市人均消费的土地面积将减少。这一两难冲突在市场上最优折中的结果，就决定着居民在地理上的居住格局和交易格局，同时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又决定着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因此，居民居住地分布、交易的地理分布、土地消费状况、城市和乡村相对地价，以及分工网络大小等诸多因素就彼此依存。这样，一般均衡的概念在解释同时决定所有上面这些变量的机制时，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

当贸易品种不超过2种时，对居民居住地的分布基本没有什么影响，每个居民都居住在等边三角形的顶点，交易在每一对交易伙伴居住地的中间进行，没有城市出现。但如果交易品种超过2种时，城市就会从分工中出现。我们来看看有城市的情况。

因为所有居民选择生产若干贸易品中的一种（或几种），而分工网络的大小，以及居民居住地、交易的地理分布又由贸易品的数目决定，所以必须对其进行超边际分析才能解出最优决策值。在对其进行超边际分析时，特定的贸易品种类数，以及其乡下生产的产品及城里生产的产品各自的种类数这三个变量的组合构成一个结构。首先，我们解出在给定上述3个变量时所有个人的效用最大化决策。然后，用市场出清条件和效用均等化条件解出在一个给定结构下的角点均衡。3个变量的不同组合可以形成不同的结构，它们有很多角点均衡。一般均衡就是其中人均真实收入最大的角点均衡。一般均衡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包括一组贸易品和两种类型土地（工业、农业用地）的相对价格，以及一组个人选择不同职业和居住地的结构的人数，而个人居住地分布和交易的地理布局满足市场出清和效用均等化条件。第二个部分由每个人选择生产的商品、总的贸易品种类数，以及使每个决策者效用最大化的资源分配组成。新兴古典经济学已经证明，一般均衡就是帕累托最优角点均衡，任何帕累托非效率的角点均衡都不是一般均衡。

在一个对称模型中，经济被划分成几个商业区（商业区的数目是总人口数与贸易品种类数之比）。当贸易品种类数不超过2时，所有居民住宅都均匀地分布，并且所有的交易（如果有的话）也都是均匀地分散进行。当贸易品种类数大于2时，位于同一商业区中的所有贸易伙伴将选择一个中心市场完成所有的交易，这些交易对实现他们之间的分工至关重要，即使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并不是居住在中心市场，他们也会做出这种选择。

交易条件的改进会产生如下共生的现象，即，城乡土地的比价持续提高、分工网络扩大、每个人从而整个社会的贸易品种类数增加、城市地区生产的贸易品种类无论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都比农村提高得快、城市人口比例上升、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提高、市场的个数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上升、每个人的交易次数、贸易依存度及不同职业的相互依存度提高、市场的容量及内生比较优势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和生产集中程度提高、人均真实收入及每件商品的生产率提高。

7.4 最优城市结构层次及其形成

前面提到，城市当然不是越大越好，市场会自发地形成最优的分层城市结构。杨小凯发展了一个城市分层模型来证实这个猜想。模型背后的故事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允许人们自由竞争买卖土地，则由于住在大城市可以利用各类专家集中的便利，减少与很多不同行业的专家进行交易的费用，所以大家都会愿意住在大城市。这种竞争会使大城市地价上升到足以抵消住在大城市节省交易费用的好处。这也是为什么在全部均衡中大城市地价会高于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地价高于小城市，小城市的地价又高于乡村的原因。辜胜阻（1991）也提到，大城市的拥挤现象不仅会增加运输成本，也会增加劳动者的通勤时间，从而会带来巨大的不经济。这其实也是一种生产集中同时带来交易成本下降的好处与交易成本上升坏处的两难冲突问题。

市场会形成分层城市结构的结论，是杨小凯和霍宾（1990）关于交易的分层金字塔结构理论在城市化理论上的一个运用。现在我们进一步地讲述分层城市结构的故事。我们假定所有生产者的居住地最开始都是均匀分布的，所以当生产中分工水平上升时，每个人都要与越来越远的贸易伙伴进行交易，这时就产生了一个两难冲突。如果所有生产者都不集中在城市而互相两两交易，这样做的交易费用将会很高，不可能是市场中的均衡状态。所以，人们会选择在一个叫城市的地方集中进行交易。当分工很发达时，这种有城市和乡村之分的分层结构就有一个选多少个层次的问题。若一个社区只有一个超级城市，则此社区的所有交易都在这个城市进行，但是如果分工水平很高（即贸易品种类很多），则对有些贸易品而言，人们同邻居进行直接交易反而会比都到大城市更加便利，交易费用也更低。如果无论什么交易都要到很远的大中心城市去进行，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交易费用。将所有交易都集中在一个大城市的好处是，交易中加深分工的机会更多，人们可以利用更多交易中的专业化经济，使交易效率改进。这种对集中交易的好处与坏处进行两难折中的结果是，他们不会将所有对分工必需的交易集中在一个超级城市进行，也不会把所有交易完全分散在各地进行。这样，一方面市场会减少集中在一个超级大城市交易的费用；另一方面也可减少交易次数增加时，分散进行交易造成的大量交易费用。

若城市很多且分成很多层次，最大的城市在上层，中等城市在中层，小镇在底层，则人们在分工很发达时，与邻近的贸易伙伴会在附近的小镇贸易，与邻省的贸易伙伴在中等城市贸易，而与邻国的贸易伙伴则会在大城市贸易。这样做可节省“舍近求远”走不必要的远路到大城市与邻居贸易的费用。但同时，由于中小城市规模不大，交易中分工的加深会受到限制，交易效率通过大量交易集中在一个地方进行而改进的潜力也不能充分利用。这种两难冲突的最优折中，就会产生一个给定分工水平条件下最优城市层次数，它决定每层的城市个数。而当分工水平上升时，这最优层次数又会增加。

我们可以分两步分析城市分层结构同交易效率的关系。首先，我们假定分工水平是固定的，求解在这种分工水平下的最优交易结构层次，这个层次就是实际城市的分层结构。由于最优层次数决定最优交易效率，所以我们第二步再研究这一交易效率对分工水平的反向影响。于是，我们可以求解内生分工水平、交易结构层次数和交易效率的全部均衡。

这种市场上自发出现的分权的分层金字塔结构之所以对全社会而言是最优的，是因为择业自由保证了人们在各个层次之间以及各行业之间的自由进出，从而没有任何人可以操纵交易的层次数和每层的人数。但是，在前苏联和中国，这个条件并不存在，从而不仅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而且城市结构很不合理，政府主导下形成的城市分层结构总是畸大畸小。这些阻碍城市合理分层结构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严格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即使在改革开放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放宽后，户籍制度仍然严格地限制人口在正式部门之间的流动。比如，如果一个非北京人（农村人或中小城市的居民）要想成为正式的北京人，除了考大学分配等几条特殊的途径外别无他法。如果一个在北京上学的大学生毕业后想留在北京工作，他必须得找一家能够有资格申请留京指标的单位，而只有像机关或大的国有企业才有这种留京资格。如果他不想进这种地方工作而想选择一家收入高的外企或民营企业，这就意味着他的户籍不能落在北京，还算不得真正的“北京人”。户籍制度之所以会在中国如此严格，是因为中国的城市绝大多数都是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城市成了一个特权和地位的象征，并造成了各种利益的扭曲。很多人担心，如果放开户口管制，会形成大量的城市“贫民窟”，并冲击城市市民的生活。这其实不是一般均衡的观点。乡下人向城市自由移民会抬高城市地价，使住在城里的好处相当程度上被住房拥挤的负效应抵消，因此移民会停止而达到均衡。随着市场的日益发达，这种靠严格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的制度弊端越来越大，并且实际上也难以起到限制人口流动的作用。现在很多中小城市为了提高竞争力，已开始尝试实行所谓城市“蓝印”户口（有点类似美国绿卡的味道）。

第二，政府在资本市场上实行垄断，且各行业没有进入自由，因为行业的自由进入不仅意味着需要自由资本市场的支持，而且要不受政府准入限制的影响。而这两个条件在目前的中国都不存在。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主要是对国有企业开放，证券市场实行上市审批制，上市成为国有企业低成本募集资金的一种主要途径。此外，政府对批发商业的垄断，使外商和私人资本无法进入这些行业，政府通过职业分配制度对劳动市场的垄断及对设计组织和制度的垄断，使人们在社会分层金字塔的各层之间没有纵向移动的自由。

第三，在实行户口制度的同时，重要商品（如住房）的配给制、统购统销制使人们在分层结构中横向和纵向的自由进出受到限制，而处在这个分层结构最上层的计划官员却能通过对制度设计的垄断权，操纵分层结构的层次数及每层的人数，借以追求自己的私利。比如，用城乡户口分隔制度及住房实物分配制，限制在分层结构底层的农民自由获得永久城市居民资格，以避免农民自由进城对上层人民构成竞争威胁。同时，还用统购统销将农民的利益转移给工业和城市居民。在这种情况下，交易的分层结构对全社会就不可能会是最优的。而处在分层结构上层的城市居民，有可能与有权操纵分层结构层次数及各层人数的官员结盟，支持这种操纵，以追求个人利益、损害全社会利益。政府也知道这样会导致官员追求自己的私利，所以号召官员要清正廉洁，这种号召当然是苍白无力的。这种集中的垄断权导致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往往会借口维护社会治安和缓解交通、住房拥挤而将歧视农民和外地人的行为制度化，从而使对全社会最优的城市分层结构更难达到。

7.5 新兴古典同新古典城市化模型的区别

新古典城市化理论都是用规模效益和第Ⅰ类聚集效益来解释城市出现的，同新兴古典以分工和专业化经济为基础的城市化理论有很大区别。我们以福济塔和克鲁格曼模型作为例子，研究新古典规模经济和城市化的一般均衡模型同新兴古典城市化模型的区别。

这个模型背后的故事是这样的。在无止境的规模经济、人们对多样化消费的喜好，以及交易费用之间，存在着一些两难冲突。比如，人们希望消费的品种越多越好，但企业则希望生产的品种越少越好，如果总人口不大，那么折中这一两难冲突的余地就很小。市场自利行为的交互作用就会达成一个折中。如果总人口数量增加，或者交易效率提高，则折中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就会扩大。因此，人口规模或交易效率的提高会提高生产力、人均真实收入和消费品种类。

此外，这里还有一个两难冲突，即从事制造业的人集中在城市有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但城市的集中也使农村居民同城市居民之间的交易费用上升。工业制成品种类的上升（分工的一个方面）将使这一两难冲突之间有效折中的余地加大，使生产工业品的人们居住更加集中，使城市更容易出现。当工业品的种类增多时，生产工业品的人们集中居住带来的交易费用下降的好处被称为第Ⅰ类聚集效益。正如一般均衡比较静态分析显示的，在单位农产品的交易费用系数下降或者一个大的人口规模的条件下，工业品数量增加到足够数量时，城市就有可能出现。但是，福济塔和克鲁格曼模型却不能预见很多伴随着城市化过程而出现的现象，如城乡地价差别扩大、城市居民人均消费的土地面积减少、农村人口比重下降，以及个人专业化水平提高，等等。

福济塔和克鲁格曼模型是典型的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分离的新古典模型。它假设经济中有N个完全相同的消费者，全社会只有1种农产品，有n种工业品。其中，n的数量是由模型内生决定的，且模型具有对称性，任何工业品的价格和质量都一样。同时，它还假定工业活动不需要土地。因此，一个商业社区的中心地点就是一个城市，所有生产工业品的人们都居住在城市，农村居民则围绕城市分散居住。

在这个模型中，每个农村居民的新古典决策问题是，如何在工资的预算约束下使选择农产品和工业品的消费量将效用最大化。农村居民在当地市场购买农产品没有交易费用，只有在购买工业品时，才会出现交易费用。每个城市居民的新古典决策问题都与农村居民相同。只不过，城市居民只有在购买农产品时才会有交易费用，而购买工业品则没有交易费用。由此，我们可以得到消费者（农村居民、城市居民）的需求函数、间接效用函数以及需求的自价格弹性。由于城乡之间能够自由迁居，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真实效用将趋于均等化。模型假定，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是简单的里昂惕夫生产函数。工业部门的生产函数是一个线性函数，生产一件商品的成本是固定的，工业品生产以垄断竞争为主。厂商根据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进行生产，垄断竞争产生零利润。最后，市场均衡条件将决定农村人口、工业品价格、农村居民工资率以及工业品种类数，而工业品种类数可以视为工业化程度的标志。

上述新古典的城市化模型显示，随着人口规模和（或）农产品交易效率的提高，工业品数量，或者说工业化水平将得到提高。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还显示，随着农产品交易条件的改善，城市人口的比例将提高，或者说城市化将得到发展。但是，工业品的交易效率提高却有着相反的效果，它会导致工业品种类数减少以及城市人口比例下降。均衡的农村地区的大小同农产品的产出水平一致，这一产出水平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而提高，随着工业品交易效率的提高而提高，或随着农产品交易效率的下降而提高。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较之新古典城市化理论，则能解释更多的与城市化相伴而生的种种现象。新兴古典模型显示，看不见的手（自利行为的交互作用）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同时决定有效率的交易地理布局、居民居住地的分布、相关的分工网络以及交易效率。新兴古典模型还显示，大城市土地价格的升值潜力是由分工演进的潜力决定的。随着一个大城市成为日益一体化的分工网络的市场交易中心，该城市的地价将上涨到远远超过传统边际供求分析所能预见的程度。

包格纳的经验证据表明，城市化和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Baumgardner，1989）。哥维和穆尼克（1997）的经验研究表明，土地价格与其同城市的距离（人均土地消费面积）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西蒙和纳迪奈利（1996）对1861—1961年一组英国城市数据的经验研究表明，交易条件同城市的大小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这种结果已经被此章中的杨小凯和赖斯模型，以及孙广振和杨小凯模型所揭示。他们还发现了厂商大小同城市大小之间不存在正相关关系的证据，而此章中的福济塔和克鲁格曼模型则显示，厂商大小同城市大小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西蒙和纳迪奈利争辩道，这一证据表明，城市化的驱动力与其说是企业内部规模经济，还不如说是城市外部规模经济。根据马歇尔（1890），他们在这里所说的外部规模经济概念，应该视为分工产生的正网络效应。因为他们的证据显示，职业多样化的演进同城市化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同时，他们的证据还显示，城市化同交易部门就业份额的演进之间也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目前，还有更多的经验研究有待去进行，以揭示城乡土地比价同商业化程度（分工水平）、城市化以及交易效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诺斯（1981）发现的历史证据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城市世界是上个世纪百年间的一个发展，它更多的是同交通费用戏剧性地下降、农产品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经济活动集中产生的聚集效益相联系，而不是同工业城市相联系”。


第8章 新兴古典工业化和层级结构理论

8.1 新机器和新技术如何出现

从斯密到马歇尔，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不少学者和经济学家都看到，新机器及有关新技术的出现有赖于分工的发展。在第4章新兴古典贸易理论部分中，我们曾介绍了内生产品种类数的两种方法。一种是引进消费品种类增加时消费中的管理费用，用这种管理费用减少与多样化消费的好处之间的两难冲突来内生产品种类数，这种方法以杨小凯和史鹤凌为代表（Yang and Shi，1992）。另一种方法是用多样化消费的好处与规模经济不可兼得的两难冲突来内生产品种类数，这以迪克特—斯蒂格利茨（简称D-S）模型为代表。但是，这里的新产品主要是指消费品，没有解释新机器是如何出现的。机器是一种间接促进消费品生产的产品，它并不能直接用来消费。

如果要解释分工发展与新机器和新技术出现的关系，我们还须进一步发展前面有关迂回生产效果与企业出现的模型，以使其内生中间产品种类数。埃塞尔（1982）、贾德（1985）和罗默（1992）在解释中间产品种类数时，用的是CES（不变替代弹性）函数来内生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种类数，因此某些产品的消费可以为零。而在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中，如果任一产品的消费为零，则总效用也为零。新兴古典模型不但采用了他们的方法内生中间产品数，而且采用了超边际分析的方法，同时内生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因此，新兴古典工业化理论的故事，就比新古典工业化故事丰富得多。

我们先用自然语言讲述模型背后的故事。在这个模型中，中间产品（可视为机器）种类所以增加，是因为这些中间产品可以提高最终消费品的生产率。但是，如果每个人同时自给自足地先生产很多种机器，然后再用其生产最终消费品，则由于每种机器生产中专业化水平很低，最终消费品的生产率也不能提高。因此，在最终产品生产率和中间产品生产率之间，就存在着难以兼顾的两难冲突。正如前面所有新兴古典模型中的两难冲突一样，在使用机器的问题上，人们也有减少交易费用和利用专业化经济的两难冲突。

因此，当交易效率极低时，分工产生的总交易费用超过专业化经济的好处，人们必须选择自给自足。而如果自给自足，则由于每人的时间有限，上述提高机器生产率与增加机器种类以提高最终产品生产率的两难冲突就特别尖锐。所以，一般人们在自给自足时不会生产很多不同种类的机器。你可以想像一下，我们每个人能不能都自给自足地生产汽车、火车和飞机。

当交易效率改进后，人们有更大的空间来折中节省交易费用与利用分工好处的两难冲突，所以他们会选择高分工水平。而高分工水平会扩大人们折中机器种类数（它能提高最终产品的生产率）与机器生产率之间的两难冲突。可见，通过不同专家专业生产不同的机器，机器种类数会随分工的发展而同时增加。因此，交易效率的改进可以通过促进分工，使新的机器及有关的新技术出现。

瓦特和巴尔顿发明蒸汽机的故事，证实了我们的猜想。由于英国17世纪就有了专利制度，从而使人们通过从事专业发明发大财成为可能。专利制度由于改进了买卖知识产权的交易效率，加上普通法对企业私人剩余权的有效保护，使瓦特能先后说服6位企业家投资于他的发明活动。然后，他和巴尔顿雇了很多人，并让他们专于蒸汽机发明生产的不同环节，依靠发明活动中的高度分工，他们终于在还没有机床的条件下，成功地制造出了商用的蒸汽机。这个过程中，生产蒸汽机的高分工水平是成功发明的条件，而专利制度改进了知识产权买卖的交易效率，又是这高分工水平能产生的关键条件。

我们来看看内生中间产品数和技术进步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有一种最终消费品，我们假定其为衣服。生产衣服可以同时使用纺纱机和织布机两种机器，也可以只使用两种机器中的一种。不论是使用一种还是两种机器，人们都还需使用劳动来配合机器生产衣服。这说明，单独就每种机器而言，并不是生产中的必需品。假定同时使用两种机器就比只用其中一种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每个人在进行决策时，可以选择衣服、纺织机和织布机3种产品的自给量、售卖量和购买量在零和正值之间的组合，按照我们第2章超边际分析的基本方法计算，每个人在决策时就有512个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可供选择。而实际上，我们用文定理可以证明，每人最多卖一种产品，他不会同时买卖或同时买和自给同种产品。因此，我们再仿照第5章考虑建立厂商和允许买卖劳力的情形，我们只要考虑27种决策模式和17种结构。图8-1对其中的12种决策模式和8种结构给出了图示，x，y，z分别代表纺纱机、织布机、衣服，lx和ly分别代表生产纺纱机和织布机的劳力。

[image: ]


图8-1 新产品出现和内生技术进步

如果是自给自足的结构，我们考虑3种情况：每个人可以先生产出纺纱机和织布机，然后再用其生产衣服；也可以选择先生产出纺纱机，然后用其生产衣服；也可以选择先生产织布机，再用织布机生产衣服。

如果是有分工但没有企业的结构D，我们可以考虑如下3种情况：第一种，一个人专门生产纺纱机，另一个人专门生产衣服；第二种，一个人专门生产织布机，另一个人专门生产衣服；第三种，一个人专门生产纺纱机，一个人专门生产织布机，另一个人则用两种机器专门生产衣服。

如果是既有分工又有企业的结构F出现，则情况要复杂得多。我们至少可以考虑下面3种情况：第一种是生产衣服的人雇佣生产纺纱机和织布机的人生产两种机器，然后自己用这两种机器生产衣服；第二种是生产衣服的人雇佣生产纺纱机的人生产纺纱机，然后自己用纺纱机生产衣服；第三种是生产衣服的人雇佣生产织布机的人生产织布机，然后自己用织布机生产衣服。在第5章新兴古典企业理论中我们曾经介绍过，企业会随着分工中劳动交易效率和中间产品交易效率的差别而出现，而随着分工的加深，企业制度会加速复杂化。比如，生产纺织机的人也可以雇佣生产衣服和织布机的人组成一个企业，等等，我们在后面将要进一步介绍企业制度如何随分工的复杂而加速复杂化。

那么，新机器在什么情况下会随着分工演进而出现？对上述可能的结构进行超边际分析的结果表明，在结构D的3种情况中，只有一种机器的两种结构中的真实收入，永远低于有两种机器的真实收入；而在结构F的3种情况中，只有一种机器的两种结构中的真实收入，也总是永远低于有两种机器的真实收入。至于上面两种结构中，究竟是有企业还是没有企业的分工结构真实收入更高，完全取决于劳力交易效率和机器交易效率哪个更高。如果机器交易效率大于劳力交易效率，则劳力市场和企业不会在全部均衡中出现。反之，如果机器交易效率小于劳力交易效率，则企业制度及相关的劳力市场会从分工中出现。而3个自给自足结构中哪个产生了较高的真实收入，则取决于机器种类数的经济效果和专业化经济效果的比较。如果机器种类数的经济效果大于专业化经济效果，则总会出现两种机器；反之，则只有一种机器的结构更有效率。

至此，我们可以将新机器在什么条件下出现的结论总结如下：分工结构与不分工结构哪个产生的人均真实收入更高，完全由交易效率决定。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分工会发生演进。当专业化经济效果压倒机器种类经济效果时，则这种分工的演进会与新机器的出现和机器种类的增加同时发生。而当机器种类数的经济效果超过专业化经济效果时，则分工的演进并不会使新机器出现，机器种类数总是不变。若劳力交易效率高于中间产品交易效率，则企业制度和劳力市场会从分工中出现，反之分工不会由劳力市场和企业制度来组织。
 若我们考虑到企业的不同所有权结构的差别，即哪种专家当老板的差别，则我们可以用第5章的方法证明企业制度可以将交易效率最低的活动卷入分工，却不需要对这种活动的投入和产出直接定价。

那么，新技术又是如何随分工而出现的呢？如果我们假定专业化经济效果大于机器多样化经济效果，则当劳动交易效率大于机器交易效率时，全部均衡会从每个人生产一种机器和衣服的自给自足结构非连续性地跳跃到有很多厂商用两种机器生产衣服的市场结构。因此，当交易效率很低时，全部均衡是自给自足，此时每个人同时生产一种机器和衣服，人们之间没有交易因而也就没有市场出现，专门生产一种机器的生产函数在市场中根本看不到（因为根本没有市场），当然我们也更看不到厂商的生产函数。当交易效率得到足够改进时，局部分工的结构会出现，有人专业生产一种新机器，而有些人专业生产衣服，有些人专业生产老机器。一种新机器的专业化生产此时就突然冒出来，我们于是可以在市场上看到它的生产函数。特别是，当劳动交易效率大于机器交易效率而使厂商出现时，厂商的生产函数也突然冒出来。这种在市场均衡中才出现的生产函数，我们称之为事后生产函数，它与事前生产函数不同。所谓事前生产函数，是指人们选定专业化水平之前的生产函数。而事后生产函数，是指人们选定专业化水平之后，在市场均衡中可以看得见的生产函数。

罗森（1983）第一次指出了事前生产函数与事后生产函数的区别。他用一个线性规划和专业化模型证明，人们选择专业化水平后的事后生产函数，可能与事前生产函数有不同的特性。我们将这种由于分工演进使得事后生产函数结构发生变化，并导致一些新产品和新生产函数出现的现象称为技术进步。所以，新兴古典的模型证明，当与法律制度、交易条件有关的交易效率改进时，劳动分工的演进会产生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往往伴随着生产率的上升。在此章新机器出现的模型中，当交易效率改进使分工演进和新产品出现时，由于专业化经济的存在和专业化水平的上升，衣服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机器的劳动生产率都会提高。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长处就是能解释经济结构的变化，事后生产函数结构的变化是其中一种结构变化。数学上将结构变化称为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的变化。所谓拓扑性质是指一些现象的有无、一些新个体的出现及个体之间有无依赖性。而在给定的个体数和给定的个体之间的关联性结构中，资源流量的变化、不同产品相对生产量的大小，都属于经济组织的非拓扑性质的变化。新兴古典比较静态分析就涉及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的变化，而新兴古典模型中全部均衡的边际分析，主要就是关于经济组织非拓扑性质对环境变化的反应（见第2章）。

如果我们将刚才模型中的衣服换成农产品，纺纱机换成拖拉机，织布机换成收割机，则我们可以将结构D中有两种机器的情况（或结构F中有两种机器的情况）中生产机器的人数与生产农产品的人数之比，视为工业与农业部门的相对规模。由于每个人的真实收入均等，故这一比值也可以看做工业和农业的收入比重。这一比重不但会随着交易效率改进而上升，而且会随着迂回生产部门（即中国人理解的重工业）对最终产出贡献的增加而上升。或者说，随着迂回生产效果的上升而上升。特别是当交易效率足够低时，所有人都选择自给自足，每个人都生产农产品，百分之百的人口都在农业部门就业，而当交易效率得到改进时，分工结构就会出现。其实，上述分析还未完全跳出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框，交易效率改进产生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使农业人口减少或使工业人口增加，而是使既生产农产品又生产工业品的“自然人”转化为专业农民或专业工人。其实在自给自足的状态下，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专业农民。所以，经济发展产生的结构变化的实质，并不是人口比重和收入比重的变化，而是分工的演进使人们专业化水平上升以及新专业的出现。

8.2 迂回生产链条长度如何增加

上面关于新机器和新技术如何出现的讨论，非常适合描述工业革命和工业化过程。现有新古典模型中关于工业化的模型主要是二元经济模型，以及墨菲、什奈福、维西尼（1989）等人的模型。二元经济模型主要是用劳力剩余和工业部门外生技术进步来解释工业部门的扩展。由于工业部门的外生技术进步，所以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而由于劳动力剩余，这种需求增加并不会增加工资和工业发展的成本，所以工业可以在不损害农业的情况下发展。墨菲等人的模型虽能解释生产力的进步，却不能解释工业化与分工的发展及新机器出现的关系，而工业化的特点是分工演进、商业化和贸易依存度上升、新机器出现、每个人专业化水平上升、结构多样化及企业制度、劳动市场发展等现象同时出现。因此，新兴古典工业化模型对工业化过程的解释，就比他们模型的解释要好得多。

近年来，罗默、埃塞尔、格罗斯曼等人也利用CES生产函数能内生中间产品种类数的特点，试图解释与工业革命有关的新机器出现与生产率提高的现象。但在这些模型中，每个工厂在均衡中都是极端专业化的，所以专业化水平并没有内生，而且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没有严格定义。在均衡中，每个消费者的专业化水平是不确定的。所以，这些模型虽可预见生产力进步和中间产品种类的增加，但是却不能解释分工的另一方面，即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演化，而这专业化水平又与市场容量、商业化水平、市场一体化程度等结构特点有关。

但是，罗默等人的模型及我们前面的新兴古典模型，都没有内生分工的第三方面，即迂回生产链条的长度，这被杨格称为生产的迂回度。在杨格看来，分工有3个方面，第一是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第二是不同专业种类数，它当然同产品种类数有关；第三则是生产的迂回度。新兴古典关于贸易理论的模型，以及克鲁格曼（1979）的模型都内生了消费品的种类数，我们上节关于新机器和新技术的故事也内生了中间产品种类数（不同专业种类数），并且也内生了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但是，这些模型都没有内生迂回生产链条的长度。

此节要介绍的新兴古典模型，就正是要内生迂回生产链条的长度。生产迂回度的增加，是工业革命的主要特点。如果比较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生产迂回程度比美国低得多。美国人即使是整理自家的花园，也不常使用锄头这类简单的工具，而常常是向专业机器租赁商租用各种机器，这是为什么在美国很难买到锄头特别是好锄头的原因。美国人也较少用手工搬运东西，而是常用各种汽车和专用的复杂工具来搬运东西，这些机器都是由一个非常长、分工水平极高的迂回生产过程生产的。而在中国，很多人都用扁担挑运东西，用非常简单的锄头等工具挖地，这些工具的生产过程并没有非常长的迂回生产链。虽然中国人的锄头比美国人的精巧，使用锄头时也比美国人聪敏，但美国人利用一个非常复杂的分工社会网络，可以取得可能比他们更聪明的中国人无法取得的高生产率。

这种比较使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人智商仅次于犹太人，但却没有日本人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率高？而且同样一个中国人，在中国时的收入很低，但去美国后，即使技能没什么改变，在餐馆打工也比在中国收入高。答案是个别人的技能和智商对提高生产力的作用，远不如复杂的分工网络对生产力的贡献那么重要，而分工的发展不但能使个别人有限的能力加总后比个别人能力的简单加总大得多，而且其发展有赖于交易效率的改进。当一个社会分工网络十分发达后，生产率就会有惊人的提高。此时，即使是在餐馆干简单的洗盘子的工作，也会由于全社会收入均等化而获得非常可观的收入。

我们来用自然语言讲述内生迂回生产链条长度模型背后的故事，以解释为什么迂回生产程度会随交易效率的改进和分工的发展而提高。在我们的故事中，有众多天生相同的人可以生产4种产品，即粮食、锄头、拖拉机和机床。生产机床只需要劳动，生产拖拉机需要劳动和机床，而生产粮食则有4种方法，可以只用劳动，也可以用劳动和锄头，也可以用劳动和拖拉机，还可以用劳动、锄头和拖拉机。每种产品的生产中都有专业化经济，而生产粮食时不但有专业化经济，还有迂回生产和多样化工具的经济效果。也就是说，若不用锄头和拖拉机而只用劳动，则生产粮食的效率哪怕在专业化程度下也很低；若用一种工具，效率会高些；若两种工具都用，例如用拖拉机耕大田，用锄头挖田角，效率会更高一些。特别是，若只使用劳动生产粮食，则没有一点生产的迂回性；若使用锄头，则生产中有两个链条，即先生产锄头，然后再用锄头生产粮食。若用拖拉机生产粮食，则生产中有3个链条：先生产机床，再用机床生产拖拉机，然后用拖拉机生产粮食。当迂回生产链条增加时，哪怕只用一种工具生产粮食，生产效率也会有所提高。因此，这一模型中不但有每个链条上工具多样化的经济效果，还有链条加长的经济效果。

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人们都会设法加长迂回生产的链条呢？当然不是。如果交易效率非常低，则分工的好处会抵不上总交易费用，人们必须选择自给自足。这时，利用专业化经济和利用迂回生产及多样化工具的效果就难以兼顾，因为每个人的时间非常有限。因此，在自给自足时，人们只使用锄头或只用劳动来生产粮食，这是目前在中国农村随处可见的情形。当交易效率上升时，则人们会选择高一些的分工水平，通过众多不同专家之间的分工，使得利用专业化经济和利用迂回生产效果能同时兼顾。比如，一些人专门生产锄头，而另一些人专门用锄头生产粮食，因而自给自足时可能不存在的锄头就出现了，同时生产的迂回程度也增加了。若交易效率进一步改进，则分工水平会进一步提高，一个新的制造拖拉机的行业就会出现。这个行业的出现，又为另一个新的制造机床的行业出现创造了条件，也使得生产迂回程度进一步提高。

因此，交易效率的改进会产生一些与工业化过程有关的共生现象：专业化水平上升，迂回生产链条加长，每个链条上中间产品数增加，生产率上升，新机器出现，商业化程度、贸易依存度、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市场一体化程度、市场容量、生产集中度、间接生产部门的收入比重、重工业的收入比重等都上升。

我们将全要素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随所用工具种类提高的现象，称为生产工具的多样化经济效果。而所谓迂回生产经济效果，则是指迂回生产链条加长会使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现象。此处，链条的长度虽然与中间产品种类数有关，但二者却并不是一回事。迂回生产链条是指相连接的两个产品之间的投入产出依赖关系。锄头是粮食生产的投入，拖拉机也是粮食生产的投入，而机床是拖拉机生产的投入，但是锄头与拖拉机之间就没有投入产出关系。所以，不生产锄头和拖拉机时，粮食生产只有一个环节；生产锄头时，有两个生产环节；而生产拖拉机和机床时，则有3个生产环节。第二个环节上锄头与拖拉机在同一环节上，而不是前后不同环节上的产品。由于生产链条加长与一种新机器的出现可能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们将与生产链条加长有关的新产品的出现称为新产业的出现，而将与生产链条加长无关的新产品出现称为新专业部门的出现。因此，分工水平由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生产的迂回程度和迂回生产的链条上每个环节的产品种类数这3个变量来描述。我们称有投入产出关系的上下游两个产业之间为一个环节，而这环节的数目，则被称为生产的迂回程度。

生产迂回程度的提高，同一个经济的自由化程度有着密切关系。在私人企业和自由市场制度下，生产潜力很大的迂回生产中的效率会改进得很快，而在政府垄断开办企业权，没有私人自由创业，没有发达的自由资本市场、自由劳动市场及自由价格条件下，人们只能局限在直接生产性活动中改进效率，而对改进效率潜力很大的迂回生产活动却无法施展才干。例如，改革前的中国，由于不允许私人发展汽车和拖拉机工业，所以农业机械质次价高，农民无法在生产潜力极大的迂回生产行业如拖拉机和汽车等上施展才能，只能起早贪黑地努力从事直接生产性活动和肩挑手提的运输活动。由于对私人从事汽车工业的限制，农民只能使用一些质次价高的手扶拖拉机从事低效率的运输活动，不可能在迂回生产的链条中用生产高效汽车的方法来改进效率。有趣的是，当中国政府一直为倾力发展轿车工业但却进步缓慢而犯愁时，却没有想到一直不太重视因而也就管制不严的农用车市场竟然不知不觉地成了大气候。由此也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的根本在于依靠市场的力量，而不是政府无谓的干预。

8.3 工农业收入比重变化及转型期二元结构

从新兴古典内生迂回生产链条长度模型背后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当交易效率改进时，间接生产性部门（中国人爱讲的重工业）会增加。我们可算出生产锄头、拖拉机和机床的部门的收入比重，并证明当分工演进时，这个收入比重会越来越高。美国的投入产出表、前苏联和中国的投入产出都表现出这种明显的趋势。这种现象被库兹涅茨（1966）称为经济发展中结构变化的一个特点。但一般人们都将这种结构变化的原因归结于人均收入的增加、外生技术进步或偏好变化的结果。这种用收入解释结构变化的方法，显然与一般均衡的概念不符，因为收入在一般均衡中也是内生的，它必须由环境参数的变化来解释。用外生技术变化解释结构变化则是一种非经济学的看法，因为技术的变化是个经济问题，它都要由人的经济决策来确定。而用偏好变化解释经济结构更是一种无力的解释，因为偏好的变化往往是由经济结构变化引起的。更重要的是，哪怕效用函数中代表偏好的参数完全不变，经济结构也可能因劳动分工的演进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因此，贝克尔说，如果一个经济学家用偏好的变化来解释经济结构的变化，那他一定不是一位好经济学家。若我们将事前生产函数中的参数变化视为外生技术变化，则在新兴古典模型中，分工发展产生的技术变化完全可以在事前生产函数参数不变的情况下发生。

史鹤凌和杨小凯（简称史—杨模型，1995）证明，尽管生产机器的工业和生产粮食的农业中都可以不断加深分工，但是由于工业产品交易效率高，而农产品交易效率低，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使分工的协调费用很高（例如，不可能让一些农民专业下种却不收割，而另一些农民专业收割却不下种），所以分工会不断在工业部门加深，工业生产的迂回程度也更容易提高，但农业加深分工却容易得不偿失。所以，当工业产品相对于农业部门的交易效率不断提高时，农业会越来越依赖通过购买机器来从工业进口分工经济和迂回生产效果，以改进农业生产的效率。于是，工业的收入比重就越来越高，而农业的收入比重就越来越低。在很多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都使农业在收入中的比重从90%以上降到10%以下。

这种结构变化往往不是任何人能设计或能预料到的。最聪明的人，也只是在事后较早地看出了这种趋势。一般政治家和普通人在这种趋势还未出现时往往持相反的预期。例如，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政府的谋士和知识分子，普遍持有一种重农业抑工商的观点，他们就没预见到工业比重上升能使国家富强起来。反而是那些执行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国家，最早由“看不见的手”实现了大多数人都没有预见到的工业化转型。这个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对经济发展的目标模式轻下结论，而应该多钻研为什么看不见的手能在所有人都不理解它的功能时却能发挥其功能。例如，中国一直有人鼓吹产业政策，应该发展什么工业，抑制什么产业，这种观点与当年重农抑商观点一脉相承，都是自以为自己比市场聪明。这种思维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是不佳的主意。

史—杨模型还证明，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很多有中间分工水平的结构，可能会在从自给自足到完全分工的过渡性的全部均衡中出现。例如，在一种结构中同时存在两个专业化模式和一个半专业化模式，即生产拖拉机和机床中有两个完全专业的模式，而另一个模式是半专业化。半专业化生产者同时生产锄头和粮食，卖粮食而买拖拉机。专业机床生产者卖机床而买粮食，专业拖拉机生产者买机床和粮食，卖拖拉机。我们称之为结构F。也就是说，若交易效率既不是很低，也不是很高，且其他生产函数参数在一定区间内，上述存在半专业化模式的结构F会是全部均衡。

结构F是一种不对称结构，即同时生产粮食和锄头的人的专业化水平，比分别生产拖拉机和机床的两人低。每个农民生产两种产品，而每个工人专于生产一种机器，类似这种情况在中国农村随处可见。因而工人的生产率和从市场获得的收入都比农民高，尽管在自由择业和自由移居条件下，二者之间的真实收入会一样。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工业化过程中的自然二元经济现象。中国的二元经济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二元经济，由于户口制度、基本商品（特别是住房）的配给制及政府的职业分配制度，限制了自由择业和自由移居，所以形成了人为的二元经济现象，城市人口的人均真实收入比农村高得多。

一些人声称，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在自由市场条件下工业不能得到足够的粮食、原料和资金，所以有必要用粮食和其他重要产品的统购统销来加快工业化过程。这种观点显然不是一种全部均衡的观点，行之于实践是非常有害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统购统销制度，用人为降低农产品价格的方法来降低工业化的成本，提高工业的利润率，因而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来加速工业化，这种国家主导工业化的方法看似加快了工业化进程，其实是阻碍了工业化和分工演进的速度。看一看中国江浙一带沿海农村的快速工业化和星罗棋布的小城镇，我们就会理解，自由市场和私人经济较之国有经济，对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作用要有效得多。

8.4 企业制度随分工发展而加速复杂化

当迂回生产链条越来越长，分工越来越发达时，由于中间产品的买卖可以被劳力买卖所替代，可能的企业组织结构将加速增加。特别是考虑到每个特定的企业结构，都有不同专家当老板的多个剩余权结构，可能的企业结构随着分工发展将越来越趋于复杂化。假定社会有众多天生相同的人，他们分别专业化地生产4种产品，即粮食、锄头、拖拉机、机床，那么这种完全分工的结构就可以由很多种企业组织结构来协调。比如，生产粮食的专家当老板，雇请生产锄头和拖拉机的专家在工厂内生产这些中间产品，同时粮食专家向机床专家出售粮食换取机床。在这里，机床专家是个独立的业主，而生产拖拉机和锄头的专家是粮食专家雇请的工人。而同样的分工和企业结构，还可以由拖拉机生产者当雇主，粮食生产者当雇员。也可以由锄头生产者当雇主。实际上，以这4种产品完全分工结构为基础，至少有13种不同的企业组织和剩余权结构。可以看出，可能的企业组织结构随着分工发展会增加得更快。因此，搜寻一种企业组织结构以节省交易费用并进一步促进分工的潜力，比生产中的潜力会大得多，这就为企业家活动开创了越来越广阔的天地。

史鹤凌和杨小凯（1998）将更多产品引入上面的迂回生产链条增加的模型证明，当交易效率不断改进时，分工在迂回生产中会越来越深，因而使企业内的分层结构和市场上企业之间的分层结构同时发展。而劳动交易效率相对于中间产品交易效率越高时，市场上企业之间的分层结构与企业内的分层结构之间的分界线，就会越来越朝着增加企业内分层结构层次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当越来越多的无形知识财产卷入分工后，则每种无形资产都需要一类企业来将其与有形资产的买卖相结合，从而避免无形资产直接买卖的高交易费用，因此与企业有关的分层交易结构的层次数就会大大发展。

但是，这种搜寻一种企业组织结构以节省交易费用并进一步促进分工潜力的发挥，是以自由企业制度和私人拥有企业剩余权为前提的。中国人使用锄头、筷子等简单工具的技巧比西方人高明得多，在中国能买到的锄头种类及其精巧性，也比西方发达国家市场上的多得多、好得多。但是，中国人在使用迂回生产性工具方面却比西方人差得多，中国农民即使在从事相当笨重的劳动时也很少使用复杂的机械。这一方面是因为，生产复杂的机械需要复杂的商业来实现分工，而中国历朝皇帝为了防止不同政见者“树党强诉”，对自由企业有相当限制。加之私人企业家的剩余权可以被任意侵犯，使得复杂的组织难以被发展来组织高水平分工，因而使依赖于高分工水平的迂回生产难以通过商业化来赚钱。另一方面，改革前的中国，政府对创办企业有垄断权，私人很难在创办复杂分工组织方面施展才干。因此，私人只能在一些不依赖复杂组织和分工的与直接消费很近的活动中发展类似使用筷子的技巧，而在非常迂回性的产品生产中，却很难用复杂的私人企业、商业组织来发展分工。

自由企业制度和私人剩余权缺失，不仅会限制经济发展水平，也是导致经济中很多矛盾产生的根源。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发展中长期被掩盖的深层矛盾暴露出来，原先预期的经济景气上升不仅没有出现，反而陷入了所谓有效需求不足的泥潭。政府企图通过加大对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和银行降息刺激经济景气，但民间投资却始终不肯跟进，启动经济成了政府的孤军奋战，结果是事倍功半、一筹莫展。其实，如果建立自由企业制度，将政府特权垄断的行业，如银行、保险、电信、医疗、教育、新闻出版、汽车制造、高速公路等都向私人企业开放，民间投资岂有上不去之理。所以，中国目前的很多问题，都在于没有按市场经济的真正要求去做，制度产生的交易费用太大，限制了私人企业的发展，分工的发展也受到很大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现实中市场发挥搜寻最有效的迂回生产组织模式的功能，要比想像的复杂得多。如，很多活动中加长迂回生产链条不一定能增加最终产品生产率，假设有1000种生产活动，每种都可能加长迂回生产链条，但是，可能其中只有100种活动在迂回生产链条足够长时才有迂回生产的经济效果，这些效果有的要几个部门同时加长迂回生产链条才能产生。这就需要通过市场反复地进行试验，而这种试验又只有在分权而不是集权的体制下才会有效率。所以，中国要建立自由的企业制度，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8.5 分层组织理论与分工发展

随着生产迂回链条的加长、产品种类数增加等复杂的分工现象出现，分层组织结构就常被市场用来组织和协调复杂的分工。因此，我们接下来要讨论分层金字塔组织理论与分工的关系。所谓分层金字塔组织（或简称分层组织，hierarchy）是指一种多个元素组成的金字塔型结构，它满足如下条件：这些元素分为多层，各层之间形成串联耦合，除顶层只有一个元素外，其他每两层之间有多个元素之间的并联耦合，而每层的元素个数与层次数成反比，越高层的元素越少，最底层元素最多。分层金字塔组织在文献中也被称为扩展型组织（spanning）。英文字典就是个典型的分层金字塔组织。其顶层是用字典的人，而第二层是每个词中的第一个字母，此层共有26个英文字母，而第三层、第四层依次往下，数量则呈金字塔分布。

图书馆的书目也是一个典型的分层金字塔组织。假设一个图书馆共有1000本书，你要从其中找出一本英汉字典，有两种办法来搜寻。一种是一本一本查。若查一个项目需要一分钟，则用此法你可在1000分钟内找出此书。另一种办法是通过一个将书分成三层的目录查找。假设第一层有十类目录。例如，社会科学、工程、工具书等，你在10分钟内可找到你要的工具书这一栏目。第二层每个栏目又分为10个子目录，例如工具书下分社会科学工具书、工程工具书、语言工具书等，你可在10分钟内找出所要的语言工具书。若每个子目录包括10本书，例如语言工具书子目录下共有英汉、法汉、俄汉等10本书，则你可在10分钟内找到你要的英汉字典。所以，用书目这个分层金字塔系统，你可在30分钟之内就找到任意一本你要的书，其效率是没有书目时的1000/30倍。我们将此系数称为分层组织的效率系数。若目录不是分3层而是分2层，则此效率乘数也会变化。你马上会问，分层结构层次数为多少时，此效率系数会最大呢？这正是分层组织理论要回答的问题。

分层组织按流向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单向分层组织。当你用图书馆目录找书时，是从分层组织的顶层向底层单向查找，所以这类分层组织被称为单向分层组织。这类组织还包括军队指挥的分层组织、英文字典、比赛中的分层筛选过程，以及某些分层组装运送系统等。在比赛中，所有参赛人首先分组在组内互相比赛，各组的头名又分为一些组在组内比赛，各组的头名最后再角逐出冠军。这个分层组织，第一次初赛是最底层，每一个阶段竞赛后，人们升高一层，而顶层就是冠军。在组装运送系统中，所有商品都装在众多小盒子中，然后所有小盒子装在数目较小的大盒子中，大盒子又装在为数更少的集装箱中，再放入轮船、火车和汽车运往各地。

第二类分层组织被称为双向分层网络。邮政系统就是一种双向分层网络。其功能是底层的所有人通过上层互相通信。邮件的流动就是双向的，既从下到上又从上到下。最上层是大城市的邮政中心，中层是中小城市的邮局，而底层就是互通邮件的人们。其他分层网络包括城市系统（少数大城市在上层，众多中等城市在中层，无数小镇在中下层，而底层由所有农村的居民构成）、批发零售网、电话网络及大公司的分层管理系统。

如果按权力的集中与否来划分，分层组织又可以分为集权型和分权型分层组织。若一个分层组织中，顶层的决策者可以决定此组织的层次数及每层的元素数，则是一个集权的分层组织。钱颖一（1994）研究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分层组织，威廉森（1967）、卡尔沃和韦利兹（1979，1978）、克伦和莱威利（1982，1979）、罗森（1982）及拉德纳（1992）等人研究的分层组织都是集权型分层组织。杨小凯（1994）则是第一个研究市场中分权的分层组织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的专著，对分工与交易的分层组织之间的内在关系有过系统深入的研究。

我们先看一个单向集权分层模型。假定一个工厂内总经理要协调n个专于不同专业的工作人员之间的分工合作（专业的数目实际上代表了分工水平），他可以不雇任何人帮助他进行管理，完全由自己直接管理所有工作人员。这就是图8-2（b）的情形。他也可以雇若干部门经理，并令每个部门经理管理若干科室经理，再令每个科室经理管理若干工作人员，这大致就是图8-2（a）中的情形，m表示管理的层次数。这里就有一个管理质量与管理费用的两难冲突，即，管理层次越少，则管理费用就越小，但每个经理直接管理的人越多，管理质量也越差。这种两难冲突的最优折中，就决定了最优层次数和每个经理人员所管的人数。模型结果表明，当需要管理的总人数n上升时，最优层次数也会上升，每个经理人员所管人数也会上升。而当管理人员的工资上升时，每个经理所管人数也上升，最优层次数减少。如果将每个经理能够管理的人数固定，则最底层的人数就可以内生。威廉森的最优科层组织模型就是用这种方法内生出最底层的人数n，并将n解释为工厂的规模。图书馆目录也是如此，最优层次数随所藏书总数增加而上升。拉德纳（1992）将此种分析方法推展到不对称科层组织模型，使此种分析更符合现实。

[image: ]


图8-2 单向集权分层结构

再来看分权的分层交易网络与分工的关系。新兴古典关于专业商人组织的模型证明，当分工不断发展时，专业商人会出现，这时交易就出现了分层组织，专业商人在上层，专业生产各种产品的人在下层。处在分层组织下层的人只与商人打交道，而商人则与不同生产行业的人打交道。下层的专家通过上层的商人与其他下层生产专家交易。当交易效率不断改进时，会由于分工在越来越长的迂回生产链条中加深而使分工结构中的层次增加。而当劳动力交易效率高于中间产品交易效率而出现企业时，工厂内也会出现分层组织，雇主在上层，雇员在下层。这种分层组织出现的先决条件当然是分工的加深。这些故事都告诉我们，组织的分层结构与分工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分权的分层组织模型背后的故事是这样的。同所有的新兴古典模型一样，该模型中有许多天生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因此我们有生产中的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但是，模型也假定交易是一种活动，也需要耗费劳动，且交易活动中也有专业化经济。交易活动分两类，一类是与近邻的交易活动，一类是与远处的贸易伙伴之间的交易活动。这两类交易活动都有专业化经济。若每个人同时从事生产与交易活动，效率就比较低。若一类人专门生产，另一类人每人同时从事两类交易活动，则效率较高。若一类人专门生产，一类人专门从事近邻之间的交易活动，而另一类人专门从事各地区之间的交易，则生产和交易效率就更高。我们假定人们的居住地是均匀和固定分布的，则当生产中的分工水平很低时，近邻之间的交易就足以协调分工。而当生产中的分工水平很高时，每个人的贸易伙伴增加，他们不但必须与近邻交易，还要与远处的贸易伙伴交易。因此，生产中的分工水平上升，也会为两种交易之间的分工创造条件。

我们还假定，交易中不仅有专业化经济，也有提供交易服务时的交易费用。由于交易的专业化也会增加交易服务的交易次数，我们又有交易活动中的专业化经济和提供交易服务的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所以，当交易服务的交易效率极低时，交易中的分工不可能出现，因此产品的交易效率低，生产中的分工水平也会很低。当交易活动的交易效率改进时，交易中的专业化会发展，专业商人会出现，使产品的交易效率上升，生产中的分工水平也随之上升，因此会出现二层交易结构，专业商人在上层，生产者在下层，生产者之间通过商人间接相互交易。此时，每个商人与各类专业生产者打交道，而每个专业生产者只与商人打交道。当交易服务的效率进一步改进时，交易行业中出现专门从事地区之间贸易的批发商和地方上直接与最终买者打交道的零售商，这使产品交易效率进一步上升，因而使生产中的分工水平上升，这反过来又支持3层交易结构，即上层是批发商，他们只与零售商打交道，中层是各地的零售商，下层则是各类完全专业化的生产者。

因此，交易服务中交易效率的改进或各类活动中专业化经济程度的上升，会使生产和交易活动中的分工逐步加深。先是专业商人出现，形成两层交易结构；然后是专业批发商和专业零售商出现，形成3层交易结构。因此，交易的分层金字塔结构的层次数，也就随分工之加深而增加。

新兴古典分权的分层交易网络模型显示，生产中分工的发展会为交易中的分工发展创造更多的空间，而当交易中的分工水平提高时，交易结构的层次数会增加。虽然这个模型中分工和交易分层结构的演进是外生的，但若将此类模型与序贯均衡分析方法（见第10章）相结合，则我们可以证明，分工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发地演进，交易结构的分层结构也会自发地演进。

这种分权的分层交易结构当然是帕累托最优的。市场上自发出现的分权的分层金字塔结构之所以对全社会是最优的，是因为择业自由保证了人们在分层结构各层以及各业之间的自由进出，从而社会中没有任何个人可以操纵交易的层次数和每层的人数。但在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下，这种实行最优交易结构的条件并不具备。我们在前面讨论最优城市结构形成的障碍时，曾对这些情况做过详尽分析。在这种情况下，交易的分层结构不可能是对全社会最优的。这种最优分层结构，只有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无人能操纵层次数和各层人数，大家都有横向和纵向进出自由时才能出现。中国政府近年允许外国公司在中国开设银行、开放批发零售业等，对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但是，这些向外国人开放的行业还没有向中国的私人企业开放，而且仍然有大量限制人们在分层结构中横向和纵向自由进入的制度有待改革。

8.6 分工的发展与分层的竞争结构

如果在上面的分层结构模型中，每两层个体之间都有不确定性，则人们在各层之间的纵向自由进出，可能会产生不对称的收入分配和竞争程度，从而形成分层的竞争结构。由于上层一个人工作的效率和可靠性对整个系统的运作效率有决定性影响，而下层一个人工作效率的影响面则较小，因此自由进出会使得上层个人的有形收入比下层高，也使上层竞争程度比下层高。但由于激烈竞争造成的无形效用损失抵消了较高的有形收入，也会形成某种均衡。上层的高有形收入可以刺激很多人愿意自由进入上层，因而可以通过增强上层的竞争强度，使上层的效率更高。中国人称之为“高处不胜寒”，而美国一些对全局影响极大的位置，例如总统职位，都是竞争最激烈并使置身该位的人变成“竞争动物”。

由于经济组织随分工的发展变成越来越复杂的分层结构，因此竞争也形成了分层结构。我们常听到人们说不合作的态度对人们利用互利的交易好处不利，而对策论有名的囚犯困境的例子也说明，理性人的自利行为会造成合作与协调的困难。现在有大量的经济学文献用这种协调的困难来证明市场的失败。但是，这种协作的困难，其实正是市场的成功，而不是市场的失败。囚犯困境在经济学中的例子是二寡头企业竞争。若二者合作垄断市场，将比二者互相竞争利润要高，但这必须在二者都坚守协作垄断的低产量时才能维持高价。但是，如果一方坚守此低产量，另一方会发觉增加产量和市场份额会有利可图。双方都知道对方会如此考虑，结果通过协作垄断市场就不可能是纳什均衡。这也正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国际卡特尔组织都难以成功的原因。这种协作失败当然对消费者和社会有利，因为失败的结果是产量高、价格低。

这两个例子都说明，当竞争的结构变得复杂时，合作与协调的失败并不一定就是坏事。因此，将市场上合作和协调的失败简单与市场的失败等同未免有些天真。但是，我们能不能说竞争越多越好，凡是竞争就好呢？这也不一定对。比如，当某种产品的市场上只有一个生产者但却有很多买者时，买者之间的激烈竞争就会使此产品价格上升，从而整个社会的福利受损。对这个例子而言，若只看买者之间的激烈竞争，我们就不能说竞争越多越好。

当分工的发展使竞争分了层次时，我们更难简单地说凡是竞争就是好事，或凡是协调合作成功就是好事。这时，同一层次不同个体之间的竞争对其他层次的个体就是好事，而他们的协作成功对其他层次的个体则是坏消息。而对全社会而言，各层的竞争程度要达到某种平衡才是对全社会最优的。例如上面提到的上层竞争比下层竞争更激烈，可能就是对全社会有利的竞争的分层模式。如果考虑到时间因素，则某些未来获利潜力大的行业比其他行业竞争更激烈是种对全社会有利的竞争模式。但是，很多在此行业中的人会借口反对恶性竞争来追求个人利益、损害社会利益。

当竞争形成分层结构时，同一层次个体之间的竞争比不同层次之间个体的竞争对同行的压力和威胁要大得多。这一方面说明同一层次之间的竞争更具有零和性质（你死我活），或按日常用语而言“同行生嫉妒”，即使心再软的人，在同行竞争威胁下都会变成“竞争动物”。另一方面也说明，一个人要影响另一层人的行为，若他试图直接施加影响，就不如利用那一层的同行竞争效果能得到更多好处。


第9章 新兴古典产权理论

9.1 产权经济学的发展

产权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是20世纪60年代由科斯和张五常等人提出来的，80年代以来则出现了不少产权经济学的数学模型。这些模型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交易费用的模型，与财产权结构关系不大。例如，我们在第6章内生交易费用与分工部分中介绍的代理人模型，以及信息不对称与讨价还价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的数学模型，都与界定产权的交易费用有关。另一类模型虽然也与交易费用有关，但却更强调产权结构的经济学意义。在介绍新兴古典产权理论之前，我们先简单地勾勒一下产权经济学的发展脉络。

科斯的产权理论其实渊源于主流学派的第一福利定理，它以严格的一般均衡数学模型为基础。按照这个定理，如果没有外部效果、公共财产及无止境的规模经济（局部规模经济可能存在），则完全竞争的市场会将初始的产权分布做有效率的重新分配，其效果对全社会来说是最优的（或曰帕累托最优）。这种对产权有效率的重新分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但却不依赖私有产权的初始分配。科斯定理讲的也是同样道理。它意味着，不论私有产权的初始分配如何，通过自愿的协议，人们可以将产权做重新分配，从而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是，科斯定理的假定条件要少得多。例如，他的定理在市场竞争不完全（如双边讨价还价的情形），以及在有外部效果时也同样成立。而且，科斯还强调私有财产及其自由贸易对这种市场效率的决定性作用。

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理论，其实是从反面来支持科斯定理的。科斯定理说明私有财产权对市场效率的决定性作用，而软预算约束理论则说明在没有私有产权及相关的硬预算约束时，价格制度将不可能有效地运作。因此，这两种理论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价格和自由市场的基础是私有财产制度。科尔奈由于采用了容易被中国人接受的所谓软预算约束的说法，它的理论在中国经济学界很早就尽人皆知。

艾智仁和德姆塞茨（1972）首次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中剩余权的经济学意义。按照他们的理论，资本主义企业的特点是老板持有企业的剩余权。企业生产是一种合作生产，这类合作生产的特点是每个人努力的程度会影响他人努力的效果，就像10个人共同抬一块大石头一样。此时，由于每个人都不完全承担对他人效率影响的后果，故不能达到整体最优的工作强度。所以，一个监管者就成为合作生产顺利进行之必须，他可以通过协调来改进合作生产的效率。但是，一旦有了监管者，谁来监管监管者以保证监管的效率呢？给监管者以合作生产的剩余权，就是监管监管者的最有效办法。在这种安排下，老板监管越有效，剩余收益就越多，监管效率也就因此会自动保持在高水平上。如果私人老板没有企业的剩余权，则监管效率就不高。在收益固定的情况下，工人的本性总是偷懒以实现效用最大化，所以企业生产就不可能达到技术上可行的最高效率。这也正是中国国有企业中工人偷懒现象普遍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则最早发展了最优所有权结构理论的数学模型，进一步丰富了科斯的产权理论。科斯定理强调私人产权的意义，认为只要是私人产权就会有效率，至于私人产权本身的结构如何却不重要。因为按他的理论，只要是私人产权，不管初始产权结构怎样，它们都会通过产权的自由买卖而达到最优状态。但格罗斯曼和哈特却证明，即使是私人产权，也存在着最优产权结构的问题。例如，住房人当房主和住房人从他处租房就是两种不同的私人产权结构。他们用数学模型证明，一般情况下，住房人当房主的产权结构比租房更有效率。这是因为住房人维修房子的努力极难监测，也不可能用合同来强制执行，在发生纠纷时在也难以在法庭上验证，所以承租房的维修往往比房主自己住要差。你还可以想象，一个人会用宾馆的毛巾擦皮鞋，但绝不会用自己家里的毛巾干这种事情。

但是，若人口流动对经济效率有正面影响，则一些经常流动的人口就很难不租房子。如果他们坚持住自有的房子，则每搬一次家就要卖一次房子买一次房子，其中的交易费用相当高。例如，在发达国家买卖平均水平的家居别墅交易费用在1万～2万美元。所以，对于这些经常流动的人口，买房就不如租房。因此哪种所有权安排是最优的，当然与它们之间的相对长处短处有关。另一些影响它们之间相对优势的因素是，资本市场和银行的私有化程度、自由化程度及竞争程度，在一个自由化的私人银行制度下，通过抵押贷款分期付款买房子交易费用很低，所以一般收入不很高的人也可以买得起房子，而在一个垄断性银行制度下，买房子的交易费用就要高得多。

这种理论证明，根据不同的技术条件，在某一行业，不同产权结构的经济效果是不一样的，而最优产权结构则是一定的。一般而言，哪种活动对后果影响更大或更难测度，则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当业主的产权结构会更加有效。

格罗斯曼和哈特的最优产权结构理论，更进一步强化了科斯对私人产权的强调。按这种理论，即使都是私人财产制度，但谁当老板对效率也会有决定性的影响，公有与私有之间的分别对效率的影响就更大了。这就是为什么公有财产的维护和使用效率往往比私有财产低得多。这种产权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对中国改革的意义就是，应积极推动改革，让市场来选择最优的产权结构。有人称格罗斯曼和哈特的模型为企业理论，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不涉及劳动力买卖及有关雇主和雇员的关系，只是一种最优所有权结构理论。

本书第5章黄有光及杨小凯（1995）的两个数学模型则将科斯和张五常的理论精细化了。他们证明，劳动分工的发展对企业的出现是必要的但却不是充分的（科斯的理论），企业是用劳动力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张五常的理论），只有当中间产品市场的交易费用高于相应的劳力市场交易费用时，企业才会出现。他们还证明，当企业出现时，谁当老板这类企业剩余权结构问题对效率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在第5章新兴古典企业理论中，曾详细地介绍过这种被称为间接定价理论的模型，这里不再重复。

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在其专著中证明，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市场制度的最主要功能还不是有效地配置资源，而是发现有效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有效的市场结构、有效的合同和制度结构、有效的货币形式、有效的交易分层和城市结构、有效的产品种类数及有效的景气波动和失业模式。这一方面说明，在没有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市场制度时，经济效率的损失会比现有经济理论预想的实在要糟糕得多。另一方面也说明，对于一个没有私有财产制度的经济，要发展出如此复杂的市场功能，则需要一个长久的演进过程。

新兴古典产权理论沿袭了科斯、张五常等人的思想，其核心是解释产权、交易费用与分工3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交易费用系数决定分工，而产权的界定及合约的执行又决定交易费用（内生和外生）的大小。我们接下来介绍新兴古典产权理论的思想。

9.2 交易中的不确定性与产权经济学

分工能够提高专业化程度和效率，但也带来了交易协调失灵的风险。如果交易失败，则意味着财产的损失。因此，产权保护的增进会增加每个交易的可靠性。交易协调的可靠性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的问题，很多人不愿意专业化分工，就是因为专业化水平越高，对其他专业的依赖性就越强，需要与之协调的人数也就越多。由于分工是一个各专业互相依赖的投入产出网络，一旦其中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网络就会瘫痪。所以，专业化水平越高，分工网络协调失灵的风险就越大，从而财产损失的风险也就越大。

这种由于协调的风险而影响分工发展的例子，在现实经济中比比皆是。在中国一些交通比较发达的农村，有些人靠大面积专业种植某种蔬菜迅速提高了收入。其他农村地区其实也完全可以仿效这种专业化的种植方式，比如专业种植西红柿，但由于专业化分工涉及很多环节，如长途运输、同买主谈判、议定并执行合约等，还涉及同工商、税务等部门打交道，这其中只要任意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带来交易的失败，造成财产的损失。因此，农民有理由担心，如果土地全部用来种西红柿最后却卖不出去或被商人欺骗，一年的辛苦劳动就会付诸东流，财产损失将会很惨重。与其这样，还不如老老实实地按照传统种植模式自给自足更保险，尽管收入得不到提高，但也不会有交易失败的风险。这种交易协调的风险，实质上就是一种交易费用。

再如，一个人租了一间房子开餐馆，但刚营业不久，城管部门就借口餐馆影响市容责令其停业，这个人就会蒙受财产损失。还有，中国现在实行严格的产业政策，强行关闭一些达不到某种技术标准或在政府看来能耗过大的“五小”企业。对这些“五小”企业老板而言，其私有财产就等于凭空被剥夺。在这里，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就是交易中的一种不确定性，会给人们带来财产的损失。这当然会直接影响到分工水平的提高。

这种为了避免高水平分工的协调失灵风险而产生的小而全的非专业化生产的情况，即使在美国这样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可以偶然看到。如，某个承建商为了避免高度专业化造成的协调失灵风险，自己承包一座小别墅建筑的各个环节，不依赖专业承包商。20世纪30年代全球性的大萧条，也是因为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相当高的商业化（分工）水平，各行业互相依赖程度高，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一旦某个专业（如银行业）出了问题，则整个经济完全瘫痪。前苏联虽然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但自从1930年以来，它依靠计划经济的办法，模仿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创造的复杂分工结构，发展出了一个分工水平相当高的投入产出网络，这个网络也有很高的协调失灵风险。前苏联解体后，过去的行政协调系统在各加盟共和国之间或某个专业部门失灵，则整个高度分工的互相依赖的经济网络就会完全瘫痪。因此，前苏联各国20世纪90年代遇到的经济困难，很大程度也与高分工水平造成的高协调失灵风险有关，并不完全是改革本身的问题。

那么，交易协调的风险由什么因素决定呢？最简单的交易风险，当然是由各种运输事故或其他不可预见的交易中发生的事故引起。但更重要的是，协调失灵的风险往往与合约的议定与执行、合约中财产权的规定及保护有关。有的合约不容易严格规定双方的权利，例如，大学当局与教师之间的合约对教师的授课质量就无法严格议定。有的合约即使议定了也不容易执行，例如很多计算机软件的许可合同就不易执行，有很多人专门研究软件解密的方法，他们可以毫无代价地复制软件而从中牟利。软件购买者与售卖者之间所订的保护软件的合约就极难执行，因此生产此类产品就有可能无利可图，分工的协调也就会遇到困难。不管每个交易协调失灵的风险由什么原因引起，在高分工水平造成很多交易次数的条件下，这些个别风险就会合成一个总的风险，它会随交易次数的增加而呈指数增加。

有几种方法可以用来减少这种交易协调失灵的风险。第一种方法是，通过发展保险市场来降低协调分工的风险。分工越复杂，则交易中的风险就越高，故保险业的发展就成为降低交易风险的有效措施。

第二种方法是，通过明确界定产权的方式来减少。但是，明确界定产权也是有费用的，这种费用当然同产权界定的效率有关。产权界定到什么程度为最佳，可以由决策者的最优选择来决定。这样，每个交易失灵的风险就可以作为内生决策变量来处理。因此，我们就有更复杂的两难冲突，即通过明确界定产权，花时间和资源来改进每个交易合约的议定和执行，可以减少交易失灵的风险，但这样做却会增加议定和执行合约（即保护产权不受损害）的交易费用。我们可以将交易失灵造成的损失看作在第6章讨论过的内生交易费用，而将议定和执行合约及保护产权的费用看成外生交易费用。

外生和内生交易费用的减少有不可兼顾的两难冲突。如果要减少内生交易费用（协调失灵的风险），就必须增加外生交易费用（议定和执行完美的合约条款的费用），反之则反是。对于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内生交易费用，其实也可以用增加外生交易费用的方法来减少，如，开餐馆的老板或种西红柿的农民如果给城管工商税务部门的官员行贿，则被这些部门找麻烦的机会就会消除，但这却增加了外生交易费用（行贿或花时间培植关系的代价）。考虑到这种两难冲突，我们就会看到，这一两难冲突的最优折中可能意味着，追求完美的合约条款及其执行并不一定是最有效的。

第三种方法是，通过加强同行竞争来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比如，当一个专业有很多同行专家相互竞争时，人们就可以利用他们的竞争来提高交易的可靠性。因为如果同一家的交易不成功时，人们可以马上转到另一家。但这里也有一个两难冲突，即在人口规模一定时，分工越发达，则同行竞争程度就越低。

刘孟奇（1996）、杨小凯和威尔斯（1990）、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围绕产权界定效率对交易费用和分工的影响、精确界定产权与同行竞争的替代性等等复杂的两难关系，发展了新兴古典产权理论的数学模型。我们下面就分别来介绍这些模型背后的故事。

9.3 保险与分工的发展

在交易效率很低时，人们处于自给自足状态，没有分工也没有相互间的贸易往来，故也就没有分工网络协调失灵的风险。随着分工的日益发达，分工网络协调失灵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假定交易效率k
 有不确定性，每个交易中的k
 以一定概率取高值，而以另一概率取低值。例如，交易中的交通事故，或类似第4章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以一定概率发生，使交易效率可能下降到低水平。我们又假定所有人有天生相同的对风险的厌恶。这样，我们就不但有外生交易费用与分工好处的两难冲突，而且有低交易效率造成的分工协调的可靠性下降与分工的好处之间的两难冲突。假设保险公司向所有人收取保费，当交易效率下降时用收来的保费赔偿交易效率下降的损失。这意味着人们用分工产生的生产力提高的好处的一部分来保证提高交易效率。当人们对风险厌恶时，这种保险当然会减少分工造成的风险，因而使人们更愿意提高分工水平。因此，保险业会使均衡的分工水平上升。但是，完全保险又会产生道德风险，即在保险公司看不到人们的努力时，会使人们减少规避风险的努力，产生内生交易费用。因此，部分保险就用来减少这种内生交易费用，使保险促进分工的作用得以发挥。这就是刘孟奇（1996）关于保险业和分工模型中的故事。

中国改革前的“大锅饭”、“铁饭碗”制度就相当于完全保险，不管后果好坏，每人总得到平均值。它一方面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产生了极高的内生交易费用；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有减少分工发展产生的协调失灵风险的作用，即进了国有单位就没有丢饭碗的后顾之忧。当社会中保险业不发达时，市场促进分工的作用就不完全。所以，在没有失业保险或退休金保险等制度下，中国人在市场发展时总是用脚踏两只船的办法来为自己保险，如，不少国有单位的人用停薪留职的方式下海经商，或者丈夫下海，妻子在机关获取住房、医疗等方面的保险优惠。

刘孟奇关于完全保险和“铁饭碗”会产生内生交易费用的模型有如下结论：当交易效率很低时，全部均衡是自给自足结构，此时没有交易，没有市场，也不需要保险，当然也就没有内生交易费用。当交易效率参数上升时，全部均衡会跳到有市场交易风险的全部分工状态。此时，若高交易效率与低交易效率水平相差不大（即无风险和有风险的情况），则保险减少低交易效率的好处不大，全部均衡的分工结构中就没有保险。而当这种好处显著时，全部均衡分工结构中就有保险出现。因此，当规避低交易效率的风险好处显著时，随着交易效率系数增加，保险市场会随分工的演进而出现。而当这种好处不显著时，交易效率的改进虽会促进分工的发展，却不会有保险市场。

这些全部均衡的新兴古典比较静态分析结果产生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结论。首先，我们可以用它证明在交易效率相当高且低交易效率的风险造成的损失很显著时，即使保险会造成内生交易费用，它也仍会促进分工的发展。若此时因人为的原因而没有保险，则最好的结构可能就是自给自足，分工不可能产生。而当保险市场被容许发展时，分工就会代替自给自足。

第二个有趣的结论是，尽管保险有可能促进分工的发展，但是分工往往产生内生交易费用，而这内生交易费用又使保险促进分工的功能不能充分发挥。也就是说，监测努力程度的困难所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阻碍了分工的发展，也使保险促进分工的功能不能充分发挥。由于有内生交易费用与分工好处及保险好处之间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就是一种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空想境界。如果硬要追求这种没有内生交易费用、分工水平高、有完全保险的境界，则往往会付出很高的内生交易费用。这正是前苏联式“大锅饭”、“铁饭碗”制度的教训。

如果交易效率不是很高，或规避风险的效益不显著，则内生交易费用与分工和保险好处之间的权衡和最优折中可能就是不要保险。因为此时支付与保险有关的“铁饭碗”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并不值得。而市场和自由契约制度的功能之一，就是根据复杂的制度和技术环境，找到这些两难冲突的最优折中。

最后一个有趣的结论是，当我们充分考虑到保险的好处、分工的好处，以及与之相关的内生交易费用时，帕累托最优的组织结构可能是种不现实的空想。在新兴古典模型中，当交易效率由低向高变化时，全部均衡会从自给自足朝分工发展，保险市场也会出现。这一方面改进了生产率并增加人均真实收入，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内生交易费用，会使经济从帕累托最优和无内生交易费用的自给自足状态，转化到非帕累托最优而有内生交易费用的分工结构。虽然有保险的分工结构会产生内生交易费用，但部分保险与完全保险相比，却减少了内生交易费用，因而能促进分工发展，部分保险当然不可避免仍有一定内生交易费用，而且余下的内生交易费用使保险促进分工的潜力不能充分发挥。因此，这实际上证实了科斯关于市场的功能是将内生交易费用最小化的猜想，但市场并不一定会完全消除内生交易费用。在这类模型中，凡是有分工就有内生交易费用。

现实生活中，由于保险业本身可能成为一个专业，估计风险的效率、防止“道德风险”的效率，以及测度看不见的努力程度的效率都成为这个专业提高效益、增加收入的关键因素。因此，这方面的专业化会使得专业保险部门成为对风险和其他无形资产估价能力极高的部门。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保险公司往往拥有许多这方面的专才，他们对资产的估价能力比外行往往要高得多。尽管我们在第6章中关于保险公司逆向选择模型预见保险公司对风险的估价能力差于被保人，这种信息不对称往往会使互利的保险卖不出去。但实际上，保险公司对风险的估价能力往往高于被保人，其原因就在于逆向选择模型没有考虑到保险业的专业化对获得信息能力的贡献。

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专业保险行业由于靠减少风险赚钱，所以在私人财产权、私人企业剩余权及自由竞争条件下，会发展出一些规避风险的高效工具和手段，很多防火报警器材及其他高效减少风险的工具，都是由保险公司大力发展和推广起来的。而在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推行人为的完全保险，这些复杂的提高规避风险效率的制度和工具都难以发展起来。

由于前苏联式计划经济包含用“铁饭碗”式的保险促进分工的功能，所以刘孟奇的保险模型并不局限于保险业，它可以推广来分析前苏联式计划经济中用保险促进分工同完全保险（铁饭碗）产生的极高的内生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前苏联式的国有企业制度中的所谓“软预算约束”，一方面的确造成了严重的道德问题及有关的内生交易费用；另一方面也有用“软预算约束”为非常专业化的企业保险的作用。正如模型所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市场会权衡这种两难冲突，根据不同的情况而选择有效率的两难折中。但是，前苏联式计划经济不容许市场发挥此功能，而是人为地只准选择一种完全保险。因此，“大锅饭”、“铁饭碗”造成了严重的内生交易费用，它限制了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这反而违反了用保险促进分工的原意。这是为什么在前苏联式计划经济下，分工专业化造成的企业之间的高度依赖性产生了极高的内生交易费用，所以企业和个人都不愿意专业化，而要大而全、小而全，做到“万事不求人”。很多企业甚至变成一个小社会，自己办饮食业、托儿所、学校等一切社会服务设施。这当然大大限制了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在改革这种制度时，我们不能忽视它有完全保险的特点。东欧国家改革中往往忽视过去中央计划经济实际上是有为分工保险的机制。在改革中若轻易废除这种机制，又没有商业保险业来替代，则高度发达的分工可能因缺乏保险而产生极高的协调不灵风险，使生产力急剧下降。前苏联东欧经互会解体之后发生的生产力大滑坡现象就是这样产生的。由于中国占人口80%的农民都没有“铁饭碗”，中国的制度反而使渐进改革比前苏联更容易，农村体制改革也比城市改革容易且顺利得多。现在有不少有“铁饭碗”的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水平比私人企业职工低得多，他们满腹牢骚，但又不愿进入私人部门创业。这正是改革过渡期间“二元经济”中的特点。

中国人在渐进改革过程中往往用一些折中办法来过渡，例如前面提到的“脚踏两只船”的办法，夫妻两人一个在国有企业享受完全保险，一个下海经商而完全无保险，或用停薪留职等办法下海经商，用国有企业留下的职位作为一种退路，这实际上是一种没有专业保险业的部分保险。这些“脚踏两只船”的办法当然不如市场上的专业保险有效。所以，发展保险市场才是最后使改革能成功的办法。发展保险公司并不是要靠政府去推动，而是要用法律制度保护私人财产权、私人企业剩余权和自由创业权，让人们通过公平和自由竞争用市场来权衡很多复杂的两难冲突。在这种条件下，保险市场的发展反而会快起来。这个过程当然将中国的保险市场对外资开放。

9.4 产权界定效率对交易费用和分工的影响

在杨小凯和威尔斯（Yang and Wills，1990）的模型中，每个交易都有一个失去财产的风险。每个交易的可靠性由预期的因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决定。如果人们支付更多的外生交易费用来议定和执行合约（如，花时间讨价还价、必要时雇律师上法庭等），则每个交易的内生交易费用可能被减少。因此，内生交易费用是一个人们可以选择的决策变量。我们从打官司的经验可以体会，支付律师及其他打官司的费用是一种外生交易费用，多付这种外生交易费用可以保证自己的财产权不轻易受到侵犯，而财产权受侵犯的损失就是一种内生交易费用，这两种交易费用之间有一种替代性。

因此，节省这两种费用有两难的冲突。如何有效地折中这种两难冲突，正是新制度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例如，在前苏联的经济制度下，用来打官司和界定产权的外生交易费用很低，律师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很低。但正是由于产权界定不明确，人们努力工作的意愿受到挫折，价格信号受到扭曲，因此产生了很高的内生交易费用。而这种内生交易费用，往往不能直接度量，看不见摸不着，只能从长期经济发展的效果才能看出来。美国则恰恰相反，外生交易费用很高，律师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很高，但由于产权界定较明确，内生交易费用却很低，所以人们努力工作的意愿很高，各种经济信息的扭曲程度也较低。

杨小凯和威尔斯模型证明，当法律制度所决定的界定每个交易中的合约及有关产权的效率上升时，分工水平和人均收入会上升，而竞争程度会下降。但是，当产权界定效率提高时，它对每个交易的内生交易费用水平及总内生交易费用的影响却可能有两类。一类是，当界定产权的效率改进时，人们可以用省下来的界定产权的费用来发展高分工；另一类是，将省下来的费用仍用在界定产权中，从而使每个交易的可靠性上升，每项合约的精确性上升。这两种方法有一定的替代性。如果前一种方法的净效果超过后一种方法，则当界定产权的效率改进后，在分工发展的同时，每个交易的合约可能反而会更模糊、可靠性下降，每个交易以及所有交易中的内生交易费用则会上升。如果前一种方法不如后一种方法，则界定产权效率的上升就会使每个交易中的交易费用下降，并有可能（但不一定会）减少所有交易中的总交易费用。之所以不一定减少总内生交易费用，是因为分工水平的提高会使交易次数上升，所以即使每个交易的内生交易费用下降，总内生交易费用却有可能上升。

在这个内生每个交易可靠性的模型中，若外生运输费用（它与外生界定产权的费用不同）系数下降，则分工水平、生产率、人均真实收入会上升，但每个交易的内生交易费用也会上升、竞争程度会下降。这个模型揭示了每个交易的内生交易费用、界定产权的外生交易费用、运输费用、总内生交易费用和分工发展之间极其复杂的关系。它说明，一句简单的明晰产权的口号，并不能保证有效地处理与产权界定有关的复杂问题。这种简单的口号也不能解释为什么随着分工的发达，计时工资和其他一些较模糊的定价制度越来越经常地取代计件工资和其他较精确的定价制度。

早年英国的邮政制度，是对邮件的重量及邮寄距离严格测量并精确计价。这样，一方面人们要精确算计邮件的费用，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非常笨重或远距离邮寄；另一方面也使邮寄东西的外生交易费用很高，因为每件邮品都要花人工进行精确算计收费。后来，邮政部门发明了邮筒和邮票制度，这一方面大大减少了邮寄东西的外生交易费用，但另一方面却使邮件计价不是严格按距离和重量，使计价比以前模糊，因而也产生了一些内生交易费用。但这种模糊的产权设计对节约外生交易费用及提高经济效率的好处，要远远大于产权模糊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也正是因为邮政制度上的这项发明，邮政业才得以迅速发展起来。这就是有名的“黑便士”邮票的故事。

那么，如何在这么多复杂的两难冲突中找到有效率的折中呢？当然不是通过政府无谓的干预，关键是要让人们有选择不同制度和合约的自由。这样，一些非常复杂的高效率的合约及制度安排，就会自发地从这些自由选择及其交互作用中出现。如果政府限制自由价格和自由择业，限制人们自由选择不同制度和合约安排，就会使市场对各种复杂两难冲突进行有效率折中的功能不能充分发挥，从而人为地制造出很高的内生交易费用，使分工和经济发展的潜力不能被利用。

杨小凯、王建国和威尔斯（1992）用中国农村产权结构变化及商品化程度（即分工水平）变化的数据验证了上述理论。他们的经验研究证明，中国农村自1979年到1987年的制度改革，提高了界定财产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的效率，因而大大提高了农村的分工水平，使人均真实收入大大提高。他们的研究说明，目前中国农村对土地的转让权及收益权的界定效率极低，通过制度改革提高这类界定产权的效率，是中国农村深化改革的最大潜力所在。我们在第12章还将详细介绍这项经验研究的内容。

9.5 精确界定产权与同行竞争的替代性

上面的这个模型，并没有考虑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两难冲突。除了节省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外，我们还有竞争程度与分工水平及协调可靠性难以兼顾的两难冲突。在固定人口规模条件下，当分工水平上升时，每个专业的生产者人数会下降，而专家人数对分工协调的可靠性又有积极作用。当一个专业有很多同行业专家时，消费者可以利用这些内行专家之间的竞争来提高交易的可靠性。因为，与一个专业的协调失灵时，消费者可以转向另一个专家。所以，当分工的发展减少每个行业专家的人数时，也会降低协调分工的可靠性和增加协调失灵的风险。由于每个行业专家人数与此行业竞争程度成正比关系，所以竞争程度、协调可靠性与分工的发展之间有两难的冲突。

如果发展与每个潜在贸易伙伴的关系，用这种潜在贸易伙伴关系来对现有贸易伙伴施压，则会增加每个交易的可靠性。但是，保持很多潜在的贸易关系也有费用。在杨小凯和威尔斯的模型中，他们没有考虑这种所谓公共关系费用。如果要发展足够多的潜在贸易伙伴关系，就要发展公共关系，如，请客吃饭、培植相互的联系等。对于一个大学毕业找工作的人而言，这潜在贸易关系的费用就是向众多的公司寄求职信、准备面试、托更多的人帮忙推荐或送礼。这方面的投入越大，当然成功的机会也越大，但却也会增加很多费用。

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发展了另一个模型，考虑到界定每个合约中产权关系所需费用与发展公共关系、以竞争来增加交易可靠性所需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同杨小凯和威尔斯模型不同，每个人在考虑这对两难冲突时，可以选择每个交易中所有可能贸易伙伴的人数。由于有公共关系费用，这人数可能会小于经济中这一专业的所有同行专家的总人数。他们设定两种界定产权的费用，一种是加深现有关系的费用系数，即每增加一个单位的交易可靠性所需的资源费用。这个费用系数越低，说明设定和执行一个交易中的合约效率越高，与这个交易有关的产权越易得到保护。另一种是拓广潜在贸易关系的费用系数，它代表每发展和保持与一个潜在贸易伙伴的关系所需的公共关系费用。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由于自由求职、辞职不可能，则这个费用系数就是无穷大。农民进城自由求职时，如果受到住房配给制和户口制度的限制，则他虽可自由进城，但却因找不到与所付工资适应的租房条件，或不能获得永久户口，他的这个费用系数也会比城里人大得多。

这个模型说明，这两类交易费用系数的下降，都会促进分工（商业化）和生产率的进步。而这两类费用系数的相对比例，对合约形式、市场结构有决定性的影响。若加深现有关系的费用系数比拓展潜在关系的费用系数下降快得多，则随着分工的发展，市场上的合约关系会是威廉森（1975）所说的特殊关系合约，即人们并不非常依赖潜在同行竞争者对现有伙伴施压来影响，而是更依赖与现有伙伴加深关系。这有点像日本经济中常见的特殊关系合约。中国很多公司平时也十分注重加强这种联系。当拓展潜在关系的费用系数比加深现有关系费用系数下降快得多时，则随着分工的发展，市场的合约关系更依赖同行竞争的压力，而每个合约的条件可能并不是界定得一清二楚，交易的可靠性主要靠市场上同行互相替代的压力来增加。若两类交易费用系数都以同等速度迅速下降，则我们会看到市场上的合约关系既会对现有的每个合约关系界定明晰的产权，也会非常依赖潜在同行的竞争压力。在这种条件下，分工和市场的发育就会非常迅速。

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澳大利亚的国有企业以及私人企业之间的比较，对以上观点给出直观的说明。对中国的国有企业而言，由于政府对资本、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垄断，这些企业并没有自由签约的权利。由于企业剩余权不明确，这些国有企业内人与人之间隐含的合约也非常模糊。所以，合约条件及签约权两方面都极模糊。而对澳大利亚的国有企业而言，他们必须与私商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上竞争，所以签约权的高度选择性是不同于中国的国有企业的，尽管两种国有企业在剩余权的模糊方面都相类似。而对于私人企业而言，则界定一个合约的效率与界定签约权的效率都要高过国有企业。

非常有趣的是，杨小凯和威尔斯的产权理论模型还显示，现代公司制度正是市场自由选择的结果，它不是否定而恰恰是肯定了私有财产制度。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勒所言（Stigler，1983），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是一个误导人的概念。在股份公司中，股东对自己的财务资产有完全的私有权和管理权，他们可以通过股票的买卖管理自己的资产。而经理对自己的管理知识也有完全的私人产权和支配权，他们通过高级劳务市场上的买卖来管理自己的知识。这里没有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股份公司只是经理与股东之间一种复杂的交易形式而已。这种复杂分工，会因界定合约条件的困难而有意使合约模糊，但股票市场的发达使界定签约权的效率大大提高。因此，以合约条件与签约权的综合所代表的私人产权的界定，并不一定会因公众股份公司的发达而更模糊，那种认为公众股份公司的发展使私人财产权重要性下降的断言是毫无根据的。

这种所谓两权分离的状况，同分工出现后所造成的生产与消费的分离是类似的。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生产会不会削弱消费者对生产者的控制能力呢？在自给自足的生产中，每人既是每种产品的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消费欲望对生产行为有直接的控制权，正像公司制度不发达时，老板就是经理一样。分工发达后，每人消费的产品绝大部分都是别人专业化生产的，消费者对生产的直接控制权完全没有了，他甚至根本不知道产品是怎样生产出来的。但是，只要有发达的市场，消费者对生产者的控制，就可以通过对不同生产者的产品价格和质量的反应来间接实现。分工造成了市场的扩大，加剧了不同产品之间的竞争和不同人之间对某一职业的竞争，因此消费者通过市场给生产者的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的压力，比自给自足时消费者直接控制生产时还要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和生产的分离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消费者对生产的控制。同样道理，只要有发达的股票市场，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不但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私人财产权对管理的间接控制。虽然股东对企业管理发言权很少，小股东对经理的任用几乎根本没有影响力，但是股东可以通过自由买卖股票来控制自己的财产值。这种自由买卖可以压低或抬高股票价格，对经理形成强大的间接控制能力。这种压力比股东直接管理企业时要大得多。我们应该区别股东对自己财产价值的控制权和对经营过程的控制权。大公司与发达的股票市场相结合，加强了股东对自己财产价值的控制权，并削弱了股东对经营过程的控制权。这种结论与20世纪30年代经典著作的结论正相反，大公司制度是加强而不是削弱了私有财产制度。

9.6 产权的模糊度与外部效果

新兴古典产权理论模型，不仅证实而且还将张五常关于外部性的猜想（Cheung，1970，1983）精确化了。张五常认为，所谓外部效果的概念是没有意义的，问题的实质是交易费用，即节省界定产权的外生交易费用与节省产权界定不清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问题。比如，我们在买桔子时，因为对桔子质量数量测度的模糊，也会产生所谓外部效果。但为什么在市场均衡中，桔子交易中产权界定的模糊程度，比空气污染中的产权界定模糊程度要低得多呢？这是因为界定对桔子的产权效率很高，而界定清洁空气的产权属谁，其效率要低得多。在理性权衡利弊后，人们一般将对桔子产权做精确界定，以减少与所谓外部效果有关的内生交易费用，却有意保持消费清洁空气很高的内生交易费用，以节省界定清洁空气的很高的外生交易费用。在无法界定清洁空气的产权条件下，我们就不会有买卖清洁空气消费权（或排放污染权）的市场。如果政府能用其他办法强制执行买卖排放污染的权利，例如通过汽油消费税对排放的污染强迫付费（罚款），且这种方法比人们自愿组织起来强迫买卖排污权更有效的话，则政府可以发挥组织市场买卖的作用。但是，完全禁止排放污染，显然没有考虑到增加生产和减少污染的两难冲突，而买卖排污权的市场如果组织得当，能更有效地折中这种两难冲突。

科斯强调，初始的产权安排既可以是污染的受害者有权索赔，也可以是工厂有权排放污染。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这两种产权制度都会在自由买卖排污权的市场上取得最优经济效果。如果消费者有权索赔，则工厂会出钱买排放污染的权利，以有效地折中增加生产和减少污染之间的两难冲突。若工厂有权排放污染，则消费者会出钱给工厂，使得工厂自愿放弃部分排污权利，以便有效地折中排污的直接坏处及间接好处（例如提高生产率、增加消费品供给、降低消费品的价格）。这就是科斯定理的精髓（Coase，1960）。科斯还强调，这类问题必须从全部均衡的角度去考虑。例如，若法律规定工厂有排污权利而居民又付不起买通的费用，则工厂附近的居民会因污染而移民他处，使工厂附近地价下降，而使其他地区地价上升，这会使排污工厂和居民区的地理分布对地价变动做出反应，其产生的新的生产和居民区地理分布可能比政府强制不准排污时要好。

但是，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却忽视这类问题的全部均衡效果，只注意局部均衡效果，而且庇古没有看到所谓外部效果与产权的界定有关。当产权可以自由买卖且无交易费用时，不论产权的初始界定如何，只要是可以自由买卖的私人产权，就可能在自由买卖过程中将这外部效果或我们所说的内生交易费用与其他经济效益（例如分工的好处）比较，从而找到最有效率的折中。因此，新兴古典产权理论模型内生了外部效果。所谓外部效果的程度，是由个人的决策及决策间的交互作用决定的，而庇古和萨缪尔森却假定这程度是外生给定的。

当存在外生交易费用时，产权的初始安排就可能有意义了。例如，若对工厂排污收费的交易费用很低，但要把所有受污染之害的人召集起来开会产生共识来出钱买通工厂减少排放污染，可能会有很高的交易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有权通过政府法令索赔的产权制度，就可能优于工厂有权排污的产权制度。但这并不是纯外部效果问题，而是两种产权制度比较而言哪一种的总内生、外生交易费用更低的问题。

对产权制度的选择并不一定是一个国家内自发的过程。但是，在有很多主权国家的国际竞争舞台上，产权制度的选择却是自发的。各个国家试验不同的产权制度，例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试行以普通法为主的制度、习惯和案例形成法律，而法官、陪审团及告辩双方的交互作用，在司法公正条件下使案例得以形成，或新案例通过衡平法在公正原则下可推翻过时的案例。这种自发形成的法律制度，逐渐形成了一套保护私有财产的产权制度。而欧洲大部分大陆国家及中国都采用由政府立法的大陆成文法制度。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别，影响到这些国家长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下，那些对增加国家实力不利的产权制度，就会逐渐衰微。例如，法国成文法在国际竞争舞台上就一直无法与英国的普通法系竞争。所以，法国在美洲的殖民地及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都最后衰微，让位于普通法系下的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法国也不得不通过拿破仑法典吸收普通法的一些优点（例如陪审制度）。

各国在税收和公共财政制度方面也会有激烈的制度竞争，因为税收和公共财政有可能用来节省大量外生交易费用。因此，它尽管可能产生很高的内生交易费用，却能用来发展很多外生交易费用极高的公共运输和城市公共设施。而这节省外生交易费用和增加内生交易费用之间的最优权衡的取得，往往也是通过各国之间制度竞争和有意地模仿而自发进行的。

因此，哈耶克（1944）认为，即使每个国家的制度形成有主政者的制度设计因素，但在国际竞争舞台上，制度的形成和演进仍然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只有这种自发形成的制度，以及人们在互相竞争交互作用中无意形成并生存下来的制度，才是有生命力的制度。

9.7 新兴古典产权理论的应用分析

新兴古典产权理论为我们分析现实经济中的很多问题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我们接下来将要运用该理论对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例子进行分析。很多中国学者认为，产权界定越明确越好，但新兴古典产权理论模型却证明，由于各种两难冲突的存在，产权并不是越明确越好。有时候，产权的模糊设定往往比清晰地界定产权更有效率。因此，关键是法律制度应该保证人们有自由选择合约的权力。这样，有效率的界定产权模糊度就会通过自由的产权买卖而自发形成。

公共汽车或火车月票制度就是一种有意模糊产权的合约设计，其缺点是坐车人不管乘多少次车，所付票价都不会有变化。这当然会鼓励无效率乘车，但是它却减少了每天售票、购票和验票的外生交易费用。又例如，公共交通设施，像长江大桥，如果由政府向纳税人收税建桥，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免费使用此桥，则肯定会造成协调的困难。因为即使是从不使用此桥的纳税人也得交纳同样的税款，而经常使用此桥的人却并不比其他人纳更多税，故人们都会有逃税的意愿，造成政府筹集修桥资金的困难。这被经济学家称为公共物品特性造成的免费搭车问题，属于一种内生交易费用。如果是私人公司修桥，而用桥的人和车都须交费，在一个自由竞争修桥权的市场中，这种做法会消除内生交易费用，但是却会增加过桥收费耽误时间、占用人力等之类的外生交易费用。究竟哪种修桥方式更好，当然就取决于哪种方式能使这两类交易费用的总和最小化。

如果收税方式节省的外生交易费用比它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高，则政府的税收和财政功能就能促进分工的发展，起到所谓纠正市场失败的作用。否则，政府的税收和财政支出就会制造“政府失败”，扼制市场发挥其正常功能。历史上，政府不懂如何利用公共财政发展城市和运输的基础设施，曾经是中国经济落后的一个原因。而1949年后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政府过分发展其税收和财政功能去代替很多市场的功能，同样也限制了经济的发展。所以，如何找到政府财政中内生交易费用和外生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的最优折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目前很多公司采用计时工资而不是计件工资，也是精确界定产权的外生交易费用与模糊产权的内生交易费用两难冲突折中的一个例子。在能精确测定产品质量条件下，计件工资可以精确议定和执行合约，使交易的协调失灵风险降到最低。但是，如果在合作生产的条件下，精确测定产品质量、数量的外生交易费用太高，则条件较模糊、有较高内生交易费用的计时工资可能反而更有效，因为它能节省更多外生交易费用。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很多发达国家，由于雇一个警察的月工资高达数千美元，所以一般政府并不雇警察在交通路口控制红绿灯，而是采用自动控制系统。这种自动系统不如人控制那么灵活，不管路口的实际交通状况如何，它总是按设置的程序固定地转换红绿灯。所以，我们通常可以看到当南北向路口有很多车辆等候绿灯时，东西方向却没有一辆车通过。这显然会造成车辆等候绿灯时的时间浪费，也是一种类似外部效果的内生交易费用。但要消除这种内生交易费用，我们或者要付更多外生交易费用来雇很多交通警察控制红绿灯，或者要安装一种用超声波来检测哪个方向车辆更多的先进自动控制系统，其费用也非常昂贵。考虑到所有这些可能性，在什么条件下保留上述“外部效果”比消除它更有效？如果由于技术的进步，用超声波检测等候车辆数量的自动控制设备变得很便宜，或者像在中国雇警察的工资费用很低时，消除上述外部效果的费用才比不消除的损失小。

人们谈论很多的所谓公共物品问题也是如此。公共物品是指某种产品，当一个人消费它时，并不妨碍别人也同时消费它。近年来，经济学家将此称为非竞争性的产品。非竞争性产品在交易时，若可用一定合约和制度使产品的使用人为具有排他性，则并不一定会产生所谓的外部效果。电视节目就是一种明显的非竞争性产品。一个人看电视并不妨碍其邻居在家也看同一节目。但是，如果我们想像有一项法律制度，它要求每个看此节目的人必须付费，并有办法强制监督和执行这一制度，则电视节目虽是非竞争性产品，却可以建立排他性使用制度，即人们有办法用一定代价排除别人看此节目。只要有办法强制执行排他性，则产品使用时的非竞争性本身并不构成产生内生交易费用（外部效果）的原因。所以，非竞争性是产品的技术特性，而排他性却与交易制度有关。

但是，电视节目可以建立排他性的使用制度，并不意味着现实生活中对收看电视（开路电视）就会实行收费。因为，要对看开路电视的人强制收费，外生交易费用极高。你可以想像电视公司雇很多人随机抽查看电视的家庭，抓到看某节目而不付费的人就上法庭告他们的交易费用有多高。因此，尽管看开路电视付费在法律上大致行得通，但由于外生交易费用太高，没有一家开路电视公司会采用这种方法。

特别要强调的是，即使在外生交易费用很高的情况下因而产生了所谓外部效果（内生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市场也可能比政府有更好的办法减少这内生交易费用。私人闭路电视就是一个解决办法。即使没有闭路电视，私人开路电视也可以用巧妙的强制搭配的三边贸易来间接向看电视的人进行有效收费。这就是，私人电视公司知道消费者要看各种电视节目，但却不喜欢广告，但电视公司却可以从广告中收费获得利润，而花钱做广告的公司的钱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还得由消费者（观众）支付。这样，通过私人电视公司、做广告的企业及消费者的三边交易，一个竞争性的电视业就能够商业化，观众就能看到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但在中国，政府却不明白电视台实现其产权的奥秘，还在对电视业进行财政拨款。结果，电视台一面享受着市场的好处（收广告费），一面还享受着政府的补贴，成为收入最高的部门之一。但由于电视行业不能自由进入而缺乏竞争，电视节目质量同国外电视节目相比还有差距。可见，如果市场上各个决策者有自由交易的选择权利，一些非常巧妙的交易制度就会建立起来。但如果不相信市场的力量，想当然地非要政府干预，就有可能扼杀市场的效率。

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发展也可以用产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在美国经济发展早期，运河、铁路及高速公路的发展对交易效率的改进起了关键作用，而那时修运河、铁路和高速公路，大多数由私人股份公司来组织，私人公司在收费高速公路和铁路营运中也发了大财。而在美国经济发展的后期，政府修的高速公路越来越多。究竟是私人修高速公路还是政府修高速公路的产权制度更有优势，取决于两种方式对总交易费用的影响。如果是政府修高速公路的产权制度，则外生交易费用较小（对高速公路收费所耗费的时间和资源较少），但内生交易费用较高（因为即使从来不用某条高速公路的人，也得为该条公路交税）。如果是私人修高速公路，则外生交易费用较高（要设立收费站、雇人收费管理等），但没有内生交易费用，因为建立了谁使用谁付费的产权制度。但在中国，政府出面修高速公路却并没节省外生交易费用，因为政府照样会设卡雇人收费，也不一定节省内生交易费用，因为很多高速公路并不是用贷款而是国家用财政资金修建的。此外，政府修路的效率和质量也非常低劣，出现大量的所谓“豆腐渣”工程（也是一种内生交易费用）。类似这种基础设施，如果建立排他性使用制度的费用不太高，通过私人投资显然就更加有效率。马来西亚是用私有制来发展高速公路的。中国内地及台湾是用高速公路的国有制发展高速公路。从目前的效果看，马来西亚发展高速公路的速度比中国要快得多。

产权经济学理论也能用来批评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兰格的理论声称，按新古典的全部均衡理论，一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以用国有企业制度与中央计划机关试错的方法，模仿瓦尔拉斯定价机制，取得至少与自由市场一样好的经济效率。兰格建议中央计划机关下令让国有企业经理将利润最大化，然后向计划机关报告利润最大化的供求，计划机关将所有的供求加总。若一种产品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则将此产品价格调低，若求过于供则提价。这样用模仿瓦尔拉斯价格拍卖人的方法不断试错调价，直至供求达到均衡。这种理论当然与新古典全部均衡模型相一致。兰格是位学贯西东的经济学家，是位熟悉全部均衡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写作的年代，人们对产权经济学还不了解，也不知道我们前面讨论的有关企业剩余权对交易效率、分工和生产率影响的理论。所以，他忽略了这种市场社会主义并不能保证中央计划机关有诱因追求供求平衡，中央计划机关的头头也是自利的普通人，他们会有诱因故意保持供求不均衡而从中捞取私利。因此，人们不是有钱就能从市场买到东西，这样计划机关分配物资的权力才会大于市场权威，大家都有求于计划机关。供求不等时，计划机关办事反而方便，计划官员的权力反而更大，因而这些官员在社会中的相对地位就高，可以得到种种无形好处。他们更没有诱因命令下属国有企业经理将利润最大化，因为每个官员个人都不拥有企业的剩余权，他们关心的是上级的赏识及升官的可能性，而不是企业能否取得利润。


第10章 分工的自发演进和社会组织试验

10.1 分工如何随时间流逝而内生演进

在前面所有的故事中，劳动分工都是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而演进，而这交易效率的改进在模型中又都是外生的，因此劳动分工也是外生演进的。如果交易效率系数不随时间变化而提高，则这些分工演进的故事就不会发生。关于专业商人和贸易结构的新兴古典模型曾内生了交易效率，但其交易效率的改进与一个代表人口密度、制度、环境和运输条件的参数变化有关。若此参数不变，则交易效率和分工也不会演进。所有这些静态模型，都无法真正描述熟能生巧边干边学的动态效果，而这个动态效果对分工的内生演进又有着关键性的影响。所以，我们还须用动态全部均衡模型来解释分工的内生演进。

所谓分工的内生演进，是指一种动态机制在任何经济参数都不发生外生变化时，分工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自发地演进。用动态全部均衡描述分工的内生演进，不但意味着分工的自发演进，还意味着这个自发过程并不是一种物理或机械过程，而是每个人从自利出发进行动态最优决策，而互相冲突的自利决策交互作用后，产生出一种所有人都不得不接受的后果。这种后果并不会静止不变，而是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演变，而这一演变过程同样也是人们动态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后果。所谓自发演进，并不是说与人的决策无关，而是说没有任何个别人可以完全操纵这个演变过程。这种分工内生演进的模型由杨小凯和博兰（1991）最先发展，称为新兴古典内生增长理论。这种增长模型比传统增长模型和罗默的新增长理论有高得多的解释力。

我们用自然语言讲述动态均衡模型背后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个代表自利行为的动态决策问题。这个动态决策问题与静态决策的差别是，每个人都会认识到自己今天的决策对未来的生产条件和福利会产生影响，因而在决策时不是仅仅将一个时点的效用最大化，而是将各个时点的效用贴现到决策时的现值总和最大化。比如，一个人如果考虑是否专业生产衣服，由于要进行投资，当年可能收不回成本，第二年才会开始有利润。那么，如果只考虑第一年的收益最大化，他就不会做出专业化生产衣服的决策；但如果考虑到第二年之后的收益，他就会做出专业化生产衣服的决策。通常人们在进行类似这样的决策时，都不会只考虑一个时点（如当年）的效用最大化，而会将各个时点的效用综合考虑，即人们通常说的“用长远眼光看问题”。

在这种动态决策中，有几个两难冲突。第一个是，专业化产生的加速学习过程的动态效果与交易费用的冲突。如果一个人把有限的时间分散在很多活动中，则他花在每个活动上的时间都很有限，所以学习和积累经验的过程非常缓慢，加上所有人都如此做，则每个人都重复每个活动的学习过程，也不会比别人学得更多知识和技能。若每个人专于一种活动，则在这个活动中的经验积累会创造显著的熟能生巧的动态效果，所以每个人在短时间就会积累到非专业化时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积累的经验。若不同人选择不同专业，则又避免了重复学习，每个人都在自己专业习得比他人和比自给自足时更多的技能。这种动态效果，不但可以使一个人用短时间的专业化取得长时间非专业化积累的知识，而且因为不同专业积累的知识不同而使整个社会获取知识和积累知识的能力大大增加，但其代价当然是会增加专业化分工后的交易费用。

另一个两难冲突与上述两难冲突混合在一起，那就是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难以兼顾的两难冲突。分工的动态效果一般都是提高和增加未来的生产率和消费，但分工却马上会增加当前的交易费用和减少当前的消费。若人们有对当前消费的偏好，而未来的一定消费量贴现后比当前的同样消费效用更低，则分工创造的未来好处更不容易抵消当前的交易费用。因此，对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类似于投资决策，当前的交易费用就是一种增加未来收入的投资。

人们的动态自利行为，就是权衡这些两难冲突以取得最优折中。这些自利动态决策在市场上交互作用，也会产生各种市场上的两难冲突。自由竞争、自由择业、自由定价也会折中这些市场上的两难冲突而产生动态均衡。在这种动态均衡中，各种经济变量都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自发演变。

这种分工自发演进过程是这样的：在初始阶段，人们对各种生产活动都没有经验，所以生产率很低，因此他们付不起交易费用，只好选择自给自足。在自给自足生产中，每个人慢慢在每种活动中积累了一些经验，生产率就慢慢改进，使得他能负担得起一点交易费用，于是选择较高的专业化水平。通过市场自由择业和自由价格机制，这些自利决策的交互作用会使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提高，市场也就因此出现。由于升高的专业化水平反过来加速了经验积累和技能改进（或人们常说的专业人力资本的增加），使生产率进一步上升，此时每个人在权衡专业化将来的报酬和当前增加的交易费用后，认为可以付更多交易费用，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提高专业化水平。这样，良性循环过程（或人们所说的正反馈过程）就会出现。这个过程使分工演进越来越快，产生所谓经济起飞现象（即人均真实收入加速增长或增长率上升）。

当分工演进的潜力因人口规模或与制度有关的交易条件的限制而耗尽时，分工演进减缓或停止，学习过程不再被分工演进所加速，所以社会进入减速经济增长阶段（所谓成熟增长阶段），人均真实收入增长率下降。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选择专业化的决策，实际上是选择商业化和买多卖多或买少卖少的决策。例如，5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有这种经验，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城里人买布自己做衣或请裁缝做衣；到70年代，大多数城里人都是买成衣，而很少再买布做衣。50年代，中国乡下还有很多农户自己纺纱、织布做衣；到60年代，乡下人越来越多地买布做衣，而到七八十年代乡下人也开始买成衣了。这个过程就是人们专业化水平越来越高的过程。

第二，要注意的是随分工演进出现的3种经济增长模式。在自给自足或低分工水平时，边干边学熟能生巧的动态效果在分工水平不高时只能产生减速增长，因为在固定活动中，熟能生巧的动态效果总是有限的。当分工开始演进得越来越快时，熟能生巧的动态效果与分工加速经验积累的效果二者交互加强，所以产生了经济起飞现象。当分工演进的潜力耗尽后，经济增长只有一个熟能生巧的动态效果，没有同分工演进交互作用的累积效果，而熟能生巧的潜力在固定专业化水平时总是有限的，所以产生了高分工水平但无分工演进时的减速经济增长。

这种内生分工演进的模型是内生增长模型中的一种。所谓内生增长有不同的定义。一种定义是，经济模型中代表经济环境的所有经济参数和函数不发生变化，但人均真实收入、人均消费与生产率会随时间流逝而增加，则此模型能产生内生经济增长。另一种定义是，这种人均真实收入随时间的增加不但在经济参数不变时可以发生，而且必须通过个人的自利决策及其交互作用而发生才叫做内生经济增长。按后一个定义，哈罗德—多玛（Harrod，1939；Domar，1947）模型就不是内生增长模型。这种模型虽然可以在参数不变时发生无止境增长，但模型像一个物理方程，既没有人们的自利决策，也没有自利行为之间的交互作用。索洛增长模型（Solow，1956）则无论按这两个定义中的哪一个都不是内生增长模型，因为他的模型既不用动态决策描述人的自利行为及其交互作用，也不能在没有参数变化的情况下有长期经济增长。AK模型是拉姆齐模型的特例，但它是宏观模型，没有产品种类数和分工的自发演进。罗默模型也是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但它虽有产品种类数的自发演进，却没有个人或企业的专业化水平的演进。

10.2 人类对组织的知识如何决定分工水平

人们专业知识累积的速度以及人类社会获得技术知识的能力取决于社会分工水平，而均衡的社会分工水平又取决于人们对最优分工水平的知识。但是，获取最优分工水平的知识并不是免费的，也要花费时间和其他资源，人类对分工组织的知识也是逐渐演进的。因此，我们就会有获得有关分工组织信息的好处与获得信息的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比如，在某一时点上，所有人都处于自给自足状态，每个人既不知道其他有分工的状态下各种商品的相对价格，也不知道该状态下的真实收入。人们要获取这一信息，就必须花费一段时间和费用。这不但是因为求解不同分工模式的效用本身需要时间和费用，而且对于各种分工模式，人们还要花时间议价或通过择业自由及瓦尔拉斯价格负反馈机制确定价格，才能获知不同分工模式下的价格和真实收入。

新兴古典关于社会组织试验的模型（黄有光和杨小凯，1995，或见杨小凯，1998）是一种动态模型。这个模型与以前的静态模型的区别是，人们对分工组织的信息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自发演进。这个模型与以前的动态模型也不一样。在以前的动态模型中，我们假定人们可以在某一起始时刻得到有关有效分工组织的信息，而此处的模型中人们对分工组织的知识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加。就像前面第6章关于内生交易费用的序贯均衡模型一样，组织试验的模型也有动态决策与决策者所知信息的演变之间的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决定社会关于分工组织的知识和分工组织本身的演化，而这演化决定了人类关于生产技术知识的演化。但要特别指出的是，组织试验的模型与克雷普斯（Kreps）序贯均衡概念的差别是，在他的模型中有决策者策略之间的直接交互作用，而在我们的瓦尔拉斯或议价序贯均衡模型中，个人决策之间是通过价格间接交互作用的。

我们来讲述模型背后的故事。最开始，所有天生相同的人全都处于自给自足状态，不知道在不同分工状态下各种商品的相对价格及真实收入。假定人们需要一段时间和一定费用通过讨价还价或瓦尔拉斯负反馈机制发现一个分工结构下的相对价格，而一旦人们知道了这个价格，并据此计算出每种可能的专业选择下的真实收入后，他们可以马上选择真实收入最高的专业。每一阶段的社会组织试验都会产生一些新的有关有效分工的组织信息，每个决策人都根据这些信息重新调整下一步有关组织试验的动态决策。这就意味着，如果新的分工模式的效用不如原来已知的分工模式，人们总可以马上退回去。如果效用超过原先的分工模式，则人们就会选择新的分工模式。而超出原先分工模式的这部分收入，就是获得组织信息的好处。因此，在进行组织试验的动态决策过程中，若不考虑发现价格的费用，人们进行组织试验后的真实收入至少不会低于以前的状态。

如果获得组织信息的费用太高，则人们会决定不花时间和资源去议价，或计算新的分工模式下的真实收入，尽管这些议价和计算可能带来更高的真实收入。如果议价和计算新分工模式的费用很低，人们就会充分利用价格制度来议价和计算很多可能的分工模式下的真实收入，并比较不同模式的真实收入，最后选择真实收入最高的分工模式。因此，市场和价格制度就成为人们试验不同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工具。通过这些试验，人们可以获得更多关于组织的知识，从而选择有效的分工结构，使他们获得技术知识的能力提高，产生内生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用价格制度试验不同的分工组织是一种社会试验，不可能像做化学实验那样由一个人在实验室关起门来完成。价格是一种社会现象，只有所有人都参加决定价格的过程，全社会的价格才能确定。我们可用下面两个例子来说明在现实生活中这类社会试验是如何进行的。

一个例子是，新发明的技术要商业化地推广，往往要经过工厂化试生产阶段。这就是说，要把新技术放到大规模商业化生产中，看全社会的潜在买者是否能接受大规模商业化生产下的价格，也即看能否使这些潜在买者放弃他们原来的自给自足模式。有时，为了使潜在买者愿意选择购买这种专业新产品，公司即使在小规模工厂化生产条件下，也有意按大规模工厂化生产的低成本标准来定价。如果试验成功，则说明这种新的分工模式是可行的，可以对这种新产品进行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公司内部分工水平也有加深的余地，从而成本还可以进一步降到所试验的低价水平以下。可以看得出，这种社会组织试验，是新技术能否转化为成功的商业化生产的关键。如果不能经受这一工厂化试生产的考验，再好的技术也不会被社会接受。例如，电池汽车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被发明了，但时至今日也没有进入大规模商业化生产阶段。近代造船技术早在17世纪就已诞生，但因为当时海盗横行，商船必须以容纳重炮为条件，从而使新的技术无法被采用。

另一个例子是麦当劳连锁店。此店创始人开办此业时，饮食业正处于一种低分工水平，饮食服务价格高，人们的饮食多是自给自足，平时很少进餐馆。若用边际分析对产量或价格进行微调，都会使利润下降。但麦当劳创始人心中却设想有另外一种均衡状态。他决定把价格定得比当时的价格低得多从而使一般大众能经常选择进餐馆（也就是放弃自给自足的饮食服务）。在饮食业与其他行业之间高分工水平条件下，饮食业的市场就会扩大，并因此提高饮食业内分工水平。例如，麦当劳总部专门负责计划和设计，而特许经营的分店则专门生产食物和服务。此创业人用特许连锁店的方式实现利益共享，大大降低了总店与分店之间因欺骗、违约等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因此使上述社会组织试验得以成功。今天我们可以感觉到，麦当劳之类的快餐连锁店，使社会在饮食业与其他行业之间及饮食业内部分工大大加深，而这分工加深的好处大于因此而增加的交易费用。也就是说，经过这一社会试验，全社会都发觉它优于以前的低分工组织模式，所以选择了这一新分工结构。

既然是试验，就一定有不少是失败的。试验意味着不但要试验有效率的组织，也要试验无效率的组织，否则我们就不知道哪个有效哪个无效。大多数被试验的分工组织可能并不是最优的，因此进行这类社会试验的企业家就有可能破产。例如，美国是很多新分工组织的发源地，但同时也是公司破产率最高的国家。这些破产的公司虽然没有成功，但却为社会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关于有效分工组织的信息。而股票市场和企业法人制度则是一种通过全社会帮助企业家分担组织试验风险的制度，它加速了组织试验和企业家精神的发展。因此，成功的企业家有不少是运气好，而失败的企业家提供的组织信息在重要性上也不亚于成功的信息。大多数成功的企业家都有过很多失败的经验，组织试验是很难以成败论英雄的。从这点而言，社会对失败的企业经验应非常重视和给以适当尊重，不要简单地将经济理性与成功划上等号。

10.3 组织信息和分工同时演进的故事

这个组织试验模型背后故事的实质是，人类对分工组织的知识决定分工水平，而分工水平决定人类获取技术知识的能力及生产率。人类获取分工组织的知识，与社会试验不同分工组织结构的效率有关，而这效率又与确定价格和计算最优决策的效率有关。人们获得有关组织的信息后是否能实现高分工水平，又与交易效率有关。在缺乏有关组织信息的知识时，社会进行组织试验往往是从最简单的分工组织试起，因为简单组织的试验费用较低。这种社会试验费用，可用来解释为什么分工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组织的渐进演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价格制度并不能保证使每个人得到有关组织的信息，它只是人们组织社会试验以不断获得有关组织信息的工具。在这获取组织知识的社会试验过程中，社会不但会试验有效率的组织结构，也会试验无效率的组织结构，因为只有通过试验，人们才能知道哪个组织结构有效，哪个无效。

在人们对分工组织缺乏信息的情况下，某些看似无理性的行为可能会增加组织的知识。用这种组织试验的观点看经济现象，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些看上去最理性的知识分子很难发大财成为大企业家，而一些社会边缘人物反而有更多机会发大财，成为大企业家。从这些现象，我们应该对目前流行的所谓经济理性主义持一种审慎的批评态度，不管这些经济理性主义是推崇市场，还是主张政府去纠正“市场失灵”的。对经济理性的过分崇拜，其实可能导致经济制度的失败。

新兴古典关于组织试验的理论，可以归结为如下主要结论。第一，任何新生意都是创造新的专业或新的分工结构。如果新生意是生产目前由人们自给自足的服务，则其成功的机会由下述3种因素所决定，即人们对此服务的相对嗜好、生产此种服务时专业化提高生产力及加速累积知识的潜力，以及此种服务的相对交易效率。这3种因素相对其他产品或服务越有优势，新生意成功的机会就越大。这3种因素中，以第二种最为重要，因为嗜好一般相对固定，而专业化加速累积知识的潜力却是难以预计而必须通过加深分工的组织试验才能看到的。第三种因素（交易效率）由于有专门从事交易的可能性以及用复杂的剩余权结构节省交易费用的可能，所以也是生意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生意本身如果是种专业交易活动（例如超级市场、汽车的生产），则交易效率的提高与分工加速知识积累的交互正面影响（正反馈），将会推动业务的蓬勃发展。比如汽车工业对改进交易效率的影响，会提高整个社会的分工和商业化程度，因而增加对汽车的需求，这反过来为加深汽车工业内部分工提供了市场，使生产汽车的效率提高，因而进一步改进交易效率。如此良性循环，就造成该行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升。一般人们对这种有正反馈潜力的行业的赢利能力都估计过低。

第二，在有专业化加速学习速度的效果时，天生的比较优势并不重要，而进入专业化与学习加速的良性循环（正反馈）却非常重要。一个天资不高的人，一旦通过广告或自我推销成功而进入某个专业，则专业生产会提高他的学习能力和效率。这反过来又扩大了他的市场，使他有机会加深专业化，进一步加速学习过程。这种自我加速的过程，往往使某些没有先天优势的人在短期内超过一些有先天优势但却没进入这个良性循环过程的人。有人将这种良性循环过程称为“自我发现”，实际上这是一种“自我创造”过程，而不是发现先天就存在的自我。很多人说个人事业成功的过程是自我发现的过程，但按此章的模型，个人事业的成功与否依赖于他是否知道有关最优专业方向、最优分工水平的信息，而这信息又依赖于他是否试验过某种专业模式。因此，自我设计比自我发现更贴切地描述了追求事业成功的过程。但由于信息和组织决策的互相依赖，事业的成功有赖于组织试验，而组织试验的成败又是碰运气和有风险的事。认识到事业成败与组织试验的关系及组织试验的性质，则敢于承担试验的风险及碰运气的态度，可能比要有十足把握才选择某一专业的态度更可取。

第三，由于市场中可能的各种均衡分工模式之间是不连续的，所以边际分析并不能为成功的生意指示方向，而冒险的组织试验是获取信息的必要手段。这种组织试验的特点是决策变量的值大幅度地跳动，因而需要相当的投资进行组织冒险。最常见的例子是不用小额投资扩大现有小百货店，而用大额投资创立与现有百货店完全不同的大型连锁店。这种组织试验在第一次进行时风险极大，但是一旦在先进工业国家已有此类试验时，落后国家的试验风险就小得多。

例如，张五常教授提议创建《壹周刊》时，香港期刊市场似乎已饱和，很多刊物的售价不足以抵消成本。若按传统经济学的边际和均衡分析，人们不但不应进入这个市场，现有生产者还应该退出一些才是。但张教授独具慧眼，声称期刊市场需求不足是因为稿酬太低，不足以使撰稿人专业以此为生，所以期刊质量不高，使人们对这种专业产品（期刊）的需求不足。如果大幅度增加稿费和编辑人员的报酬，使一批非常专业化的人士能以此为生，则产品质量会大大提高，人们对这一专业的需求也会上升，创办一个新刊物也就会有利可图。张教授在这里用的不是边际分析，他脑中自有一个目前市场上还不存在的角点均衡，撰稿人的稿费要大大偏离现有的市场均衡水平，这个新的角点均衡才会被市场所试验。如果试验成功，则这个“组织创新”就会赚钱。《壹周刊》循此洞见，果然在几年大量投资后赚了钱。其实，张教授的建议是受西方类似杂志成功的启发，他提出在香港做这种试验时，所冒的风险并不大。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中国内地的很多报纸，也采用了类似的模式来发展，有的是用高稿酬，有的则是用比卖废纸还便宜的卖价招睐读者，扩大发行，如有的报纸100多个版面才卖1元，主要靠广告赚钱生存。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落后国家工业化速度比当年先进国家工业化快得多。落后国家模仿先进国家的组织试验，所冒风险要小得多，试验成本也小得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预见中国如果政策得当，在今后20年实现经济高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试想中国内地模仿港、台地区的超级市场和金融组织，在组织试验上风险会小得多。只要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健全，这种组织模仿过程在短期内会使中国内地的分工结构和商业化水平与港、台地区类似。

第四，正因为组织试验是人们获取经济信息所必需，而可能的角点解之间的组合形成的组织结构和产权结构会无穷多，人们不可能穷尽所有组织试验。因此，人们的组织信息总是有限的。在这种信息不够的情况下，人们不应对所谓的经济理性过于迷信，而应对看似无理性的组织试验充分开放头脑，不要有预先的成见。那种尽可能试验不同的组织，在充分多的试验中靠碰运气发财的态度，比预先算计清楚稳操胜券的态度更可取。

很早以前，商人曾被认为是一种对社会没有贡献的行业，这种预先的成见曾大大阻碍了经济的发达。问题不是商业这个专业究竟是否有价值，而是这种不开放的头脑。现在，我们也听到人们在谈论中国台湾的“产业空洞化”如何对经济有害、中国内地的劳力密集型工业的发展如何不利于技术的提升、应该如何制定严格的产业政策强制淘汰一些被认为达不到先进“技术标准”的民营企业，以及景气循环如何损害生产力等论调。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与当年重农抑商的论调都是同样的思想方法。你怎么知道中国台湾的“产业空洞化”不好？你认为这些技术落后的民营企业不好，但为什么它们比那些技术先进的国有企业效益更好？一种组织结构在市场竞争中自发地出现，必有其生存的理由。对这种复杂的理由，我们最好不要妄下结论。以产业政策而言，目前中国香港和以前中国台湾没有产业政策的效果，看来比新加坡和韩国的产业政策就不差。不少经济学者还论证中国香港的无产业政策比新加坡的产业政策效果为好，而中国台湾也胜过韩国。因此，对目前一些经济学家批评中国台湾“产业空洞化”或中国内地“产业低级化”的论调千万不可轻信。其理由是，市场上出现的组织模式所包含的信息，比这些经济学家知道的要多得多！

10.4 自发的制度改革与有意的制度模仿

人类关于组织的信息是自发演进的结果。哈耶克多次论述，只有这种自发形成的秩序和制度才是最有效的制度。而对于后进国家来说，则可以利用先进国家自发积累的组织信息进行创造性地模仿，产生所谓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无论是自发的制度演进还是有意地模仿，法律制度都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世界上成功的殖民地，大多是英国普通法治下的地方，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而大陆法系（又称罗马法系）治下的前法国殖民地，一般都比不上前者。这是因为普通法不是政府有意立的法，而是由法官、控辩双方和陪审团互动产生案例，分散地自发形成法律。早期英国的习惯法发展到后来的衡平法，规定了新创与成例不合的新案例的规则，所以有一种自发形成制度的制度。只有普通法力所不及时，成文法才被考虑。这有点像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政府只管市场管不了的事的特点。英国当年土地私有制的形成，也是自发的圈地运动把共有的土地转化成私有土地，然后由司法案例加以制度化。

中国的制度改革又一次证实了哈耶克的思想。农村改革是自发的，政府先是反对包产到户，后是容忍其自发发展，结果是成效卓著。特别是，广东等地模仿香港的制度安排，发展土地市场，使经济实力大增。这其中，商人从赚钱的角度自发地发展新制度，当然是制度改变的原动力。所以，改革往往是下层商人自发的创造一些新制度安排，而这些新制度同现行法律和制度不符合，新制度取得成功，然后促使政府修订法律、制度。从非法的土地买卖到合法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再到最近的更制度化的房地产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由于中国大陆与台湾一样，同属大陆成文法系统，所以自发的制度改革并不能像普通法系下那么顺畅，改革往往以违法为特点，使制度的连续性和权威性同改革难以两全其美。台湾的汇率制度、金融制度的改革，也有这种民间违法发展新制度，然后政府被迫改制的特点。但一般这类由下面商人自发推动的制度改革都有生命力，都容易成功。

制度改革的自发性，不但同商人和普通百姓的自发行为有关，而且同省与省互不能控制也不受中央所控制的自发行为有关。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省与省之间有了自发的制度改革的竞争。我们现在经常可以看到，某个省实行了一种新的做法，其他省马上就会跟上。所以，省与省之间的竞争，也利于自发的制度改革。

但是，对于中国这种制度很不成熟的国家，有意的制度模仿有时比自发的制度试验更有成效。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有制度都是多年自发制度试验积累下的东西，所以模仿得好并不会违反自发形成制度的原则。但在这种模仿过程中，一定要分清什么是先进的东西，什么是落后的东西。比如，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国家干预主义兴起，很多违背自由市场原则的做法也形成了制度，如颁发从业资格证书等。如果一味照搬这些东西，无疑是拣了人家的糟粕当宝贝。而令人担心的是，一些广受西方经济学家抨击的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往往很符合中国一些官僚的胃口，因为这有利于他们打着规范市场秩序的幌子堂而皇之地将部门特权制度化，从而也就有可能被当做先进经验而引进。中国的一些政府主管部门时不时就按“国际惯例”出台一些“规范市场”的法令，其实起到的正是危害市场的作用。这当然跟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国际公认的标准差距太大有关。

中国政府虽正逐渐从人治向法治过渡，从由政府设计制度到模仿他国自发形成的制度过渡，但是仍太看重政府的立法能力，而不注重如何形成一些让自发出现的“违法”个案通过类似普通法中的“衡平法”程序，自发地形成新法律。这种通过公平的程度自发形成的法律，比强制执行政府立的法更容易。这就是在实行普通法的国家里，守法精神比较好的一个重要原因。1998年上半年，中国广东有人经营IP电话，结果被垄断经营的国家电信部门指控为违反有关电信法规而取缔。如果这种深受老百姓欢迎的“违法”活动得不到国家的认可，我们就只能继续依照落后而呆板的法规来行事，而这又极大地妨碍自由竞争和经济效率的提高。这种情况下，人们守法的意愿就不强。

其实，中国目前制度改革中的很多困难，都可以用这种尊重自发制度创新的办法来解决。这种制度改革方法不会造成大的利益冲突和突然的社会变动，而是用日积月累、渐进的方式改革制度。这一过程中，政府注意的重点不是立法，而是案例形成和创立与成例不合的新案例的程序的公正性。现在，对经济生活中自发出现的一些不合法而合理的“地下”活动，如承租公房使用权的转让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官员都呼吁，与其让它们在地下活动，还不如让其合法化。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影响很大的以批评报道为主的访谈节目，它在评论很多新闻事件时，就多是以政府的“红头文件”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很多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可行的做法，最开始往往都是以“违法”的面目出现的。可喜的是，中国在加入WTO前后，已开始对这些相关文件进行全面清理和修改。

台湾“清华大学”的干学平教授专门研究过台湾宜兰清朝时的契约资料，当时清政府的行政管辖权在宜兰并不强大，而移民们在没有政府管制下自发地形成土地私有权，自发地发展了非常复杂的契约关系，非常有效地管理和发展水利事业。而日本人侵占台湾时，也非常重视这类中国人的习惯法。如果人们理解哈耶克关于自发秩序的思想，就一定会花更多精力去研究中国历史上或当今自发形成的制度和习惯，并重视模仿他国自发形成的成功制度，而不会迷信政府创造新制度的能力。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是在于立法司法上的自由主义政策。中国大陆如果也能发展一些司法原则，承认他国的大部分司法案例，政府就能从繁重的立法任务中解放出来，专心于行政和政策制度。

10.5 新兴古典组织理论对研究中国经济的意义

这种组织试验理论对研究中国经济有如下重大意义。第一，它可以用来解释何以中国在19世纪前经济长期停滞。当时的统治阶级自认为他们自己知道最优的经济组织模式，奉行一种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很多试验不同经济组织结构的社会试验不能通过自由企业、自由价格制度进行，因此中国人经济组织的知识就长期停滞增长了。今天，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推行所谓产业政策，例如，重高科技产业、轻劳动密集低科技产业，20世纪80年代还推行限制小轿车大规模发展的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都可能会人为地限制组织试验。正确的政策应该是，政府要承认自己对什么组织结构有效率并不完全了解，要让人们自由地利用自由价格和自由企业制度去试验不同的组织结构，包括试验无效率的结构。只有通过足够多的组织试验，人们才会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有关组织的知识。

日本政府1950年也曾制定限制汽车工业发展的产业政策，认为日本与美国相比没有发展汽车的比较优势。但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美国占领军强迫实行了民主制度，解散了垄断性财阀，通过公平竞争法，形成众多私人企业自由竞争的局面，关于产业发展的最后决定权在私人企业家手中，而不在政府手中。因此，私人企业家抵制政府的这种产业政策，终于形成今天这种极有竞争力的汽车工业。可见，在私有财产制度下，政府的产业政策要经过市场的过滤，错误的政策也难以造成严重后果。

美国和中国香港是政府完全没有产业政策的地方，而新的工业组织结构往往在这类地方产生。例如，劳力密集产品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就是中国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创的，然后由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模仿，最后传到中国内地。这种在老工业化国家没有经验的新工业化模式，不能由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这类政府干预太多的体制创造，更不能由计划经济创造，而只能由看不见的手创造，其原因就在于组织试验是不可能事先计划，更不可能由政府来预定模式。预定模式或预先计划，这本身就与“试验”这个概念不合。之所以要试验，就是因为我们不清楚哪种组织结构更有效，试验本身就意味着好的坏的都要经过试验才知道优劣。

因此，经济发展的有效方法是由政府提供人们自由试验各种经济组织结构的条件，让私人企业来自发地做各种不同的组织试验。前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关键不在于它无法模拟市场，而在于它无法促进自发的经济组织试验，社会不能通过自由的组织试验尽快获得有关高效率组织的信息。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不可能行得通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兰格不了解市场的根本功能并不是分配资源这么简单，它更重要的功能是使人们能用价格制度组织社会试验以获得组织信息。这种功能当然不能由计划机关来规划，而要由拥有企业剩余权并愿意为此承担大风险的私人企业家来担当此任，他们自发的多样化创业行为，才能使市场充分发挥其组织社会试验的功能。

要证明计划经济在组织试验方面的缺陷，我们只要证明在我们的序贯模型中帕累托最优的概念意义并不大。不难证明，我们的序贯均衡是不是帕累托最优完全是件碰运气的事，而且即使它碰巧是帕累托最优的，也是一种对人类而言没什么意义的状况。因为，当交易效率很低时，自给自足结构是帕累托最优的，而此时只有当试验效率也足够低时，序贯均衡才是动态帕累托最优的。如果试验效率足够高，则人们会去做不必要的社会试验。这试验虽会给人们带来组织信息，但由于在交易效率低于分工的临界交易效率时自给自足的结构才是最优的，所以不做试验是最好的，再做试验只能是徒增不必要的试验费用而已。正因为试验效率低，人们不做任何试验，永远停留在自给自足只用手生产粮食的原始状态，而这碰巧在交易效率很低时是帕累托最优的。

如果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即在动态均衡过程中，假定很高的分工水平是最优的，但人们并不知道这一点，则动态均衡也不可能是帕累托最优的。因为，人们在第一阶段时，因为缺少组织信息，就会先去试验简单的低分工水平，然后再去试验很高的分工水平。尽管最终也会演进到很高的分工水平，但实际上人们如果事先就知道高分工水平才是最优的，就不会去试验低分工水平而直接跳到很高的分工水平，从而节省试验费用。换言之，考虑到获得组织信息唯一的办法是试验各种有效和无效的组织结构，则动态帕累托最优可能是人类社会不可企及的。因此，要达到动态帕累托最优，对我们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正像我们要求工程师不经过试验就生产出最好的产品一样，这不但不可行，而且这种想法本身就妨碍科学试验的进行，而这试验却正是我们获得信息的手段。

赵益民在其博士论文（Zhao，1996）中证明，若一个社会中包含天生不同的个体，他们有不同的试验效率或不同的其他特性，则人们对组织试验的决策也会不同。如果语言障碍或国界可以将这不同的组织试验在同一时点隔绝开来，则众多不同的组织试验在短时间就可以同时进行，因而社会获得组织信息的速度会大大加快。这说明，加速组织知识积累的方法不是计划经济，而是鼓励不同的个体做不同的组织试验，同时试验各种有效和无效的组织结构，利用股市等方法由社会共同分担试验失败的费用。这一理论可用来解释为什么中世纪欧洲各国并存、没有统一国家的状态，特别有利于工业革命和其他组织创新的产生，也能通过各个小国同时试验不同的体制，互相竞争，为加速组织知识积累创造条件。

虽然计划经济在组织试验方面非常无能，但在利用已有的组织信息进行模仿方面却可能行得通。所以，上述模型对中国经济研究的第二个意义是，后进国家可以无偿得到发达国家关于工业组织结构试验的信息，不需费时费钱地去进行组织试验。也就是说，后进国家可以通过模仿发达国家工业组织结构的方法，跳过一些分工的中间水平，推行所谓大推进工业化。大推进工业化意味着组织综合性投资规划，齐头并进地创造很多专业化水平很高的工厂，使全社会分工水平迅速提高，因而在各门类专业工业部门之间产生一个大规模的投入产出网。这种大推进工业化可以由一个有很高权威的政府计划机关用国有企业制度来实现。例如，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156项工程综合投资计划，在极短时间内就在多个工业部门建立起一批专业化水平很高的工业企业，使社会分工水平跳跃性提高。其中，由民主德国援建的郑州人造金刚石厂项目，在对机器的需求还不高时，就创办了一个非常专业化的人造金刚石厂。而在英国，对机器的需求在经过长时间发展达到相当规模后，才出现大规模专业化机床制造厂，而专业机床制造业经过长期发展达到相当规模后，才又出现专业人造金刚石厂。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跳过这个漫长的逐渐演进过程，在短期内实现了大推进工业化。由于这个工业化过程是个模仿过程，所以即使没有私人企业制度和自由市场，这种大推进工业化也有可能由中央计划经济和国有制来推行。

这可用来解释为什么哈耶克等人关于苏联20世纪30年代计划经济一定会很快失败的预言不对。哈耶克声称，自由价格和市场是以私人财产制度为基础，苏联的计划经济毁掉了这一基础，因此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人们也不可能从市场得到经济信息，因此计划经济无法运作。而苏联的经济发展却使很多经济学家大感惊讶。苏联20世纪30年代成功实现大推进工业化，中国20世纪50年代再次证明了这种中央计划经济可以用模仿的方法进行工业化。但是，这种方法有着致命的缺陷，它只能靠模仿为生，不能像中国香港一样创造出口导向型之类的新工业化模式。它如果想自己创造新制度，往往会发生中国1959年“大跃进”那样的大灾难。苏联20世纪20和30年代从西方请了很多专家，帮助他们模仿西方的工业化模式，其模仿是相当成功的。但一旦模仿潜力耗尽，它的根本弊病就会暴露，最终必然会衰落下去。

赵益民在其博士论文（Zhao，1996）中将此章的序贯均衡模型扩展，引进加长决策所考虑的时间的好处（可以在较长期间分担试验费用和享受试验创造的信息效益）及其坏处（动态决策因考虑时间越长，计算费用越高，犯错误的概率越高），因而内生决策考虑时间的长度。

公开上市股份公司可用来为做组织试验的企业家保险，让社会为他们分担创业失败的风险，因此我们可以用这类序贯均衡来解释股市的功能。若将信息不对称引入这类模型，假定专业企业家所知道的组织信息比其他人要多，再结合考虑新兴古典企业理论和保险理论，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企业家能用企业制度和股市来组织社会试验。

如果将前面的新兴古典产权理论同此章的模型相结合，我们就可以证明，人类寻找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及结构的过程，也是一个通过制度试验获得制度知识的过程。若这个过程由一个计划机关垄断，则人们通过不同制度试验积累有关制度知识的过程就会很慢。

特别要指出的是，我们所有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静态模型，都可以用此节的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概念动态化分析方法。因此，我们以前讨论的所有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演化现象，都可在没有外生交易效率变化时由分工的自发演进产生。


第11章 新兴古典宏观经济学

11.1 新兴古典资本理论

在介绍新兴古典资本理论之前，我们先看看新古典的投资与储蓄理论。新古典的投资与储蓄理论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新古典储蓄理论，它用人们对时间的不同评价来解释人际间的储蓄和借贷行为及真实利率，以及用生产能力在各时点之间的波动来解释储蓄行为。但是，这些新古典储蓄模型并没有解释生产性投资行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储蓄和投资能提高生产力和创造经济发展。如果我们假定每个人对时间的估价是一样的，但每个人不同时点的生产能力不一样，用类似的新古典模型我们也可以解释储蓄、借贷和真实利率。或者，我们还可以这样解释，假定每人购买的是汽车或房子，每个人一年的收入买不起可用十几年的这类耐用品，所以只能十几个人把购买款合在一起，每年给一个人买一件。而后买的由于吃了亏，所以要求先买的付给他们一些补偿，使得有人自愿放弃在头几年买这些耐用品，而这些补偿就是利息。

另一种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按照这种增长理论，储蓄可以用来投资而使人均资本增加，这可以增加未来的生产力。这类增长模型能用来解释储蓄和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但其背后的投资理论却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这些模型假定，只要人们储蓄并用储蓄的资源进行投资，便可以增加未来的生产力。这个假定是不现实的。古时候人们也储蓄，比如农民每年并不把他们所产的谷物都吃掉，他们储蓄一些谷物做种子，以便用于第二年的生产。这种储蓄和投资并不会增加生产力，而只是维持马克思所说的简单再生产。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民也储蓄并借此建房子，但是这种储蓄和投资是不同时点的消费在人们之间的交换，它并不一定增加生产力。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的农民完全是自给自足建造房子，做砖、砌墙都是自己完成，储蓄只是用来支付建房时来帮忙的亲戚朋友。

索洛会回答这种批评说，投资如果是用来买机器就会增加未来的生产力。但是，最早发明的机器，比人工效率还低。第一辆火车比驴子走得还慢，却比驴子贵得多。而且，如果没有分工专业化地制造和改进机器，任何对机器的投资都不会自动改进生产力。我们还知道，中国电信投资买了很多先进的设备，其设备先进水平甚至超过很多发达国家，但这种投资并没有使中国电信的效率得到相应的提高。中国人享受的电信服务质量同他们拥有的电信硬件的先进水平并不同步。还有，中国一些国有企业花很多外汇进口的先进设备，其中很多至今都在闲置，成为一堆废铁。可见，投资并不是生产力提高的充分条件。

卢卡斯会回答我们说，若投资是用于教育，未来的生产力就会增加。这也不一定对。中国人历来就有储蓄和投资子女教育的嗜好，但19世纪西方洋学堂制度引进中国之前，中国人对教育的投资并没有对生产力进步产生显著的影响，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学校并没有专业化分工。私塾老师没有分工和专业化，什么都教，既教哲学又教文学，还教书法。这种非专业化的学校制度使教育的效率很低。所以，在教育上多投资，并不一定能显著改进生产力。19世纪末叶，西方的洋学堂制度被引进中国。洋学堂的特点是，学习分成各种科目和专业，老师的专业化水平比学生高得多，不但每个老师专教一门课，而且大学里还有各种专业化的科系、学院。正是这种高分工水平提高了知识积累和传授的效率，因而对教育的投资才会对生产力进步起到推动作用。特别是现代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工作时的专业化水平都很高，这也使大学期间对专业知识的投资在毕业后的利用率大大提高。正如巴比奇所言，现代专科学校制度培养了很多秘书、技工等专才，由于他们学习和工作的专业化，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学高深的博士课程，也能在本专业用较少教育投资得到对社会有用的专业知识。而高级科技人员与秘书、技工之间的分工，又使高级科技人员在高深博士课程上的投资能得到充分利用，高级科技人员不会因为不得不做那些不需高级科技知识的秘书和技工工作而降低他的教育投资的利用率。

罗默等人会争辩道，如果投资用在发明新机器和科研上，就会提高生产力。但是，正如前文所举的蒸汽机发明的例子，若没有高分工水平，蒸汽机根本不可能发明出来。即便发明了，也可能因为比人工效率低而无法应用。瓦特和巴尔顿雇了很多人专门研究蒸汽机发明的不同环节，终于在没有机床的条件下造出了第一台实用的蒸汽机。加上专利制度和其他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的制度，蒸汽机才可能迅速发展到大规模专业化和商业化生产。发明家爱迪生的故事，也说明分工对发明创造改进生产力的意义。他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专业化的研究所，雇了上百人专于电器发明的不同专业。他名下的一百多项专利，其实是众多专家分工协作的产物。

这些故事说明了马克思的观点，即资本和投资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一种发展分工和人与人关系的工具。有了这种社会关系和分工创造的“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储蓄和投资才可能改进生产率。而新古典投资理论见物不见人，以为只要存钱生产力就会改进。古典经济学家早就对资本与分工发展的关系有不少洞见。亚当·斯密指出，资本和投资是在迂回生产性行业中发展分工的工具。他指出，由于迂回生产工具需要专业化生产才能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但迂回生产工具并不能消费，所以专于生产这类工具的专家在把产品改进到能实用，且成本低到能商业化之前，必须向他人借消费品以维持生活，而这就是投资和资本（Smith，1776）。不少古典经济学家都没有像当代经济学家这样对国民收入实行消费和投资的两分法。穆勒（1848）就认为，投资其实是给生产生产工具的专家的消费品，因此它也是一种消费。一种好的投资和资本理论应该能解释，为什么把消费品借给迂回生产行业的专家能提高生产率。

新兴古典资本理论，则把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分工和资本之间关系的故事变成了动态全部均衡模型。在新兴古典资本理论中，资本是一种发展迂回生产中的分工的工具。模型的故事中有两种生产活动，一种是生产拖拉机，一种是生产粮食。生产粮食可以只用劳动，也可以用劳动和拖拉机。使用拖拉机有迂回生产的经济效果，但是由于生产拖拉机有一个很高的固定学习费用，非专业化的生产则不可能生产出效率高和成本低的拖拉机。因此，在没有分工时，如果每人省下一些时间自给自足生产拖拉机，则不仅不能提高粮食的生产效率，反而是得不偿失。而如果有人专业生产拖拉机，则由于高固定学习费用，他必须花足够时间钻研制造技术，才能使拖拉机实用并便宜。在拖拉机达到商业化水平之前，他就需要向别人借钱买食物以维持生计。拖拉机商业化之前，专业农民只用劳动生产粮食，除自己消费外，还将粮食借给专业制造拖拉机的人。拖拉机成功制造出来并商业化后，专业制造拖拉机的人将拖拉机卖给农民，不但换到今后消费的食物，而且由于拖拉机的迂回生产效果及专业生产拖拉机带来的低成本高效率，可以偿还他以前向农民借的债务及其利息。

这个故事中有两对两难冲突：一个是专业化经济效果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再一个是迂回生产效果与生产拖拉机的高固定学习费用的冲突。这些冲突的有效折中说明，当交易效率低下时，向专业机器生产投资是得不偿失的。而且，在交易效率低下时，虽然人们仍然可以自己节省时间来自给自足地生产机器，这种在机器上的投资也因专业化经济不能被利用而得不偿失。所以，并不是只要有投资就能自动提高生产力。投资能不能提高生产力，取决于均衡的分工水平是高还是低，而均衡分工水平又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交易效率的高低则主要同制度环境有关。

如果将第5章“新兴古典企业理论”的方法同这里的新兴古典资本理论相结合，我们可以证明，当专业化演进时，若劳动的交易效率比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高，企业制度会随分工演进而出现。若我们将更多产品引进模型，则企业制度本身也会随分工演进而变得越来越复杂。此外，考虑到分工的自发演进，即使交易效率不外生地提高，企业制度也可能随时间的流逝而自发地出现。

新兴古典资本理论中，储蓄和投资是否有利可图或是否能促进经济增长，同交易效率的高低有关。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由于交易效率很低，外国人发现在中国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并不多，所以只能用“中国的潜力很大”（意为目前无钱可赚）来表示他们的失望。而改革开放使交易效率大大改进，因而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大增。这种理论也说明了，中国香港地区的自由化和国际化政策为什么能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

新兴古典资本理论的模型还说明，分工进一步演进的潜力，是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存在的条件。假设模型中时间可以很长，但只有两种产品，即拖拉机和粮食，则当完全分工状态通过投资而最后达到时，就再没有投资机会了。即使有很多产品，这类分工演进的潜力终究有一天会被耗尽。例如，当专业种类数接近人口数时，分工就无法再深入下去。当分工演进潜力耗尽时，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就会突然消失，因而造成资本利息率的突然崩溃。

这种资本利率和投资理论，显然不同于凯恩斯对货币的灵活偏好论。我们的理论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解释1930年大萧条时的资本利率突然崩溃的原因。1930年前，美国的分工已发展到很高水平，由于继续演进到更高水平还需时间，当时的均衡分工水平已无演进潜力，所以分工演进所需投资为零，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消失，利息率突然崩溃，从而引发金融和银行危机。由于当时分工水平相当高，使各行业对专业银行业有极高的依赖性，或者说，全社会分工可靠性由于分工程度的上升而下降。银行业的瘫痪造成全社会分工协调的失灵，使交易效率突然下降，也使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进一步减少，从而造成1930年的大萧条。避免大萧条的最好办法，并不是增加政府财政支出以刺激经济，而是在银行专业增加“备用元件”，以“并联耦合”来增加每个专业的可靠性。这就是美国后来发展的联邦储备银行和银行最低准备金等制度。

用新兴古典投资理论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投资回报率在某些情况下不如发展中国家高。传统理论对此的解释是，发达国家资本过剩而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但是，我们的解释是，发达国家分工演进的潜力已快耗尽，而发展中国家分工水平低，很多新专业有待创立。而发展分工和创业就需要投资，所以投资回报率会高一些。按我们的理论，若发展中国家交易效率太低，则不论资本如何短缺或分工水平如何低，也不会有赚大钱的投资机会。所以，不看交易效率，只看资本是否短缺来选择投资方向就可能会犯大错误。不少在中国的投资者认为，中国内陆和北方资本比广东短缺得多，因此希望在内陆投资赚大钱，但他们的业绩都比不上在广东投资的外商，尽管广东的资本已经很多。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广东的制度和运输基础设施比内陆好得多，尽管资本已经很多，但进一步投资发展分工的赚钱机会还是比内陆好。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一些最缺少资本的贫困省份，他们自己的资本还大量流向沿海城市。很多这些省份的上市公司，依靠国家的特殊照顾在股市上募集到了大量资金，但这些资金很多都没有在本地投资，而是流向了外地。这就说明，决定投资效率的最关键因素是交易效率，而交易效率又取决于制度和运输条件。同样道理，若中国内地资本市场自由化，但经济制度的基础设施没有进一步大大改进，交易效率仍很低，则尽管分工演进的潜力很大，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也不会比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马来西亚、泰国更好。

11.2 新兴古典货币理论

在前面所有新兴古典模型的故事中，我们从未涉及货币问题，所有的交易都是以物易物，而相对价格只是实物交换的比例。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我们在模型中假定所有人都是事前相同的，而且在大多数模型中只有最终消费品。有了这两个假定，所有与分工有关的交易就都满足交易双方供求的双向吻合条件。在前面有分工的图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分工出现时，每对贸易伙伴之间都有两个方向相反的商品流量。这就意味着卖商品1而买商品2的人是卖商品2而买商品1的人的贸易伙伴，这就是供求的双向吻合，就像一对男女同时爱上对方一样。

这种双向吻合至少在两种情况下不能满足。一种是清泷和赖特（Kiyotaki and Wright，1989）模型中的情形。在他们的模型中有3个人，甲只喜欢吃大米，但不生产大米，只生产小麦；而乙只喜欢吃肉，但他只生产大米；丙只吃小麦，但只生产肉。由于3个人天生有不同的偏好和生产能力，又碰巧生产能力与偏好没有每个人的自我吻合，也没有任一对伙伴之间的双向吻合，这样就必须涉及三边贸易，其中每对贸易伙伴之间都没有供求的双向吻合。我们可以用图11-1来表示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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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人与人之间天生差别使供求双向不吻合的情形

但是，仅仅是供求的双向吻合不满足，货币仍不一定会出现，因为我们可以有一个瓦尔拉斯市场机制，它决定各种商品的相对价格后，也就决定了每个人买卖商品的实物比例。如果交易各方都按这实物比例向买方出货并从卖方进货，物物交换足以协调所有的交易。但这里关键的假定是我们需要一个瓦尔拉斯拍卖人集中定价，并能保证所有交易各方同时按瓦尔拉斯价格和均衡数量交割商品。这实际上不但假定了一个集中的拍卖定价机制，而且假定了一个集中的出纳机制，所有人都通过这个集中出纳机制同时交割商品。这当然是非常不现实的。现实生活中，交易往往是先后在不同时点进行的。特别是在分工发达没有集中定价机制的条件下，一个人往往先后进行不同类型产品的交易。

有了这个假定，则图11-1中的情形就一定需要货币，否则甲将小麦给了丙，却不能保证一定会同时从乙得到与其小麦等值的大米。为了保证他的财产权，他会要求在给丙小麦时从丙那里得到等值的肉，然后再用肉与乙交换等值的大米。对于不吃肉的甲而言，肉既不是给他消费的，对他生产小麦也无用处。换言之，肉对甲既没有消费中的使用价值，也没有生产中的使用价值，它只是被甲用来协助进一步的交易。具备这种性质的商品，我们就称之为商品货币。

如果甲同意单方面给丙小麦，条件是丙以后用等值的大米偿还，则我们就有了信贷。信贷有不同的形式。一种是丙用他生产的肉与乙换大米，再用大米向甲偿还以前买的小麦，这种情况就是货币信贷。丙实际上是用大米当做偿还的货币。丙也可以写一个字据给甲，保证以后用等值的大米偿还。甲然后可以用这个字据与乙交换所要的大米，乙再用这字据与丙交换所需的等值的肉。这个字据就是纸币。纸币是本身没有使用价值而在一个有效的信贷系统中代替商品货币协助流通的东西。纸币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没有政府用强制力支持的纸币，例如中国明清时代私人钱庄发行的纸钱，现代私人银行发行的旅行支票、银行支票，香港汇丰银行发行的纸币；另一种是由政府强制力支持的，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美国联邦银行发行的美元。

图11-1关于货币的故事其实意思不大，因为若没有中央出纳机制，图中的经济系统必需货币，因此货币从无到有，及货币出现与分工发展、生产力进步的关系不可能用那个图来解释。经济货币化与经济商业化（即分工水平的上升）之间的关系也不可能用那个模型来解释。虽然该模型被看成是第一个解释哪种商品会充当货币的全部均衡模型，但它的故事简单到不用模型也可以讲述。从图中可以看出，小麦、肉和大米三者之间，当然是交易费用（或储存费用）最低的商品会充当货币。

而柏拉图（380 BC）早就看出了分工与货币的关系，斯密（1776）和杜阁（1776）早就指出，使用货币的推动力是专业化和分工。第一个将这些古典思想变成全部均衡模型的工作是由博兰和杨小凯（Borland & Yang，1992）完成的。在这个模型中，即使所有人都天生相同，但只要在足够长的生产过程中分工水平足够高，我们也会有交易双方供求双向吻合的条件不满足的情形。

我们借助图11-2来讲述模型背后的故事。在这个模型中，有很多天生相同的人。他们可以选择4种模式从事生产和消费。第一种如图（a）所示，每人自己生产铁（x），然后用铁生产锄头（y），再用锄头生产粮食（z）供自己消费。这时，我们既不需要市场也不需要货币。第二类结构为局部分工，例如一个人自己生产铁（x），再用铁生产锄头（y）卖给专业生产粮食（z）的人换粮食吃。这就是（b）图上部的结构。一个人也可以专业生产铁，将其卖给同时生产锄头和粮食的人换粮食吃。这就是b图下部的结构。

第三类结构为全部分工，如图（c）所示。在这类结构中，每人只生产一种产品，与其他完全专业化的生产者交换他所需的产品。但是，此时生产铁的专家与生产锄头的专家之间没有供求的双向吻合，锄头专家需要铁x，却不生产铁专家所需要的粮食z。这两人之间的交易在无货币时是单向的。专业农民与专业生产铁的专家之间的交易也是单向的，生产铁的专家需要农民生产的粮食，但却不能提供农民所需要的锄头。若我们假定没有一个中央出纳机构使所有专家同时按瓦尔拉斯价格和数量交割商品，则在完全分工的情形下，货币就成为必需。若生产铁的专家从锄头专家处交换锄头，然后再用锄头与农民换粮食，则所有交易都满足供求的双向吻合。而锄头对铁专家而言就是货币，因为铁专家既不消费它，也不用它做生产投入，锄头对铁专家没有直接的生产和消费使用价值，其使用价值完全是为了协助下一步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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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货币出现与分工演进

这个模型说明，专业化和分工对货币的出现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而当在足够长的迂回生产链条中有足够高的分工水平时，货币就会出现。这个模型也说明，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偏好和生产条件的先天差别时，货币也可能因为分工的演进而出现。而哪种商品充当商品货币，与两种因素有关。一个是产品在迂回生产链条中的位置，另一个是商品的交易效率参数。若所有商品的交易效率参数都相同，则处于链条中间的商品会充当货币。而当交易效率参数在商品之间不同时，有最高交易效率的商品将充当货币。如果法律和政府制度使纸币及相关的信贷制度能有效运作，使其交易效率显著高于任一商品时，纸币就会代替商品货币，以促进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

亚当·斯密曾指出，可卖性最好的商品由于愿意接受它的人多，所以最容易被充当货币。但是，不同经济学家对可卖性有不同解释。例如，有的经济学家将商品的可卖性看做很多人需在其消费和生产过程中使用。我们则将可卖性看做商品的交易效率高，便于储存、不易腐烂、便于做任意分割、便于携带、便于量度质量数量等等，都决定了一种商品的交易效率。以布和粮食为例，显然粮食是使用最广泛的商品，因为每个人都要消费它，而布却只对生产衣服的人有生产中的使用价值，但是若粮食因易腐烂而交易效率低，则充当货币的可能是布而不是粮食。

新兴古典货币理论模型由于是全部均衡模型，所以同时内生了商品货币作为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和作为货币的商品的交易和流通量，且内生了商品货币的劳动价格和相对其他商品的价格。商品作为消费品或生产投入的价值、生产费用和作为流通工具协调高分工水平的价值，都同时内生地决定商品货币的价格。

我们还可以证明，由于纸币的使用，商品货币的流通量减少，因而商品货币相对于其他商品的价格会下降。若我们在生产函数中假定生产商品货币需劳动以外的某种初始资源，它的储量有限，则我们可以证明，在没有纸币且分工水平提高时，由于商品货币流通量上升，则商品货币相对于其他商品的价格会上升。这是一种用劳动分工演进解释十七八世纪金价大涨的理论。

如果我们将政府发行纸币的功能引入模型，模型就会复杂很多。若政府发行纸币的功能与其他政府机构互不独立，则政府就会有诱因利用发行纸币的权力来间接收税，也就是政府的公共财政功能与发行纸币的功能相混淆。政府的公共财政功能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因为很多城市市政建设、交通公共设施及政府司法等功能都需要用税收和公共财政来组织。政府不像私人公司那样容易破产，所以大量借钱，即使50年不还，但只要按利率付息，总还是有信誉。因此，政府公共财政与银行分离时，可以把债推迟到下一代还。这样，公共赤字财政就可以用来投资基础设施，可以在萧条期利用闲置机器设备，并在大萧条中分工协调失灵时，用人为的需求使整个分工的供求网络重新运转。

但是，如果政府的这种公共财政功能被滥用，则公共财政和税收系统就会变成一架向公民抢劫的机器。特别是政府的公共财政功能与发行纸币的功能互不独立时，发行纸币也可以是一种特别的抽税甚至抢劫公民财产的办法。如果政府滥发纸币，则持有纸币的人们等于是被强制征税。由于纸币贬值，他们就等于遭到政府抢劫。因此，人们会将资产转移到不动产或公司股票等与实物及其生产有关的资产上，以避免被强制征税。如果垄断性的政府银行用增加存款利率的办法抵消这种转移资产的意愿，则增发货币以增加政府真实财政收入的效果也就被部分抵消。

因此，一些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发行纸币的权力是一种祸害，由自由竞争的私人银行发行纸币才会杜绝政府利用发行纸币的权力扰乱经济。这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及世界经济中很多问题，都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一个有独立法律地位，不受行政权制约的政府机构）操纵纸币发行和利率的结果。

但同时，有些经济学家则认为，政府发行纸币也有好处。如果这种功能与政府的行政、立法、司法及财政权力分离，在适当管理下可以利用政府对纸币的强制力形成统一的有信誉的纸币，因而利用交易媒介标准化的网络效果，使交易效率大大提高。而在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中，人们选择资产形式的自由，也会限制政府滥发纸币的冲动。因此，当政府增加纸币发行时，真实利率会下降，因为真实利率是名义利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差。但是，在中国这种政府垄断银行业和资本市场的情况下，人们避开被强迫加税的行为又会使政府银行吸收存款产生困难，使得对资本的需求超过供给，政府被迫调高名义利率，于是真实利率又回到原来水平。我们可以看到，在1993年中国通货膨胀严重时，民间“乱拆借”的资金利率高达20%左右。这就是为什么合理预期学派和货币学派都认为政府操纵纸币供给的行为不可能真正影响长期均衡真实利率的原因。

最后我们认识到，货币和纸币的流通需要政府的协助，好的政府可以提供一个稳定的长治久安的社会秩序，因而使纸币的伪造不可能。好政府还可以提供一个币值稳定信誉良好的纸币，利用纸币使交易媒介标准化的网络效果，大大提高交易效率。如果一个政府不能提供这种服务，则社会中伪造纸币、抢劫、偷窃现象就会非常普遍。用这种办法抢劫人民财产，那纸币就变成比商品货币交易效率低得多的交易媒介，因此交易效率会下降，分工的发展也会受到阻碍。

此外，若政府限制自由价格和自由贸易，例如用统购统销限制纸币与商品的比价自由浮动，则纸币也会变得比商品货币交易效率更低，因此人们会被迫使用商品货币而弃纸币不用。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由于自由价格受到严格限制，产品的市场贸易受到严格限制，所有交易若用纸币进行必须按官价交换，而官价却与均衡价格相差太远，所以社会上兴起走后门和拉关系之风，人们不使用纸币，而使用物物交换的方式或用商品货币进行交易。不少工厂单位储存大量短缺钢材及其他商品，用这些商品充当商品货币，这些商品货币不是纸币，不受官价限制，交易双方可以按供求条件自由议价。这种弃纸币不用的行为，当然通过占用大量商品作货币用而降低了交易效率。按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布坎南的观点，稳定的社会秩序是稳定的货币系统和高交易效率的必要条件，而政府能提供稳定社会秩序的条件是分配权力的游戏规则公平和司法的公正。

11.3 新兴古典失业理论

古典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景气循环及失业现象与分工的关系，但由于新古典经济学不能内生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和社会的分工水平，所以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这种关系。于是，自凯恩斯以来，发展了一种独立于新古典经济学之外的宏观经济学，用来解释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的宏观经济现象，而早期的宏观经济学模型大多没有自利行为及其交互作用的微观基础。这些宏观模型五花八门，不像全部均衡模型结构严谨，而且它们使用的概念也纷繁不一，相互矛盾，教师和学生都为之头痛。不少经济学家至今不承认有独立于微观经济学的所谓宏观经济学。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它应该能解释所有宏观与微观现象。如果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脱节，或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很多重要经济现象，那就说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存在问题，我们只要将这个错误纠正，则一个统一的、可以解释所有宏观微观现象的经济学就会出现。

但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发展走的不是这条路，而是有点像哥白尼之前天文学走的那条路。哥白尼所做的工作证明，这种局部修补而不根本纠正地心说基本分析框架的做法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和难以解决。最简单有效的正确方法就是，根本推翻地心说的分析框架，在日心说的框架内重建天文学。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宏观经济学也是走的当年托勒密的路线，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则相当于当年哥白尼之于天文学。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所有宏观经济现象都可以在这个框架内分析，而不需要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分野。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不能分析宏观经济现象，是因为它没有内生分工的网络规模，所以市场容量即总量需求就不能内生。一旦我们内生了分工水平、市场的网络规模，则总量需求（它不是一种产品的总市场需求，而是所有不同产品的总市场需求）自然就内生了。因此，解释市场容量、总量需求与生产率的关系，正是新兴古典经济学题中应有之义。

新兴古典经济学解释失业有3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用分工网络的可靠性，即交易风险来解释失业现象。在前面新兴古典产权理论中，若每个交易都有一个失败的风险，则当外生交易效率改进时，均衡的分工水平会上升，而整个经济分工协调完全失灵的风险也上升。但是因为外生交易效率改进时，增加的分工好处大于增加的总外生交易费用和增加协调失灵风险的坏处，所以人们会从这些互相冲突的效果之间的最优平衡的角度，同时选择高分工水平和高协调失灵的风险。而高分工水平意味着商业化程度、大市场容量和高总量需求，分工协调失灵的风险则意味着人们在协调失灵中有可能被迫回到自给自足的低生产率。如果考虑到转行的高费用，则在分工水平很高时，每个专家回到自给自足去实际上不可行。因此，整个经济分工协调失灵的风险意味着大规模失业的风险。所以，如果我们遵从杨格的路线，把分工看成一个网络问题，不将供求分析与分工水平内生化分开，则分工网络的整体特性就能用来解释全部均衡为什么会产生很高的均衡的协调失灵风险，因而产生大规模失业的风险。

但这种大规模失业的总合风险是人们内生地选择，而不是外生给定的。正像人们明明知道学会开汽车和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出车祸死亡的概率会大大增加，但大多数人将开车和上高速公路的好处与这增加的死亡概率比较后，仍会选择在高速公路上开汽车。这就是所谓“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的经济学原理。我们不可能在得到所有好东西的同时也避免所有坏事，因为我们总是面对两难的抉择，因此我们就总得去折中，以在互相冲突的效果之间取得平衡。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就是在发达国家分工水平很高时，银行业突然失灵所造成的。而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的萧条也是因为高分工水平在经互会解体等体制变动冲击下突然协调失灵造成的。

第二种方法是用所谓整数问题来解释为什么即使在景气阶段也存在“自然失业”。在我们关于前面故事的正式模型中，大部分只涉及两种产品且完全对称的情形，所有人对所有产品的偏好、生产和交易条件都相同，从而所有商品的瓦尔拉斯价格都相等，在分工结构中每个行业的专家人数也相等。

现在，我们假定这个经济中只有3个人，则当交易效率提高到一定程度时会出现分工，但瓦尔拉斯全部均衡意味着每个专业有1.5个人。这与人数必须为整数的条件相冲突。因此，瓦尔拉斯全部均衡因不满足整数条件可能不存在。3人中有两个人可能建立瓦尔拉斯均衡，但第三人被排除在分工之外，他会有意愿在稍低于市价条件下专于一业，将此种产品卖给市场换取另一种产品。这意味着在相等的瓦尔拉斯市价下供求不平衡，所以市场会调节到有两个专家的行业的产品价格是另一行业产品价格一半的水平才会在两人专于一业，另一个专于另一业时使供求相等。但在这一市价下，两个专业中的效用水平不相等，使得人们有意转行。换言之，在这个三人经济中，效用均等条件和市场供求均衡条件不可能同时成立，也就是说瓦尔拉斯均衡不存在。这就是所谓瓦尔拉斯均衡存在的整数条件，即能产生最高效用的角点均衡中，选择各专业模式的角点均衡人数必须是整数。

如果假定3个人中有一个人的生产率稍低于其他两人，则瓦尔拉斯均衡仍会存在。两个生产率较高的人发觉，与生产率低的人进行分工真实收入会低些。所以，他们两人会形成一个瓦尔拉斯均衡，而将生产率较低的人排除在分工之外。而这个被排除在外的人被迫选择自给自足，他卖不出他愿意卖的产品，也买不起他想买的产品。注意，这里我们假定交易效率足够高，使得若只有两个人时，哪怕其中一个生产率稍低一点，他们也会选择分工。所以，生产率稍低并不是这个人被排除出分工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整数条件不满足。因此，他是在愿意卷入分工且当整数条件满足时也能卷入分工，但却因整数条件不满足而被迫处于市场和分工之外。我们称这类失业为非自愿失业。

整数问题造成的非自愿失业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例如，两所大学要雇两个数学老师，而刚毕业的数学系够资格的学生有3个，则有一个学生就会失业。也许大学需要的教学工作最好由2个半老师来做，但是半个老师不满足整数条件，因此产生了失业问题。你也许会问，可不可以雇非全职的老师，相当于半个全职教师呢？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但并不能完全消除整数问题造成的失业。以上例而言，若生产率稍低的人用一半时间生产x，一半时间生产y，这相当于非全职做一件事，这是不是能消除失业呢？显然不能。因为这相当于非专业化，生产率无法与专业化的人竞争，另两个完全专业化的人根本会拒绝与这个非专业化的人进行交易。

对于不对称模型，瓦尔拉斯均衡存在的整数条件会非常复杂，这一条件不会正好使每个专业人数相等。我们再来看看，这类与专业化分工有关的整数问题所造成的失业率由什么因素决定。现在，我们假定模型仍旧是对称的，但当整数条件不满足时，被排除出分工的人是生产率比其他人稍低的人。为了简便起见，假定这生产率差别是无穷小，所以当整数条件满足时，模型仍基本是对称的。

第一个影响这类整数问题造成的自然失业率的因素是人口规模。在这个有两个产品的对称模型中，若人口规模是3，则失业率是1/3；若人口规模是101，则失业率是1/101。因此，人口规模越大，这类自然失业率越低。这是为什么美国这类大国不论在萧条期或景气期，失业率也比欧洲大多数小国及澳大利亚、新西兰低的原因。

现在，我们假定产品是100个而不是2个，且交易效率高到有50种产品卷入分工，人口为101，因此100个人形成两个社区，每个社区交易50种商品，而有一个人被排除在分工之外，故失业率为1/101。如果假定交易效率高到使80种产品卷入分工，则有80个人形成一个完全分工的社区，另外21个生产率稍低的人被排除在这个社区之外。这21个人当然可以形成买卖21种商品的另一个分工水平较低的社区。假定在买卖21种商品时分工的好处不足以超过交易费用，则这21个人不足以形成比自给自足效用高的分工结构（这有点像市场容量太小不能支持有利可图的分工的观点）。换言之，若这21个人贸易不多于21种商品，真实收入总是低于自给自足。若这种情形发生，则当80个人卷入分工时，另外21个生产率较低的人就会被迫选择自给自足，也就是非自愿失业，这时失业率为21/101。可见，当分工水平从50种商品增至80种商品时，整数问题造成的失业率从1/101增加到21/101。

这说明，对于给定的人口数，分工水平越高，自然失业率可能会更高。但这种关系可能是非单调的，例如，当分工从80种商品增加到90种时，失业率有可能从21/101减至11/101。但当分工水平增至下一个满足整数条件的水平后，自然失业率又会大增。考虑到这种非单调关系，若我们将分工水平分为不同区段，对每个区段自然失业率取平均值，则我们会看到当分工水平上升时，此平均值也会上升。

这是为什么我们从经验可以判断，越是分工发达的国家，自然失业率越高；而越是落后国家，自然失业率越低。简而言之，若一个国家中每人自愿选择完全自给自足，则不会有失业问题。

第三种方法是用分工结构的变化解释失业。当交易效率或生产函数的参数变化时，均衡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贸易品种类数、均衡的迂回生产链条的长度都会变化。这些变化都会要求某些人改行。若改行的费用很高，则在分工结构调整过程中，总会产生失业现象。由于分工的特点是专业化对熟能生巧的正面影响，所以改行也意味着过去的专业经验突然变得无用，而新入行者永远赶不上已有很多专业经验的人，因此再也难以找到就业机会。也就是说，一旦失业，就失去了边干边学的机会，因而效率就会更低，形成恶性循环。

比如，若交易效率因石油危机、汽油涨价而突然下降，则每人消费的产品种类数的均衡值和均衡的商品种类数都会下降。若石油危机前分工水平相当高，这就意味着不少专业生产者的产品在石油危机时突然卖不出去了，他们必须改行生产卖得出去的东西。若这个改行费用很高，则他们必须至少暂时失业。

若交易效率因某种像互联网之类的系统的发展而大大改进，则分工水平会在更长的间接生产链条中发展，出现一些新的上游或中游产业，人们必须向那些新行业转行。同时，市场对老行业的需求下降，若老行业中因此而丢掉工作的人转行到新专业的费用很高（例如计算机行业需相当长的专业训练），则他们就会失业。

这3类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中解释失业的方法，都比传统的宏观经济学自然得多。分工网络的可靠性与利用分工好处的两难冲突可用来解释分工发展，而大规模失业的经济危机会因日益复杂的分工网络的协调可靠性下降而更可能发生。分工结构中各行业专家的整数问题可能造成自然失业。分工水平越高、人口规模越小，这种自然失业率越高，但这种变化是非单调的。商品种类数、个人专业化水平和社会分工水平的内生化加上转业的费用，又可以解释分工结构变化时产生的调整过程中的失业现象。

11.4 新兴古典景气循环理论

上面的方法尽管能解释失业现象，但却有一些根本的缺陷。第一，我们还没有解释长期的周期性景气循环，也没有解释这种景气循环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更没有解释景气循环与失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我们知道工业革命的特点是耐用机器的普遍使用，有经验的商人也知道耐用商品的折旧周期及耐用商品的存货量是预测景气周期的重要参数，而上面的解释失业的3种方法，都无法揭示耐用品折旧周期与景气周期和失业的关系。因此，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建立了一个新兴古典全部均衡模型，同时解释长期经济增长与长期景气循环共生，以及在景气循环的萧条期失业率上升、国民产出下降等现象。模型显示，景气循环与耐用商品生产中的高分工水平有关，也与耐用商品的折旧周期有关，景气循环不见得是坏事，它可能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意义。

我们下面讲述模型背后的故事。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周期性经济现象可以产生比非周期现象远为强大的能量。激光就是一个例子。激光是一种非连续的周期性光，它能产生比连续的普通光强千百倍的能量，因而在航天、军事和工商业中得到普遍应用。工程技术人员还可以举出更多周期性物理运动产生比非周期性运动远为强大的能量的例子。这些例子都提醒我们，经济中的景气周期有可能对生产率的进步有积极作用。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知道，失业与分工的发达有关，但却没有深究失业与景气周期的关系及景气周期促进生产率进步的作用。

现在我们假定，在一个经济中有很多天生相同的人，他们可以用劳动生产拖拉机，然后用拖拉机生产粮食。拖拉机是耐用商品，可用2年，而粮食是非耐用品。生产每种产品都有熟能生巧和边干边学的效果，而改换工作有两种费用，一种是每换一次工作要付一个相当高的进入另一行业的固定费用，第二种是每次换工作时以前在老专业中积累的经验会遗忘掉。生产中也有迂回经济效果，使用耐用的拖拉机不但能提高粮食生产的效率，而且其耐用性也对生产力有贡献。最后，我们假定交易中存在着交易费用。

在这些假定下，至少有三种生产组织结构。第一种是自给自足，每个人第一年用部分时间生产拖拉机，然后用自制的拖拉机生产粮食；第二年他开着第一年生产的拖拉机生产粮食；第三年拖拉机折旧完毕后，他再重复第一年的生产模式；第四年又重复第二年的生产模式。自给自足的好处是没有交易费用，也不会有失业和景气循环。其代价是，专业化加速熟能生巧的作用不能发挥，每年都要改换工作，所以每个专业的经验都不能得到连续不断的积累，加上每年改换工作都要付一个相当高的进入费用，使人力资本的累积非常缓慢。

第二种生产模式是完全分工，一部分人专业生产粮食、卖粮食、买拖拉机。由于拖拉机是耐用品，可用两年，粮食是非耐用品，所以这些专业农民第一年买拖拉机，但第二年却不买拖拉机，直到第三年才又买拖拉机，第四年又不买拖拉机。而专业拖拉机生产者第一年卖拖拉机、买粮食，但拖拉机的总售卖值超过所买粮食价值，二者之差就是储蓄。第二年专业拖拉机生产者失业，用第一年储蓄买粮食，第三、四年又重复第一、二年的模式，如此循环。这种生产组织结构的好处是，由于完全分工加速了专业经验的积累，所以熟能生巧的效果可以被充分用来加快专业人力资本的累积，也避免了改换工作产生的进入费用和人力资本的损失。但其代价就是要付较高的交易费用和接受较大的产出波动，以及耐用品生产者在萧条时期的失业。由于我们假定人们有择业自由且对未来有远见，所以两类专家的总贴现效用是相等的。与其他生产结构相比，这种生产结构越是从长远看，越是有优势。因为人力资本通过不改行的长期连续积累的效果，比每年都因改换工作而打断这种积累过程的自给自足越在长期越是有优势。

第三种生产结构是种局部分工结构，专业农民从不改行，但是生产拖拉机的人在经济萧条期改行生产粮食，所以生产拖拉机的专业知识因改换工作不能连续累积。这种结构的长处和短处都处在前两种结构之间。它也没有明显的景气周期及失业，交易费用比自给自足高，但却比完全分工低，对专业化经济的利用比自给自足好，却比完全分工差。

不难证明，当交易效率足够高、专业化学习效果显著、改换工作费用足够高时，则比起其他没有景气循环和失业的结构而言，有景气循环和失业的完全分工结构不但会产生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而且会有更高的总效用贴现值。但是，如果交易效率和改换工作费用低、专业化学习效果不显著，则完全分工的长期优势就总是不能超过它产生的交易费用和失业的坏处。这里的实质问题是，我们有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充分利用劳力的两难冲突。自给自足和局部分工可以避免失业和景气循环，却降低了专业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而完全分工则相反，它可以加速专业人力资本的累积，却会产生景气循环和失业。这个两难冲突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得到两种结构的所有好处而又同时完全避免其坏处，只能权衡利弊取得最优折中。在一个自由择业和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即使每个个人并不了解这种全社会的两难冲突，但每个人从权衡自己所面临的个人两难冲突进行最优折中，则作为个人自利行为交互作用后果的全部均衡，就会取得全社会的最优折中。最优折中当然与制度环境有关。若制度使交易效率高，则全社会两难冲突的最优折中就是高分工水平和与之相随的景气循环，较高失业率及较高经济增长率。当交易效率低时，最优折中就是自给自足，没有景气循环和失业及低经济增长率。

景气周期和周期失业是工业革命后在发达国家出现的规律性现象，它不同于工业革命前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而产生的非规律波动现象。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景气周期和周期失业是资本主义的弊病，从而将其归咎于市场的失败。但是，众多的政府、商人、公众领袖人物不管如何努力，都无法消除规律性景气循环和周期失业。只有前苏联等国家才用中央计划方法避免了景气循环和周期失业，而其代价却是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远远落后于实行自由市场制度的国家。

但是，如果失业不是由于景气周期引起，而是由我们前文中所说的高分工水平造成的协调失灵风险上升引起，或由整数问题及分工结构变化引起，政府的失业救济就可能有其正面意义。同时，整数问题造成的自然失业，还可能通过政治中的集体讨价还价行为形成某种福利制度以减少失业，这种制度可能使所有人的效用总和大于自由市场上相应的总和。

11.5 同其他景气循环和失业理论的比较

大多数宏观经济模型在解释失业和景气循环时，需要外部随机干扰才能预见失业和景气循环现象。最近时髦过一阵的真实景气循环模型就需要一个外生的随机过程才能产生经济变量的无规律性波动。这种波动当然与我们看到的规律性景气循环毫不相干，它更像工业革命前因年成的好坏等随机因素对农业产出的影响。其他很多解释失业的模型都需要外生的对需求或供给的扰动，才能产生失业和波动现象。萨缪尔森（1939）和希克斯（1950）建立的就是这类模型。因此，这类模型被称为外生景气循环理论和外生失业理论。它们都不能解释景气循环和周期失业的共生性。有一些宏观模型（例如，Vogt，1969；Goodwin，1951）和乘数加速模型可以产生内生景气周期，但这些模型不仅不能解释周期失业与景气周期的关系，也不能解释景气周期对长期经济增长和生产率进步的正面意义。

还有一类宏观模型（Lilien，1982；Black，1987）用经济结构变化造成的工作转换来解释失业，但这类模型与我们前文的关于分工结构变化造成的失业的故事类似，它不能解释为什么萧条期失业率上升时，转换工作的人数反而急剧下降。这种现象说明，周期性失业与经济结构变化造成的失业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失业。亚伯拉罕和卡茨（1986）以及墨菲和托普（1987）都用经验数据证明了这两类现象的本质差别。

上述宏观经济模型都不是全部均衡模型，因此可以说是没有微观基础。也就是说，它们不能由个人的自利行为（最优化问题）及其交互作用来解释宏观经济现象，同完全没有自利行为的物理方程并没有什么区别。

近年来，用微观模型解释宏观现象蔚然成风。其中魏茨曼（1982）用规模经济及市场的失败解释失业现象，曼昆（1985），鲍尔、曼昆和罗默（1988）用有规模经济的垄断竞争及价格调节的困难来解释失业，而叶林（1984）和斯蒂格利茨（1992）的效率工资模型也用市场的失败来解释失业。斯蒂格利茨（1992）还用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及市场的失败解释失业。所有这些微观经济模型都没有内生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不能解释分工拓扑结构特点与景气循环和失业的关系，它们都不能在一个模型中同时产生周期性失业、长期有效率的内生景气循环以及长期经济增长这3种共生现象。

因此，此章介绍的新兴古典景气循环模型是第一个动态全部均衡模型，它同时取得下列成果。第一，将古典经济学关于耐用商品行业中分工的发展与景气循环和失业的关系，变成了动态全部均衡模型。第二，同时内生了长期有效率的景气循环、有效率的周期失业和长期经济增长3个现象，因而揭示了景气循环和周期失业对长期有效率的经济增长的意义。第三，它解释了储蓄行为、纸币的功能、长期有效率的景气循环、长期有效率的经济增长和长期周期性失业之间的内在关系。

而所有其他的与景气循环和失业有关的模型都没有这些特点。这些模型只能解释失业、景气循环和长期增长3种现象中的一种，而不能解释3种现象的共生性及内在关系。它们中大多数是外生失业理论或外生景气循环理论，需要外生的随机冲击才能产生失业或波动现象。它们都将失业和景气循环归咎于市场的失败，而完全不能揭示景气循环和周期失业对长期有效率的经济增长的正面意义。当然，所有这些模型都未内生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社会的分工水平。

但是，对于新兴古典景气循环理论模型，也有如下一些批评：第一个批评是，此模型中未考虑到世代重叠和不同代际的人对耐用商品的购买需求不同步的情形。这个模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们对耐用商品的购买需求因折旧期限长而是周期性的，尽管消费需求不是周期性的。一个人对电冰箱的消费需求也可能是非周期性的，而购买需求在折旧年限为10年时就会是周期性的了。但是，如果每年都有新生儿，每年都有刚成年的人要买电冰箱，则每个人对耐用商品的需求虽是周期性的，全社会的需求却不一定是周期性的。

对于这种批评，我们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假定此章的模型中有两代人，第二年因为第二代中的专业农民需要拖拉机，所以第一代人中的拖拉机专家不会失业。但若每代人数相等，则第二代人中一部分也要生产拖拉机，因为当第二代人全部是专业农民时，第一代的拖拉机专家不足以满足对拖拉机的需求。第三年当第一代农民又需求拖拉机时，第一代拖拉机专家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而第二代农民在第三年不需要拖拉机，所以第二代拖拉机专家仍然会失业。所以，多代人的重叠有可能减轻失业，但却不能消除失业。

第二种解释。若我们将一个非常长的迂回生产链条引入这个模型，例如，若生产粮食需要拖拉机，而生产拖拉机需要机床，则即使折旧年限为两年，经济周期也难用不同代际的人对耐用商品的不同步需求来平滑。例如，第一年所有用拖拉机的人要买拖拉机，故所有生产拖拉机的人都买机床。第二年虽所有卖掉的拖拉机都被人使用，但无人再买拖拉机，而且也无人使用机床，更无人买机床。第三年拖拉机折旧完毕，对拖拉机的购买需求又产生，但因为机床还只用了一年，所以虽然对机床的使用需求在第三年产生，但是它却没有对机床的购买需求，专业机床生产行业仍在萧条期。因此，当分工在一个长的迂回生产耐用产品链条中加深时，景气周期和失业就总是会变得更严重。而当耐用商品折旧期拉长时，景气周期问题又会变得更严重，例如当拖拉机的折旧年限是10而不是2时，我们需要更多代人同时生活在地球上才能减少失业。

因此，按照新兴古典景气循环理论，经济中有很多加强景气循环的因素，也有很多平滑波动的因素。加强景气循环的因素有如下一些：耐用商品占收入的比重越高，景气循环越难以避免，耐用商品折旧年限的增长会促进景气循环。分工水平的上升，特别是在迂回生产耐用商品链条中分工水平的上升会促进景气循环。分工生产的迂回程度的上升会促进景气循环。转换工作的费用或一个专业的固定学习费用上升时，也会促进景气循环。专业化学习效果越显著，交易效率越高，景气循环也越可能被市场选择。

平滑景气循环的因素有如下一些：世代重叠、人们天生偏好的差别、商品耐用性下降、迂回生产链条的缩短、分工水平的下降、新技术新产品的出现使耐用商品折旧年限下降。此外，在分工发展的起飞期，由于新专业的出现会产生对耐用机器的大量需求，也会使景气周期较易得到平滑。

当我们考虑到所有这些促进和限制景气循环因素时，若促进因素压倒限制因素，则新兴古典模型仍会预见长期的有效率的景气循环、周期失业和经济增长。如果对这些促进和限制景气循环的因素的作用都有所了解，就可以更有把握地分析景气周期。例如，虽然各种非耐用性的一次性商品（纸碗、纸餐巾、纸桌布、纸盘子）的发展会增加环境问题，但却有平滑景气周期的作用，而政府对考驾驶执照的严格限制和高持照费政策，也会因增加进入费用而间接促进不必要的景气循环。

但在做这些分析时一定不要忘记，在一个没有政府干扰的自由经济中，景气循环不论能不能被平滑，都是人们自利行为交互作用下有效折中各种两难冲突的结果。所以，即使你不了解它产生的机制，也可能个人感情上不喜欢它（正像人们提到高速公路时会因想到高车祸死亡率而反感），但绝不要轻易断言这是市场的失败，更不要试图用政府或其他垄断性力量去“纠正”它。

景气循环还有一些意料不到的积极作用。在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中，景气循环往往对公司造成改革、精简机构的大压力，很多组织创新和合理化改革都是在萧条期大裁员时发生的。这些组织创新也为下一波技术创新创造了条件。当然，在裁员受到限制、企业老板的私人剩余控制权和剩余收益权受到限制的体制下，这类组织创新并不会因萧条的压力而发生。

11.6 景气循环与中国的改革周期

如果用新兴古典景气循环理论分析中国的经济周期，会得出如下结论：中国改革后形成的景气循环正好是市场化的结果，与前苏联式的没有景气循环但却有耐用商品长期缺乏的模式比起来是一个进步。比如，假设农民对拖拉机的需求是10万台，拖拉机折旧期为10年，则有两种极端的投资方案。第一方案是第一年建成10万台的生产能力，这样第一年就达到供求平衡，但第二年就生产过剩。每年能生产10万台，但第二至十年有效需求是零台，直到第十一年10万台拖拉机全部折旧完后才重新达到供求平衡。第二个投资方案是每年建成1万台生产能力，第一年求大于供9万台，第二年求大于供8万台，……直到第十年才供求平衡。第一方案有景气循环（10年一循环）和失业，而第二方案没有失业和景气周期，却有耐用商品长期短缺（类似前苏联式经济）。而真正有效的投资方案在两个极端方案之间，它会有景气循环和失业，也会有短暂的短缺现象出现，例如第一年建成拖拉机年产能力3万台，则3年内有短缺，自第四年后有失业。

可见，耐用品的短缺与失业之间有种两难的矛盾。中国改革开放前，中央政府利用垄断权，选择了长期短缺模式。而改革后，市场更倾向于有一定景气循环和生产能力过剩的模式。从这种观点看，某些耐用商品生产能力过剩正是市场的成功，它顺便也打破了计划机关的垄断特权。市场选择的这种景气循环模式，绝对比计划机关选择的长期短缺模式更有效。

但是，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所以上述分析还应打很多折扣。首先，中国的景气循环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景气循环有差别，因为中国大部分资产是国有的，投资决策人对投资后果不负责任，所谓软预算约束可能使经济过热。这种过热与西方国家有效率的景气循环不同。以中国特有的集团消费为例，资本主义公司的财务开支最后都由公司所有人支付，所以这类开支不会无限膨胀，因为私人财产决定了预算约束是硬的。而中国国有企业的集团消费和投资可以无限制膨胀，因为哪怕是失败的投资，投资决策人也可以不负责任。这种“大锅饭”制度可能产生真正的经济危机。而在没有私有财产权约束的条件下，对这种行为进行有效的行政纪律约束是这种经济制度得以正常运行的条件。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私人和非国有经济发展很快，但是由于中国在21世纪最初20年都将处在经济起飞期，所以在没有改革周期造成的波动时，景气周期应该不会很明显，正如台湾地区在20世纪60—80年代经济起飞时景气周期不明显一样。

就中国的国情而言，历次出现的“过热”或“过冷”现象，基本上都不是一个正常的景气循环问题，因为中国的景气循环与改革循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混在一起。中国的经济周期在改革前是由政治周期引起的，不管是1959年的“大跃进”还是1962年的经济调整，都是政府政策所造成的，并不是一种纯经济现象。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周期又同所有改革中国家的改革周期有关。中国有些经济学家喜欢照搬西方的所谓宏观经济学，在经济增长快速时建议政府采用西方式的紧缩政策，而在经济增长放缓时增发国债和扩大货币发行量刺激经济。这种做法的后果往往是十分有害的。西方的所谓宏观经济学连西方的景气周期现象都解释不清楚，我们怎么能用它来解释有完全不同体制的中国经济现象呢？

中国的经济周期基本上都是一种由政府控制的现象。改革开放前，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受到严格限制，改革开放后，这部分经济成分迅速发展，带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但同时，国有企业的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由于国有企业没有真老板，也没有科尔奈所说的硬预算约束，一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因此，每当政府放松对国有企业投资和集团消费的计划控制时，国有企业的投资和集团性消费就一哄而上，热衷于上新项目、进行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生产大量的存货、修建楼堂馆所、公款买小汽车、修建超标准住房、发奖金，等等。这种大规模的投资和消费当然会带动经济的增长，但这种增长是非常低效益和粗放型的，总是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即所谓“一放就乱”。所以，中国政府一直决心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一乱，当然就得收，所以政府接着就来个“急刹车”，进行大量的“清理”、“整顿”，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等等，好的坏的都一棍子打死。“一乱就收”的结果是经济“一收就死”。经济增长一停滞，政府接着就“一死就放”，国有企业就又故伎重演，如此循环不已，形成所谓的改革周期。

但亚洲金融危机后，这种“景气循环”的模式似乎突然不灵了。由于净出口突然下降，中国经济长期积累而又被掩盖的内在矛盾一下暴露出来，经济陷入了所谓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的泥潭。于是，政府听从一些专家的意见实施中国特色的“罗斯福新政”，发了几千亿元的国债投资基础设施，银行利息一降再降，但无奈，经济却总是迟迟不见起色，在如此大力度的宏观调控下竟见不到什么积极的反应。其实问题仍然出在国有企业和政府身上。过去政府对经济一启就热，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多是将银行贷款拿去生产存货和攀比着上新项目，现在有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政府担心国有银行的债务会恶化而形成金融危机，所以对国有企业的新建项目投资实行严格控制，同时严令银行不准随意贷款。国有企业在进行扩张性固定资产投资的路被堵死的情况下，对市场需求又不敏感，不知道根据市场选择项目，很多就只能停产或半停产甚至关闭。

那么，非国有经济为什么投资也上不去呢？原因无外乎如下几点：第一，很多非国有企业本身就是靠为国有企业提供中间产品或服务而生存的，国有企业不景气，非国有企业当然也受连累，分工水平就下降。第二，大量的市场有待进一步地开放。如金融、新闻出版、电信、邮政、高速公路、铁路、医药、教育等等，民间资本“有钱不让投”，分工水平的提高受到限制。同时，由于企业缺少自由资本市场和相应的融资渠道，民营企业“有项目无钱投”。第三，经过30多年的改革，现有制度下的经济增长潜力越来越小，交易效率的提高受限于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要使经济增长进入起飞阶段，必须进行深层次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

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投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同时，国有银行在中央严令防范金融风险的重压之下，又开始由过去的随意贷款转向“惜贷”。这样，银行再降息或者再增发货币，钱都没有流向实质经济，当然就会出现通货紧缩。可见，通货紧缩更多的是上述病因下的一个症状，而不是导致经济萧条的原因。因此，政府寄希望于通过采用加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力度来使经济走出低谷并解决通货紧缩问题，当然就难以收到预期的好效果。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已为中国经济起飞奠定了良好基础。现在应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将改革全面向纵深处推进。可以预料，在中国市场化改革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后，景气周期的长短和幅度将会出现以下特点。第一，市场化和经济增长会使与西方类似的景气循环变得愈来愈明显。这种趋势是加强经济周期的幅度。第二，中国已于1990年左右进入起飞期，由于中国市场广大，劳动分工演进和商业化潜力巨大，模仿港、台地区的工业化模式的潜力也大，所以大约会有20—30年强劲的经济增长。这种起飞的动能可以大大削弱景气循环的幅度，使之变得不明显。第三，私人企业发展的进度对改革周期会有决定性影响。台湾地区从20世纪60年代进入起飞阶段后，有20年强劲的经济增长，这期间景气循环不明显，基本没有失业和萧条。如果私人企业的发展速度很慢，则改革周期还会延续，而且这种改革周期的模式也会不断变化。


第12章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经验性证据

12.1 经济研究分类及其相互关系

根据经济研究的性质，我们可以将其分为纯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经验性研究和应用研究4种类型。在进行经济研究时，我们首先要清楚自己研究的类型，然后决定采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类型的经济研究，在目的和方法上是不一样的。我们先讨论它们之间的区别及相互关系，然后介绍几项旨在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进行检验的经验研究的内容。

所谓纯理论研究，是指我们直接关心的不是这些研究在实际经济中有什么作用，而是为了解决理论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如，证明文定理、均衡存在定理和发展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概念等等，都属于纯理论研究。这类研究有的与创造概念及概念体系、分析框架有关；有的与一些理论概念之间的关系有关；有的是要解决分析框架中的一些操作困难。成功的纯理论研究对经济学研究的作用，就像迂回生产工具之于生产效率，能大大提高研究的效率。特别是一些成功的、从具体问题中抽象出来具有非常一般性质的概念的理论研究，由于其在众多应用理论研究中有用，故而比具体的应用研究价值更高。此书中很多关于某一模型全部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都属于应用理论分析。应用理论分析往往是用纯理论研究提供的工具和用做思想试验的方法来制造理论假说。

经验研究则是利用观察到的数据和现象，用经济计量或经济实验的方法去验证理论假说，这种检验就比自然科学的检验要复杂得多。我们知道现有的经济统计数据都是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而设计的。例如，统计中的资本概念就是个模糊而不知所云的概念。按新兴古典经济学，投资与分工在迂回生产中的发展有关，但现有统计系统中就没有分工水平这个概念。所以，如果统计系统是以一个不适当的概念框架为基础，则以这些统计数据做的经验研究到底意味着什么也是个大问题。

应用研究是指用被经验研究证实的理论去解释经济现象，进行实证和福利分析，以用于制定政策和决策。由于经济系统的复杂性，经济理论的应用与自然科学理论的应用有不同的特点。例如，人们投机行为之间的交互作用可能产生某种由非线性微分方程代表的紊乱动态系统，它虽是确定性系统，但看起来却像随机系统，其特点是不可预见性。股票市场就是这样一种紊乱动态系统。其一，它对边界条件非常敏感，边界条件的一点不可察觉的差别，可能会造成系统的动态模式完全改观。其二，即使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这种经济系统也可能产生多个完全不同的动态模式。所以，理论和经验对股市这类非线性系统能提供的惟一精确预测是：精确预测是不可能的。这是为什么有效率股市理论声称，股市中不可能有赚钱的规律，也不可能有赚钱的经验。如果有这种规律和经验，则股市中亿万人学习和模仿这经验的行为就会使此经验失灵。例如，当有人发现一家公司表现不错，因而买它的股票赚了钱。很多人得知这一经验后也买此公司股票，因而将股价抬高，一方面验证了此赚钱经验，另一方面也高估股价，使赚钱经验变成亏钱经验。当然，并不是所有经济问题都与紊乱系统有关。

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完全不同，目前该框架中还有很多理论问题有待精细化，而现有统计系统由于是按照新古典的概念设计的，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概念系统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因此做经验研究时就还有很多困难有待克服，需要对一些数据进行处理。但是，由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很多观点与新古典经济学观点不一致，我们如果能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理论证伪，这也将为新兴古典经济学提供某种程度上的经验支持。

新兴古典经济学还正处在发展中，大量的经验研究正在或有待进行，而已有的经验研究则非常乐观，它们都支持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显然，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力要高于新古典经济学。对于发生在现代社会中的很多新发展现象，它能够提供更深刻的解释。我们下面介绍几项重要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经验研究。

12.2 新兴古典内生增长理论的经验证据

我们在第10章中介绍了分工内生演进的故事，这种分工内生演进的模型（Yang and Borland，1991）称为杨—博模型。该模型比传统增长模型和罗默的新增长理论有高得多的解释力。该文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报》上发表时，被同行匿名审稿人视为第一篇用劳动分工的演进解释内生经济增长的论文。按照杨—博模型，经济增长并不单是一个资源分配问题，而是经济组织演进的问题，市场发育、技术进步只是组织演进的结果。

杨—博模型产生了如下经验含义：第一，交易部门的收入份额随着分工的演进和人均收入的提高而提高。第二，增长绩效和分工演进的速度紧密地依赖交易的条件。第一个假设已为诺斯的经验研究所证实（North，1986）。该研究显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交易部门的就业人口比例也随之上升。第二个假设也被诺斯（1958）、诺斯和温格斯特（1989）记录的历史证据所证实。巴罗（1997）、易斯顿和沃尔克（1997）、富莱和斯勒弗（1997）和萨克斯和沃纳（1997）以及杨小凯、王建国和威尔斯（1992）的经验证据也证实了第二个假设。诺斯的研究还显示，海运费用的持续下降，对欧洲早期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贡献。杨小凯等（1992）还发现了影响交易条件的制度变化效果的经验证据，而交易条件又影响经济发展和商业化程度的演进（分工的一个方面）。

琼斯的研究表明（Jones，1995a，b），作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代表的两个主要模型，即AK模型和R&D模型，也与近来的经验数据不符合。AK模型预言，人均GDP增长率同投资率成正相关。这种关系与所谓第I类规模效应有关，但这种第I类规模效应已被琼斯的数据否定。根据琼斯、巴罗和萨拉·i·马丁（1995）的观点，罗默模型（Romer，1987），Rebelo（1987，1991）模型，巴罗模型（Barro，1991）和Benhabib及Jovanovic模型（1991）都可视做AK模型，因为它们的解同AK模型如出一辙。琼斯由此做出结论，“AK模型对经济增长背后的驱动力没有提供一个好的解释”。

R&D模型则预言，人均GDP增长率和用于R&D的资源水平成正相关，这同所谓第Ⅴ类规模效果有关，尤德（1985），罗默（1990），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90，1991），阿尔钦和霍维特（1992），及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则是沿着这条线索。但是，这种第Ⅴ类规模效果也已被琼斯的经验观测所否定。琼斯（1995b）、阿伦·杨格（Allyn Young，1998）和塞格斯托姆（1998）发展了3个模型以对R&D模型进行补救，但修正后的模型仍然包括第Ⅰ类规模效应，即人均GDP增长率同人口增长率成正相关。第Ⅰ类规模效应被Dasgupta（1995）综述的经验研究所否定。

此外，新增长理论还有第Ⅱ和第Ⅲ类规模效应。前者意味着生产力或增长绩效同企业平均规模大小正相关，后者意味着，工业部门的收入份额同工业企业平均规模之间正相关，或者城市化水平同企业平均规模正相关。但张永生（2000）对OECD国家、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以及中国的经验研究表明，第Ⅱ和第Ⅲ类规模经济并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驱动力。大约从20世纪70或80年代开始，这些国家（地区）的厂商平均规模都开始下降，厂商平均规模与人均GDP，工业化及城市化水平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因此，新古典内生增长理论中所有5类规模经济效应都已被经验研究所否定。

新兴古典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则同上述模型不同，其引人之处在于，它能解开规模效果之谜，以及能同时解释经济增长中的趋同和趋异现象。在杨—博模型中，经济增长背后的驱动力是分工的正网络效应，而不是规模效应。就正如阿伦·杨格指出，讨论分工经济同规模经济的区别（Allyn Young，1928），“如果仅仅观察单个厂商或特定产业规模变化效果，则递增报酬的机制就不能被充分地观察到，因为分工的演进和产业的专业化是递增报酬实现过程中的关键”。他认为，如果用大规模生产的概念，则会忽视分工经济的现象。在杨—博模型中，内生演进的贸易商品种类数同分工网络大小的演进有关。随着分工网络的扩大，很多隔离的地方社区将合并成一个越来越一体化的市场。这种现象可以在没有人口规模增加和其他规模效果时发生。因此，新贸易品出现的速度，是由分工演进的速度而不是人口大小或研究部门扩大的速度决定。也就是说，在R&D模型中，对科研的投资同新商品的种类数及相关的技术之间是“当且仅当”的关系，而在杨—博模型中则没有这种关系。内生技术变化取决于分工网络的演进是否足够大，以致这种网络能创造一种社会学习能力，并使新产品商业化成为可能。

杨—博模型以个人边干边学的专业化经济为特征，这使它有别于其他边干边学的模型（阿罗，1962；卢卡斯，1988；斯托克，1991；阿文·杨格，1993等）。在杨—博模型中，即使没有规模效应而只有个人专业化地边干边学和分工网络的扩大，也能够产生社会学习的网络效应。与此相反，在其他一些模型中，边干边学则独立于分工的演进，并产生一种规模效应。

我们再来看关于经济增长趋同论的争论。罗默、卢卡斯（Romer，1986；Lucas，1988）等人当初发展新内生增长理论的动机，部分地是考虑到对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趋同论（Lucas，1988；Romer，1986）的批评。那种绝对趋同的假说认为，不管每个国家的初始条件如何，每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在长期内都将逐渐地趋同。这一观点已经被巴罗的经验数据所否定（Barro，1991）。现在发展的一些新内生增长模型则能预测趋异现象，从而能对那些相反的经验数据进行解释，但更多的经验研究却被用来支持经济增长将趋同的猜想。然而，新增长理论模型不仅仅是被规模效应之谜所困扰，而且还面临着有关趋同的新证据的挑战。人们提出了很多具有微妙差别的关于趋同和趋异的概念（Sala-i-Martin，1996；Galor，1996）来应对这种挑战。但是，这些趋同的新概念与其说是起到了澄清的作用，还不如说是引起了更多的混乱。它们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不管对趋同和趋异如何定义，这两种现象始终同时并存着，但这种并存的状况却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

杨—博模型则显示，趋异和趋同现象是一个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依次发生的现象。这就意味着，经济增长依次要经过3个阶段，即前工业化增长（低分工减速增长）、加速增长和起飞、成熟增长阶段（高分工减速增长）。增长率起先是下降的，然后上升，最后又下降。这同罗斯托（1960）描述的经济增长的3个历史阶段是相一致的。交易效率对加速增长和分工的内生（自发）演进并不一定是必需的，随着交易条件系数的提高，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却不一定会随之提高。这种比较动态的结果，可以用于解释国家间增长的差别。因为不同的关税制度和开放程度、不同的制度安排、不同的法律体系及相关的财产制度、不同的地理条件，都意味着国与国之间交易效率的差别。因此，交易效率高的国家就会更早地先进入经济起飞阶段。

例如，英国所以比其他国家提前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其原因在于英国是一个岛国，其船运效率比德国和中国这样的内陆国家要高，而在没有汽车和火车的条件下，这种优势就显得非常重要。同时，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有专利法（1624年）的国家，这大大地提高了知识产权的交易效率（见诺斯North，1981）。同时，英国不断演进的普通法、在斯密倡导自由贸易之前就已实行的自由放任政策，以及英国政府制度的创新，则大大改善了其交易条件（Mokyr，1993）。正如诺斯和温格斯特（1989）指出的，英国成功工业化背后最重要的驱动力是始于17世纪的制度演进。这使得政府对宪制规则的承诺变得可信，极大地减少了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并因此极大地减少了寻租行为和相关的内生交易费用。由于不完善的法律制度、对私人产权的侵犯、极端的保护主义（低开放度）和政治的不稳定等都会降低交易效率，而这正是当时法国和中国的普遍特点，因此后者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就晚于英国。

在某种程度上，杨—博模型同阿文·杨格的模型（Alwyn Young，1991）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假如每个人贸易品的种类数固定，那么学习的速度和人均真实收入的增长率在长期总会下降。随着贸易品种类数的提高、分工网络的扩展，通过生产大量的贸易品将为一个社会专业化学习创造更大的空间。尽管如此，这两个模型也有一些很重要的区别。在杨—博模型中，当一个人选择了贸易品的种类数时，他也就选择了其贸易伙伴的数量，而所有人对其贸易品种类的选择加总的结果，就决定了分工网络的大小和网络连通性的程度。因此，在杨—博模型中，分工水平和相关的市场网络大小决定一个社会能否出现新的贸易商品。新贸易品种类数的增加能促进经济的增长，而这又能提高一个社会的学习能力。斯密及很多古典经济学家都特别强调分工和新商品发明之间的联系。在阿文·杨格的模型中，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和分工网络的大小则没有内生。

很显然，对一个已经历了成熟增长的经济，它的分工结构和人均真实收入的时间变化轨迹正像图12-1的情况。如果不考虑经济的短期波动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表示人均真实收入的曲线最开始是凹的，然后变凸，最后又会变凹。但是，由于每个国家的交易条件不同，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国家进入起飞阶段的时点也会各有不同。时间和人均真实收入协调的结果，人均真实收入的差别将呈倒U型。这就是说，当一个先进入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开始加速增长时，后进的国家还处于减速增长阶段，这样它们的人均真实收入和增长率的差距就会扩大。当后者终于进入起飞阶段而前者达到成熟增长阶段时，它们人均真实收入和增长率方面的差距会消失，经济增长又会趋同。

图12-1对随时间不断变化的趋异和趋同现象做了直观的说明。在图中，英国和德国的人均真实收入在时点t1
 之前是趋异的，但之后便开始趋同。这种趋同将是有条件的，并且不同国家最终并不一定会达到相同的收入水平和增长率，这是因为不同国家的交易效率以及交易效率随时间变化而可能会发生不同的变化。如果这种假说要获得经验性数据的支持，那么两个经历了成熟增长的国家，它们人均真实收入的差距随时间变化的轨迹就应该是倒U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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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随时间不断变化的趋异和趋同现象

陈、林和杨（1998）用15个OECD国家1870～1992年期间的数据对这个假说进行了检验。之所以选择这些国家，是因为它们都经历过工业化前减速增长、起飞和增长率下降的成熟增长3个阶段。英国则被选做检验趋异和趋同先后发生现象的基准国，因为它是第一个进入起飞阶段的国家。

这一组数据有力地支持这种假说：英国和14个国家中的13个（加拿大除外）长期人均真实收入的差距呈倒U型。这种结论否定了那种人均真实收入差距将单纯地持续扩大的假说。同样，它也否定了那种认为人均真实收入差距将单纯地持续下降的假说。而英国同加拿大人均真实收入之间的差距之所以单纯地下降，是因为1879年前趋异的可用于国际比较的数据无法得到。

新兴古典内生增长模型同其他内生增长模型的差别是，它们内生了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和分工网络的大小。这一特点使我们能为杨格（Young，1928）的下列洞见提供理论基础，即“递增报酬的实现依赖于分工的演进”，“不仅分工依赖市场的大小，市场大小也依赖分工水平”。后一命题则是对斯密“分工大小受限于市场大小”命题的扩充。新兴古典的模型已经显示，随着分工的演进，市场的范围也将扩大。尽管在这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市场大小和分工水平的因果循环累进关系同新兴古典静态一般均衡模型中的情况相类似，但在动态模型中，即使没有交易条件外生演进以及其他参数的变化，这种累进关系也仍然能够发生。也就是说，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比静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内生化程度要高。这个模型的实质，同阿伦·杨格的洞见是一致的。他认为，经济发展不仅仅是人均真实收入的提高过程，而且是个以分工网络的演进为驱动力和特征的过程。

新兴古典增长模型实际上是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一个动态版，而R&D模型则是DS模型和埃塞尔模型的动态版。因此，新兴古典增长模型同R&D模型之间的区别，类似于第4章中新兴古典贸易模型同DS模型的区别。新兴古典增长模型内生了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市场一体化程度以及分工网络大小。在罗默模型（Romer，1987，1990）、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89，1990）模型中，经济总是处在一个一体化的市场状态，分散的市场状态绝不会在均衡中出现。投资增长同更高的未来生产力水平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当且仅当”的关系，即当且仅当投资增长的情况下，生产力水平才能提高。这一点再加上规模经济的概念，就产生了规模效应，而这种规模效应却已被经验证据所否定。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说明，为什么罗默等人的模型并没有抓住经济发展背后真正的驱动力。

杨—博模型也有其限制，它不容易应用于更现实的不对称模型。在这种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对称性假定是使模型具有可操作性的一个关键。但是，如果将CES（不变替代弹性）效用或生产函数引入这种模型中，则对称性就不能再存在。因为必须更换新职业才能生产新商品的个人决策问题，同不改变职业的人相比不是对称性的。因此，如果模型中商品种类数是一个内生变量，或者不同商品的偏好、生产及交易费用等参数不一样，则控制论不管用，我们需要用动态规划的方法求解模型。但是，用动态规划方法求解不对称的新兴古典增长模型时，其计算过程令人生厌，且很难得出结果。而用第10章瓦尔拉斯序贯均衡的方法，则可以较容易地将所有新兴古典静态模型动态化。

如果我们再将外生比较优势引入这个动态模型，则内生比较优势可用于抵消外生比较优势。例如，假定某A最初阶段在生产商品1时外生地比某B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但如果某B生产商品1的专业化水平比某A高，且高到足够长的时间，那么某B的生产率将后来居上，反过来会超过某A。因此，对这种动态模型而言，一个人要赢得市场竞争力，那么通过后天努力产生正反馈的过程，其重要性要远远大于遗传基因的作用。如果一个人高估其外生优势的作用，那么就可能在竞争中输给先天稍弱的人，因为后者可以通过自我加速的演进过程迅速提高自己的能力。反过来看，如果一个人失业，那么由于他不能通过边干边学来积累专业人力资本，失业和内生劣势之间就可能会产生恶性循环，即失业加重了他的内生劣势，而内生劣势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大其失业的机会。

12.3 新兴古典产权理论的经验证据

我们在第9章介绍了杨小凯和威尔斯（1990）关于产权理论的一般均衡模型背后的故事。该模型证明，真实收入和分工水平将随着产权界定效率的提高而提高。此外，市场的大小、贸易依存度、商品化程度、生产力水平、市场一体化程度、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内行与外行之间的内生比较优势以及市场数目等等，都会随着产权界定效率的提高而提高。

但是，由于通常的统计指标设计没有直接提供与该理论的概念相符合的数据，该理论难以凭借经验观测来检验。例如，测定产权的交易效率就很不容易，而且根本没有适合分工水平这个概念的统计数据。我们以杨小凯、王建国和威尔斯（1992）的经验研究为例子，说明进行这类经验研究会有一些什么困难，以及我们怎样才能加工现有的数据，用一些迂回方法得到一些不能直接从现有统计系统得到的数据。

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为进行这种经验研究提供了一个良机。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的产权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0年间，中国农村由自给自足经济迅速向商品经济转化。而这些显著变化，可以从大量的文献记录中找到统计的依据。如，1957～1978年间，中国农村贸易品占总产出之比为31.5%。而此商品化程度改革后已达80%。政府的家计调查对此有详细记录。家计调查比其他的中国数据更可靠（不过，抽样的随机性是有问题的）。此外，中国农村产权结构的明显变化，已记载在许多调查及官方和学术文件中。

根据杨—威模型，人均真实收入是分工水平和产权界定效率的函数，而分工程度又由产权界定效率决定。因此，可以对这3个变量建立回归方程。检验这一理论的最困难的工作是量度分工程度及量化界定产权的效率。下面我们介绍如何进行这种度量工作。

先看如何量度分工水平。从前面的模型中我们知道，分工水平同商品化程度及贸易依存度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因此，分工水平可以用商品化程度和贸易依存度来量度。但这两个指标在量度分工水平时都各有利弊。如果我们将商品化程度定义为从市场上购买的商品占消费的总额的比例，将贸易依存度定义为交易额与商品化收入之比，那么后一比值将随着生产中间产品部门分工程度的提高而提高。这是因为交易额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会出现重复计算。用贸易依存度量度分工水平的好处是，它比量度商品化程度要容易得多，因为在量度商品化程度时，我们不知道类似自己洗衣做饭等自给收入究竟有多少。但是，贸易依存度由于是一个相对数，它不能反映自给程度的绝对变化，所以往往会低估分工水平。对于一个高度商品化的经济，这种低估问题不大，因为自给收入的份额占该经济中的商品化收入的权重很小。此外，用贸易依存度来量度分工水平还有一个缺点，即它不能反映企业内部的分工程度，因为企业内部产品和劳务的交换没有计入交易额数据中去。企业的内部组织越复杂，贸易依存度对分工程度的低估就越严重。

因此，尽管贸易依存度能够很好地表示企业间的劳动分工，但它不能作为量度分工水平的恰当指标。所以，量度分工水平的最简捷途径是，寻找一个商品化水平低而且企业的生产份额低的经济（即企业组织不发达、工业化程度低），然后估计这个经济的商品化程度，用这个商品化程度的指标来量度分工水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农村恰恰就是这样一种经济。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农户的商品化程度，加上乡镇企业收入占农村总产值的比例这两个指标来量度中国农村的分工程度。前者表示农户间以及农户与中国经济的其他部门之间的分工程度，它可以代表没有企业的农村地区的分工程度，后者则表示乡镇企业内部分工程度对整个农村经济分工水平的贡献。

再看如何量化界定产权的效率。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经历的种种制度变迁，其基本特征是由于政府对产权的控制逐渐减少，农民收回了越来越多的产权。换句话说，随着改革的进行，中国农民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支配他们各种财产的权利，并从财产得到收益。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其说是政府尝试不同制度安排的过程，不如说是从政府控制产权的体制转变为农民通过契约选择制度安排的过程。我们在产权理论模型中已经证明，人均真实收入与界定产权的效率之间可能存在单调正相关关系。在改革之前，农民的产权受到政府的严重侵犯，而且已被制度化，界定产权的交易费用极高。或者说，界定产权的效率极低。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进行，对农民的产权保护逐渐被法律化和制度化，故界定产权的交易效率与改革的程度成正相关。若我们能用制度变化的指数来量化增加个人产权的制度改革的程度，那就能将该指数作为界定产权的效率的指标。

虽然我们在量化界定产权的效率时对制度的主观评价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可以使这种随意性尽可能地减小。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将界定产权的效率指数分解成若干个分指数，找到一些可观测的分指数的数据，然后将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变化分解成与分指数有关的部分，以便细致准确地估计这些指数。

我们将产权结构分解成对于4种财产的3类权利。这4种财产是：产品、劳力、资金以及包括土地在内的不动产。3类权利是：财产的使用权、转让权和收益权。在中国，政府常常将财产的使用权和转让权分开。例如，在改革初期政府就已认可对土地的使用权利，但时至今日，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制度还很不成熟。这4类财产3类权利的两两组合，共有3×4=12个。我们要分析这12种指标在1979～1987年共9年间的情况。在分析时，我们以4种财产的收入份额作为各种财产的权重，并对这12种效率分指数的平均值作为界定产权的整体效率的指标。

现在，我们就可以建立回归模型。该项经验研究的结果显示，中国农村改革以来的数据有力地支持新兴古典产权理论模型中关于人均真实收入、分工程度（商品化程度）及界定产权效率之间正相关的理论。如果我们将商品化程度对人均真实收入的影响看成是经济组织效率改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将界定产权效率对人均真实收入的直接影响看成是资源配置效率改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我们用原始数据及模型计算出，中国农村改进组织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总贡献的48%，而通过改进资源分配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总贡献的52%。

这个模型说明，如果界定产权的效率头年增长1%，则次年分工程度会增长约0.6%，人均真实收入会增长1%。如果头年分工程度增长1%，则次年人均真实收入会增长0.8%。用我们的模型，可以估计出在什么时间、哪些政策和制度的变化会产生最显著的影响。例如，1987年，影响农产品定价制度的改革潜力已不大，因为界定对产品收益权的效率指数是0.972，已接近最高值1，但土地买卖制度的潜力还很大，因为1987年界定土地转让权的效率指数只有0.123，远远低于1。利用我们建立的回归模型，则可估计出土地买卖自由化的效果。计算说明，如果中国政府1987年使土地自由买卖合法化，则中国农民的人均真实收入会在1988年至少增加30%。

在我们的模型中，尽管生产率进步明显，但技术上并没有外生进步。我们可以把这种生产率进步解释为内生技术变化，而技术进步取决于人的能力、对发明新技术的刺激和对新技术的吸收。这种能力取决于界定产权的效率，而这种效率又取决于产权结构。

这种研究的政策意义很重要。产权结构改革对于商品化程度以及贸易依存度的影响，将改变对本国产品和外国产品的有效总需求，同时也将通过其对生产力及其他方面的影响改变中国的出口能力。这对商人估计市场购买力的大小同样是有用的信息。

12.4 新兴古典企业理论的经验证据

在第5章我们介绍了杨小凯和黄有光（1994）创立的新兴古典企业理论，这里再来介绍廖柏伟和杨小凯对新兴古典企业理论进行的经验研究。亚当·斯密对经济学的一个主要洞见是市场大小和专业化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而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以前，对斯密关于分工问题的洞见进行阐明的研究还不多。杨格（1928）、霍撒克（1956）、斯蒂格勒（1951）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坚持斯密路线的著名经济学家。近年来，对古典的斯密定理的兴趣又重新出现。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分工和企业出现之间的关系上，很少关注企业组织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以雇员人数为代表的企业规模。斯蒂格勒（1951）较早的研究认为，专业化的作用可能提高或降低企业规模，并且下结论说，在对此进行归纳之前还需要做大量的研究。金（1989）的模型显示，由于专业化带来的递增报酬会产生规模经济，所以企业规模会随着专业化和市场范围的扩大而提高。新兴古典企业理论的出现，则第一次对专业化如何影响企业规模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完整有力的理论分析。

在很多发达国家，很多行业企业平均规模出现下降趋势，这种现象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并不鲜见。对企业平均规模的一个间接测度是中小企业雇员的份额。尽管各个国家对中小企业大小的定义都不一样，但美国、英国、法国、奥地利、比利时等国的数据则清楚地显示，制造业中的中小企业雇员份额变化趋势呈U型。最开始是下降，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早期则开始上升。这种变化趋势意味着，平均企业规模可能遵循一个倒U型变化趋势。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制造业中的平均企业规模就像发达国家的变化趋势一样，其转折点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台湾地区，制造业中平均企业规模从1954年的每家7.3人提高到1971年的顶点28.2人，之后呈下降趋势，在1984年达到24.2人。同样地，新加坡的制造业在20世纪80年代后企业平均规模就变得越来越小。这种企业平均规模下降的趋势不仅仅出现在制造行业。在香港地区，除了制造业外，保险、商业服务、零售、进出口、酒店和交通等行业的平均企业规模自1977年后也呈现清晰的下降趋势。不动产和金融的企业平均规模则呈现倒U型，其拐点分别为1984年和1987年。平均企业规模下降的同时，则伴随着人均真实收入和总要素生产力的提高。

这种企业平均规模下降的趋势，同人们的一般感觉正相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技术变化和规模经济，人们认为企业规模应该变得越来越大才对。新兴古典企业理论则为企业规模长期内越来越小提供了一个解释。我们证明，当劳动的交易费用系数小于中间产品的交易费用系数时，企业就会从分工中出现。在给定企业制度出现后，如果中间产品的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得比劳力交易费用系数快，则这种演进过程就会降低企业规模。如果分工在企业之间发展，则每个企业会越来越专业化，因此每个企业的活动范围和规模会缩小。如果分工和专业化在每个企业中发展，一个企业中每个工人的专业化水平和一个企业的范围及规模将同时提高。但是，如果中间产品的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得比劳力的交易费用系数快，那么，在更专业化的企业之间组织分工就会比在企业内部组织分工更有效率，因为前者涉及更多的中间产品交易，而后者涉及更多的劳动力交易。这样，就会使得企业的规模下降。

穆拉卡米，刘和奥苏卡（1996）提供了对新兴古典企业理论的经验证明。他们用中国机床制造业的数据证明，由于改革中产品交易效率改进得比劳动交易效率快，此行业平均企业规模下降。

张永生（2000）的研究也表明，无论是OECD国家、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还是中国，企业平均规模的变化趋势都呈现明显的倒U型。企业平均规模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该项研究证实了厂商规模无关论（The theory of irrelevance of the Size of the Firm）的思想，即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厂商规模同经济增长并没有内在的因果关系。如果分工在企业内部发生，则厂商平均规模就缩小。决定厂商规模的，乃是中间产品和劳动力的相对交易效率的变化，而决定经济增长的，乃是一般交易效率水平的高低。因此，分工水平的提高可以在厂商平均规模扩大时发生，也可以在厂商平均规模缩小时发生，分工水平与厂商规模无关。厂商规模无关论以斯密（1776）、杨格（1928）、斯蒂格勒（1951）和科斯（1973）、张五常（1983）、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等人为主要代表。

如前第5章所述，新兴古典间接定价企业理论同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以及哈特和摩尔（1990）的资产专用性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用劳动和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的差别解释企业的出现。我们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新兴古典企业理论要比其他企业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匿名审稿人对《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评价


《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分析框架》
 ，杨小凯著。2000年由Blackwell出版公司出版。4位匿名审稿人对此书予以高度评价。


《发展经济学：超边际分析和边际分析》
 ，杰弗·萨克斯（Jeffrey Sachs）与杨小凯合著。2000年由Blackwell出版公司出版。


一 匿名审稿人对《经济学》的评价



评审人一：


“该书是将杨小凯发展起来的概念和思想推广到经济学诸多领域而形成的一个完整体系。该书具有原创性，同时也可能因此而对其销售产生一定影响，但我甘愿冒此风险而出版此书。”


评审人二：


“我熟悉杨小凯的著作，而且，事实上，我也是他的一个热心读者。我认为他在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正在对经济学的根基进行重新梳理，为经济学教学提供一个崭新的方法。如果这种方法在教学上可行的话，我将乐于采用。该项工作的力量在于，它提供了高品质的知识、宽泛的涵盖面、现代思想同历史思想的有机结合，以及逻辑性的组织结构。该书的确令人印象深刻，没有同类书能与之媲美。杨小凯正在建立起一个全新的领域。是的，我敢预见，人们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将迅速兴起，我认为它很可能会成为未来的潮流”。


评审人三：


“这是我读过的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它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即‘新兴古典经济学’较之新古典经济学更能描述我们的环境。这种观点通过一种有趣的方式，用优美而清晰的文笔表述出来。我会将这本书推荐给任何好的经济学图书馆；而且，毫无疑问，很多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教师都会看它。（顺便，你们给我阅读的章节只有该书的上半部分，我还要欣赏包括参考书目在内的下半部分）。总之，该书内容具有革命性，并具备很高的知识品位。尽管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正日益兴起，但我仍不认为它在短期内就会起飞。”


评审人四：


“在某种意义上该书可称得上盖世杰作（remarkable tour de force
 ）。它几乎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教材，涵盖了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杨小凯博士对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热情，在书中一以贯之地得到体现。我觉得这种贯通经济学所有领域的统一观点使此书目标宏大，气贯长虹。尽管我对于‘新兴古典经济学’没有杨小凯博士那股热情，但我对此也不能无动于衷。”


二 匿名审稿人对《发展经济学》的评语


3位匿名审稿人对《发展经济学》一书初稿进行了审阅，评语非常积极。据组织评审的出版者称，这些评审人都是来自“一流大学的一流教授”。


评审人一：


“该教材承诺，它将是对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研究方面的一个令人激动的贡献，将对此提供崭新和创造性的观点。在阅读完3章书稿后，我愿意对这项工作给予热情的支持，并鼓励你们出版这本书。现附上我支持这本书的几个理由。这本书填补了研究生教材上的一个空白，现在还没有一本书同时将交易费用和产权经济学同内生专业化、递增报酬以及一般均衡模型联系在一起。该书用上面的框架解释工业化、城市化和结构变迁，不仅具有创造性，而且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它还为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了一个解释。该教材是两位第一流领头学者合作的产物，他们获得了发展经济学领域所有经济学家的尊敬。基于我对这些章节的阅读，我预期此书行文优美。最后，在研究生层次的‘发展经济学’教材上，还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几乎未被打开的市场。”


评审人二：


“根据我的判断，该书无疑前途远大。该书主要运用基于有规模经济的生产者最优化行为的一般均衡模型，并用系统的框架研究制度问题，这是绝对有前途的；并且，据我所知，它同现有的其他一切适于研究生的发展经济学教材毫不雷同。我发现，说明性的章节写得清晰而系统，通过事先的提问和事后对内容理解的提问，使读者能很好地理解，并且使之很好地汇聚到总体发展经济学文献的大视野中。我预期，该书在提高技术难度和扩大作者关心的潜在读者群之间有某种两难冲突。此书中现有的折中平衡，可能将此书市场限于较好的研究生培训项目。”


评审人三：


“该书的这些章节具有很多值得推荐的特点。在书中，贸易和相应的政策决定问题是用一个非常复杂和现代的方式进行分析的。对交易费用和策略性贸易政策进行明确处理的一般均衡方法，是进行该分析的有力工具。在教学方法上，该书同样也有很大优势。该书能用于我校的研究生教学吗？毫无疑问，当然可以。该教材的质量如此上乘，它还可以用于博士层次的辅助课程。总之，基于我有机会看到的这几章，我认为该书在同类教材市场上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


匿名评审人和评论者对杨小凯著作和研究项目的评价

“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可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是世上更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

“杨正迅速建立起他作为主要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国际名声”。

“这一工作具原创性和新颖性”。

“此项目代表了澳洲在研究方面领先世界的一个机会”。另一匿名评审人指出，“此项目主持人在已发表的文章和著作中发展了一种严格的分析微观经济行为的新方法。此项目是这一理论研究的雄心勃勃之发展。主持人过去主持的研究项目所产生的成果（已发表的著作，有关的思想及其应用）已证明他们是高产研究者”。

“杨是一位格外聪敏，训练有素，细致，认真而高产的理论经济学家。在整个经济学面临剧变的时代，他处于这个剧变的最活跃部分”。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舍温·罗森：“第一流的著作”。


Black，Smithe和Ben-Ner对《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的评论

1.杨小凯和黄有光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建立的模型，将增长视为因学习有效率的组织生产途径和具体的生产过程而使专业化递增的过程。专业化和迂回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是增加了运输和议价费用。比较优势是获得的，而且在国际和国内它都以同样的方式起作用。企业因降低交易费用而提高效率。立约费用隐含着产权的最优模糊程度；甚至许多“外部效果”都是内生的和最优的。当专业化达到某一程度之后，货币和信贷便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们并不影响现实经济的演进。连景气循环和失业都是内生的和最优的。实际上，他们证明了，尽管他们将运输费用、交易费用、议价费用以及执行合约的费用都包括在内，他们的均衡仍是最优的。他们坦言，他们的模型难于“检验”，而且通常以一系列的示例来介绍这些模型。这些都与研究增长和景气循环的一般均衡方法相一致，但我想给他们的模型添加若干特点。最重要的是不确定性。专业化和迂回生产因未来嗜好和技术的不确定性（加上资源重新配置的费用）而增加的期望费用与因运输和协调费用所增加的期望费用同样多。这或许可以使他们建立景气循环和失业模型时，不再依赖于“不可分割性”（Fischer Black，Exploring General Equilibrium
 ，1995，MIT Press）。

2.这是一部有吸引力的原创性著作。立论中肯，主要见解令人信服。杨小凯、黄有光两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微观经济学方法，使我们有可能讨论许多一直无法做形式化处理的课题。他们开辟了使微观经济学从资源配置问题转向经济组织问题的新方向（Donald Smythe，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4，vol.32.pp.691-692）。

3.此书确实是技巧与才智的杰作。作者从有限的几个假定出发，试图对许多经济现象——从企业的内生到城市化、国际贸易模式、货币的产生、产权的演进以及前共产党国家的转型等等，提供理论解释。此外，作者还力图实证地检验其理论的某些方面。此书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们的宏大目标……读者将因阅读此书而受益，因为它论述完整，而且用新颖的方法处理了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作者巧妙地对其他经济学家认为无法处理的问题建立了模型，从而展示了经济理论的若干最佳应用（Avner Ben-Ner，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995，vol.151.pp.57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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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classical development economics constitutes one of the core components of new classical economics，a branch of economics founded by Yang Xiaokai. Professor Yang’s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is his effort to resurrect such ideas as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specialization in classical economic by applying inframarginal analysis. In some sense，the very core of mainstream economics of the classical school is development economic. Division of labor is the ultimate source of economic growth，and the transactions on which division of labor depends carry costs. This is why transactional efficiency is of critical importance to increases in division of labor and economic growth. Transactional efficiency is itself determined by endogenous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The author shows in this book that improvements in trading efficiency lead to more sophisticated division of labor，of which economic growth，trade，industry structure，corporate organization，industrialization，urbanization and macroeconomic phenomena are but different aspects. As such，they are amenable to explanation based on a single analytical framework，instead of requiring mutually independent subfields of investigation for each topic the way they were under the neoclassical framework. In addition to a systematic introduction of new classical development economics，the book also provides a thorough overview of neoclassical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e five main areas covered are：the microscopic mechanism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corporate institutions and endogenous transaction cos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development macroeconomics.


目录


	
第1章 导论

	
1.1 古典发展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发展


	
1.2 第一次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衰落和新古典发展经济学


	
1.3 回到古典发展经济学


	
1.4 发展经济学的科学方法


	
关键术语和复习


	
进一步阅读


	
思考题






	
第一部分 发展经济学的微观机制

	
第2章 驱动力Ⅰ：外生比较优势和交易效率

	
2.1 运用一般均衡概念理解经济发展机制


	
2.2 有外生比较优势和交易成本的李嘉图模型


	
2.3 发展的决策分析与均衡分析


	
2.4 人均真实收入、GDP、GNP和PPP


	
2.5 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


	
2.6 比较禀赋优势和交易效率


	
关键术语和复习


	
进一步阅读


	
思考题


	
习题









	
第3章 驱动力Ⅱ：内生比较优势和交易效率

	
3.1 内生比较优势与外生比较优势


	
3.2 斯密模型中的模式和角点解


	
3.3 市场如何利用网络效应来协调分工和促进经济发展


	
3.4 更多的例子


	
3.5 贸易模式


	
关键术语和复习


	
进一步阅读


	
思考题


	
习题









	
第4章 驱动力Ⅲ：规模经济和交易效率

	
4.1 规模经济和经济发展


	
4.2 有规模经济、消费多样性及交易成本两难冲突的经济发展一般均衡模型


	
4.3 有交易成本的埃塞尔模型


	
4.4 墨菲-谢勒夫-维西尼的大推进工业化模型


	
4.5 有规模经济、内生工业化程度及交易成本的萨克斯-杨模型


	
关键术语和复习


	
进一步阅读


	
思考题


	
习题









	
第5章 内生比较优势与外生比较优势共存和发展与贸易模式

	
5.1 不发达现象和具有失业的二元结构


	
5.2 一个在经济发展的转型阶段具有二元结构的斯密模型


	
5.3 一般均衡和它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5.4 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共存条件下的贸易模式与收入分配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5.5 发展策略和贸易模式


	
5.6 一般均衡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5.7 同基于不变规模报酬模型的传统观点的比较


	
关键术语和复习


	
进一步阅读


	
思考题


	
习题









	
第6章 结构变化、贸易和经济发展

	
6.1 内生贸易理论和内生消费品的种类数


	
6.2 一个具有固定学习费用的发展模型


	
6.3 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是如何确定需求和供给函数的


	
6.4 最优决策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6.5 市场如何确定社会的分工水平


	
6.6 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和许多发展现象共生


	
6.7 国内贸易如何发展到国际贸易


	
6.8 分工和消费多样化同时演进


	
6.9 专业商人的出现和贸易模式


	
6.10 专业化经济和协调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


	
关键术语和复习


	
进一步阅读


	
思考题


	
习题










	
第二部分 企业制度、内生交易费用和经济发展

	
第7章 经济发展、企业制度和企业家精神

	
7.1 什么是企业制度


	
7.2 为什么企业剩余索取权对培育企业家精神至关重要？模型背后的故事


	
7.3 企业从分工演进中出现


	
7.4 事前和事后生产函数的区别以及新兴古典的需求和供给分析


	
7.5 分工经济、企业经济和科斯定理


	
关键术语和复习


	
进一步阅读


	
思考题


	
习题









	
第8章 内生交易成本、合约和经济发展

	
8.1 内生交易成本和经济发展


	
8.2 由道德风险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


	
8.3 对策模型和内生交易成本


	
8.4 纳什议价对策对减少由贸易摩擦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的作用


	
8.5 由信息不对称和“敲竹杠”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


	
8.6 格罗斯曼-哈特-莫尔的不完全契约模型


	
8.7 不可信的承诺和软预算约束


	
关键术语和复习


	
进一步阅读


	
思考题


	
习题









	
第9章 交易风险、财产权、保险和经济发展

	
9.1 交易的不确定和产权经济学


	
9.2 经济发展和分工经济与协调可靠性之间的两难冲突


	
9.3 内生每次交易的协调可靠性同竞争及较好地行使产权之间的替代


	
9.4 保险为什么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9.5 经济发展和由道德风险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


	
关键术语和复习


	
进一步阅读


	
思考题


	
习题










	
第三部分 城市化和工业化

	
第10章 城市化、城乡二元结构和经济发展

	
10.1 城市为何及如何从分工中出现


	
10.2 基于规模经济和交易成本两难冲突的福基塔-克鲁格曼城市化模型


	
10.3 城乡二元结构从分工中出现


	
10.4 为什么交易的地理集中能提高交易效率


	
10.5 分工水平、居住地理分布、交易地理模式以及土地价格的同时内生


	
关键术语和复习


	
进一步阅读


	
思考题


	
习题









	
第11章 工业化、结构变化、经济发展和迂回生产的分工

	
11.1 工业化的特征


	
11.2 工业化和迂回生产中的分工演进


	
11.3 角点均衡和新行业的出现


	
11.4 一般均衡、工业化和结构变化


	
11.5 中间产品种类数的进展和经济发展


	
关键术语和复习


	
进一步阅读


	
思考题


	
习题










	
第四部分 经济发展的动态机制

	
第12章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12.1 外生和内生增长


	
12.2 拉姆齐模型和AK模型


	
12.3 以研究发展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


	
关键术语和复习


	
进一步阅读


	
思考题


	
习题









	
第13章 分工的内生演进产生的经济发展

	
13.1 熟能生巧和分工的内生演进


	
13.2 熟能生巧情况下的斯密-杨格动态模型


	
13.3 熟能生巧的最优速度和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


	
13.4 市场容量、贸易依存度的内生演进、内生比较优势和经济结构


	
13.5 经验证据和对内生增长理论的重新思考


	
附录13.1 控制理论和变分法的关系


	
关键术语和复习


	
进一步阅读


	
思考题


	
习题









	
第14章 社会试验和经济发展知识的演进

	
14.1 社会获得的组织知识如何决定经济发展


	
14.2 一个内生迂回生产链条长度和内生分工水平的静态模型


	
14.3 动态决策和组织信息演进之间的相互作用


	
14.4 瓦尔拉斯序贯均衡和组织信息及分工的同时演进


	
关键术语和复习


	
进一步阅读


	
思考题


	
习题










	
第五部分 发展的宏观经济学

	
第15章 投资和储蓄理论

	
15.1 新古典投资和储蓄理论


	
15.2 新古典自我储蓄和人际借贷模型


	
15.3 新兴古典投资和储蓄理论


	
15.4 迂回生产中的投资、资本及分工


	
关键术语和复习


	
进一步阅读


	
思考题


	
习题









	
第16章 货币、分工和经济发展

	
16.1 新古典与古典货币理论


	
16.2 一个内生货币制度和经济发展的斯密模型


	
16.3 可能的结构和货币制度


	
关键术语和复习


	
进一步阅读


	
思考题


	
习题









	
第17章 新兴古典景气循环和失业理论

	
17.1 重新思考宏观经济学


	
17.2 长期有规律、有效率的景气循环、周期性失业、长期经济增长以及耐用商品生产上的分工


	
17.3 一个景气循环、失业的新兴古典动态均衡模型


	
17.4 周期性与非周期性角点均衡


	
17.5 一般价格水平、景气循环和失业率


	
17.6 企业和纸币从分工中出现


	
关键术语和复习


	
进一步阅读


	
思考题


	
习题









	
第18章 经济转轨

	
18.1 理解经济转轨


	
18.2 社会主义体制和劳动分工的演进


	
18.3 转轨的推动机制


	
18.4 与宪政规则的转轨相结合的市场导向型改革


	
18.5 缺乏宪政秩序条件下的市场导向型改革


	
18.6 可靠性与劳动分工正网络效应之间和激励提供与稳定性之间的两难冲突


	
关键术语和复习


	
进一步阅读


	
思考题


	
习题










	
参考文献


	
中英文对照


	
后记





第1章 导论

1.1 古典发展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发展

以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杜阁（A.R.J.Turgot）、亚当·斯密（Adam Smith）等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是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
 
[1]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发展经济学。这一核心的主体是斯密定理，即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Adam Smith，1776，chapter 1 of book Ⅰ），分工依赖于市场的规模（chapter 3 of book Ⅰ），市场规模又取决于运输的条件（pp.31-32）。此外，斯密关于专业化和货币出现之间内在联系的猜想（p.37），关于投资是提高迂回生产过程中分工水平工具的资本理论（p.371），关于“看不见的手”是协调分工网络的观点，以及配第的城市化理论和杜阁的猜想，也是古典经济思想的核心。配第认为，城市能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分工（Petty，1683，pp.471-472）。杜阁推测，分工、货币出现、商业扩展和资本累积之间一定存在一种内在联系（Turgot，1766）。
 
[2]

 我们将这一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称为古典发展经济学（classical development economics）。

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政策建议体现在亚当·斯密下面的一段话中：“在一个国家从最低级的蒙昧状态向最大程度富裕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其实什么也不要做，只需维持和平、宽松的税收和公正的司法管理，所有余下的事情都应该顺其自然。”这也正是17～19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政策制度以及19世纪西欧自由化改革政策的真实写照。
 
[3]



我们将同古典发展经济学相联系的发展经历称为现代经济发展（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927）、罗森伯格和巴泽尔（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布劳德尔（Braudel，1984）和诺斯（North，1981）强调，现代经济发展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果。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影响交易条件来影响分工水平和相关市场的扩展，而分工水平和市场扩展又影响发展绩效，反过来又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在西欧和其他北大西洋地区，制度及分工还同优越的地理物质环境相得益彰。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动力在于欧洲缺少一种统一的政治力量。同时，相互敌视的主权国之间的竞争，则为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进行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试验提供了机遇。这种竞争还给统治者带来了强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创造性地模仿先进的制度，以提高经济绩效并巩固其政权。

巴克勒（Baechler，1976，p.79）指出：“资本主义的扩张源于：一方面，同一文化背景下多个政治单元的共同存在；另一方面，政治的多元化使经济自由化。”麦克尼尔（McNeil，1974，p.125）也指出：“现代欧洲早期的政治多元化，我认为，是根本的和与众不同的原因……在现代火炮的威力面前，世界上其他一些文明地区的反应是巩固和强化庞大皇权国家的中央权威，而中欧和西欧的地方君主国的反应，则是更有意识地同他们的邻居展开竞争，有时是通过和平的方式，但更多的是通过战争的方式。这样一种政治格局就像风箱一样，刺激了意识形态竞争之火，并使任何有利于提升一国竞争优势的技术革新之火得以燎原。”霍尔（Hall，1987）、墨克（Mokyr，1990）、琼斯（Jones，1981，pp.226-235）、布劳德尔（Braudel，1984，pp.128-129）、韦伯（Weber，1988，pp.186-187）和雷斯勒特（Laslett，1988，p.235）也都赞成这种观点。

巴克勒（Baechler，1976，pp.77-113）同时指出，这样一种没有任何霸权主义政治的多元地理-政治格局能维持这么长时间是十分罕见的，因为任何一种政治力量都倾向于无限扩张。对于这种罕见的现象，目前有几种解释。一种说法是将其归因于西欧和地中海特殊的地理条件，这种条件有利于城邦国家之间进行距离长的贸易，而不利于进行统一战争（Baechler，1976；Mokyr，1990，1993）。尤其是不列颠特殊的地理条件，不仅保证它只需花少量的防御费用就能避免同邻国的战争，使其独特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普通法传统持续进化，而且使它拥有了非常利于贸易的运输优势。同时，主流意识形态对追求财富的合法性的认同，使得大量人才在工业革命之前和期间从军事、宗教和官僚领域转向了商业活动（Baechler，1976，pp.93-95）。相反，东亚的地理结构则确保了中国文化霸权地位，西洋文化入侵前，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对中国文化构成挑战（蒙古族和满族，不管是在他们臣服于中国还是在他们统治中国之时，都无一例外地在文化上被中国征服）。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很容易赢得统一国家的战争，而内陆之间的贸易费用则十分高昂。这样，东亚地区制度试验的种类就远远少于西欧，这种状况直到日本明治维新时才得以改变。

西欧另外一个独一无二的特征是，自由城市的发展先于民族国家的形成。自由城市和相关的国际贸易，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经济发展的摇篮。相反，在古代亚洲，城市只是作为政治权力的堡垒而存在。同时，一些经济史学家还认为，欧洲之所以长时期缺少一种超级的统一政治力量，原因在于教会、国家以及分散的封建主之间的竞争（McNeill，1974；Weber，1968）。宗教改革后，众多独立教会之间的自由竞争也是一个原因。

18世纪不列颠的特殊条件，孕育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然后，通过19世纪创造性的模仿和修订，这些制度又在西欧其他国家得到了传播。这些基本的制度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分工的演进，并为很多重要经济组织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这种由分工演化引起的结构变化被称为工业化，它包括工业产出份额的上升、投资率和储蓄率的上升（Lewis，1955；Chenery，1979；Kuznets，1966；Kaldor，1957）。

古典发展经济学认为，工业部门收入份额上升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由自给自足向高分工水平转化的过程。在自给自足社会里，没有农业和工业的分工，每个人为自己生产所有必需的农产品和工业用品。在高分工水平的社会里，有了农民和职业制造商之间的分工（Lewis，1954；Ranis，1988，p.88）。生产投资品的部门收入份额及其相关投资额的上升，意味着迂回生产过程中分工的发展，技术进步也因分工水平的提高而内生地出现。这一工业化过程使总合生产力和个人效用（真实收入）不断得到提高。在多个独立主权国相互竞争的条件下，发展的绩效反过来又影响意识形态和相关制度的演进。

因此，我们可以分五个层次对现代经济发展进行分析。第一层次是地理政治格局，比如，欧洲就缺少一种超级的统一政治力量。第二层次是意识形态、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和政治法律制度。第三层次是商业制度、工业组织和商业实践的演进。第四层次是分工和相关经济结构的演进。第五层次是总合生产力和福利。其中，第一层次影响第二层次，依次到第五层次。反过来，第五层次又影响意识形态、行为准则和制度的演进（North，1994）。其中，第二和第三层次（制度）的分析得到了产权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派文献的实质性关注。根据这些文献，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有以下特征。
 
[4]



第一，政府对宪政规则可信的承诺，成为遏制机会主义行为和减少交易成本的条件。这种对经济发展的承诺机制是基于一种民主政治制度。在这种可信的承诺机制下，理性国家不仅提供各种服务，诸如重量和距离的测量标准、货币和基础设施（公路系统、人口普查系统等），而且国家本身也通过法律（公共法）进行统治。私人企业的自由登记制取代了审批制和政府对企业的垄断。自从19 世纪自由结社在西欧成为合法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之后，许可制度就不再受制于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国家征税的权力需经议会批准，英格兰银行不再是国王存放钱财的保险箱（Huang，1991）。同时，平等法创造了一种机制，新的案例在公正条件下能够取代过时的案例，这就使普通法能够不断地适应世界的变化（Huang，1991），自发地创造了很多保护私有产权的规则，尤其是保护私人剩余索取权和私人企业的不对称控制权，以及企业名称、商标品牌和版权等私人产权的规则。墨克（Mokyr，1990，1993）指出，对私人企业剩余权的法律保护，比专利法对技术、管理的创新与发明所起的作用更大。在这种宪政规则下，出现了私人产权的法律基础，以及国家遵循理性程序对私人合同的强制执行。同时，可信的法律以及职业化的官僚管理，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这些新的制度有效限制了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17～19世纪英国和西欧的制度演进，为解决国家权力的两难矛盾创造了一种机遇：如何控制控制者（或怎样控制国家权力）。通过最高水平的政治竞技场上的制衡，合法而又强大的国家暴力能用来保护个人的权利（Macfarlane，1988，pp.189-191）。
 
[5]



第二，在光荣革命后，一种特殊的公平竞争的政府政策制度以及很多政府制度创新在英国出现，并在后来被西欧国家模仿。在这种自由主义制度下，中世纪重商主义的产业政策、贸易干预政策和一切不合时宜的规章都被废除。这表现在1846年英国单方面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以及1860年英国与法国签订《科布顿-谢瓦利埃协定》（Sachs and Warner，1995）。新的金融货币制度（如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就是世界上第一个中央银行）、破产法、邮政系统、政府图书馆和其他一些积极的政策制度创新，都同自由主义政策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欧自由移民的传统也对提高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形成了强大压力。

第三，在这样一种制度环境下，一系列的市场制度出现并得到了发展。关于劳动、土地、资本和其他产权的私人合约逐渐替代了非市场制度。例如，劳动力市场取代了农奴、奴隶和强迫劳役。土地的私人所有和相关市场的出现，取代了地产的奴役职能、世袭制、非转让及祖传的土地关系和公地。资本市场取代了政府在货币借贷中掠夺、垄断和干预的角色（如英国废除限制高利贷的法令）。同时，技术和知识产权市场取代了政府对技术的垄断及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如英国1624年颁布的《专利法》）。在自由的制度环境下，很多商业制度创新出现，包括现代的复式记账法、背书和商业工具，诸如贷款、股票、抵押、汇票、信用契约、保险、代理人权利、特许经营和有限责任的股份公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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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向全球蔓延，这一过程是通过暴力征服和殖民统治，以及经济改革和国际制度的发展来实现的。从1840年前后开始，西欧的强权者用他们的优势工业及由此发展的军事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到处挑战传统社会。1830～1840年，法国开始在北非殖民。英国则在1840～1842年通过发动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1853～1856年，英国和法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击败了俄国。1849年，英国完成了对印度的征服。在人口稠密的亚洲和远东地区，只有日本还能动员社会和政治制度来支持市场改革，1868年明治维新后实现了历史上的首次“休克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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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70年代，全球市场已经形成。西欧和美国构成了世界主要的工业力量。德国统一后，工业化有了一个大推进，特别是在中东欧地区。通过对外融资修建横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俄罗斯开始了快速的工业化。日本通过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贸易，戏剧性地向世界经济开放了门户。早期的日本工业化完全是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发生的，因为当时的西方强权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制日本实行低关税。这些条约直到19世纪末期才失效。在独立后半个多世纪，拉丁美洲也终于在19世纪70年代走向基于市场的出口导向型增长，主要是原材料出口和资本进口（主要是铁路建设）。至于最落后的非洲，也在帝国主义的竞争中被西欧列强侵吞，这一过程在1880～1910年到达高潮。1860～1914年的几十年间，这些经济体还一直保持着很低的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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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期，第一个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技术和经济制度的交互作用下出现。远距离交通和通信方面取得的突破同今天的情形相类似（Headrick，1981）。1869年和1914年分别完工的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加上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不断出现的更快更大的蒸汽船的发展，大大减少了国际航运所需的时间。印度、俄罗斯、美国和拉丁美洲的新铁路（通常由外国资本兴建），则大大拓展了居住和经济发展的版图。19世纪50年代后，电报和跨海电缆的使用使世界能以电子速度联为一体。军事上的革新，特别是19世纪40年代大负荷来复枪的出现，加之工业化使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使得欧洲取得了决定性的军事优势。医学上的进步，特别是奎宁的使用成功地预防了疟疾，对欧洲人在居住、统治和投资方面的迅速扩张（尤其是在非洲）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些技术上的突破同今天取得的技术突破一样，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出现具有革命性意义。

与此同时，重要的经济制度也在向全球扩张。国际黄金和白银标准在19世纪70年代后几乎成为全球标准，在北美洲、南美洲、俄罗斯、日本、中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殖民地和独立国家中得以实行。到1908年，世界上大约有89%的人口生活在可按黄金或白银标准进行货币兑换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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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的法律制度，比如商法，已被广泛采用。它们都是基于欧洲模式，主要是《拿破仑法典》，该法典吸收了普通法的很多特点。新的多边制度也建立起来，比如1878年成立的万国邮政联盟。

就像现在一样，这个体系是高度一体化的。一个双边贸易条约网络使得保护主义在大多数国家得到限制（美国和俄罗斯相对高的关税是例外）。很多国家，比如阿根廷和俄罗斯，都在努力调整其经济政策，特别是金融政策，以吸引外国投资，特别是铁路建设方面的投资。金本位制度的实行，可以视为国际一体化战略的关键一步。维特回忆过他如何战胜保守的俄罗斯帝制法院，以在19世纪末的俄罗斯引进黄金标准（Owen，1994，pp.15-16）。在拉丁美洲，自由市场制度不论在民主（阿根廷和智利）还是独裁（巴西和墨西哥）的政权下都建立起来了。这四个国家的国民总产出和出口增长都是史无前例的。1870～1914年，印度在英国的统治下，也经历着类似的出口快速增长。

杰弗里·威廉姆森和他的合作者在其一系列重要论文中证明，19世纪末开放的国际体系产生了一个经济趋同的时代（Jeffrey Williamson，1992，1993；O’Rourke and Williamson，1994）。欧洲的外围国家，像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从而使其真实工资同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些更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缩小。拉丁美洲的前欧洲殖民地和南太平洋地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同样在出口导向型增长的基础上取得了趋同的增长率。

罗纳多（Reynolds）通过对41个发展中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研究发现，1850～1914年开放的国际经济对促进欧洲和北美洲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起到了关键性作用（Reynolds，1985）。罗纳多注意到，“除去政治原因，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转折点或迟或早的因素，是这个国家有效参与由世界经济扩张带来的贸易机会的能力”（Reynolds，1985）。他列举的国家包括：几乎全部的拉丁美洲国家（除委内瑞拉）；亚洲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包括但不限于斯里兰卡（当时的锡兰）、缅甸、马来西亚、泰国、日本、菲律宾和中国台湾；部分非洲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加纳、科特迪瓦、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Reynolds，1985，pp.34-35）。

主要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扩展带来的现代经济发展，现在已经从西欧的发源地扩展到了整个世界。这一扩展过程是由不同社会之间的相互挑战和竞争驱动的，其间也伴随着战争、征服和殖民化。因此，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不仅包括创造性的模仿过程，而且包括痛苦的被迫接受过程。

1.2 第一次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衰落和新古典发展经济学

凯恩斯在1919年就感觉到了世界市场的不稳定性和共享的制度不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中很快恢复。事实证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使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出现延后了半个多世纪。19世纪末自由秩序的金融支柱也没有建立起来。英国统治的国际金融体系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结束，而且无论是美国的领导人还是国际合作组织，在之后都没有取代其位置（Kindleberger，1973；Eichengreen，1994）。金融的不稳定性及黄金标准的失败动摇了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基础，从而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的增长遭到20世纪20年代低且不稳定的商品价格的破坏，然后被大危机所摧毁。大危机导致贸易条件的崩溃、欧洲和美国强势保护主义的出现，以及资本流动的终结。

经济和军事的剧变同时伴随着政治的剧变。最为重要的事件是1917年俄罗斯的十月革命，以及20世纪20～30年代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国家的兴起。在拉丁美洲，传统的地主和矿主的政治力量因贸易条件的崩溃而破坏。19世纪末期的自由贸易制度被墨西哥的革命政权和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独裁政权所取代。它们都深受苏联和其他欧洲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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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范围内，国家计划、独裁主义和军国主义同有限政府和市场经济展开了竞争。姑且不论经济理论对这些新出现的策略是否有洞见和预见，作为政治领导人总会感到有压力去推进新的激进的社会试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发生的两起重大历史事件（一个是1929年爆发的大危机，另一个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相对成功的工业化）加快了经济学偏离古典发展经济学的趋势。克鲁格（Krueger，1995）指出，这两起事件，加上凯恩斯鼓吹国家干预以及投资决定论，对新古典发展经济学思想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本书第9章对危机和发展一般均衡机制进行的超边际分析，均衡的分工网络和网络协调失败的风险会同时提高。这就意味着，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一方面会出现高度的工业化和高总合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分工网络协调失败的风险也相应增大。从某种程度上说，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是一种“成功的危机”（Sachs，1998），是为成功的工业化和全球化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这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一样，虽然交通事故出现的概率相应加大，但我们不会因此而放弃高速公路。毕竟，高速公路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交通事故可能发生概率增大的代价，选择高速公路是一种理性的决策。如果人们真正理解经济发展背后的这种机制，那么当这些危机发生时，人们就不会转向中央计划体制，并对市场机制持不信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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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中的蛛网模型也证明，随着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发展，协调失败的反馈机制的敏感性也会提高。稳定性和市场反馈机制的敏感性之间的两难冲突的有效平衡意味着，大的分工网络的稳定性会降低，而发生破坏性危机的风险则会提高。但是，凯恩斯当时不知道这种两难冲突，他建议我们回到专制国家来降低这种大危机出现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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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设想，假如发展经济学当初能够更好地解释大危机背后的发展机制，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以及中央计划经济的思想就不会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第9章将介绍和解释总合生产力提高和总协调失败风险同时增大的发展机制的一般均衡模型。刘孟奇（Lio，1998）还结合亚洲金融危机，将萨克斯（Sachs，1998）看来矛盾的“成功的危机”的概念数学化。模型显示，由于分工经济、交易网络的协调和交易成本之间存在两难冲突，当交易条件改善时，均衡的分工网络会扩大，协调失败的总风险会相应提高。当分工范围扩大而使道德风险加大时，保险业就能起到协调这一两难冲突的作用。这样，在保险协调分工网络的积极效应与道德风险产生的扭曲之间就会有一个两难冲突。这种复杂的两难冲突意味着，简单地降低道德风险或者简单的自由化口号，都不足以保证这些两难冲突能达成有效的折中。同时，对大危机做出过度的反应而去求助中央计划、保护主义或干预主义，都不是发展的正确选择。

对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另一个支持的依据是苏联20世纪30年代和中国20世纪50年代工业化的经历，即一种国家主导的大推进工业化战略的特殊模式。这种模式有如下一些主要特点：模仿所有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成功的工业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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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高储蓄率、重工业优先发展、泰罗科学管理方法、大规模生产、标准化、综合投资规划、资本主义大公司内部组织模式。但是，这种模仿不是通过类似于20世纪60～70年代发生在中国台湾的以市场和私有产权为基础推进工业化来实现的；相反，这种模仿是在中央计划体制的指导下，通过侵犯私有产权来实现的。正是私有产权创造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工业化模式。这种模仿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前提在于存在可供模仿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很多经济学家都曾预言这种体制不能取得成功，因为它消灭了创造成功工业化模式的激励机制（Mises，1922），但是，苏联20世纪30年代相对成功的工业化使他们大感惊奇。

这种短期的成功，给很多新兴独立国家的领导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主流思想就从自由主义转向了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由于古典发展经济学没能建立起系统的理论基础，经济学家不能真正理解现代经济发展机制和苏联短期成功的真正原因，从而很容易就转向了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尽管苏联式的大推进工业化模式取得了短期的成功，但苏联的衰落宣告了国家长期主导经济发展模式的失败。苏联模式的失败，同香港市场导向工业化模式的成功形成了鲜明对比，而香港模式又正是早期英国发展模式的一个现代翻版。就像英国原始的资本主义发展经验在19世纪的欧洲得到扩散一样，香港的资本主义发展经验也被中国台湾、韩国、泰国和中国大陆吸收借鉴。正如萨克斯（Sachs，1994）指出的，苏联通过模仿发达国家成功工业化模式和侵犯私有产权实现国家主导大推进工业化模式，一旦模仿的潜力被耗尽，其致命的长期负面效应就会超过经济发展的短期正效应。苏联的解体、中国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标志着发展政策体制的转变，同时也伴随着发展经济学回归到它古典的源头。

导致发展经济学偏离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最后一个因素，是源于以凯恩斯（Keynes，1933）为代表的一种思想，即制度试验的多样化对发现好的制度可能会有帮助，而好制度又最有利于经济发展。他强调，各国都需要有试验新经济模式的权利，因为老的经济模式已不为大家所认同。他主张进行经济模式的试验，这是20世纪30年代对全球资本主义信心终结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他的观点是，今后不会有一个全球范围内统一的经济制度出现，更广泛地说，就像19世纪存在的制度一样，人们都需要尽可能地对经济进行干预，以进行对自己有利的试验，从而实现未来理想的社会共和；有意识地导向更大的国家自给自足和经济隔绝的运动，将会使工作变得容易，这可以在不产生超额经济成本的基础上完成（Keynes，1933，p.241）。这一思想得到了历史文献的支持：政府角色更加活跃、美国和欧洲大陆不同的制度产生了优于19世纪下半叶英国的增长绩效（Craft，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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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述事件相呼应，“发展经济学”一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发明出来，成为一个只与欠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有关的应用经济学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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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这种发展经济学称为新古典发展经济学（neoclassical development economics）。它的绝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对第四、第五个发展层次的分析上，比如工业部门收入份额上升引起的结构变化、生产力进步及摆脱贫困等。

新古典发展经济学不承认古典发展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发展经历的普适性，不关注分工演进以及影响交易成本的制度演进之间的内在关系，也不关注分工演进和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特征是：认为对幼稚工业和工业化必须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如进口替代）；对私有企业制度、市场以及相关的国际贸易持不信任态度；有具体和全面的产业政策和投资计划；认为政府就应该是家长式慈善计划的制订者，国有企业应该在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国家主导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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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增长持悲观态度（一些理论试图证明对外资和外汇短缺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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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决定论（认为高储蓄率是增长的动力）；制定具体或全面的发展计划与目标；歧视农民的价格政策和其他一些干预政策；边际分析；局部均衡和非均衡分析［参见Krueger（1995，1997）和Behrmand and Srinivasan（1995）对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批判性回顾］。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对分工演进和影响交易成本的制度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分工演进和结构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并不太关心，其政策主张同18～19世纪英国和西欧成功的发展经历背道而驰。我们将新古典发展经济学指导下的经济发展称为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

现代经济发展向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转变，同发展经济学从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向其边沿转移有直接的关系。经济学的这一转变是从马歇尔开始的（Marshall，1890）。在《经济学原理》第四卷第8～12章里，马歇尔对分工的发展含义极富洞见，将分工的网络描述成了经济有机体。不幸的是，马歇尔不能将他对发展经济学的洞见组织在一个数学框架中。这种数学化的处理，必须涉及个人选择职业和专业化水平的决策，涉及数量惊人的角点解。

选择职业是一个关于“是”和“否”的决策。如果你在大学期间选择了经济学专业，你就不会去听化学和物理学的课，但你会去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课。对一个专业说“是”，而对另一个专业说“否”，就属于一种超边际决策。决策值从零值到一个正值的非连续性跃变，就像一个人在不同专业之间进行选择一样。如果你选定了一门专业，你就会比较每门功课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然后决定如何在这些功课之间分配有限的时间，这就是所谓的边际分析。如果用数学术语表述，边际分析属于古典数学规划，而超边际分析则同线性和非线性规划、整数和复合整数规划、动态规划及控制论有关。超边际分析除对每一个角点解和内点解进行边际分析之外，还对它们进行总收益-成本分析。当一些决策在它们的最高或最低边界取值时，最优决策就是一个角点解；当所有的决策只能在边界值之内取值时，最优解就是内点解。当与从事其他职业的中学同学的生活进行比较时，你就会看到超边际决策往往比边际决策更重要。

超边际分析对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数学化至关重要。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非古典数学规划才为处理角点解找到有效的分析工具。当马歇尔试图用一个数学框架对古典主流经济学加以数学化时，他不知道如何进行超边际分析。为了避开角点解，马歇尔做了一个很不现实的假定，将社会分为纯消费者和厂商两部分。纯消费者不做生产决策，厂商则是外生给定的。这种纯消费者和厂商的分离，连同准凹效用函数和凸生产集合的假定，使得内点解可能在均衡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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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点解的边际分析也就能够派上用场了。在这一新古典边际分析的框架下，纯消费者必须从外生给定的市场和企业中购买所有商品，他们不能选择自给自足水平和专业化水平。但是，由于马歇尔边际主义的数学结构非常便于老师在课堂上讲授，其对供求的边际分析成为新古典的主流经济学。这样，经济学关注的焦点，就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转向了供求的边际分析，而边际分析不能用来研究个人在选择其职业类型和专业化水平时的决策问题。

这一分析框架的致命弱点是，均衡和帕累托最优资源分配总是同外生给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联系在一起。这样，我们就不能用这一框架回答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总合生产力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能够通过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的？马歇尔对新古典供求边际分析的这一致命弱点十分清楚。为此，他提出使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去解释经济发展中的社会分工效果。但是，阿伦·杨格（Young，1928，pp.533，538-540）明确指出，大规模生产的概念忽视了分工经济现象。他强调了斯密关于分工网络的古典一般均衡观点，指出“只考察单个厂商和一个特定行业的规模变化效果时，递增报酬机制就可能被误解，因为累进的行业分工和专业化才是递增报酬实现过程的一个关键。这就要求将整个经济的运作都视为一个相关的整体”。如果离开这一核心思想，“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不能被充分地理解。

但是，马歇尔对需求和供给边际分析的数学化在下述意义上建立起新古典主流经济学。马歇尔的边际主义数学结构非常方便教学，在此结构下，不仅使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和学生能分享一门共同的经济学，而且方便老师给出答案唯一的习题和考题，学生可以在课后重复老师在黑板上的演算。这个共同的主流经济学非常便于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以及经济学不同领域之间的分工。但不幸的是，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并不具备古典主流经济学关于分工含义的思想内核。马歇尔成功地将需求和供给的边际分析数学化后，关注经济发展的古典经济学内核被大家遗忘了。这样，正如杨格（Young，1928，pp.538-540）指出的，如果没有这个内核，要充分理解“经济进步的可能性”是不可能的。

苏联式社会制度试验的失败证明，如果权力被一个专制的政府垄断，如果个人不能在自由市场和公平宪政秩序下通过自愿的产权交易来试验不同的制度，则成功的社会试验是不可能的。那种认为欠发达国家可以在没有宪政秩序的情况下通过模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和经济制度来赶上发达国家的想法，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纳粹德国和日本证明是不可行的。这种思想也同样受到了中国台湾、韩国和其他一些从专制政体转向民主政体的亚洲国家或地区实践的挑战。

1.3 回到古典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在从自由主义转向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时，也零星地有过一些力图保存古典发展经济学的努力。罗森（Rosen，1983，p.44）指出，杨格（Young，1928）的研究代表了“将专业化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的最高水平”。杨格对那种宣称外生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驱动力的所谓技术决定论，以及宣称“能且只能”通过加大现有储蓄才能提高未来生产力的投资决定论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投资率的提高只是迂回生产过程中分工水平提高的一种反映。杨格的这种资本理论，同斯密认为投资是提高迂回生产中分工水平的一种工具的古典投资观是一致的（Smith，1776，p.371）。根据杨格和斯密的观点，一个社会创造、吸收新知识和发明新技术的能力是由市场规模决定的，而市场规模反过来又受分工水平的制约。马歇尔（Marshall，1890，p.256）也将巴尔顿和瓦特改良蒸汽机的原因归于发明活动中分工水平的提高。杨格提出了所谓的杨格定理：“递增报酬的实现取决于分工的进化”；“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市场规模同样取决于分工”；“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杨格定理意味着，如果缺乏足够高水平的分工和足够大的市场，新技术就不能发明，即使被发明了，在商业上也不能被大范围推广。

霍撒克（Houthakker，1956）用一个图形将斯密内生绝对优势的概念进行了数学化。他表示，这一概念比李嘉图外生比较优势的概念更具有一般意义。并且，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可用来解释总合生产力的内生进步。正如斯蒂格勒（Stigler，1976，pp.1209-1210）指出的：“斯密最后一个令人可叹的失败在他著名的分工问题上。作为他那鸿篇巨制开章的分工问题，以及书中不朽的制针工厂的例子，怎么竟被视为一种失败？他们不是经常被所有的经济学文献加以引用吗？的确，多少代以来情况都是如此。所谓失败是不相同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几乎没有人运用分工理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少这样一种理论；没有一个标准的、可操作的理论来解释斯密描述的经济进步之源泉。斯密不惜重墨对分工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描述。在我看来，斯密的例子同今天我们看到的关于专业化作用的例子具有同样强的说服力。但据我所知，迄今还没有证据表明在他之后分工理论取得过显著的进步，从而专业化也就没有成为现代生产理论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现在，这些致力于保存古典发展经济学的零散的努力，已逐渐形成一股汹涌的思想洪流。这一洪流由三个独立发展的支流汇聚而成。首先是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文献。它们是复兴古典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以诺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史文献，以及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宪政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文献，则进一步推进了这一思想。而关于交易成本和合约的正式模型的文献，则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思想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地位。其次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世界银行及一流的发展经济学家，像克鲁格（Krueger）和斯瑞尼万森（Srinivasan），发起的对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批评，则将这一思想付诸政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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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是近来兴起的以福基塔（Fujita）、克鲁格曼（Krugman）、墨菲（Murphy）、谢勒夫（Shleifer）和维西尼（Vishny）为代表的高级发展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文献，以阿洪和荷维伊特（Aghion and Howitt）、卢卡斯（Lucas）、格罗斯曼（Grossman）、赫尔普曼（Helpman）及罗默（Romer）为代表的内生增长文献，以及以贝克尔（Becker）、墨菲（Murphy）、罗森（Rosen）和杨小凯（Yang）为代表的内生专业化文献，它们为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数学化提供了复杂的技术工具。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系统地涵盖上述三方面的文献。这些文献使古典发展经济学的灵魂在一个现代躯体中复活，我们将这些文献综合称为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下面简单地勾勒一下这些新文献的轮廓。

第一部分，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文献。这一流派以科斯和布坎南为代表，而科斯无疑称得上是复兴古典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以诺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将科斯等人的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而关于交易成本和合约思想数学化模型的文献，则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流派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地位。

这些研究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将他们的理论视为对古典发展经济学的继承。他们对新古典发展经济学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这些人中，科斯（Coase，1946，1960）、布坎南和斯特布利宾（Buchanan and Stubblebine，1962）都提议使用超边际分析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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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斯（Coase，1937，1960）、张五常（Cheung，1970，1983）运用超边际分析，对庇古（Pigou）对公共产品和外部性的边际分析进行了批评。他们内生外部性水平的理论认为，外部性水平是由界定及行使产权的交易成本与不明晰行使产权带来的扭曲之间的两难冲突决定的。这一理论后来被杨小凯和威尔斯（Yang and Wills，1990）、米尔格龙和罗伯茨（Milgrom and Roberts，1992）、霍姆斯特姆和米尔格龙（Holmstrom and Milgrom，1995）的一些模型数学化了。杨小凯和黄有光（Yang and Ng，1993）、刘孟奇（Lio，1996）研究了扭曲、交易成本、总合生产力以及分工水平之间的内在关系。很多委托-代理关系模型、交易成本和内生专业化的一般均衡模型及策略交互作用的博弈论模型，则将关于产权、交易成本、合约及制度的思想数学化了。米尔格龙和罗伯茨（Milgrom and Roberts，1992）、哈特（Hart，1995）、波尔顿和斯加夫斯特（Bolton and Scharfstein，1998）、吉本斯（Gibbonst，1998）、霍姆斯特姆和罗伯茨（Holmstrom and Roberts，1998）、杨小凯和刘淑香（Yang and S.Ng，1998）、马斯金和许成纲（Maskin and Xu，1999）都曾对这些方面的文献进行过综述。

以诺斯（North，1981，1990），墨克（Mokyr，1990，1993）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也对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新发展做出了回应。他们的理论表明，18～19世纪英国和西欧的发展经历以及古典的经济发展思想，对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意义十分重大。他们认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在于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及制度缺陷带来的巨大交易成本。诺斯还特别阐述了分工演进、交易成本、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很多关于内生专业化和交易成本的一般均衡模型对新经济史学派的很多思想进行了数学化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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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银行和一些杰出的发展经济学家对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批判，推动了这一流派思想在政策上的实践。如果说第一部分的新文献还可能会因为属于发展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声音而被忽略，那么以世界银行（World Bank，1996，1997）为代表的政策制定者，以及以克鲁格（Krueger，1995，1997）、贝尔曼和斯里尼瓦桑（Behrman and Srinivasan，1995）等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对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批评则实难被忽略。这些批评指出，政府掠夺和剥削性政策、对宪政秩序不可信的承诺、对市场的不信任（无论是对国际市场，还是对国内市场，均是如此），以及那些视经济发展为特权阶层既得利益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才是经济发展的真正障碍，这些障碍远胜于所谓的市场失败，或者是市场失败的根本原因。同时，他们的新政策建议，同18世纪英国及19世纪西欧成功的发展经历，以及斯密和其他一些古典发展经济学家的观点十分相似。此外，以布坎南（Buchanan，1991）为代表的新政治经济学家，则发展了对宪法规则的寻租效果及发达国家中影响经济发展的国家机会主义的研究。这些文献显示，决定宪政规则演进的政治-经济机制，远比给定宪政规则下决定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机制重要。一些对发展政策进行的反思以及新政治经济学文献中的思想，已经被一些承诺博弈论模型（Maskin and Xu，1999）和很多其他博弈论模型数学化，而这些模型都被收入本书。

发展经济学经历的这样一个大回转说明，如果我们不真正理解早期英国和西欧成功的发展经历，以及诸如大危机之类的新发展现象背后的发展机制，那么原先犯过的错误将会一再重复，有用的教训也得不到吸取。

尽管20世纪50年代以后很多经济学家已经熟悉超边际分析的技术实质（非线性规划），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学家都没有将这些新工具用来对古典发展经济学进行数学化。自20世纪70年代后，有三类文献为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数学化提供了技术实质。这部分内容包括三条线索：以福基塔、克鲁格曼、瓦布勒斯、墨菲、谢勒夫和维西尼为代表，发展起来的势头很猛的高级发展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型文献；以阿洪和豪威特（Aghion and Howitt）、卢卡斯、格罗斯曼、赫尔普曼（Helpman）和罗默为代表，发展起来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文献；以贝克尔（Becker）、墨菲、罗森和杨小凯为代表，发展起来的内生专业化文献，它们为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数学化提供了复杂的技术工具。本书将包括所有这三条对发展经济学进行再思考的线索，并将上述三方面的文献（产权和交易成本经济学、新经济史学派，以及自由化改革的政策研究）与它们合成新的发展经济学教材。

第2章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李嘉图模型和赫克歇尔模型。我们将证明，均衡的总合生产力可以作为分工网络演进的一个结果而内生地提高。这种李嘉图模型和赫克歇尔模型的超边际分析揭示了经济发展的一般均衡机制。如果交易成本系数非常大，则均衡和有效率的总合生产力就不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均衡的分工网络会扩张，而总合生产力将进一步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个模型的有趣特征是：即使规模经济不存在，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也会随着均衡分工网络和相应的市场范围的扩张而提高。这类在没有规模经济时随分工网络的扩张而递增的报酬被杨格称为“社会递增报酬”，被布坎南（Buchanan，1994）称为“一般递增报酬”，被罗森（Rosen，1978）称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同样，这个经济发展的一般均衡机制意味着，总合生产力作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一个结果而提高。

在这两类模型中，当交易效率提高导致均衡的分工网络扩张时，下面的发展现象就会出现：每个人或每个国家均衡的专业化水平提高；市场的范围扩大；市场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度、职业的多样化程度提高；商业化程度和贸易依存度、人与人之间的依赖程度和总合生产力提高。超边际分析还可以揭示同时决定相互依赖的政策和分工水平的一般均衡机制。

第3章和第6章将斯密内生比较优势的概念数学化。它意味着，不同专业生产力的差别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Smith，1776，p.28）。内生比较优势的概念比李嘉图外生比较优势的概念更具一般性，因为前者可以存在于事前完全相同的个体中，而如果所有人都事前相同，则它不可能在后者中存在。斯密-杨格的内生比较优势模型被用于揭示经济发展的均衡机制。经济发展的均衡分析说明，总合生产力和内生比较优势程度会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而提高，即使在嗜好（需求方）和生产条件（供给方）不发生变化时也是如此。

第三部分，内生比较优势的斯密-杨格模型被用于揭示企业家和企业制度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还被用于揭示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和分工演进。第10章用几个斯密-杨格模型，将配第关于城市化和分工之间内在关系的思想数学化。在第11章，杨格关于工业化和迂回生产中分工之间的关系的思想被数学化。

第13章用斯密-杨格的动态一般均衡将杨格关于分工网络和市场规模自发共同演进的思想数学化。第14章用一个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模型将奥地利学派关于企业家发现和有限理性的思想数学化。它可以预见社会通过社会试验获得的组织信息和分工同时自发演进。在第15～17章中，斯密、杜阁和其他一些古典经济学家关于投资、货币、景气周期、经济发展和分工之间关系的思想被数学化。特别是，我们还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批评技术和储蓄决定论。

斯密和杨格所有这些模型都证明，一旦经济学家掌握了将古典发展经济学数学化的工具，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灵魂就能在超边际分析的现代躯体中复活，从而发展经济学也就能重新成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核心。

在第4章、第5章、第10章和第12章中，我们用有规模经济和内生商品种类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比如，Dixit-Stiglitz，1977；Ethier，1982；Krugman，1979，1980；Romer，1987，1990；Murphy-Shleifer-Vishny，1989；Fujita-Krugman，1995；Krugman-Venables，1995，1996）将高级发展经济学（Rosenstein-Rodan，1943；Nurkse，1952；Scitovsky，1954；Fleming，1955；Myrdal，1957；Hirschman，1958）数学化。这些模型显示，当经济学家掌握了有规模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的技术实质时，很多发展问题，诸如产业联系的网络效应、因果循环，以及不同部门的决策交互依赖、工业化、二元经济和城市化等，都可以用一般均衡分析来进行更好的研究。这些模型显示，不仅工业化程度依赖于城市化水平，而且后者同样取决于前者。同样，商品种类数、产业联系的网络规模、生产力和市场范围也是相互依赖的。有些模型证明，每个人选择交易网络的决策依赖于交易网络和产业联系的规模，而网络规模又由所有人的参与决策来决定。

罗默模型（Romer models，1987，1990）和第12章中的其他一些经济发展的动态均衡模型，则将杨格（Young，1928）关于中间产品数目的自发演进（它被杨格称为“分工的质的方面”），以及新产品出现和市场范围扩大之间相互依赖的猜想进行了数学化。高级发展经济学所有的模型都证明，市场的作用就在于协调自利决策者，以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的好处，虽然市场在发挥这种功能时可能也是不完善的。

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都集中在经济发展的古典问题上，即为什么一些国家要比另一些国家更加富裕，而不是新古典的资源在市场上如何配置的问题。在很多新兴古典发展模型中，对称性都被当成一个假定，所有消费品或投资品的均衡使用数量都一样，且个人的天生条件相等，在爱好、生产和交易条件方面都是对称的。经济发展中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诸如分工演进和相关市场规模、结构变化以及工业化，都能用模型讲述出来。在这些模型中，新古典模型关注的资源配置问题，就显得太简单乏味。在第5章、第7章、第10章、第16章、第17章中，我们引入不对称模型，讲述分工演进过程中发生的关于城市化与二元结构的出现、货币、商业周期和企业制度等故事。

1.4 发展经济学的科学方法

所有经济发展和交易成本的新模型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遵循所谓发展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这一科学方法将经济分析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用一组数学函数描述经济发展的环境，如效用函数、生产函数、预算约束等。第二层次，用数学规划的方法描述个体的自利决策。第三层次，更多复杂的数学工具被用来描述自利决策之间交互作用的后果。上述三个层次都只是描述客观事实，被称为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当发展经济学家进行实证分析时，他们不做价值判断，不问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或者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他们要做的只是进行思想试验，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哪些情况将会发生，以及经济发展的机制是什么。第四个层次，经济学家提出一些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这一层次的分析被称为福利分析或规范分析。遵循这种方法，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首先对经济发展的环境做出一些假定，然后运用数学去描述一般均衡的发展机制，并在无形的行为和有形的发展现象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对命题进行证实或证伪。最后，那些经过经验证据检验了的均衡机制，就可以作为符合现实的理论推荐给决策者。我们在第三部分将着重讨论利益冲突和机会主义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以及它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部分在无形的内生交易成本及效用与有形的资本收益率及贸易量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从而通过一种复杂的方法从有形中推断无形。

但是，新古典发展经济学不太遵循上述科学的研究方法。20 世纪50年代，在对经济发展一般均衡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的理论基础还没有建立起来时，发展经济学家就已将大量的热情倾注在对经济发展的规范分析上。他们设计的很多指标，往往专门用于测度经济发展的福利效果（Sen，1989），很多政策建议则缺乏有力的实证分析，只是追求人们自认为对社会最好的目标。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除了因为当时的发展经济学家对超边际分析的技术实质和一般均衡模型不熟悉外，还因为他们的理论总是假定经济学家或他们为之服务的政府是一个慈善的中央计划者，其做出的价值判断一定是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先不说这一假定的对错，即便是对的，至少这种方法也是天真的，因为它忽视了经济生活中很多变数之间存在复杂的两难冲突，个体之间相互冲突的自利决策也存在十分复杂的交互作用（一个人效用的提高往往导致另外一些人效用的下降）。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建议用直接的福利测度指标来评估一个国家的发展绩效。但是，这种方法是不科学的。印度的人均产出高于中国，但中国人的预期寿命高于印度人，究竟哪一个国家的人民有更高的效用？这是一个没有唯一答案的问题。按照将单位资本产出率、住房、污染、交通拥堵、犯罪率等指标加权后形成的生活标准指数排序，日本的福利居全世界之首，而美国则排在澳大利亚等国之后，居第七位。但很多在日本生活过的美国人并不同意这种排序。换句话说，每一对发展指数之间都有很多种可能的替代（两难冲突），只有个人才知道他的效用最大化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效用最大化问题对政府决策者来说是无形的，而一个人效用最大化同其他人效用最大化的两难冲突就更加复杂，政府计划者不能计算它们，就算能，也不能通过仁慈的方式来实现。

发展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是建立在数学广泛应用的基础之上的。马歇尔对分工的发展含义的深刻见解，远远比他的供求边际分析重要。但是，分工没有成为现代主流经济学，供求分析反而成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核心部分。这就说明，数学化对主流经济学的形成是何等重要。此外，正如德布鲁（Debreu，1991）指出的，数学不仅能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更好的交流工具，而且能对经济学家的分析框架产生深刻的影响。劳动力剩余理论和高级发展经济学文献演进的历史，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根据刘易斯（Lewis，1988）和拉尼斯（Ranis，1988）的观点，刘易斯发展劳动力剩余理论的最初动机，是解释促进分工演进的发展机制。根据这一思想，二元结构更多的是指社会分为自给自足地生产产品与商业化、专业化地生产商品两大部门，而不是指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但是，刘易斯不能找到合适的工具将他的这一最初思想数学化。我们今天知道，这一工具就是在选择专业化水平时进行决策的超边际分析。正如克鲁格曼（Krugman，1995）指出的，劳动力剩余模型的支持者们，当时甚至连简单的有递增报酬的一般均衡模型都不能操作。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大多数经济学家还仅能操作一些固定规模报酬的一般均衡模型，他们还不熟悉这种模型中的超边际分析。因此，刘易斯、费景汉和拉尼斯只有使用带有固定规模报酬的边际分析模型才能将他们的思想数学化。结果，他们最终的模型就同古典发展经济学及他们自己最初的思想大相径庭。非均衡劳动力市场的特殊假定、外生技术进步或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在他们的模型中成了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本书的模型表明，如果用内生专业化的斯密模型进行超边际分析，可以成功地将刘易斯最初的思想数学化。

克鲁格曼（Krugman，1995）指出，关于因果循环（鸡生蛋、蛋生鸡）、产业关联网络的协调以及规模经济的高级发展经济学，比劳动力剩余模型更有意思。但是，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还不能使用带有规模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将高级发展经济学数学化。克鲁格曼将劳动力剩余模型相对高级发展经济学的成功视为当时经济学家分析水平低的结果。本书将高级发展经济学的很多思想用带有递增报酬的一般均衡模型数学化，这些模型背后的故事，比劳动力剩余模型的故事有趣得多。

发展经济学的历史证明，如果一种思想不在一个数学框架下很好地数学化，再深刻的思想也不一定能纳入主流发展经济学；而一旦古典发展经济学数学化的正确工具被经济学家掌握，古典主流经济学就能在一个现代超边际分析的躯体里复活。因此，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思想早于新古典发展经济学，但它的成形晚于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它对现代商业社会发生的新现象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它不仅能应用于欠发达国家，而且能应用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驱动18～19世纪英国、西欧和美国经济发展的机制，同驱动东亚及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掌握了新兴发展经济学的武器，不仅能描绘出贫穷国家赶上富裕国家的发展机制，而且能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做出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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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发展经济学和新古典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的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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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边际分析和超边际分析。

为什么超边际分析对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数学化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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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古典发展经济学

1.根据马歇尔的观点，杨格（1928）所描述的与分工相关的技术进步是引入新的机器设备、生产过程被分解成专业化操作的一个发展过程。在对耐特（Knight，1921）文章的评论中，杨格明白地说：“我认为你误解了马歇尔的‘外部经济学’。它们是深化专业化和分工的经济效果（总的来说）（Blitch，1983，p.362）。”我们还可以参见布利奇（1995）对杨格有关外部经济学观点的详述。请将杨格对马歇尔的这个辩护同他对马歇尔外部规模经济的批评相比较，讨论分工经济与规模经济的联系和区别。

2.运用以下的例子来评论唯技术决定论和唯储蓄及投资决定论。中国的电信市场被国有电信公司垄断，因此，尽管中国有比许多发达国家还要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但电信服务的价格是美国的几倍。虽然巨大的人口规模能给中国软件提供巨大的市场，但由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很弱，许多中国软件公司仍很难生存。

3.有些经济学家把专业化和分工视为经济学的分支领域。根据霍撒克（Houthakker，1956，p.182）的主张，“几乎所有经济学分支都可通过深入分析专业化问题而得益”。分析这种观点，并用一些例子来讨论。

4.斯密和杜阁用分工和经济发展的一般均衡观点来批判重商主义者关于贸易和发展关系的局部均衡观点。根据重商主义者的观点，大量的贸易顺差将有助于一个国家走向富强。因此，政府应该用关税和其他贸易政策来操纵贸易条件。根据斯密的一般均衡观点，当一个国家的国内分工或国家之间的分工程度提升时，财富也会增加。因为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只要交易成本不超过分工和贸易的好处，担心贸易赤字和贸易盈余就是毫无根据的。基于这种发展观点的政策意图是减少贸易障碍和交易成本，让“看不见的手”起协调分工的作用。用这个例子来讨论为什么分工是一个一般均衡的概念，以及为什么杨格（Young，1928）认为与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分析相脱离的关于需求和供给的边际分析是一种局部均衡的观点。

新经济历史学派

5.将英国在17～19世纪的成功发展经验同下列的事实相比较。在某些不太发达的国家，政府的行为具有掠夺性和剥夺性。政府官员使用他们的权力来“偷窃”公民的财产。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海地的杜瓦利尔（Duvalier）政府在20世纪50～60年代的行为。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World Bank，1997，p.149），海地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剥夺、敲诈勒索、通货膨胀和腐败。在20世纪60年代上半叶，30%的政府花费被用来保护杜瓦利尔本人的利益。农业品，特别是咖啡，被征以重税。一些知情者估计，杜瓦利尔为了个人目的，每年把超过700万美元的资产转移到国外。在一些政治运动下，蒙着“自愿”捐助面纱的勒索已成为惯常行为。根据萨莫斯（Summers，1992）的研究，一些撒哈拉沙漠附近的非洲国家，政府在发放贸易许可证上实施偏袒。官员们为了亲属从商业贸易中得到好处，有目的地扭曲交易比率和价格。在很长时期里，中国政府运用对银行部门、销售系统、城市房地产部门和其他重要部门的垄断来追求有形和无形的租金。政府通过对私人成立公司实行审批制度，对建立外贸公司设立严格的许可制度和垄断的工作分配制度来限制私人企业。那种强迫农民把农产品廉价卖给政府代理人的采购制度、限制农民流动的户口管理制度，都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来追求城市居民利益的（Yang，Wang，and Wills，1992）。在这一过程中，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就成为限制和剥夺农民的借口。

6.诺斯（North，1968，1981）说：“至少从1600年开始，当始航波罗的海，随后又航行于其他航道的‘荷兰长笛’（一艘专业化的商业货船）进行营运时，由于专业化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也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至少）在工业革命前150年，由于海盗行为的减少，船队规模增大，贸易量增多，周转时间减少，导致交易成本下降，从而使得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它们比科技进步更能带来生产率的提高。”把这种技术进步的观点同那种声称研究和开发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的技术和投资决定论相比较。

7.评论兰德斯（Landes，1998，p.31）关于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的论点：“有人建议说，财产权是欧洲走向增长和发展之路的原因。其他人争论说，避免受侵略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增长和发展要求大力兴办企业，而办企业不能想当然。此外，中世纪的欧洲也存在对这种积极性的障碍……与希腊民主和东方专制之间的对立相联系的是私人拥有和统治者所有之间的折中。的确，专制的显著特征就是，统治者被视为神或具有神性，并因此而高高凌驾于他的臣民之上，任意摆布臣民的生命和财产。臣民的生命和财产只有在他的恩准下才能拥有。统治者认为是对的东西，他的仆从就必须认为是对的。军事贵族通常对武器具有垄断控制权，普通老百姓必须小心不冒犯他们，甚至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以引起他们的贪心；正视他们是一种会招致最严厉惩处的冒犯行为。”

8.用下面所提供的有关中国和欧洲差异的史料解释它们在17～19世纪的发展差异。兰德斯（Landes，1998，pp.34-36）说：“财产权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圣经时代，并由基督教流传和改造。希伯来人对专制制度，甚至是他们自己的专制制度的敌意，是在埃及和沙漠里形成的”，“专制主义制度在欧洲也很盛行，但是它们被法律、领土分割所缓和，在国家内部，又被中央（国王）和地方封建领主的权力划分所缓和。分裂造成竞争，而竞争有助于善待臣民。如果对待臣民不好，臣民就会迁居到其他地方去。世界范围的帝国不害怕逃离，特别是中国，他们把自己定位为宇宙的中心、文明的家园，认为中国以外只是未开化的黑暗，没有其他地方可去”。费正清（Fairbank，1992）说：“东方社会由集权的、铁板一块的政府管理，官僚政治几乎主宰所有的方面——行政的、军事的、宗教的及经济的——因此没有建立任何保护私人企业的制度……”“帝国政府实施限制商业、鼓励农业的产业政策。商人作为官方的盟友由官方控制，商业活动被当成压榨的手段以获得国家利益或官员们的个人利益。”正如布莱兹（Balazs）指出的：“商业交易总受制于官员的监督和税收。在古代，政府垄断盐和铁之类的大宗商品。在近代，政府垄断茶叶、丝绸、烟草、盐和火柴之类商品。这表明国家对经济具有压倒一切的特权。任何商业阶层都不允许独立地上升，侵犯官方特权。官方不尊重私人财产的行为导致这一结果。这意味着官方的庇护和支持对保护任何一种商业事业都是必要的。这样做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官商勾结的社会……简而言之，资本主义未能在中国繁荣，是因为商业从未能独立于地主阶层和他们在官僚政治中的代理人的控制。在封建欧洲，商人阶层在城市里得以发展，是因为拥有土地的统治阶层居住在他们土地上的采邑里，欧洲的城市能在封建制度以外成长而不是和它融为一体。”

9.根据以下历史资料，分析推动资本主义制度演化的驱动力。韦伯（Weber，1968，pp.1212-1264）说：现代资本主义源于贸易和城市。城市先于国王。西方城市有以下独有的特征：城市出现在国家之前，它们有防御工事、市场，有自己的法庭和部分自治法、社团结构、部分自治（特权、社团权利）。在亚洲，城市是诸侯的堡垒；在西方，城市土地财产权总是可以自由转让、可继承的，不承担封建义务或仅承担固定的租金……在古代的亚洲，类似的土地制度就无法建立起来。西方城市没有不可思议的特权阶级。城市制度化的社团和“领地自治机关”保护财产不受国王的侵犯，它为受压迫者、宗教小团体和新思想提供了自由。麦克尼尔（McNeill，1974）认为，在封建制度下，没有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统治者导致了平等契约关系的产生。在城市地位上升以后，英国和法国（当然也包括德国）巩固了强有力的君主制度。有限制的政府的地位提升意味着君主没有能力扼杀异议，反对和抵制压力。因此，国家的巩固总的来说扩大了国内市场。作为一条普遍规律，对外贸易的扩展往往先于国内市场的统一。不断扩张的国内市场支撑了农业的商品化（农业内部的专业化）。霍夫曼和诺伯格（Hoffman and Norberg，1994）说：“总的来说，所有早期现代欧洲的君主都不得不面临强有力的制约，国王不可能未经协商和咨询，或者是不向人民行贿就得到财政收入。”“尽管有各种借口，专制主义政权也无法任意地借款或征税。只有设置了强有力的代表机构的政府才能够征收巨额税收和大量借贷。税收和专制政治最终是不相容的。”“最终，自由是产生具有财富和力量的强大国家的前提条件。”

10.用以下有关英国和法国差异的文献讨论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伏尔泰（Voltaire）（他于1726～1729年逃亡英国）寄自英国的信件已经揭示了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差异。他写道：“关于政府。任何人都不能仅仅因为他是一名贵族或一名牧师而免交某些税。所有的税都由下院决定，而下院虽然在级别上居第二位（次于上院），但在威望上是居第一位的。贵族和主教可以否决下院的税收议案，但他们不可以改变议案中的任何内容；他们必须要么通过，要么否决。如果议案被上院认可又被国王批准，那么每个人都必须纳税。每个人纳税不是根据他的级别（如果根据他的级别，则是荒谬的）而是根据他的收入。没有任何任意的税收或人头税，但对地产要征税。”他还写道：“有关商业。在法国，侯爵傲慢地鄙视商人，而商人经常听到人们轻视地谈论他们的职业以致有时他们会愚蠢地脸红。然而，我想知道到底谁对一个国家更有用处，是一个准确地知道国王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就寝，带着了不起的神情出入某个部长接待室的有权势的贵族，还是一位给他的国家增加了财富，从他的办公室向开罗的苏拉特（Surat）发布命令，有助于增加世界福利的商人。”墨克（1990，pp.234-250）认为，在对待发明的态度上，英国的专利法和法国的奖赏制度，以及人民制定习惯法和政府制定民事法之间的差异，可以用来解释英国和法国在18世纪发展成就的差异。兰德斯（Landes，1998）也提到，17世纪，法国对土地私人所有权比英国有更多的限制。

11.诺斯和温格斯蒂（North and Weingast）对过去3个世纪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进行比较后认为，拉丁美洲的国家机会主义（掠夺性和剥夺性的税收和独裁专制制度）解释了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发展成就的巨大区别。试评论他们的观点。

12.使用兰德斯（Landes，1998，p.222）的以下论述与杨格有关技术进步、市场容量及分工相互关系的观点，来评估经济发展的技术和储蓄决定论。“高消费对技术进步的贡献给同时代的人以深刻的印象，当英国进一步发展时，更多的人得到这种印象。尽管没有学过凯恩斯经济学，但法国的商人明白商业化能带来高工资，高工资又能带来对产品更大的需求，而有效的需求能导向更大的繁荣。因此，根据这种好像自相矛盾的系统的运行，英国人通过消费变富了（Daniel Defoe，1728）。这的确是自相矛盾的：这样的鼓励节俭和节制的习惯和老信条，与法国农民遵循的近乎着迷的习惯背道而驰。一个结果就是以大的国内和国际市场为目标的制造业的出现，它们着重生产中等价格的标准化产品——那种适合于机器生产的产品。‘英国人’查尔斯·德·贝考特侯爵写道：‘他们不仅有为富人，而且有为人民生产的智慧。’这为它们的生产提供了大量而稳定的顾客。”

13.诺斯和温格斯蒂（North and Weingast，1989）认为，从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开始实行的君主立宪和议会民主，提供了政府对宪政秩序的可信承诺。这大大减少了政府掠夺性行为和国家机会主义。因此，由寻租行为和机会主义导致的内生交易成本减少了，并能确保长期的政治稳定。诺斯（North，1981，pp.158-168）说：“汤恩比（Toynbee）写道：‘产业革命的本质是以竞争代替了以前中世纪用以控制生产和财富分配的规章。’”工匠法、贫困法、财产授与法、高利贷法、航海法（限制谷物进口的谷物法）等的废除和改革只是减少重商主义限制的一部分。对商品和服务所有权更好的界定和保护对发展更高效率的市场尤其重要，并且在许多场合不仅包括取消对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这些改变是非常重要的。减少重商主义限制也包括私人和国会在农业上的圈地运动，建立专利法，以及进一步加强和详细说明合同的习惯法的巨大发展。墨克（Mokyr，1993：47）说：“许多阻碍进步的过时的法律和规章（如详细地规定具体的技术措施的法律和规章）被废除了。在1809年，国会废除了一项16世纪的禁止在羊毛加工行业使用刺果起绒机的法律，五年以后，又废除了一项重要规章，即工匠和学徒法。”他（Mokyr，1990，p.268；1993）描述道：确保公司拥有剩余回报的权利，减少了在建立公司过程中的交易成本，鼓励专业化的企业家活动，确保了知识产权，直接改善了技术的交易条件并鼓励新的专业技术的发明。当专利法不足以保护企业家的想法和发明权时，企业制度通过公司的剩余权利和贸易秘密来保护知识产权。一个稳定的非掠夺性的税收制度和政府自由放任的政策鼓励了商业活动和分工的发展。就政府而言，解放国内社会以及国王资产与英国银行的分离丰富了社会的创造性，限制了寻租行为。衡平法以公平的原则制定出用新的案例代替过时的案例的程序，使得习惯法非常适宜于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自由结社，即不需要政府的许可和执照即可建立私人企业，改善了企业制度发展的交易条件。因此，内生和外生交易成本大大减小，在发明和其他活动中的分工水平提高了，新的中间物品和相关的新技术出现了。英国在17～18世纪的发展经验是否同目前发展中国家相关呢？为什么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没有注意到这种成功的发展经验？

新古典发展经济学

14.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关于研究市场功能的主流经济学不适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在不发达国家许多市场都不存在。刘孟奇（Lio，1998，chapter 9）表明，如果用超边际分析来将古典发展经济学数学化，则均衡的市场个数和市场化的程度可以由均衡的分工程度内生地决定。用这个例子来讨论古典发展经济学和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关系。

15.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建议使用直接的福利指标来评估一个国家的发展成就。参考下面的讨论，使用科学的方法来评价这种方法。印度过去的人均国民收入比中国人均国民收入高，但是中国的人均寿命比印度的人均寿命高。哪个国家人民的效用更高？这个问题没有唯一的答案。根据一个关于生活水平的指标，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住房的提供、污染、交通堵塞、犯罪率和其他影响福利的变量的加权平均数，日本的福利居世界之首，而美国位于澳大利亚等国之后，居第七位。但是，许多曾经在日本居住的美国人都不同意这种排名。换句话说，在每对发展指数中，有许多可能的替代（对不能同时兼顾的因素的权衡）的因素。只有一个了解自己效用最大化问题的个体，才能有效地在这些指数中用一个因素代替其他因素。这样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对政府决策者来说是不可捉摸的。个体的效用和其他人的效用之间的权衡更加复杂，使制订政府计划的人不仅难以领会，而且即使领会到了，也不可能以一种仁慈的方式加以平衡。

16.新古典发展经济学中对幼稚工业的讨论者声称，因为规模经济、边学边做和产业关联的网络效应，保护关税对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至关重要。其他经济学家认为，有关幼稚经济的讨论可归结为有关不完善的资本市场的讨论。在缺乏发达的资本市场的情况下，保护关税对工业化是至关重要的。参考休谟（Hume，1748，pp.34-35）以下有关投资的古典观点，并对这些观点进行评价：“在这个世界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一种和谐的力量，该力量能平衡贸易和财富的增长，使它们不仅限于一个民族。当一个国家在贸易上相对另一国有有利条件时，因为前者有优越的工业和技术条件，它的商人会拥有更多的存货，这使他们能够以更小的利润进行贸易，而后者此时会很难与之竞争。但是，这些优势会以某种方式得到补偿。在每一个没有广泛贸易的国家，劳动力的价格都很低廉，并且它们的金银也不丰富。制造业因此慢慢地转移了它们的位置，离开了它们已经使之富裕的国家和省份，飞往其他地方，不管到哪里，它们都以同样的过程被吸引和流出。”

17.多德兹和万姆万克迪斯（Dodzin and Vamvakidis，1999）发现了在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工业化程度和开放程度呈正相关的经验证据。使用这个证据来评估幼稚工业的理论，即保护关税对一个农业社会的工业化是至关重要的。

18.最近的关于储蓄和信用的均衡模型（见第15章）表明，储蓄、投资和人际借贷的基本原理是基于跨时商品贸易收益的。如果交易成本（道德风险、逆选择和其他类型的交易成本）超出了跨时贸易收益，则储蓄和投资就不能发生。使用这种一般均衡的观点分析发展中国家投资短缺的焦虑和次发达国家的资本逃逸。

19.20世纪50年代盛行的发展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依赖国有企业实现工业化，但是这种政策最后失败了。这种政策失败是由于忽略了企业剩余权的功能，第7章和第9章有关企业和交易成本的新的理论探究了这种功能。一个基于哈罗德-多马（Harrod-Doma）模型的投资决定论和投入-产出分析的综合性政府投资计划是对市场协调分工功能的忽略，第3章、第6章、第7章对此进行了分析探讨。以牺牲农村居民的福利为代价来提高工业化的歧视性发展政策是国家机会主义行为的表现，它以经济发展为借口，通过牺牲弱者的利益来追求精英的利益。参考克鲁格（Krueger，1995，1997）对寻租的相关分析，分析这种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政策描述的政治经济机制。

20.克鲁格（Krueger，1995，p.2511）指出，许多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家在贸易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上的悲观主义是基于对弹性的讨论。这意味着，欠发达国家对初级商品的需求占收入比重的减少是由于收入弹性小于1。克鲁格认为，基于这种悲观主义的保护关税是一种自我满足的预言。第3章的模型表明，不考虑对任意商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当被交易商品的交易成本系数增大时，一般均衡会从贸易和高总合生产力的结构跳到自给自足的低总合生产力。用这个结果分析为什么对弹性的讨论不是一个发展的一般均衡的观点，以及它为什么可能是误导人的。

21.为什么新古典发展经济学不注意18世纪英国成功的发展经验和法国相对来说不成功的经验的区别（Mokyr，1990，pp.234，250；1993）？许多由新古典发展经济学提出的政策和重商主义相似，而重商主义则早已被英国18世纪成功的发展经验和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发展经济学抛弃。但是，为什么在20世纪很多国家重复了重商主义的错误呢？

22. 20世纪50年代，许多发展经济学家担心发展中国家获取外汇和投资的能力。如果这个发展中国家是个大国（如印度或中国），他们还会担心国际市场无法吸收这个国家出口的商品。为什么从一般均衡的观点来看这些担忧都是没有根据的？

23.20世纪50年代，苏联、中国和印度政府制定了许多专门的发展目标，比如增加人均收入，提高人均寿命、文化程度、医疗辅助水平、公共效用水平、钢铁产量、机床产量、粮食和布的人均消费量、教育水平、住房水平、投资水平、营养水平，降低婴儿死亡率（Behrman and Srinivasan，1995）。早期的发展经济学一般遵循通过集中计划管理来发展经济的主张。一些测量经济发展的指数，比如收入分配不平等指数、文盲指数、婴儿死亡率指数、寿命指数，正是由于这个主张而发展来的。这种经济发展的想法是否与经济发展的科学分析相一致？为什么基于这种想法的经济发展分析是误导人的？

24.一些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家声称，欠发达国家由于缺乏许多市场，故其扭曲就比发达国家多。但是，根据第10章中的产权经济学和内生的外部效应，分工经济和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折中意味着，在拥有更好交易条件的发达国家里会有更多的交易，但同时也会产生更集中的扭曲。用这个例子讨论为什么我们需要用一般均衡分工网络的超边际分析来探究经济发展机制。

25.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声称西欧18～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还称不上成功的经济发展经验。他们提到的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拉丁美洲都是不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例子。用这些国家和英国在制度上的差别来评价这种论点。例如，埃及统治集团长期的政治垄断导致了国家机会主义，印度国家计划的工业化鼓励了寻租和其他机会主义的产生。

发展经济学在发达国家的适用性

26.根据布坎南（Buchanan，1991）所说，国家机会主义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障碍，而且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负担。他认为，以追求长期社会福利的集体决策为基础的立宪主义者在特定的民主章程下，同追求个别集团的短期利益的寻租者之间的竞争，支配着决定政策制定的宪政规则的演化。一个个体可以同时扮演立宪主义者和寻租者两个角色。用一个民主发达国家（如美国或英国）的贸易政策、教育制度或保健医疗制度的例子分析这种“超级对策”对这个国家宪政规则的形成和经济发展政策制定的影响。

27.奈斯比特（Naisbitt，1990）预测了几种大趋势，如在21世纪的美国，特许连锁将成为主要的商业形式，咨询和心理服务的收入将会增加。此外，个人会逐渐非专业化一些。用新发展经济学来预测在发达国家出现这种大趋势和现代化现象的可能性。

28.比尔·盖茨“数字化革命下的十二条规则”中的一条是读所有收到的电子邮件（《时代周刊》，1999，p.72）。因为信息获取和为获取信息而付出的资源成本之间必须权衡，所以这当然不是一个最优经济决策。本书中的几个斯密模型预测，当信息技术发展、网络扩展，以及分工和信息交流的负网络效应比正网络效应增大得更快时，信息成本的比重会增大。这意味着更多的资源被用于筛选和去除无用的信息。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处理和吸收信息能力的增强，社会每个成员所拥有的信息量占社会总信息量的比例在减少。因此，一个简单的“信息时代”的口号可能会误导人们以为知道的信息越多越好。所以，美国在21世纪的新发展特点是，人们很难在信息交流的正网络效应和负网络效应之间进行有效权衡。请结合计算机病毒对现代经济生活产生负网络效应来评论这个观点。

29.刘孟奇（Lio，1996）用模型证明，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现象是闲暇时间和为市场工作的时间同时增加，而自给自足的工作时间则减少了。这种现象意味着个人职业工作上更加专业化，原先自给自足的许多服务现在要从市场购买。这种趋势是和不断增加的闲暇时间和来自市场的收入相联系的。根据1999年《特许连锁年刊》（The Franchise Annual
 ）的说法，这将使得为双收入家庭提供节省时间的服务的部门在今后30年里成为发展速度最快的部门。为什么刘孟奇模型能预见分工网络扩展后能同时产生这两种现象？

30.《经济学家》（Economist
 ，1998，pp.4-7）通过一项调查证明了发达国家一个有趣的发展现象。这项调查发现，交通基础设施越完善的美国城市越容易发生交通堵塞。诺斯（North，1958，1986）也找到了类似的经验证据，即当交易条件改善时，交易成本在收入中的比重增大。这意味着，当通信技术改善和计算机部门的生产率提高时，在计算机和通信系统上的开销-收入比是上升而不是下降的，即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将被用来处理无用的电子邮件及搜索和筛选。用分工网络效应分析这种现代发展现象。

31.奈斯比特（Naisbitt，1990）提到一种发展现象，即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中特许连锁网快速发展。他声称：“特许连锁店已经成为古往今来一个最成功的市场概念。”根据国际特许连锁店协会（The International Franchise Association，1997）所说：“在美国各地有超过550000个特许连锁网，销售额超过8000亿美元，在美国的每个营业日里，每隔8分钟就有一家新的特许连锁店开业。”在产品连锁、商标名称连锁、商业形式连锁三种连锁经营形式中，最后一种发展得比前两种快得多。1999年，美国有4177个商业形式特许连锁网列在《特许连锁年刊》上，它们中绝大多数是在1960年以后形成的，每个网络具有20～2000个加盟店。古典发展经济学好像能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绝大多数商业特许连锁网（麦当劳和肯德基是快餐食品连锁网中的两个）包括有形服务和无形知识的分工。连锁店的总部专门提供技术（无形知识产权，通常附有具体的操作手册和训练项目）。分店专门提供有形的商品或服务，从总店那里购买无形知识产权。有些时候，一个特许连锁网包括提供迂回生产设备的部门和提供最终服务的部门之间的细密劳动分工。例如，由麦当劳总店提供的技术（麦当劳“圣经”）包括购买非常专业化的烹调设备。这可以通过在迂回部门和最终部门之间的高度分工来提高生产率。此外，由“精细验车”（the precision turn）总店提供技术，包括购买非常专业化的调试和安装汽车发动机的设备。如果斯密把他的理论用于分析特许连锁，他也许会得出以下的结论：连锁经营中的高度分工一方面带来高生产率，另一方面带来有形和无形产权的高交易成本。由于特许服务中存在一种常见的机会主义，即分店一旦得到了必要的技术，就不再愿意继续支付特许费，所以特许经营合同运用“人质机制”来限制这种机会主义。典型的特许经营合同有一项特殊的条款，即如果分店不付约占连锁销售收入9%的特许费，总店可单方面终止合同。在终止合同的某一特定时间内，不允许分店在特定的地区和活动中与总店竞争。这种“人质机制”大大减少了由于侵犯总店的知识产权而导致的交易成本，因此，从更大的分工网上获取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好处就更可能超过交易成本。从这种观点看，发达国家特许经营的繁荣是知识产权生产和有形服务生产之间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新的发展现象同斯密的制针工厂具有同样的经济机制。这种特许经营的繁荣也与最近流行的商业实践，即降低规模，分拆、购买而不是自己生产中间产品，外包或强调核心竞争力相关。这些现象与新古典规模经济概念不一致。本书的第7章将用斯密模型解释生产率和分工的增长同公司平均规模下降同时出现的现象。




 [1]
 这一判断，可以从诸多经济学文献中得到佐证，如刘易斯（Lewis，1988）称，“经济发展理论是在1650～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期间的大约一个半世纪在英国发展起来的”。黑根（Hagen，1980，p.72）也称，“亚当·斯密是一位关注经济增长的理论家”。森（Sen，1988，p.10）指出，“配第被公正地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和数量经济学的先驱之一，他当然也是一位发展经济学的奠基者。的确，在早期的经济学文献中，很难将发展经济学同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分开，因为实际上经济学的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经济发展问题上。这种情况不仅在配第的作品中得到了反映，而且在其他一些现代经济学先驱，包括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弗朗科斯·魁奈（Francois Quesnay）、安托尼·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约瑟夫·路易斯·拉格朗日（Joseph Louis Lagrange）的作品中，甚至在亚当·斯密的作品中，情况也是如此。实际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就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问题的研究”。


 [2]
 配第（Petty，1671，pp.260-261）说明了专业化对提高制衣技术的作用，并指出荷兰商品运输之所以便宜，正是因为其将每只商船专门用于运输一种商品。此外，配第还举了手表制造过程中分工的例子。杜阁（Turgot，1751，pp.242-243）将分工的发展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以及社会最底层群体生活水平的提高的现象联系在一起。


 [3]
 诺斯（North，1981，pp.158-168）和格勒内维根（Groenewegen，1977）的研究表明，英国国内的自由主义政策体制和法国杜阁倡导下的自由主义改革，比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观点还要早。在斯密这一观点问世后，英国进一步实行了自由的国际贸易制度。


 [4]
 经济学家同意他们关于经济史理论的不同看法。因此，本章评述的关于发展史的理论只是众多理论中的一小部分。


 [5]
 根据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Vishny（forthcoming）的观点，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而言，从案例中自发产生而不是政府制定产生的普通法比政府制定的大陆法往往更有作用。但是，自从主要西欧国家从美国模仿了宪法司法（constitutional judiciary）、司法复查（judicial review），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治下的宪政规则就一直在趋同。


 [6]
 诺斯关于下面反馈圈的推测类似于一些演化的对策论模型预测的结果（参见 Mailath，1998）：意识形态和信仰系统、社会准则和道德规范、政治和法律制度、商业组织和经济结构、发展绩效、意识形态和信仰系统。本书正式的模型集中在对第三、第四、第五层次的分析上，没有对整个发展过程的反馈圈进行模型化处理，但系统地研究了分工演进同企业制度、交易成本、结构变化和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


 [7]
 参见Beasley（1995）关于明治时期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详细分析。


 [8]
 19世纪的自由贸易时代通常被认为始于1846年，当时英国通过撤销《谷物法》（Corn Laws
 ）单方面实行了自由贸易。事实上，自由化应该开始得更早，即应自1842年废除出口关税和1842年及1845年降低进口关税算起。接下来的关键一步是1860年英法签订《科布顿-谢瓦利埃协定》，它使得英法贸易实现自由化。19世纪70年代早期创立的德意志帝国是建立在自由贸易原则和低关税基础上的。通常认为，该自由贸易时代随着保护主义的复兴浪潮而终止于1879年，当时俾斯麦接受了著名的面包和钢铁关税，这使得农业的进口关税提高。法国和意大利随之实行了更高的关税。事实上，尽管有这些关税的提高，但平均关税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仍然很低，而且非关税壁垒（如配额和汇率控制）实质上不存在。根据科比（Capie，1983，p.8）收集的数据，平均关税收入占总进口的百分比在法国、德国和英国都低于10%，意大利则是介于10%与20%之间，美国则介于20%与30%之间，俄罗斯则介于20%与40%之间。


 [9]
 参见Eichengreen和Flandreau（1994，p.9）。1908年实行黄金或白银标准的国家如下所示。欧洲：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德国、荷兰、葡萄牙和罗马尼亚；北美洲：美国和加拿大；中美洲：墨西哥、尼加拉瓜、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哥斯达黎加；南美洲：秘鲁、智利、巴西、委内瑞拉和阿根廷；亚洲和中东：奥斯曼帝国、埃及和波斯。除了意大利、澳大利亚、西班牙、葡萄牙、尼加拉瓜、危地马拉、秘鲁、智利、巴西和委内瑞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在任何情形下都能转换成黄金。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的货币虽然不能转换，却非常稳定。


 [10]
 参见Thorp（1984）的研究不同国家经验的论文。


 [11]
 就像巴克勒（Baechler，1976）思考17～19世纪主权国之间的竞争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一样，克鲁格（Krueger，1995）认为，国际舞台上政府之间的竞争，正是20世纪重新回到自由主义改革的驱动力。


 [12]
 这反映在凯恩斯1933年在爱尔兰所做的“国家的自给自足”（National Self-sufficiency）的演讲中，当时世界正陷入大危机（Keynes，1933）。在演讲中，凯恩斯否定了对自由贸易的承诺以及制度的国际和谐论，声称19世纪后期的经历是一个很大的且显然不可避免的失败。在凯恩斯看来，通过强权之间的竞争，国际体系会导向战争，“一个国家对现有外国利益的保护、新市场的捕捉、经济帝国主义的发展——这些是导致资本在最大地理范围内扩散的计划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Keynes，1933，p.236）。


 [13]
 Zaleski（1980）曾记录苏联的计划者充当模仿西方生产模式的角色的过程。列宁（Lenin，1939）的著作也显示他非常熟悉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业化特征。


 [14]
 萨克斯、温纳（Sachs and Warner，1995）记录了19世纪末的保护主义浪潮，在本书第3章中，我们用李嘉图模型来解释这一现象，超边际分析同时内生了贸易制度和均衡的市场一体化水平。


 [15]
 例如，Arndt（1989），Bliss（1989），Bhagwati（1984），Hischman（1981），Lewis（1984），Livingstone（1983），Meier and Seers（1948），Sen（1983），Stern（1989）都将发展经济学视为经济学在欠发达国家应用的一个领域。


 [16]
 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通过国有企业进行工业化的发展政策，其失败之处在于它忽视私人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功能，这已被新企业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所证明。基于哈罗德-多马模型的投资决定论和投入-产出分析的综合投资计划，就是忽略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一个证据。以降低农村居民福利为代价的歧视性的促进工业化政策，是国家机会主义行为的结果，一些既得利益者将经济发展当成他们获取利益的“人质”。克鲁格（Krueger，1995，1997）关于寻租的分析，可以用来探讨新古典发展经济学政策处方的政治经济机制。


 [17]
 克鲁格（Krueger，1995，p.2511）指出，很多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家之所以对贸易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持悲观态度，是因为基于对所谓弹性问题的争论。他们担心，由于收入弹性小于1，对欠发达国家初级产品需求所占的收入份额会下降。克鲁格称，基于这种悲观论调的保护性关税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杨小凯的模型显示，不管一种食物的需求收入弹性如何，只要交易效率提高，一般均衡就会从自给自足的低总合生产力水平跳到高贸易依存度和高生产力的分工结构。这就说明，强调弹性的观点不是一个一般均衡的发展观，它可能会产生误导。20世纪50年代，很多发展经济学家担心发展中国家获得外汇和外资的能力，如果是大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中国），他们又担心世界市场的容量不能吸收来自这些国家的出口商品，但是斯密一般均衡的观点表明，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当一国国内的分工水平提高，或者国际分工水平提高时，财富就会增长。由于供给和需求是分工的两个不同侧面，所以只要分工和贸易带来的财富增长没有超过交易成本，担心贸易赤字和外汇短缺就是没有根据的。基于这种发展观的政策就是，排除贸易和交易成本的障碍，让“看不见的手”发挥协调分工的作用。


 [18]
 马歇尔假定效用函数具有凹性（边际效用递减），意味着准凹效用函数，但后者不一定意味着前者。


 [19]
 虽然新古典边际分析被很多经济学家用来批评由早期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倡导的国家计划发展战略，但我们的教材将证明，超边际分析能为这种批评提供更有力的武器。


 [20]
 科斯（Coase，1946，p.173）指出：“一个消费者不仅要决定是否去消费一个额外单位的产品，而且要决定他消费这种产品是否比将钱花在其他方面更有价值。”他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对边际成本定价法则（1946）以及庇古对外部性所做的边际分析（1960）进行了批评。超边际分析法在决策问题上的应用，可以在肯德里克（Kendrick，1978）、利特和莫里斯（Little and Mirrless，1980）、贝克尔（Becker，1981）和罗森（Rosen，1983）的文献中看到。在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 and Hart，1986）与哈特（Hart，1995）的文献中，则可以看到超边际分析法在不完全合约问题上的应用。迪克西特（Dixit，1987，1989）、杨小凯和威尔斯（Yang and Wills，1990）、杨小凯和博兰（Yang and Borland，1991）、杨小凯和史鹤凌（Yang and Shi，1992）、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则将超边际分析的方法运用到了一般均衡模型上。杨小凯和刘淑香（1998）还对分工问题的超边际分析提供了一个最新的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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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的发展经济学教材，例如，Ray（1998）和Meier（1995），包括了部分内生交易成本文献，如斯蒂格利茨的道德风险和租佃模型，但不包括内生外部性的文献、承诺博弈模型的文献、产权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文献，以及新经济史学派的文献。


第一部分 发展经济学的微观机制

第2章 驱动力Ⅰ：外生比较优势和交易效率

2.1 运用一般均衡概念理解经济发展机制

发展经济学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国财富能在给定资源数量的条件下增加？或者资源的稀缺程度是否可因个体选择其组织模式的决策而降低？很多经济学家用外生技术的进步来回答这一问题。所谓外生技术进步，是指那种能够提高生产力且独立于个体决策的技术变化。在索罗（Solow，1956）的模型中，人均收入长期增长的驱动力正是这样一种外生技术进步。在费景汉-拉尼斯（Fei and Renis，1964）模型中，生产力、人均收入以及工业品产出份额提高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工业部门的外生技术进步。用这种方法解释经济发展没有多少意思，因为从亚当·斯密起我们就知道，个体选择其专业化水平的决策能够内生地决定一国之财富和生产力水平。

斯密对经济发展的机制曾做过一个含糊的猜想。他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①分工是经济发展的源泉；②分工受限于市场容量；③市场容量取决于运输的条件。如果我们通过设定生产力和交易条件的正相关关系来给出一个状态方程，则它不会是一个有趣的经济模型，因为这类似于索罗模型将总要素生产率当成时间函数的做法。一个经济发展模型必须有一些决策中的两难冲突，以便内生地决定生产力水平。换句话说，在存在两难冲突的情况下，一个非常高的生产力水平就像一个非常低的生产力水平一样，并不是有效率的。这种两难冲突意味着，特别高的生产力水平是有成本的。因此，为了将斯密猜想数学化，我们的工作就是将个体选择其专业化水平决策中的一些两难冲突数学化。

这项工作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个体选择其专业化水平的决策涉及角点解。此外，为了从全社会整体来理解经济发展的机制，我们要用到涉及角点解的一般均衡的概念来理解市场中的各种两难冲突。作为个体决策交互作用后果而形成的这种均衡，当然要比单纯的个体决策复杂得多。

一般均衡的概念之所以对研究经济发展的机制至关重要，有如下几个理由：第一，经济发展涉及价格和数量间的交互作用。不仅所有个体选择的生产和消费数量由价格决定，而且市场价格同样由所有个体的数量决策决定。此外，不同商品和要素市场之间，以及不同个体决策之间还存在相互依赖。这种相互依赖同高级发展经济学家们关心的因果循环链、产业关联的网络效应，以及不同部门相互依赖的决策有关。每一对内生变量之间都存在无限的反馈圈。例如，当一种最终商品价格变化时，劳动力的需求曲线也会发生相应移动。这种移动又会反过来影响该商品的价格，进而影响劳动力的需求曲线。尽管这种反馈效应在每一次反馈圈之后都会减弱，但两个市场间有无穷多的这种反馈。

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法考虑的只是单个商品或要素的价格和数量在市场上的交互作用，忽视了所有反馈圈，从而产生了一些误导人的结果。因此，局部均衡模型并不是研究经济发展机制的一个好的工具。托达罗（Todaro，1969）的局部均衡模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该模型中，结构变迁以及城乡地区之间的人口迁移由两个地区之间工资水平的差别来解释。但是，工资水平的差别是外生给定的，工资、收入、需求及供给之间的各种反馈圈则全部被忽略。从这个模型中，我们不能得知为什么会有这种工资上的差别，以及经济发展的机制究竟是什么。

用一般均衡模型研究经济发展机制的第二个原因同分工的网络效应有关。亚当·斯密将分工视为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驱动力，但正如杨格（Young，1928）、杨小凯和黄有光（Yang and Ng，1998）指出的，分工的好处是所谓的网络效应。一个人选择其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不仅决定自身的生产效率，而且决定其他人产品的市场规模，从而成为其他人选择其专业化水平的一个约束条件。网络的概念自然而然地又同一般均衡的概念密切相关。如果仅仅考虑网络的一部分，则我们就不能理解网络效应。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证明一个分工网络涉及个体的角点解。因此，用于分析内点解的边际分析就不可行，而运用超边际分析研究经济发展机制就至关重要。

无论是静态还是动态的一般均衡模型，都可以用来研究经济发展的机制。静态一般均衡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可以用代表嗜好、技术、自然以及社会环境的参数的变化来解释内生变量的变化。内生变量可以包括价格、生产力、经济结构以及经济中的一些制度性特征，而一些参数则还可以代表外生的制度条件。如果一些参数的变化导致生产力提高和经济结构的变迁，则基于一般均衡比较静态分析的因果链条就能用来解释经济发展的机制，而这种经济发展的机制又是自利决策（行为）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简单的局部均衡模型不能用来解释基于这种交互作用的所有反馈圈，而简单的决策模型又不能解释所有这些自利决策之间直接和间接交互作用的后果。

如果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用于研究经济发展的机制，则一些动态一般均衡可以在没有外生参数变化时产生经济发展。一般均衡的比较动态分析能用来研究经济发展的动态特性随着参数变化而发生的变化。因此，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有着更高的内生化程度，而这意味着更强的解释力。但是，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比静态一般均衡模型操作起来更加困难。为了获知一般均衡模型的动态或比较动态特性，我们往往需要设立更多的假定来保证模型的可操作性。这就意味着，可操作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内生化程度可能比那些可操作的静态一般均衡模型低。这样，在静态和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优势和劣势之间，我们就有一种两难冲突。本书将显示，在研究涉及多种有趣而复杂的结构变迁之经济发展机制时，很多静态一般均衡模型往往更具威力。

在这一章中，我们对李嘉图和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进行超边际分析，用以研究经济发展的一般均衡机制。模型背后有如下故事。

在两类不同的个体之间，存在技术上的比较优势。这意味着，即便第一类人在所有商品的生产上效率都比第二类人低，但两类人之间并不是在所有商品的生产上都具有同等的技术差别。因此，第一类人可以专于生产那种技术差别小的商品，从而使所有人都可以从分工和贸易中获益，并产生一个比自给自足条件下更高的总合生产力水平。

假如所有人都喜好多样化的消费，那么在利用比较优势和多样化消费之间就会有一种两难冲突。一些人必须专于生产一种商品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其比较优势。我们将个体之间生产条件事前差别产生的比较优势定义为外生比较优势。在本书中，事前意味着“在个体做决策之前”，事后则意味着“在个体做决策之后，且经济已处于均衡状态”。但是，生产的专业化和消费的多样化意味着个体之间必须进行贸易。如果贸易会产生交易成本，那就会有一个交易成本同比较优势产生的分工经济之间的两难冲突。这种两难冲突可用来内生生产力水平。当至少一类人完全专业于生产一种商品时，生产可能性边界就会达到。假如一单位贸易商品的交易成本系数很大，那么贸易引起的交易成本就会超过贸易带来的生产力的改进。因此，均衡就会是自给自足，此时的生产水平低于总合生产可能性边界，因为每个人的边际替代率和边际转换率必须相等。假如交易成本系数很小，那么生产力的提高就会超过分工引起的交易成本，因此，均衡是同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关的分工状态。

由于比较优势和交易成本之间存在两难冲突，贸易效率参数可以用来解释均衡的总合生产力，即使生产函数不发生变化，总合生产力也可被内生。这种解释生产力变化的一般均衡方法，就比技术决定论有趣得多。技术决定论用生产函数的变化来解释生产力的进步，而一般均衡方法则将生产力的变化解释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结果。

如果在这个简单的模型中再引入政府，则该模型就可用来预测政府在选择关税税率时的行为，以及在选择单方面保护关税、单方面自由放任政策和关税谈判时的行为。当交易条件改善时，一般均衡就从自给自足转到局部分工，此时一国完全专业生产一种商品，而另一国则生产两种商品；然后，从局部分工转到完全分工，此时每个国家都完全专业生产一种商品。在局部分工条件下，国际贸易条件由生产两种商品的国家的生产条件决定。因此，在缺少关税的条件下，贸易的好处全部被生产一种商品的国家得到。这样，生产两种商品的国家为了从贸易中得到更大份额的好处，就可以用关税来操纵贸易条件。但是，如果生产一种商品的国家对进口商品课以关税，则只会对自己造成损害，因为这将会提高其国内居民购买该商品的价格。这就意味着，当局部分工在均衡中出现时，生产两种商品的国家会实行单方面的保护性关税，与此同时，生产一种商品的国家会实行自由放任政策。

如果完全分工在均衡中出现，则每个国家都能通过提高关税从贸易中获得更大份额的好处。但当两个国家的关税税率变得足够高时，贸易的好处会被关税寻租游戏引起的负担消耗殆尽。因此，两个国家都愿意通过纳什议价对策来进行关税谈判，实现贸易自由化而不是大打关税战。这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单方面保护性关税和单方面自由放任政策同时存在的情况，以及经济发展后期阶段通过关税谈判实现双边贸易自由化的情况。导致这种贸易政策转变的驱动力就是交易条件的改善。交易条件的改善可以通过更好的法律制度、更好的运输基础设施、城市化或者更好的银行制度来实现。贸易政策由保护性关税向贸易自由化的转变，有时候与进口替代战略向出口替代战略的转变有关（Bruton，1998）。两个国家在均衡从自给自足向局部分工转变时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被一些发展经济学家（Palma，1978；Bauer and Yamey，1957）称为“欠发展”（underdevelopment）。他们建议用保护性关税来避免这种欠发展。但是，有交易成本和关税的李嘉图模型显示，交易条件的改善能使均衡从局部分工转变到完全分工。这种转变不仅产生了更多的贸易好处，而且使贸易好处的分配变得更加平等。

很多经济学家试图找到支持或否定有关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正日益恶化这一论点的经验证据。其中一些人试图测量贸易条件恶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Morgan，1970；Kohli and Werner，1998）。森（Sen，1998）提供的经验证据显示，经济发展可以与贸易条件恶化并存。我们将证明，在向高分工水平转变的过程中，即使一个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该国也可能从贸易中得到更多的好处。这是因为，分工网络的扩张提高生产力的好处可能超过贸易条件恶化产生的负作用。

这个故事可以扩展为有比较禀赋优势和交易成本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如果生产条件的事前差别来自个体之间生产函数的差别，则我们就说存在外生比较技术优势，我们将在2.2～2.5节对此进行研究。如果这种事前差别来自个体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别，则我们就说存在外生比较禀赋优势，我们将在2.6节对此进行研究。如果两个国家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则它们就可以利用这种禀赋的差异提高均衡的总合生产力水平。但如果交易效率很低，利用比较禀赋优势和交易成本之间有效的两难折中的结果就必然是自给自足和低下的生产力，当交易条件改善时，均衡的总合生产力和分工水平就会提高。

学习本章时应问自己以下问题

经济发展的一般均衡机制和局部均衡机制有什么区别？

外生技术变化导致的经济发展和个体选择其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导致的经济发展的区别是什么？

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的区别是什么？

我们如何测量分工和分工经济？

分工演进和相关的结构变迁如何才能发生？

分工演进导致的结构变迁同外生技术变化导致的结构变迁的区别是什么？

为什么在从自给自足向高国际分工水平转变的过程中，单方面保护性关税和单方面自由放任制度可能并存？

为什么在经济发展从自给自足向中等贸易依存度、高贸易依存度依次转变的过程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会先提高而后下降？

比较技术优势与比较禀赋优势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保护关税政策向贸易自由化政策转变的驱动力是什么？

2.2 有外生比较优势和交易成本的李嘉图模型

在大卫·李嘉图之前，经济学家并没有注意到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的区别。假如一个人在生产商品i
 时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其他人，则他在生产商品i
 上有绝对比较优势。李嘉图（Ricardo，1817）则使经济学家们开始注意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概念的区别。假如乙在生产x
 和y
 两种商品上的生产率都绝对地低于甲，但两人在商品y
 上的生产率差别大于商品x
 ，则乙在生产商品x
 上有比较优势，因为他在生产x
 上的绝对劣势相对而言要比生产y
 上的小。李嘉图争辩道：只要存在这样一种比较优势，则一个国家即使在生产任何商品上都没有绝对优势，它也可以从贸易中得到好处，就像其他在生产任何商品上都存在绝对优势的国家能从贸易中得到好处一样。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被认为是现代贸易理论的基石。李嘉图模型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这种状况应归于以下事实：由于存在角点解问题，传统的边际分析并不能应用于李嘉图模型。有两种方法可以用来分析李嘉图模型。第一种是纯消费者和企业绝对分离的方法。在李嘉图模型中，每一个国家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因此，角点解就可能被一个国家选择。这种方法将会产生基于多个角点解和内点解结构的多重一般均衡。由于在瓦尔拉斯制度下，企业的利润在每个结构下都是零，企业并不会关心选择何种结构；纯消费者则不能选择生产结构。这样，局部均衡在每一种结构中都可能是一般均衡。这种一般均衡的多重性使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成为不可能（Dixit and Norman，1980，p.38）。

第二种分析李嘉图模型的方法则是采用斯密框架。在此框架下，每个人都被视为一个消费者-生产者，因此，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其专业化水平。同时，一般均衡是多个角点均衡中的一个，一般均衡是外生技术比较优势产生的分工经济与交易成本两难冲突的有效折中。因此，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就会产生非常丰富而有趣的关于经济发展和贸易的故事。

如果将李嘉图模型置于新古典纯消费者和企业绝对分离的分析框架下，则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不是基于相同的原理产生的：国内贸易总是必需的，而国际贸易则是由于外生比较优势引起。如果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系数相同，则国际贸易的帕累托总是优于自给自足。而消费者-生产者框架不仅避免了多重均衡，而且能用个体选择其专业化模式的模型来解释国际贸易。在此种框架下，即使国内和国际的交易成本系数相同，个人仍然会选择是否从事国际贸易；而当交易成本系数很大时，自给自足将是唯一的一般均衡结构。

用来处理交易成本的方法有很多。一般的处理交易成本的方法是假定一个商品的运输函数，即到达目的地的商品量是离开出发地的商品数量以及其他运输所必需的投入的函数（Hahn，1971；Kurz，1974）。运输函数描述了决定交易的技术条件，出发点和目的地之间商品数量之差，加上在运输过程中用到的任何投入，都可被视为交易成本。这种交易成本的处理方法，涉及一组难以操作的有关目的地和出发地的变量下标。这一组变量下标再加上角点解，就使得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成为不可能。倘若如此，这类模型就不能用来揭示交易成本的一般均衡含义。因此，一种所谓冰山（iceberg）交易成本的处理方法就常被用于求解交易成本的一般均衡含义。

在一个涉及冰山交易成本的制度下，当一个人购买一单位的商品时，他会实际得到k
 量的商品；或者当他为购买商品支付1美元时，他将实际得到k
 美元的价值，其中，k
 ∈［0，1］。如果商品的卖者支付交易成本，则买者每支付1美元，卖者会得到k
 美元。这种处理方法意味着，由于存在交易成本，商品中的1-k
 的数量或价值将在转移过程中像冰山融化一样消失。这些交易成本可能包括多种形式，如运输费用、执行交易的费用、储藏费用以及不及时运输引起的费用。但无论如何，交易成本系数1-k
 被视为一种外生交易成本，它可以在个体做出决策之前就被看到。

对于内生交易成本，有两种常见的定义。根据更广义的定义，如果交易成本的水平只有在个体做出决策之后才能看到，则我们就称其为内生交易成本。在有冰山交易成本的消费者-生产者模型中，尽管交易成本系数1-k
 是外生的，但如果按照这个更广义的定义，则每个消费者-生产者的总交易成本都是内生的，从而全社会的交易成本也是内生的，因为在消费者-生产者模型中，交易次数是内生的。

第二个内生交易成本的较狭窄的定义则同一种特别的内生交易成本有关，即由一般均衡偏离帕累托最优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在此之后，若无特别说明，我们将采用第二个内生交易成本的定义。内生交易成本是第8章和第9章关心的重点。


例2.1
 有外生比较技术优势和交易成本的李嘉图模型。
 我们假定世界由国家1和国家2组成。同时，假定消费者-生产者的集合为一个连续统，总量为M
 1
 +M
 2
 。其中，M
 
i

 是国家i
 的人数。这种假定意味着，人口规模非常之大，以致当很多个体被不同的职业类型相除时，我们也不会遇到整数问题。第8章中的例8.10将显示，在消费者-生产者数量有限的情况下，瓦尔拉斯均衡可能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纳什议价对协调分工可能就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国家内的所有个体都被假定是相同的。因此，两个国家可以被视为两类事前不同的个人。作为消费者-生产者，每个人消费两种商品x
 和y
 ，同时决定他们自己的生产和贸易活动模式。

类型i
 或国家i
 中个体的效用函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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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
 
i

 ，y
 
i

 是商品x
 和y
 的自给数量，x
 
d

 
i

 ，y
 
d

 
i

 是从市场购买的商品的数量，k
 是交易效率系数。假定国家i
 中一个消费者-生产者的生产函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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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
 
p

 
i

 和y
 
p

 
i

 分别是国家i
 中一个人生产的两种商品的产出水平，而l
 
ij

 则是类型i
 的个人用于生产商品j
 的劳动量。我们称l
 
ij

 为类型i
 的个人在生产商品j
 时的专业化水平，a
 
ij

 是类型i
 的个体在生产商品j
 时的劳动生产率。国家i
 中个人的劳动禀赋约束是l
 
ix

 +l
 
iy

 =1。假定国家1在生产商品x
 上有比较优势，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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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a
 1x

 =2，a
 1y

 =1，a
 2x

 =3，a
 2y

 =4，个体的转换曲线如图2-1所示。CD是国家1中一个个体的转换曲线，AB则是国家2中一个个体的转换曲线。此处，国家2中的个体在生产两种商品时都具有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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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基于外生技术比较优势的分工经济

国家i
 中个人的消费、生产和贸易决策涉及6个变量x
 
i

 ，x
 
s

 
i

 ，x
 
d

 
i

 ，y
 
i

 ，y
 
s

 
i

 ，y
 
d

 
y

 ≥0的选择。由于每个变量可以选择零值，则6个变量的零和正值的组合就有26
 =64个。因为买和卖同种商品会产生不必要的交易成本，故x
 
s

 
i

 和x
 
d

 
i

 不可能同时为正，y
 
s

 
i

 和y
 
d

 
i

 也不能同时为正。这样，预算约束就是p
 
x

 x
 
s

 
i

 =p
 
y

 y
 
d

 
i

 或p
 
x

 x
 
d

 
i

 =p
 
y

 y
 
s

 
i

 。因此，我们可以首先排除48种满足下述条件因而违反预算约束的组合：x
 
s

 
i

 =0和y
 
d

 
i

 ＞0；x
 
s

 
i

 ＞0和y
 
d

 
i

 =0；x
 
d

 
i

 =0和y
 
s

 
i

 ＞0；x
 
d

 
i

 ＞0和y
 
s

 
i

 =0。此外，我们还可以将买卖同种商品的4种组合排除掉。在剩下的12种组合中，我们再用正效用约束U
 
i

 =（x
 
i

 +kx
 
d

 
i

 ）
β

 （y
 
i

 +ky
 
d

 
i

 ）1-β

 ＞0排除7种组合，这些组合涉及x
 
i

 =x
 
d

 
i

 =0或y
 
i

 =y
 
d

 
i

 =0。我们在后面还要证明，涉及个体比较劣势的2种专业化组合也不可能在一般均衡中出现。现在，我们还剩下3种类型的结构。

模式A（自给自足），如图2-2所示。此模式由x
 
i

 ＞0，y
 
i

 ＞0，x
 
s

 
i

 =x
 
d

 
i

 =y
 
s

 
i

 =y
 
d

 
i

 =0，i
 =1、2所定义，表示所有的商品都自给自足。如果所有的个体都选择模式A，则此种社会组织结构就被称为模式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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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模式和结构

生产具有比较优势商品时的半专业化模式用（xy
 /y
 ）1
 和（xy
 /x
 ）2
 表示，如图2-2所示。其中，模式（xy
 /y
 ）1
 同国家1中的个体有关。此模式被定义为x
 1
 ＞0，y
 1
 ＞0，x
 
s

 1
 ＞0，y
 
d

 1
 ＞0，x
 
d

 1
 =y
 
s

 1
 =0，意味着自给商品x
 和y
 ，卖商品x
 ，买商品y
 。模式（xy
 /x
 ）2
 则同国家2中的个体有关。它被定义为x
 2
 ＞0，y
 2
 ＞0，x
 
d

 2
 ＞0，y
 
s

 2
 ＞0，x
 
s

 2
 =y
 
d

 2
 =0，意味着自给商品x
 和y
 ，卖商品y
 ，买商品x
 。

生产具有比较优势商品的完全专业化模式用（x
 /y
 ）1
 和（y
 /x
 ）2
 表示，如图2-2所示。模式（x
 /y
 ）1
 被定义为x
 1
 ＞0，x
 
s

 1
 ＞0，y
 
d

 1
 ＞0，s
 
d

 1
 =y
 1
 =y
 
s

 1
 =0，意味着自给且卖商品x
 ，买商品y
 。模式（y
 /x
 ）2
 被定义为y
 2
 ＞0，y
 
s

 2
 ＞0，x
 
d

 1
 ＞0，y
 
d

 2
 =x
 2
 =x
 
s

 2
 =0，意味着自给且卖商品y
 ，买商品x
 。

对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经济而言，我们可以将分工定义为这样一种结构，即在这个结构中，至少一个国家的人选择一种专业化模式，且两个国家的模式是不一样的。这个定义意味着，专业化对分工而言并不是充分的。假如人口在（y
 /x
 ）1
 和（y
 /x
 ）2
 模式之间划分，即两类人都专业生产y
 ，就没有分工；同样，两类人都专业生产商品x
 的情况涉及专业化，也没有分工。

图2-2涉及两种局部分工的结构。结构Ba由（xy
 /y
 ）1
 和（y
 /x
 ）2
 组成，而结构Bb由（x
 /y
 ）1
 和（xy
 /x
 ）2
 组成。完全分工的结构C由模式（x
 /y
 ）1
 和（y
 /x
 ）2
 组成。

假定每个国家只有一个人。四种结构中两种产品产量组合如图2-1所示。我们在后面将要显示，假如自给自足在均衡中出现，则总合产量组合是EG。

在结构Ba中，国家2中的个人完全专业于生产x
 ，而国家1中的那个人则生产两种商品。该结构的总转换曲线是图2-1中的EF。此线可以通过沿着纵轴向上移动个体1的转换曲线CD至E点而得到。结构Bb的总转换曲线是FG，它可以通过沿横轴向右移动个体2的转换曲线AB至点G而得到。结构C的总产出则是图2-1中的点F。

产出组合EHG与有比较劣势的分工有关。我们在后面将要证明，此种生产情况绝不可能在均衡中出现。

为了理解职业模式和分工结构之间的区别，你可以想一想自己在大学学习的情况。在上大学时，你要做的第一个决策就是选择专业。如果你选择经济学专业，那么你就不会去听化学课和物理课，但你会去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及计量经济学的课。这种决策就是选择一种职业模式。我们将这样一种决策称为超边际决策，因为决策变量在各个职业模式之间并非连续的。当你变换不同的专业时，它们就在零和某个正值之间非连续地跳跃。在你选定了专业后，你就会将你有限的时间在该专业内的不同科目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在给定职业模式下进行资源配置的决策就被称为边际决策。在一所大学里，所有学生选择其专业的总的结果，就会产生学生在不同专业和科目之间的一种分布，它等同于我们模型中的一种分工结构。

整个经济的一般均衡可以定义为一种资源分配以及一种贸易网络结构，它们满足：①每个人在一组给定价格下将其效用最大化，该价格则是结构以及生产、贸易和消费数量共同作用的结果；②市场在该组价格下出清。

个体基于超边际分析进行其效用最大化的决策。超边际分析是对每一种模式而言，每个人运用边际分析解出其最优消费、生产和贸易量，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比较不同模式的效用，并选择效用最高的那种模式。在这里，边际决策相当于在你选定了专业后在不同科目之间分配时间，而总成本-收益分析则相当于你选择一个专业。边际分析是关于“多少”的问题，而总成本-收益分析则是关于“是或否”的问题。如果你对一种专业说“是”，则你会花时间去学它；如果你对一种专业说“否”，你就不会在该专业上花费任何时间。对一个给定结构而言，存在一个局部或角点均衡，而一般均衡则是四个角点均衡中的一个。

由于超边际分析的复杂性，我们需要两步法来求解均衡。我们首先用非线性规划求解个人效用最大化问题，并用市场出清条件求出四种结构中每一种的局部均衡。然后，我们就可以用总收益-成本分析法来确定一般均衡。

例如，给定结构Ba，则国家1中个体选择结构（xy
 /y
 ）1
 的决策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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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有决策变量可以为正值或零值，且p
 ≡p
 
x

 /p
 
y

 是x
 对y
 的相对价格。注意，在符号Max下面的变量是决策变量。将所有约束条件代入效用函数，消去x
 1
 ，y
 1
 ，y
 
d

 1
 ，l
 1x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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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如果p
 ＞a
 1y

 /ka
 1x

 且x
 
s

 1
 的最优值由∂U
 1
 /∂x
 
s

 1
 =0给定，则对任何l
 1x

 ，都有∂U
 1
 /∂l
 
x

 1
 ＞0。这意味着，如果p
 ＞a
 1y

 /ka
 1x

 ，则效用总可以通过提高l
 1x

 而提高，所以l
 1x

 的最优值是其上限值。由于工作时间的禀赋约束，这就意味着，如果p
 ＞a
 1y

 /ka
 1x

 ，则一个人不应该生产y
 ，而应该专业生产x
 。这就是，如果p
 ＞a
 1y

 /ka
 1x

 ，国家1中的个体应该选择模式（x
 /y
 ）1
 而不是模式（xy
 /y
 ）1
 。同样原因，如果p
 ＜a
 1y

 /ka
 1x

 ，则国家1中的个体将选择模式A1
 而不是模式（xy
 /y
 ）。因此，只有当市场相对价格满足p
 =a
 1y

 /ka
 1x

 时，国家1中的个体才会选择模式（xy
 /y
 ）1
 。这一条件同规模报酬不变的标准一般均衡模型中的零利润条件相似。在此条件下，一阶条件∂U
 1
 /∂x
 
s

 1
 =0产生的x
 
s

 1
 的最优值就是l
 1x

 的一个函数。将其代入初始决策问题中的约束条件中，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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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看看这个非线性规划问题背后的直观含义。如果用x
 对y
 的相对价格（经世界市场中的交易成本折扣后）低于国家1中个体在自给自足中的边际转换率a
 1y

 /a
 1x

 ，则最优决策就是选择自给自足，同时生产x
 和y
 两种产品。如果p
 ＞a
 1y

 /ka
 1x

 ，则l
 1x

 的边际效用总是随着l
 1x

 的提高而提高。因此，最优决策就是专业生产x
 。但是，当p
 =a
 1y

 /ka
 1x

 时，自给自足和模式（xy
 /y
 ）1
 产生了相同的效用。因此，如果一般均衡中的市场出清条件保证模式（xy
 /y
 ）1
 中的需求和供给能实现，则模式（xy
 /y
 ）1
 将会被选择。在模式（xy
 /y
 ）1
 中，有一个x
 的自给数量x
 1
 与出售数量x
 
s

 1
 的两难冲突。前者可以直接增加效用，后者则通过用x
 
s

 1
 交换更多的商品y
 而间接增加效用。该两难冲突的有效折中则由一阶条件决定，它意味着x
 1
 的边际直接效用成本等于x
 
s

 1
 的边际间接效用。

在这个解中，l
 1x

 的最优值是不确定的。它的均衡值将由市场出清条件决定。这同规模报酬不变技术的标准一般均衡模型相类似，即零利润条件决定价格，则市场出清条件再加上需求函数决定均衡数量。

国家2中的个体的决策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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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条件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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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
 =a
 1y

 /ka
 1x

 是商品x
 对y
 的均衡相对价格。

由市场出清条件M
 1
 x
 
s

 1
 =M
 2
 x
 
d

 2
 ，我们得到l
 1x

 =（ka
 2y

 M
 2
 β
 /a
 1y

 M
 1
 ）+β
 ，当且仅当a
 2y

 /a
 1y

 ＜M
 1
 （1-β
 ）/M
 2
 βk
 时，其值小于1（一个人的劳动禀赋）。这就是，当且仅当a
 2y

 /a
 1y

 ＜M
 1
 （1-β
 ）/M
 2
 βk
 时，结构Bb才能被选择。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求出结构A、Bb和C的角点均衡，求解结果归纳为表2-1。

表2-1 李嘉图模型中的四个角点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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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发展的决策分析与均衡分析

一般均衡是彼此利益可能会有冲突的很多自利个体交互作用的结果。在一个标准的一般均衡模型中，个体在给定价格下选择生产、贸易及消费的商品数量，而均衡价格则由他们所有人选择商品和要素数量的决策决定。一般均衡是商品与要素的价格与数量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在一个内生专业化的模型中，每个个体的决策问题包括多种模式，所有这些个体模式可能的组合则产生了多种结构。因此，内生专业化模型以多个角点均衡为特征。由于每个人只选择多个角点解中最优的角点解，一般均衡就是多个角点均衡中的一个。在内生专业化模型中，一般均衡的概念不仅同价格和数量、不同商品的市场以及个体自利决策之间的所有交互作用有关，而且与同时决定分工网络规模、作为分工网络两个侧面的需求和供给、生产力、人均真实收入的机制有关。

网络效应同下面一些现象有关。在一个由许多相互依赖的子系统组成的系统中，整个系统的效率不仅由每个人的生产力决定，而且由网络参与者的数量决定。每个人决策的制定都依赖于网络中参与者的数量，而参与者的数量反过来又由所有人是否参与网络的决策来决定，虽然这种决策交互作用可能是通过价格制度来间接实现的。的确，这就是斯密和杨格在其经典文献中所说的分工的网络效应。斯密更感兴趣的是“看不见的手”在协调分工、利用网络效应及促进经济发展上的作用，而不是在给定分工结构和生产力水平条件下的资源分配问题。杨格（Young，1928）几次强调，分工的好处是网络效应，而不是一个企业或部门的规模效应。这种效应只有将分工当成一个整体时才能进行分析。那种将需求和供给分析与分析人们选择专业化模式割裂开的方法，无助于我们理解分工对发展的意义。

从本章的模型中可以看到，每个人作为消费者都喜好多样化的消费，如果所有其他人都选择自给自足，则一个人不可能实现专业化。在这种情形下，这个人不能卖掉他想卖掉的东西，也不能买到他不生产的消费品。这意味着，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不仅取决于他自己的生产力，而且取决于他人产品的市场规模，从而取决于其他人的生产力和专业化水平，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网络效应。本章的焦点是价格机制如何同时决定分工网络规模、市场容量、生产力及人均真实收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听到经理们和其他决策者声称需求依赖于人均真实收入。在杨格看来，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它忽视了分工的性质。从一个网络效应的全面观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容量（有效需求）决定生产力，从而也决定人均真实收入。当然，关于分工网络规模是否决定一个人参与贸易网络的决策及价格，或每个人参与分工与否的决策是否决定贸易网络规模和价格，抑或价格是否决定所有人是否参与贸易网络及贸易网络的规模等问题，都同这样一个问题相类似：究竟是蛋生鸡，还是鸡生蛋？一般均衡的概念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它能说明所有相互依赖的现象是如何同时决定的。这一章提供了一个框架，通过此框架，我们可以理解分工网络效应对经济发展的意义。

为了研究价格机制的作用，像前面部分那样仅仅考虑一个人的决策是不够的，因为价格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自发社会制度发明的结果。价格由“看不见的手”发明，没有单独的个人有意识地发明它。在这里，“看不见的手”意味着很多个体自利决策的交互作用。因此，此论并不意味着“看不见的手”不受个人决策的影响。这毋宁意味着，“看不见的手”是由所有个体的自利决策来决定的。但是，在自由市场环境下，没有任何单个的决策者能决定无数个体决策交互作用的后果。正如我们已经观察到的，这种后果被经济学家称为一般均衡，或简单地称为均衡。在很多情况下，均衡的概念是同市场出清条件联系在一起的（需求等于供给）。但是情况也不一定如此。例如，在钱颖一（Qian，1994）的博弈模型中，序贯均衡则同短缺联系在一起。同时，均衡也不一定意味着一种静止不变的状态。在第12～14章中，我们将用动态均衡的概念证明，均衡作为个体动态最优决策交互作用的结果，会产生内生变量的自发演进。

从前面专业模式的概念可以看到，就社会整体而言，不同模式的组合可以产生很多种分工结构。每一种结构中的市场出清条件都产生一个角点均衡，而一般均衡就是这些角点均衡中的一个。每个角点均衡都是在一个给定的分工结构和给定生产力条件下解决资源配置问题的，而一般均衡则解决有效的分工结构和经济发展问题。经济发展同均衡概念有关，因为经济发展是个体决策交互作用的一个结果。我们将证明，作为参数变化的一个结果，一般均衡在不同角点均衡之间的非连续性跳跃将会推动经济发展。因此，角点均衡和一般均衡的区别对研究经济发展的微观机制至关重要。

一个一般均衡是一个角点均衡，在该角点均衡相对价格下，没有任何人有激励偏离他选择的模式。现在，我们运用总收益-成本分析法及一般均衡的定义来证明，一个国家出口其具有比较劣势商品的结构不会是一个一般均衡结构。现在考虑一种两个国家都完全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比较劣势商品的结构。比如，国家1出口商品y
 ［选择模式（y
 /x
 ）1
 ］，而国家2出口商品x
 ［选择模式（x
 /y
 ）2
 ］。如果要这一结构在一般均衡中出现，模式（y
 /x
 ）1
 必须是国家1中个人最喜好的模式，而模式（x
 /y
 ）2
 必须是国家2中的个人最喜好的模式，也就是下面两个条件必须成立：


U
 1
 （y
 /x
 ）＞U
 1
 （x
 /y
 ） 当且仅当p
 ＜（a
 1y

 /a
 1x

 ）k
 2β
 -1



U
 2
 （x
 /y
 ）＞U
 2
 （y
 /x
 ） 当且仅当p
 ＞（a
 2y

 /a
 2x

 ）k
 2β
 -1


两个不等式在一起意味着（a
 2x

 /a
 2y

 ）＞（a
 1x

 /a
 1y

 ），而这又同（a
 2x

 /a
 2y

 ）＜（a
 1x

 /a
 1y

 ）的假定相矛盾。同样，我们还可以证明，其他一些有比较劣势的模式也不可能在一般均衡中出现。

接下来，我们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和一般均衡的定义来看看，表2-1所列的各种结构在何种条件下会在一般均衡中出现。先考虑结构Ba，如果下面三个条件成立，则结构Ba是一般均衡结构。

第一，在此结构的角点均衡相对价格p
 =a
 1y

 /ka
 1x

 下，国家2中的个人宁愿选择专业生产y
 ［模式（y
 /x
 ）］，而不是自给自足（模式A）和专业生产x
 ［模式（x
 /y
 ）］。换句话说，下面的条件必须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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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一般均衡要求国家1中所有的个体都更喜欢模式（xy
 /y
 ）而不是其他模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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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家1中没有任何人完全专业生产x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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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k
 3
 ≥k
 0
 ，因此，当k
 ∈（k
 0
 ，k
 1
 ）时，条件（2.4）～（2.6）成立。因为当且仅当M
 1
 （1-β
 ）/M
 2
 β
 ＞［（a
 2x

 a
 2y

 ）/（a
 1x

 a
 1y

 ）］0.5
 时，k
 0
 ＜k
 1
 成立，所以当k
 ∈（k
 0
 ，k
 1
 ）和M
 1
 （1-β
 ）/M
 2
 β
 ＞［（a
 2x

 a
 2y

 ）/（a
 1x

 a
 1y

 ）］0.5
 成立时，结构Ba中的角点均衡是一般均衡。此处k
 1
 ≡a
 1y

 M
 1
 （1-β
 ）/a
 2y

 M
 2
 β
 。

同样，我们还能确定其他结构在一般均衡中出现的条件。这些条件总结在表2-2中。

表2-2 李嘉图模型的一般均衡及其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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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
 0
 ≡（a
 2x

 a
 1y

 /a
 1x

 a
 2y

 ）0.5
 ，k
 1
 ≡（1-β
 ）a
 1y

 M
 1
 /βa
 2y

 M
 2
 ，k
 2
 ≡βa
 2x

 M
 2
 /［（1-β
 ）a
 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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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从表2-2可知，如果k
 ＜k
 0
 ，则一般均衡结构是自给自足（结构A）。如果k
 ＞k
 0
 且M
 1
 /M
 2
 ＞（a
 2x

 a
 2y

 /a
 1x

 a
 1y

 ）0.5
 β
 /（1-β
 ），则当k
 ＜k
 1
 时，一般均衡是结构Ba；当k
 ＞k
 1
 时，一般均衡是结构C。如果k
 ＞k
 0
 且M
 1
 /M
 2
 ＜（a
 2x

 a
 2y

 /a
 1x

 a
 1y

 ）0.5
 β
 /（1-β
 ），则当k
 ＜k
 2
 时，一般均衡是结构Bb；当k
 ＞k
 2
 时，一般均衡是结构C。一个需要说明的要点是，各种结构是在相应的参数子空间内进行比较的。例如，结构Ba 只有在M
 1
 /M
 2
 ＜（a
 2y

 /a
 1y

 ）β
 /（1-β
 ）时才可能被选择。在此书中，我们用所有个体的专业化水平和职业模式的多样化来定义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如果在一种结构中，所有个体的专业化水平不比其在另一种结构中的专业化水平低，且其中一些人的专业化水平在前一种结构中要高于后一种结构，我们就说前一种结构的分工水平要高于后者；如果一种结构中的所有人的专业化水平不低于另一种结构，且前一结构中职业模式的多样化要高于后一种结构，则我们就说前一种结构的分工水平要高于后者；如果一种结构中的一些人的专业化水平要高于另一种结构，但另一些人的专业化水平低于后者，则比较两种结构的专业化水平就要困难得多。对分工水平的一个更严格且更易于比较的定义，可参见杨小凯（2001）。

表2-2意味着，随着交易效率系数从一个低值提高到k
 0
 ，然后提高到k
 1
 或k
 2
 ，一般均衡从自给自足跳到局部分工，然后到完全分工。至于转型结构究竟是Ba还是Bb
 ，则取决于两个国家的相对人口规模与其相对偏好、相对生产力的比较。均衡结构和内生变量随着参数变化在不同角点均衡中的这种非连续性跳跃，就被称为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由于我们假定（a
 1x

 /a
 2x

 ）＞（a
 1y

 /a
 2y

 ）或国家1在商品x
 的生产上有比较优势，我们可以用r
 =r
 1
 r
 2
 ≡（a
 1x

 /a
 2x

 ）/（a
 1y

 /a
 2y

 ）测量外生技术比较优势程度。将k
 0
 ，k
 1
 ，k
 2
 对r
 1
 和r
 2
 求导，我们得到：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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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k
 0
 /∂r
 2
 ＜0 ∂k
 1
 /∂r
 2
 ＜0 ∂k
 2
 /∂r
 1
 ＜0

这意味着，对一个给定的k
 值，比较优势程度越大，则越有可能k
 ＞k
 
i

 （i
 =0，1，2），即均衡的分工水平就可能越高。

结构C成为一般均衡的全部条件是，或者1＞k
 1
 且M
 1
 /M
 2
 ＞（a
 2x

 a
 2y

 /a
 1x

 a
 1y

 ）0.5
 β
 /（1-β
 ）；或者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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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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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2
 ＜（a
 2x

 a
 2y

 /a
 1x

 a
 1y

 ）0.5
 β
 /（1-β
 ）。这两个条件意味着，C要成为一般均衡，则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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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β
 /（1-β
 ）

这意味着，两个国家的相对人口规模既不过大，也不过小。由于有一个国家中的个人在结构C中的专业化水平要高于结构Ba或Bb，且由于分工水平同个体的专业化水平呈正相关，结构C的分工水平就要高于结构Ba或Bb。这说明相对人口规模与相对偏好及相对生产力之间相平衡的程度越大，均衡的分工水平就越高。

现在我们考虑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对经济发展的含义。为此，我们要计算自给自足中的总合产量组合。如果自给自足是一般均衡，则每个人的边际替代率等于边际转换率。这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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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下标i
 代表国家i
 。再加上生产函数x
 
i

 =a
 
ix

 l
 
i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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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iy

 l
 
iy

 ，以及禀赋约束l
 
ix

 +l
 
iy

 =1，就意味着l
 1x

 =l
 2x

 =β
 ，l
 1y

 =l
 2y

 =1-β
 。用所有的条件消去偏好参数β
 ，或者用生产函数、禀赋约束以及条件l
 1x

 =l
 2x

 和l
 1y

 =l
 2y

 ，我们能够证明，自给自足中的均衡总合产量组合必须满足：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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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1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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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X
 /（a
 1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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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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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图2-1中的线EG。此线的斜率是dY
 /dX
 =-（a
 1y

 +a
 2y

 ）/（a
 1x

 +a
 2x

 ），其值在-a
 1y

 /a
 1x

 和-a
 2y

 /a
 2x

 之间。也就是说，此线较图2-1中的FG平缓，又较EF陡峭。因此，如果一般均衡是自给自足，则生产发生在EG的一点上，均衡总合产量组合在EG上的准确位置，则取决于偏好参数的值。从图2-1我们可以看到，总合生产可能性边界（PPF）是EFG。由于线EG低于PPF，自给自足中的总合生产力就低于分工时的总合生产力，而后者的总合生产力则同PPF相关联。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均衡的总合生产力将从EG非连续地跳到PPF。EFG与EG 之差，则可以被定义为分工经济。

有趣的是，在李嘉图模型中，即使没有规模经济，或者总合生产集是凸集，也存在分工经济。总合生产集是图2-1中由纵轴和横轴、EF和FG及其边界包围的区域。这意味着，均衡中决策者选择的生产力水平将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而内生地提高。如果交易效率很低，则由于分工经济同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同PPF相关联的高生产力就不会是帕累托最优。

罗森（Rosen，1978）将分工经济称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它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互补经济。这意味着，对社会而言的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会随着均衡分工网络的扩大而提高。这被布坎南和姚顺天（Buchanan and Yao，1994）称为“一般递增报酬”，被杨格（Young，1928）称为“社会性递增报酬”。这种递增报酬即使在没有规模经济的条件下也会出现。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以及个人职业模式的多样性，则是分工网络的两个方面。

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一般均衡机制。在这个机制中，外生比较优势和交易效率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如果交易条件改善，则经济发展可以在没有生产函数或禀赋的外生变化时产生。同样，在这一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不需要外生偏好的变化。假定交易效率从低于k
 0
 提高到高于k
 0
 的水平，然后提高到大于k
 1
 或k
 2
 的一个k
 值，则一般均衡会从自给自足跳到局部分工，然后跳到完全分工。在自给自足中，每个人生产他消费的所有商品，没有诸如农民和工人这样的不同职业。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不同的职业从分工的演进中出现。这一过程可以视为经济结构的变迁。假定x
 是食物，y
 是衣服，由于结构C中专业农民的数量少于自给自足中生产食物的人数（后者等于全部人口数），这种由于分工演进而导致的结构变迁，看起来就像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但究其本质，结构变迁是这样一个过程：每个人专业化水平提高；职业模式多样化程度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不同商品的市场数目提高；新的贸易品出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联系程度提高；市场容量及相应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生产的集中度提高；生产力水平提高。

随着一般均衡因交易条件改善而从Ba跳到C，职业模式（xy
 /y
 ）就被新的职业模式（x
 /y
 ）替代，后者比前者的专业化水平要高。这一过程被熊彼特（Schumpeter，1934）称为“毁灭性的创造”（destructive creation）。比如，罗森伯格和巴泽尔（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pp.145-184）、墨克（Mokyr，1990，1993，pp.26-110）和马克思（Marx，1967）描述的传统手艺人被大企业中专业化的工人替代的现象，就是新职业出现和旧职业消失的结果。如果考虑到转型成本，这一过程将是十分痛苦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样一种流行理论，即随着一个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该国得自贸易的好处将会下降的理论。很多发展经济学家认为，恶化的贸易条件是不发展的一个原因。我们模型中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则显示，这不是一个一般均衡的观点，并且可能会产生误导。让我们看一下表2-1和表2-2。假定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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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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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均衡结构将是Ba，此时国家1在相对价格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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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下出口x
 且进口y
 。假定现在交易效率提高，使得k
 的值为k
 ″＞（M
 1
 /M
 2
 ）（a
 1y

 /a
 2y

 ）β
 /（1-β
 ），该值大于k
 ′。因此，均衡就跳到结构C，此时相对价格是（M
 2
 /M
 1
 ）（a
 2y

 /a
 1x

 ）β
 /（1-β
 ）。这意味着，如果k
 ′＜（M
 1
 /M
 2
 ）（a
 1y

 /a
 2y

 ）（1-β
 ）/β
 ，当交易效率提高导致均衡从Ba跳到C时，国家1的贸易条件会恶化。显而易见，这种结构变迁的参数子空间是非空的。这样，当交易效率在该参数子空间内提高时，国家1的人均真实收入会比自给自足时的水平要高，尽管此时贸易条件的确是恶化了。这是因为交易条件的改善将使分工网络扩大，并且提高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以致生产力提高的好处超过贸易条件恶化的坏处。

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可以总结为以下命题。


命题2.1
 一般均衡由两个国家的相对生产力、相对偏好、相对人口规模以及交易效率水平决定。在其他参数给定时，交易效率的提高将使一般均衡从自给自足跳到局部分工，然后跳到完全分工。如果给定交易条件、相对人口规模和对两种商品的相对偏好，则比较优势的程度越大，均衡的分工水平越高。在交易条件给定的情况下，相对人口规模较之相对偏好及相对生产力越是平衡，均衡的分工水平就可能越高。随着均衡的分工水平提高，作为社会整体的均衡的总合生产力就会提高。在向高水平的分工演进的过程中，一国即使贸易条件恶化，它也可能从贸易中得到更多的好处。


有趣的是，在有外生比较优势的模型中，一般均衡的市场价格可能不由传统的边际成本定价法则决定。当结构Ba（或Bb）是一般均衡时，用y
 表示的商品x
 的市场价格等于国家1的（或国家2的）包括（或不包括）交易成本的边际机会成本。当结构C是一般均衡时，用y
 表示的商品x
 的市场价格由两个国家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决定，它不等于任何一个国家生产x
 的边际机会成本。这一结果证实了科斯的论点（Coase，1946），即在价格决定上，除用边际分析法外，还应该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在本书第4章，在产业组织文献（Tirole，1989，chapter 3）以及劳动合约文献（Azriadis，1975；Baily，1974；Gordon，1974）中，我们还可以发现非边际成本定价的其他例子。

在李嘉图模型中，交易效率k
 的提高（或交易成本系数1-k
 的下降）会提高总交易成本，因为k
 的提高会使一般均衡从低分工水平向高分工水平跳跃，从而提高交易的次数。有关交易成本的这个结果，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交易成本在收入中的份额会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而提高。诺斯（North，1986）发现了这种现象的经验证据。

为了将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能有效协调个人选择其专业化模式的决策的猜想形式化，我们必须证明一般均衡是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是这样一种资源配置及分工的网络结构，在这种资源配置及分工网络结构下，没有任何人能够在不减少他人效用的情况下增加其效用。用显示偏好的论证法可以证明，在消费者-生产者的李嘉图经济中，一般均衡是帕累托最优。这种证明的逻辑可以略述如下。

我们可以用反证法来建立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假定均衡不是帕累托最优，则存在一种较一般均衡更优的资源配置。这意味着，至少有一个人在这个更优的资源配置中效用要高于在均衡中的效用，而其他人的效用则至少会保持不变。现在，我们给所有人的消费、生产及贸易流人为地指定一个预算约束。这种消费、生产及贸易流由均衡价格下的这个更优的资源配置给定。一个人要在这个更优的资源配置中得到更大的效用，其支付必须超过其在均衡价格下在这一更优资源配置中获得的收入。因为根据最优化的定义，他在均衡价格下的最优决策不可能再改善。其他所有人在这个均衡价格下比一般均衡更优的资源配置中，必有一个有效预算约束。将所有个人的预算约束加总并消去价格，则可以看到，总合的禀赋约束条件被违反了。因此，这假定的更优资源配置是不可行的。这就建立起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意味着，市场最重要的功能是协调所有人选择其专业化模式的决策，从而使分工的正网络效应在除去交易成本后的净好处最大化。周林、孙广振和杨小凯（Zhou，Sun and Yang，1998）已经证明了一个在更广义类型的内生专业化模型中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定理。在他们的模型中，一组事前不同的消费者-生产者是一个连续统，每个人的偏好假定为理性、连续、递增，且在生产中允许不变报酬和局部递增报酬存在。本章中的李嘉图模型及第3章中有专业化经济的斯密模型只是他们模型中的特例。他们还建立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以及竞争性均衡集合与这个内生专业化的更一般的模型的经济核之间的等价性。这个结果意味着，如果一个结构中交易成本超过外生比较优势，或者如果在该结构中角点均衡不是帕累托最优，则自利的决策者在该结构中选择职业模式时，势必会有一个协调分工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该结构中不存在一组能使个体进行瓦尔拉斯决策以选择此结构中职业模式的相对价格。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不仅意味着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的，而且意味着均衡的分工结构是有效的。我们称一个角点均衡为一个给定分工结构下的最优资源配置，而称一般均衡分工结构为一种最优组织。组织效率的概念同经济发展的超边际分析有关，配置效率的概念则同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有关。

我们在第8章例8.10证明，对内生专业化的模型而言，如果个体的数量不是一个连续统，则可能因为整数问题而使一般均衡不存在。

2.4 人均真实收入、GDP、GNP和PPP

很多发展经济学家用人均GDP或人均GNP及其增长率来测量发展绩效。GDP是一个国家国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值。GNP等于GDP加上来自国外的净要素收入。很多发展经济学家批评用GNP来测度发展绩效。他们建议用一些社会指标，如预期寿命、识字率、婴儿死亡率和收入不平等程度来测度发展绩效。这种测度方法有很多问题。第一，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可能因为扭曲或分工的演进而引起。例如，政府对银行和其他很多部门的垄断会产生无效率的分工结构，并使市场范围缩小。这正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但是，在宪政秩序和公平竞争的条件下，分工的演进会产生一个新的职业企业家的活动。职业企业家的工作就是试验不同的经济组织模式并承担试验风险（见第14章）。这意味着，企业家将有一定的概率发财或破产。破产意味着负（在自杀情况下将是负无穷大）的收入，而成功的冒险则可能使一个企业家非常富有，尽管企业家的预期收入几乎同其他较低风险的职业相同。因此，当职业企业家从高分工水平中出现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也会提高。但只要有自由进入和自由定价，这种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升就可能会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

用预期寿命、识字率、婴儿死亡率指标来测度福利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每一对变量之间都有很多种可能的两难折中。个人福利的最大化同这些两难冲突的最优折中有关，而不是其中单个变量值的最大或最小化。福利分析最终关心的是个人的效用。因此，我们将效用称为人均真实收入。我们现在用简单的李嘉图模型来显示，人均真实收入不同于人均GNP，因此用人均GNP来测度发展绩效可能出现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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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的区间内，结构Ba出现在均衡中。在这个简单的模型中，人均GNP等于人均GDP，因为没有劳动的贸易。在计算GNP的一般做法中，大多数自给的服务都没有被计入GNP。因此，国家1用商品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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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均衡值由结构Ba的市场出清条件给定。国家2的人均GNP是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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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决策问题给定。同样我们可以发现结构C中的人均GN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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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2-1中容易发现，结构Ba中的两个国家的人均真实收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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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证实，当均衡出现在结构Ba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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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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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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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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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C） I
 2
 （Ba）=I
 2
 （C）

也就是说，用人均真实收入（效用）来进行不同分工模式的福利比较，同用人均GNP进行福利比较不一致。这就显示，基于人均GNP概念的发展，绩效分析可能出现误导。人均GNP计算的误导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个概念不计算或低估自给的服务。因此，相对于一个低分工水平的国家的福利而言，它可能会高估一个分工水平很高的国家的福利，前者的自给服务水平往往很高。第二，交易成本对人均真实收入有负效应。但交易成本和提高交易服务的部门的收入则被算为人均GNP的一部分。因此，人均GNP高估了一个高分工水平的国家的福利，因为高分工同高交易成本水平相关。

例如，1997年，美国的人均GNP高出澳大利亚40%。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美国的分工水平要高于澳大利亚。例如，美国很多作家依靠专业化的出版代理机构来处理出版事务，而这种专业化的出版代理机构在澳大利亚并不多见。但是，根据很多在1997年有过在两个国家生活经历的人的感受，两个国家之间人均真实收入的差距要比人均GNP数字反映的小得多。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这一数字忽略了澳大利亚的一些非商业化的真实收入，而这部分真实收入在美国则已商业化。其他原因则是，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分工水平很高，在美国的每个人都为此而花费比澳大利亚更多的交易成本。这个交易成本被计算成人均GNP 的一部分，但它对人均真实收入（效用）有负效应。

在一个有贸易的结构中，两个国家用商品y
 表示的真实工资是不同的。考虑结构Ba，让国家1中一个人生产的用y
 表示x
 的价值等于用来生产x
 的劳动价值，我们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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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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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国家1的工资率。这些再加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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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均衡值，就会产生国家1的均衡工资率，即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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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同样我们可以发现国家2中用商品y
 表示的均衡工资率，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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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对于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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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回忆一下，当k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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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均衡结构是Ba，这时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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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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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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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则我们可以看到，用工资率表示的福利分析相对于用人均GNP表示而言，更接近用人均真实收入表示的福利分析。在这个一般均衡的模型中，如果两个国家使用相同的货币，则我们可以认为其名义汇率为1，而其用两国劳动力价格表示的真实汇率则为w
 1
 /w
 2
 。如果一个国家的工资率经过该汇率调整，则两个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也会相同。这种调整同根据购买力平价的调整有关。因此，默迪逊（Maddison，1995）根据购买力平价对人均GNP所做的调整，使调整后的人均GNP更接近人均真实收入。但正如我们在这个例子中已经显示的，根据PPP调整后的人均GNP仍然不同于人均真实收入。

我们这里的讨论不考虑通货膨胀对测度发展绩效的影响。在第16章中，我们将在斯密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货币，并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

2.5 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

在16世纪经济发展的早期，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用保护关税在国际贸易中寻租（Ekelund and Tollison，1981）。18～19世纪，这种重商主义的做法在一些欧洲国家被自由贸易政策所取代。根据斯密（Smith，1776）的观点，自由放任政策比保护关税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仍然用保护关税来操纵贸易条件，以便争得贸易好处中的更大份额。这种贸易政策有时同所谓的进口替代战略有关。但是，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政府，用免税日、出口加工区，以及其他一些政策工具来降低关税。这种贸易自由化政策有时被称为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很多经济学家争辩，涉及关税削减的贸易自由化政策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强大发动机（Krueger，1997；World Bank，1996）。最近，双边和多边关税谈判已成为贸易自由化的一个驱动力。问题是，既然自由贸易对各方都有利，那么为什么实现自由贸易会如此困难？且贸易谈判对贸易自由化是如此重要，为什么一些政府选择单方面的保护关税时，另一些政府却选择自由放任的贸易政策？我们又如何用一般均衡模型来解释政府政策从保护关税向自由贸易或导致贸易自由化的关税谈判政策的转变？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政府关税引入李嘉图模型来回答这些问题。


例2.2
 内生贸易政策的李嘉图模型（Cheng，Sachs and Yang，2000）。
 在2.2节的模型基础上，假定国家i
 （i
 =1，2）的政府征收税率为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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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从价关税，且将所有的关税收入均等地分配给国家i
 中所有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预算约束也相应地发生变化。比如，模式（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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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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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国家i
 的关税税率，R
 
i

 是国家i
 中每个居民得到的关税收入。个体得到给定的转移支付数量。在均衡中，总的转移支付数量等于总关税收入。同样，我们假定国家i
 的交易效率系数为k
 
i

 ，而不同国家的此系数可能不同。

运用2.3节中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解出每一结构的角点均衡。所有的角点均衡解见表2-3。

表2-3 角点均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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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角点均衡解-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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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看出，如果t
 1
 =t
 2
 =0且k
 1
 =k
 2
 ，表2-3就简化为表2-1。李嘉图模型预测，如果t
 1
 =t
 2
 =0，则生产两种商品的国家将不能从贸易中得到任何好处。表2-1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结果：当一般均衡为结构Ba（或Bb）时，生产两种商品x
 和y
 的国家1（或国家2）中的个人效用水平同其在自给自足时相同。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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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引入关税，故事就会发生变化。在表2-3中，如果一般均衡出现在结构Ba（或Bb），则生产两种商品的国家的个体效用水平将高于其在自给自足时的效用水平。在结构Ba中，∂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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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或在结构Bb中，∂U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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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这意味着，如果生产一种商品的国家的关税率给定，则生产两种商品的国家可以通过提高关税率来提高其福利水平。这是因为，生产两种商品的国家决定贸易条件，并能通过征收关税来从贸易中得到更大份额的好处。生产两种商品的国家得到的好处，就是其贸易伙伴付出的代价。可以证明，在结构Ba中，∂U
 2
 /∂t
 1
 ＜0，而在结构Bb中，则∂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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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如果生产两种商品的国家征收的关税高到某一临界点，则另一国可能会想到从贸易中撤退。如此的话，两个国家都会遭受损失。

同生产两种商品的国家相反，完全专业化的国家对贸易条件不能产生任何影响。如果它征收关税的话，只会伤及自身。这一结果可从表2-3中看出，在结构Ba中，∂U
 2
 /∂t
 2
 ＜0，而在结构Bb中，∂U
 1
 /∂t
 1
 ＜0。

如果两个国家都能影响贸易条件（如结构C），则贸易的好处将会由两个国家分享。但是，由于结构C中，∂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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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且∂U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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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即每个国家都能在其他国家关税率不变时通过提高其自身关税率而得益，故每个国家都有可能被诱惑尽可能地提高其关税水平。但如果两个国家都提高关税，两国的情况都可能恶化。可以证明，在结构C中，∂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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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趋于无穷大时，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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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趋于无穷大时，U
 2
 会趋于0。这就意味着，当一个国家将其关税提高到一个足够高的水平时，其他国家的情况不仅会边际地变坏，而且会非连续地（超边际地）从贸易跳到自给自足状态。

上述分析是在瓦尔拉斯体制下进行的。为了分析两个国家的政府行为，我们还要考察另外两种体制：纳什对策（博弈）和纳什关税议价对策（如果你不熟悉这两个概念，可以阅读第8章的8.3节和8.4节）。

首先假定两个国家的政府玩一场纳什对策游戏。在给定其他国家关税率水平以及所有个体进行瓦尔拉斯决策时，每个政府都选择能使其国内居民效用最大化的关税率。对每一种结构（A，Ba，Bb或C），一个纳什角点均衡都能计算出来。纳什一般均衡是四个纳什角点均衡中的一种。首先考虑结构Ba。由于此结构中∂U
 2
 /∂t
 2
 ＜0，国家2的政府的均衡策略就是征收零关税。由于∂U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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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且∂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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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倘若国家2中的所有个体都不会偏离模式（y
 /x
 ）2
 ，则国家1的政府的均衡策略就是征收尽可能高的关税。如果结构Ba中的纳什角点均衡是纳什一般均衡，则国家2中每个人的境况都比自给自足时要稍好，但大部分贸易好处都流向国家1。也就是说，这一结构中的关税游戏的纳什角点均衡产生了一个贸易好处的分配模式，它同没有关税时的分配模式恰恰相反。在没有关税时，所有的贸易好处都流向了国家2。

由于关税导致福利损失，所以，这个纳什角点均衡并非帕累托最优。但当除去交易成本后的贸易净好处趋于零时，关税引起的扭曲也趋于零。如果每个政府都能选择任意水平的关税（包括零关税），则当结构Ba为一般均衡时，没有关税的瓦尔拉斯均衡不会出现，因为国家1的政府有激励提高关税而偏离这一“均衡”。

由于结构Bb与Ba对称，我们能得到一个相似的结果：纳什关税对策均衡会使贸易好处的分配模式颠倒过来，并产生扭曲。

现在，我们考虑结构C。由于该结构中，∂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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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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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U
 2
 /∂t
 1
 ＜0，∂U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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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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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每个政府的纳什角点均衡策略是，倘若他国的个体不偏离此分工模式，则它就征收尽可能高的关税。这意味着，此结构中完全分工的好处将几乎全部被关税战导致的福利损失耗尽。如果纳什一般均衡出现在此结构中，这一结构可能会对两个国家都产生严重的福利损失。这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由于自利决策之间的协调困难，对双方都有利的好处不能实现（见第8章8.5节）。

现在假定两国政府玩一场纳什关税议价对策游戏。这一游戏在考虑两国关税率时将两国净好处的纳什积最大化。纳什积是两个国家个体实现的效用和谈判底线效用之差的积。纳什关税谈判均衡可分两步求解：①在一个给定结构下，求解一个局限纳什议价对策，此时将其他结构视为谈判底线；②两国政府在选择结构上进行讨价还价。

在将自给自足作为谈判底线时，结构C的纳什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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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2-3给定。结构C的纳什议价角点均衡则由将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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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化的条件决定。两个一阶条件∂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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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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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这一条件产生了纳什关税谈判对策的解：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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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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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这意味着，纳什关税谈判的结果将产生一个双边自由放任的贸易政策。但由于存在利益冲突，这种自由放任的贸易政策在缺少关税谈判时不能产生。

尽管这一纳什议价对策游戏没有设定风险，但策士对风险的态度“扮演着中心角色”（Osborne and Rubinstein，1990，p.10）。只要其他策士的行为存在不确定性，谈判就有可能破裂。这样，每个政府都倾向于在谈判中将其国民预期效用最大化。事实上，纳什积可以视为一个策士预期得到的净好处，其中另一策士的净好处代表了实现前一策士净好处的概率。根据纳什（Nash，1950）的观点，纳什议价解是非合作博弈的结果，尽管事实上好处是在策士之间公平地分享。

如果每个政府都能决定是否参与关税谈判游戏，则很显然，当结构Ba或Bb出现在一般均衡中时，没有关税谈判将是一个纳什均衡，因为生产两种商品的国家能从单方面关税中得到贸易的大部分好处。当结构C出现在一般均衡中时，则一般均衡必须涉及关税谈判，因为此时两国政府都宁愿进行关税谈判而避免关税战。显然，在关税谈判中两国将得到比关税战中更多的净好处，因为此时纳什关税议价均衡（同没有关税的瓦尔拉斯均衡一致）是帕累托最优。

这一结果解释了尽管自由放任的贸易政策对所有国家都有好处，但其实现也很困难的原因。当一个国家的主权在国际贸易中能通过税收权力而寻租时，由于囚徒困境中的协调困难，关税谈判就成为双方充分得到贸易好处的关键。遵循前面的方法我们可以证明，在内生贸易政策的模型中，随着交易效率k
 的提高，一般均衡会非连续地从自给自足跳到结构Ba或结构Bb，然后跳到结构C。在表2-3的相应参数空间一栏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从结构A到结构C的转型阶段，低交易效率和（或）大人口规模的国家会生产两种商品。这就为关于有利运输的地理条件与政府开放政策之间存在正相关的预测提供了一个正式的理论。

对以上分析进行概括，我们得到命题2.2。


命题2.2
 在一个两国政府都能选择关税水平和决定是否参与关税谈判的模型中，如果局部分工是一般均衡，则均衡是一个没有关税谈判的纳什关税均衡，大部分的贸易好处都会流向生产两种商品且有着更低交易效率的国家。如果完全分工是一般均衡，则导致双边自由放任贸易政策的纳什关税均衡将出现。


命题2.2可用来解释两种现象。第一，尽管关税会引起扭曲，但关税还是会被一个交易效率低下的欠发达经济体的政府用来从贸易中得到更大份额的好处，因为没有关税的瓦尔拉斯均衡贸易条件对欠发达国家是非常不利的。第二，当交易条件没有充分改善，以致均衡同中间水平的分工相联系时，一个国家（交易效率低且不完全专业化）可能更愿意实行单方面关税，而另一个国家（交易效率高且完全专业化）则可能更倾向于单方面的自由放任政策。但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所有国家可能都更愿意进行关税谈判而非实行单方面的关税。

在16世纪，重商主义者鼓吹用单方面的关税手段在国际贸易中寻租。在18～19世纪，欧洲一些国家开始实行贸易自由化。但是，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仍然采用单方面的关税保护措施。最近，关税谈判变得越来越流行。一些经济学家用瓦尔拉斯模型解释自由放任贸易政策的出现，但这种模型不能解释为什么其他贸易政策会在很多国家长时间持续。另外一些经济学家用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理论来解释单方面关税向贸易自由化的转变（Balassa，1980），但该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自由放任贸易政策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不稳定，为什么单方面保护性关税和自由放任贸易政策会同时存在，或者为什么关税谈判会成为自由贸易以及充分利用贸易好处的必要手段。对于为什么单方面关税保护措施会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流行，为什么贸易自由化更可能在经济发展的后期发生，以及上面提到的一些问题，本章中的命题2.2似乎提供了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

在下一个例子中，我们将2×2李嘉图模型扩展为三个国家的模型。该模型将显示，即使一个国家较另一国存在比较优势，这个国家也可能被排除在贸易之外。


例2.3
 有三个国家的李嘉图模型。
 假定每个国家的交易效率不同，比如，k
 1
 ，k
 3
 ＞k
 2
 ，其中，k
 
i

 是国家i
 的交易效率系数。我们将显示，在任一单个商品的生产上同时较其他两个国家没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以及（或者）交易效率很低的国家，将被排除在贸易之外。

假定国家i
 （i
 =1，2，3）的生产函数和命题2.2相同，并且（a
 3x

 /a
 3y

 ）＜（a
 2x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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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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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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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国家1在商品x
 的生产上较其他两国有比较优势，国家2在商品x
 的生产上较国家3有比较优势，且在商品y
 的生产上较国家1有比较优势，国家3在商品y
 的生产上较其他两国有比较优势。

我们将只考虑贸易国完全专业化的情形。基于例2.2中讨论的类似原因，所有涉及比较劣势商品贸易的结构都不会出现在一般均衡中。我们现在证明，如果一个结构中贸易只涉及这三个国家中的两个，那么这两个贸易国一定是国家1和国家3。也就是说，交易效率最低的国家和（或者）在任一单个商品生产上同其他两个国家相比不同时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将会被排除在贸易之外。

我们首先证明只有国家1和国家2进行贸易、或者只有国家2和国家3进行贸易的情况不可能发生。我们用反证法来证明这一点。假设只有国家1和国家2进行贸易，只有在国家2中的个人更愿意专业化生产y
 ［或模式（y
 /x
 ）2
 ］而非自给自足，并且国家3宁愿自给自足而非专业化生产y
 时，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出现在一般均衡中，并有下列不等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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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不同模式的间接效用函数见表2-1。这两个不等式在一起意味着（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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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假定相矛盾。

现在，我们再假定只有国家2和国家3进行贸易。这种情形在一般均衡中出现，只有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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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假定相矛盾。因此，如果只有两个国家进行贸易，则这两个国家一定是国家1和国家3。

接下来，我们考察只有国家1和国家3进行贸易的分工结构出现在一般均衡中的条件。这些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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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该结构中的角点均衡相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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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足此条件的参数空间当然是非空的。例如，如果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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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时才成立。如果两个国家的相对人口规模与相对偏好相差不是太悬殊，两个国家的交易条件足够好，并且两个国家的比较优势程度［由（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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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定］很大时，上述条件才能够满足。

总结上述分析，我们可得到命题2.3。


命题2.3
 在一个特定参数空间下的3×2李嘉图模型中，在任一商品的生产上较其他两个潜在的贸易伙伴不同时具有比较优势，并且（或者）交易效率低下的国家将被排除在贸易之外。


这一命题可以调和近年来关于国际竞争力的两种不同的观点。克鲁格曼（Krugman，1994）说，一个国家应该集中精力促进自由贸易，而强调国际竞争力则是“一个危险的迷途”。但是，萨克斯（Sachs，1996）和布莱斯特维兹（Prestowitz，1994）则认为，国际竞争力在提高一国福利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国际竞争力由一国的交易效率测定，则命题2.3证实，竞争力的确很重要。命题2.3意味着，仅有比较优势并不足以从贸易中得到好处。当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有比较优势但其交易效率低下，或者（并且）对其他两个潜在贸易伙伴不同时具备任何比较优势时，这个国家可能就被排除在贸易之外。但是，该命题也同样支持克鲁格曼的观点，即一个国家应该集中于促进自由贸易且提高交易效率。在我们的模型中，通过削减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提高交易效率k
 ，可以促进自由贸易的发展。如果k
 非常低，则没有贸易出现，这时无论是绝对优势还是比较优势，都无益于贸易。由于在我们的模型中，贸易自由化政策带来的交易效率系数的提高，可以使一般均衡从低分工水平跳到高分工水平，因而较之传统边际分析，它更加主张自由贸易。这样，国际竞争力和自由贸易对提高一国的福利都是重要的因素。克鲁格曼强调贸易自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追求国际竞争力往往成为阻碍自由贸易的一个借口。

这一节将关税引进模型之后，可以显示，当所有政府都允许选择其关税水平，且局部分工出现在一般均衡中时，高关税的国家和（或）交易条件更糟（一个小的k
 值）的国家将被排除在贸易之外。因此，在一个由很多国家组成的世界经济中，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将削减关税，以避免被排除在贸易之外。这就意味着，即使在局部分工的情况下，由于条件相当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税率也会被降低。

另外，由于一个更高的k
 值将增加国际贸易参与国的数量，这反过来又会保证一种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即使局部分工出现在一般均衡中时也是如此。被排除在国际贸易之外的那个国家的交易效率k
 的一次足够大的提高，将能够保证所有国家实行零关税率，即使在一般均衡同局部分工相联系时也是如此。这一结果意味着，对贸易制度由保护关税向贸易自由化的转变，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这种转变可归因于分工水平的提高（由局部分工转向完全分工），而这种提高又是由运输条件的改善引起的。第二种解释是，这种转变可归因于国际贸易参与国数量的增加，而这又是由那些原先被排除在国际贸易之外的国家的交易效率提高引起的。由于k
 的提高既可以由运输条件的改善（新的运输技术的出现或运输基础设施的发展）引起，也可以由制度性变化（更有效地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或更具竞争性且高效的银行制度）引起，因此，我们可以将贸易制度的这种转型视为运输条件和制度环境改善的结果。

2.6 比较禀赋优势和交易效率

在这一节里，我们考虑有两个不同禀赋和交易条件的国家的赫克歇尔-俄林（H-O）模型。H-O模型能够用来显示，在没有李嘉图技术比较优势的情况下，分工经济可能会因两个国家之间外生的禀赋差别而出现。在H-O模型的基础上，一些核心的新古典贸易理论被发展起来了。在这一节里，我们同时运用H-O模型的一般均衡超边际和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来证明，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均衡的分工水平和生产力会提高。特别是，我们将考虑同H-O定理、SS定理以及要素价格均等化（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FPE）定理相关的比较静态分析。


例2.4
 有交易成本的H-O模型。
 考虑有交易成本和两国间存在比较禀赋优势的H-O模型。在两种商品和要素市场上存在完全竞争，要素在一国内部可以自由流动，但是在跨国之间不能自由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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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具有劳动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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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资本K
 
i

 禀赋，这些禀赋可以用来生产两种消费品x
 和y
 。国家i
 中一个代表性消费者的决策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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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

 和y
 
ji

 分别是从国外购买的商品数量，或者是从国家j
 运到国家i
 的商品数量，w
 
i

 和r
 
i

 分别是国家i
 的工资率和资本租金。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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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为0，或者说允许存在角点解。由于存在交易成本，同种商品的价格在不同国家可能是不同的。进口到国家s
 的商品t
 的价格p
 
st

 可以视为CIF（进口价格包括保险和运费），而从国家s
 出口的商品t
 的价格p
 
st

 则可以视为FOB（进口价格不包括保险和运费）。由于允许角点解存在，一个消费者的决策就像前面部分一样，依赖于专业化模式。

除自给自足外，在H-O模型中还存在8种不同的贸易结构。用第一个字母表示由国家1生产的商品，第二个字母表示由国家2生产的商品，用下标i
 表示国家i
 ，则我们有如下结构（见图2-3）：x
 1
 y
 2
 （国家1生产x
 ，国家2生产y
 ）；y
 1
 x
 2
 （国家1生产y
 ，国家2生产x
 ）；xy
 1
 y
 2
 （国家1生产两种商品，国家2生产y
 ）；xy
 1
 x
 2
 ，x
 1
 xy
 2
 ，y
 1
 yx
 2
 ，yx
 1
 xy
 2
 （每个国家生产两种商品，国家1出口y
 进口x
 ）；xy
 1
 yx
 2
 （每个国家生产两种商品，国家1出口y
 进口x
 ）。最后两种结构可以归结为内点结构，因为他们都是基于每个国家的内点解。前面六种结构都至少涉及一个国家的角点解，并因此可以归结为角点结构。内点结构的概念同多样化锥体（diversification cone）的概念有关，后者是在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Lerner，1952；McKenzie，1955）。它可以定义为要素禀赋的范围，在此范围内一国在给定价格下生产两种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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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可能的贸易结构

我们首先考虑结构yx
 1
 xy
 2
 ，其中x
 21
 =y
 12
 =0。两个国家代表性消费者的决策问题的一阶条件是

（∂u
 1
 /∂x
 1
 ）/（∂u
 1
 /∂y
 1
 ）=p
 1x

 /p
 1y

 （∂u
 1
 /∂x
 1
 ）/（∂u
 1
 /∂y
 21
 ）=p
 1x

 /p
 2y



（∂u
 2
 /∂x
 2
 ）/（∂u
 2
 /∂y
 2
 ）=p
 2x

 /p
 2y

 （∂u
 2
 /∂x
 12
 ）/（∂u
 2
 /∂y
 2
 ）=p
 1x

 /p
 2y



可得：


p
 2y

 =k
 1
 p
 1y

 =k
 1
 p
 1x

 =k
 2
 p
 2x



我们假定国家1生产的商品y
 是标准商品，因此p
 1y

 =1。令p
 ≡p
 1x

 ，因此，p
 2x

 =p
 /k
 2
 且p
 2y

 =k
 1
 。

假定国家i
 对x
 和y
 的生产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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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
 
s

 
i

 和y
 
s

 
i

 分别为两种商品的产出水平，L
 
ij

 （i
 =1，2；j
 =x
 ，y
 ）是国家i
 用于生产商品j
 的劳动数量，K
 
ij

 为相应的资本数量。在其生产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国家i
 中生产x
 的代表性企业将其利润最大化，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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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企业生产y
 的决策问题与此相似。由于规模报酬不变，两种商品的供应量和要素需求量是不确定的。但是，两个国家的两类企业的四个决策问题的一阶条件是

∂π
 
i

 /∂L
 
ij

 =w
 
i

 ∂π
 
i

 /∂K
 
ij

 =r
 
i

 i
 =1，2，j
 =x
 ，y


可以用来将要素相对价格和要素的分配，表示为商品相对价格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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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
 ≡α
 
α

 （1-α
 ）1-α

 ，B
 ≡β
 
β

 （1-β
 ）1-β

 。每个国家的要素市场出清条件为


L
 
ix

 +L
 
iy

 =L
 
i

 K
 
ix

 +K
 
iy

 =K
 
i

 i
 =1，2

同企业决策的一阶条件一起，就可以解出资源分配问题，它也是商品相对价格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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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要素的相对价格是商品相对价格p
 的函数，这一相对价格可见式（2.6）。商品x
 的世界市场出清条件为


x
 1
 +x
 2
 +x
 12
 =x
 
s

 1
 +x
 
s

 2


决定均衡的商品相对价格p
 。注意，由于瓦尔拉斯法则，商品y
 的市场出清条件不独立于该等式。

不失一般性，我们假定β
 ＞α
 。容易证明，在均衡中，K
 
ix

 /L
 
ix

 ＞K
 
iy

 /L
 
iy

 ，当且仅当β
 ＞α
 。因此，该假定意味着，x
 行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而y
 行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我们还假定国家1的资本相对充裕，即K
 2
 /L
 2
 ＜K
 1
 /L
 1
 。

我们首先考虑结构yx
 1
 xy
 2
 的世界市场中的一般均衡，然后考虑结构xy
 1
 yx
 2
 ，并确定自给自足和角点结构的一般均衡的参数空间。结构yx
 1
 xy
 2
 的内点均衡概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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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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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i

 和Y
 
i

 分别是国家i
 中代表性消费者消费的两种商品的数量，即X
 1
 =x
 1
 ，X
 2
 =x
 2
 +k
 2
 x
 12
 ，Y
 1
 =y
 1
 +k
 1
 y
 21
 ，Y
 2
 =y
 2
 。

H-O定理指出，一个国家应出口其具有要素禀赋优势的商品。根据这一节的模型，H-O 定理再加上β
 ＞α
 （X
 部门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就意味着，如果K
 1
 /L
 1
 ＞K
 2
 /L
 2
 ，则国家1出口商品x
 进口y
 。考虑所有可能的结构，这意味着，图2-3中显示的结构yx
 1
 xy
 2
 ，xy
 1
 y
 2
 ，x
 1
 xy
 2
 或x
 1
 y
 2
 会出现在一般均衡中。

令均衡的L
 
ix

 和L
 
iy

 值大于或等于0，我们将参数β
 ，α
 ，θ
 ，K
 
i

 ，L
 
i

 和k
 
i

 的九维空间分割成子空间。比如，让L
 
ix

 ＞0，L
 
iy

 ＞0（i
 =1，2），我们可以确定一个内点结构成为一般均衡结构的参数子空间；让L
 
ix

 ＞0，L
 1y

 ＞0且L
 2y

 =0，我们可以确定结构xy
 1
 x
 2
 成为一般均衡结构的参数子空间。所有可能的贸易结构都可以在图2-3中找到，其中每个子图左边的圆圈代表国家1，右边的圆圈代表国家2；圆圈之间的线条代表商品流。在图2-3中，两个内点结构之间有所区别。在结构xy
 1
 yx
 2
 中，国家1出口y
 而国家2出口x
 ；在结构yx
 1
 xy
 2
 中，国家1出口x
 而国家2出口y
 。这两个结构都是内点结构，但前一结构同H-O定理不一致。

结构xy
 1
 x
 2
 ，y
 1
 xy
 2
 ，y
 1
 x
 2
 同H-O定理不一致。在这些结构中，资本充裕的国家1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y
 。我们首先确定要使其中三个结构成为一般均衡的参数空间为空。令式（2.7a）中的L
 
ix

 ，L
 1y

 ＞0且L
 2y

 ≤0，我们可以看到，结构xy
 1
 x
 2
 只有在K
 2
 /L
 2
 ＞K
 1
 /L
 1
 时才能被选择，而这又同K
 2
 /L
 2
 ＜K
 1
 /L
 1
 的假定相矛盾。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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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结构xy
 1
 x
 2
 在均衡中出现的参数空间为零。

同样，我们可以证明，如果式（2.8）成立，则同H-O定理不一致的结构y
 1
 xy
 2
 ，y
 1
 x
 2
 不可能是一般均衡。我们还可以证明，如果式（2.8）成立，则其他结构在一般均衡的参数子空间也为零。

一个内点结构要成为一般均衡，下列条件必须成立：L
 1x

 ＞0，L
 1y

 ＞0，L
 2x

 ＞0，L
 2y

 ＞0。这些条件等价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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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γ
 由式（2.7）给定，∂γ
 /∂k
 1
 ＞0且∂［γ
 /（k
 1
 k
 2
 ）］/∂k
 2
 ＜0。式（2.9a）意味着，k
 1
 既不太大也不太小；式（2.9b）意味着，k
 2
 既不太大也不太小；式（2.9c）意味着，两个国家的交易效率系数（k
 1
 k
 2
 ）不过大，且禀赋比较优势K
 1
 L
 2
 /L
 1
 K
 2
 相比于其他参数而言不过大；式（2.9d）意味着，交易效率系数（k
 1
 k
 2
 ）不小，且禀赋比较优势K
 1
 L
 2
 /L
 1
 K
 2
 也不小。因此，如果两个国家的交易效率既不过高也不过低，并且禀赋比较优势既不太大也不太小，则结构yx
 1
 xy
 2
 就会出现在均衡中。

现在我们考虑结构yx
 1
 xy
 2
 和自给自足之间的分界线。由于两个结构满足L
 
ij

 ＞0（i
 =1，2且j
 =x
 ，y
 ），为了确定分界线，我们必须计算出国内对x
 和y
 的超额需求。将均衡价格代入商品的国内需求和供给函数，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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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半不等式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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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到，γ
 2
 ＞γ
 1
 当且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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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η
 是两国交易效率和μ
 的乘积，其中μ
 代表比较禀赋优势程度。显然，若k
 1
 k
 2
 =1，则γ
 2
 ＞γ
 1
 ，当且仅当满足式（2.8）时成立。因此，如果式（2.8）成立，且两国的交易成本不超过比较禀赋优势，则结构yx
 1
 xy
 2
 就可能出现在均衡中。

随着k
 1
 和k
 2
 从1下降，γ
 2
 将趋于γ
 1
 。如果k
 1
 和k
 2
 足够小，则γ
 2
 =γ
 1
 成立，这意味着γ
 2
 ≥γ
 ≥γ
 1
 只有在γ
 =γ
 1
 =γ
 2
 时才成立。回忆一下式（2.10），这意味着，两个国家的国内超额需求为0，或者自给自足在均衡中出现。因此，结构yx
 1
 xy
 2
 和自给自足的分界线是


η
 =（k
 1
 k
 2
 ）1/（β
 -α
 ）
 （K
 1
 L
 2
 /K
 2
 L
 1
 ）=1

当η
 ≤1，自给自足出现在均衡中。式（2.12）加上式（2.9c）意味着，只有当β
 （1-α
 ）/α
 （1-β
 ）＞η
 ＞1时，结构yx
 1
 xy
 2
 才会出现在均衡中。

相应的，我们可以证实，如果任一国家的交易效率足够低，则自给自足就会出现在均衡中。首先，要注意这样的事实是，当dγ
 /dk
 1
 ＞0且k
 1
 k
 2
 =1时，γ
 ＞γ
 1
 ，这意味着，随着k
 1
 从1下降到0，γ
 的值将从大于γ
 1
 单调地向γ
 1
 下降。当γ
 降到γ
 1
 时，结构yx
 1
 xy
 2
 的均衡价格变得同自给自足时的国内价格相同。因此，当k
 1
 变得足够接近0时，国家1会选择自给自足，并且一般均衡将是自给自足。同样，我们还可以证明，当k
 2
 变得足够接近0时，国家2选择自给自足，并且一般均衡将是自给自足。这样，如果任一国家的交易效率太低，则一般均衡将是自给自足。随着交易效率提高，一般均衡将从自给自足跳到有贸易的结构。

为了排除结构xy
 1
 yx
 2
 ，我们假定在消费者决策问题中，x
 12
 =0，y
 21
 =0且x
 21
 ＞0，y
 12
 ＞0。遵从求解结构yx
 1
 xy
 2
 中局部均衡的相同程序，我们可以证明，这一结构中的均衡价格是p
 1y

 =1，p
 1x

 =p
 ，p
 2x

 =k
 2
 ，p
 2y

 =k
 1p

 ，且国家1对x
 以及国家2对y
 的国内超额需求为正，仅当满足下式时成立：


μ
 =（K
 1
 L
 2
 /K
 2
 L
 1
 ）＜（k
 1
 k
 2
 ）1/（β
 -α
 ）


这又同式（2.8）的假定k
 
i

 ∈［0，1］和β
 ＞α
 相矛盾。这意味着，结构xy
 1
 yx
 2
 出现在一般均衡中的参数子空间不存在，或者说，我们可以将这一结构从均衡结构的候选者中排除出局。

遵循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显示，结构x
 1
 xy
 2
 出现在一般均衡中的参数子空间由下式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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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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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k
 1
 k
 2
 足够大，且比较禀赋优势K
 1
 L
 2
 /L
 1
 K
 2
 较其他参数不算太大时，式（2.13a）才成立。由于d［γ
 /（k
 1
 k
 2
 ）1/（β
 -α
 ）
 ］/dk
 2
 ＜0，式（2.13b）意味着k
 2
 既不大也不小，而且比较禀赋优势K
 1
 L
 2
 /L
 1
 K
 2
 较其他参数不太小。因此，如果国家2的交易效率和比较优势既不太高也不太低，且国家1的交易效率很高，则一般均衡结构就是x
 1
 xy
 2
 。也就是说，如果k
 1
 较k
 2
 高，则国家1完全专业化，而国家2生产两种商品。由于在此结构中，国际贸易条件由国家2的国内贸易条件决定，大部分贸易好处都流向了生产一种商品的国家。

结构xy
 1
 y
 2
 出现在均衡中的参数空间由式（2.14）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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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k
 1
 k
 2
 足够大，且比较禀赋优势程度K
 1
 L
 2
 /L
 1
 K
 2
 不太小时，式（2.14b）才成立。由于dγ
 /dk
 1
 ＞0，式（2.14a）意味着，k
 1
 既不太大也不太小，且比较禀赋优势程度K
 1
 L
 2
 /L
 1
 K
 2
 不太大。因此，如果国家1的交易效率和比较优势既不太高也不太低，且国家2的交易效率很高，则均衡结构就是xy
 1
 y
 2
 。也就是说，如果k
 2
 较k
 1
 高，则国家1生产两种商品，而国家2完全专业化。

按照这种方法，我们可以确定每一种结构成为一般均衡的参数空间，结果总结在表2-4中。其中，η
 ≡（k
 1
 k
 2
 ）1/（β
 -α
 ）
 μ
 =（k
 1
 k
 2
 ）1/（β
 -α
 ）
 （K
 1
 L
 2
 /K
 2
 L
 1
 ），且β
 （1-α
 ）/α
 （1-β
 ）＞1＞α
 （1-β
 ）/β
 （1-α
 ）＞ 0。η
 是两国交易效率与代表比较禀赋优势程度的μ
 之间的乘积。

表2-4 一般均衡及其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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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说明，在我们假设式（2.8）的条件下，只要参数值满足一定条件，自给自足以及四种不同的贸易模式都能出现在一般均衡中。在所有四种贸易模式中，国家1都是出口商品x
 ［我们也可将式（2.8）的假设颠倒，则其他四种贸易模式将出现在均衡中，每一种模式都是以国家1出口商品y
 为特征］。

表2-4中所有的角点结构都同H-O定理一致。例如，如图2-3显示，在结构xy
 1
 y
 2
 中，资本充裕的国家1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x
 ，而劳动充裕的国家2则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y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每一种角点结构，市场出清条件都可以确定一种贸易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哪个国家出口哪种商品都是明确的。这意味着，H-O定理对表2-4中所有角点结构都成立，即使参数值在对应不同结构的不同临界区间转换时也是如此。

遵循前面分析李嘉图模型的同样方法，我们可以看到，自给自足的均衡总合产出组合低于生产可能性边界PPF。因为自给自足面临的约束条件是每个国家内的边际替代率必须等于边际转换率，因此，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均衡的分工和贸易水平就随之提高，其结果是总合生产力的跳跃。此处经济发展的一般均衡机制是，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各国或各类人更充分地利用其比较禀赋优势，均衡的生产力水平也随之提高。在习题8中，要求你将比较技术优势引入H-O模型，以重建命题2.4，并且证明在有比较技术和禀赋优势以及交易成本时，H-O定理可能不成立。

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的结果可以总结如下。


命题2.4
 如果任一国的交易效率足够低，并且（或者）比较禀赋优势很小，自给自足会出现在均衡中。如果两个国家的交易效率稍有提高，并且（或者）比较优势程度稍有提高，均衡就会转到每个国家生产两种商品的低分工状态。如果一个国家的交易效率进一步地提高，并且（或者）比较优势程度进一步提高，均衡就会转到一种二元结构。在此结构下，这个国家完全专业化，且得到大部分的贸易好处，而另外一个国家则生产两种商品。随着两个国家的交易效率进一步提高，并且（或者）比较优势程度也得到足够程度提高，则均衡就跳到了一个高的分工水平上。此时，每个国家只生产一种商品，且贸易的好处由两个国家分享。这种分工以及贸易依存度的演进，就使均衡的总合生产力得到提高。


表2-4以及式（2.7）显示，当k
 1
 =k
 2
 =1时，如果两个国家的禀赋比较优势既不高也不低，或者内点结构yx
 1
 xy
 2
 出现在均衡中，则国际贸易会使贸易国之间的要素价格均等，即使要素在跨国之间不能自由流动也是如此（Samuelson，1948）。容易看到，如果k
 1
 和k
 2
 不等于1，即交易成本不为零，要素价格均等化就不成立。此外，如果一个角点结构出现在均衡中，或者任一国家的交易效率以及（或者）比较禀赋优势既不太大也不太小，要素价格可能不会相等。习题11要求你证明，如果各国及各种商品的总要素生产率不同，相对要素价格也可能会不同，即使在没有交易成本的内点结构yx
 1
 xy
 2
 中也是如此。

SS定理是基于H-O 模型中的一个内点结构。在该模型中，两个国家都生产两种商品，且商品价格假定是外生的。该定理表明，如果资本密集（或劳动密集）商品的价格提高，则资本（或劳动）的价格会以更大比例提高，而同时劳动价格会以更大比例下降（或资本价格上升），该定理同经验证据并不吻合。
 
[1]

 由于一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的价格随着国际贸易的开放而提高，故SS定理的一个必然推论是，国际贸易对一国充裕的要素有好处，但对其稀缺的要素则有损害，从而关税就对一国的稀缺要素有利。这种预测同人们的日常感受不一致。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保护，可能会使收入分配边际地有利于工人，但会降低贸易和分工水平，因而降低全体人的收入，最终通常会损害工人的利益。按这种观点，SS定理为解释国际贸易的收入分配效果提供了一个理论。表2-4中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意味着，人们的日常感受可能比SS定理更接近现实。

我们的冰山交易成本相当于一个税收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所有的税收被用于支付给收税的官员。因此，我们的模型可以用于分析关税导致官僚成本的效果。SS定理忽视了关税和交易成本可能会使贸易结构发生非连续转变的超边际效果。正如表2-4所示，关税及相关的交易成本可能会使贸易结构在自给自足、x
 1
 y
 2
 和yx
 1
 xy
 2
 之间产生跳跃，而后者可能同SS定理不一致。

命题2.4意味着，当一个国家的交易效率较另一个国家单方面地下降时，一般均衡可能会从结构x
 1
 y
 2
 转到一个非对称的结构。此时，这个国家生产两种商品，且贸易的大部分好处流向了另一个国家。这是因为在一个非对称的结构中，国际贸易条件由生产两种商品的国家的国内贸易条件决定。这就将人们的日常感受形式化了，即虽然关税可以边际地改变贸易条件，且提高稀缺要素的收入，但它可能会因为降低了贸易水平及相应的所得，从而超边际地损害所有国内居民的利益。

最后，我们证明，即使在内点结构中，如果价格运动是由交易条件的变化引起的，SS定理也可能不成立。假定均衡发生在结构yx
 1
 xy
 2
 中，因此均衡价格由式（2.7）给定。国家2的贸易条件是P
 ≡p
 2y

 /p
 1x

 =k
 1
 /p
 ，其中p
 2y

 是用国家2的商品y
 相对于国家1的商品y
 的价格，p
 ≡p
 1x

 是国家1商品x
 对商品y
 的相对价格。对式（2.6）求导，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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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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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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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正可负，因为d
 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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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参数空间下为正，而在另一个参数空间下则为负。如果dp
 /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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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则∂（r
 2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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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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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符号同［∂（r
 2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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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d
 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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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符号相反。这样，如果k
 2
 的变化对r
 2
 /w
 2
 的间接效果超过直接效果，SS定理可能不成立。如果价格运动是由交易条件的变化引起的，SS定理的预言即使在多样化锥体内也可能是错误的。因为SS定理忽视了两个国家的价格差别、两个国家的交易条件、生产以及消费之间的一些反馈圈。

习题12～16会要求你证明，如果价格运动是由非中性的技术变化引起的，或者是由有比较技术和禀赋优势的模型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引起的，SS定理即使在多样化锥体中也可能不成立。同样，你还会被要求去证明，在一个角点结构中，SS定理可能不成立。如果价格运动是由贸易结构的超边际转换引起的，SS定理可能也不成立。

关键术语和复习

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

专业化水平和分工水平。

外生比较生产力优势产生的分工经济。

外生比较禀赋优势产生的分工经济。

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和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

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为什么一个国家即使其贸易条件恶化，也可能从贸易中得到更多的好处？

李嘉图模型和H-O模型的超边际分析的含义。

H-O定理、SS定理、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RY定理，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它们成立。

进一步阅读

李嘉图模型：Dixit and Norman（1980）；Ethier（1988）；Gomory（1994）；Cheng，Sachs and Yang（forthcoming）。重商主义、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型发展：Ekelund and Tollison（1981），Balassa（1980），Bruton（1998），以及其中的参考资料。依附和不发展理论：Palma（1978），Meier（1995，p.109），Bauer and Yamey（1957），以及其中的参考资料。超边际分析和边际成本定价拒斥：Buchanan and Stubblebine（1962），Coase（1946，1960），Rosen（1978，1983），Yang and Ng（1993），Azariadis（1975），Baily（1974），Liebowitz and Margolis（1994），Tirole and Jean（1988）。新贸易理论：Dixit and Norman（1980），Dornbusch and Samuelson（1977），Ethier（1988），Deardorff and Stern（1994），Jones（1965），Heckscher（1919），McKenzie（1955），Lerner（1952），Ohlin（1933），Rybczynski（1955），Samuelson（1948，1953），Stolper and Sammuelson（1941），Uzawa（1959）。规模经济的李嘉图模型：Gomory（1994）；Sachs，Yang and Zhang（1999a）；Cheng，Liu and Yang（forthcoming）。竞争力争论：Krugman（1994a，1994b）；Prestowitz，et al.（1994）；Sachs（1996a，1996b）。贸易和收入分配关系：Sachs（1996c），Krugman（1995）。贸易政策经济学和战略贸易模型：Cheng，Sachs and Yang（forthcoming）；Krueger（1974，1976）；World Bank（1996，1997）；Conybeare（1987）；Grossman and Richardson（1986）；Grossman and Helpman（1995a，1995b）；Johnson（1954）；Krugman（1986）；Pincus（1975）；Riezman（1982）；Mayer（1981，1984）。纳什议价博弈：Nash（1950），Osborne and Rubinstein（1990）。贸易政策和二元结构：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1989）；Yang（1991，1994，1996）；Cheng，Sachs and Yang（forthcoming）。贸易和发展条件恶化：Dudley（1986），Sen（1998），Morgan（1970），Kohli and Werner（1998）。核贸易理论的经验验证：Bowen，Leamer and Sveikauskas（1987）；Trefler（1993，1995）；Grossman and Levinsohn（1989）；Leamer（1984）；Leontief（1956）。

思考题

1.一个学经济学的学生认为市场和需求的容量是由收入决定的。为什么杨格批评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为什么他认为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容量，而且市场容量依赖于分工的水平？杨格定理和网络效应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形式化杨格定理必须用一般均衡概念？

2.分工经济和规模经济有什么差异？什么是分工的网络效应？

3.从例2.1我们能看到，如果局部分工在均衡中发生，拥有较低的交易效率和/或更大人口规模的国家将生产两种商品（见表2-3相关的参数子空间栏）。这意味着这个国家如果没有关税就不能从贸易中得到收益，因此它就会积极地实行单边保护关税。有许多方法来解释这种结果。例如，美国是一个大国，如果在美国和一个小国之间产生了不对称的局部分工，它就能用关税从贸易中获取更大份额的收益。再如，新西兰是个交易效率低的小国（远离其他国家）。在这两个例子中，美国或新西兰可以通过保护关税来从贸易中获取更多的收益。但是，美国没有实行这种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向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开放市场，因此，在这些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分工发展迅猛，美国和这些国家（地区）都能从自由贸易中受益。新西兰也不实行保护主义。使用本章模型中从局部分工到完全分工可能的演化来解释美国和新西兰贸易政策的成功。

4.刘易斯（1955）模型及费景汉和拉尼斯（Fei and Renis，1964）模型将经济发展解释成一个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的过程。把这种经济发展的观点同本章李嘉图模型所包含的经济发展是分工的演进过程的观点进行比较。每个人专业化程度的提升和职业结构多样化是这种演进的两个方面。

5.在克鲁格曼（Krugman，1994a，1994b）和布莱斯特维兹（Prestowitz，1994）之间有一场关于国际竞争力的辩论［也可参见Sachs（1996）］。辩论的一方认为，根据李嘉图比较优势的理论，与绝对优势相关的竞争和从贸易中获得收益没有关系。假设在例2.1中，（1-β
 ）M
 1
 /βM
 2
 =1，即使k
 =1（没有交易成本），证明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绝对优势，结构C不是一般均衡。在这种条件下，Ba或Bb是均衡，此时一个国家没有从贸易中得到收益。讨论可能的贸易冲突和相关的扭曲及绝对优势对避免这种内生交易成本的含义。

6.根据琼斯（Jones，1981，pp.226-227）的观点，欧洲广袤的地域，以及气候和地形上的多样化导致其不同的资源分散在不同地区。这就必然带来商品的远距离运输和多边大批量贸易。向这些商品征税就比直接侵占它们更有利可图，大量可航行路线也有助于大批量贸易。用本章模型解释这个历史事实。

7.法国在工业化以前对进口商品征很高的保护关税，而在19世纪工业化以后，对欠发达的贸易伙伴则给予特惠的贸易地位（Landes，1998）。许多发达国家目前使用这种政策来促进它们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使用例2.2中的模型来解释为什么这种政策对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都有好处。

8.根据墨克（Mokyr，1990，p.254；1993，p.34）的观点，英国在企业家和熟练工人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其在18世纪和19世纪进口发明和发明家，并向欧洲大陆正在工业化的地区出口企业家和技术员。英国除了从欧洲大陆进口发明，还进口一些发明家，包括马德·布鲁内尔（Mard Brunel）、弗莱德里奇·考尼格（Friedrich Koenig）和瑞士工程师J.G.鲍德马（J.G.Bodmer）。E.琼斯（E.Jones，1981）和巴克勒（Baechler，1976）指出，英国企业家的比较优势是由欧洲政治制度的多样化创造出来的。它们中的一些鼓励企业家的活动，另外一些则鼓励科学研究。这样创造出来的比较优势叫内生比较优势（见第3章和第4章）。本章研究的比较优势是外生比较优势。你能否举出一些例子，说明有些比较优势看起来是外生的，但其实也许是由制度和文化的多样化内生的？

9.高莫里（Gomory，1994）提到一种描述递增规模报酬的方法，这种递增规模报酬在李嘉图模型里是基于新古典消费者和厂商之间的分离。这种设定导致了帕累托多重均衡，因为纯粹的消费者不能选择职业类型，而纯粹的生产者又因为不会选择，以至于他们在所有结构中的利润都是零。进一步讨论有关斯密框架与纯粹消费者和厂商之间两分的新古典框架的区别对贸易理论的含义。

10.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交易条件的改善能够促进贸易的说法听起来像同义反复。用这一章里的模型来证明相对人口规模、相对品位、相对生产率和交易效率在提高分工和生产率的均衡程度方面可互相替代。此外，用交易效率的改善可以增加总交易成本的事实来评论上述的争论。

11.做下面的思想实验：假设在例2.1中，许多商品被引入李嘉图模型，两个国家中的每一个都有两种类型的个体，在什么条件下国内贸易会导致国际贸易？

12.巴伦（Baran，1957）、帕马尔（Palma，1978）认为，发展中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的必然途径是通过一条漫无止境的大城市-卫星链来进行，其中在每个阶段产生的剩余都被中心吸去。用这一章的模型来预测在过渡阶段国家之间收入差异增大的现象。另外，诺斯使用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制度和政策的差异来解释两个地区的不同发展成就。你可以联系李嘉图模型和H-O模型，用中国台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例子来解释边缘位置为什么可能同基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成功的经济发展相联系。

13. 16～17世纪，英国和法国是发展中经济体。18～19世纪，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位于边缘位置，与英国和法国相比是欠发达经济体。它们的发展经验是什么？这些经验是否适用于今天的欠发达经济体？为什么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忽略了这些发展经验？

14.假设在这一章的模型里，每个国家有两种类型的人，用模型来解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两种类型的人之间的二元结构收入差别先加大后缩小的现象。把这种解释和劳动剩余理论相比较（Lewis，1955），劳动剩余理论用制度上固定的工资导致的劳动力市场不平衡来解释二元结构。

15.在20世纪50～60年代，印度和中国政府实施了以下的进口替代战略：它们对进口消费品征收高关税，用贸易限额、贸易许可证和其他手段控制贸易条件，并且对本国货币采取过高定价来鼓励进口资本货物和出口初级商品。这些政府通过各种管制、政府计划、国有企业，在许多重要行业实行政府拥有或支持的企业垄断，以此限制市场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实施了一种鼓励出口的政策，控制关税和汇率来鼓励进口生产物资和出口消费制成品。韩国在20世纪60～70年代遵照这种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这种政策制度和欧洲16世纪的重商主义非常类似。中国香港采用类似于英国政府在18～19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中国台湾实施各种政策，如免税假期、免税和关税豁免加工区来促进制成品的出口和进口相关的投资品。用你在这一章学到的模型来评估这些经济发展的不同策略的收益和成本，分析政策和制度实验及不同政府之间竞争在发现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和制度上所起的作用。

16.根据这一章的模型，经济发展是市场网络的演进和新商品出现的过程。以此来评价以下观点：在发展中经济体没有完善的市场体系，因此，西欧和美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经验不适合发展中经济体。用李嘉图模型解释英国18～19世纪新市场出现和市场体系发展过程，为什么在撒哈拉周围地区的一些经济体市场扩展不容易。

17.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比较优势的概念比绝对优势的概念更具普遍性。他们说，如果一个人在至少一个活动里具有绝对优势，那么也将会有比较优势；反之，我们能找到一个人有比较优势，但没有绝对优势的例子。用外生（绝对）比较优势和内生（绝对）比较优势的区别来评论这种观点。

18.为什么规模经济的概念对分工经济的存在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

19.有些经济学家证明H-O定理时假定内点结构是一般均衡且要素价格是外生给定的。讨论这些假设在一般均衡分析中的合理性。

20.我们能够证明，在基于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和生产函数的H-O模型中，SS定理即使在每个国家都生产两种商品的情况下也有可能不成立。用不可能定理（Sonnenschein，1973；Mantel，1974；Debreu，1974）来讨论模型在函数形式的一般性和基于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的预测能力之间的两难冲突。此定理证明在不设定具体的效用和生产函数形式时，不可能得到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特性。

21.用H-O模型来分析每个国家从自给自足到具有完全专业化贸易结构的过渡时期的二元结构。发展不充分的现象隐含了当国际贸易和生产率提高时，欠发达国家的相对地位会恶化。过渡时期二元结构的特点能否用来解释这个现象？

22.人均国民总产值和它的增长率被用来作为发展成就的主要衡量标准之一。联系本章的模型，评估这种衡量发展成就的标准是否合适。

习题

1.证明自给自足时的均衡生产计划在图2-1中的EG线上。

2.在例2.1李嘉图模型中，假设每个国家的纯粹消费者和厂商之间相分离，然后求解均衡。讨论这种假设对多重一般均衡的含义，识别帕累托最优均衡与在例2.1李嘉图模型中的一般均衡相同的条件。

3.假设在例2.1中两个国家之间的交易条件不同。求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证明在部分分工的结构里，具有较低的交易效率的国家从贸易中不能得益。识别交易条件的改善可以导致一个国家贸易条件恶化和这个国家从贸易中收益增加同时发生的参数子空间。

4.假设在例2.1中的效用函数是U
 =（x
 +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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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一般均衡和它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分析交易条件对均衡的分工水平和生产率的影响。

5.假设在例2.2的模型中，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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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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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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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β
 ）=1，求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分析政府决策和市场相互作用对均衡的分工水平和福利的影响。

6.假设a
 
ij

 是商品j
 在国家i
 的全要素生产率。求出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如果国家1生产商品x
 既有技术比较优势又有禀赋比较优势，或如果它的禀赋比较优势超过它的技术比较劣势，证明H-O定理成立。用你的结果分析为什么H-O定理的预测与50%的经验研究的结果不一致（Trefler，1995）。

7.假设在例2.4中的模型里，k
 =1，但是政府对从国外进口的商品征税，然后把关税收入平均分配给所有国内居民。解一般均衡和它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分析税收对均衡的分工水平、生产率和福利的影响。

8.假设在H-O模型里，生产函数和禀赋约束对每一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解一般均衡和它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分析这样的设定和H-O模型里原始设定之间差别的含义。

9.考虑在例2.4中的H-O模型，假设K
 
ij

 是国家i
 里部门j
 的特定资本，并且它的数量是个常数。解这个特定要素模型的一般均衡和它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10.SS定理说如果资本密集（或劳动密集）的产品价格上升，那么资本（或劳动）的价格也上升。使用例2.4中的模型证明在多样化锥里，如果价格的变化是由嗜好或禀赋参数的变化引起的，那么这个定理就成立。

11.假设在H-O模型里，k
 
i

 =1，a
 
ij

 是国家i
 里商品j
 的全要素生产率。验证下面几个结构的局部均衡解。自给自足：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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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结构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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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如果国家1在产品x
 的生产方面既有技术上的比较优势，又有禀赋上的比较优势，或其比较优势超过其比较劣势，那么H-O定理成立。利用你的结果分析为什么H-O定理与50%的经验事实不一致。利用这个模型检查要素价格均等定理。

12.利用你在前面习题里所得出的结论，证明如果k
 
i

 =1，a
 
ij

 =1，并且价格的变化是由α
 的变化引起的，那么SS定理在内点结构里可能不成立。然后假设a
 
ij

 ≠1，如果价格的变化是由a
 
ij

 的变化引起的，那么SS定理在内点结构里可能不成立。

13.证明如果k
 
i

 =1，当均衡从自给自足结构跳到结构x
 1
 y
 2
 或者从结构yx
 1
 xy
 2
 跳到结构x
 1
 y
 2
 时，SS定理可能不成立。但是当均衡从自给自足结构跳到具有部分分工的内部结构时，SS定理总是成立的。

14.证明如果每个国家都完全专业化的角点均衡是一般均衡，那么嗜好、生产和禀赋参数的变化所导致的价格的变化与SS定理是不一致的。如果一个二元结构的角点均衡是一般均衡，那么在生产两种商品的国家里，由嗜好参数的变化所引起的相对要素价格的变化和相对商品价格的变化与SS定理是一致的。但是存在一个参数子空间，使得在这个角点结构里，生产和禀赋参数的变化所导致的价格的变化与SS定理是不一致的。

15. RY定理是假定商品价格外生和均衡是内点结构（多样化的锥）的条件下推导出来的。它告诉我们在给定的商品价格下，如果某个资源的禀赋增加了，密集使用该资源的行业的产出水平将提高，而其他行业的产出水平将减少（Rybczynski，1955）。假设在例2.4的H-O模型里，k
 
i

 =1，证明RY定理在内点结构里并不成立并证明某个要素的禀赋增加了，两个行业的产出水平都将提高。

16.定义第Ⅰ类局部均衡分析为假设商品（或要素）价格是外生的条件下考察要素（或者商品）价格如何随着商品的价格（或者禀赋参数）的变化而变化，第Ⅱ类局部均衡分析被限制在内点结构里而忽略一般均衡在不同贸易模式之间的不连续跳跃。用你在前面习题里的答案分析为什么第Ⅰ类和第Ⅱ类局部均衡分析可能会误导人。

17.巴瓜迪和笛赫加（Bhagwati and Dehejia，1994，要素密集度逆转定理）假设例2.4的生产函数是x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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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随着商品的相对价格变化，生产某个商品的均衡相对要素可能会发生逆转（这个商品的生产从资本密集型转变为劳动密集型）。




 [1]
 Grossman and Levinsohn（1989）证明，相对于SS定理，特定要素模型更能反映美国产业的现实。


第3章 驱动力Ⅱ：内生比较优势和交易效率

3.1 内生比较优势与外生比较优势

威廉·配第（1671，I，pp.260-261）注意到专业化对熟练的制衣技术的贡献，指出荷兰人之所以能廉价地运送商品，是因为他们使得每艘船专业地从事某些商品的运输。在另一个地方，配第以手表的制造为例进一步地说明了分工给我们带来的好处。约瑟夫·哈里斯（Joseph Harris，1757）和乔赛亚·图克尔（Josiah Tucker，1756，1774）直接指出了分工的生产率含义、劳动细分的可能性以及较多种类的物品、生产的迂回程度和较高的分工水平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斯密之前，有很多人对分工的好处已有了认识，认识到分工有利于改善单个工人的技能（或者用现代语言就是人力资本），有利于减少工人在那些牵涉到必须转换生产操作的时间和精力。他们也认识到了市场和人口规模在实现生产专业化过程中的作用。这些人包括丹尼斯·底得诺特（Denis Diderot，1713）、匿名作者（1701，p.591）、亨利·马克斯韦尔（Henry Maxwell，1721，p.33）、乔赛亚·图克尔（Josiah Tucker，1756，1774）。

斯密通过系统地考察专业化和分工对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含义，使公众注意到专业化和分工在经济分析中的中心作用。如同在以前的章节中所说明的，所有古典的关于专业化对发展的含义的思想都与绝对优势这个概念相关联。自从李嘉图（Ricardo，1817）提出比较优势的概念之后，许多经济学家相信这个概念比绝对优势的概念更普遍些。但是正如杨小凯和博兰（Yang and Borland，1991）以及杨小凯（Yang，1994）所指出的那样，斯密的绝对优势是内生的，它可能存在于事前没有李嘉图的外生比较优势的相同的个人之间。按照斯密（1776，p.28）的观点，生产不同商品的个人之间生产率上的差异是分工的结果而不是分工的原因。这一章将集中考察内生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对经济发展的含义。

承认专业化和分工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不难的。在没有社会分工的情况下，你必须生产全部食物、住房、家具、汽车、电视和你想消费的其他服务，那将是多么疯狂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生产率将和古代社会一样低。的确，对汽车、电视机和飞机这样的产品而言，它们需要复杂的技术，单个人根本不能生产它们，所以个人的生产率为零。发达经济体和欠发达经济体之间最重要的差异是前者的分工水平比后者高得多。这意味着在发达经济体中，大多数个人比欠发达经济体里的个人更“专职”或者更专业化。前者的商业化程度（从市场购买的消费品占总消费品的比率，其中总消费品中包含自给自足的部分）比后者高。例如，在改革之前中国农村的商业化程度是0.3，现在则超过0.8（Yang，Wang and Wills，1992）。在美国，1869年交易量占总收入的比率是0.2，在1997年，这个比例是9.28（美国商业部，1975，1998）。
 
[1]

 这意味着平均来说，在1869年为了得到1美元的收入，一个美国人必须进行0.2美元的商业上的交易，而在1998年则需要进行9.28美元的商业上的交易。这个比率的提高确实反映了分工水平的提高，是分工导致交易量比收入增加得更快。另外，在欠发达经济体中，不同工作种类的数量比在发达经济体中要少得多。如果你检查一下美国任何一个州在过去50年的商用电话号码本，你就能看出不同工种的数量在戏剧性地增多。许多新的职业，比如与计算机有关的职业，每年都出现。当康有为——中国清王朝一个主要的改革者——在19世纪末访问欧洲的时候，工业化的欧洲和欠发达的中国之间的差异给他的第一个印象是每个欧洲人买和卖的物品比中国人多得多，他对欧洲国家很高的商业化程度的印象也非常深刻（康，1980，pp.12-13）。用斯密的术语来说，康有为所认识到的发达经济体和欠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第一个差别是分工水平的差别。

在这一章里，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具有内生比较优势的斯密模型数学化斯密关于经济发展机制的思想。大的人口规模的假定和专业化经济呈局部递增报酬的假设，意味着瓦尔拉斯机制是有效的。所有决策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均衡价格是通过瓦尔拉斯拍卖机制得到的。个人事前完全相同的假设是一个非常强的假设，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很难看到两个完全一样的人。不过，如同斯密所指出的那样，专家好像天生不同，而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差别是事后的差别，因为这个差别来自个人选择的职业不同。

个人事前完全相同的假设有助于我们集中注意力理解内生比较优势对经济发展的含义。在上一章的李嘉图模型里，如果所有的个人事前完全相同，那么就没什么故事可讲了，即经济总是处于自给自足状态，所有个人消费和生产计划是相同的。但是，在斯密模型里，我们将证明，即使所有的个人事前完全相同，随着分工的发展，事后的差别也会内生地出现。这个模型将告诉我们很多李嘉图模型不能预测的有趣故事，比如专业商人的出现、货币的出现、景气循环、失业，以及生产和交易的分层结构。所有这些结果都来自分工的演化，不依赖于个人之间事前差别的存在。第4章我们将探讨个人之间事前差别和事后差别共存对均衡的分工水平的含义。

在3.2节里，我们将设定模型，同时考察许多种可能的专业化模式。3.3节考察个人的决策问题及其比较静态分析和一般均衡以及其比较静态分析。在3.4节里，我们会用更多的例子来进一步考察斯密模型的特征。在3.5节里，我们将在一个内生比较优势的模型里考察贸易模式是如何被确定的。

学习本章时应问自己以下问题

为什么选择职业模式和专业化水平的决策问题比在给定职业模式条件下如何分配资源的决策问题复杂得多？

为什么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

为什么在分析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问题时把供给和需求的分析分开不适当？

资源分配问题的边际分析和经济发展问题的超边际分析之间的差异是什么？

为什么杨格认为市场容量和分工水平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分工的网络效应是什么？它们对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含义？

市场是怎样协调分工，如何利用分工的网络效应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

为什么在斯密的均衡模型里稀缺性和生产力是内生的？

为什么有很多商品和服务市场在欠发达经济体中不存在？在什么条件下这些市场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出现？

3.2 斯密模型中的模式和角点解


例3.1
 一个简单的具有内生比较优势的斯密模型。
 第8章中的例8.10将证明，如果消费者-生产者的个数是有限的，那么在瓦尔拉斯均衡状态下分工不可能发生。在第8章里，我们将考察纳什协议如何消除由瓦尔拉斯机制的整数问题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在这一章里，我们假设消费者-生产者集是一个测度为M
 的连续统，这意味着经济中的人口规模很大。因此，我们将不会遇到导致具有分工均衡不存在的不同专家数量的整数问题。每个消费者-生产者有下列效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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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x
 和y
 分别表示商品x
 和y
 的自给自足数量，x
 
d

 和y
 
d

 分别表示两种商品的市场购买量，1-k
 是交易成本系数，或k
 是外生的交易效率系数，它代表了影响交易的条件。k
 的值与基础设施条件、城市化程度、运输条件和一般的体制环境有关。

每个消费者-生产者的生产函数和禀赋约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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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x
 
p

 和y
 
p

 分别表示两种商品的产量，x
 
s

 和y
 
s

 分别表示两种商品的售卖量，l
 
i

 是个人用于生产商品i
 的劳动量，因此代表了他生产商品i
 的专业化水平。这里，我们假设所有个人事前是相同的，他们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和相同的工作时间禀赋。这意味着不存在外生比较优势。


x
 
p

 
i

 为个人i
 的商品x
 的产量，y
 
p

 
i

 为个人i
 的商品y
 的产量，l
 
ij

 为个人i
 的生产商品j
 的专业化水平。如果个人生产某种商品的生产率随着他生产该商品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我们就说个人生产该商品具有专业化经济。由于a
 ＞1，很容易看出每个人生产每种商品都存在专业化经济。考虑两个人的转换曲线，基于式（3.2），我们可解出个人i
 的转换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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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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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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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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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y
 
p

 
i

 ∈［0，1］


y
 
p

 
i

 关于x
 
p

 
i

 的一阶和二阶导数的符号意味着该转换曲线是向下倾斜和向下凸的，正如图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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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基于内生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的分工经济

这个转换曲线具有递减的边际机会成本和递增的边际转换率。它说明每多生产一个单位的x
 ，必须减少的y
 越来越少，或同样单位的y
 能转换成越来越多的x
 。

现在让我们看看在两个人的经济中对应于不同生产结构的总合转换曲线。由于所有个人事前是相同的，如果他们每个人的每种商品都自给自足，那么他们一定有相同的劳动配置。在这个模型里，自给自足状态下由式（3.2）和l
 1x

 =l
 2x

 ，l
 1y

 =l
 2y

 确定的总合转换曲线由图3-1中的ECG曲线表示。如果一个人专业生产y
 ，而另一个人选择任何x
 和y
 的组合，那么此时的总合转换曲线由图3-1中的曲线EF表示。相似的，曲线FG代表了一个人专业生产x
 ，而另一个人选择任何x
 和y
 的组合时的总合转换曲线。因此，分工的总合转换曲线是曲线EFG。曲线EFG和曲线ECG之间的差距就是分工经济，由图3-1中的阴影部分表示。

图3-1为定义内生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提供了一个基础。在这个模型里，所有人事前都是相同的，所以没有事前的生产率差别或禀赋差别，即不存在外生比较优势。如果两个人都选择自给自足，则他们的生产结构相同，他们之间不会有生产率差别。但是，如果他们选择专于不同的行业（图3-1中的点F），比如，第一个人专于生产x
 ，第二个人专于生产y
 ，那么x
 
p

 1
 =1，y
 
p

 1
 =0，x
 
p

 2
 =0，y
 
p

 2
 =1。这说明x
 专家生产x
 的劳动生产率高于y
 专家生产x
 的劳动生产率，y
 专家生产y
 的劳动生产率高于x
 专家生产y
 的劳动生产率。这种由于选择不同专业方向的决策造成的事后生产率差别，就是内生比较优势。在这个特殊的例子里，内生比较优势也是内生绝对优势。

一方面，一个人生产某种商品的专业化经济与他活动范围的减少正相关；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工厂内所有人的专业化水平、不同专家的种类数、不同专业的种类数同时增多，那么这个工厂的生产范围会扩大，其成员的专业化水平会同时提高。由于专业化和专业活动的多样化是分工的两个侧面，一个工厂内所有人的专业化水平提高和不同专业的种类数同时增多能被看成工厂内部的分工水平提高。因此，如果与一个工厂内较高的专业化水平（使得个人的活动范围变小）和较多种类的不同专业（使得工厂的活动范围变大）相关联的较高分工水平导致了较高的生产率，我们就说这里存在分工经济。

个人的预算约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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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p
 
i

 是商品i
 的价格。因此，式（3.3）的左边是收入，右边是花费。由于允许角点解，我们有如下的非负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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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约束把这个非线性规划问题同古典的数学规划区别开来。每个消费者-生产者选择x
 ，x
 
s

 ，x
 
d

 ，y
 ，y
 
s

 ，y
 
d

 ，l
 
x

 ，l
 
y

 ，最大化式（3.1）中的效用函数，同时满足生产条件约束式（3.2），预算约束式（3.3）和非负约束式（3.4）。由于l
 
x

 和l
 
y

 并不独立于其他变量，所以只有6个变量可以互相独立地在零和正数之间取值。而一个变量取零值时，角点解就出现了。表3-1给出了若干个可能的6个决策变量在零和正值之间取值的组合。所有可能的这类组合的数量是26
 =64。由于决策变量最优值在不同的组合之间是非连续的，所以并没有一种方法能一步找到最优决策。一般解这类非线性规划的程序是，首先利用库恩-塔克定理和其他最优决策的条件排除一些组合，然后对剩下的每个组合用边际分析求解，然后再比较各组合之间的局部最大目标函数值，找出整体最优解，这就是超边际分析。

表3-1 六个决策变量在零和正值之间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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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做这三步的第一步，第一步是证明定理3.1。


定理3.1
 最优决策从不同时买和卖同种产品，从不同时买和生产同种产品，最多卖一种产品。


此定理被称为文定理，杨小凯最先对一些特殊模型证明了这一定理，文玫（Wen，1996）在其博士论文中用非常一般的函数形式证明了此定理。此后，我们会再三利用文定理。

命题一：不同时买和卖同种产品。

利用预算约束式（3.3）消掉式（3.2a）中的x
 
s

 ，再利用式（3.2a）消掉式（3.1）中的x
 ，则式（3.1）变为


u
 ={l
 
a

 
x

 -［x
 
d

 +p
 
y

 （y
 
d

 -y
 
s

 ）/p
 
x

 ］+kx
 
d

 }（y
 +ky
 
d

 ）

将此式对x
 
d

 求导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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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当x
 与x
 
s

 大于0时，最优x
 
d

 取最小值0，所以x
 
s

 和x
 
d

 不能同时为正；同理可证明y
 
s

 和y
 
d

 不能同时为正。命题一得证。

命题二：不买和自给同种产品。

假设x
 
d

 ＞0，由命题一知，x
 
s

 =0，从预算约束可知，若x
 
s

 =0，则y
 
s

 ＞0。再利用命题一，当y
 
s

 ＞0时，y
 
d

 =0。而正效用要求y
 ＞0，利用预算约束和产品y
 的生产函数，则约束最大化问题可转化为下列无约束最大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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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u
 对x
 求二次导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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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x
 的内点解是极小而不是极大的。因为无约束最大化问题的内点解要求[image: ]
 ，所以最优x
 是角点解，x
 =0或x
 =l
 
a

 
x

 =1。但x
 =1与正y
 值不相容，所以最优x
 =0。命题二得证。

命题三：最多卖一种产品。

用反证法假设决策者卖两种商品，即x
 
s

 ＞0，y
 
s

 ＞0，按照命题一，这意味着x
 
d

 =y
 
d

 =0，所以预算约束不可能成立。因此，x
 
s

 ＞0，y
 
s

 ＞0不可能。

由命题一、命题二、命题三，定理1.1得证，证毕。

定理3.1的直观意义是十分清楚的，如果有交易成本，则自己生产某种产品或卖此种产品时，买这种产品是不合算的，因为产生了不必要的交易成本。而卖两种产品使专业化经济不能充分利用，所以也不会是最优的。

定理3.1加上预算约束及正效用要求，使得必须考虑的零与非零变量组合从64个骤降到3个。如表3-1中的第一个组合代表唯一的内点解，即所有决策变量都为正数。这意味着同时买和卖同种产品，违反了文定理。这意味着在斯密模型里内点解不是最优的，因此求内点解的边际分析法不适用。第二、第三、第四组合也违反文定理中的命题一，而第五、第六组合违反预算约束，因为它只卖不买，且违反正效用约束，y
 的消费量为零，产生零效用。

符合文定理及预算约束、正效用约束的决策变量在零和非零值之间的组合被称为决策模式，或简称为模式。模式这个概念与职业模式相关，我们能够从职业名称字典中查看职业的数量。在1939年版本的职业名称字典中，它包含了17500个职业名称；在1977年的版本中，有2100个职业名称被加进；在1996年的版本中，又有840个职业名称被加进。当人口按照职业模式分类时，整个社会就形成了一个确定的分工结构。

每个决策模式有一个角点解。我们将用边际分析解出所有角点解。每个角点解在给定决策模式下解出局部最优资源分配。然后，我们再通过总收益-成本分析找出最优决策模式。

找最优模式的过程是选择专业方向和专业化程度的过程，是做与不做某件事的决策；而对每个决策模式进行边际分析是已决定做某些事和不做其他事后，决定资源在要做的各种事之间的分配，是做多做少的决策。随着生活阅历增多，你将看到你的同学和朋友由于他们所选择的职业不同而导致其很不一样的生活方式。选择一个职业以及这个职业的专业化水平（它与一个人所不从事的活动数量有关）实际就是选择一个模式。对一个人未来生活的影响而言，模式的选择常常比在一个给定职业下的工作努力程度选择更重要。为了理解职业模式和分工结构之间的差别，你可以考虑你的大学学习生活。你进入大学后不得不做的第一个选择就是选择一个专业方向，如果选择经济学作为专业方向，那么你就不会去听化学和物理学的课，而是去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及计量经济学的课，这个决策就是选择一个职业模式。我们称这样的决策为超边际决策，由于局部最优决策在不同的职业模式之间是不连续的，它们会随着你专业方向的改变而不连续地在零和正值之间跳跃。一旦已选择了一个专业，接下来你就要把有限的时间在该专业的不同领域之间分配，这种在给定职业模式下分配资源的决策被称为边际决策，因为标准的边际分析能够被用来分析此种类型的决策。在一所大学里，所有学生关于他们专业的选择构成了在不同专业和领域的学生分工，这就是我们模型里的劳动分工结构。

我们所要考虑的决策模式有三个。自给自足是一个决策模式，用字母A表示，或简称模式A。模式A意味着x
 ＞0，y
 ＞0，l
 
x

 ＞0，l
 
y

 ＞0，x
 
s

 =x
 
d

 =y
 
s

 =y
 
d

 =0，即所有的买卖量为零，而自给量为正值。模式A下的决策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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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最大化符号下的变量都是决策变量，而不是决策变量的其他字母都代表决策人不能选择的参数。这里已经利用式（3.2）中的生产函数约束和工作时间约束。把这些约束代入效用函数，式（3.5a）就变成了下列无约束的最大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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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点解的一阶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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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最优解l
 
x

 =1/2。

用通俗的话来说，边际分析的边际条件意味着在生产x
 的劳动数量配置和生产y
 的劳动数量配置之间的有效平衡，即增加l
 
x

 所带来的边际直接效用等于由y
 的减少而引起的效用损失测度的间接边际成本。这种边际分析仅仅适用于某个给定的模式，它不能被用来求解最优模式。

把l
 
x

 =1/2代入u
 =l
 
a

 
x

 （1-l
 
x

 ）
a

 ，就得到了自给自足状态下所能得到的最大效用值，即u
 （A）=2-2a

 ，这里u
 （A）被称为自给自足状态下的人均实际收入。

一阶条件只告诉你l
 
x

 =1/2是内点极值点，如果目标函数不是凹的，而是凸的，那么一阶条件给出的是最小化决策而非最大化决策。对于这里的无约束最大化问题，二阶条件要求当l
 
x

 =1/2时，有：

[image: ]


把l
 
x

 =1/2代入上式可看出，此不等式得到满足。如果效用曲线不是凹的，而是凸的，那么最大化决策的解是l
 
x

 =0或l
 
x

 =1，而一阶条件给出的是最小值点而非最大值点。这意味着如果二阶条件不满足，则并没有真正的两难冲突，最优决策是走极端，把所有的资源用来生产x
 或y
 。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看似两难冲突的现象，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两难冲突，即最优化问题的二阶条件不满足。在这种情形下，中庸之道可能就是非最优而过于保守的方法。即使局部最大值点的二阶条件得到满足，局部最大值点也可能不是整体最大值点。例如，如果一个人选择专业化l
 
x

 =0或l
 
x

 =1，他可能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和效用水平。因此，接下来我们考虑两个专业化模式。

第一个专业化模式是（x
 /y
 ），专业生产x
 ，卖x
 ，买y
 。它满足x
 ＞0，x
 
s

 ＞0，y
 
d

 ＞0，l
 
x

 ＞0，x
 
d

 =y
 
s

 =y
 =l
 
y

 =0。把这些约束条件代入式（3.1）～式（3.4），我们可以把这个模式的决策问题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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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约束条件消掉l
 
x

 及u
 中的x
 和y
 
d

 ，则约束最大化问题可转化为下列无约束最大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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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式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具有与模式A中不同的两难冲突。当x
 
s

 增大时，即增加卖给市场的产品量时，自给的消费量就会减少，这会使效用减少。但增加售卖量也会增加收入，因此增加商品y
 的购买量，使y
 的消费和效用增加。最优决策就是在这两难冲突中权衡，找到效用最大化的最优折中。边际分析的一阶条件du
 /dx
 
s

 =0，给出了模式（x
 /y
 ）的如下最优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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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证明这个最优化问题的二阶条件得到满足，即d2
 u
 /d（x
 
s

 ）2
 ＜0在最优点处成立。

这里，需求量是所买商品价格的减函数，是所卖商品价格的增函数。同时，需求是供给的增函数。需求和供给的这个特征被杨格（Young，1928）称为倒数需求律，它蕴含着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如果个人选择自给自足，此时既无市场需求也无市场供给，因为自我需求就是自我供给。如果一个人选择专业生产x
 ，那么他需求商品y
 而供给商品x
 。按照杨格的观点，把个人的需求和供给分析同他们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分开是片面的，同一般均衡概念不一致，因而是误导人的。

同求解模式（x
 /y
 ）的角点解的过程一样，我们可求出模式（y
 /x
 ）的角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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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个专业模式的角点解可看出，生产某种商品的专家的效用是这种商品价格的增函数，是他所购买的商品价格的减函数，这被称为专业化律。

个人的需求和供给函数最终由他对最优角点解的决策所确定。由于所有决策变量的最优值在各个模式之间是不连续的，个人必须比较所有局部最大效用值才能决定最优角点解。表3-2总结了三个角点解的信息。

表3-2 三个角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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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个信息，个人将比较不同模式之间的效用水平。如果


u
 
x

 ≥u
 A
 和u
 
x

 ≥u
 
y



或


kp
 
x

 /p
 
y

 ≥22（1-a
 ）
 和p
 
x

 /p
 
y

 ≥1

他将选择模式（x
 /y
 ），即专业生产x
 。如果


u
 
y

 ≥u
 A
 和u
 
y

 ≥u
 
x



或


kp
 
y

 /p
 
x

 ≥22（1-a
 ）
 和p
 
y

 /p
 
x

 ≥1

他将选择模式（y
 /x
 ），即专业生产y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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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上面两个条件同时成立。

由于分工只有在两个专业都有人选择时才可能实现，所以专业化的网络效应只有在式（3.6）成立的条件下，个人才会选择专业化。当相对价格满足这个条件时，个人选择这两个专业模式是无差异的，因为他们所得到的效用相等。在均衡时，由于个人事前是相同的，不同专业的效用必须相等。如果


u
 
x

 ＜u
 A
 和u
 
y

 ＜u
 A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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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将选择模式A，即自给自足。

而仅当


k
 ＜k
 0
 ≡22（1-a
 ）


条件（3.7）才成立。换句话说，如果k
 ＜k
 0
 ≡22（1-a
 ）
 ，不存在确保两个专业都有人选择的相对价格。因此，最优角点解是自给自足，此时不存在市场。如果交易效率系数k
 大于临界值k
 0
 ，并且p
 
y

 /p
 
x

 =1，那么最优角点解是专业生产x
 或y
 ，此时市场由于专业化而出现。这个结果蕴含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在什么条件下市场会由于分工而出现，市场是怎样利用分工的网络效应来协调个人的专业化决策的。随着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被形式化，我们不再认为主流经济学不适用于市场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主流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解释为什么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不存在，以及在其他条件下市场是怎样随着分工的发展而出现。

条件（3.6）和条件（3.7）意味着，如果p
 
x

 /p
 
y

 =1和k
 ＞k
 0
 ，人们将选择专业化，如果k
 ＜k
 0
 ，人们将选择自给自足。这里我们忽略了人们之间事前交易条件和生产条件的差别，这些差别导致实际收入不平等。在第5章我们将考虑这一点。然而，效用相等条件比粗看起来要现实些。以一个商人和他的秘书为例，他们之间的名义收入很不一样。每个人都知道商人（如果成功的话）能够赚很多钱，所以都想进入商学院，竞争程度比进入秘书训练学校要强得多，激烈的竞争产生负效用。同时，商学院是极少提供奖学金的，这样会给商人造成较大的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商人要承担破产的风险，这甚至可能引起自杀（这意味着负无穷大的实际收入）。如果你把所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利益和成本都计算在内，商人和他的秘书之间的实际收入差别比表面看起来要小得多。

如果每个行业允许自由进入，效用相等条件将成立。把p
 
x

 /p
 
y

 =1代入u
 
x

 或u
 
y

 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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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u
 
D

 是存在分工时的人均实际收入，它依赖于交易效率参数k
 但不依赖于相对价格。因此，如果k
 ＜k
 0
 ，个人的需求和供给函数由模式A的角点解给出，如果k
 ＞k
 0
 ，那么它们由模式（x
 /y
 ）或（y
 /x
 ）给出。

当k
 从小于k
 0
 变到大于k
 0
 时，需求和供给会由于分工水平的上升而非连续地从零跳跃到一个大于零的价格函数。这种特点被称为斯密需求律，它与新古典的需求律是有区别的。这种最优决策如何随着参数的变化在不同模式之间不连续变动的分析被称为决策问题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它与决策问题的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是有区别的，因为需求和供给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是基于角点解之间的总收益-成本分析。

对于一个给定的模式，边际分析产生了决策问题的边际比较静态分析。例如，对于模式（y
 /x
 ），我们有

dx
 
d

 /d（p
 
x

 /p
 
y

 ）=-0.5（p
 
x

 /p
 
y

 ）-2
 ＜0

这意味着当相对价格上升时，每个专家的需求会下降，这种特点被称为新古典需求律。这种最优决策如何随着参数的变化在一个给定的模式下连续变化的分析被称为决策问题的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决策问题的边际比较静态分析考虑的是在一个给定专业化模式下有效的资源配置是如何随着参数变化而变化的，参数的变化范围是界定该模式的参数子空间。决策问题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考虑的是当参数在界定不同模式的子空间之间变化时，有效的专业化模式是如何变化的。

总之，边际比较静态分析与边际分析、资源分配和在给定专业化模式及给定总需求条件下的需求与供给有关。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与专业化水平的超边际分析有关，这种超边际分析确定了市场容量、分工网络的规模和总需求（下文中我们将给出它的定义）。资源配置问题与在一个给定分工网络规模和相对生产率条件下生产和消费的商品的相对数量和相对价格的边际分析紧密相关。经济发展问题考虑的是均衡的生产率或它的倒数（稀缺程度）是如何通过个人选择其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和这些决策在市场上的相互作用来确定的。因此，经济发展问题与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有关。

新古典经济学把需求和供给分析同个人选择其专业化模式和水平的分析分开。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当马歇尔建立基于边际分析与纯消费者和生产者两分的数学框架来形式化古典经济思想时，人们还不知道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而角点解对内生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是必需的。不幸的是，尽管人们已掌握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但新古典框架对建立数学模型不再是必需的，许多经济学家仍然坚持保留新古典两分和边际分析。这一章的分析表明我们能放弃新古典两分而应用超边际分析来研究个人选择其专业化模式和水平的决策。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这种古典精神能够在斯密的一般均衡模型的躯体中复活。

3.3 市场如何利用网络效应来协调分工和促进经济发展

把在3.2节所考虑的三个模式组合起来产生两个组织结构，或简称结构。所有人都选择模式A（自给自足）构成一个结构，记为A。在这个结构里，没有市场，没有价格，个人之间不互相依赖也不互相往来。M
 个人在模式（x
 /y
 ）和（y
 /x
 ）的分工构成了一个具有分工的结构，记为D，在此结构中有两类专家、两个市场，一个市场买卖x
 ，一个市场买卖y
 。记选择模式（x
 /y
 ）的人数为M
 
x

 ，选择模式（y
 /x
 ）的人数为M
 
y

 。严格地说，当个人集是一个连续统时，我们应该称某个特殊类型的专家人数为这种类型的专家的测度。

每个结构有一个角点均衡。角点均衡定义为两个贸易品的相对价格p
 
x

 /p
 
y

 和两种类型的专家人数M
 
x

 和M
 
y

 ，在一个给定的结构内，它们满足市场出清条件和效用相等条件。在一个角点均衡处，每个人关于给定结构下的模式和给定角点均衡价格及两种类型的专家人数的条件下生产、贸易和消费的商品数量使得效用最大化。模式之间的自由选择和效用最大化行为可确保市场出清和效用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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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间接效用函数和角点均衡相对价格

根据角点均衡的定义，模式A的角点解就是结构A的角点均衡，这里市场出清条件总是满足的，因为在这个结构里，自给自足的数量既是自我供给量又是自我需求量。在结构D里，模式（职业）之间的自由选择和效用最大化行为可确保效用相等条件成立。从表3-2可看出，生产x
 的专家的间接效用函数是p
 
x

 /p
 
y

 的增函数，生产y
 的专家的间接效用函数是p
 
x

 /p
 
y

 的减函数，图3-2给出了直观表示。

因此，图3-2中的交点E就是效用相等点。图3-2中向上倾斜的直线是x
 专家的间接效用函数，它看起来有点像供给曲线。向下的曲线是y
 专家的间接效用函数，看起来有点像需求曲线。结构D的角点均衡相对价格是由两条曲线的交点确定的。如果相对价格p
 
x

 /p
 
y

 位于B点，那么x
 专家的效用大于y
 专家的效用，以致所有人专业生产x
 ，而没有人专业生产y
 。这意味着结构D的角点均衡不成立。因此，效用相等条件决定了结构D中的两个贸易品的角点均衡相对价格，即


u
 
x

 =kp
 
x

 /4p
 
y

 =u
 
y

 =kp
 
y

 /4p
 
x



或


p
 
x

 /p
 
y

 =1

我们将证明，如果模型是不对称的，那么角点均衡价格是由相对嗜好和相对生产及交易条件决定的。

在结构D
 中，商品x
 的市场需求是


X
 
d

 ≡M
 
y

 x
 
d

 =M
 
y

 p
 
y

 /2p
 
x



而商品x
 的市场供给是


X
 
s

 ≡M
 
x

 x
 
s

 =M
 
x

 /2

这里，x
 
d

 =p
 
y

 /2p
 
x

 和x
 
s

 =1/2由表3-2给出。x
 的市场需求函数不仅满足需求律，即某种商品的需求量随着它的价格相对于买者所卖商品的价格上升而下降，而且是y
 专家人数的增函数。x
 的市场供给函数是x
 专家人数的增函数。如果用CES效用函数代替C-D效用函数（我们将在3.4节里如此做），那么市场供给函数将展现供给律，即某种商品的供给量随着它的价格相对于卖者所买商品的价格上升而上升。

在瓦尔拉斯机制下，价格是通过瓦尔拉斯拍卖机制确定的。瓦尔拉斯拍卖人喊一组所有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所有人根据这组价格确定自己的最优贸易量并向拍卖人报告。然后，拍卖人按照过量需求是正的还是负来提高或降低相对价格，这样的调整过程继续到所有商品的超额需求为零。这种定价机制被称为集中定价机制。瓦尔拉斯拍卖机制建立的商品x
 的市场出清条件为


X
 
d

 =M
 
y

 p
 
y

 /2p
 
x

 =X
 
s

 =M
 
x

 /2

或


p
 
x

 /p
 
y

 =M
 
y

 /M
 
x



这个方程意味着市场竞争和模式的自由选择使得商品x
 和y
 的相对价格与卖商品x
 和y
 的相对人数之间具有一种逆关系。

关于模式（职业）的自由选择，加上生产、贸易和消费数量的自由选择是建立角点均衡的驱动力。

把所有人的预算约束加起来，即使在市场不出清的条件下，我们也可以把x
 的超额需求表示为y
 的超额需求的函数。因此，商品y
 的市场出清条件并不独立于商品x
 的市场出清条件。所以，我们并不需要考虑y
 的市场出清条件。这个性质被称为瓦尔拉斯定律，它告诉我们对n
 个贸易的商品和要素而言，仅仅需要n
 -1个独立的市场出清条件。


x
 的市场出清条件、效用相等条件以及人口方程M
 
x

 +M
 
y

 =M
 产生了结构D的下列角点均衡：


p
 
x

 /p
 
y

 =1 M
 
x

 =M
 
y

 =M
 /2

把角点均衡相对价格代入需求函数、供给函数以及间接效用函数，就得到了角点均衡的生产、贸易和消费量以及角点均衡效用水平，这个角点均衡效用水平被称为人均实际收入，记为u
 D
 。内生变量的角点均衡值不再是价格的函数。由于对称性，人均实际收入仅仅依赖于参数k
 ，即


x
 =y
 =x
 
s

 =y
 
s

 =x
 
d

 =y
 
d

 =1/2 u
 D
 =k
 /4

对于一个非对称模型，所有的内生变量将依赖相对交易和生产条件以及两种商品的相对嗜好。我们称为内生变量的角点均衡值，包括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以及卖不同物品的人数为一个给定结构的资源配置。

一个角点均衡给出了一个给定结构的资源配置。在斯密的框架里，存在多重角点均衡，而全部均衡仅仅是其中的一个。表3-3总结了结构A和D有关角点均衡的所有信息。

表3-3 两个角点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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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人均实际收入和间接效用函数区别开来，人均实际收入是一个结构的间接效用函数的角点均衡值，而间接效用函数是一个模式的效用最大值。

现在我们进一步考察在斯密模型里瓦尔拉斯定价机制的特性。尽管我们使用瓦尔拉斯拍卖机制来描述定价机制，但是在斯密框架里，这个中央定价机制并不是必需的。

在斯密框架里，瓦尔拉斯定价机制能被分散化。在斯密框架里，价格是由所有人选择他们职业模式的自利决策决定的。原则上，个人能够选择价格，但是只要没有人能够控制选择各种不同职业模式的人数，选择职业模式的自利决策的相互作用就会使得操纵价格的任何努力变得无效。为了证明这个结论，我们首先考虑所有人的预算约束和市场出清条件。

选择模式（x
 /y
 ）的个人预算约束为p
 
x

 x
 
s

 =p
 
y

 y
 
d

 ，选择模式（y
 /x
 ）的个人的预算约束为p
 
y

 y
 
s

 =p
 
x

 x
 
d

 ，市场出清条件是M
 
x

 x
 
s

 =M
 
y

 x
 
d

 。这三个方程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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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程意味着两个贸易品的相对价格是相应的卖这两个物品的相对人数和相对售卖量之积的倒数。由于个人的产出水平相对于大量的能够任意选择职业模式的个人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只要各种不同职业模式的人数不能被控制，个人的产出水平就不能操纵相对价格。尽管我们假设每个人能够选择价格，但是实际上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价格。

在斯密模型里，价格的调整过程是一个负反馈机制。假设相对价格p
 
x

 /p
 
y

 高于均衡价格，那么一定有u
 
x

 ＞u
 
y

 ，这样个人将从模式（y
 /x
 ）移到模式（x
 /y
 ）。这会使得M
 
y

 /M
 
x

 减少，由式（3.8）可知，p
 
x

 /p
 
y

 也减少。这个调整过程会继续到均衡实现时为止。由于每个人能选择任意模式，即使在均衡时只有一个人卖x
 或y
 ，也没有人能操纵价格。

一般均衡是指满足下列条件的一组贸易品的相对价格，选择不同模式的人数以及个人生产、贸易和消费的商品数量：①给定均衡的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和选择不同模式的人数，每个人选择数量和模式最大化自己的效用；②一组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和选择不同模式的人数使得所有贸易品的市场出清和所有人的效用相等。

很容易看到，除了个人的选择被限定在一个给定的结构里以外，一个角点均衡满足一般均衡的两个条件。因此，一般均衡是一个角点均衡，在这个角点均衡里每个人都偏好于他所选择的模式。由式（3.6）和式（3.7）我们看到，如果k
 ＞k
 0
 ，p
 =1，那么个人会偏好于两个专业化模式中的任一个。同样的，式（3.6）和式（3.7）蕴含着如果k
 ＜k
 0
 ，不存在任一相对价格能确保两个专业化模式的效用大于自给自足时的效用。因此，两个专业之间的分工是不可能通过相对价格来协调的。

总之，解斯密模型一般均衡的两步过程如下：首先解每个结构的角点均衡，然后比较个人在角点均衡价格下不同模式的效用水平以确定一个参数子空间，使得在这个参数子空间里组成该结构的模式至少和其他模式一样好。在这个参数子空间里，这个角点均衡是一般均衡，参数空间能被划分成许多参数子空间，在每个参数子空间有一个角点均衡是一般均衡。

我们能看出随着商品数量的增多，可能的结构数量会超比例地增多。这样一来，解一般均衡的两步法就变得很麻烦。孙广振、姚顺天和杨小凯（Sun，Yao and Yang，1999）把斯密模型推广到了很一般的偏好以及生产和交易条件的情形，发展了解一般均衡的较简单的两步法。他们的两步法需要帕累托最优角点均衡这个概念，这个帕累托最优角点均衡就是人均实际收入最大的角点均衡。他们已经证明了如果消费者-生产者集是一个连续统，一般均衡是存在的，并且它就是帕累托最优角点均衡。因此，我们能解每个可行结构的角点均衡，然后比较不同角点均衡之间的人均实际收入，便可以确定一般均衡。下面的定理是这种两步法的理论基础。杨小凯（Yang，1988）用一个特殊的斯密模型证明了这个定理。孙广振、姚顺天和杨小凯就一般的事前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的斯密模型证明了这个定理。为简单起见，我们称它为姚定理。


定理3.1（姚定理）
 对一个事前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集是一个连续统的经济而言，如果个人的偏好是理性的、连续的和凸的，生产具有专业化经济，个人的劳动时间是有限的，那么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就存在，并且它就是帕累托最优角点均衡。


证明：由于均衡的存在性的证明很复杂，这里我们仅仅给出姚定理的第二部分的证明，即一般均衡是帕累托最优角点均衡。不失一般性，我们假设在任意的角点均衡处商品{1，…，n
 }是贸易品，记这个角点均衡为E。这里，n
 ≤m
 ，m
 是所有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数量。假设这些贸易品的这个角点均衡价格为（p
 1
 ，…，p
 
n

 ），而一般均衡的价格为（p
 *
 1
 ，…，p
 *
 
n

 ）。不失一般性，我们可以假设：


p
 *
 1
 /p
 1
 =Max
j

 {p
 *
 
j

 /p
 
j

 } j
 =1，…，n


这意味着，对于j
 =1，…，n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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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定理告诉我们，如果某个人卖商品1，那么他不会卖其他商品。并且，我们注意到他的间接效用函数是他所卖商品价格的增函数，是他所购买商品价格的减函数。利用这个结果再加上式（3.9），我们能得出在价格p
 *
 下，卖商品1所得到的效用不会低于在价格p
 下得到的。因此，如果一个人选择的生产和贸易计划同那些在这个角点均衡里卖商品1的个人所选择的一样，那么他在价格p
 *
 下卖商品1所得到的效用不会低于在价格p
 下得到的，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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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u
 1
 （p
 *
 ）是在角点均衡E里的一个模式在一般均衡价格下所得到的效用，u
 1
 （p
 ）是在角点均衡E里的同一模式在角点均衡价格下所得到的效用，u
 （p
 ）是在角点均衡E里的人均实际收入。式（3.10）中最后的等式利用了在任意的角点均衡处不同模式的效用相等条件。但是，根据一般均衡的定义，在一般均衡结构里，个人选择的任意模式所得到的效用不会低于在一般均衡价格下其他模式所得到的效用。这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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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u
 （p
 *
 ）是在一般均衡结构里的人均实际收入。式（3.10）和式（3.11）合在一起意味着u
 （p
 *
 ）≥u
 （p
 ），即一般均衡状态下的人均实际收入不会低于任意角点均衡状态下的人均实际收入。换句话说，一般均衡是帕累托最优角点均衡。证毕。

在本书里，我们将经常使用姚定理。对于本节的模型，姚定理意味着下列超边际比较静态结果。


命题3.1
 
u
 D
 ＞u
 A
 ，或k
 ＞k
 0
 ≡22（1-a
 ）
 ，那么一般均衡是结构D的角点均衡；如果k
 ＜k
 0
 ，那么一般均衡是自给自足。


由于专业化经济是对特定个人而言的，或递增报酬是局部的，我们能应用第3章中所讨论的显示偏好来证明这个模型的一般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周林、孙广振和杨小凯（Zhou，Sun and Yang，1998）严格证明了对一大类既有内生比较优势又有外生比较优势的一般均衡模型而言，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成立。这个结论意味着市场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协调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充分利用分工的好处。如果交易成本超过分工经济，各种模式之间分工的协调将失败，使得一般均衡是自给自足。如果分工经济超过交易成本，市场能够利用正的分工的网络效应。因此，在这个模型里，分工的协调失败来自交易成本。按照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分工的协调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都是市场的成功，这是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成本之间存在两难冲突。

命题3.1把参数k
 和a
 的二维空间划分成两个子空间，由图3-3直观表示。由于假设k
 ∈［0，1］，a
 ≥1，可行的参数空间是位于水平线k
 =1以下、水平线k
 =0以上、直线a
 =1的右边，包括边界在内的区域，如图3-3所示。曲线k
 =22-2a

 把可行的参数空间划分成两个子空间，一个位于曲线的上面，一个位于曲线的下面。如果参数值位于第一个子空间里，结构D的角点均衡就是一般均衡；如果参数值位于第二个子空间里，自给自足结构的角点均衡就是一般均衡。

图3-4为命题3.1提供了一个直观表示。图3-4（a）是两个选择自给自足的代表性的个人，图3-4（b）是两个分别选择模式（x
 /y
 ）和（y
 /x
 ）的代表性个人。圆圈代表个人，箭头代表商品的流向。当交易效率从小于k
 0
 的一个值跳到大于k
 0
 的一个值时，一般均衡从自给自足跳到两个专家之间的分工。如此的跳跃导致所有的内生变量都不连续跳跃，两个商品的市场出现，需求和供给由于分工而出现以及市场的网络规模增大。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分工的外生演化，因为在没有外生参数的变化时，这种演化是不会发生的。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提高和不同职业模式的多样化是这种演化的两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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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参数空间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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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自给自足和分工

这种演化的结果是，总需求从零值跳到一个正值，社会的总交易成本从0跳到（1-k
 ）（M
 
x

 y
 
d

 +M
 
y

 x
 
d

 ）=（1-k
 ）M
 /2，总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从低的位置跳到高的位置，如图3-1所示。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从1/2提高到1，个人所卖商品的劳动生产率从0.5
a
 -1
 （＜1）提高到1，他所买商品的劳动生产率从0.5
a
 -1
 下降到0。但是，在自给自足状态下，所有人生产每种商品的生产率都是一样的，当k
 ＜k
 0
 时，实现一般均衡。这意味着事前相同的个人生产率的差别是由他们选择不同专业化水平而导致的。因此，我们使用内生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的概念来描述某个商品买卖双方由于其选择不同生产该商品的专业化水平而导致的生产率的差别。如果事前相同的个人选择相同的生产某个商品的专业化水平，那么这里不存在内生比较优势。当然，内生比较优势并不限于事前相同的个人的情形下才存在。

分工的外生演化是基于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和个人决策的超边际比较静态相似，即随着参数值在不同的参数子空间之间移动，一般均衡会在不同的角点均衡之间不连续地跳动。

一般均衡的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所考虑的是当参数在某个由超边际比较静态确定的子空间内变化时，相对价格、相对商品和要素的数量以及效用是如何变化的。例如，如果k
 ＞k
 0
 ，一般均衡是结构D中的角点均衡；如果k
 增大了，人均实际收入u
 D
 =k
 /4将提高；如果k
 ＜k
 0
 ，一般均衡是自给自足结构构A所对应的角点均衡。当a
 在参数子空间k
 ＜k
 0
 内下降时，均衡值x
 =y
 =0.5
a

 将发生变化。所有如此的内生变量均衡值的变化是一般均衡的边际比较静态分析。这些变化是在给定的分工结构里由参数变化所引起的资源配置变化，这是由于每个角点均衡确定了一个给定结构的资源配置。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处理的是分工结构如何随着参数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在某个参数子空间里某个角点均衡是一般均衡，那么在这个子空间内，一般均衡的边际比较静态是角点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

我们定义在一个给定的结构里，所有消费者-生产者所生产、贸易和消费的商品数量的组合为一个给定分工结构的资源配置。在斯密框架里，一个角点均衡就给出了一个给定组织结构的资源配置。我们定义确定一个分工结构的工作为一个发展问题，它与所有人的专业化模式、分工的网络规模、不同职业模式的多样化和生产率有关。一般均衡解决的是发展问题。资源配置的分析与一般均衡的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有关，而经济发展的分析与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有关。

3.4 更多的例子


例3.2
 效用函数为CES的一般均衡模型。
 在3.3节里，专业化模式的供给函数是不依赖于价格的，这是C-D效用函数是替代弹性为1的缘故。替代弹性为1意味着在消费者-生产者框架中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相互抵消了。在这一节里，我们将使用一个不变替代弹性效用函数来说明替代弹性对供给律的含义。每个消费者-生产者的CES效用函数如下。

[image: ]


这里，ρ
 ∈（0，1），是替代弹性参数。下面我们讨论CES效用函数和C-D效用函数的区别。对C-D效用函数而言，为了维持一个正的效用水平，每种消费品的数量必须为正。对CES效用函数而言，即使某个消费品的数量为0，只要至少有另一种消费品的数量为正，效用就是正的。替代弹性定义为两种商品的相对价格每变化1个百分点所引起的相对数量的百分比变化。我们能计算CES效用函数的替代弹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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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公式意味着当两种商品的相对价格提高1个百分点，两种消费品的相对数量将减少［1/（1-ρ
 ）］%。由于替代弹性是ρ
 的增函数，或dE
 /dρ
 ＞0，ρ
 越大，替代弹性就越大。由于随着替代弹性的增大，个人多样化消费的愿望会下降，所以喜好多样化消费的程度被定义为1/ρ
 。如果设x
 
c

 =y
 
c

 ，很容易看出消费两种商品得到的效用比消费单个商品所得到的效用大，即21/ρ

 x
 
c

 ＞x
 
c

 。为了确保在均衡时消费的多样化，我们需要假设ρ
 ∈（0，1），由于ρ
 ＜0或ρ
 ＞1，所以这意味着在自给自足状态下消费具有专门化。

如果你已学会用数学语言来处理经济模型，我们能很快给出个人基于CES效用函数的决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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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x
 、x
 
s

 、x
 
d

 、y
 、y
 
s

 、y
 
d

 、l
 
x

 、l
 
y

 是决策变量，p
 
x

 、p
 
y

 是价格参数。根据文定理，我们需要考虑5个模式。这里有三个自给自足模式：第一个是A1，即在这个模式里只消费一种商品；第二个是A2，即消费两种商品；第三个是自给自足，与A1是对称的，两个专业化模式分别是（x
 /y
 ）和（y
 /x
 ）。表3-4总结了各种模式的最优决策，这里p
 ≡p
 
y

 /p
 
x

 是相对价格。为了熟悉超边际分析，需要模仿3.3节中解最优决策的方法求解表3-4中的最优决策。

表3-4 基于CES效用函数的角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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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考虑决策的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对于一个给定的专业化模式，对表3-4中的角点供给函数求微分，可得：

[image: ]


这被称为新古典供给律，即一种商品的供给量随着其价格的提高而增多。由于p
 ≡p
 
y

 /p
 
x

 ，新古典供给律意味着一种商品的供给量不仅随着其价格的提高而增多，而且随着供给该商品的专家所购买商品的价格的提高而减少。这与古典的供给和需求分析特征一致：需求和供给是专业化的两个侧面。利用表3-4，很容易验证对这个基于CES效用函数的模型而言，新古典需求律成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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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考虑决策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它要求对不同模式之间的人均实际收入进行比较。

能够证明只有当p
 =1时，人们才愿意选择两个专业化模式。如果p
 =1，专业化模式和模式A1之间的比较意味着专业化模式总是比模式A1好。因此，A1是不会被选择的。专业化模式和模式A2（自给自足）之间的比较意味着，如果[image: ]
 ，个人将选择专业化；如果k
 ＜k
 1
 ，个人将选择模式A2（自给自足）。随着交易效率从小于k
 1
 的值增大到大于k
 1
 的值，一般均衡将从自给自足跳到分工。


例3.3
 一个不对称的模型。
 在我们所讨论的模型里，存在许多对称性。因此，内生变量的均衡值不依赖于相对嗜好和相对生产条件。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将考察相对嗜好和相对生产条件对均衡的资源配置和分工水平的含义。假设事前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有如下形式的效用函数：

[image: ]


结构D的角点均衡价格为p
 
y

 /p
 
x

 =k
 1-2α

 ，当α
 ＜1/2时，它关于k
 的导数为正；当α
 ＞1/2时，它关于k
 的导数为负。两种类型专家的角点均衡相对数量为M
 
x

 /M
 
y

 =αk
 1-2α

 /（1-α
 ），它关于k
 的导数有相似的特点。如果[image: ]
 ，那么分工是一般均衡。如果k
 ＜k
 2
 ，自给自足是一般均衡。含有四个参数a
 、b
 、α
 和k
 的方程k
 =k
 2
 把四维参数空间分成两个子空间。你可以模仿第3章和第4章的方法求解个人的决策问题、决策的边际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两个角点均衡、一般均衡和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一般均衡的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描述了随着环境的变化，个人自利决策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如何变化。它们与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不一样。利用表3-2中的角点解，我们可看出一个给定模式的决策是相对价格以及生产和交易参数的函数。例如，一个给定模式的新古典需求律dy
 
d

 /d（p
 
y

 /p
 
x

 ）=-0.5（p
 
x

 /p
 
y

 ）2
 是决策的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的一部分。利用例3.2中一个给定模式的角点解，我们能看到最优决策，即一个模式的角点解也是嗜好和生产参数的函数。如果最长的工作时间是一个参数而不是一个特定数，那么最优决策也是禀赋参数的函数。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分析的是随着价格参数、嗜好参数、生产和交易条件参数在不同的参数子空间之间变动时，最优决策如何在不同模式之间不连续地跳跃。因此，决策的边际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是利用价格参数、嗜好参数、生产和交易条件参数来解释最优的消费、生产和贸易数量和最优的专业化模式。

从表3-2中，我们能看出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能够用下面的映射表示：

[image: ]


回顾表3-3和命题3.1，我们能看到一般均衡的相对价格，不同专家的人数以及消费、生产和贸易的数量是由嗜好参数、交易条件参数、生产条件参数、资源约束参数和人口规模决定的。一般均衡的边际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是通过这些参数解释相对价格、不同专家的人数、分工结构以及资源配置。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是下面的映射：

[image: ]


因此，在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中，价格和选择不同模式的人数是通过参数来解释的；而在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中，它们是内生变量，是通过偏好参数、交易条件参数、生产条件参数、资源约束参数和人口规模来解释的。应该注意到，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仅仅是与个人的职业模式有关，一个人不能选择社会的分工结构。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与整个社会的分工结构有关，由于一般均衡是所有个人的最优决策相互作用的结果，不难看出，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是经济发展和相关的结构变化的解释力的丰富源泉。

本章的模型与第2章的模型相似，由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并不与帕累托最优相吻合。如果k
 ＜k
 0
 ，自给自足结构A是一般均衡结构，此时均衡配置是帕累托最优的。但是PPF与结构D相吻合，与自给自足结构A不相吻合（回顾图3-1）。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意味着当交易效率很低时，与效用可能性边界相吻合的帕累托最优并不与PPF相吻合。随着交易效率的改善，一般均衡和帕累托最优向PPF靠近。总生产率的内生化意味着稀缺程度能够被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决策内生地决定，最终由交易效率决定。

因此，经济发展问题在内生分工网络的模型里处于中心地位。尽管本章的模型是一个静态的模型，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不仅能解释生产力进步、人均实际收入和消费的增加以及其他“增长现象”，而且能解释市场的出现、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和市场容量的增大以及其他“发展现象”。利用图3-1，我们能看到如果交易效率很低，自给自足结构所对应的角点均衡是一般均衡，此时生产位于曲线ECG上，低于PPF（EFG）。随着交易效率得到充分提高，生产计划从ECG跳到F点。这导致了生产力进步和分工网络的增大，这是经济发展的两个方面。


例3.4
 税收的配置和组织效率效应。
 考虑例3.1中的斯密模型，假设k
 =1并且引进税收。一个仁慈和有效率的政府对每销售1美元的商品征收税率为t
 的税收，然后把税收收入平均分配给所有M
 个消费者-生产者。因此，如果结构D是一般均衡结构，那么每个人从政府那里接受的转移收入为r
 =t
 （M
 
x

 x
 
s

 +M
 
y

 y
 
s

 ）/M
 。利用超边际分析和模型的对称性，我们能解三个模式A、（x
 /y
 ）和（y
 /x
 ）的角点均衡。然后对于结构D，利用效用相等和市场出清条件得到结构D的角点均衡：


p
 
x

 /p
 
y

 =1 M
 
x

 =M
 
y

 =M
 /2 x
 =y
 =1/（2-t
 ）


x
 
s

 =y
 
s

 =x
 
d

 =y
 
d

 =（1-t
 ）/（2-t
 ） u
 D
 =（1-t
 ）/（2-t
 ）2



r
 =p
 
x

 （1-t
 ）t
 /（2-t
 ）

这里，u
 D
 是在结构构D里的人均实际收入，它是税率t
 的单调递减函数。这意味着税收引起了效用的减少，从而造成扭曲。帕累托最优的税率为零。但是结构D的角点均衡相对价格和没有税收时是一样的。用于两种商品生产的相对总量资源配置M
 
x

 /M
 
y

 =1和两种商品的相对总量消费和产出（M
 
x

 x
 +M
 
y

 x
 
d

 ）/（M
 
x

 y
 
d

 +M
 
y

 y
 ）=1是帕累托最优的。然而，每个人的两种商品的相对消费不是帕累托最优的，这个相对消费对于x
 专家是x
 /y
 
d

 =1/（1-t
 ）＞1，对于y
 专家是x
 
d

 /y
 =1-t
 ＜1。同时，你也可以验证每个人的资源配置与帕累托最优问题的一阶条件不一致，这里的帕累托最优问题是在给定y
 专家的效用为常数的条件下最大化x
 专家的效用。税收鼓励个人配置太多的资源用于自给自足的生产和消费，不鼓励从市场上购买商品进行消费。因此，配置的无效性可能导致组织的无效性。

由定义可知，自给自足不存在贸易，从而不存在税收收入，所以此时人均实际收入同例3.1中的是一样的。当k
 =1时，在不存在税收的条件下，结构D的角点均衡是一般均衡。但是，即使k
 =1，一个充分高的税率将使得u
 D
 小于自给自足时的人均实际收入22-2a

 。如果k
 ＜1，我们能证明确保分工是一般均衡的k
 的临界值在无税时比有税时小。因此，如果k
 位于两个临界值之间，在无税收时，一般均衡结构是分工，而税收存在时的一般均衡结构是自给自足。这个例子说明了配置效率和组织效率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由税收引起的配置无效可导致一个无效的一般均衡分工水平和一个无效的生产率水平。。

习题13中的模型证明了对不同的物品征不同的税率将引起相对价格、总的资源配置以及个人的资源配置的扭曲，因此，比相同税率的情形更可能产生无效的组织和低的生产率。下面的例子说明了在斯密模型里配置效率和组织效率之间的冲突。


例3.5
 配置效率和组织效率之间的冲突。
 假设在例3.1中的模型里，效用函数为u
 =（x
 +kx
 
d

 ）
α

 （y
 +ky
 
d

 ）1-α

 ，那么我们解得自给自足结构和结构D的角点均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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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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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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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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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均衡结构是分工，当且仅当k
 ＞k
 1
 ≡［α
 
α

 （1-α
 ）1-α

 ］（a
 -1）/2α
 （1-α
 ）
 。很容易证明临界值k
 1
 在α
 =1/2处达到最小，此时M
 
x

 =M
 
y

 =M
 /2，即当α
 和1/2之间的差别增大时，k
 1
 值也增大。对于一个很大的k
 1
 ，k
 很可能小于k
 1
 ，所以自给自足比分工更可能在均衡时发生。换句话说，随着不同商品的嗜好差别趋于零，一般均衡是分工的可能性大些。这意味着如果两种商品的嗜好程度不一样，组织效率和配置效率之间存在冲突，这里组织效率与较高的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有关。在这个环境下，为了维持嗜好的差别，不得不以牺牲高水平的分工和与之相关的高生产率为代价。


例3.6
 自由进入和自由定价。
 在斯密模型里，操纵不同专家的相对人数的权力对配置和组织效率的影响比操纵价格的权力所带来的影响更大。这个结果常常被用来批评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强调价格的灵活性对取得有效的资源配置的重要性。按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政府根据过量需求调整价格，指导国有企业的管理者选择利润最大化的产出和投入。许多经济学家指出自利的政府官员没有动机按照过量需求来定价，因为没有利润的私人剩余索取权。根据本章的模型，即使一个灵活的价格系统出清了市场，自利的政府官员也能够操纵不同专家的相对人数，如对自由进入银行业和进行企业活动的限制使得官方提供的市场出清价格较高。这种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并不比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体制好，在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体制下，政府控制价格使得市场不出清，很大的过量需求是中央计划当局权力的源泉，政府官员为此获得大量的有形利益和无形利益。

3.5 贸易模式

在这一节里，我们考察斯密-杨格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模型里的贸易模式。前面所介绍的不管是李嘉图模型还是H-O模型，其均衡的贸易模式都是由外生的技术和禀赋比较优势决定的，但是，在斯密-杨格的内生比较优势模型里，所有人事前在各方面都是相同的，所以均衡的贸易模式不能通过外生比较优势来解释。在这一节里，我们考虑有三种商品的斯密-杨格模型，证明如果不是所有的商品都卷入分工，那些在生产上有显著的专业化经济或有较高交易效率的商品更可能卷入贸易。


例3.7
 一个有三种商品的内生比较优势模型。
 考虑有M
 个事前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的模型。每个人有下列形式的效用函数、生产函数和劳动禀赋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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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a
 、b
 和c
 分别是生产商品x
 、y
 和z
 的固定学习和训练成本。固定学习成本产生专业化经济，它意味着生产某种商品的平均生产率随着一个人的专业水平的提高而提高。每个人有e
 单位的劳动禀赋。商品i
 的交易效率系数为k
 
i

 ，假设a
 ＞b
 ＞c
 ，k
 
x

 ＞k
 
y

 ＞k
 
z

 。

利用超边际分析，我们能进行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它表明一般均衡从自给自足跳到只有两个贸易品的部分分工，再跳到有三个贸易品的完全分工。对部分分工而言，这里有三个角点均衡：其一，记为P
xy

 ，表示商品x
 和y
 是贸易品；其二，记为P
xz

 ，表示商品x
 和z
 是贸易品；其三，记为P
yz

 ，表示商品y
 和z
 是贸易品。记完全分工结构为D，自给自足结构为A，表3-5给出了五个结构的角点均衡的所有信息。

表3-5 一个内生比较优势模型里的贸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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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一个内生比较优势模型里的贸易模式-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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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个人选择模式的决策进行超边际分析，可以证明在假设a
 ＞b
 ＞c
 ，k
 
x

 ＞k
 
y

 ＞k
 
z

 ，其中k
 
x

 、k
 
y

 既不太高也不太低的条件下，一般均衡结构是P
 
xy

 。在结构P
 
xz

 或P
 
yz

 的角点均衡价格下，个人有偏离结构P
 
xz

 或P
 
yz

 模式的动机。对表3-5中的信息直接利用姚定理可进行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如果各种商品的嗜好参数不同，我们可以证明如果不是所有的商品都参与贸易，那么那些较好的商品更有可能参与贸易（参见习题2.2）。在一个具有内生比较优势的模型里，有关贸易模式的结构被总结在下面的命题里。


命题3.2
 如果交易效率既不太高也不太低，在均衡时不是所有的商品都被卷入贸易，只有那些有较显著的专业化经济、较高的交易效率或消费者更喜好的商品，才更有可能被卷入贸易。


这个命题能够被用来解释为什么某些产品的市场不存在。在发展中国家，许多市场不存在的事实常常被用来证明发展经济学是独立于标准微观经济学的一个领域。在第3章里对李嘉图模型和H-O模型，以及对斯密-杨格模型的超边际分析表明，实际出现的市场种类数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框架里能够内生。因此，超边际分析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发展中国家里许多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不存在，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这些市场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

关键术语和复习

模式和角点解。

为什么与角点解相关联的决策问题比与内点解相关联的决策问题复杂得多？

文定理对超边际分析的意义。

给定专业化模式时资源配置的两难冲突与选择专业化模式时的两难冲突。

资源配置问题的边际分析与经济发展问题的超边际分析。

决策问题里的两难冲突和二阶条件之间的关系。

角点需求函数，角点供给函数，角点间接效用函数与需求函数，供给函数，间接效用函数。

需求律、供给律和专业化律。

供求的边际分析和超边际分析之间的差别。

分工的网络效应。

市场如何协调分工以及利用分工的网络效应。

基于模式的结构和基于角点解的角点均衡。

一般均衡与角点均衡。

一般均衡的边际与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个人的需求和供给函数之间、总的市场需求和供给函数之间、总需求和供给函数之间的差别。

瓦尔拉斯定律对解角点均衡的意义。

自由定价和职业模式之间的自由选择对协调分工网络的意义。

在斯密的一般均衡模型里，为什么边际成本定价法则不适用？

资源配置效率与组织效率。

均衡的分工水平对交易效率的影响的制度意义。

为什么帕累托最优可以与生产可能性边界不相吻合？

交易效率对帕累托最优与PPF之间的不一致以及减少稀缺性的意义。

分工经济与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对内生生产率、分工的网络规模、贸易依存度的意义。

选择一个职业模式的决策和分工的网络规模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斯密的总需求律。

在一个具有内生比较优势的斯密-杨格模型里，生产和交易条件与贸易模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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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在过去的10年里，美国出现了许多专门替汽车换机油的换油专业服务部。它们通常是通过连锁店方式组织起来的，这就减少了由于总店和分店之间深层劳动分工导致的交易成本。连锁店的总部专业于计划、广告、设计操作指南、选择专业设备和管理，而分店专业于提供换油服务。因为总店专业于生产无形知识产权，分店很容易侵犯总店的产权（例如，分店一旦从总店提供的操作指南中获取了管理知识，就拒付管理费）。因此，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合约，这种合约给予总店很大的终止合约的权利，并提高分店在商业投资中的专用化程度（例如，在合约终止的15年里，分店在某一区域不能从事换油业务）。这样的条款提供了一种“人质机制”，它能大大提高总店知识产权的交易效率。用这一章的模型解释为什么这种类型的合同对深化提供换油服务的部门及这个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分工是极其重要的。

2.罗森伯特和巴泽尔（Rosenbert and Birdzell
 ，1986，pp.163-165）为内生比较优势和相关的内生生产率进步提供了历史证据。根据1720-1900年贸易和生产的数据，不仅英国的生产对国外市场的需求有反应，而且贸易刺激了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创造了更大的需求。使用一般均衡的概念和这一章的模型解释这一历史事实。

3.根据琼斯（Jones
 ，1981，p
 .267）和诺斯（North
 ，1981）的观点，在产生内生比较优势和更多贸易的工业革命之前，贸易是基于外生比较优势的。设计一个模型，把在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之间的相互作用数学化。

4.把这一章里的斯密模型与基于消费者和厂商两分的新古典模型进行比较。

5.一个商人发现许多旅馆和饭店的经理需要为顾客提供流行音乐磁带，但是他们没有时间掌握顾客对流行音乐不断变化的品位。这个商人于是创立了专门向经理们提供流行音乐磁带的业务。他专门识别最流行的音乐，在他所选择磁带的价格上加上一个赚头，然后把它们卖给经理们，生意非常成功。用这一章里的模型解释这个商人是怎样通过深化分工为专业服务创造需求和供给的。如果用新古典分析来考虑这个案例，你怎样解释音乐磁带的需求和供给？为什么那种分析不能预测基于内生专业化和生产率所创造的需求和供给？这恰是现代创业活动和经济发展的最有趣的特征。

6.当撒切尔夫人从英国首相的职位上退下来时，她担心自己微薄的年金不能负担得起自己从前习惯了的奢华生活方式，此时，一家专门从事公共关系的公司找到了她，她与代理人所签的合同使她从在世界各地的公开演讲中挣的钱比她当首相时还多。解释为什么在市场上会出现专业代理人和专业影星、公众人物和歌星之间的分工。解释为什么许多纽约的作家请代理机构为他们的商业书寻找出版商和签出版合同，而学术研究者和专业化代理人之间的分工则不常见，特别是为什么学者们从不请专业出版代理人为他们向匿名审稿刊物呈送论文？

7.分工的网络效应是什么？分工的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如果我们不理解分工的网络效应就不能理解需求和供给？钱纳里（Chenery
 ，1979）和库兹涅茨（Kuznets
 ，1966）解释了通过人均收入的增加带来结构的变化。联系钱纳里和库兹涅茨的理论，用分工的网络效应的概念分析结构变化和人均收入的增加及市场范围和分工程度之间的相互依赖。

8.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很少使用规模经济这个概念。他们使用的概念是专业化和分工的收益和成本，它们在本质上同人与人之间的互补经济和分工的网络效应相关。在19世纪末，规模经济这个概念变得流行了。用本章的模型阐明为什么用专业化和分工经济的概念取代规模经济这个概念，由规模经济导致的协调失败就会消失。

9.使用这一章的模型解释为什么杨格认为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方面，为什么说如果我们不了解个体是怎样选择他们的专业化程度和模式，我们就不能理解需求和供给。

10.用文定理解释为什么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需求和供给的分析由选择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专业化程度决策的超边际分析转到给定专业化水平条件下的资源分配的边际分析。

11.为什么一般均衡是分析分工网络效应发展含义的有力工具？在给定价格和市场均衡价格下，个体选择的商品数量之间的相互依赖与个体在选择其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之间的相互依赖的区别是什么？

12.在这一章的模型里，交易条件的改善能导致分工的演进。这种演进是与结构变化相联系的。例如，在结构D
 里，专业化农民的数量（生产食品x）小于自给自足时所有生产x的个体的数量，这个数量是人口量。如果一般均衡因为交易条件的改善从自给自足跳到结构D
 ，引起的结构变化是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转到生产布的y部门。比较这种经济发展及结构变化的均衡机制与刘易斯（Lewis
 ，1955）、费和瑞尼斯（Fei and Renis
 ，1964）剩余劳动理论中的机制（根据剩余劳动理论，当在工业部门的技术外生地变化或当资本积累时，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转到工业部门）。

13.假设一个学生担心这一章的模型里会有分工网络效应的协调失败：她担忧，如果没有中央计划者，市场就不能从多重角点均衡中选择帕累托最优化角点均衡。分析市场的协调机制和她的担忧。

14.用你的日常经验解释一个分散的市场怎样利用分工的网络效应协调个体在选择职业结构和分工程度时的决策。如果分工经济超过交易成本，但没有人愿意选择某些职业结构，市场怎样解决协调问题？

15.许多人喜欢选择医生、律师和大公司里高级行政职位这样的职业，而不喜欢看门人和垃圾清理工的工作。如果所有的个体拒绝选择后面一组职业，那么分工的协调失败就产生了。市场怎样处理这种协调问题？在新古典边际分析中，运用自由定价平衡需求和供给来解释市场怎样协调相互冲突的自利决策。除自由定价外，我们在本书的分析里也强调协调分工的择业自由以及利用分工网络效应的职业结构超边际分析。讨论供给和需求超边际分析和边际分析之间差异的含义。

16.许多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因为存在产业关联的网络效应，市场失败会推迟工业化。因此，政府实行大推进工业化政策可以克服这样的协调失败。使用这一章的模型分析这种观点。

17.网络效应是分工的基本特点。斯密和杨格强调市场协调分工网络的功能，尽管他们没有使用“网络”一词。为什么直到最近经济学家才对市场的这一特点和“看不见的手”协调分工的功能加以注意？为什么网络效应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不是经济学的核心？

18.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专业化的超边际分析只和工业革命之前发生的故事相关。他们认为，在现代经济中，由于每一个个体都是完全专业化的，并从市场购买所有的物品，所以关于个体专业化水平是外生的假设是可以接受的。联系下面的例子评论这种观点。

①CNN
 （有线新闻网）的出现是非常现代的现象。根据这一章的模型，提高交易效率（这也许是由新的通信设备导致的）或分工的自发演进会使专业媒体之间更高层次的分工在商业上可行。包括在CNN
 （它专门通过电视网报道新闻）和其他媒体之间更好的分工的角点均衡将成为一般均衡。CNN
 专业服务的需求和供给的“有效性”取决于一般均衡分工水平，因为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方面。但是，这又由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之间的有效平衡点决定。

②《华尔街日报》（《生产者用供给来帮助他们发展新产品》，1994年12月19日；同样参见《企业：企业家怎样重订新的经济方针以及大公司能学到什么》，《商业周刊》1993年10月22日和《管理焦点》《经济学家》1994年3月5日）报道，现代企业的每一次合并浪潮都与进一步的专业化和分工相联系。特别是公司部门最新一次的合并浪潮有一个特点，即许多公司进一步把它们的一些功能与它们的核心业务分离开。曾经一度是自我提供的服务，现在需要从更加专业化的供给商处购得，这种现象有多种叫法：分拆、降低规模、购买而不是自产投入品、外包或强调公司核心能力。这种现象都和分工的演进有关。

③最近美国特许经营的繁荣（参见第1章的思考题32）。

19.讨论为什么杨格对误导人的规模经济概念的批评直到最近才在主流经济学课本里加以形式化和讲解。

20.为什么反映一个城市或部门主要行业产出比重的赫芬达尔专业化指数（Herfindahl index
 ）不能反映这个城市或部门的分工水平？

21.钱德勒（Chandler
 ，1990）认为，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济增长是由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导致的。用你在这一章所学的分工经济概念分析这种看法。

22.专业化对人们生活有许多负面影响，它会导致厌烦和知识面狭窄。它阻碍了在不同生产活动之间全面开发互补经济（如教授经济学会为经济研究带来益处）。然而，我们观察到专业化的程度仍在提高，公司在其广告里越来越多地用“我们是专业化的”的口号。试图解释这种现象。

23.一些经济学家说专业化经济是规模经济的一个特例，因为专业化经济反映了一个人的劳动规模经济。用你在本章里学到的知识评价这一观点。

习题

1.假设在式（3.2）的生产函数中，a
 ＜1。在二维坐标系上画出每个人的转换曲线、两个人的自给自足总合转换曲线，以及两个人分工时的总合转换曲线，并利用图形定义分工的不经济。

2.假设在式（3.2）的生产函数中，a
 =1。在二维坐标系上画出每个人的转换曲线及各自自给自足和分工的总合转换曲线，并利用图形定义分工的常数报酬。

3.假设在式（3.2）的生产函数中，x
 产品的a
 ≤1，y
 产品的a
 ＞1。在二维坐标系上画出每个人的转换曲线及各自自给自足和分工的总合转换曲线，并利用图形识别分工经济存在的条件。

4.用习题3来验证下面的命题：

①生产一种商品中的专业化经济既不是分工经济存在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分工经济存在的充分条件。

②如果所有产品的生产没有专业化经济，则分工经济不能存在。

③如果在生产x
 时专业化的不经济大于在生产y
 时的专业化经济，则分工经济不能存在。

④如果所有产品的生产都有专业化经济，则分工经济必然存在。

⑤如果生产产品y
 的专业化经济超过了生产x
 的专业化不经济，则分工经济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专业化经济对生产x
 的部门来说是外部经济。证明如果在所有部门没有专业化经济，则专业化的外部经济不能存在。你可以回忆一下，马歇尔曾说外部规模经济与分工的收益有关；杨格争辩道，规模经济概念是对分工收益的错误描述；杨格的学生弗兰克·赖特争辩道，对所有厂商来说，外部规模经济都是一个“空盒子”。分析马歇尔、杨格、赖特之间的争论。

5.假设三个人在式（3.2）的生产函数系统中。按照图3-1中所给的方法画出自给自足时三人的总合生产计划，画出三人中两个人不完全专业化时三人的总合生产计划，画出三人中每一个人完全专业化时的总合生产计划，再画出三人中两个人完全专业化时的总合生产计划。

6.考虑生产函数x
 
a

 y
 
b

 =L
 ，其中a
 ＞0，b
 ＞0，L
 是用于生产产品x
 和y
 的劳动量。使用隐函数定理证明对于常数L
 ，dy
 /dx
 ＜0，d2
 y
 /dx
 2
 ＞0，即转换曲线是凸向原点的曲线。生产函数在x
 =0和y
 =0时没有定义。解释为什么这种生产函数不适合描述专业化经济。

7.解释为什么新古典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
 =K
 
a

 L
 
b

 不适合描述专业化经济。

8.假设在式（3.2）中的生产函数是x
 
p

 =Max（l
 
x

 -a
 ，0）和y
 
p

 =Max（t
 
y

 -b
 ，0）。画出一个人的转换曲线和两个人自给自足和分工的总合生产计划。如果b
 =0时，有没有分工经济？

9.假设在式（3.2）中的生产函数是x
 
p

 =Max（l
 
a

 
x

 -a
 ，0）和y
 
p

 =Max（l
 
α

 
y

 -b
 ，0）。画出一个人的转换曲线和两个人自给自足和分工时的总合生产计划。分析α
 ＞1和α
 ＜1的区别，识别分工经济存在的条件。

10.一个人选择t
 来最大化他学习的收益和成本之差V=w
 1
 k
 1
 t+w
 2
 k
 2
 （1-t）-C（k
 1
 ，k
 2
 ），t
 是分配来生产产品1的时间，k
 
i

 是在活动i
 里学习和训练的程度，C
 是学习和训练的总成本，1-t
 是分配用来生产产品2的时间，w
 
i

 是给予活动i
 的收益系数。求两个专业化的角点解和没有专业化的内点解。讨论生产两种产品的学习活动之间的技术互补性［∂2
 C
 /（∂k
 1
 ∂k
 2
 ）＞0］和基于专业化经济的社会互补性之间的差别。考察在什么条件下，在既有技术互补性又有个人间互补性的模型里存在分工经济。

11.假设我们所考虑的决策问题同例3.2和例3.3中的一样，不过这里k
 =1，政府对每1美元的售卖收入征收税率为t
 的税，然后把税收收入平均地分配给每个人。解所有的角点解，说明它们分别在什么条件下是最优决策，并使用边际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分析税收的影响。

12.假设式（3.2）中的生产函数为x+xs
 =la
 x
 ，y+ys
 =lb
 y
 ，a≠b。求解其一般均衡条件，并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13.假设习题12里的k=1，政府对每1美元的商品x的花费征税，然后把税收收入平均地分配给购买商品x的每个人。用边际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分析税收对需求和供给的影响，并将答案同习题11的答案进行比较。

14.假设式（3.1）中的效用函数为u=（x+kxd
 ）a+（y+kyd
 ）。我们必须考虑的模式有多少个？求解其一般均衡条件，并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15.假设我们所考虑的效用和生产函数同式（3.1）中的一样。但是商品x有最低消费，它满足x
 +kx
 
d

 ≥x
 0
 ，x
 0
 ∈（0，1-a
 ）。我们必须考虑的模式有多少个？求解每个模式的角点解。

16.假设在例3.1中的均衡模型里，生产函数为xp
 =lx
 -a和yp
 =lx
 -b，效用函数为u=（x+kxd
 ）α
 （y+kyd
 ）1-α
 ，这里ip
 是产品i的产出水平。求解其一般均衡条件，并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17.假设在本章的均衡模型里，效用函数是CES型，如果个人消费一种商品，他的时间约束是lx
 +ly
 =1-c，如果个人消费两种商品，他的时间约束是lx
 +ly
 =1-2c。求解其一般均衡条件，并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18.假设在例3.1中，商品i的交易效率系数为ki
 ，并且1＞kx
 ＞ky
 ＞0。求解其一般均衡条件，并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分析交易效率的差别对均衡的相对价格的意义。为什么交易效率的差别对均衡的相对价格的影响与税率的差别对均衡的相对价格的影响不同？

19.详细写出命题3.2证明中的数学推导。

20.假设在例子3.7中，a=b=c，但是三种商品的嗜好参数分别为α、β、γ，这里α+β+γ=1。求解其一般均衡条件，并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21.考虑例3.7中的模型，找出那些参数子空间，使得在这些参数子空间里，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一个职业模式的贸易条件变坏和选择这个模式的个人从贸易中得到的好处增加同时发生。




 [1]
 交易量由国内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外贸易以及金融交易组成。


第4章 驱动力Ⅲ：规模经济和交易效率

4.1 规模经济和经济发展

当马歇尔（Marshall，1890）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试图将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的发展意义数学化时，他们找不到合适的分析工具来很好地定义分工。正如第2章中讨论的，分工水平的概念同效用概念相似，后者必须用一个包括几个变量的函数才能严格定义。在第2章中，分工水平定义为所有个体专业化水平以及职业模式多样化的函数。而分工经济的概念就更加难以严格定义。马歇尔用了一个一维的变量，即一个企业或部门的规模，对古典的分工概念进行形式化。他也知道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代表分工经济的概念是不合适的。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并争辩道，外部规模经济是由全社会的分工作为一个整体产生的，而不是由一个企业或部门的规模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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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规模经济意味着，一个企业的生产力随着整个经济或一个部门规模的扩大而提高。但是，根据杨格（Young，1928）的观点，马歇尔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是对古典分工经济概念的一个错误描述。

20世纪70年代末，基于规模经济的思想开始复兴。这以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 and Stiglitz，1977），埃塞尔（Ethier，1982），克鲁格曼（Krugman，1979），嘉德（Judd，1985），罗默（Romer，1986，1990），格鲁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89，1990），墨菲、谢勒夫和维西尼（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1989）等为代表。其中，有些研究（如罗默和埃塞尔的一些模型）是遵循马歇尔外部规模经济的思想，但大多数研究用的是内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的概念。如果一个企业的生产力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提高，那么该企业就存在内部规模经济。

尽管规模经济的概念被杨格认为是误导人的，但建立在规模经济概念上的研究路线在解释很多发展现象时，较传统不变规模报酬发展模型取得了相对的成功。在这些新发展模型中，规模经济同商品种类提高的好处之间的两难冲突，被用来解释没有任何外生技术变化时的生产力进步。由于存在这种两难冲突，人口规模或整个经济体规模的扩大，就为折中规模经济与市场上产品多样化之间的两难冲突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从而商品种类和生产力就可以同时提高。特别是，墨菲、谢勒夫和维西尼（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1989，1991），Ciccone and Matsuyama（1996）及Matsuyama（1991）用这种方法分析了二元经济和工业化。他们基于规模经济与内生商品种类的一般均衡模型的结果，在解释二元经济、结构变迁和工业化上比剩余劳动力模型和其他不变规模报酬的一般均衡模型更有解释力。

杨小凯（1994）、Krugman Venables（1995）、Fujita（1995）、Baldwin and Venables（1995）、Puga and Venables（1998）和Wong and Yang（1998）将交易成本引入了有规模经济和内生商品种类的一般均衡模型。他们证明，规模经济、互补经济效果以及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可以用来解释二元经济、结构变迁、工业化、城市化、生产力进步，以及其他一些在没有外生技术变化时的发展现象。墨菲、谢勒夫和维西尼（1989）发展了有规模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用多重均衡对高级发展经济学文献中大推进工业化思想的意义进行了形式化。柯利（Kelly，1997）、萨克斯和杨小凯（Sachs and Yang，1999）则将交易成本引入了MSV模型，以内生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的数目。在这一章里，我们研究这两种类型的主要模型，并将它们同传统的二元结构模型、剩余劳动力模型、产业关联的外部性模型，以及平衡与不平衡工业化模型等进行比较。此外，我们还联系经验证据，将这些新的经济发展一般均衡模型同第3章中的模型相比较。

4.2节用一个简化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来说明其基本的数学推导及其直观思想。4.3节用有交易成本的埃塞尔模型来分析结构变迁、产业关联，以及其他发展现象。4.4节用MSV模型的一个版本来分析多重均衡和规模经济对大推进工业化的含义。4.5节用有交易成本的萨克斯-杨模型来研究工业化程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学习本章时应问自己以下问题

规模经济和分工网络效应之间的区别，以及这种区别对研究经济发展的含义是什么？

不变规模报酬的剩余劳动力模型、有规模经济和内生商品种类的均衡模型，以及有内生分工网络规模的斯密模型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因果循环、产业关联的网络效应、大推进工业化，以及一般均衡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有哪些不同类型的规模效应？它们为什么会被经验观察所否定？

4.2 有规模经济、消费多样性及交易成本两难冲突的经济发展一般均衡模型

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是在规模经济与消费多样性的两难冲突基础上内生消费品种类数的一般均衡模型。模型背后的故事如下：假定在一个经济体中，纯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而纯生产者（厂商）在生产每一种商品上都存在无止境的规模经济。在CES效用函数下，每一种商品都不是必需的，因此消费品种类就在均衡中内生。一方面，由于人们存在对多样化消费的喜好，所以消费品种类越多意味着直接效用水平越高；另一方面，由于商品种类增多往往同每种商品更小规模的生产相联系，所以商品价格就更高，间接效用水平就更低。规模经济同消费多样性之间的两难冲突，就可以用来内生消费品数目。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折中规模经济与消费多样化之间两难冲突的余地也加大，因此，商品种类和人均真实收入就可能同时提高。

如果经济规模的扩大可以解释成两个国家合并成一个统一的市场，或解释成两国之间贸易的完全开放，则新古典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就可以用来研究国际贸易对生产力、福利以及消费多样性水平提高的含义。我们用图4-1来说明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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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基于规模经济的经济发展

在图4-1中，有两个国家——日本和美国，每个国家有两个人。圆圈1和圆圈2代表两个日本人，圆圈3和圆圈4代表两个美国人。在图4-1（a）中，两国之间没有贸易，且两个国家内都有两家企业分别生产商品x
 和y
 。每家企业都将其产品卖给每一个消费者，并雇佣一名工人。在图4-1（b）中，两个国家合并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其中，一家日本企业卖商品x
 给两个国家的每一个消费者，一家美国企业卖商品y
 给两个国家的每一个消费者，而一个跨国企业卖一种新产品z
 给两个国家的每一个消费者。企业x
 雇佣4/3个日本人，企业y
 雇佣4/3个美国人，企业z
 雇佣2/3个日本人和2/3个美国人。因此，图4-1（b）中的平均企业规模比图4-1（a）中的要大。这意味着，由于生产中存在无止境的规模经济，图4-1（b）中每家企业的生产力要高于图4-1（a）。同样，图4-1（b）中的每个消费者消费三种商品，而图4-1（a）中的每个消费者只消费两种商品。因此，国际贸易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提高人均真实收入：一是可以提高每个消费者消费商品的种类；二是可以提高生产力，从而利用规模经济来降低所有商品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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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个事前相同的国家之间，不存在外生比较技术和禀赋优势，而且在它们之间没有偏好差别的情况下，贸易可以增进它们的财富。但是，为了实现这些贸易的好处，两个国家必须接受工人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而这可能会导致临时性的失业。例如，图4-1（a）中在国际贸易开放之前生产商品y
 的日本人，在国际贸易开放之后将失去他生产商品y
 的工作，转而从事一个新的生产商品z
 或x
 的工作。如果日本政府或者一些利益集团不想看到新部门的出现，或者相应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因为其在转型期会产生临时性的失业，如日本政府实行一项干预政策，以保护生产商品y
 的企业免于在国际贸易中破产），或者如果美国的利益集团成功地游说国会实施一项相似的政策，则利用国际贸易好处时的协调失败就会发生。


例4.1
 有规模经济与消费多样化两难冲突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
 假定一个经济中有M
 个相同的消费者。每个消费者都有如下的新古典消费决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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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
 
i

 是用劳动表示的商品i的价格，x
 
i

 是消费的商品i
 的数量，n
 是消费品的数目，ρ
 ∈（0，1）是每一对消费品的替代弹性参数，u
 是效用水平。为避免因整数问题不能求导数，很多人假定商品集是一个连续统。如果商品集是一个连续统，则所有求和符号就应被理解为积分号。如果我们用连续商品种类数的一阶条件近似代表整数商品种类数的整数规划模型的一阶条件，则我们基于整数商品种类数的结果就同基于连续商品种类数的结果相同。

假定每个消费者有一单位的劳动禀赋，且其劳动禀赋是标准商品，每个消费者出卖其劳动的收入是1，他在商品i
 上的支出是p
 
i

 x
 
i

 ，其总支出是∑
n

 
i
 =1
 p
 
i

 x
 
i

 。每个消费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其决策变量是x
 
i

 。假定替代弹性为1/（1-ρ
 ）＞1，容易看到，如果每种商品消费的数量相同，效用就是消费品数目的递增函数，即u
 =（nx
 
ρ

 
i

 ）1/ρ

 ，且[image: ]
 。我们需要假定ρ
 ∈（0，1），因为对于ρ
 ＜0，它意味着1/（1-ρ
 ）＜1，效用函数将是消费品种类的递减函数，这意味着个人不喜好多样化消费。如果ρ
 ＞1，则可以看到，最优决策的一阶条件和市场出清条件会产生一个负的商品数目［见式（4.8）］。消费者决策问题的一阶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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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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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4.2a）是相对边际效用等于相对价格规则。它意味着戈森法则，即1元钱花在不同商品上的边际效用是相等的，以及边际替代率等于相对价格的法则。具体而言，式（4.2a）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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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预算约束且对等式两边求和，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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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等式，可以求出商品j
 的需求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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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二个等式是用对所有i
 ，j
 =1，2，…，n
 的对称性p
 
j

 =p
 
i

 条件得到的。式（4.3）可以表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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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商品j
 的需求弹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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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

 p
 
ρ
 /（ρ
 -1）
 
i

 包括一个p
 
j

 。再用对所有i
 ，j
 =1，2，…，n
 的对称性条件p
 
j

 =p
 
i

 ，我们得到求DS模型中需求自价格弹性的杨-海吉尔（Yang-Heijdra，YH，1992）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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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1977）做了一个特别的假定，即商品的种类无限大，并因此忽视了式（4.4）中的ρ
 /（1-ρ
 ）n
 ，以至于他们的弹性表达式是-1/（1-ρ
 ）。他们的这种假定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一模型中商品数目是内生的，并且只在一个特定的参数值范围内才非常大。用他们的需求自价格弹性公式不能计算出国际贸易对价格下降的作用。本章习题6会要求你证明，如果DS模型中生产函数是齐次的，则DS的需求自价格弹性公式会使均衡不存在。但是，如果用YH公式，则在一个特定参数空间会存在一个有严格定义的均衡。

下一步，我们考虑纯生产者的决策问题。由于存在无止境的规模递增报酬，一种商品只有一家企业能在市场上生存。如果有两家企业生产同样的商品，其中的一家就总是能通过进一步利用规模经济来提高产出、降低价格，从而将另一家企业赶出市场。这样，垄断竞争就能通过操纵数量与价格之间的互动，来选择一个使利润最大化的价格。但是，假定可以自由地生产新商品，这将会使最低利润的边际企业的利润趋于零。任何边际企业的正利润都会诱使一个潜在的企业家建立新企业，生产一种不同的商品。在一个对称的模型中，这一条件意味着所有企业存在零利润。这大大地简化了数学计算，并使DS模型大受欢迎。

假定商品j
 的生产函数是


X
 
j

 =（L
 
j

 -a
 ）/b


则商品j
 的劳动成本函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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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利润对产出水平和价格最大化，一阶条件意味着：


MR
 =p
 
j

 ［1+1/（∂lnx
 
i

 /∂lnp
 
i

 ）］=MC
 =b


其中，MR
 和MC
 分别代表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将式（4.4）中的需求自价格弹性表达式∂lnx
 
i

 /∂lnp
 
i

 代入一阶条件，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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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利润条件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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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均衡由式（4.3a
 ）、式（4.6）、式（4.7），以及市场出清条件Mx
 =X
 给定，其中涉及未知的p
 、n
 、x
 、X
 。这里，由于存在对称性，我们省略了变量的下标。因此，一般均衡及其比较静态分析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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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每种商品的均衡劳动生产力是每种商品均衡价格的倒数。比较静态分析证实了本节最开始部分所描述的故事。也就是说，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均衡的消费品数目、每种商品的生产率、人均真实收入将提高，而每种商品的价格将下降。

现在，将DS模型同规模报酬不变的新古典模型及第3章中的斯密模型相比较。首先，即使所有国家事前条件相同，或者没有外生比较优势，在DS模型中贸易也能获益。这种基于规模经济的贸易好处，被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Helpman and Grossman，1991）称为“后天的比较优势”。因此，克鲁格曼（1979）应用DS模型解释了林德贸易模式。该模式意味着，事前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要远远大于事前不同的发达国家及欠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林德贸易模式同规模报酬不变及有外生比较优势的新古典贸易模型不符合。这些模型预言，事前不同的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将远远大于条件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量。

其次，DS模型预言，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人口规模的提高对经济发展有积极效应。这一预测被称为第Ⅰ类规模效应。第Ⅰ类规模效应同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早期的经济发展情况一致，也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香港地区经济的发展的数据一致。相反，索罗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以及其他一些不变规模报酬的新古典模型则预言，人口规模的扩大对经济发展将会有负面的影响。这种预言同很多非洲国家以及改革前的中国及印度的情况相一致。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United State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86）以及德古达（Dasgupta，1995）则用经验证据否定了第Ⅰ类规模效应。

DS模型能够同时用一个经济体的规模来解释均衡的商品数目和人均真实收入，并且比很多固定商品数目的新古典模型有更高的解释力。如果我们将市场容量定义为所有商品的人均市场总需求与人口数的乘积，则DS模型就内生了市场的容量。由于每个纯消费者对所有商品的总需求由商品种类数决定，DS模型就通过内生商品种类数而内生了市场容量。很多经济学家用DS模型的这个特征来解释总需求和相关的宏观经济现象。如果我们用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社会中贸易品的种类数，以及生产的迂回程度来定义分工水平，则DS模型就内生了分工的一个方面——贸易品的种类数。但是，它没有内生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以及生产迂回程度。

让我们再考察一下DS模型与斯密模型之间的区别。在图4-1（a）中，我们可以假定，消费者1和消费者2每人将其劳动的一半分别卖给两家日本企业，这显然意味着每个人都不是专业化的，故我们将这种劳动力配置称为非专业化模式。相应的，我们还可假定每个消费者都将其全部劳动卖给一家企业。由于现在每个人是完全专业化的，我们称此种劳动配置模式为完全专业化模式。在DS模型的一般均衡中，由于两种劳动力配置模式对企业规模的影响是一样的，故其产生的内生变量值（相对价格、产出水平、每种商品的生产率，以及每个人对每种商品的消费）的结果也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在均衡中没有严格定义，因此，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也就没有生产力的含义。在这类模型中，生产力水平由企业的规模而不是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决定。因此，DS模型不能解释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结果，很多有趣的发展现象，如分工与专业化的演进、企业、货币及景气周期的出现等，斯密模型能解释，而DS模型则不能预测。

在DS模型中，由于人口规模对人均真实收入存在正效应，以及每个消费者会购买生产的所有种类商品，像图4-1（a）中所示的分隔的市场就绝不会出现在均衡中。因此，DS模型不能内生市场一体化程度。相反，例6.1和例6.2中的斯密模型则内生了市场一体化程度，以及解释了国际贸易如何从国内贸易中出现。因此，斯密模型被思迈斯（Smythe，1994）称为内生贸易理论。

此外，在斯密模型中，人口规模在促进生产力中并不扮演活跃和积极的角色。生产力是由分工水平决定的，而分工又是由交易效率决定的。因此，好的法律制度产生的高交易效率，可以用来解释中国香港、美国以及澳大利亚的生产力进步。在这些地方，人口增长为分工演进被动地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空间，即不同职业的数目不能超过人口数。而在改革前的中国、印度以及一些非洲国家，交易效率低下使得低的人均真实收入与大规模的人口同时存在。

在一个斯密模型中，很多分隔的地方社区合并成一个越来越大的一体化分工网络，这可以带来生产力的进步以及新商品和技术在均衡中出现，即使在人口规模固定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因此，斯密模型没有规模效应。廖柏伟和杨小凯（Liu and Yang，2000）提供了与DS模型不符的经验证据：在很多国家生产力提高的同时，企业平均规模反而缩小。相反，DS模型预测，生产力提高当且仅当企业平均规模扩大时才会发生。这被称为第Ⅱ类规模效应。

但是，如果在建立贸易联系时适当地设定一个固定交易效率系数，或者将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之间、国与国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设定为不同，则DS模型可以扩展，以内生市场一体化程度。例5.3说明了如何进行这一工作。埃塞尔通过设定一个生产投资品的规模经济与不同投资品对提高最终商品生产率的互补经济之间的两难冲突，内生了投资品数目和生产力。这类模型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发展中的二元经济和结构变迁。下一节将对此加以说明。

4.3 有交易成本的埃塞尔模型

我们先讲述模型背后的故事。在一个有M
 个相同消费者的经济中，有两种最终消费品，一种是用劳动生产的食物，其生产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特征；另外一种是工业品，它由劳动加上复合投资品才能生产，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特点。这种复合投资品是很多中间产品数量的CES函数。不同中间产品之间在提高最终工业品的生产效率上存在互补经济。因此，最终工业品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所用中间产品种类数的递增函数。在每一种中间产品的生产上，存在无止境的规模经济。两种最终商品的市场是竞争的，而中间产品的市场是垄断竞争的。如果将交易成本引入模型，则除了规模经济和互补经济之间的两难冲突之外，还存在规模经济和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

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市场上折中规模经济、互补经济和交易成本之间两难冲突的空间越来越大。因此，中间产品的数目就会提高，中间产品的生产率会提高，人均真实收入也会提高。特别是通过最终制造部门和中间部门之间建立产业联系，最终工业品的劳动价格会下降，工业品的全要素生产率会提高，且制造部门相对农业部门的相对产出水平会提高。由于规模经济和交易成本之间存在两难冲突，交易条件的改善将使工业品的劳动价格下降，制造业相对农业部门的产出则会提高。

人口规模提高对均衡生产力和工农业相对产出的影响，同剩余劳动力模型中剩余劳动力的发展含义类似。但是，在剩余劳动力模型中，工业部门外生的技术变化和人为假定的非均衡劳动力价格是结构变迁的关键。相反，在埃塞尔模型中，即使没有任何的外生技术变化和非均衡劳动力价格，结构变迁也能够发生。

同那些关于不同部门之间关联对经济发展重要性的粗略猜想相比，埃塞尔模型探究了最终制造业部门同中间部门之间经济联系的一般均衡性质，以及这种关联对经济发展和结构变迁的含义。在很多关于产业关联对工业化的作用的粗略猜想中（Rosenstein-Rodan，1943；Nurkse，1953），一个部门的供给和需求依赖于另一个部门的生产条件。产业关联的“外部效应”可能被市场忽视，或在一个分散的市场中由于协调失败而无法被利用。因此，政府的产业政策可以促进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在这一节的一般均衡模型中，我们将证明，不仅每一个部门的供给和需求将依赖于其他部门的供给和需求，而且价格和数量相互依赖。此外，不同部门之间、价格和数量之间，以及所有参与者的决策之间，都存在无穷的反馈圈。市场的功能正是传递这种产业关联网络效果的信息。市场的功能比我们凭直观能理解的要大得多，也比政府认识到的产业关联的功能要大得多。

埃塞尔模型的这种预测，不同于关于平衡和不平衡工业化之争的传统思想。一些发展经济学家争辩道，由于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相互依赖，政府政策应促进平衡和推进工业化（参见Lewis，1955；Nurkse，1953；Rosenstein-Rodan，1943；Scitovsky，1959；Thirwall，1994）。另外，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则争辩道，由于存在产业关联效应，应该采用一种促进不平衡工业化的政策（参见Streeten，1959；Hirschman，1958）。如果我们将生产力和工业部门数目的提高解释成工业化，则埃塞尔的模型就显示，成功工业化的关键条件是，一个一体化的世界市场中人口规模增加，以及存在有利的交易条件。这些条件可以通过自由化、国际化以及门户开放政策来实现。如果交易条件不利，且一个一体化的世界市场中人口规模很小，规模经济、产业关联的互补经济以及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就会导致均衡的生产力低下，专门的产业部门数目也少。根据这一模型，很多通过提高交易成本来操纵产业结构的传统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是有害的。


例4.2
 有内生投资品数目和交易成本的埃塞尔模型。
 假定一个经济中有M
 个相同的消费者。一个代表性消费者的决策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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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u
 是一个消费者的效用水平，y
 是消费的农产品（比如食物）数量，z
 是消费的工业品（比如汽车）的数量，而t
 和k
 则分别是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交易效率系数。每个消费者有一单位的劳动禀赋，且它是标准商品。劳动力的规模（即人口规模）是M
 ，而用劳动表示的商品i
 的价格是p
 
i

 。两种商品的需求函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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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Z
 
d

 和Y
 
d

 分别是两种商品的市场需求，z
 
d

 和y
 
d

 则为两种商品的个人需求。

一个生产食物的代表性企业在给定的商品和要素价格以及不变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条件下，实现利润最大化，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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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
 
s

 是y
 的产出水平，而L
 
d

 
y

 则是分配在食物生产上的劳动。


y
 市场上的均衡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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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
 
s

 是市场供给，它由市场需求Y
 
d

 决定，Y
 *
 是商品y
 的均衡数量，L
 
d

 
y

 是用于生产y
 的均衡劳动数量，而p
 *
 
y

 则是商品y
 的均衡劳动价格。

一个代表性的汽车制造者在一组给定的商品和要素价格、不变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以及用于生产汽车的不同中间产品之间的互补经济的条件下，实现其利润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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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
 是每一种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x
 
i

 可以视为所有类型的专用机床，且假定替代弹性1/（1-ρ
 ）＞1，即ρ
 ∈（0，1）。由于z
 的全要素生产率随着专用机床种类数n
 的增多而提高，这一生产函数就显示出在用于生产z
 的中间产品之间存在互补经济。替代弹性随着ρ
 的增大而提高，不同中间产品之间的互补经济程度同替代弹性呈负相关。因此，1/ρ
 可以解释成互补经济的程度。对不变规模报酬的决策问题而言，在零利润条件和两个对x
 
i

 及L
 
z

 的一阶条件中，只有两个方程是互相独立的。我们可以用这两个一阶条件∂π
 
z

 /∂L
 
z

 =∂π
 
z

 /∂x
 
i

 =0来建立劳动需求数量和x
 需求数量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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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用到了模型的对称性。用生产z
 的零利润条件以及式（4.14），我们可以得到用p
 
x

 x
 表示的p
 
z

 Z
 的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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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z
 的生产函数及式（4.14），我们可以得到p
 
z

 Z
 的另一个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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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这两个表达式相等，我们可以建立z
 和x
 的均衡价格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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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一条件不满足，则企业将会不生产z
 ，或者对劳动的需求量会无限大。而由于劳动供给有限，这又同均衡不相容。用式（4.15）以及式（4.10）中对y
 的需求函数，我们有：

[image: ]


其中，M
 是人口规模。

售卖投资品i
 的企业在考虑商品价格和数量，并服从一个给定的无止境规模经济生产函数的条件时，实现利润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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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
 
i

 是由垄断竞争者提供的商品i
 的数量，而L
 
ix

 则是生产商品i
 的企业雇佣的劳动数量。所有售卖其他n
 -1种投资品的企业的决策问题都同式（4.19）对称。由于模型具有完全对称性，在不会引起混淆时，我们将忽略下标i
 。中间产品的市场是垄断竞争的。

用式（4.4）中的杨-海吉尔公式，中间产品i
 的需求价格弹性是


E
 ≡∂logx
 
i

 /∂logp
 
i

 =-（n
 -ρ
 ）/（1-ρ
 ）n


由一个中间产品生产者的一阶条件MR
 =MC
 ，可得到MR
 =p
 
x

 ［1+（1/E
 ）］=b
 =MC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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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再加上零利润条件AC
 =［（a
 /X
 ）+b
 ］=p
 
x

 ，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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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式（4.18）中的x
 等于式（4.21）中的X
 ，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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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4.20）和式（4.22）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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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4.23）代入式（4.22），可得到p
 
x

 的均衡值。将该值代入式（4.17），可得到z
 的均衡价格。分别将z
 的均衡价格的表达式对k
 和M
 求导，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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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人口规模M
 和交易效率k
 的变化对投资品数目n
 的影响，以及商品价格、制造业与农业部门的相对规模、生产力和人均真实收入的影响感兴趣。让我们用式（4.10）～式（4.24）计算出这些变量的均衡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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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FP
 
z

 是商品z
 的全要素生产率，LP
 
j

 是投资品j
 的劳动生产率，R
 
zy

 是最终制成品和农产品的相对产出水平，u
 是均衡的人均真实收入，即效用。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结果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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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式（4.26d）用来得出式（4.26e），而式（4.26b）则来自式（4.24），且用来得出式（4.26f）和式（4.26g）。

式（4.26）产生了如下命题。


命题4.1
 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工业品（z
 和x
 ）的均衡劳动价格会下降，均衡的工业品全要素生产率和投资品的劳动生产率会提高，均衡的工农业相对产出水平会提高，均衡的人均真实收入水平也会提高；随着工业品交易效率的提高，工业品劳动价格会下降，而工农业相对产出水平以及人均真实收入则会提高。


如果我们将中间产品种类数的扩大、生产力的进步及新商品的出现视为工业化，则这个模型在解释经济发展、工业化及相关的结构变化时，就比传统的发展模型更有解释力。它可以预见，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或一体化的世界市场中人口规模的扩大，如下经济发展的共生现象会出现：最终制成品和中间商品的生产效率提高；中间产品种类数随着新中间产品的出现而增大；工农业相对产出提高；人均真实收入提高。根据这个模型，促进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最好政策是追求自由化、国际化以及对外开放。这些措施可以改善交易条件、降低贸易壁垒，并扩大一体化世界市场中的人口规模。

由于标准的需求和供给曲线无法表示埃塞尔模型中网络联结的这种拓扑性质的变化，我们用图4-2来显示埃塞尔模型中预见的经济发展和结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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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埃塞尔模型中的结构变迁、工业化和经济发展

在图4-2中，有x
 
i

 的圆圈代表生产一种投资品的工人，有y
 的圆圈代表生产农产品的农民，有z
 的圆圈代表生产最终工业品的工人，细线代表商品流，粗线代表经济发展中结构变迁的路径，而经济发展又是由一体化世界市场中人口规模的扩大或者交易条件的改善引起的。从图形以及模型的设定来看，很显然，整个经济总是一体化的，而且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不是内生的。

这个模型不能解释下面一些发展现象。从式（4.12）、式（4.15）和式（4.18）中可以看到，用劳动价值表示的最终工业品制造部门、中间产品部门以及农业部门的收入份额分别是（1-α
 ）（1-β
 ），（1-α
 ）β
 以及α
 。它们不依赖于交易条件、人口规模以及生产条件。因此，作为工业化的一个方面，在没有相对偏好的变化时，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过程就不能由这个模型来预测。请注意，在式（4.25）和式（4.26）中，物质上的相对产出同相对价值及相对就业不同。在模型中，前者能够由交易条件和人口规模来解释，但如果没有相对偏好的外生变化，后者就不会发生变化。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模型中，均衡的市场一体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以及商业化程度绝不会发生变化。同DS模型类似，这个模型产生了第Ⅰ类规模效应，而这类规模效应则已被经验证据否定。一些日常的观察表明，在农业部门中，专业化和分工存在递增报酬。农业部门中的分工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进，尽管这种演进要慢于工业部门。那种认为农业生产中不存在递增报酬，以及不能运用迂回生产性机器和拖拉机的假定是有问题的。因此，此节的模型并不能对经济发展机制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描述。相较于传统的发展模型，该模型的内生化程度更高，但它不能将斯密关于工业部门收入份额的提高与分工演进之间密切关系的猜想形式化。根据斯密的观点，这种提高不是由偏好或外生的技术变化引起的，而是由工业部门中更快的分工演进引起的，因为工业部门比农业部门的交易成本和季节协调费用低。我们在第12章将对这一猜想进行形式化。

4.4 墨菲-谢勒夫-维西尼的大推进工业化模型

墨菲、谢勒夫和维西尼（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1989）是最早认识到无止境规模经济的均衡模型对解释工业化过程中协调问题有重要意义的经济学家。这些问题也为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1943）、弗莱明（Fleming，1955）、勒克思（Nurkse，1952）、西托夫斯基（Scitovsky，1954），以及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所关心。他们的大推进工业化模型有如下特征：每种商品既可以用一种不变规模报酬的传统技术，也可以用能产生无止境规模经济固定成本的现代技术进行生产。这意味着，任何商品的价格都是由传统企业的零利润条件决定的，因此，价格不能将现代企业的生产条件信息传递给消费者。这种价格信息的误传可能产生扭曲。所有选择现代技术的企业要在给定其他现代企业进入决策时，做出是否进行生产的决策。有两个均衡可以同时存在：在其中一个均衡中，所有的现代企业都开工生产，它们的利润为所有者创造了很高的收入，这种收入使所有现代企业生产的商品的市场得以维持；在另外一个均衡中，所有现代企业都不运作，所有人收入都低，任一现代企业单独开工都无法生存，因此，不开工是每一个现代企业的最优决策，也就是说，对其他人的决策的期望可自我实现。


例4.3
 墨菲、谢勒夫和维西尼的大推进工业化模型。
 该模型的假设为：有一个质量为1的商品连续统集合；每一个企业在生产每一种商品时，都有两类生产函数可供选择；X
 
j

 =L
 
j

 是生产商品j
 时的一种传统技术，X
 
j

 =（L
 
j

 -F
 ）/b
 是生产商品j
 时的一种现代技术，其中，X
 
j

 是产出水平，L
 
j

 是生产商品j
 时使用的劳动数量，F
 是一个固定的生产成本，b
 是生产一种商品时的可变劳动成本。一个传统企业中的工人有如下决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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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每一个消费者有一单位的劳动，y
 
c

 是一个传统企业的收入，而w
 
c

 则是其工资率。假定乡村企业工人的劳动为标准商品，因此w
 
c

 =1；Π
 是总的红利，它等于n
 个现代企业的总利润；每一个企业的所有权都在所有人之间均摊，此时，n
 ∈［0，1］，且Π
 =n π
 ，其中，π
 是每个开工的现代企业的利润；人口规模假定为L
 ，则在一个现代企业中，一个工人的决策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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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
 
m

 是一个现代企业工人的收入，而w
 则是其相对一个传统企业工人的工资率，v
 是一个人在现代部门工作时的效用损失。两个效用最大化决策问题产生了两类工人的间接效用函数。假定两个间接效用函数相等，则我们可以得到MSV模型中的等式（6）（MSV，1989，p.1011）。因此，我们有：


w
 =1+v
 y
 
c

 =（Π
 /L
 ）+1 y
 
m

 =（Π
 /L
 ）+w


假定分配给一家现代企业的劳动为L
 
m

 ，而分配给一家传统企业的劳动为L
 
c

 =L
 -nL
 
m

 ，其中，L
 为总劳动供给或人口规模。每种商品的需求函数是


x
 =y
 /p
 =y
 =L
 
c

 y
 
c

 +nL
 
m

 y
 
m



由于一个传统企业具有不变规模报酬技术，以及其在生产任何商品时可自由进入，一个开工的传统企业会得到零利润，而用传统企业工人的工资率表示的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则是p
 =1。

一个现代企业将利润最大化：


π
 =px
 -wL
 
m

 =y
 （α
 -1-v
 ）-F
 （1+v
 ）=（L
 
m

 -F
 ）（α
 -1-v
 ）-F
 （1+v
 ）

其中，p
 =1，x
 =α
 （L
 
m

 -F
 ）是生产函数，x
 =y
 是对一个现代企业生产的商品的总需求，w
 =1+v
 ，y
 是总收入。这是MSV模型中的等式（6）（MSV，1989，p.1012）。为了看到利润、收入、需求以及生产之间的反馈循环圈，请注意y
 =L
 
c

 y
 
c

 +nL
 
m

 y
 
m

 =L
 
c

 ［（π
 n
 /L
 ）+1］+nL
 
m

 ［（π
 n
 /L
 ）+w
 ］=L
 +π
 n
 +nL
 
m

 v
 。这意味着，收入取决于利润，而上述利润表达式又表示，利润取决于需求，需求反过来又由收入决定。

MSV模型的下述特征，使它不同于其他一些具有无止境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的均衡模型。在MSV模型中，一个现代部门中无止境的规模经济意味着，每个现代企业都是一个垄断竞争者。但是，由于生产同种商品的竞争性企业存在进入的可能性，这个垄断者又不能操纵价格。在MSV模型中，在一个特定的参数空间下，存在无限的均衡。如果所有其他现代企业选择不生产，一个现代企业的最优决策就是不生产。因此，非工业化就是一种均衡。如果所有其他的现代企业选择生产，则一个现代企业的最优决策就是生产。这是另一种完全工业化的均衡。最后，还有一个零利润均衡。在此均衡中，一部分现代企业的生产数量为正。由于在任何一种零利润均衡中，哪一个企业生产以及哪一个企业不生产都是不确定的，且企业的数目是一个连续统，因而就有无穷个均衡存在。

我们现在一一考察这三种类型的均衡。假定L
 
m

 =0且n
 =0，即非工业化，则每个消费者得到一单位的收入，且y
 =L
 。因此，利润为负，当且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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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如果式（4.27）成立，则在所有其他现代企业是非活跃时，任何单方面开工的单个现代企业都将得到负利润。因此，如果式（4.27）成立，则均衡为n
 =0（非工业化）。如果所有的现代企业生产，则nL
 
m

 =L
 ，L
 
c

 =0，n
 =1，且利润变成

π=px
 -wL
 
m

 =α
 （L
 -F
 ）-L
 （1+v
 ）

当且仅当L
 ＞Fα
 /（α
 -1-v
 ）时，上式为正。这意味着，当n
 =1时，即完全工业化，如果L
 ＞Fα
 /（α
 -1-v
 ），则任何单个现代企业的利润为正。但是，由于n
 的上限是1，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再有任何进一步工业化的余地。这样，对于L
 ∈（Fα
 /（α
 -1-v
 ），Fα
 （1+v
 ）/（α
 -1-v
 ）），至少有两种均衡：一个是n
 =0且π
 =0；另一个则是n
 =1且π
 ＞0。

由于两种均衡之间所有商品的均衡价格都一样，而完全工业化中均衡的人均收入要高于非工业化，我们可以看到，当L
 ∈（Fα
 /（α
 -1-v
 ），Fα
 （1+v
 ）/（α
 -1-v
 ））时，n
 =1的均衡要帕累托优于n
 =0的均衡。的确，还有很多所有其他企业的利润为零的均衡。假定利润等于零，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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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劳动市场出清条件L
 
c

 +nL
 
m

 =L
 ，我们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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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4.28）中给出的L
 
m

 代入一个现代企业的生产函数x
 =α
 （L
 
m

 -F
 ），可得到该现代企业的供给数量。将式（4.28）和式（4.29）代入一种商品的需求函数x
 =y
 =L
 
c

 y
 
c

 +nL
 
m

 y
 
m

 ，我们可以得到该商品的需求数量。其中，y
 
c

 =（Π
 /L
 ）+1=1，且y
 
m

 =（Π
 /L
 ）+（1+v
 ）=1+v
 。假定需求等于供给，我们可以发现零利润均衡：


n
 =［（1+v
 ）/v
 ］-［（α
 -1-v
 ）L
 /vFα
 ］

如果L
 ∈（Fα
 /（α
 -1-v
 ），Fα
 （1+v
 ）/（α
 -1-v
 ）），则n
 ∈（0，1）。由于传统企业工人在两类均衡中都得到同样的效用，且在零利润均衡中两类工人得到的效用相等，所以，零利润均衡中产生的福利与非工业化均衡中产生的福利相同。多重均衡的存在可以用来讲述大推进工业化的故事。墨菲、谢勒夫和维西尼建议，如果政府同时协调对所有现代部门的投资，则可以避免发展的陷阱，即坏的均衡。这个模型并不能证明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它意味着，理论不能预测何种均衡会发生。如果好的均衡出现，则政府干预是不必要的。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坏的均衡会在一些非洲国家出现，而好的均衡会在18世纪减少政府管制后的英国出现。在这个模型中，帕累托无效均衡出现的可能性，是由于价格信息的误报。均衡价格由传统企业的零利润条件决定，它不能将现代企业的生产条件信息传递给消费者。因此，消费者可能会将过多的收入用于购买传统企业生产的商品。

如果人口规模大到足够克服信息误报，或如果L
 ＞Fα
 （1+v
 ）/（α
 -1-v
 ），则政府干预就是不必要的，因为在此情况下，唯一的均衡就是n
 =1。随着人口规模从低水平提高到一个门槛值Fα
 /（α
 -1-v
 ），均衡的工业化程度就会从n
 =0非连续地跳到n
 =1，即大推进工业化。假定参数空间L
 ∈（Fα
 /（α
 -1-v
 ），Fα
 （1+v
 ）/（α
 -1-v
 ）），则此范围内存在多重均衡。这种多重均衡及相关的效率损失，同囚犯困境及其他一些有决策者利益冲突模型中的协调问题有着本质的区别（参见第3章和第9章中有利益冲突并产生内生交易成本的模型）。这里，自利决策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没有人能从一个坏的均衡中获益。在一个好的均衡中，没有人受损，而所有的消费者和现代企业都获益。行业协会中企业家之间的简单对话，就足以解决这种协调问题。因此，政府的工作就是保证自由结社，以使这种简单对话能自然地发生。

避免均衡多重性的方法有很多种。如果一个现代企业能将其产品同一个传统企业生产的产品区别开来，则价格信息的误报就能避免，均衡的多重性也就能避免。在MSV模型中，开工的现代部门的数目不是内生的。如果其数目是由设定的一对规模经济与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内生的，则均衡的多重性就可以避免。墨菲、谢勒夫和维西尼（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1989，p.1003）提出，交易成本可能是发展陷阱的一个原因。

凯利将交易成本引入MSV模型，并用零利润条件来内生开工的现代部门的数目以及市场一体化程度。但由于存在零利润条件，消费者不能从正的红利收入和规模经济之间的反馈圈中得到相关的信息，所以消费者的效用就不会随着开工的现代部门数目的增大而提高，也就是说，工业化的好处完全被交易成本吞没。萨克斯和杨小凯（Sachs and Yang，1999）发展了一种方法来设定边际现代企业的零利润条件，并保持其他开工现代企业的正利润。这可以用来内生开工的现代部门数目，同时又保持MSV模型中关于红利收入和规模经济之间反馈圈的原有特色。

4.5 有规模经济、内生工业化程度及交易成本的萨克斯-杨模型


例4.4
 萨克斯-杨模型（Sachs and Yang，1999）。
 遵循MSV模型的做法，我们假定工业部门生产的m
 个消费品是一个连续统。L
 个消费者-工人-所有者中的每一个都有同样的CES效用函数。他的决策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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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j
 ∈［0，m
 ］是一种工业品，x
 （j
 ）是消费的商品j
 的数量，而p
 （j
 ）则是商品j
 的价格。每个消费者拥有一单位劳动禀赋，每人的收入由红利收入π
 和工资收入w
 组成。假定劳动是标准商品，则w
 =1。所有企业的所有权由所有消费者共享。和MSV模型中一样，在均衡中所有商品的价格p
 （j
 ）=1。因此，所有商品j
 的最优需求数量都相同。运用模型的对称性，消费者决策问题的解可以这样得到：


x
 =I
 /m


总市场需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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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Π
 是总红利收入，它等于总利润。

我们现在考虑x
 的生产。对每一种工业品而言，都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技术。其中的现代技术有规模经济，而传统技术则是不变规模报酬。由于存在传统技术，所有工业品的劳动价格总是1，所以所有工业品的需求数量都相同。

生产商品j
 的现代部门的生产函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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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
 
j

 是供给数量，L
 
j

 是被分配于生产工业品的劳动数量，而F
 
j

 则是商品j
 的固定生产成本。我们假定，不同现代部门的固定成本是不同的，代表工业部门的指数则同其固定成本挂钩。工业品0的固定成本δ
 最小，为一个非常小的正数。工业品m
 的固定成本γm
 最大，而j
 ∈（0，m
 ］，F
 
j

 =γj
 ∈（δ
 ，γm
 ］。这里，γ
 可以视为一个一般生产条件参数。随着γ
 下降，任何现代部门j
 的固定成本都会下降。一个大的F
 
j

 值意味着，在一个正的产量被生产出来之前，现代部门j
 需要一个高的固定成本投资。因此，指标j
 可以看成现代部门资本密集度的一个指数。

我们进一步假定，每个现代企业有一个可变的交易成本。不同国家的交易条件不同。国家i
 中一个现代企业产生的交易成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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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
 =1，2，…，M
 代表不同的国家；s
 是国家1的交易成本系数，它是一个非常小的正数；x
 
j

 是现代部门j
 的产出水平，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每个国家和每个部门都是相同的。这种设定意味着，决定交易成本系数的要素有两个：一般交易条件μ
 ，以及由i
 代表的一个具体国家的交易条件。i
 越大，交易成本系数c
 
i

 越大。一个国家的地理条件以及制度和文化传统，决定了这个国家指标i
 的排序等级。对任意给定的i
 ，交易成本系数c
 
i

 随着μ
 的下降而下降。μ
 的下降可以由世界范围内的运输技术或制度的变化引起。我们可以将国家1视为最发达的国家，而将国家M
 视为最不发达的国家。国家i
 中企业j
 的利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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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
 
j

 =X
 
d

 /（1-c
 
i

 ）由市场出清条件以及式（4.30）中给出的需求函数决定。总的分红收入等于n
 个开工的现代企业的总利润：

[image: ]


其中，n
 ∈［0，m
 ］是内生决定的。将总分红收入的表达式代入式（4.30），则可以得到现代企业j
 生产的商品的总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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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有工业品的数目是m
 ，而活跃的传统部门的数目是（m
 -n
 ）。式（4.33）～（4.35）精确地捕捉了收入、需求以及生产条件之间的反馈圈。同时，它还抓住了大推进工业化的思想。如果交易成本为零，则随着更多的现代企业运转，即n
 提高，红利所得和收入将提高，需求也会提高，这又会使更多的现代企业赢利。因此，随着人口规模达到一个门槛，均衡的现代部门数量n
 就会从0跳到其上限m
 。但在我们的模型中，交易成本抵消了市场范围与可利用的规模经济之间的正反馈，因此，工业化可以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而逐渐发生。

将式（4.35）代入式（4.33），然后将得到的表达式代入式（4.34），我们可以做积分运算并将总收入Π
 +L
 表示成n
 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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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L
 -0.5γn
 2
 ＞0和m
 -αn
 （1-b
 -μi
 ）＞0是由正收入要求的。我们现在考虑资本最密集的开工的现代部门n
 的零利润条件。假设j
 等于式（4.33）中的n
 且π
 
n

 =0，我们得到零利润条件π
 
n

 =（1-b
 -μi
 ）x
 
j

 -γn
 =0。将式（4.35）中给出的需求函数代入活跃的边际现代企业的零利润条件，可以得到Π
 +L
 的另一个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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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b
 -μi
 ＞0是正收入所要求的。式（4.36）和式（4.37）一起产生了如下等式，它将活跃的现代企业的均衡数目表述成参数γ
 、μ
 、L
 、b
 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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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
 ≡0.5αγ
 ［1-b
 /（1-μi
 ）］，B
 ≡γm
 ，D
 ≡αL
 ［1-b
 /（1-μi
 ）］为正。由于f
 （0）=D
 ＞0，f
 ′（0）=-B
 ＜0，f
 ″（n
 ）=2A
 ＞0，这个在第一象限和第四象限的n
 的二次方程的图形是一个凸曲线，在水平轴的上方穿过纵轴。这条曲线唯一的最小值n
 =B
 /2A
 ＞0由f
 ′（n
 ）=0给出。因此，这条曲线在右半边的水平轴上有两个交点，它定义了两个均衡，由f
 （n
 *
 ）=0给出。将f
 （n
 ）=0产生的两个解分别称为n
 1
 和n
 2
 ，且假定n
 2
 ＞n
 1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对唯一最小值在水平轴线以下的凸曲线，f
 ′（n
 1
 ）＜0且f
 ′（n
 2
 ）＞0。但是，我们可以证明，对一个正收入，∂f
 /∂n
 =（α
 /n
 ）［1-b
 /（1-μi
 ）］（0.5γn
 2
 -L
 ）＜0一定成立，因为式（4.36）中的正收入要求1-b
 /（1-μi
 ）＞0和0.5γn
 2
 -L
 ＜0。这意味着，n
 2
 不可能是一个均衡。我们因此得到了该模型中只有一个均衡的结论。

对式（4.38）进行微分，并运用隐函数定理，我们可以确定活跃现代企业的均衡数目的比较静态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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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如果式（4.38）成立，∂f
 /∂b
 ＜0，df
 /di
 ＜0，∂f
 /∂μ
 ＜0，∂f
 /∂L
 ＞0，则∂f
 /∂n
 =（α
 /n
 ）［1-b
 /（1-μi
 ）］（0.5γn
 2
 -L
 ）＜0，且∂f
 /∂γ
 ＜0。式（4.39）意味着，就促进工业化的作用而言，交易条件和人口规模可相互替代。对于一个给定的μ
 ，一个更大的人口规模会产生一个更高的工业化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L
 ，更好的一般交易条件会产生更高的工业化程度。dn
 /di
 ＜0意味着，交易成本系数较大（意味着一个较大的i
 ）的国家，其工业化程度较低。这意味着，如果其交易条件十分糟糕，一个大国可能会有一个低的工业化程度。

国家i
 中的一般均衡可以总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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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
 由式（4.38）给出，u
 是人均真实收入，即均衡的效用水平，（Π
 /L
 ）+1是用劳动表示的人均收入，L
 
x

 是分配在所有开工的现代企业中的劳动数量，而R
 ≡L
 
x

 /L
 则是现代部门的收入份额。对式（4.40）中的u
 求导，并用式（4.38）和式（4.39），则可以证明：

du
 /dL
 ＞0 du
 /dμ
 ＜0 dR
 /dL
 ＞0 dR
 /dμ
 ＜0

dn
 /dL
 ＞0 dn
 /dμ
 ＜0 dn
 /db
 ＜0

d（m
 -n
 ）/dL
 =-dn
 /dL
 ＜0 d（m
 -n
 ）/dμ
 =-dn
 /dμ
 ＞0

显然，开工的传统部门数目（m
 -n
 ）将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及（或者）交易条件的改善而变小。因此，我们的模型内生了经济结构的二元性。

我们可以将比较静态分析结果总结为以下命题。


命题4.2
 随着人口规模提高以及（或者）一般交易条件的改善，开工的现代部门的均衡数目，开工的现代企业的资本密集度、生产率，以及人均真实收入将提高。在一般交易条件和人口规模给定时，特定交易条件更好的国家将比其他国家的工业化程度更高。


假定最开始的一般交易条件十分糟糕，则任何国家都没有现代企业。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般交易条件得到改善，因此，在交易成本系数c
 1
 =s
 最小的国家，出现了一些现代企业的运作。但是，其他国家则没有工业化。随着一般交易条件的进一步改善，交易成本系数略高的那些国家开始工业化，每个工业化国家开工的现代企业数目也随之提高。随着一般交易条件进一步改善，这些交易条件差的国家最终会实现工业化。这一过程会一直持续到所有国家及每个国家的每个部门都实现工业化。

在这个模型中，不仅每个现代企业开工的决策取决于开工的现代企业的数目，而且活跃的现代企业的均衡数目由这些决策决定。一般均衡机制同时决定这些相互依赖的变量。萨克斯和杨小凯（Sachs and Yang，1999）将这个模型扩展到了有多个国家的情形。他们证明，不仅每个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决策取决于国际贸易网络的规模以及该网络中的工业化程度，而且该网络的规模由所有国家是否参与网络的决策决定。凯利（1997）则在模型中设定了时间维度，并且在建立贸易联系的交易条件中引入了不确定性。他的模型内生了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演进。

但是，这类模型产生了规模效应。模型预测，生产力当且仅当企业平均规模扩大时才能提高。廖柏伟和杨小凯（Liu and Yang，2000）的经验证据则否定了第Ⅱ类规模效应。张永生（Zhang，2000）也发现了同此类规模效应不相符的经验证据。同样，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1986）和Dasgupta（1995）还否定了该模型中预言的第Ⅰ类规模效应。正如克鲁格曼（Krugman，1995，p.21）指出的，这类模型不能解释规模经济的好处是如何通过价格机制和产业联系在不同部门之间进行转移的，因为模型中所有商品的价格总是不变的。

尽管经验证据否定了本章模型中的规模效应，但有很多经验证据证实了本章中关于交易效率对经济发展和结构变化的作用。诺斯（North，1958），诺斯和温格斯蒂（North and Weingast，1989），巴罗（Barro，1997），伊斯顿和沃克（Easton and Walker，1997），格温顿、劳森和布洛克（Gawaartney，Lawson and Block，1996），费伊和谢勒夫（Frye and Shleifer，1997），盖洛普和萨克斯（Gallup and Sachs，1998），萨克斯和温纳（Sachs and Warner，1995，1997）等人提供的历史证据证实了这种预言。诺斯发现，海洋运费的持续大幅度下降，对欧洲早期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他和温格斯蒂发现，英国光荣革命后建立的制度，即君主立宪和议会民主，使得英国政府对宪制规则的承诺变得可信，并大大减少了由寻租、腐败以及国家机会主义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英国经济因此得以在18～19世纪起飞。

巴罗用一组1965～1990年100多个国家的数据，证明了一个法治指数对经济有正面影响，该指数对影响人均真实GDP增长率的交易条件产生影响。伊斯顿和沃克通过跨国数据证明增长绩效同经济自由度指标存在正相关。费伊和谢勒夫通过波兰和俄罗斯的调查数据研究显示，增长绩效和政府对私人产权的侵犯之间存在负相关。盖洛普和萨克斯通过跨国数据验证影响一国运输效率的地理条件对人均收入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萨克斯和温纳用一组83个国家1965～1990年的数据，证明了增长绩效与影响交易条件的开放度指标及制度质量之间存在正相关。

克鲁格曼（Krugman，1995）争辩道，产业联系的外部效应、因果循环，以及大推进工业化的思想，应该用规模经济的模型进行形式化。这一章中有规模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成功地抓住了这些思想中的一般均衡思想。但是，由于它们强调的是规模经济，所以在经验检验方面并不是很成功。

关键术语和复习

因果循环、大推进工业化、产业联系的网络效应，以及一般均衡概念之间的关系。

高级发展经济学及其形式化的不同方法。

为什么各种规模效应都被经验证据否定？

剩余劳动力模型、有规模经济的均衡模型，以及斯密分工模型之间的区别。

垄断竞争的DS模型与规模经济的MSV模型之间的区别。

进一步阅读

早期关于大推进工业化、平衡及非平衡工业化、产业关联外部性的研究：Rosenstein-Rodan（1943），Fleming（1955），Nurkse（1952），Scitovsky（1954），Myrdal（1957），Hirschman（1958），Sheahan（1958），Sutcliffe（1964），Streetern（1956），Krugman（1992，1995）。二元结构：Ranis（1988），Lewis（1955），Fei and Ranis（1964）。基于规模经济的结构变化和二元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Ciccone and Matsuyama（1996）；Krugman and Venables（1995）；Baldwin and Venables（1995）；Puga and Venables（1998）；Gans（1998）；Matsuyama（1991）；Yang（1994）；Weitzman（1994）；Wong and Yang（1994，1998）；Yang and Heijdra（1993）；Dixit and Stiglitz（1977）；Ethier（1982）；Krugman（1979，1980，1981，1995）；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1989）；Kelly（1997）；Sachs and Yang（1999）。用对话解决协调问题的模型：Matsui（1991）；Bhaskar（1995）；Blume，Kim and Sobel（1993）；Kim and Sobel（1995）；Mailath（1998）。否定规模效应的经验证据：Liu and Yang（2000），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86），Dasgupta（1995）。支持交易效率与发展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的经验证据：Gallup and Sachs（1998），Sachs and Warner（1995，1997），North（1958），North and Weingast（1989），Barro（1997），Easton and Walker（1997），Frye and Shleifer（1997）。

思考题

1.这一章的模型能在多大程度上把认为市场容量是由交易效率决定的及分工是受市场容量决定的斯密定理形式化？

2.讨论交易成本发展含义在李嘉图模型和斯密模型及本章的模型里的区别。

3.根据幼稚工业的讨论（例子参见Scitovisky，1954），规模经济、产业关联的外部效果和边学边干效果，保护幼稚部门免受国际竞争的关税将改善社会福利并加速工业化。用本章中的例子，联系人口规模和交易条件对生产中有规模经济的产品价格的影响评价这种观点。

4.考虑例4.1的模型。假设有变动工作的成本，因此，刚刚变动了工作的人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不如没变动工作的人那样高产。假设石油危机突然降低了交易效率，分析在分工的均衡网络规模和商品的均衡种类数上将发生什么变化，然后讨论对短期失业可能产生的影响。一些经济学家（如弗里德曼）把短期失业称为自然失业，另一些经济学家把短期失业称为结构失业。

5.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如Myrdal，1957）相信高人口增长率阻碍了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舒尔兹（Schultz，1974）认为，在一个自由市场体系里，个人的理性决策将决定人口增长。因此，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负效应一定与欠发达经济体里存在缺陷的制度有关。联系第3章和第4章的模型讨论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并讨论在具有适于运输地理条件的国家里，人口密度和发展呈正相关，而在不具有适于运输地理条件的国家里，两个变量呈负相关的经验证据。

6.在例4.2的模型里，当交易效率改善时，从分工的演进中就会出现一些新产品的生产函数，这看起来像内生技术进步。分析这种用大规模市场网络及分散的地方市场合并成一个日趋一体化的市场来解释内生技术进步的方法，与通过独立于分工网络规模演进的投资来解释技术进步的新古典方法的区别。

7.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1943）认为，孤立的投资很可能无利可图，伴随着许多其他行业类似投资的投资则有利可图。赫希曼（Hirschman，1958）认为，当一个行业的需求能使上游行业至少以可生存的最小经济规模建立起来时，这个行业就创造了后向联系。行业的后向联系力可以通过其实际推动其他行业跨过赢利门槛的可能性来测定，这叫后向联系效应。赫希曼同样把前向联系概念和规模与市场的相互作用联系起来，它包括一个行业减少其潜在下游用户的成本，因而再一次推动它们提升跨过门槛的能力。用本章的模型把这些有关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模糊观点形式化。

8.勒克思（Nurkse，1952）提出发展良性循环的概念，这意味着不同部门的需求和供给是相互依赖的。用本章的一般均衡模型把他模糊的观点形式化。西托夫斯基（Scitovsky，1954）明确地区分了技术和资金的外部经济，并指出在竞争均衡里，忽略可通过价格传递的外部效应的确是有效的。使用一般均衡的概念来分析在市场中自利决策的相互作用怎样考虑规模经济和部门之间相互依赖的益处。绝大多数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没提到规模经济，使用第2章的模型分析，为什么在没有规模经济存在的情况下，能存在工业联系的网络效应？

9.弗莱明（Fleming，1955）认为，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的水平外部经济没有垂直外部经济重要。水平外部经济与迂回生产链上同一环节的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相关，而垂直外部经济与不同环节之间的互相依赖相关。用DS模型和埃塞尔（Ethier，1985）模型之间的区别讨论垂直外部经济和水平外部经济之间的区别（你可以联系在第11章迂回生产链中内生工业环节数的模型来分析）。

10.区分第2章的李嘉图模型、埃塞尔模型、刘易斯剩余劳动模型及萨克斯-杨模型中二元经济的区别。在第11章的模型里将预测更多的二元结构。比较二元经济所有不同的定义。

11.如果大推进工业化有利于所有的企业，那么私人企业在什么条件下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香港商人那样，使用金融市场来组织大推进工业化？

12. MSV模型里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怎样通过协商、成立商会和其他商业活动解决工业化的协调问题？我们怎样发展纳什均衡概念和新的研究方法来避免多重均衡和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参见第8章）？

13.详细说明例4.1中的劳动的市场出清条件，并使用瓦尔拉斯定律检查例4.1的均衡解是否正确（提示：在你定义劳动的市场出清条件时，不要忘记在劳动方面的交易成本）。

习题

1.把例4.1中的效用函数解释为最终消费品（或农产品）的生产函数。每个消费者的效用等于这种商品的消费量。x
 
i

 是用于生产消费品的中间产品i
 。假设政府对中间产品的销售税率是s
 ，并且所有的税收平均地分配给生产中间产品的工人。解出一般均衡和它的比较静态。当税率s
 改变时，均衡相对产量及工业和农业部门的相对价格是否改变？用这个模型来分析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农业部门和二元结构的歧视性税收政策。

2.杨小凯和海吉尔（Yang and Heijdra，1993）在例4.1中去掉了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相等条件，那么利用消费者的零收益条件和需求函数，所有的内生变量可被解释为商品种类数n
 的函数。假设中央计划者选择n
 来将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那么可解出n
 的帕累托最优值。把这个n
 的帕累托最优值和均衡值相比较，并分析在什么条件下它分别大于或小于由生产函数X
 
j

 =（L
 
j

 -a
 ）/b
 和X
 
j

 =L
 
a

 
j

 所导出的均衡值。没有人从垄断竞争市场的扭曲中获益，分析为什么这样的扭曲会在一个分散的市场中出现，你认为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扭曲？

3.假设例4.2中的经济开始时均衡，一场石油危机把交易效率从k
 1
 降低到k
 2
 ，因此产品的均衡种类数减少了。假设当均衡转移时，个体改变工作有工作变动成本，因此那些失去工作的人的竞争性就不如那些不改变工作的人，结果会发生失业。计算由石油危机导致的失业率。

4.用X
 
j

 =L
 
a

 
j

 代替例4.1中的生产函数，求均衡和它的比较静态。如果把需求自我价格弹性的DS公式1/（1-ρ
 ）用于这个新模型，将会发生什么？如果生产函数仍是X
 
j

 =（L
 
j

 -a
 ）/b
 ，基于DS公式的需求自我价格弹性解是什么？比较基于YH公式的结果，分析基于DS公式的结果。

5.王开友和杨小凯（Wang and Yang，1994）假设在例4.1中的DS模型里，税率t
 加在销售上。求均衡和它的比较静态。然后用X
 
j

 =L
 
a

 
j

 代替生产函数，求均衡和它的比较静态。分析结果对指定谁付交易成本和生产函数的设定的敏感性。

6.假设在例4.1中参数a
 、b
 或M
 变化。证明在DS模型里，与参数中每一个这种变化相对应，每一种商品的企业均衡平均规模和劳动生产率在同一方向变化。如果数据显示企业平均规模的变化和生产率的变化是负相关，那么DS模型将会被拒绝。用数据来检查DS模型提出的假设。

7.假设在例4.2模型的简化版本里，每一个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是u
 =yz
 ，其中y
 和z
 是两种消费品。除了政府税收外没有交易成本，政府对商品y
 和z
 征收消费税，税收收益平均分摊在商品z
 和x
 的生产者身上。求均衡和它的比较静态，税收对经济发展和结构变化的影响是什么？

8.思考MSV模型的另一个版本，其中在两个时期内，每个消费者把他的总贴现效用最大化。[image: ]
 ，满足预算约束[image: ]
 ，其中β
 是主观贴现因子，β
 *
 是均衡贴现因子，1/（1-θ
 ）是跨时弹性，1/（1-γ
 ）是商品替代弹性，n
 是活跃的现代企业的数量，π
 是每个活跃的现代企业的利润。假设每个阶段的工资率是1，在第一个阶段生产每个商品q
 时，必须用常数报酬来调节技术，把一个单元的劳动转化为一个单元的产品。每个要素q
 可以在第一阶段投资F
 单元的劳动，然后在第二阶段生产出α
 ＞1单元的产品。每一个现代企业把它在两个阶段的总贴现利润π
 =［β
 *
 （α
 -1）y
 2
 /α
 ］-F
 最大化。如果这个总贴现利润为正，则它可运行。识别有两个均衡，一个为n
 =0，另一个为n
 =1的参数子空间。

9.计算在萨克斯-杨模型里现代部门对传统部门的相对收入比重。识别当交易成本系数c
 减小或人口规模扩大时，它是增大还是减小。假设可变成本系数b
 减小或固定生产成本F
 减小，工业化均衡程度n
 会发生什么变化？用这个模型来解释工业化和经济二元结构的演进。

10.详细说明例4.4中劳动的市场出清条件，并证明瓦尔拉斯定律在这个模型里成立（提示：不要忘记每个运作的现代企业所付的交易成本）。

11.证明在萨克斯-杨模型里的均衡不是帕累托最优。工业化均衡程度比帕累托最优均衡程度高些还是低些？什么导致了扭曲？怎样减少扭曲？

12.把例4.4里萨克斯-杨模型扩展成具有中间产品的例子。假设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是U
 =y
 
α

 z
 1-α

 ，商品y
 和z
 的生产函数分别是[image: ]
 和z
 =L
 
z

 ，其中y
 是用于消费的制成品，z
 是食品，x
 （j
 ）是中间产品j
 的数量，L
 
y

 和L
 
z

 分别是分配于生产商品y
 和z
 的劳动量。生产函数与例4.4中一样。求均衡和它的比较静态特性。

13.为什么DS模型、埃塞尔模型及萨克斯-杨模型中的均衡是唯一的？为什么在MSV模型中有多重均衡？

14.假设政府对例4.3中具有不变规模报酬的传统技术生产的商品的销售征税，税率对经济发展和二元结构的影响是什么？

15.详细说明刘易斯理论的一般均衡模型。在一个拥有两种商品的经济中，农业品是由具有技术递减规模报酬的劳动生产的，工业品是由具有技术不变规模报酬的劳动和资本生产的。有两个阶段：在阶段1，所有的利润都用来生产用于阶段2的生产物资。以劳动计价的一单位利润能被转化为下一个阶段里可使用的资本。假设贴现率为零，并且中央计划者把两个阶段里具有代表性消费者的总效用最大化，制度性工资低于农业部门的市场工资，那么在发展过程中，工业部门就会从农业部门吸收富余劳动力。请比较这个模型中的发展机制和本章规模经济模型中的发展机制。

16.详细说明具有下列特征的费景汉-拉尼斯一般均衡模型（1964）。农业部门的制度工资高于它的市场水平，产生劳动剩余。工业部门生产率的外生提高激活了吸收剩余劳动的过程。请比较这个模型和本章的模型。

17.假设例4.2中的埃塞尔模型是不对称的，中间产品的生产函数同例4.4中一样，中间产品的种类数是个连续统，解这个不对称的埃塞尔模型，并把它的比较静态结果与例4.2和例4.4中的结果进行比较。




 [1]
 为了替马歇尔的外部经济概念辩护，杨格（Young，1928）争辩道，除了能保留竞争与递增报酬之间的相容性之外，马歇尔提出这个概念还因为社会分工的好处并不受限于企业的规模。这里有两个原因：首先，一个生产过程可以由很多不同的企业来分解和完成；其次，进一步的分工往往伴随着中间产品的进一步多样化，并相应改变生产过程实现的数量和质量。这样，用企业规模来描述生产者模式的变化就显得过于简单。


 [2]
 请注意，如果生产函数是齐次的，则商品种类数不随着经济规模提高而提高的情形是可能的，对于这种情形，贸易的好处仅仅来源于所有商品价格的下降（见本章的习题6）。


第5章 内生比较优势与外生比较优势共存和发展与贸易模式

5.1 不发达现象和具有失业的二元结构

如果把内生比较优势引入第2章的李嘉图模型，把外生比较优势引入第3章的斯密-杨格模型，或把国家之间交易效率的差别引入第4章的高级发展经济学模型，那么我们就能用更现实的模型来解释发展和贸易现象。这种类型的模型能够预测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二元经济现象，以及一个国家出口具有外生比较劣势的商品的贸易模式，只要内生比较优势超过这种劣势。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能够用来预测二元结构的出现、演化和消失。并且，这些模型能够用来分析同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工业化文献有关的发展策略及贸易政策。

刘易斯（Lewis，1955）注意到了商业部门和非商业部门之间的二元结构以及商业化程度演进的发展含义。但是，他并没有找到一种方法来用模型研究分工。分工是与资源从非商业化和自给自足部门向商业化的现代部门转移相关联的。他不知道怎样用具有递增报酬的一般均衡模型来描述二元结构的演化，也不会进行分工的超边际分析。因此，他用一个具有不变规模报酬和非均衡劳动市场的模型的边际分析来考察分工演进的发展含义。拉尼斯（Ranis，1988，p.80）强调，组织二元性的特点是“商业化”与“非商业化”而不是“农业”与“非农业”以及不均衡体制刚性工资概念。钱纳里（Chenery，1979）为了避免结构变化的一般均衡分析，用市场非均衡来解释结构变化。经济学家发展了三种类型的一般均衡模型，用于分析结构变化和不发达现象。克汉得尔和拉史第（Khandker and Rashid，1995）与丁（Din，1996）发展了二元结构的一般均衡模型。在他们的模型里，工资是外生给定的，并且高于市场出清水平。

在高级发展经济学数学模型的文献里，具有规模经济的均衡模型被用来预测二元结构的演化（见Krugman and Venables，1995，1996；Fujita and Krugman，1995）。在克鲁格曼和维纳波斯（Krugman and Venables，1995）、普咖和维纳波斯（Puga and Venables，1998）及巴勒得温和维纳波斯（Baldwin and Venables，1995）的文章里，内生决定经济活动地理位置的均衡模型把二元结构的出现归因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活动地理位置的集中。柯利（Kelly，1997）在墨菲、谢勒夫和维西尼（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1989）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预测了具有递增规模报酬的现代部门和具有不变规模报酬的传统部门之间二元结构的自发演化。随着交易条件的充分改善，分工水平会提高，二元结构会消失。

在不断增长的内生专业化文献里，具有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的斯密模型的超边际分析能够被用来解释二元结构的出现、演化和消失。这些文献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演化和内生比较优势与外生比较优势的共存对二元结构的出现和演化的影响上。在这种文献里，二元结构不仅意味着贸易好处在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分配（这种不平等分配与第2章所考察的不发达现象或与第4章所考察的工业和农业部门的分工有关），而且意味着欠发达国家里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商业化部门和看起来像失业的自给自足的个人之间的二元结构。

在第5.2节、第5.3节和第5.4节，我们用具有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的斯密模型说明如何用第三类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二元结构。在第5.5节里，我们用一个扩展的克鲁格曼-维纳波斯模型（Krugman and Venables，1995）说明如何用第二类型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二元结构。在第5.6节里，这个模型能被用来分析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工业化和产业关联网络的协调问题。在这两类模型里，二元结构的演化是一个一般均衡现象，不需要人为的非均衡工资假设。同时，递增报酬和决策者之间事前差别的共存是这两类二元结构模型的共同特征。

学习本章时应问自己以下问题

工业和农业部门的二元结构、贸易好处不平等分配的二元结构以及商业化和自给自足部门的二元结构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由劳动市场的非均衡引起的二元结构与分工演化的转型阶段所产生的二元结构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的共存对二元结构的出现、演化和消失有何影响？

规模经济、产业关联和国家间交易条件差别的共存对二元结构的出现、演化和消失有何影响？

什么是不发达现象和有失业的二元结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

5.2 一个在经济发展的转型阶段具有二元结构的斯密模型


例5.1
 一个具有内生和外生比较优势的斯密模型（Sachs，Yang and Zhang，1999）。
 考虑由国家1和国家2组成的世界，每个国家有M
 
i

 （i
 =1，2）个消费者-生产者，个人集是一个连续统。假设同一个国家内的个人事前都是相同的，国家i
 内的个人有下列效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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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x
 
i

 和y
 
i

 分别表示每人对商品x
 和y
 的自给量，x
 
d

 
i

 和y
 
d

 
i

 分别表示商品x
 和y
 的市场购买量，k
 
i

 ∈［0，1］是国家i
 的交易效率系数，它表示每购买一个单位商品，买者只能收到k
 
i

 ，而1-k
 
i

 在交易过程中损失掉了。

国家i
 内的消费者-生产者的生产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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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x
 
s

 
i

 和y
 
s

 
i

 分别表示国家i
 内个人对两种商品的售卖量；L
 
ij

 表示国家i
 内个人用于生产商品j
 的劳动量，L
 
ix

 +L
 
iy

 =B
 ＞1。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B
 =2，且假设a
 ＞1，b
 ＞1，c
 ＞1。这个生产函数系统和禀赋约束显示国家1的个人生产商品x
 具有专业化经济和国家2的个人生产商品y
 具有专业化经济；而国家1的个人生产商品y
 和国家2的个人生产商品x
 具有不变规模报酬，但是国家2的个人生产商品x
 比国家1的个人生产商品y
 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专业化经济是针对个人和具体行为的，也就是说，它是局部递增规模报酬的，这和瓦尔拉斯机制是相容的。

假设b
 =c
 =2。如果所有人都用相同数量的劳动生产每一种商品，那么国家1的个人关于商品x
 和y
 的平均生产率就和国家2的个人关于商品y
 的平均生产率相同，但是国家2的个人关于商品x
 的平均生产率高一些。这一情形和具有外生比较优势的李嘉图模型相似。对于每一种商品，国家1的生产率都不高于国家2，但是国家1生产商品y
 可能具有外生比较优势。然而，如果国家1的个人比国家2的个人用更多的劳动生产商品x
 ，那么他的生产率就比后者高。同样，如果国家2的个人比国家1的个人用更多的劳动生产商品y
 ，那么前者的生产率也比后者高。这种现象被称为内生比较优势，因为个人劳动数量的配置影响劳动生产率。但是，国家1的个人生产商品y
 和国家2的个人生产商品x
 不存在内生比较优势，因为它们的生产率为常数，不依赖于劳动配置。

这里有三种模式可供个人选择：

①自给自足，记为A。个人生产两种商品供自己消费，没有买卖，它满足x
 
i

 ＞0，y
 
i

 ＞0，x
 
s

 
i

 =x
 
d

 
i

 =y
 
s

 
i

 =y
 
d

 
i

 =0，i
 =1，2。

②专业生产商品x
 ，记为（x
 /y
 ）。个人生产商品x
 ，卖x
 买y
 ，它满足x
 
i

 ＞0，x
 
s

 
i

 ＞0，y
 
d

 
i

 ＞0，x
 
d

 
i

 =y
 
i

 =y
 
s

 
i

 =0。

③专业生产商品y
 ，记为（y
 /x
 ）。个人生产商品y
 ，卖y
 买x
 ，它满足y
 
i

 ＞0，y
 
s

 
i

 ＞0，x
 
d

 
i

 ＞0，y
 
d

 
i

 =x
 
i

 =x
 
s

 
i

 =0。

这里有九种可行的结构，它们满足市场出清条件和其他的一般均衡条件。

结构AA，如图5-1（1）所示，是自给自足结构，两个国家的所有个人都选择自给自足模式（模式A）。

结构AD，如图5-1（2）所示，是两个国家间的不对称结构：国家1的所有个人选择自给自足模式（模式A），而国家2内一部分人选择模式（x
 /y
 ），其他人选择模式（y
 /x
 ）。因此，这里仅仅存在国内劳动分工和国内贸易，没有国际劳动分工和国际贸易。

结构DA和结构AD是对称的，国家1有国内劳动分工和国内贸易，国家2自给自足。这两个结构属于第Ⅰ型二元结构，存在于国家之间。

[image: ]


图5-1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二元结构

结构PC+
 ，如图5-1（4）所示，属于第Ⅱ型二元结构，存在于国家1和国家2之间及国家1内。国家1内一部分人选择模式（x
 /y
 ），其他人选择模式A，国家2的所有个人选择模式（y
 /x
 ）。国家1内专业化的个人和自给自足的个人之间存在二元结构，国家1内专业化的个人与国家2进行国际贸易。

结构CP+
 和结构PC+
 是对称的。

结构PC-
 ，如图5-1（7）所示，它和结构PC+
 相似，不过这里国家1的专业化的个人不是选择模式（x
 /y
 ），而是选择模式（y
 /x
 ）；国家2的个人不是选择模式（y
 /x
 ），而是选择模式（x
 /y
 ）。结构CP
 -
 和结构CP+
 相似，国家1的个人不是选择模式（x
 /y
 ），而是选择模式（y
 /x
 ）；国家2的专业化的个人不是选择模式（y
 /x
 ），而是选择模式（x
 /y
 ）。

结构DC+
 ，如图5-1（9）所示，它和结构PC+
 相似，但是在结构PC+
 中选择自给自足的那一部分个人在结构DC+
 中选择模式（y
 /x
 ）。因此，在结构DC+
 中所有个人都完全专业化，国家1既有国内贸易又有国际贸易，而国家2仅仅有国际贸易，国家1出口商品x
 而国家2出口商品y
 。结构DC-
 同结构DC+
 一样，不过在结构DC-
 中国家1出口商品y
 而不是商品x
 ，国家2出口商品x
 而不是商品y
 。

结构CD+
 ，如图5-1（8）所示，和结构DC+
 是对称的，国家2既有国内贸易又有国际贸易，而国家1仅有国际贸易，国家1出口商品x
 而国家2出口商品y
 。结构CD-
 和结构CD+
 是一样的，不过在结构CD-
 中国家1出口商品y
 而不是商品x
 ，国家2出口商品x
 而不是商品y
 。

结构CC+
 ，如图5-1（10）所示，是两个国家之间完全国际分工，国家1的所有个人选择模式（x
 /y
 ），国家2的所有个人选择模式（y
 /x
 ）。结构CC-
 和结构CC+
 是对称的：国家1的所有个人选择模式（y
 /x
 ），国家2的所有个人选择模式（x
 /y
 ）。

5.3 一般均衡和它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根据周林、孙广振和杨小凯（Zhou，Sun and Yang，1998）的观点，在个人集是连续统、偏好是严格递增和理性的假设下，对于本文所考虑的具有局部递增报酬和不变规模报酬生产函数的模型，一般均衡存在且是帕累托最优的。一般均衡的定义同第3章和第4章一样，我们将模仿第3章和第4章里的两步法进行超边际分析。

我们假设M
 1
 +M
 2
 =1。为简单起见，令M
 1
 =M
 2
 =0.5，β
 =0.5。记国家i
 中选择模式（x
 /y
 ）的人数为M
 
ix

 ，选择模式（y
 /x
 ）的人数为M
 
iy

 ，选择模式A的人数为M
 
iA

 。

在第一步里，我们考虑某个特定的结构，对于这个特定的结构，可以求解每一个人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利用在同一个国家里选择不同模式的个人效用相等条件和市场出清条件，可以解出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和选择不同模式的个人人数，相对价格、人数和与之相关的资源配置被称为这个结构的角点均衡。

按照定义，一般均衡是某个角点均衡，在该角点均衡价格下，所有的个人都没有动机偏离他们所选择的模式。因此，在第二步，我们把角点均衡相对价格代入间接效用函数可以得到该结构中选择不同模式的个人的效用水平，然后比较同一结构中不同模式之间的效用水平。这种比较被称为总的成本-效益分析，它可以得到该结构中个人所选择模式的效用水平不低于任意其他模式的效用水平的条件。这些条件所决定的不等式组可以确定一个参数子空间，使得在该参数子空间里，这个角点均衡是一般均衡。

根据周林、孙广振和杨小凯（Zhou，Sun and Yang，1998）证明的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定理，我们可以把参数空间完全划分为若干参数子空间，使得在每一个参数子空间里，有一个结构的角点均衡是一般均衡。当参数值从一个参数子空间变到另一个参数子空间时，一般均衡会在不同的结构之间不连续地跳跃，这种结构和所有内生变量的不连续跳跃被称为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我们首先进行超边际分析的第一步。我们以结构CP+
 为例，假设在这个结构里，国家2里有M
 2y

 个人选择模式（y
 /x
 ），M
 2A
 个人选择自给自足，这里M M
 2y

 +M M
 2A
 =M M
 2
 =0.5。国家1里有M M
 1
 =0.5个人选择模式（x
 /y
 ）。由于在同一个国家里所有个人事前是相同的（相同的效用和生产函数、相同的交易条件和相同的禀赋），国家2里选择模式（y
 /x
 ）的个人和选择自给自足的个人在均衡时最大化效用应该是一样的，对选择自给自足的个人的决策问题进行边际分析得到最大化效用为U U
 2A

 =（2
c
 +1
 aγ
 ））0.5
 ，这里γ
 ≡c
 
c

 /（c
 +1））
c
 +1
 ，对选择模式（y
 /x
 ）的个人的决策问题进行边际分析，得到需求函数为x
 
d

 2
 =2
c
 -1
 /p
 ，供给函数为y
 
s

 2
 =2
c
 -1
 ，间接效用函数为U
 2y

 =2
c
 -1
 （k
 2
 /p
 ））0.5
 。由效用相等条件U
 2y

 =U
 2A

 可以得到p
 ≡p
 
x

 /p
 
y

 =k
 2
 2
c
 -3
 /aγ
 。相似的，对国家1的选择模式（x
 /y
 ）的个人的决策问题进行边际分析，得到需求函数为y
 
d

 1
 =2
b
 -1
 /p
 ，供给函数为x
 
s

 1
 =2
b
 -1
 ，间接效用函数为U
 1x

 =2
b
 -1
 （k
 1
 p
 ））0.5
 。把角点均衡相对价格代入商品x
 的市场出清条件M
 1
 x
 
s

 1
 =M
 2y

 x
 
d

 2
 ，可以得到售卖商品y
 的个人数为M
 2y

 =0.5k
 2
 /23-c

 aγ
 ，这里假设M
 1
 =0.5。下面的表5-1列出两个国家的个人选择各种不同模式所产生的间接效用函数。

表5-1 间接效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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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同样的步骤，我们可以解出每个结构的角点均衡。表5-2列出了所有的角点均衡解。然后我们可以进行第二步总的成本-效益分析，对于每个角点均衡可以得到一个参数子空间，使得在该参数子空间里该角点均衡是一般均衡。我们还是以结构CP+
 为例，看看如何确定参数子空间。

表5-2 角点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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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结构里，国家1里有M
 1
 个人选择模式（x
 /y
 ），国家2里有M
 2y

 个人选择模式（y
 /x
 ），有M
 2A
 个人选择自给自足。对于国家1的个人，均衡要求在结构构CP+
 的角点均衡价格下选择模式（x
 /y
 ）所得到的效用不应该低于选择模式（y
 /x
 ）和选择自给自足所得到的效用。对于国家2的个人，均衡要求在结构CP+
 的角点均衡价格下选择模式（y
 /x
 ）和选择自给自足所得到的效用是相同的但不低于选择模式（x
 /y
 ）所得到的效用。另外，只有在M
 2y

 ∈（0，0.5）条件下，这个结构才可能在均衡时发生。所有这些条件蕴含：


U
 1x

 ≥U
 1y

 U
 1x

 ≥U
 1A

 U
 2A

 =U
 2y

 ≥U
 2x

 M
 2y

 ∈（0，0.5）

这里，不同模式的间接效用函数和角点均衡相对价格由表5-1和表5-2给出。这些条件确定的参数子空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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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α
 ≡b
 
b

 /（1+b
 ）
b
 +1
 ，γ
 ≡c
 
c

 /（c
 +1）
c
 +1
 。在这个参数子空间内，结构CP+
 所确定的角点均衡是一般均衡。按照同样的步骤，我们可以对每个结构进行总的成本-利益分析。综合第一步的边际分析和第二步的总的成本-效益分析可以得到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表5-3给出了所有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结果。从这个表可以看出，结构DC+
 、DC-
 或CC-
 在一般均衡时发生的参数子空间为空集。

表5-3 一般均衡结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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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α
 ≡b
 
b

 /（1+b
 ）
b
 +1
 ，γ
 ≡c
 
c

 /（1+c
 ）
c
 +1
 。大写字母C表示一个国家完全分工，大写字母D表示一个国家国内劳动分工，大写字母A表示一个国家自给自足，大写字母P表示一个国家局部劳动分工，一部分人自给自足，一部分人专业化，下标“+”表示国家1出口商品x
 、进口商品y
 的贸易模式，下标“-”表示国家1出口商品y
 、进口商品x
 的贸易模式。因此，结构AA表示两个国家都自给自足；结构AD和DA表示一个国家自给自足而另一个国家国内劳动分工；结构PC和CP表示一个国家完全分工而另一个国家是自给自足和专业化共存。在这些结构里，具有低交易效率的国家看起来像不发达国家，因为它不能从贸易中得到任何好处，并且随着均衡从自给自足跳到该结构时，该国与其他国家的收入差距扩大。同时，在不发达国家里，事前相同的个人被分成两部分：从事专业化生产且与外国进行贸易的人和不从事商业生产而自给自足的人。那些自给自足的人看起来有点像失业，因为他们不能在市场上找到工作。在结构CD和CC里所有个人都完全专业化，但结构CC是两个国家都完全专业化，不存在国内贸易，而结构CD是国家1完全专业化，国家2存在国内劳动分工。图5-1给出了所有均衡结构的直观图。
 
[1]

 如果字母A或P的出现次数不断减少或者字母D或C的出现次数不断增多，我们就说劳动分工水平提高。

回顾第3章和第4章，内生比较优势是由个人的劳动配置决策而引起的个体间生产率的差别，外生比较优势是不依赖于个人的劳动配置决策的个体间生产率的差别。对不变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而言，平均和边际生产率不会随着劳动配置的变化而变化。这些定义意味着，内生比较优势来自专业化经济，而外生比较优势来自不变规模报酬的生产条件的外生差别。参数b
 代表国家1的个人生产商品x
 的内生比较优势程度，随着b
 的增大，如果用于生产商品x
 的劳动数量增加，它的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得更快。相似的，c
 代表国家2的个人生产商品y
 的内生比较优势程度。

如果b
 =c
 =1，那么国家2生产商品x
 具有外生绝对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国家1生产商品y
 具有外生比较优势，因为在（2）中a
 ＞1，这意味着a
 代表外生比较优势程度。

由这些定义，我们现在可以对表5-3进行更细致的考察。表5-3是由四块构成的：在西北块，两个国家都具有低交易效率；在东北块，国家1具有低交易效率，国家2具有高交易效率；在西南块，国家2具有低交易效率，国家1具有高交易效率；在东南块，两个国家交易效率都高。随着参数值从西北块向东南块移动，代表自给自足的字母A和代表部分分工的字母P出现的机会减少，而代表完全分工的字母D和C出现的机会增多。因此，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国际和国内劳动分工水平会提高。如果一个国家的交易效率低而另一个国家的交易效率高（东北块或西南块），则低交易效率的国家有二元结构（P）或自给自足结构（A），国家间存在劳动分工的不对称（AD、DA、PC或CP）。如果两个国家的交易效率都很高，那么在均衡时完全分工就会出现，而此时二元结构消失。

上面每一块又可分成三块。如果外生比较优势程度a
 相对于内生比较优势程度（b
 ，c
 ）较小，一国出口在生产中具有专业化经济的商品，我们用下标“+”表示所有这些结构。否则，一国会出口具有不变规模报酬和外生比较优势的商品。

我们将关于劳动分工的演化、二元结构和贸易模式的所有结果总结为以下命题，图5-1是这一命题的直观表示，其中的大箭头表示劳动分工的演化方向。


命题5.1
 随着交易效率从一个很低的水平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均衡的国际和国内劳动分工水平从两个国家都完全自给自足提高到两个国家都完全分工。


在转型阶段，可能出现两种类型的二元结构。第Ⅰ类二元结构是具有低交易效率的国家自给自足，而另一个国家有国内劳动分工，并且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和人均实际收入。第Ⅱ类二元结构是具有较高交易效率的国家完全专业化，并且得到所有贸易好处，而另一个国家具有国内商业部门和自给自足部门的二元结构，那些自给自足的个人看起来有点像失业者。随着所有国家的个人都卷入国际和国内分工，两种类型的二元结构都会消失。如果某个国家生产某个商品的外生比较优势超过内生比较优势，那么该国会出口具有外生比较优势的商品，否则每个国家都会出口具有内生比较优势和专业化经济的商品。

利用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的结果可以得到两个推论。第一个推论是，交易效率提高而导致的劳动分工演化将提高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为了说明上面的结论，我们考虑个人1（来自国家1）和个人2（来自国家2）的总的生产可能性边界（PPF）。由图2表示，这里b
 =c
 =2，个人1的PPF是曲线AB，个人2的PPF是曲线CD。在自给自足状态下，对于偏好参数β
 ∈（0，1），两个人的最优决策是x
 1
 =［4β
 /（1+β
 ）］2
 ，x
 2
 =2aβ
 /（2-β
 ），y
 1
 =2（1-β
 ）/（1+β
 ），y
 2
 =［4（1-β
 ）/（2-β
 ）］2
 。令β
 从0变到1，我们可以计算出Y
 =y
 1
 +y
 2
 和X
 =x
 1
 +x
 2
 是β
 的函数。由不同的β
 值而得到的X
 和Y
 值，构成图5-2中的曲线EGH。对于结构AA，其总的均衡生产是曲线EGH上依赖于β
 值的一个点。但是，两个人的总的PPF是图5-2中的曲线EFH。由于对于结构CC、CD或DC总的均衡生产是曲线EFH上的点F，所以在具有完全分工的结构里，总合生产力比在结构AA时的总合生产力要高。曲线EFH和曲线EGH之间的差别被考虑作为分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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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基于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的分工经济

同样，我们可以证明结构AD、DA、PC或CP的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低于PPF。因此，命题1意味着，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均衡劳动分工水平和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会一步步提高。

第二个推论是，一个国家的贸易条件变坏和从贸易中得到的好处增加可能同时发生。假设原始的参数值满足a
 ＜2
b
 +c
 -2
 ，a
 ＜2
b
 -1
 ，k
 1
 ∈（0，4α
 ），k
 2
 ∈（0，4γ
 ）和k
 1
 k
 2
 ＞26-b
 -c

 aγα
 ，这意味着表5-3中的西北块，假设k
 2
 的原始值满足k
 ′2
 ＜23-c

 aγ
 ，此时均衡结构是CP+
 ，在这个结构里，国家2出口商品y
 ，进口商品x
 。由表5-2可知，它的贸易条件是1/p
 =aγ
 2
c
 -3
 /k
 ′2
 。现在k
 2
 的值增大到k
 ″2
 ＞23-c

 aγ
 ，此时由表5-3可知，均衡结构从CP+
 跳到结构CC+
 ，在结构CC+
 状态下，国家2的贸易条件是2
b
 -c

 。可以证明，k
 2
 的变化使国家2的贸易条件变坏，但是随着均衡结构从CP+
 跳到CC+
 ，国家2个人的效用水平提高了。这就证明，一个国家的贸易条件变坏和从贸易中得到的好处增加可能同时发生。这里也存在其他的参数子空间，使得随着参数的变化，一个国家贸易条件的变坏和贸易好处的增加可能同时发生。

尽管在这个模型里均衡总是帕累托最优的，但该模型对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有着有趣的含义。当均衡从一个国家至少有一部分人选择自给自足的结构（结构AD、DA、PC、CP）跳到所有人都参与贸易和劳动分工的结构时，很明显这个国家所有人的效用都增加了。因此，在我们的模型里，对不发达经济体而言，使福利减少的发展从来不会发生，因为在我们的内生专业化模型里所有个人能够选择职业模式，如果自给自足能够带来较高的效用，他们就不会选择贸易。但是，对发达经济体而言，贸易和发展对个人效用的影响不是单调的。当均衡从自给自足跳到部分劳动分工时（AD、DA、PC或CP），发达国家得到了所有贸易和发展的好处，但当均衡进一步跳跃时，比如从PC+
 跳到CC+
 ，发达国家个人的效用下降就是可能的，这在表5-3中的西南块里可以得到验证。这个预测与克鲁格曼和维纳波斯（KrugmanandVenables，1995，pp.857-858）所描述的事实一致，这个事实是，20世纪70年代全球化导致富国的生活水平提高，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第三世界工业化国家的兴起对发达国家产生了较严重的负面冲击。按照我们的模型，这一负面冲击是对不发达经济体在早期发展阶段没有得到任何贸易好处的补偿。

5.4 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共存条件下的贸易模式与收入分配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由于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的结果随着生产函数系统的不同而变化，下面对我们的结果进行灵敏性分析。


例5.2
 所有人在同一种活动中具有专业化经济的模型。
 在生产函数系统（5.2）中，国家1的个人生产商品x与国家2的个人生产商品y具有专业化经济。现在我们假设所有个人生产商品x具有专业化经济，而生产商品y具有不变规模报酬。因此，生产函数系统（5.2）被下列系统代替：


x
 1
 +x
 
s

 1
 =L
 
b

 1x

 y
 1
 +y
 
s

 1
 =L
 1y




x
 2
 +x
 
s

 2
 =L
 
c

 2x

 y
 2
 +y
 
s

 2
 =aL
 2y



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结果总结在表5-4和命题5.2里。

表5-4 均衡结构（所有国家生产同一商品具有专业化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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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5.2
 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均衡的劳动分工水平和总合生产力提高。具有较低交易效率或专业化经济不显著的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转型阶段会出现带有失业的二元经济结构。如果一个国家在某种商品的生产上具有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劣势，且前者超过后者，那么它将出口该商品。否则，它将进口该商品。


本章习题1要求你用一个国家的个人生产两种商品具有专业化经济，而另一个国家的个人生产两种商品具有不变规模报酬这样一个生产函数系统代替（5.2），证明命题5.1和命题5.2不会有本质的改变。

命题5.2能够解释一个国家的地理条件对该国的经济发展和贸易行为有显著影响的现象。盖洛普和萨克斯（Gallup and Sachs，1998，见本书第2章）利用跨国和跨地区数据证明，具有较好地理交通条件的国家有较好的发展绩效。

这个分析不同于第4章的DS模型和埃塞尔模型以及杨小凯模型（Yang，1991，见例4.7），他们在决策者事前都相同的背景下解释经济发展、结构变化和贸易模式，也不同于仅仅考虑外生比较优势的传统贸易理论和发展经济学（见第4章）。我们的分析通过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共存来解释复杂的发展和贸易现象。

斯密模型能够扩展来考察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些模型和理论证明，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具有正关系，并且有经验证据支持这种关系（如Banerjee and Newman，1993；Lewis，1955；Palma，1978；Li and Zou，1998）。另一些模型证明，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具有负关系，并且有经验证据支持这种关系（Alesina and Rodrik，1994；Galor and Zeira，1993；Thompson，1995；Fei，Ranis and Kuo，1979；Frank，1977；Balassa，1986）。

不仅来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数据互相矛盾，而且来自发达国家的数据相互矛盾。库兹涅茨（Kuznetz，1955）提出了不平等度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倒U型曲线假想，并且用美国的数据检验了该假想。克鲁格曼和维纳波斯（Krugman and Venables，1995）用一个具有无止境规模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预测了这种倒U型曲线关系。格林伍德和乔万诺夫（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用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预测了这种倒U型曲线关系。一些理论和数据证明，在发达国家中贸易或发展和收入不平等度之间有一种负的或不显著的关系（可参见Krugman and Lawrence，1994；Katz and Murphy，1992）。另外一些理论和数据证明，在发达国家中贸易或发展和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有一种正关系（可参见Grossman，1998；Murphy and Welch，1991；Borjas，Freeman and Katz，1992；Karoly and Klerman，1994；Sachs and Shatz，1995）。但是瑞姆（Ram，1997）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数据，为发达国家中贸易或发展和收入不平等度之间的非倒U型曲线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琼斯（Jones，1998，p.65）也发现，1960～1990年，5个最富国家的人均GDP与5个最穷国家的人均GDP之比是波动的。

在习题12里，杨小凯和张定胜（Yang and Zhang，1999）把例5.2中的模型扩展为每个国家有两种类型的个人。他们证明，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不同类型的个人逐渐卷入较高水平的分工。具有较好交易效率的人群会比其他人群具有较高的专业化和商业化水平。当前者选择一个较高的专业化水平时，后者就暂时居后，此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度和总合生产力提高。随着后者赶上前者，不平等度就会下降，而总合生产力则提高。当前者选择一个更高的专业化和商业化水平时，又会将后者落在后面，不平等度又会提高。接下来的追赶过程又使得不平等度降低。因此，这种收入分配的平等和不平等度的锯齿过程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度的波动。这个结果否定了那些认为经济发展和不平等度之间呈单调正或单调负关系的观点，也否定了库兹涅茨关于人均收入和不平等度之间倒U型曲线关系的观点。最近，德宁格尔和斯奎尔（Deininger and Squire，1996）的经验证据大力支持杨小凯和张定胜（Yang and Zhang，1999）的模型。

5.5 发展策略和贸易模式


例5.3
 克鲁格曼和维纳波斯（Krugman and Venables，1995）的二元经济模型的扩展（Sachs，Yang and Zhang，1999）。
 克鲁格曼-维纳波斯（Krugman-Venables，1995）模型（KV模型）和其他许多相似的模型都是第4章里例4.2中埃塞尔（Ethier，1985）模型的扩展。我们现在把两个国家之间事的前差别引入KV模型，国家i
 的交易效率系数是k
 
i

 （i
 =1，2）。在克鲁格曼和维纳波斯的原始模型里，农产品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是不现实的。

考虑两个国家，国家i
 的人口规模为M
 
i

 ，人口不允许在国家之间流动。农产品z
 由劳动生产，工业品y
 由劳动和n
 种中间物品生产。

5.5.1 一个消费者的决策问题

国家i
 的一个代表性消费者的决策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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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u
 
i

 是国家i
 的一个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水平，y
 
i

 和z
 
i

 分别是工业消费品（如汽车）和农业消费品（如食品）的数量，y
 
ji

 和z
 
ji

 分别是国家i
 的个人从国家j
 进口的两种商品的数量。p
 
is

 是国家i
 内商品s
 的价格。国家s
 进口商品t
 的价格p
 
st

 ，能够被考虑作为CIF（进口价格中包含保险和运费）。国家s
 出口商品t
 的价格p
 
st

 ，对进口国家而言能够被考虑作为FOB（进口价格中不包含保险和运费）。假设每个人有一个单位的劳动禀赋，并且国家1的劳动为计价物，故w
 1
 =1，假设w
 2
 =w
 ，k
 
i

 （k
 
i

 ∈［0，1］）是国家i
 进口一个单位的最终消费品的交易效率。

5.5.2 可能的贸易结构

因为我们的模型引入了两个国家之间交易效率的事前差别，所以角点解是可能的。因此，求解内点解的标准的边际分析不适用，需要分析方法上的创新。第一，我们利用库恩-塔克条件确定一个特定贸易结构在均衡时发生的条件，这些条件依赖于相对价格。第二，对于一个给定的结构，我们使用边际分析求解局部均衡。我们把均衡价格代入第一步得到的条件中，可以把参数空间划分成参数子空间，使得在每一个参数子空间内有一个特定的结构在均衡时发生，这是一种超边际分析的方法。

我们首先处理超边际分析的第一步。两个国家代表性消费者的决策问题的库恩-塔克条件意味着，某些贸易结构在均衡时不可能发生。每一个可行的贸易结构要在均衡中出现，都要求相对价格和两个国家的相对交易效率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通过生产最终工业品的厂商的决策问题的库恩-塔克条件，我们可以得到相似的关于中间物品贸易模式的结果。两个库恩-塔克条件组合在一起可以得到一个确定的贸易模式在均衡中发生的条件。这些条件被总结在论述（5.3）里，这里x
 
i

 表示国家i
 在国内市场上购买的中间物品数量，x
 
ji

 表示国家i
 从国家j
 进口的中间物品数量，t
 
i

 是国家i
 进口中间物品的交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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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不同的发展和贸易模式

同时，我们能够证明，除了在论述（5.3）中不等式变成等式的情形以外，图5-3（b）表示的贸易模式和其他贸易结构在均衡时不会发生。物品y
 和z
 的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它们的生产是不变规模报酬的。中间物品的市场是垄断竞争的。

5.5.3 农业品Z
 的生产

在国家i
 里，食品的生产函数为


Z
 
i

 =θ
 
i

 L
 
iz



这里，Z
 
i

 是国家i
 的物品z
 的产出水平，L
 
iz

 是在国家i
 里用于生产食品的劳动数量。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θ
 2
 =1，θ
 1
 =θ
 ＞1。由于在接下来的两小节里我们假设两个国家的工业品y
 和x
 的生产函数一样，这就意味着国家1在生产食品方面具有外生比较优势。

5.5.4 最终工业品Y
 的生产

在国家i
 里，一个代表性的汽车制造商的生产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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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Y
 
i

 是国家i
 的物品y
 的产出水平，n
 
i

 和n
 -n
 
i

 分别表示国家i
 从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上购买的中间物品的种类数，x
 
i

 是国家i
 从国内市场所购买的某种中间物品的数量，x
 
ji

 是国家i
 从国外市场上购买的某种中间物品的数量，这里我们使用了在同一个国家内所有中间物品具有对称性这一假设。t
 
i

 是国家i
 进口中间物品的交易效率。x
 能够被考虑作为各种类型的专业机器工具，我们假设替代弹性1/（1-ρ
 ）＞1，即ρ
 ∈（0，1）。

5.5.5 中间物品的生产

在国家i
 里，一个中间物品的垄断生产者的生产函数为


X
 
i

 =（L
 
i

 -a
 ）/b


这里，X
 
i

 是国家i
 的一个垄断生产者所供给的中间物品的数量，L
 
i

 是厂商所雇佣的用于生产中间物品的劳动数量。这里我们再次利用了对称性，因而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省略了中间物品的下标。

正如论述（5.3）中显示的，在此模型里有10个市场结构可能在均衡时发生。我们将逐一考察每一个结构的局部均衡。

5.5.6 结构A的局部均衡

我们首先考虑结构A，在这个结构里，x
 
i

 ＞0，y
 
i

 ＞0，z
 
i

 ＞0，x
 
ij

 =y
 
ij

 =z
 
ij

 =0。一个消费者的决策确定商品y
 和z
 的需求函数。每一个消费者供给一个单位的劳动，在国家i
 里总的劳动供给是M
 
i

 。生产商品z
 的厂商的零利润条件确定了国家i
 里商品z
 的价格p
 
iz

 。对称性意味着所有n
 
i

 种中间物品的产出量或需求量是一样的。生产商品y
 的厂商的零利润条件和一阶条件可以确定均衡的劳动和中间物品的需求量及相对价格p
 
iy

 /p
 
ix

 。利用商品y
 的生产函数和需求函数、商品y
 和劳动市场出清条件以及生产商品y
 的厂商的决策问题的一阶条件，可以得到x
 的需求函数。利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的自价格弹性公式E
 =1/（1-ρ
 ），我们能解出一个中间物品的垄断生产者决策问题的一阶条件，然后利用这个厂商的零利润条件可以得到均衡的中间物品的种类数n
 
i

 。该结构的局部均衡及其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结果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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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i
 =1，2。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结果意味着，随着人口的增加，均衡的最终工业品价格下降，均衡的中间商品种类数和人均实际收入增加。由于最终工业品的全要素生产率是中间商品种类数的增函数，这个生产率也会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提高。这个结果和第4章中的埃塞尔（Ethier，1985）模型相似，只不过这里我们假设国内贸易不存在交易成本。

5.5.7 结构C的局部均衡

考虑结构C1
 ，在此结构里，x
 1
 ＞0，y
 1
 ＞0，z
 2
 ＞0，y
 12
 ＞0，x
 21
 ＞0，x
 12
 =y
 21
 =z
 12
 =0。此时，除了商品x
 、y
 、z
 的市场是两个国家共同出清外，求解局部均衡的过程和求解结构A的过程是一样的。这个结构的角点均衡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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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B
 ≡（1-α
 ）（1-α
 ）
 α
 
α

 ［（1-β
 ）1-β

 β
 
β
 /ρ

 （ρ
 /b
 ）
β

 ］
α

 ［α
 （1-ρ
 ）/a
 ］
αβ
 （1-ρ
 ）/ρ

 。局部均衡的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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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i
 ，j
 =1，2。n
 =n
 1
 +n
 2
 是两个国家的中间商品种类数之和。局部均衡的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意味着，随着国家1的中间物品交易效率的改进，中间商品的生产将从国家1转向国家2。这个工业生产的重新定位会提高两个国家的效用水平。国家2交易条件的改善对工业结构没有影响，但它可以提高国家2每一个人的效用水平。国家1的人口增加将使得中间商品的生产从国家2转向国家1，但是，国家2人口增加有相反的影响。无论如何，每个国家的人口增加都会提高两个国家的人均实际收入。

当n
 1
 或n
 2
 趋于零时，所有的中间商品的生产都集中到国家1或国家2。仔细检查均衡解可以得到这种生产集中出现的条件：

[image: ]


这里，t
 
a

 ＜t
 
b

 恒成立。

结构C1
 的局部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结果总结为命题5.3。


命题5.3
 如果国家2的中间商品交易效率很低，那么国家2会专业生产农产品，所有的最终和中间工业品都将集中在国家1。随着国家1交易效率的提高，中间商品的生产慢慢从国家1转向国家2，国家2开始工业化。国家1的人口规模相对于国家2的越小，这个生产地理模式的变化就会越快，这个变化的结果使得两个国家的人均真实收入提高，国家2的工资相对于国家1提高。随着交易成本趋于零，两个国家的工资差别也会趋于零。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增大将使得中间商品的生产从其他国家转向这个国家，并且提高该国家的人均真实收入。


5.5.8 结构D的局部均衡

我们现在考虑结构D0
 ，在这个结构里，国家1生产最终产品y
 和z
 及n
 1
 种中间商品。它用这n
 1
 种中间商品与国家2生产的n
 2
 种中间商品交换，国家2同时自给物品y
 和z
 。因此，在这个结构里我们有x
 
i

 ＞0，y
 
i

 ＞0，z
 
i

 ＞0，x
 
ij

 ＞0，y
 
ij

 =z
 
ij

 =0。这个结构的局部均衡和w
 由下列方程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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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A
 ≡（1-β
 ）
β
 -1
 α
 
β

 ［a
 /（1-ρ
 ）β
 ］
β
 /ρ

 ［（1-ρ
 ）b
 /aρ
 ］
β

 。中间商品的市场出清条件和商品y
 的生产者的一阶条件要求：


w
 ∈（t
 
ρ

 1
 ，t
 -ρ

 2
 ）

这里，t
 
ρ

 1
 ＜t
 -ρ

 2
 恒成立。当t
 1
 和t
 2
 趋向于1时，w
 将收敛于1。

对解求导，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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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f
 /∂t
 1
 ＞0，∂f
 /∂t
 2
 ＜0，∂f
 /∂w
 ＜0。这个结果意味着，随着国家1交易效率的提高或国家2交易效率的变坏，国家2相对于国家1的人均名义收入提高。

通过一个国家人均真实收入和两个国家交易效率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能够得到以下相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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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dw
 /dt
 1
 ＞0，dw
 /dt
 2
 ＜0，∂u
 1
 /∂w
 ＜0，∂u
 2
 /∂w
 ＞0，∂u
 1
 /∂t
 1
 ＜0，∂u
 1
 /∂t
 2
 ＜0，∂u
 2
 /∂t
 2
 ＜0。

其他的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结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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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y
 的生产者的库恩-塔克条件表明，如果交易效率系数为零，利润对进口中间商品数量的导数为负。因此，如果在每一个国家t
 充分接近于零，均衡将会跳到另一个结构。

如果1-t
 
i

 被解释为国家i
 的进口关税，并且所有关税收入都被收集它的官员消耗掉，那么式（5.6）中的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结果就意味着，每一个国家都有动机征收关税以提高本国人民的人均真实收入。


命题5.4
 随着某个国家的人口规模的扩大或进口关税率的提高，这个国家的人均真实收入会提高。同时，一个国家的中间商品的种类数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而增大。当交易成本趋于零时，两个国家的工资差别会收敛到零。


结构D1
 的局部均衡和w
 由下列方程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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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A
 ≡（1-β
 ）
β
 -1
 α
 
β

 ［a
 /（1-ρ
 ）β
 ］
β
 /ρ

 ［（1-ρ
 ）b
 /aρ
 ］
β

 。中间商品的市场出清条件和商品y
 的生产者的一阶条件要求：


w
 ∈（t
 
ρ

 1
 ，t
 -ρ

 2
 ）

这里，t
 
ρ

 1
 ＜t
 -ρ

 2
 恒成立。

结构D2
 的局部均衡和结构D1
 的局部均衡是对称的。结构D1
 或结构D2
 的边际比较静态和结构D0
 的相似。

5.5.9 结构E的局部均衡

结构E1
 的局部均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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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B
 ≡α
 
α

 （1-α
 ）1-α

 ［（1-β
 ）1-β

 （ρ
 /b
 ）
β

 β
 
β
 /ρ

 ］
α

 ［α
 （1-ρ
 ）/a
 ］
αβ
 （1-ρ
 ）/ρ

 。这个结构的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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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E2
 的局部均衡和结构E1
 的相似。下面的命题总结了这两个结构的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结果。


命题5.5
 随着每个国家的交易效率的改进和人口规模的扩大，两个国家的人均真实收入都会提高。一个国家中间商品的种类数随着本国人口规模的扩大而增大。进口中间商品的国家所生产的中间商品种类数随着其他国家人口规模的扩大和本国交易效率的提高而减小。


5.5.10 结构F的局部均衡

结构F1
 的局部均衡和它的边际比较静态分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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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B
 ≡α
 
α

 （1-α
 ）1-α

 ［（1-β
 ）1-β

 （ρ
 /b
 ）
β

 β
 
β
 /ρ

 ］
α

 ［α
 （1-ρ
 ）/a
 ］
αβ
 （1-ρ
 ）/ρ

 ，结构F2
 的局部均衡和结构F1
 的是对称的，这两个结构的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的结果和命题5.5是一致的。

5.6 一般均衡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把局部均衡的价格代入式（5.3），我们能对十二维（θ
 ，b
 ，a
 ，ρ
 ，M
 1
 ，M
 2
 ，∂，β
 ，t
 1
 ，t
 2
 ，k
 1
 ，k
 2
 ）参数空间进行划分，在每一个参数子空间里有一个局部均衡是一般均衡。这个分析需要用到某个国家不生产的某种商品的均衡价格，我们就用这个商品的影子价格来代替。该影子价格是通过假想这个国家生产这种商品然后利用一阶条件而得到的。这样，我们可得到下面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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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使用了w
 的局部均衡值的上界和下界得到结构D
i

 在均衡时发生的充分条件。这是由于在结构D
i

 里，w
 的局部均衡值不能被显式解出，这些条件可能不是必要的。因此，在式（5.9c）里，参数子空间没有都被划出来。

换句话说，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结果表明，有三种因素决定贸易模式：外生技术比较优势（θ
 代表了它的程度）；内生比较优势（替代弹性的倒数1/ρ
 代表了它的程度）；交易效率上的外生比较优势，这与国家1和国家2的相对交易效率水平（k
 
i

 /k
 
j

 ，t
 
i

 /t
 
j

 ，k
 
i

 /t
 
i

 ，k
 
j

 /t
 
j

 ）和绝对交易效率水平有关。

如果所有商品的绝对交易效率水平都很低，那么自给自足是均衡的。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一般均衡将从自给自足的结构跳到有贸易的结构。至于到底跳到哪一种结构，则由生产和交易效率上的外生和内生比较优势的相互作用来决定。

为了理解复杂的比较静态分析，我们采用三步分析法。我们首先考虑结构之间的超边际分析，然后对每一个结构进行边际分析。对于超边际分析，我们首先在情形（5.9b）、情形（5.9c）和情形（5.9d）之间进行比较，然后对每一种情形里的不同结构进行比较。每一种情形之间的比较意味着，当两个国家中间物品的交易条件相似时，每一个国家既出口又进口中间商品，即结构D在均衡时发生。否则，中间物品交易条件较好的国家将进口该商品，即情形（5.9b）或情形（5.9d）。如果国家1的中间物品相对于最终物品的交易效率比国家2的高或国家1的人口规模较大，那么国家1进口中间物品的情形（5.9b）就比国家2进口中间物品的情形（5.9d）更可能在均衡中发生。

我们现在进行第二步。首先考虑情形（5.9b），假设交易效率和外生比较优势在三个时期内按照下列方式变化：k1
 下降，k
 2
 提高，θ
 （外生比较优势的程度）提高，t
 1
 提高。在第Ⅰ时期，k
 1
 ＞t
 
ρ

 1
 θ
 ，这意味着国家1最终物品的交易效率较高，中间物品的交易效率较低，外生比较优势不显著，此时结构C1
 的局部均衡是一般均衡［参见情形（5.9b-Ⅰ）］。在这个结构里，国家1进口商品z
 和x
 ，国家2进口商品y。在第Ⅱ时期，k
 1
 下降，θ
 提高，t
 
ρ

 1
 提高使得t
 
ρ

 1
 k
 2
 θ
 ＜1＜t
 
ρ

 1
 θ
 /R
 1
 。因此，均衡跳到结构E1
 ，在这个结构里，国家1不再进口最终产品z
 。在第Ⅲ时期，k
 2
 提高，t
 
ρ

 1
 和θ
 进一步提高，使得k
 2
 θ
 t
 
ρ

 1
 ＞1。因此，均衡跳到结构F1
 。在这个结构里，国家2进口最终产品y
 和z
 。这意味着，随着外生比较优势的增大和国家2相对于国家1而言进口最终和中间物品的交易效率提高，均衡贸易模式会移向国家2进口更多最终物品的模式，并且均衡贸易模式从出口外生比较劣势物品的模式移向出口外生比较优势物品的模式。

对其他的情形重复上面的分析，我们能够得到相似的结果。总之，如果在生产和交易上的外生比较优势和内生比较优势之间没有矛盾，那么这个国家将出口它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如果一个国家对某个希望出口的商品在生产上具有内生比较优势，在交易条件上具有外生比较优势，但是在生产上具有外生比较劣势，那么，如果优势超过劣势，该国家会出口这个商品；否则，会进口该商品。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将出口那些在生产和交易上具有净综合内生和外生比较优势的商品。它将利用不同类型商品之间的替代以避免贸易那些低交易效率的商品。

把由式（5.4）给出的结构C的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结果同由式（5.9）给出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结果放在一起，我们就能够看出，如果结构C1
 的局部均衡是一般均衡，那么由式（5.4）给出的dn
 /dt
 1
 ＞0和dn
 /dM
 1
 ＞0成立的条件会得到满足。因此，如果结构C1
 在均衡时发生，那么dn
 /dt
 1
 ＞0和dn
 /dM
 1
 ＞0恒成立。下面的命题总结了所有的边际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结果。


命题5.6
 ①如果所有商品的交易效率都很低，那么自给自足结构在均衡中发生，此时不存在国际贸易。但是，随着每一个国家人口规模的扩大，他们各自中间商品的种类数会增大，生产率、人均实际收入会提高。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均衡会跳到有贸易的结构。在一个均衡的贸易模式里，一个国家将出口那些在生产和交易上具有净的综合内生和外生比较优势的商品。如果一个国家生产某种商品的内生比较优势和在交易条件上的外生比较优势超过其生产上的外生比较劣势，它将出口该商品；否则，它将进口该商品。每一个国家都将充分利用不同类型商品之间的替代以避免贸易那些低交易效率的商品。



②如果一个国家出口农产品而进口最终工业品（结构C），随着外国中间商品的交易效率从一个很低的水平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本国将在出口农业品的同时，逐渐出口更多的中间商品。相对人口规模的变化会使得中间商品的生产转移到人口规模相对较大的国家。最终商品交易效率的提高对两个国家都有益处。交易效率的提高和人口规模的扩大会提高两个国家人均真实收入和增加整个经济中间商品的种类数。



③如果一个国家专业生产中间商品（结构E或结构F），每一个国家人口规模的扩大或交易效率的提高将提高人均实际收入。但是，本国交易效率的提高或外国人口规模的扩大将使得中间商品的生产从本国移向外国。



④如果两个国家贸易中间商品（结构D），那么一个国家交易效率的提高会减少其人均真实收入，而人口的增加对工业化和人均真实收入则有正的影响。这就意味着，每个国家的政府都有动机通过征收进口关税（它会降低进口商品的交易效率）来改善贸易条件和提高本国居民的人均真实收入。


5.7 同基于不变规模报酬模型的传统观点的比较

在这一节里，我们把例5.3中关于贸易模式和经济发展的分析同传统的关于贸易和经济发展的观点进行比较。首先把我们的理论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定理进行比较，然后同基于不变规模报酬模型的新古典发展经济学进行比较。

我们首先把例5.3的结果同H-O定理比较。令人感兴趣的是，我们的比较静态分析结果可能产生相当于否定H-O定理的预测。如果我们把中间物品解释为资本，那么在我们的模型里，中间物品的总产出水平能被视为总的资本值。按照这种解释，物品y
 是资本密集的，物品z
 是劳动密集的（它的生产不需要资本）。因此，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或人口的增加，中间物品的种类数内生地增大，物品y
 的资本密集度也提高。根据我们的模型，要求生产较多中间物品的国家必须出口物品y
 是没有道理的。因此，经验上观察到的生产许多中间物品的国家出口劳动密集的产品z
 而进口资本密集的产品y
 的现象是完全可能的。这个分析与巴瓜迪和笛赫加（Bhagwati and Dehejia，1994）的命题是一致的。这个命题是说，如果考虑规模报酬和中间物品，新古典的核心贸易定理可能不成立。

接下来，把我们的结果同SS定理比较。使用第5.5.7～5.5.10小节中的结果，如果结构C、E或F在均衡时发生，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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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如果结构D在均衡时发生，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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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结果意味着，随着参数的变化，相对价格变化的方向同SS定理不一致。换句话说，最终工业品y
 是资本密集的，农业品是劳动密集的，当两种最终物品的相对价格随着交易条件的变化而下降时，资本品和劳动的相对价格并没有变化。

大家都知道，在多样化锥以外，SS定理并不成立。因此，如果我们进行与不同结构之间均衡的不连续跳跃有关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SS定理很容易变得无效。

人们利用SS定理来证明关税能够增加一国稀缺要素的收入。但是，常识与SS定理的预测不一致。常识告诉我们，随着出口资本密集商品、进口劳动密集商品国家的关税率提高，劳动力将从中边际地获益。但是，关税限制了通过扩张贸易网络提高生产力的机会。因此，劳动力能否从关税率的提高中获益取决于最后的净效应大小。

我们的模型使这种常识具体化。利用情形（5.9b），我们能看到，如果k
 2
 和t
 1
 很大，那么结构C1
 在均衡时发生。假设国家1是美国，地区2是中国台湾。现在，美国政府提高进口关税率，使得t
 1
 下降。它的超边际影响是均衡跳到自给自足。根据第5.5.6小节和第5.5.7小节，我们能看到在结构C1
 里，美国相对于中国台湾的工资是1/t
 
ρ

 1
 ＞1，而在自给自足结构里，这一相对工资为1。因此，关税提高的超边际影响是降低美国的相对工资。但是，由于d（1/w
 ）=d（1/t
 
ρ

 1
 ）/dt
 1
 ＜0，减少t
 1
 的边际影响是提高美国的相对工资。同时，根据第5.5.7小节，美国的贸易条件p
 1y

 /p
 2z

 随着t
 1
 的下降（或美国关税率的提高）而边际地改善。关税率的提高对美国的贸易条件和工资有着正的边际影响。但是，它也会由于减少可被利用的贸易和生产力收益而产生负的边际影响。这一关税率提高的净边际影响能够用人均实际收入（均衡效用）的变化来表示。根据式（5.4），很明显，这一净边际影响是负的，由于关税率提高的结果是美国的人均实际收入降低（du
 1
 /dt
 1
 ＞0，du
 2
 /dt
 1
 ＞0）。如果我们还考虑关税率提高的负超边际影响，这一负超边际影响降低了美国的相对工资，那么关税率提高的总的净影响是伤害了美国的劳动力。我们能通过对结构C、结构E以及结构F进行相似分析得到相似的结果。

我们从这个例子里得到一个有趣的结果，那就是美国的劳动受益于关税率的降低，即使关税率的降低使得美国的贸易条件变坏。这是因为扩张的贸易网络规模对提高生产力的好处（贸易的中间商品的个数n
 增加）超过了贸易条件变坏的负面影响。

结构D的分析表明美国关税率提高的净边际影响是正的（u
 1
 随着t
 1
 的减少而增加），尽管它使得贸易条件p
 1x

 /p
 2x

 变坏和相对工资1/w
 降低。但是，总的边际和超边际净影响是负的。

从结构C、D、E和F的局部均衡可以看出，要素价格均等一般来说并不成立，因为均衡的w
 值不等于1。但是，随着交易成本趋于零，w
 的值趋向于1。因此，国家之间要素价格的差别可以用交易成本来解释。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对一个给定的结构而言，要素价格趋向于均等。一个一般的要素价格均等（FPE）定理可以表述为：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要素价格趋于均等。但是，对超边际比较静态而言，一般的要素价格均等（FPE）定理并不成立。例如，当k
 2
 增加时，均衡可能从结构D0
 跳到结构C1
 ，这样的跳跃可能引起两个国家的工资差别增大。

很容易看到，在我们的模型里，RY定理也可能不成立。但是，直接把我们的比较静态分析结果同H-O模型中的核心定理进行比较是不适当的，因为不同的模型有不同的特性。因此，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我们模型独特的比较静态性质上，这些性质被总结在命题5.3～5.6中。交易效率的变化对中间物品的种类数（工业化程度）、生产率和人均实际收入及贸易结构不连续跳跃的影响比对相对价格的影响更重要。在我们的模型里，关于相对价格结构的变化并没有什么一般规律性。关于价格结构比较静态的规律性不仅依赖于模型的特性，而且依赖于贸易结构（或参数子空间）的特性。因此，试图在我们的模型里发现和SS定理、RY定理相对应的结果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们将本章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结果同传统发展经济学的观点进行比较。我们依次考虑其与发展陷阱、工业化、收入分配和二元结构演化、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

假设物品z
 是必需品（比如食品），并且为了生存其人均消费量不小于1，如果所有的劳动都用于生产物品z
 ，那么人均产出和人均消费是θ
 
i

 ，当且仅当θ
 
i

 ≤1时，它不大于1。因此，对于一个充分接近1的θ
 
i

 值，均衡的中间物品种类数是最小值1。换句话说，如果食品的生产率很低，由于不是每一个中间物品对最终工业品的生产都是必需的，劳动必须集中用于生产食品而不是分散地用于生产许多中间物品。如果国际贸易的交易效率也很低，那么进口食品不是一个最优选择。因此，交易效率很低和农业品生产率较低的国家会陷入发展陷阱，此时可得到的中间物品的种类数很小，最终工业品的生产率低，贸易依存度和人均收入也低。

不难证明，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工业品x
 和y
 的产出相对于农业品的产出增加，尽管工业品的收入份额一直是一个常数且与工业化程度无关。这里工业化与中间商品的个数增加、最终工业品的价格下降（这与最终工业品的全要素生产率增加有关）有关。随着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国家之间人均实际收入差别的变化没有一个一般的规律。

假设结构C1
 在均衡时发生，那么根据第5.5.7小节，仅当（θk
 1
 ）1-α

 t
 1-ρ
 -α

 1
 ＞α
 （k
 2
 t
 2
 ）
α

 时，国家1的人均实际收入高于国家2，如果这个不等式成立，国家之间人均实际收入的差别随着θ
 和k
 1
 的增大而增加，随着k
 2
 和t
 2
 的增大而减少，与t
 1
 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因此，国家之间贸易和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由许多因素决定。假设工业化和贸易的增加由交易效率的提高引起，则两个国家交易条件的相对变化速度就影响着国家之间人均实际收入差别的变化。收入差别和贸易之间不存在单调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倒U型曲线关系。如果考虑其他结构的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我们会得到同样的结论。瑞姆（Ram，1997）所提供的经验证据支持这个预测。这些经验证据表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经济发展之间不存在某种单调关系。

现在考虑我们的结果对发展战略的含义。为了分析方便，我们把国家1看成美国，把地区2看成中国台湾。假设在初期两者间贸易的交易效率都很低，那么自给自足在均衡时发生。进一步假设，美国中间物品的自给自足在均衡时中间产品种类数很大（工业化程度高），因为它具有相对较大的人口规模，而中国台湾则处于发展陷阱。我们考虑两种情形：情形（a），中国台湾的农业部门具有较低的生产率；情形（b），中国台湾的农业部门生产率高，但是它的人口规模太小。

假设到了第2期，国际贸易的交易效率稍微提高。对于情形（a），均衡将跳到结构F1
 。这是由于情形（5.9a）和情形（5.9b-Ⅲ）意味着，对于一个大的θ
 值（地区2的农业生产率相对较低），随着交易效率的稍微提高，均衡将从自给自足跳到结构F1
 。对于情形（b），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均衡将从自给自足跳到结构C1
 。这是由于情形（5.9b-Ⅰ）意味着，对于一个小的θ
 值（地区2的农业生产率相对较高），结构C1
 更可能在均衡时发生。假设交易效率的提高不足以确保t
 1
 ＞t
 
a

 ，此时由式（5.5）我们有n
 2
 =0，这意味着中国台湾完全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农业品（没有工业化）。

在第3期，中国台湾有几种依赖于美国的交易成本系数或关税率（1-t
 1
 ）的选择。假设由于美国的贸易自由化改革或美国给予中国台湾的优惠关税率使得1-t
 1
 随着时间推移而下降，中国台湾开始工业化，中间物品的生产从美国移向中国台湾，由此增加了两者的人均实际收入和中国台湾的相对工资［见式（5.4）和式（5.5）］。这种从具有较小的n
 2
 的结构C1
 向具有较大的n
 2
 的结构C1
 的移动看起来像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这种工业化的驱动力是美国的开放政策［t
 1
 和k
 1
 的增大，见式（5.4）和情形（5.9b-Ⅰ）］和中国台湾贸易自由和国际化政策［较大的k
 2
 ，见情形（5.9b）］。在发展经济学文献里具有较小的n
 2
 的结构C1
 有时被称为依赖发展模式（可参见Myrdal，1957；Nelson，1956；Palma，1978）。

但是，如果k
 2
 相对于t
 1
 和t
 2
 较小（这可能由中国台湾的高最终物品进口关税和低中间物品进口关税引起），那么均衡将从具有较小的n
 2
 的结构C1
 跳到结构D0
 。这种政策机制有点像中国台湾在20世纪50年代实行的进口替代战略（见Balassa，1980；Chenery，Robinson and Syrquin，1986；Meier，1989；Bruton，1998）。从具有较小的n
 2
 的结构C1
 向结构D0
 跳跃的过程有点像进口替代过程。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的差别来自命题5.3～5.5所陈述的事实，在结构D0
 里所有的国家都有动机提高进口关税率，而在结构C、E或F里，所有的国家都有动机降低进口关税率。

换句话说，如果政府扭曲关税结构追求结构D
 （进口替代），D
 本身会追求一个扭曲关税结构从而阻碍经济发展。因此，这个扭曲的关税政策能产生一种特别类型的发展陷阱。在不存在扭曲的关税条件下，结构D
 也可能由于在生产和交易上的内生和外生比较优势的相互作用而在均衡时自然发生。由于在结构C
 、E
 和F
 中，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两个国家的效用都增加，贸易自由化和国际化政策很容易在这些结构里实现。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出口导向发展模式比进口替代模式更成功。但是，进口替代这个概念是不准确的，尽管它能促进国内最终工业品的生产，但它要依赖于中间物品进口的增加。

另一个有趣的发展模式差别来自结构E
 1
 或F
 1
 和结构E
 2
 之间。结构F
 1
 像不发达国家（国家2）进口最终物品而出口最终工业品的零部件（中间物品）。中国台湾地区并不出口汽车，但是出口大量汽车和计算机的零部件。在结构E
 2
 里，不发达国家进口中间物品而出口最终工业品。这有点像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香港的发展模式。然而，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条件下，到底是结构F
 1
 还是结构E
 2
 在均衡时发生，则取决于生产和交易条件上的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的相互作用。使用关税政策去刻意追求某一个特定的结构是反效率的。不管结构E
 和结构F
 中的哪一个在均衡中发生，交易效率的任何提高都有助于生产力进步和人均实际收入提高。

克鲁格曼-维纳波斯模型和例5.1中的模型预测了第Ⅱ类规模效应（工业品生产率的提高当且仅当厂商平均规模增加时发生）。这种类型的规模效应被由廖柏伟和杨小凯（Liu and Yang，1999）和张永生（Zhang，2000）提供的经验证据所否定。避免规模效应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方法是假定规模经济为局部的，这会由于正的利润和消费者需求函数之间的反馈链使得数学模型非常复杂；另一种方法是考虑具有中间商品和厂商的斯密模型，在第11章里我们会详细讨论这个模型。

关键术语和复习

工业和农业部门之间的二元结构，贸易好处不平等分配的二元结构，商业化部门和自给自足部门之间的二元结构。

劳动力市场不均衡引起的二元结构与分工演化转型阶段的二元结构。

内生和外生比较优势的共存对二元结构的出现、演化和消失的影响。

就业不充分和具有不充分就业的二元结构。

为什么一个国家贸易条件变坏和它从贸易中得到的好处增加可同时发生？

规模经济、产业关联网、国家之间交易效率的差别对二元结构的演化和收入分配的影响。

由多重均衡引起的产业关联网的协调问题。

第Ⅱ类的规模效应。

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经济发展、贸易和分工的演化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阅读

具有内生和外生比较优势的斯密模型：Gomory（1994）；Liu（1999）；Cheng，Liu and Yang（2000），Zhou，Sun and Yang（1998）。一般化斯密模型的存在性定理和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Sun，Yang and Yao（1999）；Zhou，Sun and Yang（1998）。不充分发展现象：Bauer and Yamey（1957），Kindleberger（1958），Myrdal（1957），Nelson（1956），Palma（1978）。二元经济和结构变化：Ranis（1988），Lewis（1955），Fei and Ranis（1964），Chenery（1979，1986），Khandker and Rashid（1995），Dixit（1968）。二元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均衡模型：Din（1996）；Murphy，Schleifer and Vishny（1989）；Gans（1998）；Kelly（1997）；Fujita and Krugman（1995）；Baldwin and Venables（1995）；Puga and Venables（1998）；Krugman and Venables（1995）。贸易条件的变坏：Sen（1998），Cypher and Dietz（1998），Kohli and Werner（1998），Morgan（1970）。可变的规模报酬：Young（1991），Panagariya（1983），Kemp（1991）。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共存的经验证据：Gallup and Sachs（1998），Sachs and Warner（1995，1997）。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的发展策略：Hirschman（1968），Krueger（1984），Balassa（1980），Bruton（1998）。贸易好处的不平等分配和贸易条件的变坏：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ECLA）（1950），Spraos（1983），Sapsford（1985），Singer（1984），Kravis and Lipsey（1981），Emmanuel（1972），Bacha（1978），Smith and Toye（1979），Alizadeh（1984），Thirwal（1986），Evans（1987）。不平等和增长之间正相关：Banerjee and Newman（1993）；Lewis（1955）；Palma（1978）；Li and Zou（1998）；Grossman（1998）；Murphy and Welch（1991）；Borjas，Freeman and Katz（1992）；Karoly and Klerman（1994）；Sachs and Shatz（1995）。不平等和增长之间负相关：Alesina and Rodrik（1994）；Galor and Zeira（1993）；Thompson（1995）；Fei，Ranis and Kuo（1979）；Frank（1977）；Balassa（1986）。无痛苦的（Immiserizing）增长：Bhagwati（1969）；Sachs，Yang and Zhang（1999a）。人均收入和不平等间的倒“U”形曲线关系：Kuznetz（1955），Krugman and Venables（1995）。不平等的波动：Ram（1997），Jones（1998，p.65），Deininger and Squire（1996）；不平等、贸易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Cline（1997），Jeffrey Williamson（1998），Burtless（1995）。

思考题

1.盖洛普和萨克斯（Gallup and Sachs，1998）找到了不同地理条件造成国家之间发展绩效差异的经验证据。那些位于温带并有更好运输地理条件的国家有更好的长期发展绩效。用在例5.1 和例5.3中具有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的模型来解释这个经验证据。

2.二元经济有几个不同的定义。刘易斯、费景汉和拉尼斯（Lewis，Fei and Renis，1964）认为二元经济是在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之间的人口分配结构。在第2章里，我们将一个在两组事前不同的人之间具有不平等收入的结构视为一个二元结构。把例5.1中的二元结构和那些定义相比较，并讨论内生和外生比较优势并存对二元结构的影响。把你的讨论与不充分就业和不发达的概念联系起来。

3.伊曼纽尔（Emmanuel，1972）、巴查（Bacha，1978）、斯密和汤依（Smith and Toye，1979）及阿利扎德（Alizadeh，1984）争论道，国际贸易把财富从贫困国家转移到富裕国家。用本章里的模型评价这种论点。

4.米尔（Mill，1848）强调“市场向各个方向扩展来改进生产过程的趋势”的重要性。他说：“一个为比它自己的市场更大的市场生产的国家能引入更大的分工，能更多地使用机器，并在生产过程中更有可能做出发明创造和改进。”使用本章的模型把他的观点形式化。

5.基于英国商品贸易条件或初级产品和制成品之间贸易条件的价格度量，联合国经济事务部（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ffairs，1949，pp.7，13-24）和刘易斯（Lewis，1952，p.118）对下列问题进行了争论：国际市场的力量是否通过恶化欠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把收益从贫困国家转移到富裕国家。迈耶（Meier，1989，pp.390-392）争论道，这没有为任何有关贫困国家贸易条件的一般化提供足够强有力的统计基础。进口价格指数掩盖了食品、原材料和矿产大类里或大类之间的价格变动；没有为出口和进口商品质量的改进留有余地；没有充分考虑新商品，记载的贸易条件也未对运输成本的显著下降进行修改。新产品引进和质量改进在制成品中比初级产品多，并且英国初级产品价格下降的大部分应归因于进口商品运费的大幅度下降。即使欠发达国家长期以来真的经历了贸易条件的恶化，但这种恶化也许是由出口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因此，只要出口行业生产率的提高比出口价格的下降快得多，单个要素的贸易条件（按出口品生产率变化调整的商品贸易条件）就可能改善，即使商品的贸易条件变坏，国家的实际收入还是能够增加。使用例5.1中的模型把这种分析形式化。

6.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欠发达国家贸易地位的恶化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其他经济学家试图为发展中国家贸易地位一直恶化的情况找出支持或反对的经验证据，或试图测量恶化的贸易条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参见Morgan，1970，Kohli and Werner，1998）。森（Sen，1998）的数据显示，1990～1995年，泰国的GDP提高了49%，它的出口商品价格提高了18%，进口商品价格降低了9%。用例5.1中的模型解释这一现象。

7.墨菲、谢勒夫和维西尼（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1989）表明，如果收入分配非常不平等，则一个有限的市场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把这个关于二元结构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论和在例5.1中经济发展的斯密机制相比较。

8.刘易斯（Lewis，1955）争论道，一个比市场出清工资水平高的外生固定工资导致传统的农业部门劳动力剩余。当资本随着时间在现代工业部门积累时，相关工业部门资本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因此，这个部门能吸收剩余劳动力并在不影响农业部门的情况下增长。把这种发展机制和二元经济同例5.1 和例5.2中的斯密机制相比较。找出支持两个机制之一而拒绝另一个的经验证据。

9.钱纳里（Chenery，1986，pp.13-132）用不均衡和嗜好变换的模型来解释经济中的结构变化，他说：“考虑到不完美预见和要素流动性的限制，在不均衡条件下最容易发生结构变化，这在要素市场特别适用。因此，把劳动和资本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高的部门能够加速增长。”用本章和前面章节中的均衡模型来解释结构变化和二元结构，并讨论两种方法的区别。哪一种分析更有力？为什么？

10.钱纳里（Chenery，1986）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求方面的变化对结构变化的影响。例如，他说偏好和收入的变化改变农业品的消费比重。其他经济学家更注意供给方面的变化对结构变化的影响。技术变化会改变工业部门占收入的比重。用此书中的一般均衡分析解释为什么将需求分析与供给分析分割的方法与一般均衡概念不符。例如，收入是由生产率和分工的网络规模决定的，它反过来决定与总合收入相关的市场容量。同样，用本章模型解释为什么经济结构在生产函数和偏好不变化时也会外生地变化。

11.刘易斯（Lewis，1955）用一个劳动力市场不均衡的模型分析二元结构。使用在第12章里发展的方法设定一个两个部门不变规模报酬技术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一个部门需要资本和劳动力作为投入，另一个部门在生产中只需要劳动力作为投入，证明在劳动力市场上没有外生技术变化和不均衡时，两个部门的均衡相对规模能随着时间发生改变。使用这个例子来讨论在20世纪50～60年代经济学家因无力操作一般均衡模型而对经济思想的影响。

12.刘易斯（Lewis，1955）把经济发展和结构变化视为低商业化程度的传统部门向高商业化程度的现代部门的转变过程。用本章中的模型把他的假设形式化。

13.把例5.1中模型的政策含义与“欠发达是由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对欠发达经济体的剥削造成的”这一观点相比较（Myrdal，1957；Nelson，1956；Palma，1978）。

14.用表5-3中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来分析最近关于竞争力的讨论，证明一个低交易效率的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转型阶段不可能从贸易中获取收益。证实下面的观点：从表5-3西北块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国家1中与α
 负相关的专业化经济程度b
 小于与γ
 负相关的c
 ，或k
 1
 ＜23-c

 α
 ，那么结构PC就是均衡，其中这个国家在转型阶段处于劣势。如果c
 ＜b
 ，或k
 2
 ＜23-c

 aγ
 ，那么在均衡中出现结构CP，其中国家2在转型阶段处于劣势。你可以把一个国家在生产一种商品时交易效率水平和专业化经济程度解释为竞争程度。

15.把例5.1中的二元经济模型与例4.2中的二元经济模型或例4.4中萨克斯和杨小凯的二元经济模型相比较。

16.把例5.1中的二元经济模型与例5.3中的模型比较，分析它们之间区别的经验含义，设计一种方法来检验两种二元经济模型。

17.用例5.3中的模型来证明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的概念也许是误导人的，使用这个模型分析工业和贸易政策的福利效应。

18.有些经济学家争论道，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有害于经济发展，因为它们阻止了欠发达国家多种工业部门的扩展。使用本章的模型评价这种说法。分析分工、职业多样化和个体专业化的区别和联系。

19.把不促进国内汽车生产，而提倡许多小公司生产零部件出口的中国台湾发展模式与韩国促进国内汽车和其他成品生产的发展模式相比较。用例5.3中扩展的KV模型评价两种不同发展模式的影响。

20.用例5.3中扩展的KV模型评论以下观点：“任何产业和贸易政策都有害于经济发展和从贸易中获取收益。”“产业和贸易政策可以被用来改进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发展绩效，并因此大大增加这个国家的福利。”

21.用例5.3中的模型分析产业关联网络中三类协调问题的区别，其中，前两种是由多重均衡引起的，一种包括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在纯消费者和厂商之间二分的李嘉图模型里）；另一种不包括利益冲突（例4.3的MSV模型），最后一种类型是由垄断竞争的均衡模式中对任何决策者都毫无益处的特定类型的扭曲造成的（例4.1的DS模型和例4.2的任一模型）。

22.赫希曼（Hirschman，1958）争论道，对一个试图从贸易中获益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同生产中规模经济部门向前（到下游部门）和向后（到上游部门）的联系比贸易条件更重要。用本章中的模型把这种观点形式化。

23.一些经济学家说，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很低，出口导向的工业化也许不利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参见Meier，1989，pp.381-393）。为什么这种对需求的边际分析经常是误导人的？一些经济学家说，国际贸易因为增加消费欲望、减少储蓄和投资而不利于经济发展。使用例5.3中的模型证明在国家1中，当对出口工业制成品的偏好参数增加时，结构C1
 中的经济发展将加速。

24.瑞姆（Ram，1997）、琼斯（Jones，1998，p.65）、代尼格和斯果尔（Deininger and Squire，1996）发现了经济发展时收入频繁波动的经验证据。杨小凯和张定胜（Yang and Zhang，1999，见习题12）在例5.1中详细列出了每个国家不同类型的个体，并证明当不同团体有序地参与越来越高层次的分工的时候，收入分配不平等就会波动。使用该模型来解释上面的经验证据。

25.爱因斯坦说过下面的话：“试图仅仅依靠可观察到的现象来建立一个理论是非常错误的……因为是理论决定我们能观察什么。”（引自Heisenberg，1971，p.31）讨论分析框架的改变对解释经验观察的影响。

26.为什么边际分析不足以处理例5.3中的模型？

习题

1.依照画图5-2的方法，画出个人的可能性生产边界、自给自足的总合生产计划，以及例5.2中模型的总合可能性生产边界。证明在这个模型中有分工经济。

2.假设在例5.1中，b
 =c
 =2，证明下表给出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结果，并解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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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证明在前面的习题中，如果k
 ″2
 ＞k
 ′2
 ，k
 ′2
 ∈（4a
 /27，16/27），k
 1
 ∈（16/27，1），a
 ＜4，k
 ″2
 ∈（16/27，1），且k
 ′2
 ＜8/27，则当k
 2
 从k
 ′2
 提高到k
 ″2
 时，国家2的贸易地位会恶化；同时，在国家2中每个个体的效用从自给自足的低水平上升到更高水平。

4.假设在例5.1的模型中，b
 =c
 =2，进口商品每1美元征收的从价税率是t
 ，并且税收总收入平均地分摊于商品的购买者。解一般均衡和它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把结果和第4章习题1中的解相比较。讨论在新古典均衡模型和斯密均衡模型中税收和交易成本的不同含义。

5.如果我们假设在生产两种商品时，只有国家1中的个体有专业化经济，而国家2在生产两种商品时呈现不变报酬，那么生产函数的体系是


x
 1
 +x
 
s

 1
 =L
 
b

 1x

 y
 1
 +y
 
s

 1
 =L
 
c

 1y




x
 2
 +x
 
s

 2
 =aL
 2x

 y
 2
 +y
 
s

 2
 =L
 2y



画出个体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自给自足的总合生产计划和总合PPF。证明下表给出的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其中θ
 ≡b
 
b

 c
 
c

 /（b
 +c
 ）
b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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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孟奇（Lio，1999）考虑具有内生和外生比较优势的李嘉图模型，其中类型1的人数是M
 1
 ，类型2的人数是M
 2
 。假设所有人对两种商品有同样的偏好并有同样的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类型i
 的人的生产函数是


x
 
i

 +x
 
s

 
i

 =Max（l
 
ix

 -b
 
ix

 ，0）


y
 
i

 +y
 
s

 
i

 =Max（l
 
iy

 -b
 
iy

 ，0）

求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并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用你的结果来分析从自给自足到高水平分工的转型阶段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关系及二元结构。

7.假设在前面习题中的生产函数是


x
 
i

 +x
 
s

 
i

 =Max（a
 
ix

 （l
 
ix

 -b
 
ix

 ），0）


y
 
i

 +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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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a
 
iy

 （l
 
iy

 -b
 
iy

 ），0）

求一般均衡，并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8.假设在前面习题中的生产函数是


x
 1
 +x
 
s

 1
 =Max（l
 1x

 -b
 ，0） x
 2
 +x
 
s

 2
 =Max（l
 2x

 -c
 ，0）


y
 1
 +y
 
s

 1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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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2
 +y
 
s

 2
 =a
 2y



求一般均衡，并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用交易和生产条件来解释两个国家的贸易模式。

9.画出自给自足和PPF时的均衡生产计划并识别例5.1中的分工经济。

10.找出例5.1中当均衡从结构PC转移到结构CC，一个国家贸易地位恶化及它从贸易中的收益增加时的参数子空间。

11.刘孟奇（Lio，1999）在例5.1的斯密模型中引入了中间商品和关税分析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的发展模式。你可以设计这样的一个模型并检查这个模型和例5.3中的模型的不同含义来分析发展模式。

12.张定胜（Zhang，1999）在例5.1的模型中引入关税并允许纳什关税对策和纳什关税谈判（见第3章的两种制度）。分析在什么条件下非双边保护关税和非双边自由贸易共存，以及在什么条件下纳什关税谈判在均衡中发生。

13.杨小凯和张定胜（Yang and Zhang，1999）假设在例5.1的模型里，国家1有两类人，由他们的交易条件区分为a
 类和b
 类。我们假设k
 
a

 =k
 ，k
 
b

 =t
 ，k
 ＞t
 。换句话说，每一个a
 类人的交易效率比每一个b
 类人高。此外，我们假设在国家2，k
 2
 =k
 。这意味着国家2是一个交易条件更好的发达国家。国家1是一个欠发达国家，其中一些居民（城市或沿海居民）有和发达国家一样的交易条件，但其他人口交易效率低一些。在同一国家所有人的生产条件都一样，但不同国家的生产条件不同。因此，i类消费者-生产者的生产函数是x
 
j

 +x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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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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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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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2
 +x
 
s

 2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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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x

 ，y
 2
 +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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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L
 2y

 ，其中x
 
s

 
i

 ，y
 
s

 
i

 分别是一个i
 类人销售的商品数量，L
 
is

 是由一个i
 类人分配给生产商品s
 （=x
 ，y
 ）的劳动量，并且L
 
ix

 +L
 
iy

 =2，其中假设r
 ＞1，c
 ＞1。求一般均衡，并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证明当交易条件改善时，分工的程度增加，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波动。

14.杨小凯和张定胜（Yang and Zhang，1999）假设在一个发达国家有两类人。证明当越来越多的人有序地参与分工时，一些人比其他人更早地达到更高程度的专业化，这种情况会增加不平等。当落后者赶上时，不平等减少了。当领先的人进入更高程度的专业化而把其他人抛在后面时，不平等又增加了。证明这样的齿轮过程是怎样导致不平等波动的。

15.证明在例5.3的模型中，当k
 
i

 ∈（0，1）时，在均衡时不能存在以下的结构：每个国家都生产y
 、z
 、x
 ，它们中的一个出口y
 、x
 ，另一个出口z
 、x
 的结构；每个国家生产所有商品并出口所有商品的结构［提示：用两个国家消费者决策问题的一阶条件来证明均衡要求k
 1
 k
 2
 =1，这与k
 
i

 ∈（0，1）矛盾］。

16.假设在例5.3中，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是劳动力和土地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求所有可能的市场结构中的局部均衡。使用模型分析工业生产的地域集中对二元结构的影响。

17.把关税引入KV模型分析贸易政策对发展模式的影响。假设两个政府可以在纳什关税对策和纳什关税谈判之间选择，就像第3章李嘉图模型里一样，如果在均衡里发生结构D时，会发生什么政策制度？

18.考虑例5.3中的模型。证明图5-3（b）中的结构在均衡时不能存在［提示：使用市场出清条件证明均衡要求x
 11
 =k
 1
 x
 21
 ，x
 12
 =k
 1
 （k
 1
 k
 2
 ）
ρ
 /（1-ρ
 ）
 x
 22
 ，x
 11
 +x
 12
 =x
 1
 ，x
 21
 +x
 22
 =x
 2
 ，这与k
 
i

 ∈（0，1）矛盾，其中x
 
ij

 是由国家i
 生产，在国家j
 出售中间产品的数量］。

19.证明在结构C2
 中的角点均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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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B
 ≡（1-α
 ）（1-α
 ）
 α
 
α

 。对这种结构证明类似于命题5.3的一个命题。

20.在原版的KV模型里，农业品的交易成本为零且在两个国家工业品y
 和x
 的交易条件一样。证明在这种版本的KV模型里，图5-3（b）结构里的局部均衡是不确定的，均衡n
 1
 和n
 2
 是不确定的，x
 
ij

 、y
 
ij

 和z
 
ij

 的均衡值是不确定的。

21.假设在KV模型里，国家1的商品y
 的总生产率是θ
 ＞1，求在所有可能的结构里的局部均衡，并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然后把你的结果与例5.3的结果相比较。

22.使用例5.3的模型将钱纳里和迈耶尔的观点形式化，其观点即出口工业制成品和进口中间产品能成为一种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可以演进为出口中间产品的模式。




 [1]
 我们能够证明在某个参数边界区域情形存在多重均衡。例如，如果2
b
 -1
 ＞α
 ，0＜k
 1
 ＜4α
 ，k
 1
 ＜24-b
 -c

 αα
 ，k
 2
 =4γ
 ，那么存在多重均衡。


第6章 结构变化、贸易和经济发展

6.1 内生贸易理论和内生消费品的种类数

斯密用个人选择其专业化水平的决策来解释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因此，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都是分工经济。但是，在新古典框架内，纯消费者和厂商的分离意味着国内贸易的理论基础不同于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对纯消费者而言，即使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嗜好不存在差别，国内贸易也是必需的，因为纯消费者自己不生产，如果他们和厂商之间不进行国内贸易，他们就会饿死。但是，如果上述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嗜好的差别不存在，国际贸易就不会发生，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厂商，从而每个国家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因此，新古典贸易理论不能解释国内贸易为什么及怎样发展到国际贸易。

本章的第一个目的是用一个斯密模型说明经济发展、贸易、结构变化和分工演进之间的内在关系。该模型通过个人选择其专业化水平的决策来解释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通过分工的演进和事前相同个人之间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来解释国内贸易如何发展到国际贸易。由于本章的模型里商品的种类数是一个变量而不是一个特定的数，我们能够更充分地考察结构变化以及分工演进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第6.2节里，我们设定一个内生专业化和商品种类数的斯密模型；在第6.3节里，我们求解个人选择他们专业化模式和资源配置的决策问题；第6.4节进行决策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第6.5节进行分工的一般均衡网络分析；第6.6节利用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法分析作为经济发展不同侧面的许多结构变化现象如何同时发生；第6.7节分析国内贸易何以发展为国际贸易。

在第6.8节里，我们将内生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方法和内生商品种类数的方法相结合，来考察分工的发展在新产品出现中的作用。18世纪，图克尔（Tucker，1755，1774）注意到了分工的发展为新产品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我们很容易观察到，在自给自足的社会里，商品种类数很少，而在具有很高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发达经济体里，商品种类数很多。专业化和商品种类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偶然的吗？或者它是经济发展的特定机制吗？我们可以这么猜测，假设这里有专业化经济、交易成本和消费多样化经济，或阻碍了由于个人偏好于多样化消费使消费品之间存在互补经济，进一步假设最优决策的计算成本随着消费品种类数的增多而提高，并阻碍了消费多样化经济，或由于个人偏好于多样化消费使消费品之间存在的互补经济的发展。因此，在下列四个要素之间就存在几种两难冲突：专业化经济、交易成本、消费多样化经济和消费多样化的管理成本。当然，有效的两难冲突取决于交易效率参数、消费多样化经济的程度、消费多样化的管理成本和专业化经济的程度。在交易效率充分低的条件下，每个人不得不选择自给自足。在自给自足状态下，由于每个人的时间禀赋有限，使得折中专业化经济、消费多样化经济、消费多样化的管理成本之间两难冲突的范围很小，这会迫使每个人生产的商品种类数很少。可以想象，在自给自足状态下，个人自己生产汽车、飞机、计算机、电视机、电话和各种各样的清洁剂是断无可能的。

然而，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折中专业化经济与交易成本之间两难冲突的范围会扩大，从而带来分工水平的提高。分工水平的提高扩大了折中消费多样化经济和不经济之间两难冲突的范围，生产不同商品的专家之间较高的分工水平就可以使得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和商品种类数都同时增加。

因此，在一个具有CES效用函数的斯密模型里，除了专业化经济与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以外，如果进一步考虑消费多样化经济和不经济之间的两难冲突，那么分工水平和商品种类数就能够被同时内生。

内生商品种类数是与内生新产品的出现相联系的，而内生新产品的出现则被许多经济学家视为内生技术进步。如果交易效率很低，那么在均衡时我们就看不到某些商品的生产函数。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新产品的生产函数就会随着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及消费多样化经济之间两难冲突范围的扩大而出现。因此，在我们内生专业化和内生商品种类数的模型里，生产力的提高是与新产品的生产函数的出现相联系的。这种内生技术进步的观点不同于将技术进步归于对研究和开发的投资的传统观点。按照我们的内生技术进步观点，仅仅进行研发投资并不能保证新产品及相关生产技术的出现。新产品的出现要求分工网络的规模以及相关的生产容量大到足以为新产品的商业化创造条件。因此，一个大的分工网络规模就要求充分高的交易条件。

在第6.9节里，我们考虑一个内生贸易活动专业化水平的模型。如果个人被允许选择贸易活动的专业化水平，并且在贸易活动里有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那么交易效率就由生产和贸易之间的以及在专业贸易部门里的分工水平内生决定。因此，分工水平由交易效率决定，交易效率由贸易部门的专业化水平决定，而贸易部门的专业化水平又由贸易部门的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服务的交易成本之间的有效两难冲突决定。从而，我们能以一个斯密模型，用交易服务的交易条件来解释均衡的分工水平和生产力，并考察制度和政府政策对交易服务的交易条件的影响是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在这个一般均衡模型里，交易效率、分工的网络规模、交易服务的市场容量、交易部门内的分工水平、专业商人的出现、生产力和人均实际收入相互依赖。一般均衡概念对同时决定这些变量的发展机制是非常有用的。

最后，第6.10节介绍贝克尔-墨菲模型。在这个模型里存在专业化经济和协调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在没有人口增长的条件下，这种两难冲突能通过协调效率的提高来解释分工的演进。

学习本章时应问自己以下问题

为什么固定的学习成本能产生分工经济？

新古典需求理论和斯密需求理论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斯密贸易理论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为什么分工的演进导致下列变量同时提高：商业化程度、贸易依存度、个人间的依赖程度、市场容量、市场类型种类数、内生比较优势被利用的程度、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人口集中程度，以及市场一体化程度？

国内贸易如何发展到国际贸易？

为什么内生比较优势相对于外生比较优势而言是决定贸易依存度和经济发展的一个更重要因素？

专业商人出现的发展意义是什么？

6.2 一个具有固定学习费用的发展模型


例6.1
 一个具有固定学习费用的斯密贸易模型（Yang，1996）。
 同前面各章一样，我们假设消费者-生产者集是一个测度为M
 的连续统。消费品的集合要么是一个有限集{1，2，…，m
 }，要么是一个测度为m
 的连续统。周林、孙广振和杨小凯（Zhou，Sun and Yang，1998）证明，商品集的连续统假设对这类模型均衡的存在性而言并非必需，但是它可以避免整数问题，从而简化这个对称模型的数学推导。如果我们考虑商品集是一个连续统，那么求和号∑和求积号∏能够被视为积分。如果商品集是一个有限集，那么在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里，所有关于商品种类数的导数都可被视为整数规划问题的一阶条件的近似。商品i
 的自给量为x
 
i

 ，商品i
 的售卖量为x
 
s

 
i

 ，商品i
 的市场购买量为x
 
d

 
i

 。买一个单位商品的交易成本系数为1-k
 。因此，kx
 
d

 
i

 是一个人购买x
 
d

 
i

 时实际得到的数量。商品i
 的消费量因此是x
 
c

 
i

 ≡x
 
i

 +kx
 
d

 
i

 。所有人都有以下效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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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消费者-生产者的生产函数系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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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x
 
p

 
i

 是商品i
 的产出水平，L
 
i

 是个人生产商品i
 的专业化水平，A
 是固定的学习和训练费用。这个生产函数系统使得每个人在所有商品的生产上都具有专业化经济。如果L
 
i

 ＞A
 ，则平均生产率（x
 
i

 +x
 
s

 
i

 ）/L
 
i

 =1-A
 /L
 
i

 随着个人生产商品i
 的专业化水平L
 
i

 的提高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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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由固定的学习费用产生的分工经济

霍撒克（Houthakker，1956）用一个图说明了固定学习费用的发展含义。图6-1与其相似，这个图显示了由式（6.2）定义的生产条件存在分工经济。在图6-1中，个人的转换曲线是EFGH。每个人生产两种产品，没有分工时两个人的总合转换曲线是线段DI。具有分工的总合转换曲线可通过下列方法得到，这里分工意味着至少有一个人只生产一种产品。

假设一个人仅仅生产产品1，他的产出水平由直线HK表示。假设另一个人能选择任意的生产模式，所以他的转换曲线仍然是EFGH。通过把个人的转换曲线向右水平移动1-A
 单位，我们可以得到两个人的总合转换曲线KBJL。现在假设第一个人生产产品2，另一个人能选择任意的生产模式，那么两个人的总合转换曲线为MCAK。因此，在这种简单的两种产品、两个人的情形中，分工的总合转换曲线为MCAKBJL。这里，分工意味着至少有一个人只生产一种产品。

显然，即使两个人事前相同或外生比较优势不存在，分工的总合转换曲线也会高于自给自足时的总合转换曲线。这是由于一个人如果生产两种产品，其总的学习费用是2A
 ，如果仅仅生产一种产品，他的学习费用就减少到A
 ，即随着他生产的产品种类数从2减少到1，他的生产时间从1-2A
 增加到1-A
 。因此，两个人的经济中的总学习费用在自给自足状态下为4A
 ，在部分分工（线段CA和BJ）状态下为3A
 ，在完全分工（点K）状态下为2A
 。分工经济由分工时的总合转换曲线MCABJL（也就是PPF）与自给自足时的总合转换曲线DI之差表示。

在第6.6节里，我们将证明，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均衡的总生产计划会从线段DI跳到点K，从而带来经济发展。

巴比奇（Charles Babbage，1832，pp.170-174）在19世纪30年代就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指出分工可以节省一些人在不分工时重复的学习费用。贝克尔（Becker，1981）、巴塞尔和俞（Barzel and Yu，1984）、罗森（Rosen，1983）将分工能提高学习和训练固定投资的利用率的思想进行了数学化。特玛拉（Tamura，1992）和杨小凯（Yang，1996）探讨了在个人专业化水平内生的条件下固定学习费用的一般均衡意义。

当然，分工经济是由内生比较优势导致的。当事前相同的个人在某个活动中选择不同的专业化水平时，一个专家比初学者内生地获得较高的生产率。考虑在图6-1中两种产品和两个人完全分工的情形，如果第一个人专业生产产品1（从而选择L
 1
 =1），则他生产该产品的劳动生产率为Max{（L
 1
 -A
 ）/L
 1
 ，0}=1-A
 ；对于专业生产产品2的那个人（其L
 1
 =0），他生产产品1的劳动生产率为Max{（L
 1
 -A
 ）/L
 1
 ，0}=Max{-∞，0}=0。这种专家和初学者之间生产率的差别就是内生比较优势。

下面的故事告诉我们由固定学习费用所产生的分工经济的直观意义。假设有两个人：一个教授和一个秘书。如果他们没有分工，那么他们每个人都必须从事研究和秘书工作。第一类型的工作需要博士水平的教育训练，而第二类型的工作仅仅需要秘书学校的教育训练。因此，每个人为了做这两种类型的工作，都必须接受两种类型的教育。如果教授专门从事研究工作，而秘书专门从事秘书工作，则教授能够节省秘书学校的训练费用，而秘书能够节省博士的训练费用。对他们每个人而言，他们得以在他们各自的专业里花费更多的时间，从而使得用于专业学习的投资利用率也大为提高。这样，他们两个人都得到了分工的好处。秘书因为不必接受博士的训练而能够早几年开始工作，收入会因此增加；同样，专业化能够提高教授的研究效率和博士训练投资的利用率，总的固定学习费用因此而下降。

基于固定学习费用的分工经济其实比它初看起来要普遍得多，因为在所有生产活动中，普遍存在的试错学习过程都会产生固定的学习费用。下一节我们将考察市场如何折中交易成本和基于固定学习费用的分工经济之间的两难冲突。

6.3 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是如何确定需求和供给函数的

文定理（见第4章第4.2节定理4.1）适用于本章模型。因此，个人不同时买和卖同种产品，也不同时买和自给同种产品，至多卖一种产品。这意味着每个卖产品i
 的消费者-生产者的决策模式满足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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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R
 是从市场上购买的n
 -1种产品的集合，J
 是m
 -n
 种非贸易品的集合。换句话说，这些条件意味着下列命题：对于被售卖的每种产品i
 ，它的自给量、售卖量和用于生产它的专业化水平是正的，而它的购买量为0；对于被购买的每种产品r
 ，它的自给量、售卖量和用于生产它的专业化水平为0，而它的购买量为正；对于每种非贸易品j
 ，它的自给量和用于生产它的劳动量为正，而它的售卖量和购买量为0。根据这些条件，卖产品i
 的个人的决策问题被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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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p
 
i

 是产品i
 的价格，x
 
c

 
r

 ≡kx
 
d

 
r

 和x
 
c

 
i

 ≡x
 
i

 分别是产品r
 和i
 的消费量，x
 
i

 、x
 
s

 
i

 、x
 
d

 
r

 、L
 
i

 、x
 
j

 、L
 
j

 和n
 是决策变量。把所有的约束代入u
 
i

 ，可以把u
 
i

 表示为L
 
i

 、L
 
j

 、x
 
s

 
i

 、x
 d
 
r

 和n
 的函数。利用预算约束可以删除x
 
r

 中的某一个，利用时间禀赋约束能删除L
 
j

 中的某一个。因此，我们能够把原始的约束最大化问题变成一个无约束最大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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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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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6.4）的一阶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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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首先看看式（6.5a），它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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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花费在不同产品上的每一美元的边际效用相等法则。

把这个方程重新排列一下，可以得到等价法则，那就是产品s
 和r
 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它们的相对价格，或产品r
 和产品s
 的相对边际效用等于它们的相对价格：

-（dx
 
c

 
s

 /dx
 
c

 
r

 ）=（∂u
 
i

 /∂x
 
c

 
r

 ）/（∂u
 
i

 /∂x
 
c

 
s

 ）=p
 
r

 /p
 
s



这里，我们利用隐函数定理得到了边际替代率-（dx
 
c

 
s

 /dx
 
c

 
r

 ）和相对边际效用相等。这个法则决定了在给定预算约束条件下不同产品的消费量在提高效用水平方面的两难冲突。

接下来我们考虑一阶条件（6.5b），它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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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式（6.6a）在购买品和售卖品之间并不成立，由于前者牵涉交易成本。因此，式（6.6b）是交易成本被扣除后每一美元的边际效用均等法则。

接下来，我们看看式（6.5c），它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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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上标p
 表示生产量，上标c
 表示消费量。在得到式（6.6c）的过程中，我们使用了式（6.1）和式（6.2）中的等式，这些等式给出了生产量、自给量、购买量、售卖量和消费量之间的关系。这个条件意味着用于生产售卖品的劳动所产生的边际效用等于用于生产非贸易品的劳动所产生的边际效用。这里，某个特殊产品的劳动配置所产生的边际效用是消费该产品所带来的边际效用∂u
 
i

 /∂x
 
c

 
i

 与生产该产品的边际劳动生产率dx
 
p

 
i

 /dL
 
i

 的乘积。令i
 和j
 之外的其他劳动量都固定为常数，则对时间约束进行全微分，可得dL
 
i

 =-dL
 
j

 。将此式代入式（6.6c），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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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式的最左端为两种消费品j
 和i
 在维持效用不变的条件下的边际替代率，而此式的最右端为两种产品在给定时间约束条件下的边际转换率。因此，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来解释式（6.6c）。为了维持某个确定的效用水平，只有在消费的边际替代率和生产的边际转换率相等的条件下，不同产品消费量之间的两难冲突和在给定投入水平条件下不同产品的产出量之间的两难冲突才能达到有效折中。

式（6.5d）意味着最优折中两难冲突的原则不仅在产品i
 （售卖品）和产品j
 （非贸易品）之间适用，而且在不同的非贸易品之间适用。由于式（6.5a）和式（6.5d）对所有r
 ∈R
 和所有j
 ∈J
 都适用，它们可以被用来证明p
 
r

 x
 
d

 
r

 对所有的r
 ∈R
 相等，而x
 
j

 对所有的j
 ∈J
 相等。利用这些结果，所有一阶条件给出下列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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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p
 
ir

 ≡p
 
i

 /p
 
r

 。正如在第4章所证明的，式（6.7a）中的新古典供给函数不依赖于价格，这是由于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的单位替代弹性造成的。把这些解代入式（6.4），可得间接效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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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α
 ≡{［1-（m
 -n
 +1）A
 ］/m
 }
m

 ，β
 ≡（kp
 
i

 ）
n
 -1
 （∏
r
 ∈R

 p
 -1
 
r

 ）。式（6.7）是在给定专业化水平条件下的新古典最优决策。新古典决策给出了在给定专业化水平条件下的资源配置，个人生产售卖品的专业化水平由贸易品的种类数n
 唯一确定。

在式（6.7）里，［1-（m
 -n
 +1）A
 ］/m
 是每件产品的人均产出，1-（m
 -n
 +1）A
 为每人除去总学习费用（m
 -n
 +1）A
 后可用来生产的时间。这些时间被分配用来生产m
 -n
 种非贸易品和一种售卖品，这种售卖品被用来交换n
 -1种购买品。因此，这些时间被最终用于得到m
 种消费品。由于每种产品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是1，用这些时间生产出来的m
 种产品的总产出为1-（m
 -n
 +1）A
 。因此，每种产品的人均消费是［1-（m
 -n
 +1）A
 ］/m
 ，它等于每件产品的人均产出。随着贸易品的种类数n
 的增多，用于生产m
 -n
 种非贸易品的总学习费用（m
 -n
 ）A
 将减少，因此，用于生产的时间会增多，每种产品的人均消费量也会增加。


u
 
i

 中的α
 能被视为每种产品的人均消费量的乘积，它是n
 的增函数，而n
 决定了个人的专业化水平。β
 中的k
 
n
 -1
 是n
 的减函数，这是由于k
 介于0和1之间。β
 这一项能被解释为因交易量及相关交易成本的增加而导致的效用减少。

由于斯密的最优决策所关心的是与n
 有关的最优专业化水平，所以斯密的最优决策由式（6.7）和下列条件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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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n
 在这个对称的模型里能够代表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式（6.8）左边是专业化水平提高对效用的边际贡献，右边是专业化增加的交易成本对效用的边际代价。因此，式（6.8）意味着最优的专业化水平是通过专业化的边际收益和边际交易成本相等而得到的。这个最优专业化决策条件最先由杨小凯（Yang，1984）证明，后来贝克尔和墨菲（Becker and Murphy，1992，见例6.4）又证实了这一条件。把由式（6.8）给出的n
 的最优值代回式（6.7），可得最优的资源配置。因此，式（6.7）和式（6.8）给出了完全的最优决策，它们给出了最优组织和最优资源配置，而最优组织又与最优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有关。由于n
 -1是每个人贸易伙伴的数量，最优专业化水平决定了每个人贸易伙伴的最优网络规模。然而，这是一个非人格的网络决策，每个人并不关心谁是他的贸易伙伴，他只关心贸易伙伴的数量。非人格的网络决策与价格接受行为相关。

请注意，尽管式（6.8）看起来像内点解的边际条件，但它仅仅是现实的超边际分析的一个近似。严格地说，当产品集是有限的而不是一个连续统时，我们需要利用整数规划来求解最优整数n
 。当n
 在整数之间跳动时，所有的内生变量会不连续地跳跃。更重要的是，如果模型不是对称的，我们必须使用边际分析求解许多角点均衡，然后利用总成本-收益分析确定一般均衡。如果模型是对称的，则选择模式的决策和确定一般均衡的过程就等价于选择一个n
 的值。这里存在n
 的两个整数值n
 1
 和n
 2
 ，满足n
 1
 ＜n
 ′＜n
 2
 ，其中n
 ′是由式（6.8）确定的。接着通过Max{u
 （n
 1
 ），u
 （n
 2
 ）}来确定整数规划的最优值n
 *
 ，如果m
 的值很大，那么n
 ′是n
 *
 的一个好的近似。在本书的所有对称模型里，我们都用n
 ′代表n
 *
 。

对于事前相同的个人，只有在所有职业产生相同效用水平的条件下，n
 种贸易品才能被生产。模式之间的超边际分析导致了下列效用相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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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6.8）和式（6.9）在卖不同产品的模式之间是完全对称的。因此，它们同时成立需要当且仅当下列条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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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n
 对所有人而言是相同的。利用贸易品的均衡相对价格和贸易品的均衡种类数的信息，可以解得每个人的最优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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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p
 
ir

 ≡p
 
i

 /p
 
r

 是售卖品相对于购买品的价格。由于所有决策变量的最优值不再是n
 的函数，我们称它们为斯密的最优决策，其不同于式（6.7）中新古典的最优决策。新古典的决策和斯密的决策之间的差别对杨格关于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的思想进行了数学化。最优决策产生的需求和供给最终由最优的专业化水平决定，而最优的专业化水平在对称模型里则由n
 决定。

6.4 最优决策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正如第3章所讨论的，最优决策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不同于它的边际比较静态分析。从式（6.7）中的新古典最优决策可看出，专业化水平L
 
i

 和新古典供给函数不依赖于相对价格。但是，最优的专业化水平和斯密供给函数取决于价格。斯蒂格勒（Stigler，1951）最先注意到了选择专业化水平前后决策之间的差别。后来，罗森（Rosen，1978）也提到了这一点。

假设参数m
 、A
 和k
 是固定的，对斯密最优决策关于相对价格p
 
ir

 求导，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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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式（6.12b）被称为供给律，式（6.12d）被称为需求律。当然，斯密最优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不同于式（6.7）中的新古典最优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最优决策的边际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的关键区别在于，如果我们不理解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就不能真正理解需求。在给定n
 值的条件下，新古典的需求和供给函数与它们的边际比较静态分析仅仅是一个部分解。由于n
 的选择决定生产率，需求和供给的超边际分析和经济发展的分析之间就存在本质联系。

6.5 市场如何确定社会的分工水平

假设售卖产品i
 和r
 的个人数量分别为M
 
i

 和M
 
r

 ，产品i
 的总市场供给为M
 
i

 x
 
s

 
i

 ，售卖产品r
 的个人对产品i
 的需求为M
 
r

 x
 
d

 
i

 ，则产品i
 的总市场需求为∑
r
 ∈R

 M
 
r

 x
 
d

 
i

 。这样，市场出清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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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n
 个方程组成的方程组。根据瓦尔拉斯定律，它们中只有n
 -1个方程是独立的。这n
 -1个方程加上人口方程确定了售卖n
 种贸易品的个人数量。利用市场出清条件和效用相等条件（6.9）可得到下列一般均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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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i
 =1，2，…，n
 。效用的均衡值能被视为劳动的绝对价格。我们称式（6.14）中的u
 
i

 （n
 ）为斯密效用函数，它是贸易品种类数的函数。这个贸易品种类数又同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和社会的分工水平有关。斯密效用函数不同于间接效用函数，因为前者不是价格的函数，而后者是贸易品相对价格的函数。通常我们只能在完全对称的模型里才能解出斯密效用函数的代数表达式。对于不对称模型，我们只能解出每个结构角点均衡的人均实际收入。在那里，分工水平和模式是外生给定的，它们与这里的n
 等价。然后，我们利用总成本-收益分析就可以确定均衡的分工水平和模式。劳动的绝对价格同均衡的分工水平和生产率有关，但是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和选择不同模式的相对人数则由相对嗜好、相对生产和交易条件决定。在给定n
 的条件下，一个角点均衡给出了资源配置、相对价格和不同专家的人数，而一般均衡给出了劳动的绝对价格、分工水平和生产率。因此，在斯密模型里，角点均衡解决资源配置问题，而一般均衡则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现在假设个人的居住位置是外生给定的。如图6-2所示，很多大小一样的等边三角形的顶点就是人们的居住地。为了节省交易成本，每个人会尽量与自己的近邻贸易。但是，当每个人贸易品的种类数增多时，他会与越来越远的人交易。由于对称性，每个人的贸易品种类数n
 是一样的，即社会的贸易品种类数。因此，围绕着每个人都存在一个地方社区。地方社区的成员是贸易伙伴，他们中的每个人卖一种产品给其他人，又从其他的每个人那里买一种产品。因此，在一个地方社区里总共有n
 种贸易品、n
 个成员，每个人有n
 -1个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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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个人居住位置的均匀分布

如果地方社区不重叠，那么M
 个人能被分成N
 =M
 /n
 个地方社区。如果地方社区之间存在重叠，N
 是每种贸易品的生产者人数，它能被视为经济分割的一种测度，因为售卖同样产品或选择相同模式的个人之间不存在贸易。如果在结构B
 里所有人的专业化水平比结构A
 高，在结构B
 里不同模式的种类数比结构A
 高，我们可以说结构B
 的分工水平比结构A
 高。以后，我们将证明，在这个模型里，每个人的最优专业化水平是其贸易品种类数n
 的增函数。同时，在一个结构里，贸易品的种类数与不同模式的数量呈正相关。因此，n
 就代表了这个对称模型的分工水平。

周林、孙广振和杨小凯（Zhou，Sun and Yang，1998）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证明，一般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对于一个给定的n
 值，一个角点均衡是配置有效的，而一般均衡既是配置有效的，又是组织有效的。这里，组织有效是与有效的生产力相联系的，而有效的生产力是通过分工的生产率收益和交易成本之间两难冲突的折中得到的。因此，组织有效是经济发展问题分析中的一个中心概念。

这里要注意两点：第一点是不难验证最优n
 的二阶条件满足，即式（6.4）中u
 
i

 对n
 的二阶导数为负。同时，如果k
 充分接近于零，对于任意的正的n
 值，u
 
i

 对n
 的偏导数总是负的。根据库恩-塔克定理，这意味着均衡的分工水平将取最小值n
 =1，即购买品的种类数为n
 -1=0（自给自足）。第二点是多重均衡问题。由于存在对称性，交易哪种产品对均衡并无影响，所以取m
 的n
 组合，每个组合都可能产生一个一般均衡，它们有相同的人均实际收入和同样的n
 值，但是贸易品的组合不一样（第Ⅰ型的多重均衡）。可能的一般均衡比这还多，由于在均衡时谁专于生产哪种产品是不确定的，所以把一对不同专家的专业进行调换又可得到多个一般均衡，它们具有相同的人均实际收入和同样的n
 值，但是每个人的模式选择不同（第Ⅱ型的多重均衡）。最后，社会的贸易品种类数和个人的贸易品种类数不相等会产生更多的均衡，它们具有相同的人均实际收入（第Ⅲ型的多重均衡）。图6-3（a）给出了这种情形的一个例子，在这里，个人1卖产品1给个人2，个人2卖产品2给个人3，个人3卖产品3给个人1。在这个结构里，每个人交易两种产品，但整个社会交易三种产品。对于对称的模型，这个结构的人均实际收入和图6-3（b）中结构的人均实际收入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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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多重均衡

对于对称的静态模型，这两种类型的结构有对称的均衡性质，不过在图6-3（a）中的结构里，个人贸易品的种类数少于社会贸易品的种类数。由于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较容易处理那些个人贸易品的种类数和社会贸易品的种类数相等的结构，所以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类型的结构上。不同产品之间的嗜好参数差别或生产和交易条件的差别将排除第Ⅰ型和第Ⅲ型的多重均衡，个人之间嗜好差别或生产和交易条件的差别将排除第Ⅱ型的多重均衡。

6.6 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和许多发展现象共生

由于选择一个分工结构也就是选择一个确定的交易网络，通过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许多经济现象能被看成分工网络的规模和结构特征的不同方面。这些结构变化是由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产生的。因此，我们首先考察均衡的分工水平n
 如何随着交易效率和固定学习费用A
 的变化而变化。

对式（6.14）中n
 的均衡值进行求导，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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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均衡的分工水平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或固定学习费用的增加而提高。这个结论形式化了斯密定理：分工依赖于市场容量（Smith，1776），而交易条件决定市场容量（Smith，1776，pp.31-32）。

对式（6.14）中均衡的人均实际收入水平进行全微分，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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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利用了最优专业化水平的一阶条件∂u
 /∂n
 。式（6.16）被称为包络定理，它告诉我们目标函数的最优值关于某个参数的全微分等于这个目标函数关于这个参数的偏导数在内生变量最优值处的值。应用包络定理于式（6.4）中求u
 关于参数A的导数，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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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6.16）意味着这里有两种不同的方法增加均衡的分工水平。第一种方法是提高交易效率，第二种方法是增加每种活动的固定学习费用。第一种方法在提高分工水平的同时提高了人均实际收入，而第二种方法在提高分工水平的同时降低了人均实际收入。你可以把第一种方法同有效的银行系统的发展、法律制度的完善、政府的自由化政策、城市化联系起来，这些措施能够减小交易成本系数1-k
 。你可以把第二种方法同死板的执照费用以及其他进入壁垒联系起来，它们会降低人均实际收入，而提高分工水平。

图6-4给出了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的一个直观说明，这里产品的种类数为4。实线表示产品的流动，小箭头表示产品流动的方向。实线旁边的数字表示产品。带有数字i的圆圈表示售卖产品i的个人。图6-4（a）说明了自给自足情形，由于交易效率极低，每个人自给4种产品。图6-4（b）表明了交易效率的提高如何导致局部分工，这里每个人售卖一种产品，自给3种产品。图6-4（c）显示了很高的交易效率怎样导致完全分工，这里每个人售卖和自给1种产品，买3种产品，贸易4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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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分工的外生演化

如果交易效率系数外生且连续地从0向1演进，那么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预测均衡的分工水平将如图6-4所示而演进。这个过程被称为分工的外生演进，因为在没有交易效率外生演进的条件下它不会发生。但是，它不同于索罗（Solow，1956）模型中由全要素生产率参数的外生演进而导致的生产率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外生演进，因为索罗模型仅仅是一个状态方程，并不牵涉个人的决策。在我们的模型里，分工的外生演进是基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以及这些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分工的演进将使生产力在生产条件（生产函数和禀赋约束）没有变化的条件下从一个低的水平跳到一个高的水平。联系图6-4，我们对图6-1进行仔细考察，可以看到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一般均衡从总转换曲线DI跳到MCAKBJL。斯密模型的奇特之处在于它能预测结构变化的许多现象，它们中一些看起来相互矛盾的现象，其实可以视为一个内在的发展机制的不同方面。下面我们逐一考察这些现象。

6.6.1 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商业化程度、贸易依存度与分工水平的同向提升

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L
 
i

 由式（6.7）和式（6.14）给出。不难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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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dL
 
i

 /dn
 =［1-（m
 -2n
 +1）A
 ］/m
 ＞［1-（m
 -n
 +1）A
 ］/m
 ＞0，最后的不等式是通过把n
 的均衡值代入导数表达式得到的。dn
 /dk
 ＞0由式（6.16a）给出。

在这个简单的模型里，分配用于生产一种产品的劳动数量可被看成该产品相对于劳动的价格。因此，L
 
i

 的均衡值不仅是每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测度，而且是他所购买的所有产品的劳动价值，这个价值等于他从市场上获得的收入。总消费的价值，包括自给自足的消费和市场的消费，相对于劳动是1。因此，购买的消费与总消费之比被称为商业化程度，它等于L
 
i

 /1=L
 
i

 。同时，贸易依存度被定义为总贸易量除以总收入，总收入包括自给自足的收入和商业收入。不难看出，贸易依存度等于双倍的商业化程度，因为贸易量等于双倍的商业收入。式（6.17）意味着商业化程度和贸易依存度随着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而分工水平的提高又取决于交易效率的提高。（1-L
 
i

 ）/1=1-L
 
i

 是自给自足程度，它被定义为自给自足的收入与总收入之比。因此，式（6.17）表明了自给自足程度和交易效率以及分工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6.6.2 市场容量和分工水平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Young，1928）

用E
 表示市场容量，则E
 等于人口规模与人均总需求的乘积。个人的总需求是个人对所有贸易品的需求。市场总需求是所有贸易品的个人总需求之和，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市场容量，它不同于某个特殊产品的总市场需求。一种产品的市场总需求是一个微观经济概念或非总量概念，而市场总需求则是一个宏观经济概念，它与分工水平和市场网络规模有关。利用式（6.7）和式（6.14）可以计算市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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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6.15）和式（6.18）意味着均衡的市场容量和均衡的分工水平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同时提高。斯密（Smith，1776）提出过一个猜测：市场容量决定分工水平，而交易效率决定市场容量。有些经济学家把它错误地解释为经济规模（人口规模或资源规模）决定分工水平。杨格（Young，1928）对这种解释提出了批评。按照他的观点，市场容量不仅依赖于人口规模，而且依赖于人均有效需求，而人均有效需求又依赖于收入，收入又依赖于生产力，生产力又依赖于分工水平。分工水平和市场容量之间的相互依赖与价格和供求量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似。一般均衡概念是研究相互依赖的内生变量是如何同时决定的机制的最有力工具。在斯密的一般均衡模型里，均衡的分工水平和均衡的市场容量是均衡的市场网络规模的两个侧面，它们同时由交易效率确定。当然，这种机制的驱动力是分工经济和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在第13章里，我们将使用动态的一般均衡模型来证明在没有参数的外生变化条件下一个动态的机制可能导致分工的内生演进。

6.6.3 生产力进步

利用式（6.14），我们能解出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劳动生产力x
 
s

 
i

 /L
 
i

 和x
 
j

 /L
 
j

 。能够证明它们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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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每种产品的生产率会随着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这就将斯密下面的思想进行了形式化：由分工演进而产生的国民财富以及分工发展对生产力进步的含义应该是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因此，如果我们把关于分工发展含义的古典经济思想在斯密框架里形式化，那么与贸易依存度相关的贸易理论和同生产率进步相关的发展经济学就应该是经济学核心的两个方面。通过图6-1，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分工的发展含义。图6-1表明，随着分工的演进，均衡的生产计划将不连续地向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方向跳跃。

6.6.4 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

我们将内生比较优势的程度定义为一种产品的买者和卖者之间生产率的差别。由于在我们的模型里，一种产品的买者不会生产它，他对该产品的生产率为零。但是，正如式（6.19）所蕴含的，该产品的卖者的劳动生产率会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而提高。因此，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分工不断演进，内生比较优势的程度增加。这个结果形式化了斯密的以下思想：专家和生手之间生产率的差别是分工的结果，而不是分工的原因。

6.6.5 经济结构多样化和个人间依赖程度的发展

从前面的一般均衡比较静态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人们选择自给自足时，所有人的生产和消费模式都是一样的，所有活动的生产率也是一样的。因此，这里不存在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当交易效率的提高驱动分工的演进时，不同的职业模式和市场类型的种类数就会增多。随着自给自足程度的下降，每个人的自给自足生产活动逐渐减少，选择不同模式的个人之间的差别也随之增大。我们将多样化程度定义为这种差别的程度和不同贸易品的种类数n
 。我们将个人间相互依赖程度定义为每个人的贸易伙伴的数量，即n
 -1。因此，随着分工的演进，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和个人间相互依赖程度都会提升。

6.6.6 生产集中程度和市场一体化程度增加

在这个对称的模型里，每种贸易品的生产者的人数为N
 =M
 /n
 ，这里M
 是人口规模，n
 是贸易品的种类数。独立的地区商业社区的个数也为N
 =M
 /n
 。生产集中程度可以定义为1/N
 =n
 /M
 。市场一体化程度也可以定义为1/N
 。因此，在交易效率提升提高均衡分工水平n
 的同时，生产集中程度和市场一体化程度也会提升。

6.6.7 工业结构的变化

如果产品1是农业品，其他产品是工业品，那么这个模型就能够用来预测结构变化，这个结构变化看起来像工业部门的就业比重增加，农业部门的就业比重下降。如果交易效率很低，自给自足是一般均衡，此时每个人自给农产品和工业品，这看起来像传统的农业社会，所有人都是农民。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一些人变成了专业农民，而其他人是工业品的专业制造者，但是专业农民的人数少于自给自足时所有生产农产品的人数。这有点像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结构变化。本质上，这是一个分工演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提高，以前自给所有产品的自然人变成了不同的专业生产者，新的专业从而出现。这就是斯密感兴趣的结构变化和经济发展。

6.6.8 信息不对称程度的演进

在瓦尔拉斯模型里，假设每个人并不知道其他人的效用和生产函数、禀赋和交易条件，甚至不知道其他人特征的分布函数。在我们的模型里，所有人事前是相同的，在自给自足均衡状态下，每个人有同样的事后生产和消费模式。如果自给自足在均衡时发生，他们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的生产和消费计划。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均衡的分工水平提高，人口在不同的专业间分配。选择相同模式的所有人有相同的事后生产、贸易和消费模式，这不同于选择其他模式人的生产、贸易和消费模式。因此，每个人知道n
 种职业中详细生产、贸易和消费计划信息的1/n
 。这意味着在一个内生专业化的瓦尔拉斯模型里，均衡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随着分工演进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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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命题总结了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结果。


命题6.1
 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分工水平会提高。下列共生现象是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生产力水平和贸易依存度提升；商业化程度、内生比较优势的程度、生产集中和市场一体化程度、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提升；贸易品的种类数增多，信息不对称程度提升，而自给自足程度下降。这个过程使得经济从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经济向工农业之间具有较高水平分工的现代经济转型。


同钱纳里（Chenery，1979）和库兹涅茨（Kuznetz，1966）所分析的结构变化比较，斯密模型预测了更多的结构变化，比如市场一体化程度、商业化程度、市场容量、内生比较优势程度、生产集中程度、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更重要的是，这个模型预测了所有的结构变化与生产力的提高和人均实际收入提高同时发生的情形。这个预测意味着所有的内生变量是通过一般均衡机制同时确定的。它并不需要某些变量来解释另一些变量。因此，结构变化产生的各种现象之间是一种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比如，将工业部门的收入比重，或食物消费的花费比重对收入的回归反映的就是一种相关关系，而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

6.7 国内贸易如何发展到国际贸易

现在用我们的模型回答以下问题：国内贸易为何以及怎样发展到国际贸易？斯密框架对贸易理论的本质贡献是什么？假设世界上有100个国家，每个国家有1000万人。进一步假设产品种类数m
 和世界人口规模是10亿人，国内贸易的交易效率略高于国际贸易的交易效率。我们的理论将讲下面一个贸易故事。如果交易效率极低，那么每个人自给自足是均衡的，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都不需要。如果交易效率的提高使得均衡的n
 =1000，那么每个国家有10000个地方市场随着分工而出现。均衡的商业社区的数量是M
 /n
 。每个地方商业社区的每个成员售卖一种产品给其他的999个人，又从他们每一个那里购买一种产品。假设贸易首先是在最近的人们之间进行，那么地方社区之间不存在贸易，国内市场不存在。假设交易效率进一步提高使得n
 *
 =10000000，那么国内市场会因高的分工水平而出现，但是不存在国际贸易。如果n
 *
 因交易效率的提高而增加到1亿，比如蒸汽机的发明，世界将被分成10个共同的市场，在每个这样的市场里，10个国家形成一个共同的市场，国际贸易就出现了，但是这10个市场之间没有贸易。然而，如果交易效率提高到极高水平，则整个世界由于完全分工而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

这个故事和例4.1中具有规模经济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对于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形下，国际贸易而不是自给自足总是均衡的。在我们的模型里，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形下，每个人自给自足或每个国家自给自足可能是均衡状态。如果在第2章的李嘉图模型里有许多个国家且每个国家里有许多产品和许多不同类型的个人，那么交易效率也能解释国际贸易如何由国内贸易发展而来。但是，这样的模型极难处理。特别是在斯密模型里，内生比较优势能够由个人的决策内生地确定，而在李嘉图模型和H-O模型里，个人决策不能影响外生比较优势。因此，斯密的模型被史密斯（Smythe，1994）称为内生贸易理论。

6.8 分工和消费多样化同时演进

此节用一个内生消费品种类数和固定学习费用的新兴古典模型说明同时确定分工的网络规模、贸易品的种类数、所有产品的种类数（包括非贸易品）的一般均衡机制。


例6.2
 具有CES效用函数的斯密模型（Yang，1996）。
 每个消费者-生产者的生产条件和禀赋约束同前面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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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l
 
i

 是个人生产产品i
 的专业化水平，x
 
p

 
i

 是产品i
 的产出水平，x
 
i

 是产品i
 的自给量，x
 
s

 
i

 是产品i
 的售卖量，A
 是生产每种产品的固定学习费用。同前面不一样的是，消费品的种类数m
 是每个人的决策变量而不是一个给定的参数。

每个人的效用函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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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x
 
c

 
i

 ≡x
 
i

 +kx
 
d

 
i

 是产品i
 的消费量，x
 
d

 
i

 是产品i
 的购买量，k
 是交易效率，c
 代表某个特殊产品的管理费用系数。利用例4.2介绍的方法，我们能计算每对消费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为1/（1-ρ
 ）。由于替代弹性和互补经济的程度之间存在一种逆关系，替代弹性和参数ρ
 之间存在一种正的关系，我们能定义1/ρ
 表示每对消费品之间的互补经济的程度，或消费多样化经济的程度。利用文定理和预算约束，每个消费者-生产者的决策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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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p
 
i

 是产品i
 的价格，x
 
i

 、x
 
s

 
i

 、x
 
d

 
r

 、L
 
i

 、x
 
j

 、L
 
j

 、n
 、m
 是决策变量。每个决策变量可取零值或正值。R
 是所购买的产品集，J
 是非贸易品的集合。我们假设随着消费品种类数m
 的增加，最优决策的一阶条件的数量也增加，使得最优决策的计算产生更多的负效用。这个负效用被称为消费多样化的管理费用。设c
 是某个特殊的产品的管理费用系数，它测度的是一种消费品管理中减少的总效用的一个比例，而总效用因m
 种消费品管理而减少的比例为cm
 。这意味着，因消费产品而得到的效用只有其中的（1-cm
 ）部分最终被享受。从这个决策问题，我们解出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他的供给和需求函数以及间接效用函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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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K
 ≡（p
 
r

 /kp
 
i

 ）
ρ
 /（1-ρ
 ）
 是p
 
i

 和k
 的减函数，是p
 
r

 的增函数，产品i
 为售卖品，产品r
 为购买品。注意，如果n
 是外生给定的，那么式（6.23）中的需求和供给函数是新古典需求和供给函数；如果n
 是内生的，那么它们是斯密需求和供给函数。在习题5里你被要求解出新古典与斯密需求和供给函数的自价格弹性，并考察这些函数之间的差别。

利用效用相等和市场出清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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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解出n
 种贸易品之间的n
 -1个相对价格，及n
 种专家之间的n
 -1个相对人数。由于对称性，所有的相对价格和相对人数都为1。注意到，我们没有用商品1的市场出清条件，因为它与其他n
 -1个市场出清条件不独立。利用市场出清条件和人口方程∑
i

 M
 
i

 =M
 可以解出售卖各种不同商品的专家人数。

贸易品的均衡相对价格和售卖不同商品的均衡人数为


p
 
i

 /p
 
r

 =1 i
 =1，2，…，n r
 =1，2，…，n



M
 
i

 =M
 
r

 =M
 /n i
 =1，2，…，n r
 =1，2，…，n


把这些均衡值代入式（6.23），就可以得到所有内生变量的均衡值。令式（6.23）中的K
 ≡（p
 
r

 /kp
 
i

 ）
ρ
 /（1-ρ
 ）
 =k
 
ρ
 /（1-ρ
 ）
 。那么式（6.23）就是个人最优决策的均衡值。

将均衡的产品种类数m
 和均衡的贸易品种类数n
 （代表分工水平）对交易效率系数k
 和消费品管理费用系数c
 求导，可得到主要的一般均衡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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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cm
 *
 是由消费多样化的管理费用导致的效用损失。有趣的是，随着管理费用系数c
 的减小，总管理费用cm
 *
 会增大。这意味着，随着管理效率的提高，管理费用占实际收入的比重会上升。

式（6.24a）与式（6.24b）意味着，随着交易效率k
 或管理效率1/c
 的提高，均衡的贸易品种类数n
 （或分工水平）和所有消费品种类数m
 都会增加。式（6.24c）意味着在此过程中，n
 比m
 增加得快，所有最终贸易品种类数会等于所有消费品种类数，即随着交易效率和/或管理效率的不断提高，所有产品都会被卷入分工。

现在，我们来讨论n
 和m
 取内点均衡的二阶条件。回顾无约束最大化问题的二阶条件（参见Chiang，1984），如果下列条件满足，那么一阶条件给出的解是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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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m
 和n
 是它们的均衡值。令式（6.23）中的p
 
i

 /p
 
r

 =1，然后V
 对n
 和m
 求二阶导数，当m
 和n
 取其均衡值时，（6.25a）成立。但是，当m
 和n
 取p
 
i

 /p
 
r

 =1时的均衡值时，（6.25b）成立，当且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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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f
 /∂ρ
 ＜0。这意味着，只有在消费多样化经济程度（或消费品之间的互补经济程度）1/ρ
 充分大于交易效率的条件下，二阶条件才成立。如果消费多样化经济不显著，那么均衡的m
 值取两个角点值之一，要么m
 =n
 ，要么m
 =∞。因为m
 =∞与禀赋约束不一致，所以如果消费多样化经济不显著或二阶条件不满足，则一般均衡满足m
 =n
 。

如果m
 =n
 ，则式（6.24）中的结果就不再适用。此时，为了确定一般均衡和进行比较静态分析，我们首先必须令决策问题中的m
 =n
 ，然后解每个人的最优决策。可以证明，如果式（6.26）不成立，或消费多样化经济相对于交易效率不显著，那么就会有以下一般均衡解及其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结果：

[image: ]


式（6.24）、式（6.26）和式（6.27）一起，可产生命题6.2。


命题6.2
 当交易效率k
 和/或管理效率1/c
 提高时，均衡的分工水平n
 提高，同时均衡的消费品种类数m
 增加，前者比后者变化得快，以致所有产品最终都被卷入贸易，达到完全分工。如果消费多样化经济相对于交易效率不显著，贸易品种类数永远和消费品种类数相等，它们会同时随着交易效率和管理效率的提高而增加。命题6.1中所列出的共生发展现象也会作为分工演进的不同方面而发生。


图6-5对上述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的结果给出了一个直观说明。本章的发展机制和第5章的发展机制之间有以下区别。在斯密模型里，不存在规模效应。人口规模仅仅扮演一个消极的角色——职业种类数不能超过人口规模。与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和埃塞尔模型比较，本章的模型内生了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和市场一体化程度。因此，下列结构变化能够作为经济发展的不同方面被预测：商业化程度和内生比较优势的程度增加，每个人自给自足程度下降，如果交易效率很低，那么大的人口规模将被分成许多相互之间不贸易的地方社区，在这样一个经济体中，生产力和人均实际收入都很低（如改革前的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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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出现

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分离的地方社区会逐渐合并成较大的共同市场，从而导致经济发展。

萨克斯和温纳（Sachs and Warner，1995）利用跨国数据证明，经济发展、贸易依存度、开放度和影响交易条件的制度的质量之间存在一种正的关系。盖洛普和萨克斯（Gallup and Sachs，1998）利用跨国数据证明，地理条件（如沿海与内陆地区差异造成的人口比例）对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有显著的影响。这些经验证据支持本章的理论模型。

6.9 专业商人的出现和贸易模式


例6.3
 一个允许一种特殊产品的贸易专业化的斯密模型。
 在前面的章节里，贸易活动不允许专业化，以致交易效率是外生的。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设定如下一个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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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a
 是在每种生产和交易活动中的固定学习费用或训练费用，不同产品的交易服务r
 用下标i
 （i
 =x
 ，y
 ，z
 ）来区别，L
 
ri

 是用于生产交割产品i
 的交易服务的劳动。在这个模型里，产品的交易效率是内生的，交易服务的交易效率k
 
i

 是外生给定的。因此，我们通过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利用k
 
i

 解释所有的内生变量。

利用两步法，我们能解下述5个结构的角点均衡：A
 （自给自足），P
 （生产上的局部分工，有两种贸易品），PT
 （生产和交易上的局部分工，有两种产品以及这两种产品的交易服务参与贸易），C
 （生产上的完全分工，有三种贸易品）和CT
 （生产和交易上的完全分工，有三种产品以及这三种产品的交易服务卷入贸易）。表6-1给出了这5个结构的角点均衡。

这里，p
 
ri

 是产品i
 的交易服务价格。由于对称性，哪种产品参与贸易是不确定的。在例6.3中的两个结构里，每个商人仅提供一种产品的交易服务。

表6-1 五种结构的角点均衡

[image: ]


比较5种类型的结构的人均实际收入可知，结构P和结构C不会是均衡结构。如果交易服务的交易效率很低，自给自足结构是一般均衡结构，而如果交易效率充分高，那么生产和交易上的完全分工结构是一般均衡结构（结构CT）。在这个结构里，有三种类型的商人，每种类型的商人专业于一种产品的交易服务生产。如果交易服务的交易效率既不太高也不太低，那么结构PT是一般均衡结构，此时只有两种产品以及这两种产品的交易服务卷入贸易。表6-1给出了这个结构的人均实际收入是u
 
PT

 =（1-2a
 ）13/3
 （k
 
i

 k
 
j

 ）0.5
 /（55/3
 ×48/3
 ），这里，k
 
i

 和k
 
j

 分别是产品i
 和j
 的交易服务的交易效率系数。因此，具有较大交易服务的交易效率系数的两种产品参与贸易的结构的角点均衡会产生较大的人均实际收入。这个结果再加上姚定理意味着，如果在均衡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卷入贸易，那么卷入贸易的将只是那些交易服务的交易效率系数较高的产品。

同时，表6-1给出了仅仅贸易两种产品的结构的较大均衡相对价格：


p
 
i

 /p
 
j

 =（k
 
i

 /k
 
j

 ）1/4


这里，k
 
i

 /k
 
j

 是这两种产品交易服务的相对交易效率。我们将有关相对交易效率对贸易模式的含义的结果总结如下。


命题6.3
 如果在均衡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被卷入贸易，那么被卷入贸易的将只是那些交易服务的交易效率系数较高的产品。一种产品交易服务的交易效率越高，这种产品相对于其他产品的均衡相对价格就越高。随着交易服务的交易效率的提高，一般均衡就从自给自足演进到生产和交易之间的局部分工，最后演进到生产和交易之间的完全分工。


这个结果意味着，那些交易条件较差的产品可能被排除在分工网络及相关贸易以外，而交易效率低的产品如果被卷入贸易，它的均衡价格也会比具有相同生产和消费条件的产品的价格低。这个结果解释了为什么那些被政府租金和贸易约束所限制的房子的价格比条件相似但能够自由贸易的房子的价格低；这个结果也解释了为什么某些产品没有市场，比如，清洁空气的市场就不存在，因为交易清洁空气的交易效率极低。在许多教科书里，此类市场不存在是外生给定的。但是，在我们的模型里，这是由分工的正网络效应和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内生确定的。在第8章和第9章里，不同产品的市场存在与否是通过更复杂的两难冲突内生确定的，即取决于于内生交易成本、外生交易成本、分工网络的协调可靠性以及分工经济之间的两难冲突。

由于我们的模型里有专业化经济的假设，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也意味着交易服务的交易效率较高的贸易品的生产率以及均衡的生产和消费量要大于非贸易品，即使这两种类型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条件相同。这个结果解释了为什么生产汽车、电冰箱和计算机的部门的收入比重增加显著，尽管它们并没有产生直接的最终消费价值。这些部门专业生产那些能够提高交易效率的产品，从而能够提高所有部门的分工水平。这反过来会扩大所有产品包括这些部门生产的产品的市场。

6.10 专业化经济和协调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


例6.4
 贝克尔-墨菲（Becker-Murphy，1992）的内生专业化模型。
 考虑一个由n
 个事前相同的人组成的生产团队。这个团队通过从事测度为1的连续统的活动来生产产品y
 。y
 的生产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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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Y
 （s
 ）是活动s
 对最终产出Y
 的贡献。Y
 和Y
 （s
 ）之间的里昂惕夫关系意味着为了生产最终产出，每种活动都是必需的。每个成员在活动s
 中的生产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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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T
 
h

 （s
 ）是达到活动专门化的技能所费的时间，T
 
w

 （s
 ）是在活动s
 中的生产所费的时间。每个人有一个单位的时间禀赋，这意味着如果每个人把他有限的时间分散花费在许多活动中，那么在特定活动的技能上的重复投资将产生无效的总产出。因此，在一个有效的团队里，每个成员应该专业从事某项有限范围的活动，成员之间的活动范围应不一样。假设团队的成员数为n
 ，那么每个人应该从事测度为1/n
 范围的活动。因此，式（6.28b）既是专业从事活动s
 的成员的生产函数，也是团队从事这个活动的总生产函数。

设每个人在每种活动中用于学习和生产的时间总量为T
 （s
 ），那么每个人的时间禀赋约束为（1/n
 ）T
 （s
 ）=1，这里1/n
 是他的活动范围的测度，意味着T
 （s
 ）=n
 。因此，每个人在时间禀赋约束T
 
h

 （s
 ）+T
 
w

 （s
 ）=T
 （s
 ）=n
 条件下最大化式（6.28b）。这个决策问题的最优解，再加上生产函数（6.28a），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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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团队最优的总最终产出水平是团队规模的增函数。但是，较大的团队规模又会导致较大的协调成本。假设以最终产出表示的协调成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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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最优的团队规模可通过最大化净产出B
 （n
 ）-C
 （n
 ）来确定，一阶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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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分工的边际利益等于边际协调成本。这里，1/n
 是每个成员的活动范围，n
 能被解释为每个成员的专业化水平和团队内部的分工水平。假设C
 （n
 ）=cn
 2
 ，由式（6.31）所给出的有效的团队规模为n
 =α
 /2c
 ，这里，α
 ≡Aθ
 
θ

 （1-θ
 ）1-θ

 。这意味着，即使社会的人口规模是固定的，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c
 下降），分工水平也会提高。假设人口规模为M
 ，那么对于一个很大的c
 ，有效的团队规模n
 =α
 /2c
 会很小，以致经济被分成M
 /n
 （这是一个很大的数）个独立团队，团队之间互相没有联系。随着c
 下降，有效的团队规模增大，独立团队合并成一个大的联合的协调网。正如贝克尔和墨菲（Becker and Murphy，1992）所指出的，同一个团队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要么是一个厂商内部的关系，要么是厂商之间的关系。这个内生专业化模型的动态版本可参见特玛拉（Tamura，1991，1992）。

关键术语和复习

由固定学习费用产生的分工经济。

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模式，选择最优资源配置的决策律与选择最优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律之间的区别。

新古典需求和供给函数同斯密需求和供给函数之间的区别。

资源配置和贸易品相对价格之间的关系与分工水平和劳动绝对价格之间的关系。

杨格定理，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市场容量和分工水平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市场容量，对一种商品的总需求和总量需求之间的区别。

交易效率增加对分工水平的效应和固定学习费用增加对分工的效应之间的区别。

下列共生现象产生的机制：商业化程度提升、贸易依存度提升、个人间依存度提升、市场容量增大、生产的种类数增加、生产率提高、内生比较优势程度提升、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提升、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提高、生产联合程度提升、市场一体化程度提升。

林德贸易模式产生的机制。

分工的演进、消费多样化的提升和新产品出现之间的关系。

消费多样化经济。

内生产品种类数和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斯密方法和新古典方法之间的区别。

进一步阅读

内生专业化的斯密模型：Houthakker（1956），Chu（1997），Chu and Wang（1998），Lio（1997，1998），Sun（1999），Wen（1997），Yang and Ng（1993，chapter 5），Smith（1776），Yang（1991，1994），Yang and S.Ng（1998），S.Ng（1995），Rosen（1983），Becker（1981），Becker and Murphy（1992），Barzel and Yu（1984），Young（1928）。内生产品种类数的模型：Dixit-Stiglitz（1977），Krugman（1979，1980），Ethier（1981）。内生产品种类数的斯密模型：Yang and Shi（1992），Yang and Ng（1993，chapter 8），Yang（1996），Sun and Lio（1996）。专业商人的出现：Yang（1991），Carter（1995），Bolton and Dewatripont（1994），Yang and Ng（1993，chapter 6）。

思考题

1.在20世纪上半叶，福特率先使用以生产线为特色的大规模生产技术。新的管理和生产方式大大降低了汽车价格并大幅度增加了汽车的需求和供给，这使美国成为第一个“车轮上的国家”。不仅汽车工业和相关部门的收入比重大幅度增大，而且由于廉价汽车提供了更好的运输条件，许多新的专业化部门应运而生（例如，没有廉价汽车，超级市场就无法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许多经济学家把这一现象称为“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Chandler，1990）。然而，杨格认为，规模经济概念忽视了分工现象，特别是忽视了分工的质量。使用分工的正网络效应、分工经济和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的概念来解释该现象。讨论生产线、汽车生产地域集中、零件标准化以及在汽车行业里生产和销售连锁网之间的分工对福特用来减少协调成本和增加交易效率的含义，然后分析廉价汽车对提高整个社会分工程度和扩展汽车市场容量的意义。运用一般均衡的概念同时解出所有相互依赖的变量。

2.马歇尔认为生产中更细的分工能为管理中的分工创造更多的机会。用马歇尔的观点来解释从大生产和工业化中出现的泰勒科学管理方法。市场如何同时决定生产和管理之间的分工以及管理服务的需求和供给？

3.例6.1的斯密模型把结构变化解释为当专业化职业种类增加时，自给自足的个体转化成越来越专业化的个体分工。如果像诺斯（North，1986）那样，将第三产业部门就业比重的增大解释为专业化交易部门就业比重的增大，你能用本章的斯密模型把这个数据解释为分工发展吗？根据你的理论重新加工数据（例如，把汽车和计算机生产的所有相关部门作为部分交易部门），然后以经验观察测试你的理论。

4.许多经济学家引用斯密定律——分工依赖于市场容量——来争论人口规模决定市场容量，而市场容量决定分工程度。用杨格定律来批判这种观点。杨格争论说把需求分析与个人选择专业化程度的决策分开的方法是误导人的。杨格定理（1928，p.539，p.534）包括三点：①不但分工程度依赖于市场容量，而且市场容量由分工程度决定，市场容量和分工程度正如一个硬币的两面；②从一般均衡的观点来看，供给和需求是分工的两个方面；③递增报酬的实现依赖于分工的发展。用本章的新古典模型来解释杨格定理。

5.斯密认为市场容量是由运输效率决定的（Smith，1776，pp.31-32），并且分工由市场容量决定（Smith，1776）。用本章的模型联系杨格定理把斯密定理形式化。

6.在古代的欧洲和中国，人们都比较过商业和生产在决定国家财富上的作用。讨论的一方说，商业是非生产性的，对国家财富没有积极贡献，所以应该限制商业；另一方说，商业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对国家财富有积极贡献。用本章的斯密模型和分工一般均衡网络的概念来评价这个观点。

7.斯密模型里的交易成本可以解释为由于交易商品不按时交货和信息不准确导致的成本。因而，手表、冰箱、汽车、计算机、因特网、存货设备及商品和服务的标准化对一般均衡分工网络规模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用所有与交易条件直接和间接相关部门收入比重的统计数据来证明这个理论。

8.考虑例6.2中具有内生消费品种类的斯密模型。假设有变动工作的成本，一个刚刚换了工作的人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不及没有换工作的人那样多产。假设石油危机突然降低了交易效率，分析分工的均衡网络规模和商品的均衡种类会发生什么变化，然后讨论对短期失业可能发生的影响。一些经济学家（如弗里德曼）把短期失业称为自然失业，另一些经济学家把它称为结构性失业。分析在冲击之前的分工均衡网络规模和冲击之后的失业率之间的密切关系（你可以从两个极端的例子开始：a.在冲击之前是自给自足的均衡；b.在冲击之前是完全分工的均衡，其中每个人只生产一种商品，其他商品的供给完全依赖于市场）。

9.有人说应该限制专业化，因为专业化同有益于社会的多样化相冲突。马克思和其他经济学家争论道，专业化使人沉闷和厌倦，这对人类来讲是件野蛮的事情，所以必须限制专业化。日本公司的经理强调他们职员多样化的经验而不强调专业化。相反，自从泰勒发展了科学管理方法，美国经理更注意专业化。同样，美国大学强调本科生教育的多样化，而在研究生层次上则有更细的专业化。相反，德国技术培训体系和俄罗斯高等教育体系在早期教育阶段就引进了专业化。分析这些例子确定专业化和多样化之间不同的有效平衡点的条件。在分析时，需要区别下面两种多样化经济：一种是有投入多样化的经济，本章和第17章、第18章对此有讨论。当分工的网络规模演进时，每个人投入的多样化和每个人产出的专业化能一起增加，正如本章和第17章和第18章显示的那样。另一种多样化经济是一个人从事的活动之间的某种技能互补性。例如，一个人经济学的教学经验也许会对他从事经济学研究有帮助。本章没有讨论这种类型的技能互补性。你可以对新古典框架里此类技能互补性可能的一般均衡含义做一些思想实验。你可以参考罗森（Rosen，1983）分析专业化经济和这种技能互补性经济之间的两难冲突。

10.许多经济学家使用范围经济的概念来描述专业化的不经济。使用下面的例子来阐明范围经济的概念也许是误导人的。在例子中，有A和B两家公司。A雇佣的3名雇员都从事完全一样的3种活动。B雇用了10名雇员，他们中的每一位都从事和其他人完全不一样的活动。B比A有更大规模和更大范围的活动。B比A更高的生产率也许是因为B中每个工人有更高的专业化程度，并且在B中比在A中有更高程度的分工。用你的例子来阐明为什么用一个部门、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的产出比重作为专业化程度的测量标准的赫芬达尔指数是误导人的。根据这个指数，许多美国大城市，如洛杉矶、芝加哥、旧金山和纽约的指数值比奥尔巴尼（Albany）、加里（Gary）和诺福克（Norfolk）的低（参见Diamond amd Simon，1990，pp.180-183）。但是，从日常的观察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四个大城市当然比三个小城市的分工程度高很多，因为它们有更高程度的职业多样化和许多职业上更高程度的专业化。这由波姆加德勒（Baumgardner，1989）关于大城市的人比小城市的人更专业化的经验证据证实。

11.在例6.2的斯密模型里，当交易效率提高时，从分工的演进中出现一些新产品的生产函数。这看起来像内生技术进步。分析这种通过大型市场网络规模和分散的地方商业社区合并成一个越来越一体化的市场的机制来解释内生技术进步的方法与新古典通过独立于分工网络规模的演化的投资来解释技术进步的方法之间的区别。

12.杨小凯、王建国和威尔斯（Yang，Wang and Wills，1992）利用中国的统计数据，对由制度变化决定的交易效率指数的提高引起的商业化程度（分工的一个方面）和人均纯收入同时演进的理论进行了检验。找出其他的方法来检验本章的发展理论。例如，你可以测试商业化与商品种类的同时演进或商业化和市场一体化程度与生产集中程度的同时演进。

13.日常观察表明，在一个非常发达和高度商业化的经济里，人们经常为管理种类繁多的商品和服务造成的负效用感到沮丧。用一个高度商业化社会里由于处理种类繁多的商品的复杂性导致的精神病例统计数据来检验例6.2中的发展理论。

14.设计一种方法分别检验例6.2中的杨小凯模型和例4.1中的DS模型。前者预测人口规模对提高人均纯收入有中性作用，后者则预测人口规模对提高人均纯收入有积极效应。前者有内生的市场一体化程度，而后者则没有。设计一种统计方法来测试本章模型预测的所有与结构变化同时发生的现象。

15.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专业化水平提高时，专业化的协调成本将逐步变得更加重要。例如，一位俄罗斯军事体系的专家能提供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提供的专业知识。但是，在和平时期他专业知识的价值就非常低（虽然当俄罗斯和美国有战争的可能性时，他可能在电视节目里成为一位明星）。斯密指出了协调成本和分工经济之间的两难冲突。贝克尔和墨菲在一个决策模型中把这个两难冲突形式化了（参见例6.4）。市场怎样决定这个两难冲突的有效折中？当你选择你的职业时，如何才能找到有效的折中？

16.使用本章的斯密模型来解释林德贸易模式，即在事前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比事前不同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大。讨论用斯密方式和克鲁格曼（Krugman，1979）方式解释林德贸易模式的区别。

17.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在比较了19世纪印度、孟加拉国、一些非洲国家和东亚国家的经验事实和西欧18～19世纪的发展经验后争论道，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有负效应。因此，他们说，人口控制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其他经济学家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早期发展经验同中国香港和日本在20世纪的发展经验争论道，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有正效应。用本章的斯密模型，联系交易条件对经济发展的效应来评价这两类观点。

18.罗森伯格和巴泽尔（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p.168）发现“1880年以后运输条件的改善和农业区域专业化的发展导致了农业革命（肥料、机械、良种、耕作和畜牧业方法的改良）”。用本章的模型来解释这个历史事实。

19.墨克（Mokyr，1993，p.31）指出：“许多作者认为资源短缺造成的压力会促进发明。有人说英国的森林砍伐导致了木材价格的上涨，从而引起英国采纳一套极其有效的使用石油的新技术。”用习题13中的模型来分析这个假想。危言耸听的“能源危机”和“人口爆炸危机”的预测在什么条件下有道理，在什么条件下只是庸人自扰？

20.在习题14的模型里，交易效率系数k相当于公共物品。根据庇古和萨缪尔森的研究，公共物品的产出水平在没有政府干预的瓦尔拉斯体制下不是帕累托有效的。联系下列事实，用朱敬一模型来评价在什么条件下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美国早期经济发展是由基础设施的发展驱动的，但是基础设施（运河、铁路和早期的高速公路）大部分是由私人公司建设的。在马来西亚由私人公司建设的高速公路比在中国由政府垄断建设的高速公路成功得多。科斯（Coase，1960）认为市场和私营部门能够照管公共物品，而庇古和萨缪尔森关于由外部性和公共物品导致的扭曲的概念是误导人的。用朱敬一模型评价科斯的观点。

21.克莱姆（Kremer，1993）说人口密集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正效应。但是，琼斯（Jones，1981，p.232）提供了人口密集在1500～1800年对印度、中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欧洲的早期经济增长有负效应的历史证据。用本章的模型分析这两个相对立的观点。

22.许多发展经济学家说，关于市场功能的主流经济学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许多种类的市场在这些国家都不存在。用本章的模型证明，如果古典主流经济学将关于分工发展的含义进行形式化，它的核心作用就是解释市场的出现和市场化的演进。因此，英国18世纪和19世纪改善交易条件的发展经验对目前的发展中国家是适用的。

习题

1.设例6.1的模型中交易商品的均衡种类数n
 ≥1。然后设定与一阶条件给出的解相关的参数子空间。如果参数值不在这个子空间，一般均衡和它的超边际静态会发生什么变化？同样分析n
 ≤m
 的情况。检查n
 的效用最大化的二阶条件并讨论二阶条件不满足时一般均衡的特点。

2.思考例6.1中m
 =3时的模型，假设有两个国家，它们中每一个都有M
 个人，但交易效率k
 在国与国之间不同，因此不存在国家之间的效用均等。求一般均衡并分析在什么条件下国内贸易会发展到国际贸易。假设两个国家的k
 是一样的，但国内贸易比国际贸易大，设定国际贸易从国内贸易中出现的条件和贸易模式。

3.假设在例6.1的模型中有两个国家并只有两种产品，效用函数是u
 =（X
 
c

 ）
α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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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α

 ，每个国家的人口规模是M
 ，设定国际贸易从国内贸易中出现的条件。

4.证明在例6.1或例6.2中的纳什议价均衡和瓦尔拉斯均衡是一样的。

5.求出例6.2中的新古典与斯密需求和供给函数的自价格弹性，并检查它们之间的区别。

6.假设在例6.1的模型里，政府以税率t
 对商品的销售征税，然后把税收收入平均分配给个体。求一般均衡，并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分析税收对分工的均衡网络规模和其他相关变量的含义。

7.杨小凯和史鹤凌（Yang and Shi，1992）假设在式（6.1）中的生产函数是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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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求一般均衡和它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检查交易商品的均衡种类是n
 ∈（1，m
 ）的二阶条件，分析二阶条件的含义，然后解二阶条件不满足时的一般均衡，并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8.把由汽车消费所导致的污染外在化引入例6.3的模型。假设政府对汽车的消费征税（如汽油的消费税），然后把税收收入平均分配给所有消费者-生产者。在可以由税收来降低的组织效率和可以由税收来提高的分配效率之间，有效权衡的最优税率是多少？

9.假设在例6.2的模型里，交易效率k
 =1，但是政府对每一美元的销售征税的税率为t
 ，然后把税收收入平均分配给所有个体，求一般均衡，并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分析税收对分工均衡网络规模和可得到的商品种类数的含义。

10.假设在例6.3中，交易服务不是对特定商品而言的，因此对一种商品的交易服务与对另一种商品的交易服务是一样的，求一般均衡，并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里，政府把批发和零售两个网都垄断了。政府使用审批制度和其他规章来阻碍私人自由进入商业贸易，特别是进口、出口和批发业务。用你的答案分析这样的制度和规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1.假设例6.2里的经济在初始阶段处于均衡状态，一场石油危机把交易效率从k
 1
 降到k
 2
 ，均衡商品种类因此减少了。假设当均衡从一个角点均衡转移到另一个角点均衡时，个体变动工作有工作变动成本，变动工作的人的竞争力就不如没有改变工作的人，所以将会产生失业。计算由石油危机导致的失业率。

12.刘（Lio，1998）认为每个事前相同消费者-生产者的效用函数是[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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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文（Wen，1996）考虑一个具有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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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每个人的初始资源禀赋，这些初始资源禀赋可以被认为是煤、铁矿或土地。求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并证明当人均资源禀赋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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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负的）。

14.朱（Chu，1997）思考一个具有M
 个事前相同消费者-生产者的经济，其中交易效率k
 由生产交易基础设施的专业化程度决定，对于一个不生产基础设施的人，决策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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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角点均衡由一个方程式隐含地给出。使用包络定理和隐函数定理来证明在专家生产基础设施的结构里，当人口规模M
 增大时，角点均衡效用变大）？




 [1]
 根据赫卫茨（Hurwicz，1973）的观点，瓦尔拉斯模型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比大多数信息不对称的对策模型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更严重。但是，瓦尔拉斯均衡能有效地利用每个人所知道的最小信息量。


第二部分 企业制度、内生交易费用和经济发展

第7章 经济发展、企业制度和企业家精神

7.1 什么是企业制度

在第3章、第5章和第6章的斯密模型中，既没有劳动买卖，也没有企业出现。你可能会纳闷，是不是这类模型只能描述工业革命以前的故事？但是，假定消费者-生产者事前相同以及在他们决策之前不存在企业，这是新兴古典框架优于新古典框架的一个方面。企业制度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分工交易形式，它的出现不过是个人选择其专业化水平和组织交易决策的一种后果。如果劳动的交易成本系数小于产品的交易成本系数，则企业制度将被用来组织分工，此时商品的交易和定价被相应的劳动交易和定价所取代。

教授和保姆之间的交易就是劳动交易取代商品交易的一个例子。如果对保姆提供各种服务的质量和数量逐项进行定价，其定价成本一定十分高昂。因此，对保姆劳动投入的定价就会取代对其服务的定价。教授会根据保姆的工作时间，而不是根据其每项服务的质量和数量来进行支付。但是，教授和保姆之间的交易同企业制度没有关系。教授和保姆之间的分工，以及由买卖保姆的劳动取代买卖其服务的质量和数量，还只是企业从分工中出现的两个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在研究企业出现的充分条件之前，我们先对企业制度进行严格的定义。

企业制度是基于分工的一种交易结构，它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同企业有关的贸易伙伴有两类：雇主和雇员。为方便起见，我们在本章中称雇主为“她”，称雇员为“他”。在他们之间，存在剩余控制权或权威的不对称分布，雇主拥有使用雇员劳动的剩余控制权。这里的剩余控制意味着，雇主可以允许雇员使用他的劳动，但如果雇主愿意，雇员必须做雇主要求他做的事。这就是，在雇员有辞职的自由和服从其他一些劳动合约条款的前提下，雇主对雇员的劳动有最终使用权。在哈特和格罗斯曼的不完全合约中，他们对剩余控制权有不同的定义。我们在第9章中将讨论这两个定义之间的区别。

第二，合约从来不设定雇主应该得多少，只设定雇员能拿多少。雇主有剩余收益索取权，即企业所得减去工资和其他开支后的净余额。雇主是企业的所有者。现代企业所有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一家企业的商业名称。对商业名称的排他性权利是通过向政府注册和司法过程中对其承认和保护来确立的。这种排他性的权利也通过商标法来实现。

第三，这个企业必须涉及这样一个过程，即企业的所有者将其雇员的劳动转换成能在市场上出售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雇员生产出来的东西由雇主拥有（剩余收益）。

我们说教授和保姆之间的关系不涉及企业制度，是因为它不涉及第三点这样一个再售卖的过程。教授直接消费保姆生产的各种服务，不会将它们转卖给市场。如果一个人雇佣一个经纪人来从事股票交易，此时会涉及不对称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收益权。但是，这种关系照样不涉及企业，因为它不满足第三个条件。

假定在第5章的模型中，只有一种消费品，生产x的专家购买生产y的专家的劳动，命令雇员在企业内生产y，然后再在市场上将y卖给生产y的专家。这种迂回的交易只会涉及不必要的劳动交易。如果y的生产者必须从市场上购买他自己生产的产品，为什么他不去直接用他生产的y去交换由x专家生产的x？后一种交易结构同前一种结构完全相同，只是前者多涉及一种劳动的交易，从而产生了不必要的交易成本。这意味着，如果只有消费品，那么企业制度就不会被选择。在这一章里，我们将证明，如果最终商品的生产和中间商品的生产之间有分工，那么企业制度就可以用来节省交易成本。

我们故事后面的原理初看起来可能并不太合理。人类社会一直为雇主和雇员之间不对称关系是否公平的问题所困扰。在一个有自由企业制度的社会中，雇员可以利用自由资本市场和保护自由结社的法律制度而成为雇主，同样有辞职的自由。因此，在自由市场制度下，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不对称关系不同于主人与奴仆的关系或封建主与农奴之间的封建关系。尽管如此，很多人（从卡尔·马克思到现代工会活动家）仍然关注下面一些问题：为什么雇员必须做他被命令去做的事而不是他喜欢的事？为什么雇员没有雇主拥有的使其发财的剩余收益权？这类问题至少部分地导致了1917年的俄国革命和1949年的中国革命。这些革命改变了20世纪中的大半部分时间里亿万人的命运，并对很多社会主义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俄罗斯和东欧已经抛弃了这种社会试验，而中国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制度变革。但是，我们需要一个好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政府对私人企业剩余权利的侵犯对经济发展是有害的。同时，我们还要对以下问题做出回答，即跨国公司和外国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究竟是什么？企业家精神的成长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而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利的法律制度对企业家成长又有何作用？为什么在很多发达国家，其平均企业规模呈现下降趋势？什么是企业规模的决定因素？雇主和雇员之间不对称关系存在的经济原因是什么？我们下面就要回答这些问题。

阅读本章时需要问自己以下问题

什么是企业制度？

企业出现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是什么？

企业制度的功能是什么？企业内部组织对均衡的分工水平和生产力的含义是什么？

保护私人企业所有者剩余权的法律制度、企业家和经济发展之间是什么关系？

7.2 为什么企业剩余索取权对培育企业家精神至关重要？模型背后的故事

在介绍复杂的数学模型之前，我们先讲述企业理论模型背后的故事。作为消费者，每个人必须消费一种最终产品，我们假设其为衣服。生产衣服需要投入一种中间产品，我们称之为管理知识。在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之间存在两难冲突。如果交易效率高，则均衡是分工；否则，均衡就是自给自足。分工必然会产生交易，而组织交易的剩余权结构则有三种。在图7-1（b）中显示的结构D由买卖衣服和管理知识组成。生产衣服的专家在市场上用衣服同管理专家交换管理知识。对于这种市场结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在双方是对称分布的，此时没有企业或劳动市场存在。图7-1（c）中的结构E由衣服市场和生产管理知识的劳动市场组成。此时生产衣服的专家雇佣管理专家在企业内生产管理知识，生产衣服的专家是企业的所有者，而生产管理知识的专家则是雇员。对雇员劳动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分布是不对称的，雇主享有企业的净利润，有对雇员劳动的剩余控制权，并出售由雇员劳动生产的商品。图7-1（d）中的结构F由衣服市场和卖衣服专家劳动的劳动市场组成。此时，管理专家是企业的所有者，而衣服专家则是雇员。在这最后两种剩余权结构中，企业会从分工中出现。同结构D相比，它们都涉及一个劳动市场，但没有买卖管理知识的市场。正如张五常（Cheung，1983）指出的，企业是劳动市场对中间产品市场的一种替代。虽然结构E和结构F都涉及企业和不对称的剩余权结构，但它们的所有权结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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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企业从分工中出现

我们假设管理知识的交易效率要比劳动的交易效率低得多。这种假定是很现实的，因为企业家无形的思想的质量和数量绝对是难以测度的。企业家思想的潜在买者在获悉管理专家的思想后，可能会宣称它没有什么价值，从而拒绝付钱。在这种涉及无形知识产权交易的情形下，用企业制度来组织分工就要有效得多。

我们进一步假设，生产管理知识的劳动的交易效率要远低于生产衣服的劳动的交易效率（你如何知道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究竟是在想着企业还是在想着别人）。此时，结构F就比结构E要有效得多。因为结构F涉及买卖衣服和生产衣服的劳动，不涉及买卖管理知识或生产管理知识的劳动，而结构E则涉及买卖衣服和生产管理知识的劳动。因此，如果生产衣服的劳动和衣服的交易效率足够高，那么结构F会在均衡中出现。管理者享有企业的剩余收益，它是管理知识的一种间接价格。这样，不对称剩余权结构的功能就是将具有最低交易效率的活动卷入分工，避免对该活动的投入和产出进行直接定价和买卖，从而促进分工和生产力。在这个意义上，不对称剩余权结构同用来保护无形知识产权的专利法的功能相似，都能用来促进无形知识生产的分工。但是，不对称剩余收益权和控制权结构可以用来对难以用专利法来定价的无形知识产权进行间接定价。

直观上讲，当一个人有了一种赚钱的念头后，有两种方法来做生意：第一种是将他的思想卖给市场，这就为别人偷窃企业家思想和拒绝付钱提供了可能；第二种是将这种想法当成商业秘密，同时雇人来实现这种想法。这样，他的想法就可以通过企业剩余收益的方式来得到报偿。如果他的想法确实很好，则企业就会赚钱。如果想法不好，则他就会破产。剩余收益就是对这种思想的一种准确定价，企业家得到他应该得到的报酬，从而可以避免偷窃知识财产或者对其过高、过低定价的情形出现。

这一理论被称为间接定价理论，其模型由杨小凯和黄有光（Yang and Ng，1995）发展而来。该模型同时也将科斯和张五常的企业理论数学化（Coase，1937；Cheung，1983），即如果中间产品的交易比劳动力的交易成本更高，则企业制度可用劳动力交易替代中间产品交易而节省交易成本。如果交易成本被定义为均衡对帕累托最优的偏离，则杨-黄模型没有将交易成本内生。但是，如果交易成本的值是由个人决策和均衡过程内生决定的，则该模型就内生了交易成本。这是因为，由于专业化经济同交易成本的两难冲突，个人以及全社会的交易次数在模型中是内生的。

运用这一理论不难理解企业制度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如果法律制度不能保护私人企业所有者的剩余权，我们就会看到企业家活动短缺。这是因为，企业家知识是无形的，只有通过私人企业的剩余权来间接定价。在苏联，政府可以随意侵犯私人企业家的剩余权，并垄断创办企业的权利。根据巴罗（Barro，1997）、伊斯顿和沃克（Easton and Walker，1997）以及费伊和谢勒夫（Frye and Shleifer，1997）的观点，这种对私人企业剩余权的随意侵犯对培育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害的。

同样，运用间接定价理论，我们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发达国家，大公司往往用跨国公司制度向欠发达国家出口无形的管理知识，而不是直接出口无形的管理知识。在直接交易无形的管理知识时，其价值很容易被低估或高估。因此，跨国公司是对无形知识的一种很好的定价方式，它将促进无形知识和有形产品的专业生产者之间的分工和交易，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该理论有一个有趣的经验含义。它预言，假如商品的交易条件比劳动力的交易条件改善得快，则均衡的企业规模可能随着分工的演进而下降（见习题11）。廖柏伟和杨小凯（Liu and Yang，1999）以及张永生（Zhang，2000）的论文提供了支持这种假说的经验证据。这些经验证据显示，当商品的交易条件比劳动力的交易条件改善得快时，生产力、分工水平和人均真实收入提高的现象与平均企业规模下降的现象会同时出现。

7.3 企业从分工演进中出现

7.3.1 迂回生产经济


例7.1
 企业制度的新兴古典模型。
 正如第7.1节中讨论的，中间产品的存在对解释企业从分工中出现是必要的。人们之所以生产中间产品，是因为它们可用来提高最终产品的生产效率。如果一种商品的生产效率能因为运用中间产品而提高，我们就称其为迂回生产经济。迂回生产经济有三种类型：类型A同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中间商品的数量有关；类型B同迂回生产链条每个联结中的中间商品种类数有关；类型C同迂回生产链条中联结的数目有关。在本章中，我们研究类型A的迂回生产经济，类型B和C将在第17章和第18章中研究。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分工主要在这三类迂回生产中发展。

在本章模型中，每个消费者-生产者有以下涉及迂回生产经济的生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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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l
 
i

 是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即他分配用于生产商品i
 的劳动时间，x
 和y
 分别是自给的中间产品和消费品的数量，x
 
s

 和y
 
s

 分别是两种商品售卖的数量，x
 
d

 是购买的中间商品的数量，t
 是中间商品的交易效率系数，a
 和b
 则是生产条件参数。x
 +tx
 
d

 是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中间商品数量。这一数量以及雇佣的劳动数量的指数加权平均数（x
 +tx
 
d

 ）
c
 /（c
 +a
 ）
 l
 
y

 
a
 /（c
 +a
 ）
 ，被称为生产商品y
 的全要素投入。产出（y
 +y
 
s

 ）对全要素投入的比率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
 ），给定TFP
 =［（x
 +tx
 
d

 ）
c

 l
 
y

 
a

 ］（a
 +c
 -1）/（a
 +c
 ）
 。假如a
 +c
 ＞1，则TFP
 会随着生产y
 的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假如在生产一种商品时，全要素生产率随着生产该商品的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则有两种投入的该商品的生产函数就显示有专业化经济。如果一种商品的全要素生产率随着使用的中间产品数量的提高而提高，则该商品的生产函数显示A类迂回生产经济。在这一章中，参数c
 （a
 +c
 -1）/（a
 +c
 ）可被视为A类迂回生产经济的程度，参数a
 （a
 +c
 -1）/（a
 +c
 ）可被视为生产最终商品的专业化经济程度。为简便起见，我们在本章余下部分中假定a
 =c
 ，这样，当a
 ＞0.5时，TFP
 将随着中间产品使用的数量以及生产商品y
 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因此，a
 可被视为生产y
 的迂回生产经济程度，也可被视为专业化经济程度。

假定最终产品y
 的交易效率系数为k
 ，所有事前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有以下效用函数。

[image: ]


7.3.2 四个结构中的角点均衡

在有中间产品的模型中，可以重建文定理。


引理7.1
 一个人最多卖一种商品，不买和自给同种商品。如果他卖消费品，则他同时自给该消费品。假如b
 ＞1且a
 ∈（0.5，1），除非他自给自足所有产品，否则他不自给中间产品。


对引理7.1前两条的证明过程同第5章中文定理的证明相同，但最后一条的证明不同于文定理。假如前两条是对的，则有三种可能的结构：自给自足结构，此时x
 
d

 =x
 
s

 =y
 
s

 =y
 
d

 =0；结构（x
 /y
 ），此时x
 
d

 =y
 
s

 =0，x
 
s

 ＞0，y
 
d

 ＞0；结构（y
 /x
 ），此时x
 
d

 ＞0，y
 
s

 ＞0，y
 ＞0，x
 
s

 =y
 
d

 =0。要证明定理的最后一条，只需证明在结构（x
 /y
 ）时，x
 =l
 
y

 =0，以及在结构（y
 /x
 ）时x
 =0就够了。假定在结构（x
 /y
 ）中，x
 ＞0，l
 
y

 ＞0，此时x
 
d

 =y
 
s

 =0，x
 
s

 ＞0，y
 
d

 ＞0。在效用函数中，用生产函数代换y
 ，用预算约束消掉y
 
d

 ，则有：


u
 =（xl
 
y

 ）
a

 +k
 ［（1-l
 
y

 ）
b

 -x
 ］/p


假定最优x
 ＞0，则x
 的值由下式给出：

∂u
 （x
 ，l
 
y

 ）/∂x
 =0

将该x
 的最优值代入效用函数并将u
 对l
 
y

 求导，则有：

d{∂u
 ［l
 
y

 ，x
 （l
 
y

 ）］/∂l
 
y

 }/dl
 
y

 ＞0

如果∂u
 （x
 ，l
 
y

 ）/∂ly
 =0，a
 ∈（0.5，1），且b
 ＞1

其中，x
 （l
 
y

 ）由一阶条件∂u
 （x
 ，l
 
y

 ）/∂x
 =0给定。我们得到：

d{∂u
 ［l
 
y

 ，x
 （l
 
y

 ）］/∂l
 
y

 }/dl
 
y

 ＞0

此式当且仅当u
 （x
 ，l
 
y

 ）的海赛矩阵为负定时成立。

这一结果加上一阶条件，就意味着l
 
y

 的内点极值不是最大值，而l
 
y

 的最优值一定是一个角点解，也就是，假如x
 ＞0，a
 ∈（0.5，1），且b
 ＞1，则或者l
 
y

 =0，或者l
 
y

 =1。因为l
 
y

 =1，即l
 
x

 =0同x
 
s

 ＞0的假定相矛盾，我们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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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结构（x
 /y
 ）而言，我们有：

∂u
 /∂x
 ＜0 ∀x
 ＞0 如果l
 
y

 =0

假如l
 
y

 =0，则最优x
 为零，这同式（7.3）相矛盾。因此，对结构（x
 /y
 ）而言，x
 要取得一个正的最优值是不可能的。假定x
 =0，则很容易看到最优l
 
y

 =0，因为∂u
 /∂l
 
y

 ＜0，∀l
 
y

 ＞0。因此，我们就得出了下列结论：

对（x
 /y
 ）而言，如果b
 ＞1，且a
 ∈（0.5，1），则l
 
y

 =x
 =0。

上述推论足以建立引理7.1的最后一条。证毕。

在本章中，我们假定b
 ＞1且a
 ∈（0.5，1），考虑到引理7.1和建立企业的可能性，将有4种组织和交易结构：A、D、E、F，如图7-1所示。我们下面对这4种结构逐一进行考察。

结构A（自给自足）。在此结构中，每人的x
 
s

 =y
 
s

 =x
 
d

 =y
 
d

 =0，如图7-1（a）所示。每人的决策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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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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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结构A中人均真实收入u
 A
 也是人均消费品产出。

结构D。该结构由模式（x
 /y
 ）和模式（y
 /x
 ）组成，如图7-1（b）。此时没有不对称的剩余权分布。在没有企业和相关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人们以商品换商品。模式（x
 /y
 ）定义为x
 =y
 =y
 
s

 =l
 
y

 =0和x
 
s

 ＞0，l
 
x

 ＞0，y
 
d

 ＞0。将变量值和预算约束代入效用函数可求出该模式的决策值。的确，此时决策变量的值没有调整的余地，它们都由该模式的定义和预算约束唯一确定。在这里，生产商品x
 的专家不会自给x
 ，因为x
 不是一个消费品。模式（y
 /x
 ）由x
 =x
 
s

 =y
 
d

 =l
 
y

 =0和x
 
d

 ＞0，y
 ＞0，y
 
s

 ＞0，l
 
y

 ＞0定义。对该模式的边际分析产生了角点解。两个模式的角点解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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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u
 
y

 是售卖商品i
 的人的间接效用函数。

考虑到市场出清和效用均等条件以及结构D中人口规模等式M
 
x

 +M
 
y

 =M
 ，我们可以解出此结构中的角点均衡，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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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
 
i

 是结构D中售卖商品i
 的人的数量，而u
 D
 则是人均真实收入。人均真实收入是最终商品的人均消费数量，其倒数为劳动力的绝对价格，此劳动力包括了生产最终商品和中间商品的两类人。

结构E。该结构由模式（l
 
x

 /y
 ）和模式（y
 /l
 
x

 ）组成，见图7-1（c）。模式（y
 /l
 
x

 ）表示生产y
 的专家雇佣工人并令他们在企业内专门生产x
 。模式（l
 
x

 /y
 ）表示一个工人被雇佣来生产中间产品且购买最终商品。选择（y
 /l
 
x

 ）的雇主的决策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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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
 是雇主雇佣的工人数，w
 是工资率，1-s
 是每个劳动力雇佣的交易成本系数。这样，用于生产x
 的劳动力数量就是sl
 
x

 ，而Nl
 
x

 则是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在该企业中，每个被命令生产x
 （l
 
x

 =1）的工人生产出x
 
s

 =（sl
 
x

 ）
b

 =s
 
b

 。因此，雇主得到的中间商品x
 
d

 =Nx
 
s

 。上标s
 和d
 表示企业内对投入和产出的供求量。需要指出的是，l
 
x

 是雇员的劳动数量，但也是雇主的决策变量，这就是我们剩余控制权或权威非对称分布的意思。但是，雇员总有辞职和寻找另外雇主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他能利用自由资本市场、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而使自己成为雇主及创办自己的企业。这就是资本主义企业中雇主与雇员之间非对称关系同主人与奴仆的不对称关系及封建主与农奴的封建关系的区别。

雇主的剩余收益权取决于企业内y
 的产出水平与售卖量之差。需要注意的是，商品x
 的生产函数仍然是对每个工人而言的。它显示的是每个工人的专业化经济，而不是企业内劳动力的规模经济。所有单个工人的生产函数和雇主的生产函数总合而成企业的生产函数，即y
 +y
 
s

 =（x
 
d

 l
 
y

 ）
a

 =（Ns
 
b

 l
 
y

 ）
a

 。由于有l
 
y

 ≤1和a
 ∈（0.5，1）的假定，企业的这个生产函数对x
 
d

 和l
 
y

 显示了局部规模经济。但是，雇主在生产y
 及每个工人在生产x
 时也有专业化经济。因此，企业的局部规模经济同企业内的分工经济相联系，如果没有分工和专业化而仅仅将劳动力在企业内集中是不可能获得它的。注意全要素可定义为（x
 
d

 ）0.5
 l
 0.5
 
y

 。这就将杨格提出的把劳动力集中于一家企业产生的规模经济同专业化经济的区别形式化了。要避免在不对称关系中雇主对雇员的剥削，劳动力的纵向和水平自由流动是至关重要的。

在a
 ∈（0.5，1）时，模式（y
 /l
 
x

 ）决策问题的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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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u
 
y

 是雇主的间接效用函数。注意，N
 的内点解只同a
 ＜1有关。我们后面将要描述事前和事后生产函数的区别，这对我们理解新古典和斯密框架下规模经济不同的均衡含义将十分关键。在斯密框架下，规模经济可能同瓦尔拉斯竞争性市场相容。这种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杨格与他的学生奈特之间的争论。在那场争论中，杨格声称，外部规模经济同分工的好处有关，并且同竞争性的市场是相容的，虽然规模经济的概念是对分工经济的一个错误描述。奈特则坚持，规模经济同竞争性市场是不相容的。根据我们的分析，如果能严格定义有个人局部递增报酬的专业化经济概念，加上也能严格定义基于个人专业化经济及不同职业的多样化经济的分工经济，那么基于分工经济的规模经济可能同竞争性市场是相容的。

每个工人的决策很简单。他出卖他所有的劳动，故其预算约束是p
 
y

 y
 
d

 =wl
 
s

 
x

 ，其中l
 
s

 
x

 =1是劳动供给。该工人的效用为


u
 
x

 =ky
 
d

 =kw
 /p
 
y



假设选择模式（y
 /l
 
x

 ）的人数为M
 
y

 ，则商品y
 的市场供给为M
 
y

 y
 
s

 ，而对劳动的市场需求为M
 
y

 N
 。假设选择模式（l
 
x

 /y
 ）的人数为M
 
x

 ，则对商品y
 的市场需求为M
 
x

 y
 
d

 ，而对劳动的市场供给为M
 
x

 。根据瓦尔拉斯法则，商品y
 和劳动的市场出清条件彼此不独立。因此，我们只考虑其中之一。加上效用均等化条件和两个角点解，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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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结构E中就产生了以下角点均衡：

[image: ]


其中，u
 
E

 是结构E
 中的人均真实收入，它的倒数也是最终商品的绝对劳动价格。

结构F。该结构由模式（l
 
y

 /x
 ）和模式（x
 /l
 
y

 ）组成，如图7-1（d）所示。模式（x
 /l
 
y

 ）表示生产x
 的专家雇佣工人并令他们在企业中用其生产的x
 生产y
 。模式（l
 
y

 /x
 ）表示一个被雇佣的工人用中间商品生产最终产品，并购买最终产品。选择模式（x
 /l
 
y

 ）的雇主的决策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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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小写字母代表每个人的决策变量，大写字母表示企业的总产出水平。Y
 +Y
 
s

 是企业最终商品的总产出，Y
 是雇主的剩余收益，Y
 
s

 是企业售卖的总量，y
 
s

 是每个雇员生产的最终商品的产出水平，x
 
d

 是每个雇员用于生产y
 时所使用的中间商品数量，r
 是雇员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由于购买劳动有交易成本，雇主在购买l
 
y

 时得到rl
 
y

 。N
 是每个雇主雇佣的工人数量，而x
 
s

 则是雇主生产的中间产品数量，上标d
 和s
 表示市场的供给和需求。

决策问题的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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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u
 
x

 是雇主的间接效用函数。生产y
 的工人的决策问题很简单。他出售他的劳动以换回商品y
 。因此，从效用函数u
 
y

 =ky
 
d

 和预算约束p
 
y

 y
 
d

 =wl
 
y

 =w
 ，我们得到间接效用函数：


u
 
y

 =kw
 /p
 
y



市场出清和效用均等化条件产生了结构F中的角点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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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u
 F
 是该市场结构中的人均真实收入。让我们将所有四个角点均衡的信息集中到表7-1中。

表7-1 四种结构中的角点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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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 四种结构中的角点均衡-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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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一般均衡交易和剩余权结构

四个市场结构中的人均真实收入取决于交易效率参数t
 、s
 、k
 ，以及专业化经济程度b
 和迂回生产经济程度a
 。根据姚定理，求解有事前相同个体的模型的一般均衡，我们只需从四个角点均衡中确定帕累托最优角点解。假设每一对结构中的人均真实收入相等，我们就可以得到几个等式，它们将五维参数空间分成几个子区间。我们的工作就是确定在每一个子区间内哪一种市场结构将会是一般均衡结构。求解这样一个联立不等式没有标准的程序，在尽可能用不等式之间不相容的矛盾去排除帕累托无效率结构时，经验和技巧是至关重要的。通过演算本书中的大量模型，你会得到求解这种不等式组的技巧。对于现在这个模型，我们可以分两步求解。第一步，我们比较结构D、E和F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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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7.4a）可以用来先将参数空间分成两个子区间。这意味着，当t
 ＞s
 
b

 或k
 8
 ＞k
 7
 时，结构E不可能是一般均衡，因为不管k
 取何值，都会有u
 E
 ＜u
 D
 。

将式（7.4）中所有的信息汇总，并考虑自给自足结构中的人均真实收入，我们可得到表7-2。

表7-2 各种可能的均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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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表7-2中不同参数区间下每一对结构的人均真实收入，会产生表7-3的一般均衡及其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结果。

表7-3 一般均衡及其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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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k
 
i

 的所有临界值设在0到1，则你可以将参数区间更进一步细分。我们将这作为习题留给你完成。

表7-3的背后，有以下直观的故事。

（Ⅰ）如果用于生产中间商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s
 比中间商品的交易效率t
 低，或者当t
 ＞s
 
b

 时，生产y
 的人当雇主的分工结构（结构E）不可能是一般均衡结构，因为结构E必须要有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力的交易。

（Ⅰ.a）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最终商品和中间商品的交易效率（k
 和t
 ）较用于生产最终商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
 足够高，或者当k
 ＞k
 7
 时，生产x
 的人当雇主的分工结构（结构F）也不可能是一般均衡结构，因为结构F必须交易生产最终商品的人的劳动。请注意这句话同上面k
 7
 的表达式之间的关系。因此，只有结构A和结构D是可能的均衡结构。如果最终商品和中间商品的交易效率高，结构D就是均衡结构；否则，结构A就是均衡结构。

（Ⅰ.b）如果中间商品的交易效率t
 低于生产最终商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
 ，或者当k
 ＜k
 7
 时，没有企业的分工结构（结构D）不可能是一般均衡结构，因为结构D必须交易中间产品。因此，只有结构A和结构F才有可能是均衡结构。如果最终商品和用于生产最终商品的劳动交易效率高，结构F就会是均衡结构；否则，结构A是均衡结构。

（Ⅱ）如果t
 ＜s
 
b

 ，则结构D不可能是均衡结构，因为结构D必须交易中间产品，而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t
 又很低。

（Ⅱ.a）如果k
 和s
 较r
 足够大，或者当k
 ＞k
 8
 时，结构F不会是均衡结构，因为结构F同r
 有关。因此，只有结构A和结构E才是可能出现的均衡结构。如果k
 和s
 足够大（或k
 ＞k
 10
 ），结构E是均衡结构；否则，结构A是均衡结构。

（Ⅱ.b）如果s
 小于r
 ，或者k
 ＜k
 8
 ，则结构E不可能是均衡结构，因为结构E同s
 有关。如果k
 和r
 足够大，则结构F是均衡结构；否则，结构A是均衡结构。

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可以归纳为命题7.1。


命题7.1
 如果交易效率很低，则自给自足是一般均衡；如果交易效率很高，则分工是一般均衡。如果劳动交易效率高于中间商品的交易效率，则分工会通过企业制度和劳动市场来协调；否则，分工就通过中间商品和最终商品市场来组织。当企业在一般均衡中出现时，如果生产中间商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高于生产最终商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则生产最终商品的专家是企业的所有者；否则，生产中间商品的专家就是企业的所有者。企业制度能将交易效率最低的活动卷入分工，同时又避免对该活动投入和产出的直接定价和交易。雇主的剩余收益就是其贡献的间接价格。


间接定价理论的实质可以总结如下：如果卷入分工的人们生产两种商品x
 和y
 ，则会有四种因素，即产出x
 、y
 和劳动投入l
 
x

 、l
 
y

 ，而交易四种因素中的两种就可以组织起分工。因此，就会有六种可能的交易结构（4个因素中的两两组合）用来组织分工：x
 和y
 （结构D），y
 和l
 
x

 （结构E），y
 和l
 
y

 （结构F），x
 和l
 
x

 （不可行，因为生产x
 的专家必须消费y
 但不买y
 ），x
 和l
 
y

 （同样不可行），l
 
y

 和l
 
x

 （这在一些直接交易劳动的集体组织中可能会看到，但在现实世界中十分罕见）。因此，人们至少可以考虑其中的三种市场结构并择其一种，以避开交易效率最低的交易。后文中我们将证明，随着贸易商品种类数和分工水平的提高，可能的交易结构数量也超比例地增多。这就意味着，随着分工的演进，交易结构的选择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就越来越比选择生产结构和给定生产结构下的资源分配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有着高分工水平）里，企业家通过选择交易结构来发财的机会更多。

7.4 事前和事后生产函数的区别以及新兴古典的需求和供给分析

在超边际分析中，随着参数在不同区间的变化，一般均衡的生产函数会在不同的市场结构间非连续地跳跃。斯密生产系统的这种特征，对内生生产力的进步产生了重要的意义。所谓事前生产函数，是指人们在做出决策前的生产函数；而事后生产函数则是指人们选择了市场结构且经济已稳定在这种结构时才能看到的生产函数。因此，刻画事前和事后生产函数的区别就十分重要。

事前生产函数在式（7.1）中已经确定。由于所有决策变量都允许取零和正值，故决策变量的零和正值的不同组合就存在多重生产结构。当人们选择不同的结构且经济稳定在这种结构中时，每个人的生产系统各不相同。对全社会而言，不同的结构也意味着不同的生产系统。如果一个人选择自给自足（x
 ＞0，y
 ＞0，l
 
x

 ＞0，l
 
y

 ＞0，x
 
s

 =y
 
s

 =x
 
d

 =y
 
d

 =0），则其生产y
 的事后生产函数为

[image: ]


此处用到了禀赋约束。y
 的边际生产力及其导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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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在结构A中角点解的邻域内y
 的劳动生产力边际报酬递减。

但如果选择了结构E，那么一个生产y
 的企业的事后生产函数就是


y
 +y
 
s

 =（x
 
d

 l
 
y

 ）
a

 =（Ns
 
b

 ）
a



正如前面部分讨论的，如果a
 ＞0.5，则企业的事后生产函数显示在生产y
 时有专业化经济；如果a
 ∈（0，1），则有局部规模经济。因此，当一般均衡从自给自足跳到结构E时，企业的事后生产函数就会从分工中出现。结构E中的事后生产函数不仅不同于自给自足的事后生产函数，而且不同于式（7.1）中的事前生产函数，后者不涉及企业及企业的规模经济。

罗森（Rosen，1977）是发现事前和事后生产函数区别的第一个经济学家。斯蒂格勒（Stigler，1953）指出，作为企业专业化水平变化的结果，基于生产函数的成本函数会出现非连续性跳跃。在斯密框架中，企业的生产函数可能从个体选择的一种特定分工交易结构中出现。特别是企业的生产函数是很多个体生产函数的组合，企业的所有者将所有雇员的生产体系合并成企业的生产体系。这意味着在斯密框架中，企业不再是一个用特别的生产函数代表的“黑箱”。这一章的企业理论揭示了企业的生产函数是如何出现的，以及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究竟有什么发展含义。

非常有趣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中，需求和供给函数在不同结构之间非连续的变化、一种特定需求函数的出现，以及价格和需求数量之间的关系，使得供求的超边际分析同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有着本质的区别。从表7-1可以看到，在这个模型中，需求律对一个给定结构下的个体需求函数成立。但是，当劳动和商品的交易成本系数下降到临界点时，需求和供给函数会在结构A转换到分工结构时出现。同样，劳动的需求和供给函数也会在从结构A或结构D转换到结构E或结构F时出现。这种转换可能同时改变需求的数量和价格，而由这种变化引起的需求数量和价格变化之间的相关关系，不一定同需求律一致。

7.5 分工经济、企业经济和科斯定理

对一个给定的结构而言，由于每个角点均衡都是局部帕累托最优，并且在本章模型中只有一种消费品，一个结构中角点均衡的最终商品的人均产出水平就表示该经济在此结构下的局部最大生产力。因此，当交易成本为零时，分工经济可由结构A和结构D之间人均消费y
 的数量之差来测度，即


u
 D
 -u
 A
 =a
 
a

 （1-a
 ）1-a

 -［b
 
b

 /（1+b
 ）1+b

 ］
a



其中，u
 D
 和u
 A
 由表7-1给出。分工经济为正的条件是上述表达式为正，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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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F
 /∂a
 ＞0且∂F
 /∂b
 ＞0，这就意味着分工经济随着迂回生产经济程度a
 的提高而提高，a
 也代表生产y
 的专业化经济程度。同时，分工经济还随着生产中间产品的专业化经济程度b
 的提高而提高。

式（7.5）可以显示，单独一种商品的生产中是否存在专业化经济，对全社会的分工经济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假定a
 ＜0.5，但足够接近0.5，这就意味着在生产商品y
 时没有专业化经济。但式（7.5）显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b
 足够大，也会出现分工经济。你可以将a
 =0.4和b
 =10插入式（7.5）来证实这一点。假如b
 ＜1，说明生产商品x
 时没有专业化经济。但式（7.5）显示，如果a
 足够大，也会有分工经济。你可以将a
 =b
 =0.8代入式（7.5）来证实这一点。这就证实，单独一种商品生产中的专业化经济对分工经济的存在而言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这意味着，只要在一种活动中专业化经济十分显著，我们就可以有分工经济，即使其他活动中没有专业化经济也无妨。这就是说，通过投入、产出的联系以及分工的网络，一种活动的专业化经济可以转移到另一种活动。因此，即使看门房的工作没有什么专业化经济，看门的人照样可以同其他专业化经济很强的部门（如汽车制造业等）的专家一起分享分工经济的好处。这里，汽车部门的专业化经济对看门房的人来说就是一种外部性。可以显示，分工经济不可能对所有人都是外部性的。

例如，假设a
 ＜0.5且b
 ＜1，这意味着所有商品的生产都没有专业化经济，正如式（7.5）显示的，也就没有分工经济。这意味着，对所有企业而言，外部性的规模经济只不过是一个空壳而已（Knight，1925）。这进一步证明了杨格的观点，将规模经济区分为外部和内部规模经济并没有特别的帮助。

现在我们来证实，单独一种商品的生产过程中存在专业化经济对全社会分工经济的存在并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假设b
 =2，即在生产x
 中有专业化经济，且a
 足够接近零，如a
 =0.1，则根据式（7.5），此时不会有分工经济；假设a
 =0.6，即在生产y
 中有专业化经济，且b
 =0.6，此时也不会有分工经济；但是，如果a
 ＞0.5且b
 ＞1，则分工经济一定会出现。这就是说，如果所有商品生产中都有专业化经济，那么全社会就一定会有分工经济。

如果结构E或结构F中最终商品的最大人均消费量大于结构D，那么我们就称有企业经济存在。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分工经济对企业经济而言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这一命题首先由科斯（Coase，1937）提出。正如张五常（Cheung，1983）指出的，企业经济存在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中间商品的交易效率低于用于生产这种中间商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张五常的理论重新定义了科斯关于企业的思想。科斯（Coase，1937）认为，企业制度是用企业内的管理替代市场。而张五常则认为，企业制度是用劳动市场替代中间产品市场，而不是用非市场制度替代市场制度。

科斯（Coase，1960）声称，如果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所有权结构对市场效率无影响，而有交易成本时市场会选择一种所有权结构以使分工的净好处最大化（科斯定理）。我们的模型证实了科斯定理，在表7-1中，很明显，如果t
 =k
 =s
 =r
 =1，即没有交易成本，则结构D、结构E、结构F会产生相同的人均真实收入。只有当交易成本不为零时，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区别才会对效率有影响。同样，命题7.1还意味着科斯定理的第二个结论，即市场会选择最有效率的所有权结构。

我们还修正了科斯关于交易成本的思想。他声称，企业制度可用于降低交易成本。但我们的命题7.1意味着，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总交易成本也会随着一般均衡从自给自足跳到结构E或结构F而提高。因此，企业制度促进分工的同时，也会提高交易成本，只要分工经济的增长超过交易成本的提高。

从表7-2我们可以看到，当t
 ＜s
 
a

 且k
 9
 ＞k
 ＞k
 8
 ，k
 9
 ＞k
 ＞k
 10
 时，结构E中的企业制度产生的人均真实收入和生产力最高，而结构D中的分工产生的人均真实收入比自给自足还低。因此，如果企业制度被禁止，那么分工结构就不会被选择，人们只有选择低生产力的自给自足；如果企业制度被允许，那么人们就会选择高生产力水平的结构E的分工。因此，企业制度能够通过（较之结构D）降低交易成本和（较之自给自足）提高交易成本来促进分工和经济发展。因此，一套好的保护私人企业所有者剩余权利的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驱动力。

企业理论的文献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文献以哈特-格罗斯曼-莫尔的不完全合约和双边道德风险模型为代表（见第9章及Hart，1995）。正如霍姆斯特朗和罗伯茨（Holmstrom and Roberts，1998，pp.79-82）指出的，不完全合约模型同时分析了所有权的收益和成本，市场与讨价还价以及必要时抽出资产的权利有关。这就澄清了市场的制度性角色，也阐明了市场对提供企业家激励的功能。另外，不完全合约模型对企业没有严格定义，它不能解释日本公司和美国公司之间合约安排的区别，也不能解释高新技术部门中复杂的合约网络，它们并不总是用一体化的方式来避免其资产专用性投资被用来剥削合作方。

不完全合约模型受到了马斯金和泰勒（Maskin and Tirole，1999a，b）的批评。他们认为，不可预测的相机行为（它常被用来支持合约的不完全性）和序贯理性（当事人必须预见合约和投资的收益结果）是相矛盾的。他们显示，即使事前的不可描述性也是不相关的，因为很复杂的合约可以用来执行以收益结果为基础的奖罚，其功能相当于相机状态可描述时的合约。本章的模型显示，在缺乏不完全合约时，我们能建立起一个研究企业制度以及相关剩余权结构出现和演进的理论基础。

第二部分文献以霍姆斯特朗和米尔格龙（Holmstrom and Milgrom，1994）及霍姆斯特朗（Holmstrom，1996）为代表。沿着这条研究线索，学界发展了很多多重委托-代理关系的模型（见Gibbons，1998；Bolton and Scharfstein，1998 中的文献目录）。霍姆斯特朗和米尔格龙认为，如果不考虑可被当成直接所有权替代的额外激励工具，就不可能充分理解企业的功能。例如，尽管雇员一般没有资产，但他们工作也常常十分有效。在这些理论中，资产所有权提供了多种激励工具，企业的作用就是协调对它们的利用。他们用默多克媒体王国中的卫星广播系统BskyB为例来引出他们的模型（Holmstrom and Roberts，1998，p.85）。该公司是不依靠拥有物质资产来创造财富的一个成功例子，它通过灵活的合约对媒体参与者形成的有效网络施加影响。卫星广播要求多种多样的互补性活动，包括节目的获取与开发、放送系统的提供（卫星、转播和家庭接收）以及加密设备的开发（只限付费者接收），所有这些都必须在新闻服务提供之前完成。

代理问题如何影响一个组织的边界的例子是，一个企业是直接使用自己的销售力量还是利用外部的销售代理。最著名的例子是电子零部件公司，它们有些是自己雇佣销售代理，而另一些则通过外部的供应公司来销售（参见Holmstrom and Roberts，1998，p.86）。最开始，人们希望将这种多样化归结为资产专用性程度的区别，如销售员对特定产品知识的投资只在生产此产品的公司有用。相反，测量成本和代理的利害关系则被证明是问题的中心。当个人的绩效难以测度且非销售活动（如给予顾客支持或收集关于顾客需求的信息）对企业重要时，就会用自己的雇员进行销售；否则，就会用到外部的公司。

霍姆斯特朗和米尔格龙（1991，1994）建立了一个多任务代理模型来处理这种情况。在这个模型中，销售员有三个任务：做好现期销售、培养长期客户的满意度、收集并传递客户的需求。如果后两项任务重要且三项任务都要争抢代理人的时间，则每一项的绩效改进后的边际回报都应该是相当的；否则，少付回报的活动就会被销售员怠慢。因为非售卖活动的绩效难以测度，故最好的办法对三项活动都提供平衡的、平均稍低的激励。但是，如果给一家外部销售代理商只提供很少的激励，将会有问题产生，因为代理人可能因此而将其所有的努力用来销售其他回报更高公司的产品。如果是雇员，则上述问题用工资加上一个低的佣金率就可以解决，因为雇员的外部活动更容易约束和限制，且其他一些激励代理人的措施也能在企业内被广泛应用。在例8.3中描述了霍姆斯特朗和米尔格龙的一个模型。

本章的模型用更强的激励和更大的测度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补充了霍姆斯特朗和米尔格龙模型。在我们的模型中，企业家设计合约安排以对激励和测度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进行有效折中。模型解释了为什么企业家的剩余权利可以保证她有足够的激励去寻找有效的折中。她的企业家活动是无形知识产权，只有通过剩余权利、企业制度以及相关的劳动市场才能进行有效的定价。第1章问题31中特许经营网络的案例显示，当无形知识产权的交易能够通过人质机制有效地定价时，知识财产的生产和有形服务的生产之间的分工就能通过特许人和受许人之间的市场关系有效地组织起来。

第三部分文献集中在层级金字塔结构。博兰和艾奇博格（Borland and Eichberger，1998）对该领域做了一个文献综述。此类文献中的层级金字塔结构不一定同收益和控制的不对称剩余权相关，而这种不对称关系又是企业制度存在的关键。本章中的企业理论与层级交易结构、分工以及剩余权之间的关系可以在史鹤凌和杨小凯（Shi and Yang，1998）及杨小凯（Yang，2000b，chapter 20）等文献中发现。

最后，一个关于经济系统可靠性的文献已被发展出来用以解释同企业理论有关的问题。该文献同经济发展问题有更加密切的关系，我们将在第9章讨论它（对该文献的评论见Sah，1991；Kremer，1993；Blanchard and Kremer，1997；Lio，1998）。

本章中新兴古典企业理论的经验证据同第Ⅰ类规模效应有关，即生产力和平均企业规模之间存在单调的正相关关系。我们的新兴古典企业理论模型则预见，如果商品交易效率相对于劳动交易效率提高而使得分工在企业间发展，则平均企业规模下降和单个企业生产力上升的现象会同时出现。在本章习题11中，廖柏伟和杨小凯的新兴古典模型证明，如果最开始劳动和商品的交易效率都低，则自给自足就是均衡。当劳动的交易效率得到足够的提高后，均衡就跳到一个平均企业规模较小的低水平分工。随着劳动和商品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均衡跳到一个平均企业规模较大的中等水平分工。但是，如果商品的交易效率进一步地显著提高，则平均企业规模就会下降，而分工水平和总生产力则会上升。这就将科斯、张五常和斯蒂格勒的厂商规模无关论形式化了。厂商规模无关论是指，如果分工在企业内部发展，则平均企业规模和生产力会同时提高；如果分工在企业间发展，则平均企业规模会下降，而生产力和分工水平会提高。这一理论否定了企业平均规模和生产力之间具有单调正相关关系的假说。马拉卡米、刘和奥斯卡（Marakami，Lio and Otsuka，1996）、张永生（Zhang，2000）、廖柏伟和杨小凯（Liu and Yang，2000）提供了同厂商规模无关论相一致的经验证据。很多有规模经济的新古典模型，比如下文的例10.4和例10.5，就预见此种第Ⅰ类规模经济。

关键术语和复习

企业制度。

在一种商品生产中的专业化经济要求一种以上的投入要素。

生产一种商品中的专业化经济、分工经济和企业制度经济。

事前和事后生产函数之间的区别。

企业从分工中出现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企业制度的功能和企业内部组织对均衡分工水平和生产力的含义。

个体的生产函数和企业的生产函数之间的关系。

剩余收益权和剩余索取权之间的区别，以及它们与企业制度的功能之间的关系。

自由选择职业模式和自由企业制度对企业制度发挥其功能的作用。

保护企业所有者剩余权利的法律制度对企业制度发挥其功能的作用。

进一步阅读

企业理论：Cheung（1983），Coase（1937，1991），Alchian and Demsetz（1972），Jensen and Meckling（1976），Knight（1925），Stigler（1951）。不完全的理论：Hart（1995），Grossman and Hart（1986），Hart and Moore（1990，1999），Maskin and Tirole（1999a，1999b），Tirole（1999），Segal（1999）。企业和内生专业化理论。Bolton and Dewatripont（1994），Carter（1995），Shi and Yang（1998），Yang and Ng（1993，chapter 9），Yang and Ng（1995），Borland and Yang（1995），Yang（1988）。有激励与测度费用两难选择的模型：Bolton and Scharfstein（1998），Holmstrom and Milgrom（1991，1994），Holmstrom and Roberts（1998）。企业和内生交易成本理论：Milgrom and Roberts（1990，1992），Kreps（1990），Lewis and Sappington（1991），Aghion and Tirole（1997），Gibbons（1998）。企业和承诺对策理论：Dewatripont and Maskin（1995），Dewatripont and Roland（1995），Roland（2000），Dewatripont（1988），Qian（1994b）。层级结构：O.Williamson（1967），Tirole（1986），Bolton and Dewatripont（1994），Borland and Eichberger（1998），Yang and Ng（1993，chapter14），Yang（2000b，chapter20），Van Zandt（1995），Bac（1996），Bag（1997），Calvo and Wellisz（1978，1979），Keren and Levhari（1982），MacLeod and Malcomson（1988），Qian（1994a），Radner（1992，1993）。拒绝第Ⅱ类规模效应的经验证据：Aiginger and Tichy（1991）；Loveman and Sengenberger（1991）；Liu and Yang（1999）；Murakami，Liu and Otsuka（1996）；Berger and Ofek（1995）；Bhagat，Shleifer and Vishny（1990）；Comment and Jarrell（1995）；Fauver，Houston and Naranjo（1998）；Kaplan and Weisbach（1992）；Lang and Stulz（1994）；Servaes（1996）。

思考题

1.阿尔钦安和德姆塞茨（Alchian and Demsetz，1972）指出，企业所有者的剩余收益权是资本主义企业的本质特征。若生产团队中成员们的边际生产率是相互依赖的，且他的报酬是由其在市场的边际生产率决定的，那么每个成员自己努力的收益都不依赖于其他人的生产率，从而导致扭曲。所以，一个监督者是至关重要的，他可以测量成员的努力并根据他们对整个团队生产率的贡献给他们以适当的回报。但是，什么样的机制能够有效地决定监督者的努力程度呢？根据阿尔钦安和德姆塞茨（1972），企业所有者-监督者的剩余索取权是成功达到这一点的有效机制。没有剩余索取权就无人有积极性来确保高效率的企业管理。因此，由于无人拥有企业的剩余收益权，就会出现所谓的即使技术容易达到也不能开发生产力潜能的X无效率。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没有私人剩余收益权的国营企业都有显著的X无效率。对阿尔钦安和德姆塞茨的上述理论有两种可能的批评。一种由格罗斯曼和哈特（参见第8章）提出，他们说资本主义企业的本质特征不但是剩余收益权的不对称分布，而且是剩余控制权的不对称分布，即意味着企业所有者有权支配企业的资产和劳动（第9章将考查剩余控制权不对称分布的理论基础）。第二种批评是如果监督者活动的定价效率高，生产团体能够根据他的成绩付给他适当报酬。在一个生产团体里，成员之间边际生产率的相互依赖未必意味着剩余收益分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正是由于监督者活动的定价效率比团队其他成员活动的定价效率低得多，剩余收益权才作为一种制度出现来间接地对监督者的活动层次定价。评论这些对阿尔钦安和德姆塞茨论点的批评。

2.罗森伯格和巴泽尔（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pp.145-183）根据大量的材料分析了企业出现和演进的历史。联系第10章的模型，用本章的模型分析以下史实：“大约从1750年以来，工厂生产体系在绝大多数西方行业里逐步占据支配地位。它改变了工作场所里的关系，并且很可能具有更猛烈的社会效应，它把工作场所的位置从家庭变到了工厂。这种向工厂的转移到1880年几乎结束，但是除了银行和铁路以外，绝大多数商业和工业企业继续以私人所有的方式组织着。1750～1880年，西方政府尊重经济领域的自治完全成为一种思想意识了。除了英国的《工厂法案》和社会保险的俾斯曼（Bismarck）社会保险体系之类偶尔发生的例外外，政府只在被要求的时候才进行帮助。和平时期的税收很少并且货币相对稳定。”“纺织业在工业革命的前几十年里，不仅在英国，而且在美国引导着工厂发展。理查德·阿克莱特，纺纱机的发明者，因为他创立了许多棉纺厂而最终以‘英国工厂体系之父’著称。早期的棉纺厂也是公众关注的主要目标，这导致了第一项英国工厂立法。在英国纺织行业，企业倾向于专门于棉布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单一流程。英国纺织品制造者没有采取钢铁工业和陶瓷工业建立的完全一体化的工厂类型，而是把高度专业化的工厂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蒸汽能代替水能，从而便利了这些区域性纺织联合企业的发展。”工厂生产的先驱是乔西亚·威德武德（Josiah Wedgwood）。在爱特里尔的工厂里，他根据产品类型把他的工厂划分为不同的部门，在每个部门里又根据工人的不同特长进行分类。N.L.克劳（N.L.Clow）把爱特里尔的分工描述如下：“正如在其他行业里一样，陶瓷制品生产工序的逐步增多导致了乔西亚·威德武德在爱特里尔的工厂里的明确分工，这里首次引进了专业化原则，车间根据所生产器皿的类型被分成以下部门：实用性瓷器、装饰性瓷器、墨绿色瓷器、黑色瓷器等。在1790年，大约有160名雇员按下列分类划分：泥釉工人、陶土搅拌工人、制陶坯的工人和他们的助手，盆子工、盘子工、凹形器皿压工、扁平器皿旋工、凹形器皿旋工、处理工、坯窑司炉工、浸制工人、刷工、放置工和司炉工、润饰工、女颜料磨工、画匠、涂瓷釉工、镀金工。此外，还有木炭工、模子工、烧箱制作工和制桶工从事‘实用’部门的生产。”“最近，马格林（Marglin）把工厂的工作和主要在英国纺织工业里实施的外包生产制度（the putting-out system）下的工作相比较，详细说明了工厂所有者有以下优势：①在生产过程中能够减少工人偷窃材料和产品的行为；②不熟练的妇女和孩子能从事简单的专业化工厂的工作，并根据相应的产出接受比外包生产体系里高度熟练的成年男工更低的工资；③工厂的人手能够通过开除的威胁来诱导工人整整一周定期地劳动而不像家庭作坊工人常见的那样不确定一周的工作时间。”“到了1880年，向市场关系的转变已实质上结束。那时，雇佣条件决定于由雇主提出雇佣条款并由雇员接受，并且，正如其他市场一样，提出和接受的双方都受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状况影响。”

3.约翰以110000美元的价格从詹姆斯那里购进一家复印商店，这个价格不包括房地产和复印机的租费。每年，约翰除了房地产、复印机和其他设备的租费及机器管理员和他自己的工资支出外，所挣的纯收入为40000美元。詹姆斯告诉约翰，体现在他多年培养的顾客群上的商业信誉和他把他的顾客群、商店位置、机器和其他要素结合在一起策划的价值要比110000美元多得多。这点被约翰第四年的经营事实所证实，约翰偿还了他110000美元的投资和利息，并开始挣纯利。用这个例子来分析为什么商店能挣纯利，以及为什么在没有企业制度的情况下，詹姆斯的知识产权无法恰当的定价。

4.用本章的模型来分析统计数据中显示的劳动和资本的增加。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在劳动和资本投入中可观察到的增长仅仅是生产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增加。但是根据本章的理论，劳动力贸易的增加是企业制度发展的结果，而生产物资贸易的增加是企业和个人之间迂回生产中分工发展的结果。在整个社会生产所使用的初级要素总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这两种现象也能够发生。讨论这两种数据解释之间的区别意味着什么。

5. 19世纪，法国、德国和其他主要的欧洲国家学习英国实行自由结社的法律。联系专利法、公司自动注册和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法律，分析这些法律对经济发展和分工演进的含义。在中国和日本，这样的法律直到19世纪后期才出现。皇帝对非官方的自由结社极其敏感，并倾向于任意侵犯企业所有者的剩余收益权。联系本章的理论，解释埃尔文提供的以下历史事实：大约在欧洲发生工业革命四个世纪以前，中国宋代（960～1279年）就拥有进行一场成熟的工业革命所需的科学知识和机械能力。中国发展了非常复杂的契约和非常有经验的商业组织，但是没能在那时进行一场工业革命。

6.在自由结社制度下，任何人都能到当地政府那里注册公司。但是，在许多欠发达国家，一个居民需要向政府申请许可来建立一家公司。许多时候，政府的许可是至关重要的。同样，具有这样的许可权的政府机构在申请者想从事的商业中有利益。联系本章的企业理论，分析这样的许可制度对发展的意义。

7.用本章的企业理论来分析在经济发展中跨国公司的作用。在什么情况下跨国公司能比知识产权的直接贸易更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技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要求公司的外商所有权比重不能超过某一比例，这样的管制对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

8.在完全苏联模式的经济里，没有法律保护企业的剩余收益权。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在一个完全苏联模式的国家里，这样的剩余收益权被认为是剥削的根源。同样，一个苏联模式的政府因为政治原因，禁止非官方的自由结社（包括自由企业）。运用企业理论来分析这些苏联模式的经济制度特征对经济发展的含义。许多发展经济学家说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例子参见Bauer and Yamey，1957；Kindleberger，1958），用本章的理论分析培育企业家精神的条件。

9.运用本章的间接定价理论分析为什么当资产组合管理和生产管理之间的分工出现时，是股东而不是公司经理成为公司的老板。

10.在苏联式经济制度里，土地不能私人拥有或买卖，只有根据工作努力的定价是合法的。通过拥有的资产，包括土地和公司股份谋取收入的行为被认为是剥削。分析为什么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管理房地产的无形服务被低估且导致这种服务将短缺。

11.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公司制度的功能是把外部性内在化。科斯也认为公司制度是用公司内部的集中计划代替市场交易。运用间接定价理论评论这种观点（你可以联系张五常的观点，即公司制度是用劳动力市场取代中间产品市场来展开你的讨论）。

12.用本章的模型证实张五常、科斯、斯蒂格勒和杨格的观点，即公司规模与从分工中实现的回报是不相关的。科斯被广泛引用的论文（1937）认为公司和市场在组织分工中可以相互替代。张五常（1983）进一步建议公司应该被认为是一种特别类型的合同，在这种合同下一种要素的拥有者放弃使用要素的权利以交换收入。因此，在公司规模和分工规模之间就有明确的区分。一方面，公司规模的扩大仅仅意味着一种类型的合同数量增加了。由于这可以通过降低另一种类型的合同数量来达到，故会导致公司规模扩大，但分工程度仍保持原样，甚至有下降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因为工厂的拥有者能挑选不同类型的合同来协调分工，分工经济并不一定导致大公司产生。正如张五常（1983，pp.5-6）明确说：“由许多拥有者把投入的资源聚集在一起所达到的专业化、协调、规模经济，能为所有的人都创造更高的收入以便每个人都选择企业联合吗？……答案是否定的……从专业化和协调中产生的利益，即使没有‘要素市场’也能实现——决定和使用，一个人投入的权利不需要委托给某个代理人或企业家，因为在一个产品市场，投入拥有者的每个贡献都将获取报偿。”

13. 20世纪80～90年代，有许多关于公司结构变革的媒体报道：分拆、强调核心能力，提高专业化，购买而不是自产投入品外包（例子参见《企业：企业家怎样重订新的经济方针及大公司能学到什么》，《商业周刊》1993年10月22日；《厂商使用供给来帮助他们开发新产品》，《华尔街日报》1994年12月19日）。使用本章的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

14.用本章的公司理论分析最低工资法的含义。然后把你的结果同新古典对该法律影响的分析相比较。

习题

1.假设在本章的模型里没有交易成本，但是，政府对销售的商品征收的销售税率是t
 ，然后向商品销售者返还从他们那里征收的税收收益。求一般均衡，并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并分析税率对均衡分工水平、生产率及均衡的剩余收益权结构的影响。

2.假设在习题1的模型里，税收收益的一小部分1-s
 被用来维持政府的行政机构，因此税收收益中只有一小部分s
 返还给商品销售者。求一般均衡，并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分析官僚政治效率系数s
 对均衡分工水平和生产率的影响。

3.假设在习题1的模型里，政府对劳动力的销售而不是商品的销售征税，然后向劳动力的销售者返还所有的税收收益。求一般均衡，并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分析税收对均衡分工水平和生产率的影响。把你在这里的结论与习题1中的结论相比较，然后分析不同的税收制度对交易、剩余收益权和公司所有权的均衡结构的影响。

4.假设在习题3的模型里，税收收益的一小部分1-θ
 被用来维持政府的行政机构，因此税收收益中只有一小部分θ
 返还给劳动力的销售者。求一般均衡，并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分析官僚政治效率系数θ
 对均衡分工水平和生产率的影响。把你在这里的结论与习题2中的结论相比较，然后分析不同的官僚政治效率系数θ
 和不同的税收制度对交易、剩余收益权和公司所有权的均衡结构的影响。

5.分析在习题1和习题3里，不同的税收制度对劳动力和中间商品交易量的影响，这可以从统计数据中观察到。解释为什么在斯密框架里，劳动力交易的增加意味着分工在公司内部发展了或意味着市场用公司机制作为媒介物取代中间商品来组织分工，而资本贸易的增加可以和迂回生产链中的分工发展相联系。在整个社会的总禀赋不发生变化时，这两种现象也能发生。

6.假设在本章的模型中，交易成本为零，但是政府实施一项最低工资法，这项法律要求工资率要高于一个常数θ
 。分析最低工资的一般均衡含义。

7.假设式（7.1b）中的生产函数由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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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x

 -b
 代替。再次求一般均衡，并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8.杨小凯（Yang，1988）在本章的模型里又加了一种消费品，因此效用函数成为u
 =（y
 +ky
 
d

 ）（z
 +kz
 
d

 ），其中z
 是新消费品。求一般均衡，并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注意在这个模型里，引理7.1也许不成立）。

9.假设生产函数（7.1a）由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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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替，求一般均衡，并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在生产函数上加上一个固定的学习成本，因此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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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答案会怎么变？

10.杨小凯和黄有光（Yang and Ng，1995）假设在本章的模型里，劳动的交易成本被设定为在雇员所生产的产品转给雇主时的损失（这会大大简化数学运算），求一般均衡，并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11.考虑廖柏伟和杨小凯（Liu and Yang，1999）的模型，其中M
 个事前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具有效用函数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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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是用来生产食品的锄头，y
 是用来生产锄头的钢。如果我们忽略公司的所有权结构，那么有9种结构。结构A是自给自足。具有局部分工的结构P（y
 ）由模式（zx
 /y
 ）和模式（y
 /z
 ）组成，模式（zx
 /y
 ）销售z
 ，自给x
 ，购买y
 ；模式（y
 /z
 ）销售y
 ，购买z
 。具有局部分工的结构P（x
 ）由模式（xy
 /z
 ）和模式（z
 /x
 ）组成，模式（xy
 /z
 ）销售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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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完全分工的结构C由模式（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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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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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成。具有完全分工和企业的结构FC（y
 ）由模式（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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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一般均衡及其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证明如果t
 ＜s
 ，那么x
 的生产者雇佣劳动力在企业里生产y
 并且从生产z
 的一个独立的专家那里购买z
 的完全分工的结构不能成为一般均衡结构。此处s
 为劳动的交易效率，而k
 、r
 、t
 分别为z
 、x
 、y
 的交易效率，求8个角点均衡、一般均衡，并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证明当交易效率随着时间推移而提高时，如果以下演进路径发生，则分工的演进就同公司规模不断缩小相联系：A⇒P（y
 ）⇒FP（x
 ）⇒C，A⇒P（y
 ）⇒FP（x
 ）⇒FC（y
 ），A⇒FP（y
 ）⇒FP（x
 ）⇒C，A⇒FP（y
 ）⇒FP（x
 ）⇒FC（y
 ）。在社会总禀赋不变的情况下，统计数据上也许被记录为资本中间产品的贸易和劳动力的贸易同时增加的条件是什么？科斯、杨格、斯蒂格勒和张五常认为，当分工演进时，公司的规模既可能扩大也可能缩小，其结果取决于分工是否通过劳动力市场或商品市场发展。用此模型将他们提出的厂商规模无关论形式化。

12.假设每个人更喜好当老板而不是雇员，因此，效用函数为u
 =（y
 +ky
 
d

 ）E
 
β

 ，其中β
 ≥1是相关职位的偏好参数，如果一个人选择了雇主的模式，则E
 =γ
 ＞1；如果他选择了雇员的模式，则E
 =ρ
 ＜1；如果他选择不包含任何雇主和雇员之间不对称关系的模式，则E
 =1。求一般均衡和它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如果β
 =0，则解题方法与例7.1中一样。分析追求相关职位的参数β
 ≥1对分工的一般均衡水平和剩余收益权均衡结构的含义。用此模型解释强大的工会和对工人福利的强制规定对均衡的分工水平、雇主和雇员的相关数量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8章 内生交易成本、合约和经济发展

8.1 内生交易成本和经济发展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可以看出交易成本对分工演进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然而，巴塞尔（Barzel，1985）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交易成本是一种简单的费用吗？”这个问题使我们注意到内生交易成本和外生交易成本之间的区别。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清楚地指出由机会主义行为（敲竹杠、欺骗和不可信的承诺）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之间的区别。诺斯和托马斯（North and Thomas，1970）也注意到了由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以及其他类型的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和外生交易成本之间的区别。

外生交易成本是指那些在交易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导致的费用，而不是由决策者利益冲突产生的扭曲引起的费用。在前面章节里，购买一单位商品的费用系数是一个外生的交易成本系数，在个人做决策以前就可以看到，它与自利决策之间的利益冲突所产生的扭曲没有关系。在商品的交易过程中所用的资源是直接的外生交易成本，生产在交易过程中所使用的交通、通信和交易设备（计算机、汽车、塑料的银行卡）所耗费的资源则是间接的外生交易成本。

内生交易成本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内生交易成本被定义为在决策的交互作用发生以后才能看到的交易成本。换句话说，内生交易成本是个人的自利决策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前面的章节里，每个人的总交易成本和整个社会的总交易成本是内生的，因为这些费用是由交易次数决定的，而交易次数在内生专业化和内生产品种类数的模型里又是内生的。由于间接外生交易成本（比如用在汽车上的花费）的定义和广义的内生交易成本的定义之间有重叠，所以我们在本书里使用内生交易成本的狭义定义。狭义内生交易成本被定义为均衡偏离帕累托最优而产生的交易成本，除非特别说明，我们在本书所说的内生交易成本都指狭义内生交易成本。

内生交易成本是由特殊的人类行为引起的。人类行为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人类行为被称为非对策的自利行为，它的特征是决策者不对其他人的决策直接做出反应，而仅仅对价格做出反应。在第2章、第3章、第6章和第7章所考察的行为就是非对策行为。在第4章和第5章所考察的消费者的受价行为也是非对策行为。第二种类型的人类行为被称为对策行为，它的特征是决策者对其他人的决策直接做出反应。此类行为又分两类：非机会主义对策行为和机会主义对策行为。非机会主义对策行为的典型特征是利己不损人的，本章纳什议价对策里的自利行为就是非机会主义对策行为；机会主义对策行为是损人利己的，内生交易成本由争夺分工好处的机会主义行为引起。

内生交易成本对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和经济发展的意义比外生交易成本更重要，因为内生交易成本是由个人的决策以及他们对体制和合约安排的选择决定的。例如，英国发生以加速分工演进为特征的工业革命的部分原因就在于专利法（Statute of Monopolies，1624），专利法明显地减少了导致内生交易成本产生的盗窃知识产权的行为（一种机会主义行为）。正如诺斯和温格斯蒂（North and Weingast，1989）证明的，英国工业化成功最重要的驱动力是17世纪国家体制的演进，国家体制促使政府对法规做出可信的承诺。这明显地减少了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大大减少了社会上的寻租行为和相关的内生交易成本。

根据奥尔森（Olson，1996）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一个典型的海地移民在美国体制下的生产率和实际收入是他在本国体制下的生产率和实际收入的5倍多。奥尔森对新德国移民和新海地移民的人均收入进行比较，把他们之间的差别归因于这两组移民之间的人力资本和文化的差别。在扣除这些差别的影响之后，他证明，当地海地人和海地移民之间人均实际收入的绝大部分差别无法由海地和美国之间的物质资本、资源禀赋、人力资本、拥有的技术、人口密度和文化背景的差别来解释，差别主要归因于海地政府在无效的体制下由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

正如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所指出的，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由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内生交易成本。国家机会主义包括以下政府行为。

在一些欠发达国家里，政府行为具有掠夺性和剥夺性。政府官员使用政府机构的强权和征税权索取公民的财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50～60年代海地杜瓦利尔（Duvalier）政府的行为。根据世界银行（1997，p.149）的报告，海地掠夺性政府的经济支柱是征用、敲诈勒索、通货膨胀和腐败。在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30%的政府花费都被用来保护杜瓦利尔本人。农产品，特别是咖啡，被征以重税。一些资料估计，杜瓦利尔为了个人目的每年把超过700万美元的资产转移到国外，并通过和外国投资者谈判新项目大肆索取贿赂；在一些政治运动中，蒙着“自愿”捐助面纱的勒索成为惯常的行为。

根据萨莫斯（Summers，1992）的研究，在撒哈拉沙漠附近的一些非洲国家，政府实施任意的征募政策，在发放贸易许可证上实施偏袒，官员们为了亲属的商业贸易有目的地扭曲交易比率和价格。政府运用对成立私人公司的审批制度、对建立外贸公司的严格许可制度和垄断的工作分配制度，限制私人企业的发展。强迫农民把农产品廉价地卖给政府代理人的统购统销制度和限制农村居民流动的户口管理制度都以牺牲农村居民为代价追求城市居民的利益，Yang，Wang and Wills（1992）、Sen（1977）、Chang and Wen（1998）、Lin and D.Yang（1998）证明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来追求城市居民利益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是过去中国和印度遭受大饥荒的主要原因。国家机会主义不仅直接导致内生交易成本，而且间接鼓励公民的机会主义行为。最坏的情形是它可能导致政治不稳定和战争。

根据盖洛普和萨克斯（1998）的经验证据，地理条件（如交通条件和热带生态条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不仅是因为它直接影响经济行为，而且为政府行为的演化创造了历史条件。在一个相当发达的市场经济里，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机会主义行为，这些机会主义行为是由逆选择现象引起的，它与内生交易成本有关。测度和监督工作努力的费用会导致道德风险及相关内生交易成本的发生。考察内生交易成本的方法有如下三种。

根据我们对内生交易成本的定义，税收、垄断、外部效应和公共物品所引起的扭曲就是内生交易成本。在许多新古典模型里，垄断、信息不对称、外部效应和公共物品是外生给定的。一个更现实的研究方法是通过设定一些两难冲突来内生垄断程度和外部性。垄断程度能够通过市场中自利决策之间的相互作用来确定。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模型（例4.1）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DS模型里，规模经济和由垄断导致的扭曲之间的有效的两难折中决定均衡的垄断和竞争程度。在第9章里，垄断和外部性程度可以通过分工经济、相关市场网络的可靠性和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来内生。

研究内生交易成本的第二种方法是设定不可观察的或不能证实的努力，这些努力关乎一个坏结果的风险（隐藏的行为），或设定信息不对称（隐藏的信息），然后考察由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我们将在第8.2节和第8.5节分别用这两种方法进行研究。

研究内生交易成本的第三种方法是用对策模型考察策略行为之间的直接相互作用。在第2章里，我们用有关税对策的李嘉图模型考察了由政府的策略行为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在第8.3节里，我们用各种对策模型来研究机会主义行为和内生交易成本。一些具有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对策模型证明，只要考虑策略和信息的相互作用，内生交易成本可能没有具有信息不对称的静态模型预测的那么大。在第8.5节我们将证明，动态对策模型能够用来考察在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不存在条件下的机会主义行为和相关内生交易成本。我们的例子表明，对策论是分析引起内生交易成本复杂的策略相互作用的有力工具。

在这一章里我们强调，对研究分工网络规模、相关的生产率以及内生交易成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而言，内生交易成本的一般均衡模型比内生交易成本的局部均衡模型更合适。考察这些相互依赖关系对预测内生交易成本的发展含义十分重要。同时，为了研究这些相互依赖关系，内生专业化的模型是必需的。

在第8.2节里，我们研究道德风险以及合约在减少由道德风险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方面的作用。我们把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24）的租佃模型作为道德风险的一个例子，考察不存在发达保险市场的条件下租佃制的功能。另外，我们还用霍姆斯特朗和米尔格龙（Holmstrom and Milgrom，1994）模型来考察道德风险和监督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这个监督费用是由有效合约中的最优外部性程度内生确定的。在第8.3节里，我们介绍对策论里的一些基本概念和主要对策模型，用它们作为工具来分析内生交易成本。特别的，我们用策略和信息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对策模型（序贯均衡模型）来研究信息不对称的信用市场上的内生交易成本。在第8.4节里，我们研究由逆选择和钓鱼行为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以及信誉在减少内生交易成本方面的作用。在第8.5节里，我们用格罗斯曼-哈特-莫尔模型研究由机会主义和不完全合约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最后，我们用德瓦成普特和马斯金（Dewatripont and Maskin，1995）模型考察承诺问题和软预算约束问题可能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

学习本章时应问自己以下问题

内生交易成本和外生交易成本的差别是什么？

什么是道德风险？它如何引起内生交易成本？

激励、风险分担和监督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如何决定有效的外部性程度？

合约在减少由道德风险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方面的作用是什么？

由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对经济发展有何影响？

为什么信息不对称能够产生内生交易成本？

纳什议价在避免贸易冲突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有何作用？

争夺分工好处的竞争所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对经济发展有何影响？

信誉对减少内生交易成本有何作用？

动态策略和信息不对称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产生信用市场上的内生交易成本？

不可信的承诺和软预算约束是如何产生内生交易成本的？

8.2 由道德风险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

道德风险是通过一个特殊类型的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均衡对帕累托最优的偏离。在道德风险的模型里，两个贸易伙伴之一的努力程度影响生意中一个坏的结果的风险，而另一个人不能观察到该伙伴的努力水平。这意味着，按照一个人的努力水平来支付工资的劳动合约不可行。换句话说，这样一个劳动合约牵涉到很高的测度工作努力的外生交易成本。假设局中人的努力给他带来直接的负效用，如果被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价格是纯的或非随机的单一价格，或如果不存在合约，那么局中人将选择最低的努力水平。因此，为了减少由道德风险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商品或服务的随机合约价格是必需的。

通常在一个道德风险的模型里有三期。在第1期，生意的结果没有实现，但是坏结果和好结果的概率、这些概率之间的关系以及局中人的努力水平对所有局中人而言是公共信息。两个当事人在第1期签订一个合约，合约包含结果实现以后如何处理的条款。在第2期，局中人在给定合约条款的条件下选择努力水平。在第3期，自然界按照概率和局中人的努力水平选择一个结果，然后合约的条款被实施，生意的利润被分割。这里，努力水平在结果实现以前被选择的假设是必需的，这意味着选择努力水平的局中人有欺骗的动机。即使一个坏的结果可能部分地归因于他实际努力的水平很低，他也可能宣称他的努力水平很高，坏结果是坏运气的原因，而这是他不能控制的。

道德风险故事的驱动力是有效的激励提供和有效的风险分担之间的两难冲突，两个局中人应该分担坏结果的风险。但是，如果一个局中人不能观察到另一个局中人的努力水平，而该努力水平又会影响风险，那么就不能将低努力对风险的影响与坏运气对风险的影响区别开来，因此，激励提供和风险承担之间就存在冲突。如果坏结果发生，选择努力水平的局中人应该受到惩罚，但是从风险分担以及激励考虑又不能惩罚得太重，因此，一个合约应该能够通过激励提供和风险承担之间的有效折中来最小化内生交易成本。在制定合约条款时，每个局中人都应该考虑到由于局中人机会主义行为可能导致的坏结果，这样才能确保两个人事后体面地行事，即所谓的“先小人，后君子”。如果一个局中人事前像一个体面的绅士，不考虑双方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那么他事后可能更机会主义地行事，以致坏结果更可能发生。

由于努力水平对选择它的局中人而言不是一个不确定的变量，在道德风险模型里的信息不对称不同于我们将在第8.3节和第8.4节研究的信息不对称。因此，在道德风险模型里的信息不对称被称为隐藏的行为，而在第8.3节和第8.4节研究的逆选择模型里，信息不对称被称为隐藏的信息。由隐藏的信息所造成的扭曲被称为由逆选择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在这一节里，我们首先研究三个新古典的委托-代理模型。然后研究一个内生专业化和有道德风险的委托-代理模型。我们将探讨条件合约在减少内生交易成本和提高生产率方面的作用。

在设定模型以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些重要的概念：期望效用函数、风险厌恶和确定性等价。

考虑一个随机变量[image: ]
 ，其中，[image: ]
 是x
 的期望值，[image: ]
 是x
 的方差。期望效用理论给出了一些条件，使得在这些条件下，一个决策者能够按照风险物的期望效用来排序。记u
 是一个函数，每个货币表示的结果x所得到的效用为u
 （x
 ）。那么可以用随机变量表示风险物，风险物x的期望效用为E
 ［u
 （x
 ）］。

为简单起见，假设一个随机事件只有两种可能的状态：x
 1
 和x
 2
 。如果一个人的效用函数是严格凹的，那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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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α
 ∈（0，1），x
 1
 和x
 2
 是两个不同的消费组合（向量）。如果我们把α
 解释为状态x
 1
 的概率，1-α
 为状态x
 2
 的概率，那么加权平均[image: ]
 等价于一个确定的事件，或一个从保险项目得到的确定的消费组合，这个保险项目通过合并风险，保证被保险的人得到一个加权平均。因此，式（8.1）意味着一个人偏好两种不确定状态的加权平均，这个加权平均没有风险。因此，我们说这个人是风险厌恶的，也就意味着他的效用函数是严格凹的。如果式（8.1）中的不等号反过来，那么此人是风险偏好的。如果式（8.1）是等式，那么此人是风险中性的。式（8.1）被称为戈森（Jesen）不等式，如图8-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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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风险厌恶和严格凹的效用函数

两个自变量的两次连续可导的函数是严格凹的，当且仅当∂2
 f
 /∂x
 
i

 2
 ＜0，（∂2
 f
 /∂x
 2
 1
 ）（∂2
 f
 /∂x
 2
 2
 ）-∂2
 f
 /（∂x
 1
 ∂x
 2
 ）＞0。

确定性等价财富这个概念在合约理论里常常被用到。现在我们给出它的定义。我们将风险物x
 的期望效用E［u
 （x
 ）］同某一个确定的财富水平[image: ]
 的效用进行比较，如果[image: ]
 ，那么决策者对x
 和[image: ]
 是无差异的，[image: ]
 被称为风险物x
 的确定性等价。

假设u
 是三次连续可微的，u
 ′（·）＞0，那么确定性等价近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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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mage: ]
 ，我们称它为在[image: ]
 处的风险厌恶程度。我们能用泰勒定理证明这个结果，根据这个定理，对于任意的z
 ，有[image: ]
 ，其中，[image: ]
 是可忽略的。因此，[image: ]
 。用x
 代替这个方程中的z
 ，然后计算其期望值，可得[image: ]
 ，其中，[image: ]
 。因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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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image: ]
 再用一次泰勒定理，这里[image: ]
 接近于[image: ]
 ，可得[image: ]
 。其中，[image: ]
 ，对某个[image: ]
 而言，此项是可忽略的。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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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确定性等价的定义，我们有[image: ]
 。合并上面的两个方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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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个方程重排，可得式（8.2）。

在定义了期望效用、风险厌恶和确定性等价后，我们来研究道德风险模型。


例8.1
 一个新古典的委托-代理模型（Diamond，1983）。
 在这个模型里有两个局中人：委托人和代理人。委托人（他）不能照顾他自己的生意，必须雇佣一个代理人做这个工作；代理人（她）没有自己的生意可做，她必须为其他人工作。代理人是风险厌恶的，其效用函数为[image: ]
 ，其中[image: ]
 为她的工作报酬。她的努力水平要么是e
 =1，要么是e
 =0。如果e
 =1，项目的收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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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e
 =0，项目的收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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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的效用函数为u
 
p

 =R
 -M
 ，它是随机收入R
 的线性函数，因此，委托人是风险中性的。假设委托人能够观察到代理人的努力水平，他就能够计算不同努力水平的期望效用。假设代理人在其他地方工作能够得到的效用为1，则委托人能够看出，如果他支付给她的工资为M
 =4，她将愿意选择e
 =1，因为当e
 =1，M
 =4时，[image: ]
 。如果e
 =1，他支付给她的工资为M
 =4，他的期望效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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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e
 =0，委托人能够支付给代理人的工资为M
 =1，因为当e
 =0，M
 =1时，她的效用是[image: ]
 。那么当e
 =0，M
 =1时，委托人的期望效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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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明显看出，当e
 =1，M
 =4时，委托人的期望效用高于e
 =0，M
 =1时的期望效用（9＞6）。因此，委托人愿意支付给代理人的工资为M
 =4，使代理人选择努力水平e
 =1。

但是，假设委托人不能观察代理人的努力水平，或由于对努力水平以及相应的报酬发生争议而诉诸法庭时法庭也无法确认，那么委托人必须选择一个条件合约来有效地折中风险分担和激励提供之间的两难冲突。如果支付给代理人的报酬与结果无关，那么很容易看出，代理人总是选择努力水平e
 =0，因为对一个非随机的报酬M
 而言，代理人在e
 =0时的效用大于e
 =1时的效用。假设委托人在结果是好的或R
 =16时支付的工资为M
 
H

 ，在结果是坏的或R
 =4时支付的工资为M
 
L

 ，其中M
 
H

 ＞M
 
L

 ，那么在下列两个条件成立的条件下，这个条件合约将使得代理人选择努力水平e
 =1。

第一个条件是保证代理人不比在其他地方工作差，即选择努力水平e
 =1时的期望效用不低于他的保留效用水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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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条件被称为参与约束（participation constraint）。第二个条件是确保代理人选择努力水平e
 =1时的期望效用不低于他选择努力水平e
 =0时的期望效用，即努力水平e
 =1及相应的报酬M
 
H

 所带来的期望效用不低于努力水平e
 =0及相应的报酬M
 
L

 所带来的期望效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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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条件被称为激励相容条件（incentive compatibility）。由于委托人的目的是期望效用最大化，而这个期望效用又是M
 的减函数，故他选择的M
 
H

 和M
 
L

 就是使得上述两个条件取等号的值。这两个含两个未知数的方程组决定了有效的条件合同为


M
 
H

 =6.25 M
 
L

 =0.25

很容易计算，在这个次优合同条款下，委托人的期望效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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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小于在委托人能够观察到代理人的努力水平时最优劳动合同条款下的期望效用（该效用水平为9）。这两者之差就是由道德风险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在最优劳动合同条款里（如果e
 =1，则M
 =4；如果e
 =0，则M
 =1），委托人承担了所有的风险，而代理人不承担任何风险但可获得其工资收入。在风险中性的委托人承担所有风险而风险厌恶的代理人不承担任何风险的意义上，这个合同导致了有效的风险分担。你也可以把这个合同解释为风险的贸易合同，通过这个合同，代理人将所有的风险卖给委托人，或代理人被委托人完全地保险了。这个最优劳动合同也为代理人选择正确的努力水平提供了正确的激励。这意味着，如果委托人能够观察到代理人的努力水平，那么在有效的风险分担和有效的激励提供之间就不存在两难冲突。

但是，当委托人不能够观察到代理人的努力水平时，在有效的风险分担和有效的激励提供之间就会存在两难冲突。如果委托人承担了所有风险，并支付给代理人一个非随机的工资M
 ，就等于为代理人提供完全保险，此时代理人不会选择正确的努力水平。但是，如果委托人按照相机结果对代理人进行奖励或惩罚，则不会有有效的风险分担。在这种情况下，委托人支付给代理人的工资就会很高或委托人所得利润较低，因为如果不支付给代理人高工资的话，就同代理人承担工作的高风险不对称。因此，这个次优的条件合约能有效地折中风险分担和激励提供之间的两难冲突。尽管这个有效折中并没有达到最优因而不是帕累托最优的，但是它最大化了扣除由道德风险引起的不可避免的内生交易成本以后的净贸易好处。当道德风险存在时，最优状态是一个不能达到的理想境界，次优状况是一个现实的有效合同，因此，尽管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我们仍然称这个相机合同为有效率的合同。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哈特（Hart，1995）所指出的，在委托-代理模型中的相机合同不是一个劳动合同。相机合同是对产出定价而不是对努力投入定价，因为相机合同的理论基础认为努力水平定价的劳动合同是不可行的。因此，称委托-代理模型为一个企业模型是误导人的。委托-代理模型不能解释企业为什么以及如何出现，或为什么我们需要不对称的剩余收益权和控制权。在委托-代理模型里，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不对称关系不是内生的。

尽管委托人看起来像一个雇主，我们能够证明他并没有索取所有的剩余收益，通过对产出的相机定价，代理人也能够索取剩余收益的一部分。例如，如果实现的产出水平为R
 =16，代理人得到[image: ]
 ，超过他的保留效用。进一步说，在委托-代理模型里，委托人没有对代理人努力水平的剩余控制权，代理人做什么（她选择哪个努力水平）完全取决于她自己。但是，正如第7章所证明的，在一个劳动合同里，雇员做什么是依赖于雇主的：雇员必须做雇主要求她做的事情。在委托-代理模型里，不存在企业制度及相关的劳动合同所拥有的两个主要特征，即剩余收益权和剩余控制权的不对称分布。道德风险模型能被用来分析许多发展问题，租佃模型是其应用之一。


例8.2
 租佃问题中的激励提供和保险提供之间的两难冲突（Stiglitz，1974）。
 租佃合同被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是无效的，因为该合同使得佃农得到的仅仅是他边际产品的一部分，不能给佃农提供完全的激励。但是，随着经济学家对由道德风险可能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了解的增加，租佃合同在折中风险承担和激励提供之间的两难冲突方面的功能逐渐被认识到。
 
[1]



我们考虑一个简单的租佃模型，其中地主是委托人，佃农是代理人。生产函数是y
 =θ
 AL
 
a

 ，其中L
 是佃农的劳动投入；y
 是产出水平；θ
 是一个随机变量，它以概率ρ
 取值θ
 
L

 ，以概率1-ρ
 取值θ
 
H

 ，θ
 
H

 ＞θ
 
L

 ；a
 ∈（0，1）是产出关于劳动投入的弹性参数。我们假设用于生产的土地数量是固定的，因此它被包括在参数A
 里。佃农得到产出份额的α
 ，他的期望效用函数是u
 =α
 Ey
 +C
 -bL
 ，其中，C
 是佃农从地主那里得到的附加报酬，b
 是工作的负效用系数。佃农的保留效用为u
 0
 。地主不能观察或证实佃农的劳动投入水平，以致纯工资将产生一个不能接受的道德风险。因此，地主和佃农之间的最优合同是下列决策问题的解。

Maxy=（1-α
 ）Ey
 -C


其中，α
 和C
 满足佃农的参与约束u
 =α
 Ey
 +C
 -bL
 ≥u
 0
 ，以及佃农的效用最大化决策的一阶条件du
 /dL
 =0。

在α
 =0的条件下，C
 能被解释为土地租金。地主的报酬最大化意味着佃农的参与约束取等号。这个条件加上佃农的一阶条件使得我们可以把最优的份额α表示为最优附加报酬C
 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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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ρ
 能够被考虑作为低产出风险的程度。把式（8.3）代入地主的目标函数，然后将C
 这个新的目标函数最大化，可得最优附加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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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证明，如果u
 0
 太小或风险程度ρ
 太大，那么最优附加报酬为0，并且dC
 *
 /du
 0
 ＞0，dC
 *
 /dρ
 ＜0。利用这个结果，对式（8.3）求导，可得dα
 *
 /dρ
 =∂α
 /∂ρ
 +（∂α
 /∂C
 ）（dC
 *
 /dρ
 ）＞0，其中∂α
 /∂C
 ＜0。如果C
 为0，那么这个合同被称为纯分成地租合同；如果α
 =0，那么这个合同被称为一个纯固定租金合同，租金为C
 。因此，这个模型预测，如果生产的风险充分大，那么最优合同是纯分成地租合同；如果风险足够小，那么最优合同是纯固定租金合同；如果风险既不太大也不太小，那么最优合同是有附加租金的分成地租合同。

分成地租模型表明，如果考虑到道德风险，分成地租合同能有效地折中激励提供和风险分担之间的两难冲突。但是，这个结果是在基于不存在保险市场的假设下得到的。如果保险、劳动和资本市场很发达，那么分成地租可能就不是最有效的制度。

我们现在用霍姆斯特姆和米尔格龙（Holmstrom and Milgrom，1994）模型证明合同在有效折中由道德风险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和为减少道德风险所导致的监督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方面的作用。


例8.3
 霍姆斯特姆-米尔格龙（Holmstrom-Milgrom，1994）模型。
 委托人以一个线性补偿函数的形式支付给代理人工资，这个函数为w
 =α
 +β
 （z
 +γy
 ），其中，z
 =e
 +x
 是代理人的努力水平为e
 时所观察到的结果；[image: ]
 是代表企业特有风险的随机变量；[image: ]
 是代表行业范围内或国家范围内不确定性的随机变量；x
 和y
 之间的协方差为[image: ]
 ；e
 是代理人的努力水平，它不能被委托人观察到或证实，且影响委托人生意的利润；α
 是固定工资；β
 是相机激励报酬的强度系数。[image: ]
 是一个正态概率分布。[image: ]
 。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image: ]
 ，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为u
 （e
 ，w
 ）=w
 -C
 （e
 ），其中C
 （e
 ）是努力的负效用，且C
 ′（e
 ）＞0，C
 ″（e
 ）＞0。代理人的确定性等价财富［CEW
 ，参见式（8.2）］为


CEW
 
e

 =α
 +βe
 -C
 （e
 ）-0.5rβ
 2
 var（x
 +γy
 ）

其中，var（x
 +γy
 ）=σ
 
x

 +γ
 2
 σ
 
y

 +2γσ
 
xy

 。代理人选择努力水平e
 最大化这个确定性等价财富，其一阶条件为


β
 =C
 ′（e
 ）

此为激励约束。委托人是风险中性的，他的报酬和确定性等价财富为


CEW
 
r

 =P
 （e
 ）-（α
 +βe
 ）

其中，P
 （e
 ）是总利润，α
 +βe
 是其支付的工资。

假设财富的分配对生产率没有影响（这是一个很强的假设，它排除了交易成本对生产率的影响，而这是本书所有斯密模型的焦点），则有效的合同能够通过最大化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总确定性等价财富来确定，即将下式最大化：


CEW
 =P
 （e
 ）-C
 （e
 ）-0.5rβ
 2
 var（x
 +γy
 ）

选择e
 、β
 和γ
 最大化这个总确定性等价财富，同时满足激励约束，可得有效的相机激励合同的一阶条件：


P
 ′（e
 ）-C
 ′（e
 ）=γC
 ′（e
 ）C
 ″（e
 ） β
 =C
 ′（e
 ） γ
 =-σ
 
xy

 /σ
 
y



假设P
 （e
 ）=ae
 ，C
 （e
 ）=ce
 2
 ，那么P
 ′（e
 ）=a
 ，C
 ′（e
 ）=2ce
 ，C
 ″（e
 ）=2c
 。对于这些特定的函数形式，有效的合同是


γ
 =-σ
 
xy

 /σ
 
y

 e
 =a
 /［2c
 （2γc
 +1）］ β
 =2ce
 =a
 /（2γc
 +1）

有效合同的比较静态分析为

de
 /da
 ＞0 de
 /dc
 ＜0 dβ
 /da
 ＞0 dβ
 /dc
 ＜0

这个结果意味着，随着努力的收益系数a
 增大或努力的负效用系数C
 （e
 ）下降，有效的激励强度β
 增大，从而有效的合同会产生一个较高的努力水平。如果不能观察到的x
 和能够观察到的y
 呈正相关（σ
 
xy

 ＞0），那么系数γ
 就为负，因为一个好的结果更可能是因为国家范围内的不确定性而不是企业特有的不确定性。但是，如果σ
 
xy

 ＜0，则系数γ
 为正。

这个故事表明，风险分担和激励提供之间的两难冲突意味着太大的激励强度可能不是有效的。如果我们把监督成本和激励提供之间的两难冲突引到模型，这一点就会变得更明显。假设var（x
 +γy
 ）=V
 是一个决策变量，监督成本M
 （V
 ）是V
 的减函数或M
 ′（V
 ）＜0，且假设M
 ″（V
 ）＞0，则新的总确定性等价财富为


CEW
 =P
 （e
 ）-C
 （e
 ）-0.5rβ
 2
 V
 +M
 （V
 ）

最优合同可在满足激励约束条件下，通过选择e
 、V
 和β
 将CEW
 最大化来得到。对于特定的函数形式P
 （e
 ）=ae
 ，C
 （e
 ）=ce
 2
 ，M
 （V
 ）=1/Mb
 ，最优合同是e
 *
 =a
 /2c
 ，V
 *
 =（1/rab
 ）1/2
 ，β
 *
 =a
 。当监督效率参数b
 增大时，道德风险和监督成本之间两难冲突的回旋空间也会增大，因此，效率测度方差（不精确程度）V
 减少。不精确程度可以被认为是与外部性程度呈正相关的。这个模型将巴塞尔（Barzel，1985）和张五常（Cheung，1970，1983）关于内生外部性的思想进行了形式化。

在第9章的习题5里，霍姆斯特姆和米尔格龙把对雇员所从事的两种活动进行平衡激励与对每种活动进行强激励之间的两难冲突引入本节模型。他们证明，企业制度通过限制雇员在外兼职和提供较弱的与更平衡的激励比没有企业的市场更能够平衡这种两难冲突。这种类型的模型表明，一个更现实的有效合同分析将牵涉许多两难冲突，这就比例8.1中简单的激励提供和风险承担之间的两难冲突更复杂。

大多数此类模型是决策和局部均衡模型，它们不能用来同时决定分工网络的规模、市场容量、交易次数、总的内生和外生交易成本和生产率。

上面三个新古典委托-代理模型不是一般均衡模型。委托-代理关系不是内生的，保留效用是外生给定的。委托人不能照顾他自己的生意，必须请代理人帮他做这一工作，而代理人没有自己的生意，必须为其他人工作。因此，该模型不能考察委托-代理关系的出现及发展、生产力进步和分工演进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接下来考虑一个斯密类型的委托-代理模型，该模型能够探讨这些问题。

我们首先概要地说明模型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消费品且内生委托-代理关系的斯密模型与第3章里的模型相似，不过这里在x和y的交换过程中存在一个低交易效率的风险，而x专家在避免交易风险方面的努力能够影响这种交易风险。这种努力是不能被观察到的，所以会产生道德风险。

在分工经济、外生交易成本、由道德风险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避免交易风险上高努力水平所带来的利益，以及高努力水平的成本当中存在几对两难冲突。如果外生交易成本系数很大，则自给自足是均衡，此时委托-代理关系和市场不存在；如果外生交易成本系数很小，则委托-代理关系会由于分工而出现。

对于一个有分工的结构，如果为避免风险所付出的高努力水平的成本显著地高于低交易风险时的收益，那么在一般均衡状态下，一个x
 专家将选择低努力水平而生活得更好，以致一个单一价格合同就足以协调分工，相机合同此时并不需要。

如果努力的成本不显著，那么避免道德风险是值得的。因此，相机合同对于减少道德风险是必需的。在内生专业化和内生所有商品的相对价格的一般均衡状态下，相机合同可能消除由道德风险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杨小凯和叶（Yang and Yeh，1996，参见本章习题16）证明，在一个具有内生专业化和道德风险的模型里，对不能改换职业和选择潜在合作伙伴的一对局中人而言，在某个确定的参数空间里，一个人为别人工作比为自己工作更努力些，为别人工作时存在道德风险，而为自己工作则不存在道德风险。并且，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内生交易成本和生产率同步提高。这当然是由于分工经济与内生和外生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导致的。交易条件的充分改善可能增大两难冲突回旋的空间。因此，一个较大的分工网络的正网络效应超过增加的内生和外生交易成本是可能的。这样，福利和内生交易成本就会同时增加。


例8.4
 一个内生专业化的委托-代理模型。
 考虑一个有M
 个事前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和两种消费品x
 和y
 的模型。每个人的效用函数为

[image: ]


其中，x
 和y
 分别表示两种产品的自给量，x
 
d

 和y
 
d

 分别表示两种产品的市场购买量，交易效率系数k
 
y

 是一个参数，但是k
 
x

 是一个随机变量，它满足下列条件。

[image: ]


这里，s
 是x
 的生产者为避免交易风险所付出的努力水平，β
 是介于0和1的参数。假设ρ
 ∈（0，1），1＞k
 ＞t
 ，k
 
y

 =k
 。


k
 
x

 x
 
d

 和k
 
y

 y
 
d

 分别是购买两种产品后实际收到的商品量。严格凹效用函数表示风险厌恶。每个人生产两种产品的生产函数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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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y
 
s

 和x
 
s

 分别表示两种产品的售卖量，L
 
i

 是个人生产产品i
 的专业化水平。这个生产函数具有专业化经济。

每个人有一个单位的时间禀赋，它能被用于生产和避免交易风险，故每个人的禀赋约束为

[image: ]


其中，s
 是用于避免交易风险的时间。最后，我们假设


L
 
i

 ∈［0，1］ s
 ≥0 x
 ≥0 x
 
s

 ≥0 x
 
d

 ≥0 y
 ≥0 y
 
s

 ≥0 y
 
d

 ≥0

每个人的自利行为可用一个非线性规划问题表示，这个问题是在满足生产函数约束、禀赋约束和非负约束条件下，选择L
 
i

 、s
 、x
 、x
 
s

 、x
 
d

 、y
 、y
 
s

 、y
 
d

 将期望效用最大化。

用文定理，我们能证明一个人不同时买和卖同一产品，不同时买和自给同一产品，最多卖一种产品。考虑到产品的单一和相机定价的可能性，我们能确定有10个模式和6个结构需要考虑。

我们假设一个瓦尔拉斯机制，一对代表性的消费者-生产者在第1期选择他们的贸易条件并签订一个合同，然后在第2期决定每种产品的消费、生产和贸易量，大自然根据局中人的决策和先验概率选择k
 
x

 的实际值。在第3期，贸易和消费发生了，且合同被实施。在这个机制下，每个人能够观察到k
 
x

 ，但不能观察到其他人的努力水平s
 。我们首先需要考虑所有结构，然后解每个结构的角点均衡。

（1）这里有一个自给自足模式A，在这个模式里没有市场或委托-代理关系，每个人自给自足所有的消费品。结构A是由M
 个选择模式A的个人组成，这意味着决策变量L
 
x

 ＞0，L
 
y

 ＞0，x
 ＞0，y
 ＞0，s
 =x
 
s

 =x
 
d

 =y
 
s

 =y
 
d

 =0。选择模式A的个人的决策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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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代表期望，L
 
i

 、x
 、y
 是决策变量。这个问题的最优解以及最大的期望效用值列在表8-1中。注意，在自给自足状态下不存在交易及相关的交易风险。

（2）这里有两个具有分工且两种产品的相对价格是唯一的市场结构。结构D
L

 是由选择模式（x
 /y
 ）
L

 D
 和模式（y
 /x
 ）
L

 D
 的两类人组成。模式（x
 /y
 ）
L

 D
 意味着x
 ＞0，x
 
s

 ＞0，y
 
d

 ＞0，s
 =L
 
y

 =x
 
d

 =y
 =y
 
s

 =0，选择这个模式的个人专业生产x
 ，选择低努力水平来避免交易风险，并接受单一的相对价格。模式（y
 /x
 ）
L

 D
 意味着L
 
y

 ＞0，y
 ＞0，y
 
s

 ＞0，x
 
d

 ＞0，s
 =L
 
x

 =y
 
d

 =x
 =x
 
s

 =0，选择这个模式的个人专业生产y
 ，接受单一的相对价格。结构D
H

 由选择模式（x
 /y
 ）
H

 D
 和模式（y
 /x
 ）
H

 D
 的两类人组成。选择模式（x
 /y
 ）
H

 D
 的个人除了选择高努力水平来避免交易风险以外，其他的同模式（x
 /y
 ）
L

 D
 一样。模式（y
 /x
 ）
H

 D
 同模式（y
 /x
 ）
L

 D
 一样，不过这里交易效率系数k
 由x
 专家的高努力水平决定。我们首先考虑结构D
L

 中的个人决策问题。

在结构D
L

 里，选择模式（x
 /y
 ）
L

 D
 的个人决策问题是

[image: ]


[image: ]


[image: ]


其中，L
 
x

 、x
 
s

 、y
 
d

 是决策变量，p
 ≡p
 
x

 /p
 
y

 是产品x
 相对于产品y
 的价格。注意到在这个模式里，s
 =0。这个模式的最优解以及期望间接效用函数列在表8-1中。

模式（y
 /x
 ）
L

 D
 的决策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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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L
 
y

 、x
 
d

 、y
 
s

 是决策变量。这个模式的最优解以及期望间接效用函数同样列在表8-1中。

第1期里的贸易条件是由期望效用相等条件U
 
x

 =U
 
y

 决定的。如果这个条件不满足，个人在第1期里就总是可以改变他们的模式。市场出清条件M
 
y

 y
 
s

 =M
 
x

 y
 
d

 或M
 
x

 x
 
s

 =M
 
y

 x
 
d

 ，加上人口方程M
 
x

 +M
 
y

 =M
 ，就决定了分别选择两种不同模式的人数。把角点均衡价格代入效用函数中就得到结构D
L

 所对应的角点均衡期望实际收入。这个角点均衡的所有信息被列在表8-2中。

假设这里只有单一的均衡相对价格。由表8-1可明显地看出，当p
 
H

 =p
 
L

 =p
 时，一个x
 专家选择低努力水平时的期望效用为ln（pk
 ）+2［ln（1-a
 ）-ln2］，选择高努力水平时的期望效用为2［ln（1-a
 -β）-ln2］+ln（kp
 ）。这两个间接效用函数之间的比较意味着x
 专家一直选择低努力水平来避免交易风险。因此，结构D
H

 不会在均衡时发生。

（3）市场结构C是与分工和两个相机的相对价格相联系的。这个结构是由选择模式（x
 /y
 ）C
 和模式（y
 /x
 ）C
 的两类人组成。模式（x
 /y
 ）C
 同模式（x
 /y
 ）
H

 D
 一样，只不过选择这个模式的个人当k
 为k
 
H

 时接受相对价格p
 
H

 ，当k
 为k
 
L

 时接受相对价格p
 
L

 。模式（y
 /x
 ）C
 同模式（y
 /x
 ）
H

 D
 一样，只不过选择这个模式的个人当k
 
x

 为k
 时接受相对价格p
 
H

 ，当k
 
x

 为t
 时接受相对价格p
 
L

 。

表8-1 七种模式的角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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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这个结构的角点均衡的过程同解结构D
L

 的一样，只不过这里利用激励相容条件以及效用均等条件决定两个角点均衡相对价格。假设在结构C里，当k
 
x

 为k
 时，相对价格为p
 
H

 ；当k
 
x

 为t
 时，相对价格为p
 
L

 。假设在模式（x
 /y
 ）
L

 D
 里，p
 为p
 
L

 。设选择（x
 /y
 ）C
 的专家的期望效用等于选择（x
 /y
 ）
L

 
D

 的专家的期望效用，它们由表8-1给出。这样，对结构C而言，激励相容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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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条件加上模式（x
 /y
 ）C
 和模式（y
 /x
 ）C
 之间的期望效用相等条件，就得到了结构C的角点均衡相机相对价格。把角点均衡相对价格代入模式（x
 /y
 ）C
 或模式（y
 /x
 ）C
 的间接效用函数，可得结构C所对应的期望人均实际收入（角点均衡效用）。四个角点均衡的所有信息被总结在表8-2中。

表8-2 四个结构的角点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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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结构D
H

 和结构C的人均实际收入是一样的，如果由于道德风险而使得式（8.8）不满足，那么个人不会选择结构D
H

 中的单一非相机的相对价格。因此，除了结构D
H

 和结构D
L

 之间的分界线以外，式（8.8）给出了结构D
H

 和结构C之间的分界线。

一般均衡满足下列条件：①对于一组给定的贸易品的相对价格集，每个人选择模式和每种产品的消费、生产和贸易量以使其期望效用最大化；②在满足激励相容条件下，贸易品的相对价格集和选择不同模式的人数使得所有贸易品的市场出清。由于所有个人事前相同，相对价格将使得所有卖不同产品的个人的期望效用相等。

利用第2章、第3章、第5章里的超边际分析法，我们能解每个结构的角点均衡。我们能确定在什么条件下，某个结构的每个人在该结构的角点均衡价格下没有动机偏离他所选择的模式。此外，我们还能根据证明第3章中姚定理的方法来证明，在激励相容条件下，产生最大的期望人均收入的角点均衡是一般均衡。因此，解一般均衡问题就变成了寻找满足激励相容条件（8.8）的最高期望实际收入的角点均衡问题。

把结构A、结构D
L

 和结构C的人均实际收入进行比较，可得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结果，这些结果被总结在表8-3里。

表8-3 一般均衡及其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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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
 0
 ≡［（1-a
 -β
 ）/（1-a
 ）］1/ρ

 ［（1-2a
 ）/（1-a
 ）］2
 ，k
 0
 ≡［（1-2a
 ）/（1-a
 ）］4
 /t
 ，k
 1
 ≡t
 ［（1-a
 ）/（1-a
 -β
 ）］2/ρ

 ，B
 ≡{（1-2a
 ）2
 /［（1-a
 ）（1-a
 -β
 ）］}2
 。

表8-3的底层给出了每个参数子空间的均衡结构。表8-3说明，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一般均衡从既没有市场也没有委托-代理关系的自给自足结构非连续地跳到具有分工的结构，此时委托-代理关系由于分工和市场而出现。我们能够看到，如果减少交易风险的努力所带来的利益k
 /t
 比它根据生产时间的减少所付出的成本β
 大，那么委托-代理关系的出现将会有两个相机相对价格，否则，委托-代理关系的出现将只有唯一的相对价格（D
L

 ）。

由于这个模型里的生产条件能够用图6-1来表示，把表8-3中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同图6-1进行比较表明，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均衡的生产计划将不连续地从图6-1的低位置线DI跳到总生产可能性边界MCAKBJL。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相机合同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这个模型能够预测相机合同在避免道德风险方面的功能，一般均衡总是帕累托最优的。因此，在内生专业化和具有委托-代理关系的斯密模型里，内生交易成本并不像委托-代理局部均衡模型所预测的那样严重。习题16中的例子表明了当两个局中人都不能选择贸易伙伴时，内生交易成本是如何由道德风险引起的。

道德风险对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和经济发展的含义在产品种类数大于2时将更显著。当产品种类数增大时，模式和角点均衡的数量将超比例地增多。

8.3 对策模型和内生交易成本

8.3.1 对策模型

瓦尔拉斯均衡模型属于对策模型的特例。在这类模型里，对策规则是所有局中人都是价格接受者，即他们并不直接地关心其他局中人干什么，因为他们相信价格代表了所有其他人决策的信息。因此，每个局中人在给定的价格下选择最优的生产和所用的商品和要素数量，个人自利决策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价格间接而不是直接发生的。在这个过程中，任何局中人想操纵价格的努力都会由于自由进入和其他局中人具有同样的想法而变得徒劳无功，这里不存在自利决策之间直接策略的相互作用，但是对许多经济对策而言，对策规则比价格接受规则更一般或更复杂。在这一节里，我们研究具有更一般对策规则的对策模型。

一个对策是通过对策规则、局中人、他们的策略、结果，以及定义在结果上的报酬函数定义的。对策规则规定谁以及什么时候行动，当他们行动时他们知道什么，他们能做什么，以及对策什么时候结束。局中人是卷入对策的所有决策者以及大自然，当对策里存在不确定性时，自然对其他局中人不能选择的事情随机地进行选择。一个局中人的策略是他行动时所采取的行为。所有局中人的策略组成一个策略组合，该组合产生一个对策结局，这个结局影响局中人的福利。定义于结局上的是局中人的目标函数，被称为报酬函数。在下一小节里，我们使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所有这些概念。

8.3.2 纳什均衡

第2章中的例2.2是纳什均衡的一个例子。在那个例子里，每个国家政府在给定另一国家关税率的条件下选择本国的关税率来最大化本国居民的效用。如果不允许纳什谈判，在外生交易条件不太坏的条件下（自给自足不是均衡），在那个模型里，纳什均衡的结果是关税为正。正的关税使得均衡偏离帕累托最优，从而产生内生交易成本。如果交易效率不太高也不太低，那么即使允许关税谈判，单边保护关税和单边自由贸易共存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内生交易成本。如果外生交易条件充分好，此时结构C是一般均衡，由双边保护关税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完全抵消了所有的贸易好处。这样的内生交易成本是由争夺尽可能多的分工好处而引起的。让我们用策略形式来描述这个纳什关税对策。


例8.5
 在李嘉图模型里的纳什关税对策的策略形式。
 我们首先考虑结构Ba，在这个结构里国家1生产两种产品，并用产品x
 交换国家2的产品y
 （参见第2章里的图2-2和表2-3）。国家i
 的策略是关税率t
 
i

 。下列策略形式总结了结构Ba的纳什关税对策的策略、报酬和结果。

其中，每个方框里的第一项是国家1的个人效用，第二项是国家2的个人效用。从表2-3可看出，U
 
i

 （H
 ）＞U
 
i

 （M
 ）＞U
 
i

 （L
 ）。结局t
 1
 =t
 2
 =0表示自由贸易，此时国家2得到所有的贸易好处；结局t
 1
 =t
 *
 1
 ，t
 2
 =0意味着国家1强加关税率t
 *
 1
 ，使得国家2的个人效用与自给自足时一样。因此，国家1得到大多数贸易好处；结局t
 1
 =0，t
 2
 ＞0意味着国家1实施自由贸易政策而国家2实施保护关税；结局t
 1
 =t
 *
 1
 ，t
 2
 ＞0意味着两个国家都实行关税保护。

表8-4（a） 结构Ba的纳什关税对策的策略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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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证明结局t
 1
 =t
 2
 =0（双边自由贸易）不是纳什均衡。如果t
 2
 =0，国家1可通过将t
 1
 =0增大到t
 1
 =t
 *
 1
 ，使得个人的效用从U
 1
 （L
 ）增大到U
 1
 （H
 ）。因此，国家1有单方面偏离结局t
 1
 =t
 2
 =0的动机。相似的，国家2有单方面偏离结局t
 1
 =0，t
 2
 ＞0或结局t
 1
 =t
 *
 1
 ，t
 2
 ＞0的动机。对于结局t
 1
 =t
 *
 1
 ，t
 2
 =0，任何单方面的偏离都将减少偏离者的效用。因此，它是结构Ba的纳什均衡，结构Bb的纳什均衡与结构Ba的纳什均衡是对称的。

接下来，我们考虑结构C
 ，在这个结构里每个国家完全专业化。

表8-4（b） 结构C的纳什关税对策的策略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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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U
 
i

 （H
 ）＞U
 
i

 （M
 ）＞U
 
i

 （L
 ），这种关系可从表2-3看出。正如第2章例2.2所证明的，在结构C下，每个国家都会尽可能地征收高关税t
 *
 
i

 。与表8-2（a）中的策略形式一样，我们能证明结局t
 1
 =t
 *
 1
 ，t
 2
 =t
 *
 2
 是唯一的纳什均衡，此时分工的所有好处完全被由关税战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抵消了。自由贸易机制不是一个纳什均衡，尽管它是互利的。这种现象被称为由所有局中人的理性选择引起的协调失败。这种类型的对策有时被称为囚徒困境，它指的是两个局中人通过合作能够改善福利，但是他们的理性行为阻止了他们选择合作。

一般地，N
 个局中人的一个策略组合s
 =（s
 1
 ，s
 2
 ，…，s
 
N

 ）构成一个纳什均衡，如果对于每个i
 =1，…，N
 ，有：


u
 
i

 （s
 
i

 ，s
 -i

 ）≥u
 
i

 （s
 ′
i

 ，s
 -i

 ）

其中，s
 ′
i

 是局中人i
 的任意策略，u
 
i

 （·）是局中人i
 的效用函数，s
 -i

 是除去局中人i
 以外的所有局中人的策略向量。在许多纳什对策里，存在多重纳什均衡。例4.3中的墨菲-谢勒夫-维西尼模型（1989）就是多重纳什均衡的一个例子，并且这些纳什均衡是可进行帕累托最优排序的。为了增强理论的预见力，我们可以通过进一步定义均衡的概念来减少对策解的个数。一种方法是，允许局中人以一定的概率选择某个纯策略，即局中人能够选择混合策略。我们将在本章习题1和例8.13中考察这种混合策略的对策。在接下来的小节里，我们引进子对策完美均衡概念来分析纳什均衡概念。

8.3.3 子对策完美均衡

纳什对策的一个不足之处是没有考虑时间因素，而时间因素对策略的相互作用来说十分重要。特别是，如果我们想考察由一个轮流讨价还价过程所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那么我们需要一个动态对策模型。我们用下面的例子说明一类被称为子对策完美均衡模型的动态对策模型的技术实质。


例8.6
 罗宾斯坦轮流讨价还价模型。
 这个对策是在两个局中人之间分配一个馅饼。自然界随机地决定两个局中人的一个是先要价者（他），他在第1期给出一个开价。局中人2（她）可以接受第1期的开价，这意味着两人达成议价，对策结束，馅饼就按照他的开价被划分。但是，她也可以拒绝他第1期的开价，而在第2期还价。他可以接受或拒绝她的还价，若他拒绝她的还价，他在第3期再要价。如此继续下去直到无穷期。但是时间是有价值的，局中人都有动机尽可能早地结束议价。时间的价值也为试探对手的耐心提供了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确保一个确定的结果在均衡中出现。

假设一个局中人的时间价值能够用一个主观贴现率ρ
 ∈［0，1］来表示，它也可以被视为利息率。由于在t
 =0时的1美元本金到了t
 =1时变成了本金加上利息1+ρ
 美元，所以在t
 =1时的1美元只等价于t
 =0时的1/（1+ρ
 ）美元。换句话说，在t
 =0时A
 美元的未来价值是B
 =（1+ρ
 ）A
 ，或t
 =1时B
 美元的现值是A
 =B
 /（1+ρ
 ）美元。δ
 ≡1/（1+ρ
 ）被称为贴现因子，它的值在0和1之间。时间的价值，或一个局中人的不耐心程度随着贴现因子δ
 趋于零或贴现率趋于无穷大而提升。

我们现在使用扩展形式来描述动态议价对策。在树形图的根部，局中人1给出一个开价。他能够要求馅饼的一个大的份额，记为x
 
H

 1
 ，或一个小的份额，记为x
 
L

 1
 ，或在它们之间的任意份额。x
 1
 表示局中人1在第1期要求的份额。在第二层的节点处，局中人2选择A
 （接受），表示她接受局中人1在第1期的开价，这就结束了对策，馅饼按照局中人1在第1期的开价被划分。如果她不选择A
 ，那么她拒绝局中人1在第1期的开价。她必须给一个还价x
 
H

 2
 、x
 
L

 2
 ，或它们之间的任意数，x
 2
 表示在第2期局中人2的还价。虚线的圆圈表示每个局中人在他所处的节点处有完美信息，即这是一个轮流策略对策。

在每个节点处有一个树枝，我们称之为一个子对策。如果所有局中人的动态策略是纳什最优的，那么对于任意节点处的子对策，局中人的策略构成一个纳什均衡，即在给定对手的动态最优策略条件下，每个局中人的策略序列是动态最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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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轮流讨价还价对策的扩展形式

我们现在考虑局中人1的最优动态决策。假设他在第1期要求的馅饼的份额是x
 1
 ∈［0，1］。他选择x
 1
 的原则是：（i）x
 1
 必须是局中人2能够接受的，因为时间是有价值的，拖时间对这个完全信息和贴现因子位于0和1之间的模型而言没有意义；（ii）x
 1
 应该在局中人2能够接受的条件下尽可能的大。条件（i）只有在局中人2拒绝局中人1的开价所得到的贴现报酬不多于她接受开价所得到的报酬时才可能得到满足。如果她立即接受局中人1的开价，她所得到的报酬是1-x
 1
 。如果拒绝x
 1
 ，那么她在第2期给出一个还价x
 2
 ，这样得到的贴现报酬为δ
 （1-x
 2
 ）。因此，条件（i）要求1-x
 1
 ≥δ
 （1-x
 2
 ），条件（ii）要求x
 1
 尽可能地大或上面不等式的左边尽可能的小，即1-x
 1
 =δ
 （1-x
 2
 ）。同样，局中人2将选择x
 2
 使得x
 2
 =δx
 3
 ，x
 3
 是局中人1在第3期的还价。考虑不同轮回之间讨价还价双方地位的对称性，我们能够看出在均衡时有x
 1
 =x
 3
 =x
 5
 …和x
 2
 =x
 4
 =x
 6
 …，因此，两个局中人在第一回合中的最优决策就总结了所有轮回讨价还价的信息。局中人1知道局中人2在第2期的最优决策依赖于他在第1期的最优决策，这是由于如果x
 1
 =x
 3
 ，那么x
 2
 =δx
 1
 。他将设身处地地按照这个方程计算她在第2期的最优决策，然后把这个方程代入方程1-x
 1
 =δ
 （1-x
 2
 ）得到他的第1期的最优决策。这个基于序贯理性的递向递推法，被称为动态规划，由此可得子对策完美均衡。换句话说，下列方程组给出了均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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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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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中人1开价x
 *
 1
 ，局中人2在第1期接受这个开价；如果局中人1的开价大于x
 *
 1
 ，那么局中人2的威胁性还价是x
 *
 2
 。还价威胁对约束局中人1的贪婪是必需的。

你能够简单地证明x
 *
 1
 ＞1-x
 *
 1
 ，这意味着先开价者有优势，由于他在第2期之前能够利用对手不耐烦向她索要高价来压榨她。先开价者的优势随着贴现因子的减少或对手不耐烦程度的提升而增加。本章习题11证明，如果局中人的贴现因子因人而异，那么越有耐心的局中人就越有优势。如果第二开价者的耐心优势超过先开价者的优势，先开价者的优势也可能被他相对于第二开价者较高的不耐烦程度而抵消。

8.3.4 贝叶斯均衡

我们现在考虑信息不对称的静态同步纳什对策。我们并不打算系统地介绍这个方面的理论，而是使用一个例子说明主要的概念和这种对策模型的分析方法，并把它作为我们工具箱里的一种工具。


例8.7
 一个贝叶斯均衡模型。
 考虑古诺（Cournot）寡头模型里的纳什对策。一种商品的反需求函数是p
 =a
 -bx
 ，其中，x
 =x
 1
 +x
 2
 ，x
 
i

 是厂商i
 生产的商品的数量，其成本函数为C
 
i

 =c
 
i

 x
 
i

 。我们假设两个厂商都知道厂商1的边际成本为c
 1
 ，但是厂商2的边际成本c
 2
 有两种可能的状态：以概率ρ
 取一个大的值θ
 
h

 ，以概率1-ρ
 取一个小的值θ
 
l

 。c
 2
 值的这个两点分布对两个厂商而言是公共信息。c
 2
 的实际或实现值由第3个局中人——自然界选择。自然界按照分布函数选择c
 2
 的一个状态以后，局中人2知道这个信息，局中人1不知道。因此，厂商1关于c
 2
 的实际或实现值有不完全信息，而厂商2关于c
 2
 的实际或实现值有完全信息。这种现象被称为c
 2
 的实际或实现值在两个厂商之间具有信息不对称。

一个贝叶斯均衡是具有信息不对称的同步对策的纳什均衡，其中，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局中人在给定对手的类型的分布条件下最大化他的期望效用。这里，有信息的局中人的类型是指他的边际成本的状态，另一个局中人对这种状态具有不完全信息。

厂商2关于c
 2
 的两种不同状态有两个反应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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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1的决策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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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表示期望。期望利润是两个利润水平的加权平均，权数分别是两个利润水平的概率。厂商1的反应函数由决策问题的下列一阶条件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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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8.10）两个公式得到贝叶斯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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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具有信息不对称的对策模型包含着策略和信息之间有趣的相互作用。

8.3.5 序贯均衡


例8.8
 一个信用市场的序贯均衡模型。
 如果我们把信息不对称引入一个动态对策或把时间因素引入具有信息不对称的贝叶斯对策，我们将有一类有趣的对策，即具有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对策，它能够产生比瓦尔拉斯均衡模型更高的解释力。这类对策的解被称为序贯均衡或完美贝叶斯均衡。对大多数动态对策模型而言，完美贝叶斯均衡，是贝叶斯均衡在动态模型中的扩展，等价于序贯均衡，是子对策完美均衡在具有信息不对称的对策中的扩展。

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在具有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对策中序贯均衡概念，以及它对信用市场分析的意义。这是许多企业家和一个投资者之间在信用市场上的对策，这里有两种类型的企业家：有能力的和无能力的，分别用下标记为c
 和n
 。对于一个类型c
 的企业家，当投资者在他的生意上进行投资时，他赚取的利润，即投资的净报酬是20，这一利润将在他和投资者之间进行平分。有能力的企业家的效用函数是u
 
c

 =（3×0.5θ
 
c

 α
 
i

 -p
 
i

 ）α
 
i

 ，这里他得到总利润是θ
 
c

 =20的一半，并且以价格p
 
i

 消费一辆质量为α
 
i

 的汽车。这里的汽车有三种牌子，第一种牌子是宝马，它的价格为p
 1
 =70，质量为α
 1
 =4；第二种牌子是富豪，它的价格为p
 2
 =11，质量为α
 2
 =3；第三种牌子是丰田，它的价格为p
 3
 =6，质量为α
 3
 =2。对于一个类型n
 的企业家，当投资者在他的生意上进行投资时，他赚取的利润，即投资的净报酬是8，这个利润将在他和投资者之间进行平分。他的效用函数是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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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他得到总利润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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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的一半，并且以价格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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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一辆质量为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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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汽车。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一辆汽车能够使用两期，贴现因子是1（或贴现率是0），假设效用必须为正，保留效用水平为正。

投资者对他所遇到的企业家的类型有不完全的先验信息。他在第1期知道，平均来说，遇到类型c
 的概率为ρ
 ，遇到类型n
 的概率为1-ρ
 ，其中，ρ
 ∈（0，1）是有能力的企业家占总企业家数的比例。投资者的效用函数是v
 =（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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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其中，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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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得到资金的类型i
 的企业家所赚取的利润。当有能力的企业家得到资金时，有θ
 
c

 =20；当无能力的企业家得到资金时，有θ
 
n

 =8。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一个投资者在第1期的效用为0。

在第1期，两种类型的企业家选择他们驾驶的汽车的牌子；在第2期，投资者根据企业家驾驶的汽车的牌子来推断企业家的类型，然后决定与谁交易，因为信息和动态策略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使得这个故事很有趣。投资者能够推断一个有能力的企业家将驾驶一辆富豪汽车，因为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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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换句话说，一个无能力的企业家将驾驶便宜的汽车，一个有能力的企业家将驾驶较豪华的富豪汽车。这样，根据企业家所驾驶的汽车的牌子，投资者就能够得到他们的完全信息，他将与驾驶较豪华的富豪汽车的企业家做生意，而拒绝与驾驶便宜汽车的企业家打交道。

但是，一个理性的企业家即使是无能力的，也将驾驶一辆富豪汽车［检查u
 
n

 （α
 2
 ，p
 2
 ）＞0］，即无能力的企业家能够负担得起一辆富豪汽车，尽管这不是一个短期的效用最大化选择（因为如果他驾驶一辆丰田汽车，他将没有生意可做，这样他的收入为零，连丰田汽车也消费不起），但是如果所有企业家都驾驶富豪汽车，投资者就不能通过他们所驾驶的汽车来辨别他们的能力。他们将不相信任何宣称自己是有能力的企业家。因此，如果一个有能力的企业家想把自己同无能力的企业家区分开来，他能够驾驶一辆宝马汽车，无能力的企业家是不能负担得起一辆宝马汽车的［检查u
 
n

 （α
 1
 ，p
 1
 ）＜0］。换句话说，投资者对企业家类型的了解依赖于企业家所选择的策略。但是，企业家认为最优的策略反过来依赖于投资者所了解的信息，这个信息影响投资者的策略。同瓦尔拉斯均衡模型里数量和价格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因果循环链一样，这里投资者信息和他的动态策略之间以及不同局中人的动态策略之间存在无限的相互作用和因果循环链。

一个序贯均衡是信息和所有局中人的动态策略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把一个企业家在第1期所选择的汽车的牌子记为s
 ，那么在第2期，投资者根据所观察到的s
 ，认为该企业家为类型c
 的后验概率是μ
 （s
 ）。这个更新的信息可能不同于先验概率ρ
 。因此，一个序贯均衡可以由下列两个条件来定义：（i）所有局中人在给定他们所知道信息的条件下，使用动态规划（反向递推）解他们的最优动态策略；（ii）每个局中人在每期的信息会由他观察到其他局中人的策略而按照贝叶斯更新法则更新。贝叶斯更新法则将在下面的序贯均衡解中得到说明。

现在我们考虑投资者的决策问题。他在第1期的效用为0；在第2期，他已经看到了企业家所驾驶的汽车的牌子是s
 ，更新的信息是μ
 （s
 ）。因此，他能够计算他的期望效用，为Ev
 =μ
 （s
 ）［（20/2）-5］+［1-μ
 （s
 ）］［（8/2）-5］=6μ
 （s
 ）-1，它大于0，当且仅当μ
 （s
 ）＞1/6。基于这个解，我们通过假设μ
 （s
 ）=ρ
 ＞1/6，能够解出一个混合均衡。当投资者的先验信息和后验信息是一样的或μ
 （s
 ）=ρ
 时，一个混合均衡便发生了。在混合均衡状态下，所有企业家在第1期都驾驶富豪汽车，因此，在第2期里，投资者不能区分有能力的企业家和无能力的企业家，他将和任一企业家做生意。

我们首先检查投资者同任何企业家做生意的决策对他更新的信息而言是否最优。由于在一个混合均衡状态下，μ
 （s
 ）=ρ
 ，我们已经假设ρ
 ＞1/6，他的期望效用大于0。因此，他同任何企业家都做生意的决策是最优的。尽管他有得到更多信息的动机，但我们已经证明，只要投资者同任何企业家做生意，一个有能力的企业家没有动机把他自己同无能力的企业家区分开来，一个无能力的企业家通过驾驶富豪汽车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有能力的企业家。你能够验证，一个类型n
 的无能力的企业家能够负担得起富豪汽车，而他的效用最大化选择是驾驶一辆丰田汽车，但如果他驾驶一辆丰田汽车，他将会失去生意。一个类型c
 的企业家在两期的总效用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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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这个效用水平比他驾驶一辆宝马汽车所得到的效用大，尽管他驾驶宝马汽车能够把自己同无能力的企业家区分开来。请注意，在第1期，企业家没有收入，但要购买一辆富豪汽车；在第2期，他得到一半的利润，不需要为汽车进一步支付费用。一个类型n
 的企业家在两期的总效用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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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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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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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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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这个效用水平比没有生意时的效用0要大。

因此，对更新的信息而言，所有的动态策略是最优的，根据观察到的策略更新信息与所有局中人的动态策略是一致的。这证实了当ρ
 ＞1/6时，混合均衡发生，即如果一个企业家是有能力的可能性高（或有能力的企业家人数大大超过无能力的企业家人数），投资者即使不能区分有能力的企业家和无能力的企业家，他也会与任一企业家做生意。因此，有能力的企业家没有动机把自己同无能力的企业家区分开来。这样，无能力的企业家就能够伪装成有能力的企业家。当有能力的企业家无意把自己同无能力的企业家区分开来时，投资者就不能获得更多的信息。

假设ρ
 ≤1/6，我们能够证明这里存在一个区分序贯均衡，此时所有有能力的企业家都驾驶宝马汽车，而所有无能力的企业家都得不到任何生意。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投资者不能区分有能力的企业家和无能力的企业家，那么他的期望效用就是非正的，除非他能证明某个企业家是有能力的，否则他不与任何企业家做生意。因此，一个有能力的企业家通过驾驶宝马汽车把自己同无能力的企业家区分开来，而无能力的企业家负担不起宝马汽车。一个投资者能够区分有能力的企业家和无能力的企业家，仅仅对那些驾驶宝马汽车的企业家进行投资。当他看到一个企业家驾驶宝马汽车时，他的后验信息是μ
 （s
 ）=1；当他看到一个企业家不驾驶宝马汽车时，他的后验信息是μ
 （s
 ）=0。换句话说，如果无能力的企业家人数大大超过有能力的企业家人数，当投资者不能区分有能力的企业家和无能力的企业家时，他与任何企业家做生意所得到的期望效用都是负的。这就使得有能力的企业家通过驾驶宝马汽车使投资者相信他是有能力的。因此，区分序贯均衡是信息和所有局中人动态策略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我们现在考虑由信用市场上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在序贯均衡模型里，有两种类型的内生交易成本。类型A的内生交易成本与混合均衡里的信息扭曲有关。在这种状态下，无能力的企业家伪装成有能力的企业家而成功地欺骗投资者。类型B的内生交易成本是一种“说服费用”，在区分序贯均衡状态下，即使有能力的企业家说的是真话，投资者也可能不相信他的话。这样，有能力的企业家为了说服投资者，只好牺牲效用来驾驶宝马汽车。如果无能力的企业家不欺骗，即如果不存在信息不对称，有能力的企业家的说服费用是不必要的。完美贝叶斯均衡和序贯均衡概念是分析内生交易成本的有用工具，因为信息不对称为引起内生交易成本的欺骗行为及其他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机会。

这个模型能够应用在很多不同的领域。例如，汽车的牌子能够被解释为不同的广告花费水平，生产者利用广告来显示有关他的融资和生产能力的私人信息，而投资者能够被解释为其产品潜在的买者。因此，这个模型能够用来解释为什么实际广告花费水平比传递足够产品信息给潜在买者所需要的广告费用要高。按照这个模型，如果广告花费不足够高，那么有能力的生产者和无能力的生产者都能够负担得起广告费用，潜在的买者就不能通过广告来区分有能力的生产者和无能力的生产者。同样，高广告费用也是一种说服费用。

与分成地租模型相似，信用市场模型证明了市场的功能比传统教科书所预测的要复杂得多。这个模型预测，如果考虑到策略和信息之间的相互作用，有能力的企业家的短缺使得在均衡时发生欺骗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在欠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有能力的企业家的短缺对经济发展而言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政府在资本市场上的垄断、开办私人银行严格许可制度的设立、对土地贸易和城乡之间自由移民的限制、政府对土地私人所有权的侵犯才是对经济发展最有害的。根据诺斯（North，1981，pp.158-168）的分析，中世纪的规则，包括禁止高利贷法以及限制资本和劳动流动的做法，阻碍了英国的经济发展，这些规则的废除对工业革命而言是必需的。

8.4 纳什议价对策对减少由贸易摩擦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的作用

人格化的价格和通过协商来定价，在非人格化的市场价格和相关的定价机制出现以前很早就存在。在欠发达的市场，包括苏联式的经济，价格一般是通过贸易伙伴之间的议价来确定的。为了理解非人格的市场价格是如何从人格化的价格那演进而来的，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贸易谈判对减少内生交易成本是必需的，我们必须研究讨价还价。对策这个概念对讨价还价过程的研究特别有用，因为讨价还价是以局中人自利决策之间直接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

在这一节里，我们首先介绍一个具有内生专业化的纳什议价模型，然后把纳什议价解与瓦尔拉斯均衡解进行比较，最后我们将考虑纳什议价在降低内生专业化的瓦尔拉斯模型中由少数局中人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的作用。


例8.9
 一个具有内生专业化的纳什议价对策。
 考虑一个有两个局中人的纳什议价对策，他们每个人对其对手的生产和效用函数、交易条件、禀赋约束及拒绝参与分工的威胁点有完全信息。假设两个事前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的生产和效用函数、交易条件、禀赋约束同第3章里的一样，但是局中人试图通过议价来确定贸易条件，每个局中人知道选择专业生产产品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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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自给自足的效用为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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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局中人都有两个拒绝参与贸易的威胁点或不合意点。

第一个是底线，由自给自足时的实际收入u
 A
 给出。如果一个局中人参与贸易所得到的效用低于自给自足时的效用，那么他将拒绝参与分工。

第二个是当一个局中人选择专业生产x
 的职业模式时，他可以使用选择专业生产y
 的职业模式所得到的效用作为威胁点，这是因为如果一个职业模式产生的效用小于另一职业模式产生的效用，他总是可以改变自己的职业模式。因为预算约束、贸易条件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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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第一个等式由x
 专家的预算约束p
 
x

 x
 
s

 =p
 
y

 y
 
d

 给出，第二个等式由y
 专家的预算约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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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出。由于市场出清是一个约束，我们有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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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简化记号，我们用X
 和Y
 分别表示两种产品的均衡供给和需求。


x
 专家从分工中得到的净收益是V
 
x

 =（1-X
 ）kY
 -u
 
A

 ，y
 专家的是V
 
y

 =（1-Y
 ）kX
 -u
 
A

 。x
 专家希望相对价格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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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可能低，但是他有一个两难冲突，如果Y
 /X
 大，他的净收益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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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大，但是他对手的净收益V
 
y

 小，以致他的对手有较小的动机参与分工。这样，如果讨价还价过程具有任意的随机扰动，那么V
 
x

 取一个大值的概率很小。例如，这个扰动可能是由于他的对手在讨价还价之前与他的妻子发生过争吵。由争吵带来的坏情绪使得他在交易中得到的净收益较少时，会拒绝参与分工。

如果我们考虑把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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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x
 能够得到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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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概率，那么x
 专家从分工中得到的期望净报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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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V
 
y

 是净报酬不能实现或净报酬为零的概率。纳什已经证明了在一个具有随机扰动的非合作议价对策里，自利策略将最大化纳什积V
 。因此，纳什议价均衡由下列最大化问题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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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事前相同且嗜好、生产以及交易条件对称的模型里，由式（8.11）定义的纳什议价均衡等价于式（8.12）。如果把另一职业模式的效用作为威胁点，而自给自足时的效用仅仅作为底线，那么纳什积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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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u
 
x

 是x
 专家的效用，u
 
y

 是y
 专家的效用。在一个纳什议价对策里，如果贸易条件是不公平的，x
 专家会选择专业生产产品y
 为威胁，而y
 专家会选择专业生产产品x
 为威胁。当然，纳什积的最大化意味着最小化（u
 
x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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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其结果是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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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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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纳什议价将建立效用均等条件。在效用均等的条件下，选择X
 和Y
 将V
 最大化可得到纳什议价均衡。

这个约束的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可得均衡的贸易条件，即

[image: ]


这与内生不同专家数量的瓦尔拉斯均衡一致。式（8.11）中问题的一阶条件∂V
 /∂X
 =∂V
 /∂Y
 =0或Y
 =1-X
 ，以及（1-2X
 ）［X
 （1-X
 ）k
 -u
 
A

 ］=0产生同样的解。然而，如果消费、生产和交易条件在两种产品之间不对称，那么最大化问题（8.11）的解不同于最大化问题（8.12）的解。对于消费者-生产者事前相同而嗜好、生产和交易条件不对称的情形，纳什议价均衡可能不同于瓦尔拉斯均衡，尽管两种类型的纳什议价均衡以及瓦尔拉斯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


例8.10
 纳什议价减少内生交易成本方面的功能。
 这个内生交易成本是由具有有限消费者-生产者的斯密模型的瓦尔拉斯均衡引起的。考虑例8.9中的模型，那里仅仅有两个局中人（局中人集合不是一个连续统），不过这里效用函数是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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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1/3，x
 
d

 =1/3p
 ，其中，p
 是产品x
 相对于产品y
 的价格。两种职业的间接效用函数分别是u
 
x

 =（2kp
 ）2/3
 /3和u
 
y

 =22/3
 （k
 /p
 ）1/3
 /3。产品x
 或y
 的市场出清条件为p
 =1/2。但是，这个相对价格不是均衡价格，因为在这个价格下，两个局中人都将选择模式（y
 /x
 ），而没有人选择模式（x
 /y
 ）。这意味着市场不能出清（这里有产品y
 的供给，但没有产品y
 的需求）。因此，分工的瓦尔拉斯角点均衡不存在，或对于任意的k
 ∈［0，1］和a
 ＞1，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总是自给自足。

但是，很容易证明，对于充分大的k
 和a
 值，纳什议价均衡是分工，并且分工产生的效用大于自给自足产生的效用。例如，假设k
 =1，那么分工的纳什议价角点均衡由下列最大化问题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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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
 =x
 
s

 =x
 
d

 ，Y
 =y
 
s

 =y
 
d

 是均衡的供给和需求数量。u
 
A

 =（22/3
 /3）
a

 是自给自足状态下的人均实际收入。议价均衡解是Y
 =X
 =1/2。这个纳什议价角点均衡产生人均实际收入为1/2，它大于自给自足状态下的效用，当且仅当a
 ＞ln2/（ln3-2ln2/3）≈1.09。因此，对于一个大的a
 值和k
 =1，瓦尔拉斯均衡是自给自足，而纳什议价均衡是分工。后者帕累托优于前者。由于纳什积的最大化等价于一个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显然，纳什议价均衡总是帕累托最优的，这意味着纳什议价均衡不会引起内生交易成本。在具有内生专业化的模型里，纳什议价结果不仅对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而言取得帕累托有效的资源配置，而且保证了分工的帕累托最优水平。

我们的例子证明，对于一个只有有限数量的消费者-生产者的不对称斯密模型，瓦尔拉斯均衡产生内生交易成本，结果是一个帕累托无效的分工水平，即使瓦尔拉斯相对价格和相对的消费和生产数量与帕累托最优相一致。在我们的例子里，产品x
 和y
 之间嗜好的不对称意味着在瓦尔拉斯机制下专业生产产品y
 比专业生产产品x
 得到的效用高，所以，没有人愿意专业生产产品x
 。换句话说，在一个具有有限数量的消费者-生产者的瓦尔拉斯均衡模型里，模式之间不平等的分工收益分配可能导致一个无效的分工水平。

在第3章里的例3.2中，我们已经证明了即使事前不同局中人的集合是一个连续统，瓦尔拉斯均衡也可能产生很不平等的分工收益分配。这将导致那些得到较少收益的局中人为了寻租而采取集体行动。例如，如果发达国家获得了所有国际分工的好处，那么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就有一个动机通过征收进口关税来操纵贸易条件。

有趣的是，在纳什议价减少内生交易成本和讨价还价引起的外生交易成本之间存在一个两难冲突。纳什议价解的帕累托最优性是基于所有局中人都知道其对手的效用、生产函数及禀赋这一假设，而这一假设对每个局中人解出其纳什议价解是必需的。但是，即使每个局中人没有其他局中人的效用、生产函数、禀赋的信息，瓦尔拉斯均衡也能够达到。如果收集所有信息的费用很昂贵，那么在有限消费者-生产者的瓦尔拉斯机制下，贸易摩擦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和在纳什议价对策里收集信息的外生费用之间存在一个两难冲突。正如例8.10所证明的，如果局中人关于他们对手的效用生产函数、禀赋和交易条件没有完全信息，纳什议价也可能产生内生交易成本。因此，在有限消费者-生产者的瓦尔拉斯机制下，分工好处的不平等分配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和在纳什议价对策里与信息问题有关的内生交易成本之间存在一个两难冲突。

这一节里的纳什议价对策模型是一个封闭的一般均衡对策模型，瓦尔拉斯定律成立。这个特征能够被用来内生化分工水平以及探讨议价对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和经济发展的影响。能够证明，纳什议价均衡是分工，当且仅当帕累托最优是分工。同时，如果外生交易成本系数1-k
 充分大，均衡是自给自足；否则，均衡是分工。纳什议价模型的缺陷是没有清楚地说明不确定性和时间因素。在接下来的两节里，我们将考虑信息不对称和时间因素的含义。

8.5 由信息不对称和“敲竹杠”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

如果在议价对策里存在信息不对称，它将为欺骗行为（机会主义行为的一种形式）创造机会。因为存在被欺骗的可能性，即使局中人讲的是真话，他们也不会相互信任。这就会引起内生交易成本，从而阻止相互有利的分工的实现。对分工而言，一种产品的专业生产者对该产品的生产肯定比买这种产品的人知道得更多些，而买这种产品的人专业生产其他产品。这种信息不对称是专业化经济的驱动力以及内生交易成本的源泉。在第8.5.1小节里，我们用一个具有信息不对称的纳什议价模型说明了逆选择是如何引起内生交易成本的。然后在第8.5.2小节里，我们把轮流开价议价引入内生专业化的模型。在第8.5.3小节里，用扩展的子对策完美均衡模型考察在没有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的条件下，“敲竹杠”是如何引起内生交易成本的。最后在第8.5.4小节里，我们将利用一个重复对策模型研究信誉机制是怎样消除内生交易成本和促进经济发展的。

8.5.1 经济发展和逆选择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


例8.11
 一个信息不对称的纳什议价对策。
 在例8.9的议价模型里，假设y
 是一个简单的清洁房屋的服务，在买者和卖者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这样一个专业生产者对这种服务的生产并不比买这种服务的人知道得更多。因此，一个y
 专家的产出水平y
 +y
 
s

 =1是公共知识。但是，假设产品x
 是一种复杂的工业品，它的生产有显著的专业信息经济，这样，产品x
 的专业生产者对该产品生产条件所拥有的信息就比买者多。假设一个x
 专家的产出水平θ
 =1.5的概率为0.5，θ
 =0.5的概率为0.5，自然界随机选择一个θ
 值，然后通知x
 专家θ
 的实现值，y
 专家仅仅有关于θ
 的分布函数的公共知识。假设转换职业需要很高的成本，在分工产生了专业化信息的条件下，转换职业不是一个选择。这意味着，不同职业的效用不是一个威胁点。把数据代入例8.9的模型，我们可得纳什积：


V
 =V
 
x

 V
 
y

 =［（θ
 -X
 ）kY
 -u
 
A

 ］［（1-Y
 ）kX
 -u
 
A

 ］

这里，自给自足状态下的效用u
 
A

 =2-2a

 是一个威胁点。假设x
 专家（他）告诉y
 专家（她）θ
 的实现值，并且她相信他所说的。那么完全信息条件下的纳什议价均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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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随着产出水平θ
 的提高，产品x
 相对于产品y
 的价格下降。假设θ
 的实现值是1.5，而x
 专家宣称θ
 =0.5，并且y
 专家相信他，那么均衡贸易条件是X
 =θ
 /2=1/4，Y
 =0.5，p
 
x

 /p
 
y

 =Y
 /X
 =1/θ
 =2。但是，x
 专家的实际效用是u
 
x

 =（θ
 -X
 ）kY
 =（1.5-0.25）k
 ×0.5=5k
 /8，这个效用水平大于他讲真话时的效用水平θk
 /4=1.5k
 /4=3k
 /8。因此，在y
 专家对x
 专家的产出没有完全信息的条件下，x
 专家就有动机不真实地报告其产出水平。由于她知道存在被欺骗的可能性，即使他说的是真话，当他报告θ
 =0.5时，她也不会相信。

如果y
 专家通过最大化基于她不完全信息的纳什积来确定其所接受的价格，那么下面问题就产生一个纳什议价解：

[image: ]


其解是X
 =Y
 =0.5，u
 
x

 =（θ
 -0.5）k
 ×0.5，u
 
y

 =k
 /4。但是，如果θ
 =0.5，那么x
 专家的效用是非正的，因此只有在θ
 =1.5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交易。两个局中人的完全理性意味着纳什议价均衡贸易条件由式（8.13）给出，分工只有在θ
 =1.5时才能实现，u
 
x

 =u
 
y

 =θk
 /4=3k
 /8＞u
 
A

 =2-2a

 。对于任意的k
 值，如果θ
 =0.5，那么纳什议价均衡是自给自足。

因此，如果θ
 =0.5，k
 ＞23-2a

 ，具有信息不对称的纳什议价均衡产生帕累托无效的分工水平。把θ
 =0.5代入式（8.13），可得没有信息不对称的纳什议价均衡：X
 =1/4，Y
 =0.5，u
 
x

 =u
 
y

 =θk
 /4=3k
 /8＞u
 
A

 =2-2a

 ，这里k
 ＞23-2a

 ，即如果所有局中人有完全信息，当θ
 =0.5，k
 ＞23-2a

 时，纳什议价均衡是分工。但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存在被欺骗的可能性，使得局中人之间相互不信任，以致当θ
 =0.5，k
 ＞23-2a

 时，纳什议价均衡是自给自足。换句话说，机会主义行为（欺骗）导致了内生交易成本，从而阻碍了互利的分工的实现。

在本书里，这种类型的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的模型被称为逆选择模型。早期的逆选择模型是从阿克洛夫（Akerlof
 ，1970）那发展而来的，这就是所谓的次品模型，次品模型背后的故事与我们这里模型的故事相同。当二手汽车的买主对汽车的质量没有完全信息时，他们只能接受基于平均质量的平均价格，但是，高质量二手汽车的卖主要价会高于平均价格，因此，高质量的二手汽车卖不出去，这就导致在市场上只有低质量的汽车才能卖得出去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信息不对称产生逆选择现象。例8.7证明，如果个人考虑到信息和策略之间的相互作用，那么现实比逆选择模型所预测的更复杂。逆选择不仅可由信息不对称引起，而且可由假设局中人是如此天真以致不能通过观察到的策略来推断对手的私人信息引起。因此，如果这个模型被扩展到具有策略和信息的相互作用的序贯均衡模型，那么就可以证明，局中人不是如此天真，逆选择现象将不会发生。这样的模型数学很烦琐，大家可参见杨小凯和赵益民（Yang and Zhao，1998）。

8.5.2 内生专业化模型里的交替议价对策


例8.12
 杨小凯和赵益民（Yang and Zhao，1998）：一个内生专业化的交替议价模型。
 让我们把交替议价引入例3.1中的模型来研究序贯议价对分工网络规模和经济发展的含义。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能够在专业生产x
 或y
 和自给自足之间进行选择，所以自给自足状态下的效用是威胁点。因为对称性，这里有两个子对策完美均衡：一个是x
 专家为先要价者；另一个是y
 专家为先要价者。先要价者具有优势的两个均衡是对称的。不失一般性，我们假设x
 专家是先要价者（被称为局中人1或他），y
 专家是后要价者（被称为局中人2或她），两个局中人有相同的贴现因子δ
 。

我们使用下标表示时期。假设局中人1在第1期开价X
 1
 换取Y
 1
 ，这意味着他所要求的贸易条件是p
 
x

 /p
 
y

 =Y
 1
 /X
 1
 ，这是因为市场出清条件是x
 
s

 =x
 
d

 =X
 ，y
 
s

 =y
 
d

 =Y
 ，预算约束为p
 
x

 /p
 
y

 =Y
 /X
 。局中人1的决策律和例8.5中的一样。第一，他必须确保她将接受他的开价。第二，他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因此，他的开价由下列问题决定。

[image: ]


其中，u
 1x

 是x
 专家在第1期贸易条件下的效用，u
 1y

 是y
 专家在第1期贸易条件下的效用，u
 2y

 是y
 专家通过第2期的还价产生的效用。相似的，y
 专家在第2期的还价是由下列问题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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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已经使用了在稳定均衡状态下X
 1
 =X
 3
 =X
 5
 …，Y
 1
 =Y
 3
 =Y
 5
 …，X
 2
 =X
 4
 =X
 6
 …，以及Y
 2
 =Y
 4
 =Y
 6
 …。局中人1能够首先使用反向递推法解问题（8.15），然后把解代回问题（8.14）中。换句话说，他的序贯理性意味着他知道局中人2的最优决策依赖于他在第1期的决策，而他在第1期的决策反过来又依赖于她在第2期的决策，他将充分利用这种相互依赖关系来追求自身利益。从式（8.15）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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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个结果代入式（8.14），然后将u
 1x

 对X
 1
 和Y
 1
 最大化，我们可得子对策完美均衡贸易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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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中人1在第1期根据上述结果开价，局中人2接受它。把这个结果代回式（8.16a），可得局中人2在第2期的威胁性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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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推导过程中，每个局中人在给定对手效用水平的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因此，子对策完美均衡的一阶条件同一个仁慈的专制者为达到帕累托最优所面对的约束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相同。所以，完全信息的动态议价将不会产生内生交易成本，但可能产生贸易好处的不平等分配。把式（8.16b）代入两个局中人的效用函数，可得均衡的实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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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实际收入和相对价格意味着先要价者的优势随着贴现因子的下降（或随着不耐心程度提升）而增大。当贴现因子趋于1或开价和还价之间的时间间隔下降时，两个局中人的实际收入收敛到同样水平，均衡贸易条件收敛到非人格化市场价格的水平。

但是，上面的推导仅仅适用于去掉交易成本以后分工的净收益很大时的情形，因为此时选择自给自足作为威胁是不可信的。假设δ
 ∈（0，1），如果[image: ]
 ，那么在由式（8.16）给出的均衡处，有u
 y
 ≤u
 A
 ，因此，局中人2选择自给自足的威胁是可信的。但是，只要k
 1
 ＞k
 ＞k
 0
 ≡22（1-a
 ）
 ，分工总是互利的。对这个区间的参数值而言，子对策完美均衡可由下面的方法求得。

我们首先利用式（8.15）求解X
 2
 和Y
 2
 ，它们是X
 1
 和Y
 1
 的函数，然后把这个解代入式（8.14），并且用u
 1
 
y

 =（1-y
 1
 ）kx
 1
 =u
 
A

 =2-2a

 代替式（8.14）中的约束。我们可以利用式（8.14）解出X
 1
 和Y
 1
 ，X
 2
 和Y
 2
 的均衡可通过X
 1
 和Y
 1
 的均衡值解得。k
 ≤k
 1
 时的子对策完美均衡被总结如下。

[image: ]


如果k
 ＜k
 0
 ≡22（1-a
 ）
 ，式（8.18）的解意味着u
 
x

 ＜u
 
A

 =2-2a

 。因此，当k
 ＜k
 0
 时，子对策完美均衡是自给自足；当k
 ∈（k
 0
 ，k
 1
 ）时，它由式（8.18）给出；当k
 ∈（k
 1
 ，1）时，它由式（8.16）给出。显然，子对策完美均衡是分工，当且仅当纳什议价均衡是分工。也就是说，交替开价不仅导致有效的资源配置，而且导致有效的分工水平。

这个动态议价模型的不足之处是它不能解释谁是先要价者。所有局中人都知道先要价有优势，所以他们将为先要价而竞争，这种竞争意味着上述解可能不是均衡。在下一节里，我们将证明为了较大份额地争取分工好处而进行的竞争，将导致内生交易成本。

8.5.3 经济发展和由“敲竹杠”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


例8.13
 一个具有内生交易成本的轮流开价模型。
 我们现在允许局中人对先要价者位置进行竞争。我们在例8.12的动态对策中增加一个第0期，在第0期以后，新对策的结构同例8.12中的一样。因此，例8.12中的对策是这个新对策的子对策。在第0期，两个局中人选出谁是先要价者，考虑k
 ∈（k
 1
 ，1）时的情形，这意味着纳什议价均衡是分工。因为反向递推，从第1期开始的子对策均衡由式（8.16）和式（8.17）给出。假设在第0期每个局中人有两个策略：硬（T
 ）和软（S
 ）。硬策略意味着一个局中人坚持要成为先要价者，将不接受所得到的效用比先要价者的效用低的任何条件。软策略意味着如果对手采取硬策略，他将接受后要价者位置；如果对手选择软策略，他将同意由纳什议价均衡给出的公平条件。在给定第1期的子对策均衡条件下，第0期的对策由表8-5给出。

表8-5 竞争先要价者优势的对策策略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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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方格里的第一项表示局中人1的报酬（效用），第二项表示局中人2的报酬。u
 
A

 =2-2a

 是自给自足状态下的实际收入（效用），u
 
D

 =k
 /4是由纳什议价解给出的分工时的实际收入。[image: ]
 是由第1期的子对策均衡给出的先要价者的实际收入，[image: ]
 是由第1期的子对策均衡给出的后要价者的实际收入。对于k
 ＞k
 1
 ＞k
 0
 ，δ
 ∈（0，1），很容易看出u
 
H

 ＞u
 
D

 ＞u
 
L

 ＞u
 
A

 。

从表8-5我们可看出，如果两个局中人都选择硬策略，那么他们只能得到自给自足时的效用，这意味着在贸易条件上不能达成一致协议。如果他们都选择软策略，那么他们都可得到由纳什议价解给出的分工时的实际收入，分工的好处被两人平等分配。如果一个选择硬策略，另一个选择软策略，那么硬局中人会得到较多的好处。尽管收入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但是互利的分工仍然能够实现。在给定第1期的子对策完美均衡条件下，第0期的对策是一个典型的具有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的纳什对策。

我们首先证明结果T
 -T
 和S
 -S
 不是纯策略纳什均衡。我们利用反证法来证明。假设T
 -T
 是一个纳什均衡，我们考虑表8-5中的左上位置的方格。假设局中人1选择的是硬策略，那么很明显局中人2偏离策略T
 而选择策略S
 ，会使他的效用从u
 
A

 增大到u
 
L

 （＞u
 
A

 ）。这意味着他有单方面偏离结果T
 -T
 的动机。因此，根据纳什均衡的定义，T
 -T
 不是一个纳什均衡。同理，我们能够证明S
 -S
 也不是一个纳什均衡。

对非对称的结果S
 -T
 或T
 -S
 而言，没有局中人愿意单方面偏离，因此，它们都是纯策略的纳什均衡。然而，理论并不能预测两个纳什均衡中哪一个在实际中发生。但是，如果每个局中人被允许选择一个定义在其策略集上的概率分布，我们将有唯一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纯策略集上的概率分布被称为混合策略。混合策略是一种确保对策公平的方法，使得即使纯策略结果对某些局中人是不公平的，所有局中人也会参加。当家庭成员对看哪个电视频道意见不一致时，一个公平的办法是掷硬币，让随机过程来解决利益冲突。

假设局中人i
 以概率q
 
i

 选择软策略，以概率1-q
 
i

 选择硬策略，由于一个局中人的混合策略是想迷惑他的对手，局中人1将选择q
 1
 ，使得局中人2感觉到选择T
 和S
 是无差异的。对于一个给定的q
 1
 ，局中人2选择T
 的期望效用为（1-q
 1
 ）u
 
A

 +q
 1
 u
 
H

 ，选择策略S
 的期望效用为（1-q
 1
 ）u
 
L

 +q
 1
 u
 
D

 。这两个效用水平是无差异的，当且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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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模型的对称性，我们能证明局中人2的混合策略q
 2
 同式（8.19a）一样，它使得局中人1感觉到选择T
 和S
 是无差异的。很容易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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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δ
 能够被解释为外生议价费用，当δ
 =1时它为0，当δ
 =0时它取最大值1。公平纳什议价协议解发生的概率为q
 2
 ，相互有利的分工不能实现的概率为（1-q
 ）2
 ，因此，（1-q
 ）2
 表示内生交易成本。式（8.20）意味着为争夺较大份额的分工好处，即使外生交易成本趋于零，内生交易成本也不为零，但是内生交易成本随着外生交易成本的下降而减少。

我们现在考虑k
 ∈（k
 0
 ，k
 1
 ）。在这种情形下，由于局中人2得到的效用为自给自足时的效用u
 
A

 ，所以他选择自给自足的威胁变得可信，我们必须用u
 
A

 代替表8-5里的u
 
L

 ，同时，表8-5里的u
 
H

 不是由式（8.16）给出，而是由式（8.18）给出的。利用这些信息，我们能够求出局中人1的期望效用：


q
 1
 q
 2
 u
 
D

 +（1-q
 1
 ）q
 2
 u
 
H

 +（1-q
 2
 ）q
 1
 u
 
A

 +（1-q
 1
 ）（1-q
 2
 ）u
 
A

 =q
 1
 q
 2
 u
 
D

 +（1-q
 1
 ）q
 2
 u
 
H

 +（1-q
 2
 ）u
 
A



在给定q
 2
 的条件下，它随着q
 1
 的下降而下降。因此，q
 1
 的最优值为零。由于对称性，q
 2
 的最优值也为零。这意味着如果k
 ＜k
 1
 ，均衡是自给自足。由于[image: ]
 ，在这个对策里，如果k
 ∈（k
 0
 ，k
 1
 ），那么为争夺较大份额的分工好处导致子对策完美均衡是自给自足，而纳什协议均衡是分工，它是帕累托最优的。在k
 ＞k
 1
 条件下，子对策完美均衡是自给自足的概率为（1-q
 ）2
 ，而纳什协议均衡肯定是分工，因此，为争夺较大份额的分工好处所产生的内生交易成本阻止了相互有利的分工的实现。同产生内生交易成本的新古典对策模型相比，在内生专业化的协议对策里，内生交易成本不仅会导致无效的资源配置，而且会导致无效的分工水平和无效的生产率。如果把这个例子的结果同图3-1进行比较，内生交易成本的发展含义是很明显的。如果k
 ＞k
 0
 ，在不存在内生交易成本的条件下，生产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PPF）；在存在内生交易成本的条件下，生产处于PPF之下。

8.5.4 如何通过信誉来消除内生交易成本


例8.14
 一个内生专业化的重复对策模型。
 如果表8-5中的纯策略对策能够被重复地进行，那么由于信誉的缘故，内生交易成本能够被消除。假设有无限期t
 =1，2，…，每一期有一个对局，它与表8-5中的纯策略对策相同，那么所有各期的对局构成了一个超级对局。在这个超级对局里，每个局中人选择各期的纯策略将各期效用贴现值的总和最大化。可以证明，在这种重复对策里，至少存在一个纳什均衡，使得非合作的行为导致合作的效果，从而消除内生交易成本。

我们首先考虑两个局中人的一对策略系列。局中人1宣布，当对方选择软策略时，他也选择软策略，而一旦对方选择了硬策略，则他在下一期以后，就会永远选择硬策略。局中人2不难发现，面对局中人1的如此策略，他的软策略序列所对应的总贴现效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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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S
 可通过方程S
 -δS
 =（1-δ
 ）S
 =1-δ
 
T
 +1
 求解。这个总贴现效用随着T
 趋于无穷而收敛到u
 
D

 /（1-δ
 ）。如果局中人2在第1期选择一个硬策略，他在这一期的效用为[image: ]
 。但是，此后各期的效用均为u
 
A

 ，因为局中人1将拒绝合作。因此，局中人2的总贴现效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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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看出式（8.21a）大于式（8.21b），当且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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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当k
 ＞k
 0
 时，有u
 
D

 =k
 /4＞u
 
A

 =2-2a

 ，同时，[image: ]
 。可以证明如果δ
 ＞0.5，或如果贴现率小于100%，式（8.22）就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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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k
 ＞k
 0
 时上式成立，因为[image: ]
 。

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只要局中人不是很不耐烦，对信誉的关心可以消除内生交易成本，非合作的策略行为能够导致合作的结果。此处，对偏离合作的长期惩罚是这一结果的关键。

对策论中的无名氏定理证明了在这样的超级对策里存在许多个纳什均衡，它们可产生同样的结果。与上述均衡策略所不同的是，报复不是无限期的。例如，当一个局中人选择硬策略，他的对手在接下来的三期里也选择硬策略，但是三期以后可能恢复软策略。

这类用信誉来消除内生交易成本的机制能运行，还有不少制度条件。社会有一定的制度环境和道德共识，使对不良行为的报复和惩罚能有效实行。例如，如果在古代部落里拿别人的东西不被看成偷（或如果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不能被制裁），那么惩罚偷窃（或入侵）就不能有效实行。在苏联式的经济制度下，企业的私人剩余收益权控制权不能被法律保护，因此，没有人关心能够产生剩余收益的信誉。另外，如果与商标和企业名称有关的权利不能经过司法和执法过程得到有效保护，则信誉形成机制也不能发挥其限制内生交易成本的功能。

我们的重复对策模型证明信誉能够减少由争夺较大份额的分工好处而产生的内生交易成本，从而扩大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促进经济发展。

8.6 格罗斯曼-哈特-莫尔的不完全契约模型


例8.15
 由不完全契约和双边道德风险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的格罗斯曼-哈特-莫尔（GHM）模型。
 考虑两个局中人中一个的生意有风险，其销售收入可能高达R
 =40，也可能低至R
 =20，其运作成本可能高达C
 =30，也可能低至C
 =10。局中人1的努力水平x
 决定了取得高水平销售收入的概率。为简单起见，假设x
 ∈［0，1］，取得低水平销售收入的概率为x
 ，而取得高水平销售收入的概率就为1-x
 。局中人2的努力水平y
 决定了取得低运作成本的概率，这里假设y
 ∈［0，1］，这个概率等于y
 ，从而高水平的运作成本发生的概率为1-y
 。局中人1可视为销售商，而局中人2可视为产品的生产者，因此，他们生意的利润是由两个局中人的努力水平联合确定的。

这个生意有四个潜在的结果，它们的概率由表8-6给出。

表8-6 四种可能结果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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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单起见，假设低收入高成本状态导致破产，此时利润为零，那么这个风险生意的期望利润为


V
 =y
 （40-10）+x
 （1-y
 ）（40-30）+（1-x
 ）y
 （20-10）+（1-x
 ）（1-y
 ）0=10（xy
 +x
 +y
 ）

为了说明激励问题和相关的道德风险，我们假设局中人1的效用是V
 1
 -αx
 2
 ，其中，V
 1
 是其得到的利润部分。局中人2的效用是V
 2
 -5x
 2
 ，其中，V
 2
 是其得到的利润部分。在这个模型里有三期：第1期，两个局中人签订一个完全合约，这个合约给努力水平或各种困难的结果定价，或签订一个不完全合约，这个合约规定了剩余收益和控制权的分配；第2期，局中人选择他们的努力水平；第3期，自然界根据各种状态的先验分布以及局中人的努力水平选择一个结果，然后按照合约条款分配实现的利润。如果每个局中人能够看到其他人的努力水平，那么此时不存在道德风险，他们能够通过解下列最大化问题求出他们的最优努力水平，并在第1期的合约里要求达到该努力水平。

MaxW
 =V
 -αx
 2
 -5y
 2
 =10（xy
 +x
 +y
 ）-αx
 2
 -5y
 2


s.t. x
 ，y
 ∈［0，1］

其中，W
 是两个局中人的总期望效用。由于∂W
 /∂y
 =10（1+x
 -y
 ）＞0，此关系式对所有的x
 ∈（0，1），y
 ∈（0，1）都成立，根据库恩-塔克定理，y
 的最优值是1。关于x
 最大化W
 的库恩-塔克条件就决定了最优的合约条款，在不存在道德风险的条件下，该合约条款是帕累托最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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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计算该生意所产生的帕累托最优的总效用，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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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形下，所有权结构和剩余权结构是没有差别的。局中人1能够索取所有的利润，然后根据局中人2的努力水平支付给他报酬；或局中人2能够索取所有的利润，然后根据局中人1的努力水平支付给他报酬；或他们联合索取利润，然后根据他们的努力水平进行分配。在不存在道德风险的条件下，所有这三个利润所有权结构产生同样的结果。我们现在假设每个局中人不能看到其他人的努力水平，或当发生争执时，法庭不能证实它，因此，存在双边道德风险。另外，对四种状态进行完全的相机定价是极端昂贵的，以致为了使生意进行下去，只能采用不完全的合约。一个不完全合约设定了生意的所有权结构，它打开了重新协议的大门，在这种情形下，对一个局中人而言，不同的所有权结构将给出不同的事后协议权。

我们首先考虑一个对称的所有权结构D。在这个结构里，两个局中人是生意伙伴。他们通过第3期的事后纳什协议来确定合约条款。合约条款确定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利润如何分配。对于一个给定的合约条款，每个局中人在给定对方努力水平的条件下选择自己的努力水平来最大化在第1期的期望效用（等于他所得到的利润份额减去努力的负效用）。局中人1的期望效用是

Eu
 1
 =（V
 /2）-αx
 2
 =5（xy
 +x
 +y
 ）-αx
 2


在给定局中人2的努力水平条件下，他的最优努力水平为x
 =5（y
 +1）/2α
 。由于没有一个完全的合约，存在事后重新协议的可能性，两个局中人决策之间的相互依赖在他们的自利决策过程中并没有完全被考虑到。这个没有被考虑到的相互依赖关系看起来有点像外部效应。局中人2在预期到事后协议所确定的条款的条件下，在第2期的决策问题是

Max Eu
 2
 =（V
 /2）-5y
 2
 =5（xy
 +x
 +y
 ）-5y
 2


在给定局中人1的努力水平条件下，他的最优努力水平为y
 =（x
 +1）/2，均衡是由两个最优决策确定的。考虑到可能的角点解，均衡是


x
 =0，y
 =0，如果α
 ∈（0，5/4）


x
 =y
 =1，如果α
 ∈（5/4，5）


x
 =15/（4α
 -5），y
 =（2α
 +5）/（4α
 -5），如果α
 ＞5

在结构D里，两个局中人的总期望效用是


W
 D
 =V
 -αx
 2
 -5y
 2
 =0，如果α
 ∈（0，5/4）


W
 D
 =25-α
 ，如果α
 ∈（5/4，5）


W
 D
 =10（xy
 +x
 +y
 ）-αx
 2
 -5y
 2
 ，如果α
 ＞5

当α
 ∈（0，5/4）或α
 ＞5时，期望效用水平低于帕累托最优的期望效用水平W
 *
 ；当α
 ∈（5/4，5）时，这个效用水平和帕累托最优的期望效用水平W
 *
 相等。两者之间的差别便是由道德风险和不完全合约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

这里有两个不对称的所有权和剩余权结构。在结构A里，局中人1是生意的所有者，他通过其事后协议权获得剩余收益，局中人2获得一份保留的报酬，在局部均衡模型里，这一保留的报酬水平是外生给定的。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保留报酬为零，所以，局中人2将选择y
 =0。所有者的决策问题是

Max Eu
 1
 =V
 -αx
 2
 =10x
 -αx
 2


其解为x
 *
 =5/α
 。两个局中人的总效用为


W
 A
 =25/α


它比帕累托最优的水平低。由于只有局中人1的努力对结果有影响，所以如此的剩余权结构被认为是不对称的。

同理，我们能够解不对称结构B的角点均衡。此时，局中人1获得保留报酬，局中人2是生意的所有者。这个解为


x
 =0 y
 =1 W
 B
 =5

它同样低于帕累托最优效用水平。因此，这三个所有权和剩余权结构都产生内生交易成本。在结构D里，两个局中人对对方的努力部分地免费搭车，从而双边道德风险引起内生交易成本。这些内生交易成本在结构A里归因于局中人2的道德风险，在结构B里归因于局中人1的道德风险。考虑到所有可能的结果，两个局中人总是能够通过私下交易来选择具有最高的第1期总效用的角点均衡。

超边际分析表明，如果α
 ∈（0，5/4），则有W
 A
 ＞W
 B
 ＞W
 D
 ；如果α
 ∈（5/4，5），则有；W
 D
 ＞W
 A
 ＞W
 B
 ；如果α
 ∈（5，43.2），则有W
 D
 ＞W
 B
 ＞W
 A
 ；如果α
 ＞43.2，则有W
 B
 ＞W
 D
 ＞W
 A
 。因此，表8-7总结了均衡及其超边际比较静态结果。

表8-7 均衡的所有权结构及其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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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局中人2的负效用系数固定等于5，局中人1的努力的负效用系数α
 就代表了两个局中人努力的相对负效用。因此，表8-7意味着两个局中人的努力的相对负效用决定了哪个所有权结构是均衡结构。如果局中人1的努力的负效用相对较小，则在均衡中他将是生意的所有者（结构A）；如果局中人1的努力的负效用相对较大，在均衡时局中人2将是生意的所有者（结构B）；如果两个局中人的努力的负效用接近，那么他们将选择一个对称的结构（结构D）。

如果收益和成本系数也是参数，则能够证明，努力水平对利润有显著影响且其努力的负效用相对较低的局中人将是生意的所有者；如果两个局中人的努力水平对利润的影响和努力的负效用接近，则均衡的所有权和剩余权结构就是对称的。因此，这个模型验证了科斯定理的第二部分，即当有内生交易成本时，市场会选择内生交易成本最低的产权结构。

8.7 不可信的承诺和软预算约束

在这一节里，我们考虑德瓦成普特和马斯金的承诺对策与软预算约束模型的最简单版本。


例8.16
 德瓦成普特和马斯金（Dewatripont and Maskin，1995）模型。
 考虑一个在两种不同体制下的对策：其中的一种体制为，仅仅有一个银行家，他拥有两个单位的资本，他考虑对一个企业家提出的项目贷款，我们称这种情形为中央集权型；在另一种体制中，有两个银行家，每个人有一个单位的资本，我们称这种情形为分散型。项目存在不确定性，也就是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另外，信息是不对称的：仅仅企业家知道项目是好的还是坏的，银行家在投资完成以后才知道该信息。这里有两期，如果项目是好的，当银行家第1期在这个项目上投资一个单位的资本时，该项目能够在一期内完成，并且银行家可以获得一个总报酬R
 ＞1或净报酬R
 -1＞0；如果项目是坏的，那么它不能在第1期内被完成，银行家必须考虑是否给这个项目再融资。如果银行家进行再融资，那么银行家的总报酬为r
 的概率为p
 ，为零的概率为1-p
 。这里，p
 是银行家监督企业家的成本C
 =bp
 2
 的函数，其中C
 是第1期的总监督成本，b
 是系数。我们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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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项目被完成，则企业家获得的报酬为A
 ；如果项目没有被完成，不管项目是好是坏，他得到的报酬都为E
 。假设A
 ＞0＞E
 ，这意味着企业家一直有动机获得贷款以便完成项目。

我们首先考虑好项目并且在第1期内被完成的情形。不管是哪一种体制条件下的对策，银行家得到的净报酬都为R
 -1，企业家得到的报酬都为A
 。对一个坏项目而言，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如果式（8.23）成立，我们能够看到银行家有动机进行再融资。如果在第1期一个单位的资本投下去后银行家不再融资，那么它的净报酬为-1。如果在第2期进行了再融资，他可以在满足约束条件C
 =bp
 2
 的条件下选择p
 来最大化他的期望净报酬pr
 -C
 -2，因此，最优的净报酬是（r
 2
 /4b
 ）-2，如果式（8.23）成立，那么此净报酬大于-1。但是，如果式（8.23）成立，坏项目就会产生一个负利润，或（r
 2
 /4b
 ）-2＜0，因此，该项目是无效率的。这说明在中央集权机制下，由于信息不对称，承诺不再对坏项目融资是不可信的，与这种不可信的承诺有关的软预算约束（再融资）产生了由对坏项目再融资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

现在我们考虑两个银行家的情形，每个银行家有一个单位的资本。假设项目是坏的，以致第一个银行家在第2期不能对该项目进行再融资。在第1期，第一个银行家在满足约束条件C
 =bp
 2
 的条件下选择p
 来最大化他的期望净报酬αpr
 -C
 -1。这里α
 ∈（0，1）是项目完成所产生的总回报中第一个银行家得到的份额，或1-α
 是第二个银行家所得到的总回报的份额。第二个银行家对项目进行了再融资，最优的p
 是p
 *
 =αr
 /2b
 ，这里，我们假设第二个银行家不能观察到第一个银行家的监督力度。如果第二个银行家的期望净回报为（1-α
 ）pr
 -C
 -1＜0（这里p
 =αr
 /2b
 ），或（2-3α
 ）αr
 2
 ＜4b
 ，那么他将不会对这个项目进行再融资，因此，如果α
 ＞2/3，再融资就不会发生。有坏项目的企业家利用序贯理性原则能够预测到这个结果，因此，他将不会申请贷款。换句话说，在分权体制下，承诺不对坏项目进行再融资是可信的，因此预算约束是硬的，这样，当α
 ＞2/3时，坏项目在均衡时不会出现。

内生交易成本是快速发展的领域之一，它包括道德风险、不完全信息、各种具有内生交易成本的对策模型（序贯均衡模型、承诺对策模型等）、机制设计以及不完全合约和剩余权模型。除了正式的模型，这个领域还包括许多没有模型的思想，如诺斯的关于体制和交易成本的发展含义的思想、巴塞尔（Barzel，1997）的国家经济学、哈耶克（Hayek，1944）关于自发秩序的思想、布坎南的宪政经济学，这些思想仍然没有被形式化。我们推测，这些思想的形式化需要能够预测对策规则（制度）演化的对策模型。但是，到目前为止，演化的对策模型仅仅能够预测策略和结果的演化（参见Mailath，1998；Weibull，1995）。例如，至今我们不理解惩罚偷窃的制度是如何出现的，而这个制度对经济发展又是必需的。因此，要理解制度的发展含义和由国家机会主义与无效的制度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我们需要更正式的分析。

关键术语和复习

内生交易成本与外生交易成本。

道德风险和相关的内生交易成本。

道德风险和逆选择之间的差别。

风险厌恶、风险喜好和风险中性。

戈森不等式。

确定性等价。

激励相容和参与约束。

合约的功能、所有权和剩余权。

对策、对策规则、局中人、策略、结果和报酬函数。

一个对策的策略形式和扩展形式。

纳什均衡、子对策完美均衡、贝叶斯均衡和序贯均衡。

超级对策和阶段对策。

内生交易成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什么条件下信誉能够被用来减少内生交易成本？

剩余收益、剩余控制、双边道德风险和不完全合约。

不可信的承诺和软预算约束是怎样引起内生交易成本的？

进一步阅读

对委托-代理模型的考察：Arrow（1985），Hart and Holmstrom（1987），Prendergast（forthcoming），Holmstrom and Roberts（1998），Bolton and Scharfstein（1998），Gibbons（1998）及其参考文献。分成制模型：Singh（1989），Stiglitz（1974）。不完全合约和所有权结构的模型：Hart（1995），Hart and Moore（1990），Grossman and Hart（1986），Holmstrom and Roberts（1998）。内生专业化和道德风险模型：Yang and Yeh（1996），Lio and Yang（1997），Yang（1997）。道德风险和逆选择模型：Mas-Colell，Whinston and Green（1995，chapters 6，13，14）；Varian（1993，chapter 8）。没有形式化模型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所有权经济学文献：Williamson（1975，1985），Barzel（1982，1985，1989），Furubotn and Pejovich（1974），Cheung（1970，1983），North（1990）。内生偷窃的新政治经济模型：Marcouiller and Young（1995），Skaperdas（1992）。道德风险的一般均衡模型：Helpman and Laffont（1975），Legros and Newman（1996），Kihlstrom and Laffont（1979）。双边道德风险：Bhattacharyya and Lafontaine（1995），Cooper and Ross（1985），Eswaran and Kotwal（1985），Romano（1994）。内生专业化和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模型：Laffont and Tirole（1986），Lewis and Sappington（1991）。科斯定理：Coase（1960），Cooter（1989）。内生交易成本和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含义：North and Weingast（1989），North（1970，1981），Macfarlane（1988），Mokyr（1990，1993），Sachs（1997），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World Bank（1997）。有关内生交易成本的形式化模型的一本好课本和参考书：Milgrom and Roberts（1992）。对策论的一个好的介绍：Dixit and Nalebuff（1991，pp.7-84）。纳什对策和纳什均衡：Kreps（1990，p.328），Fudenberg and Tirole（1991，p.14）。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Fudenberg and Tirole（1991，pp.18-19），Kreps（1990，chapter 11），Fudenberg and Tirole（1991，chapter 2），Tirole（1989，chapter 11）。纳什公理化的对策模型：Osborne and Rubinstein（1990）。贝叶斯对策：Dixit and Nalebuff（1991，chapter 2）。intermediate texts can be found in Tirole（1989，chapter 11），Kreps（1990，chapter 13），Fudenberg and Tirole（1991，chapter 6）。子对策完美均衡或完美均衡：Dixit and Nalebuff（1991，chapters 6 and 11），Tirole（1989，chapter 11），Kreps（1990，Sec.12.7 and 15.3），Fudenberg and Tirole（1991，chapter 4），Test：Duplicate the algebra in Kreps（1990，p.556）or Tirole（1989，pp.430-431），Fudenberg and Tirole（1991，chapter2）。纳什协议对策：Nash（1950），Osborne and Rubinstein（1994），Gibbons（1992），Fudenberg and Tirole（1991），Kreps（1990），Tirole（1989），Dixit and Nalebuff（1991）。交替开价的协议对策：Rubinstein（1982，1985）；Kreps（1990）；Fudenberg and Tirole（1983，1991）；Osborne and Rubinstein（1990）；Binmore，Osborne and Rubinstein（1990）；Stahl（1972）。价格的功能：Gale（1986），North（1987），Hayek（1945），Grossman（1989）。瓦尔拉斯均衡的信息效率：Hurwitz（1973）。由贸易摩擦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Cheng，Sachs and Yang（forthcoming）。超级对策（重复对策）：Fudenberg and Tirole（1991，sec.4.3），Tirole（1989，sec.6.3，pp.247-251），Kreps（1990，sec.14.2，pp.509-512）。序贯均衡和完美贝叶斯均衡：Laffont and Tirole（1986），Lewis and Sappington（1991），Qian（1994），Kreps and Wilson（1982），Tirole（1989，pp.436-444），Kreps（1990，secs.12.7 and 13.2），Fudenberg and Tirole（1991，chapter 8），Farrell and Maskin（1989），Fudenberg and Tirole（1983）。承诺对策和软预算约束：Dewatripont and Maskin（1995），Maskin（forthcoming），Qian（1994），Maskin and Xu（1999），Roland（2000）。

思考题

1.产权经济学家认为，对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东西不是赢得一场比赛，而是选择决定谁是赢家的比赛规则。如果你试图设计有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对策模型来预测比赛规则演进，你会期望从这种模型里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动态和比较动态）？

2.诺斯（North，1981）、麦克法兰（Macfarlane，1988）、萨克斯（Sachs，1997）、黄（Huang，1991）和墨克（Mokyr，1990，1993）认为，下面的条件对英国工业革命至关重要：运输条件足够良好有利于分工的发展，特定的地理条件确保英国能以低国防开支避免和其他国家发生战争并确保了贸易运输优势；君主立宪制和议会民主提供了长期的政治稳定；在流行的意识形态里追求财富被宣布为合法，因此，人才从军事、宗教和行政等职业转向商业活动；欧洲国家的政治多样化及英国分散的政治力量鼓励了新思想、各种各样的制度和新技术的实验；牢固的财产权，包括知识产权，鼓励了发明和革新；稳定、非掠夺性的税收体制和政府自由放任主义政策鼓励了商业活动；国王资产和英国银行的分离提高了社会的创造力并限制了寻租行为；公平法使习惯法在公正的前提下非常适应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发展变化；自由结社，即建立私人公司不需要政府的批准和许可证，为企业的自由经营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分析其中哪些条件对发展中国家20世纪的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用一个特定国家为例详细阐明你的观点，并分析在此国家哪些条件尚未出现及能采取什么措施。

3.为什么理性的行为会导致协调失败？为什么在纳什对策里两个局中人之间的协调失败对整个社会也许是一次协调成功？为什么在一次非合作对策里，如果局中人的人数趋于无限并允许自由进入，纳什均衡会收敛到瓦尔拉斯均衡？

4.巴克勒（Baechler，1976）认为，欧洲敌对君主之间各种各样的政治形态和竞争是欧洲率先发生工业化的关键条件。但是，正如巴克勒观察到的，所有的权力都趋于专制。使用囚徒困境模型来分析为什么欧洲的君主们不能相互协调建立一个政治垄断。巴克勒相信，发展完善的封建体系、教堂和地理政治的多样性为国家权力提供了制约和平衡，并决定了欧洲政治的分裂。你能用对策模型把他的假想形式化吗？墨克（Mokyr，1990，1993）认为，在19世纪以前中国皇帝的政治垄断和东亚儒家文化的垄断不利于东亚经济的发展。分析为什么在那段时期这样的垄断能流行。

5.张五常（Cheung，1969）说测定工作绩效，如果有交易成本，那么分成地租是一种有效分担风险的方法。张五常甚至找到了有些土地改革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据。证明在例8.2中，如果没有道德风险，风险分担本身并不使分成地租成为必需。在例8.2中，我们隐含地假设没有保险市场。如果有健全的保险、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分成地租仍然是次优吗？

6.在设定一个均衡模型时，对策规则的一般性和模型其他方面的一般性之间的两难冲突是什么？为什么经济学家有时候设定先验的需求函数，并且在对策模型中使用误导人的局部分析方法？

7.为什么贝叶斯均衡模型和序贯均衡模型比瓦尔拉斯均衡模型有更强的解释能力？

8.在瓦尔拉斯均衡模型中，数量和价格之间相互作用与序贯均衡模型中信息和动态策略之间相互作用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

9.思考设备出租市场的所有权结构。电视机、挖掘机、电钻和其他机器设备可以由它们的使用者拥有或从所有者那里租借。应用基于GHM模型的最优所有权结构理论来分析与两种所有权结构相联系的内生和外生交易成本。识别两种结构中其中一种是一般均衡的条件。用例子来详细说明为什么最优所有权结构理论和公司制度没有任何关系。

10.霍姆斯特姆和罗伯兹（Holmstrom and Roberts，1998）指出，在例8.15的不完全合同模型里，企业制度没有很好地被定义。他们用BskyB，即一种默多克媒体帝国的广播体系作为例子来详细说明GHM模型的缺点。BskyB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组织，不仅通过拥有物质财产创造财富，而且通过起草巧妙的合同对媒体的有效网络施加影响。卫星广播要求多种多样高度互补的活动，包括节目安排的获得和发展、提供播送系统（卫星、发射器和家庭接收器）和加密装置的发展（只让付款的人接收到节目），所有这些都必须在服务提供之前实施。其他相似的复杂系统，如电灯照明体系或早期的计算机体系，则主要是在单个公司里发展的。BskyB则依赖于和其他公司的联盟。托普斯·泰尔（Topsy Tail）是一个更加“有效的公司”。它只雇佣三个人，但是销售妇女全套衣饰中的小配件（梳子、发卡等）的销售额将近1亿美元。托普斯·泰尔构想出新产品，但是发展、制造和分配它们所涉及的每一样东西主要是由一个扩展的合同网络来处理。举一些更大更传统的公司如贝纳通（Benetton）和耐克（Nike），它们也更广泛地依赖于以购买而不是自产投入品为基础。在这些例子中，至关重要的财产当然是商标名称的控制权，这种控制权给予他们巨大的权力来控制、组织不同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用这些例子来讨论第7章的公司理论和例8.15中的不完全合同理论之间的区别。

11.为什么一个人为了自利必须确保他的对手从分工的收益中获得足够大比例的收益？

12.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纳什协议对策是个合作对策，协议过程中没有不合作的性质。联系纳什对纳什协议对策的性质和边际扰动之间的联系的观点，评价这种观点。

13.赫卫兹（Hurwitz，1973）证明，瓦尔拉斯体制产生的收集和传递信息的外生费用是最低的。但是，正如我们在例8.11中所证明的，在一组有限的消费者-生产者的新兴古典框架中，瓦尔拉斯体制会产生贸易冲突并导致内生交易成本。用由瓦尔拉斯均衡中的贸易冲突导致的内生交易成本和纳什协议对策中的内生和外生信息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来解释，当分工网络规模不断扩大时，瓦尔拉斯体制中不因人而异的定价比在协议里因人而异的定价越来越重要。联系纳什认为非人格定价对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分工至关重要的观点阐述你的观点。

14.为什么瓦尔拉斯均衡模型比序贯均衡模型包含更多的信息不对称？分析具有内生专业化的瓦尔拉斯均衡模型中“看不见的手”在提高产生分工经济的信息不对称及限制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内生交易成本的功能。

15.弗里德曼用生产铅笔的故事来阐明价格体系怎样以避免不必要信息交流的方式来传递信息。当木材价格上涨时，铅笔的制造商不需要知道价格的上涨是否由一场严重的森林大火，或由消费者家具品位的变化，或由其他部门的一些技术变化所引起。如果分工程度非常高，收集交易伙伴的效用和生产函数的信息的外生交易成本将非常大，正如例8.8和例8.9中所描述的，外生交易成本对讨价还价至关重要。但是，瓦尔拉斯体制中不因人而异的定价可以避免所有这些外生交易成本。用例子来阐明“看不见的手”怎样提高信息不对称和相关的分工经济，同时降低信息传递成本。

16.区分纳什协议对策中公平定价和收入平等分配的区别，并讨论这种差别对有关“效率和公平之间的两难冲突”争论的含义。

17.分析保护公司所有者剩余收益权的法制体系及保护商标、版权、商业名称的法律使信誉机制起作用来降低内生交易成本的重要性。

18.为什么哈特认为委托-代理模型不是企业制度的正式理论？

19.约翰正在考虑和他的俄罗斯合伙人一起建立业务——出版俄文版的《美国商业名录》。他希望这笔业务能在扣除美国公司在书中的广告和在俄罗斯的印刷成本后挣钱。假设约翰向你求教，他应该选择以下三种所有权结构中的哪一种？①他雇佣俄罗斯合伙人在俄罗斯开展业务，他自己照管在美国的业务。②他和他的合伙人一起建立一个合资企业。③他要求俄罗斯合伙人对由他照管的必须在美国进行的业务付酬。根据你假设的特定业务情况，概括你的建议。例如，如果法制结构和法律的实施不太健全，那么俄罗斯合伙人与政府官员特殊的私人关系及其相关的努力也许对减少风险就很重要，因此，合资企业可能是比他雇佣俄罗斯合伙人的安排更佳的选择。

20.韦伯（Weber，1961，pp.251-252）和诺斯（North，1981，pp.158-167）认为，中世纪以来，不同的制度和商业形式，如年金保险契约、股权证、汇票、私人商业公司、私人银行、抵押和具有信托书注册担保等对欧洲19世纪的工业化是至关重要的。用本章的模型来解释为什么制度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21.墨克（Mokyr，1993，p.41）认为，在英国18世纪和19世纪工商业阶层的绅士化对经济发展有正效应，但是人们也指责它造成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领导地位的下降。同时，欧洲大陆和美国发展的工业标准化，使其他国家在第二次工业化浪潮中超过了英国。这意味着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不同比赛规则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使精英有激励为他们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和强大做贡献。这种影响和强大是基于经济发展成就的。设计一个对策模型来探究19世纪欧洲和北大西洋地区这种经济发展对策的意义。

22.许多制度在降低一种类型的内生交易成本的同时也增加了另一种类型的内生交易成本，正如米尔格龙和罗伯兹的进入阻碍模型所示（参见本章习题4），其中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内生交易成本的增加是与垄断导致的内生交易成本的减少相联系的，此外，专利法减少了界定和保护知识产权的交易成本，但使垄断导致的内生交易成本增加。在没有专利法的情况下，企业制度和商业保密能保护企业家的思想，但是，这种保护不如专利法所能提供的保护那么有效（Mokyr，1993）。分析与不同的机制相联系的不同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在你的分析中可使用诺斯（North，1981，p.165）、罗森伯格（Rosenberg，1986，pp.144-164）和墨克（Mokyr，1990，pp.248-254；1993，pp.40-46、58-70）提供的有关专利法和企业制度的好处和成本的历史证据。

23.诺斯（North，1958，1986）发现了运费和经济发展负相关及交易部门的收入比重和人均纯收入同时提高的经验证据。然而，这个经验证据只和外生交易成本相关，内生交易成本更难测定。你能找到一种用经验观察来测试本章发展的内生交易成本理论的方法吗？

习题

1.两性战争。两个局中人希望一起去参加一项活动，但就去看足球赛还是去看芭蕾舞发生了分歧。如果一起去参加他或她喜爱的活动，则每个局中人得到效用2；如果一起去参加对方喜爱的活动，则每个局中人得到效用1；如果两人无法达成一致，只好留在家里或各自出去，则每个局中人得到效用0。假设两个局中人同意使他们的选择随机化来确保双方都公平地参加对策，那么他选择足球赛的可能性是p
 1
 ，以使她的期望效用在足球赛和芭蕾舞之间的选择是无差异的；如果她选择芭蕾舞的可能性是p
 2
 ，以使他的期望效用在两个选择之间是无差异的。证明有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并求混合策略纳什均衡。纳什用不动点定律证明对于任意混合策略纳什对策，都存在纳什均衡。

2.假设例8.6中在有大量买主的情况下，古诺均衡寡头模型里的反需求函数p
 =a
 -bx
 包含不确定性。a
 =θ
 
h

 的可能性为ρ
 ，a
 =θ
 
l

 的可能性为1-ρ
 。公司2有关于自然选择实现的a
 值的私人信息。但是公司1只有关于a
 的一般知识，求贝叶斯均衡。如果是b
 而不是a
 中包含不确定性，你的答案是什么？

3.再次思考在例8.6中的贝叶斯均衡模型。假设两个公司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是一样的：c
 
i

 （i
 =1，2）包含不确定性，并且公司i
 对c
 
i

 有完全信息，但对c
 
j

 有不完全信息。c
 1
 和c
 2
 的概率分布函数与例8.6所设定的是一样的。使用信息不对称的对称求贝叶斯均衡。

4.进入制止对策米尔格龙和罗伯兹（Milgrom and Roberts，1982）。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对策里有两个局中人：局中人1是个生产一种商品的公司，可被称为内部人；局中人2是业务的潜在进入者，可被称为外部人。商品的反需求函数是p
 =9-x
 ，内部人的成本函数是θx
 +2.25，其中θ
 =3的可能性是ρ
 ，θ
 =1的可能性是1-ρ
 。内部人知道θ
 的实现值，但是外部人不知道。外部人的成本函数3x
 +2.25对所有的局中人都是常识。在阶段1，内部人选择的产出水平将给外部人一些有关内部人的类型的信号，这反过来影响外部人关于第二阶段进入的决策。外部人选择生产量使得他在第二阶段的预期利润最大化，并且根据对内部人在第一阶段产量的观察得到的最新信息决定是否进入这个部门。内部人选择两个阶段的产出水平使得两个阶段的总利润最大化。他在第一阶段是个垄断者，在第二阶段如果外部人没有进入这个业务，他仍是个垄断者。如果外部人在第二阶段进入这个业务，则两个公司有古诺均衡，求两个公司在两个阶段的产出水平。当外部人已经看到第一阶段的价格p
 1
 时，θ
 =3的事后概率为μ
 （p
 1
 ），对于相关的ρ
 的区间值，求解混合均衡和区分均衡的两期市场价格。在观察到内部人在第一阶段产出水平的条件下，外部人的进入决策是什么？

5.假设伯查德模型里的成本函数和需求函数同古诺模型中一样，但是两个厂商的策略是选择价格而不是选择数量。求纳什均衡并证明它是帕累托最优的。

6.考虑例8.1里的模型。假设当努力水平高时，R
 =16的概率为θ
 ＞0.5，R
 =4的概率为1-θ
 ；当努力水平低时，R
 =4的概率为θ
 ＞0.5，R
 =16的概率为1-θ
 ；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为lnw
 -lne
 ，求解有效的合同。

7.考虑例8.3里的模型。假设产品y
 的交易效率系数对M
 1
 个第Ⅰ型的人而言为k
 1
 ，对M
 2
 个第Ⅱ型的人而言为k
 2
 ，M
 1
 +M
 2
 =M
 ，应用超边际分析法解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注意到两种类型的不同个人之间的效用相等条件不再成立，更多的完全分工结构是可能的。

8.考虑例8.15中双向道德问题模型。假设参数修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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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一般均衡并对其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9.考虑例8.11中模型。假设产品x
 是一个中间产品，效用等于产品y
 的消费量，y
 的生产函数为y
 +y
 
s

 =（x
 +kx
 d
 ）0.5
 L
 
y

 ，x
 的生产函数为x
 +x
 
s

 =L
 
x

 -a
 ，求解纳什协议均衡并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10.假设在前面习题的模型里，局中人i
 的劳动禀赋为a
 
i

 ，求解纳什协议均衡。分析威胁点的相对值对一个局中人的相对协议权的影响。

11.假设在例8.5中，局中人i
 的贴现因子是δ
 
i

 ，求轮流开价协议对策中的子对策完美均衡。分析不耐烦的相对程度的影响（相对值为δ
 1
 /δ
 2
 ）和第一个先开价的人在局中人相对协议能力上的优势。

12.在以下的协议模型里，什么是局中人相对协议能力的决定因素？①本章习题10中的协议模型；②例8.12中信息不对称的协议模型；③本章习题11中轮流开价协议对策。

13.思考例2.2中的模型。假设允许两个政府在两种贸易制度之间选择：纳什关税协议和自由贸易；在由信息收集导致的效用损失上有成本系数c
 ，并且这个系数对求解纳什协议解决方案至关重要。解出纳什协议结果是一般均衡的临界值c
 。

14.思考在囚徒困境模型中的策略形式的纳什对策。在被警方逮捕以后，两个罪犯中的每一个都能选择策略“坦白”或“不坦白”，他们对策的四个可能结局的支付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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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每个格子中的第一个数字是囚犯1的报酬，求纳什均衡。

15.在例8.4中引入双向道德问题和不完全合同，求一般均衡并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16.思考每个消费者-生产者都是事前相同的模型（Yang and Yeh，2002）。他们中的每一个都能生产一种最终产品y
 和一种中间产品x
 ，每个人的效用函数是U
 =ln［（y
 +ky
 
d

 ）s
 ］，其中，y
 和y
 
d

 分别是最终产品的自给量和购买量，k
 是交易效率系数，最终和中间产品的生产函数是y
 
p

 ≡y
 +y
 
s

 =（x
 +kx
 
d

 ）L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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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上标s
 代表售出量，x
 和x
 
d

 分别是中间产品的自给量和购买量，L
 
i

 是分配来生产产品i
 =x
 、y
 的劳动量。假设L
 ＞β
 
H

 ＞β
 
L

 ＞0，θ
 
H

 ＞θ
 
L

 ＞0，1＞ρ
 
H

 ＞ρ
 
L

 ＞0，每个人工作和休闲的总时间为L
 ，因此每个人的禀赋约束是L
 
x

 +L
 
y

 +s
 =L
 ，其中，s
 是分配给休闲的时间。求一般均衡并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提示：数学推导很烦琐，答案可参见Yang and Yeh，2002）。




 [1]
 参见辛格（Singh，1989）对租佃理论及其正式模型的一个综述。


第9章 交易风险、财产权、保险和经济发展

9.1 交易的不确定和产权经济学

墨克（Mokyr，1993，pp.40-58，158-162）提供的历史证据显示，英国在1760～1830年工业革命发生的主要条件之一正是私有产权的有效界定和法律保护。正如他所总结的（pp.56-58），“英国出现的新型政府为英国的经济发展快于其他地方创造了环境。更重要的是，拥有和管理财产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与欧洲大陆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没收和征集私人财产形成了鲜明对比。除了少数例外，个人自由在英国被广泛接受……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的财产比在英国更安全”。

诺斯（North，1981，pp.158-162）指出：“较好地明确产权（这同自由贸易不是一回事）可以改善要素和产品市场……生产规模扩大的结果导致更多的专业化和分工，而更多的分工又会增加交易成本。组织上的变化减少这些交易成本并能够戏剧性地降低创新成本，这些创新能够扩大市场规模并提高回报率，从而促进产权的更加明晰。正是这些发展为真正的技术革命铺平了道路。”墨克（Mokyr，1993，p.44）同诺斯的想法一致，他认为：“对创新拥有所有权（专利和商标）、较好的法庭和警察保护，以及不存在随意没收充公的行为都是类似的例子，它们能够提高创新活动和资本积累。”

诺斯和温格斯蒂（North and Weingast，1989）考察了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所发生的制度变化，财富的拥有者增强了对权力的掌握，政府在牢固的财政基础上承诺尊重现存的财产权分配。他们指出，对合同和产权的保护是专业化和非人格交换的前提条件。墨克（Mokyr，1993，p.45）也指出：“通过按照事前制定并容易被理解的规则征税，通过逐渐放弃都铎王朝（Tudor）式和斯图亚特王朝（Stuart）式靠垄断权来作为皇室收入主要来源的做法，1689年的体制成为很早以前就开始实行并在1660年理查二世王政复辟后得以确立的体制的连续。”

另外，墨克（Mokyr，1993，p.44）认为，法国实施的对财产随意没收的政策是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墨克（Mokyr，1990，p.238）、费正清（Fairbank，1992）以及巴克勒（Baechler，1976，p.82）认为中国明、清政府对私人企业产权的践踏对经济发展非常有害。杨小凯、王建国和威尔斯（Yang、Wang and Wills，1992）也发现了有关经济发展、分工演进和较好地设定和行使产权之间关系的经验证据。

在这一章里，我们用内生分工网络规模的斯密模型研究经济发展、产权的行使以及保险之间的关系。在第9.2节里，我们首先将交易风险引入一个内生专业化模型的每个交易，这样我们会有一个分工经济和较大交易网络的可靠性之间的两难冲突。由于总的交易风险是交易次数的一个指数函数，由不保险的产权所引起的交易风险对分工的约束比其他看得见的交易成本要大得多。由于在一个内生专业化的模型里，生产率是由分工水平决定的，由不可靠的产权所引起的交易风险对经济发展的阻碍比其他看得见的交易成本要大得多。

在我们每天的决策过程中，分工的协调可靠性问题是很重要的，这是许多人并不想专注于某个特定活动的原因。当一个人提高他的专业化水平时，他就变得更加依赖于生产其他必需品的专家。由于分工是与一个投入和产出网络相联系的，这个投入和产出网络包含许多不同专家之间的串联，如果这个串联中的某一环节失灵，整个网络就会陷入瘫痪。因此，随着专业化和分工水平的提高，分工网络的总的协调失败风险就会超比例地增大。

在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条件下，一个企业不愿意专业于某一个活动，而是努力自给自足许多服务，如建立自己的幼儿园、小学、食堂，以及自给自足许多中间商品和服务。这说明对自由贸易的约束会导致较高的协调失败的风险。1994年，中国的115个汽车制造厂每家每年所生产的汽车不到10万辆，而自给自足的中间物品却占80%～90%（参见Lardy，1998a）。在自由的市场体制下的美国，仅仅只有四个汽车制造公司。每家公司每年的产量都超过100万辆且自给自足的中间物品不到40%（Webster，et al.，1990）。美国最近的经济发展与特许经营网络的繁荣有关，特许经营的特点是在特许人（franchisers）专业生产想法与受许人（franchisees）专业生产有形服务之间有较好的分工，美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基本上依赖于对无形的企业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如操作手册和信誉。

分工经济和协调可靠性之间的两难冲突意味着，只要分工经济能够被充分利用以致超过增加的总风险，那么一个较高的总的协调失败风险仍然是有效率的。如果交易条件的改善增大了分工经济和总的交易风险之间的两难冲突回旋的余地，那么有效的总合风险和生产力水平可同步提高。这样，一个高的有效的总协调失败的风险可能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类的事件有关。在20世纪20年代，西欧和美国成功的工业化的结果是发展了一个大的国内和国际分工网络。一方面，高分工水平提高了生产率，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繁荣；另一方面，它明显地增大了分工网络协调失败的风险。在那个网络里，许多很专业化的部门被串联在一起，以致当一个专业化的部门（如银行部门）失灵时，整个网络就陷入瘫痪，结果就会出现如大萧条和大规模失业的现象。换句话说，由协调失败的高风险所导致的经济危机的大风险是由个人内生选择的，这就像我们权衡了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得与失以后，仍决定选择高速公路——选择较高的被撞死的风险——一样。因此，经济发展、协调可靠性和产权之间的关系远比简单说产权清晰有利于经济发展要复杂得多。

特别是如果每个交易协调失败的风险能够通过投入资源而减少，那么风险就变成了一个内生决策变量。分工协调失败的风险可通过将资源用于设定和行使合同条款而得到减少，从而详细设定这些合同条款外生交易成本。我们可以考虑把由协调失败的风险所引起的福利损失当成第8章中所考察的由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因此，我们就有一个设定与行使产权的外生交易成本和内生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因此，我们能够看到，在市场上内生和外生交易成本之间的有效折中可能包含着不完全的设定和行使产权。火车或公共汽车的月票是说明这种两难冲突含义的一个例子。月票并没有很好地界定乘车费和交通服务的数量（乘车的次数和距离）之间的对应关系，它可能鼓励产生内生交易成本的非有效乘车，然而，它相对于每乘一次车就必须买一次票而言减少了买卖车票所产生的外生交易成本。

另一个例子是如何为建一座桥融资。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一种是政府利用税收收入来建一座桥。在这种融资安排下，那些从来就不使用这座桥的许多人被强迫为此桥而付税，而那些经常使用该桥的人也不会因此而多付一些钱。这相对于帕累托最优而言会产生扭曲，这种扭曲就是内生交易成本。然而，这种融资安排不会产生由于对桥的使用者收费而产生的外生交易成本。另一种方法是允许一个私人公司建这座桥并对桥的使用者收费，这种方法是以收费的外生交易成本为代价来避免内生交易成本。哪种方式产生的两种交易成本之和最小，哪种方式就最有效。

如果通过政府融资建桥节约下来的外生交易成本超过它所产生的内生交易成本，那么政府融资建桥就有利于促进分工和经济发展，或扮演一个纠正市场失灵的角色；否则，政府税收可能产生“政府失灵”并限制市场充分发挥其功能。在许多欠发达国家，政府并不知道如何使用公共财政来发展基础设施，从而促进分工的演进以及相关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另外，在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把公共财政扩展到市场不能发挥其作用。两个极端的例子说明要想有效地折中内生和外生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另外一个内生和外生交易成本之间两难冲突的例子是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如果工作的数量和质量能够被精确地测度，那么计件工资能用来很好地设定和行使合同条款，减少分工网络协调失灵的风险。然而，精确测度工作的数量和质量可能带来特别高的外生交易成本。如果把这些外生交易成本考虑进来，具有较模糊的合同条款和低外生交易成本的小时工资制可能比计件工资制更有效，尽管前者所产生的内生交易成本比后者高。内生和外生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被米尔格龙和罗伯茨（Mirgromand Roberts，1992，pp.277，377）称为影响费用和扭曲之间的两难冲突。这个扭曲是由那些降低雇员劳动积极性的僵硬规则引起的，而这些规则可限制雇员对管理者决策活动的影响。

我们将在第9.3节里考虑这个有趣的两难冲突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那一节里，我们也将考虑一个能够减少大分工网络的协调失灵风险的市场机制。该机制利用同行专家之间为了向一个在职的供给者提供平行竞争者而大大降低协调失败的风险。但是，对一个买者而言，要同许多平行的供给者保持联系是需要成本的。因此，在加深同现有的贸易关系所需费用和拓宽潜在的贸易关系所需费用之间存在一个两难冲突，在分工经济和所有类型的交易成本之间也存在一个两难冲突。第9.3节将考察这个两难冲突对经济发展的含义。

另一个能够被用来减少大的分工网络协调失败风险的机制是保险。在第9.4节里，我们将用一个内生专业化的模型证明为什么保险能够促进分工和经济发展。然后，在第9.5节里，通过设定风险分担和激励提供之间的两难冲突，考察不完全保险在减少由道德风险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功能。由于激励提供与很好地设定和行使产权有关，因此，在保险对分工网络的正效应和保险对精确行使产权的负效应之间有一个两难冲突。这个两难冲突意味着产权的发展含义比许多经济学家所认识的更复杂。俄罗斯和东欧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令人失望的发展绩效证实了这一点。

苏联通过中央计划体制模仿资本主义经济的工业化模式发展了一个高水平的分工。苏联的每个州或共和国，或东欧的每个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被要求专业于某个特定的部门。比如，乌克兰专门生产谷物，捷克斯洛伐克专门生产火车，保加利亚专门生产水果和蔬菜。一方面，这个高的分工水平带来了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惊人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也明显地减少了非商业化的分工网络的协调可靠性。一个完全保险的体制能够减少分工网络的协调失败，但也产生了普遍的道德风险。

在苏联式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每个雇员得到了完全保险。他能够得到完全的医疗保险，他从来不会失业（一个完全失业保险），不管他的工作如何，他的健康条件如何，或企业解雇他，他都可以得到养老金（一个完全的养老保险）。同时，每个国有企业也得到了政府的完全保险，政府通过软预算约束来减少国有企业所遇到的各种可能的商业运作风险。在中国，这种完全保险被称为“铁饭碗”。它一方面产生了大量的由道德风险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又保持了一个合理的分工网络的协调可靠性。在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所进行的改革里，这种形式的完全保险被废除了，但没有发达的市场保险系统来替代它。因此，一个企业、一个部门或两个州之间连接的失灵产生了惊人的整个分工网络的协调失败，导致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济令人失望的发展表现。

保险的正负效应之间的两难冲突，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要求的经济改革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援助的保险机制之间的两难冲突有关。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期间曾经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金融援助。拉第勒和萨克斯（Radelet and Sachs，1998）认为强行改革可能加剧恐慌和危机，因为分工经济和协调可靠性之间存在两难冲突，没有哪一种改革能够完全消除金融危机的风险。一个可靠的保险机制对缓和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危害是必需的。但是，太软的保险条款和相关的金融援助也是无效的。有效地平衡这种两难冲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风险分担和激励提供之间的两难冲突，以及由产权的不明晰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和行使产权的外生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同处理所谓的外部效应和公共物品的公共政策有关。在由庇古（Pigou，1940）为代表的传统外部效应和公共物品的文献里，外部效应和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是外生给定的，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的作用是分析的焦点。产权经济学文献和内生外部效应的文献以巴塞尔（Barzel，1989）、张（Cheung，1983）、科斯（Coase，1960）、哈特（Hart，1995）、米尔格龙和罗伯茨（Milgrom and Roberts，1992）及威廉姆森（O.Williamson，1985）为代表，其中上面的两难冲突被用来内生化外部性程度，而分析的焦点是体制的变化、所有权结构，以及合约安排在发现有效的两难冲突方面的作用。在这一章里，我们用内生专业化的一般均衡模型来内生外部性这个概念，并探讨它对经济发展的含义。

学习本章时应问自己以下问题

什么是内生和外生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

什么是加深现有的贸易关系所需费用和拓宽潜在贸易关系所需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

分工的正网络效应和经济发展的可靠性之间两难冲突的含义是什么？

为什么市场竞争能够代替精确地设定和行使产权来促进经济发展？

市场如何发现有效的竞争程度、有效的产权的明晰度和有效的分工水平？

交易风险和风险厌恶程度对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什么？

为什么保险能促进分工和经济发展？

为什么完全保险和道德风险产生内生交易成本？

9.2 经济发展和分工经济与协调可靠性之间的两难冲突

我们扩展例6.1中的模型来将诺斯关于经济发展和产权之间实质关系的思想数学化。除了在每笔交易中都存在一个交易风险以外，这个模型和例6.1中的模型是一样的，模型背后的故事如下。每笔交易存在一个交割失败的风险，这种风险导致产权损失。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意味着如果某种商品的消费为零，那么效用也为零。因此，如果一个人购买n-1种商品，每种商品交割失败的风险为1-r，那么他得到零效用的风险是（1-r
 ）
n
 -1
 。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折中分工经济与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之间两难冲突的余地就会扩大，以致均衡的分工网络和相关的市场容量扩大、生产率提高、有效的总协调风险增大。如果由于较稳固的产权使得每次交易协调失败风险下降，那么市场容量、分工的网络规模将扩大，生产率也将提高。然而，如果由每笔交易可靠性的提高带来的交易数量的增多对分工网络的总的可靠性间接产生的负面效应超过它所直接产生的正面影响，那么总的可靠性会下降；否则，均衡和有效的分工网络总的可靠性将提高。


例9.1
 杨-威尔斯模型的一个简化版本。
 考虑一个有M
 个事前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的经济。卖产品i
 的个人的决策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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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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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j

 ，n
 ，P
 是决策变量，r
 和k
 是参数，p
 
i

 是商品i
 的价格，V
 =Eu
 
i

 是期望效用，它是u
 
i

 和0的加权平均，权数分别是P
 和1-P
 。让我们检查一下这个模型和例6.1中的模型之间的区别。

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u
 
i

 同例6.1一样。我们利用了模型的对称性，即嗜好、生产和交易条件对于所有产品都是一样的。因此，商品的购买量x
 
d

 
r

 对于任意的商品r
 都是一样的，自给自足的产品数量x
 
j

 以及用于生产非贸易品的时间l
 
j

 对于任意的j
 都相同。

分工的协调可靠性P
 是所购买的所有商品都能够收到的概率。1-r
 是个人有某个商品的购买合同但没有收到该商品的概率。我们假设某个卖者没有交割商品给买者是一个独立于其他商品交割的事件，协调失败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交通事故或其他随机事件。失败的风险也可能是由于第8章所讨论的机会主义行为。在这种情形下，1-r
 能被解释为预期的由机会主义引起的协调失败风险。在例8.12中的轮流出价协议模型里，局中人之间为得到先出价的优势而竞争，这导致一个相互有利的贸易不能实现的概率，在这一章里，协调失败的风险1-r
 能被解释为此概率。因此，r
 是买者收到商品的概率，P
 =r
 
n
 -1
 是他得到所有他所购买的n
 -1种商品的概率。1-P
 是他至少没有收到一种他所购买的商品的概率。由于对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而言，如果某种商品的消费量为零，则个人的效用为零，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以1-P
 的概率得到零效用，以P
 的概率得到u
 
i

 。

式（9.1）中的生产函数同例6.1中的一样。α
 是每个活动的固定学习费用，l
 
i

 和l
 
j

 分别是生产贸易品i
 和非贸易品j
 的专业化水平。式（9.1）中的预算约束也同例6.1中的一样。

假设价格是通过纳什协议机制得到的，它导致事前相同的个人得到同样的效用。正如第8章所证明的那样，这就建立了效用相等条件，再加上市场出清条件，就可得到同瓦尔拉斯机制条件下一样的均衡。由于对称性，这个均衡使得所有贸易品的价格都相等，每个贸易品卖者的人数也相等，它等于N
 =M
 /n
 。利用这些结果，解得如下决策变量的均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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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结果是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式（9.3a）意味着随着每次交易的可靠性提高，或随着由预期的由内生交易成本引起的每次交易协调失败风险下降，均衡的分工水平将提高。式（9.3b）意味着随着每次交易的可靠性提高，如果它的负效应（∂P
 /∂n
 ）（dn
 /dr
 ）超过它的正效应∂P
 /∂r
 ，那么总的分工网络协调可靠性将下降；否则，总的可靠性将上升。这里，（∂P
 /∂n
 ）＜0，（dn
 /dr
 ）＞0。由于1-P
 能够解释为由预期的内生交易成本引起的协调失败总风险，式（9.3b）也能够用另一种方法解释。它意味着，随着每次交易的内生交易成本1-r
 的下降，如果这个下降对总的内生交易成本间接的（通过对交易次数的影响）正效应超过它直接的负效应，那么用总风险测度的内生交易成本将增加；否则，总的内生交易成本随着每次交易的内生交易成本的下降而下降。由于总的内生交易成本和预算约束的软化程度之间存在关联，这个结果意味着，随着每次交易的内生交易成本的下降，预算约束可能变得更加软化。

式（9.3c）意味着随着外生交易成本系数1-k
 的下降，或交易效率k
 的上升，总的预期内生交易成本1-P
 或总的协调失败风险将增大（或总可靠性下降）。这是因为随着外生交易效率的提高，分工的好处和内生与外生交易成本同时增加，如果内生交易成本增加得比分工经济快，那么总的内生交易成本可能增加。

式（9.3d）意味着随着每次交易的内生交易成本下降（或每次交易的协调可靠性提高），或随着外生交易效率的提高，期望的实际收入V
 将上升。我们在得到这个结果时使用了包络定理。

式（9.3e）和式（9.3f）意味着随着每次交易的可靠性r
 上升，或随着外生交易效率k
 的提高，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和人均贸易量将上升。在专业化经济条件下，这个结果意味着，每个贸易品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自给自足程度下降。

式（9.3g）意味着随着每次交易的可靠性r
 上升（或每次交易的预期内生交易成本下降），或随着外生交易效率的提高，每个贸易品卖者的数量将下降，这个数量代表了竞争程度。

由于较稳固的产权能够导致r
 的上升，这个模型形式化了诺斯（North，1981）关于较稳固的产权对经济发展、分工演进和市场扩张的含义的猜测。如果把交易风险引入具有CES效用函数的例6.2，那么诺斯的关于市场容量、稳固的产权和新产品的出现之间实质关系的思想就能够被形式化。然而，我们的模型预测，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k
 或r
 的增大），总的内生交易成本和总的协调失败风险可能同时增加。

这个预测使得关于较稳固的产权和不断提高的交易效率能够减少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信仰开始动摇。一个较高的协调失败的风险能够被解释为当分工的协调被打破以后，所有人被迫选择自给自足所造成的大量失业的风险。因此，一方面，较稳固的产权可能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它可能增加经济危机的总风险。人们对大萧条给经济造成的极大破坏的担心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从长期来看，资本主义制度和苏联式制度之间惊人的发展差别表明，由与大分工网络相联系的协调失败的风险引起的经济发展成本是值得支付的。从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来看，我们对分工演进对经济发展的正效应和它对协调失败的风险的负效应之间的两难冲突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一个内生化r
 的更一般的模型可参见杨小凯和威尔斯（Yang and Wills，1990）或杨小凯和黄有光（Yang and Ng，1993，第9章）。r
 的内生化是有关分工经济和协调可靠性之间两难冲突的经济文献与有关可靠性问题的工程文献相区别的一个特征。

9.3 内生每次交易的协调可靠性同竞争及较好地行使产权之间的替代

如果每次交易的协调失败的概率能够通过投入资源来设定和行使产权合同条款的话，那么在产权的不明晰和行使产权的外生交易成本之间就存在一个两难冲突。另外，这里有两种方法减少每次交易的协调失败风险或内生交易成本。第一种方法是配置更多的资源来减少现行的每次交易的协调失败的风险。第二种方法是配置更多的资源来培养更多的潜在的关系，这些关系和现行的关系是平行的。这将增加每次交易的交易伙伴的数量，减少交易协调失败风险。换句话说，更多的潜在关系的存在给现行的贸易伙伴带来竞争压力，使得个人遇到现行的贸易伙伴不能按时交易时，他可以转向其他潜在的伙伴。数学上，每次交易的总的协调失败风险是（1-r
 ）
N

 ，这里N是潜在的贸易伙伴的数量，r
 是每个协调可靠性。那么每次交易的总的可靠性P
 =1-（1-r
 ）
N

 可通过减少现行贸易伙伴协调失败的风险1-r
 ，或增加潜在贸易伙伴的数量N
 而增大（注意到，r
 位于0与1之间，P
 是r
 和N
 的增函数）。

由于保持一个潜在的关系是需要交易成本的，所以，在加深现行关系的费用与拓宽潜在关系的费用之间存在一个两难冲突，因此，每个买者为购买某种商品而与之保持联系的潜在卖者的有效数量会小于市场上该商品的卖者数量。这一节用一个斯密模型形式化分工经济和各种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模型背后的故事如下。

有许多能够选择专业化水平的事前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除了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以外，在专业化经济、交易风险，以及减少此类风险的交易成本之间，在加深现行关系的交易成本与拓宽潜在关系的交易成本之间存在两难冲突。如果一个人在设定和行使产权以及相关的合同条款方面支付了较高的外生交易成本，那么由每次交易失败风险1-r
 所引起的福利损失会减少。因此，1-r
 变成了一个人的决策变量。

从我们打官司的经验来看（你有如此的经验吗），增加支付给律师的法律服务费（一种外生交易成本）可提高我们的产权被保护的可能性，由侵犯产权所造成的破坏能够被视为一种内生交易成本。如何有效地折中这两种类型的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是产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中心问题。

例如，在苏联式经济里，与法律服务费相联系的外生交易成本很低，律师的收入很低，内生交易成本却极端高。由于产权没有被很好地设定和行使，个人没有动机努力工作，分工模式和资源配置被扭曲了，此类内生交易成本不容易直接测度，但是，我们能够用长期的发展绩效来间接地测度它们。在美国，情形刚好相反，外生交易成本和律师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很高，而内生交易成本很低，因为产权得到较好的设定和法律保护。在美国，个人大多愿意努力工作，因为信息传递方面的扭曲较少。

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产生下面的有趣结果。随着设定和行使产权效率的参数值的提高，均衡的分工水平和人均实际收入上升。但是，随着设定和行使产权效率的提高，交易的可靠性可能发生两种类型的变化：个人要么把资源从用于设定和行使产权转移到提高生产中的分工水平，要么配置资源用以提高每次交易中的设定和行使产权的精确度。这两种类型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对提高人均实际收入而言可以互相替代。

如果第一种所产生的净利益大于第二种，设定和行使产权效率的提高在促进分工和经济发展的同时，将使每次交易的可靠性降低、总的协调失败风险提高。如果第二种方法较好，那么设定和行使产权效率的提高将提高分工水平和每次交易的可靠性，同时产生一个较高或较低的总的协调失败风险。它对总的协调失败风险的影响依赖于参数值，因为交易次数的增加对总风险的正影响可能超过也可能不超过每次交易的可靠性的提高对总风险的负面影响。

如果加深现行关系的费用相对于拓宽潜在的关系费用而言很大，那么有许多潜在贸易伙伴（同完全竞争相似）的“古典的合同”可能在均衡时发生。对一个较小的加深费用而言，没有潜在的贸易伙伴的“关系合同”可能在均衡时发生。

正如杨小凯和威尔斯（Yang and Wills，1990）所证明的，在内生每次交易的协调失败风险的模型里，如果运输效率系数（它不同于设定和行使每个合同时的外生交易效率系数）提高，均衡分工水平、生产效率和人均实际收入将提高，而均衡的每次交易的可靠性程度和竞争性程度将下降。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表明，在每次交易的内生费用、设定和行使产权的外生交易成本、外生运输费用和分工水平之间存在很复杂的关系。这些复杂的关系意味着，完全消除与扭曲有关的内生交易成本并不是有效率的。完全消除所有的内生交易成本的想法太天真了，因为它不能解释为什么随着分工（商业化）的演进，计时工资比计件工资更普遍，尽管它相对于计件工资而言有较低的设定和行使产权的精确度。

政府不可能在这么多相互冲突的力量中找到有效率的平衡。只有自由市场机制允许个人自由地选择不同的分工结构、制度及合同安排，才能解决有效平衡的问题。对自由择业和自由选择制度模式的限制和对自由定价的干预将使得市场决定有效平衡的功能瘫痪。

墨克（Mokyr，1993，pp.47-48）指出，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主要条件之一是英国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他写道：“与普鲁士、西班牙，或哈布斯堡帝国相比较，英国政府一般地让它的商人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自由地从事他们自己的事情，而自身极少参与商业和工业企业活动。17世纪的重商主义已经给个人从事企业活动设置了障碍，但是在英国这些障碍并不像法国那样可怕。许多地区不实行重商主义的产业政策。欧洲大陆执行重商主义机制的是手工业行会，然而在1688年光荣革命以前，英国的手工业行会已经变得没有多大意义……在工业革命的全盛时期，即使是公共工程，在大多数其他社会认为应该由国家直接干预，在英国也被留给了私人企业。在英国，公路、运河和铁路都是由私人建设的，中学和大学也是私人的。即使是像法国第二帝国时期威廉（William）一世关于农村地区的橘子政策或圣西门学派（Saint-Simonians）这样明显应该由国家干预的事情在英国也不存在。直到19世纪末，英国政府明显不愿意干预自由企业的活动。史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从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遗留下来的大多数法规都很少被实施。中央政府只专注于控制国外贸易，而大多数内部事务都留给了地方政府。国内贸易、关于劳动和土地的市场规则、公证、警察、道路维护，以及扶贫都是由地方政府管理，尽管在原则上这些当局有相当大的权威，但是他们通常不去运用这种权威。通过忽视和逃避而不是滥用规制，英国慢慢地步入了一个自由市场的社会。”即使像灯塔这样在课本里常常被作为一个典型的公共物品例子的物品，在英国也是由私人来建造的（Coase，1960）。


例9.2
 一个在加深现行关系与拓宽潜在关系之间有两难冲突的均衡模型。
 这个模型除了仅仅有两个消费品和每个买者都有一个不能收到他所购买的物品的风险以外，其他同例6.1是一样的。这个风险可能是由运输事故，或是某个预期的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如果每个消费者-生产者都选择自给自足，那就不存在协调失败风险，自给自足者的决策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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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x
 ，y
 ，l
 
x

 和l
 
y

 是决策变量。这个结构的人均实际收入为


U
 A
 =［（1-2α
 ）/2］2


生产产品x
 的专家的决策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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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x
 ，y
 
d

 ，x
 
s

 ，l
 
x

 ，l
 
c

 ，l
 
s

 ，N
 ，r
 ，p
 是决策变量。c
 是x
 专家保持同y
 专家关系的费用。这可以被解释为打电话给一个潜在卖者询问的费用或同卖者培养关系的费用。对自由选择贸易伙伴的限制，比如在苏式经济体制下，禁止个人买卖土地和资本品将显著地增大c
 的值，使得N
 的最优选择是它的最小值1。因此，N
 代表了竞争的内生程度，l
 
c

 是拓宽潜在贸易伙伴的总劳动成本，s
 是提高1%的现行关系的可靠性程度的费用系数，这能够被解释为与现行贸易伙伴设定和行使合同条款的费用，因此，l
 
s

 是加深现行关系的总劳动成本。贸易上的不确定性使得某个产品的供给者的数量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分工协调失败风险的因素。为了减少此风险，某个商品的买者可能同许多供给者保持关系，或他可以提高同现行供给者所签订的合同条款的精确度。前一种减少协调失败风险的方法与界定合同权利的费用有关，或与l
 
c

 有关；后一种方法与设定和行使合同条款的费用有关，或与l
 
s

 有关。如果我们把一个合同里设定的权利和合同的权利区分开来，我们可以在这两种类型的交易成本之间设定一个两难冲突和在提高竞争性（它与l
 
c

 有关）与提高设定和行使合同条款的精确性（它与l
 
s

 有关）之间设定一个替代。

一个助理教授在得到终身教授前的试用期间所面对的决策问题就是这样一个例子。给定他的能力、努力以及与现行雇主制定的资格，即使他是合格的，雇主是否给予他终身教职，以及即使雇主公正地对待他，他是否仍然会利用合同条款来对待雇主都是不确定的事情。为了减少被不公正对待的风险，雇员可以花时间谈判以及行使合同条款，另外，他也可以花时间同其他潜在的雇主保持联系以减少失业的风险。相似的，雇主可以雇佣几个雇员，或花费资源设定和行使合同条款。问题是：这两种花费资源用于减少总的协调失败风险的方法之间的两难冲突的有效平衡是什么？这个有效的平衡对确定有效的分工水平是关键的，而分工水平又反过来平衡专业化经济与各种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

这两种类型的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与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所描述的由缓和机会主义风险所招致的相关费用与签订详细的相机合同所招致的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有关。本节中的公共关系费用函数和每个现行关系的设定和行使费用函数将威廉姆森的思想进行了形式化。以后我们会很清楚，对一个小的关系费用系数值而言，具有许多潜在贸易伙伴（相似于完全竞争）的“古典的合同”在均衡时发生；对一个大的关系费用系数值而言，没有潜在贸易伙伴的“关系合同”在均衡时发生。同时，两种类型的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与米尔格龙和罗伯兹（Milgrom and Roberts，1992，chapter
 7）所考察的由不精确的合同条款引起的扭曲和追求精确合同条款的协议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有关。米尔格龙和罗伯兹利用这个两难冲突解释了为什么计件工资被月工资所代替，为什么一些按照资历提升的规则能够约束过度的讨价还价。

每个y
 产品的购买者收到他从y
 产品的卖者那里订购的y
 
d

 。他同N
 个y
 产品的卖者保持联系，如果现行的卖者没有按照他所要求的时间和质量交割商品，他可以转向其他有联系的卖者。每个卖者的可靠性是r
 ，或每个卖者有一个协调失败风险1-r
 。因此，当买者同N
 个现行的和潜在的卖者保持联系时，他不能收到y
 产品的总风险是（1-r
 ）
N

 ，或收到y
 
d

 的总可靠性是P
 =1-（1-r
 ）
N

 。你可以将P
 解释为交易效率系数为1的概率，1-P
 =（1-r
 ）
N

 为交易效率系数为0的概率。决策问题的解不仅给出了x
 和y
 的需求和供给函数，而且给出了最优潜在伙伴的数量N
 、最优每个关系的协调失败风险1-r
 、最优的总协调可靠性P
 或最优总协调失败风险1-P
 。


y
 专家的决策问题同x
 专家的决策问题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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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y
 ，x
 
d

 ，y
 
s

 ，l
 
y

 ，l
 
c

 ，l
 
s

 ，N
 ，r
 ，P
 是决策变量。

结构D是M
 个人在两类专业之间的分工。利用模型的对称性，我们能够证明在结构D里，两种商品的角点均衡相对价格是p
 
x

 /p
 
y

 =1，两种类型专家的角点均衡数量是M
 
x

 =M
 
y

 =M
 /2。同时，在角点均衡状态下，两类专家的最优贸易伙伴数量N
 ，现行关系的可靠性r
 和拓宽潜在关系与加深现行关系之间的劳动配置是一样的。N
 和r
 的角点均衡值由下列一阶条件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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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9.4）可能存在多重解。因此，无法直接求角点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的解析解。

表9-1报告了结构D里角点均衡每次交易的可靠性r
 、贸易伙伴的数量（竞争性程度）N
 和总可靠性P
 的部分计算机模拟的角点均衡比较静态分析的数值解。它表明如果s
 足够小，那么r
 的角点均衡值达到最大值1，所以N
 和P
 的均衡值也是1；如果c
 太大，N
 的角点均衡值达到最小值1；随着s
 相对于c
 增大，r
 的角点均衡值下降，N
 的角点均衡值增大。这意味着，随着加深现行关系的费用相对于拓宽潜在关系的费用的增多，均衡的竞争性程度N
 将提高，均衡的现行关系的可靠性程度将下降。拓宽潜在关系的交易效率系数c
 的上升有相反的效应，会降低均衡的竞争性程度，提高现行关系的可靠性程度。

表9-1 均衡可靠性和竞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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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结构的人均实际收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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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r
 =l
 
s

 /s
 ，N
 =l
 
c

 /c
 分别由加深现行关系的费用函数和拓宽潜在关系的费用函数给出，l
 
s

 和l
 
c

 是每个人的决策变量，对式（9.5）应用包络定理，我们能够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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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给自足状态下的人均实际收入不依赖于s
 和c
 ，式（9.6）意味着随着s
 或c
 下降，结构D的角点均衡更可能帕累托优于自给自足角点均衡。根据第4章的姚定理，这意味着随着s
 或c
 下降，一般均衡将从自给自足跳向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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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不同的均衡竞争程度

这里，人口规模M
 =4，图9-1给出了不同的均衡市场结构模式的一个直观表示。在图9-1（a）里，如果加深现行关系和拓宽潜在关系的交易成本系数很高，则自给自足是一般均衡结构。在图9-1（b）和图9-1（c）里，交易成本系数的下降使得分工成为一般均衡结构。但是，在图9-1（b）里，拓宽潜在关系的交易成本系数c
 相对于加深现行关系的费用系数s
 较大，导致在这个四人经济里的均衡的N
 =1，经济被分割成两个分离的局部社区，在每个社区里有分工和交易，但社区间没有联系。在图9-1（c）里，拓宽潜在关系的交易成本系数c
 相对于加深现行关系的费用系数s
 较小导致均衡的N
 =2，使得每个人有一个现行伙伴，同时与另一个潜在伙伴保持联系，给现行伙伴带来压力。整个经济被联合成一个统一市场，尽管对现行的贸易伙伴之间的交易而言，这样的市场一体化是不必要的。虚线表示可能的贸易关系。

这个模型表明市场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实施交换；另一个是为了减少交换中协调失败的风险，给每个人施加竞争的压力。第二个功能要求的市场规模要比完成所有现实的交换所需要的规模大，因为每个人可能同一些潜在的贸易伙伴保持联系，给现行的伙伴施加压力，从而减少协调失败的风险。如果产品的数量是m
 而不是2，人口规模大于4，那么很明显会有下列结论：与潜在贸易伙伴有关的市场网络规模大于现实的贸易网络规模。例如，在多个产品和大人口规模的模型里，如果由于低的交易效率使得均衡的贸易品种类数是3，那么3个人可以组成一个地方社区，其中每个人卖一种产品，从其他两人那里各买一种产品。但是，每个人可能与一半的人口保持联系，这样能够给现行的贸易伙伴施加压力，减少协调失败的风险。

第7章引证的巴罗（Barro，1997）、萨克斯和温纳（Sachs and Warner，1995，1997）及费伊和谢勒夫（Frye and Shleifer，1997）的经验工作大力支持本章所发展的理论。杨小凯、王建国和威尔斯（Yang，Wang and Wills，1992）用中国农村1979～1987年的数据检验了这个理论。经验研究证明，中国农村在这个时期的改革明显地提高了设定和行使农民的使用及转移和分配由产品、劳动、土地与其他资产所创造的利润的产权交易效率。制度变化提高了由商业化程度测度的分工水平和人均实际收入。

本节模型的结果不同于传统的市场失灵观点，传统的市场失灵观点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商品不存在，例如，清洁空气和企业家的无形思想。我们的模型形式化了张五常（Cheung，1970，1983）的观点：合同形式的确定实际上是设定和行使产权的模糊度问题，或外部性程度。特别是，如果有多个产品，且每个产品的交易效率不同，则可以证明，只有那些在设定和行使产权方面具有较高交易效率的产品的市场才会出现。试图消除所有的外部性并不是有效率的，因为设定和行使排他的产权是需要花费成本的。有效的外部性程度将平衡由市场缺乏引起的福利损失以及设定并行使市场所要求的产权的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因此，某些产品的市场不出现正是有效平衡分工经济与各种交易成本之间两难冲突的结果。市场缺乏引起的外部效应是由市场有效而内生地确定的。

买一磅橘子的外部效应和买清洁空气的外部效应之间的差别是程度的差别，而不是本质的差别。当人们买橘子时，外部效应来自重量方面和质量估计方面的模糊（Barzel，1982）。然而，橘子相对于清洁空气而言，设定和行使产权的均衡模糊程度要低得多，因为设定和行使橘子产权的效率比设定和行使清洁空气产权的效率要大得多。

由于在我们的模型里市场竞争性程度（与N
 有关）是内生的，一种特定的交易卷入市场的程度是内生的。因此，对于那些具有较小的均衡的潜在贸易伙伴数量N的商品而言，我们可以说交换关系具有较低的市场化程度。这意味着，我们的模型能够用来解释为什么当保持同潜在的贸易伙伴联系的费用很高时，社会上存在一些非市场的交换关系。正如毛斯（Mauss，1925）所证明的，原始社会的个人依赖此类非市场和因人而异的交换关系来发展分工。在原始社会里的这种贸易是通过人际礼物交换实施的，非市场交换在发展中国家是很普遍的，由于保持扩展市场联系的效率很低。

设定和行使产权的效率是由法律制度和技术条件决定的。例如，改革前的俄罗斯和中国设定并行使产权的效率很低的原因可归咎于限制劳动、土地和资本自由贸易的法律制度，而设定并行使清洁空气的产权的低效率则归咎于被用于测度污染的高技术费用。下面的例子给出了第9.2节和第9.3节的模型背后的直观含义。


例9.3
 与图书馆和大学制度有关的两难冲突。
 大学制度能被用来提高设定并行使知识产权的效率。教师卖给学生的知识产权是通过大学和教师之间的工资合同以及学生向学校交纳的学费来设定和行使的，教师直接向学生收取学费的交易效率低于学校向学生收取学费然后教师从学校获得报酬的效率。与大学制度的出现有关的设定和行使知识产权的交易效率的提高将促进知识的生产者（教师）和未来其他物品的生产者（学生）之间以及不同专业的教师之间的分工。然而，月工资合同在大学和他们的教师之间比在学生和家教之间更普遍，学生和家教之间常常采用的小时工资制，如果月工资合同所设定和行使的产权比小时工资合同所设定和行使的产权要模糊得多，上面的例子就意味着，只要高水平分工的利益超过高水平合同模糊度的费用，由大学制度的低外生交易成本引起的分工水平的提高就与更模糊地设定和行使产权有关。

大学制度的出现促进了书的专业管理者（图书馆）和书的使用者（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分工。专业图书馆的出现提升了设定和行使由书所产生的知识产权的模糊度。专业图书馆建立以前，如果一个人想利用某本书的知识，他不得不买这本书，因为从某个人手里借许多不同的书是不容易的。专业图书馆的出现，使他可以不用给书的作者支付任何报酬就很容易借到书。即使学生的学费里包含了使用图书馆的费用，但这个费用相对于书的使用频率来说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这个费用并没有支付给作者。这意味着作者的知识产权在图书馆制度下比在没有图书馆制度的图书市场上被更模糊地设定和行使。然而，只要专业图书馆和其他部门的分工所产生的利益超过设定和行使知识产权的高模糊水平所产生的效用损失，图书馆制度就会是均衡状态。

然而，只要磁卡和计算机系统能够有效地监督和收集所要求的支付，那么一个每使用图书馆一本书都需付费的新制度安排与版权法的结合能够同时提高分工水平，并减少设定和行使知识产权的模糊水平。这样的制度安排20世纪80年代在一些北欧的国家里出现。直观上，由于专业图书馆的出现而导致的交易效率的微许提高同时提高了均衡的分工水平与均衡的设定和行使知识产权的模糊度，因为这些微小的提高不足以同时提高分工水平和减少设定和行使知识产权的模糊度。比较而言，每使用一本书都需付费的制度的出现，再加上版权法、磁卡和计算机系统，将显著地提高设定和行使知识产权的交易效率，使得分工水平提高和设定、行使知识产权的模糊度下降，其结果是生产率和福利水平的显著提高。

这里，当我们分析内生化外部效应的时候，我们应该区别物品的非排他性（nonexclusivity）和非竞争性（nonrivalry）。非竞争性是一个技术特征，它意味着一个人对某物品的使用并不能阻止其他人也使用该物品。换句话说，如果某个物品的生产或消费仅仅包含固定成本而不包含可变成本，那么该物品是非竞争的。一个电视节目是非竞争物品，它的生产和消费成本并不因为观众人数的增多而增加，电视节目有固定生产成本，因此，非竞争性意味着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这并不一定意味着非排他性，非排他性是由制度内生确定的。如果设定和行使一个具有非竞争性物品的产权的效率很高，那么在均衡状态下，个人将选择严格设定和行使产权，使得非竞争性物品不会引起外部效应。下面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


例9.4
 电视节目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一个电视节目是一个非竞争性的商品，当一个人在家里看某个电视节目的时候，其他人也可以在家里看同样的电视节目。同样节目的观众数量可以很大，如果电视节目知识产权的所有者监督每个人在家里消费电视节目的费用很低，他就可以做到对每个收看电视节目的观众收取费用，如果某个人拒绝付费，他可以采取法律行动来对付他。但是，在现实中，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制度安排，不是因为它不可能，而是因为监督费用极高。因此，有效地折中设定和行使产权的交易成本与产权的不精确引起的扭曲之间的两难冲突的结果，就是免费观看电视节目，这意味着电视节目作为非排他性的商品是被内生地选择的。非排他性意味着外部效应和相关的扭曲，然而，外部效应的程度是由个人和“看不见的手”（自利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内生地选择的。

市场在处理由外部效应所引起的扭曲方面的功能比新古典边际分析所描述的要复杂得多。对电视节目来说，存在一个三个参与者之间的多边贸易：节目的知识产权的所有者，买其他有形商品的节目观众，以及有形商品的卖者。一个单向的贸易链条可以减少由电视节目的非排他性引起的扭曲。有形商品的卖者通过卖商品给电视节目的观众来赚钱，电视节目的生产者通过卖广告时间给有形商品的卖者来赚钱，而观众通过免费观看电视节目而得到效用。这个单向的贸易三角链条通过强迫电视观众看他们不想看的广告而产生扭曲，但是，它节约了电视节目的生产者向观众收取费用的外生交易成本，从而减少由电视节目的非排他性引起的外部效应。

与有线电视系统相比，不收费电视系统产生更多的扭曲，因为观众所支付的费用数量与他们所消费的电视节目数量不对应。有线电视系统则产生较少的此种内生交易成本，但是，不收费电视系统节约了铺设电缆和收费引起的外生交易费用。市场将有效地折中分工经济和内生与外生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以确定有效的外部效应程度。如果有线电视系统和不收费电视系统的总内生和外生交易成本几乎相同，那么他们就可以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上共存。

9.4 保险为什么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在第8章里，我们学习了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这两个概念。在利用他们发展新的模型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些概念。在不确定性存在的条件下，一个决策者最大化期望效用，保险制度能够被用来把风险集合在一起。因此，在一个具有很多人口的经济系统里，每个人能够得到随机状态的加权平均值产生效用。如果决策者的效用函数是严格凹的，他喜欢随机状态的加权平均值产生效用值，这个效用值可以由集合风险的保险提供，而不喜欢随机状态的效用的加权平均。因此，一个严格凹的效用函数意味着个人偏好有保险的结果，而不偏好不确定性的结果，换句话说，他是风险厌恶的。

如果个人之间有不同的风险厌恶程度，则他们就能够通过承担贸易风险而获利。如果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厌恶风险，那么前者就可以把风险卖给后者，他们两个人都可因此获利。这可以当成前者从后者那里买保险。例8.1中的新古典委托-代理模型可被当成有保险的模型，代理人从委托人那里买保险，委托人扮演保险公司的角色。该模型证明，如果委托人不能检查代理人用于减少风险的努力程度，完全保险将产生道德风险。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有效合同必定是不完全保险，即代理人的报酬是不确定的，好结果带来的报酬比坏结果带来的报酬高。

在第9.4节和第9.5节里，我们进一步考察保险、分工和内生及外生交易成本之间的关系。这一节的故事如下。

假设在例6.1的模型里交易存在风险。在每次交易过程中，交易效率k以概率θ取一个大值，以概率1-θ取一个小值。交易风险可能是由交通事故引起的，也可能是由第8章例8.13所证明的以某个概率发生的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并且，我们假设所有的消费者-生产者具有相同的风险厌恶程度，或他们有事前相同的严格凹的效用函数。在这个模型里，除了分工经济和各种交易成本之间存在两难冲突以外，分工经济和协调可靠性之间也存在两难冲突。

如果一个保险公司从每个人那里收取保费并对低交易效率事件予以补偿，那么每个人将由于共同承担风险而得到的交易效率水平为两个交易效率水平的加权平均。如果所有人都是风险厌恶的，那么这样一个保险制度将肯定促进分工和生产率进步。它将促进与分工有关的许多结构变化，这些变化已在第3章、第6章、第7章进行讨论。更令人感兴趣的是，交易条件的改善将扩大权衡折中分工经济和交易成本之间两难冲突的余地，使得均衡和有效的总合协调失败风险增大。同样的原因，每次交易的协调失败风险下降可能增大有效的总协调失败风险。下面的例子形式化了这个故事。


例9.5
 刘孟奇（Lio，1998）模型。
 模型的结构除了交易效率k
 是一个随机变量以外，同例6.1是一样的。卖产品i
 的消费者-生产者的决策问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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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x
 
i

 是产品i
 的自给量，x
 
r

 
d

 是产品r
 的购买量，k
 
r

 是产品r
 的交易效率系数，R
 是购买的n
 -1种产品的集合，j
 是m
 -n
 种非贸易品的集合，n
 是贸易品的种类数，x
 
j

 是非贸易品j
 的自给量，x
 
s

 
i

 是产品i
 的售卖量，l
 
i

 和l
 
j

 分别是生产产品i
 和j
 的专业化水平，p
 
i

 和p
 
r

 分别是产品i
 和r
 的价格。假设每个人有一个单位的非闲暇时间禀赋，α
 是每种生产活动的固定学习费用。我们后来将看到参数ρ
 ＞1与风险厌恶度有关。ρ
 的值越大，个人越厌恶风险，这是由于ρ
 的值越大，效用函数越凹。式（9.7）中的预算约束和禀赋约束都利用了对称性。

这个决策问题与例6.1中决策问题的差别在于交易效率有以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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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θ
 ∈（0，1）是交易效率取高值的概率，k
 
H

 ＞k
 
L

 ，r
 ∈R
 ，即存在交易风险。不难看出例9.1中的模型是刘孟奇模型当ρ
 =1，k
 
L

 =0时的特例。把所有的约束代入式（9.7）的约束最大化问题可得到非约束最大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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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x
 
s

 
i

 ，l
 
i

 和n
 是决策变量，P
 能被解释为总的可靠性，或1-P
 能被解释为总合交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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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利用对称性，可以证明在均衡时，p
 
i

 /p
 
r

 =1。解x
 
i

 
s

 和l
 
i

 的过程同第7章里的一样。但是解n
 的过程不同，由于n
 的均衡解与总交易风险有关，让我们仔细考察这一项。


k
 
r

 的个数是n
 -1。假设他们中的s
 个取值k
 
H

 ，n
 -1-s
 个取值k
 
L

 ，而s
 可以取1到n
 -1中的任意一个。这里，k
 
H

 发生的概率为θ
 ，k
 
L

 发生的概率为1-θ
 。因此，n
 -1个k
 
r

 服从一个二项分布。有n
 -s
 个k
 
r

 取值k
 
H

 ，s
 -1个k
 
r

 取值k
 
L

 的概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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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C
 
s
 -1
 
n
 -1
 是n
 -1个元中取s
 -1个的可能组合数。利用二项式公式，可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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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P
 
s

 由式（9.10）给出，式（9.11）中的最后等式是由二项式公式得到的。把式（9.11）代入式（9.9），我们能够把Eu
 
i

 表示成l
 
i

 ，x
 
i

 
s

 和n
 的函数。令Eu
 
i

 对这三个变量的导数为零，可得到保险不存在时的所有内生变量的角点均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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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内生变量的角点均衡值对参数k
 
s

 （s
 =H
 ，L
 ）、θ
 、ρ
 求导，可得没有保险时的角点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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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n
 -1）x
 
d

 
r

 =x
 
r

 
s

 是每个人的总购买量，M
 （n
 -1）x
 
d

 
r

 =Mx
 
r

 
s

 是市场上所有物品的总需求，它就是市场容量。像在第8章里一样，我们在得到式（9.13d）时使用了包络定理。为了得到式（9.13e），我们使用了式（9.12）给出的n
 的解和式（9.12）所给出的l
 
j

 的解位于0和1之间条件下αm
 ＜1这样的事实。

比较静态分析结果，意味着随着交易效率k
 
H

 和k
 
L

 的上升，或随着高交易效率发生的概率θ
 增大（或低交易效率风险下降），或随着风险厌恶度ρ
 下降，下列现象将共生。

第一，分工水平n
 提高。这意味着不同产品的市场容量、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市场联合程度和生产集中程度提高，分工网络的总的协调可靠性P
 下降，或分工网络的总的协调失败风险增大。这是很反直观的：每次交易的协调可靠性提高或每次交易的交易风险下降将增大总的交易风险！这个结果背后的逻辑是随着每次交易的交易条件k
 
s

 的改善，或随着每次交易的协调失败风险1-θ
 下降，折中分工经济和交易成本之间两难冲突的余地扩大了，使得个人能够扩张分工网络以利用更多的分工经济，这样他们就能够承受起更多分工网络的协调失败风险。第二，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提高。这意味着生产率、市场容量、内生比较优势的程度、总需求和人均实际收入提高。k
 增大的一个有趣解释是税率的下降，同时，θ
 的增大能够被解释为更稳定的税率。墨克（Mokyr，1993，pp.46-58）为一个稳定的非掠夺性税收系统对经济发展是必需的观点提供了历史的证据。萨克斯和温纳（Sachs and Warner，1995，1997）为经济发展和由无效率的制度引起的交易风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他们是利用制度质量指标来测度制度效率的。

现在，我们假设有一个保险公司，个人能够从保险公司那里购买保险合同。不管交易效率的水平多高，个人购买保险必须支付一笔保险金π
 。如果交易效率低，或交易效率是k
 
L

 ，保险公司付给个人c
 。因此，个人的期望效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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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非随机的变量W
 由式（9.9b）给出。如果保险是完全的，保险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那么保险公司的期望利润为零。公司以概率1收到保险金π
 ，以1-θ
 的概率支付给个人c
 ，因此，完全保险和零利润条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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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个表达式代入式（9.14），令Eu
 
i

 对c
 的导数为0，可得每个人的最优保险政策c
 =k
 
H

 -k
 
L

 。把这个最优政策代入式（9.15）可得最优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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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最优保险金和政策代入式（9.14），可得存在保险的条件下的期望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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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告诉我们不管交易效率的水平是什么，被保险的个人总是可以得到交易效率为高和低的加权平均θk
 
H

 +（1-θ
 ）k
 
L

 时的效用水平，即被保险的个人避免了所有风险，这样的保险被称为完全保险。我们现在考虑函数f
 （k
 ）=k
 1/ρ

 ，它是效用函数包含不确定性的部分。这个函数关于随机变量k
 是凹的，当且仅当ρ
 ＞1。比较式（9.12）中的Eu
 和式（9.17）中的Eu
 可得，如果个人被保险，他得到f
 （Ek
 ）=［θk
 
H

 +（1-θ
 ）k
 
L

 ］1/ρ

 ，如果他没有保险，他得到Ef
 （k
 ）=θk
 1/ρ

 
H

 +（1-θ
 ）k
 1/ρ

 
L

 。由于f
 （k
 ）的严格凹性，它在两个交易效率水平的加权平均处的值大于两个交易效率水平的函数值的加权平均，式（9.17）一定大于不存在保险时的期望效用（回忆第8章第8.2节的讨论）。

除了n
 的一阶条件以外，最大化式（9.17）的一阶条件和最大化式（9.9）的一样，这些条件给出了有保险时的角点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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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有保险时的角点均衡。将内生变量的角点均衡值对参数k
 、θ
 、ρ
 求导，意味着式（9.13）的比较静态分析结果在有保险的情形下仍然成立。比较式（9.12）和式（9.18）的角点均衡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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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有保险的期望效用大于没有保险的期望效用。利用姚定理，可以证明所有个人在一般均衡状态下会选择保险，没有保险的角点均衡不是一般均衡。式（9.19）也意味着社会的分工水平、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生产率、分工网络的总的协调失灵风险以及市场容量在有保险的角点均衡状态下比没有保险时大。

这个模型里的完全保险等价于苏联式经济的完全保险。但是，在这个模型里，假设低交易效率的风险是外生给定的，不依赖于致力于减少风险的努力程度。因此，完全保险并没有产生像道德风险那样的内生交易成本。但是我们知道，在苏联式经济里确实产生了大量的内生交易成本和道德风险问题。在下一节里，我们将内生低交易效率风险并考察分工水平、不完全保险、产生道德风险和内生交易成本的完全保险之间的关系。

9.5 经济发展和由道德风险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


例9.6
 具有由道德风险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的刘孟奇（Lio，1996）模型的一个简化版。
 这一节的刘孟奇模型和上一节模型的差别与不同水平的交易效率的概率有关。在上一节里，这些概率是外生给定的，而这里它们是通过个人致力于减少低交易效率风险的努力内生决定的。假设这个努力水平不能被其他人观察到或发生争执时也不能被法庭证实，因此可能引起道德风险，因为具有内生专业化和道德风险的模型比仅仅具有内生专业化或仅仅具有道德风险的模型难处理得多。在这一节里，我们假设仅有两种产品。因此，每个事前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的决策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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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假设k
 
H

 ＞k
 
L

 。变量e
 是致力于减少低交易效率风险的努力，它可以被视为小心运输商品的努力或防止物品被偷的努力。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这里仅仅有两种努力水平：高努力水平e
 =1/3导致一个低概率的低交易效率（k
 =k
 
L

 ）；低努力水平产生一个确定性的低交易效率。因此，低交易效率的概率是由致力于减少低交易效率风险的努力水平确定的。

由于效用函数是严格凹的，所有个人都是风险厌恶的。同时，致力于减少低交易效率风险的努力水平提高将减少用于生产产品的劳动数量，因而减少收入和效用。因此，如果可得到完全保险，每个人就有动机选择低努力水平。这意味着如果分工被选择，完全保险将产生道德风险。

从被保险人的观点来看，如果他被完全保险，保险公司就不能观察他的努力水平。他的最优决策就是选择最低的努力水平。如果每个被保险人的行为都相似，那么保险公司将破产。因此，保险公司将提供一个不完全保险来约束道德风险。假设每个消费者-生产者对给定的保险公司的政策c
 来选择风险金π
 ，那么保险公司对给定的π
 按照激励相容条件来选择一个政策。确定保险合同条款的第二步等价于在给定π
 的条件下选择一个参数β
 。这个β
 的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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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1/3是低交易效率的概率，2/3是高交易效率的概率，分母是保险公司在低交易效率事件发生条件下的期望净付出，分子是在高交易效率事件发生条件下的期望风险金收入。由于在给定π
 的条件下β
 是由c
 唯一确定的，在给定c
 的条件下选择π
 等价于选择β
 。如果β
 =1，那么期望净付出和期望风险金收入相等，因而保险是完全的。如果β
 ＞1，期望净付出小于期望风险金收入，此时保险是不完全的，被保险人必须承担一部分交易风险。因此，β
 描述了每次交易的保险合同的完全性。

利用β
 的定义，我们能够把保险公司在低交易效率事件发生条件下的净付出表示为β
 和π
 的函数。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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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文定理，总共有6个结构需要考虑。

第一个是自给自足结构，记为A。在这个结构里，没有贸易或交易风险，所以很容易解出这个结构的角点均衡。

第二类结构是没有保险的分工结构，记为B
i

 ，i
 =L
 ，M
 ，H
 。这一类结构包含三个结构：在结构B
L

 里，有两类两种产品的生产专家，他们选择低水平的努力来减少交易风险，即e
 =0；在结构B
M

 里，一种产品的生产专家选择高努力水平e
 =1/3，另一种产品的生产专家选择e
 =0，由于对称性，哪个专家选择e
 =0，哪个专家选择e
 =1/3是不影响结果的；在结构B
H

 里，两种产品的生产专家都选择e
 =1/3。

第三类结构是有保险的分工结构，记为C
i

 ，i
 =L
 ，M
 ，H
 。结构C
L

 是完全保险，e
 =0。由于在式（9.20）里如果e
 =0，低交易效率的概率为1，这种情形不存在不确定性，此时保险公司无法生存，这意味着这个结构的角点均衡不存在；在有保险的分工结构C
M

 里，一种类型的生产专家选择e
 =1/3，另一种类型的专家选择e
 =0；结构C
H

 是具有分工和不完全保险的结构，所有人都选择e
 =1/3。

我们首先考虑结构C
H

 。在这个结构里，产品x
 的生产专家的决策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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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利用式（9.21）和式（9.22）消除c
 ，然后解最优的x
 ，x
 
s

 ，y
 
d

 。把解代回式（9.23）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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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产品x
 的生产专家对于给定的π
 选择风险金最大化Eu
 
x

 。最优风险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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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式（9.25）代回式（9.24）可得产品x
 的生产专家的期望间接效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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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我们可以解出产品y
 的生产专家的期望间接效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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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效用相等条件Eu
 
x

 =Eu
 
y

 决定了结构C
H

 的两种贸易品的角点均衡相对价格，它为p
 
x

 /p
 
y

 =1。市场出清条件M
 
x

 x
 
s

 =M
 
y

 x
 
d

 和人口方程M
 
x

 +M
 
y

 =M
 ，加上角点均衡相对价格，决定了两种类型的专家的角点均衡数量M
 
x

 =M
 
y

 =M
 /2。

保险公司将根据激励相容条件来选择β
 。这个条件意味着被保险者选择e
 =1/3时所得到的期望效用比选择e
 =0时要高。用前面计算期望间接效用函数一样的方法，我们能够解出选择e
 =0的x
 专家的期望间接效用函数。在这种情形下，k
 =k
 
L

 一定会发生，这样期望净付出对期望效用的影响是ln（k
 
L

 +c
 -π
 ）。利用式（9.22）删除c
 -π
 以后，选择e
 =0的x
 专家的期望间接效用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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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相容意味着式（9.26a）不小于式（9.27），即高努力水平的期望效用不会小于低努力水平的期望效用。这个不等式给出了β
 的下列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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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正的π
 意味着k
 
H

 ＞k
 
H

 -π
 =2k
 
H

 /3+βk
 
L

 /3，这里，我们用到了式（9.25）。这个不等式给出了β
 的另一个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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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的这两个约束意味着有保险的结构C
H

 是均衡结构的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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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条件不满足，均衡结构只能在结构A、B
L

 和B
H

 中选取。如果这个条件得到满足，均衡结构在结构A、B
L

 、B
H

 和C
H

 中选取。

与解结构C
H

 的角点均衡的过程一样，我们能够解这7个结构的角点均衡，表9-2给出了相关信息。

利用表9-2，我们可以证明，如果Eu
 （B
M

 ）＞Eu
 （B
H

 ），那么Eu
 （B
M

 ）＜Eu
 （B
L

 ）。这意味着要么Eu
 （B
M

 ）＜Eu
 （B
H

 ），要么Eu
 （B
M

 ）＜Eu
 （B
L

 ）。根据定理3.1（姚定理），结构B
M

 不可能是均衡结构。同理，我们能够证明均衡结构为B
H

 的条件是

表9-2 七个结构的期望实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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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成立的条件是［（2-3α
 ）/3（1-α
 ）］2
 ＞3β
 2/3
 ，这里β
 ＞1。显然，由于α
 ∈（0，1），这个不等式不会成立。因此，B
H

 不可能是均衡结构。同理，我们可以证明如果k
 
H

 /k
 
L

 ＞［3（1-α
 ）/（2-3α
 ）］3
 ，B
L

 不可能是均衡结构。考虑到所有相关信息，通过对期望实际收入进行比较，可得一般均衡及其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结果，这些结果由表9-3给出。

表9-3 一般均衡及其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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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image: ]
 ，A是自给自足结构，B
L

 是没有保险的分工结构，每个人都选择低努力水平，C
H

 是具有不完全保险的分工结构，每个人都选择高努力水平。我们需要增加一些假设来确定均衡的保险条款或均衡的保险不完全性程度。假设保险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一个保险合同的管理成本是b
 ，那么每个保险合同的期望利润是π
 -c
 /3-b
 =0。自由进入和完全竞争将使得利润为零。因此，均衡的保险合同条款能够由零利润条件和式（9.21）、式（9.22）、式（9.25）来确定。对这些方程进行处理以后，可以证明均衡的保险合同由下列方程给出：


β
 由方程f
 （β
 ，b
 ，k
 
H

 ，k
 
L

 ）≡2（β
 -1）（k
 
H

 -βk
 
L

 ）-9b
 =0确定


c
 =3b
 （2+β
 ）/2（β
 -1） π
 =c
 /3+b


那么均衡的分工水平、内生交易成本和生产率能够被保险管理成本系数解释。在这个模型里，激励提供和风险分担之间两难冲突的有效的平衡点（或有效的保险不完全性程度β
 ）由保险管理成本系数b
 、1-θ
 、k
 
H

 /k
 
L

 ，以及ρ
 相关的风险程度决定。由于保险不完全性程度和预算约束的软化程度之间的联系，激励提供和风险分担之间的两难冲突等价于风险分担和预算约束之间的软化之间的两难冲突。这个两难冲突对分析经济发展和制度之间的关系有更一般的含义。

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可以看到，要识别这个两难冲突的有效平衡点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了缓和危机所造成的危害而实施金融援助的时候，其把强调金融市场改革作为前提条件，从而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减少坏结果的激励提供上。当韩国和印度尼西亚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及时金融援助时，他们强调的是风险分担，双方的协议就是要找到激励提供和风险分担之间两难冲突的有效平衡点。

表9-3意味着，如果两个交易效率的值充分小，自给自足是一般均衡结构，此时不存在市场或交易风险。随着k
 
H

 和k
 
L

 增大，一般均衡跳到具有交易风险的分工结构。当比例k
 
H

 /k
 
L

 不太大时，或高努力的收益不太大时，保险不能避免道德风险，因此，分工不会与保险相联系，个人选择低努力水平（结构B
L

 ）。当此高收益显著时，保险从分工中出现，个人选择高努力水平（结构C
H

 ）。

接下来，我们证明，如果k
 
H

 /k
 
L

 ＞［3（1-α
 ）/（2-3α
 ）］3
 ，保险能够促进分工和生产率进步。比较由表9-2给出的结构A、B
H

 和C
H

 角点均衡时的实际收入可得下列结果：

Eu
 （B
H

 ）＞u
 （A） 当且仅当μ
 1
 ≡k
 
H

 2/3
 k
 
L

 1/3
 ＞μ
 0
 ≡［3（1-2α
 ）/（2-3α
 ）］2


Eu
 （C
H

 ）＞u
 （A） 当且仅当μ
 2
 ≡（2k
 
H

 +βk
 
L

 ）/3β
 1/3
 ＞μ
 0


仔细考察μ
 1
 和μ
 2
 可得：

[image: ]


[image: ]


式（9.32b）意味着μ
 2
 在β
 =k
 
H

 /k
 
L

 处达到它的最小值。这个结果，再加上式（9.32a），意味着μ
 2
 ＞μ
 1
 。这意味着，如果μ
 0
 ∈（μ
 1
 ，μ
 2
 ），那么Eu
 （B
H

 ）＜u
 （A），Eu
 （C
H

 ）＞u
 （A）。换句话说，如果μ
 0
 ∈（μ
 1
 ，μ
 2
 ），那么具有保险的结构C
H

 比自给自足好，自给自足比没有保险的结构B
H

 好。这就建立了C
H

 中的不完全保险可以促进分工和生产率进步这个命题。

接下来，我们证明这样的不完全保险不能完全消除由道德风险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尽管它确实减少了此种内生交易成本。为了证明这个结论，我们只需证明结构C
H

 的角点均衡不是局部帕累托最优的。很容易证明，随着β
 趋于1，结构C
H

 的角点均衡实际收入提高。的确，分工的局部帕累托最优值可通过计算在β
 =1时结构C
H

 的角点均衡值而得到。分工的局部帕累托最优实际收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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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μ
 3
 和μ
 2
 可得μ
 3
 ＞μ
 2
 。这意味着只要Eu
 （C
H

 ）大于u
 （A），V
 总是大于u
 （A）。但是，如果μ
 0
 ≡（μ
 2
 ，μ
 3
 ），那么V
 ＞u
 （A）＞Eu
 （C
H

 ）。因此，如果努力水平可被观察，那么完全保险仅仅给予那些选择高努力水平的人，这样道德风险就能够被完全消除，期望实际收入高于结构C
H

 的期望实际收入。换句话说，结构C
H

 的角点均衡不是局部帕累托最优的。然而，当C
H

 是一般均衡结构时，帕累托最优是不可行的。

令人感兴趣的是，这里有三种由道德风险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

（1）假设k
 
H

 /k
 
L

 ＞［3（1-α
 ）/（2-3α
 ）］3
 ，μ
 0
 ≡（μ
 2
 ，μ
 3
 ）。这意味着一般均衡结构是A，帕累托最优是具有完全保险没有道德风险的分工。因此，由于正的均衡的内生交易成本，分工及相关的福利收益是不能实现的。这种类型的内生交易成本被称为第Ⅰ类内生交易成本，它与帕累托无效的分工水平、生产率以及交易次数有关。

（2）假设k
 
H

 /k
 
L

 ＞［3（1-α
 ）/（2-3α
 ）］3
 ，μ
 2
 ＞μ
 0
 。这意味着一般均衡结构是C
H

 ，它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因此，均衡的资源配置是无效率的，即两种商品的相对数量和相对价格是无效率的，这是由于存在道德风险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尽管均衡分工水平是有效的。这种类型的内生交易成本被称为第Ⅱ类内生交易成本。

（3）假设k
 
H

 /k
 
L

 ＞［3（1-α
 ）/（2-3α
 ）］3
 ，k
 
L

 ＞［（1-2α
 ）/（1-α
 ）］2
 。这意味着均衡结构是B
L

 ，它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其努力为低水平，因此，道德风险产生内生交易成本，它与避免交易风险的低努力水平有关，尽管均衡分工水平是有效的。这种类型的内生交易成本被称为第Ⅲ类内生交易成本。

（4）假设k
 
H

 /k
 
L

 ＞［3（1-α
 ）/（2-3α
 ）］3
 ，μ
 0
 ＞μ
 3
 ＞μ
 2
 。这意味着均衡结构是A，它是帕累托最优的。现在假设交易效率的提高使得μ
 0
 ≡（μ
 2
 ，μ
 3
 ），这意味着均衡结构从结构A跳到结构C
H

 ，均衡的内生交易成本从零提高到一个正的水平。换句话说，作为减少外生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的结果，内生交易成本的增加、生产率的提高和分工水平的提高可能同时发生。我们称这种由于外生交易成本减少和生产率提高而出现的内生交易成本为第Ⅳ类内生交易成本。

第Ⅰ类和第Ⅲ类内生交易成本和X
 无效率相似，它导致一个低生产率或一个低努力水平。但是，第Ⅰ类交易成本引起了组织无效率（帕累托无效的分工水平），而第Ⅲ类和第Ⅱ类交易成本则导致配置无效率。第Ⅳ类交易成本是与高的生产率相关的道德风险，高的生产率能被用来承担增加的内生交易成本。

这些有关内生交易成本的结果证实了科斯的猜想，如果存在内生交易成本，自利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将导致合约安排最大化减去内生和外生交易成本的分工经济，而不是最小化某种特殊类型的交易成本。

如果把测度努力水平的费用和道德风险之间的两难冲突引入具有激励提供和风险承担两难冲突的模型，故事将更现实，也更复杂。米尔格龙和罗伯兹（Milgrom and Roberts，1992，p.336）考察了几个这样的模型。在其中的一个模型里，在一个公司内部，按照资历提升能够减少寻租费用，鼓励公司专有的人力资本的连续积累，为雇员和雇主之间提供风险分担。但是，它也会引起与努力水平的不精确测度有关的内生交易成本，并阻止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劳动力流动。根据表现建立的提升机制的影响刚好与此相反，因此，有效的提升标准必须有效地折中激励提供与风险分担和就业稳定（或它的反面，劳动力流动）与测度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


例9.7
 应用例9.5和例9.6中的模型来分析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关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有两种相反观点。其中一种观点认为亚洲金融危机是由与任人唯亲和政府提供的完全保险贷款有关的道德风险引起的；另一种观点（Radelet and Sachs，1998a；Stiglitz，1998）认为，随着贸易网络的扩张，即使道德风险不是很严重，总的协调失败风险仍将不可避免地增大。因此，政府和国际组织所采取的应对政策和过急反应可能并未达到保险和激励提供之间两难冲突的有效平衡。例如，当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银行业的保险上时，反而过分强调能够减少道德风险的金融改革项目。我们能够利用例9.5和例9.6中的模型来评价这种观点。根据式（9.13e）和式（9.19b），即使道德风险不存在，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或每次交易的协调失败风险的下降，总的协调失败风险1-P增大。这是因为随着每个交易的协调失败风险的下降，折中分工经济和总风险之间两难冲突的余地扩大了，使得个人能够负担得起高风险。因此，对一个较高的总协调失败风险的选择与由分工演进产生的经济发展有关，它是有效率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个较成功的发达经济体比不发达经济体发生像大萧条那样的插曲的风险要高。这也是为什么拉第勒（Radelet）和萨克斯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一个“成功的危机”。就像选择上高速公路驾车是选择高出平均车祸的风险一样，高风险是被有效地选择的。

这意味着道德风险不是故事的全部，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完全保险所产生的较多的道德风险并不一定意味着较大的金融危机风险。例9.6中的模型意味着，处理亚洲金融危机的有效方法是有效地平衡激励提供和风险分担之间的两难冲突，而不是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上。

如果金融决策和经济行为之间的时间滞后被考虑，我们有另一个由金融决策对市场冲击的灵敏反馈引起的强激励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之间的两难冲突。金融改革可以提高反馈机制的灵敏度，但是，太灵敏的反馈可能使得弄巧成拙的事情更易发生。有时，太灵敏的反馈可能对金融危机的爆发产生过激反应。阿洪、巴车塔和巴纳杰（Aghion，Bacchetta and Banerjee，1998）发展了这样一个蛛网模型。例9.5中的斯密模型也包含这样一个两难冲突。政策的制定就是为了识别保险提供和道德风险之间以及强激励和稳定性之间的两难冲突的有效平衡点。

关键术语和复习

内生和外生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

加深现行关系的外生交易成本和扩展潜在关系的外生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

上面两个两难冲突以及分工经济和各种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对经济发展的含义。

外部效应、公共物品。

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公共物品之间的关系。

庇古对外部效应和公共物品引起的扭曲的边际分析与内生交易成本和内生外部效应的超边际分析之间的区别。

市场上的竞争与精确设定并行使产权之间的替代。

如果考虑到各种内生和外生交易成本和分工经济之间的两难冲突，为什么完全竞争和对产权的完美精确界定和保护不是有效的？

预算约束的软化程度与设定并行使产权的模糊度之间的联系。

确定有效的竞争程度的市场机制、设定并行使产权的有效模糊度和有效的分工水平。

风险厌恶和严格凹的效用函数之间的关系。

风险厌恶程度的测度。

交易风险和风险厌恶度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保险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完全保险、道德风险、不完全保险和内生交易成本。

完全保险的苏联式经济体制的特征是什么？它为什么产生极高的内生交易成本？为什么在一个发达的保险市场建立以前，废止苏联式完全保险制度会导致生产率显著下降？

进一步阅读

不同类型的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Cheung（1969，1970，1983）；Milgrom and Roberts（1992）；Yang and Ng（1993，chapter10，11）；Yang and Wills（1990）；Yang，Wang and Wills（1992）；Williamson（1975，1985）；Monteverde and Teece（1982）。产权经济学：Barzel（1989），Demsetz（1967，1988），Demsetz and Lehn（1985），Furubotn and Pejovich（1974），Manne （1975），North（1981），North and Weingast（1989）。内生偷窃行为的新政治经济模型：Marcouiller and Young（1995），Skaperdas（1992）。软预算约束：Kornai（1980，1991），Qian（1994）。可靠性理论：Shooman （1968），Sah and Stiglitz（1986，1988，1991），Sah（1991），Bazovsky（1961），Lange（1970），Blanchard and Kremer（1997），Kremer（1993）。有关产权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历史证据：Macfarlane（1988）；Baechler，Hall and Mann（1997）；Pipe（1999）；Jones（1981）；Baechler（1976）；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Mokyr（1990，1993）；Landes（1998）。较好地行使产权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经验证据：Barro（1997）；Sachs and Warner（1995，1997）；Yang，Wang and Wills（1992）；Frye and Shleifer（1997）。保险和经济发展：Lio（1996，1998），Dixit（1987，1989）。风险和保险：Mas-Colell，Whinston and Green（1995，chapters 6，13，14），Varian（1993，chapter 8），Milgrom and Roberts（1992）。道德风险的一般均衡模型：Legros and Newman（1996），Laffont and Tirole（1986），Helpman and Laffont（1975），Kihlstrom and Laffont（1979）。经济危机和发展：Sachs（1986d，1987，1989），Radelet and Sachs（1998a）。

思考题

1.自动交通指示灯系统能被用来节省雇佣交通警察手工操作交通指示灯的成本，但它也导致内生交易成本。自动交通指示灯系统不如手控系统灵活，因此，它经常浪费司机等绿灯的时间。技术上来说，如果以购买超声系统的外生交易成本为代价，在每个十字路口监控交通情况的超声系统就可以用来减少此类内生交易成本。讨论在什么条件下（例如，在发达国家警察的工资很高，或技术进步能显著降低超声系统的价格）接受由自动交通指示灯系统导致的内生交易成本是高效率的。为什么“外部效应”这个概念在说明内生交易成本时是误导人的？

2.在专利法（Statute of Monopolies，1624）首次引入英国之前，知识产权交易中存在大量的内生交易成本。专利法以增大垄断所导致的扭曲为代价，大大降低了此类内生交易成本。墨克（Mokyr，1993，pp.40-48）讨论了专利法对工业革命的收益和成本。为什么用术语“外部效应”和“外溢效应”描述这样的内生交易成本是误导人的？

3.在英国最早的邮政系统里，邮费根据邮件的重量和邮递距离精确计算以减少邮费和所提供的服务之间不精确对应导致的内生交易成本。分析为什么邮政系统用邮票和邮政信箱这种邮费和邮政服务之间不精确对应的方法取代了过去的精确对应方法。为什么术语“外部效应”对描述邮政系统里所包含的各种内生交易成本是误导人的？

4.霍姆斯特朗和罗伯兹（Holmstrom and Roberts，1998，pp.80-81）研究了美国和日本契约安排的差异。第一个对比：在美国产品销售比较典型的做法是由汽车制造商设计产品并向供应商提供图样。这种类型可由威廉姆森（Williamson）的“敲竹杠”故事来预测，因为在设计中的投资是极其特有的并可能无法完全受合同保护；因此，外部供应商因为害怕购买者在他们的投资到位后“敲竹杠”而不敢做这样的专门性投资。与之完全相反的是，日本的汽车公司通常依赖于它们的供应商具体设计产品。设计成本通过零件的销售价格来弥补，在此条件下，价格将根据实现额进行调整。第二个对比：传统的美国方式是由汽车制造商拥有其特殊的物质财产。日本则正相反，这些特定的投资是由供应商进行的，它们保持印模的所有权。此外，因为日本汽车制造商的任何一个零件组件或系统通常只有非常少数的几个供应商，供应商处于一个可通过威胁中止供给来获得重新议价的地位。因为没有商品可以及时替代，根据交易成本理论，日本的汽车制造商往往对零部件供应商让步。同时，两个国家印模拥有权的差异也向经济学家提出了所有权结构的问题，哈特、格罗斯曼试图仅根据提供投资积极性来解释产权分配。联系威廉姆森资产专有性的理论及哈特不完全合同的理论，使用例9.2中的模型解释日本和美国合同安排的差异（例9.15）。

5.橘子能以非常细或粗的方式分类（Cheung，1970；Barzel，1982），有两种极端的方法：一种是根据每一个橘子的质量（味道、色泽和大小）精确地定价；另一种是对不同质量的橘子制定同样的价格。在现实生活中，橘子的分类和定价居于这两种极端之间。应用本章的模型分析市场怎样决定最优橘子分类精细程度。为什么在自由市场体系里，由橘子质量不精确测定导致的外部效应是有效率的？

6.使用内生“外部效应”的模型把科斯（Coase，1960）和张五常（Cheung，1970，1983）对庇古关于外部效应和公共商品的福利分析的批评形式化。张五常和科斯认为，所谓外部效应是有效权衡内生和外生交易成本的两难冲突后，人们内生选择的结果。并且，如果计算了详细界定和保护产权的外生交易成本，保持一定程度的“外部效应”将是有效率的。同样，不同产权结构的超边际分析比庇古对特定经济结构中产品数量和价格的边际分析要高明得多。换句话说，在贸易利益和所有交易成本之间两难冲突的全部均衡分析中，必须考虑均衡在角点解之间的不连续跳跃。

7.马歇尔（Marshall，1989，p.241）把分工网络、交易条件和新机器的发展描述如下：“有机体的发展，无论是社会的还是物质的，一方面在分离的部门里不断进行功能细分，另一方面这些部门相互之间越来越紧密联系。每个部门变得越来越不自给自足，并越来越依赖于其他部门来实现它的福利。因此，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有机组织里，任意一个部门的扭曲也将影响其他部门。这种加深的功能细分或‘分化’，正如它的名称所示，表明它以分工、专业化技能、知识和机械的发展等形式与工业联系；而‘一体化’，也就是工业有机组织分离的部门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和牢固。”联系这段话解释本章的模型。

8.墨克（Mokyr，1990，p.267）指出：“很多公司小并不意味着竞争程度高。如果公司为一个很小的市场服务，即如果运输成本非常高，甚至一个工匠也能成为一个垄断者。此外，竞争性的行业能设置缓和激烈竞争的机制，并最终使这个行业在某些方面表现为垄断者。行会体系，虽然不是为了那个目的而成立，但许多世纪以来在欧洲一直承担着这个任务。”用本章的模型来证实竞争程度和交易效率之间关系的设想。

9.如果资本市场不发达，政府的邮政制度可以用来发展邮政服务市场。如果资本市场发达，为什么政府的邮政制度比市场提供的私人邮政服务导致更大的内生交易成本？一些经济学家用网络外部效应的概念证明，政府在邮政服务市场的垄断是合理的。为什么这个概念也许是误导人的？

10.例9.2里均衡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能用来识别两种类型的交易效率，即界定订约权的效率与界定和执行合同条款的效率的提高带来的影响。例如，界定订约权的交易效率的提高增加了购买者对同一商品同等地位的供给商之间的竞争依赖，并减少了界定和执行合同条款的均衡精确程度。规定和执行合同的效率提高也许有相反的效应，因此，一种商品的购买者将提高合同的精确性而不是和许多这种商品的潜在供给者保持联系。同时，不管哪一种效率提高，都会提高均衡的分工程度、贸易依存度和生产率。这个模型也同样能用于分析苏联模式经济里的产权结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比较制度经济学家现在意识到，在国家所有制体制下的模糊产权是一个比社会主义经济里的价格扭曲更加严重的问题。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相信产权界定越精确越好，用界定订约权的效率和界定原执行合同条款的效率之间的区别来评论这个观点。

11.苏联模式经济里限制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贸易，大大降低了界定订约权的交易效率，从而限制了制度和经济的发展。在这样的限制下，两种交易成本的折中范围就非常有限。用例9.4中的模型分析社会主义国家里一个国营企业和自由企业制度里一个政府拥有的企业之间的区别，以及社会主义国家里一个国营企业和自由市场里一个私人企业之间的区别。

12.中国政府用政府的税收来发展高速公路系统，而马来西亚的主要高速公路系统都是由私人发展的。用本章的模型分析两种发展基础设施方式各自的优势。

13.用本章的模型分析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14.杨小凯、王建国和威尔斯（Yang，Wang and Wills，1992）用中国体制变革的文献记录来估量界定和执行对土地、商品、劳动力和金融财产的使用权、转让权和赢利权的交易效率的单项指数。然后用12个单项指数来估计9年来综合交易效率指数。然后将人均纯收入和商业化程度（一种分工的指标）对交易效率指数做回归，证明在人均纯收入、分工程度和界定产权的交易效率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揭示本章理论更多的经验含义，并为其找出更多的经验证据。

15.使用本章的模型分析股票市场在为企业家活动提供不完全保险方面的功能和它的发展含义。

16.在许多欠发达社会里，人们将许多资源花在加深私人交易关系以提高交易的可靠程度上。他们不依赖于非人情化的市场联系来确保交易（参见Mauss，1925）。用例9.2中的模型解释这种现象。诺斯（North，1970）指出非人格的交易对减少交易成本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用本章的模型分析非人格的交易发展条件。

17.分析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其他保险在扩大分工网络规模和提高生产率方面的功能。

18.苏联模式的经济体系为国家公职部门的专业人员提供了完全的保险。这种完全保险由于道德风险导致了巨大的内生交易成本，但又是巨大的分工网络规模得以运转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用本章的模型解释，为什么苏联经济会在20世纪90年代整个保险制度取消后出现急剧衰退。

19.分析为什么消费者-生产者的框架和分工正网络效应的概念对揭示保险的生产力含义至关重要。

20.用本章的保险模型解释保险部门的发展对英国18世纪国家的商业和财富的影响。

21.用经验数据来测试分工和保险收入比重的同时演进，保险的作用是调节一个更大的分工网络中不断增大的协调失败的风险。

22.《经济学家》（Economist
 ，1998，第5～11期）的一项调查发现，在交通基础设施越好的城市里，碰上交通堵塞的可能性往往越大。用本章有关扩展网络的好处和网络的可靠性之间的两难冲突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当交易条件改善时，总的可靠性会下降。

23.例9.6的模型表明，在一个内生专业化的斯密模型中，道德风险、分工和生产率会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一起提高。因此，一个发达国家由道德风险引起的扭曲也许比一个欠发达国家更多，尽管前者有更高的生产率。用这个结果和本章的其他模型来评论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的主张，即主流经济学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很多市场不存在，这就造成比发达国家更多的扭曲。

24.用本章的模型分析出版和写作的分工及版权法对提高分工的作用。

习题

1.杨小凯和威尔斯（Yang and Wills，1990）假设，在例9.1的模型中的q是由减少交易风险的努力内生地决定的。求一般均衡并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2.墨克（Mokyr，1993，p.56）描述过税收的负效应和它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好处之间的两难冲突。在18～19世纪，英国人比法国人征的税更重，但英国的税收规则稳定且预先就确定，不像法国那样具有任意性和掠夺性，税收被用来发展公共机构和交通基础设施，这大大改善了交易条件。因此，在1788年，英国的人均GNP比法国的高30%。在例9.1的模型里，对商品销售指定一个税率，假设交易可靠性r是税收的递增函数，用这个新模型解释墨克收集的历史事实。注意，因为税收的正负效应之间的两难冲突，有一个把人均纯收入最大化的最优税率。

3.假设在例9.1的模型中，q因商品的不同而不同，并且m
 =3，求一般均衡及其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用你的结果分析为什么一种资产和其他资产具有一样的消费和生产条件，但在其贸易上包含更多的限制或更高的交易风险q
 如果它被交易则有更低的市场价格，在均衡中如果不是所有的商品参与贸易则它也不参加交易。应用这个分析来探究公共住房计划的福利含义。用模型解释为什么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机构，包括政府资助的大学，都不愿意从市场购买各种各样的服务，它们倾向于拥有自己的招待所而不是为客人购买专业化的宾馆服务，拥有自己的律师而不是向独立的律师事务所购买专业化的法律服务等。分析这种自给自足倾向对分工和经济发展的均衡网络规模的含义。

4.假设在例9.4的模型里，商品x
 是生产消费商品y
 必需的生产物资。每一个消费者-生产者的效用是商品y
 的消费量的函数。商品y
 没有交易的不确定性。求一般均衡并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Yang and Ng，1993，chapter 11）。

5.霍姆斯特朗和米尔格龙（Holmstrom and Milgrom，1991）认为，雇主雇佣雇员从事两种活动来赢利。雇主的确定性等价（这个概念的定义参见第8章第8.2节）是P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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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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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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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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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雇员在活动i
 的努力程度，β
 
i

 是活动i
 的激励强度系数，P
 （e
 1
 ，e
 2
 ）是期望总利润，α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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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期望工资的支付。相机工资支付是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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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0，σ
 ）是活动i
 里的白噪声，并且x
 1
 和x
 2
 是独立的。雇员的确定性等价财富水平是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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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C
 （e
 1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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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总努力的负效用，r
 是雇员绝对风险厌恶系数，并且var（β
 1
 x
 1
 +β
 2
 x
 2
 ）=（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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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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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σ
 。给定雇员的确定性等价财富水平，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将雇主和雇员的总确定性等价财富水平最大化，找出在每个活动中的最优激励强度β
 
i

 。求解在两个活动中平衡的激励和每个活动中强烈激励的益处之间的两难冲突产生的最优化激励付酬结构，这种付酬结构比在传统的委托-代理人模型需要的激励少得多。霍姆斯特朗和米尔格龙用这个模型证明企业制度能够用这么微弱但平衡的激励合同使一个特定的活动运转，而这个活动在没有企业的市场里也许不能发生。讨论这个模型和例7.1和例9.15里的模型的区别。

6.在本章的模型中引入偷窃，并假设一个人能在交易里花时间偷窃贸易伙伴的商品，同时，每个人都能花时间保护自己免受偷窃。你可以指定一个偷窃函数，其中右边是花在偷窃上的时间，左边是不需要付款即可得到的商品。然后你可以在被偷窃程度和花在保护他财产上的努力之间的负关系上指定一个保护函数。用这样的模型来揭示内生偷窃对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和经济发展的含义。刑法对偷窃的处罚远大于由偷窃所导致的直接经济成本。例如，根据刑法，偷窃可判监禁，外加补偿偷窃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的罚款。此外，道德准则要求有责任心的人不能仅仅考虑偷窃的成本和收益。刑法和尊重私人财产的道德准则的发展含义是什么？

7.假设在例9.5的模型里，m
 =3，并且α
 1
 ＞α
 2
 ＞α
 3
 。求没有保险的角点均衡并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分析保险的发展含义。

8.假设在例9.5的模型里，m
 =3，并且k
 
H

 和k
 
L

 因商品不同而不同。求有保险和没有保险的角点均衡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分析商品之间交易风险不同对贸易模式的含义。

9.假设在例9.6的模型里，效用函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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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10.假设在例9.6的模型里，每个保险合同里都有管理成本b
 ，自由进入和竞争使得保险公司的纯利润趋于0或π-（c
 -3）-b
 =0。求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并分析保险对生产率和分工网络规模的含义。

11.基于例9.6发展一个全部均衡模型，把从分工的演进中专业化保险代理人的出现内生化，你可以在估价交易风险时，设定专业化经济。讨论专业化经济可能的意义，可以用专业化经济得出与一些保险模型相反的结果，传统保险模型预测被保险人比专业化保险公司更了解风险（逆选择）。

12.一家新古典企业的生产函数是y
 =k
 
α

 q
 
n

 nB
 （Kremer，1993），其中y
 是预期的产出水平，k
 是资本的投入水平，α
 ∈（0，1），q
 是一名工人干一份工作达到质量要求的可能性，或者1-q
 是这个工人的工作不能达到质量要求的可能性，n
 是生产所必需的工作的种类，B
 是每一个合格的工作对产出的贡献参数。市场工资是q
 的一个函数，它与所雇佣的工人的质量呈正相关，因此，w
 =w
 （q
 ）。利率是r
 ，假设商品y
 是计价物，给出选择k
 和q
 最大化利润的一阶条件并且确定工资比率和工人质量w
 （q
 ）之间的市场关系［提示：把最优的k
 代入最优q
 的一阶条件，然后求解微分方程dw
 /dq
 =f
 （q
 ）］。

13.沙和斯蒂格利兹（Sah and Stiglitz，1986）考虑过两种类型的决策过程。其中，一个项目由两个决策者评估。在类型A（串联），第1人首先评估一个提议的项目。他接受一个建议的可能性是p
 ，拒绝建议的可能性是1-p
 。被第1人接受的建议然后由第2人评估，他接受建议的可能性是p
 ∈（0，1）。在类型B（并联），每个人独立地评估一个建议，不受别人评估的影响。假设50%的建议是好的，其他的建议是差的（应该被否决）。在每一种决策类型下，一个好的建议被否决的可能性（类型Ⅰ错误）是多少？在每一种决策类型下，一个坏的建议被接受的可能性（类型Ⅱ错误）是多少？

14.假设在例9.2中，每次交易的可靠性r
 是潜在合伙人数量N
 的递减函数（因为在职的合伙人的忠诚度随着一个人与许多潜在在职合伙人的替代者保持联系而递减），请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用你的结果来分析为什么许多连锁店合同包括这样的条款：对分店脱离总部人为地设定很高的成本。


第三部分 城市化和工业化

第10章 城市化、城乡二元结构和经济发展

10.1 城市为何及如何从分工中出现

色诺芬（Xenopnon，见Gordon，1975，p.41）、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83，p.947）、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及马歇尔（Marshall，1890）早就认识到分工与城市出现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没有发展出解释城市如何从分工中出现的一般均衡分析。有两种方法探讨城市化和分工的关系：一种方法是由杨小凯（Yang，1991）以及杨小凯和赖斯（Yang and Rice，1994）提出的，强调个人专业化水平和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内生；另一种方法是由福基塔和克鲁格曼（Fujita and Krugman，1995）提出的，强调商品种类数的内生以及规模经济。

杨小凯的模型（Yang，1991）预测，如果所有人居住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则交易效率会因每对贸易伙伴交易距离的降低而提高，因此，分工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也会提高。但是，该模型不能预言城乡二元结构的出现，因为按照该模型的思路，所有的人都应该居住在一起。

福基塔-克鲁格曼模型背后的故事如下：在无止境的规模经济、消费多样化工业品的好处以及交易成本之间，存在一些两难冲突。农业是土地密集型的，所有农民必须分散居住在农村地区；工业品不是土地密集型的，所以，制造业可以集中在城市里。此外，随着制造业者的居住场所集中在城市，在降低城市居民之间的交易成本和提高农村农民与城市制造业者之间的交易成本之间就会存在一种两难冲突。人口规模或交易效率的提高，就为折中这些两难冲突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从而提高生产力、人均真实收入，以及消费多样性。作为分工的一个方面，工业品种类数提高产生的两难冲突的结果，会使制造业者的居住越来越集中，从而使城市更可能出现。制造业者集中居住产生的好处，被称为第Ⅰ类聚集经济。正如一般均衡模型比较静态分析预测的，单位农产品交易成本系数的下降，或者一个更大的人口规模，会更有可能使城市因工业品种类数增多而出现。但是，这一模型不能预言城乡地价差别的扩大、城乡居民相对人均土地消费的下降、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的提高，以及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高等现象的同时发生。我们将在第10.2节中研究这一模型。

杨小凯和赖斯（Yang and Rice，1994）内生专业化的模型则预言，城市及城乡差别的出现是分工和个人专业化演进的结果。模型背后的故事如下：假定食物的生产是土地密集型的，而很多工业品的生产则不是土地密集型的。在每种产品的生产上有专业化经济，而贸易会产生交易成本。因此，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之间就会有一对两难冲突。如果交易效率低下，个人会选择自给自足，此时没有市场，也没有城市。随着交易效率稍有提高，专业化经济与交易成本之间两难冲突折中的结果，就出现了半专业化的农民和半专业化的服装制造者之间的分工。由于农业是土地密集型而服装制造业不是，故农民的居住就分散，而每一个服装制造者则居住在一个农民的附近，以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农业和服装制造业之间低水平的分工不会产生城市。随着交易效率进一步提高，在农民和工业制造者的分工之外，又出现了服装制造者、房屋制造者，以及家具制造者。由于这些制造者的生产并非土地密集型，故他们既可以分散居住，又可以集中居住在城市。为了节省分工以及制造业者之间交易引起的交易成本，他们将居住在一个城市。因此，专业制造业者之间以及职业制造业者与农民之间高水平的分工，就会使城市以及城乡差别出现。

在这个故事中，如果不同的专业制造业者居住在城市，则制造业者（城市居民）之间的交易成本系数就比农民（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交易成本系数要小得多。由于农业和工业生产中土地密集程度的不同，这种交易效率的差别就成为城市从分工中出现的驱动力。

在城市化和分工的发展中，由于城市居民之间的交易距离比农村居民之间的要短得多，其交易效率也就更高，城市居民的专业化水平和生产力就比农村居民提高要快得多。在经济从低分工水平向高分工水平过渡的转型阶段，用生产力差别和商业化收入差别表示的城乡二元结构就会发生。但是，不同地区之间以及不同职业之间的自由流动会使城乡之间人均真实收入均等化，尽管其人均商业化收入会不平等。随着交易效率持续提高，经济将演进到一种完全分工状态。此时城乡二元结构就会消失，而城乡之间生产力、商业化程度，以及商业化收入也会均等。第10.3节用一个简化版的杨-赖斯模型（1994）对这个故事进行了形式化。同福基塔-克鲁格曼模型相似，故事背后的驱动力也是第Ⅰ类聚集经济，这类聚焦经济效果看似城市化的外部性。

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不存在交易效率差别时城市和分工演进之间关系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利用分工的正网络效应与一个特定分工网络所要求的交易在地理上的集中之间的交互作用的一般均衡含义来解释城市化。由于分工的正网络效应，一个特定分工网络所要求的交易在地理上的集中，就可以通过降低每个人的总交通距离来节省交易成本。因此，城市化可以通过将一个大的交易网络集中在城市里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分工的发展。交易在地理上集中产生的好处，被称为第Ⅱ类聚集经济效果，它不同于制造业者集中居住产生的好处。第Ⅱ类聚集经济效果意味着，即使人们不居住在城市，他们也可以来到城市进行交易，而第Ⅰ类聚集经济只有在人们居住在城市时才会产生。十分有趣的是，在这个故事中，均衡的交易效率、均衡的分工水平，以及均衡的交易地理模式之间存在相互依赖性。在研究这些相互依赖的变量之间如何同时决定时，一般均衡的概念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第10.4节会对这个一般均衡的故事进行形式化。

在第10.5节，我们将这个故事扩展，以同时内生城乡土地价格的差别、分工水平，以及城市地区人口密度。为此，我们将在效用函数中引入土地的消费水平。除了分工经济和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城市居民的高交易效率与狭小的居住空间之间也存在一种两难冲突。同最优两难折中相联系的均衡，会产生如下现象：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分工会随之发生演进，这会使聚集经济效果（交易效率随着交易在地理上的集中而提高）越来越显著，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居民愿意居住在城市。这将会使城市的地价上升，使城市居民相对于农村居民的人均土地消费量下降。城市地价上升的潜力，就由分工演进的潜力所决定。

学习本章时需问自己以下问题

城市的出现及发展、分工水平，以及交易效率之间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农业和工业对土地的不同要求会产生高密度人口的城市与人口稀少的农村的二元结构？

自由迁徙与不能自由迁徙对城市化、分工的演进，以及经济发展有何影响？

为什么交易效率、交易的地理模式，以及分工水平会相互依赖？在市场上它们又是如何同时决定的？

为什么城市地价高于农村地价？在发展过程中，决定城市土地价格的主要潜在经济因素是什么？

10.2 基于规模经济和交易成本两难冲突的福基塔-克鲁格曼城市化模型


例10.1
 福基塔-克鲁格曼模型的简化版（1995）。
 我们考虑一个经济中有N
 个相同的消费者、一种农产品以及n
 种工业品。其中，n
 在模型中内生。假定工业活动不需要土地，因此，一个地区地理上的中心点就是一个城市，所有N
 
M

 个制造业者都在城市中居住。假定N
 
A

 =N
 -N
 
M

 个农民均匀居住在城市周围，在模型中，所用的土地面积是内生决定的。每个农村居民有以下决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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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
 是农产品价格，q
 是工业品价格，z
 
A

 是一个农村居民消费的农产品数量，n
 是工业品的数目，x
 
A

 是农村居民消费一种工业品的数量。每个消费者有一个单位的劳动禀赋，因此，一个农村居民的收入等于农村工资率w
 
A

 。k
 ∈（0，1）是工业品的交易效率系数。我们假定，一个农村居民从当地农村市场购买农产品时没有交易成本。因此，交易成本只有在购买工业品时才会发生。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运用了对称性，即消费的所有种类的工业品价格和数量都是相等的。

每个城市居民有以下决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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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下标B
 表示一个城市居民的变量，而t
 ∈（0，1）是农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如果我们假定城市劳动力是计价物，则w
 
B

 =1。我们假定一个城市居民从当地城市市场购买工业品时没有交易成本，因此，城市居民只有在购买农产品时才会发生交易成本。

类型i
 =A
 ，B
 的消费者的需求函数、间接效用函数以及需求自价格弹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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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需求的自价格弹性E
 是用杨-海吉尔公式计算的（见第4章第4.4节）。

假定农业部门是简单的里昂惕夫生产函数，因此，生产1单位的z
 需要a
 单位的劳动与1单位的土地。农业部门的零利润条件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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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自由迁徙将导致两个地区之间的效用均等化。条件u
 
A

 =u
 
B

 ，加上式（10.3），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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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制造非农产品的生产函数是有固定成本的线性生产函数。因此，生产Q
 
i

 的产出的劳动数量是f
 +bQ
 
i

 。任何工业品市场都是垄断竞争的。用需求自价格弹性的杨-海吉尔公式、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以及零利润的条件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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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
 
A

 是农民数量，N
 
B

 =N
 -N
 
A

 是城市居民数量，w
 
A

 的均衡值由式（10.4）给定。

式（10.4）和式（10.5），再加上劳动或工业品市场出清条件，可以用来决定N
 
A

 ，q
 ，w
 
A

 和n
 。农产品的均衡总产出水平Z
 =zN
 可以这样得到，即将均衡价格代入需求函数z
 
i

 =αw
 
i

 /p
 ，其中，w
 
i

 由式（10.4）给定，这样，对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就是

[image: ]


或


N
 
A

 =αk
 1-α

 N
 /［（1-α
 ）t
 
α

 +αk
 1-α

 ］

其中，w
 
A

 =t
 
α

 /k
 1-α

 由式（10.4）给定。将式（10.6）代入式（10.5），可得到均衡的工业品数目的值，而这可以被视为工业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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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式（10.6）和式（10.7）求导，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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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以及（或者）农产品交易效率的提高，工业品数目也提高，或者工业化也得到发展。同样，比较静态分析还预测，随着农产品交易条件的改善，城市居民在总人口中的份额会提高，或者城市化得到发展。但是，工业品的交易效率则有着相反的效果。

用于农产品生产的均衡土地面积同农产品z
 的产出一样，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而增大，随着工业品交易效率的提高而增大，或者随着农产品交易效率的下降而增大。福基塔和克鲁格曼的原模型比这个简化版的模型要稍微复杂。他们假定，交易成本是到城市的距离的一个递增函数，而城市位于一条线段的中点，所有的农民都居住在城市两侧的线段上。他们还讨论了一个以上的城市从工业品数量的演进中出现的条件。

根据波姆加德勒（Baumgardner，1989）的研究，大城市中的医师比小城镇的医师要专业得多，这一经验证据同古典经济学家的猜想是一致的。但福基塔-克鲁格曼模型不能预测这种现象，因为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在他们的模型中没有被内生，因此，在下一节中，我们考虑有内生专业化以及城市从分工演进中内生出现的模型。

10.3 城乡二元结构从分工中出现


例10.2
 一个简化版的杨-赖斯模型。
 我们介绍刘孟奇解出的一个简化版杨-赖斯模型（1994）。该模型同第3章和第6章的模型相似。有三种商品，衣服（商品1）、家具（商品2）及食物（商品3）。商品1和商品2是工业品，生产时需要很少的土地，因此，生产这两种工业品的人既可以分散居住在一个广大的地区，也可以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地区。商品3（食物）的生产属于土地密集型，农民必须分散居住在一个大面积的地域。虽然所有M
 个生产者-消费者都是事前相同的，但他们可以选择专业化生产不同商品，并且选择他们的居住模式（远离邻居或紧靠邻居）。我们将选择只生产一种工业品的人们称C类人，而将选择生产农产品的人们称为R类人。购买一单位商品的交易成本系数是1-K
 ，或者说交易效率系数是K
 ，但不同类型的人之间的K
 也不同，K
 值取决于人们关于其居住地理模式的决策。如果C类人都一起居住在一个很小的地区，则交易效率系数K
 =k
 为一对C类人之间的交易效率系数。交易效率系数K
 =r
 为一对R类人之间的交易效率系数，而K
 =s
 为一个C类人与一个R类人之间的交易效率系数，我们假定，k
 ＞s
 ＞r
 。第一个不等式容易理解，因为一对居住在一起的C类人之间的平均距离，要小于一个R类人（必须占用大面积的土地）和一个C类人之间的平均距离。假定一个R类人居住在其农场的中心，该农场是半径为1的圆形，如果C类人要和农民交易，则他可以通过居住在农场的边沿而将交易成本最小化。这样，一个R类人和一个C类人之间的最小距离为1。但两个各自居住在其半径为1的农场中心的R类人之间的距离为2。这是一个R类人和一个C类人之间的交易效率高于一对R
 类人之间交易效率的原因，即s
 ＞r
 。

正如前面的章节中一样，每一个消费者-生产者的效用函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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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消费者-生产者有以下生产函数和工作时间的禀赋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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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是生产一件商品时固定的学习或训练费用，l
 
i

 是一个人在生产商品i
 时的专业化水平，下标i
 代表商品i
 ，上标s
 代表售卖（供给）的数量，而上标d
 则代表购买（需求）的数量。

根据文定理，有三种模式。第一种类型的模式为自给自足（用A表示），如图10-1（a）。卖商品i
 且买商品j
 ，用（i
 /j
 ）表示；卖商品i
 且买商品j
 和t
 ，用（i
 /jt
 ）表示。第二种类型的模式又有六种：（1/2），（2/1），（1/3），（3/1），（2/3）和（3/2），如图10-1（b）所示。第三种类型的模式有三种：（1/23），（2/13）和（3/12），如图10-1（c）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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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城市从分工演进中出现

这些模式的组合产生了四种结构。在自给自足结构A中，M
 个人都选择模式A。所有M
 个人在模式（1/2）和（2/1）之间选择的结果，就组成了局部分工的结构P1。所有人在模式（1/3）和（3/1）之间选择的结果，就组成了结构P2，如图10-1（b）所示。由于基于模式（2/3）和（3/2）的一个结构与结构P2相对称，且产生与P2相同的人均真实收入，故我们将其省略。所有人在其他几个模式（1/23），（2/13），以及（3/12）之间选择的结果，组成了完全分工的结构D，如图10-1（c）所示。

根据前面章节中发展的超边际分析方法，我们可以求出8个模式中的角点解，见表10-1。根据效用均等化和市场出清条件，我们可以解出四种结构中的角点均衡，如表10-2所示。

表10-1 八个角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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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2 四种结构中的角点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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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四个角点均衡中的人均真实收入，再加上姚定理，可得到一般均衡及其比较静态分析结果，见表10-2。

结构P1和结构P2的比较说明，结构P2的人均真实收入总是大于结构P1。在局部分工条件下，两类人交换工业品而自给农产品的结构不会是均衡，因为在这种局部分工模式下，所有人都是R类人（生产食物），他们之间的交易成本系数大于结构P2中R类人和C类人之间的交易成本系数。但是，结构P1和结构P2都能利用同样的分工经济（由于模型的对称性）。请注意，我们假定，两个R类人之间的交易效率要低于一个C类人和一个R类人之间的交易效率。因此，有可能成为均衡结构的只有结构A、结构P2和结构D。

表10-3 一般均衡及其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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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当且仅当k
 ＜k
 0
 ，s
 0
 ≡［（1-3α
 ）/（1-2α
 ）］3
 ＜s
 1
 ≡［（1-2α
 ）/（1-α
 ）］9
 /k
 2
 ，s
 2
 ≡［（1-3a
 ）/（1-a
 ）］9/4
 /k
 0.5
 。

结构A、结构P2和结构D之间人均真实收入的比较表明，当且仅当s
 ＞s
 0
 ，结构P2好于结构A，当且仅当s
 ＞s
 1
 ，结构D好于结构P2。s
 1
 和s
 0
 的比较表明，当且仅当k
 ＜k
 0
 ≡［（1-2a
 ）4
 /（1-a
 ）3
 （1-3a
 ）］1.5
 ，s
 1
 ＞s
 0
 。这意味着，如果s
 ＜s
 0
 ，则一般均衡结构是结构A；如果介于s
 0
 和s
 1
 之间，则一般均衡结构是结构P2；如果s
 ＞s
 1
 ，则一般均衡结构是结构D。当k
 ＞k
 0
 时，结构P2要次于结构A或结构D。因此，如果s
 ＜s
 2
 ，则结构A是均衡；如果s
 ＞s
 2
 ≡［（1-3a
 ）/（1-a
 ）］9/4
 /k
 0.5
 ，则结构D是均衡，其中，s
 2
 的值由u
 （A）=u
 （D）给出。

请注意，在结构P2中，售卖一种工业品的人不会生产农产品，因此，他既可以居住在远离同他交易的农民之处，也可以居住在农场的边界，他将选择后一种居住模式以节省交易成本。这意味着，当k
 ＜k
 0
 时，每一个半专业化的工业品售卖者将紧挨着一个半专业化的农民居住。这样，在结构P2中就没有城市，尽管此时存在农民和工业品制造者之间的分工。这就证明，分工对城市的出现是必需的，但不是充分条件。对于结构D，完全专业化的工业品1和工业品2的制造者就可以居住在城市，这样一种方法可以节省交易成本。如果两个制造业者居住在一个城市，则他们之间的交易效率为k
 ，如果他们分散居住，则交易效率为s
 ，而s
 要小于k
 。

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一般均衡就从自给自足（结构A）演进到农民和工业品制造者之间的局部分工（结构P2），此时没有城市。然后，又出现专业化的工业品制造者之间，以及职业农民与制造业者之间的完全分工（结构D）。城市就从这种高水平的完全分工中出现。因此，城市从分工中出现的一个充分条件是，在非土地密集型的工业品制造上出现足够高水平的分工。

图10-1对模型中的故事给出了一个直观的说明。图10-1（a）为自给自足（结构A
 ），此时没有交易或城市；图10-1（b）为局部分工（结构P2），此时没有城市；图10-1（c）为有城市的完全分工，此时两个专业化的制造业者居住在一个用虚线圆圈表示的城市中。两个制造业者之间的居住距离要远远小于一个制造业者与一个农民之间的居住距离。在图10-1（c）中，只用了一个当地社区来说明结构D。实际上，在结构D中，此类社区有M
 /［2+（s
 /k
 ）1/3
 ］个，而从事制造业的城市居民有M
 1
 +M
 2
 个，职业农民则有M
 3
 个。其中，M
 i
 的均衡值由表10-2给定。在每一个社区中，有2个制造业者居住在一个城市，有（s
 /k
 ）1/3
 个农民居住在乡村。为了节省交易成本，人们将同距其最近的人进行交易。因此，不同的社区之间不存在交易。在结构D中，共有M
 /［2+（s
 /k
 ）1/3
 ］个城市。

如果我们在这个模型中引入很多种商品，则不难证明，随着交易效率的不断提高，均衡的分工水平会上升，而社区数量及城市数量则会下降，每个城市的规模将会扩大。杨小凯和赖斯（Yang and Rice，1994）将本节中的简单模型扩展到了有4种商品以及非线性生产函数的情形。他们厘清了用人口密度差异表示的城乡二元结构与用专业化和生产力差异表示的城乡二元结构之间的区别。他们证明，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经济在从平衡的低水平分工向平衡的高水平分工演进过程中，将会出现一个非对称的分工转型阶段。在这一阶段，城市居民的专业化与生产力水平、人均商业化收入水平及商业化程度都要较农村居民高。这是因为，在转型阶段，城乡之间的专业化水平不能相同，而城市居民高交易效率产生的高专业化水平，产生了比低专业化水平的农村居民更高的人均真实收入。但是，自由迁徙将保证城乡之间人均真实收入的均等化，尽管各自的商业化收入将会不均等。随着交易效率进一步提高，这种用生产力和专业化水平差距表示的城乡二元结构将被完全及平衡的分工所取代，此时城乡两个部门之间的生产力和专业化水平将趋同，城乡二元结构也就随之消失。

10.4 为什么交易的地理集中能提高交易效率

前面解释城市如何从分工演进中出现的方法，同第Ⅰ类聚集经济效果有关，即假设农民分散居住，制造业者集中居住时出现的一种经济效果。另外一种解释城市如何从分工演进中出现的方法同所谓第Ⅱ类聚集经济效果有关，该类聚集经济效果同分工的网络效应以及集中的交易模式有关。如果个人居住的地理模式是固定的，且每一对贸易伙伴在其居住地连线的地理中点进行交易，则当一个特定分工水平要求的交易网络扩大时，总的交通距离及相关的费用会超比例地增大。如果所有人都在一个集中的地点进行交易，则一个大的交易网络在地理上能够缩小，而且大大减少所有人加在一起的总交通距离。聚集经济效果不同于规模经济，一些经济学家称其为城市的正外部效果。的确，这种经济是由分工的正网络效应与交易在地理上的集中效应之间的交互作用产生，换句话说，不仅均衡的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与资源配置的模式（商品流和要素流的规模，或者经济组织的非拓扑性质）相互依赖，而且它们与经济组织的地理性质（也是一种组织的非拓扑性质）相互依赖。

经济组织的拓扑和非拓扑性质之间相互作用的一个含义，同城市地区土地价格上升的潜力有关。如果我们不理解这种含义，就不能解释为什么香港、东京以及台北的土地价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会上升40倍以上。决定一个城市地价高低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分工网络规模的大小，而这又同该城市是否为交易中心有关。分工网络规模由交易效率决定，而后者自身又取决于交易的地理模式。交易的地理模式对交易效率的这种影响，反过来又取决于分工的水平，因此，交易效率、交易的地理模式以及分工水平相互依赖且在一般均衡中应该被同时决定。在研究所有这些变量的同时决定时，一般均衡概念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我们首先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说明，为什么交易在地理上的集中可以通过分工的网络效应来提高交易效率。


例10.3
 一个内生交易的地理模式、交易效率以及分工网络规模的一般均衡模型。
 让我们看图10-2中n
 =7的情形。图10-2（a）或图10-2（b）代表第6章的一个对称模型中有7种贸易品的一个地方社区。7个事前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居住在由等边三角形组成的顶点，它们由7个黑点代表。每一对邻居之间的距离假定为1。由于对称性，在均衡中，每个人卖一种商品给其他6个人，并从它们每个人中购买一种商品。在图10-2（a）中，每一对贸易伙伴在他们居住地连线的中点进行交易，该中点由一个小圆圈代表。在图10-2（b）中，所有人都到一个社区的中心去同每个人进行交易。这个中心地点用一个圆圈代表，它是其中一个人的居住地。我们假定，外生交易成本与人们从事交易的旅行距离成比例（交易当然是由分工引起）。这种假定意味着，交易中存在递增报酬，交易成本独立于贸易的商品数量。可以想象，在你选购的一个特定的商品数量范围内，运输费用同汽车所用的汽油数量成比例，汽油数量又同驾驶距离成比例，而同你购买的商品数量无关，即你的汽车足够大，以致在运输上能够产生递增报酬。在下一节中，这一假定将被放松，而可变的交易成本则被设定为贸易商品数量的一个递增函数。只要交易中的递增报酬足够大，这种放松就不会改变我们结论的实质，此外，我们还假定一单位交通距离的费用为1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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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分散与集中的交易分布模式

让我们计算一下两类交易地理模式的总交易成本。在图10-2（a）中，居住在社区外围的6个人中的每一个都有一个离其最远的贸易伙伴，他要到与这个贸易伙伴居住地连线之间的中点进行交易，往返的交通距离费用为2美元。他有另外两个相邻的贸易伙伴，同他们两人各自进行交易要花费1美元。他同其他两个贸易伙伴中任意一个的距离都是[image: ]
 ，这样，他到与他们居住地之间连线的中点的往返距离是[image: ]
 ，因此，他同这两个贸易伙伴进行交易要花费[image: ]
 美元的交通费用。这样，他同6个贸易伙伴进行交易的总交易成本为[image: ]
 美元。对居住在中心地点的那个人来说，交易成本为零，因为外围的每个人在同其距离最远的贸易伙伴进行交易时，都要在中心停留，并顺便完成同这个人的交易。

在图10-2（b）的地理模式中，所有不居住在中心的人都将商品带到中心去交易，每个人的总交易成本为2美元。图10-2（a）和图10-2（b）之间交易成本的比较说明，如果分工网络的规模足够大，则交易在地理上的集中能够节省交易成本。威廉姆森将图10-2（b）中的交易模式称为车轮模式，而将图10-2（a）中的交易模式称为全通道模式。如果旅行的目的是获得关于产品、价格以及贸易伙伴的信息，则交易地理集中的递增报酬将会更显著。但是，如果交易（或交换）的地理模式产生了交通工具的拥堵问题，并且如果新的计算机技术能显著地减少信息的传输费用，则信息交换的地理集中经济可能会使信息交换本身在地理上进行集中，而不是涉及交易的个人和物品在地理上的集中，就像信息高速公路一样。
 
[1]

 如果考虑到公路的固定建设费用，则交易的递增报酬将会更加明显。

我们可以将一个中心市场定义为很多贸易伙伴进行交易的一个地理场所，这个定义意味着一个相应的地理交易中心。根据这个定义，地理上分散的双边交易同中心市场概念无关。可以证明，如果分工水平低下，则中心市场就是不需要的。例如，假定在一个对称性的模型中，有两种贸易品以及一个7人组成的社区。可以证明，如果交易的地理模式是每一对贸易伙伴都在其居住地的中点进行交易，正如图10-2中n
 =2的情形，则每个人的交易成本只有1美元。但是，如果所有人都到一个中心市场去进行贸易，如图10-2（b）中n
 =7的情形所显示，则每个人的交易成本为2美元。这就说明，对一个低水平的分工而言，交易的地理集中会产生不必要的交易成本。

这样，一个地理集中的交易模式节省交易成本的潜力取决于分工的水平，也就是说，交易效率不仅取决于交易的地理模式，而且取决于分工的水平。但是，正如前面章节所显示的，分工水平本身又取决于交易效率。这种分工水平、交易的地理模式，以及交易效率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三个变量在一般均衡环境中应同时决定，这同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商品的价格与消费及生产的商品数量之间相互决定类似。在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最优的商品消费和生产数量取决于价格，而均衡价格自身又由所有个体的最优数量决策决定。

现在我们将交易的地理模式引入第6章第6.2节的斯密模型，说明分工水平、交易效率以及交易的地理模式是如何同时决定的。从第6章的式（6.14）可以看到，分工水平n
 是交易效率k
 的函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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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
 是所有消费品的数量，而A
 是每一种生产活动中的固定学习成本。现在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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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β
 是反映运输条件的一个参数，d
 是每个人同其一个贸易伙伴进行交易的平均交通距离，而这个距离又明显地同交易的地理模式有关。为简便起见，我们只考虑n
 =1，2，3，4，5，6，7的情形。我们先假定一个给定的n
 值，然后比较在某一n
 值时，交易的不同地理模式的不同d
 值（见图10-2）。根据姚定理，可以看到，在均衡中，个人为了在任何给定的n
 值下将交易成本最小化，总是会选择使d
 值最低的交易地理模式。这样，我们可以用式（10.11）和式（10.12）来计算β
 的临界值，以保证分工水平n
 、交易效率k
 ，以及反映交易地理模式的d
 的值在均衡中彼此一致。让我们从n
 =2开始，用迭代法求解一般均衡。

正如前面讨论以及图10-2显示的，在n
 =2时，每个人的旅行距离是1，而交易则分散在每一对贸易伙伴的中点进行。将整个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在此分工水平下，共有M
 /2个地方性商业社区。如果我们将一个城市定义为很多人进行交易的地点，这些人中一部分又住在此处，则此种交易模式就没有城市，因为所有的交易都是分散在很多对贸易伙伴的中点进行的。这里，城市的定义与中心市场的定义互有重叠，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城市同贸易伙伴中的一些人的居住地有关，而市场的定义只与交易集中地有关，与个人的居住地没有关系。

将d
 =1代入式（10.12），然后将式（10.12）代入式（10.11），我们可以求出n
 =2时β
 的临界值，即β
 2
 =e
 -mA
 /［1-（m
 -1）A
 ］
 ，其中，A
 是每种生产活动中的固定学习费用，m
 是全部消费品种类数量，e
 2.718是自然对数的底。如果β
 ≥β
 2
 ，则分工水平至少为2。为了求出其他分工水平的临界值，让我们看图10-2。左边栏的图表示那些在每对贸易伙伴中点进行交易的地理模式，而右边栏的图则表示在所有贸易伙伴的中心进行交易的地理模式，黑点表示消费者-生产者，圆圈表示交易发生的场所。这里，我们做以下假定：所有人都居住在由等边三角形网格组成的顶点，每一对相邻贸易伙伴之间的距离为1。因此，不同分工水平对应的不同交易模式的d
 值，可以由图10-2计算。所有的d
 值（当然取决于交易的地理模式，以及分工水平）都列在表10-4中。

表10-4 交易的地理模式、交易效率以及分工水平之间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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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10-2可以看到，n
 =2时的最佳交易地理模式是在每对贸易伙伴的中点进行交易，因此n
 =2时，d
 =1。在n
 =3时，有两种交易地理模式供选择：第一种模式是每一对贸易伙伴在其居住地的中点进行交易，此时所有的交易共在M
 /2个地点发生；第二种模式是一个地方社区的每一个贸易伙伴都到他们居住地的中心地点完成所有交易，经济中所有的交易在M
 /3个地点完成。在后一种模式中，用基本的几何知识不难证明，[image: ]
 ，而对前者，d
 =1。对有不同的d
 值而n
 值却相同的不同交易地理模式，会相应有几个角点解。根据姚定理，在给定n
 时，个人会选择人均真实收入最大的角点均衡，而这种角点均衡又同最小的d
 值相关联，因此，如果均衡的值是3，则[image: ]
 的集中交易模式将会被选择。尽管此结构中有一个市场存在，但没有城市。根据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证明，在n
 ＞2时，图10-2右栏中那些集中交易模式的d
 值会最小；而在任意n
 ＞4时，d
 的最小值为2。

将一个给定n
 时的最小d
 值插回（10.12），可得到与不同n
 相对应的交易效率k
 的值（见表10-4第4栏）。将这些k
 值插回式（10.11），我们可以算出n
 =2，3，4，5，6，7时β
 的临界值（见表10-4第5栏）。事实上，表10-4已经给出了一般均衡及其比较静态分析，正如表10-5总结的一样。

表10-5 一般均衡及其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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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5显示，如果β
 ＜β
 2
 ，则一般均衡是自给自足。如果β
 ∈（β
 2
 ，β
 3
 ），则一般均衡是n
 =2的局部分工，其交易地理模式如图10-2左栏所示，交易效率k
 如表10-4中n
 =2行及第4栏所示。如果β
 ∈（β
 3
 ，β
 4
 ），则均衡是n
 =3的分工，其交易地理模式如图10-2右栏所示，交易效率k
 如表10-4中n
 =3行及第4栏所示。如果β
 ∈（β
 4
 ，β
 5
 ），则一般均衡是n
 =4的分工，交易地理模式如图10-2中右栏所示，交易效率k
 如表10-4中n
 =4行及第4栏所示。如果β
 ∈（β
 5
 ，β
 6
 ），则一般均衡是n
 =5的分工，交易地理模式如图10-2中n
 =5的右栏所示，交易效率k
 则如表10-4中n
 =5行及第4栏所示。如果β
 ∈（β
 6
 ，β
 7
 ），则均衡是n
 =6的分工，交易地理模式如图10-2中n
 =6的右栏所示，交易效率k
 如表10-4中n
 =6行及第4栏所示。如果β
 ＞β
 7
 ，则均衡是n
 =7的分工，交易地理模式如图10-2中n
 =7的右栏所示，交易效率k
 如表10-4中n
 =7行及第4栏所示。这里，城市在n
 =5，6，7的分工中出现，城市数目是M
 /n
 。市场与城市地点一致，市场的数目也与城市数目相同。在自给自足中，既没有市场也没有任何城市。当n
 =2时，有M
 /n
 =M
 /2个市场，每个市场有两个贸易伙伴，没有城市。当n
 =3或4时，有M
 /n
 个市场，每个市场有n
 个贸易伙伴，没有城市。

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又一次显示，分工是城市出现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当n
 =2，3，4时，有分工及相应的市场，但没有城市。容易看到，一个市场或一个城市中的贸易量随着均衡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而分工水平又由交易条件参数β
 决定。

10.5 分工水平、居住地理分布、交易地理模式以及土地价格的同时内生

尽管上一节中的均衡模型同时内生了分工水平、交易效率以及交易的地理模式，但没有内生个人居住地的分布模式以及城乡之间的地价差别，因为我们隐含地假定了城市和农村居民的d
 相同。但是，一个城市居民完成必需的交易的平均交通距离d
 要大大小于农村居民，因为当所有必需的交易都集中在一个市民居住的城市时，他不需要到处旅行就能完成其全部交易。在这一节中，我们考虑城市和农村居民旅行距离的差别，发展一个内生所有居民的居住地理分布模式以及城乡地区地价差别的一般均衡模型。


例10.4
 一个内生个人居住模式和地价的斯密均衡模型（Sun and Yang，1998）。
 考虑一个同第6章例6.1中相似的斯密模型。我们假定，除了下面两个新特征外，该模型中的生产、消费以及交易条件都相同。每个消费者-生产者的效用，是他消费的土地数量的函数，它也依赖于城市是否是交易的中心。

当一个二元的城乡结构在均衡中出现时，居住在城市里的人的交易效率系数是k
 
A

 ，而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居民的交易效率系数则为k
 。城市从一个足够高水平的分工中出现，使城市居民产生了一个交易效率优势，他们的交易效率系数比农村居民的要大得多。为简便起见，我们假定城市和农村的相对交易效率系数是一个大于1的常数：

[image: ]


如果假定城市和农村之间可以自由迁徙，则居住模式就必须内生决定而不能外生给定。自由迁徙，再加上城市居民的交易效率优势以及土地消费对效用的正的贡献，就产生了第Ⅱ类聚集经济效益与城市中由于竞争使土地价格上升而降低城市居民人均土地消费量之间的两难冲突。市场上这种两难冲突的折中，就产生了均衡的个人居住模式和交易模式。而专业化经济与交易成本之间的最优折中，将决定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这里，居住分布模式、交易的地理模式、土地的消费模式、城市和农村的相对地价，以及分工网络都是相互依赖的。这样，一般均衡的概念在说明所有这些相互依赖的变量如何同时决定的机制时，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后面将要显示，当n
 ≤2时，均衡的居住和交易地理模式非常简单。这就是，所有人都居住在等边三角形网格的顶点，交易在每一对贸易伙伴居住的中点进行，没有城市出现。因此，我们首先集中在n
 ＞2的情形。在这些情形下，城市会从分工中出现。随后，我们将显示，当且仅当交易效率k
 足够大时，均衡的n
 值才会大于2。

我们用A
 类商品（或B
 类商品）表示城市（或农村）生产的贸易品。A
 类商品（B
 类商品）的生产者有激励居住在城市（农村），以节省往返于居住地与工作场所之间的交通费用。这样，对每一个消费者-生产者而言，关于居住地点和职业选择的决策不是相互独立的：当且仅当他们选择生产A
 类（B
 类）商品时，他们才会选择居住在城市（农村）地区。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对称性来大大简化模型的数学计算。

由于所有人对n
 
A

 ，n
 
B

 及n
 的选择决定分工网络规模、居住地及交易的模式，所以它们的最优值必须由超边际分析来得到。一个n
 
A

 ，n
 
B

 及n
 的值的组合决定一个结构。首先，可以求给定n
 
A

 ，n
 
B

 及n
 值的所有个体的效用最大化决策，然后，用市场出清条件及效用均等化条件求解一个给定结构下的角点均衡。对不同n
 
A

 ，n
 
B

 及n
 值的组合，有很多角点均衡，一般均衡则是人均真实收入最高的角点均衡。

模型的对称性意味着，我们只需考虑两类决策问题。一个生产A
 类商品城市居民的决策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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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
 
A

 （n
 
B

 ）是这个人购买的由城市（农村）居民生产的贸易品数目；n
 ≡n
 
A

 +n
 
B

 是他购买的所有贸易品的数量；x
 
A

 是他自给的A
 类商品的数量；x
 
s

 
A

 是他出售给市场的A
 类商品的数量；l
 
A

 是他生产该种商品的专业化水平；x
 
d

 
A

 是他从市场上购买的A
 类商品的数量；x
 
B

 是他从市场上购买的B
 类商品的数量；x
 
jA

 是他生产和消费的一种非贸易品数量；l
 
jA

 是他分配用于生产一种非贸易品的劳动。模型的对称性意味着，x
 
A

 与购买的其他n
 
A

 -1种A
 类商品是相同的，x
 
B

 与购买的其他n
 
A

 -1种A
 类商品也是相同的，x
 
d

 
B

 与购买的n
 
B

 种B
 类商品是相同的，而l
 
jA

 对于m
 -n
 种非贸易品都是一样的。p
 
A

 和p
 
B

 分别是A
 类和B
 类商品的价格，r
 
A

 和r
 
B

 分别是城市和农村地区土地的价格，R
 
A

 是每个城市居民的房屋用地，E
 
A

 =r
 
A

 A
 /M
 
A

 是土地租金，它均等地分配给城市居民，M
 
A

 （M
 
B

 ）是城市（农村）居民的数量，决策变量是x
 
A

 ，x
 
s

 
A

 ，l
 
A

 ，x
 
jA

 ，l
 
iA

 ，x
 d
 
A

 ，x
 d
 
B

 ，R
 
A

 ，n
 
A

 以及n
 。对n
 
A

 和n
 的选择决定n
 
B

 ，它决定一个人必须从市场上购买多少商品，以及他自给多少商品。

对式（10.14）中给定n
 
A

 ，n
 
B

 及n
 值的决策问题的求解，是一个人在给定组织模式下的资源分配问题。标准的边际分析可以用来求解此类资源分配问题。这产生了以下需求和供给函数，以及间接效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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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村居民的最优决策同式（10.15）相对称，即它可以通过交换式（10.15）中A
 和B
 的下标而得到。

一个角点均衡由土地和商品的市场出清条件、城乡居民之间效用均等化条件，以及个体在给定n
 
A

 ，n
 
B

 及n
 值下的最优决策决定。

土地市场出清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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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A
 类商品（在城市生产的贸易品）的市场出清条件，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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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瓦尔拉斯法则，B
 类商品的市场出清条件并不独立于式（10.16）和式（10.17）。

由效用均等化条件，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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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式（10.16）～式（10.18），加上人口等式M
 
A

 +M
 
B

 =M
 ，以及定义E
 
A

 ≡r
 
A

 A
 /M
 
A

 和E
 
B

 ≡r
 
B

 B
 /M
 
B

 ，可得一个由n
 
A

 ，n
 
B

 和n
 定义结构下的角点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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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mage: ]
 ，θ
 ≡n
 
A

 /n
 ，而一个B
 类商品则假定为计价物。

一个一般均衡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包括：一组贸易品及两类土地的相对价格，一组选择不同职业及居住模式的个体的数量，一种个人的居住模式，以及一种满足市场出清条件和效用均等化条件的交易地理模式。第二部分包括：每个人选择的n
 
A

 和n
 ，或者n
 和θ
 ，以及每个人将其效用最大化的资源分配。

根据第5章中证明姚定理的方法，我们可以证明本章模型中姚定理成立。下面简要介绍一下证明过程。

由于城市（农村）土地在城市（农村）居民之间的平均分配，我们可知R
 
A

 =A
 /M
 
A

 以及R
 
B

 =A
 /M
 
B

 。这意味着r
 
j

 R
 
j

 =E
 
j

 ，其中j
 =A
 ，B
 。因此，第10.14节中的决策问题可以通过消去预算约束中的r
 
A

 R
 
A

 和E
 
A

 ，并假定效用函数中的R
 
A

 等于一个常数A
 /M
 
A

 的改写。这个等价的决策问题产生的间接效用函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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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
 ≡p
 
A

 /p
 
B

 是用一种B
 类商品表示的A
 类商品的价格，N
 ≡（n
 ，n
 
A

 ，β
 ）是一组决策变量的向量。n
 和n
 
A

 决定一个人的贸易品的数量和结构，以及他的贸易伙伴及交易网络。β
 则同他的居住地及交易地理的模式有关，k
 的值则受β
 的影响。将A
 和B
 的下标交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B
 类商品的间接效用函数u
 
B

 （p
 ，N
 ）。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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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假定N
 ′和p
 ′分别是N
 和p
 的帕累托最优角点均衡值，而N
 ″和p
 ″则分别是N
 和p
 的帕累托非效率的角点均衡值。为了证明一个帕累托非效率的角点均衡不是一个一般均衡，我们需要确定，在相对价格p
 ″下，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有激励从N
 ″偏离到N
 ′，或者至少下面一种不等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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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p
 ′时的N
 ′帕累托优于在p
 ″时的N
 ″，并且每一个角点均衡中的效用均等化成立，故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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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0.21a）和式（10.21b）一起意味着，如果下面两个不等式中至少有一个成立，则式（10.21a）中的两个不等式中至少有一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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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式（10.22）中每个不等式两边的函数形式相同，并且有式（10.20），故式（10.22）就等价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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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式（10.23）中两个不等式有一个一定成立，因此，式（10.21a）中两个不等式至少有一个一定成立。这就是，在帕累托无效的角点均衡相对价格下，或者城市居民，或者农村居民，会有激励偏离帕累托非效率的角点均衡分工网络N
 ″。这样，任何帕累托无效的角点均衡都不会是一般均衡。

姚定理对本章的结论十分关键，因为它建立起了这样一个结论，通过选择帕累托最优的个人居住模式、最优的交易地理模式以及最优的分工网络规模，一个分散的市场能够充分地利用聚集经济（它看起来像外部性）以及分工的网络效应。该定理还排除了有不同人均真实收入的多重均衡，并且显示，在一个有分工网络效应及地理分布模式的静态一般均衡模型中，不存在协调的困难。
 
[2]

 市场的功能正是协调个人选择分工网络模式，以及在选择能充分利用网络效应及聚集经济的居住和交易地理分布模式时的决策。

式（10.15e）中u
 
A

 的最大化（考虑一个给定n
 
B

 时的n
 ）以及与u
 
A

 对称的u
 
B

 的最大化（考虑一个给定n
 
A

 时的n
 ），再加上市场出清条件及效用均等化条件，将产生一个角点均衡。该均衡不是帕累托最优的角点均衡。这个角点均衡是基于个人选择贸易模式时的纳什策略（一个A
 类人对n
 的选择依赖于一个B
 类人对n
 
B

 的选择）。根据姚定理，部分地基于纳什策略的那个帕累托无效角点均衡不是一个瓦尔拉斯均衡，用姚定理，我们可以证明命题10.1。


命题10.1
 在一个对称性的模型中，一个经济被分成M
 /n
 个隔离的商业社区。当n
 ≤2时，所有人都均匀地分散居住，且所有交易（如果有的话）都分散进行。当贸易品n
 ＞2时，所有在一个商业社区内的贸易伙伴，都会选择到社区内的中心市场进行全部的交易（这些交易对他们之间的分工至关重要）。即使其中一些人不居住在中心市场时，情况也是如此。


证明上述第一个结论很简单，因为每个人都只需要n
 -1个贸易伙伴，且在对称性的模型中，如果同其他n
 -1个贸易伙伴之外的人进行交易会导致不必要的交易成本，n
 个贸易伙伴会组成一个地方性商业社区，这个商业社区不与其他商业社区发生贸易往来。现在我们考察，当n
 的均衡值不大于2时，居住地是否会均匀分布，以及在n
 ＞2时，是否会出现二元城乡结构。由于所有人都是事前相同的，并且对土地消费有同样的偏好，故在自给自足的均衡中，每个人都一定会消费同样数量的土地，而土地的价格一定会到处都一样，这意味着居民是均匀地分散居住的。由于事前相同的个体对土地消费有着同样的偏好，不难证明，当n
 =2时，居民将会均匀地分散居住。有两种可能的交易地理模式。在图10-2（a）的模式中，贸易在两个贸易伙伴居住地的中点进行，而在图10-2（b）的模式中，贸易在一个人的居住地（城市）进行。在后一种情况中，城市中的土地价格高到足以抵消居住在城里的交易效率优势。因此，模式（a）和模式（b）是等价的。让我们假定，城乡之间地价的不平等会对农村居民产生非常小的负效用，则模式（a）帕累托优于模式（b）。根据姚定理，当n
 =2时，出现在均衡中的将是模式（a）而不是模式（b）。

当n
 =3时，简单的计算显示，图10-2（b）中的交易模式（ii），也就是将一个人的居住地作为中心市场的模式，将会比模式（i）产生的交易成本更低，而图10-2（b）中的总交易成本又比图10-2（a）低。因此，当n
 =3时，一个中心市场将会出现。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居住在中心市场的交易效率优势将产生一个地价差别，而这又意味着城乡之间人均土地消费是不平等的，且在均衡中他们的居住地不是均匀地分散分布的。

在一个对称性的模型中，当n
 =4时，图10-2（b）的地理模式（i）要好于图10-2（a）。但在模式（i）中，居住在离中心市场更近的两个人当然会有交易效率优势，因此，土地价格不会对所有居住地点都一样。这意味着，最初的均匀居住的模式不可能在均衡中出现，因为只有在所有地点价格一样时，均匀居住的模式才会出现。这意味着，均匀地分散居住不可能在均衡中出现，因此，当n
 =4时，像模式（ii）中两个人居住在一个城市，而另外两人则居住在农村且其人均土地消费量更高的二元城乡结构，可能会出现在均衡中。同样的原理，我们可以证明，当且仅当n
 ＞2时，二元城乡结构才会出现在均衡中。证毕。

用姚定理及命题10.1，我们可以将式（10.15）中角点均衡的人均真实收入对n
 
A

 和n
 
B

 最大化，以求解一般均衡。由于n
 
A

 +n
 
B

 =n
 ，这就等于将式（10.15）的人均真实收入对n
 和θ
 ≡n
 
A

 /n
 最大化。这个问题的一阶条件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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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0.24）决定作为k
 ，λ
 ，α
 ，m
 ，A
 ，B
 的函数的n
 和θ
 的一般均衡值，该值代表分工网络的结构和规模，以及个人的居住和交易地理模式。

请注意，式（10.24a
 ）左侧是λ
 
n
 -1
 A
 （1-θ
 ）/Bθ
 的一个递增函数，而右侧则是它的一个递减函数。因此，式（10.24a）成立，当且仅当下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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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式（10.25）求导，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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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0.26）意味着，θ
 ≡n
 
A

 /n
 随着n
 的提高而提高，或者城市生产的贸易品数量随着分工网络规模n
 的提高而超比例地提高。

用式（10.17）和式（10.19），我们还能证明，一般均衡的相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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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式（10.24）中的一阶条件，加上一个要求负定的海赛矩阵［D
 2
 u
 （n
 ，θ
 ）＜0］的二阶条件，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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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二阶条件可以这样得到。在式（10.19）中将u
 *
 对n
 和θ
 求二阶导数，其中u
 *
 由式（10.19）给出，再将式（10.25）和式（10.27）插入所得的二阶导数，可得：

[image: ]


[image: ]


[image: ]


海赛矩阵的负定D
 2
 u
 （n
 ，θ
 ）＜0要求式（10.29a）和式（10.29c）为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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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式（10.30）成立，则式（10.29a）和式（10.29c）为负，且式（10.29d）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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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式（10.30）成立，当且仅当式（10.28）成立，故只有在u
 *
 对n
 和θ
 求极大值的二阶条件满足时，式（10.28）才成立。

由于k
 
A

 =λk
 是一个常数（其中，λ
 ＞1），故式（10.28）还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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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每个人贸易品的数目，以及整个社会的贸易品数目，将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而提高。

式（10.26）、式（10.28）及式（10.31）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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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θ
 ≡n
 
A

 /n
 。这意味着，当交易效率的提高使均衡分工网络扩大时，城市生产的贸易品数目将超比例地提高。

式（10.28）、式（10.31）和式（10.32）总结了一般均衡分工网络规模以及均衡的居住及交易地理模式的比较静态分析结果。由于所有内生变量都由n
 和θ
 决定，故其他内生变量的一般均衡值的比较静态分析结果可以由式（10.28）、式（10.31）和式（10.32）计算出来。式（10.19）中内生变量的所有角点均衡值的微分，加上式（10.28）、式（10.31）和式（10.32），可以得到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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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定k
 对式（10.33）中u
 *
 的正效应，我们在式（10.19）中对u
 *
 运用了包络定理。

将第6章的分析用于此处，我们还能得出，下面一些现象都是由交易条件外生改善而驱动的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由不同职业的数目定义）、不同职业之间的区别，以及不同商品的市场数目都一并增大；每个人的交易次数、贸易依存度（由贸易量占真实收入的比重定义）、不同职业的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市场范围（由对所有贸易品的人均总需求定义），以及商业化程度（由来自市场的收入占总真实收入的比重定义）也都一并提高；内生比较优势程度（可以定义为贸易品的买者和卖者之间生产率的差别）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可以定义为相互隔离的社区数目的倒数）随着更多的、分隔的当地社区合并成更少且更加一体化的社区而提高。在这个模型中，相互分隔的社区数目也就是城市的数目，生产集中度（可以定义为每种贸易品的生产者数目的倒数）随着人均真实收入和每种商品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

现在我们分别考虑同分工的一般均衡值n
 =1和n
 =2相关的居住和交易地理模式。如果交易效率k
 足够低，则一个大的分工网络产生的交易成本就会超过分工的正网络效应（该正效应由每种活动中的一个固定学习费用产生），因此，分工的一般均衡水平是n
 =1。这意味着，每个人购买的商品数目是n
 -1=0，或者说，人们选择自给自足。根据命题10.2，所有人都均匀地分散居住。每个人自给m
 种消费品，没有市场或城市存在，正如图10-3（a）所示。在图中，只列出了M
 个自给自足的消费者-生产者中的四个人，他们由四个圆圈代表；而m
 个自给自足的商品中，也只有四种被列出，它们由四条线代表。

随着交易效率k
 略有提高，n
 的均衡值提高到2，每两个人将组成一个商业社区。在每个社区中，每个人卖一种商品给另外一个人，并从那个人那里购买另一种商品。为了节省交易成本，根据命题10.1，两个贸易伙伴将在其居住地的中点交易商品1和商品2。为了将包括土地消费在内的效用最大化，每个人将居住在由等边三角形组成的网格的顶点，以至于每个居住点的均衡土地价格都相等。因此，很多地方性小社区便从低水平分工中出现，但此时没有中心市场或城市。所有的交易均匀地分散在M
 /2个地方，就正如图10-3（b）所示，此时没有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图10-3（b）中只列出了m
 种商品中的四种，它们用线条表示，而M
 个人中只列出的四个人则由四个圆圈表示。

随着交易效率进一步提高，以至于均衡值提高到n
 ＞2，则根据命题10.1，此时中心市场产生了聚集经济效益。在这个对称性的模型中，每个人只需要n
 -1个贸易伙伴。为了节省交易成本，n
 个人将组成一个地方性商业社区，其中，每个人将其产品卖给其他n
 -1个人，并从这n
 -1个人中的每人手中购买一种产品。他售卖的商品不同于社区中其他n
 -1个人中的每个人卖给他的产品，所有这个地方性社区中的n
 个成员都到中心市场去同每个人进行交易。如图10-2（c）所示，n
 个人中的n
 
A

 个人居住在称为城市的中心市场，而n
 个人中的n
 
B

 个人则居住在农村。

每个地方性社区中的人口规模为n
 ，而这种地方社区的数目则为M
 /n
 。由于城市和农村各自的总面积都假定是固定的，故每个地方性社区的城市土地面积为An
 /M
 ，而每个地方性社区的农村土地面积则为Bn
 /M
 。在图10-3（c）中，M
 /n
 个分隔的商业社区由4个中等的正方形代表，而城市则由小正方形代表。一个社区中的所有交易都在城市中完成。图10-3（c）下面的图形说明了在n
 =m
 =4且M
 =16时，所有n
 个城市和农村居民的交易网络是如何在城市中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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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3 分工、居住及交易地理模型的演进

图10-3（e）代表一个有很高分工水平的一般均衡n
 =M
 ，此时有一个一体化的市场和一个单独的城市。大箭头代表分工演进的方向，以及因交易效率提高引起的居住及交易的地理模式演化。请注意，如果m
 ＜M
 ，则图10-3（e）中有一个城市的结构不会出现，因为n
 ≤m
 。换句话说，职业的数目（贸易品的数目）n
 不能大于所有商品的种类数m
 。因此，如果人口规模M
 远远大于m
 （这意味着在对称性模型中城市数目的最大值M
 /m
 ＞1），则一个单个城市不可能在一体化的市场中成为一般均衡。

随着分工由于交易条件的改善而演进（n
 提高），分隔的社区数目（城市数）下降，每个城市的面积及每个社区的面积同时提高，城市地区的土地价格绝对提高，而城市和农村之间相对人均土地消费面积下降一样。
 
[3]

 居住地点集中度提高的原因不仅是城市人口规模相对于农村提高，而且是城市平均人口规模及城市人口密度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提高。总之，我们有命题10.2。


命题10.2
 交易效率的提高会产生以下共生的现象：城市与农村的相对土地价格提高，分工网络扩大，每个人以及整个社会的贸易品数目提高，在城市生产的贸易品数目，无论是绝对数目还是相对于农村生产的贸易品数目都提高，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的相对比率提高，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提高，市场数目提高，经济结构的多样化提高，每个人的交易次数增多，贸易依存度、不同职业的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提高，市场范围和内生比较优势程度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和生产集中度提高，人均真实收入和每种商品的生产率提高。


在这个模型中的第Ⅱ类聚集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即使不能确定均衡中n
 种贸易品中究竟哪种会在农村生产，但高分工水平也会使城市居民集中居住、所有交易都集中在城市的情形在事前相同的人们中间出现。杨小凯和赖斯（1994，参见例10.2），以及福基塔和克鲁格曼（1995，例10.1）模型中所做的假定，即土地密集的农业生产必须分散在农村地区的假定，对第Ⅱ类聚集经济的存在不是必要的。同样，因为聚集经济效益和城市的高土地价格之间的两难冲突，多种非土地密集型的工业品也可以在农村地区生产。这就有复杂性理论的味道：并不是在一个系统的每个要素之中都存在的一些现象，会从一个由无数相同个体要素集合组成的一个复杂结构中出现。这就正像相同分子的不同DNA结构会产生很多种动物一样。

在这一章中，我们已经显示，“看不见的手”（不同自利行为之间的交互作用）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同时选择最优的交易及个人居住地理模式，以及最优的分工网络规模、交易效率。我们的模型预见，大城市土地价格上升的潜力由分工演进的潜力决定。随着一个大城市成为一个越来越一体化的在分工网络中的中心市场，城市中的土地价格将上升到远远超出需求和供给边际分析所能预见的程度。

波姆加德勒（Baumgardner，1989）发现了城市化和个人专业化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的经验证据。柯维尔和曼尼克（Colwell and Munneke，1997）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土地价格同其与城市的距离（以及人均土地消费量）之间呈负相关。西蒙和纳迪勒利（Simon and Nardinelli，1996）从一组1861～1961年英国城市数据的经验证据中发现，交易条件和城市规模存在正相关，而这种正相关恰为本章中的杨-赖斯模型及孙-杨模型所预见。他们和张永生（Zhang，2000）还发现了否定企业规模与城市化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的证据，这种正相关被本章中的克鲁格曼和福基塔模型所预见。他们的证据显示，驱动城市化的力量是分工的网络效果，而不是内部规模经济。马歇尔（Marshall，1890）所说的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应该解释成分工的正网络效应，因为他们的数据显示，职业多样化的演进与城市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同样，他们的数据还显示，城市化以及交易部门的就业比重之间存在正相关。关于城乡地价差别、商业化程度（分工水平）、城市化以及交易效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还需要更多的经验研究。

一个可能的检验例10.2和例10.4中斯密模型及例10.1中福基塔-克鲁格曼模型的经验研究是，将城市化程度对城市平均企业规模回归。如果回归在两个变量之间产生了一种负相关，则斯密模型就被证实，而预见两个变量之间存在正相关的福基塔-克鲁格曼模型则被否定。这种正相关被称为第Ⅲ类规模效应。第7章中的间接定价理论加上本章中的城市化模型意味着，如果商品的交易效率提高得比劳动交易效率快，则分工的演进就倾向于在企业之间发生，而企业平均规模下降就会与城市化水平及分工水平的提高并存。如果分工的演进发生在企业内部，则作为一种基于一般均衡比较静态分析的现象，第Ⅲ类规模效应就会出现。

关键术语和复习

城市从分工中出现需要的条件。

城市化、分工网络规模以及交易效率之间的关系。

生产农产品和工业品土地密集度的不同与城市化促进分工的功能之间的关系。

同时决定分工网络规模、交易地理模式及交易效率的一般均衡机制。

同时决定分工网络规模、个人的居住模式以及城乡之间土地价格差别的一般均衡机制。

第Ⅰ类与第Ⅱ类聚集经济效益。

城市地价上升的潜力与分工演进之间的关系。

自由迁徙、自由选择职业模式以及自由定价对市场同时选择最优交易地理模式、个人的居住模式、分工网络规模以及交易效率的作用。

进一步阅读

古典的城市化理论：Petty（1683），Wartenberg（1966）。劳动分工和城市：Scott（1988），Marshall（1890，chapter 11），Smith（1776，chapters 2，3），Petty（1683，pp.471-472）。城市和规模经济模型：Ben-Akiva，de Palma and Thisse（1989）；Fujita，Krugman and Venables（1999）；Krugman（1991，1993，1994）；Fujita and Krugman（1994，1995）；Tabuchi（1998）；Fujita（1988，1989）；Fujita and Mori（1997）；Fujita and Thisse（1996）；Quigley（1998）；Page（1999）；Kendrick（1978）。城市的分层结构：Yang and Hogbin（1990），Yang and Ng（1993，chapter 13），Fujita and Krugman（1994）。城市和专业化经济的斯密模型：Yang（1991），Yang and Rice（1994），Yang and Ng（1993，chapter 6），Sun and Yang（1998）。有不变规模报酬、交易成本和城市的新古典模型：Kelley and Williamson（1984），Hahn（1971），Karman（1981），Kurz（1974），Mills and Hamilton（1984），Schweizer（1986），Henderson（1996）。城市偏向发展：Lipton（1977，1984），Brown（1978），Sah and Stiglitz（1984），Sen（1977，1981），Lin and Yang（1998）。聚集经济、城市外部性和城市规模：Abdel-Rahman（1988），Arnott（1979），Fujita（1989），Henderson（1974），Mills（1967），Kanemoto（1980）。二元经济：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1989a，1989b）；Yang and Rice（1994）。城市土地价格：Colwell and Munneke（1997）。化验依据：Simon and Nardinelli（1996），Baumgardner（1989）。

思考题

1.诺斯（North，1981，pp.158-162）为以下的事实找到了历史证据：“世界的城市化是在过去的一百年来发展起来的，它与工业化城市的联系还不如它与交通成本的降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中心地区对经济活动的凝聚作用的联系更紧密。”用本章的模型来解释这一历史事实。

2.思考例10.3中模型的扩展版本。在一个扩展的模型里，交易商品的均衡数量也许达到49个。思考以下的城市等级结构。M
 个消费者-生产者分别形成M
 /49个地方社区间分配。在他们中的每个人向其他48个人中的每一个销售一种商品并购入一种商品，每个地方社区有1个大的中心市场和6个小一些的中心市场，每个人通过一个小市场与他相邻的贸易伙伴交易并到大中心市场与其他42个人交易。换句话说，这里有一个城市的结构。大城市是具有49个成员的当地社区的中心市场，并是7个居住在大城市周围的人的贸易中心，6个小城市中的每一个都是7个人之间的贸易中心，这类似于图10-2（b）中的贸易中心。另一个交易类型是所有的49个人到社区的中心相互交易。第三种类型是每一对交易伙伴在他们之间的中间点进行交易。第四种类型与图10-2（b）中的类似，即M
 个人被分为M/7个分开的当地社区。讨论在一般均衡时，四种类型中的每一种在什么条件下发生。分析在第一种类型中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贸易额的差异。

3.讨论思考题2中的模型和例10.4中的模型对不同级别的城市之间土地价格的等级结构出现的含义。用这个模型来预测大城市土地价格的增长潜力。布劳德尔（Braudel，1984）为城市作为交易中心的作用提供了历史证据。联系你在现实中对城市特点的观察，使用这个证据讨论本章模型。

4.分析自由移民、自由择业和土地的自由贸易和定价在保证市场对高效率城市化和高效率交易的作用。

5.波姆加德勒（Baumgardner，1989）找到了城市化和人们专业化水平之间正相关的历史证据。与经验观察对照，设计一种方法来检测分工和城市化程度的同时演进，并找出一种方法来测试例10.2、例10.3和例10.4中发展的理论。

6.讨论例10.1、例10.2、例10.3和例10.4中模型之间的区别。西蒙和纳迪勒利（Simon and Nardinelli，1996）从1861～1961年的一组英国城市的数据中找到了交易条件和城市规模正相关的经验证据，本章的杨-赖斯模型及孙-杨模型，都预测了这种正相关。张永生还发现公司规模和城市规模非正相关的经验证据，而本章的克鲁格曼和福基塔（Krugman and Fujita，1995）模型则预测了这种正相关。找出更多的能用来测试两类模型的经验观察。为什么福基塔-克鲁格曼模型预测工业品交易条件的改善会导致城市化程度的下降。

7.费景汉和拉尼斯（Fei and Ranis，1964）声称，农业发展和农产品的剩余对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至关重要的。但是，雅各布（Jacobs，1969）认为城市化是农业发展的驱动力，而不是相反。他说：“如果我们在没有城市的情况下等着农业剩余的出现，这样的剩余永远也不会发生。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农业剩余的驱动力，农业剩余不是工业化和城市发展的必要条件。”用一般均衡的概念评价他们的观点。

习题

1.假设在例10.1中，农产品是完全的消费品，而所有的制成品都被用来生产农产品，用模型来解释工业化所导致的结构变化。把你的解释和传统的劳动剩余和结构变化理论相比较（Lewis，1955；Fei and Renis，1964）。

2.刘孟奇把例10.2中的模型扩展成3个工业品和1个农业品，求一般均衡并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证明在低层次均衡分工（城市居民的专业化程度和农村居民的一样）向高层次均衡分工的过渡阶段，会发生一个分工不对称的二元经济结构（城市居民的专业化程度比农村居民的高）。

3.杨小凯和赖斯（Yang and Rice，1994）假设在习题2的模型里生产函数与第3章一样，求一般均衡并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4.把例10.3的模型扩展成交易商品的种类数为n
 ∈［1，49］。分析可能的均衡交易分层模式，其中人们通过当地市场与邻居交易，这与图10.2（b）中n
 =7的情况类似，并且通过一个更大的中心市场与非邻居交易，这个更大的中心市场是从n=49的一个大的分工网络规模里出现的。这个中心市场看起来像一个大城市。如果分工水平被允许为［1，m
 ］，讨论城市等级体系层次数可能的演进。

5.假设在例10.4的模型中，土地总面积固定，但城市和农村的土地面积是内生变量，求一般均衡并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分析分工演进对相关的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影响。




 [1]
 秦雷（Quigley，1998）考虑了城市内的信息溢出好处。塔博奇（Tabuchi，1998）结合了亨德松（Henderson，1974）和克鲁格曼（Krugman，1991）的方法，考虑第Ⅰ类聚集经济效果同城市内拥堵的代价之间的两难冲突。


 [2]
 但是，由于在均衡中无法确定究竟谁专业于哪种活动，以及m
 种产品中的哪n
 种被交易，n
 种贸易品中哪n
 
A

 种在城市中生产，可能会出现相同人均真实收入的多重均衡。


 [3]
 城市个数随分工演进而减少的结论可用下面两种方法改变：内生人口规模及内生城市分层结构的层次数。


第11章 工业化、结构变化、经济发展和迂回生产的分工

11.1 工业化的特征

本章目的有二：第一，用斯密模型来预测由分工带来的新产品和相关新技术的出现；第二，用一个关于内生专业化及迂回生产链中内生链条个数的斯密模型来研究工业化问题。

从斯密（Smith，1776，p.14，p.105）、约瑟夫·哈里斯（Joseph Harris，1757）、乔赛亚·图克尔（Josiah Tucker，1756，1774）、黑格尔（Hegel，1821，p.129）到马歇尔（Marshall，1890，p.256）和沃克（Walker，1874，pp.36-37），很多经济学家都认识到了新工具、新机器的出现及相关新技术的发明依赖于分工的发展。这种古典学派的发明与技术观和以储蓄与技术为基础的新古典学派是很不一样的。
 
[1]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创新取决于对研究与开发的投资，它不考虑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社会的分工水平（见第15章）。与之相比，古典主流学派认为，新机器和新技术的出现是由分工网络规模与相关市场容量决定的。如果分工网络没有充分发展，新技术就不能发明，即使被发明出来，也无法商业化。这就是中国早就发明了纸张、指南针、印刷术和冶金术但没有产生工业化的原因，而这些技术在欧洲的分工发展中却被商业化，从而带动了其他发明的产生，继而诱发了1750～1830年的工业革命（Elvin，1973）。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讨论分工对新产品出现的意义。

为了将有关分工发展带来新产品出现的古典思想形式化，我们将引入例6.2的内生消费产品种类数和内生专业化的模型来内生化产品种类数。如果我们在内生专业化模型中设定CES生产函数，则古典思想中关于新技术的发明、分工网络规模以及企业制度的关系就可以被形式化。

对墨克（Mokyr，1990，1993）、黄（Huang，1991）、罗森伯格和巴泽尔（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pp.145-184）、诺斯（North，1981）、麦克法兰（Macfarlane，1988）、巴克勒（Baechler，1976）和萨克斯（Sachs，1998）而言，工业革命是如此推动的：欧洲同一文化下的敌对主权国家之间的竞争和政体的多样性激励了很多制度试验。作为制度试验和内外部政治兼并的多样性的结果，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前出现了一套特殊的制度。这样一套有很强适应性和社会学习能力的制度，大大改善了交易条件。在工业革命之前和工业革命的过程中，由于交易条件的改善，国际贸易的扩大刺激了分工的演进，君主立宪政体和议会民主提供了长期的政治稳定，专利法和不断演进的普通法有效保护了财产所有权。受保护的企业剩余权减少了建立企业和专业化的企业家活动所需的交易成本，而知识产权的保障直接改善了技术的交易条件并激励了新技术的专业化发明。当专利法不足以保护企业家的思想和发明的权利时，企业制度就通过企业的剩余权和行业机密来保护知识产权。

正如第1章和第9章的资料所示，一个稳定的、非掠夺性的税收体系和政府的放任自由政策会鼓励商业活动和分工的发展。自由结社，即建立私人企业不需要从政府那里获得特别许可或执照，可以改善企业制度创新的交易条件。因此，每笔交易的内生和外生交易成本可以大大减少，发明和其他活动的分工水平提高，而且出现了新产品和相关新技术。我们将用两个斯密-杨格的内生专业化模型来研究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

最早的工业化理论是由斯密（Smith，1776）和杨格（Young，1928）提出的。斯密猜想，农业部门收入份额减少的原因是工业和农业中专业化带来的好处与专业化带来的季节调节成本之间的相对差别。这个猜想意味着，农业部门收入份额减少并非由于嗜好、收入或者外生技术条件的改变，而是由于农业部门的分工具有更高的协调成本，而且它必须通过进口越来越多的工业品来提高生产率。这些工业品是制造部门的高分工水平下生产出来的，这些部门的分工经济很可能大大超过交易成本。杨格认为工业化是分工在迂回生产过程中的一个演进过程，而分工的演进又扩大了市场网络并提高了生产力。

工业化模型至少还有另外两类。第一类是劳动力剩余和二元经济模型（Lewis，1955；Fei and Ranis，1964）。在该类模型里，工业部门的扩大被解释为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剩余和工业部门外生的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的结果。当外生技术进步发生时，或者当投资被用于提高工业部门的资本-人力比率时，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劳动力的需求也增加。由于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增加的需求不会提高工资率和工业部门的扩张成本，因此，比起农业部门，工业部门可以在零成本或低成本下发展。这个模型中的劳动力剩余由一个先验的假设引起，这个假设为，由于某种未说明的制度原因，劳动力价格比均衡水平要高。由于这个劳动力剩余模型中没有利用外生比较优势与交易成本的两难冲突，它不能解释在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失衡时的生产力进步。正如第2章指出的，如果我们放弃新古典中纯厂商和消费者完全分离的假定，则在一个有不变规模报酬技术的模型中，就可以设定利用外生比较优势与交易成本的两难冲突。这个两难冲突可以用来解释在劳动力市场失衡的情况下由交易效率提高带来的经济发展。

第二类被克鲁格曼（Krugman，1995）称为“高级发展经济学”，它由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1943）、勒克思（Nurkse，952）、弗莱明（Fleming，1955）和赫希曼（Hirschman，1958）发展而来，这些作者没有用一般均衡模型来形式化他们模糊的思想。有两种方法可以说明他们的思想，对克鲁格曼（Krugman，1995）来说，他们的观点意味着规模经济是工业化的一个要素。克鲁格曼论证劳动力剩余理论比高级发展经济学更受欢迎的原因，是前者更容易在不变规模报酬的模型中用公式表示，但经济学家们当时不知如何将后者用有规模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形式化处理。因此，第4章的垄断竞争模型给出了形式化高级发展经济学以及工业化理论的技术工具。

大多数高级发展经济学家们谈论不同工业部门赢利可能性的互相依赖性、平衡的和不平衡的工业化、工业化过程中的因果循环和工业连接网络基础上的价格制度可利用的外部经济等之间的相互联系。这些观点在一般均衡模型中都不难被形式化。因果循环当然是一般均衡的一个观点。在一个标准的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每个人依据价格来选择他的需求和供给量，而一般均衡价格是由所有人对量的选择来决定的。这个因果循环说明所有相互依赖的内生变量必须在一个一般均衡机制中（或由一个不动点）同时决定。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是证实这种机制有力的技术工具。

因此，高级发展经济学与一般均衡的观点联系起来了。当经济学家不熟悉一般均衡模型的技术实质时，他们只能用一些模糊的语句来说明一般均衡的现象，就像因果循环、不同行业相互依赖的决策、可以通过市场价格体系来利用的外部性经济等（关于高级发展经济学的详细内容参见第4章思考题7～9和本章思考题16、17）。

但是，一般均衡模型的类型有三种。在不变规模报酬的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因果循环发生在数量与价格之间和不同部门的个人决策之间。在第4章的规模经济和内生产品种类数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因果循环除了发生在不同市场和不同个人的决策之间外，还发生在数量、价格、生产力、人均真实收入和产品种类数之间。在第3章、第5章和第6章的一个斯密一般均衡模型中，除了数量、价格、不同个人决策和不同市场的相互依赖，分工网络规模、市场化的程度、生产力、贸易依存度、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产品种类数、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和内生比较优势也互相依赖。

在我们看来，高级发展经济学家们关于产业连接网络基础上的外部性、因果循环、平衡和不平衡的工业化的讨论与长迂回生产链中分工的正网络效应的联系比起规模经济更紧密一些。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1943）大推进工业化思想的精华是，由于利用分散市场的分工网络效应的协调失败，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成为必需。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产业连接的外部性思想或多或少地同市场引导的工业化有关，因为分工的网络效应是可以被价格体系利用的。“平衡的与不平衡的工业化”这一术语也许令人误解。不平衡的工业化策略也许可以与一个国家的一个特定部门的专业化及国际分工联系起来。因此，从世界市场的角度来看，这种策略仍是一个平衡的工业化策略，尽管它在单独一个国家里是不平衡的（Sheahan，1958）。

高级发展经济学及相关工业化理论已经在第4章有规模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里被形式化了。20世纪90年代，斯密和杨格的工业化理论被史鹤凌和杨小凯（Shi and Yang，1995）及孙广振和刘孟奇（Sun and Lio，1997）形式化了。史鹤凌和杨小凯的工业化及内生专业化模型也可以用于将高级发展经济学形式化。

在这一章中，我们用史-杨一般均衡模型来预测由杨格注意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业化现象，即迂回生产的增加。第4章的规模经济模型可以解释为什么生产力提高、产品种类数增多以及工业部门占产出的份额增多会同时发生，然而，它们不能解释个人专业化水平提高、生产力提高和迂回生产链的链条种类数增多的同时发生。杨格将链条的种类数称为“迂回性”。

工业化由下面这些并发的现象来刻画：分工演进，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提高，商业化程度和贸易依存度提升，新产品和相关技术从分工的演进中出现，经济结构的分散程度，内生比较优势的程度，市场一体化以及生产集中的程度同时上升，企业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在分工演进中出现并发展。更重要的是随着分工的演进，不仅迂回生产链的链条种类数增多，而且结构的一些新连接出现了。

如果将一个不发达经济同一个现代发达经济进行比较，这一观点就会更具有说服力。在一个普通的美国农场里，农场主可以用做工精细的拖拉机和其他设备来耕地，并且用各种各样的卡车来搬运。这些机器都是在一个很长的迂回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的。但是，在一个有着小块土地的中国农民家庭里，搬运主要用肩，耕地则用锄头。这些简单的工具是在一个很短的生产链中生产出来的。当然，美国的长迂回生产链不可能在很低的分工水平下维持。它必须由一个建立在很高交易效率基础上的大分工网络来支持，而高交易效率又必须以健全的法律体系为前提。该法律体系保护个人财产，且有好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银行业及其他与交易有关的设施和关于界定和强制执行契约的道德规范和文化传统。中国低水平的迂回生产与低程度的商业化有关。1978年以前，中国农村的商业化程度是0.3，也就是说，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自给自足他消费的70%（Yang，Wang and Wills，1992）。从前面几章我们已经知道，商业化的低水平与分工的低水平有关，因而与由不健全的法律体系引起的交易效率的低水平有关。这样一个法律体系允许政府随意侵犯个人的财产所有权。

奥尔森（Olsen，1996）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新移民到美国的普通海地人的收入水平超过一个海地当地人5倍以上，尽管他们有相似的智商和文化背景。因为比起每个人的智商和能力，分工网络规模对生产力有更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一个大的分工网络不仅产生了“1+1＞2”的效果，即一个网络总的性能要强于没有网络时单个成员性能的简单相加，而且利用了与商品之间互补性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互补性，然而，网络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交易效率（North，1981）。

因此，一个刻画工业化的一般均衡模型必须至少可以预测以下一些同时发生的现象：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提高、迂回生产链的链条数增多、每个链条的产品种类数增多、生产力和人均真实收入提高、市场网络扩张以及企业制度随交易条件改善而出现并发展。

下面首先用讲故事的方法来揭示本章数学模型背后的含义，在这个故事里，有很多事前完全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他们每个人可以生产4种产品：食物、锄头、拖拉机和机床，生产机床需要劳动，生产拖拉机需要劳动和机床，生产锄头需要劳动。每个人生产食物时可以用劳动，或用锄头和劳动，或用拖拉机和劳动，或锄头、拖拉机和劳动一起用，但当用到拖拉机时，一部分的劳动必须被分配到机床的生产中。在提高生产食物的生产力的经济活动中，拖拉机和锄头起着互补作用。

在每种产品的生产中存在专业化经济，贸易会产生交易成本。如果不生产锄头和拖拉机，则生产中只有一个链条：劳动被用于生产食物。如果不生产拖拉机，则生产中只有两个链条：锄头的生产和食物的生产。在链条的上游只有一种产品。如果拖拉机和锄头被生产出来，则在拖拉机生产中起重要作用的机床也应被生产出来。这时迂回生产中有三个链条：机床的生产、拖拉机和锄头的生产，以及在生产过程中用到拖拉机和锄头的食物的生产。这个迂回生产过程的中间链条有两种产品。

迂回生产效果有三种类型。下游产品的全要素生产率随着投入生产下游产品的上游产品数量的增多而提高（A型迂回生产效果）；下游产品的全要素生产率随着上游产品种类数的增多而提高（B型迂回生产效果）；最终产品的全要素生产率随着迂回生产链链条数的增多而提高（C型迂回生产效果）。假设在斯密模型中，这三种迂回生产效果都存在，则全要素生产率当所有中间产品（锄头、拖拉机和机床）全部被生产出来时最高，当它们中没有一样被生产出来时最低。然而，迂回生产效果与专业化经济之间有一个两难冲突，因为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在他生产很多产品时会很低。如果他想同时保持高度的专业化水平和生产迂回程度，则他必须与其他人交易，这样在专业化经济、迂回生产效果和交易成本之间都有两难冲突。

假设交易效率很低，交易成本会超过专业化经济的好处，人们只好选择自给自足。由于折中专业化经济和迂回生产效果的范围太窄，自给自足时就只能生产少数几种与最终消费直接联系的中间产品。举例来说，人们生产食品时可以只投入劳动。当交易效率有些提高时，人们可以选择一个大一些的分工网络，使得折中专业化经济和迂回生产效果的范围扩大。因此，生产迂回程度和所有人的专业化水平可通过不同专家之间的分工而同步提高。举例来说，一般均衡从没有中间产品时的自给自足跳到制造锄头的专家和专业农民之间的分工。当交易效率进一步提高时，锄头生产和拖拉机之间的横向分工创造了拖拉机生产和机床生产之间的纵向分工的空间，从而迂回生产的链条个数从2增加到3。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一个新链条在工业结构进程中出现，而且现有的上游链条中的中间产品的种类数增加了。换言之，更高的交易效率可以通过扩大分工网络规模及加深相关的市场化程度来提高社会吸纳不同专业知识的能力。这个网络效应使得新的中间产品及相应的新技术在商业上变得可行，波尔顿和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故事证实了我们的猜想，马歇尔（1890，p.256）将这个发明归功于交易效率的提高和专利的完善引发的发明活动的深层次分工。

若劳动的交易效率比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高，则分工的演进会与企业制度的出现和发展相联系。因此，交易效率的提高与工业化和迂回生产部门（有时被称为重工业部门）收入份额的增加会同时产生。

在第11.2～11.4节中，我们首先用一个内生专业化和内生迂回生产链条个数的模型将斯密和杨格的工业化理论形式化。然后在第11.5节里，我们用一个更一般的模型来研究经济发展、工业化、结构变化和中间产品种类数的演进。

学习本章时应问自己以下问题

什么是工业化的激励机制？这里所说的工业化是由分工、迂回生产、企业制度、工业部门的收入份额和迂回生产部门的收入份额等的演进来刻画的。

企业的私人剩余权对迂回生产的意义是什么？

自由价格、自由企业和自由选择职业对迂回生产中分工演进的意义是什么？

11.2 工业化和迂回生产中的分工演进


例11.1
 一个斯密-杨格的工业化模型。
 我们考虑一个经济中有M
 个事前完全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M
 是一个连续统。每个消费者-生产者的事前效用函数是

[image: ]


其中，z
 是食物的自给量，z
 
d

 是食物的购买量，k
 是交易效率。食物的事前生产函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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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z
 
p

 是食物的产出量，z
 
s

 是食物的售卖量，l
 
z

 是分配到食物生产中的时间，y
 是锄头的自给量，y
 
d

 是锄头的售卖量，x
 是拖拉机的自给量，x
 
d

 是拖拉机的售卖量，k
 是交易效率，α是每种活动的固定学习成本。这个给定的食物的生产函数说明有四种方式生产食物：只用劳动；用锄头和劳动；用拖拉机和劳动；锄头、拖拉机和劳动一起用。

不难看出，若y
 +ky
 
d

 ＞1，则（y
 +ky
 
d

 ）1/3
 （l
 
z

 -α
 ）＞l
 
z

 -α
 ，这说明使用锄头比不使用锄头有更高的生产能力，甚至当两种情况的劳动投入一样时也是如此。这意味着食物生产存在C型的迂回生产效果。如果我们比较两种食物生产方式的全要素生产率，我们就可以看到，当x
 +kx
 
d

 ＞1时，全要素生产率在用到锄头时更高。类似的，我们可以看到，生产食物时用拖拉机比不用拖拉机有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因为（y
 +ky
 
d

 ）1/3
 （x
 +kx
 
d

 ）1/3
 （l
 
z

 -α
 ）＞（y
 +ky
 
d

 ）1/3
 （l
 
z

 -α
 ）。这意味着食物生产存在B型迂回生产效果。同样可以看到，食物的全要素生产率将随着拖拉机和锄头数量的增多而提高，或者说，存在A型的迂回生产效果。

锄头的事前生产函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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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
 
p

 是锄头的产出量，y
 
s

 是售卖量，l
 
y

 是投入锄头生产的时间，α
 是生产锄头的固定学习成本。

拖拉机的事前的生产函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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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
 
p

 是拖拉机的产出量，x
 
s

 是售卖量，l
 
x

 是投入拖拉机生产的时间，w
 是机床的自给量，w
 
d

 是机床的购买量，α
 是生产拖拉机的固定学习成本。机床的事前生产函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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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w
 
p

 是机床的产出量，w
 
s

 是售卖量，l
 
w

 是投入机床生产的时间。

事前的非休闲时间的禀赋是

[image: ]



l
 
i

 可以被视为个人生产i
 种产品的专业化水平。不难证明，食物或拖拉机的全要素生产率随着个人生产这种产品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而锄头或机床的劳动生产率也将随着个人生产这种产品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因此，每种产品的生产中存在专业化经济。

新产业的出现不同于新部门的出现，当迂回生产链中有一个新链条出现时，一个新产业就出现了，这可能包括几个部门的同时出现。如果迂回生产链某个固定链条上的产品种类数增多，则一个生产某种固定类型的产品的新部门会出现。因此，新产业出现是迂回生产链链条种类数的增多，而新部门的出现是迂回生产链上某个链条中间产品种类数的增多。这里，链条被定义为上游行业和下游行业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链条的个数被称为迂回生产的程度。

11.3 角点均衡和新行业的出现

现在大家对超边际分析已经非常熟悉，我们不必再重复超边际分析两步法的技术细节，只是对图11-1中的各种结构进行定义，并在表11-1总结出所有的角点均衡。

我们需要考虑12种结构。它们中有四种自给自足结构：A（z
 ）代表在食物生产中只投入劳动且所有中间产品都没有被生产的自给自足结构；A（zy
 ）代表食物生产中用到了锄头的自给自足结构；A（zxw
 ）代表食物生产中用到了由机床生产出来的拖拉机的自给自足结构；A（zxyw
 ）代表食物生产中用到了所有的三种中间产品的自给自足结构。图11-1给出除了结构A（zxw
 ）的其他结构。

[image: ]


图11-1 不同的产业结构

结构C包括一种只生产食物的模式和一种只生产锄头的模式。每个人都完全专业化，但是上游行业的中间产品的种类数很少，而且迂回生产的链条个数是2，拖拉机和机床没有生产。

在结构D中，所有的中间产品、锄头、拖拉机和机床都出现。这个结构包括一个既生产食物又生产锄头的模式和一个生产拖拉机和机床的模式。每个人生产两种中间产品，并有中等专业化水平，但是迂回生产的程度和迂回生产中间链条的中间产品的多样性很高。

结构E包括三个模式：一个专业农民买锄头和拖拉机，卖食物；一个完全专业化的锄头生产者卖锄头，买食物；第三个模式并未完全专业化，它同时生产拖拉机和机床，卖拖拉机和买食物。

结构F与结构E对称。生产拖拉机和机床的生产者完全专业化，但第三个未被完全专业化的模式同时生产锄头和食物。

结构G是完全分工的结构，这意味着不仅所有的人完全专业化，而且迂回生产的程度和每个链条上中间产品的种类数达到最大。有四个完全专业化的模式。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卖出所生产的产品，每个锄头、拖拉机、机床的专业制造者买食物，每个专业农民买锄头和拖拉机，每个拖拉机的专业制造者也买机床。图11-1给出了所有的结构，其中的模式由括号里的字母来定义：斜线前的字母表示卖出的商品，斜线后的字母表示被购买的商品。举例来说，模式（x
 /z
 ）表示一个人生产拖拉机和机床，卖拖拉机x
 和买食物z
 ；模式（z
 /xy
 ）表示一个专业农民卖食物，买拖拉机和锄头。

在图11-1中还有一些结构未被列出。结构H包括一个非专业模式，其中，食物和拖拉机被生产，需卖出食物来买机床，以及一种买机床和买食物的专业化模式。在这个结构中，锄头没有被生产。结构Ⅰ与结构H对称，一个专业农民生产食物，一个非专业制造者生产拖拉机和机床，而锄头没有被生产。除了锄头未被生产，结构J与结构G相同。如果中介产品的交易被劳动交易代替，那么还有企业制度的结构。图11-1给出了它们中的一些结构，而表11-1总结出了一些重要结构的角点均衡解。

由各个结构的人均真实收入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一般均衡的候选集合包括结构A（z
 ）、A（zy
 ）、A（zxyw
 ）、C、D、G。其他结构中的每一个结构的人均真实收入至少比以上结构中的一个要少。有以下三种方法可以排除这些结构。

表11-1 角点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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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方法是如果将某种结构与另两种相似结构的人均真实收入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得到k
 的两个临界值。当这两种结构被选择时，初始结构比这两个结构有更高的人均真实收入，仅当k
 在两个临界值之间。例如，结构F比结构D的人均收入高，当且仅当k
 ＞k
 ′，而结构F比结构G的人均收入高，当且仅当k
 ＜k
 ″。这意味着，结构F只有当k
 ∈（k
 ′，k
 ″）时才能成为一般均衡的候选结构。这里，临界值k
 ′和k
 ″可以通过比较表11-1中三种结构的人均真实收入得到，它们依赖于α
 ，但是，比较k
 ″和k
 ′可知k
 ′＞k
 ″，也就是说，区间（k
 ′，k
 ″）为空集。这意味着结构F的人均真实收入要么比结构D低，要么比结构G低，或者说结构F的人均真实收入不可能同时高于结构D和结构G。由姚定理可知，结构F的角点均衡不可能成为一般均衡。

第二种方法是把k
 的临界值与1比较。因为k
 不可能比1大，如果使得一个结构好于另一个结构的k
 的临界值大于1，则前者不可能成为均衡结构的候选者。例如，结构G的人均真实收入比结构C的高，当且仅当k
 ＞k
 ‴，但是可以证明k
 ‴＞1，当且仅当α
 小于某个常数。因此，我们可以推出如果α
 小于那个常数，则结构G不可能成为一般均衡结构的候选者。

第三种方法是识别每种结构的人均真实收入为非正的条件。显然由表11-1可知，如果α
 大于某一临界值，则某个固定结构的人均真实收入为非正。重复使用第三种方法，我们可以从一般均衡结构的候选集中排除结构A（zxw
 ）、E、F、H、I和J。这些结果当然与我们给定的一些假设有关。例如，我们假设每个人有24个单位的时间用于生产，而且产出对于中间产品投入水平的弹性参数是给定的特定数值。另外，我们假设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且固定学习成本和交易效率对所有的商品都相同。如果我们放松这些假设，则我们给出的每种结构在某种特定的参数空间中都可以成为一般均衡结构。史鹤凌和杨小凯研究了放松某些假设的影响。例如，他们假设了CES生产函数，其替代弹性可能不是1，也假设了产出对投入的弹性是一个参数而不是一个数，他们证明，在一个给定的参数空间中，每种结构都可以成为一个一般均衡结构。

11.4 一般均衡、工业化和结构变化

比较不同结构的人均真实收入，以及姚定理，我们可以得到一般均衡及其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见表11-2）。为了比较不同结构的拓扑性质，我们用三种方法来定义经济中的分工水平：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迂回生产链的链条个数，以及结构中每个链条上的商品个数。根据该定义，结构C中每个人完全专业化，商品的个数是2，链条的个数是2，大致上与结构D有相同的分工水平，而结构D中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比C中的低，商品个数是4，迂回生产链的链条个数是3。

我们现在联系图11-1来看表11-2中的结果，分工有5种演进模式。让我们来看看当α
 ∈（0，0.92）时的情形。当参数值落在这个区间时，如果交易效率足够低，则自给自足结构A（zxyw
 ）是一般均衡，其中所有人自给所有的四种商品，且生产率和人均真实收入很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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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 新产业的出现和分工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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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交易效率提高到大于k
 1
 的水平时，一般均衡会跳到结构D，其中一些人同时生产锄头和食物，另一些人同时生产拖拉机和机床。每个人生产的商品种类数从4减至2，因而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提高了。当交易效率继续提高到大于k
 2
 时，一般均衡跳到完全分工状态，其中每个人完全专业化了。对于这种分工演进模式，即使迂回生产程度和每根链条上的中间产品的多样性没有改进，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也得到了提高。这是因为固定学习成本α
 非常小，使得专业化经济不显著的缘故。因此，专业化经济和迂回效果之间的张力不足以刺激迂回生产程度的变化。当固定学习成本及相应的专业化经济程度提高时，相应的专业化经济与迂回效果之间的张力会变大，以至于产生了个人专业化水平和迂回生产程度的同时演进。

设α
 ∈（0.92，3.57），若交易效率足够低，自给自足结构A（zy
 ）是一般均衡结构，其中每个人自给食物和锄头，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不高，只有两种商品被生产，迂回生产的链条个数是2，上游产业的中间产品种类数是1。自给自足结构中，生产率和人均真实收入也很低且没有市场存在。当交易效率提高时，一般均衡跳到结构D，其中一根新链条和两种新的中间产品出现了，尽管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仍维持不变。因为迂回生产效果被更好地利用，生产率和人均真实收入比A（zy
 ）高。当交易效率继续提高时，一般均衡跳到结构G，其中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提高了，使得生产率、人均真实收入提高，交易次数增多。这种分工模式同时产生了与工业化（除了企业制度的发展）有关的所有现象、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提高、迂回生产链的链条个数增多、每个链条上中间产品的种类数增多、生产率和人均真实收入提高、市场网络扩大、市场一体化和生产集中程度提高、内生比较优势的程度提高。新的事后生产函数和相关新技术、新产业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这个内生的技术过程与劳动力剩余和二元经济理论中的外生技术过程不同。

设有更大的固定学习成本，使得α
 ∈（3.57，7.8）。那么，在自给自足结构中因为专业化经济和迂回效果之间的更大张力，只有一种商品被生产。若交易效率极低，则一般均衡为A（z
 ），其中中间产品不出现。当交易效率得到提高时，一般均衡跳到结构D，其中一个新链条和两种新中间产品出现了，虽然个人的专业化程度有一些降低。当交易效率进一步提高时，一般均衡跳到完全分工结构G，又一次提升了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在这种分工模式中，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经历了一个非单调的变化，它先是降低，然后才提高。但是，迂回生产的程度和分工水平（包括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迂回生产程度以及每根链条上商品的多样性程度）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而提高。

设α
 ∈（7.8，23.5），当交易效率提高时，生产迂回程度提高，使得一般均衡从结构A（z
 ）跳到结构C。但是，完全分工结构G不可能成为一般均衡。你可以看到，如果拖拉机的产出对机床的投入弹性远远大于1/3，则当交易效率k
 趋近于1时一般均衡会从结构C跳到结构G。

设α
 ∈（23.5，24），则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不变且当交易效率足够大时，迂回生产程度会提升，中间链条上中间产品的多样性程度会提高。因此，一般均衡从结构A（z
 ）跳到完全分工结构G。当可能的商品种类数远远大于4时，工业化的故事将会更加丰富。因此，分工的三个方面，即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迂回生产链的链条个数和每根链条上的商品种类数将会同时演进。

11.4.1 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就业份额的变化

从表11-1和表11-2我们可以看到，当交易效率提高时，一般均衡从自给自足跳到分工，如结构C或结构D，其分工结构中的专业农民的人数比自给食物时的人数要少。这意味着，一方面，与工业部门的人数相比，农业部门的人数减少了；另一方面，由于中间产品种类数的增多和分工水平的提高，收入在工业产品中的份额增加了。

由分工与迂回生产的同时演进带来的结构变化可以得到经验数据的证实。美国的投入-产出表（Department of Commerce，1975）说明，中间产品生产部门的收入份额增加，而消费品生产部门的收入份额则越来越小。

史鹤凌和杨小凯（Shi and Yang，1995）将本节的模型推广到当商品v在商品y的生产中必不可少时的情形。他们假设商品v和y为农业部门的中间产品或服务（如种植和收割），而这两种商品的交易效率系数比工业部门的商品x
 和w
 要小得多。然后他们证明，当交易效率提高后，分工演进仅仅发生在工业部门，因而工业部门的收入份额增加，而农业部门则越来越依赖于从工业部门引入分工的好处。这正好证实了斯密的猜想，即工业部门的收入份额增加应归因于专业化经济中工业部门与协调成本相比比农业部门与协调成本相比更显著。这种用分工演进的不同方面来解释结构变化的方法，与库兹涅茨（Kuznets，1966）和钱纳里（Chenery，1979）的方法截然不同。

库兹涅茨（Kuznets，1966）用收入的增加和偏好或技术的外生变化来解释结构变化，但是，结构变化在斯密的模型中即使没有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参数的外生变化也可以发生，用收入的变化来解释结构变化显然不是一个一般均衡的观点。在一般均衡模型中，人均真实收入是内生的。它应该由静态模型的参数来解释（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或者由动态模型自发机制来解释。例如，本节模型的人均真实收入由分工水平决定，而分工水平又由交易效率决定。我们又一次看到，斯密模型中生产率的提高是在不改变事前生产函数的前提下产生于分工的演进。因此，它可以被视为由制度变化或影响交易效率的城市化而产生的内生技术进步。但是，本章斯密模型内生技术进步的一个显著性特征是，它与新产业的出现和迂回生产的演进息息相关。

本节的模型说明了熊彼特所谓创造性毁灭的思想。从图11-1和表11-2，我们可以看到当α
 ∈（0.92，3.57），及当交易效率得到改进时，一般均衡从自给自足跳到结构D，接着跳到结构G。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专业化水平很低的专业模式，如结构D中的模式（x
 /z
 ）和模式（z
 /x
 ）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有高分工水平的专业模式，如结构G中的模式（z
 /xy
 ）、模式（x
 /wz
 ）、模式（y
 /z
 ）和模式（w
 /z
 ），而且生产新商品的模式也可能出现于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中。

杨小凯和黄有光（Yang and Ng，1993，p.313）已证明，这个模型可以进行推广，预测当新产品从分工的演进和迂回生产链中产生时，某些低交易效率的商品和专业化经济不显著的专业将消失。这个创造性的毁灭不同于阿洪和豪威特（Aghion and Howitt，1992）模型中的创造性毁灭，阿洪和豪威特的创造性毁灭并未涉及旧商品的消失和新商品的出现，以及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变化。

这个模型的政策含义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各种产业政策的致命错误。斯密模型证明，市场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挑选有效的产业结构及其演进模式。如果这个模型是不对称的且有很多可能的商品和链条，则任何政策的制定者都不可能推断出什么是有效的产业结构。只有“看不见的手”（利己主义决策的相互作用）可以做到。一些历史事实可以阐明这个观点。在19世纪以前的中国，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和知识分子倡导“重农抑商”的产业政策。这个产业政策使工业化不能在古代中国发生，倒是英国的放任自由（laissez-faire）政策产生了工业化。日本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的产业政策是限制汽车工业发展的，因为政府判断日本在汽车生产中没有比较优势。但是，在私有权和自由企业制度下，企业的所有者而不是政府拥有选择产业模式的最终决策权。因此，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最终被市场拒绝。从很多这样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有很多提倡或保护某些产业而忽视或压制其他产业的复杂产业政策的国家，其经济发展的表现反而不佳。

史鹤凌和杨小凯也证明，若食物的生产函数是CES函数，且它的参数不取固定数值，则结构F在转型期可以成为一般均衡，转型期即经济从自给自足演进到完全分工的时期。结构F是一个二元结构（见图11-1），其中，拖拉机和机床的生产者完全专业化，而食物和锄头的生产者还未完全专业化。因此，一个机床的专业生产者或一个拖拉机的专业生产者比一个自给锄头和卖食物的人有更高的生产率和更高水平的名义收入，这被称为一个二元结构。工业和农业部门在这种自然的二元结构条件下，尽管有不等的商业收入，但仍产生相等的人均真实收入。这种自然的二元结构，出现在从低分工水平走向高分工水平的转型期，而在达到完全分工时就会消失。

如果更多的产品被引入这个模型，则角点均衡的种类数会超比例增长。这样的情形很多都不可能有均衡的解析解。因此，一般均衡的超边际分析只能通过计算机的数字模拟得到。计算的复杂性和产业结构演变进程可能模式的多样性意味着，中央计划系统不可能模拟出市场上发生的事，所以，市场比任何一个企图完成选择有效产业结构复杂任务的政策制定者都更有效。

11.4.2 当迂回生产中的分工演进时，可能的交易结构的种类数的增长会超比例增长分工在迂回生产中演进时，将中介产品的交易替换为劳动交易的可能性意味着，有企业的结构的种类数会超比例地增长。特别是，当考虑不同的专家-生产者成为企业的雇佣者时，这一点就更加显而易见。

让我们来看看图11-2，它画出了可能的在完全分工基础上的所有企业的结构（结构G
 ）。在每个结构中有四种类型的专家-生产者：生产食物（z）、锄头（y）、拖拉机（x）和机床（w）。G
 1代表这样一个结构，其中，一个食物的专业生产者雇佣锄头和拖拉机的专业生产者，从不相关的专业生产者那里买机床并卖食物给他们。有粗边界的矩形代表企业，圆圈代表雇员，而细边界的矩形代表不相关的专业生产者（或自我雇佣者）。结构G
 1a
 与结构G
 1有着相同的分工和交易结构，但有不同的企业所有制结构。在结构G
 1a
 中，是拖拉机的专业生产者，而不是食物的专业生产者有企业的所有权。有另一个不同的结构G
 1，其中锄头的专业生产者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图11-2中的其他图形代表在和结构G
 同样有完全分工结构的基础上的不同企业结构。对它们中的每一个结构来说，其交易结构和不同的企业所有权结构的组合就更多。事实上，在G
 的分工结构基础上，至少有13个不同的交易和企业所有权结构。不难看到，可能的交易和企业所有权结构的种类数在迂回生产链中的分工水平不断演进时会超比例增长。因此，当分工演进时，提高交易效率和提高生产率的潜力越来越多地来自寻找有效的交易和企业所有权结构的企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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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企业结构

罗森伯格和巴泽尔（Rosenberg and Birdzell
 ，1986，pp
 .145-184）和墨克（Mokyr
 ，1990，1993，pp
 .26-110）已论证了企业制度的变革和工业化、企业制度以及1750～1830年的发明创造之间的关系。从他们的论证来看，企业家的活动较科学家的活动对工业革命中的技术进步更重要。企业家活动由受保护的私有权和专利法所刺激，交易条件的重大改善、世界市场的出现及商业组织的发展，为企业制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从他们的论证中可以看出，对于那些不能被专利法保护的企业家活动，企业制度通过商业机密和剩余权来保护企业家的知识产权。很多重要发明的商业价值往往是通过企业制度实现的，企业制度提供技术发明和创新的投机资本以及经营资本。对企业所有者的剩余权、商标、商业品牌和普通法允许的自由结社等的保护，是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North
 ，1981；Mokyr
 ，1993）。由于制度上的条件，英国人可以使很多发明和创新商业化，而其中的一些发明是从其他发明不能商业化的国家引进的。那个时期一个大型分工网络是为了极大地减少由高水平分工引起的交易成本而在企业内组织起来的。

尽管本节研究了市场是如何通过自利决策的相互作用从一个迂回生产链中选择一个有效的分工模式的，但是现实生活中，市场功能要比这个简单模型所描述的复杂得多。例如，在这个简单模型中，我们假设最终产品的全要素生产率随着迂回生产链的链条个数单调递增。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单调关系也许并不普遍。在有些产业中，当生产迂回程度稍微提高一点时，最终产品的全要素生产率首先会下降，然后随着迂回程度的继续提高而上升。第一台蒸汽发动机比一匹马的工作效率慢但价格更高。如果考虑专业的熟能生巧经济（见第16章），C
 型迂回生产效果可能只有在足够高的迂回程度和足够长的时期内才能存在。

假设1000个生产最终产品的部门中的每一个可以有很长的迂回生产链，但这1000个部门中只有100个有C
 型的迂回生产效果，剩下的部门没有迂回生产效果。其生产迂回效果只有当这100个部门中的几个的迂回程度同时提高时才有可能实现。对于这样一个模型，有无数种可能的结构。如果相对价格和选择一个或多个角点均衡的信息相互依赖，就像第17章所描述的那样，那么尽管市场有搜寻最优产业结构的能力，社会选择有效的产业结构仍会花费很长的时间。

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在一个保护企业私人剩余权和其他各种私有财产权的公共法律体系下，市场可以从一个长迂回生产链中选出一个高分工的产业结构。在工业革命以前，也有过很多长迂回生产链的产业结构。例如，一个用于生产专用木头车辆的长迂回生产技术在3世纪20年代的中国就产生了。但是，那种迂回生产技术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因为它没有用比人力和畜力耐用得多的钢铁和发动机。因此，这种迂回生产效果太小，以致不能弥补与迂回生产相关的交易成本和原料成本。在工业革命中，发动机的发明，钢铁在商业上的使用，由钢铁制造、由发动机发动的各种各样的机器、发明活动中及与那些发明相关的迂回生产活动中的分工的发展，促进了重大迂回效果的产业结构的发展。在本章的模型中，专利法提供的高交易效率、一个公平的公共法律体系和一个放任自由的政府对迂回生产中大规模分工网络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从而对工业革命也起着实质性的作用。

11.5 中间产品种类数的进展和经济发展

例11.1中的模型中间产品的最大种类数是3。在本节中，我们模型的中间产品种类数为m∈（1，∞），该模型用于研究工业化、分工的演进和中间产品种类数的演进之间的关系。


例11.2
 一个孙广振-刘孟奇（Sun
 -Lio
 ，1997）工业化模型的简化版。
 考虑一个有M个完全事前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的经济系统，M是一个连续统。有一种消费品y和m种类型的中介商品，i=1，2，…，m。对一个人来说，消费品y和中间产品i的自给量分别为y和xi
 ，消费品y和中间产品i的售卖量分别为ys
 和xs
 i
 ，购买量分别为yd
 和xd
 i
 。

个人用劳动和m种中间产品来生产消费产品y。这一消费品的产量由投入为ly
 和V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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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p
 是y的产出水平；ly
 是个人分配到y的生产的劳动量；V可以看成中间产品的合成；它是投入的m种中间产品的CES
 函数；y的全要素生产率是中间产品种类数m的增函数，尽管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呈现不变规模报酬。在孙-刘原始的模型中，假设了α+β＞1。因为这个假设会给代数上带来一些麻烦，我们稍候再考虑这个假设。一个消费品的生产者要么自给，要么购买生产过程中用到的中间产品，交易效率系数为k。e-cm
 是m种中间产品的经营成本，按照最终产品的产出的损失来计算。这个经营成本随着投入生产最终产品的中间产品种类数的增大而增长，因为最优决策一阶条件的种类数随着m的增大而增大。经营成本可以解释为最优决策的计算成本，而这产生了中间产品多样性和计算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

中间产品i的生产函数呈现专业化经济，由下式给出：


x
 
p

 
i

 ≡x
 
i

 +x
 
s

 
i

 =l
 
b

 
i

 b
 ＞1，i
 =1，2，…，m


其中，xp
 i
 是商品i的产出水平，li
 是个人生产产品i的专业化水平，参数b表示生产中间产品的专业化经济的程度。每个人的禀赋约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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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效用函数是


u
 =y
 +ky
 
d



其中k是交易效率系数。

个人的预算约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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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i
 是商品i的以消费品为单位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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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孙-刘模型中的工业化和分工演进

有三种结构。在自给自足的结构A，每个人自给m
 种中间产品和最终的消费品，正如图11-3（a）所示。在结构P，有局部的分工，如图11-3（b）所示，人口在专业模式（y
 /x
 
i

 ）和（x
 
i

 /y
 ）中分配。选择模式（y
 /x
 
i

 ）的人自给m
 -n
 种中间产品，购买n
 种中间产品，卖出最终产品；选择模式（x
 
i

 /y
 ）的人卖出中间产品i
 ，购买消费品。在结构C，有完全分工，如图11-3（c）所示，人口在专业模式（y
 /x
 
m

 ）和（x
 
i

 /y
 ）中分配。选择C中模式（y
 /x
 
m

 ）的人购买m
 种中间产品，卖出最终产品；C中模式（x
 
i

 /y
 ）与结构P中的一样。将y
 
s

 =y
 
d

 =x
 
s

 
i

 =x
 
d

 
i

 =0代入个人的决策问题，我们可以得到自给自足的最优决策和人均真实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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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u
 A
 是自给自足的人均真实收入，m
 A
 是自给自足的中间产品的均衡种类数。因为对于b
 ＞1/ρ
 ，式（11.7）中m
 A
 的解是负的，而m
 A
 不可能为非正；式（11.7）意味着对于b
 ＞1/ρ
 ，自给自足的角点均衡不存在。对式（11.7）求导，得到dm
 A
 /dβ
 ＞0，dm
 A
 /dρ
 ＜0，dm
 A
 /dc
 ＜0和dm
 A
 /db
 ＜0。

选择结构P中模式（y
 /x
 
i

 ）的个人的决策问题可由假设y
 ，y
 
s

 ，l
 
y

 ，l
 
j

 ，x
 
j

 ，x
 
d

 
r

 ＞0和y
 
d

 ，l
 
r

 ，x
 
s

 
j

 ，x
 
d

 
j

 ，x
 
s

 
r

 ，x
 
r

 =0得到，其中r
 =1，2，…，n
 代表购买的中间产品，而j
 =n
 +1，n
 +2，…，m
 表示自给的中间产品。决策问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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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u
 
y

 为模式（y
 /x
 ）的效用，R
 是购买的n
 种中间产品的集合，J
 是自给的m
 -n
 种中间产品的集合。我们可以利用对称性得到∑x
 
ρ

 
j

 =（m
 -n
 ）x
 
ρ

 
j

 ，∑（kx
 
d

 
j

 ）
ρ

 =n
 （kx
 
d

 
j

 ）
ρ

 ，∑l
 
j

 =（m
 -n
 ）l
 
j

 ，∑p
 
r

 x
 
j

 =np
 
r

 x
 
j

 ，以便进一步将式（11.8）中的决策问题简单化。

利用y
 ，y
 
s

 ，l
 
y

 ，l
 
j

 ，x
 
j

 ，x
 
d

 
r

 =0和y
 
d

 ，l
 
r

 ，y
 
d

 ，x
 
s

 
r

 ＞0，我们得到选择模式（x
 /y
 ）的个人的决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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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u
 
x

 是模式（x
 /y
 ）的效用。

决策问题（11.8）和（11.9）的解与效用相等和市场出清条件一起，决定了结构P的角点均衡。这个角点均衡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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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s
 的角点均衡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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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
 为结构P的中间产品的角点均衡种类数，n
 为可交易的中间产品的角点均衡种类数并表示均衡的分工水平，s
 是自给的中间产品的角点均衡种类数并表示自给自足的水平，M
 
x

 是一种卷入贸易的中间产品的生产者人数，M
 
y

 是最终产品的售卖者的人数。

式（11.10）说明如果l
 
y

 为正且b
 ＞1/ρ
 ，价格p
 
i

 的角点均衡值为负。这意味着结构P的角点均衡当b
 ＞1/ρ
 时不存在。式（11.10）中的m
 和式（11.7）中的m
 A
 的比较说明结构P的中间产品种类数永远比自给自足结构的大。将式（11.11）求导，然后用隐函数定理，可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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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f
 /∂k
 ，∂f
 /∂s
 ＜0，当α
 +β
 =1，ρ
 ∈（0，1）和b
 ∈（1，1/ρ
 ）时。如果结构P为一般均衡结构，则式（11.10）中的p
 为正，意味着b
 ＜1/ρ
 。因此，结构P为均衡时式（11.12）成立。

利用式（11.10）～式（11.12）得到结构中的角点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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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包络定理，可以证明结构P中的人均真实收入随k
 的增大而提高。因为自给自足的人均真实收入不依赖于交易效率k
 ，所以结构P的人均真实收入很可能当k
 增大时大于自给自足结构的人均真实收入。这与第3章的姚定理一起，意味着当交易效率提高时，一般均衡会从自给自足结构跳到结构P。式（11.13a）意味着所有的m
 种中间产品和卷入贸易的中间产品的种类数n
 会随交易效率的提高而增大。式（11.13）意味着，当交易效率提高时，可交易中间产品的种类数n
 会比中间产品的种类数m
 增大得快。因此，当交易效率足够大时，一般均衡会从局部分工跳到完全分工（结构C）。式（11.13b）意味着在这个过程中，每个最终产品生产者的专业化水平随着他对每种中间产品需求的增加而提高。

因为当n
 从一个小于m
 的值增大到m
 时内生变量的最优值是非连续的，我们不能仅仅令式（11.10）～式（11.13）中n
 =m
 来得到结构C的角点均衡。但是，用与结构P中解角点均衡的同样步骤，我们不难得到结构C中的角点均衡。角点均衡及其比较静态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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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
 =n
 为可交易中间产品的种类数，也是完全分工时所有可用的中间产品的种类数。然而，结构C的角点均衡与第4章例4.2埃塞尔模型的一般均衡类似。从这一点来看，埃塞尔模型为孙-刘模型的一个特殊情形，即孙-刘模型中的结构C等价于埃塞尔模型。

图11-3提供了工业化、结构变化和孙-刘模型中分工演进的一个直观解释。我们首先考虑参数空间b
 ＜1/ρ
 。当交易效率很低时，自给自足是一般均衡，其中可用的中间产品种类数很少，且没有市场存在。当交易效率改进时，一般均衡跳到了（b）中的局部分工，其中新的中间产品的事后生产函数和两种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市场从分工网络中出现。当交易效率进一步提高时，一般均衡跳到（c）中的完全分工，其中从分工的网络和相关交易的演进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中间产品和两个中间产品的市场。分工演进在交易效率进步时可以继续，因为这里没有产品种类数演进的限制，因而只要不限制人口规模，且ρ
 和c
 非常小［β
 （1-ρ
 ）/（cρ
 ）非常大］，迂回生产的分工演进就会开创出一个无限制的活动范围。对于参数空间b
 ＜1/ρ
 （专业化经济优于互补性经济），一般均衡总是与结构C相联系。当经营成本系数c
 减少时，中间产品的均衡种类数会增加，但是所有人总是完全专业化的。换言之，只有互补性经济优于专业化经济，专业化才会逐步演进。

假设最终产品是农产品，中间产品是工业品（拖拉机、化肥和其他装备），且b
 ＜1/ρ
 。现在我们考虑工业和农业部门的相对人口规模。这一比率是


R
 =nM
 
x

 /M
 
y



其中，n
 是卖出n
 种中间产品的不同专业模式的种类数，M
 
x

 是卖出一种类型的工业产品的制造者的人数，M
 
y

 是农民的人数。由式（11.8）和式（11.9）中的预算约束，可以证明M
 
x

 /M
 
y

 =x
 
d

 ［见式（11.10）］。利用式（11.10）～式（11.13），可以证明dx
 
d

 /d
k

 =（dx
 
d

 /ds
 ）（ds
 /dk
 ）＞0，其中，由式（11.10）有dx
 
d

 /ds
 ＜0，由式（11.12）有ds
 /dk
 ＜0。因此，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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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n
 /dk
 ＞0是由于式（11.13）的存在。这个结果意味着当交易条件的改善产生工业化时，工业部门中的就业份额相对于农业部门就增加。

因为这个模型中存在专业化经济和迂回生产效果，所有产品的生产率会随着分工在迂回生产中的演进而提高。市场容量水平、内生比较优势的程度、职业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生产集中度和市场一体化程度都会随着分工在迂回生产中的演进而提升。

孙广振和刘孟奇（Sun and Lio，1997）已经证明，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即使在α+β＞1时仍然成立，这意味着在农业部门中存在专业化经济。这把这个模型与例4.2中的埃塞尔模型区别开来。在那个例子中，农业部门具有不变规模报酬的技术。孙广振和刘孟奇用第7章发展出来的方法，解出了这个模型的企业更多的角点均衡。他们证明，当产品的交易条件比劳动的交易条件变得更好时，工业化和平均企业规模的下降会同时出现。因此，我们可以试着验证孙-刘模型和埃塞尔模型。如果经验观察证实工业和农业部门的相对大小与平均企业规模之间出现负相关性，则预见这两个变量之间有正相关性的埃塞尔模型被拒绝了，而孙-刘模型则被证实了。这两个变量或城市化程度和企业的平均规模之间的正相关被认为是第Ⅲ型规模效应。

关键术语和复习

A型、B型和C型迂回生产效果。

在什么条件下一种可以在迂回生产中产生一个新链条的商业可以赚钱。

交易效率、市场网络规模、人口或原料基地的规模三种类型的迂回生产效果均衡的分工水平和迂回生产链中链条的均衡种类数之间的关系。

农业部门收入份额减少和工业部门收入份额增加的机制是什么？这一现象同工农业相对交易效率的关系。

为什么当迂回生产中的分工演进时，企业制度的发展范围会以超比例的速度扩大？

企业的私人剩余权对迂回生产演进的重要性。

自由价格、自由企业和专业模式对迂回生产中分工演进的含义。

进一步阅读

工业革命：Macfarlane（1988），Baechler and Mann（1988），Jones（1981），Weber（1961），Baechler（1976），Braudel（1984），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Mokyr（1990，1993），Hartwell（1965），Hughes（1970），Hicks（1969），Reynolds（1985），Morris and Adelman（1988）。本章理论的历史和经验证据：Kubo（1985），Chenery（1979），Kaldor（1967），Braudel（1984），Chandler（1990），Department of Commerce（1975），Liu and Yang（2000）。工业化的古典和新的斯高模型：Smith（1776），Yang and Ng（1993，chapter 14），Young（1928），Shi and Yang（1995，1998），Sun and Lio（1997）。高度发展的经济和工业化理论：Rosenstein-Rodan（1943），Nurkse（1952），Fleming（1955），Hirschman（1958），Krugman（1995）。结构变化：Kuznets（1966），Chenery（1979）。规模经济和内生产品种类数的工业化模型：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1989a，1989b）；Krugman and Venables（1995）；Yang and Wong（1998）；Kelly（1997）。

思考题

1.罗森伯格和巴泽尔（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p.156）认为，钢铁、煤和机械动力的广泛使用是工业化的一个特征。例11.1的模型对使用钢铁的解释是A类迂回生产经济效果参数的增大。钢的耐久性意味着中间投入的产出弹性很大，因此，当交易效率提高时，分工更可能在钢铁生产和其他使用钢铁的部门中演进。用例11.1解释为什么在中国的宋代许多木制机器不能导致工业革命。

2.墨克（Mokyr，1990，pp.235-250；1993）认为，在欧洲大陆，政府侵犯私人产权、缺乏专利法、政府和行会更严格的管制及强烈的重商主义传统导致贸易保护主义。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欧洲大陆没有率先发起工业革命。他认为，中国体制中的以下特点解释了为什么20世纪以前在中国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国家垄断了重要行业和发明活动，并可以任意侵犯产权和没收私人公司的财产；国家垄断了贸易和意识形态，并只激励精英们在政治和军事生涯上的发展；同样，国家积极实施产业政策来提高农业压迫商业，直接干预经济活动。中国没有自由城市，并且在公元1世纪以后，中央政府体制取代了分封制度。把他的分析与诺斯、墨克和其他人在第11.1节对工业革命条件的分析比较。选择一个发展中国家并检查英国工业革命的条件是否仍对这个国家至关重要，18世纪法国和中国工业化的障碍是否仍旧是这个国家工业化的障碍。

3.联系诺斯（North，1981，p.167）的观点，解释本章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在我看来，工业革命是由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引起的，这产生的压力迫使用规范得多的习惯法来取代中世纪国王对企业家的限制。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也把家庭和手工业生产中的垂直一体化引向专业化。随着专业化出现，在测定投入和产出的过程中交易成本不断增加。从手工到购买而不是自产投入品的体制向工厂体制转变的过程跨越了3个多世纪；这种转变的关键是市场规模的扩大和质量控制问题（测量产品的特性）。”

4.马歇尔（Marshall，1989，p.241）描述了分工网络、交易条件和专业工装设备之间的关系：“有机体的发展，无论是社会的还是物质的，一方面在分离的部门里不断进行功能细分，另一方面这些部门相互之间越来越紧密联系。每个部门变得越来越不自给自足，并越来越依赖于其他部门来实现它的福利，因此，在一个高度发达的体制里，任意一个部门的扭曲也将影响其他部门。这种加深的功能细分或‘分化’，正如它的名称所示，表明它以分工、专业化技能、知识和有机体的发展等形式与工业联系；而‘一体化’，也就是工业有机体分离的部门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和牢固，表现在商业信用的安全增加，海运、陆运和铁路、电报、邮寄和印刷机等方式的普及。”用本章的模型把这种描述形式化。

5.许多新的增长模型用R&D部门投资解释的新投资品。这种类型的模型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欠发达经济中生产者通常不采用即使以低成本提供的最新机器设备和技术（Olson，1996），并且正如斯蒂格勒（Stigler，1951）指出的，许多向欠发达国家引进最新生产工序的良好企图都遭到了令人失望的失败。许多欠发达国家的农民不迂回生产设备和车辆，因为高度分工对以低廉价格生产这些设备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政府在这些生产物资部门和分配系统及银行系统的垄断导致了非常高的交易成本，这使高迂回生产中的分工和复杂的私人机构不能发展和活动。同样，机器的使用需要许多非常专业化的服务来提供廉价的零件、器具及修理和交易服务。因为缺乏大量各种各样高度职业化的服务，农民情愿用非常原始的、具有低迂回程度的工具。正如斯蒂格勒（Stigler，1951，p.193）注意到的，美国工业化模式的生产过程对欠发达经济来说太专业化了，因为欠发达经济既不能提供美国生产者认为的理所当然的广泛的辅助行业网络，也不能提供所必需的极为专业化的人才。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观察了他那个时代落后的美国经济中的制造业后同样指出：“产品的制作是由许多只专长于一个环节的人一起制造出来的，没有人能够掌握全过程。”所以，在欠发达国家建立一个制造业需要相关分工网络中的所有专家。但是通常在“集合了全部商品和熟练工人以后，他们发现有那么多制度的不完善，需要那么多东西来获取贸易优势，需要克服那么多困难……以致项目最终烟消云散了”。用本章的模型解释斯蒂格勒和富兰克林的观察。

6.对于思考题5，许多经济学家也许会用发展中国家农民的购买力和收入来解释低生产迂回程度。但是，杨格（Young，1928）指出：“假设一个国家的经济禀赋已经给定，决定它的工业效率最重要的单一因素是市场规模。但是，究竟是什么构成了一个大市场？不仅仅是面积和人口，还包括购买力，吸收大量商品产出的能力。然而，这种显而易见的事实立即暗示了另一种同样显而易见的事实，即购买能力依赖于生产能力。”但是，生产能力依赖于分工程度。因此，杨格（Young，p.533）说：“根据这个更宽的市场概念，亚当·斯密的话可以总结为一个定理，即分工主要依赖于分工……即使人口不变，并且在纯科学和应用科学上没有新发现，扩展和过程也没有止境，除非需求没有弹性，收益也不再增加。”用本章的模型把杨格对市场容量、分工和迂回生产之间关系的这种观点形式化。同样可参见杨格（Young，p.536）对工业革命的解释：“人们普遍认为工业革命不是工业技术中某些富有灵感的改进所带来的一场大变动，而是一系列以有序的方式与以前组织上的变化和市场的扩大相关的变化。”

7.麦克哥特和马德拉克（McGuirk and Mundlak，1992）报告了有关交易条件影响选择不同迂回程度的技术的证据。他们认为新杂交水稻导致更大的产量，但每一单位土地也比传统品种要求更多的肥料，这意味着新杂交水稻需要使用更多中间商品和更加迂回的生产过程。虽然新杂交水稻的技术已经发明，但它必须和传统的技术竞争以便获得采纳。道路的密度对新杂交水稻的采纳有积极的影响。道路的重要性表明了乡村地区和市场的联系，或者用专业术语来说，这些农业地区交易条件的改善极大地影响了是否采纳更加迂回的技术，这就正如斯密模型假设的。为本章的模型找出更多的经验证据。

8.如果所有的人都因为迂回生产机器预期的高价而不买迂回生产的机器，那么对生产机器的部门来讲，市场容量将会很小，分工程度也很低，因此机器的价格就真的会很高。此外，如果生产最终商品的部门增加了它对钢铁的需求，钢铁市场的容量将扩大。并且，因为在钢铁部门由更高程度的分工导致的更高生产率，它的价格会下降。因此，许多其他部门就能买得起更廉价的钢铁，这样在许多专业部门会产生一系列正反馈。这意味着在迂回生产和最终部门之间有分工的网络效应。用本章的模型解释市场怎样协调分工和网络效应。讨论自由择业、自由定价和自由经营对市场用网络效应意味着什么。许多经济学家把这样的网络效应称为“外部效应”（例子参见Hirschman，1958）。用本章的例子分析在什么条件下网络效应不会和市场失败相关联。

9.墨克（Mokyr，1993，p.26）认为，交易效率、技术发明和分工的网络规模之间的正反馈链条是英国1750～1830年工业革命的重要驱动力。用第6章习题14中关于交易效率和在交易部门专业化程度的市场容量之间反馈链条的朱敬一（Chu）模型及本章中的模型做一个思想实验，来解释这一历史事实。

10.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家庭自给越来越多的家庭服务，例如，在家里使用洗衣机洗衣服而不是依赖专业化的洗衣店，用割草机割草而不是依赖专业化的园丁。教授们可以用计算机做一些过去常常由一位秘书或专业出版社做的工作。然而，下游部门专业化程度的降低通常和专业于生产洗衣机、割草机或计算机的上游部门的分工与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同时发生。基于本章的模型，发展一个全部均衡模型来解释在上游和下游生产活动之间分工程度分布的变化。解释尽管在分工程度的分配上发生一些变化，为什么整个社会分工深化是个不可逆过程。

11.史鹤凌和杨小凯（Shi and Yang，1998）在例10.1的模型中引入额外的商品来证明当交易效率提高后，在不断增长的迂回生产链中的分工就会演进，由此为公司之间和每个公司内部更深入的分工创造了机会。因此，在公司之间的分层工业结构和每个公司内部的分层结构会同时演进。如果劳动和中间商品的交易效率以不同的速度提高，在市场分散的网络分层制度和每个公司内部集中的分层制度之间的均衡区分线也会演进。讨论钱德勒（Chandler，1990）描述的一个现象，即在什么条件下市场分散的分层制度变得比每个公司内部集中的分层制度越来越不重要。

12.当分工程度在一个不断加长的迂回生产链中演进时，分析为什么通过选择剩余收益权的结构来挣钱的潜力增大了。

13.有人认为，在一个现代社会，所有的人已完全专业化并从市场购买他们消费的所有商品，因此，再没有深入分工的余地了。所以，内生专业化的模型并不特别与现代经济相关。用电动牙刷的出现和在商业上可行的家务机器人来详细说明，除非人口规模（不同职业的种类不能大于人口规模）和交易成本施加限制，不然在生产消费工具来取代现存的自我提供的消费活动上，深入分工的潜力是用之不竭的。然后用例子，如在生产机器人和汽车的超过一万个零件的过程中和生产每一个零件时包含的许多从属过程中更深入的分工，来详细说明在迂回生产中深入分工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14.从8个国家的投入-产出表中，库伯（Kubo，1985）已经找到中间制成品产出比重和人均纯收入同时提高的经验证据。根据美国的投入-产出表，迂回生产部门的产出比重从1947年的0.44，1958年的0.54，1961年的0.55，1963年的0.57，上升到1967年的0.62（参见美国商业部，1975）。卡尔多（Kaldor，1967）已经找到制造部门的收入比重和人均收入同时提高的经验证据。对照经验观察，试着找出其他方式来检验本章模型所提出的假设。

15.用本章的模型来证明高级发展经济学里的概念（参见第4章习题8和习题9）更适于用网络效应和分工的均衡网络概念来形式化。用全部均衡概念分析在市场中自利决策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怎样成功地协调人们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以便利用分工的网络效应的。

16.弗莱明（Fleming，1955）认为，罗森斯坦水平外部经济没有垂直外部经济重要。他的水平外部经济的概念与B类迂回生产经济效果和分工网络效应相关，而他的垂直外部经济的概念与C类迂回生产经济效果和分工网络效应相关。联系本章的模型评价弗莱明的观点。为什么西托夫斯基（Scitovsky，1954）认为这样的外在性（网络效应）是可被市场价格制度利用的？

习题

1.思考例11.1中的模型。假设生产函数式（11.2）由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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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替，求全部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2.思考例11.1中的模型。假设不同商品的交易成本k
 各不相同，确定全部均衡从生产商品x
 、y
 、z
 的自给自足角点均衡转为生产商品x
 、y
 、w
 具有完全分工的角点均衡的条件，这意味着当分工演进时，一些商品会消失。

3.假设在本章的模型中，商品y
 的生产函数是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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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生产物资。求全部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证明如果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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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得多，分工只在生产z
 、x
 和y
 的部门演进而在生产y
 和v
 的部门没有分工演进。如果y
 被解释为收割，v
 被解释为播种，那么这个模型能够通过两个部门交易成本的差异解释为什么分工演进在农业部门里不如在工业部门里快。用模型把斯密有关与农业部门相比，工业部门收入比重不断提高的基本原理的假想形式化。

4.假设在本章的模型中，商品w
 可以用来生产商品x
 和y
 ，因此，y
 的生产函数是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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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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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全部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分析复杂的投入-产出网络中不同生产活动之间相互依赖对分工均衡程度的含义。

5.史-杨模型（Shi-Yang model，1995）假设，在例11.1中，拖拉机的生产函数式（11.2）由CES函数z
 
p

 =［（x
 +kx
 
d

 ）
ρ

 +（y
 +ky
 
d

 ）ρ
 ］1/ρ

 l
 0.5
 
z

 代替。求全部均衡和它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注意一些角点均衡不能显式地解出来并且需要计算机模拟来求全部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6.孙广振和刘孟奇（Sun and Lio，1997）假设，在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交易效率不同。根据他们的假设，你可以通过全部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来证明相对交易条件对工业化和企业制度的影响。假设如孙-刘原始模型里一样，α+β＞1，求全部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答案参见Sun and Lio，1996）。

7.假设在孙-刘的扩展模型里有两种最终产品，其中一种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中间商品而另一种不需要。求全部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然后使用你的结果分析工业化和分工演进之间的关系。

8.杨小凯和黄有光（Yang and Ng，1993，chapter 11）假设，一种具有一种消费品（汽车）的经济，可以使用两种类型的专业化机器设备和劳动或使用两种机器设备中的一种和劳动来生产这种商品，汽车的CES 生产函数对于M
 个消费者-生产者是事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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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是从市场购买的两中中间商品量，1-t
 是它们的交易成本系数。两种商品的自给量分别是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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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是一个人在生产两种中间商品时的专业化程度。劳动的禀赋约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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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商品的交易成本系数是1-k
 。所有人的效用函数是事前相同的，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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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请进行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9.证明在例11.2的孙-刘模型里，当交易条件改善时，农产品（最终产品）的收入比重下降。一些经济学家称其为恩格尔定律，并把它归结于由偏好和收入的变化引起的。为什么恩格尔定律在没有偏好和生产函数的变化（或在没有需求和供给双方的变化）时也能成立？

10.如果在孙-刘模型里的中间商品被解释为资本货物，那么当交易条件改善时，均衡资本密集度将演进。假设在孙-刘模型里有两个人口规模（或劳动禀赋）一样的国家，证明即使两个国家没有外生禀赋比较优势，一个国家也将不断出口更多的资本密集型商品。把你的结果与第2章的H-O模型相比较，并讨论在不变规模报酬的新古典模型和具有专业化经济的斯密模型之间，在要素密集度的概念上的本质差异。

11.假设在例11.2的孙-刘模型里，两个国家之间的交易效率不同。用全部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证明，对经济发展来说，交易效率的提高比选择哪一组商品出口更重要。用这个模型分析发展模式和战略，把这种扩展模型和第4章例4.2中的克鲁格曼-维纳波斯模型相比较。




 [1]
 发明、分工网络规模、交易条件和发明活动中的分工在工业革命时期（1750～1830年）的关系可见墨克（Mokyr，1993，p.26，p.35）、罗森伯格和巴泽尔（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pp.163-165）和马歇尔（Marshall，1890，p.256）。对他们而言，工业革命之前国际贸易的发展为新技术出现提供了足够大的市场容量及相应的分工网络规模。


第四部分 经济发展的动态机制

第12章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12.1 外生和内生增长

拉姆齐（Ramsey，1928）模型是新古典增长模型的代表。在这个模型中，储蓄可以用于增加人均资本。人均资本的增加虽以减少当前消费为代价，但能增加未来的人均消费。拉姆齐用动态边际分析（变分法）来解决当前与未来消费之间的有效折中，而这决定了最优的储蓄、生产和消费的时间路径。我们定义内生增长为有以下特征的人均真实收入和人均消费的长期增长：①长期增长可以在没有任何参数的外生变化时发生；②增长是以个人的动态最优决策（动态的自利行为）为基础的。拉姆齐模型满足第二个特征，因为该模型中最大化总贴现效用的最优储蓄率已描述了动态自利行为。当模型中的生产函数为线性时（被称为AK函数），拉姆齐模型也满足第一个特征。因此，生产函数是AK函数的拉姆齐模型是第一个内生增长模型。

我们将外生增长定义为不能满足以上两个特征的增长。在20世纪40～50年代，外生增长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索罗模型）得到了发展。哈罗德-多马模型是一个状态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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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系数v
 是每单位的收入增长要求的投资，s
 是一个固定的储蓄率，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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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总储蓄水平，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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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总投资水平，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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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时间t
 的总收入（和产出）水平。假设参数v
 大于1，因为一个时期的产出明显少于生产它所要求的资本值。这个方程组产生投资需求的关于发散的时间路径，它由下面的差分方程来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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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程没有稳态，且使得Y
 以s
 /v
 的速率爆炸性上升。因为没有给定供给方生产函数，均衡增长不能被这个方程独立地确定。如果给定里昂惕夫生产函数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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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要雇用的劳动量，则均衡增长与以上的差分方程只有在初始的劳动供给不少于sK
 0
 /v
 ，且劳动供给以不少于s
 /v
 的速率增多时才能一致。即使我们忽略均衡增长的存在问题，哈罗德-多马模型在未外生给定储蓄率s
 和未给定任何个人的决策过程的意义上也是一个外生增长模型。

索罗（1956）模型给出了一个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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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储蓄方程、收入和投资恒等式，以及投资的市场出清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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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
 ，K
 ，L
 ，S
 ，I
 ，C
 是t
 的函数，且[image: ]
 是资本的变化率。由这个方程组得到了一个k
 ≡K
 /L
 的状态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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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参数[image: ]
 是外生给定的人口增长率。为了简化，假设劳动力规模与人口规模相同。设[image: ]
 ，我们得到了k
 的稳定状态为参数s
 、A
 和n
 的函数。这里的稳定状态类似于静态均衡。在长期（t
 趋于无穷大）并当参数固定时，k
 和人均真实收入y
 ≡Y
 /L
 会收敛且永远停留在稳定状态。在这个意义上，索罗模型是一个外生增长模型，因为它不能在没有参数的外生变化时产生长期增长。也就是说，这个索罗模型中的储蓄率是外生给定的而非由动态最优决策（行为）内生决定的。

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发展出了很多增长模型。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从拉姆齐模型发展来的动态最优决策模型。因此，它们满足外生增长模型的第二个特征。它们中的一些也满足第一个特征，宇泽（Uzawa，1965）模型就是它们中的代表。

此处提到的所有增长模型都是宏观模型，而这种宏观模型并未在以下意义上清楚地说明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它们假设投资在将来可以通过增加人均资本来提高生产率。但是，根据斯密-杨格（Smith-Young）的观点，资本是增加迂回生产中分工的工具。新古典增长模型并没有解释人均资本为什么以及怎样增加并提高生产力。

20世纪80年代，新古典增长模型出现了一个高潮。嘉德（Judd，1985）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1977）模型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个动态的全部均衡模型。当前和将来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与规模经济和消费多样性之间的两难冲突一起被用来讲述关于内生增长和商品种类数的自发演进故事。罗默（Romer，1990）在埃塞尔（Ethier，1982）模型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个动态均衡模型，用商品种类数的自发演进来解释经济增长。从那时候起，很多这种类型的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就发展出来。因为很多这种模型的简化形式可以被认为是有线性生产函数的特殊形式的拉姆齐模型，且很多模型包括内生研究和开发的决策，所以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被称为AK模型或基于R&D的模型。

新增长模型不仅在没有参数的外生变化时从个人的动态最优决策导出长期的内生增长，而且用自利的动态决策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增长。它们是内生不同商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的动态微观一般均衡模型。然而，它们保留纯粹的消费者和厂商两分、沿用新古典规模经济的概念，且新古典的（动态）边际分析也被用为主要的分析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仍是新古典模型。因此，这些模型不能解释分工网络规模、市场一体化和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的内生演进。

因为规模经济是新内生增长模型中用到的中心概念，这些模型产生了规模效应。规模效应有五种：第Ⅰ类规模效应意味着人均真实收入、人均消费或人均收入的增长率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或人口增长率的提高而上升；第Ⅱ类规模效应意味着生产率或增长的表现与企业的平均规模呈正相关；第Ⅲ类规模效应意味着收入在工业部门中的份额和工业企业的平均规模之间呈正相关，或与城市化程度和企业的平均规模之间也呈正相关；第Ⅳ类规模效应意味着人均收入的增长率随投资率的提高而提高；第Ⅴ类规模效应是当人均收入的增长率随着R&D部门规模的扩大而提高时才能存在。这些规模效应并不能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AK模型产生第Ⅰ类和第Ⅳ类规模效应，基于R&D的模型产生第Ⅰ类和第Ⅴ类的规模效应。琼斯（Jones，1995a，1995b）、德古达（Dasgupta，1995）与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86）提供的经验证据否定了第Ⅰ类、第Ⅳ类和第Ⅴ类的规模效应。

技术上，处理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必需的工具是动态边际分析（变分法）。控制论对处理这些模型并非必需，尽管很多作者也用这种方法。动态超边际分析（控制理论和动态规划）对处理斯密-杨格的内生增长模型至关重要，我们将在下一章对此进行研究。

第12.2节研究拉姆齐模型和它的一个特殊版本，即AK模型，而第12.3节则研究基于R&D的模型。

学习本章时应问自己以下问题

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是什么？

内生与外生增长的区别是什么？

为什么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产生的规模效应被经验证据所否定？

12.2 拉姆齐模型和AK模型

我们首先讲述拉姆齐模型背后的故事。每个人的效用在每一个时点上表现为边际效用递减，时间是有价值的，这使得每个人都倾向于在决策期内较平均地分配消费，且对于相同的商品数量，更倾向于现在消费而非将来消费。假设储蓄和投资可以被用于增加人均资本，而将来的人均收入是人均资本的增函数，但这种生产率和人均资本正相关的微观机制并未详细说明，消费和储蓄之间的冲突和储蓄的生产率的含义，以及偏好于当前消费及偏好于决策期内平均消费分布在一起，便产生了当前与将来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最优的动态决策是指为了在决策集上最大化总贴现效用而得到的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的有效折中。这个有效的折中会产生储蓄、消费和生产的最优时间路径。最优的储蓄率通常不是一个常数。


例12.1
 有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拉姆齐模型。
 设每个人的时间t
 的效用是

[image: ]


其中，c
 是个人在时间t
 的消费水平。我们用一个给定的函数f
 （c
 ）=（c
 α
 -1）/α，α∈（0，1）表示，这个效用函数为边际效用递减。边际效用递减的假设说明个人不偏好于在时间的某一点上集中消费。因此，最优决策排除了在开始阶段什么都不消费，而将所有资源储蓄起来用于增加下一阶段的人均资本和集中消费的决策。假设时间t
 的总人口规模为L
 ，总收入是Y
 ≡C
 +I
 ，其中，C
 是t
 时的总消费，I
 是总投资。假设t
 时的总资本是K
 ，且它在t
 时的变化率是[image: ]
 ，因为这个变化率是由投资引起的，在没有资本折旧的情况下，我们有[image: ]
 。将其代入收入恒等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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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将所有的变量除以人口数量L
 ，而为了简便，假设人口数量与劳动力的数量相等，我们有y
 ≡Y
 /L
 ，c
 ≡C
 /L
 ，k
 ≡K
 /L
 。因此，用人均变量表示的收入等式变为

[image: ]


因为[image: ]
 ，我们有[image: ]
 ，其中，[image: ]
 是一个外生给定的人口增长率。将它代入收入恒等式，有：

[image: ]


假设人均产出是人均资本的增函数，或y
 =g
 （k
 ），g
 ′（·）＞0，g
 ″（·）＜0，如果总量生产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形式，或Y
 =AK
 
β

 L
 1-β

 ，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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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产函数是AK形式，或Y
 =AK
 ，则有：

[image: ]


将式（12.3）代入式（12.2），再代入式（12.1），我们可以将t
 时的效用表示为k
 和[image: ]
 的函数。我们现在假设个人的决策区间上的总效用是这个区间内的每一时间点上效用的一个加权平均。权数是一个连续复合贴现因子e-ρt

 ，其中ρ
 是主观贴现率，而[image: ]
 是自然对数的底。为了明白贴现因子从何而来，我们需要讲一个银行存款的故事。

假设年初你在某个银行存入A
 美元。如果利息率是ρ
 ，则年末的本金加利息是A
 +ρA
 =A
 （1+ρ
 ）。现在假设年中你从银行取出本金和利息，由于半年的利息率是ρ
 /2，6月底的总资产是A
 +Aρ
 /2=A
 （1+ρ
 /2），然后再次在银行存钱（本金A
 加上利息Aρ
 /2），到年末的总资产为


A
 （1+ρ
 /2）+A
 （ρ
 /2）（1+ρ
 /2）=A
 （1+ρ
 /2）2
 =A
 （1+ρ
 +ρ
 2
 /4）

它比不在年中取钱的年末资产值A
 （1+ρ
 ）要大。一般而言，如果你这样取钱和存钱m
 次，则你的年末资产值为A
 ［1+（ρ
 /m
 ）］
m

 。假设你这样做了t
 年，则在第t
 年末你的资产值为A
 ［1+（ρ
 /m
 ）］
mt

 =A
 ［（1+ρ
 /m
 ）
m
 /ρ

 ］
ρt

 。当m
 趋于无穷大时，这个公式的极限值是一个很著名的常数B
 =Ae
 
ρt

 ，我们称B
 为现在的A
 美元的连续复利将来值，相应的，我们称A
 =Be
 -ρt

 为将来B
 美元的连续复利贴现值。e
 -ρt

 的值在0和1之间，被称为连续复利贴现因子。实际上，银行从不支付连续复利，而在支付利息时，用相对于长期存款比短期存款更高的利息率的支付方式来代替。这在实际操作上就是应用不同的利息率来近似连续复利同样的利率。

假设每个人的目标是在他的决策时期内最大化他的总贴现效用，t
 时刻的效用贴现值是F
 =ue
 -ρt

 。将式（12.2）和式（12.3）代入u
 的表达式，我们可以把效用的贴现值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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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在长度为T
 的决策区间内的总贴现值可以表示为对[image: ]
 从t
 =0到t
 =T
 的积分，其中，决策区间长度T
 可以为无穷大。因此，个人在t
 =0时的动态最优决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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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U
 =f
 （c
 ），[image: ]
 ，决策变量为k
 和[image: ]
 。积分可以视为总和的近似，边界条件是k
 （0）=k
 0
 ，k
 （T
 ）=k
 
T

 ，这是一个变分法问题。U
 （T
 ）被称为目标函数，它是k
 的函数，而k
 是t
 的函数，但是U
 不是t
 的函数，U
 依赖于最终时刻T
 。

这个问题中的两难冲突是当前与未来消费的冲突。k
 的增大会导致将来消费增加，并通过[image: ]
 中的[image: ]
 导致当前消费的减少。这里，nk
 为分配到所有新生儿的资本量，[image: ]
 为当前人均储蓄，这两个量中的每一个都对当前消费有负效应。有效折中由欧拉方程给出，欧拉方程是一个与边际效用等于边际成本的静态边际条件类似的动态边际条件。我们不在这里证明欧拉方程，只是对动态的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给出一些直观的经济解释。因为动态边际分析与静态边际分析是类似的，有效的折中要求投资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但是，在动态边际分析中，投资带来的边际收益可以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资本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可以被使用很多年。每一时点投资的边际收益为∂F
 /∂k
 ，投资以后的总边际收益为∫（∂F
 /∂k
 ）dt
 。投资的边际成本是短暂的，不能持续很长的时间，因为它通过增加与[image: ]
 相关的人均储蓄只能减少当前消费。因此，投资的边际成本是[image: ]
 。如果总边际收益大于即时的投资边际成本，则总收益减去成本可由增加投资来增大。如果总边际收益小于投资的当期边际成本，则总收益减去成本可由减少投资来增大。当总边际收益等于当期边际成本时，可得到有效的折中，这个一阶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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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式两边求微分，并注意到d［∫（∂F
 /∂k
 ）dt
 ］/dt
 =∫d［（∂F
 /∂k
 ）dt
 ］/dt
 =∫d（∂F
 /∂k
 ）=∂F
 /∂k
 ，我们得到有效折中的一阶条件，或称为欧拉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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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拉方程通常是k
 的一个二阶微分方程。对于效用函数f
 （c
 ）=（c
 
α

 -1）/α
 和生产函数g
 （k
 ）=Ak
 
β

 ，其中β
 ∈（0，1），欧拉方程是

[image: ]


其中，[image: ]
 和[image: ]
 。这是k
 的一个二阶非线性微分方程。我们不能给出人均资本k
 的最优时间路径的解析解，但是我们可以用相图来定性地推出k
 的最优时间路径的动态特征。为此，我们重新将一阶条件表列成一个k
 和c
 的微分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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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image: ]
 ，我们得到k
 =［β
 /（n
 +r
 ）］1/（1-β
 ）
 ，它在图12-1的k
 和c
 的相图中是一根垂直线。图中的水平轴代表k
 的值，竖轴代表c
 的值，而箭头代表两个变量随时间推移的移动方向。如果系统在此垂直线的右方区域中，则[image: ]
 或c
 随时间推移而减少。这由区域（2）和区域（3）向下的箭头表示。如果箭头在相图的区域（1）和区域（4）中，则[image: ]
 或c
 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大，这由区域（1）和区域（4）向上的箭头表示。设[image: ]
 ，我们得到c
 =Ak
 
β

 -nk
 。它是一条通过原点的凹曲线，并在k
 =（Aβ
 /n
 ）1/（1-β
 ）
 处取最大值。

如果箭头在相图中曲线下方的区域（1）和区域（2）中，则[image: ]
 或k
 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大。这由区域（1）和区域（2）向东的箭头表示。如果箭头在相图的区域（3）和区域（4）中，则[image: ]
 或k
 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少，这由区域（3）和区域（4）向西的箭头表示。可以看到相图是用k
 和c
 的二维图像来描述一个k
 、c
 和t
 的三维系统，时间维t
 隐含于方向箭头中。动态最优决策的稳定状态由[image: ]
 给出，或者由相图中的两条曲线的交点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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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2.8）给出了人均消费c
 和人均资本k
 的稳态最优水平。假设总生产率参数A
 按照法则A
 =A
 0
 e
 
bt

 外生地变化，则k
 *
 和y
 *
 按速率b
 /（1-β
 ）变化，这被称为稳定增长率。当人口以可变的速度增加时，稳定增长率还会依赖于人口增长率和时间偏好参数。

欧拉方程给出的动态最优决策，描述了从初始状态到稳定最优状态的最优过渡动态机制的条件。这个动态机制由静态最优或稳定状态的稳定性来刻画。稳定状态与稳定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相当于静态均衡，而后者是看动态系统偏离稳态后是否会回到稳态。如果系统从稳定状态的背离仍可以使得内生变量回到稳定状态，那么这稳定状态是稳定的，否则稳定状态是不稳定的。可以从图12-1中的相图看出在区域（1）和区域（3）中是稳定的，但在区域（2）和区域（4）中是不稳定的。动态机制的这一特征被称为鞍点路径稳定性（saddle-path stability）。如果经济开始在区域（1）的靠近鞍点路径的一个点上，它会从这点出发走到稳定状态，并永远停在稳定状态，因此，这里没有长期增长，所有增长的发生相当于动态过渡机制。在从初始状态到稳定状态（静态最优）的转型期中，两难冲突存在于向稳定状态快速过渡的收益和成本之间，欧拉方程给出了转移过程中这一两难冲突的有效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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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拉姆齐模型的相图

可以看到在区域（2）中，c
 和k
 的时间路径不是最优的，因为它们最终交于纵轴，因而人均消费为零。区域（4）的时间路径也不是最优的，因为这个区域中的每一时点对于同样的人均资本，产生的人均消费低于鞍点路径。

如果不用相图，我们可以用下面的方法来分析稳定状态的稳定性。我们首先将式（12.7）中的微分方程用泰勒公式在稳定状态的邻近区域中展开。我们将式中的一阶微分的线性项看成原微分方程的近似。这样，原来的非线性微分方程组就变成了线性微分方程组。我们可以检验线性微分方程组系数矩阵的特征根。如果两个特征根是正实数，则系统是不稳定的；如果两个特征根是负实数，则系统是稳定的；如果特征根是符号相反的两个实数，则系统是鞍点路径稳定的；如果特征根是有负实部的复数，则系统振荡性的收敛于稳定状态；如果特征根是有正实部的复数，则系统是振荡的和不稳定的；如果特征根是有零实部的复数，则系统的轨道收敛于一个极限环。

拉姆齐模型的这个版本有时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在没有参数的外生变化时，它不能产生长期内生增长。但是如果我们假设全要素生产率参数A
 随时间外生演进，则这种拉姆齐模型可以产生由外生技术进步带来的外生增长。这样的外生技术进步不受个人关于经济组织和资源分配决策的影响。

新古典增长模型预测了人口增长率n
 对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的增长率有负效应。由式（12.6）可知，人均消费的最优增长率[image: ]
 是人口增长率n
 的减函数。从式（12.8）给出的稳定状态可以看到，随着人口增长率的提高，稳定状态的人均消费和人均资本会下降。

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蕴含的意义如下：如果人口增加，则储蓄的一部分需要被用于新生儿资本的装备（医院、高速公路和其他设施），所以，用于增加人均资本的储蓄就减少了。因为人均产出是人均资本的增函数，用于增加人均资本的储蓄的减少会放慢经济增长。这个含义同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早期增长阶段所观察到的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正相关现象不相符合，但它同某些非洲尤其是南非国家的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负相关现象一致（Dasgupta，1995）。

正如斯密-杨格模型所表明的，规模经济（负的或正的）对经济增长并不是那么重要。当由于法律系统和其他的制度安排不足或缺乏带来很低的交易效率时，庞大和高密度的人口会被分割成很多人均收入增长率低的互不往来的地方市场。当交易效率提高后，分割的地方市场会合并成一个越来越一体化的有更高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市场。


例12.2
 AK模型。
 
 
[1]

 现在我们考虑拉姆齐模型的一个特例，其中，生产函数是Y
 =AK
 ，或y
 =Ak
 。我们假设人口增长率为零，对于这个AK模型，欧拉方程式为

[image: ]


或

[image: ]


它的边界条件是k
 （0）=k
 0
 ，k
 （T
 ）=k
 
T

 。这是一个k
 的线性二阶齐次微分方程。它的稳定状态是当k
 =0时，它是不稳定的。这是长期内生增长的一个特征。微分方程的解是

[image: ]


其中，积分常数B
 1
 和B
 2
 由下面的方程组给出：

[image: ]


由式（12.10）和生产函数y
 =Ak
 可以得到人均收入的最优时间路径。由式（12.9）给出的人均消费的最优增长率是一个常数。但是，人均收入和人均资本的最优增长率不是常数。将式（12.10）对t
 求导可以得到人均资本的最优增长率[image: ]
 和人均储蓄的最优增长率[image: ]
 ，利用它和生产函数一起，又可得到人均收入的最优增长率[image: ]
 。由生产函数Y
 =AK
 ，显然有[image: ]
 ，也就是说，收入的增长率是投资率的增函数。这种第Ⅳ类规模效应被琼斯（Jones，1995）发现的经验证据所否定。

人均消费的增长率当A
 ＞ρ
 时总是正的。因此，长期内生增长可以在没有参数的外生变化时发生。但是，一个不变的人均消费增长率与工业化进程的起飞现象不相符，而工业的起飞意味着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的加速增长（递增的增长率），这点已被罗默（Romer，1986）与陈、林和杨（Chen，Lin and Yang，1999）证明。它与工业化后的减速增长也不相符，而这被陈、林和杨（Chen，Lin and Yang，1999）证明。对一个增长模型的解释能力的检验是看它是否能同时预测到加速和减速的增长。很多作者在拉姆齐模型中引入新的特性，以期望模型能说明更多的东西。例如，本章习题3中的宇泽-卢卡斯（Uzawa-Lucas）模型引进了外部性和工作及教育之间的两难冲突来内生人力资本在收入中所占份额的演进。

一个经验性的文献发展出了两种版本的拉姆齐模型：例12.1中的新古典版本和例12.2中的AK版本。新古典版本声称可以预测条件收敛，而AK版本不能预测这点。绝对收敛在当贫困的地方比富裕的地方增长得快时才发生，即使它们各自的特征，如嗜好、生产函数和人口多少及其增长等参数不同；而条件收敛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自己稳定状态的下方越远的时候增长得越快。后一种形式的收敛要弱一些，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条件收敛甚至允许富国比穷国增长得更快。

例12.1中的过渡机制由式（12.7）的非线性微分方程组决定。利用计算机模拟，可以看到在转型期，加速和减速的增长模式是可能的。因此，例12.1中拉姆齐模型的过渡机制总是预测条件收敛。如果式（12.8）中的全要素生产率参数A
 按A
 =A
 0
 e
 
bt

 的运动法则演进，k
 和y
 的稳定增长率是b
 /（1-β
 ），如果人口增长率是可变的，它们也可能依赖于人口增长率及时间偏好参数。如果人口增长率和生产、时间偏好参数对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且有外生的技术进步，则拉姆齐模型预测条件收敛。因此，所有的经验工作，如萨拉-马丁（Sala-i-Martin，1996）和罗默（Romer，1986）的证实或否定条件收敛的经验研究也许不可能证实或否定拉姆齐模型。
 
[2]



新古典版本和AK版本的拉姆齐模型之间的真实经验差别与第Ⅰ类规模效应相关。对于前者，人均收入的增长率随着人口增长率的提高而降低，而对于后者，人均收入的增长率随着人口增长率的提高而增加。不幸的是，这两种预测都不能为德古达（Dasgupta，1995）和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86）观测到的经验证据所证实。

下一个经验工作就是找到支持或反对资本回报递减的证据。罗默（Romer，1987）已发现产出的资本弹性大于1的证据。但是肯和勒维（King and Levine，1994）发现了这个弹性小于1的证据。在这个文献中，一些有趣的工作否定了所有的新古典假设，就是当经济增长时，资本-劳动的比率也会增长的假设。卓和郭元汉（Cho and Graham，1996）发现很多不发达国家在1960～1985年有下降的资本-劳动比率，这提示我们新古典框架和概念也许不适用于分析经济的实际发展过程。从斯密-杨格关于经济发展理论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资本的增长是迂回生产中劳动分工或企业之间分工演进的一个间接反映，而统计数据中劳动的增长反映了企业内部分工的演进（见第7章和第11章的模型）。这也许与资本的递增或递减回报没有关系。经济发展中下降的资本-劳动比率也许与企业内部的分工发展比企业之间更快有些联系。企业内部的分工演进会增加劳动的交易和减少中介产品和服务的交易，而企业之间的分工发展有相反的影响，导致了比商品交易更快的劳动交易的增加。

这里的分析表明，找到正确的分析框架比在不适当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基础上的推理更为重要。

这些不同版本的拉姆齐模型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是总量决策模型。不同商品的相对价格和自利决策的相互作用都不是内生的。在下一节中，我们将考虑动态微观均衡模型，其中，自利动态决策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将被内生化。

12.3 以研究发展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

以R&D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有以下特征：它们是动态全部均衡而非决策模型。因此，它们不仅内生自利行为，而且内生作为自利决策相互作用结果的价格。为了内生商品种类数的演进，他们用规模经济和商品之间的互补经济之间的两难冲突来解释效用的增加或生产率的提高。CES函数是内生R&D基础上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商品种类数的重要工具。我们以巴罗和萨拉-马丁（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采用的罗默（Romer，1990）模型的扩展版本来说明这些特点。


例12.3
 罗默（Romer，1990）模型中采用了巴罗和萨拉-马丁（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的版本。
 纯消费者的动态决策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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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s
 是时间t
 的储蓄水平，r
 是时间t
 的市场利息率，因此，rs
 是时间t
 的所得利息收入水平，而[image: ]
 是储蓄的变化率。我们假设每个消费者有一单位的劳动禀赋，工资率为w
 。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对最终产品的完全竞争和对中间产品的市场垄断竞争会使利润为零。因此，消费者的收入只能来自利息收入和工资。α
 ∈（0，1）是在不同时间上消费之间的替代弹性参数，因为[image: ]
 是一个关于c
 的CES函数，ρ
 是主观贴现率。利用预算约束，我们可以将这个函数表示为s
 、[image: ]
 和t
 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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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欧拉方程[image: ]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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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mage: ]
 。这是s
 的二阶微分方程。

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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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β
 ∈（0，1），y
 是最终产品的产出水平，L
 
y

 是分配到最终产品生产中的劳动量，x
 
i

 是生产最终产品用到的中间产品i
 的量，而n
 是中间产品的种类数。这个生产函数具有关于L
 
y

 和x
 
i

 的不变规模报酬。但它是x
 
i

 的CES型函数，且全要素生产率是中间产品种类数的单调增函数。因此，这个函数有与中间产品种类数有关的可以产生内生生产力进步的外部经济。生产最终产品的代表性厂商的利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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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决策变量为L
 
y

 和x
 
i

 。我们假设最终产品为计价物，因此，它的价格为1，p
 
i

 为用最终产品表示的中间产品i
 的价格。两个一阶条件，即零利润条件和劳动的市场出清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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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用到了模型的对称性，L
 是劳动供给量，也是人口数量。

下面，我们考虑生产中间产品i
 的厂商。厂商花费b
 单位的最终产品来发明中间产品i
 ，并获得其专利。因此，中间产品市场为垄断竞争。因为一种中间产品只有一个厂商生产，所以这种产品的价格是垄断者的决策变量。但是，行业的自由进入会驱使利润为零。因此，发明这种产品的总毛利刚好与投资持平。

如果我们假设产品i
 的生产用到了劳动，在时间t
 出现的生产产品i
 的厂商的决策问题将与时间t
 ′出现的生产另一种产品的厂商的决策问题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在代数上很难处理。因此，我们假设只有最终产品被用于生产一种中间产品的投入。假设生产一单位的中间产品需要一单位的最终产品，所以，生产中间产品i
 的毛利是（p
 
i

 -1）x
 
i

 。将由式（12.13b）给出的中间产品i
 的需求函数代入毛利公式，则厂商的毛利为

[image: ]


进而最大化毛利的最优价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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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所有可从市场上利用的中间产品的价格在每一个时点上是相同的，这保证了模型的对称性。可以证明，如果劳动被用于生产中间产品，则对称性不能保持。将最优价格代入式（12.14），我们可以算出从中间产品变得有用的那一刻起到最终时间T
 的毛利的总现值。毛利的总现值也是这家厂商的市场价值V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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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进入和套利会驱使利润为零，也就是说，毛利的总现值等于发明这种产品的投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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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巴罗和萨拉-马丁的关于r
 是常数的假设，式（12.16）得到了均衡利息率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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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12.15）给出的最终产品的均衡价格代入式（12.13b）得到均衡工资率。因此，式（12.13b）、式（12.15）和式（12.17）给出了所有的关于产品和要素的动态均衡价格信息。将式（12.17）给出的均衡利息率代入式（12.11），得到均衡人均消费增长率的时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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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增长率是人口数量L
 的增函数。也就是说，罗默模型有第Ⅰ类规模效应，即人口多一些的国家会比少一些的国家增长快。这个经验含义被德古达（Dasgupta，1995）和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86）的经验证据否定了。我们可以看到印度尽管有庞大的人口数量，但直到最近的改革以前，都没有很高的人均消费增长率。这一点也适用于改革前的中国。

将式（12.15）给出的最终产品的均衡价格代入式（12.13b）给出的中间产品的需求函数，得到了每种中间产品的均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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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12.19）代回式（12.12）给出的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加上劳动的市场出清条件，我们可以将最终产品的均衡量表示为中间产品种类数n
 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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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等式的两边取对数，然后将它对t
 求导，我们可以看到最终产品的产出增长率是中间产品种类数的增长率[image: ]
 和人口增长率[image: ]
 的增函数。注意到R&D部门的规模是[image: ]
 ，可见最终产品的产出增长率是R&D部门规模的增函数，这是第Ⅴ类规模效应。罗默模型的这种规模效应被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据（Jones，1995）所否定。美国R&D部门的规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增加了好几倍，但在同时期中，产出的增长率非常稳定。

为了得到这个模型的均衡动态机制，我们现在考虑最终产品的市场出清条件。每个消费者的最终产品的需求量是c
 ，因此，L
 个消费者的最终产品的总需求是Lc
 。生产一单位从时间t
 开始在市场上有用的n
 种中间产品的每一种需要一单位的最终产品，因此，n
 个部门最终产品的总需求是nx
 
i

 ，在时间t
 出现的新产品种类数是[image: ]
 。发明它们中的每一个需要b
 单位的最终产品。因此，时间t
 对R&D部门最终产品的需求是[image: ]
 。所以，最终产品的市场出清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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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12.20）代入式（12.21）和式（12.11），我们有一个一阶线性微分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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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
 ≡［（Aβ
 1+β

 ）1/（1-β
 ）
 （1-β
 ）（L
 /b
 ）-ρ
 ］/（1-α
 ）＞0，当且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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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β
 2β

 A
 ）1/（1-β
 ）
 （1-β
 2
 ）和[image: ]
 为正，当且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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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可以用图12-2中的相图来描述罗默模型中的均衡动态机制。

从条件（12.22）我们可以看到，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为人口规模L
 和最终产品的全要素生产率A
 比起发明的成本系数b
 和主观贴现率ρ
 要足够大。当条件（12.22c）满足时，由[image: ]
 给出的均衡的唯一稳定状态为c
 =n
 =0，这显然是不稳定的。这是内生长期增长的一个显著特征，意味着一旦均衡从稳定状态背离，将永远不能返回稳态。假设条件（12.22c）满足，则由条件（12.22d）给出的与递增的中间产品种类数有关的长期增长条件为，经济的初始状态有相对于人均最终产品的消费足够大的中间产品的种类数。这个条件可以通过相图进一步说明。设[image: ]
 ，我们在相图中得到了一条直线，即n
 =c
 /E
 。在这条直线下，中间产品种类数的动态均衡持续下降，而在直线上，这个种类数持续上升。

[image: ]


图12-2 罗默模型的相图

从条件（12.22a），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正的c
 ，如果条件（12.22c）满足，c
 总是增大的。因此，如果条件（12.22c）成立，相图中只有两个区域。在轨迹[image: ]
 之上，经济增长由人均消费和中间产品的种类数的同时增加来刻画；而在轨迹[image: ]
 之下，人均消费的内生增长与中间产品种类数的下降相联系。如果对人均消费来讲，初始中间产品的种类数足够大，则条件（12.22d）满足，且经济开始于轨迹[image: ]
 之上的某一点，内生经济增长以中间产品种类数的自发演进或新机器和相关新技术的不断出现为特征。

不难证明，条件（12.22）中的常系数微分方程组的系数矩阵有两个正的实特征根。这可以由[image: ]
 和[image: ]
 得到证明。这意味着动态均衡的稳定状态是不稳定的，这是长期内生增长的一个特征。

动态均衡背后的含义如下：当人口数量L
 和最终产品的全要素生产率A
 比起发明成本系数b
 和主观贴现率ρ
 足够大，且初始的中间产品种类数并不小时，储蓄可以用于发明更多的新机器，这可以提高生产率和增加收入，所以，消费和储蓄可以同时增加。这意味着在R&D部门有更多投资和更多新机器的发明，可以进一步提高生产率和增加收入。这种正的反馈或良性的循环，会产生人均消费和中间产品种类数的不断演进。罗默模型中规模效应的直观解释是，因为产品的发明成本b
 可以当人口增长时被更多的人分担，每种新产品的人均发明成本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张而下降。

尽管规模效应的解释看上去很有意义，但它也许有误导。在罗默模型中假设了纯消费者和厂商之间的新古典二分法。这意味着整个经济永远是统一的市场，互相间隔的地方市场绝不会在动态均衡中出现。每个消费者直接消费所有n
 种在某一时点上可以从统一市场上获得的中间产品。这意味着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不能内生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及分工网络规模。规模效应就是建立在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的这一特征之上的。

如果我们放弃新古典的二分法，而启用斯密-杨格的内生专业化框架，则当交易效率很低时，经济会分为很多独立的地方商业社区，相互之间没有交易。因此，很大的人口数量并不足以让分工的统一网络从均衡中出现。在没有这个网络时，每个社区重复了其他社区的发明成本或学习成本，且很大的人口数量并不能完全利用一个专业R&D部门和经济的其余部门之间的分工网络效应。因此，从斯密-杨格的观点来看，专业R&D部门和经济的其余部门之间的正分工网络效应是否可以被利用是由分工的均衡网络规模决定的，而这又是由交易条件而非人口多少决定的。当交易效率改进时，或者当分工自发演进到一个足够高的水平（正如第12章所表明的）时，很多互相间隔的社区会并入一个越来越一体化的市场网络，因而产生了内生增长和相关的发展现象。这可以在没有人口增长和其他规模效应时发生。

当我们谈到一个大型市场，如美国和中国时，我们实际上是指它们的交易条件很好，而不是它们的人口数量很大。我们知道欧洲的人口与美国不相上下，但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不同的关税和货币系统以及分割的股票市场和电视网使欧洲的交易条件远不如美国。所以，同样的人口规模并不意味着同样的市场规模。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口（约2200万）远远小于中国大陆的人口（约13亿），但是台湾地区的对外贸易量和地区内贸易量在20世纪70～80年代大于中国大陆。当我们说澳大利亚的市场很小时，我们是指由于澳大利亚孤立的地理位置，它与其他洲贸易的交易效率太低。这意味着人口数量多并不一定就有大型的市场。市场容量，就像我们在斯密-杨格模型中所说的那样，是由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决定的，而这在静态模型中又是由交易条件或在动态均衡模型中由分工的内生演进决定的。

如果我们懂得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的区别，我们可以看到规模效应的含义是一个误导。这就是规模效应被经验证据否定的原因。

在例12.3的模型中，动态均衡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因为个人决策者并没有考虑到中间产品种类数对最终产品的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就像另一个基于R&D的增长模型，没有被价格系统利用的外部经济和外溢效应使得均衡增长比起帕累托最优来不太有效。对于某些内生增长模型，例如罗默模型和卢卡斯模型，当外部经济内在化于个人的决策时，没有竞争均衡存在。

将x
 和y
 的生产函数及劳动禀赋约束代入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例12.3的帕累托最优可以被定义为代表性消费者的总贴现效用的动态最优化问题的解。可以证明，帕累托最优的人均消费的增长率是［（Aβ
 
β

 ）1/（1-β
 ）
 （1-β
 ）（L
 /b
 ）-ρ
 ］/（1-α
 ），而对于β
 ∈（0，1），这大于由式（12.18）给出的人均消费的均衡增长率。

这意味着外部经济和外溢效应在基于R&D的模型中，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与此相反，而是经济增长的绊脚石。外溢效应是内生交易成本的源泉，它通过阻碍在知识财产上的投资来阻止经济增长。20世纪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时的中国既没有专利法也没有其他的法律保护厂商所有者的剩余权。因此，巧妙的中国发明有着显著的外溢效应。因为新技术的发明家和有思想的企业家不能从他们的知识产权中得到适当的收入，所以尽管中国人有很高的智商，还是不太愿意在知识产权和企业活动上投资。因此，很多的中国发明由于外溢效应不能被商业化而扩展成工业革命。

经济发展过程的真实故事是专利法、保护自由结社（包括自由企业）和私有财产的法律，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英国盛行事实上的自由放任政策，和其他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各种各样内生交易成本的相关体制，包括由外溢效应带来的那些内生交易成本。因此，知识产权生产和有形商品生产之间分工演进的速度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英国和西欧大大提高（Baechler，1976；Macfarlane，1988；Mokyr，1993；North，1981；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这个过程的推动力不是外溢效应，而是将这些效应内生化和减少这些效应带来的交易成本的体制的出现。

关键术语和复习

外生和内生增长。

哈罗德-多马模型，索罗模型，AK模型和基于R&D模型的区别。

欧拉方程和动态边际分析。

第Ⅰ、第Ⅱ、第Ⅲ、第Ⅳ和第Ⅴ类规模效应，为什么它们被经验观测否定了？

储蓄和投资决定论，技术决定论。

产生产品种类数和生产率的自发同时演进的动态全部均衡机制。

绝对和条件收敛，β
 收敛和σ
 收敛。

进一步阅读

新古典增长模型：Barro（1991，1997），Barro and Sala-i-Martin（1991，1992，1995），Rebelo（1991），Solow（1956）。基于R&D的模型和其他内生增长模型：Judd（1985），Lucas（1988，1993），Romer（1986，1987，1990），Grossman and Helpman（1989，1990，1991），Aghion and Howitt（1992），Alwyn Young（1991），Weitzman（1998）。经验证据：Sala-i-Martin（1996）；Jones（1995a，1995b）；Chen，Lin and Yang（1999）；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86）；Dasgupta（1995）；Cho and Graham（1996）；King and Levine（1994）；Mankiw，Romer and Weil（1992）；Romer（1987）；Liu and Yang（1999）；Temple（1999）；Aghion and Howitt（1998）。历史证据：Baechler（1976）；Macfarlane（1988）；Mokyr（1993）；North（1981）；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Marshall（1890）；Allyn，Young and Braudel（1979）；Chandler（1990）；Solow（1956）；Lucas（1988）；Craft（1997）。

思考题

1.拉姆齐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索罗模型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2.罗默和卢卡斯争辩道，新古典增长模型不能预见不同国家之间已观察到的人均收入增长率的趋异。用条件收敛和绝对收敛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证明，在例12.1中的拉姆齐模型可以预见人均消费增长率有条件地趋异。在你的分析中，思考以下三种情况：①在初始状态和稳定状态之间有足够大差异的过渡动态；②A
 =A
 0
 e
 -bt

 的外生演进下的稳定状态；③不同的人口增长率。

3.拉姆齐模型和基于R&D的模型之间的差异？

4.AK模型和基于R&D的模型的驱动力是（内部的或外部的）规模经济。在前面几章里的斯密-杨格模型和在第13章、第14章、第15章和第17章里的斯密-杨格增长模型的驱动力是分工的网络效应。讨论两种解释经济发展方法之间的区别与杨格和他的学生赖特及马歇尔之间的争论。杨格批评规模经济的概念，认为规模经济的概念是对分工经济的错误描述；赖特否认存在任何类型递增报酬；马歇尔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描写分工经济。讨论两种解释经济发展方法之间的差异。

5.在罗默模型和卢卡斯模型里，确定均衡存在的主要特征是规模经济对公司是外部的或存在教育的外部效应。如果外部经济被市场内在化，这两个模型的均衡会产生什么问题？假设有个中央计划者谋求一个最优化增长路径，这需要考虑到所有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效应。人均消费的最优增长率是多少？

6.一个经济学家认为，因为澳大利亚的人口规模小于2000万而美国人口规模多于2亿，澳大利亚的市场规模比美国小得多。因此，各种各样的机器在美国一定比在澳大利亚便宜得多。最近由嘉德和罗默发展的新的内生增长模型提出一个类似的预测：更大规模的经济将导致更高的增长率和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用本章的模型评论这种观点。在你的分析中，你可以用斯密-杨格定律，即分工依赖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由分工水平决定，来阐明市场规模、人口规模、交易效率和分工网络规模之间的关系。

7.在本章的模型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是一个先验的投资和生产率之间当且仅当的关系。给出这种关系的一些反例。斯密和杨格认为，投资创造了经济增长，是因为它提高了在迂回生产中的分工。讨论在投资和增长之间上述新古典先验的关系和通过分工解释国家财富的古典方式之间的差别（参见第13章）。

8.为什么本章的模型不能解释人们专业化的演进、公司的出现、工业部门的收入比重和交易成本的提高，以及许多其他通常与经济发展联系的有趣现象。

习题

1.思考在例12.1中的拉姆齐模型。假设生产函数是Y
 =AK
 
β

 L
 1-β

 ，资本的变化率是[image: ]
 ，如果考虑到资本的折旧率γ
 ，求人均消费的最优增长率。画出人均消费和资本-劳动比率的动态相图。

2.假设在习题1的模型中，生产函数取AK形式，求最优增长的动态特性。

3.思考宇泽-卢卡斯模型，它是拉姆齐模型的发展。把拉姆齐模型中的劳动L
 重新定义为u
 ∈（0，1），u
 是投到生产商品的全部人力资本的比重，1-u
 是投到教育中的比重。因此，生产函数是Y
 =AK
 
β

 （uH
 ）1-β

 ，其中，H
 是每个时刻可提供的全部人力资本。增长率[image: ]
 是1-u
 的线性增长函数。模型中的其他部分和拉姆齐模型中的一样，求最优增长路径。用教育和生产之间的两难冲突和目前及未来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讲述你的解的背后故事。

4.斯瑞尼万森（Srinivasan，1964）把宇泽-卢卡斯模型里的H
 解释为人口规模，1-u
 解释为用来繁殖后代的人力资源比重。讨论一个有内生人口增长的模型可产生的故事。

5.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消费者在u
 =（c
 
b

 -1）/b
 ，w
 +rs
 =（ds
 /dt
 ）+c
 条件下，把[image: ]
 最大化，其中c
 是消费量，w
 是工资率，s
 是储蓄率，r
 是利息率。人口规模是1，收入恒等式是i
 +c
 =y
 ，其中，i
 =dk
 /dt
 ，一个具有代表性企业的生产函数是y
 =Bk
 
α

 l
 1-α

 。这个生产函数对每个企业都显示不变规模报酬，但是存在外部规模经济，由B
 =A
 （K
 /L
 ）
β

 给出，其中K
 是在生产中所使用的资本总量，L
 是所使用的劳动总量。如果公司数量假设为1，在均衡中K
 =k
 并且L
 =l
 =1，假设α
 +β
 ≥1，求动态一般均衡。在什么条件下，这个具有外部规模经济的模型的解和AK模型的解相同？联系帕累托最优均衡，分析这个模型和AK模型之间的区别。

6.用例12.1中的拉姆齐模型证明，当总要素生产率A
 以比率b
 外生地增长时，人均资本和人均收入的稳定增长依赖于偏好和生产系数α
 和β
 。用你的结果来证明拉姆齐模型预测条件趋异，即两个具有不同参数值α
 和β
 的国家的增长率绝对不会收敛，即使他们的外生技术进步是相同的。

7.阿洪-豪威特（Aghion-Howitt，1992）考虑一个有代表性的消费品y
 的经济。具有代表性的生产y
 的公司具有生产函数y
 
s

 =A
 
s

 x
 
α

 
s

 ，其中，α
 ∈（0，1），x
 
s

 是s
 代的中间商品量。在市场里只生产一代商品。当新一代商品出现时，它取代老一代商品，并且A
 
s

 =γA
 
s
 -1
 ，其中γ
 ＞1看起来像一个外生技术进步系数。新一代中间商品出现的可能性是λn
 ，其中n
 是用于发明的劳动量。每一单元中间商品的生产需要一单元的劳动。中间商品的市场是垄断性竞争。这意味着可得到的中间商品的生产者可以操纵价格和商品数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来使利润最大化。但是自由进入将建立以下的财产方程式，它相似于静态模型中的零利润条件。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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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π
 
s

 -λn
 
s

 V
 
s

 ，其中，r
 是利息率，V
 
s

 是生产s
 代商品的公司的价值，π
 
s

 是它的利润，λn
 
s

 是这一代产品被下一代产品代替的概率，λn
 
s

 V
 
s

 是这种代替发生时公司价值的期望损失，V
 
s

 是第s
 次创新带来的贴现的期望回报。人口规模和劳动力为L
 。在劳动市场上，生产中间商品的工人的工资和研究者的工资是一样的。用于研究的n
 个单位的劳动的期望值为λnV
 
s

 ，所以这个套利条件要求w
 
s

 =λnV
 
s

 /n
 =λV
 
s

 ，稳定状态被定义为ω
 
s

 =ω
 
s
 -1
 ，其中，ω
 
s

 =w
 
s

 /A
 
s

 。证明y
 的期望增长率为λn
 lnγ
 ，这意味着存在一个第Ⅴ类规模效应（人均收入的增长率随着研发部门的规模扩大而提高）。求解均衡并证明新一代产品出现的概率λn
 是人口规模L
 的增函数，这意味着存在第Ⅰ类的规模效应（人均收入的增长率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而提高）。为什么第Ⅰ类和第Ⅴ类的规模效应被经验证据所否定？

8.考虑例12.1中的新古典模型（Mankiw，Romer and Weil，1992），其中，产出为Y
 =（AL
 ）
α

 K
 1-α

 ，技术参数A
 的增长率为x
 ，人口的增长率为n
 ，资本存量的折旧率为δ
 ，常数储蓄率为s
 。给出稳定状态下的收入增长率的表达式，它依赖于初始收入。用这个模型分析收敛现象，并指出收敛的条件。假设生产函数为Y
 =（AL
 ）1-α
 -β

 K
 
α

 H
 
β

 ，其中0＜α
 +β
 ＜1，H
 是人力资本，两种类型的资本占产出的份额分别是s
 
k

 和s
 
h

 。用这个模型分析收敛现象，这里是否存在无条件收敛？

9.巴罗和萨拉-马丁（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假设在例12.1中的新古典模型里储蓄率为s
 ，人口的增长率为n
 ，厂商j
 的人均产出为y
 
j

 =A
 
β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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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其中，A
 =A
 0
 ∑
j

 k
 
j

 /N
 ，这里N
 是厂商的个数。当所有厂商都相同时，给出k
 的微分方程。当生产函数满足下列条件时，用相图表示模型的解：①递减的规模报酬，β
 +α
 ＜1；②不变规模报酬，β
 +α
 =1；③递增规模报酬，β
 +α
 ＞1。AK模型的“边缘性质”（razor-edge property）意味着什么？

10.罗默（Romer，1990）假设一个消费者的决策问题同例12.3中的一样，用劳动和中间产品生产最终产品，劳动能被用在生产最终产品（L
 1
 ）或研究（L
 2
 ）上，总的劳动禀赋为L
 1
 +L
 2
 =B
 。研究可生产出新的中间投入品的设计（因而得到生产执照），n
 是现行的设计的数量或现行的中间投入品的数量。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为[image: ]
 ，其中x
 
i

 是中间产品i
 的数量，中间产品的种类数是一个连续统。生产x
 单位的某个中间投入品的沉没成本即相应的设计或制造的价格q
 ，新设计被生产出来的速度依赖于投入研究的劳动量和现行设计的数量，满足dn
 /dt
 =δnL
 2
 ，中间产品的市场是垄断竞争的。证明产出的稳态增长率等于n
 的增长率，即δL
 2
 。这是第Ⅴ类规模效应：收入的增长率随着R&D部门的规模扩大而提高，这种类型的规模效应被经验证据所否定（Jones，1995b）。然后证明产出的增长率随着人口规模B
 的增大而提高，这是第Ⅰ类规模效应，它也被德古达（Dasgupta，1995）给出的经验证据所否定。证明由于溢出效应，均衡的增长率比帕累托最优的增长率要慢些。

11.考虑前面习题中的罗默模型。11.考虑前面习题中的罗默模型。R&D部门的生产函数为dn
 /dt
 =δn
 
β

 L
 
λ

 2
 ，其中，λ
 ∈（0，1）。证明此时第Ⅴ类规模效应不存在，但第Ⅰ类规模效应一直存在。证明由于溢出效应，均衡的增长率比帕累托最优的增长率要慢些。

12.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91）考虑具有L
 个消费者-工人的经济，每个人最大化总的贴现效用[image: ]
 ，[image: ]
 ，其中，c
 =（∑
n

 1
 x
 
β

 
i

 ）1/β

 ，w
 是工资率，r
 是利息率，n
 是消费品的种类数，x
 
i

 是产品i
 的消费量。假设每个新产品的发明需要b
 单位最终产品，而每单位最终产品需要a
 单位劳动。求解动态一般均衡和产品种类数的演进路径。




 [1]
 罗默（Romer，1986）通过给定外部规模经济和自利决策的相互作用扩展了这种版本的拉姆齐模型。它的简约化形式与AK模型是一样的。


 [2]
 萨拉-马丁（Sala-i-Martin，1996）定义β
 收敛为穷国比富国有增长得快的倾向。他还定义σ
 收敛为一组国家人均真实GDP水平的差距随时间推移而减少。他的经验工作表明1960～1990年的世界所有国家GDP之间既没有σ
 收敛，也没有绝对β
 收敛，尽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内的国家间呈现σ
 收敛，以及国内，如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或西班牙国内各州或各省间呈σ
 收敛。罗默（Romer，1986）从时间数据中找到了趋异的证据。


第13章 分工的内生演进产生的经济发展

13.1 熟能生巧和分工的内生演进

到现在为止，我们研究的所有斯密式内生专业化模型都是静态的，而熟能生巧的作用还未被明确考虑过。由比较静态得到的分工演进是外生的，因为它的发生以交易效率和其他参数的外生演进为前提。在本章中，我们将明确设定熟能生巧的过程。熟能生巧、专业化、交易成本和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可能在没有任何参数外生变化时产生分工的内生演进。一个动态全部均衡机制可以产生自发的内生比较优势，它与经济增长和贸易依存度有关。

本章的模型与第3章的一样，只不过这里熟能生巧被明确地设定，且商品数目为m
 而不是2。分工经济来源于全社会得到的知识与分工之间的密切关系。第3章的模型中假设有两个人（M
 =2），每个人在每个时期有一个单位的工作时间。分工除了静态的专业化经济外，还存在熟能生巧的效应。为了简化，我们只考虑两个时期。每个人在时期t
 的产品i
 （=1，2）的产出水平是时期t
 以前的所有时期投入生产产品i
 的总劳动的增函数，或者我们假设x
 
p

 
it

 =L
 1.5
 
it

 ，其中L
 
i
 1
 =l
 
i
 1
 ，L
 
i
 2
 =l
 
i
 1
 +l
 
i
 2
 ，x
 
p

 
it

 为时期t
 产品i
 的产出水平，l
 
it

 为在时期t
 分配于生产产品i
 的时间，L
 
it

 为到时期t
 为止分配于生产产品i
 的总时间。这意味着生产率依赖于通过熟能生巧积累起来的经验。这个经验不仅能够避免过去所犯的错误，而且可以通过基于熟能生巧的专业化分工来加强全社会的学习能力。

当两个人选择自给自足且花费他们一半的时间来生产每种产品时，他们对每种活动知之甚少，因此，他们中的每一个在时期1里每种活动的产出水平为L
 1.5
 
i
 1
 =0.51.5
 =0.354，在时期2为L
 1.5
 
i
 2
 =（0.5+0.5）1.5
 =1。因为两个人从事同样的活动，他们每个人的知识都不可能比另一个多，因此，社会得到的总的知识与一个人所得到的一样多。因此，在每一时期的总转换曲线是个人转换曲线的简单相加，尽管熟能生巧效应会随时间的推移提高每个人的劳动生产率，但这样一个熟能生巧效应随时间的推移而递减。每个人在时期t
 的每种产品的产出为L
 1.5
 
it

 =（0.5t
 ）1.5
 ，当t
 增大的时候，它以递减的速度增加（产出对t
 的二阶导数为负）。

如果当两个人选择分工时，第1个人只生产产品1，而第2个人只生产产品2，则对产品1的生产第1个人知道得多。这是因为他如果集中时间来生产产品1，他就可以很好地研究这个活动的细节并从熟能生巧中得到更多的经验。这样他就可以比第2个人，也比自给自足时的两人中的任何一个知道更多的产品1的生产知识，更多的知识意味着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产品1的人均产出在时期1为0.5L
 1.5
 
x
 1
 =0.5，在时期2为0.5L
 1.5
 
x
 2
 =0.5×21.5
 =1.414，高于第2个人产品1的零劳动生产率，也高于自给自足时产品1的人均产出，它在时期1为0.51.5
 =0.354，在时期2为1。这里，存在分工时，产品1的人均产出即第1个人生产产品1的总产出除以2。类似的，对于产品2的生产，第2个人有比第1个人和自给自足的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因为参与分工时，一个人的知识与另一个不同，全社会掌握的总知识即为两个人知识的和，它比每个专业制造者掌握的知识都多，而每个专业制造者对自己的专业知识又比自给自足的人多。因此，分工水平随着社会掌握的知识量的增加而提高，因而在时间的每一点上提高了总生产率。对于这里的两个人、两种商品和两个时期的简单例子，在自给自足时，每种产品的人均消费在时期1是0.354，在时期2是1；但在有分工时，在时期1是1，在时期2是U
 /2=1.414。

除了分工的静态网络效应，分工的网络随时间推移会扩张。每个人可以产生熟能生巧的复合效应，以及增大不同专家更专业化的熟能生巧效应。这会加速人力资本（经验）的积累，防止熟能生巧效应的递减。所以，分工网络的演进可以产生加速的增长（起飞）。例如，如果生产函数为x
 
p

 
it

 =L
 2
 
it

 ，则分工的网络效应也许不能提高人均消费的增长率。如果每人在两个时期都用1/2的劳动来生产产品i
 ，那么自给自足中每种产品的人均产出增长率为［（0.5+0.5）2
 -0.52
 ］/0.52
 ×100%=300%。如果在分工结构中，每个人在两个时期中的每一个中都用1单位的劳动来生产产品i
 ，那么在没有分工演进的情况下，每种产品的人均产出增长率在分工时是100%。但是，当有分工演进时，即个人在时期1选择自给自足，而在时期2选择分工时，这两个时期人均消费的增长率是350%。这说明，仅仅是熟能生巧或仅仅是分工都不足以产生我们在工业化过程中观察到的那种加速增长。没有分工，熟能生巧效应或专业熟能生巧效应会递减。由熟能生巧效应及分工的网络效应共同引起的分工内生演进故事如下所述。

在每一个时点上，有一个两难冲突包含于个人的最优专业化水平决策。在当前时期选择更高的专业化水平有利于将来得到更高的生产能力（由于专业化的熟能生巧的效果），然而，由于多样化消费偏好的存在，更高专业化水平会随着从其他人那里购买到更多不同产品而产生。这种贸易的高水平会招致更高的交易成本，而这是令人不快的，因为个人偏好于当前消费。

这个模型的一个动态均衡包括了经济从自给自足到高度分工状态的演进。如果在初始时期，专业熟能生巧收益的贴现值比起由交易成本带来的相关效用损失的增加并不显著，初始均衡就是自给自足。然后，熟能生巧效应会扩大个人权衡折中来自专业化的动态收益与放弃的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因此，有效的权衡会随着时间演进，产生分工和其他并发现象的演进。分工的演进在加速人力资本积累的同时，也提高了市场的容量水平、每种贸易品生产的集中程度、不同专业的多样化程度、内生比较优势的程度、市场一体化程度、每人的专业化水平、交易成本的收入份额以及每个人所在专业的生产率。只要分工发展到足够高的程度，且进一步分工的潜力仍然存在，人均消费的增长率会随时间的推进而提高。

这个模型背后的直观意义非常清楚。假设存在贸易成本和来自专业化的熟能生巧生产率收益，且消费者-生产者偏好于当前的多样化消费，在t
 =0时，每个人没有很多生产每种产品的经验，因此，他的生产率很低，且他承受不起专业化和分工带来的交易成本，所以自给自足是初始均衡。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人获得了生产每种产品的一定经验（人力资本），所以他的生产率会稍微上升，且可以负担得起高一点的交易成本，并因此选择高一点的专业化水平。专业熟能生巧会加速专业经验的累积，提高每个人专业活动的生产率，他因而可以付得起更高的交易成本，并选择更高的专业化水平。如此循环，直到进一步分工的潜力被耗尽。在这个过程中，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在开始的时候由于低水平的分工而下降，然后，当随时间推移增加的经验和每时每刻都越来越专业化的学习的复合效应加速分工的演进时，增长率开始提高，或者说起飞发生。最后，它在分工进一步演进的潜力被耗尽时再一次下降（但总保持为正），经验随时间推移增加的积累成为推动增长的唯一动力。

通过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来进一步提高生产率的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和与之相关的导致当前消费减少的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是这个故事背后的推动力。

第13.2节给出了动态全部均衡的斯密-杨格模型。第13.3节求出了动态全部均衡和比较动态分析。第13.4节介绍了作为分工内生演进的不同侧面的几种并发现象。第13.5节介绍的经验工作，检验了斯密-杨格的增长模型以及与规模效应之谜及趋异-趋同的争论有关的其他内生增长模型，而正是这些工作，导致了对发展经济学和内生增长理论的重新思考。

学习本章时应问自己以下问题

内生与外生分工演进的区别是什么？

增加国家财富的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是什么？

什么是在斯密-杨格模型中由分工而来的专业化的熟能生巧与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中的熟能生巧之间的区别？

13.2 熟能生巧情况下的斯密-杨格动态模型

本章我们用一个斯密的动态全部均衡模型来说明内生分工演进的动态全部均衡机制。其他的斯密-杨格动态全部均衡模型可以从博兰和杨小凯（Borland and Yang，1995）、文玫（Wen，1997）、杨小凯和黄有光（Yang and Ng，1993）及张俊喜（Zhang，1997）的论文中找到。


例13.1
 内生分工演进的斯密模型（Borland and Yang，1991）。
 我们考虑的经济具有M
 个消费者和m
 种消费品，M
 是一个连续统。产品i
 在时期t
 的自给量是x
 
it

 ，在这一时期，产品i
 的售卖量和购买量分别为x
 
s

 
it

 和x
 
d

 
it

 。交易成本系数是1-K
 
t

 ，所以，K
 
t

 x
 
d

 
it

 是在购买x
 
d

 
it

 的产品i
 以后可用于消费的量，所以，产品i
 的总消费量为x
 
it

 +K
 
t

 x
 
d

 
it

 。对每个人，时期t
 的效用函数为

[image: ]


假设系数K
 
t

 依赖于一个人贸易伙伴的数目，这个数目是n
 
t

 -1。如果人们都居住于等边三角形格子的顶点上，则每个人与他交易伙伴的平均距离是他交易伙伴数目和一对邻居之间距离的增函数（假设每人尽量与最近的人交易）。如果交易成本1-K
 
t

 随着每个人与他交易伙伴的平均距离的增加而增加，则K
 
t

 是n
 
t

 的减函数。具体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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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
 是刻画交易条件的参数。

动态内点均衡的二阶条件当K
 
t

 不依赖于n
 
t

 时得不到满足。换言之，动态均衡会在自给自足和完全专业化这类角点解之间跳跃或永远停留在其中之一，因此，分工的演进不会发生。也就是说，为了保证分工是逐步演进的，需要在当分工水平提高时，专业化的不经济增长比专业化经济增长得更快。

假设这个经济中的所有交易是以在时期t
 =0的期货和现货市场的契约为媒介的，这些契约不能在以后的某天重新谈判，假设期货市场和个人决策时间长度为无穷大，则个人决策问题的目标泛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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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
 是主观贴现率。这个目标泛函表明了对多样化和当前消费的偏好。

假设个人的生产函数系统具有熟能生巧效应和专业化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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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
 
p

 
it

 =x
 
it

 +x
 
s

 
it

 是个人在时期t
 的产品i
 的产出水平，l
 
iτ

 是在时期τ
 用于生产产品i
 的劳动时间，代表了该产品的专业化水平，L
 
it

 是一直到时期t
 为止用于生产产品i
 的总劳动量。因此，L
 
it

 -l
 
it

 代表了直到t
 时期为止在活动I
 中所积累的经验、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式（13.4）给出的L
 
it

 的定义，意味着如果个人在时期t
 停止生产这种产品，则生产产品先前的所有经验会被遗忘。这个假设太强，以至于不太现实，但它是使这个基于控制论的模型容易处理的条件。这个假设在习题2和习题3中被放松了，此时控制论不够用，我们需要用动态规划。

假设在任何时期t
 ，每个人总的非休闲时间是1，且熟能生巧是对每个特定人而言的，所以这些学习时间也是对每个特定人而言的。每个特定人的工作时间禀赋约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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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第13.1节中所描述的，这个模型给出了专业化熟能生巧和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以及当前消费和将来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第13.3节会清楚地说明这些冲突。

13.3 熟能生巧的最优速度和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

13.3.1 契约的功能

在一个t
 =0时没有契约的动态模型中，熟能生巧和专业化经济甚至在没有不确定性和信息对称时也可能创造市场上的投机机会。每个人作为一种产品的售卖者会通过熟能生巧建立起生产这种产品的人力资本，而作为这种产品的购买者，由于停止了生产这种产品的学习，会越来越处于没有优势的地位。因此，每个人作为售卖者会追求成为一个垄断者，作为购买者会被其他专业生产者剥削。“敲竹杠”和其他如第9章由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描述的机会主义行为，会在每一时点的现货市场上产生内生交易成本。

由于分工水平和每种贸易品的生产者数量之间的负关系，在初始阶段当分工水平很低时，每种贸易品有很多的专业生产者。因此，购买者可以选择许多售卖者中的任意一个，即使这些购买者在生产这种产品上无法与这些专业生产者竞争，或者他们已经在这一生产领域中停止了人力资本的积累。所以，在每一时期都有一个瓦尔拉斯机制，然而，我们会证明前一节描述的经济可能演进到极端分工的状态，其中每种产品只有极少数生产者，每个人作为他的专业产品的售卖者是一个垄断者。作为其他产品的购买者（或作为“外行”）如果去生产这种产品是没有任何竞争力的，尽管他作为一个消费者-生产者可以生产每一种产品，因此，我们在t
 很大时，可以有一个对称的多边垄断体制。垄断的权力可以产生阻止专业化经济和防止动态比较优势被充分利用的内生交易成本。

基于长期契约的制度安排可以被用于限制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和内生交易成本。假设所有的交易是通过一个契约系统和一个期货市场来进行谈判的，在时期t
 =0的一个瓦尔拉斯机制决定所有的长期契约，这些长期契约不能在以后重新谈判，在时期t
 =0，所有的人都是事前完全相同的，因而每种产品有很多潜在的生产竞争者，即在t
 =0时，任何人都没有生产活动的经验，对将来生产一个产品的权力的竞争发生在事前完全相同的人们之间，而不是“专家”和“外行”之间。因为所有的交易通过契约系统完全由在时期t
 =0运作的期货市场决定，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者会从熟能生巧中获得垄断的权力，但在契约签下的那一刻还是没有垄断权力存在的。这一点加上所有人的完全合理预期，时期t
 =0瓦尔拉斯机制就得以盛行，因此，契约系统的功能是消除由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内生交易成本，而当熟能生巧和专业化经济都存在时，机会主义行为在没有期货市场时的每个t
 时期的现货市场都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现有的契约理论（见第8章），契约系统是一个可以避免或减少由道德风险或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内生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在我们的动态模型中，长期契约对消除内生交易成本非常必要，甚至当不存在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相关的道德风险或逆选择时也是如此。

如前所述，对前几节的模型我们可以运用文定理，因此，在动态模型的每一时刻，一个人不会同时买或卖同一种产品，他自给卖出的产品，且最多只卖一种产品（见习题1）。

13.3.2 个人的动态决策问题

文定理意味着，对在时期t
 （1＜n
 
t

 ≤m
 ）卖出产品i
 和交易n
 
t

 种产品的每个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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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
 是买到的n
 
t

 -1种产品的集合，J
 是m
 -n
 
t

 种非贸易品的集合。注意到n
 
t

 =1或n
 
t

 -1=0意味着自给自足，式（13.7）中的条件集合意味着这个人卖出和自给产品i
 ，买n
 
t

 -1种其他贸易品和自给m
 -n
 
t

 种非贸易品。设u
 
it

 和U
 
i

 分别表示卖出产品i
 的个人的效用和他的目标函数，则这样一个人的决策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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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
 
st

 是时期t
 产品s
 的价格（s
 =i
 ，r
 ，其中r
 ∈R
 ）。假设个人不储蓄也不借贷（尽管所有的贸易决策是在t
 =0时制定的），这里有一个瞬间的预算约束。将U
 
i

 中的x
 
it

 和x
 
jt

 用它们在生产函数中的等价消去，用预算约束中的等价式将x
 
d

 
rt

 （r
 ∈R
 ）消去，我们可以构造一个汉密尔顿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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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λ
 
t

 是时期t
 劳动禀赋的动态贴现影子价格，而γ
 
st

 （s
 =i
 ，j
 ，其中j
 ∈J
 ）是时期t
 产品s
 的劳动投入的贴现影子价格。H
 
i

 是状态变量L
 
st

 、协状态变量λ
 
t

 和γ
 
st

 ，以及控制变量x
 
s

 
it

 ，x
 
d

 
rt

 ，l
 
st

 和n
 
t

 的函数，其中r
 ∈R
 ；s
 =i
 ，j
 ；j
 ∈J
 。只有x
 
d

 
rt

 中的n
 
t

 -2种产品在u
 
it

 中出现，因为其中一种利用预算约束消掉了。

控制问题的一阶条件由最大化原则给出（见附录13.1）。有趣的是，这个模型不能用变分法来解，因为一种产品的最优劳动投入在贸易品数目增加时会从一个内点解跳到一个角点解。也就是说，我们在解一个“梆梆问题”时，如果n
 
t

 趋近于m
 ，其中l
 
it

 会从一个内点解跳到1，且l
 
jt

 从一个内点解跳到0。最优的n
 
t

 ，l
 
jt

 ，l
 
it

 ，x
 
s

 
it

 和x
 
d

 
rt

 依赖于t
 和所有贸易品的动态价格。将这些最优值x
 
s

 
it

 和x
 
d

 
rt

 代入U
 
i

 ，我们可以将总效用表示为贸易品价格的函数。

13.3.3 动态均衡

一个动态均衡由一组市场出清条件和一组效用均等条件给出。时期t
 的市场出清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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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
 
i

 是卖产品i
 的人数，M
 
r

 x
 
s

 
rt

 是产品r
 的市场总供给量，x
 
d

 
irt

 是时期t
 的卖产品i
 的人对产品r
 的需求量，因此，∑
i

 M
 
i

 x
 
d

 
irt

 是整个市场对产品r
 的需求。后面我们会证明x
 
d

 
irt

 对于所有的i
 =1，…，m
 （除了r
 ）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在等式（13.7）中，x
 
d

 
irt

 和x
 
d

 
rt

 相同。条件（13.9）包括了m
 个方程，然而，由瓦尔拉斯定律可知，只有m
 -1个方程是独立的。效用均等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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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13.10）包括了m
 -1个等式。条件（13.9）和条件（13.10）与人口等式∑
j

 M
 
j

 =M
 一起，决定了由动态均衡定义的相对价格和卖不同产品的人的数量。

在这个阶段，我们致力于市场中均衡结构的讨论。一个可能的均衡是每个人在开始阶段几乎没有产品交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扩大了产品的交易范围。在初始阶段，有很多可能的市场结构。它们中的一个，我们将其记为A，所有的人交易同样的产品集。当一个人的贸易品的数目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时，先前参与贸易的售卖每种产品人的数目减少了，且某些人转换职业来专门生产新的贸易品。另一个市场结构记为F，其中每种产品只有一个卖者。人们交易不同的产品但是每人交易的产品种类数相同。当一个人交易的产品种类数随时间推移而增加时，他会买更多种类的产品和卖给更多人更多的产品，但是他不会转换职业。

为了说明这一点，考虑图13-1中的M
 =m
 =4的例子。市场结构A由图13-1（a）所示，结构F由图13-1（b）所示。线条表示产品流，箭头表示产品的流向，被交易包括的产品由线条旁边的数字表示。售卖产品i
 的人由一个有字母i
 的圆圈表示。在市场结构A，贸易产品1和产品2，自给产品3和4，每个人交易的产品种类数是2。在市场结构F，第1个人和第2个人贸易产品1和2，但第3个人和第4个人贸易产品3和4，每个人交易两种产品，但是经济中共有四种产品参与交易。

不难看到，如果所有的产品最终都参与交易，则市场结构F将优于市场结构A。这里有两个理由：①因为这个模型是完全对称的，贸易品的组合在初始阶段对福利没有影响，只有每人交易的产品种类数才有影响，这样，个人的福利在初始阶段两个市场结构中是一样的；②在以后的阶段，个人的福利在市场结构F比市场结构A高，因为市场结构F积累了更多的生产产品3和4的经验。在市场结构F，生产产品3和4的经验是从初始的时间就开始积累的，因此，投到这些产品中的劳动生产率在将来可以提高。但在市场结构A，这样的经验在初始阶段没有积累。

姚定理可以在人们事前完全相同的动态全部均衡模型中成立。因此，结构A中的角点均衡不能成为全部均衡模型。直观的解释是，在市场结构A存在未利用的交易中的收益，而这一收益可以通过在t
 =0时运行瓦尔拉斯机制而获得。因此，总有些人有背离市场结构A的动机。假设市场结构A存在一个动态角点均衡，其中市场出清条件满足。在这一角点均衡中，初始阶段有些人卖出产品1而其他人卖出产品2；后面阶段所有的商品都参与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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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 在发展的开始阶段不同的市场结构

考虑下列对市场结构A的偏离：在初始阶段，个人转向以与产品1和产品2相等的价格卖出产品3（由于模型的对称性这是可行的）；在以后的阶段，以稍低于市场结构A的价格卖出产品3（这因为熟能生巧和递增报酬的存在是可行的）。有了这个背离，产品3的售卖者和购买者会由此得到比在市场结构A里更高的总效用，因此，市场结构A的人想从初始阶段卖出产品1或产品2转为卖出产品3，所以，市场结构A不能建立起一个动态均衡市场结构。
 
[1]



利用类似的理由或直接运用姚定理，可知其他所有的市场结构都没有市场结构F有效，且动态均衡除了市场结构F以外，在任何一个市场结构中都不存在。考虑到个人会因为节省交易成本与那些离他最近的人交易的事实，我们有下面的引理。


引理13.1
 对于n
 
t

 ≥2，均衡市场结构是F，有一个社区，其中有m
 个人。在这个社区中，每种产品只有唯一一个卖者，有m
 个产品卷入交易，尽管每个人产品的购买种类数n
 
t

 -1随时间推移从0增加到m
 -1。
 
[2]




在引理13.1中所描述的均衡市场结构中，个人决策问题是严格对称的。由市场出清条件和效用均等条件（13.10）的对称性，当交易发生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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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将式（13.11）给出的均衡相对价格代入条件（13.9）时，控制问题关于x
 
d

 
rt

 的一阶条件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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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这个条件，关于x
 
s

 
it

 的一阶条件给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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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用预算约束得到了x
 
d

 
rt

 。将式（13.11）、式（13.12）和式（13.13）代入式（13.9）和式（13.10），则可证明卖出不同产品的人们效用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是完全对称性的，以及这些条件和效用均等条件蕴含着引理13.2。


引理13.2
 
x
 
s

 
it

 对于i
 =1，2，…，m
 是完全相同的；L
 
it

 和l
 
it

 对于i
 =1，2，…，m
 是完全相同的；L
 
jt

 和l
 
jt

 对于所有人是完全相同的；n
 
t

 对于所有人是完全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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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均衡n
 
t

 ，L
 
it

 和L
 
jt

 由下列一阶条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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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B
 
t

 ≡lnk
 -2（lnn
 
t

 +1）+1/nt
 +a
 lnL
 
it

 ，由于n
 
t

 的变化率在H
 中不出现，条件（13.14c）与一个瞬时最大化问题等价。选择整数n
 
t

 最大化u
 
t

 ，下式给出n
 
t

 的时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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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m
 非常大时，它是n
 
t

 的最优时间路径的一个很好的近似，因为当n
 
t

 取连续的内点值时，u
 
t

 对n
 
t

 是严格凹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动态整数规划问题中n
 
t

 的最优时间路径的近似，而这又是由式（13.14f）给出的n
 
t

 的时间路径。下文提到的n
 
t

 是这一近似最优的n
 
t

 。

对B
 
t

 的仔细研究发现，如果L
 
it

 是有限的，则对任意n
 
t

 ∈［1，m
 ］，它在k
 趋近于0且a
 趋近于1时会趋近于负无穷大。因此，当k
 和a
 非常小时，∂H
 /∂n
 
t

 对任意n
 
t

 是负的。这一点与式（13.14c）一起，意味着均衡对所有的t
 为n
 
t

 =1。如果a
 和k
 足够大使得B
 
t

 ＞0，则对任意正的n
 
t

 ≤m
 有∂H
 /∂n
 
t

 ＞0，所以，均衡n
 
t

 对所有的t
 是最大值m
 。于是我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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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对某个t
 ，n
 
t

 ∈（1，m
 ），如果k
 和a
 不是太大也不是太小。

由文定理，一个人最多卖出一种产品，表达式（13.15）意味着l
 
it

 =1和l
 
jt

 =0，当且仅当n
 
t

 =m
 ；l
 
it

 =0和l
 
jt

 ∈（0，1），当且仅当n
 
t

 =1。这一点加上条件（13.14d）给出的梆梆控制问题就意味着，l
 
it

 和l
 
jt

 （对j
 ∈J
 ）当1＜n
 
t

 ＜m
 的时候在0和1之间。因此，γ
 
it

 =γ
 
jt

 =λ
 
t

 （对j
 ∈J
 ），当且仅当n
 
t

 ∈（1，m
 ）。

由条件（13.14c）给出的n
 
t

 的内点一阶条件使得B
 
t

 =0。将这个方程对t
 求导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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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ρ
 
i

 ≡l
 
it

 /L
 
it

 对n
 
t

 ＞1是正的。式（13.15）和式（13.16）意味着，如果k
 和a
 既不是很小也不是很大，分工的均衡水平会演进，而n
 
t

 最终会达到m
 ，那时分工的演进就会停止。因为式（13.16）包括了ρ
 
i

 ≡l
 
it

 /L
 
it

 ，它至今还未解出，动态全部均衡也还未推出。

假设k
 和a
 既不是很小也不是很大，所以n
 
t

 ∈（1，m
 ），且分工的演进在某个时期发生。这意味着当n
 
t

 ∈（1，m
 ）的时候有l
 
it

 ∈（0，1），l
 
jt

 ∈（0，1）。因此，由式（13.14d）有γ
 
st

 =λ
 
t

 ，对这个方程求导得到dγ
 
st

 /dt
 =dλ
 
t

 /dt
 。这样我们从式（13.14b）得到L
 
it

 =n
 
t

 L
 
jt

 ，对这个方程求导得到l
 
it

 =n
 
t

 L
 
jt

 +l
 
jt

 n
 
t

 ，它与L
 
it

 =n
 
t

 L
 
jt

 一起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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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证明了l
 
it

 对任意j
 ∈J
 是一样的。利用这一信息，由时间约束（13.14c），我们可以得到


l
 
jt

 =（1-l
 
it

 ）/（m
 -n
 
t

 ）

利用我们已经得到的最后两个方程来消除l
 
jt

 ，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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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13.16）代入这个方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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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3.17）的右式当n
 
t

 趋向于m
 时趋向于1，即l
 
it

 的上界为1。从式（13.14d）的梆梆控制，某个l
 
jt

 值当n
 
t

 增大时会跳到0（一个人在他开始购买某种产品时必须停止自给该产品）。再次利用式（13.14c）的B
 
t

 =0，我们可以将人力资本L
 
it

 表示为n
 
t

 的函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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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3.17）和式（13.18）可以用于将人力资本ρ
 
i

 ≡l
 
it

 /L
 
it

 的增长率表示为n
 
t

 的函数。利用这个函数，我们可以最终将分工水平的增长率表示为分工水平和交易条件系数k
 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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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n
 
t

 的一个非线性微分方程，与横截性条件n
 
t

 ｜
t
 =0
 =1和dn
 
t

 /dt
 ｜
n
 =m

 =0一起，解决了对一个点n
 
t

 的动态全部均衡和比较动态分析。式（13.19）与式（13.15）一起，意味着如果k
 和a
 足够小，则从t
 =0开始永远有n
 
t

 =1；如果k
 和a
 足够大，则在t
 =0时，n
 
t

 跳到m
 并永远停在那；如果k
 和a
 既不是很小也不是很大，则n
 
t

 随时间推移而增大，直到n
 
t

 =m
 。式（13.19）意味着当k
 更大时，n
 
t

 的增大会更快（交易条件越好，分工的演进越快），因为当n
 
t

 ＜m
 时，式（13.19）的dn
 
t

 /dt
 会随着k
 的增大而增长。需求、供给和其他内生变量的时间路径由分工水平n
 
t

 的时间路径决定。但注意到式（13.19）并不适用于角点均衡n
 
t

 =m
 。自给自足n
 
t

 =1是另一个角点均衡，这时式（13.19）也不适用。

将引理13.2中的u
 
t

 取对数，再对它求导，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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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ρ
 
u

 是人均真实收入的增长率。式（13.20a）表明不存在人均真实收入的稳定状态，这是与其他内生增长模型共有的特征，且没有人均真实收入增长率的稳定状态，人均真实收入增长率一直随时间变化。

式（13.17）～式（13.20）可以被用于识别几种增长模式和子模式。这些表达式说明分工水平的增长率ρ
 
n

 、人均真实收入增长率ρ
 
u

 和个人的专业化水平l
 
it

 为正，当且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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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对于一个内点解，f
 （n
 
t

 ）为正，因为禀赋约束，l
 
it

 的上界为1；由非负约束，它的下界是0。（13.17）说明当f
 （n
 
t

 ）=0时，l
 
it

 取得它的上界值1；当f
 （n
 
t

 ）＜0时，f
 （n
 
t

 ）取得它的下界值0（可以用于识别n
 
t

 的三种路径模式）。将式（13.21）对n
 求导两次，我们可以证明f
 （n
 
t

 ）是一个非单调的凸函数，最小值是[image: ]
 ，如图13-2所示。不难看到，对于a
 ≤2，f
 （n
 
t

 ）的最小值是正的，所以f
 （n
 
t

 ）总是正的。若a
 ＞2，f
 （n
 
t

 ）的曲线交横轴于两点——对m
 =［2/（a
 -2）］2
 a
 为一点。由f
 （n
 
t

 ）=0，可以解出这两个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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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
 ″≥n
 ′。不难证明，当a
 ∈（2，3）时，n
 ′≥1，当a
 ＞3时，n
 ′＜1。因为n
 的最小值是1，即自给自足，不可能有n
 ′＜1，因此，对a
 ＞3，n
 ′是无关紧要的。这个讨论产生了a
 的与三种增长模式有关的三个区间，由图1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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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 区分不同增长模式的a
 值域

首先我们考虑图13-2（c）中的区间a
 ＞3。因为初始条件是n
 
t

 =1，这里t
 =0，系统开始于在交点n
 ′右边的点，则n
 
t

 =1。在点n
 ′，f
 （n
 
t

 ）=0意味着，l
 
it

 尽可能地向越来越大的方向趋近。但是由时间的禀赋约束，l
 
it

 的上界是1。运用个人专业化决策的最大化原则可得l
 
it

 =1。这意味着在t
 =0时，每个人从自给自足（n
 
t

 =1）跳到完全专业化（l
 
it

 =1，n
 
t

 =m
 ）。然后，分工水平停在那且人均真实收入的增长率下降，尽管它们总是正的。这种增长模式的分工水平和人均真实收入的路径如图13-3（a）所示。这种模式以一次性的大推进工业化为特征，没有平滑的腾飞和分工的平滑演进。我们不能观测到这样的现象，即当社会刚开始存在，人类社会就从自给自足跳到了完全商业化的状态，这种增长模式的经验证据的缺乏可以归因于专业化经济的程度a
 在现实生活中不会大于3的事实，当然，a
 的这一临界值在模型为非对称时会复杂得多。

我们考虑图13-2（b）中a
 ∈（2，3）的情形。由式（13.22）可以证明在这种情况下，1＜n
 ′＜n
 ″＜m
 。n
 
t

 的动态均衡值在t
 =t
 2
 之前或在n
 
t

 =n
 ′之前随时间推移而增大，因为f
 （n
 
t

 ）＞0，我们有n
 
t

 ＜n
 ′，由式（13.19）可知，这意味着ρ
 
n

 ＞0。在t
 =t
 2
 或在n
 
t

 =n
 ′，f
 （n
 
t

 ）=0，由式（13.17）可知，这意味着l
 
it

 =1，因此，分工水平在这一时间从n
 
t

 =n
 ′跳到n
 
t

 =m
 （完全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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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3 n
 
t

 和人均真实收入的不同增长模式

由式（13.20b）可知，显然t
 2
 之前有一点t
 1
 。人均真实收入的增长率在t
 1
 之前下降（尽管它们是正的），但在t
 1
 和t
 2
 之间上升，如图13-3（b）所示。t
 1
 之前的子增长模式被认为是工业化之前的增长，以低分工水平和递减的增长率为特征。t
 1
 和t
 2
 之间的子增长模式被认为是平稳的起飞，以平滑递增的人均真实收入增长率和递增的n
 
t

 增长率为特征。在t
 2
 的子增长模式被认为是大推进工业化，以分工水平（或商业化水平）的不连续跳跃为特征。在这一点，很多新的职业和新的贸易品同时出现，很多独立的地方性社区突然融合为统一市场。在这个大的跳跃之后，经济达到了完全分工，进入了一个成熟的增长阶段，以递减的人均真实收入增长率和分工水平的零增长为特征，分工水平进一步增长的潜力被耗尽。人均真实收入增长率完全由生产贸易品的人力资本的增长率（ρ
 
i

 ）决定，此处由于l
 
it

 =1的贸易品的增长率等于1/L
 
i

 ，尽管ρ
 
i

 总是正的，它在人力资本L
 
i

 随时间推移而单调递减。

对a
 ∈（1，2），式（13.20b）意味着人均真实收入增长率当n
 
t

 ∈（1，m
 ）时总是正的和下降的。且式（13.19）和式（13.21b）说明分工水平的增长率当n
 
t

 ∈（1，m
 ）和a
 ＜2时总是正的。对于这种情形的分工的演进模式和人均真实收入的增长模式如图13-3（c）所示，以人均真实收入和分工水平的增长率递减为特征。最后，式（13.15）、式（13.19）和式（13.20）意味着如果k
 接近于0，则分工水平的增长率是0。将最大化原理应用于每个人关于专业化水平的决策说明，n
 
t

 的最优值当k
 离0足够近时，总是在角点n
 
t

 =1处。如果对所有t
 有n
 
t

 =1，则自给自足的均衡由以下条件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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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均衡增长率随t
 的增大而单调下降。

这种增长模式如图13-3（d）所示，以自给自足和连续的减速增长为特征，这种增长模式类似于所谓的增长陷阱。然而，在斯密模型中，这样一个增长陷阱并不是由对于给定参数的多重稳定状态产生的结果，而是基于比较动态分析的（对应于参数变化的动态均衡的变化）和不完善的制度安排、很低的开放程度、高关税、不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的银行业和法律体系、限于内陆的地理条件和其他不利交易条件而产生的很小的k
 而生成的。

直观上，如果专业化经济不是很显著（a
 接近于1），且交易条件不是很好（k
 接近于0），则均衡将永远保持在自给自足。在另一极端，假设a
 很大而k
 接近于1，这种情形，均衡使个人在时期t
 =0就完全专业化，因为这样得到的高产出量的收益超过了由购买其他必需消费品带来的交易成本。

如果a
 和k
 取中间值，则均衡包括了分工的演进。如果在初始时期专业化的利益的总贴现值低于由于专业化所导致的交易成本引起的当前效用的损失，则专业化水平会很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中的熟能生巧会增加专业化带来的好处，且更大程度的专业化会发生。为了使专业化的好处随时间推移而增加，熟能生巧和专业化经济都是必要的。没有熟能生巧，尽管专业化经济可以发生，但最优的专业化水平会随时间推移而不变，另外，没有专业化经济且给定正的交易成本，专业化就永远不是最优。


定理13.1
 如果交易条件系数k
 和专业化经济的程度a
 足够小，动态均衡从t
 =0开始永远是自给自足；如果k
 和a
 足够大，从t
 =0开始的均衡永远是极端专业化；如果k
 和a
 不是太大也不是太小，分工会从低水平一直演进，直到n
 
t

 达到m
 。对于这样的k
 和a
 的中间值，交易条件越好，分工的演进就越快。对于a
 ∈（2，3），分工随时间演进，当n
 
t

 ∈［1，1/（a
 -2）］时，人均真实收入增长率下降；当n
 
t

 ∈（1/（a
 -2），n
 ′）时，人均真实收入增长率上升（平稳起飞）；当n
 
t

 =n
 ′时，发生了大推进工业化且经济跳到完全分工，然后经济进入了成熟的增长阶段，有着正的和下降的人均真实收入增长率，没有分工的演进。


注意到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不是人口的增长或交易及生产或偏好参数的外生变化，增长产生于分工的自发演进。这样一个演进的例子如图13-4中m
 =4的情形所示。在图13-4（a）中，每个人自给自足所有他需要的产品。在图13-4（b）中，每个人卖出一种产品，购买一种产品，自给三种产品（n
 
t

 =2）。在图13-4（c）中，每个人卖出一种产品，购买两种产品，自给两种产品（n
 
t

 =3）。在图13-4（d）中，每个人卖出和自给一种产品，购买三种产品和交易四种产品（n
 
t

 =4）。图13-4中的圆圈、线条和数目和图13-1中的解释一样。这些图相对于图13-3和代数式而言，给出了分工演进的拓扑和图性质的一个更好的直观说明。

因为是瓦尔拉斯机制，这一动态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在嘉德（Judd，1985）、罗默（Romer，1986，1990）、卢卡斯（Lucas，1988）及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89）的模型中，动态均衡不是最优的，其原因要么是规模外部经济，要么是垄断力。

就像在静态对称模型中一样，本章的动态均衡模型中有多个动态均衡，因为人们在事前完全相同，所以谁专业化生产哪种产品是不确定的，且一种单向交易（当n
 
t

 =2，第1个人卖产品1给第2个人，第2个人卖产品2给第3个人，第3个人卖产品3给第4个人，第4个人卖产品4给第1个人）产生了更多可能的动态均衡。但如果假设没有结算中心也没有货币和相关的信用系统，则单向交易的所有结构（没有需求和供给的双向吻合）不会在均衡发生（见第17章需求和供给的双向吻合的定义及货币、结算中心及需求和供给的双向吻合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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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4 分工的内生演进

13.4 市场容量、贸易依存度的内生演进、内生比较优势和经济结构

在这一节，我们考虑包含分工演进的均衡的进一步含义。遵循第7章给出的贸易依存度和市场容量的定义，我们将用劳动计算的人均交易量对用劳动计算的总真实收入的比率2（n
 
t

 -1）（L
 
it

 ）
a

 /n
 
t

 来度量贸易依存度，其中，（L
 
it

 ）
a

 是一个人用于售卖的产品的产出水平，（n
 
t

 -1）/n
 
t

 是该产品的卖出部分。市场容量E
 是人口规模M
 和（n
 
t

 -1）L
 
it

 a
 /n
 
t

 的函数，因此，E
 =M
 （n
 
t

 -1）（L
 
it

 ）
a

 /n
 
t

 。将E
 对t
 求导，得到市场容量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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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ρ
 
n

 /（n
 
t

 -1）当ρ
 
n

 ＞0且n
 
t

 ∈（1，m
 ）时为正，代表分工演进对市场扩张的贡献；aρ
 
i

 是熟能生巧的贡献，它总是正的；[image: ]
 是人口增长率。假设人口增长率是零，如果进一步分工演进的潜力被破坏（n
 
t

 =m
 ），则第一项趋于0，相应的市场容量的增长率主要由第二项决定。市场容量也是总量需求和总量供给。因此，由式（13.24），总量需求和总量供给会在分工随时间演进时演进。这个结果证实了杨格的关于市场容量可以在没有人口变化时随分工的演进而扩张的想法。因为贸易依存度R
 =2E
 /M
 =2（n
 
t

 -1）（L
 
it

 ）
a

 /n
 
t

 ，所以，它在分工演进时也会演进。

一个生产者的内生比较优势由一种产品的卖者的人均产量和其买者的人均产量之间的差别来刻画。记这个差别为D
 ，我们有D
 =（L
 
it

 ）
a

 /n
 
t

 -G
 ，其中，G
 是这个买者的人均产量，且它的变化率为0，因为买者停止了这种产品的生产，这样专业的经验就被遗忘了。如果我们对这个差求导，显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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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13.16）可知，如果n
 
t

 ∈（1，m
 ），有aρ
 
i

 ＞ρ
 
n

 。所以，一个专家对一个外行的比较优势在分工演进时会内生地增大（即使这里没有外生比较优势）。

收入占交易成本的份额S
 ，等于由在交换中丧失的所购买的产品的成本与名义收入的比率。因为p
 
rt

 x
 
d

 
rt

 对所有的r
 ∈R
 相同，所以，（1-K
 
t

 ）（n
 
t

 -1）p
 
rt

 x
 
d

 
rt

 是交易成本，且（n
 
t

 -1）p
 
rt

 x
 
d

 
rt

 =p
 
rt

 x
 
s

 
rt

 是时期t
 的人均商业化收入。因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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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是收入在交易成本中的份额。对式（13.25）求导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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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3.26）意味着收入在交易成本中的份额在分工演进和交易效率提高时会增加（后一结果在分工水平对交易效率的弹性大于1的条件下成立）。因为交易成本可以视为迂回生产成本，式（13.26）意味着收入在迂回生产部门分工演进时会增加。

有趣的是，注意到交易效率K
 
t

 =k
 /n
 
t

 在分工自发演进时（n
 
t

 增大）会下降。因为[image: ]
 ，交易效率K
 
t

 当交易条件参数k
 增大时有可能会下降。这在由k
 的增大引起的n
 的增大大于k
 本身的增大时发生。这个结果是显然的。当交易条件提高时，分工的网络扩张了，人们必须与更远的伙伴交易，这样交易效率在分工的增加快于k
 的增大时会下降。本节的这个结果可总结为定理13.2。


定理13.2
 市场容量、贸易依存度、专家对外行的内生比较优势和交易成本占收入的份额在分工随时间演进时增加。


13.5 经验证据和对内生增长理论的重新思考

本章的斯密模型产生了以下的经验性含义：①收入在交易部门的份额当分工演进时增加且人均真实收入增加；②增长的表现和分工演进的速度依赖于商业化程度的演进；③经济发展与商业化程度的演进之间是正相关的。假设①被诺斯（North，1986）的经验工作所证实。他的工作表明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美国在交易部门的就业份额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加。假设②被诺斯（North，1958）及诺斯和温格斯蒂（North and Weingast，1989）的文献中的历史证据及由巴罗（Barro，1997）、伊斯顿和沃克（Easton and Walker，1997）、格温顿和劳森（Gwartney and Lawson，1996，1997）、盖洛普和萨克斯（Gallup and Sachs，1998）、萨克斯和温纳（Sachs and Warner，1997）提供的经验证据所证实。诺斯证明连续下降的海洋货运资费率是欧洲早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他和威格斯蒂证明了是光荣革命之后建立的制度（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保证了英国政府对宪法的承诺和大幅减少了追求特权、腐败和国家机会主义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因此，经济可以在18～19世纪的英国发展。巴罗（Barro，1997）、伊斯顿和沃克（Easton and Walker，1997）、费伊和谢勒夫（Frye and Shleifer，1997）及萨克斯和温纳（Sachs and Warner，1997）发现了影响交易条件的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假设③被墨克（Mokyr，1993，pp.65-66）中的历史证据及杨小凯、王建国和威尔斯（Yang，Wang and Wills，1992）中的经验证据所证实。墨克论证了工业革命中商业化程度的演进。杨小凯、王建国和威尔斯论证了中国商业化程度的演进并发现了给定和加强产权的交易条件对经济增长的正的影响。

另外，本章的斯密式模型可以用于说明规模效应的难题和在内生增长理论的文献中关于趋同-趋异的争论。主要的两类内生增长模型，在第13章中讨论过的AK模型和基于R&D的模型，近来被经验证据否定（Jones，1995a，1995b）。AK模型产生第Ⅳ类规模效应，即人均GDP的增长率与投资率之间的正的关系。
 
[3]

 这一规模效应被经验数据拒绝，“意味着AK模型没有提供增长背后的推动机制的一个好的描述”（Jones，1995a，pp.508-509）。基于R&D的模型产生第Ⅴ类规模效应，即人均GDP的增长率和投入R&D的资源水平之间正的关系。
 
[4]

 第Ⅴ类规模效应也被经验发现否决了（Jones，1995a，1995b；Young，1998；Segerstrom，1998）发展了一些模型来修正基于R&D的模型，但这些修改过的模型仍然有第 Ⅰ 类规模效应，即人均GDP的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之间的正的关系，这与德古达（Dasgupta，1995）调查的经验证据大相径庭。正如琼斯（Jones，1995b）指出的，如果基于R&D的模型的规模效应消失，则内生增长不能再维持。

本章的斯密模型有下面一些吸引人之处，它可以用来解开规模效应的难题。斯密模型中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是分工的正网络效应而不是规模经济，杨格（Young，1928）讨论过分工经济与规模经济的区别。根据交易成本及与之对应的以当前消费的损失来计算的投资扩大了社会学习能力和专业熟能生巧的范围。这一隐含的投资机制可以产生没有人际借贷和商业化储蓄的长期内生增长。
 
[5]

 它不一定会产生一个有形的储蓄率（或投资率）和人均真实收入增长率之间的正关系。斯密模型中贸易商品数目的内生演进与分工网络规模的内生演进有关。当这个网络的规模扩大时，很多独立的地方社区会合并成一个越来越一体化的市场。这可以在没有人口增加和其他规模效应时发生。因此，新的贸易品出现的速度由分工演进的速度而非人口规模或R&D部门规模决定。换言之，在基于R&D的模型中，对R&D的投资和新产品及相关新技术的数目之间存在“当且仅当”的关系，但是，在斯密模型中没有这样一种关系。内生技术进步是指分工网络是否能演进到足够大的程度来提高社会的学习能力和使新的贸易品变得在商业上可行。这种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将斯密式模型从其他的熟能生巧模型（Arrow，1962；Lucas，1988；Stokey，1991；Young，1993）中区别开来。在斯密模型中，人们专业化熟能生巧和分工网络增大之间的交互作用可以在没有规模效应时产生社会学习的网络效应。作为对比，其他模型中的熟能生巧独立于分工的演进并会产生规模效应。分工和式（13.20）中人均真实收入水平增长率不依赖于人口规模M。在这个模型中，人口规模起着非常消极的作用。它使得分工的演进有一个极限：职业的数目不能大于人数。让我们现在讨论趋同论。内生增长的新理论部分是由对以新古典增长模型为基础的趋同论的批判发展而来的（Lucas，1988；Romer，1986），绝对趋同论关于多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在长期彼此互相趋同且不依赖于它们的初始条件的预见被经验数据所否定（Barro，1991），一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预测的趋异现象和经验证据一致，但是，这些新的理论模型不仅被规模效应难题纠缠住，而且受到了趋同论的新证据的挑战，于是，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趋同和趋异的定义（Sala-i-Martin，1996；Galor，1996）。但是，所有这些趋同的新定义不但不能澄清问题，反而产生了更多的迷惑，不论怎样定义，它们都没有改变趋同和趋异现象可以共存的事实，这种共存没有得到它应有的注意。

斯密式模型的经验含义之一是趋异和趋同现象的共存。斯密式模型意味着增长的三个阶段会按顺序发生：工业化以前的增长、加速增长、起飞以及成熟的增长。增长率最开始下降，然后上升，最后又下降。这与瑞斯金（Rostow，1960）对经济增长的三个历史阶段的描写相符合。当交易条件参数k增大时，人均真实收入增长率提高，当然k的变化对加速增长和对分工的内生演进并非必需。这个均衡的比较动态特性可以用于解释不同国家增长率的不同，因为国家之间不同的关税体系和开放程度、不同的制度安排、不同的法律体系和相关产权体系，及不同的地理条件都意味着国家之间的k值不同。因此，那些k值很大的国家会早一些进入起飞阶段。例如，英国比其他的国家早一些进入起飞阶段，因为它是一个岛国，在没有汽车和火车的时代比起内陆国家，如德国和中国，就有更高的交易效率。英国是第一个有专利法的国家，这极大地提高了知识产权贸易的交易效率（North，1981）。在斯密倡导自由贸易之前演进的普通法和事实上的自由放任政策和减少规则的政策，大大提高了交易效率（Mokyr，1993）。法国和中国比英国晚进入起飞阶段是由于不完善的法律系统、政府对私人产权的侵犯、极端保护主义（低开放程度）和政治的不稳定产生较小的k
 值（Landes，1998，pp.34-36；Fairbank，1962；Mokyr，1990，pp.235-250，1993）。

在某种意义上，本章的模型与杨格模型（Young，1991）有下列共同的特征：如果每个人的贸易品种类数固定，则学习速度和人均真实收入的增长率随时间推移而下降。当贸易品种类数增多时，分工的网络扩张了，因此，通过生产更多的贸易品，专业熟能生巧的范围扩大了。

显然，对于一个经历了成熟增长的经济体，分工结构和人均真实收入的时间路径正如图13-3（b）所示。当t
 从它的初始值走向无穷大时，去掉短期波动，代表人均真实收入的曲线开始是凹的，然后是凸的，最后又变凹。但是，经济会由于代表交易条件的k
 值的不同而不同。因此，我们看到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点进入起飞阶段。在不同时间进入起飞阶段的每两个经济之间，人均真实收入的差别应该是一个表示时间和人均真实收入关系的倒U型曲线。也就是说，当早些进入起飞阶段的国家开始加速增长时，后进入者还处在减速的增长阶段。它们的人均真实收入和增长率会趋异。当后进入者最后进入起飞阶段，且先进入者到达成熟增长阶段时，它们人均真实收入和增长率之间的差别将消失。

这一序贯的趋异和趋同如图13-5所示，其中两个国家（英国和德国）的人均真实收入在t
 1
 之前趋异，而在这之后趋同。这个趋同可能是有条件的趋同，且不同的国家可能不会收敛于同样的收入水平上，因为它们之间的k
 值不同，且k
 有可能随时间变化。剩下的需要检验的假设是，对两个经历了成熟增长的经济体，人均真实收入差别的时间路径是不是一条倒U型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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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5 序贯的趋异和趋同

陈、林和杨（Chen，Lin and Yang，1997）证实了这一假设，由默迪逊（Maddison，1991）和Penn World Table 5.6提供了15个OECD国家在很长的一个时期（1870～1992年）的数据。选择这些国家是因为他们都经历了工业化以前的减速增长、起飞和增长率递减的成熟增长。英国被认为是有趋异和趋同先后发生的参照国，因为英国是第一个经历起飞的国家。数据表明，英国和其他15个国家之间的人均真实收入的差别近似于倒U型曲线。

总之，这些数据强力支持这一假想：在英国和14个国家中其余的13个国家之间的长期人均真实收入的差别存在一个倒U型关系。除了加拿大，最后否认了人均真实收入差别单调下降的假设。英国和加拿大的人均真实收入差别随时间推移而减少是因为1879年以前发生的有关趋异的数据丢失，而国际数据在1879年后才变得更具可比性。

这个结果与巴罗（Barro，1991）、巴罗和萨拉-马丁（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中的回归一致，这证明了在陈、林和杨（Chen，Lin and Yang，1870～1992）考虑到的局部时期（1960～1990年）之中，在OECD国家之间存在趋同现象。巴罗回归漏掉了趋异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忽略了1960年以前的数据，以及因为某一时期内的平均增长率对初始收入的回归会隐藏关于早期增长趋异的信息。斯密内生增长模型得到萨克斯和温纳（Sachs and Warner，1995）经验工作的支持，他们用一个巴罗回归来证明，那些开放和制度质量好的国家之间有趋同现象发生，而开放程度不同的国家之间没有趋同的迹象。本章的斯密模型预测，如果交易条件系数k很小，则一个国家会永远停留在自给自足状态（发展陷阱），而k很大的国家会最终进入起飞阶段。在这两个国家之间永远不会发生趋同现象，因为萨克斯和温纳用的是巴罗回归和1960年之后的数据，他们的工作也错过了可能的趋异现象。

斯密-杨格的发展和增长模型同其他内生增长模型的区别是，前者把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和分工网络的规模内生化。这一特点使我们能够证实杨格（Young，1928，p.539）关于“递增报酬的存在依赖于分工的进步”的观点。在定理13.2中已证明，当分工演进时，市场容量会增大。尽管在这个动态全部均衡模型中市场容量和分工水平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与斯密-杨格的静态全部均衡模型类似，但在动态模型中市场容量和分工网络规模的共同演进可以在没有交易条件和其他参数外生演进时发生。换言之，这个动态全部均衡模型比静态全部均衡模型的内生化程度更高。

第2章和第3章的李嘉图和斯密静态模型将刘易斯关于自给自足和商业化部门之间的二元结构演进到完全商业化经济的思想形式化了，本章的模型可以在没有交易效率外生演进的条件下得到这样的演进，因此，无论是“劳动剩余”还是“农产品剩余”，对这种经济结构都不是必要的。根据我们的理论，经济结构实现这一转换的必要条件是分工的足够演进，所以，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问题是分工演进的开始和加速，而不是剩余劳动的存在，决定交易条件的制度对决定分工的速度非常重要。

库兹涅茨（Kuznets，1966）和钱纳里（Chenery，1979）的结构变化理论认为经济结构的转换基于人均收入的增多。但是，对斯密模型而言，人均真实收入的增加和所有其他与结构变化有关的现象只是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而已，用分工演进的一个侧面来解释另一个侧面毫无意义。所有相互依赖的内生变量应该在一个动态全部均衡机制中得到解释。杨格（Young，1928）将这样一种机制称为“移动的均衡”。换言之，库兹涅茨和钱纳里漏掉了在结构变化的全部均衡机制中人均收入和其他内生变量互为因果（反馈循环）的实质。

有很多方法来设定一个可以预测分工演进的动态均衡模型。在第14章我们会给出一个模型，用分工经济和在有效分工模式上获得信息的成本的两难冲突来解释分工和组织信息的共同演进。在第17章，我们用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周期性失业和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来解释分工的演进。文玫（Wen，1997，见本章习题4）也将k设定为从政府的税收收入中产生的公共产品，她用一个动态均衡机制来同时决定相互依赖的总生产率、收入、政府收入花在交通基础设施上的最优份额、交易效率和分工网络规模。张俊喜（Zhang，1997，见本章习题5）在本章的模型中引入了政府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探究政策对宏观变量的网络效应。

所有这些预测分工演进方法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分工的好处比分工的不经济增加得更快，是分工演进的必要条件。斯密-杨格的增长模型和其他增长模型的一个技术上的不同是，动态超边际分析（梆梆控制）是处理斯密-杨格增长模型的必要方法，而动态边际分析（变分法）对处理其他的增长模型已经足够，且控制理论没有必要，尽管很多作者用控制理论来处理他们的模型。

本章发展的方法的局限性是，它不能很容易地应用到现实的不对称模型中。模型的对称性是使得这一类动态全部均衡模型可以被处理的重要条件。但是，当CES效用或生产函数被引入这类模型时，对称性不再成立，因为必须转换职业的生产新产品的个人的决策问题与那些不用转换职业的人的决策问题是不对称的。因此，控制理论不够用，当产品的种类数是内生的或当偏好、生产参数和交易条件在这类模型中对不同产品不同时，我们就需要用到动态规划。博兰和杨小凯（Borland and Yang，1995）证明了数学上处理这类不对称模型很难，即使当动态规划可以应用到不对称的斯密-杨格的增长模型中，解析结果仍然很难得到。在第14章中，我们会发展出基于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概念的新方法，并证明用该方法可以容易地将所有斯密-杨格的静态模型动态化。

在第5章，我们推测如果外生比较优势被引入动态模型，可以证明内生比较优势可以用于弥补外生比较优势的劣势。例如假设在t=0时，当两个人有同样的劳动分配时，在生产产品1中，A人外生优势导致他比B人更加多产。但是，当B人生产产品1的专业化水平在足够长的时期以后高于A人时，则B人产品1的生产率有可能大于A人产品1的生产率。因此，对于这类动态模型，为了赢得市场竞争，将一个人卷入自我加强的演进过程中比其天生的才能更为重要。如果一个人高估了他外生优势的力量，他可能最后会成为一个天生并没有他能干但将自己置于有效的自我加速演进过程（如通过一个成功的自我推销策略或广告）中的人的手下败将。本章思考题1要求你用斯密-杨格模型研究通过熟能生巧积累专业人力资本与失业及内生劣势之间的恶性循环。

附录13.1 控制理论和变分法的关系

式（13.7）中的跨时决策问题与最大化下面的拉格朗日函数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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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间下标。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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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为分配到生产贸易品i
 和非贸易品j
 的劳动的拉格朗日乘子，β
 为劳动禀赋约束的拉格朗日乘子。因为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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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在内点值和角点值之间不连续地跳动，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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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的变分法可能不能用。为了避免这一麻烦，我们给定一个汉密尔顿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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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相应的贴现影子价格（discounted shadow prices）。假设控制变量不取角点值，则在拉格朗日函数F
 中引入欧拉方程，产生了用H
 表示的一个一阶条件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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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虑角点均衡，则式（13.14c）中（ii）和（iii）会包括在对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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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对于γs
 和λ
 最大化H
 等价。因此，利用H
 来代替F
 ，我们可以得到式（13.14）中的一阶条件，从而避免了由控制变量在角点解和内点解之间非连续跳动引起的麻烦。

显然，如果控制变量不在角点解和内点解之间非连续跳跃，则控制理论与欧拉方程等价。但是，欧拉方程更加直接。因此，对第13章的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而言，欧拉方程好于控制理论。但是，欧拉方程对斯密式的内生增长模型不够用。

关键术语和复习

内生和外生分工演进。

内生和外生经济增长。

斯密-杨格的内生增长模型和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基于R&D的模型、AK模型）之间的不同。

斯密模型和杨格定理之间的关系。

斯密-杨格增长模型中分工的专业化熟能生巧和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中的熟能生巧之间的区别。

不同的增长模式、不同的增长阶段、工业化之前的增长、平滑的起飞、大推进工业化、成熟增长和增长陷阱。

随时间推移演进的熟能生巧和越来越专业的熟能生巧的复合效应的含义。

专业的熟能生巧、分工演进的经济效果、交易成本以及当前和将来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

交易条件对分工演进的影响。

贸易品种类数的演进和分工网络规模演进之间的关系。

与交易成本和专业化熟能生巧有关的隐含的投资。

新古典增长模型和斯密-杨格增长模型中的投资的区别。

长期契约在减少内生交易成本中的作用。

分工和收入在交易成本中的份额的同时演进。

增长现象和发展现象的不同。

状态变量、控制变量。

汉密尔顿函数、协状态变量和动态影子价格。

控制问题的一阶条件。

动态边际分析和动态超边际分析之间的不同，动态均衡的机制和比较动态分析的不同。

趋同、趋异和序贯的趋异和趋同理论。

四种类型的规模效应及为什么它们与经验证据不符。

市场在选择人力资本积累的有效速度及选择分工和经济增长网络规模演进的有效模式中的作用。

进一步阅读

控制理论：Seierstad and Sydsater（1987），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appendix），Chow（1975）。新古典增长模型：Barro（1991），Barro and Sala-i-Martin（1991，1992，1995），Rebelo（1991），Solow（1956）。基于R&D的模型和其他内生增长模型：Judd（1985），Lucas（1988，1993），Romer（1986，1987，1990），Grossman and Helpman（1989，1990，1991），Aghion and Howitt（1992），Alwyn Young（1991）。斯密增长模型：Borland and Yang（1995），Yang and Ng（1993，chapters 7，16），Yang and Borland（1991a，1991b），Wen（1997），Zhang（1997）。结构变化和发展经济学：Lewis（1955），Fei and Ranis（1964），Stiglitz（1986a），Chenery（1979），Kaldor（1967）。大推进工业化：Rosenstein-Rodan（1943），Fleming（1954），Nurkse（1953），Scitovsky（1954），Myrdal（1957），Hirschman（1958），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1989a），Matsuyama（1991）。增长和内生专业化：Smith（1776），Allyn Young（1928），Schultz（1993），Lucas（1993），Rosen（1977，1983），Tamura（1991，1992）。演化经济学文献综述：Nelson（1995），Kirzner（1997），Conlisk（1996）。熟能生巧：Stoky（1991），Alwyn Young（1991，1993），Arrow（1962）。规模效应之谜：Chen，Lin and Yang（1997）；Jones（1995a，1995b，1996）；Bernard and Jones（1996）；Young（1998）；Segerstrom（1998）。关于趋同和趋异的争论：Chen，Lin and Yang（1997）；Baumol（1996）；Delong（1988）；Dowrick and Nguyen（1989）；Sala-i-Martin（1996）；Quah（1993，1996）；Galor（1996）；Mankiw，Romer and Weil（1992）。

思考题

1.用本章的斯密-杨格模型分析在失业和没有机会通过熟能生巧积累人力资本的劣势之间的恶性循环。建议采用一个能够提供贷款和重新培训业务的市场避免这种恶性循环，因为这些培训业务向失业者提供专业学习，给失业者以新的就业机会，失业者会借钱购买这种机会，培训业务由此能够赚钱。

2.分析通过长期从事许多活动学习和通过在短期内专于一种活动学习之间的异同。如果通过时间熟能生巧和通过分工整个社会熟能生巧同时发生，对社会获取技术知识能力有什么影响？这两种类型学习效果与分工的演进相结合的增长含义是什么？用在各种各样的专业字典中专业化语言的趋异倾向解释市场怎样利用分工来加速知识积累。

3.使用你从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一些现象证实分工的演进。你也可以看到，马歇尔（Marshall，1890）、杨格（Young，1928）、布劳德尔（Braudel，1979）、钱德勒（Chandler，1990）、瑞斯金（Rostow，1960）、诺斯（North，1981）、墨克（Mokyr，1990，1993）和其他经济史书上同样讨论了这样的现象。

4.运用本章模型解释为什么18世纪分工在英国比在德国演进得快一些，为什么19世纪末和20世纪分工在日本比在中国演进得快一些。

5.解释为什么以下观点也许是误导人的：分工是由经济规模即市场容量决定的。用本章中动态全部均衡模型把杨格的观点（从动态全部均衡的观点来看市场容量和分工程度是相互依赖的）形式化。它们应该同时由能够自动产生分工演进的动态机制决定。

6.诺斯（North，1986）从美国1870～1970年一组数据中找到了交易部门收入比重上升和经济发展正相关的经验证据。对照经验观察，找出其他的方法检验本章的理论。例如，你可以检验分工、生产率和内生比较优势的同时演进。

7.为什么新古典增长模型不能解释交易成本占收入比重的演进和人们专业化程度的演进？

习题

1.证明在例13.1模型中的文（Wen）定理（答案参见Yang and Borland，1991）。

2.因为不对称的斯密-杨格增长模型很难解，扩展本章里斯密-杨格增长模型更好的办法是给这个模型设定一个离散版本，这样就可以用动态规划程序来解扩展的不对称模型。这里有一个例子（Yang and Borland，1992），假设一个具有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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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列举每个人在每个阶段所有的结构和三个阶段所有的结构序列。然后，详细说明在结构序列选择上把一个人全部贴现效用最大化的动态规划问题。详细说明在每个阶段的市场出清条件和效用均等条件，然后求动态全部均衡和它的比较动态。你可以参考第15章的技巧来解这个动态规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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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替。求动态全部均衡和它的比较动态特性，并分析分工的内生演进和新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现之间的关系。把这个模型和第12章所学的基于R&D的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相比较，并讨论斯密-杨格模型和基于R&D的新古典模型的驱动机制之间的区别。

4.文（Wen，1997）假设在本章的模型里，交易效率系数是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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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俊喜（Zhang，1997）考虑例13.1模型的一个扩展版。政府对商品征销售税。因此，每一个销售商品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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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影响能够通过它们对交易条件（K
 ）的影响适当地设定，可以设计出许多宏观经济模型来预测货币和财政政策对由分工网络规模决定的总合变量的影响。基于这种思想，试着发展一些斯密-杨格宏观经济模型。




 [1]
 这个关于市场结构的讨论只限于那些交易会发生的情况（在自给自足中显然不可能发生市场结构F）。


 [2]
 如果专业化、偏好和交易成本参数对不同的产品不同，则在开始阶段的均衡市场结构可能为A
 而不是F
 。原因在于在初始阶段只交易那些递增回报更高、交易成本更低，或更被消费者喜好的产品比交易其他的产品更为有效。然而，在不同产品中引入不同的参数会消除决策问题之间的对称性，从而使得动态模型变得不易处理。


 [3]
 琼斯（Jones，1995a，1995b）、巴罗和萨拉-马丁（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以及罗默模型（Romer，1987）、若贝龙模型（Rebelo，1987，1991）、巴罗模型（Barro，1991）、本哈比和角瓦罗沃克模型（Benhabib and Jovanovic，1991）可以视为AK模型，因为它们的简化形式与AK模型的一样。


 [4]
 嘉德（Judd，1985）、罗默（Romer，1990）、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90，1991），及阿洪-豪威特（Aghion-Howitt，1992）属于这一流派。


 [5]
 人与人之间的借贷和分工的关系会在第16章中进行研究。


第14章 社会试验和经济发展知识的演进

14.1 社会获得的组织知识如何决定经济发展

通过对前面章节的学习，我们知道，分工水平决定专业化生产知识（人力资本）的累积速度以及社会获得知识的能力，而个人专业化水平的高低又决定着社会对分工水平的选择。但是，在斯密-杨格框架内，每个人必须从很多角点均衡中选择一个，社会也必须从众多角点均衡中选择一个。由于内生变量最优值在不同角点解及不同角点均衡之间不是连续的，只有在对每个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之后再对所有角点解进行总收益-成本分析，最优的角点均衡才能被确定，经济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角点均衡。如果一个人在计算角点解时，以及社会在一个结构下确定角点均衡价格都需要花费时间，且如果这种计算和定价过程所耗的成本不菲，则在个人的动态决策和他们得到的组织信息之间，就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相互依赖关系。

一个人选择的职业模式，取决于他（她）知道的不同结构下的角点均衡价格，因为他（她）需要有关相对价格的信息来计算不同结构下的真实收入，通过比较决定应该选择哪一种职业模式。但是，角点均衡相对价格的信息，反过来又由个人选择何种模式来决定。例如，如果所有人都选择自给自足的模式，则他们就绝不会知道其他分工结构中角点均衡的相对价格。因此，他们就不能决定是否应该选择分工，或者应该选择何种分工结构。这种决策和信息之间的相互依赖，就像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数量和价格之间的相互依赖一样。因此，本章的工作，就是研究同时决定它们两者的机制。

假定一个人决定到一个公共场所（或者我们称其为市场）去会见某个人，并通过讨价还价来确定相对价格，在此价格下，双方都同意专业于不同职业。如果没有一个双方都同意的价格被选出，则至少那个人还可以回到自给自足状态，但是，如果双方能找到一个互利的分工条件，则两人的境况就要好于自给自足。不管哪一种情形发生，这个人在定价过程中总有一个期望的信息收益：他有ρ
 的概率得到自给自足的收入（不坏于自给自足），而有1-ρ
 的概率得到一个因双方互利的分工产生的更高收入。但是，这个定价过程带来了个人之间的议价成本，或者瓦尔拉斯拍卖人和个人之间的通信费用。因此，一个由特定分工结构的社会试验产生的期望信息收益与相关的定价过程及定价成本（试验成本）之间，就存在一个两难折中，讨价还价或瓦尔拉斯定价机制，就成了组织对不同分工结构进行社会试验的一个工具。

本章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人们关于价格寻找过程或组织试验的动态决策如何影响他们获得的组织信息的演进？这个信息又是如何影响个人的动态决策的？组织信息的获得与选择一个分工结构的动态决策之间交互作用十分复杂，因为这涉及一个寻找最优分工网络的社会试验过程。这要比阿洪（Aghion，1991）、摩根和莫林（Morgan and Manning，1985）研究的单个决策者的搜寻行为复杂得多。我们建议你用克雷普斯和威尔逊（Kreps and Wilson，1982）的序贯均衡概念来描述动态决策和信息演进之间的交互作用（见例8.8和第8章的习题4）。

但是，在直接运用序贯均衡概念时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概念上的问题，第二个是技术上的问题。序贯均衡（或贝叶斯完美均衡）模型是基于信息不对称的。该模型的重点是信息不对称可能随时间推移而减少，而不是所有个体获得的组织信息的增加。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设定信息获得与相关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该费用同可能出现的分工网络与关于最优分工网络信息的同时演进有关。我们在这里需要做一些概念上的创新。在克雷普斯序贯均衡模型中，一个策士的无限序贯理性和完全信息对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来说用处并不大。我们需要有限理性和适应性行为来描述个体动态决策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影响社会试验以及社会获得的组织信息，因此，我们在这一章中将发展出瓦尔拉斯序贯均衡的概念。下面两个显著特征把我们的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概念同泽尔腾与克雷普斯的序贯均衡概念区别开来。

在我们的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模型中，所有人在最开始都没有任何信息，并且不同人之间对信息的缺乏是对称的。但克雷普斯的序贯均衡模型假定不同人之间存在不对称的不完全信息。虽然克雷普斯的序贯均衡模型中也存在不确定性，但在给定参数值的条件下，每个决策者的动态决策绝不会随时间变化，虽然在不同的参数空间也存在不同的动态决策。在其中一些参数空间，区分均衡会发生，而在另一些参数空间，混合均衡会发生。在我们的瓦尔拉斯序贯均衡中，社会获得的组织信息演进会产生适应性的决策，因此，每个人在一个时期的动态规划问题可能不同于下一个时期。整个决策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策略，必须随着信息的更新而做出调整。这就使我们的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模型较克雷普斯的模型更复杂且更真实。

我们的这种精致方法也有其代价，因为要同时内生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信息的演进以及分工的演进有着难以逾越的困难。在博弈论中，只有非常简单的序贯均衡模型才能被解出，即使完全对称的内生分工演进的模型操作起来也非常困难。因此，在我们的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模型中，我们忽略个体决策之间的直接交互作用。但是，个体决策者之间会通过瓦尔拉斯价格机制间接地产生交互作用。因此，我们的瓦尔拉斯序贯均衡由一系列的静态瓦尔拉斯角点均衡组成，这使我们的模型既有较高的解释力，又易于驾驭。我们的瓦尔拉斯序贯模型中的信息对称是一个退步，做出这样一个假定，是为了避免在试验各种分工模式时产生的协调和匹配困难，从而以牺牲一定的真实性为代价来保持模型的可操作性。如果在模型中引入信息不对称，则在企业家对促进经济组织试验的作用上，协调问题就可能会产生十分有趣的含义（参见本章思考题3）。

我们方法的一个技术优势是，可以在不需额外复杂技术的情况下，将所有静态的斯密模型动态化。我们的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模型还回应了对嘉德（Judd，1985）、罗默（Romer，1990）、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89），以及杨小凯和博兰（Yang and Borland，1991）的内生增长模型的批评。这些模型具有无限的决策时间长度、完全信息、无限理性以及确定性的动态性等特点，这些特点非常不真实。正如尼尔森（Nelson，1995）指出的，真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其特征是演进方向的不确定性与演进趋势的确定性。本章中的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模型就兼具这两个特征。

第一个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模型是由黄有光和杨小凯（Ng and Yang，1997）发展起来的。赵益民（Zhao，1999）则将这一概念扩展到了有内生决策时间长度和很多商品的情形。他用这种方法同时内生了分工和企业制度的演进。

有两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研究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模型的动机。麦当劳餐馆网络的创立可以被视为一个高水平分工的例子。在麦当劳特许经营网络内，专业化生产管理及计划与专业化生产直接服务之间，以及专业化地生产食物与专业化地生产其他商品之间存在高水平的分工。由于所有变量以及需求和供给函数在不同角点解之间是非连续的，因此，基于内点解的边际分析就不能为麦当劳特许网络的发明人克罗克（Ray Kroc）提供决策所需的信息。因此，他决定用市场来试验一种新的商业组织模式。在该模式下，特许网络内部的分工水平更高，而特许网络与其他经济部门的分工水平也更高。他试验了一个比流行价格低得多的餐馆服务价格，而不是对价格做边际调整。根据他的计算，一方面，高水平的分工将会提高生产效率（例如，标准化饮食设备的生产与食物的生产之间，以及专业化的管理及总部计划与受许人专业化餐饮服务的生产之间的更高水平分工，会产生高的生产率）；另一方面，这种高水平的分工又会产生更高的交易成本。麦当劳的特许安排采用了一种人质机制的形式，特许人享有很大的任意处置权，而受许人很强的资产专用性则有意用来保护特许人的无形知识产权。这种安排的目的在于降低内生交易成本，以使高分工水平的好处超过分工引起的费用，因此，社会试验就能够经受这种充分低的服务价格的检验。虽然麦当劳连锁店后来的成功清楚地证实了这一思想，但是如果社会试验的结果证明这种新的商业模式比流行的商业模式的效率要低，发明者就有可能破产。但是，这种通过价格制度进行的社会试验对社会获得关于高效率分工模式的信息又是必需的，即使组织模式的选择和能得到的价格信息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不同分工模式之间决策变量的不连续性往往会导致商业失败。

第二个例子是新产品大规模商业化试验。一个成功发明新产品的研究开发项目可能会无法经受大规模商业化生产的检验，它的这种能力又不能由其他产品的生产成本来确定。为了得知新产品在何种程度上能对全社会产生分工经济，就必须进行社会试验。如果没有这种试验，潜在的买主就无从得知这种新产品在考虑其价格后对他们产生的好处，制造商也无从知道平均成本能降低到何种程度以支持一个足够低的价格来打开市场。没有关于产品价格的知识，潜在的买者就无法做购买的决策。但是，如果价格简单地由R&D过程中的高平均成本来决定，就没有人会购买这种产品。因此，企业家必须猜测一下在新产品生产和其他产品生产之间的新分工结构下可能的角点均衡价格。一个促销活动可能被发动，而远远低于其现行平均生产成本的价格则可能使潜在买者放弃自给，转而购买新产品并选择新的分工结构。如果新分工结构下的角点均衡帕累托次于流行的角点均衡，则企业家就会破产；如果新的角点均衡帕累托优于流行的角点均衡，则企业家就能因此而发财。股票市场则可以用来分散企业家进行社会试验的风险，同时，R&D过程也必须涉及在R&D活动中不同专业之间的不同分工结构的试验，发明成功本身亦由这些组织试验决定。因此，一项商业的成功就更加依赖于对新分工结构的社会试验，而不仅仅是技术条件。

不同分工结构组织试验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错误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甄别有效和无效的分工结构来说是必需的。教科书中关于市场均衡的帕累托最优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同试验的概念是不相容的。一个对帕累托无效分工结构的试验，一定不是帕累托最优的。但是，如果没有对有效和无效组织结构的试验，社会就绝不会知道哪一种结构有效，哪一种结构无效。这是因为，变量在不同结构之间是非连续变化的，且信息和决策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由于有限理性，帕累托最优就是一个乌托邦，而简单直接地追求帕累托最优就是没有效率的。对帕累托最优分工结构追求的正确方法，就应该像鼓励对帕累托有效的分工结构的试验一样，鼓励试验帕累托无效的结构。简单而直接地追求帕累托最优可能会妨碍有效率的搜寻过程，因为这样一种追求就像要求一个研究者在不试验无效的模式的情况下找到最优的设计。

日常的观察显示，有很多组织创新和革新的国家，其企业破产率往往也相对要高。这种有限理性的观点，有助于我们不要对成功的商业过于高估，商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试验不同分工结构过程中碰上了好运气，这种观点也有助于我们不要过于低估失败商业的价值，这种失败可能对社会获得有效分工模式的信息是必需的。

在接下来将要考虑的模型中，有很多事前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他们都喜好多样化消费，生产函数则表现出专业化经济。市场中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会产生关于不同分工模式的真实收入的不确定性。每个人的最优决策都是一个角点解，不同角点解的组合会产生很多角点均衡。人们可以通过一个瓦尔拉斯拍卖机制或纳什议价机制，在每一个时点试验一种可能的分工结构，从而随时间推移逐渐消除不确定性，并逐渐获得关于有效分工模式的信息。但是，发现价格时的成本会产生一个两难冲突，即信息获得的好处与在获得信息的过程中的试验成本之间的矛盾。一个分散的市场会折中这种两难冲突，以决定在不同时间对不同分工结构进行试验的均衡动态模式。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根据更新的信息，用贝叶斯规则和动态规划来调整他们的信念和行为。决定瓦尔拉斯序贯均衡的动态特性的因素是交易一单位商品的运输费用系数、专业化经济程度、生产最终商品的不同投资品之间的互补经济程度、贴现率以及定价成本系数。

假定运输费用系数、专业化经济程度及互补经济程度是固定的，如果定价成本系数高，市场就不会试验任何复杂的分工模式；如果定价成本系数足够低，则所有可能的分工模式就都会被试验。在这一过程中，简单的分工模式将在复杂的模式之前被试验，因此，分工的逐渐演进将会发生。对一个固定的定价成本系数而言，随着运输费用系数的下降以及（或者）专业化经济程度的提高，将有更多的分工模式会被试验。

在第14.2节中，我们设定了一个静态的斯密均衡模型。接着在第14.3节中，我们将时间维度和信息问题引入这个模型。第14.4节则解出瓦尔拉斯序贯均衡及其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阅读本章时应问自己以下问题

为什么在有社会获得的组织信息与个人选择职业模式的决策之间的相互依存情况下，不同分工结构的社会试验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驱动力？

价格制度如何协调不同分工结构的社会试验，以利于获得组织信息？

不同分工结构的社会试验与一个决策者寻找最优决策的过程有什么区别？

社会试验的信息好处与试验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是如何决定分工演进模式的？

为什么在个人缺少信息以及有限理性的条件下，适应性决策规则较确定性决策更加有效？

社会获得组织信息的能力如何决定社会获得关于生产技术信息和提高生产力的能力？

14.2 一个内生迂回生产链条长度和内生分工水平的静态模型


例14.1
 有内生生产迂回度的静态斯密模型。
 在本节中，我们考虑这样一个模型，在该模型中，每个消费者-生产者有以下效用和生产函数以及禀赋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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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
 和x
 分别是自给的最终商品（称为食物）和中间商品（称为锄头）的数量，y
 
s

 和x
 
s

 是两种商品售卖的数量，y
 
d

 和x
 
d

 是两种商品的购买数量，y
 
p

 和x
 
p

 是两种商品的产出水平，k
 是商品的交易效率，l
 
i

 是个人在生产商品i
 时的专业化水平。食物既可以用劳动生产，也可以用劳动和锄头生产。每个人有L
 单位的工作时间禀赋。α
 是生产食物的专业化经济程度。当生产食物只用到劳动时，如果α
 ＞1，在食物生产上就存在专业化经济；当生产食物同时用到劳动和锄头时，如果α
 ＞0.5，在食物生产上就存在专业化经济。后一种情形下的全要素投入是TF
 ≡X
 0.5/（0.5+α
 ）
 ，其中X
 ≡x
 +kx
 
d

 。全要素生产率TFP
 ≡y
 
p

 /TF
 =X
 0.5（α
 -0.5）/（α
 +0.5）
 l
 
α
 （α
 -0.5）/（α
 +0.5）
 
y

 ，如果α
 ＞0.5，TFP
 就随着生产y
 的专业化水平l
 
y

 的提高而提高。如果β
 ＞1，锄头的生产函数会显示出专业化经济。如果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都有专业化经济，生产函数系统就会显示出分工经济。如果一种商品的生产函数显示出专业化经济，而另一种商品的生产函数没有专业化经济，则当专业化经济超过专业化非经济时，就会存在分工经济。

运用超边际分析，我们可以求出三种结构中的角点均衡。第一个自给自足的结构A如图14-1（a）所示，在没有锄头的情况下，每个人都自给食物。第二个自给自足的结构B如图14-1（b）所示，每个人同时自给锄头和食物。有分工的结构C如图14-1（c）所示，其中一些人选择专业生产锄头或模式（x
 /y
 ），而另一些人则选择专业生产食物或模式（y
 /x
 ）。关于四种模式的角点解和三个结构中角点均衡的所有信息都总结在表14-1中。

通过比较所有结构中的人均真实收入，并运用姚定理，我们可以得到一般均衡及其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结果，结果总结在表14-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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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 静态模型中的分工模式和结构

表14-1 三个角点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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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2 静态一般均衡及其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

[image: ]


其中，L
 0
 ≡（1+2α
 /β
 ）（1+β
 /2α
 ）2α
 /β

 ，k
 0
 ≡2L
 -β
 /α

 ，k
 1
 ≡2α
 
α

 （0.5β
 ）0.5β

 （0.5β
 +α
 ）-0.5β
 -α

 。由于dL
 0
 /d（α
 /β
 ）＞0及L
 ＜L
 0
 意味着食物相对于锄头的专业化经济程度α
 /β
 足够大，而L
 ＞L
 0
 意味着生产食物的专业化经济较生产锄头的专业化经济不那么显著，即α
 /β
 小。表14-2中的结果意味着，如果生产食物的专业化经济足够高于生产锄头中的专业化经济，则在自给自足中，人们会单独用劳动生产食物，而不生产锄头。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一般均衡就从自给自足跳到分工，一个新的中间产品就从分工的外生演进中出现。如果生产锄头的专业化经济较生产食物的专业化经济显著，则分工的演进就不会同时产生迂回生产链条长度的演进以及新投资品的出现。

14.3 动态决策和组织信息演进之间的相互作用


例14.2
 一个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模型。
 我们现在将时间维度和信息问题引入这个静态模型。但是我们假定，没有真正动态的熟能生巧，在生产和消费中也没有不确定性。这个假定虽不太真实，但对保持模型的可操作性至关重要。时间维度和信息问题只与人们对不同分工结构的角点解和角点均衡的知识有关。这里有四个时期，即t
 =0，1，2，3。在时期0，所有人都在结构A中，每个人都知道其真实收入u
 A
 =L
 
α

 （见表14-1）。他不知道结构B和结构C中的人均真实收入。如果他想知道结构B中的真实收入，他就必须花费必要的时间来计算该结构中的最优决策，以及这种决策产生的真实收入。这个计算过程不仅需要时间，而且会导致负效用。假定由于计算成本使预期效用中的1-S
 B
 部分消失，如果一个人要进行这种计算，他只能得到预期效用的S
 B
 部分。如果他想知道结构C中的人均真实收入，他必须支付两种试验成本。第一，他必须同另一个人进行讨价还价，以确定分工引起的贸易条件，或者通过一个瓦尔拉斯拍卖机制来确定贸易价格。虽然纳什议价和瓦尔拉斯机制都会产生同样的贸易条件，但它们都会产生一个定价成本。第二，为了做出职业选择的决策，他必须计算两个模式中的角点解。这种计算会导致计算工作产生负效用。如果一个人想试一种结构，他总能提出一个相对价格以吸引他人参与议价。但是，双边议价对确定角点均衡中的不同专家的数目还不够。只有在所有人都参与结构C的试验时，同角点均衡相对价格有关的角点均衡专家数才能被确定。我们将证明，所有人关于试验模式的决策都是一致的，否则，就有可能发生协调困难。假定结构C的三类试验成本，即所有人选择职业以确定各类专家人数的社会试验成本，可以用试验效率系数S
 C
 来概括。由于结构C中的定价及更多的计算，该系数小于结构B中的系数S
 B
 ，假定每个人的主观贴现因子是δ
 ∈（0，1）。

我们现在考虑t
 =0时每个人的信息，以及可用的信息与他的决策之间的关系。在时期0，每个人不知道结构B和结构C中的真实收入，也不知道这些真实收入的概率分布函数。但是他知道，三种结构中三个人均真实收入水平有6种可能的排序。设字母A、B、C的排列代表结构A、B、C中的人均真实收入排序，则6个可能的排序是：ABC，ACB，BAC，BCA，CAB，CBA。例如，ABC表示结构A中的人均真实收入大于结构B，而结构B中的人均真实收入又大于结构C。BAC则表示结构B中的人均真实收入大于结构A，而结构A又大于结构C。我们假定，每个人在时期0时没有关于结构B和结构C中的人均真实收入的信息。这意味着，6个排列中的每一个发生的概率都是1/6。同样，我们还假定，每个人知道两个相邻的人均真实收入水平之间的差别是一个在时期0外生给定的参数b
 0
 。他可以根据贝叶斯更新规则以及观察到的不同结构之间人均真实收入的差距来更新他关于b
 的信息（如后面将要显示的）。不难证明，基于时期0时的信息对结构B或结构C的预期人均真实收入是u
 A
 。也就是，每个人只知道结构A的真实收入u
 A
 。我们称时期0时的信息结构为信息缺乏，它不同于不完全信息。

如果一个人在时期1试验模式B，则他在时期0时计算出时期1的预期效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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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效用可以这样计算出来。根据一个人在时期0时知道的信息，u
 A
 ＞u
 B
 的概率是0.5，因为ABC、ACB、CAB占了6个排序组合的一半。如果三个排序中的任何一个证明成立，则一个人在试验完结构B后将会返回结构A。因此，基于他在时期0时所知道的信息，他预期有0.5的概率在试验结构B后能得到真实收入u
 A
 。由于BAC和CBA占了6个排序的1/3，并且这两个组合的效用是u
 B
 =u
 A
 +b
 0
 ，在时期0，这个人预期在试验B后有1/3的概率得到u
 A
 +b
 0
 。最后，排列BCA发生的概率为1/6，其效用为u
 B
 =u
 A
 +2b
 0
 。这个人预期在试验B后以1/6的概率得到u
 B
 =u
 A
 +2b
 0
 。这一点再加上考虑到试验效率系数S
 B
 就意味着，在时期0，个人预期在时期1试验模式B的效用由式（14.1）式给出。

根据这一步骤，我们可以在时期0就计算出在时期t
 试验结构j
 的预期效用E
 0
 ［u
 
t

 （j
 ）］。假定每个人的决策时间长度是两个时期，则一个人在时期0时的动态规划问题可以用图14-2来描述，其中，人们在时期0时处于结构A。在时期1，每个人能选择4个结构，即结构A、结构B、结构（x
 /y
 ）、结构（y
 /x
 ）中的任何一种。由于动态规划过程只依赖于一个人在时期0时拥有的信息、贴现因子ρ
 、试验效率S
 
i

 以及b
 0
 ，且上述参数对每个人都是相同的，因此，如果一个人在时期1选择试验结构（x
 /y
 ）或结构（y
 /x
 ），则所有其他人都会选择结构（x
 /y
 ）或结构（y
 /x
 ）。一旦某个人选择了结构（x
 /y
 ）和结构（y
 /x
 ）中的任一个，则不同职业模式之间的自由选择以及瓦尔拉斯定价机制（或纳什议价）就会协调M
 个人在结构（x
 /y
 ）和结构（y
 /x
 ）之间的分工。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在时期1选择试验结构（x
 /y
 ）或结构（y
 /x
 ），则结构C将会被试验。这样，如图14-2所示，在时期1就有3个节点：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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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2 一个人在时期0时的动态规划问题

我们假定，在每一个时期，每个人都有对该经济中过去历史的完全记忆。这一点，再加上动态均衡中路径依赖的特征就意味着，在时期2比时期1有更多的节点。时期2的节点A、B、C与时期1相同，而节点BO则意味着，在时期1试验结构B后，这个人在时期2会停留在点A和点B中的更好位置上，不再进行新的试验。节点CO意味着，在时期1试验结构C后，在时期2停留在点A和点C中的更好位置上，不再进行新的试验。

每个人在时期0时关于在时期1和时期2的最优试验模式次序的动态决策，就是将跨越时期1和时期2的预期总贴现效用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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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时期1能选择的节点是i
 （1）=A、B、C，而在时期2能选择的节点则是i
 （2）=A、B、C、BO、CO。按照建立式（14.1）的方法，我们可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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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A在时期1被选择，则E
 0
 ［u
 2
 （B）］=S
 B
 （u
 A
 +2b
 0
 /3），E
 0
 ［u
 2
 （C）］=S
 C
 （u
 A
 +2b
 0
 /3）；如果B在时期1被试验，则E
 0
 ［u
 2
 （C）］=S
 C
 （u
 A
 +b
 0
 ）；如果C在时期1被试验，则E
 0
 ［u
 2
 （B）］=S
 B
 （u
 A
 +b
 0
 ），且E
 0
 ［u
 2
 （BO）］=E
 0
 ［u
 2
 （CO）］=u
 A
 +2b
 0
 /3。

动态规划问题的关键是试验得到的信息与试验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如果每个人试验一种结构，预期效用会从u
 A
 提高到u
 A
 +2b
 0
 /3。如果他试验不同结构下的两个结构，则预期效用u
 A
 +b
 0
 会更高。这是因为，如果一个试验不如前一个试验，他总是能返回最好的结构，最糟的情形至少会同以前一样好。但是，一个更高效用的概率总是正的，这就是从试验中得到的信息好处。

但是，这里有一个试验成本。包括信息好处在内的预期效用中的1-S
 部分会由于试验成本而消失。这个试验成本是一次性的，且每次试验都会存在，但相应的信息好处则是永久性的。如果一个人在时期1试验结构B，他在时期1将支付计算费用，并永久地享受信息的好处，在时期1之后则没有进一步的试验成本。因此，信息好处和试验成本（或在信息上的投资）之间的两难冲突，同传统增长模型中当前消费与因投资而导致的未来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相类似。但是，我们模型中的投资是在社会获得组织信息方面上，而不是在生产、研发、教育或物质资本上。

我们将一个连续时期试验的结构模式称为试验序列，或简称为序列。从式（14.2）我们可以看到，序列CB产生的预期总贴现效用（用时期1的现值表示）为


U
 （CB）=S
 C
 （U
 A
 +2b
 0
 /3）+S
 B
 δ
 （u
 A
 +b
 0
 ）

它总是小于序列BC产生的总预期贴现效用（用时期1的现值表示），即


U
 （BC）=S
 B
 （U
 A
 +2b
 0
 /3）+S
 C
 δ
 （u
 A
 +b
 0
 ）

为了看清楚这一点，我们先说明，如果试验成本被忽略，则由于时期0时的信息缺乏，两个预期效用水平是一样的。但是，如果考虑到结构C的试验成本高于结构B（因为结构C的定价成本更高），且时间又是有价的，即δ
 ∈（0，1），则对人们来说，如果他们没有关于结构B和结构C哪一个产生的人均真实收入更高的信息，则首先试验成本较低的结构B更好。

同样的，我们可以证明，序列CO不如序列BO好。因此，我们可以将候选的最优序列范围缩小，它们现在包括AA、AB、BO、BC共4个序列。这4个序列的预期总贴现效用水平的比较（动态规划问题的解析解）总结在表14-3中。

表14-3 时期0的最优动态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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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mage: ]
 ，[image: ]
 。该动态最优决策及其比较动态分析意味着，如果结构B的试验效率太低，则人们就不会试验，总是停留在自给自足。如果结构B的试验效率提高到临界值S
 0
 B
 ，但结构C的试验效率又不高，则结构B会在时期1被试验，而在时期2则没有进一步的试验。这就是说，序列BO被选择。如果结构C的试验效率提高到临界值S
 0
 C
 ，则最优序列是BC，它在时期1试验结构B，在时期2则试验结构C。由于动态最优决策只依赖于时期0的信息，依赖于结构A的真实收入u
 A
 及b
 0
 ，s
 ，δ
 ，而这些参数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因此，不存在协调的困难。正如黄有光和杨小凯（Ng and Yang，1997）以及赵益民（Zhao，1999）所示，当结构和决策时间长度增加时，这样一个动态规划问题的解析解将会变得非常复杂。赵益民（Zhao，1999）计算出了这样一个有任意有限决策时间长度和4种试验结构的动态规划问题的解析解。但是，就我们所知，有超过4种试验结构以及超过4个时期的决策期长度的动态规划问题复杂到难以操作。

14.4 瓦尔拉斯序贯均衡和组织信息及分工的同时演进

我们现在考虑时期1的信息更新，以及信息与动态决策调整之间的交互作用。如果人们在时期1试验结构B，则当他们通过试验看到结构B的人均真实收入后，他们的信息就会发生变化。因此，他们在时期0的最优动态决策就过时了。他们必须根据更新的信息来调整其进一步试验的动态决策。我们假定，基于时期1的新信息的动态规划问题的决策期长度也是两个时期。在每一个时期（每个时期一个新结构都要被试验），对下面两个时期进一步试验的新的动态规划问题都不同于上一个时期的动态规划问题。根据更新的信息进行迭代调整的动态决策，被称为一种适应性决策，它使我们瓦尔拉斯序贯均衡的概念区别于克雷普斯博弈论中的序贯均衡概念。

假定S
 B
 ＜S
 0
 B
 ，则人们不会试验结构B和结构C。他们在时期1的更新信息同时期0是一样的。因此，他们在时期1调整的新动态规划问题同时期0是一样的，以至于最优决策是停留在自给自足，不进一步地进行试验。递推演算显示，序贯瓦尔拉斯均衡是一个结构A跨越所有时期的序列。

假定S
 B
 ＞S
 0
 B
 ，则人们在时期1会选择结构B。两种情况将会发生。如果L
 ＜L
 0
 ，则人们在时期1会发现，结构A要好于结构B。因此，他们在时期1结束时将会返回结构A。如果，他们在时期1发现，结构B要好于结构A，因此，在时期1结束时会选择结构B。不管哪种情形发生，试验都会改变一个人在时期1知道的信息，因此，她在时期0的动态最优决策都会过时。她必须为时期2和时期3进一步的试验重新决定一个新的动态规划问题。

让我们看看，当一个人在时期1试验了结构B后他会得到什么信息。假定L
 ＜L
 0
 ，因此，时期A要好于时期B。这意味着，BAC、BCA和CBA是不可能的。可能的排序则由ABC、ACB和CAB组成。结构A好于结构C的概率是2/3，而u
 C
 =u
 A
 +b
 1
 的概率则是1/3。这种根据新的观察来更新信息的方法，被称为贝叶斯更新法则。这里，b
 1
 也需要根据观察到的u
 A
 和u
 B
 之间的差别来更新。我们假定，在人们观察到不同结构之间人均真实收入差别之前，他们相信每一对相邻的真实收入水平之间的b
 是相同的。当他们在时期1试验了结构B之后，他们就已看到u
 A
 -u
 B
 ≡θ
 。如果θ
 为正，则人们知道只有ABC、ACB以及CAB三个排序是可能的。ACB或u
 A
 -u
 B
 =2b
 发生的概率是1/3。这就是θ
 =2b
 有1/3的概率。同样，θ
 =b
 ，或者ABC及CAB中之一发生的概率是2/3。因此，θ
 的预期值是Eθ
 =（1/3）2b
 1
 +（2/3）b
 1
 =（4/3）b
 1
 。这意味着，根据贝叶斯更新法则，从观察到的θ
 估计的b
 1
 值是b
 1
 =3θ
 /4=3（u
 A
 -u
 B
 ）/4。其中，u
 A
 和u
 B
 的值可以从表14-1中发现。如果这个人选择了结构序列AA，也就是在时期2和时期3停留在结构A而不试验结构C，则他在时期2和时期3的预期总贴现效用是U
 （AA）=u
 A
 （1+δ
 ）。根据他在时期1更新的信息，在ABC、ACB和CAB三个排序中，只有在CAB中结构C的效用才高于结构A。因此，如果她在时期3试验结构C，他预期有1/3的概率得到u
 A
 +b
 1
 ，有2/3的概率得到u
 A
 。这样，如果他选择结构序列AC，即在时期2停留在结构A并在时期3试验结构C中的一个模式，则他预期两个时期的总贴现效用是U
 （AC）=u
 A
 +δS
 C
 ［（u
 A
 +b
 1
 ）/3+2u
 A
 /3］=u
 A
 +δS
 C
 （u
 A
 +b
 1
 /3）。

现在，让我们在时期2和时期3中考虑序列CO，它意味着在时期2试验结构C，并在时期3停留在点A和点C之间较好的结构中。请记住，我们关心的是在一个人试验了结构B并且知道结构A好于结构B之后，她在时期1的决策。用贝叶斯更新法则，我们可以得到序列CO在时期2和时期3产生的预期总贴现效用：


U
 （CO）=（u
 A
 +b
 1
 /3）（S
 C
 +δ
 ）

比较U
 （AA）、U
 （AC）、U
 （CO），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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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S
 3
 C
 ＞S
 4
 C
 。这意味着，如果S
 ＜S
 4
 C
 ＜S
 3
 C
 ，则AC比AA要糟；如果S
 ＞S
 4
 C
 ，则AC比CO要糟。也就是说，推迟一个时期试验结构C的序列AC不可能被选择，因为如果一个人想试验结构C的话，由于信息的永久价值和时间的价值，更早试验结构C要更好，否则，不试验结构C就比推迟结构C要更好。这个结果依赖于没有动态熟能生巧的假定。如果引入第13章中的动态熟能生巧，那么这个结果可能会发生变化。

我们现在只需序列AA和CO。比较U
 （AA）和U
 （CO），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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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对S
 B
 ＞S
 1
 B
 且L
 ＜L
 0
 情形的分析。对这种情况，人们在时期1会试验结构B，并在时期1结束时知道结构A要好于结构B。他根据新信息做出调整后的新动态决策会告诉他，如果S
 C
 ＞S
 1
 C
 ，则他应该在时期2试验结构C。否则，他就应该永远停留在自给自足当中。

让我们现在考虑S
 B
 ＞S
 1
 B
 且L
 ＞L
 0
 的情形。对这种情况，人们会试验结构B，并在时期1结束之时知道结构B要好于结构A。根据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知道，根据新的信息，人们在时期1结束之时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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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b
 1
 可以按照前面的相同方法根据贝叶斯更新法则来进行估算。

我们将在时期1根据更新信息做出的关于时期2和时期3进一步试验的所有动态最优决策总结在表14-4中。

表14-4 在时期1调整的最优动态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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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14-4中，AA表示一个人停留在结构A，在时期2和时期3不再进行试验。当L
 ＜L
 0
 时，CO表示一个人在时期2试验结构C，在时期2结束时选择A和结构C中更好的一个，并在时期3停留在此结构中。当L
 ＞L
 0
 时，CO表示一个人在时期2试验结构C，在时期2结束时选择结构B和结构C中更好的一个，并在时期3停留在此结构中。BB表示一个人在时期2和时期3停留在结构B，不进行任何试验。

现在我们考虑市场中的动态一般均衡，它是所有人动态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动态决策与所知信息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瓦尔拉斯序贯均衡和克雷普斯序贯均衡的区别之一是，在前者中人们通过瓦尔拉斯定价机制间接地进行交互作用。同样，在前者中，适应性决策规则和所有人最初的信息缺乏，也有别于后者中确定性的决策规则和不对称及不完全信息。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是一组贸易品相对价格的序列，一个人们选择不同模式的序列，一个每个人所知信息的演进路径，一个所有人在选择生产、消费和贸易品数量的动态最优决策，以及一个选择试验模式的序列和在每个时期试验结束之后选择的模式序列的动态最优决策。我们将人们的动态决策、价格的时间路径、不同专家的数目以及信息称为一个动态组织。瓦尔拉斯序贯均衡就是一个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动态组织。

（i）在每一个时期，每个人都根据该时期所知的信息，对未来两个时期模式试验序列进行动态最优决策，以使他对这两个时期的预期总贴现效用最大化。他在每个时期试验结束之后对模式的选择，对截至这个时期的试验产生的更新信息来说，都是最优的。他在一个时期给定结构下做出分配其资源的决策，并在给定贸易品的角点均衡相对价格和给定该时期选择不同模式的人数的条件下，将他在该时期的效用最大化。

（ii）信息是基于对过去完善的记忆，并根据贝叶斯法则、观察到的价格及不同专家的人数进行更新的。

（iii）在经过一个时期试验或最终选择的结构中，角点均衡的贸易品相对价格以及选择不同模式的人数，将使该时期所有人的效用相等，并出清贸易品市场。

将表14-1中关于静态均衡的信息，以及表14-2和表14-3中时期0和时期1关于动态决策的信息汇总，我们可以求解这个瓦尔拉斯序贯均衡，结果总结在图14-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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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3 瓦尔拉斯序贯均衡：分工演进与组织信息演进之间的交互作用

注：其中，b
 0
 是一个给定的参数，[image: ]
 ，[image: ]
 ，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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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0.5β
 ）0.5β

 α
 
α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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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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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图14-3中，括号中的大写字母表示试验的结构，没有括号的大写字母表示最终选择的结构。让我们解释一下图14-3。从时期0的结构A开始，如果S
 B
 ＜S
 0
 B
 ，人们会永远停留在结构A。这样，人们没有可从中学习的额外信息可资利用，因此，后来的信息与前面的信息是一样的，也就是，他们完全没有组织信息。如果S
 B
 ＞S
 0
 B
 ，人们在时期1会试验结构B，我们用时期1的较低节点上的（B）表示这种情况，这可以用表14-3中显示的动态决策来证实。如果L
 ＜L
 0
 ，则在试验完结构B之后，人们在时期1结束时又会回到结构A（用中间的节点表示），因为表14-1和表14-2说明，如果L
 ＜L
 0
 ，结构A的效用大结构于B的效用；如果L
 ＞L
 0
 ，人们在时期1结束时会停留在结构B中，这种情况用较低的节点B表示。

假定L
 ＜L
 0
 ，则人们在时期1结束时已经选择了结构A。从他们在时期1对未来两个时期做出的关于结构次序的动态决策中（见表14-4），我们可以看到，如果S
 C
 ＜S
 1
 C
 ，他们会永远停留在结构A。人们已经知道了一些组织信息，他们现在知道结构A和结构B中哪一个更好，但不知道结构A和结构C中，或者结构B和结构C中哪一个更好。如果S
 C
 ＞S
 1
 C
 ，每个人在时期2会试验结构C中的一个模式，由于所有人的动态决策都相同，所以结构C会在时期2被试验。如果k
 ＜k
 0
 ，人们在时期2结束之时会回到结构A，因为表14-2显示，当k
 ＜k
 0
 且L
 ＜L
 0
 时，结构A要好于结构C。请注意，只有当L
 ＜L
 0
 时，时期1结束时的中间节点A才可以达到。如果k
 ＞k
 0
 ，表14-1给出的结构C中的静态角点均衡在时期2结束时会实现。不管在时期2结束之时结构A和结构C中的哪一个被选择，人们在试验完结构B和结构C之后，就已获得了所有的组织信息。

我们现在回到时期1结束之时的较低节点上，如果S
 B
 ＞S
 0
 B
 且L
 ＞L
 0
 ，它将会达到B。从表14-4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在时期1结束时的动态决策是在时期2停留在结构B，永远不再进一步地试验。这意味着，人们已经知道了部分相关的组织信息。如果S
 C
 ＞S
 2
 C
 ，则人们在时期2会试验结构C，并获得所有的组织信息。但是，当k
 ＜k
 1
 时，人们在时期2结束之时会回到结构B，因为表14-2显示，当k
 ＜k
 1
 且L
 ＞L
 0
 时，结构B要好于结构C。再次提请注意，只有在L
 ＞L
 0
 时，对结构C的试验才可能发生。当k
 ＞k
 1
 且L
 ＞L
 0
 时，人们在时期2结束以及在这之后，都会停留在结构C中。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将参数区间分隔成了几个子区间。在每一个子区间内，动态一般均衡由一个试验过的特定的结构序列、一个最终选定的特定的结构序列，以及一个特定的信息演进路径共同决定。我们将瓦尔拉斯序贯均衡超边际比较动态分析的结果总结在表14-5中。例如，当S
 B
 ＞S
 0
 B
 ，S
 C
 ＞S
 2
 C
 ，L
 ＞L
 0
 且k
 ＞k
 1
 时，时期0、时期1、时期2试验的均衡结构次序是ABC，最终选择的均衡结构次序也是ABC。在时期1结束之时，可以得到部分组织信息，而在时期2结束之时，社会可以得到所有的组织信息。当S
 B
 ＞S
 0
 B
 ，S
 C
 ＞S
 1
 C
 ，L
 ＜L
 0
 且k
 ＜k
 0
 时，时期0、时期1、时期2试验的均衡结构次序是ABC，而最终选择的均衡结构次序则是AAA。在时期1结束之时，可以得到部分组织信息，而在时期2结束之时，社会可以得到全部的组织信息。当S
 B
 ＞S
 0
 B
 ，S
 C
 ＜S
 2
 C
 且L
 ＞L
 0
 时，试验的均衡结构次序是ABB，而最终选择的均衡结构次序也是ABB。社会得到部分组织信息。由于信息的获得与其成本之间两难冲突的最优折中（基于更新信息）显示信息获得的过程应该停止，因此，在时期2结束之时，序贯均衡的组织信息就停止演进。因此，在时期3及之后选择的结构，就总是同时期2一样。但是，如果有很多商品和很多结构有待试验，则分工与组织信息的共同演进就可能一直贯穿很多时期。

表14-5 瓦尔拉斯序贯均衡的超边际比较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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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个瓦尔拉斯序贯均衡部分地取决于若干静态角点均衡的序列，因此，我们可以将表14-1和图14-3放在一起，从而发现人们资源分配决策的时间路径、均衡的相对价格，以及选择不同模式的人数。例如，当S
 B
 ＞S
 0
 B
 ，S
 C
 ＞S
 2
 C
 ，L
 ＞L
 0
 且k
 ＞k
 1
 时，在时期1，结构B的角点均衡被试验并被选择；在时期2，表14-1中给出的结构C中的角点均衡相对价格、不同专家数目，以及供给与需求被试验并被选择。当S
 B
 ＞S
 0
 B
 ，S
 C
 ＞S
 1
 C
 ，L
 ＜L
 0
 且k
 ＜k
 0
 时，在时期1，结构B的角点均衡被试验，但在时期1选择的资源配置是结构A中的最优决策；在时期2，角点均衡的相对价格、不同专家人数，以及资源配置被试验，但时期2及之后选择的资源配置是结构A的最优决策。

正如我们承诺的，瓦尔拉斯序贯均衡包括一些关于经济组织演进的不确定性；但是，这种演进显示出一种可以确认的趋势。在时期1，没有人知道经济会向何处演进（图14-3中所有的演进路径都是可能的）。随着人们和社会逐渐获得组织知识，这种演进的不确定性逐渐消失，但是，最终的演进有一个识别的趋势：它包括一个由简单组织向越来越复杂组织的进化。尽管演进不发生是可能的，但退化的情况绝不可能发生。而社会获得组织信息的演进也是不可逆转的。这一特点背后的直觉就是，由于组织的复杂性与其效率之间没有绝对的一般关系，因此，当社会缺少组织信息时，它总是先试验简单的组织，然后再试验复杂的组织。

人们的动态决策与获得的组织信息之间的交互作用，同博弈论中的序贯均衡类似，虽然它们之间也存在区别。人们关于试验的结构次序的动态决策，与最终选择的结构次序的动态决策一起，决定着他们知道组织信息的时间路径，而组织信息的演进本身也决定着动态决策的调整。但是，每个人没有完全的序贯理性。当他逐渐地知道组织信息时，他必须用一个适应性的决策规则来调整其动态决策。这一点不同于克雷普斯的序贯均衡模型。在他的模型中，在每一个子参数空间内，一个策士的动态决策规则是确定的，且绝不会改变，虽然基于更新信息的决策本身是相机的。因此，每个策士只有一个动态规划问题，它不会随时间推移而调整。但在我们的模型中，每个人在每个时期的动态规划问题可能与下一个时期的动态规划问题不同。

虽然在我们的模型中没有信息不对称，但社会学习过程可能比克雷普斯的模型更加复杂。在我们的模型中，每个人不知道其他人的效用函数、生产函数以及禀赋约束，甚至也不知道其他人的物质条件的状态分布函数（这些由每个人私人掌握）。因此，这可以被视为绝对的信息不对称，这正是瓦尔拉斯均衡模型的一个特征。我们模型中的社会学习过程，不涉及这种私人信息在人们之间的传播，当然也就不会减少绝对的信息不对称，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会通过价格制度获得组织信息，所有人都以同样的速率同时获得组织信息。

比较图14-1和图14-3，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试验效率S
 足够高，则社会获得的组织信息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自发地演进。如果交易效率也足够高，则组织信息的演进就又会同分工的演进、迂回生产链长度的演进及新机器和相关新技术的出现连在一起。该模型得到的关键信息是，社会获得的组织信息决定分工的网络和模式，而分工的网络和模式又决定社会获得技术知识的能力，这种能力反过来又决定生产力和技术进步。不同的制度安排影响着社会运用价格机制进行分工试验以及获得组织信息的效率。我们的模型显示，除非所有可能的分工结构都被试验，否则自由定价和市场机制不能保证所有人获得所有的组织信息。自由定价和市场制度是社会组织和协调不同分工结构的社会试验以获得组织信息的一个工具。

我们的模型可以用来证明，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涉及有限理性的经济分析的应用上，要比新古典经济学复杂得多。在我们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模型中，满足帕累托最优序贯均衡是一件碰运气的事。此外，帕累托最优序贯均衡对人类社会几乎是没有意义的。从表14-2和图14-3我们可以看到，如果k
 ＜k
 0
 且L
 ＜L
 0
 ，则结构A是帕累托最优的，而如果S
 B
 ＜S
 0
 B
 ，则序贯均衡得到帕累托最优。这意味着，对一个足够低的交易效率和迂回生产经济程度，结构A在所有时期都是帕累托最优。如果试验效率碰巧也很低，则任何试验都不会发生，因此，帕累托最优将会得到。如果S
 B
 ＞S
 0
 B
 ，则会导致不必要的组织试验，尽管这种试验也获得了组织信息。如果S
 B
 ＞S
 0
 B
 ，S
 C
 ＞S
 2
 C
 ，k
 ＞k
 1
 且L
 ＞L
 0
 ，则结构C中的角点均衡是帕累托最优，且序贯均衡会最终停留在该角点均衡。但是，这个序贯均衡不是帕累托最优，因为社会只有在它试验了所有的角点均衡（包括帕累托无效均衡）之后，才能得到关于帕累托最优分工模式的组织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刻意追求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是一种乌托邦。像教科书中建议的那样简单追求帕累托最优的方法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阻碍对帕累托无效分工模式的试验，而这种试验对获得关于帕累托最优分工模式的信息又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将此称为帕累托最优的困境。

这个模型可以对经济发展提供三个洞见。第一，它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奉行自由放任政策的经济体（如近代的中国香港和19世纪的英国）会比那些盛行政府干预的经济体（如17世纪的中国以及苏联）发展要成功得多。17世纪的中国阻碍商业和制造业部门的发展，而苏联则将产业发展计划完全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如果一个政府相信它知道什么是最优的产业结构并积极地实施产业政策来达到目的，则这种幼稚的想法将放慢甚至可能毁灭寻找有效产业结构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本应由自发的企业家活动来实现。20世纪60～70年代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推荐的很多发展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失败，为我们模型的这种含义提供了佐证。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和印度用保护性的关税、进口替代、国有企业、各种产业政策，以及中央计划来追求工业化，但它们在这一期间的发展绩效是令人失望的。香港地区的政府没有出台任何干预性的产业政策，却促进了古典自由放任的免税政策（除烟酒外）、低关税政策（仅够支付海关行政管理费用）以及自由私人企业制度的推行，但香港“看不见的手”成功地创造了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这种模式未曾由发达工业化经济体所试验，后来则被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泰国所试验，并最终为中国大陆及印度所仿效。为什么这样一种成功的发展模式总是由“看不见的手”创造，而不是由一个奉行干预政策的政府创造？在我们本章的模型中可以找到答案。一种自由放任的氛围将会鼓励企业家进行自发的社会试验。他们试验各种不同的分工结构，其中也包括无效的结构，这会加速获得组织信息的过程，从而加快经济发展，而政府对产业发展和贸易模式的计划同试验这个概念本身不相符，因此它将减缓获得组织信息的进程，从而阻碍经济发展。

我们的模型对经济发展的第二个洞察，同大推进工业化（big push industrialization）的概念有关。正如第5章和第14章所描述的，大推进工业化意味着，分工水平以及相关的相互依赖的专业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网络会非连续地跳过很多中间水平的分工。在这一过程中，通过综合性的投资计划，很多相互依赖且高度专业化的部门会同时出现。正如我们前面讨论的，一个中央计划和国有企业体制可能会减缓社会获得组织信息的过程；但是，如果发达国家已经通过自由放任政策及保护私人产权和私人企业所有者剩余权的制度安排获得了大量的组织信息，那么后来者可以利用这些免费的组织信息，通过中央计划和国有企业制度来模仿有效的分工结构，以实现其工业化。通过这种方法，后来者可以跳过很多中间水平的分工而实现大推进工业化。

这种推测被苏联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以及中国50年代十分成功的大推进工业化所证实。这可以解释米塞斯（von Mises，1922）和哈耶克（Hayek，1944）对在20世纪存活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苏联式经济预言失败的原因。虽然他们正确地指出了苏联式经济体制本身不能寻找有效的分工模式，但没有意识到通过中央计划和国有企业制度模仿成功工业化模式，从而实现大推进工业化的可能。但是，苏联式经济体制生存的条件是模仿被自由市场制度试验过的成功的组织模式，当进一步模仿的潜力耗尽时，中央计划制度的致命弱点就会导致其毁灭。苏联式经济体制在模仿由自由市场制度试验出来的成功组织模式时，排除或扼杀了创造这些高效组织模式的制度基础，可谓杀鸡取卵。这正是香港创造的出口导向型大推进工业化模式不能由一个苏联式经济体制创造的原因，尽管中国内地的苏联式经济体制也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成功地模仿香港模式。它还能解释为什么从一种苏联式经济体制向自由市场制度的转型会如此困难，因为人类社会还没有这种转型的经验可供俄罗斯和中国模仿。

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工业化经验证明，通过“看不见的手”实现大推进工业化，比通过中央计划体制来实现的效果要好得多。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人均真实收入在50年之内从1950年的低于200美元提高到20世纪末大约20000美元。1950年之后的一些时期，中国的实际GDP和工业产出取得了两位数的增长率，但是，中国台湾地区在1950年起步的经济条件和人均真实收入也与中国大陆相当，而中国大陆的人均收入到20世纪末还低于1000美元。

因此，我们模型对经济发展的第三点意义在于，虽然基于苏联式经济制度的大推进工业化可以产生短期的成功，但它不能长期生存下去，因为它毁灭了价格制度协调各种分工社会试验的功能，并因而限制了社会获得组织信息的能力。这一思想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Lange and Taylor，1964）大相径庭。正如第18章要讨论的，市场社会主义已被经验证据和很多形式化的模型否定。

但是，市场社会主义致命的弱点同自由市场协调各种分工社会试验的功能有关。市场的功能不仅仅是有效地配置资源，也不仅仅是发现有效的分工网络，它更重要的功能是通过组织社会试验来获得组织信息。市场社会主义中的中央计划和国有制企业同试验的概念不相容，因为试验也意味着要试无效的组织模式。由于市场社会主义赋予政府设计制度和试验不同经济组织模式的垄断权力，因此，试验过程就不是竞争性的。尤其是企业家的剩余索取权加上自由价格制度和股票市场分担风险的功能，为企业家从事这种风险性的社会试验提供了激励。但是，市场社会主义否定了私人企业剩余权的合法性，并坚持政府对试验分工模式及对剩余权的垄断地位。因此，市场社会主义获得组织信息的过程就比基于私人产权和私人企业的自由市场制度要慢得多。本章的模型揭示出的市场功能，比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的要复杂得多。因此，本章的理论还可以用来评论兰格基于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的市场社会主义。

关键术语和复习

瓦尔拉斯序贯均衡及其与克雷普斯及泽尔腾的序贯均衡概念之间的区别。

信息缺乏（lack of information）与信息不完全（incomplete information）之间的区别。

来自试验各种分工结构的信息好处（gains）。

组织信息和分工共同演进模式的主要决定因素。

贝叶斯更新法则。

组织信息和选择模式的决策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它对组织信息和分工的共同演进的含义。

有限理性。

适应性行为。

如何才能解析地求出一个选择有效折中信息所得与试验成本之间两难冲突的动态规划问题？我们如何将这个问题的解析解同一个斯密模型的静态角点均衡解放在一起，求出瓦尔拉斯序贯均衡？

在一个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模型中，其决策时间长度的含义是什么？

进一步阅读

博弈论中的序贯均衡：Kreps and Wilson（1982），Kreps（1990），Maskin and Xu（1999）。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模型：Yang and Ng（1997），Zhao（1999）。搜寻理论：Aghion，Bolton and Jullien（1991），S.Grossman（1989），Morgan and Manning（1985），Reingnum（1982），Stigler（1961），Weitzman（1979），Arthur（1994），Lippman and McCall（1979）。搜寻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King（1995），Banerjee（1992）。新古典理论和大推进工业化模型：Rosenstein-Rodan（1943）；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1989a，1989b）；Nurske（1953）；Fleming（1955）；Hirschman（1958）。苏联式的大推进型工业化：Zaleski（1980），Lenin（1939）。中国的大推型工业化：Riskin（1987），World Bank（1984）。中国台湾的大推进工业化：Rabushka（1987）。演化经济学：Nelson（1995）及其参考文献，Brian（1994）。有限理性：Conlisk（1996）及其参考文献。市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Sachs（1993），von Mises（1922），Hayek（1944，1945），Bardhan and Roemer eds.（1993），Lange and Taylor（1964）。动态规划：Beckman（1968）。

思考题

1.在美国，政府没有发展汽车工业的产业政策，而在中国，政府制定出非常全面的产业政策来决定不同部门的优先发展次序。为什么美国汽车业的发展比中国成功得多？日本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有过一项限制汽车工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因为政府相信日本在这个部门没有比较优势。然而，私人企业抵制这项政策并把日本汽车工业发展成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汽车工业。用第3章的内生比较优势概念和本章的瓦尔拉斯序贯均衡分析为什么这种现象会发生，并分析私人企业制度对获取组织信息的社会实验意味着什么。

2.我们听说过许多有关某人通过“发现自我”开拓了成功的职业或商业活动的故事。但是从本章所学的理论中，你可以看到“自我”并不是预定的。一个人的职业能力是由他通过能积累专业经验的职业选择决定的。对自己职业能力的自信和在一个职业部门里经验的积累之间的相互依赖能产生一些正反馈效应（良性循环）。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例子，一个不太聪明的人得到机会参与一个职业，并在这份职业中比一个没有机会参与其中的聪明得多的人更成功。所以，对于这样的成功故事，“设计自我”比“自我发现”更切合现实。尤其应注意的是，“设计自我”是把一个人经遗传而得到的才能和所有种类的分工结构进行组合实验。在某种程度上，成功或失败只取决于运气。因此，一种冒合理风险的积极态度也许比不冒风险要强得多。用本章的模型解释为什么许多成功的商人［如爱迪生（Edison）］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并曾经是社会的边缘人物。

3.用第7章的企业理论、第9章的保险理论和本章的理论讲述一个有关股票市场的作用的故事。故事可能这样发展：假设存在获取组织信息的专业化经济。因此，一个职业企业家也许比其他有形商品的专业生产者拥有更多的组织信息，这就存在信息不对称。企业家想根据他的组织信息尝试某种分工结构，但是其他人根据他们的信息不愿意跟从。因为信息不对称，这个企业家不能说服其他人参与他相信是有利可图的社会实验。他可以用公司机制收买别人来参与他建议的社会实验。然而，尽管他比其他人的信息多，他的组织信息也许还是不完全的。这意味着当他使用公司的剩余收益权间接地为他的无形信息定价时，他也会冒所有社会实验都有的风险。如果他厌恶风险，那么他就不会选择从事企业家活动。但是，如果股票市场能用来分散社会实验的风险，在均衡中就会出现专业化企业家活动和有形商品的生产之间更高水平的分工。所以，序贯均衡也许和由社会获得的组织信息的更快演进相联系。

4.正如习题3所示，用一个企业家（或一批企业家）利用股票市场来实验一家大型购物中心的例子，讨论股票市场在分担社会实验风险上的作用。

5.分析为什么使用边际分析不能解释麦当劳快餐网的成功，并分析为什么超边际分析和社会实验对解释至关重要。

6.本章模型的实质是经济组织的知识决定了生产率和技术条件。如果许多商品被引入模型致使分工的种类数和实验的种类数都增大，则这两点就会变得尤为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实验所有可能的分工结构所需要的阶段数将超比例地增大。对于一个完全对称模型，如果有m
 个商品，则可能具有的不同分工结构的种类数是m
 -1。如果m
 个商品中有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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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组合的数量。假设有100种商品（m
 =100），并且要花费一天的时间来实验一种类型的分工。如果存在10种最终商品，每种商品能通过具有2，3，…，或10个环节的迂回生产链生产出来，那么将花费2100
 /365=3.34×1027
 年的时间来完成所有类型的分工实验。每个人能生产1，2，…，100种商品。此外，假设社会需要用一天来实验一种分工结构，那么在所有可能的迂回生产类型中，社会将需要多长的时间找到分工的有效结构？用这个例子分析为什么人类社会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才找到有效的工业模式并在工业革命中实现了这种模式。

7.赵益民（Zhao，1999）详细描述了能使对组织信息的固定投资在很长一段时间分期偿还的长决策计划期的好处与更高计算成本和犯更多错误的风险之间的两难冲突，并因此认为最优决策计划期是内生的。讨论决策计划期内生化的含义。

8.赵益民（Zhao，1999）证明如果国家之间在某些方面是事前不同的，那么它们对选择各种各样的分工结构实验的最优决策会不同。如果语言和文化的不同能孤立不同国家的社会实验，那么试验不同分工结构的社会实验在短期内能同时实施。用这种观点来解释为什么具有许多独立国家的欧洲，可以比长期只有一个单一政府的中国能更快地获取组织信息。

9.讨论在本章模型里可能的“搭便车”问题。如果所有人都希望对实验“搭便车”而等着别人实验不同种类的分工结构，那么瓦拉尔斯序贯均衡中组织信息获取就较慢。讨论为什么在一个本章中一样的对称模型里不会发生这样的“搭便车”现象。

习题

1.使用本章的方法把例6.3中具有内生中间商的斯密模型动态化，分析在交易和生产活动中，专业化经济程度、主观贴现因子、交易效率、定价效率对专业中间商的出现和贸易模式的含义。

2.使用本章发展的方法把第7章企业制度的斯密模型动态化，答案可在赵益民（Zhao，1999）那里找到。

3.使用本章的方法把第6章内生贸易理论的斯密模型动态化，你可以假设当每个人就不同的结构实验进行决策时，他只考虑目前和下一阶段。答案可在赵益民（Zhao，1999）那里找到。

4.使用本章的方法把第5章具有内生和外生比较优势的贸易模型动态化，分析组织信息与开发内生和外生比较优势的结构选择之间相互依赖的含义。

5.使用本章的方法把第10章里斯密的城市化模型动态化，分析影响城市化发展的定价成本的机制的含义。

6.使用本章的方法把第9章里产权和保险的斯密模型动态化，讨论影响有效机制的社会研究过程中的实验成本意味着什么。

7.使用本章的方法把第11章里内生中间产品种类数的斯密模型动态化，分析组织信息和在市场中可得到的中间产品的种类结构及生产迂回的演进之间相互依赖的含义。

8.使用本章的方法把第16章里货币的斯密模型动态化，讨论主观贴现因子、交易成本、专业化经济程度和定价成本对货币从分工演进中出现意味着什么。


第五部分 发展的宏观经济学

第15章 投资和储蓄理论

15.1 新古典投资和储蓄理论

由于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分离的假定，在早期的新古典分析中，消费理论和储蓄行为（如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模型，1957；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理论，1989）常常是同投资和资本理论分开的。很多早期的新古典储蓄和投资模型都是宏观经济模型，不是微观经济一般均衡模型。他们的储蓄行为模型没有好的微观经济基础。最近，关于储蓄和信用的微观经济模型区分了自我储蓄和人际借贷之间的不同。如果将储蓄和人际信贷的出现解释成人际跨时交易的好处的结果，则一个关于储蓄和信用理论的微观经济基础就被很好地建立起来了。比利（Besley，1995）对近期储蓄和信用的微观经济模型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文献综述和参考书目。

在这类文献中，自我储蓄有几种好处。不同时点收入的不同以及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是自我储蓄产生好处的两个来源。这里，收入的不同可能是由禀赋或生产能力的不同引起的。在第15.2节中，我们将考虑此类自我储蓄模型。还有几种跨时贸易的好处提供了储蓄的一般均衡机制：（a）由于不同时点的主观贴现率或对商品偏好的不同，可能会产生跨时贸易。（b）跨时贸易好处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不同个体之间不同时间的禀赋或生产能力不同。（c）人们可能希望将钱借给有更好技术优势的人，以在不同时点间转移资源。（d）需要购买一种耐用商品，但该商品的价值又远远超过一个人在某个时点的收入。在第15.2节，我们将考虑两个这样的人际借贷模型。

理解储蓄的生产力含义，对解释刘易斯（Lewis，1954，p.155）观察到的下述现象非常关键：“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理解这样一个过程——一个以前储蓄占其国民收入4%或5%或更少的社会，转换成一个自愿储蓄约高达其国民收入12%～15%或更多的经济体。”目前最流行的关于储蓄和生产力之间关系的理论被称为储蓄决定论。它声称，当前储蓄与未来生产力之间存在无条件的“当且仅当”的关系。当前储蓄可以提高未来人均资本，而劳动生产率是人均资本的一个单调递增函数。这种储蓄和投资决定论在拉姆齐（Ramsey，1928）、索罗（Solow，1956）、卢卡斯（Lucas，1988）、罗默（Romer，1986，1990）、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89，1990）的增长模型中被接受。

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未来的生产力可以通过今天的储蓄来提高？这种正相关关系在两千年前并不存在。例如，两千年以前，农民每年也投资谷物种子，但这种投资只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生产力并没有什么提高。同样，中国农民在20世纪70年代投资建房完全是自给自足，基于这种耐用房屋投资的生产力却非常低下（Yang，Wang and Wills，1992）。

对此，卢卡斯和罗默可能会这样回答，储蓄和投资产生了人力资本。但是，我们可以再次用中国的情形来说明，投资于人力资本和教育并不一定会导致生产力的提高。中国人对储蓄和教育投资具有特殊的偏爱，但是，直到现代学校和大学制度在19世纪末引入中国之前，这种特殊偏爱并未对生产力的提高产生显著影响。在中国传统的私塾学校中，老师之间没有分工。每个老师给学生教课的范围非常广，可以从文学到哲学。但是，在现代大学中，不同专业老师和不同专业院校之间的分工水平都非常高，同时，每个受教育的人大学毕业后，其专业水平也非常高。可以说，是高水平的分工保证了教育会带来高生产力，这样投资于教育才可能对生产力进步起到很大的作用。近期的经验研究支持我们的观察，普林彻特（Printchett，1997）显示，来自宏观数据的经验证据否定了教育资本和每个工人产出的增长率之间无条件的正相关关系，尽管微观数据显示了教育对个人工资有正的影响。

关于上述问题，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认为，如果投资用于研究和开发，情况就不会是这样。但是，马歇尔（Marshall，1890，p.256）将瓦特发明蒸汽机归功于发明活动中的高度分工而不是其他。爱迪生的经历则是说明分工对成功发明之重要性的又一个证据。爱迪生不仅自己大半生专业于电器的发明，而且组织了一个超过百名雇员的专业研究机构，这些雇员各自专于不同的发明活动（Josephson，1959）。

上述观察意味着，如果投资不是用来发展适当的分工模式和提高分工水平，投资于物质资本品、教育或研究并不能自动地提高未来的生产力。因此，围绕资本概念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投资和储蓄的多少，而是什么样的分工水平和模式被用于机器、教育以及研究的投资。

否定第Ⅳ类规模效应（人均GDP增长率与投资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经验证据支持我们的观察（Jones，1995a）。因此，大多数的古典经济学家，像斯密、米勒、马克思和马歇尔，都强调分工和资本之间的联系。米勒的工资基金论（1848，chapters 2，5）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现代的投资和消费两分法。他指出：“资本，虽然是储蓄的结果，但是用来消费的。”这一命题意味着，一种投资理论应该解释为什么消费品由其生产者向投资品生产者的转移能够提高生产力。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用一般均衡的概念，而不是储蓄决定论，来将人际及跨时的商品贸易的好处解释成投资和经济发展的动力。

在第15.3节，我们用一个内生专业化的新兴古典模型来将古典的资本理论形式化。根据古典的资本理论，资本是用来提高迂回生产活动中的分工水平的工具。一个动态的一般均衡模型将用来回答以下问题：储蓄（它能带来投资）、决定市场范围的分工、贸易依存度及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同时决定投资水平和分工水平的机制是什么？均衡投资（储蓄）率、利率、增长率及均衡分工水平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我们新兴古典的投资和资本故事源自斯密（Smith，1776）和杨格（Young，1928），他们清楚地指出了分工与资本的关系。他们认为，资本和投资是迂回生产活动中分工的发展。
 
[1]

 这个故事概括如下：在一个经济系统中，有很多事前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其中，食物可以单独用劳动生产出来，也可以用劳动和拖拉机生产出来。在每一种商品的生产中，都有专业化的熟能生巧经济，一个人在最开始寻找工作或工作转换时期，会有一个固定的成本。每个人都可以在专业化和自给之间进行选择。专业化的优势是能利用专业化的熟能生巧经济，并避免工作转换的成本，但是，它对未来生产力的提高是以牺牲当前消费为代价的，因为专业化会导致交易成本提高。

此外，在拖拉机的生产中，有一笔显著的固定学习费用。在学习费用达到一个门槛之前，拖拉机是不可能生产出来的。因此，在专业化的熟能生巧经济、迂回经济、交易成本以及固定学习费用之间，就存在两难冲突。每个消费者-生产者在考虑专业化的模式及水平，以及消费、生产、贸易的商品数量时，会通过对以上两难冲突的折中，将两个时期的总贴现效用最大化。

这些两难冲突之间的交互作用，决定着经济的动态均衡特性。如果交易效率很低，则经济在所有时期都处在自给自足状态——这取决于固定学习成本的水平以及迂回经济的程度，它既可能导致每个人自给食物的结果出现，也可能导致人们自给食物和拖拉机，或者导致商品种类数发生演进。如果交易效率足够高，且专业化的熟能生巧经济及迂回经济很显著，则在动态均衡中，经济会发展出一个市场结构。在此结构下，人们专业生产拖拉机或食物，同时有贸易出现。对该分工而言，有两种投资和储蓄模式。如果生产拖拉机的固定学习成本不大，则每个人在时期1会牺牲消费以支付交易成本，从而提高分工水平，因此，时期2的生产力会得到提高。这是一种不涉及人际借贷的自我储蓄机制。同样，如果交易效率以及专业化经济与迂回经济程度既不太大也不太小，则在动态均衡中，专业化水平和（或）商品种类数的演进会发生。如果生产拖拉机的固定学习成本很大，专门学习生产拖拉机要求的时间太长，以至于拖拉机的生产不能在一个时期内完成，则一个外部的储蓄安排就会出现。也就是说，在时期1，生产食物的专家必须贷款给生产拖拉机的专家，这样专业化地迂回生产拖拉机才成为可能。

在假定生产拖拉机有一个高固定学习成本、低交易成本系数、专业化的熟能生巧经济及迂回经济很显著的条件下，动态均衡会产生下述故事。

在时期1，当拖拉机的生产还有待完成时，一个生产食物的专家只用他的劳动进行生产，并以食物作为贷款给一个生产拖拉机的专家；在时期2，一个生产拖拉机的专家以超过其在时期2购买食物的价值将拖拉机卖给专业农民，这个差额就是偿还他在时期1所借的贷款。时期1的人均食物消费要低于自给自足组织模式下的人均消费，但在时期2，拖拉机就用来提高食物的生产效率。如果交易效率系数、专业化的熟能生巧经济及迂回经济很大，那么贴现的好处将大于时期1低水平人均消费带来的影响，这样，经济增长不仅在时期2较时期1的人均真实收入有一个提高，而且总贴现的真实收入要高于自给自足的组织模式。

学习本章时应问自己以下问题

跨时交易以及相关的储蓄和信用有什么好处？

自我储蓄和人际借贷有什么区别？

人际借贷与分工之间是什么关系？

内生储蓄好处的理论与外生储蓄好处的理论之间有什么区别？这种区别对投资理论有什么含义？

斯密-杨格资本理论中交易效率、投资回报率、迂回生产活动中的分工之间有什么关系？

在什么条件下投资回报率会突然跳到零？

市场是如何选择最优储蓄、人际借贷以及投资水平的？

为什么储蓄和投资决定论（第Ⅳ类规模效应）被经验证据否定？

15.2 新古典自我储蓄和人际借贷模型

在这一节中，我们先考虑李兰（Leland，1968）的自我储蓄模型。该模型证明，自我储蓄水平是未来收入不确定程度的一个增函数。然后，我们介绍戴蒙德和迪威格（Diamond and Dybvig，1983）的人际借贷的一般均衡模型。最后，我们介绍比利、科特和洛瑞的打会和非正式信用协会的模型（Besley，Coate and Loury，1993）。


例15.1
 自给自足中的预防性储蓄（Leland，1968）。
 在这一种储蓄中，一个人的决策问题是

Max
s

 u
 （y
 1
 -s
 ）+δ
 E［u
 （y
 2
 +sr
 ）］

其中，y
 1
 是时期1的一个确定的收入水平，y
 2
 ～N
 （0，σ
 ）是时期2的一个随机收入水平，它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σ
 的正态分布，s
 （一个决策变量）是时期1的储蓄水平，r
 是一个确定的储蓄回报率，sr
 是总的储蓄回报。效用函数u
 （·）是严格递增且严格凹的。根据第10章第10.4节，E
 ［u
 （y
 2
 +sr
 ）］与u
 （sr
 -0.5Rσ
 ）基本等价。其中，R
 =-u
 ″［E
 （y
 2
 +sr
 ）］/u
 ′［E
 （y
 2
 +sr
 ）］=-u
 ″（sr
 ）/u
 ′（sr
 ）是风险厌恶程度。根据一个有名的证明结果（Leland，1968），如果u
 ‴（·）＞0，则最优储蓄水平随着不确定性程度σ
 的提高而提高。我们用u
 （x
 ）=lnx
 的一个具体形式来证明这点。对于这个具体的函数形式，最优储蓄s
 *
 由下面的一阶条件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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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条件进行求导并应用隐函数定理，可以得到这个最优决策的比较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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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当时期2的消费水平为正，或当s
 *
 r
 ＞（σ
 /2）0.5
 ，∂f
 /∂σ
 ＜0，∂f
 /∂s
 ＞0，∂f
 /∂δ
 ＜0，且∂f
 /∂y
 1
 ＜0时，∂f
 /∂r
 ＜0。比较动态分析说明，当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σ
 、储蓄回报率r
 、当前收入y
 1
 ，以及（或者）贴现因子δ
 提高时，最优储蓄水平也随之提高。同样，如果s
 *
 r
 ＜（δ
 /2）0.5
 ，则最优储蓄水平是0，其中，s
 *
 由一阶条件给定，它是δ
 、r
 、y
 1
 的一个增函数。这意味着，如果δ
 、r
 和y
 1
 太小，并且（或者）σ
 太大，则人们无力提供储蓄，因此，最优储蓄水平是0。

在例15.2和例15.3中，我们将介绍储蓄的一般均衡模型。这些模型用人际及跨时的商品贸易好处来解释储蓄产生的原因。商品跨时贸易好处的来源有三种可能。在例15.2中我们假定，人们的主观贴现因子是不同的，那些主观时间价值低的人们（这些人更有耐心）将借钱给那些时间价值高的人们（这些人更没有耐心）。在一个动态一般均衡中，这就使后者在一个较早期的时点上能消费更多。另外一种解释跨时贸易好处的方法是，假定人们在不同时间的生产能力不同，因此，他们需要在不同时点上贸易商品，以平滑消费流量在不同时间的波动。在例15.3中，我们介绍商品跨时贸易的第三个一般均衡机制。我们假定，在消费者事前相同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存在一些耐用消费品。由于一个人在单个时点上的收入不足以购买可以用很多年的耐用消费品，在每个时点上，消费者们都可以将他们的收入集中来为他们中的一位购买一件耐用消费品。为了保证他们中的一些人会自愿地推迟对耐用商品的消费，那些更早消费耐用商品的人们就会给后消费的人们支付一笔钱作为补偿。这笔钱可以视为利息。


例15.2
 一个内生利率、储蓄和人际借贷的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Diamond and Dybvig，1983）。
 假设一个经济中有两个消费者-生产者A
 和B
 ，一种消费品，以及两个时期。消费者A
 的主观贴现率是ρ
 ∈（0，1），或者他的主观贴现因子是δ
 =1/（1+ρ
 ）∈（0，1）。消费者B
 的主观贴现因子是δ
 =1。消费者i
 在时间t
 的商品消费量是x
 
it

 。每个人在每个时期能生产1单位的消费品。因此，两个人的决策问题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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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U
 
i

 是个体i
 两个时期的总贴现效用，p
 
t

 是商品在时间t
 时的价格。这两个问题的最优解，产生了两个人在时间t
 对消费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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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两个人的需求相加，并让时间t
 的总需求等于两个人在时间t
 的总供给2，我们可以得到用时期1的商品价格表示的时期2的一般均衡商品价格：


p
 2
 /p
 1
 =（1+3δ
 ）/（3+δ
 ）

将均衡相对价格代回到需求函数，我们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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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A
 在时期1的需求大于他在时期1的供给，他在时期2的需求小于他在时期2的供给，而B
 的情形正好同A
 相反。因此，在时期1，B
 就会给A
 贷款，其数量为


x
 
A
 1
 -1=1-x
 
B
 1
 =（1-δ
 ）/（3+δ
 ）

在时期2，人际借贷的偿还额为

1-x
 
A
 2
 =x
 
B
 2
 -1=（1-δ
 ）/（1+3δ
 ）

贷款的偿还率为

（3+δ
 ）/（1+3δ
 ）=p
 1
 /p
 2


这个偿还率减去1得到的值，可以被视为均衡的真实利率，即


r
 =［（3+δ
 ）/（1+3δ
 ）］-1=2（1-δ
 ）/（1+3δ
 ）=2ρ
 /（4+ρ
 ）

其中，用到了δ
 =1/（1+ρ
 ）。不难证实，均衡的真实利率r
 是A
 的主观贴现率ρ
 的一个增函数。同样，r
 可以被视为内生（或动态一般均衡）通货膨胀率，因为时期1的1单位消费品在时期2可以交换到1+r
 单位同样的商品。

在这个一般均衡模型中，商业性储蓄和人际借贷不同于自我储蓄。如果我们将不同时点上的同类商品当成不同的商品，则人际借贷及其偿还就不过是在不同人之间交易不同商品而已。在这个模型中，这种贸易的好处是基于人们主观贴现因子的外生差别。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用人们外生生产条件的差别，不同人及不同时期的外生禀赋差别，购买耐用消费品的时间与消费这些耐用消费品的时间差引起的问题，来对这个一般均衡模型进行扩展，以解释这种贸易的好处。同其他新古典储蓄模型相比，这个一般均衡的储蓄模型不仅内生了利率及通货膨胀率，而且内生了不同时点商品交换的好处。储蓄的好处是内生的，因为直到做出决策以及均衡被计算出来之前，我们都不可能看到它们。相反，在很多新古典储蓄和资本模型中，储蓄的好处是由当前储蓄和未来生产力提高之间绝对的正相关关系外生给定的。储蓄对生产力的好处，可以在决策做出之前的一个状态方程中看到。在储蓄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在没有货币时，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原理，就是从不同时点的商品交易中得到的。

在这个储蓄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储蓄没有生产力的含义。虽然储蓄的生产力含义可以通过在模型中引入中间商品或生产的规模经济而计算出来，但是，人际借贷与分工之间的密切关系不能由没有内生专业化的模型来揭示。


例15.3
 打会和非正式信用协会（Besley，Coate and Loury，1993）。
 在欠发达国家中，有很多非正式的金融机构，但创办及发展正式金融市场的外生和内生交易成本非常高。轮卡斯（Roscas）就是其中的一种制度。它在不同地方有很多不同的名字，包括旗会（Chit Funds，印度）、苏苏（Susu，加纳、冈比亚）、开（Kye，韩国）、打会（中国），以及托地（Tontines，塞内加尔）。它这样运作：一群人承诺将一笔一定数目的钱放在一起，每个时期通过抽签（一个随机打会）或者竞标（一个竞标打会）制度，决定将钱分配给其中的一个成员。每个时期都重复这样一个过程，过去的赢者则被排除在外，直到最后一个成员也有份为止。

我们设想这样一个世界，其中n
 个人都希望获得一件价钱为b
 的耐用商品。每个人都有对消费的可加性偏好：没有耐用品的效用为v
 （c
 ）和有耐用品的效用为v
 （c
 ）+a
 。如果不考虑贴现，并假设每个人在其长为T
 期的生命中每期有一个固定的收入流量y
 ，则一个人可以在自给自足状态下为购买耐用品进行储蓄，并在此过程中求解下面的决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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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
 是储蓄和等待耐用品的时间长度，c
 是在积累阶段的消费。在这个最大化决策问题中，效用的第一个部分同获得耐用品之后的时间长短有关（t
 之后的时间），第二部分则是在储蓄期间的效用。约束条件意味着，在t
 之前，必须储存足够购买耐用品的钱。通过约束条件消去目标函数中的t
 ，容易看到，自给自足规划问题的效用值可以写成


T
 ［v
 （y
 ）+a
 ］-bμ
 （a
 ）

其中，μ
 （a
 ）≡Min
c

 {［v
 （y
 ）+a
 -v
 （c
 ）］/（y
 -c
 ）}。这个含义十分清楚。式中第一部分表示当耐用品是一件免费商品时，一个人一生的最大效用，即一个人能够一生拥有这件耐用品，而不需在拥有之前牺牲任何当前的消费。第二部分表示储蓄的效用成本。一个随机打会在每一次集会日期，由n
 个人组成的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1/n
 的机会被抽中。这样，打会等于事先就给出了一组均匀分布的获胜日期{1，2，…，n
 }。假定通过自我储蓄获得耐用品的时间仍然是t
 ，现在假定一个参加打会的人在第i
 次集会时得到支付，这样，他在时间（i
 /n
 ）t
 得到耐用品，注意，在第i
 次集会时得到支付的可能性是1/n
 。E（i
 /n
 ）=∑
n

 
i
 =1
 ［（i
 /n
 ）（1/n
 ）］=（n
 +1）/2n
 。因此，他一生的预期效用就是

（T
 -t
 ）［v
 （y
 ）+a
 ］+t
 ［v
 （c
 ）+（n
 +1）a
 /2n
 ］=T
 ［v
 （y
 ）+a
 ］-t
 {v
 （y
 ）-v
 （c
 ）+［（n
 -1）a
 /2n
 ］}

假定打会的目标是将其代表性成员的预期效用最大化，它在满足预算约束t
 （y
 -c
 ）=b
 的条件下将其最大化。这表示，在每一次集会日，打会都有足够购买耐用品的基金。从预算约束中消去预期效用函数中的t
 ，则在一个打会中，一生的最大预期效用可以写成


T
 ［v
 （y
 ）+a
 ］-bμ
 ［（n
 -1）a
 /2n
 ］

其中，μ
 ［（n
 -1）a
 /2n
 ］≡Min
c

 {［v
 （y
 ）+（n
 -1）a
 /2n
 -v
 （c
 ）］/（y
 -c
 ）}。用包络定理容易证明，μ
 ′（·）＞0，并且，由于（n
 -1）/2n
 ＜1，还可以证明随机打会可以降低为获得耐用品而储蓄带来的效用成本，当然，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即使维持同自给自足相同的储蓄模式，打会也通过抽签给每个成员提供更早得到支付的机会。事实上，除了最后一位打会成员，所有成员的情况都要比固定储蓄更好。打会无论如何会选择一个比自给自足模式下更低的储蓄率。

15.3 新兴古典投资和储蓄理论

15.3.1 模型


例15.4
 一个新兴古典投资模型（Yang，1999）。
 我们考虑一个有两个时期的经济，该经济中有M
 个天生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决策者集假定是个连续统。有一种消费品（称为食物），其生产可以只用劳动，也可以用劳动加上一种中间产品（称为拖拉机）。人们既可以自给任何商品，也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在时期t
 自给的食物和拖拉机数量分别用y
 
t

 和x
 
t

 表示。在时期t
 的食物销售量和购买量分别是y
 
s

 
t

 和y
 
d

 
t

 ，而拖拉机的销售量和购买量分别是x
 
s

 
t

 和x
 
d

 
t

 。x
 和y
 的交易效率系数是k
 。效用函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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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如果y
 
t

 =y
 
d

 
t

 =0，u
 
t

 将会是负无穷大。

和第13章中一样，该经济中的贸易是通过现期合约以及在时期1执行的期货市场来协调的。我们假定，期货市场的决策期长度及任何人的决策期长度都是两个时期。一个人决策问题的目标函数就是由下式给出的总贴现效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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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U
 是总贴现效用，r
 是一个主观贴现率。

假定在生产拖拉机时有一个用劳动表示的固定学习成本A
 ，而生产食物时的固定学习成本是B
 。在一个人的生产函数中，假定有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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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
 
p

 
t

 ≡y
 
t

 +y
 
s

 
t

 和x
 
p

 
t

 ≡x
 
t

 +x
 
s

 
t

 分别是时期t
 的食物和拖拉机的总产出水平；y
 
s

 
t

 和x
 
s

 
t

 分别是在时间t
 售卖的两种商品的数量；x
 
d

 
t

 是在时间t
 购买的拖拉机数量；x
 
t

 +kx
 
d

 
t

 是使用的拖拉机数量；l
 
it

 是一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即他在时期t
 分配在商品i
 （i
 =x
 ，y
 ）生产上的时间；L
 
it

 是直到时期t
 时在商品i
 生产上累积的劳动量，被称为人力资本。式（15.2a）意味着，食物既可以用拖拉机和劳动来生产，也可以单独用劳动来生产。如果一个人在时期t
 和时期t
 -1之间不转换工作，则σ
 =0；当一个人第一次从事一项生产或从其他生产活动转行到目前的生产活动时，则σ
 =1。假定每个人在每个时期有l
 单位的劳动禀赋。A
 ∈（0，l
 ）的假定意味着，如果A
 =l
 ，则拖拉机的生产过程就可能不能在时期t
 =1被完成，因此才有了投资、储蓄和资本的故事。假定每个人及每种活动中都有专业化的熟能生巧经济及固定学习成本。由于在b
 ＞1时，一个人生产商品x
 的劳动生产率随着其生产商品x
 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且在a
 ＞0而商品x
 被用为中间投入时，商品y
 的全要素生产率随着其生产商品y
 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故而在每一种商品的生产上都存在专业化经济。由于固定学习成本B
 的利用率随着其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因此，如果只有劳动被用于生产商品y
 ，则商品y
 的劳动生产率随着这个人生产商品y
 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参数b
 代表生产拖拉机中的专业化经济程度，拖拉机对食物的产出弹性是a
 ，这样，乘积ab
 就可以视为A
 类迂回经济程度。式（15.2d）是人力资本L
 
it

 的状态方程和初始条件。

为了简化计算，我们假定A
 +B
 ＞l
 -1。这个假定意味着，每个人在两个时期自给两种商品不是一种最优决策。瓦尔拉斯体制之所以盛行，是因为专业化的熟能生巧经济是个人意义上的，且期货市场会使专业化熟能生巧可能产生的垄断力量不起作用。

15.3.2 决策模式序列和市场结构序列

这一部分考虑一个人的生产和贸易决策问题以及动态均衡。文定理可以应用到这一章的模型中，因此，每个人只卖一种商品，不同时买和卖或自给同一种商品。一个可行的市场结构由人们选择的一组模式组成，跨越两个时期的一个决策模式序列是每个人的一个决策变量。当每个人选择一个特定的决策模式序列时，一个市场结构序列就确定了。每一个市场结构序列都有一个满足市场出清条件和效用均等化条件的动态角点均衡，但对决策模式序列的选择而言，该均衡不一定满足一个人的总贴现效用最大化条件。本节余下部分主要考虑每一个可行的市场结构序列的动态角点均衡，然后求解每个人将其总贴现效用最大化的动态一般均衡。文定理意味着，我们需要考虑图15-1中的六种模式。在图15-1中，圆圈代表模式，有箭头的线条代表商品流，它由四个可行的市场结构组成。

[image: ]


图15-1 模式和市场结构

在第一类市场结构，即自给自足中，没有贸易，每个人自给他需要的产品。符合自给自足标准的模式有两个，即模式E和模式F。对模式E而言，所有商品的贸易数量为0，x
 
t

 =0且y
 
t

 ＞0，因此每个人不使用拖拉机而自给食物。对模式F而言，所有商品的贸易数量为0，但x
 
t

 ＞0，y
 
t

 ＞0。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自给拖拉机和食物。这些自给自足模式中的每一个都组成一个结构。图15-1（a）描述了这两个模式。

在第二类结构，即有拖拉机和（或）食物的贸易中，我们用（x
 /y
 ）表示一个人卖拖拉机并买食物的模式，用（0/y
 ）表示一个人买食物并学习如何生产拖拉机（但拖拉机的生产还有待完成）的模式，用（y
 /x
 ）表示一个人卖食物而买拖拉机的模式，用（y
 /0）表示一个人卖食物但不买任何东西的模式。

给定这些可能的模式，则有两种有贸易的结构：（i）结构C，由M
 个人在模式（0/y
 ）和模式（y
 /0）之间的分工组成，见图15-1（b）。这就是，职业农民卖食物给职业的拖拉机生产者，同时保留一定数量的食物供他们自己消费。（ii）结构D，由M
 个人在模式（x
 /y
 ）和模式（y
 /x
 ）之间的分工组成，见图15-1（c）。

四种结构在两个时期共有24
 =16个序列：EE、EF、ED、EC、FF、FE、FD、FC、DD、DE、DF、DC、CC、CE、CF、CD。其中，第一个字母表示时期1的结构，第二个字母表示时期2的结构。例如，图15-2显示的序列CD表示，时期1选择结构C，而时期2则选择结构D。其中一些序列明显不可行或不可能成为均衡。例如，CC意味着一个生产拖拉机的专家在两个时期都选择模式（0/y
 ）（买食物，但不卖任何东西），而专业农民则在两个时期都选择模式（y
 /0）（卖食物，不买任何东西）。这个序列之所以不能成为均衡，是因为它同预算约束不相容。如果生产拖拉机的固定学习成本A=l
 ，则序列D
i

 （i
 =E，F，D，C）、FF、FE、EF是不可行的，只有序列EE和序列CD是可行的。序列CD涉及储蓄，因为一个生产拖拉机的专家在时期1要购买食物却不出售任何东西。这种单向的贸易可以被视为一个专业农民贷款给一个专业的拖拉机生产者。

一个动态的一般均衡满足以下条件，它同不动点定理的条件类似。（i）对给定的这些相对价格时间序列和选择不同模式序列的人数，每个人将其两年的总贴现值效用最大化。在这个最大化过程中，每个人可自由选择决策模式序列和每种产品的消费量、生产量及买卖量。（ii）对于人们在给定相对价格和不同专业人数的总效用最大化决策，这些商品相对价格和选择不同模式序列的人数使每年的市场供求相等，且所有人两年效用的现值之和在不同模式序列之间呈现均等化。

求解这个动态一般均衡可以分两步：第一，解出每个结构序列的一个动态角点均衡；第二，确定总贴现人均真实收入最高的帕累托最优动态角点均衡。第一步又可以分为两小步：首先，解出一个人在每个模式序列时的最优动态决策；其次，用每一个时期的市场出清条件以及所有人总贴现效用必须相等的条件，解出每个结构序列的动态角点均衡。

在下面的小节里，我们将解出每一个可行的市场结构序列中的动态角点均衡，以及一个人在每一个可行的结构序列的总贴现真实收入表达式，以求出动态一般均衡。

15.3.3 在16个结构序列中的动态角点均衡

1.序列EE和FF

求解一个跨越两个时期的自给自足动态角点均衡，等价于求解一个人在两个时期对模式E
 和（或）F
 的序列的最优动态劳动分配决策。在模式E
 中，所有产品贸易的数量是0，xt
 =0且yt
 ＞0，将这些值代入式（15.1）和式（15.2），并将式（15.2）中的值代入式（15.1a），然后代入式（15.1b），可得出序列EE的总贴现效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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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U（EE
 ）是序列EE
 的总贴现效用。

在模式F
 中，所有商品的贸易数量是0，且xt
 ＞0，yt
 ＞0；将这些值代入式（15.1）和式（15.2），并将式（15.2）的值代入式（15.1a
 ），然后代入式（15.1b
 ），可得出序列FF
 的总贴现效用值。这样，这个序列的决策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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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策问题的解由下式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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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U（FF
 ）是序列FF
 最大的总贴现效用或总贴现人均真实收入。如上面显示，如果A+B≥l，则自给自足模式F
 不可能是均衡的，因为它意味着F
 中的效用负无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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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2 迂回生产中投资和分工的演进

2.序列EF和FE

按照上面同样的方法，可以得到序列EF和FE中的角点均衡和相应的总贴现人均真实收入。序列EF涉及时期2商品种类数增大以及拖拉机的出现。序列FE涉及时期2商品种类数的减少以及拖拉机的消失。

3.序列CD

结构C由模式（0/y
 ）和模式（y
 /0）组成，而结构D由模式（x
 /y
 ）和模式（y
 /x
 ）组成。因此，这个结构序列由模式（0/y
 ）和模式（x
 /y
 ）以及模式（y
 /0）和模式（y
 /x
 ）组成。求解这个结构序列中的动态角点均衡分两步：第一，求出每一个模式的最优动态劳动分配决策，以及每一个时期每一种商品的需求和供给（并因此求出每个选择该模式的人的总贴现间接效用）；第二，给定一个人在每一个模式中的需求、供给和间接效用函数，则市场出清条件和效用均等化条件就用于求解角点均衡相对价格和选择不同模式的人数。

模式（0/y
 ）和模式（x
 /y
 ）。在这个序列中，x
 
s

 2
 ＞0，y
 
d

 
t

 ＞0，l
 
xt

 =l
 ，且x
 
s

 1
 =x
 
t

 =l
 
yt

 =y
 
t

 =x
 
d

 
t

 =y
 
s

 
t

 =0。只有当A
 =l
 时，一个人才会选择这个模式，因为这个条件意味着，由于固定学习成本很高，一辆拖拉机的生产过程在时期1不能被完成。如果A
 ＜l
 ，则模式（x
 /y
 ）在两个时期都会被选择，因为当一辆拖拉机可以在时期1生产出来时，选择推迟卖拖拉机的模式（0/y
 ）就没有意义。因此，我们假定在这个模式中A
 =l
 ，这样模式（0/y
 ）和模式（x
 /y
 ）的决策问题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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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
 
it

 是用时期1的食物表示的商品i
 在时期t
 的价格，我们假定时期1的食物为计价物。y
 
d

 1
 是用食物表示的一个专业农民给一个专业拖拉机制造者的贷款。专业拖拉机制造者在时期2的售卖量p
 
x
 2
 x
 
s

 2
 要大于他在时期2的购买量p
 
y
 2
 y
 
d

 2
 ，这两者之差就是贷款的偿还。式（15.5a）的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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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
 
s

 
t

 和y
 
d

 
t

 分别是时期t
 拖拉机的供给和食物的需求，U
 
x

 是该序列的总贴现间接效用函数。

模式（y
 /0）和模式（y
 /x
 ）。按照同样的程序，可以求出这个序列的最优动态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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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U
 
y

 是这个模式的间接总贴现效用函数。

人们效用最大化以及自由进入的假定（当人们在t
 =1时决策）意味着，人们在两个模式之间的总贴现效用相等。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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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M
 
i

 代表出售商品i
 的人数。将M
 
i

 乘以个体的需求和供给，便可以得到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两种商品在两个时期的市场出清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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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
 
x

 x
 
s

 2
 和M
 
y

 x
 
d

 2
 分别是时期2拖拉机的市场供给和需求，而M
 
x

 y
 
d

 
t

 和M
 
y

 y
 
s

 
t

 则分别是时期t
 食物的供给和需求。请注意，由于瓦尔拉斯法则，三个市场出清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独立于其他条件。在式（15.7）和式（15.8）中，有三个独立的方程，它们决定三个未知的变量：M
 
x

 /M
 
y

 ，p
 
x
 2
 ，p
 
y
 2
 。其中，p
 
it

 是用时期1的食物表示的商品i
 在时期t
 的价格，而M
 
x

 /M
 
y

 一旦决定，就可以用人口规模等式M
 =M
 
x

 +M
 
y

 来求出M
 
i

 。这样，三个变量的角点均衡值就由式（15.7）和式（15.8）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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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U
 （CD）是序列CD的总贴现人均真实收入，它可以通过将角点均衡相对价格代入式（15.5）或式（15.6）总贴现间接效用式子来求得。

4.序列ED、FD、DD、DE、DF、DC

同求解序列CD的动态角点均衡的两个步骤类似，我们可以求解8个结构序列中的动态角点均衡。全部16个序列中的其他5个，即序列CC、EC、FC、CE和CF 明显不可行，因为它们同预算约束不相容。

15.4 迂回生产中的投资、资本及分工

那些不能产生最高总贴现效用的角点均衡不能满足每个人在考虑结构序列时将其总贴现效用最大化的条件。我们将产生最高总贴现人均真实收入的动态角点均衡称为帕累托最优动态角点均衡。根据第5章证明姚定理的方法，我们可以显示，只有帕累托最优动态角点均衡才是动态一般均衡。比较所有可行结构序列的总贴现人均真实收入，可以得到表15-1的结果。

表15-1 七个结构序列中的总贴现人均真实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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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1 动态一般均衡

序列FE明显无效率。在这个模型中，人们偏好于多样化消费。只有在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大于消费多样化经济时，他们才不会选择一个有两种商品的结构，比如结构F。如果在结构F中，他们在时期1就可以负担得起两种商品，则由于有熟能生巧经济存在，他们在时期2当然就更能负担得起两种商品。因此，他们会选择序列FF而不是序列FE。同样的，我们还可以证明，涉及分工和生产迂回度退化的序列DE是无效率的。如果结构D在时期1好于结构E，则分工的好处一定会超过交易成本。而由于结构D中的熟能生巧经济要快于结构E，故在时期2中，上述情况就会更甚。U
 （EF）和U
 （FF）的比较显示，如果假定A
 +B
 ＞l
 -1，则U
 （EF）＞U
 （FF）。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序列FF排除在考虑之外。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比较表15-1中6个结构序列的总贴现人均真实收入，从而将由a
 ，b
 ，A
 ，B
 ，r
 ，k
 组成的6维参数空间分成几个子参数区间。那些自给自足的结构序列和那些有分工的结构序列之间的分界线，当然是由交易效率k
 的一些临界值决定的，因为专业化的熟能生巧经济和交易成本之间存在一种两难冲突。序列CD和序列DD之间的分界线则由固定学习成本A
 决定。如果A
 ＜l
 ，则我们可以证明，在时期1有拖拉机交易的序列DD总是好于在时期1没有拖拉机交易的序列CD，因为很明显，当A
 ＜l
 时，在时期1如果可以交易而不交易，拖拉机将是无效率的。因此，只有在A
 =l
 时，CD才有可能成为动态一般均衡序列，这里，A
 =l
 意味着一辆拖拉机的生产将历时一个时期。

我们现在考虑结构序列ED、FD、DD，这些序列是在A
 ＜l
 且k
 足够大时动态一般均衡的候选序列。从表15-1，我们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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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γ
 =ab
 ln（l
 -A
 ）/（1+r
 ）随着生产拖拉机的专业化经济程度b
 ，以及迂回经济程度ab
 的提高而提高，随着贴现率r
 的上升而下降；γ
 0
 ≡{ab
 ln［ab
 （2l
 -A
 -B
 ）+l
 ］+ln［（ab
 +2）l
 -A
 -B
 ］-（ab
 +1）（2+r
 ）ln（ab
 +1）-ln（2l
 ）}/（1+r
 ）+［ab
 ln（ab
 ）+（ab
 +1）ln（l
 -A
 -B
 ）-ln（l
 -B
 ）］，γ
 1
 ≡-［β
 +ab
 ln（2l
 ）/（1+r
 ）］/r
 ，β
 ≡a
 （2lnk
 +lna
 ）+（1-a
 ）ln（1-a
 ），γ
 2
 ≡［γ
 0
 -β
 +ab
 ln（2l
 ）/（1+r
 ）］（1+r
 ）-1
 。式（15.6）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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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成立，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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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1
 和γ
 0
 的比较显示，当且仅当A
 +B
 比l
 小，但足够大到接近l
 时，才有γ
 1
 ＞γ
 0
 。因此，如果A
 +B
 比l
 足够小，则我们可以将序列ED排除在考虑之列，这样，序列FD和序列DD之间的分界线就由式（15.10c）给出。如果A
 +B
 足够接近l
 ，γ
 1
 和γ
 0
 就为负无穷，这样，式（15.10a）和式（15.10c）就可以排除序列FD。动态一般均衡的候选序列包括序列ED和序列DD，它们之间的分界线由式（15.10b）给出。

假定k
 足够接近于0，则所有有分工的结构序列都产生负无穷大的总贴现人均真实收入。一般均衡的候选序列就由序列EE和序列EF组成。通过比较U
 （EE）和U
 （EF），可以产生这两个结构序列之间的分界线，如表15-2所示。

表15-2 动态一般均衡及其超边际比较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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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A
 =l
 ，则一个拖拉机专家将花费一个时期来积累足够的人力资本，以生产在商业上可行的拖拉机，这样，就只有序列EE和序列CD才是可行的。序列ED之所以不可行，是因为在结构E中时期1不生产拖拉机，而它在时期2即使由一个拖拉机专家来生产也不能完成（见图15-2），这种情形同结构D的定义不相容，结构D要求有拖拉机的贸易。序列FD之所以不可行，是因为在结构F中，一个人同时自给拖拉机和食物，即使他在时期1将所有的时间用来生产拖拉机，也要到时期2才能造出拖拉机。这种情形同结构F的定义不相容，因为它要求一个人在时期1驾驶着自产的拖拉机生产食物。序列DD之所以不可行，也是因为在A
 =l
 时，结构D在时期1不可行。U
 （EE）和U
 （CD）的比较可以得到序列EE和序列CD之间的分界线，如表15-2所示。

我们将所有动态一般均衡的结果及其超边际比较动态分析总结在表15-2中。如图15-2所示，序列EE表示，在没有拖拉机的情况下，所有人在两个时期都自给食物。而图15-2中的序列EF则表示，所有人在两个时期都选择自给自足，但他们在时期1只自给食物，而在时期2则同时自给食物和拖拉机。也就是说，拖拉机在时期2出现，商品数目和生产迂回度随着时间推移而演进。图15-2中序列ED则表示，人们在时期1自给食物，而在时期2，其中一些人专门生产食物，而另一些人则专门生产拖拉机。分工的演进通过人们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和商品种类数的提高而发生。图15-2中序列FD表示，人们在时期1同时自给食物和拖拉机，而在时期2则选择专业化并贸易两种商品，也就是说，在缺少生产迂回度变化的情况下，分工的演进通过人们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而发生。序列DD表示两个时期两种商品的分工和贸易，没有分工的演进，在时期1有隐含的自我储蓄。图15-2中序列CD表示有显性储蓄和人际借贷的两个时期的分工。

在表15-2中，ρ
 0
 ≡［ln（2l
 ）-ln（2l
 -A
 ）+ln（ab
 +1）］/［ln（2l
 -A
 ）-ln（ab
 +1）+ln（ab
 ）］，γ
 =ab
 ln（l
 -A
 ）/（1+r
 ）随着生产拖拉机的专业化程度b的提高而提高，且随着迂回经济程度ab的提高而提高，随着贴现率r的提高而下降，γ
 0
 ≡{ab
 ln［ab
 （2l
 -A
 -B
 ）+l
 ］+ln［（ab
 +2）（l
 -A
 -B
 ）］+（ab
 +1）［ln（l
 -A
 -B
 ）-（2+r
 ）ln（ab
 +1）］-ln（2l
 ）}/（1+r
 ）+［ab
 ln（ab
 ）-ln（l
 -B
 ）］，γ
 1
 ≡-［β
 +ab
 ln（2l
 ）/（1+r
 ）］/r
 ，β
 ≡a
 （2lnk
 +lna
 ）+（1-a
 ）ln（1-a
 ），γ
 2
 ≡［γ
 0
 -b
 +ab
 ln（2l
 ）/（1+r
 ）］（1+r
 ）-1
 ，并且lnk
 0
 ≡［（2+r
 ）ln（2+r
 ）-（2-a
 +r
 ）ln（2-a
 +r
 ）-a
 lna
 -ab
 ln（2l
 ）］/2a
 。这里，ab
 ＞ρ
 0
 意味着专业化和迂回经济程度大于一个临界值，γ
 ＞γ
 
i

 意味着专业化和迂回经济程度大于贴现率而小于一个临界值，k
 ＞k
 0
 意味着交易效率参数大于一个临界值。请注意，γ
 1
 和γ
 2
 随着k
 的提高而下降，因此，如果交易效率更高，序列DD较序列ED或序列FD就更有可能成为均衡；同样，k
 0
 随着ab
 的提高而下降。因此，如果专业化和迂回经济程度更大，则序列CD较序列EE就更有可能成为均衡。这个动态一般均衡及其超边际比较动态分析可以总结为命题15.1。


命题15.1



（1）如果交易效率k
 低下，则动态一般均衡是一个自给自足序列。



（i）如果专业化经济和迂回经济程度不大，则均衡将是序列EE，此时每个人在两个时期都自给食物。



（ii）如果专业化经济和迂回经济程度大，则均衡将是序列EF，此序列包括商品种类数的演进以及拖拉机在时期2的出现，但没有专业化及其演进。



（2）如果交易效率足够高且A
 ＜l
 ，则一般均衡涉及分工及（或）其演进，但不涉及显性储蓄。



（i）总固定学习成本A
 +B
 接近l
 。



（a）如果专业化经济和迂回经济程度不是太大且贴现率也不是太小，则均衡是序列ED。该均衡序列涉及专业化的演进以及商品种类数的演进。



（b）如果专业化经济和迂回经济程度大而贴现率小，则均衡是序列DD。一旦可能，均衡序列就会跳到最高水平的分工，并且停留在那里。



（ii）固定学习成本A
 和B
 小。



（a）如果专业化经济和迂回经济程度不是太大且贴现率不是太小，则均衡是序列FD。该均衡序列涉及分工的演进，但不涉及商品种类数的演进。



（b）如果专业化经济和迂回经济程度大而贴现率小，则均衡是序列DD。该均衡序列既不涉及分工的演进，也不涉及商品种类数的演进。



（3）如果交易效率高且固定学习成本A
 =l
 ，则均衡是序列CD，此时专业农民在时期1以食物形式贷款给专业拖拉机生产者，而该显性储蓄则会在时期2以拖拉机的形式偿还。


命题15.1描述了各种市场结构序列在何种条件下将会出现在动态均衡中。有5个参数决定均衡的超边际比较动态分析：A
 （生产拖拉机的固定学习成本）、B
 （生产食物的固定学习成本）、k
 （交易效率）、ab
 （专业化经济和迂回经济程度），以及r
 （贴现率）。交易效率决定在均衡中专业化是否比自给自足更有可能发生。固定学习成本A
 决定显性储蓄对分工是否至关重要。如果A
 小，则显性储蓄和人际借贷对分工而言不是必需的。当专业化和相关的贸易发生在序列DD中时，则与高专业化水平相随的有一个隐性投资，它表现为时期1食物消费的下降（较一个相应的自给自足中的食物消费），该投资由一个更大的交易成本引起。但是，这种投资不涉及人际借贷。因此，投资来自自我储蓄，而不是商业性储蓄。这种在早期发展阶段由分工的加快演进引起的隐性储蓄，是以一个更低的效用形式来表现的，它与第13章中的动态均衡模型相同。不同结构序列的人均真实收入的时间路径如图15-3所示，该图描述了分工演进和经济增长的非拓扑性质。

如果A
 =l
 ，则显性储蓄和一个人际借贷就成为分工的必需。如果A
 ＜l
 但A
 +B
 接近于l
 ，则序列FD将不可行，而倘若k
 大，且ab
 较r
 不大，则序列ED将会是均衡的。专业化经济和迂回经济程度ab
 决定着一个大的商品种类数以及（或者）一个更高的专业化水平是否更有可能出现在均衡中。如果k
 大但ab
 较r
 小，或者k
 小但ab
 大，则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和（或）商品种类数的逐渐演进会发生在均衡中。一个更大的贴现率r
 会使一个小的商品种类数以及一个低的专业化水平更容易发生在均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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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3 分工演进和经济增长的非拓扑性质

和其他章节中的新兴古典模型一样，市场容量、贸易依存度、内生比较优势程度、生产力、生产迂回程度、商品和职业的种类数、生产集中度，以及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扩大，都是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但是，在这个新模型中，不仅分工水平和市场容量是相互依赖的，而且储蓄率、投资回报率及分工水平是相互依赖的。资本回报率取决于分工水平，后者取决于储蓄率，而储蓄率反过来又由投资回报率决定。这里，分工水平可以视为组织资本，它对长期的生产力有贡献。

15.4.2 经济增长的非拓扑性质以及利率的突然下降

迄今为止，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动态分析和相应的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上。图15-3显示了经济增长（人均真实收入增长）的一些非拓扑性质。图15-3（a）显示，当A
 =l
 且交易效率足够高时，由于序列CD中的分工导致交易成本，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序列CD的人均真实收入较序列EE要低，后来，由于专业化的熟能生巧效果，序列CD产生的人均真实收入比序列EE越来越高。的确，如果决策时期长度有很多期而不只是两期，则这种特征将更为明显。图15-3（b）显示了在A
 ＜l
 且交易效率足够高时，序列EF、DE和DD的类似特征。

如果交易效率k
 和固定学习成本A
 足够大，则动态一般均衡是序列CD。在此序列中，一个职业农民在时期1以食物形式贷款给一个专业的拖拉机生产者，而在时期2则以拖拉机的形式偿还。一个农民在时期1的储蓄水平和储蓄率分别是


S
 ≡y
 
s

 1
 =a
 （l
 -B
 ）/（2+r
 ） s
 ≡y
 
s

 1
 /（y
 1
 +y
 
s

 1
 ）=a
 /（2+r
 ）


S
 和s
 随着a
 的提高而提高（a
 同迂回经济程度呈正相关），随着主观贴现率的提高而下降。但是，更重要的是，交易效率k
 决定究竟是序列CD还是序列EE会成为均衡。如果由于一个不完善的税收制度或不完善的法律制度使交易效率非常小，则序列EE而非序列CD将成为均衡，这意味着一个零储蓄率。同样，固定学习成本的级数决定着对提高人均真实收入增长率至关重要的是隐性储蓄还是显性储蓄。序列CD中的真实储蓄水平可以计算成在时期1中序列EE和序列CD之间的效用之差。储蓄的真实回报可以由时期2中序列CD和序列EE的贴现效用之差计算出来。真实利率是真实回报与真实储蓄的比率，它由下式给定：


R
 =［（2-a
 +r
 ）ln（2-a
 +r
 ）+2（1+r
 ）ln（1+r
 ）-（2+r
 ）ln（2+r
 ）+a
 （b
 ln2+lna
 +2lnk
 ）］/{（1+r
 ）［ln（2+r
 ）-2ln（1+r
 ）-ln（2-a
 +r
 ）］}

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动态分析意味着，如果交易效率参数和专业化及迂回经济参数的值下降到一个临界水平，则动态均衡就从序列CD转到序列EE（自给自足），而储蓄的真实回报就跳到零。边际比较动态分析显示，随着参数在临界值定义的范围内变化，以至于均衡停留在序列CD中，则真实利率R
 就随着交易效率和专业化经济程度（∂R
 /∂k
 ＞0，∂R
 /∂b
 ＞0）的提高而提高。这一结果从理论上总结了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通过减税刺激投资及贸易的自由化与国际化的政策效果。

这种资本和投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利率的突然下降。我们假定，交易效率系数和固定学习成本足够大，以至于序列CD是一般均衡，且储蓄率及储蓄的真实利率为正。但是，如果决策范围不止两个时期，则投资机会在时期t
 ＞2到达结构D时会突然消失。在模型中，结构D涉及最高水平的分工，如果模型中商品种类数大于2，则有利的投资也会持续到长于两个时期，但是，分工的演进也有一个限制，比如，专业部门的数目不能大于人口数，因此，如果专业部门数目接近人口数，则最高水平的分工就将最终达到，且不再有更多的能够提高分工水平的投资机会。这是对利率下降的一种有趣的解释，它与建立在资本和分工密切联系基础上的古典资本理论是一致的，但同凯恩斯的利率观点有着本质的区别。凯恩斯的理论集中在纯消费者偏好流动性的含义上，同分工的含义毫无关系。

如果序列CD是动态一般均衡，则一个拖拉机专家对食物消费的增长率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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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
 
y
 2
 =（l
 -B
 ）［（2-a
 +r
 ）/ak
 2
 ］
a

 /［（1+r
 ）（2l
 ）1+ab

 ］是用时期1的食物表示时期2的食物的价格，它可以被视为消费品的价格指数。这个指数随着交易效率系数、或贴现率、或时期2相对于时期1食物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下降。

15.4.3 内生决策时间长度和自由化改革对有利的投资机会的影响

如果决策时间长度是一个决策变量，并且投资对实现分工提高带来的好处的不确定性被引入模型，则会有另外一个有趣的两难冲突，即一个更长决策时间长度的好处（它使投资成本在一个更长的时期内被分摊）与实现这种好处的可能性下降之间的两难冲突。假定在一个扩展的模型中，固定学习成本A=l，它与最开始的固定学习成本是一样的（除了决策时间长度T是每个人的决策变量外）。为简便起见，贴现率假定为0，且l假定为1。一个有分工的序列的总贴现效用的好处和较自给自足的储蓄的好处实现的概率是f（T）=1/T，该好处为0的概率是1-f（T），它可以被视为一个来自更长决策时间长度的好处不能实现的风险，这种风险随着决策时间长度的延长而加大。每个人通过选择分工来将其总贴现效用的预期所得最大化。这样就可以证明，均衡决策时间长度的必要条件就等于求下式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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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F是T个时期中分工和自给自足之间总效用之差。对V=f（T）F（T，k，a，b）运用包络定理，并对F运用隐函数定理，可以得出以下比较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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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2
 V/∂k∂T＞0，∂2
 V/∂T2
 ＜0。T*
 是均衡的决策时间长度，它有效地折中了更长决策时间长度的好处与其实现的可能性下降之间的两难冲突。这种结果的政策含义是很直接的，一种削减关税的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政策，或者一种降低交易成本的更好的法律制度，将会提高人们的有效决策时间长度，并增加能提高分工水平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

我们的模型证明，投资不一定会提高未来生产力。未来生产力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投资来提高，即这种投资要能提高分工水平，又会通过在生产迂回生产设备或服务中的专业化熟能生巧来加速专业经验（人力资本）的累积。如果迂回生产性活动中的固定学习成本不大，那么自我储蓄对提高分工的投资来说已经足够。如果固定学习成本大，那么消费品生产者给投资品生产专家的贷款就对这种投资至关重要。如果由于不完善的法律制度或保护性关税而使交易成本系数很大，那么能提高分工的有利可图的机会就不存在，因此投资就不会提高真实收入。专业化经济和迂回经济程度的下降、交易成本系数的下降，以及（或者）分工进一步演进的潜力被耗尽，都会降低投资的真实回报率，并减少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

这种新兴古典投资、资本和储蓄模型内生了投资的好处，在储蓄和生产力进步之间，不存在当且仅当的关系，储蓄和投资能否提高生产力，取决于几个参数的值。这种映射由人们的动态自利行为以及它们之间通过价格机制的交互作用来决定。这个模型不仅给出了使投资和储蓄成为有利可图的行为的参数条件，给出了在何种条件下人际借贷或自我储蓄对有利可图的投资是关键因素的参数范围，而且揭示了不同分工演进模式和迂回生产以及不同储蓄机制（如人际借贷和自我储蓄）之间的内在关系。

关键术语和复习

资本、投资和储蓄，以及它们与分工演进之间的关系。

基于人们不同时间价值的人际借贷（它使不同时点之间的商品贸易有利可图）与基于迂回生产过程中分工发展的人际借贷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第15章中自我储蓄的作用与本章中人际借贷促进分工的作用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内生与外生的储蓄所得。

新古典储蓄和投资决定论与古典的储蓄对生产力的含义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投资回报、交易效率及分工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市场决定有效的储蓄水平、人际借贷以及投资的功能是如何实现的？

第Ⅳ类规模效应。为什么它会被经验证据否定？

进一步阅读

储蓄行为的新古典宏观理论：Keynes
 （1936），Friedman
 （1957），Modigliani
 （1989）。储蓄、信贷新古典宏观理论：Besley
 （1995）；Besley
 ，Coate and Loury
 （1993）；Deaton
 （1990，1991）；Leland
 （1968）；Barro
 （1997）。抵押、信息和信贷：Stiglitz and Weiss
 （1986），Banerjee and Besley
 （1990）。信贷的信誉机制：Diamond
 （1989），Patten and Rosengard
 （1991）。新古典储蓄原教旨主义：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5），Romer
 （1987，1990），Lucas
 （1988，1993），Solow
 （1956）。否定储蓄决定论的经验证据：Jones
 （1995），Olsen
 （1996），and Liu and Yang
 （1999）。斯密-杨格的储蓄和投资理论：Yang and Borland
 （1991），Borland and Yang
 （1995），Ng and Yang
 （1997），Yang
 （1999）。分工和储蓄的古典思想：Mill
 （1848），Smith
 （1776），Young
 （1928），Marshall
 （1890）。

思考题

1.许多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家使用状态方程（正如在两缺口模型中）或局部均衡模型来证明有理由担忧投资短缺或资本从欠发达国家逃逸。但是，本章储蓄和投资的全部均衡模型证明，由国家机会主义、落后的制度和基础设施导致的交易成本应对缺乏外国投资的流入和资本从欠发达国家逃逸负责。比较两种分析方法并讨论它们和现实世界的相关性。

2.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本收益比发达国家高的现象可以由一个事实，即发达国家资本充裕，以至于其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低于缺乏资本的发展中国家来解释。用斯密-杨格的资本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分析两种解释之间的区别并联系以下的观察讨论哪一种解释更具说服力。在一些欠发达国家，例如改革前的印度，资本短缺并不意味着资本的高收益。解释为什么在更开放的中国沿海地区资本收益比内陆地区高，尽管后者比前者更缺乏资本。以你的分析为基础，对照新古典资本理论，找出本章理论的经验证据。

3.自我储蓄和人际借贷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4.概括各种各样可能存在的自我储蓄机制并讨论它们之间的区别。

5.概括各种各样可能从存在人际借贷中获取的收益，并讨论它们之间的区别。

6.有利可图的人际借贷和分工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7.什么是组织资本？用以下的事实讨论新兴古典和斯密的资本概念。许多成功的企业家理解真正约束他们商业发展的不是缺乏投资资金，而是从分工中获取的潜在生产率收益，这个收益是由交易条件限制的。因此，许多没有多少投资资金的企业家能够从组织资本中赚钱。

8.比较下面两种关于储蓄和投资的观点，并讨论它们和现实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其中一个观点与投资决定论相关，主张目前储蓄和未来生产率之间是一种当且仅当的正相关。这种观点导致对于国内和外国投资短缺和对外贸易的担忧。根据这种观点，这种短缺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另一种观点集中在从跨时商品贸易中所获取的收益。根据这种观点，阻碍收益实现的各种交易成本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9.可变资本和固定资本促进分工的作用有什么不同？

10.用苏联高储蓄率的例子和公元前5000年埃及的例子阐明为什么高储蓄率不一定带来高生产率。

11.用于购买耐用商品的储蓄、农民每年谷物种子的储蓄和能被用于通过深化分工提高生产率的储蓄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12.缪尔达尔（Myrdal
 ，1956，pp
 .47-51）争论道，尽管欠发达国家资本短缺，自由资本市场也绝不会导致很多资本向欠发达国家流动，相反，自由市场将继续导致资本从欠发达国家逃逸。用统计数据验证这种主张是否正确。用本章的资本和投资的斯密模型解释为什么资本不流向一些欠发达国家，但是它的确流向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把你的讨论与休谟（Hume
 ，1748，pp
 .34-35）有关投资的古典观点联系起来。“在人类的事务中好像存在一种特别的力量，它控制贸易的增长和财富并阻止它们仅限于一个民族；刚开始一个国家在贸易中对另一个国家占有优势，因为前者有优越的工业、技术和更多的存货，后者很难收复失地；前者的商人拥有这些优势，这使他们能以小得多的利润进行交易。通过每一个没有广泛贸易和丰富金银的国家中劳动力的低廉价格，这些优势以某种方式得以补偿。因此，制造业慢慢地转移了它们的位置，离开那些已经富裕了的国家和省份，转移到其他地方，无论到哪里，它们都由相同的原因驱使。”

习题

1.思考例15.2中的模型。假设现在效用函数是uA
 =xA1
 xδ
 A2
 ，uB
 =xB1
 xB2
 ，δ是正参数，分别求在δ=1、δ＜1和δ＞1时的均衡利率。找出A向B借钱的条件。

2.假设在例15.2中，两个人的效用函数相同，但是A在阶段1生产2个单位的商品，而B在每个阶段都生产1个单位商品，求均衡利率。

3.在例15.1、例15.2和例15.3中，引入道德问题来考察内生交易成本对均衡储蓄率的影响。

4.排除在例15.4中A+B＞l-1的假设，证明在什么条件下，在均衡中会发生结构序列FF
 。

5.假设在例15.4中B=0，求动态均衡和它的比较动态特性。

6.假设在例15.4中的生产函数是yp
 i
 =Min
 {xi
 +kxd
 i
 ，α（Lyt
 -σB）}，求动态均衡。




 [1]
 斯密（Smith，1776，p.371）指出：“当完全分工出现时，一个人自身的劳动能且只能提供他日常需求的商品的很小一部分，更多的部分要由其他人生产的产品来提供，而这后一部分是用他自己的劳动成果来交换的（购买）。但是，这种购买不是当他自己的劳动产品被完成时就能实现的，而是还有待于他的产品被卖掉。这样，为维持生计，并提供他工作所需的原料和工具，他必须储备一定数量、不同种类的商品，至少直到各项必要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第16章 货币、分工和经济发展

16.1 新古典与古典货币理论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没有考虑过经济发展与货币之间的关系，所有的交易都是实物交换，而相对价格则是基于实物的交换比率。在那些只有最终商品且事前相同的喜好多样化消费的人的模型中，所有对分工必不可少的交易必然是一种供给和需求的双向吻合。在一个没有投资品且有事前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的模型中，每一对贸易伙伴之间的交易是双向的。这意味着，对每一对贸易伙伴而言，如果一个人卖商品1并买商品2，则他的贸易伙伴就必须买商品1且卖商品2，就像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同时爱上对方一样：他想要的正是她想给他的，而她想要的也正是他想给她的。

但是，这种需求和供给的双向吻合至少在两种情况下不成立。我们可以用齐尤塔克-赖特（Kiyotaki-Wright，1989）模型来说明第一种情况，该模型涉及事前不同的消费者-生产者；用博兰-杨（Borland-Yang，1992）模型来说明第二种情况。


例16.1
 KW的货币模型。
 如图16-1（a）所示，在KW模型中，A想要商品z
 （肉），但只生产商品x
 （大米）；B只生产商品z
 ，但想要商品y
 （面包）；C想要商品x
 ，但只生产商品y
 。在这个人们有不同偏好和生产能力的经济中，每一对贸易伙伴之间的交易都只是单向的，在没有货币的条件下，需求和供给的双向吻合不成立，但是，需求和供给的双向不吻合对货币的出现来说只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如果所有的贸易伙伴都集中到一个交割中心，并根据瓦尔拉斯均衡价格同时将商品送到买者手中，则他们仍然不需要货币，物物交换对协调所有的交易来说就已经足够。

[image: ]


图16-1 基于事前不同个体的需求和供给双向不吻合的情况

但是，如果所有的交货不能同时在这样一个交割中心完成，那么货币对经济来说就至关重要了。例如，如果只有在C得到商品x
 的情况下商品y
 的生产才可能发生，则商品x
 和商品y
 的交货就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完成。如果在同一时间不可能完成所有的交易，则在商品y
 和商品z
 交货之前发生的商品x
 的单向交货就是一种在预期商品z
 会最终交货情况下的信用安排。如果这样一种信用体系不存在，就像你在大街上向一个你可能再也不会遇到的陌生人购买一件商品一样，为了保证财产安全，提供商品x
 给C的A就会向C要求一些商品作为对商品x
 的补偿。但是，A想要的是C并不生产的商品z
 。这就是，A和C之间不存在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双向吻合。假定A接受C生产的对A没有直接效用的y
 ，则如图16-1（b）所示，A可以用商品y
 与B交换商品z
 ，此时所有的交易都是双向的。商品y
 在这里就被A用来方便其下一步的交易。A用商品y
 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也不是为了自己的生产，满足这种条件的商品就被称为商品货币。因此，在图16-1（b）的交易结构中，商品y
 对A而言就成了商品货币。

如果A将商品x
 交货给C，而C反过来给A一个借条，则A就可以将这个欠条给B，以交换B生产的商品z
 ，然后，B可以用这个欠条从C那里交换到商品y
 。在这种情况下，欠条就成了一种货币代用品。旅行支票和汇票就是常见的货币代用品，它们本身没有直接的消费和生产价值，但可以替代商品货币。如果货币代用品是靠政府法律制度强制，并且没有任何商品货币支持，则我们就称其为纸币。

图16-1描述的故事预言，交易成本最低的商品将在交换中扮演媒介的角色。这个故事其实并不是特别有趣，因为不用正式的模型，我们也可以做出这样的预测。它不能预测货币的出现，也不能揭示货币同分工之间的密切关系，因为在故事中，人们不能选择其专业化水平，且在没有货币或相关信用制度的条件下也不能生存下来。进而，货币的生产力含义也不能由这个故事揭示。

2000多年前，柏拉图（Plato，380 BC，pp.102-106）就指出了货币和分工之间的关系。斯密（Smith，1776，p.37）和杜阁（Turgot，1766，pp.244-246，264，270）则指出，专业化是货币出现的驱动力。
 
[1]

 博兰和杨小凯（Borland and Yang，1992，又见Yang and Ng，1993，chapter 17）最先发展了斯密一般均衡模型，解释货币如何从迂回生产的分工演进中出现。他们证明，即使所有的消费者-生产者在所有方面都是事前相同的，在一个足够长的迂回生产链条中，货币也会从一个足够高的分工水平中出现。在他们的模型中，专业化和分工对货币的出现来说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同样，人与人之间事前的差异对货币的出现也不是必要的。


例16.2
 博兰和杨小凯的货币模型。
 货币从迂回生产的分工演进中出现的故事，如图16-2所示。在这个模型中，有很多事前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他们每个人都可以用劳动生产钢铁x
 ，然后用钢铁加劳动来生产锄头y
 ，然后，用锄头加劳动来生产食物z
 以供自己消费。这就是图16-2（a）显示的一个自给自足结构，其中，圆点表示从中间投入到产出的转换过程。在这个自给自足的结构中，没有贸易、市场以及货币。它证实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分工是货币出现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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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2 货币的出现与分工演进

人们可以选择一个局部分工的结构：或者是模式（z
 /y
 ）（完全专业化地生产食物）与模式（xy
 /z
 ）（生产钢铁x
 和锄头y
 ）之间的分工，或者是模式（x
 /z
 ）（完全专业化地生产钢铁x
 ）和模式（zy
 /x
 ）（生产锄头y
 和食物z
 ）之间的分工。在如图16-2（b）显示的这类结构中，需求和供给双向吻合的实物交易对协调分工已经足够。它证实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专业化和分工对货币的出现并不是充分的。

在图16-2（c）中显示的第Ⅲ类完全分工的结构中，每个人完全专业化地生产一种商品，一个生产x
 的专家和一个生产y
 的专家之间会有贸易，或者一个生产x
 的专家与一个生产z
 的专家之间会有贸易，这些贸易都是单向的。一个钢铁专家将钢铁（x
 ）卖给生产锄头（y
 ）的专家，但这个钢铁专家不需要锄头。一个食物专家将食物（z
 ）卖给一个钢铁专家，但这个食物专家不需要钢铁。如果不存在一个交割中心可以将所有的贸易品都同时交货，则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有三个链接的迂回生产的完全分工就不能实现。

假定生产每一种商品都存在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则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一般均衡会从自给自足向局部分工演进，然后到完全分工。为了协调有三个链接的迂回生产中的完全分工，一种商品货币，或者一种货币代用品，或者一种信用制度将被用作交易媒介。图16-2（d）显示了商品y
 作为商品货币的交易结构。其中，一个x
 专家用x
 向一个y
 专家交换y
 ，然后用y
 向一个z
 专家交换z
 。商品y
 则既不被x
 专家用来消费，也不用于生产，他只是将y
 当成一种媒介，以方便其进一步的交易。

博兰和杨小凯（Borland and Yang，1992）证明，如果没有货币代用品，或者战争或其他社会动荡的原因使得一种信用制度的交易成本过高，则交易成本系数最小的商品将被用作货币。

如果所有的商品都有同样的交易效率，处于迂回生产链条中间的商品将被当成货币。如果存在一个交易效率很高的信用制度或一种货币代用品，则这个信用制度或货币代用品将被当成交易媒介。货币可以通过促进一个长的迂回生产链条中的高水平分工来促进生产力的进步，而如果没有货币，这种分工就不可能发生。在这个模型中，用其他商品表示的商品货币的均衡价格、一个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及货币的流通数量都是内生的。

在下面三节里，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一般均衡模型来说明这类模型的技术实质。

学习本章时应问自己以下问题

在何种情形下，需求和供给的双向吻合不会发生？除了需求和供给的双向吻合，货币的出现还需要什么其他条件？

分工水平、迂回生产链条的长度、交易效率以及货币出现之间有什么关系？

在何种情形下，纸币或其他货币替代物能充当交换的媒介？

一种商品被选为货币应具有什么重要的特征？

商业化程度、一个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以及分工水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货币价值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为什么纸币、货币代用品及信用制度能促进生产力的进步？

市场如何选择有效的货币制度及有效的分工水平？

货币的生产力含义是什么？

16.2 一个内生货币制度和经济发展的斯密模型


例16.3
 成文利的货币模型（Cheng，1999）的一个简化版本。
 考虑一个有M
 个事前相同的连续的消费者-生产者的斯密模型。他们每个人有以下效用函数：


u
 =（x
 +x
 
r

 ）（y
 +y
 
r

 ）

其中，x
 和y
 分别代表自给的食物和衣物的数量，而x
 
r

 和y
 
r

 分别代表从市场上得到的供消费的食物和衣物的数量。

一个人在他的每一项生产活动中，都有一个用劳动表示的数值为0.2的固定学习成本。由于存在固定学习成本，生产系统就显示出专业化经济。在两种消费品中，食物是只用一种要素，即劳动生产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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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
 是生产的供自己消费的食物数量，x
 
s

 是出售给市场的食物数量，x
 
p

 是食物的总产出水平，l
 
x

 是用于食物生产的劳动的比例。

衣物是用劳动和一种中间产品丝绸（z
 ）生产出来的，运用里昂惕夫生产技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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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
 是生产供自己消费的衣物数量，y
 
s

 是出售给市场的衣物数量，y
 是衣物的总产出水平，l
 
y

 是用于衣物生产的劳动的比例。

丝绸是用一种要素，即劳动生产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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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z
 是生产出来供自己生产衣物的丝绸数量，z
 
s

 是向市场出售的丝绸数量，l
 
z

 是用于丝绸生产的劳动的比例，l
 
i

 是一个人在生产商品i
 时的专业化水平。

每个人的时间禀赋约束是


l
 
x

 +l
 
y

 +l
 
z

 =1

如果一个人在市场上交易，就会发生交易成本。商品i
 的交易成本系数是1-k
 
i

 。在市场交易中，一个人接受某些商品，可能仅仅因为这些商品可以用来交换其他一些商品。这些被接受的商品就充当着交换媒介或商品货币，用上标m
 表示。我们分别用x
 
d

 ，y
 
d

 ，z
 
d

 表示一个人需要用于消费或生产以及充当交换媒介的食物、衣物以及丝绸的数量。除掉交易成本后最终得到的数量则分别为k
 
x

 x
 
d

 ，k
 
y

 y
 
d

 ，k
 
z

 z
 
d

 。因此，一个人购买和所用实物之间的平衡方程式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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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每个等式的左边是一个人从购买中得到的一种商品的数量，而右边则是分配在消费或生产以及交换媒介上的商品数量。x
 
r

 ，y
 
r

 和z
 
r

 分别是用于消费或生产的食物、衣物和丝绸的数量，x
 
m

 ，y
 
m

 和z
 
m

 则分别是用作交换媒介的数量。

为了使模型中z
 和y
 之间的交换在没有存货的情况下成为可能，我们假定，一旦生产要素具备，则生产在瞬间就可以完成。这样，一个衣物的生产者就可以从一个丝绸生产者那里购买丝绸来生产衣物，并支付给丝绸生产者一些自己生产的衣物。我们还假定，贸易是严格的双边贸易，一个人不能同时与两个不同的人进行贸易。这就排除了存在一个交割中心的可能性，并且使序贯的交易成为必需。此外，我们还假定贴现因子为零，以避免因时间维度而使问题复杂化；同时，我们还假定不存在强制性的信用制度，这一假定在我们后面讨论货币替代物时将要放宽。

16.3 可能的结构和货币制度

我们要考虑7个市场结构。第一个是结构A，此时M
 个人选择自给自足模式。如图16-3所示，每个人都自给三种商品。局部分工的结构有三个：Ba、Bb、Bc。结构Ba由模式（x
 /y
 ）和模式（yz
 /x
 ）组成，前者自给并售卖x
 且买y
 ，后者自给y
 和z
 且卖y
 、买x
 。结构Bb由模式（xy
 /z
 ）和模式（z
 /x
 ）组成，前者自给和出售x
 、自给y
 、购买z
 ；后者则售卖z
 并购买x
 。结构Bc由模式（zx
 /y
 ）和模式（y
 /z
 ）组成，前者自给z
 和x
 且卖z
 、买y
 ；后者则自给和卖y
 且买z
 。所有这些结构都显示在图16-3中。

完全分工的结构有四个：C
y

 、C
z

 、C
x

 和D。结构C
y

 由模式（x
 /y
 ）、模式（y
 /xz
 ）和模式（zy
 
m

 /xy
 ）组成。模式（x
 /y
 ）同结构Ba中的一样。模式（y
 /xz
 ）自给和卖y
 、买x
 和z
 。模式（zy
 
m

 /xy
 ）卖z
 、买x
 和y
 供消费，并用一部分y
 作为货币。结构C
z

 由模式（y
 /xz
 ）、模式（z
 /xy
 ）和模式（xz
 
m

 /y
 ）组成，前者表示卖y
 而买x
 和z
 ，中者表示卖z
 而买x
 和y
 ，后者则表示卖x
 、买y
 且用z
 作为货币。结构C
x

 由模式（x
 /y
 ）、模式（z
 /xy
 ）和模式（yx
 
m

 /zx
 ）组成，前者表示卖x
 、买y
 ，中者表示卖z
 、买x
 和y
 ，后者卖y
 、买z
 和y
 且用x
 作为货币。

最后，我们考虑结构D，此时商品货币的流通已经被纸币、其他货币代用品，或者一种信用制度所替代。如果结构C
y

 中商品货币y
 
m

 的流通被一种货币代用品的流通所替代，则一个有商品货币支持的货币代用品的结构就正如图16-3所示的结构D。假定货币代用品流通的交易成本为零，则有商品货币支持的货币代用品就与其没有区别。因此，我们不考虑有由不同商品货币支持的货币代用品的结构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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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3 市场结构和货币制度

运用前面章节中已经熟悉的超边际分析，不难解出那些没有货币的结构中的角点均衡。求解那些有货币的结构中的角点均衡要略复杂。我们在这里推演求解结构C
z

 的程序，并将求解其他角点均衡的工作留为习题。

我们首先考虑选择模式（xz
 
m

 /y
 ）的一个职业农民。他卖食物x
 、买衣物y
 。虽然他不需要丝绸做消费和生产之用，但仍从织布者手中购买丝绸，并用它从裁缝手中交换部分衣物。因此，农民的总预算约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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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z
 的贸易没有明确地包括在内。他售卖的x
 的数量是x
 
s

 ≡x
 
s

 
z

 +x
 
s

 
y

 ，其中，x
 
s

 
z

 是卖给织布者z
 的数量，而x
 
s

 
y

 则是卖给裁缝的数量。总预算约束可以分解成两个双边贸易平衡条件。当这个农民用y
 作为货币时，他与织布者的贸易平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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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z
 
d

 是这个农民从织布者手中购买来用作货币的丝绸数量，p
 
b

 
z

 是农民购买丝绸的价格，x
 
s

 
z

 是农民出售给织布者的食物数量。这个农民和裁缝之间的贸易平衡条件是

[image: ]


其中，z
 
m

 是这个农民转卖给裁缝的丝绸z
 的数量，p
 
s

 
z

 是丝绸z
 的售卖价格，x
 
s

 
y

 是农民卖给裁缝的食物数量。丝绸z
 对农民而言就是货币，如果他在这个特定的结构中不用丝绸做货币，就不能有需求和供给双向吻合的双边贸易。但如果这个农民买卖丝绸的价格都一样，或者如果p
 
b

 
z

 =p
 
s

 
z

 ，则他就不会愿意使用货币，因为转卖涉及一笔额外的交易成本。因此，售卖价格必须高于购买价格，以至于这个价差能够弥补交易成本。式（16.1）中的物质平衡方程意味着，对农民而言k
 
z

 z
 
d

 =z
 
m

 ，因为对他来说，z
 
r

 =0。这一方程与贸易平衡式（16.2）能够同时成立，当且仅当


p
 
b

 
z

 =k
 
z

 p
 
s

 
z



其中，k
 
z

 ∈（0，1）。买卖之间的价差，可以看成织布者为吸引农民将丝绸作为货币的一个价格折扣，该折扣率是k
 
z

 。我们可能仍要假定，在均衡中，丝绸的价格是p
 
z

 ，但农民可以从织布者那里得到一个折扣的购买价格p
 
b

 
z

 =k
 
z

 p
 
z

 。这样，一个选择模式（xz
 
m

 /y
 ）的决策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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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
 ，y
 
r

 ，x
 
s

 
y

 ，x
 
s

 
z

 ，z
 
d

 ，z
 
m

 ，y
 
d

 是决策变量，而x
 
s

 
y

 和x
 
s

 
z

 则分别是卖给裁缝和织布者的数量。我们将求解这个问题作为习题留给你。

一个选择模式（y
 /xz
 ）的裁缝的决策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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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
 
s

 
x

 +y
 
s

 
z

 ≡y
 
s

 ，y
 
s

 
x

 和y
 
s

 
z

 分别是卖给这个农民和裁缝的衣物y
 的数量；z
 
d

 
z

 +z
 
d

 
x

 ≡z
 
d

 ，z
 
d

 
z

 和z
 
d

 
x

 分别是从织布者和农民手中购买的丝绸数量；z
 
r

 
x

 +z
 
r

 
z

 ≡z
 
r

 ，z
 
r

 
z

 和z
 
r

 
x

 分别是最终得到的从织布者和农民手中购买的丝绸的数量。由于裁缝用丝绸来生产衣物，并消费衣物和食物，这些商品对他而言不是货币。决策变量是x
 
r

 ，y
 ，y
 
s

 
x

 ，y
 
s

 
z

 ，z
 
s

 
x

 ，z
 
r

 
z

 ，x
 
d

 ，z
 
d

 
x

 ，z
 
d

 
z

 ，我们再一次将求解这个问题的工作作为习题留给你完成。

一个选择模式（z
 /xy
 ）的织布者的决策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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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z
 
s

 
x

 +z
 
s

 
y

 =z
 
s

 ，z
 
s

 
x

 和z
 
s

 
y

 分别是卖给农民和裁缝的丝绸数量。由于农民购买丝绸的价格有折扣k
 
z

 ，故织布者的丝绸出售价格是k
 
z

 p
 
z

 ，决策变量是x
 
r

 ，y
 
r

 ，z
 
s

 ，z
 
s

 
y

 ，y
 
d

 ，x
 
d

 。根据这三个决策问题，我们可以求出x
 ，y
 ，z
 的需求和供给函数，以及结构C
z

 中三个模式的间接效用函数。该结构中的效用均等化和市场出清条件就可以产生此结构的角点均衡。

对所有结构重复这种计算，我们可以得到8个结构的所有角点均衡信息，这些结果总结在表16-1中。你可以计算所有的角点均衡，并与表16-1中的结果比较。

表16-1 八个结构中的角点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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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1 八个结构中的角点均衡-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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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姚定理，一般均衡是人均真实收入最高的角点均衡。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所有可能的角点均衡中的人均真实收入。结构D中的角点均衡是基于这样的假定计算出来的：货币代用品和纸币的交易效率系数是1。不难看出，结构D中的人均真实收入总要高于其他完全分工的结构。为简便起见，我们假定k
 
x

 =0.25。三个完全分工且有商品货币的结构中的人均真实收入的比较显示，如果k
 
y

 ＜0.25，k
 
z

 ＜0.25，则结构C
x

 是最好的；如果k
 
y

 ＞k
 
z

 ＞0.25，则结构C
y

 是最好的；如果k
 
z

 ＞k
 
y

 ，k
 
z

 ＞0.25，则结构C
z

 是最好的。

我们现在考虑局部分工的三个结构。结构Bb和结构Bc的人均真实收入的比较显示，当且仅当[image: ]
 时，结构Bb要好于结构Bc。但是，对于任何k
 
z

 ∈（0，1），k
 
y
 1
 总是大于1，而k
 
y

 则不能大于1。这意味着，结构Bb总是好于结构Bc。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在结构Ba和结构Bb上。结构Ba和结构Bb之间人均真实收入的比较显示，当且仅当k
 
y

 ＞k
 
y
 0
 ≡（3/4）2
 （k
 2
 
z

 +30k
 
z

 ）时，结构Ba要好于结构Bb。在对参数空间进行这种分割后，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衣物y
 的交易效率高于其他商品的交易效率，则一般均衡的候选结构就由结构A、Ba和Cy
 组成；如果丝绸z
 的交易效率高于其他商品，则一般均衡的候选结构就由结构A、Bb和C
z

 组成；如果食物x
 的交易效率高于其他商品，则一般均衡的候选结构就由结构A、Ba或Bb、C
x

 组成。

在将参数空间分成三个子空间后，我们就可以发现将每一个参数子空间进一步分割的交易效率临界值。我们将一般均衡及其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总结在表16-2中。

表16-2 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以及货币从分工的演进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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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
 
y
 0
 ≡（3/4）2
 （k
 2
 
z

 +30k
 
z

 ），k
 
z
 0
 由下式给定：


f
 0
 （k
 
y

 ，k
 
z

 ）≡27
 k
 3/2
 
y

 k
 
z

 -9（k
 2
 
z

 +30k
 
z

 ）1/2
 （1+k
 
y

 k
 
z

 ）=0


k
 
z
 1
 由下式给定：


f
 1
 （k
 
z

 ，k
 
y

 ）≡27
 k
 
y

 k
 3/2
 
z

 -9（k
 2
 
z

 +30k
 
z

 ）1/2
 （1+k
 1/2
 
y

 k
 3/2
 
z

 ）=0


k
 
z
 2
 由下式给定：


f
 2
 （k
 
z

 ，k
 
y

 ）≡18（k
 2
 
z

 +30k
 
z

 ）1/2
 /［27
 k
 
z

 -9k
 
z

 （k
 2
 
z

 +30k
 
z

 ）1/2
 ］


k
 
z
 3
 由下式给定：


f
 3
 （k
 
z

 ，k
 
y

 ）≡27
 k
 
y

 k
 
z

 -9（k
 2
 
z

 +30k
 
z

 ）0.5
 （1+k
 1/2
 
y

 k
 
z

 ）=0，


k
 
y
 1
 ≡3/5k
 
z

 ，k
 
y
 2
 ≡3/5k
 3/2
 
z




k
 
y
 3
 由下式给定：


f
 3
 （k
 
z

 ，k
 
y

 ）=0

总之，表16-2中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可以归纳如下：如果交易效率非常低，则一般均衡是自给自足，此时不需要市场和货币。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一般均衡就从自给自足演进到局部分工，但此时不需要货币。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局部分工就演进到完全分工，此时货币就成为完全分工的关键。如果社会和制度条件保证纸币、一种信用制度或其他货币代用品的交易成本系数足够小，则货币代用品就会被用作交换媒介以协调完全分工。但是，如果纸币的供给突然显著地增加，比如，由于货币代用品易于伪造，以至于纸币的价值迅速下降；或者一场战争阻碍了信用制度的执行，则交易成本系数最低的商品货币就会被用作交换媒介，以便于完全分工。

成文利（Cheng，1999）证明，如果k
 x
 是一个介于0和1之间的常数，而不是固定在0.25，则结构Bc在一定参数子空间内可能是一般均衡。博兰-杨（Borland and Yang，1992，又见Yang and Ng，1993，chapter 17）模型以及成文利模型证明，专业化和分工对货币的出现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一个有迂回生产的足够高的分工水平对货币的出现是至关重要的。博兰-杨模型还证明，在一个足够长的迂回生产链条中，足够高的分工水平是货币出现的必要条件。由于斯密货币模型中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货币的出现就可以通过促进一个长迂回生产链条中的高分工水平来促进生产力的进步。在新兴古典模型中，货币以一种有趣的方式促进生产力的进步。交易成本可能会因为货币的出现而提高。例如，如果由于制度性环境（如在一个苏联式经济体制中，货币的运用被严格限制）使得货币及其代用品不存在，并且商品的交易效率又足够高，那么均衡就是一个局部分工的结构，而完全分工就不可行。制度环境的改善使得货币或货币代用品的交易成本系数降低，货币就会出现，且完全分工就成为一般均衡。在完全分工的结构中，如果生产力进步的好处超过交易成本的提高，则生产力和交易成本两者都会比局部分工的结构高。

斯密推测，一种可卖性强的商品将更有可能扮演交换媒介的角色。有两种方法来解释一种商品的可卖性（salability）概念。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看法，如果有更多的人用一种商品消费和生产，则该种商品具有更强的可卖性。而根据新兴古典的货币模型，这种解释是错误的。如果一种商品的交易成本系数更小，则该种商品更有可能被当成货币。在博兰和杨小凯的货币模型中，钢铁被用于生产锄头，锄头又被用于生产食物，在完全分工的结构中，所有的人都接受食物以供消费，但只有专业的锄头生产者需要钢铁。根据对可卖性的第一种解释，食物比钢铁和锄头更具可卖性；但是，根据我们对可卖性的解释，如果钢铁的交易成本系数比锄头和食物要小得多，则它就更具有可卖性。历史上，充当货币的往往是那些人们很少用作消费和生产的一些贵金属。食物由于容易腐烂或单位数量的价值较低，其交易效率也就较低，因而也就很少被用作货币，尽管每个人都需要它。被用作货币的商品，通常具有以下特征：每单位数量的价值较高，因此运输很高价值的商品花费甚少；可分割性强；物理上的稳定性（不易腐烂变质）。所有这些特征意味着一个低的交易成本系数，该费用包括储存费用和转移或分割中的价值损失。

我们的新兴古典货币模型是一般均衡模型。
 
[2]

 因此，均衡的商品货币流通数量是内生的。同样，用其他商品表示的商品货币的均衡价格，包括消费或生产的价值以及作为交换媒介的价值，也是内生的。
 
[3]

 在一个结构内，商品货币的价值和流通量不仅会随着参数的边际变化而连续地变化，而且会随着参数值在不同子区间的转换而在具有不同货币制度和不同分工网络模式的结构之间非连续地跳跃。

可以证明，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以及分工在一个越来越长的迂回生产链条中的演进，商品货币的流通量及价值将会提高，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也会提高。这是一种解释工业革命期间黄金价格急剧提高的新方法。可以看到，一种货币替代物和一种信用制度的运用，可以减少商品货币的流通量，并因而降低用其他商品表示的商品货币的价格。

关键术语和复习

商品货币、纸币、货币替代物、信用制度。

需求和供给的双向吻合以及货币的出现。

分工水平、迂回生产链条的长度、交易效率以及货币出现之间的关系。

纸币替代商品货币的条件。

一种很可能被当成货币的商品的性质。

分工网络规模、商业化程度和一个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之间的关系。

商品货币和纸币的生产力含义。

市场寻找有效的货币制度和分工水平的功能。

进一步阅读

Cheng（1996，1998，1999），Jevons（1893），Borland and Yang（1992），Yang and Ng（1993，chapter 17），Ostroy and Starr（1990），Alchian（1977），Brunner and Meltzer（1971），Clower（1967），Green（1987），Parkin（1986），Jones（1976），King and Plosser（1986），Kiyotaki and Wright（1993，1989），Lucas（1980），Oh.（1989），Starrett（1973），Ostroy（1973），Smith（1776，chapter 4），Menger（1871），von Mises（1934）。

思考题

1.在苏联模式的经济里，政府控制几乎所有商品的定价。政府控制下的官方价格通常远离市场出清价格，但是，由公司之间和人们之间的物物交换或商品货币促进的交易不需要依从以官方不兑现纸币表示的官方价格，因此，我们在苏联模式的经济中能看到许多基于物物交换或商品货币的“走后门”交易。解释为什么这样的“走后门”交易在苏联模式的经济中如此流行。这种苏联模式的经济特征对经济发展的含义是什么？

2.在1990年以后，因为极高的通货膨胀率，俄罗斯公司更喜欢基于商品货币的物物交换或交易，而不喜欢基于不兑现纸币的交易。用本章的模型解释这种现象。

3.一些经济学家把斯密对一种商品的可卖性概念解释为那些需要用这种商品来消费或生产的人所占人口的比例。这种解释正确吗？为什么？

4.用斯密的货币模型阐明货币的使用可能增加交易成本。这种与经济发展中货币的出现相关的交易成本的增加的含义是什么？

5.讨论在斯密货币模型中把货币价值内生化的机制，分析货币政策对生产率提高和分工演进的含义是什么？

6.制度安排通过影响交易效率是怎样决定货币化程度、分工程度和一个经济的生产率的？

7.对照经验观察检测本章发展的理论，例如检测一个经济的分工和货币化程度的同时演进（由货币促进的经济活动的收入比重）。

8.一些人向一个经济学家询问快速赚钱的方法。经济学家回答说：不存在赚钱的普遍规则。你必须理解分工经济和货币在一个特定的商业形势下，在减少交易成本和促进分工时的作用，以理解能够赚钱的全部均衡机制。对这个经济学家的回答进行评论。

习题

1.解简化了的齐尤塔克-赖特模型，其中A
 人的效用函数是u
 
A

 =kx
 ，生产函数是z
 =l
 
A

 ，其中l
 
A

 是A
 人的固定禀赋。C
 人的效用是u
 
c

 =sz
 ，并且他的生产函数是y
 =l
 
c

 ，其中，l
 
c

 是他的劳动禀赋。x
 、y
 、z
 分别是三种商品的量，k
 、t
 、s
 分别是三种商品的交易效率系数，它们可以解释为收到已购商品的可能性，并且它们与在原始KW模型中不同类型的人搭配的可能性相关，交易必须是序贯的并且贴现因子为零。确定某种特定的商品在均衡时成为货币的条件。

2.求博兰和杨小凯的货币模型的全部均衡并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每个消费者-生产者的效用函数是u
 =z
 +z
 
c

 ，其中，z
 是自我提供的食品量，z
 
c

 是从市场购买来用于消费的食品量。食品的生产函数是z
 +z
 
s

 =［（y
 +y
 
c

 ）l
 
a

 
z

 ］0.5
 ，其中，a
 ＞1，z
 
s

 是在市场销售的食品量，y
 是自我提供的锄头数，y
 
c

 是从市场购进的锄头数。l
 
z

 是一个人在生产z
 时的专业化程度。锄头的生产函数是y
 +y
 
s

 =［（x
 +x
 
c

 ）l
 
a

 
y

 ］0.5
 ，其中，y
 
s

 是锄头的销售量，x
 是自我提供的钢铁量，x
 
c

 是从市场购进的钢铁量，l
 
y

 是一个人在生产锄头时的专业化程度。钢铁的生产函数是x
 +x
 
s

 =l
 
x

 -A
 ，其中，x
 
s

 是钢铁的销售量，l
 
x

 是一个人在生产x
 时的专业化程度。工作时间的禀赋约束是l
 
x

 +l
 
y

 +l
 
z

 =1，在使用和生产之间的物资平衡是tx
 
d

 =x
 
c

 +x
 
m

 ，ry
 
d

 =y
 
c

 +y
 
m

 ，kz
 
d

 =z
 
c

 +z
 
m

 ，上标d
 表示购买量，上标c
 表示消费量或生产量，上标m
 表示货币量，t
 、r
 、k
 分别是钢铁、锄头和食品的交易效率系数。

3.假设在例16.3中的成（Cheng）模型里，k
 
x

 是一个也许不等于0.25的参数，求全部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特性。根据一种计价物计算货币的均衡价值，计算均衡的货币化程度。用你的计算解释黄金价格在19世纪和20世纪戏剧性的上涨和下跌，并解释货币化程度和商业化程度作为经济发展的两个方面的同时增长。在20世纪末，当不兑现纸币不断取代商品货币来作为交易媒介时，与其他商品相关的黄金价格会发生什么变化？

4.假设在例16.3中的模型里，政府发行不兑现纸币Q
 ，并且使用Q
 在阶段1购买x
 ，然后在阶段2销售x
 以换取不兑现纸币，接着使用不兑现纸币在阶段3购买y
 和z
 ，最后再次销售y
 和z
 以换取不兑现纸币。Q
 的变化对商品的名义价格、分工的均衡水平及生产率有什么影响？如果Q
 在阶段3的末尾变化了，分工的均衡程度和资源配置会受影响吗？用你的答案分析货币政策的含义。




 [1]
 根据斯密（1776）的观点，一旦分工完全确立，一个人会用他的大部分产品从其他人那里交换他想要的商品。但是，如果他没有别人想要的东西，或者别人没有他想要的东西，这种交换“一定会经常地”出现“障碍”。“为了避免这种不便利的情况出现，每一个谨慎的人……除生产他特有物品，还必须始终储备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或者其他一些他认为大多数人不会拒绝的物品。”


 [2]
 琼斯（Jones，1976）最先发展了一个模型，将货币是人们“不经有意指挥协调”的市场行为产生的自然结果的思想数学化。他的模型后来被奥（Oh.，1989）扩展。


 [3]
 根据冯·米塞斯（von Mises，1924，p.106），“货币的价值起初同货币物质的商品价值相关联，但后来，它就不仅依赖于其工业用途（它决定着商品货币的物质价值），而且依赖于其作为货币的用途”。


第17章 新兴古典景气循环和失业理论

17.1 重新思考宏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现象同总需求和总供给及其与它们同绝对一般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有关。总量需求是所有个别商品的总市场需求之和，它同一种特定商品的总市场需求不同，后者被称为一个非加总变量。总需求、总供给以及一般价格水平则被称为加总变量。

在前面章节我们学习过的新兴古典静态和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均真实收入可以视为劳动的绝对价格，它由均衡的分工水平内生地决定。绝对价格水平的内生同分工网络规模的内生连在一起，并且同市场中的总量需求相关。在新兴古典框架中，一个角点均衡决定资源分配（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以及选择不同职业模式的人数），而一般均衡则决定劳动的绝对价格水平、分工网络规模及相应的总量需求。因此，在新兴古典框架中，一个角点均衡的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同一个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有着同样的解释力，而新兴古典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则可以解释新古典模型不能解释的很多宏观经济发展现象。因此，我们将新兴古典模型的超边际比较静态（或动态）分析称为新兴古典宏观经济分析，而将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称为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分析。

从这种讨论中可以看到，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焦点集中在同分工网络规模有关的宏观经济现象。在这一节中，我们首先考虑新兴古典框架中解释失业和总需求的不同方法。然后，在本章余下的部分，我们将发展一个能同时内生有效的景气循环、有效的失业及长期经济增长的新兴古典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例17.1
 内生大规模失业风险的新兴古典模型。
 最早的能够内生大规模失业的新兴古典一般均衡模型是第15章、第16章中的那些模型（又见Yang and Wills，1990；Lio，1997）。在这些模型中，分工经济、交易成本以及分工网络协调的可靠性之间的有效折中，会产生一种均衡以及有效率的分工网络协调失败风险。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显示，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均衡及有效率的协调失败风险也会提高。这种协调失败风险是一种大规模失业的风险，因为在一个十分发达的分工网络中发生协调失败时，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所有人都会被迫选择自给自足。这意味着，很多人将被排除在分工网络以及相关的市场网络之外。也就是，他们不能找到为市场工作的机会，或者说，他们失业了。

这种大规模失业的风险有如下几个有趣的特征。首先，它是有效率的。市场对分工提高总合生产力的正网络效应与交易成本及协调失败风险之间的两难冲突进行有效折中的结果，决定着有效率的大规模失业风险。就正如在运输条件改进时，我们会选择在有更高风险的高速公路上开车一样。其次，这种高协调失败风险绝不会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存在，而是与高水平的分工（或者高的商业化程度）相联系。失业和景气循环现象实质上是分工网络的内在特性。在自给自足中，每个人为自己生产所有的东西。如果他的口味或技术发生变化，以致有一种产品不再需要，则他会减少原先配置在该产品生产上的资源。如果他在冬天或糟糕的天气条件下不能工作，他尽可以停下来休息。我们不能将这种情况称为失业，因为他仍然在生产其他产品，或在天气好转时仍然忙碌。但是，在一个完全专业化的社会中，当消费者的口味或技术条件发生变化时，可能会导致整个专业部门从市场上退出，而这个部门的所有专家都将会失业。

除了有效率的协调失败风险导致的大规模失业，还有两种类型的失业：第一种是所谓的“自然失业”，第二种是周期性失业。我们在第17.2～17.5节中将对周期性失业进行模型化。在本节余下的部分，我们考虑两种方法来解释自然失业。


例17.2
 整数问题引起的自然失业。
 新兴古典模型中的整数问题会产生自然失业。假设在第3章有两种商品的对称性模型中，有三个人（M
 =3），并且该人数的集合不是连续统，这样，效用均等化和市场出清条件产生的选择两种职业模式的人数就是M
 
x

 =M
 
y

 =1.5，这意味着，每一种商品有1.5个人在专业生产。这种情况不仅不现实，而且同专业化的概念相冲突，因为半个人专业生产x
 ，而他的另一半则专业生产y
 。假设交易效率很高，以致第1个人选择模式（x
 /y
 ）而第2个人选择模式（y
 /x
 ），这样，第1个人和第2个人可以建立一种M
 
x

 =M
 
y

 =p
 =1的“均衡”，该均衡产生的人均真实收入要比被迫选择自给自足的第3人的人均真实收入高。第3人有激励专业生产一种商品，并以略低于“均衡”的相对价格出售，因此，该商品的买者将转向他。这样，第1人和第2人之间的均衡就会破裂，该商品的买者和第3人就会建立起另外一种“均衡”，逼迫另外一个人选择自给自足，而这个人反过来又有激励和能力再破坏新的“均衡”。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因此，要达到一种均衡就绝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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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1 M=3时的总转换曲线

不难看到，如果市场出清和效用均等化条件会产生不同专家的非整数人数，则在这种有两种商品的经济中，瓦尔拉斯均衡不会存在。但是，如果其中两个人的交易和生产条件比另外一个人稍好，则这两个人可以组成一个有分工的纳什议价均衡，而第3人则被排除在市场网络之外。因此，第3人似乎就会处于非自愿失业状态，因为他本身是愿意卷入分工的。

从图17-1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第4章、第5章模型中M
 =3，则总转换曲线由三条曲线组成。曲线A是一个人的转换曲线。如果两个人专业生产y
 ，而第3人生产两种商品，则我们可以将曲线A上移两个单位得到曲线B。如果两个人专业生产x
 ，而第3人生产两种商品，则我们可以将曲线A右移两个单位得到曲线D。如果一个人专业生产x
 ，第二个人专业生产y
 ，而第三个人生产两种商品，则我们可以将曲线A上移一个单位，再右移一个单位得到曲线C。曲线B、C和D组成了第3章中M
 =3时生产函数的总合生产可能性边界（PPF）。

因此，组成总合PPF的曲线数目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而增多。当人口规模趋于无穷大时，总转换曲线将会聚成一条直线，而自给自足的总生产计划和分工的总生产计划之间的差距将扩大（该差距代表分工的好处）。

当人口规模趋于无穷大时，均衡的整数问题将消失。例如，在有两种最终商品的模型中，如果人口规模是3，则自然失业率是1/3；如果人口规模是101，则自然失业率是1/101。

如果我们在该模型中引入很多消费品和投资品，则整数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和复杂。从日常观察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分工水平更高的经济中，因整数问题而导致的自然失业率也会更高。但是，在有很多商品的模型中，其整数问题要比这种直观复杂得多。首先，在一个纳什议价均衡中，即使在事前大致相同的人们之间，也会出现收入的不平等。考虑第11章中有m
 种最终商品的新兴古典模型，其中m
 =100，均衡中的贸易商品数目为50，人数是一个有限集合，人口规模为101人。我们假定，如果整数条件不成立，则那些生产效率比其他人边际地低的人，将会被排除在分工网络之外。但是，由于生产率的差距无穷小，模型的对称性得以保留，市场出清条件和效用均等化条件使售卖每种商品的专家人数出现了101/50这样一个非整数。因此，一个比其他人生产效率要边际地低的人，将被排除在分工之外，并被迫选择自给自足或失业。其余的100人将组成两个分隔的分工网络。在每个网络中，每个人都出售一种商品给其余49个人，并从这49个人中的每一个手中购买一种商品。均衡的失业率是1/101。如果交易效率得到提高，以致最优的贸易品数目变成80，则80个人将组成一个对称的分工网络，而其余的边际生产率低的21人，则有两种可能的组织模式。如果这样做比自给自足的境况要好，他们可能组成一个有21种贸易品的对称的分工网络。在这个较小的分工网络中，由于分工经济对交易成本的净好处不能被充分利用，其人均真实收入就要低于那个80人的大分工网络。但是，正如杨小凯和黄有光（Yang and Ng，1993，chapter 5）证明的，在均衡价格下，每个人的人均真实收入可能是贸易品数目n
 的一个非单调函数。这种情形可用图17-2表示，其中，纵轴代表均衡的贸易品相对价格下的效用，而横轴代表贸易品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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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2 在均衡价格下一个人的组织效用

如图17-2所示，一个人的人均真实收入是其贸易品种类数的非单调函数。在给定交易效率系数k
 的条件下，一个人的组织效用在n
 =80时最大化。当贸易品的种类数目是21时，对n
 =21而言，由于交易成本超过专业经济，其效用就要低于自给自足时的效用。这种情形下，在均衡中，这21个人将选择自给自足，失业率是21/101。这个例子说明，分工水平与整数问题引起的自然失业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单调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随着均衡的分工水平提高，整数问题引起的平均自然失业率也很有可能提高。

事实上，在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高分工水平）中，整数问题引起的自然失业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例如，假定大学需要两个经济学教授，但有三个水平相当的博士毕业生。这样，其中一人必定会失业，直到新的需求产生为止。你会问，为什么大学不可以雇佣三个非全职的教授，并要求他们每人用其2/3的时间来为大学工作？回答是，由于专业化经济，这种情况不可能是一种均衡。由于业余教授是半专业化的，他们的生产效率就没有完全专业化的全职教授高。从前面有两种商品和三个人的经济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如果交易效率足够高，三个人中的两个人之间将会有分工和完全专业化，并将拒绝同另外一个边际生产效率较低的人进行分工，即使第三个人愿意在非全职时间的基础上生产x
 和y
 并与他们进行交易也是如此。

正如例12.1证明的，在一个有事前不同的消费者-生产者的新兴古典模型中，即使人数的集合是连续的，在由自给自足向完全分工过渡的阶段，二元结构也会发生。在这个二元结构中，事前相同的人们可能被分成自给自足模式和专业化模式。由于那些自给自足的人们不能找到为市场工作的机会，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就业不足或失业。


例17.3
 分工结构的变化引起的自然失业。
 在新兴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自然失业的第二个原因是参数外生变化引起的分工网络模式的变化。我们用第10章中有m
 种消费品的对称的新兴古典模型来说明这类自然失业。在该模型中，m
 和n
 都是内生的。假定一次石油危机导致汽油成本上升并降低了交易效率k
 ，m
 和n
 的均衡值因此突然下降，这意味着对一些商品的需求突然消失，人们停止消费一些非必需品。因此，这些商品的生产专家就会突然失去工作。但是，由于存在固定学习成本或工作转换费用，即使这些失业的人马上转移到其他行业，他们的生产效率也无法同那些原来就一直生产这些商品的专家的生产效率相比。这样，在这些失业者有机会获得新的职业技能之前，他们必须面临失业。在一个每个人都为他自己生产所有商品的自给自足社会中，这类失业不会发生。在这种没有失业的情况下，偏好或生产条件的变化会导致每个人调整其在不同商品上的资源分配。容易理解，均衡的分工水平越高，这种失业越容易随着参数的外生变化而发生。如果考虑到专业化熟能生巧的动态效果，则分工结构的任何变化都会迫使一些人变换职业。在转型阶段，旧的人力资本变得无用，而新职业人力资本的获得则依赖于创造熟能生巧机会的新工作。但是，失业者与那些有专业化熟能生巧工作机会的人是无法竞争的，以致失业本身也妨碍了他们寻找一份新的工作。因此，一种恶性循环会将失业者永远排除在市场之外。

本章习题7的效率工资模型通过设定道德风险和失业之间的两难冲突，内生了均衡的失业率。失业扮演着一种减少工人欺诈行为的工具性角色。这个模型和迄今为止讨论的三种解释失业以及分工网络规模与失业之间关系的新兴古典方法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第一，这些模型都没能预测长期的有规律的景气循环及相应的周期性失业。它们不能揭示长期有规律的景气循环、周期性失业及长期内生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特别是，这些模型不能揭示耐用商品加上复杂的分工网络对长期而有规律性的内生商业周期和增长的含义。很多有经验的商人知道耐用商品存货与景气循环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本章余下的部分中，我们将用一个有耐用投资品的新兴古典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内生长期有规律性的有效率的景气循环、长期经济增长及有效率的周期性失业。我们将揭示有效率的景气周期和有效率的失业对长期经济增长和分工网络规模演进的含义。

一些经济增长文献提供了关于景气循环和生产力提高之间正相关的经验证据，虽然这些仍非结论性的证据。克蒙第和米高（Kormendi and Meguire，1985）对47个国家跨部门数据的研究发现，周期性波动（用真实产出增长的标准差测定）对平均年增长率有显著的正效应。通过构造对113个国家混合的跨部门/时间序列数据，格利和特罗克（Grier and Tullock，1989）发现，真实GDP增长的标准差对平均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效应。拉米（Ramey，1995）证实，当他们用产出增长的标准差来代表周期性的波动时，OECD国家的经验符合这种结论。

关于周期性波动可以与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存在的新古典模型有许多种类。第一条线索是通过假定在选择总合技术时经济会面临一种正风险回报的两难冲突，解释产出波动的积极含义。代理人只有在这些技术预期会产生更大的回报及相应的经济增长时，才会集体选择更高风险的技术（Black，1979）。第二条线索关心的是，当经济度过衰退后，如何才能推进R&D活动。典型的是，由于衰退期间放弃生产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企业发现，在经济低迷时将雇员重新配置到研究和重组活动上是有利可图的（见Aghion and Saint-Paul，1991）。第三条研究线索强调的是在衰退期间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经济人将谨慎行动，并将积累物质和人力资本作为缓冲库存，以保护经济低迷状态下的消费。人力资本的预防性积累同经济增长特别相关。由于低熟练技巧的职业受周期性波动的影响非常大，故经济人可能会想着更快地积累人力资本，以提高工作的安全性（Deaton，1991；Skinner，1988；Dellas，1991）。第四条研究线索的文献是深受阿洪和豪威特（Aghion and Howitt，1992）影响的所谓创造性毁灭模型。在他们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垂直创新会在熊彼特创造性毁灭过程中取代那些不思创新的企业，而平均经济增长率和增长率的变动就随着垂直创新的规模而提高。第五条线索的文献是谢勒夫（Shleifer，1986）创立的执行周期模型（the model of implementation cycles）。如果每个创新者在创新之前的时期都要有一个固定学习费用，则在繁荣期大规模的销售就成为企业家补偿其固定学习费用（在衰退期进行创新可能会损失金线）的必需。这样，一种周期性的均衡可能会增强创新和生产力的增长，而一种试图稳定经济周期的政策则可能是有害的。第六条线索的文献是由卡巴洛和海默（Caballero and Hammour，1994）创立的“清洁效应”（cleansing effect）模型。在该模型中，经济周期对长期经济增长是有益的，因为衰退可能会通过淘汰效率差的企业、补充更有效率的企业而使生产结构得到一次“清洁”。

所有这些新古典的模型都不能揭示景气循环与分工演进之间的内在关系。它们不能揭示基于分工演进的创造性毁灭。在这一过程中，专业化程度低的旧职业被专业化程度更高的新职业取代。特别是，它们不能同时预见下面一些共存的现象：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以及全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分工）的提高；内生、有效率、长期且有规律的景气循环；内生、有效率、长期且有规律的周期性失业；内生、长期且周期性的经济增长；耐用商品的产出水平较非耐用商品更不稳定的波动。在本章余下部分介绍的新兴古典动态均衡模型，则可以同时预测上面的所有现象。

学习本章时应问自己以下问题

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和微观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以及新兴古典经济学中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和宏观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分工网络规模的内生与总需求的内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整数问题引起的失业，分工网络协调失败风险引起的失业，分工结构变化引起的失业，以及长期内生有规律、有效率的景气循环引起的失业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外生景气循环和内生景气循环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长期内生景气循环与长期内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迂回生产性耐用商品生产中的分工与长期有规律的内生景气循环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景气循环、交易效率、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工作转换成本，以及商品的耐用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市场上决定有效率的景气循环模式和经济增长的两难冲突是什么？

为什么均衡的景气循环模式会是帕累托有效的？

市场如何决定有效的景气循环、经济增长以及失业模式？

政府操纵景气循环和失业模式可能的后果是什么？

17.2 长期有规律、有效率的景气循环、周期性失业、长期经济增长以及耐用商品生产上的分工

我们先讲述模型背后的故事。从日常生活经验中可以看到，很多周期性的物理过程能产生比非周期性物理过程大得多的力量，激光就是一个例子。激光能够产生比非周期性光束强大得多的周期性光束。工程师可以给你举出更多比非周期过程产生更强大力量的周期性物理过程的例子。这些例子提醒我们，景气循环可能对生产力有积极的含义。

很多经济学家，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和斯蒂格利茨，都将景气循环归因于市场失败。很多政府和商业组织也做过很多努力，试图通过消除景气循环来校正这种“市场失败”。但是，这些努力都没有改变景气循环有规律发生的基本特征。此外，在生产力很低的自给自足社会中，景气循环却不是一种显著而持久的规律现象；而在一个高专业化水平、高分工以及高生产力的社会中，景气循环却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景气循环、高分工水平和高生产力同时存在的现象提醒我们，持久的景气循环可能有其生产力含义，而分工和景气循环之间可能有一种内在的关系。有景气循环的经济动力机制可能比非周期性的经济动力机制更有效。

我们考虑一个有很多事前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的经济。每个人可以生产一种非耐用消费品（如食物）以及一种耐用投资品（如拖拉机）。一辆拖拉机是不可分的，且每个人在任一个时点能且只能驾驶一辆拖拉机。在任何商品的生产上都存在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而如果一个人在两种生产活动之间进行转换，则会有两种类型的成本发生。如果一个人从一种活动转到另一种活动，他会忘记他在前一种活动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同样，任何活动都有一个进入成本，比如一个入门学习的成本。我们进一步假定，一辆拖拉机可以用两年，每个消费者从食物中得到效用，且将其总贴现效用最大化。

对这个简单经济而言，至少有三种可能的生产和消费组织结构。第一种是自给自足的结构A
 ，如图17-3所示，每人自给每一种商品。在第一年，他先花一些时间生产一辆拖拉机，并在余下时间用拖拉机生产食物；在第二年，他只是用拖拉机生产食物，这样，在这种结构中，既没有景气循环，也不会有失业。在第二种结构C
 （完全分工）中，人口被分为从事拖拉机生产和食物生产两部分，如图17-3所示。职业农民每年驾驶拖拉机生产食物，职业拖拉机生产者在第一年生产拖拉机，在第二年则失业，第一年的总产出水平要高于第二年，这是一种有失业的两年一次的景气循环。第二次景气循环发生在第三年和第四年，如此循环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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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3 有无景气循环的结构

第三种结构P（局部分工）同第二种一样，只是拖拉机生产者在第二年转到食物生产上。也就是说，农民是完全专业化的，但拖拉机生产者则不是完全专业化的，它每隔一年也生产食物。

自给自足的结构A涉及工作转换成本，但没有分工和景气循环。同样，结构A不涉及交易成本，也不能从专业化熟能生巧中利用生产力提高带来的好处。有完全分工的结构C能够通过专业化熟能生巧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它不产生工作转换成本，但产生了交易成本和劳动力的周期性失业。有局部分工的结构P对拖拉机生产者而言涉及工作转换成本，但不会产生景气循环。农民可能比拖拉机生产者更能充分地利用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结构P中的交易成本水平介于结构A和结构C之间。

因此，在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交易成本、工作转换费用、更快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周期性的失业之间，存在很多两难冲突。如果工作转换成本、交易效率和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足够高，则由于专业化熟能生巧使人力资本积累更快，且结构C中工作转换成本降低带来的好处超过交易成本（较结构A和结构P），有景气循环和失业的完全分工就要帕累托优于没有景气循环和失业的自给自足和局部分工。因此，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会选择有景气循环和失业的有效率的结构。

在结构C中，专业拖拉机生产者在第1年、第3年、第5年……卖拖拉机且买食物。卖出的拖拉机的价值要高于购买的食物的价值。两者之差就是储蓄，拖拉机专家将用它在第2年、第4年、第6年……失业时购买食物，如图17-3所示。由于贸易在第2年、第4年、第6年……是单向的，而商品货币对这种购买力的储蓄不起作用，纸币或一种信用制度对实现结构C就至关重要。由于能够自由选择职业模式，拖拉机专家和职业农民之间的总贴现真实收入一定会相等。也就是说，在繁荣时期，生产耐用商品的部门的收入一定会足够高于生产非耐用商品的部门的收入，以至于两者之差能足以补偿生产耐用商品的部门在衰退期间的失业。这意味着，“看不见的手”（价格机制）能够协调自利行为，以对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交易成本以及工作转换成本等各种矛盾力量进行有效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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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4 有无景气循环和失业的两种增长模式

在不同参数值子区间内，三种结构中人均真实收入不同的时间路径如图17-4所示。图17-4（a）显示的是在交易效率和工作转换成本高且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显著时，三种结构的人均真实收入的时间路径。在早期阶段，结构A比结构P和结构C产生了更高的人均真实收入，其原因在于，后两种结构中有交易成本，且通过专业化熟能生巧来加速人力资本积累需要花费时间。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结构P中的人均真实收入率先超过结构A，然后结构C中的人均真实收入也赶上结构A和结构P，尽管结构C中存在景气循环。

图17-4（b）显示的是在交易效率和工作转换成本低且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不显著时，三种结构的人均真实收入的时间路径。结构A总是比结构P和结构C产生更高的人均真实收入，即使后来因为结构C中人力资本积累更快而使其人均真实收入赶上结构A和结构P，但由于结构C比结构A和结构P的总贴现人均真实收入更低，结构C仍然可能帕累托劣于结构A和结构P。

我们关于景气循环的新兴古典故事与目前的景气循环模型有三个不同的特点。第一，在我们的模型中，分工网络规模及每个人相应的专业化水平是在一个微观动态均衡模型中内生的。第二，新兴古典模型同时产生了以下三种宏观经济现象：持久、有规律、内生且有效率的景气循环；内生周期性且有效率的失业；可能由景气循环和周期性失业加速的长期内生经济增长。我们的模型有专业化熟能生巧、工作转换成本、投资品的不可分性及耐用性等特征。这些特征是一个有景气循环的动态均衡帕累托优于非周期性动态的必要条件。我们的模型揭示了景气循环和周期性失业对长期内生经济增长的含义。它预见耐用商品的波动要甚于非耐用品的波动。这是一种已由很多经验证据证实，且被很多经济学家当成一种需要由宏观经济学理论来给予解释的重要现象（例如，见Barro，1997）。第三，我们的模型可以用来揭示纸币和储蓄在使市场利用景气循环和周期性失业来加速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加速内生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我们的模型中，储蓄被生产耐用商品的专家用来在衰退期间失业时购买消费品，因此，市场可以利用景气循环来避免工作转换成本和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所以，储蓄的好处就不是基于不同时点上不同商品之间的贸易。这样，商品货币就不能用来促进这种储蓄，而货币替代物、纸币或一种信用制度对这种促进效率景气循环和效率周期性失业的储蓄就是必需的。

同依赖外部冲击的景气循环模型，如萨缪尔森模型（Samuelson，1939）和希克斯模型（Hicks，1950）相比，我们的模型是一种内生景气循环模型，它可以在没有任何外生冲击的情况下产生持久的景气循环。我们的模型可以产生景气循环和失业的生产力含义，而其他内生景气循环模型，如沃加（Vogt，1969）和歌涅（Goodwin，1951）的模型，则不能产生这种含义。同劳动力转换模型（见Lilien，1982；Black，1987）不同，在本章介绍的模型中，即使人们不在不同部门之间转换工作，景气循环和失业也会发生，但劳动力转移模型中的失业则正是由这种转换引起的。因此，劳动转换模型（见Abraham and Katz，1986；Murphy and Topel，1987）与繁荣期工作转换比衰退期更频繁的经验事实不相容的情况，在我们的理论中可以完全避免。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真实景气循环模型（见Kydland and Prescott，1982；Long，Jr. and Plosser，1983；King and Plosser，1984），则需要一种外生的随机过程来产生“景气循环”现象，而根据普里斯科特（Prescott，1986），这还不能被称为景气循环。但是，我们的模型在没有外生随机过程的情况下，也能产生持久的景气循环。前面提及的所有景气循环模型都是宏观经济模型，而本章中的模型则是微观动态均衡模型。魏茨曼（Weitzman，1982）有规模递增报酬的微观均衡模型有内生的失业，但是，他将失业视为市场协调失败的结果，且他的模型不能产生持久的景气循环。垄断竞争和黏性价格模型（Mankiw，1985；Ball，Mankiw and Romer，1988）和效率工资模型（例如，见Yellen，1984；Stiglitz，1986；本章习题7）将失业视为市场在使需求和供给达到均衡过程中的一种失败。它们不能产生内生的持久景气循环。斯蒂格利茨（1992）发展了一个模型，用不完全信息引起的资本市场失败来解释景气波动。黄有光（Ng，1986，1992）的中观经济学中的景气循环，也是建立在一个有真实均衡连续统的不完全竞争经济中协调失败的基础上，这种失败会产生无效率的均衡。相反，本章的模型将景气循环和失业归因于市场的成功。

17.3 一个景气循环、失业的新兴古典动态均衡模型


例17.4
 内生且有效率的杨-黄景气循环模型（Yang-Ng model，1993）。
 我们考虑一个有M
 个连续的事前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的模型。有一种称为食物的非耐用消费品，以及称为拖拉机的耐用投资品。在任何时点上，一个人能且只能驾驶一辆拖拉机来生产食物，而一辆拖拉机可以用两年。一个人在第t
 年自给的食物数量用y
 
t

 表示，第t
 年出售的食物数量是y
 
s

 
t

 ，第t
 年购买的食物数量是y
 
d

 
t

 ，食物的交易效率系数是k
 ，因此，ky
 
d

 
t

 是购买的食物中最终可用于消费的数量，第t
 年消费的食物数量是y
 
t

 +ky
 
d

 
t

 。此时我们假定，每个人的决策时间长度是两年，他的主观贴现因子是ρ
 ∈（0，1）。下文中我们会增长决策期，一个人的目标函数就是他的总贴现效用，它是消费的食物数量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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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物生产中，产出水平由拖拉机的投入、当前劳动投入以及生产经验（该经验又取决于生产食物总的累积劳动）决定。我们假定，如果一个人在不同活动之间进行转换，则他会忘记他生产食物的所有经验，这样，前面的劳动对现在同种商品的产出水平也没有任何影响。同样，如果一个人在第t
 年转换到另一种活动，则在第t
 年会有一个进入该活动的进入成本。因此，食物的生产函数设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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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
 
t

 +y
 
s

 
t

 是一个人食物的产出水平，X
 
t

 是用于生产食物的拖拉机的有效投入水平。x
 
τ

 是第t
 年自给的拖拉机数量，而x
 
d

 
τ

 则是第t
 年购买的拖拉机数量。由于拖拉机的不可分性，这两个变量必须为整数。第2年食物的产出水平不仅取决于第2年拖拉机的投入水平，而且取决于第1年拖拉机的投入水平，因为拖拉机是一种可用两年的耐用商品。式（17.2b）意味着，一个人在任意时点上能且只能驾驶一辆拖拉机，因此，额外的拖拉机对一个人的食物产出水平没有任何影响。L
 
yt

 是一个人的在第t
 年生产食物的人力资本水平。如果没有工作转换发生，该水平就等于一个人在食物生产上积累的劳动；如果在第t
 年或第t
 -1年发生了任何工作转换，则该水平就等于当前的劳动投入水平l
 
yt

 。进入成本系数c
 是一个给定的常数。式（17.2b）～式（17.2e）对模型产生景气循环和失业的生产力含义是至关重要的。

用x
 
s

 
t

 表示第t
 年出售的拖拉机数量，则一个消费者-生产者的拖拉机生产函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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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
 
t

 +x
 
s

 
t

 是一个人的拖拉机产出水平，如果我们假定几个拖拉机生产者在一起可以生产出一个整数数目的拖拉机，则该产出水平可能就不是一个整数。L
 
xt

 是一个人在生产拖拉机时的人力资本水平，l
 
it

 是一个人投到商品i
 生产上的劳动水平，也是他在第t
 年生产商品i
 的专业化水平。

假定每个消费者-生产者有2个单位的劳动禀赋，且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是因人而异和因活动而异的，那么每个消费者-生产者在第t
 年有1个禀赋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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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7.2）～式（17.4）的生产系统显示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在所有时间都专于生产一种商品，则他生产该种商品的劳动生产率就要比不停地转换工作并生产所有商品的劳动生产率高。该系统将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和失业（当耐用商品不可分时，失业可避免高工作转换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形式化了。为了充分利用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人口必须被分为专业从事农业和专业从事制造业两部分，但是，由于拖拉机是不可分的耐用投资品，这种分工将会导致职业拖拉机生产者在第2年失业。为了避免失业和相关的景气循环，拖拉机生产者应该在第2年转换到生产食物上。但是，这将产生工作的转换成本，且不能充分利用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如果决策时间长度要远远长于两年，则这种冲突将会更加明显。

同样，我们还有专业化经济与交易成本（同系数1-k
 有关）之间的两难冲突。如果交易效率k
 足够低，则交易成本将超过专业化经济，因此，不涉及任何景气循环和失业的自给自足就比可能产生景气循环和失业的完全分工要更有效率。如果交易效率足够高，则在一个分散的市场中，动态均衡可能是完全分工，它将在第2年产生有效率的失业和景气循环。这个故事将在第17.4节讲述。

17.4 周期性与非周期性角点均衡

17.4.1 制度设定、模式及市场结构

所有的贸易都完全在一个始于t
 =0且有两年合约的期货市场上决定。这保证了一个在t
 =0时有价格接受行为的瓦尔拉斯体制。按照基于角点解的动态均衡模型方法，可以证明，每个消费者-生产者的最优决策在这个模型中都是一个角点解，且一个人不买卖同一种商品；他在任何时点上都最多只卖一种商品。由于拖拉机的不可分割性和耐用性，很容易看到，一个职业农民在第1年买一辆拖拉机，而在第2年则不买拖拉机。在考虑这些因素后，每个消费者-生产者有5个可能的角点解。这5个角点解的组合，产生了三种可能的市场结构。

在第一个用A表示的自给自足模式中（见图17-3），没有贸易，且每个人自给所有商品。这就是，自给自足意味着一个x
 
s

 
t

 =x
 
d

 
t

 =y
 
s

 
t

 =y
 
d

 
t

 =0的模式。对模式A，有y
 
t

 ＞0，x
 
t

 ＞0，以至于每个人自给一辆拖拉机，这辆拖拉机同劳动一起，作为生产食物的投入。M
 个选择模式A的人组成结构A。

第二种市场结构被称为完全分工，或简称结构C。用（x
 /y
 ）表示一个人在第1年卖拖拉机而在两年都买食物的模式，用（y
 /x
 ）表示一个人在两年都卖食物而在第1年买拖拉机的模式。结构C由M
 个人在模式（x
 /y
 ）和模式（y
 /x
 ）之间的分工组成。这就是，职业农民在第1年用食物同职业拖拉机生产者交换拖拉机。后者在第1年储蓄一些钱，以供第2年他们失业时购买食物。结构C见图17-3。

第三种市场结构被称为局部分工，或简称结构P。模式（xy
 /y
 ）表示，一个人在第1年专业生产拖拉机，保留一辆拖拉机供自用，其余的拖拉机则在第1年出售，在两年中都购买食物，并驾驶拖拉机自给第2年需要的部分食物。结构P由M
 个人在模式（xy
 /y
 ）和模式（y
 /x
 ）之间的分工组成。在这种情形下，职业农民与结构C中的职业农民一样，但选择模式（xy
 /y
 ）的人在第1年生产拖拉机，在第2年则转而生产食物。同结构C相比，这个结构没有景气循环和失业，但有工作转换成本，且在模式（xy
 /y
 ）中，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不能充分利用。结构P如图17-3所示。

17.4.2 自给自足中的动态角点均衡

在自给自足时，两年的动态角点均衡由一个人在该模式中总贴现效用最大化的劳动决策的解来决定。在模式A中，所有产品的贸易数量都为0，且y
 
t

 ＞0，x
 1
 =1，x
 2
 =0。将这些值代入式（17.1）～式（17.4），并将式（17.2）～式（17.4）代入式（17.1），则可以给出模式A的决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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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7.5a）的解是l
 
x
 1
 =1+c
 ，l
 
y
 1
 =1-c
 ，y
 1
 =（1-c
 ）
a

 ，y
 2
 =（3-2c
 ）
a

 ，因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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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U
 （A）是一个人选择模式A时的人均总贴现真实收入。请注意，由于没有贸易，这个模式中没有交易成本，但由于有工作转换费用，经验不能有效积累。因此，如果c
 足够大到接近1，则U
 （A）会趋于0。在这个市场结构中，没有景气循环和失业，但由于每个人每年必须转换工作，人力资本的积累也非常慢。在第2年的人均食物消费y
 2
 =（3-2c
 ）
a

 要高于第1年的y
 1
 =（1-c
 ）
a

 。特别是，当决策范围T
 从2提高到一个非常大的数目时，人力资本的累积也不能超出两年的经验，因为每个人都必须每隔一年在生产拖拉机和食物之间转换一次工作。在自给自足中，T
 年的总贴现人均真实收入是


U
 
T

 （A
 ）=2［ln（1-c
 ）
a

 +δ
 ln（3-2c
 ）
a

 ］S


其中，S
 ≡1+δ
 2
 +δ
 4
 +…+δ
 
T

 =（1-δ
 
T
 +2
 ）/（1-δ
 2
 ）。当T
 趋于无穷大时，S
 的极限值是1/（1-δ
 2
 ）。从这个公式我们可以看到，当T
 趋于无穷大时，U
 
T

 （A
 ）收敛于一个常数。也就是说，由于在自给自足中要经常转换工作，故没有长期持续的职业人力资本累积。后面我们将要看到，结构C能通过持续的职业人力资本累积来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因此，随着T
 趋于无穷大，总贴现人均真实收入将趋于无穷大。

17.4.3 结构C的动态角点均衡

结构C由模式（x
 /y
 ）和模式（y
 /x
 ）组成。求解一个有贸易的市场结构的动态角点均衡分两步：第一步，对市场结构中的每类模式，求出其效用最大化的劳动分配决策以及对每种商品的需求和供给（并因此得到一个选择该模式的人的总贴现间接效用）；第二步，给定一个人在每种模式中的需求和供给，用市场出清条件和效用均等化条件，求出动态角点均衡相对价格和选择每种模式的人数。

模式（y
 /x
 ）：在这个模式中，y
 
t

 ＞0，y
 
s

 
t

 ＞0，x
 
d

 1
 =1，l
 
yt

 =2，且x
 
t

 =x
 
s

 
t

 =l
 
xt

 =x
 
d

 2
 =0。因此，该模式的决策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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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
 
it

 是商品i
 在第t
 年的价格。我们假定第2年的食物是计价物，即p
 
y
 2
 =1，则式（17.6a）的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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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U
 
y

 是总贴现间接效用函数，x
 
d

 1
 和y
 
s

 
t

 是模式（y
 /x
 ）的需求和供给函数。请注意，一个职业农民的决策借款（为了满足预算约束，第1年的收入p
 
y
 1
 y
 
s

 1
 一定小于第1年的支出p
 
x
 1
 x
 
d

 1
 ）。

模式（x
 /y
 ）：根据类似程序，对模式（x
 /y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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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U
 
x

 是总贴现间接效用函数，x
 
s

 1
 和y
 
d

 
t

 是模式（x
 /y
 ）的供给和需求函数。请注意，一个拖拉机专家的决策包括储蓄。为了满足预算约束，第1年的收入p
 
x
 1
 x
 
s

 1
 一定大于第1年的支出p
 
y
 1
 y
 
d

 1
 。有趣的是，在没有纸币或信用制度的条件下，这个市场结构不能运行，因为选择模式（y
 /x
 ）的职业农民在第2年只卖不买，职业拖拉机生产者在第2年又只买不卖，而拖拉机又不能被储蓄并被拖拉机生产者用于第2年购买食物。也就是，在这个结构中，商品货币不便于进行跨年度的贸易。

人们效用最大化以及自由选择职业模式的假定意味着，不同模式的人们的总贴现效用要均等，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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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U
 
i

 是不同年份的商品相对价格的一个函数。让M
 
i

 代表出售商品i
 的人数。用个人的需求和供给乘以M
 
i

 ，可以得出总市场需求和供给。食物和拖拉机在两年中的市场出清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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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
 
x

 x
 
s

 1
 是第1年拖拉机的总市场供给，M
 
y

 x
 
d

 1
 是第1年拖拉机的总市场需求，M
 
x

 y
 
d

 
t

 是第t
 年食物的市场需求，M
 
y

 y
 
s

 
t

 是第t
 年食物的市场供给。请注意，由于瓦尔拉斯法则，式（17.9）中的三个市场出清条件彼此不是独立的。选择每种模式的均衡的相对人数M
 
xy

 ≡M
 
x

 /M
 
y

 和均衡的相对价格p
 
x
 1
 和p
 
y
 1
 ，由式（17.8）和式（17.9）中的三个独立方程决定。因此，结构C中的动态角点均衡由下式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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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U
 （C）是结构C中动态角点均衡的总贴现人均真实收入。

如果决策范围为T
 ＞2年，则在结构C中有T
 /2次景气循环。除了最后一次循环结束时初始条件L
 
i
 0
 =0被生产商品i
 中累积的人力资本的水平取代以外，每次景气循环都是式（17.11）中给定的动态角点均衡的一次重复。由于在这个结构中没有工作转换成本发生，第T
 年的动态角点均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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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看到，第T
 年的人均真实收入不包括任何工作转换成本c
 ，且U
 
T

 （C）随着T
 的增大而提高。但在自给自足中，人均总贴现真实收入并不随着T
 的增大而提高，因为熟能生巧每年都因工作转换而间断。

比较式（17.10）中的U
 （C）和式（17.5b）中的U
 （A）可知，如果k
 足够接近0，且c
 足够小，则U
 （A）＞U
 （C），因为当k
 收敛于0时U
 （C）趋于负无穷大，但U
 （A）则独立于k
 。同样，如果c
 小于1但足够接近1，且k
 足够大，则U
 （C）＞U
 （A），因为如果k
 足够大，则当c
 趋于1时，U
 （A）会趋于负无穷大，但U
 （C）为正。这个推论产生引理17.1。


引理17.1
 如果c
 和k
 足够接近1，则结构C中的总贴现效用大于自给自足时的总贴现效用；如果k
 和c
 足够接近0，则自给自足结构中的总贴现效用大于结构C的总贴现效用。总贴现效用在结构C中随着决策范围T
 的增大而提高，而在自给自足中则收敛于一个常数。


这个结论是直观的。如果交易效率太低，且工作转换成本也不太大，则自给自足会更有效率，因为自给自足不涉及交易成本，但涉及工作转换成本；而结构C中的分工涉及交易成本，但不涉及工作转换成本。

17.4.4 结构P的动态角点均衡

与求解结构C中动态角点均衡用到的两步骤法相似，我们可以求解出结构P的动态角点均衡。结构P由M
 个人在模式（y
 /x
 ）和模式（xy
 /y
 ）之间的分工组成。其中，模式（y
 /x
 ）的角点解与结构C中的相同。模式（xy
 /y
 ）的角点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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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
 
x
 1
 和p
 
y
 1
 分别是用第2年的食物价格表示的拖拉机和食物在第1年的价格。效用均等化条件U
 
x

 =U
 
y

 和两个独立的市场出清条件产生了动态角点均衡相对价格p
 
x
 1
 和p
 
y
 1
 ，以及选择两种模式的相对人数。虽然相对价格、选择不同模式的相对人数以及总贴现效用的动态角点均衡解的数学形式非常复杂，但很容易看到交易效率系数k
 、工作转换费用系数c
 ，以及周期次数n
 对人均真实收入的效果。由于拖拉机生产者每隔一年必须转换工作，故他们会忘记他们的经验，并在每年都要支付进入成本。这样，不管决策时间长度有多长，式（17.12）对拖拉机生产和消费的每个周期都是相同的。这意味着，随着决策时间长度的延长，结构C对结构P的优势越来越显著。结构P中一个职业农民的间接效用函数与式（17.6b）给出的结构C中的相同。

效用均等化条件意味着，如果任何一个模式的总贴现效用是零，则所有模式的总贴现效用都将为零。因此，当c
 趋于2时，结构P中的总贴现效用一定会变为负数，因为在式（17.12）中，当c
 收敛于2时，在贸易品的任何为正且有限的相对价格下，U
 
x

 都会趋于负无穷大。市场出清条件会调整相对价格，从而使效用均等化条件得以建立。因此，如果c
 大到足够接近2，决策时间长度足够长，并且贴现因子足够接近1，则结构C中的总贴现效用将会高于结构P，因为在这些条件下，前者将趋于非常大，而后者则趋于0。但是，如果c
 足够小于2，而决策时间长度也不长，或者贴现因子足够小，则式（17.12）中的U
 
x

 可能会为正，但如果k
 足够接近0的话，U
 （C）可能会为0。不难看出，即使k
 =0，式（17.6b）中的U
 
y

 也会独立于k
 ，而式（17.12）中的U
 
x

 则可能会为正，但式（17.10）中的U
 （C）则会随着k
 收敛于0而趋于负无穷大。此外，在c
 ∈（0，1）时，随着c
 收敛于1，式（17.5b）中的U
 （A）会趋于负无穷大，但式（17.12）中的U
 
x

 和式（17.6b）中的U
 
y

 可能为正。这一推导会产生。


引理17.2
 如果c
 足够接近1且k
 足够接近0，则结构P中的总贴现效用要大于结构A和结构C；如果k
 足够接近1，决策时间长度足够长，贴现率足够小，且c
 足够接近2，则结构C中的总贴现效用要大于结构P。


就像结构C一样，结构P在缺少纸币或信用制度的情况下也不能运转，因为在第2年，职业农民只卖不买，而选择模式（xy
 /y
 ）的人又只买不卖。

按照第5章证明姚定理的步骤，我们可以为本章的动态一般均衡建立起姚定理。因此，只有产生最高总贴现效用的帕累托最优动态角点均衡，才会是动态一般均衡。这样，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不同结构之间的总贴现效用水平来确定动态一般均衡。这种比较再加引理17.1和引理17.2，就可以得到命题17.1。


命题17.1
 如果交易效率足够低，而工作转换成本又不太高，则自给自足是动态一般均衡，此时生产力低下，且不会发生贸易、景气循环和失业；如果交易效率和工作转换成本足够高，决策时间长度足够长，且贴现率足够小，则有景气循环和失业的完全分工会是动态一般均衡；如果交易效率和工作转换成本都居于中等水平，决策时间长度不长或贴现率较大，则动态一般均衡是没有景气循环和失业的局部分工。


在检验命题17.1的含义之前，要求对均衡的存在性问题进行一些讨论。从式（17.10）～式（17.13）我们可以看到，如果k
 足够接近0，则结构C没有动态角点均衡存在；如果c
 足够接近1，则自给自足也没有动态角点均衡存在；如果c
 足够接近2，则即使决策时间长度非常长，结构P也没有动态角点均衡存在。在清楚了这些条件后，只有在相关的动态角点均衡存在的条件满足时，下面对命题17.1含义的讨论才有意义。

假定贴现率足够小，决策时间长度足够长，且工作转换成本不太低，根据命题17.1，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动态一般均衡会从没有景气循环或失业的自给自足结构演进到有景气循环和失业的结构C。这意味着，我们的模型不仅内生了景气循环和失业，而且从分工演进中内生了景气循环和失业。这个命题同日常的观察是一致的，即景气循环和失业只有在一个高分工、高专业化、高生产力和贸易依存度水平的经济中才会出现。同所谓的市场失败观点不同，命题17.1意味着，在一个分散的市场中，人们越有远见，则有失业的有效率景气循环就越有可能发生。对我们而言，似乎景气循环和失业对生产力的好处正是有失业的景气循环持久流行的原因。

容易看到，自给自足结构和结构P
 充分使用了自然劳动力，但未充分利用人力资本，而结构C
 充分利用了人力资本，产生了自然劳动力的周期性失业。有景气循环和失业的结构与那些没有景气循环和失业的结构之间的区别，凸显了命题17.1背后的直觉。直观地看，如果被结构C
 利用而未被结构A
 和结构P
 利用的人力资本超过被结构A
 和结构P
 使用而未被结构C
 使用的自然劳动力的价值，则结构C
 就比其他结构更有效率，且将会是动态一般均衡。

17.4.5 模型的福利和政策含义

按照第5章中证明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方法，不难证明，瓦尔拉斯体制下的动态一般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此时，政府不可能有什么政策能产生帕累托改进。最多，如果结构C在一个自由市场中是动态一般均衡，则政府成功地将一部分收入从就业者那里转移到失业者手中的政策，可以起到相当于结构C中储蓄的作用。但是，这种政府干预一定会产生同官僚作风相关联的扭曲。同样，这种政府干预还会使市场机制趋于瘫痪，而正是这种市场机制，使得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能通过储蓄得到充分利用。如果人们指望政府会通过收入转移和失业福利来为他们储蓄，则他们就可能没有任何激励来自己储蓄。

但是，如果人们都是短视的，且他们的决策时间长度是一年而不是两年，则不难证明，政府收入转移计划可能会带来帕累托改进。的确，如果工作转换成本足够高，则自给自足就是不可行的。比如，由于农业和拖拉机制造业之间存在非常高的工作转换成本，一个农民不可能自给拖拉机。假定人们的决策时间长度是一年而不是两年，则职业拖拉机制造者将不会用第1年挣的钱为其第2年的生活进行任何储蓄，因此，或者第2年的零消费使得他们两年的总贴现效用趋于负无穷大，或者他们在第2年不得不转换工作，从而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不能被充分利用。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政府不如私人商人短视（这是非常不可能的），则一种帕累托改进的收入转移政策就可能会存在，但是，这样一种收入转移计划可能将短视行为制度化，以至于一个成熟的信用市场绝不会出现，因此，即使政府收入转移计划可能产生短期的好处，其长期成本也很可能会超过这种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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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观察显示，结构C往往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流行，而结构P则往往在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中流行，后一结构虽然没有景气循环和失业，但是在积累人力资本方面可能不如结构C有效。因此，我们推测，如果一个苏联式社会主义政府可以控制不同专家的相对人数，并有诱因去校正产生景气循环和失业的“市场失败”，则可能会产生一个没有失业的非周期性分工模式，尽管这样一种经济组织模式的生产效率低下。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以及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中相关的低生产效率，往往可以作为政府失败的一种证据。

17.5 一般价格水平、景气循环和失业率

假定交易效率、工作转换成本、决策时间长度以及贴现因子足够高，则结构C是一般均衡。由于第2年拖拉机的价格p
 
x
 2
 是不相关的（第2年不生产拖拉机），故不同年份的价格水平可以通过不同年份的食物价格水平进行比较。从式（17.10）可以看出，第t
 +1年相对于第t
 年的食物价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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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
 /2是景气循环的次数。式（17.13）意味着，在每次循环中，同一商品在第1年的价格要高于第2年的价格。纸币的供给决定着商品的名义价格。但是，在这个模型中，由于真实变量由不同年份商品的相对价格决定，名义价格对真实变量没有任何影响。假定一般均衡是结构C，而第1年的货币供给是m
 0
 。为了避开财富分配问题，我们假定，供给货币的政府是中间人，他用纸币从出售商品的人手中购买商品，然后将这些商品转卖给单个的买者。政府首先在第1年支付m
 0
 向拖拉机专家购买拖拉机，因此，m
 0
 =M
 
x

 p
 
x
 1
 x
 
s

 1
 。然后，拖拉机专家再付给政府m
 1
 以购买食物，其中，m
 1
 =M
 
x

 p
 
y
 1
 y
 
d

 1
 ＜m
 0
 ，而m
 0
 -m
 1
 =s
 1
 则是拖拉机专家以纸币形式进行的储蓄。然后，政府付给农民m
 1
 ，以购买价值为M
 
y

 p
 
y
 1
 y
 
s

 1
 =m
 1
 =M
 
y

 p
 
x
 1
 x
 
d

 1
 的食物，该数量的食物通过政府从农民手中运到拖拉机专家手中。农民再支付政府m
 1
 ，并需要从政府借一项贷款，以购买价值为M
 
y

 x
 
d

 1
 =m
 0
 的拖拉机。该项贷款的价值为m
 0
 -m
 1
 ，且贷款是以拖拉机的形式。在第1年年末，拖拉机专家手中持有m
 0
 -m
 1
 的纸币作为储蓄；农民持有m
 0
 -m
 1
 的贷款，而政府则持有m
 1
 的纸币作为货币存量。

在第2年，拖拉机专家用m
 0
 -m
 1
 =M
 
x

 p
 
y
 2
 y
 
d

 2
 的纸币从政府那里购买食物，而农民则用价值为m
 0
 -m
 1
 =M
 
y

 p
 
y
 2
 y
 
s

 2
 的食物偿还政府的贷款。因此，用纸币表示的价值为m
 0
 -m
 1
 的食物就通过政府从农民手中转移到拖拉机专家手中。在第2年年末，所有的纸币m
 0
 都被归还到政府，从而货币的流通已完成。假定政府在第2年年末提高Δm
 的货币供给，则提高的货币供应量将决定第二次景气循环中所有商品的名义价格，但它对任何真实变量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其原因在于，在这个模型中，尽管在同一景气循环内的不同年份之间会产生贸易，但不同景气循环之间没有任何贸易产生。同样，所有真实变量都由每次景气循环内的相对价格决定，而名义价格则对商品的真实数量不产生任何影响。因此，货币供应量的提高可能改变一般价格水平的循环模式，并产生名义价格的通货膨胀，但对真实景气循环没有任何影响。

这种结论同货币政策无关论（Sargent and Wallace，1975）的思想是一致的，但理由是不相同的。正如萨金特和瓦尔拉斯的模型一样，我们的模型证明，系统性的货币政策对真实变量没有任何影响，因为货币供应量只影响名义价格。但是，如果政府不只是将货币作为市场交换媒介，且还通过福利计划来分配货币以实现收入转移，或者在一次景气循环的中途提高货币供应量，则出乎人们预料的货币政策将会产生影响。因此，在一个扩展的模型中，如果允许运用货币政策进行收入分配，则可能同卢卡斯（Lucas，1972，1973，1976）的理论一致。该理论认为，预期的货币政策对真实变量不产生任何影响，而非预期的货币政策则对真实变量产生影响。我们的理论则意味着，货币政策可能是中性的，即使长期合约存在时也是如此。相反，在劳动力合约理论和黏性工资理论以及垄断竞争和黏性价格理论中，中长期合约可能导致失业，因此货币政策有积极的含义（见Gray，1976；Fischer，1977；Taylor，1980；Mankiw，1985；Parkin，1986）。

本章习题11证明，如果失业是由整数问题引起的，则一个可以通过分散方式或集体性讨价还价来实现的纳什议价过程，将会产生一个比在瓦尔拉斯制度中更低失业的帕累托改进的结果。还可以证明，如果长期失业是由基于缺乏熟能生巧机会的恶性循环和分工结构的变化引起的，则政府对这些失业者进行再培训和再教育的做法，也可能产生帕累托改进的结果。但是，如果帕累托改进是可能的，则分析恶性循环引起的失业的更好方法是去分析为什么市场不能解决这种失业。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究竟是由某些政府管制，或某些防止私人企业家通过企业制度、其他交易结构及所有权结构来利用商业机会的进入壁垒而引起的？还是因为市场上的结果已经是各种利益冲突的有效折中？

有趣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模型可以调和菲利普斯曲线、货币政策无关论以及滞胀现象。假定一般均衡是结构C，则式（17.14）意味着，如果货币供应量不如总真实交易量提高得快，则一个更低的名义价格水平就同一个更高的失业率相联系。商品y
 的价格在第1年要高于第2年，而在每次循环的第2年其失业率为正，第1年则为0。但是，如果货币供应量提高得比总真实交易量快，则从第二次循环开始，失业在第2年可能同时伴随通货膨胀。但在我们的模型中，不管是同一个适度增加的货币供应量有关的菲利普斯曲线，还是同一个快速增长的货币供应量有关的滞胀，都同货币政策无关论相容。

如果结构C是一般均衡，则总产出会显示出相似的周期性循环模式。用每次循环的第2年的食物表示的第1年的总产出水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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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
 =2T
 -1且T
 ＞1，T
 /2是景气循环的次数，Y
 
t

 是用第t
 +1年的食物表示的总的真实产出水平，M
 是人口规模，p
 
it

 由式（17.10）给定，x
 
s

 1
 由式（17.7）给定，y
 1
 和y
 
s

 1
 由式（17.6b）给定。y
 
t

 、y
 
s

 
t

 和x
 
s

 
t

 可以通过用第t
 -1年年末的y
 1
 、y
 
s

 1
 和x
 
s

 1
 中的人力资本水平替代y
 1
 、y
 
s

 1
 和x
 
s

 1
 中的初始人力资本水平L
 
i
 0
 =0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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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
 =2T
 -1且T
 ＞1，因为每次循环的第2年的食物是计价物，故p
 
y
 2
 =p
 
yt
 +1
 =1。y
 2
 和y
 
s

 2
 由式（17.6b）给定。用第t
 -1年年末y
 2
 和y
 
s

 2
 中的人力资本水平替代y
 2
 和y
 
s

 2
 中的初始人力资本水平L
 
i
 0
 =0，可以得到y
 
t
 +1
 和y
 
s

 
t
 +1
 。由式（17.15a）和式（17.15b）之间的比较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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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7.16）意味着，在每次循环的第2年，真实的总产出水平要高于第1年。容易看到，由于在结构C中专业化熟能生巧对生产力和真实产出水平的正效应未曾间断，故尽管有景气循环，Y
 
t

 仍然有一个向上的趋势。每次循环的第2年的失业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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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失业率随着拖拉机生产中的专业化经济b
 和景气循环次数T
 /2的提高而下降。但是，如果有很多投资品，且迂回生产活动中的分工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而持续演进，则失业可能随着景气循环次数的提高而提高。在本章习题14中，你会要求用一个有食物、拖拉机和用来生产拖拉机的机械工具的模型去证明，当分工发生在一个更长的迂回生产活动链条中时，有效率的失业率将提高。在那个模型中，像与自然劳动力一起使用的机械工具之类的资本才可能不会用到，而在本章的模型中，只有自然劳动力才有可能不被用到。同样，景气循环的振幅和波长也会随着分工中迂回生产性活动链条的加长而提高。不难看到，商品耐用性的提高会加大景气循环，并提高衰退时期的均衡失业率。

17.6 企业和纸币从分工中出现

正如前面部分指出的，在没有纸币和信用制度的条件下，结构C和结构P不能运行。例如，对结构C，职业农民在第2年卖食物但不买任何商品，而职业拖拉机生产者在第2年买食物但不卖任何商品。职业拖拉机生产者必须将第1年产生的购买力储蓄一部分，以供第2年的生活。这种储蓄不可能是商品，因为结构C不涉及任何商品的储蓄，故而商品货币在这里不适用。因此，购买力的储蓄只能是纸币或某种信用。这意味着，如果纸币和信用制度不存在，则结构C和结构P就不能成为一般均衡，即使它们的帕累托优于自给自足也是如此。因此，如果结构C或结构P成为一般均衡的条件满足（如果交易效率、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和工作转换成本足够大），则纸币或信用制度的出现将会提高生产力和人们的福利。

如果分工在一个动态均衡中出现，则有两种组织分工的机制。在前面部分中，我们研究了通过消费品和投资品市场组织分工的机制。假定允许劳动的交易，则会增加三种有企业制度的可行的市场结构，它会用生产x的劳动市场代替生产x的商品市场。按照第7章发展出来的方法可以证明，如果一种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低于用于生产该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则分工的出现就会同企业制度的出现联系在一起。

有人批评到，如果允许代际交叠，本章中的结果是否会有变化？我们假定，在第2年有同第一代人口规模相同的新一代出现（称为第二代），那么，当第一代拖拉机生产专家不能卖拖拉机给第一代农民时，他们可以卖拖拉机给第二代农民，因此，失业可以因代际交叠而避免，景气循环也可被熨平。我们可以证明，从动态一般均衡的观点看，这种批评是不正确的。第二代人必须分成专业拖拉机生产者和专业农民，因为如果第二代完全专于农业，则第2年第二代人对拖拉机的需求将大于第一代拖拉机专家供给的拖拉机数量。在第3年，第一代农民对拖拉机的需求可以由第一代拖拉机专家的供给来满足，因此，在第二代农民在第2年购买的拖拉机完全折旧之前，第二代拖拉机专家将在第3年失业。因此，代际交叠的考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熨平产出的波动，但不能完全消除景气循环和周期性失业。

如本章习题11、13显示的，特别是，当折旧期限从2年提高到4年，或者迂回生产链条的节点数目从2提高到3或者100，则再想通过代际交叠的考虑来熨平景气循环就很困难。一个更长的折旧期限意味着，要熨平同样的景气循环需要更多代的人同时生活在一起。但是，在同一时间能够生活在一起的代际数目是非常有限的。如果在本章的模型中，生产拖拉机需要用到机床，则要通过代际交叠来熨平景气循环就困难得多。每次景气循环的振幅和波长也会发生变化。假定交易效率、工作转换成本，以及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都很高，则一个完全分工的结构就会出现，其中人口被分成专门从事农业、专门从事拖拉机制造，以及专门从事机床制造几个部分。假定机床也可以用两年，第1年，机床专家卖机床给拖拉机专家，并从农民手中购买食物；拖拉机专家购买机床，卖拖拉机，并买食物。第2年，拖拉机专家和机床专家失业，农民驾驶他们第1年购买的拖拉机生产食物，而此时不需要用到机床。第3年，第1年生产的拖拉机已经折旧，对拖拉机的新需求又出现。但第1年生产的机床仍然在使用，因为它们在第2年未曾被使用。因此，虽然拖拉机专家找到了工作且机床在第3年也在使用，但机床专家在第3年仍然失业。第4年，拖拉机专家和机床专家都失业，虽然第3年生产的拖拉机在使用。第5年，拖拉机专家和机床专家找到了工作，而所有的劳动又都被充分利用。我们可以将第1年、第5年、第9年、第13年称为繁荣年，而将第4年、第8年、第12年称为衰退年。第2年、第3年、第6年、第7年、第10年、第11年的产出水平和失业率介于繁荣年和衰退年之间。这个例子说明，随着分工在一个不断加长的迂回生产链条中发展，景气循环和周期性失业将更加难以避免。

用新兴古典模型我们可以证明，促进经济周期的因素有：分工网络的规模、分工中涉及的迂回生产链条的长度、商品的耐用性、耐用商品的收入份额、工作转换成本、交易效率，以及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程度。这些因素指标的提高会使景气循环和周期性失业更加难以避免。反周期性的因素有：生活在同一时间的代际数目较少、新商品的出现使老商品折旧加快、迂回生产链条中节点数目减少、分工水平下降、商品耐用性下降、交易效率和固定学习成本或一个部门的进入成本下降，以及熟能生巧效果下降。

一个能实际应用的真实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一定要考虑上面所有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促进经济周期的因素比反周期因素占优势，则一个景气循环及周期性失业的制度就比非周期的经济增长模式更有效率。同样，我们还可以看到，绿色环保运动鼓吹的放弃使用非耐用性纸杯和其他非环保型的一次性用品会招致更多的周期性失业和经济不稳定的代价。这类分析显示，政府对一个部门征收高许可费或其他进入费用的政策，将会加剧景气循环及周期性失业。

但是，在进行这类分析时，我们不应忘记，在一个自由放任的制度下，景气循环和周期性失业是人们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结果，不论景气循环是否能被熨平，也不论人们是否厌恶周期性失业，它都能有效折中一些人与另一些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这同我们使用高速公路系统的决策相类似。这样一种决策能有效地折中使用高速公路的好处与死于交通事故的风险增加之间的两难冲突，尽管我们在感情上不愿意死亡发生。

在本章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景气循环、失业、纸币、企业以及生产力进步等的出现都是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在这个动态一般均衡中，有效率的景气循环具有提高生产力的含义，它同以劳动力失业为代价来充分利用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有关。在这个意义上，景气循环和相应的失业可能是市场成功而不是市场失败的一个证据。

本章还研究了经济组织的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证明，一个分散的市场将会通过折中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与避免工作转换成本必然导致的失业之间的两难冲突，确定有效率的景气循环和失业模式。政府对市场不适当的干预，可能扼杀“看不见的手”的功能。但是，在没有可靠的信用体系和纸币的条件下，市场将不能有效运作，而这些条件则需要政府制度来强制实施。

关键术语和复习

总需求和绝对价格水平。

宏观与微观经济现象，以及相关的超边际与边际比较静态（动态）分析。

内生的长期有规律的效率景气循环和周期性失业。

分工的整数问题产生的外生失业。

分工结构的变化引起的外生失业。

内生且有效率的大规模失业风险。

内生的规律性景气循环和外生随机过程或冲击引起的产出波动之间的区别。

内生的有效率景气循环和失业、迂回生产中分工的演进，以及内生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人力资本积累和自然劳动力充分就业之间的两难冲突。

景气循环、失业、交易效率、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工作转换成本，以及耐用商品生产中的分工之间的关系。

在寻找人力资本积累与劳动力充分就业之间两难冲突的有效折中中，“看不见的手”起何种作用？

政府通过操纵货币和财政政策来影响景气循环和失业模式的做法可能产生的后果。

进一步阅读

宏观经济学以及景气循环与耐用品的关系：Keynes（1936），Samuelson（1947），Stiglitz（1993），Barro（1991，1997），Akerlof and Yellen（1985），Starrett（1973），Gabisch and Lorenz（1989），Mankiw（1985）。斯密的景气循环模型：Yang and Ng（1993，chapter 18），Du（1999）。冲击依赖型景气循环模型：Schumpeter（1939），Hicks（1950）。由市场失败引起的内生失业模型：Weitzman（1982），Shapiro and Stiglitz（1984）。劳动转换模型：Lilien（1982），Black（1987），Abraham and Katz（1986），Murphy and Topel（1987）。真实景气循环模型：Kydland and Prescott（1982），Long and Plosser（1983），Prescott（1986），King and Plosser（1984，1986）。货币改革：Lucas（1972，1973，1976），Sargent and Wallance（1975）。效率工资和内生失业模型：Yellen（1984），Stiglitz（1986），Shapiro and Stiglitz（1984）。内生景气循环的宏观模型：Vogt（1969），Goodwin（1951）。垄断竞争和黏性工资模型：Mankiw（1985），Parkin（1986），Ball，Mankiw and Romer（1988），Rotemberg（1987），Taylor（1980），Fischer（1977），Gray（1976），Wallace（1980）。金融市场失效模型：Stiglitz（1992）；Segerstrom，Anant and Dinopoulos（1990）。景气循环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的经验证据：Canton（1997），Kormendi and Meguire（1985），Grier and Tullock（1989），Ramey and Ramey（1995）。解释增长和景气循环不相关的新古典模型：Black（1979），Caballero and Hammour（1994），Deaton（1991），Dellas（1991），Shleifer（1986），Skinner（1988），Basu（1996），Aghion and Saint-Paul（1991），Aghion and Howitt（1998）。专业化和公司绩效不相关的经验证据：Berger and Ofek（1995）；Bhagat，Shleifer and Vishny（1990）；Comment and Jarrell（1995）；Fauver，Houston and Naranjo（1998）；Kaplan and Weisbach（1992）；Lang and Stulz（1994）；Servaes（1996）。

思考题

1.真实景气循环模型（Kydland and Prescott，1982；Long and Plosser，1983；Plosser，1984） 通过一个外生给定的随机过程解释产出波动。这个机制像工业革命以前在好收成和坏收成的年头里农业产出的波动。分析这样无规律的波动和有规律的经济周期之间的差异。

2.许多宏观经济模型通过对经济的外生冲击解释失业和衰退。为什么这种模型不能导致内生持续、有规律的经济周期和周期性失业？

3.绝大多数解释经济周期和失业的宏观经济模型把这两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市场失败。为什么这种观点可能是错的？为什么市场成功也可能导致持续的经济周期和周期性失业？

4.分析苏联模式或苏联模式的经济里改革周期和自由市场经济里的经济周期之间的区别。这样的改革周期被描述为“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又放”。

5.在几个新近工业化的经济里，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经济周期模糊不清。为什么在分工演进的起飞阶段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消除经济周期？

6.许多经济学家相信如果人们不考虑他们决策的宏观经济后果，市场不能有效地调节自利行为。他们认为在网络效应、多重均衡（类似于斯密式模型中的多重角点均衡），及由囚犯两难困境或外部效应问题导致的协调失败存在时，人们的自利决策不会考虑到宏观经济后果。马克思是一个相信经济周期导致市场失败的经济学家。用类似于以下例子的现象来证明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自利决策的确是宏观经济结果的原因。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里，在那些对经济周期敏感的部门（如生产耐用汽车的部门）里工作的人们在衰退中比在生产非耐用品的部门里工作的人所冒的失业风险大。因此，前面部门里的市场工资比后面部门里的市场工资高，以使更高的报酬足以补偿更高的失业风险。这样，人们会自愿选择具有高失业风险的工作（正如我们自愿冒更多交通事故身亡的风险而选择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7.许多课本指出当存在网络效应时，一个人的购买决策将影响其他人为之生产的市场规模。如果每一个人都想存钱而不怎么购买，那么整个经济将因为协调失败而进入衰退。用斯密模型来证明市场的功能正是充分利用分工的网络效应。证明我们不需要用由网络效应导致的协调失败来解释经济周期和周期性失业。

8.在一个苏联模式的经济里，经济周期和周期性失业通过中央计划被消除了。为什么俄罗斯人不喜欢这种制度？

9.为什么交易效率的改善能够提高经济周期和周期性失业？

10.商品的耐用性、在分工的迂回生产链中的生产环节数和分工水平都是促进景气循环的要素，而即时商品的使用、在同一时间存在的代际数目、人们之间的事前差异和新机器的发明都是反周期要素。假设一个具有所有这些促进景气循环的要素和反周期要素的斯密动态全部均衡。讨论在这样的模型里可能存在的动态和比较动态以及它们的含义。

11.分析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学教授职位供不应求的职业市场，博士毕业生的耐用性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博士毕业生的大量培养之间的联系。

12.用例17.4中的简单模型还不能探讨经济周期的许多方面。例如，衰退可以加强企业纪律，削弱垄断力量并促进组织和技术革新。把这种效应引入经济周期的斯密模型后，讨论全部均衡的含义。

13.伯格和欧菲克（Berger and Ofek，1995），巴加特、谢勒夫和维西尼（Bhagat，Shleifer and Vishny，1990），卡门特和加瑞尔（Comment and Jarrell，1995），福沃、休斯敦和纳拉尼奥（Fauver，Houstom and Naranjo，1998），卡普兰和威斯巴克（Kaplan and Weisbach，1992），朗格（Lang，1994），斯图尔兹（Stulz，1994）及瑟瓦斯（Servaes，1996）为一个公司的经营范围，它的市值和表现之间的负相关提供了经验证据。分析专业化的益处和多样化的益处之间的两难冲突，并分析经济发展和经济周期之间的两难冲突的含义。

14.找出本章经济周期理论的经验证据（提示：例如，你可以把苏联和美国的经济成就和经济周期指数之间的关系相比较）。

15.证明即使萨伊法则成立，在结构C里的失业率也是正的，并解释其原因。

习题

1.一个经济学家用下面的图表阐明经济周期和周期性失业之间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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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水平轴线代表年限，垂直轴线代表耐用商品，例如冰箱的数量。假设折旧期是5年并且当t
 =0时，总需求是5。图（a）显示了两种可能存在的生产能力模式。第一种是每年建立5个单元的生产力，这由高虚线代表。因此，在第1年购买需求等于供给。但是在第2年、第3年、第4年、第5年，虽然消费需求是个正数，没有购买需求。所以在第1年生产的所有冰箱全部折旧前，也就是直到第6年，所有的生产力都是荒置的。第二种类型的生产能力是每年建立1个单元的生产力，这由低线代表。因此，在第1年里供给比需求少4个单元，在第2年里供给比需求少3个单元，在第3年里供给比需求少2个单元，在第4年里供给比需求少1个单元，在第5年里市场出清。这阐明了因为耐用品非同步的购买需求和消费需求导致了在失业和耐用品生产短缺之间的两难冲突。图（b）是一种生产能力介于图（a）中两种极端例子的模式。在第0年有2个单元的生产能力。因此，在第1年里供给比需求少3个单元，在第2年里供给比需求少1个单元，在第3年里需求比供给少1个单元，在第4年和第5年里需求比于供给少2个单元。分析这为什么不是一种把需求内生为价格的一个函数的全部均衡分析。把这种类型的分析与本章的动态全部均衡分析相比较，然后讨论斯密动态全部均衡模型的解释能力。

2.假设例17.4的生产函数是里昂惕夫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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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动态一般均衡并进行超边际比较动态分析。

3.假设在例17.4的模型中需要另一种中间商品z
 来生产中间商品x
 ，因此x
 的生产函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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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动态一般均衡并进行超边际比较动态分析。分析分工里一个迂回生产链中的生产环节数对经济周期和失业的含义。

4.所谓的蛛网模型是一个解释产出波动的传统模型。假设商品x
 在时间t
 时的需求函数是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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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的。供给量对价格反应的时间滞后是波动的驱动力。用在t
 时的市场出清条件求经济动态。找出价格的静态均衡水平（稳定状态）并分别解出市场价格向静态均衡单调收敛、市场价格向静态均衡收敛时围绕静态均衡水平波动及市场价格波动离开稳定状态的参数区间［提示：价格的静态均衡水平是（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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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思考例3.2中的斯密模型。我们现在把时间维度引入模型并假设时间是离散的。因为两种职业效用之间存在的差异，不同种类专家相对人数对两种职业（x
 /y
 ）和（y
 /x
 ）的间接效用差的变化之间有一段时滞。因此，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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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时间长短，β
 是对应于两种职业结构的效用差异x
 的专业生产者数量变化的敏感系数。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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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阶段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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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专业生产者的数量。在表3-3中给出了商品i
 的一个专业生产者的间接效用函数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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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变化成反比。为了简洁，我们假设M
 =1，此外，在商品y
 对于商品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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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相对价格变化对商品y
 的超额需求差的敏感系数。系统的初始状态由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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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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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p
 （1）=p
 1
 给出。求反馈机制的差异方程，然后在计算机上模拟它。分析能由敏感反馈提供的对静态均衡的快速收敛和由非常敏感反馈导致的反馈过程的不稳定之间的两难冲突（答案能从第18章例18.1中找到）。

6.假设完成学士学位需要4年时间，并且每个学生在两种职业中选择其一的决策取决于两种职业的相对报酬，每个毕业生在找到一份工作后能工作20年。基于在价格和供给之间有个时间差并且具有理性期望的人们进行动态最优决策，发展一个斯密动态全部均衡模型。如果人们不仅能在两种职业之间选择，且能够在自学和专业化的大学教育之间以及在完全自给自足和分工之间选择，那么内生专业化对超额需求的波动的含义是什么？

7.效率工资模型（Shapiro-Stiglitz，1984）假设一个工人的效用函数是u
 =w
 -e
 ，其中w
 是工资收入，e
 是生产中的努力水平。努力水平可高（e
 =α
 ）可低（e
 =0）。代表性的厂商的生产函数是y
 =AL
 
a

 ，其中a
 ∈（0，1），L
 是所用的劳动量。如果一个工人失业了，他会从政府那里得到失业补贴w
 0
 。厂商能够以概率q
 来监督雇员是否偷懒，但是他不能总是观察或证实雇员的努力水平，即存在道德风险。劳动供给是L
 0
 。找出厂商对劳动的需求函数和工资水平，这个工资水平使得雇员在不偷懒时（e
 =α
 ）的期望效用比偷懒时（e
 =0）的期望效用高。在有效工资水平下的失业率是多少？生产率参数A
 和a
 ，高努力水平参数α
 ，监督效率参数q
 ，以及失业补助w
 0
 的变化分别对失业率有什么影响？

8.假设在上一题中，厂商能够分配劳动来监督雇员，因此监督水平为q
 =Min{1，1/（L
 0
 -L
 
m

 ）}，其中L
 0
 是总劳动供给，L
 
m

 是用于监督的劳动量。解失业率的均衡水平并分析失业率的均衡水平是否高于或者低于帕累托最优水平。讨论这种内生失业的局部均衡分析的缺点。扩展这个模型来描述一种全部均衡机制，这种机制把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和失业率同时内生化。

9.在例17.4中正如在魏茨曼（Weitzman，1982）模型里一样，没有设定物质资本投资，虽然储蓄是分配给投资的，而投资对高效率的分工模式的运转和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必要的。正如在第15章所证明的，如果我们假设拖拉机和机械工具需要花费时间来制造，但是每个人在每一时刻必须消费最终商品，那么在缺乏储蓄和投资的情况下，拖拉机和机械工具的专业生产商都无法生存下去。把这个投资问题引入例17.4的模型来研究政府投资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并可用一个扩展模型研究失业。

10.思考一个具有例15.1模型和例17.4模型特征的斯密动态全部均衡模型，分析投资、经济周期、在迂回生产中的劳动分工和交易效率之间的相互作用，用你的结果分析肯尼迪和里根减少税收的政策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的含义。减少税收能同时促进投资、长期增长和经济周期吗？

11.思考例3.1中的斯密模型和例8.1中的纳什议价模型。假设有限个事前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的数目为3，证明纳什议价模型在某一参数子空间里可以避免失业，用这个结果来解释为什么议价是一种能减少由整数问题导致的失业的机制。讨论由纳什议价导致的信息成本和由瓦尔拉斯均衡导致的失业之间的两难冲突。联系分工经济和在第七部分探讨的协调可靠性之间的两难冲突，分析由在纳什议价中作为一个威胁点的罢工所造成的福利损失。分工经济、分工网络的协调可靠性、纳什议价在减少失业时的作用和纳什议价中由罢工的威胁导致的福利损失之间的两难冲突的均衡含义是什么？

12.杜（Du，1999）思考在例17.4中的另一个市场结构。在这个结构里，农民被分为两组。第一组生产食品，第二组在阶段1是失业的，并接受第一组的贷款。因此第一组在阶段1、阶段3、阶段5……需要拖拉机，而第二组在阶段2、阶段4、阶段6……需要拖拉机。这种对耐用商品不同步的需求以农民在阶段1的失业为代价，能从阶段2开始避免经济周期。此外，这要求对失业者无抵押信贷。在这个结构里，一些人选择模式（y
 1/x
 ）（一个人在阶段1失业，但是从阶段2开始购买拖拉机并销售食品）。用（y
 2/x
 ）表示从阶段1起一个人购买拖拉机并专门生产和销售食品，并且在阶段1拿出一笔食品贷款来帮助选择模式（y
 1/x
 ）的人生活的模式。模式（x
 /y
 ）意味着专门生产拖拉机的人从模式（y
 1/x
 ）和模式（y
 2/x
 ）的人那里购买食品。从阶段3起，每两个阶段构成一个周期。为了简洁化，把前两个阶段作为一个独立的子系统并求它的角点均衡。然后继续到第3、第4阶段，把它们作为一个两阶段的子系统求解，这也会导致一个周期的角点均衡解的重复。最后，把所有子系统的跨时角点均衡的总效用的贴现量作为整个跨时系统的均衡总效用水平的代表。模式（y
 1/x
 ）的决策问题是：Max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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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结构特有的交易成本。假设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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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这里为了简洁，假设模式（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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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阶段1借入并且他一从食品的销售中获取收益就在阶段2偿还贷款。这一简化的假定使无抵押信贷的影响局限在前两个阶段内。模式（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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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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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说明拖拉机和食品的市场出清条件、三种模式的效用均等条件，并求这种市场结构的前两个阶段的角点均衡。从阶段3起，每两个阶段构成一个重复的周期。模式（y
 1/x
 ）的决策问题是由Max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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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给出的。同样，模式（y
 2/x
 ）的决策问题是：Max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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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详细说明市场出清条件和效用均等条件，并求这第一个周期的角点均衡。证明以下的命题：①如果交易效率k
 足够高，贴现因子β
 足够大，交易成本c
 ′足够低，那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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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选择模式（y
 1/x
 ）的人所支付的利息率。②对于前两个阶段，如果交易效率k
 充分接近0，在这个结构中的角点均衡不是一个均衡。前两个阶段的总效用关于无抵押贷款结构特定的交易成本c
 ′是递减的。③当k
 充分接近0时，这个结构的第n
 个周期的角点均衡不是一个动态均衡；当k
 充分接近1，而贴现因子充分接近0时，它仍然不是一个均衡；当k
 足够大，贴现因子不太小并且折旧率不太高，这个结构的第n
 个周期的总效用高于例17.4中所有结构的总效用。④如果k
 足够低并且转换工作的成本不太高，自给自足是个均衡。如果c
 ′足够大，k
 和1/c
 不太低，贴现因子足够大，决策的周期足够长，折旧率不太高，那么结构C是均衡。如果c
 ′足够小，k
 和1/c
 不太小，贴现因子足够大，并且决策的时间长度足够长，那么在第一阶段具有失业而在接下来的所有阶段都是充分就业和完全分工的结构是一般均衡。

13.使用在上一题中的结果分析影响信贷市场条件的宏观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含义。

14.假设在例17.4里一台机器完全折旧的年限从2年延长到4年。使用扩展的模型证明随着折旧年限的延长，基于迭代考虑的经济周期会更明显。

15.计算结构C里的两个模式序列的人均实际收入。证明尽管不同的职业模式之间的总贴现效用相等，但每一阶段的人均实际收入不相等，分析消除这样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最近的一些经验工作（Deininger and Squire，1996）证明收入分配不平等是随着时间波动的。使用例17.4中的模型探讨这种波动的增长含义。




 [1]
 在我们的模型中，很难区分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在某种意义上，该模型中的失业可以被视为自愿性的，因为周期性的波动和景气循环是所有个体最优决策交互作用的结果。但是，这种失业也可以被视为非自愿性的，因为如果有可能，失业者还是愿意去工作。由于充分利用人力资本和充分就业之间的两难冲突，他们在衰退期间不能工作。或许，对这种一般均衡现象，“非自愿”是一个错误的词。在一般均衡中，每个人对自利行为之间交互作用的后果都会不高兴，因为他总是想得到更多（非饱和性偏好），但不得不接受均衡的结果。如果考虑非饱和消费愿望，则很难说他是自愿还是非自愿地接受均衡。


第18章 经济转轨

18.1 理解经济转轨

研究经济转轨有两种主要方式，其中的一种由德瓦成普特和罗兰（Dewatripont and Roland，2000）、麦克米兰（McMillan，1996）、布兰查德（Blanchard，1999）、钱颖一（Qian，1994）、马斯金和许成钢（Maskin and Xu，1999）以及罗兰（Roland，2000）进行了综述。这种方法使用内生交易成本（见第8章）的正式模型分析经济转轨，具有本书第1章讨论过的正式模型的所有优势。其缺点是大多数正式模型都是局部均衡模型，不能描述内生交易成本和劳动分工的网络规模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劳动分工的网络效应生来就是一般均衡。

这种正式模型都失之简单，无法反映制度变化的复杂性。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Sachs and Pistor，1997），而经济转轨（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只是转轨的一部分。

在最近关于渐进式转轨和震荡疗法转轨的相对优点的论战中，渐进主义的观点处于绝对优势（见Roland，2000；Sachs and Woo，1999），这部分地源于经济学家们缺乏宪政思考，一些赞成渐进主义的经济学家只看到不同转轨方式的短期经济效果就轻易地下了结论。要理解这种看法为什么不恰当，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19世纪法国的宪政转轨是渐进式的，是否转轨将更加成功，人民的福利会更加改进？

回答这一问题有三个困难。第一个困难，宪政规则改变对经济绩效的长期效应与短期影响并不总是一致的，彼此不容易区分。例如，在法国，宪政秩序的形成始于法国大革命，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法国大革命对经济的短期影响是灾难性的（Beik，1970），然而，从旧制度到新宪政秩序漫长转轨过程中出现的《拿破仑法典》和其他许多制度及政策对法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正面的长期效应。这次转轨连同英国、法国、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和美国之间的竞争，导致了西欧大陆经济发展的飞跃，并在19世纪的后半叶超过英国（Craft，1997）。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的短期经济影响也是相当负面的，
 
[1]

 但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不会否认这两次宪政转轨显著的长期正面效应。

至少出于两个原因，从旧体制到新宪政秩序的转轨对经济发展可能具有显著的短期负面影响。首先，转轨必须面对众所周知的一个两难冲突：用来保护所有人权利的强大的国家暴力和此暴力合法性之间的两难冲突（Barzel，1997）。布坎南（Buchanan，1989）认为，产权从能够有效地执行对盗窃进行惩罚的警察部门强大（因而可信）的合法暴力中产生。但是，这种强大的国家暴力通常倾向于侵犯而不是保护个人权利。因为这个两难冲突，宪政规则的改变对经济发展的短期影响更可能是负面的。

第二，建立起参与者对游戏规则的信任要花很长时间。在转轨期间，当游戏规则的改变发生时，新规则可信性的缺乏会造成社会的无序，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因此，宪政规则的改变对经济发展的短期经济影响更可能是负面的。

回答上面问题的第二个困难与一个两难冲突有关：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权力的渐进主义与相应的双轨制导致的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之间的两难冲突（Roland，2000；Cheung，1996）。向一个公正、透明、稳定和确定的宪政规则转轨与双轨制不兼容，双轨制以任意决定的政府权力和不公正、不稳定、不确定、不透明的游戏规则为特征。宪政秩序要求政府对游戏规则有可信承诺，而双轨制却以政府对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为特征。双轨制也制度化下列安排：政府官员同时是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仲裁者和参与者。这与必须使它们分离的宪政原则不兼容（见第18.4节和第18.5节），确定这种两难冲突的有效折中并不容易，这种有效折中也许因国而异。

如果经济发展是这样一个过程，即为了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许多国家在漫长的时间里进行各种制度的社会试验，一些国家碰巧试验了有效率的制度，而另一些碰巧试验了无效率的制度。对于前者，经济转轨将与制度的逐步演进相结合；但对于后者，无效率的制度、旧的游戏规则和相关的传统必须被废弃，新的游戏规则和新的传统必须被建立和巩固，这种转轨要求主要参与者通过休克的方式放弃旧的游戏规则来建立起可信的承诺。

回答上面问题的第三个困难涉及不同代人之间总贴现福利的比较。法国大革命加剧了法国大陆文化和英国普通法传统之间的竞争，这可能增加制度试验的多样性，为人类社会的福利改善创造更多的机会，当然，如果这样的利益存在，则年轻几代人的享受就建立在以牺牲法国年老几代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基础上。同样，美国独立战争增加了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内制度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因而增加了年轻几代人的福利而以牺牲年老几代人的福利为代价，但是，经济学家对如何在不同代人之间进行福利权衡并没有共识。

宪政规则的转轨通常涉及许多阶段，分析转轨的单一阶段的全部影响，如果并非不可能，也将是非常困难的。例如，法国大革命对法国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负面直接冲击，然而，它为向以《拿破仑法典》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基础的新宪政规则转轨清扫了道路，转轨对法国经济发展具有长期的正面效应。

墨克（Mokyr，1990）认为，英法之间的竞争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及其后法国制度激进转轨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因此，研究宪政转轨的推动机制比研究宪政规则转轨的短期经济影响更重要。日本的明治维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大爆炸式宪政转轨是震荡疗法的两个成功案例，研究在什么条件下一个大爆炸式的改革更可能成功，要比声称宪政转轨的两种方式一种优于另一种更加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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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许多承诺对策模型（见第8章的例8.6和本章的习题1）被用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缺乏对宪政秩序的可信承诺机制下，双轨制能够在短期内运作（Qian，1999），但是，使用承诺对策模型来正式描述诺斯和温格斯蒂（North and Weingast，1989）关于为什么对宪政秩序的可信承诺机制是长期经济发展的根本条件的想法要重要得多。

这也许需要有信息问题的演进对策模型来解释与制度变迁和宪政转轨相结合的游戏规则的内生演进，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这样的模型，现有的演进对策模型只能解释策略的演进，而不能解释游戏规则的演进，我们甚至不能预测通过刑法、司法系统和警察部门来惩罚盗窃的简单游戏规则的出现。也许，正式描述由巴塞尔（Barzel，1997）发展的国家经济学和由布坎南（Buchanan，1989）发展的宪政经济学的演进对策模型，能够最终提供一些转轨经济分析的工具，但此前经济转轨的正式模型可能在政策制定中起着相当有限的作用，它们太简单、太特定而不能接近现实且复杂的大规模制度变迁。

因此，另一种不涉及正式模型的转轨经济学，迄今为止在政策制定中非常具有影响，这类研究包括以拉迪（Lardy，1998）为代表的对制度和政策变化及其经济后果非常详细的文件记录，及以诺斯（North，1997）、诺斯和温格斯蒂（North and Weingast，1989）、钱颖一和温格斯蒂（Qian and Weingast，1997）、萨克斯（Sachs，1993）、萨克斯和胡永泰（Sachs and Woo，1999）为代表的对政策与历史的描述性分析。

在本章，我们将结合两种方式研究转轨经济学。我们将用劳动分工网络的超边际分析来研究经济转轨，在正式的模型太简单而不能捕捉到制度演进的复杂性时，我们将这种超边际分析与来自宪政经济学、新经济史学派和国家经济学的洞见相结合来分析经济转轨问题。

第18.2节、第18.3节讨论怎样运用前面章节发展的斯密框架来研究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征和经济转轨的推动机制。第18.4节、第18.5节考察市场取向改革和宪政规则转轨间的关系。第18.6节使用一些正式模型来分析诸如大规模的产出下降和金融危机等转轨现象。

学习本章时问你自己以下问题

苏联式经济体制的特征是什么？

为什么在缺乏企业的私人所有权和缺乏市场的情况下，苏联式经济体制能够产生大推进工业化？为什么这个体制最终失败了？

苏联式社会主义、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经济转轨的驱动机制是什么？

经济转轨和宪政转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什么原因造成了一些转轨经济国家大规模的产出下降？

双轨制方式转轨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及代价是什么？

18.2 社会主义体制和劳动分工的演进

为了理解经济转轨，我们需把注意力放在以下问题上：为什么苏联式体制最终被曾经采纳过它的大多数国家所抛弃？为什么这样一种体制在其最终被抛弃以前能够生存、传播，甚至取得短期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绩效？第二个问题与下面的问题相关：苏联式经济体制的特征是什么？这一节我们将回答这三个问题，我们首先分析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体制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区别，然后用这个区别来解释在中国、俄罗斯和东欧之间转轨模式的差别。

兰格（Lange）、冯·米塞斯（von Mises）和哈耶克（Hayek）之间的论战与第一个问题相关，冯·米塞斯（von Mises，1922）和哈耶克（Hayck，1944a）相信，苏联式经济体制在缺乏市场时由于不能获得必要的信息，将无法运转，他们声称，制订一个内在一致的计划的成本高得不可行。兰格和泰勒（Lange and Taylor，1964）使用新古典全部均衡模型论证市场社会主义能够解决经济计划中高不可及的计算成本问题。在市场社会主义下，允许有消费品市场，但所有企业和生产要素都是国家所有。中央计划者命令所有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给定价格下将利润最大化，并向他汇报利润最大化的产量。然后，中央计划者根据过量需求调节市场价格，直至消费品市场出清。他们相信市场社会主义能够比资本主义体制能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哈耶克（Hayek，1988）和弗里德曼（Friedman，1962）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中央计划者没有激励调节价格来出清市场，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缺乏企业私人所有权情况下，没有积极性将利润最大化；相反，中央计划者有全部理由保持过量需求，这能够增加计划者的权力并为他带来大量有形或无形的利益。

科尔奈（Kornai，1980，1992）认为，如果预算约束是软的，管理者将不会最大化利润，将不会对价格的改变做出反应。管理者有理由低估生产能力并高估投入需求，因此，在缺乏企业和要素私人所有权的情况下，价格不能传达真实信息。从而非均衡会成为长期病，资源配置被扭曲了。

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了苏联式经济体制的几种理论。其中的一种被称为所有权虚置理论。华生、张学军、罗小朋（1988），易纲（1988）和孟庆国（1988）的几篇论文几乎同时提出所有权虚置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国有制故意在不同的机构之间分配同一财产的不同所有权部分。根据产权经济学中所有权的定义，所有权由两部分构成：排他的财产处置权和排他的财产（正或负）收益权（见Furuboth and Peijovich，1974）。在社会主义经济里，财产处置权分属于计委、物价局、劳动局、政府各工业部和企业的管理者。计委对长期投资及相关的资源配置有决定权，物价局对物价有决定权，劳动局对人事安排有决定权，政府各工业部对中期投资和原材料及投入要素的配置有决定权，管理者对日常管理决策有决定权。所有权的另一部分，征集收入或承担损失的权力，在财政部和各工业部之间划分，因此，没有单个人或机构对任一国有财产有完全的所有权，中国人称之为“没有真正老板的体制”或者“所有权虚置的体制”。有人论证说，在产权结构没有任何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这样一种体制的任何分权和自由化的改革都会造成比它所解决的问题更多的问题。

孟庆国（1988）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没有适当的私人产权，所有权的不同组成部分在分割的机构之间的这种分配是必要的。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模仿现代公司的控制系统，它是一种制衡机制。这种制衡系统加上最高官员的重大特权，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控制系统以及管理这个系统的激励。张维迎（1986，1999）提出了几个重要的命题来概括经济改革中私有化的基本规则，其中主要是几个“不可能性”断言：在国有制条件下，真正的企业家不可能出现，政企分开不可能，预算约束硬化不可能，破产不可能有效地约束经理，以国有股为主导的公司化改革不可能解决经营者选择问题。

张五常（Cheung，1974）与谢勒夫和维西尼（Shleifer and Vishny，1992，1993）发展了两种价格控制理论，这两种理论与苏联式经济体制有关。根据张五常的理论，价格控制能被用于创造租值，这是官方价格和市场均衡价格之间的差别。竞争租值将造成可能的社会混乱，直至租值被耗尽为止。出于对社会稳定威胁的考虑，需要一种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它按照人的级别来分配租值，这种等级制被特权阶层用来以社会的利益为代价牟取他们的利益。这种理论意味着，短缺是为了给等级制的社会秩序提供正当理由而故意造成的（也许在官员们的潜意识里）。谢勒夫和维西尼的社会主义下的普遍短缺理论，说明短缺是政府官员抽取垄断租金的一种方法，因为它能用来掩盖垄断利润，因而减少公众对垄断租金的不满，是比直接的垄断价格更好的一种方法。这两种理论能用来证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无效。根据张五常、谢勒夫和维西尼的理论，在一个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下，如果政府的目标是利用短缺为它的垄断权提供正当理由，我们怎么能指望它根据过量需求来调节价格呢？

这场论战得出了市场社会主义不能运作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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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牙利的市场社会主义试验验证了这个结论（Kornai，1986）。然而，这个结论没有回答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苏联并没有采纳市场社会主义，但它的中央计划体制不仅幸存了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传播到了许多国家，它取得了1933～1940年平均8%和1948～1958年平均9.4%的增长率，这与改革时代中国的增长率一样令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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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冯·米塞斯和哈耶克不能预见苏联式计划经济的短期成功，尽管他们正确地预见了苏式体制长期的失败。冯·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张五常及谢勒夫的社会主义分析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的答案与仍在进行的关于震荡疗法和渐进主义的论战相关。

萨克斯（Sachs，1996）、萨克斯和胡永泰（Sachs and Woo，1999）及杨小凯（Yang，1994）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基于覆盖全书的劳动分工的斯密模型产生的发展理论。我们下面将概述这个答案。

如前面的斯密模型所示，经济发展是劳动分工演进的一个过程。特别是第15章指出，在一个有限理性的世界里，劳动分工的演进由社会通过试验各种劳动分工模式所获得的组织信息和个人关于试验模式的动态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来决定。由社会试验带来的信息收益与试验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劳动分工的好处和交易成本增加之间的两难冲突，表明试验和交易的效率越高，劳动分工的模式试验得越多，通过市场获得的组织信息也就越多。既然社会只能逐步获得有关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的信息，当人们缺乏组织信息时，人们就会先试验那些简单的劳动分工模式。这表明，经济发展是一个从劳动分工的简单模式到日益复杂的模式逐步演进的过程。

然而，如第14章所示，如果发达国家通过逐步的社会试验发现了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就能够越过劳动分工的中间层次而直接模仿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在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有助于由市场试验极其丰富的劳动分工模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免费组织信息为后来者的大推进工业化创造了机会，大推进工业化有可能由并没有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的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来实现，而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是发现有效的工业化模式的根本。在缺乏资本主义基础制度时，是可以通过模仿由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工业模式来大推进工业化的。这正是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能相对成功地工业化的理论基础，由于忽略了这种可能性，哈耶克和冯·米塞斯不能预见到20世纪中期苏联式经济体制的幸存、传播和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

为回答第三个问题，我们简要地勾勒一下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征，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通过保持农产品对工业品的相对低价并控制所有企业，这种体制利用全部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和中央计划获得了国有工业部门的高利润。国有企业的高利润被用来模仿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重工行业比轻工行业更高的增长率，这种工业发展模式由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所创造。依据第12章的斯密模型，重工业的高增长率通过增加生产的迂回生产链条和生产资料行业的收入比重来实现，这是劳动分工演进的一个方面。

第二，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和中央计划体制被用来组织综合性的工业投资规划，这些规划在对多种工业品的市场还不存在时，同时创立了许多非常专业化的工业企业，这种综合性的国家投资规划引发了劳动分工网络规模的大跳跃，这表明了高度专业化的工业行业种类的跳跃。这种综合性的国家投资计划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是通过雇佣许多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制订的（Zaleski，1980）；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这些项目是在苏联和东欧专家的援助下完成的。这种综合性的国家投资规划十分有效地利用了关于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和劳动分工的产业网络效果的免费组织信息，其特例就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694个大型工程项目和苏联援建的156个关键工程项目的规划。这个规划在很短时间内，在许多高度专业化的企业间成功地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劳动分工网络，当时还没有那些高度专业化的生产资料市场（房维中，1984）。例如，作为156个关键工程项目之一，在民主德国的援助下，一个专业生产用于机床工业的人造金刚石企业在郑州建成，而当时对机床的需求还不足以支撑一个生产人造金刚石的大型专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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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央计划当局相当系统地模仿工业标准化，大批量生产、生产线、资本主义公司里经理人、司库和会计之间的制衡机制，泰勒科学管理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出来的其他组织模式和管理方法。通过将同一财产的处置权和收益权在各工业部、财政部、国家银行、计委、物价局、物资局和其他机构之间分散分配，政府建立起了这些机构之间的制衡机制。中央计划当局通过这种制衡机制对整个经济建立起了一个相当有效的控制机制，最高层官员拥有对计划体制运转的剩余索取权，因此，他们有激励运作这个体制来将剩余最大化。列宁认为，苏联中央计划者应当把整个经济组织成一个大公司。但在这种制度的顶层，没有有效的制衡，政府和党组织对成立公司和在所有行业都有垄断权，这与1688年在英国的自由结社（包括私人企业的自动登记制）和独立司法系统的宪政秩序形成了鲜明对照，那种宪政体制在政治舞台的顶层建立起了制衡，因而，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为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创造了很大空间。

第四，中央计划当局在缺乏中间要素市场的情况下，使用一套物资平衡表和一个试错调节的程序来平衡商品的供需。
 
[6]

 这个体制能相当好地接近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表所得出的结果，然而，里昂惕夫投入-产出表不能考虑不同投入之间的替代，它不能确定对消费品的最终需求，也不能提供使参与者显示其私人信息的有效激励机制。罗兰（Roland，2000，chapter1）指出，通过中央计划的动态试错调节过程得到的均衡是无效率的。
 
[7]



第五，对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资本主义企业内部模式的模仿，是通过破坏产生工业化和企业组织的资本主义制度来实现的，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中央集权化的经济制度的社会试验。中央集权的社会试验的先决条件是在设计制度安排的部门建立垄断权，它是通过暴力革命、暴力侵犯私人产权和为数众多的清洗运动来实现的。
 
[8]

 设计制度安排的部门缺乏公平竞争意味着被选择的制度安排不可能有效。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一个由政府设计的体制，而不是从自发演进和参与者通过公平竞争与产权自愿交易的交互作用中出现的。哈耶克认为，有效的制度安排只能作为这种公平竞争和自愿交易的结果而出现。

萨克斯（Sachs，1996）认为，模仿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工业化模式的策略，在缺乏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时，能够产生令人瞩目的短期增长绩效。然而，当模仿的潜力耗尽，或者劳动分工的网络变得日益复杂的时候，这种策略的长期代价将超过它的短期利益，因为这种体制没有自我创造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能力的制度基础设施。

更一般的，当经济发展的后来者试图赶上发达国家时，它通常遵循着逆向的制度发展工程学。它首先试图模仿工业化模式；接下来是经济制度，如私人企业的组织结构；再下来是法律体制，如公司法；然后是政治体制，如代议制民主；它也许最终采纳一些宪政规则，如权力的制衡及来自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诺斯（North，1994）、诺斯和温格斯蒂（North and Weingast，1989）指出，在英国，经济发展的最初过程是倒过来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决定宪政秩序，宪政秩序决定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然后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产生一定的经济绩效。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没有一个超级政治势力的地缘政治环境里，不同国家间经济绩效的差异将产生改变意识形态和宪政规则的压力。诺斯相信，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的变化比经济结构的变化慢得多。这一点，加上后来者有更多模仿新技术的机会的事实表明，许多后来者被诱惑用技术模仿来替代制度模仿。这种做法拖延了宪政转轨，并以长期的高成本为代价产生了短期的利益。这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对后来者的诅咒”（后发劣势）。

关于转轨经济，199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指出，尽管有1950～1960年工业化的成果，但中国在改革开始时仍然非常贫穷，当时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农业经济，农业占用了71%的劳动力，并被课以重税支持工业，社会保障网只提供给占大约20%人口的国有部门。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强调地方自给自足导致区域专业化很低和众多的中小型企业。整个经济与苏联经济相比，中央计划和管理要少得多。地方政府有很大的权力，并发展起相当强的管理能力，这一切为更加分权化的经济做了准备。中国工业也得到补贴，但交叉补贴与苏联相比并不普遍。“因为农业部门被严格控制，控制一旦解除，立即就有所报偿……就这样，中国作为一个农业经济国，伴随着比俄罗斯规模大得多的劳动力重新分配开始了大规模的转轨。”相比于中国18%的劳动力在非农国有企业，苏联85%以上的劳动力在非农国有企业（Sachs and Woo，1999）。从1985年起，在苏联体制下，苏联可能有99%（包括在国有农场和集体农场的14%劳动力）的劳动力端着“铁饭碗”（见Cook 1993年对苏联工人保障的详尽的文件记录）。在东欧经济里，绝大部分工人也享受类似的保障。

据杨小凯、王建国和威尔斯（Yang，Wang and Wills，1992）的记载，直到1978年，中国农村仍是一个相当自给自足的社会。尽管通过模仿苏联的工业化模式，中国城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发展了很高的劳动分工水平，但是在一个通过中央计划发展起高劳动分工水平的经济里，发展私人产权和相关市场极其困难。由于劳动分工水平低，中国农村改革要相对容易些；相反，由于通过中央计划建立起了相当高的劳动分工水平，中国的城市改革就要困难得多（见Byrd，1983，1988；Byrd and Tidrick，1987）。

如果一个经济体通过中央集权的大推进工业化相当成功地发展起高劳动分工水平，那么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中央计划体制就被包容，进而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高劳动分工水平。既然劳动分工庞大复杂的投入-产出网络由中央计划体制协调，那么把中央计划逐步取消的过程与劳动分工庞大网络的协调失灵就往往会如影随形。如果改革渐进发生，就会有一种使用中央计划来协调高劳动分工水平的惰性，因此，在苏联式经济中，把中央计划协调机制从高劳动分工水平切除，震荡疗法可能是必要的。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一个高度依赖的庞大分工网络存在协调失败的高风险，投入-产出网络的瘫痪也许不可避免。换句话说，一个相当发达的中央计划体制可能只能通过震荡疗法来取消。因为在从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回到资本主义体制的整个转轨过程中，这种体制本身没有发现为有效的制度安排所必需的制度基础设施。

在1958～1961年和1966～1970年，中国也经历了震荡过程，那时中央计划体制因“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而瘫痪；在1971～1976年又经历了一次震荡过程，那时中国行政分权制度盛行。中国的行政分权是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在中央、省、县各级政府和公社之间进行划分。相反，在苏联，全部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都是统一的。邓小平实施的区域分权则通过将中央和省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制度化而巩固了毛泽东实施的行政分权。来自税收和国有企业利润的政府收入依据一定的分配规则在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划分。在邓小平区域分权的早期，省政府将固定数量的收入上交给中央政府，在后期则将固定比例的收入上交给中央政府。在这个演进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它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改革提供了推动力量。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这种财政联邦主义把地方政府的税收种类和征收机构与中央政府的税收种类和征收机构分离开（Qian and Roland，1998；Qian and Weingast，1997）。这种财政联邦主义和俄罗斯中央集权型的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Zhuravskaya，1998；Qian，1999）。这部分地解释了中国和俄罗斯改革绩效的差别。

但是，我们不应高估区域分权和财政联邦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首先，它割裂了市场并增进了地方国有企业的垄断势力（周，1999；何，1997，p.206），换句话说，区域分权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拉迪（Lardy，1998a，p.204）以中国汽车行业为例说明了这一点。其次，中国的财政联邦主义与美国的财政联邦主义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从1954年开始生效的户籍制度大大限制了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尽管近年来这一制度有所松动。

进入改革时代后，中国在采取大推进工业化和模仿策略方面仍有很大余地。在中国，传统自给自足行业的高收入比重表明，在缺乏私人产权和市场条件下，仍然有模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分工有效模式的空间，但是当苏联开始它的改革时，这种策略的潜力已被耗尽。

但是，中国令人瞩目的发展绩效不仅是因为模仿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丰富的社会试验也为新模仿策略提供了空间。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及其他新兴工业化资本主义经济体提供了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化新模式的免费信息，这种模式利用发达经济和不发达经济间人均真实收入的显著差异，出口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换取资本密集型设备。来自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华商带来人力资本、企业家技能、制度知识和资本，这些对中国模仿新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极其重要。中国大陆也有意识地学习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经验，例如，经济特区无疑是中国台湾地区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的直接仿效。这些经济特区显著地减少了因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造成的交易成本。外国直接投资者的私人权利在特区内比在东道国的其他地区受到好得多的保护。依照第15章的资本和劳动分工理论及第7章的间接定价理论，这表明外国企业家有强烈激励通过创办企业把他们的企业家技能间接卖给东道国。

然而，这种模仿最终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例如，在中国台湾地区的工业园，政府在把土地租给私人企业时处于中立的地位，而中国大陆政府则对位于出口加工区的大多数企业持有超过50%以上的控股权。根据拉迪（Lardy，1998）的文献记录，在改革时代，按照产出和雇工水平、雇工比重、收到金融资源的水平和比重，国有部门都在扩张。在当时最大的特区深圳，国有企业控制着经济，但是，同苏联式制度不同，中国不同的政府机构及地方政府之间在经济上有相当激烈的竞争。

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主要归功于它落后的起始发展水平和模仿新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的新机会。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毛泽东的行政分权和国有企业与对中国台湾和香港新发展模式模仿的一个混合体。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不同于斯大林在中央计划和企业的统一国家所有权下模仿老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不仿效任何资本主义经验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

由于不了解中国和俄罗斯改革的起始条件和推动力量的差别，很多人在比较中国和俄罗斯的改革时得出了一些误导人的观点。

首先，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发展绩效估计过高。萨克斯和胡永泰（Sachs and Woo，1999）指出，中国的增长绩效并不比其他东亚经济体增长绩效好。事实上，在过去的30年，基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迅速出口增长策略，东亚每个市场经济体的增长都非常迅速。1986～1994年，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中国年度人均GDP增长率在5.6%～6.8%，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在1965～1990年更长的时间也表现出同样甚至更高的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年度人均GDP增长率，包括：中国香港，5.8%；韩国，7.4%；新加坡7.4%；中国台湾，6.3%；印度尼西亚，4.7%；马来西亚，4.5%；泰国，4.6%。另外，在中国大陆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如中国台湾）之间，人均真实收入的差距仍在加大。

中国的官方统计也可能有高估真实增长率的倾向。拉迪（Lardy，1998）指出，官方数据至少高估增长率1%～2%。一些中国学者，如罗绍（《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5月15日）认为，官方数据高估增长率2%～3%。沃尔夫（Wolf，1998，p.17）证明，即便中国的增长率比日本、韩国、美国和德国高得多（因为1979年中国有相当低的人均收入绝对水平），2015年前中国与这些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仍在增大。

一些经济学家论证到，中国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表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对成功的转轨并不是必要的，但是，这等于是说“1930年代苏联短期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将确保苏联社会主义体制长期成功”。其他经济学家（Qian，1999）把中国的财政联邦主义视为中国取得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的主要原因，这一点不太令人信服。既然转轨后的东欧作为一个整体比中国更接近于财政联邦主义，东欧制度试验的多样性一定比中国不同省区制度试验的多样性大得多，如果财政联邦主义是转轨绩效差异最重要的决定因素，那么有更好转轨绩效的应该是东欧而不是中国。根据我们前面的讨论，不同的起始条件、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模仿空间以及统计数据的误差应该是解释不同的转轨绩效的主要原因。

经济转轨是宪政规则转轨的一部分，转轨的速度和时间则由它的推动机制决定。因此，我们下一节的论述将集中在宪政转轨的推动机制上。

18.3 转轨的推动机制

如第1章所讨论的，许多历史学家同意这个观点：在西欧，各种制度试验、扩散、模仿、转轨到成功的一个重大推动力量是没有一个超级政治力量的地缘政治结构，这表明，因为很多国家大小相近，在西欧没有能左右其他国家的超级大国。如第1章所讨论的，一个有利于运输和交通的地理环境有助于诞生自由的政府。许多小国政府间的激烈竞争有利于更有能力的政府出现，这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些庞大的内陆国家，如俄罗斯和中国，接受竞争性的制度比其他国家慢，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小的岛国（地区），如英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能够很快接受竞争性的制度。

西欧的文艺复兴对巩固西欧分权政治结构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影响。在意识形态的层次上，强调人类和生活本身的价值成为哲学的中心命题。在经济层次上，在文艺复兴后的意大利，竞争的城市国家的兴起与随之而来的银行业、合同法、运输法、担保交易的市场制度一起，激发了国际贸易的需求。以马基雅维里《君主论》为标志完成的政治上的思考，探讨了君主在与其他国家竞争中使国家强大的方式，包括国家在促进经济繁荣中的角色。

纵观整个欧洲历史，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创新往往先发生在一个地方，当这种创新被发现或证明是一种有优势的创新后，它就会通过征服、殖民化、帝国统治或模仿的方式传播到其他地区。新的欧洲思想和制度要传播到俄罗斯和中国广大的内陆地区往往十分困难。制度创新传播到如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这样的大陆型封闭社会，比起传播到那些依赖于国际贸易、国际联盟的小的开放社会要困难得多。如果小的国家不是简单地被大势力吞掉，也许在经济改革中，小的就是美的。

萨克斯和胡永泰（Sachs and Woo，1999）和罗兰（Roland，2000）提供了小型转轨经济在管理转轨方面具有更大的国家能力的证据，它们比大的转轨国家能更快地获得制度知识，能够更好地驾驭快速的转轨（Sachs and Woo，1999，p.14）。

东欧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和亚洲当前的转轨经济，为从社会主义体制到资本主义体制的转轨提供了多样性的转轨经验，人类社会还从没有过如此丰富的制度试验经验。在许多国家同时进行各种转轨模式和速度的试验，为迅速获取有关转轨的制度知识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许多经济学家指出，不同发展中国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可能导致不同的转轨路径，要求所有国家遵循同一转轨路径可能被指责为过时的帝国主义心态和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传统观点。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看来拒绝了这个指责。一些国家，如苏联，试图仅仅模仿资本主义工业化而不要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和产权结构，结果失败了。其他国家或地区，如中国台湾和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只是模仿资本主义法律体制和产权结构而不要民主政治体制，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们意识到这样做行不通，从而最终开始实施向宪政民主的转轨。日本从英国和德国模仿了全部的资本主义法律、政治和经济制度，但保留了天皇的特权。即使在美国军队占领下实行震荡疗法转轨之后，日本仍然保留了某些关于政府和企业间关系的亚洲人的行为准则，这些都为90年代日本的金融危机制造了麻烦。

所有这些经验表明，制度是长期成功的经济发展的根本。因此，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过程（Sachs and Woo，1999）。

罗兰（Roland，2000，pp.125-136，315-324）综述了东欧和俄罗斯极其丰富的迅速私有化制度的试验，下面我们对此进行简单概述。

在波兰，有人提出了一种让所有权分散的外部人、共同基金和银行参与的私有化模式，但这种方案被国有企业的内部人阻挠了四年，类似的方案在捷克被接受。罗兰用两国不同的起始条件来解释它们的差别。捷克斯洛伐克以往没有经济改革的记录，因此没有工会，国家对企业的控制没有削弱，其软预算约束问题不像波兰那样盛行。

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方案的设计者从波兰的失败得出了一个教训，在俄罗斯选择了无偿赠送代金券给内部人（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和工人）的私有化模式。这两种模式通过减少在位管理者的抵制而增强了可接受性。当人们通过代金券方案成功接受了股份制时，捷克的私有化方案也获得了事后的政治支持。

中国台湾地区和民主德国采取了国有企业自上而下出售给外部人的做法（Lau and Song，1992；Roland，2000），这种政策没有产生所有权转移和外部基金供应互相脱节的问题。台湾地区采取了先进行重要的自由化改革之后再进行私有化的改革程序。在那里，转轨更多地与新私人企业的发展相结合，而更少地与现有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相结合。

波兰和匈牙利采用了自下而上出售给外部人的私有化模式，这并不意味着企业以逐步的方式出售。私有化最常见的形式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由几个潜在的买主之一（内部人或外部人）表示出对购买某个企业有兴趣。出售给国内买者的方式多数采取以非现金投标销售的形式，如租赁、局部购买、分期付款、签订债务合同或分期付款等形式。

这些试验表明，为了获得企业与管理者之间有效的配合，替换不称职的管理者，无偿给外部人的私有化方式原则上比无偿给内部人的私有化方式好，然而，如果私有化导致外部所有权分散化，这一论断就不一定正确。这是因为由于分散所有权造成的“搭便车”问题，小股东没有承担集体行动的足够成本，分散的所有权导致对管理者的监督不充分。然而，这种有效的私有化模式往往会遭到来自内部人的抵制，从而使其在政治上的可接受性很低。

18.4 与宪政规则的转轨相结合的市场导向型改革

目前的转轨模式有两种：一种是东欧和俄罗斯采用的模式。在这种模式里，市场导向型改革只是宪政规则转轨的一小部分；另一种是中国和越南采用的模式，在这种模式里，市场导向的改革是在执政党制定的游戏规则下实施的。在这一节里我们首先考虑前一种转轨模式。

近来一些经济学家，如钱颖一（Qian，1999）论证说，中国渐进式转轨和双轨制的成功，是对那种认为宪政转轨是经济改革之根本的传统看法的挑战。拉迪（Lardy，1998）、萨克斯和胡永泰（Sachs and Woo，1999）不同意这种看法。在我们看来，许多国家的经验足以说明宪政转轨的重要性。中国的独特经验不足以改变这一信念，例如，欧洲和美国有比中国的财政联邦主义所能提供的经验丰富得多的有关财政联邦主义的制度知识，有比中国所有国有企业（包括集体企业）的试验所能提供的经验要丰富得多的有关企业制度的知识。因为在欧洲和美国自由企业制度下，制度试验的多样性比中国大得多。

因此，东欧和俄罗斯一旦重获自由，它们就决定向西方模式的宪政秩序转轨。但是，宪政秩序的转轨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俄罗斯是宪政转轨和市场导向改革同步进行的一个例子。第18.5节里我们将考虑中国在缺乏宪政秩序的情况下进行的市场导向型改革。


例18.1
 俄罗斯的宪政转轨。
 萨克斯和皮斯特（Sachs and Pistor，1997，pp.3-5）指出，俄罗斯缺乏法治传统。在1992年1月到1993年10月这一转轨时期的第一阶段里，改革是在旧的共产党政权下实施的。这期间，支撑着经济改革进行的是三个重要支柱，即价格和贸易的自由化、稳定化、私有化。一开始所有这些措施都不完备，其中一些措施在这一期间甚至失败了。改革之所以受阻，同这几种方式缺乏宪政秩序有关：首先，政府常常缺乏政治和宪政手段来实施改革，尤其面对着来自最高苏维埃根深蒂固的反对时更是如此；其次，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政府缺乏对它自身行为的宪政约束，以至于许多改革的机会被官员的滥用职权和腐败行为破坏了。

例如，维持经济稳定的失败，能直接追溯到俄罗斯中央银行的行为，它发行了巨大的导致通货膨胀的信贷，信贷的激增主要发生在共产主义时代苏联联邦银行的首脑Viktor Gerashchenko先生于1992年6月被任命为中央银行主席之后。1992～1993年，俄罗斯中央银行通过强加在全社会的通货膨胀税提供资金转移，将占巨大比重的国民收入（也许占1992年GDP的40%和1993年GDP的20%）转移到主要的利益集团、政府和银行的政治宠儿以及首脑官员的密友们手中。银行的账目无法审计，流失的资金无法追查。

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这些扭曲现象，其共同原因是政府决策和行政行为缺乏法律约束，行政程序因人因事而异，处于极不透明状态，大量腐败现象由此滋生；公民社会太软弱，不能给政府以重要的制衡压力，因此出现大量滥用权力的现象；决策过程不是由一般法律规范指导，而是为了符合特定的企业和压力集团的特别需要。

在第一阶段，俄罗斯经历了把这个国家带到内战边缘的政治权力斗争。在第二阶段（从1993年10月至20世纪90年代末），第一阶段获利最多的那些人在这一阶段采取了种种措施巩固自己的政治、经济势力。这一巩固过程是在更有条理的规则治理下进行的。国家杜马在新规则下运作，选举按计划如期在1995年12月进行。另外，总统选举按计划在叶利钦5年任期的最后阶段举行。同时，许多深层次的宪政问题仍然存在，政府和总统机构的不同部门之间争夺行政权的斗争以一种新的、更少戏剧性伪装的方式继续进行——1992年以后，总统机构总是被置于宪政约束和公众监督之外。

在俄罗斯，法治是否已经取得权威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尊重法治的国家通常具有以下特征：它们“将政府权力在分离的部门之间分配，牢固确立宪法屏障后面的公民权利（特别是正当的法律程序和法律的平等保护）；通过公平选举提供政治权力的有序转移”（Sachs and Pistor，1997）。把主权置于预设的法律约束之下，将影响国家公法和私法的发展。在这种约束下，随意的国家干预被最小化，作为一个调节者、税收管理人或者合同执行者的国家行为，变得公正并可预见。

改革司法制度、培训和（或）替换它的职员、用新法律代替现有法律都需要时间。更重要的是，对法治要有明确的承诺，承诺的指标包括分权制衡、公民自由、独立司法和权力有序转移。

1991年以前，在俄罗斯几乎不具备法治的任何特征。从1996年起俄罗斯取得许多重要的成就，开始实行一部新宪法，尽管有人质疑宪法被批准的程序，但它显然已经建立起广泛的合法性。两次议会选举都是按这部宪法如期进行的，最重要的是根据宪法进行总统选举，未成功的竞争者也认输（选举失败者不认输是宪政在很多国家失败的原因）。

这些成就是非常显著和重要的。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俄罗斯仍然没有经历一个政治权力的有序转移，所以新宪政秩序还未经过最艰难的检验。新宪法承认权力的分离，但这种名义上的承诺非常具有局限性。特别是，立法机关和行政部门之间的权力分割不清楚，最明显的是分配给总统的立法权力——总统可以通过命令来统治，他的命令和法律一样有约束力。

值得注意的是，新宪法的大多数规定都经不起宪法学家的严格推敲。公民权利是天赋的，其思想基础是用来抵御国家暴政的自由思想，但它似乎与俄罗斯宪法性质全然不同。用它的语言来说，国家把这些权利给予它的国民，但国家给予的东西也可能拿回去。另外，宪法缺乏确定性的程序化保障条款来确保包括法律平等保护在内的公民自由的实现。俄罗斯有很多为特定的个人或团体设计的特殊法。它们为税收豁免、个别私有化计划，以及对那些最受惠于总统命令权的人给予权利分配提供了法律根据。其结果是，国家保留了大范围的专制，这不仅造成了不确定性，也提供了滋生腐败的土壤。这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法律的非歧视性不相容。

格瑞和亨德利（Gray and Hendley，1997）阐述了以法律为基础的私人交易的三个基本条件：正当的法律、健全的司法执法制度以及以创造对法律和立法制度需求的激励为基础的市场。他们在比较匈牙利商业法发展时指出，有效的司法执法制度的发展，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其他转轨经济体里，也是最难完成的任务。皮斯特（Pistor，1997）探讨了在私有化开始时缺乏一部有助于产权发展和后私有化公司治理的综合性公司法可能产生的后果，她不但从俄罗斯的立法传统，也从经济改革过程中改革者做出的政策选择方面，探讨了后社会主义的俄罗斯颁布的法律规则的性质和质量。她论证说，综合性的立法改革被经济改革优先的主张所耽搁，经济改革以行政决策权的任意行使为基础，这种行政命令对产权和治理结构的发展往往有害。

萨克斯和皮斯特（Sachs and Pistor，1997）认为，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俄罗斯法治的“特殊国情论”和缺乏经济自由的“特殊国情论”有很深的历史根源。“特殊国情论”可追溯到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实际上，在19世纪中期亚历山大二世着手废除农奴制改革的尝试时，“特殊国情论”已经有很大的影响（由Owen，1997所描述），“特殊国情论”的根源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一直追溯到莫斯科公国建国。

与西欧诸国相比，在莫斯科摆脱了两个多世纪（1240～1480年）的蒙古统治以后，法律一直扮演着无足轻重的角色。中世纪欧洲是西欧法律的形成阶段，罗马法的应用、君主们和教皇对政治权威和立法权的争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俄罗斯都只有间接的影响。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重要因素：16世纪后，俄罗斯的东正教被归入国家权力，沙皇兼具国家元首和俄罗斯东正教首脑的双重身份。而政教分离是西欧抵制权力集中在单个统治者手中的关键措施之一。在法律限定国家权力和增强政治道德标准这一历史演进过程中，中世纪欧洲教会与国家在对统治权威、习惯法、政治合法性漫长的争夺中扮演着互相制衡的角色。相反，在俄罗斯斗争以教会从属于国家统治而告终。

宪政主义的好处与对行政权力的需求之间的两难冲突（Hellman，1997）是俄罗斯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论战的焦点，这与中国价格双轨制使既得利益集团在抵制减少的同时产生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的两难冲突类似。谢勒夫（Shleifer，1994，1998）提出了一个论据来支持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在他看来，与渐进改革相伴随的腐败，是赎买特权阶层垄断权力的一种方式，然而由于两个原因，腐败不是改革的一种有效方式：第一，基于腐败的不成文合同不容易执行，因为对于出卖政府官员控制权的收益权没有合法的界定；第二，对腐败的容忍将为政府官员争取更多控制权提供一种“激励机制”。因此，实施改革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东欧和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去除政府官员的控制权。但正如萨克斯和皮斯特（Sachs and Pistor，1997）证明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的成功依赖于宪政秩序的转轨。

赫尔普曼（Hellman，1997，p.58）提供了在东欧和中欧增长绩效与宪政制度之间相关的经验证据。这个结果不令人信服，因为宪政规则的转轨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与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中宪政规则的转轨对经济增长的短期负面效应相比，当前俄罗斯转轨困难并非偶然，也不能将其完全归咎于震荡疗法。但是，由于俄罗斯缺乏法治传统，俄罗斯的转轨也许要比17世纪的美国转轨和19世纪的法国转轨更加困难。法国从旧王朝到新宪政秩序的转轨花了一个世纪，俄罗斯是一个庞大的内陆国家，且有着更不利于转轨的历史。俄罗斯从共产主义向新宪政秩序的转轨可能与19世纪法国的转轨一样困难。

许多学者把俄罗斯不佳的转轨绩效归咎于法律执行不力。然而，皮斯特（Pistor，1997）指出，执行不力起因于不可接受的法律和国家机会主义。诺斯和墨克（North，1981，pp.147，158-170；Mokyr，1993，p.56）对18世纪英法之间的一项比较研究也表明，在英国，出色的国家税收和法律执行能力归因于公正的宪政秩序；在法国，旧王朝极差的税收和执法能力归咎于国家机会主义和缺乏公正的宪政规则。

18.5 缺乏宪政秩序条件下的市场导向型改革

国家同时作为规则制定者、仲裁者、执行者和参与者的制度安排会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可由政府对私人企业进入重要行业的控制和国家限制私人企业的例子来说明。中国很多重要行业不对私人和外资开放。这些行业包括银行、邮政和电信、铁路、航空、保险、航天、石化、钢铁、出版、批发、新闻及其他行业。另外，国际贸易、批发和零售流通网络、出版及许多其他行业严格的许可制度消除了私人企业的许多谋利机会，并产生了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贸易冲突。特别是，有权发放许可证的政府机构在需要许可证的行业有既得利益。例如，国际贸易的许可证由外经贸部颁发，而它是中国很多大贸易公司的所有者；批发和零售流通网络的许可证是由拥有地方国有流通网络的地方政府颁发。当然，发放许可证的原则是追求政府机构的垄断利益。


例18.2
 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土地制度。
 第一个例子是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土地制度（见Yang，Wang and Wills，1992；Sachs and Woo，1999，p.30；Wu，1998）。在中国的农村改革里，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在20世纪70年代末分给了农民。在20世纪80年代，土地的出售被完全禁止，尽管从1984年起已经允许土地使用权转让（Yang，Wang and Wills，1992，p.18），村干部根据村庄人口的变化控制土地的重新分配。数据表明，在农业改革的早期，农业部门的自由化和土地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导致了农业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一个简单的外推计算表明，1978年农业改革使水稻和小麦产量恢复了它们被1958～1977年集体化所压制的潜在增长趋势（集体化在1950年加速，在1958年灾难性的“大跃进”达到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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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后，农业部门增长的放慢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农民对将来土地使用权的不确定性。普拉斯特曼、汉斯坦德和李（Prosterman，Hanstad and Li，1996）在实地工作中发现以下事实：地方官员没有真正贯彻中央政府延长农民土地承包期限的政策。在许多村庄，来自集体的代表每3～6年将村庄的所有土地重新分配以适应家庭规模的变化，其结果是抑制了农民对土地的投资（如挖井和小型支流排灌系统，施更多的有机肥），而这些投资无疑将会提高粮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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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停滞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从1994年起，粮食收购和流通网络的国家垄断被强化（Lin，1998，p.68）。在1993年后期国家决定扼制通货膨胀的时候，粮食收购配额被再次引入，对27种农产品实施价格控制。更糟糕的是，当紧缩银根对付通货膨胀的时候（1985，1989，1992），政府对粮食收购“打白条”（Sachs and Woo，1999）。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粮食生产增长减退。

导致1985年后农业生产率增长放慢的第三个因素是1979年以后对农业基础设施（如灌溉工程）投资的大量减少。例如，1994年农业基础设施真实投资水平只是1979年水平的58%。这能够用土地市场和相关合同的缺乏来解释，即使在缺乏国家投资的情况下，农业基础设施也能够通过相关的土地合同来发展，但是，在制度约束下，基于地权的工程合同不可行。同样，在缺乏土地贸易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能通过土地的财产税和销售税增加收入，地方政府必须用乡镇企业的利润、征税和收费增加足够的收入，以保持地方官员的士气，但这使地方官员的腐败和其他机会主义制度化。

根据吴（Wu，1998）的文件记载，这种土地所有权的双轨制产生了土地的有效商业化使用和社会公正之间的两难冲突。沿海省份的许多地方官员把村庄所有的土地划成两部分：能租给外国或私人企业的商用地和家庭耕作的口粮田。在两田制下，村庄的官员获得了对商业用地的控制权并从中攫取租金。作为交换，村民有在租赁土地的企业就业的优先权。但租金与就业收入之间的差别巨大，因此整个过程是地方官员从集体拥有土地的农民手里寻租的过程。由于这种寻租不公正，许多农民抗议事件就因此发生，中央政府被迫禁止了两田制的实验。这项禁令同时也阻碍了地方的工业化，消除了许多对社会有利的商业机会。

总之，在缺乏宪政秩序的市场取向改革下发展起来的双轨制制度化了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机会主义行为，并造成了宪政转轨的更多障碍。杨小凯、王建国和威尔斯（Yang，Wang and Wills，1992）估计了中国农村土地所有权私有化的潜在收益。根据他们对人均真实收入、商业化程度（劳动分工水平）的界定和行使产权的效率指数之间关系的经济计量模型，在1987年如果土地自由贸易被允许，中国农民的人均真实收入将增加30%。这再次验证了萨克斯和胡永泰的断言：尽管在双轨制下，中国的农业部门有一个相当令人瞩目的发展绩效，但如果双轨制被完全的私人所有权所取代，中国的经济绩效将会更好，当前的农业停滞不前将不会发生。


例18.3
 中国的乡镇企业。
 双轨制的第二个例子是中国的乡镇企业（TVE）。萨克斯和胡永泰（Sachs and Woo，1999）提出，TVE一词通常有两种用法，即统计中的官方用语和所有权讨论中的学术用语，这两种用法可能令人混淆。官方统计的乡镇企业含义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了。1984年以前，乡镇企业指乡镇所有或者村庄所有的企业。1984年以后，乡镇企业统计也包括联合所有（几个人或家庭所有）企业和个人所有（一个人或家庭雇佣不超过7名雇工）企业。

然而，关于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大多数学术讨论使用了一个狭义的定义：只包括那些正式登记为乡镇所有和村庄所有的企业。这种狭义的定义解释了为什么诺顿和沃尔德（Naughton，1994a，Walder，1995）把乡镇企业描述为地方政府所有。除非另外提到，在下面关于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分析里，我们将坚持乡镇企业作为公共所有企业的这个狭义定义。

乡镇企业几乎没有创新性，因为这样的地方政府或集体所有的企业19世纪末在许多国家，如日本和中国清王朝都试验过，但是在保护企业私人权利的宪政秩序下，多数情况下这样的企业和集体所有的企业不具有竞争力，乡镇企业完全在政府计划外运作，有非常硬的预算约束。

毫无疑问，地方政府已经把乡镇企业视为地方预算收入的一个重要的来源（Oi，1992）。20世纪80年代早期，中央政府引进税收合同，即中央政府与各省商定收入数额的一种财政合同制度，这种财政合同安排被各级政府逐级复制直至乡镇一级。这种财政关系的修改使得地方政府对它们成立的任何企业有了剩余索取权。其结果是，地方政府使用所有可能的方式，包括许多越过法律界线的方式，推动农村工业发展，同时勒索它们以补充政府预算（Zweig，1991）。

一些经济学家把乡镇企业视为融合了市场激励与公共所有权的一个重要且高度成功的制度创新，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把乡镇企业视为通往真正私人所有权道路上的一个“半截子”改革方案。前者强调乡镇企业是中国不发达经济条件下的特定产物，后者则强调如果中国现在不推动乡镇企业的真正私有化，将来就会面临严重的制度束缚问题（Sachs and Woo，1999）。

集体所有农村工业企业的根基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奠定的，当时官方对自力更生的强调和国家分配制度的崩溃造成了农村公社扩大它们的非农活动。1979年公社制度开始瓦解时，这些社队企业被重新列为乡镇企业。对农村低就业和地方发展的担忧导致了对建立乡镇企业规则的不断放宽。从1984年起批准成立和监督乡镇企业的条件在各地差别很大。

萨克斯和胡永泰（Sachs and Woo，1999）把乡镇企业分为三种类型，它们有不同的治理结构和产权。在乡镇企业多样化、其所有权和控制权以及演变性质都模糊的情况下，不同的论述强调乡镇企业不同的基本特征，而经常不承认它们在时间和地域上的极大差异，因而也是自然的。例如，倪（Nee，1996）把乡镇企业视为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不正规合资企业，经常伴随着集体所有的资产和企业不正规的私有化。而沃尔德（Walder，1995）把乡镇企业视为公共所有权的一种形式，与大型城市国有部门没有差别。彭（Peng，1992）强调乡镇企业的半私有性质来解释它们的自主经营。欧（Oi，1995）突出强调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乡镇企业是由县、乡镇、村庄分层管理的一个巨大的多层公司的生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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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90年代，随着对乡镇企业登记的附加限制的减轻，如罗纳斯（Konnas，1993）曾经强调的，许多地方出现真正的乡镇企业和红帽子私人企业共存的现象。

在改革时代，乡镇企业制度沿袭了过去社队企业的许多优势和劣势。它创造了中国式的双轨主义：技术落后但灵活的乡镇企业和技术先进僵化的国有企业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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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双轨主义表明在技术效率和地理位置效率的利用与X效率的利用之间的两难冲突。因此，乡镇企业令人瞩目的增长也有它的代价。在自由企业制度下，许多乡镇企业可能被位于城市的、比城区的大型国有企业更有竞争力的大型私营企业所代替。因此，从这个观点来看，乡镇企业非常高的增长率也许有反效率的一面。杨格（Young，1999）提供了由乡镇企业和相关的区域分权产生扭曲的经验证据。

乡镇企业具有地方政府控制下的企业系统的常见缺陷，因为规则制定者、仲裁者和参与者是同一个地方政府，所以产生了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制度化了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因此，游戏规则不稳定、不透明、不可信。乡镇企业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相反，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对它与中央政府完全控制下的苏联式国有企业制度相比的优势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乡镇企业有着比更高级别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更硬的预算约束。根据吴（Wu，1998）出色的实证工作，乡镇企业，加上折中的土地所有权改革方法和户籍制度，产生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中国式管理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地方政府官员的地方领土管辖权、司法和执法权、对土地的控制权、他们的官位、成立企业的权力、筹集资金的权利以及对乡镇企业的控制权是不可分割的。

在这种制度下，人们被分为有不同权利的不同集团，地方官员是一等公民，他们有全部权力和特权以牺牲别人利益为代价牟取自身利益；二等公民是有当地户口的村民，他们能在乡镇企业找到好工作，并有权得到一部分村庄福利基金；三等公民是外来移民，他们在乡镇企业干最脏的工作，不能得到福利津贴。中国的这种制度，连同户籍制度和城市的国有房地产制度造成的低劳动力流动性，解释了为什么地方政府所有和集体所有企业在中国农村兴隆，而它们并不像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主义企业那样具有竞争力，在资本主义经济里个人有人身自由，能够自由交易劳动、资本、土地和其他财产。这也表明社区成员期望永远住在同一地方，在同一地方性的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是相当稳定的，因此，他们比在自由的市场制度下更有激励来为乡镇企业出力。

这种制度不仅扭曲了管理者和企业之间的匹配、企业的地理布局模式和资源配置，阻碍了城市化，也产生了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的社会不公。

依照国际标准，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极不正常，在大多数有农村工业的东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小企业的所有权往往是私人的，属于一个家庭内部，相反，乡镇企业的所有权至少根据官方统计所说是集体的。一些学者论证，集体所有权反映了深厚的中国文化模式（Weitzman and Xu，1994）。然而，这种合作文化假说遭到了质疑：在中国台湾，农村小型私人企业占绝对多数，小型的华裔私人企业在整个东亚都十分盛行。

其他一些学者说，集体所有权是农村企业筹集资本金并通过缩短监督距离而减少委托-代理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Qi，1995；Walder，1995a）。他们用这些理由把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解释为适应中国落后的生产要素市场、对市场失败的一个最优反应。诺顿（Naughton，1994a）认为，在转轨的早期，银行在办理小额贷款申请和评估风险方面条件很差。在中国，地方政府所有权扮演着一个金融中介的关键角色。地方政府能更好地评估在它们控制下创办企业的风险，并作为向个别乡镇企业贷款的担保者。

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把乡镇企业的成功解释为反对私人所有权是小型企业天然所有权形式的一般看法的确切证明，并论证说决定效率的不是所有权，而是产品和要素市场的竞争（Nolan，1993）。

萨克斯和胡永泰（Sachs and Woo，1999）对这种乡镇企业所有权形式的实用主义解释，尤其是它所强调的国家在金融中介中的优势持怀疑态度。在1960～1995年，即使中国台湾的中小企业遭受着整个国有银行系统的歧视，它们仍表现出充满活力的增长，非正式金融机构（路边市场）自发出现以迎合它们的需要（Shea and Yang，1994）。当1979年开始经济自由化时，市场力量（当被地方当局容忍时）导致金融制度创新的能力近来也在浙江省温州市见到。刘（Liu，1992）报告说，当地私人部门所需资金95%由地下私人金融组织，如台会、专业放债户和钱庄提供。

一个适当的乡镇企业所有权结构的一般理论应当基于两个主要考虑：第一，直到最近，私人所有权在许多地方被严格控制和歧视。个人所有权在1978年被给予宪法保护，而私人所有权在中国被认为不同于个人所有权，在1987年才被给予宪法保护。由于企业登记为私人所有面临歧视，因而（登记的）农村工业的集体所有权是针对歧视的一种自我保护对策。张（Zhang，1993）用“非集体乡镇企业”来称谓合伙、个体和私人企业。他报告说，“实际上同集体乡镇企业相比，非集体乡镇企业往往被歧视”。地方政府表现出对非集体乡镇企业歧视的领域包括取得银行信贷、获取更大的生产场地、政府对原料和能源的分配、政府协助解决技术问题和创立合营企业等。有证据表明，在税收和利润分配方面，非集体乡镇企业面临着被过度勒索的更大风险，地方政府往往用比对待集体乡镇企业更随意的方式对待非集体乡镇企业。

简而言之，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确认的市场失败不是由私人市场经济固有的无效（像外部性和公共物品）所造成的，这些所谓的市场失败实际上是由国家强加的意识形态约束所造成的。特别是，银行因为国家指令而提供给乡镇企业比私人企业更多的贷款，并不是因为乡镇企业内在的更有效，也不是因为地方银行认为地方政府是比它们本身更好的风险评估者（Chang and Wang，1994）。

大家普遍同意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有更强的市场激励（包括更硬的预算约束）。萨克斯和胡永泰（Sachs and Woo，1999）指出，三种乡镇企业类型中的两种——江苏类型和浙江类型——在本质上相当类似于“红帽子”私人企业。地方官员有私人激励最大化乡镇企业的利润，因为在县、乡镇和村庄各级官员的仕途和薪水受村企业效益和发展的直接影响（Oi，1995），也因为当地居民和工人都没有通过合法、正式的渠道去行使他们的所有权的方法。简而言之，乡镇企业由于地方官员非正式的私有化而降低了委托-代理问题的困难，并导致了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这种私有激励假说解释了为什么彭（Peng，1992）发现农村公共企业和农村私人企业的工资决定过程一样。

如果这种非正式私有化的解释有根据，那么只有当地方官员的集体凝聚力不堕落为个人掠夺资产的努力时，乡镇企业才可能继续有效率。由于对私有产权的强烈法律歧视，掠夺集体资产往往更随意地发生，通常观察到的非正式私有化的无效率也变得十分普遍。

如果这个观点正确，那么决定性的影响是，私营部门相关规模和劳动力流动的逐步增长将最终削弱地方官员反对个人掠夺资产的集体凝聚力的基础（通过为掠夺的资产提供安全的隐藏地），从而损害乡镇企业的绩效。

1992年初以后，打算改善由1989～1991年紧缩政策造成的农村失业状况，对私人产权的歧视进一步减弱，许多乡镇企业摘掉了它们的“红帽子”。

当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时候，日益增多的私营企业不再觉得有登记为“红帽子”或集体所有企业的必要，因为在私营和公共部门之间优惠待遇的差别已经缩小范围。

在我们看来，中国的双轨制并没有提供世界其他地方制度试验不曾提供的多少新信息。它恰好再次验证了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市场，还需要宪政秩序和法治来保持个人权利并提供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衡。适当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打破执政党的政治垄断是宪政秩序形成的根本。

18.6 可靠性与劳动分工正网络效应之间和激励提供与稳定性之间的两难冲突

在东欧和俄罗斯转轨期间，产出下降是许多经济学家没有预料到的现象，罗兰（Roland，2000，p.20）报告了下列令人吃惊的产出下降规模：波兰的实际GDP增长率在1990年和1991年分别是-11.6%和-7.6%；匈牙利在1990年、1991年、1992年、1993年分别是-3.5%、-11.9%、-3.0%和-0.9%；捷克相对应的数字分别是-0.4%、-14.2%、-6.4%、-0.9%；俄罗斯的真实GDP增长率在1991年、1992年、1993年、1994年分别是-13%、-19%、-12%、-15%。在这一节里，我们使用刘孟奇（Lio，1998）、萨克斯和杨小凯（Sachs and Yang，2000，chapter 10）发展的模型和类似于阿洪、巴车塔和巴纳杰（Aghion，Bacchetta and Banerjee，1998）模型之一的蛛网模型解释产出下降现象。

刘孟奇模型（Lio，1996，1998）表明，完全保险能提高劳动分工的网络可靠性，从而提高分工的均衡水平和相关的总生产率。在改革之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模仿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劳动分工网络，每一个州向所有其他州提供某种商品，并且从其他州的某个专业化部门购买商品。例如，乌克兰专业生产粮食，捷克专业生产大型机车和其他机械，民主德国专业生产机床。在缺乏保险的情况下，这种大规模的劳动分工网络具有非常低的可靠性，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了一个隐含的完全保险体系，有完全的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贸易保险等。在中央计划者将购买每个国有企业的全部产品的意义上，每个国有企业生产的所有产品被保险，尽管这种完全保险产生了大量的道德风险，但也为庞大的劳动分工网络提供了高度可靠性。

由于苏联解体，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完全贸易保险消失了。由中央计划体制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劳动分工庞大网络的可靠性，在保险市场发展之前，当然呈指数级下降。罗兰（Roland，2000）指出，产出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贸易联系的中断。从杨小凯和黄有光（Yang and Ng，1993，chapter 11）的模型我们知道，在加深与现在贸易伙伴的关系和拓宽潜在的贸易联系之间有一种两难冲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僵化的中央计划体制的等级结构，拓宽潜在关系的交易成本系数极其巨大。因此，为了提高劳动分工网络的可靠性而同大量潜在伙伴进行联系与同现有伙伴加深现存关系之间没有太大的有效折中空间。当苏联解体时，许多高度专业化企业之间的既存贸易联系被切断，劳动分工的整个网络当然无法继续运作。根据这个理论，在苏联瓦解后，如果没有这样巨大的产出下降才是很令人惊奇的事。

能被保险的激励提供与能被保险增加的劳动分工网络的可靠性收益之间有个两难冲突。这个两难冲突表明，如果注意力集中在激励提供而忽略了完全保险对劳动分工网络的可靠性的正面贡献，也许就得不到这个两难冲突的有效平衡。多样化保险市场的发展是私有化改革成功的根本。

最近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与国际资本的高度流动相关，阿洪、巴车塔和巴纳杰（Aghion，Bacchetta and Banerjee，1998）发展了一个蛛网模型解释为什么在一个发达的国际金融市场，巨大的资本流动性可能降低市场稳定性。他们的故事如下：如果在经济绩效和金融信号之间有一个时间滞后，在激励提供和反馈过程的稳定性之间就有一个两难冲突。激励提供能因信号与参与者的行动之间反馈的敏感性而增加，反馈过程的稳定性将因敏感性的提高而降低。一个对信号不敏感的反馈制度（如社会主义制度）将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激励，但是一个过于敏感的反馈过程又会导致非收敛的波动，及一个爆炸或混乱过程。在阿洪等人的模型里，反馈的敏感性程度由通过两个变量间的时间滞后而把信号与参与者的行动联系起来的一个差分方程里的反馈敏感系数来表示。在一个发达的国际金融市场里，资本高度流动性意味着这个系数的值很大。这种高度流动性表明，任何微小的正面信号能吸引来自世界所有国家的资本，因而在非常短的时间内造成资本的巨大流入。任何微小的负面信号都会产生惊慌的资本外逃的负面效应（非线性差分方程里的爆炸或紊乱）。

在激励提供和稳定性之间的这个两难冲突表明：一个极灵敏的激励可能是没有效率的。俄罗斯先于私有化改革放宽了对其资本账户的限制，这显著地提高了反馈机制的敏感性，私有化改革进一步提高了其敏感性，这有利于提供激励，却不利于稳定性。当然，腐败和洗黑钱是负面信号的来源。没有由机会主义造成的道德风险，就像发生在中国台湾地区和西欧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上那样的，敏感的反应本身也许并不制造麻烦，但道德风险本身还不足以解释俄罗斯和韩国的金融危机，因为在没有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很大影响的中国，道德风险甚至比俄罗斯和韩国更大。一些经济学家使用道德风险的传统模型来解释俄罗斯和亚洲的金融危机，但模型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实施自由化和私有化时发生危机。例9.5和例9.6的刘孟奇模型和阿洪等人的模型显示了可靠性、交易成本和劳动分工经济之间的两难冲突，以及激励提供、分担风险和稳定性之间两难冲突的模型能更好地解释危机。在本节的其余部分，我们使用一个蛛网模型来演示阿洪等人的模型背后的故事。


例18.4
 一个具有敏感激励和稳定性之间两难冲突的蛛网模型。
 考虑例3.2中的斯密模型，基于CES效用函数的一个个人的决策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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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
 ，x
 
s

 ，x
 
d

 ，y
 ，y
 
s

 ，y
 
d

 ，l
 
x

 ，l
 
y

 是决策变量，p
 
x

 和p
 
y

 是价格参数。在不同结构中的最优决策被总结在表3-4中，此处整理为表18-1。

表18-1 四种结构中的角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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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把时间维度引进模型并假定时间是离散的。针对两个结构之间效用差别，在选择职业结构（x
 /y
 ）和结构（y
 /x
 ）的相对人数的变化之间有一期时间滞后。因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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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
 表示时间，β
 是针对两个结构之间的效用差别，x
 的专业生产者的人数变化的敏感系数。M
 
i

 （t
 ）是在期间t
 商品i
 的专业生产者人数。对于商品i
 的一个专业生产者的间接效应函数u
 
i

 在表18-1中给出。由于M
 
x

 （t
 ）+M
 
y

 （t
 ）=M
 ，其中人口规模M
 是一个给定参数，M
 
x

 （t
 ）的变化与M
 
y

 （t
 ）的变化反方向成比例。为了简化，我们假定M
 =1。进一步，针对商品y
 的过剩需求，在商品y
 与商品x
 的相对价格变化之间有一期时间滞后。因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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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1 敏感激励和反馈机制稳定性之间的两难冲突

其中，M
 
y

 （t
 ）=1-M
 
x

 （t
 ），y
 
d

 （t
 ）和y
 
s

 （t
 ）在表18-1中给出。α
 是针对商品y
 的过剩需求，及相对价格变化的敏感系数。式（18.1）和式（18.2）构成了p
 和M
 
x

 的一个二阶非线性差分方程组。假定这个系统的最初状态由M
 
x

 （0）=M
 0
 ，p
 （0）=p
 0
 ，p
 （1）=p
 1
 给定，那么这个系统的动态和比较动态分析能够由计算机模拟给出。图18-1（a）给出了α
 =0.6，β
 =0.2，ρ
 =0.6，k
 =0.6，M
 0
 =0，p
 0
 =0.2和p
 1
 =0.21的模拟结果。在图18-1（b），α
 提高到1.61，其他参数没有改变。在图18-1（c），α
 提高到1.62，其他参数没有改变。在图18-1（d），除了β
 从0.2提高到0.3，全部参数值与图18-1（b）相同。在图18-1（e），除了k
 从0.6提高到0.601，全部参数值与图18-1（b）相同。

比较由图18-1（a）和18-1（b）中的M
 表示的相对价格p
 和x
 专家人数的时间路径可知，随着反馈敏感性参数α
 从0.6提高到1.61，反馈过程向静态均衡（稳态，p
 =1，M
 
x

 =0.5）的收敛变快。图18-1（c）指出，当敏感系数α
 达到临界水平1.62，在几个反馈回合之后，x
 的专业生产者人数变成负数。图18-1（b）和18-1（d）之间的比较显示，在α
 =1.61不变的情况下，敏感参数值β
 从0.2提高到0.3会产生相似的结果，在一个职业中专家人数为负是不可行的。因此，这表明劳动分工的一个断裂，所有人必须选择自给自足，即使静态均衡是劳动分工（劳动分工结构中的效用比自给自足结构中的效用更高）。随着M
 
x

 趋向于0，人们从生产x
 的职业结构恐慌地逃向生产y
 的职业结构，这看起来就像在一个具有非常高水平的国际劳动分工的一个高度一体化的世界市场中，投资者从一个国家到其他国家的恐慌逃离。图18-1（b）和18-1（e）之间的比较显示，交易效率系数k
 的提高具有与反馈敏感参数提高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说，当k
 达到一个临界水平时，系统将反应过度而永远达不到稳态。

以上结果是非常直观的，如果系统从一个非均衡状态开始，那么一个职业将产生比其他职业更大的效用，因此，人们将从后者转移到前者，这将调节一种贸易品的总供需，从而调节这种贸易品的过剩需求。相对价格将对过剩需求的变化做出反应而改变，不同职业的间接效用函数将对相对价格的这个变化做出反应而改变。如果稳态仍未达到，这将再一次造成两个职业里专家相对人数的变化。在这个反馈过程中，反馈越敏感，波动向着稳态的收敛越快，但是，如果反馈太敏感，系统也许反应过度以至于稳态永不能达到。更大的交易效率系数、更大的反馈敏感性系数有相似的效果。在一个临界点达到以前，敏感的反馈能够使反馈的收敛加速。但是，极灵敏的反馈或非常高的交易效率也许产生使反馈机制瘫痪的反应过度的情形。

这个模型能用来解释诸如律师和会计师行业在受教育和职业生涯开始之间有一段时间滞后对过剩需求会产生波动。它也能解释通过提高资本、商品和劳动的流动性而提高敏感性系数或交易效率的自由化改革造成的金融危机。

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将增大反馈敏感性系数α
 和β
 ，或者提高交易效率系数k
 ，这将使经济系统更快地向均衡收敛。但是，它也将提高反应过度的风险，降低已实现的劳动分工和相关贸易的水平。本章习题5要求你做更多的模拟来证明，对于相同的反馈敏感性系数和交易效率，在价格的值和它的静态均衡水平之间的最初差别越大，反馈系统越可能因反应过度而瘫痪。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台湾地区没有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

台湾地区在放开它的资本账户之前实施金融业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从而减少了金融业国家垄断造成的道德风险。这表明当反馈敏感性因自由化改革而提高时，在市场价格和它的静态均衡水平之间的最初差别不大。中国有非常高的道德风险，但由于政府对资本账户的紧紧控制，它有非常小的反馈敏感性系数，所以它也没有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大影响。相反，韩国在其国家垄断金融体制的巨大道德风险没有显著降低之前放开了国际资本账户。因此，与道德风险相关的市场价格和它的静态均衡水平之间的最初差别，以及与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相关的反馈敏感性系数和交易效率系数，是决定激励提供和稳定性之间两难冲突的最优折中点的两个主要决定因素。因此，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大陆和韩国的不同情形全部能用蛛网模型解释。这个故事表明，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的顺序很重要。在工程学的文献里，反馈系统达到在反馈敏感性和稳定性之间冲突的有效平衡的程度被称为反馈深度。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主要任务就是提高反馈深度。

关键术语和复习

苏联式经济体制的特征。

为什么在缺乏企业的私人所有权情况下，苏联式经济体制能够产生大推进工业化？为什么这个体制最终失败？

苏联式社会主义、行政分权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别。

经济转轨的驱动机制。

在某些转轨经济中大规模产出下降的成因。

双轨制方式转轨的短期和长期的利益与代价。

进一步阅读

经济转轨的正式模型的总结：Dewatripont and Roland（1996），McMillan（1996），Blanchard（1997），Qian（1999），Maskin and Xu（1999），Roland（2000）。渐进主义与震荡疗法：Sachs（1993），Sachs and Woo（1999），Qian（1999），Naughton（1995），Lardy（1998）。私有化：Shleifer（1998）；Boycko，Shleifer and Vishny（1995，1996）；Roland（2000）。社会主义体制的理论：Kornai（1980，1991，1992），Lange and Taylor（1964），von Mises（1922），Hayek（1940，1988），Yang（1944）。通过合股公司、圈地、土地双轨制和腐败实现的中国自发私有化：He（1997），Wu（1998），Kirby（1995）。中国的户籍制度：Cheng（1991）。双轨制：Byrd（1991），Jin and Qian（1998），Li（1996，1997），Sachs and Woo（1999）。

思考题

1.使用第2章、第3章、第5章、第6章中的模型来分析为什么在一个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体制下，不同职业专家人数的国家控制权产生了组织无效率，这表明了总生产力比生产可能性边界低。为什么这类扭曲对经济发展比消费品和生产品相关数量的扭曲有更不利的影响？

2.一些经济学家断言在双轨制下自由化产生的竞争足以使国有企业有效率。使用本章提供的双轨制改革的案例和证据来分析与第7章和第8章的理论相联系的断言。

3.使用第3章、第5章、第6章模型中的效用相等条件来分析下述观点。在1970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之间的差异类似于18世纪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差异。在法国的旧体制下，特权阶层、平民的不平等地位和歧视性的税收规则产生了社会不公平，这弱化了政府的征税能力并提高了收入不平等程度。在18世纪的法国，这种社会不平等限制了市场的范围并阻碍了经济发展。由一个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和相关的双轨制造成的中国的不平等收入分配限制了市场的范围，也限制了劳动分工的演进。

4.由于中国政府作为规则制定者、仲裁者以及运动员参与房地产业，房地产业的腐败猖獗，建筑质量难以置信的低劣。一个诚实的私人企业不能在这个行业幸存，这是可信的。使用保持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同时采用局部的市场自由化的双轨制方式的这个案例来分析为什么私有化对成功的改革是至关重要的，即使从私有化企业糟糕的短期绩效来看，私有化的最初成本也相当高。

5.在中国某机场的一家私人餐馆以不合理的高价格和低服务质量来销售它的服务。一位经济学家使用这个案例来声称，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私有化不一定产生效率，但是另一位经济学家不同意。他论证到，该机场国家所有权是它不把经营餐馆的权利拍卖给最有效率的私人餐馆的原因，国家所有权表明没有人真正索取该机场剩余权，因此，经理把这项权利交给和他有特殊联系的某个私人代理人的决策将不被私人剩余索取权所检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案例表明，进入一个行业的政府控制和这个行业内私人企业的共存能够产生极大的扭曲。使用第7章的模型分析这两种观点。

6.一些经济学家论证到，国有企业的绩效已经由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所改进了，因而私有化不是必要的。车嘉华（Che，1999）使用承诺对策模型表明：在一定的条件下，地方政府拥有企业的效益可能超过私营企业，因为如果企业是地方政府所有，地方政府就可以被排除对该企业征收掠夺性的税赋。其他经济学家论证到，即使国有企业效益超过私营企业（在温州和广东省，私营企业效益超过地方政府所有和其他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更好绩效能被用来促进这一制度安排：运动员、裁判、游戏规则制定者和规则执行者是同一个组织，这对长期经济发展是有害的。评论这个辩论。

7.比较何清琏（He，1997）记录的中国的局部私有化和罗兰（Roland，2000）记录的捷克的震荡疗法私有化，并讨论私有化改革的两种方式的相对优势。

8.一些经济学家使用委托-代理模型来分析中国国有企业的承包制，它是以承包者经营一个国有企业并且向政府支付一个租赁费为特征。其他的经济学家通过指出政府官员不是一个真正的委托人来批评这种分析。许多承包者不能承兑承包期限。他们拒绝支付租赁费、租金或者银行贷款的利息。一些承包者把国有企业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被转变成集体企业并经营赚钱的业务，另一部分仍旧由政府所有并对债务负责。评论这两种观点。

9.萨克斯和胡永泰（Sachs and Woo，1994）记载了在苏联式经济中服务业非常低的收入份额。服务业的一大部分贡献给了交易和运输的完成和产权的执行，如银行和航空公司提供的服务。根据第9章的理论，在苏联式体制下服务业的一个低收入份额表明在这类经济中外生交易成本相对较低。几乎没有资源被分配于雇佣律师或者其他代理人来界定和行使产权。但是产权的模糊界定和行使产生了巨大的内生交易成本（例如，扭曲的激励、扭曲的资源配置、扭曲的劳动分工模式）。使用第9章中产权的斯密模型来分析苏联式体制的特征。

10.分析在欧洲不同国家间自由移民的传统对制度竞争和欧洲竞争性制度模仿速度的影响。

11.许多经济学家把俄罗斯差的转轨绩效归因于弱的法律执行（Roland，2000）。分析弱的法律执行的原因。

习题

1.考虑例8.16的德瓦特利邦和马斯金模型（Dewatripont and Maskin，1995）。假定在期间2差项目所需的投入也能够被消费者购买，给定数量x
 0
 的这些投入具有无弹性供给。没有软预算约束因而没有差项目的再融资。如果消费者的反需求函数是v
 （x
 ），他们将因此支付一个市场出清价格v
 （x
 0
 ）。当差项目被再融资的时候，消费能够被差项目投入的需求挤出。保持例8.16中每个差项目一个单位的需求是必需的假定，计算市场出清价格并与具有硬预算约束的均衡价格相比较，确定差项目将被再融资的条件。

2.根据钱颖一的软预算约束模型，消费者的硬预算约束和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之间的不对称表明：在缺乏私有化的情况下，价格自由化可能增大扭曲。价格自由化将鼓励国有企业生产更多的无用商品，以至于一个恶化的消费品短缺可能降低消费者的福利。第4章的斯密-杨格模型能够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解释价格自由化的负面效应。根据斯密-杨格模型，政府对不同职业专家人数的操纵力比它的价格操纵力后果更加严重。因此，缺乏自由进入不同专门职业下的价格自由化可能增大而不是减小扭曲。比较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分析价格自由化的影响。

3.考虑本章习题1的钱颖一模型（Che and Qian，1998）。我们现在引进全国的公共物品并考虑缺乏产权保障下的企业所有权。在模型中有3个参与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一个经理。最初的车嘉华和钱颖一模型仅有地方公共物品。令第二阶段收入R
 2
 是gh
 （A
 ，B
 ）的一个函数，其中g
 是地方政府的努力，A
 是地方政府开支，B
 是中央政府开支。假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同时选择它们的开支。最初模型的结果怎样改变一个地方的前后关系？怎么变化依赖A
 和B
 是互补或者替代？能够得到什么额外的结论？

4.请按下列要求画图，令横轴为一个企业的产出水平q
 ，纵轴为企业的利润π
 （q
 ）（Chang and Wang，1994），在这个图中，（a）描绘出一条平滑的曲线表示在这个假定下：在（0，q
 ），π
 ＞0，q
 =0，q
 =0，π
 =0，q
 ＞q
 ，π
 ＜0，π
 （q
 ）是q
 的函数，称这条曲线为PPF
 。（b）描绘出π
 作为它的唯一自变量的一个企业的目标函数。（c）在图中找到均衡q
 和π
 。（d）解释当企业变得产能更大的时候，即任何给定的产出现在能被以低成本生产时，哪一条曲线移动，怎样移动？找到在生产力改进以后新的均衡q
 和π
 。新的均衡q
 和π
 与以前的q
 和π
 相比如何？（e）描绘出具有两个自变量π
 和q
 的一个企业的目标函数。（f）假定如同（d）中一样，生产力变得更高，找到新的均衡q
 和π
 。新的q
 与以前的q
 相比如何？π
 必定增大吗？为什么或者为什么不？（g）在（f）的前后关系下进行福利分析。

5.假定在例18.4的蛛网模型里，初始价格是p
 0
 =0.1和p
 1
 =0.21，其他参数的值是α
 =1.61，β
 =0.2，ρ
 =0.6，k
 =0.6，M
 0
 =0。展示反馈机制是不稳定的，它绝不会收敛到静态均衡。使用这个模型来解释俄罗斯和韩国的金融危机。

6.阿洪（Aghion，et al.，1998）指出，在一个蛛网模型中既不太大也不太小的一个反馈敏感系数值将产生非收敛波动。在例18.4中做模型的更多模拟来发现是否这个现象发生在一个参数子空间之内。

7.考虑钱颖一和罗兰的联邦主义和软预算约束模型（Qian and Roland，1998）。模型描述了一个中央政府、N
 个地方政府、非国有企业（在硬预算约束下）与国有企业（它们潜在的在软预算约束之下）。分别在财政集权和财政分权下推导并比较外国资本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分配（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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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1，2，…，N
 ）的一阶条件。演示在财政分权下，对于任何给定的（I
 1
 ，I
 2
 ，…，I
 
N

 ），K
 
I

 由N
 个方程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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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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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决定。进一步，演示如果f
 
KK

 （K
 ，I
 ）＜0和f
 
KI

 （K
 ，I
 ）＞0，那么对于I
 1
 =I
 2
 =…=I
 
N

 ，dK
 
i

 /dI
 
i

 ＞0。从这个比较中，对分配的扭曲的角色，你能够得出什么结论？




 [1]
 美国独立战争的负面短期经济影响在Nussbanm（1925），Taylower（1932），Philips（1929，pp.115-119），Deane and Cole（1967，p.48）中有记载；美国南北战争的负面短期经济影响在Woodward（1951，pp.120-140）有记载。


 [2]
 渐进主义和震荡疗法之间的论战从埃德蒙得凡（Admund Burke，1790）和法国大革命者之间的论战算起来已有很长的历史。奥尔森（Olson，1982）是一位震荡疗法的支持者，他论证说一个稳定的秩序使寻租制度化，而革命和动乱能打破制度化寻租。哈耶克（Hayek，1945，1960）是自发秩序和制度的逐步演进观点的一个支持者，他认为英国的渐进主义和法国的震荡疗法共存比两者之一单独存在更好。


 [3]
 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评和捍卫能从巴德汗和罗默（Bardhan and Romer，1993）中找到。


 [4]
 俄罗斯在两个阶段按不变价计算的增长率见米歇尔（Mitchell，1998，pp.912，919）。这对冯·米塞斯和哈耶克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正是因为这一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萨缪尔森和许多其他经济学家甚至不能在苏联解体在即时感觉到苏联经济体制将要发生的崩溃（Skousen，1997）。


 [5]
 这样的政府投资规划与第4章讨论的大推进工业化理论相当一致。在苏联，计划当局对资本主义工业模式和大推进工业化模仿的文件记载能从扎勒斯基（Zaleski，1980）找到。列宁（Lenin，1939）勾勒出他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特征的理解，后来苏联计划当局模仿了它。中国大推进工业化的记载能从房维中（1984）找到。


 [6]
 对于苏联式经济体制下物资平衡过程的运作，世界银行（World Bank，1984）提供了详细的记录。


 [7]
 社会主义经济的早期文献集中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征（4）上，而几乎没有关注特征（2）、特征（3）和特征（5）。事实上，特征（5）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特征（6）综合性的政府投资规划比日常生产计划的平衡重要得多。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理论集中在特征（5）上。


 [8]
 瑞斯金（Riskin，1987）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1984）记载了建立一种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的过程。


 [9]
 具体而言，使用1952～1957年产量的增长率，1982～1991年水稻和小麦的产量水平落在1952年产量水平外推的直线上。


 [10]
 对将来土地使用权的广泛的不确定性的这一发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尽管有租约转移的立法，但农村土地市场出人意料的不活跃这个长期困惑。关于另一个案例的研究，见《中国农民，没有权利意味着没有激励》，《纽约时报》1996年12月15日。


 [11]
 欧（Oi）认为，县政府是公司总部，乡镇政府是地区总部，村庄是公司。


 [12]
 中国的城市化程度远低于人均收入相近的资本主义经济体（He，1997，p.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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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opportunism 国家机会主义

state-planned economic development 国家计划的经济发展

state-planned industrialization 国家计划的工业化

sta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 静态一般均衡模型

steady growth rate 稳定的增长率

Selten sequential equilibrium 泽尔腾序贯均衡

Stiglitz model of sharecropping 斯蒂格利茨的分成租约模型

Stolper-Samuelson（SS）theorem SS 定理

strategic behavior 策略行为

structural changes 结构变化

structural diversification 结构多样化

subgame perfect equilibrium 子博弈完美均衡

subjective discount rate 主观贴现率

substitution，CES utility function 不变替代弹性效用函数

subtropical economies 亚热带经济

Sun-Lio industrialization model 孙广振-刘孟奇工业化模型

super games 超级博弈

superadditivity 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supply 供给

supply functions 供给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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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off growth 起飞增长

tariffs 关税

taxation 税收

technologic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技术比较优势

technological fundamentalism 技术决定论

technological progress 技术进步

television programs，property rights 电视节目，产权

temperate zones 温带

terms of trade deterioration 贸易条件恶化

thought experiments 思想试验

Todaro model 托达罗模型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 全要素生产率

totalitarian systems 极权主义制度

township-village enterprises（TVEs） 乡镇企业

trade 贸易

trade conflict 贸易冲突

trade dependence 贸易依存

trade policy 贸易政策

trade structures 贸易结构

trade theory，endogenous 内生贸易理论

transaction costs and efficiencies 交易费用和效率

transaction risk 交易风险

transition economics 转轨经济学

transitional development 转轨的发展

tropics 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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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development 欠发展

underemployment 就业不足

unemployment 失业

urbanization 城市化

utility 效用

utility equalization condition 效用均等条件

utility function 效用函数

Uzawa-Lucas model 宇泽-卢卡斯模型

vertical external economies 纵向的外部经济

virtuous circles of development 发展的良性循环


W


wage rates 工资率

Walras’ law 瓦尔拉斯定律

Walrasian auction mechanism 瓦尔拉斯拍卖机制

Walrasian auctioneer 瓦尔拉斯拍卖人

Walrasian equilibrium model 瓦尔拉斯均衡模型

Walrasian pricing mechanism 瓦尔拉斯定价机制

war 战争

welfare，business cycle model 福利、景气循环模型

welfare（normative）analysis 福利（规范）分析

welfare theorem 福利定理

Wen theorem 文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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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efficiencies X 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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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model 杨小凯模型

Yang-Heijdra（YH）formula 杨-海吉拉公式

Yang-Ng model，indirect pricing 杨-黄间接定价模型

Yang-Rice model，urbanization 杨-奈斯城市化模型

Yang-Wills model，coordination 杨-威尔斯协调模型

Yang-Yeh model，transaction costs 杨-叶交易费用模型

Yao theorem 姚定理

Young theorem 杨格定理


后记

这本《发展经济学》是根据英文手稿直接翻译的。我们十分乐意将杨小凯教授的英文著作翻译成中文，但是同时也希望就翻译本身向读者做一些解释。翻译工作是一件看似容易其实非常费力又不讨好的差事，尤其是大部头的学术著作。说其容易，是因为读懂英文对很多人来说完全不是一件难事。说它费力又不讨好，是因为要将英文翻译成漂亮的中文殊为不易：一是要完全读懂书中的专业内容，二是要英文和中文功底俱佳，三是要具备良好的翻译技巧。这三点当然还不是充分条件，如果没有时间去反复雕琢译稿，就总会留下一些令读者不快的错误和瑕疵。杨小凯教授的学术著作充满大量的数学公式和艰深的经济学理论，粗读一遍尚且要花很多时间，仔细读懂然后准确地翻译成漂亮的中文，就更是一件非常费力费时的工作。更糟糕的是，我们的翻译都是在业余时间进行，而真正的业余时间其实也极其有限。我们实在没有更多时间来精心雕琢译文中的每一个字句。

我们翻译这本书的基本程序是，译者先在电脑上根据英文电子版翻译出初稿，然后自己读一遍，进行校对，最后再交给杨小凯教授审读。在本书校样出来后，我们又认真地对全书进行了一次检查。由于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进一步地对译稿质量进行把关，翻译的错误想必是难免的。如果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有翻译错误，译者表示歉意并希望来信告知，以便再版时进行改正。

此书的翻译分工是，张永生负责翻译第1章、第2章、第4章、第7章、第10章、第14章、第15章、第16章、第17章，张定胜负责翻译第3章、第5章、第6章、第8章、第9章、第11章、第12章、第13章，第18章则是在李利明翻译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我们对杨小凯教授为此书翻译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书中的翻译错误完全由译者负责。

译者

2003年9月23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澳）杨小凯著.--修订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6

（社科文献学术文库. 经济研究系列）

ISBN 978-7-5201-6449-8

Ⅰ.①发… Ⅱ.①杨… Ⅲ.①发展经济学 Ⅳ.①F0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51828号

社科文献学术文库·经济研究系列

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修订本）

著者/杨小凯

译者/张定胜 张永生

出版人/谢寿光

组稿编辑/邓泳红

责任编辑/吴敏

文稿编辑/吴敏 伍业君 郭峰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出版分社（010）59367127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60.5 字数：798千字

版次/2020年6月第2版 2020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6449-8

定价/25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image: ]


OEBPS/Image00162.jpg
Maxu = { ["Tx() 17}

j = +w)
st [pxG)di =1 = (m





OEBPS/Image00405.jpg
MaxV = V.V, = [(1 - X)kY - u,J[ (1 - V)kX -





OEBPS/Image00161.jpg
(a=1-v)L-Fnal/(a-1-v) (4.29)






OEBPS/Image00406.jpg
= (u, —u)(u, —~u,) == (u, -u,) 8.12
A
v ( )





OEBPS/Image00164.jpg
(L -F)b F,=8 F =y9>8 je(0,m] (4.31)






OEBPS/Image00403.jpg
% = [a-c —pbx,(6,) - (1 -p)bx,(6,)]/2b (8.10b)





OEBPS/Image00163.jpg
X =1I/m = (IT+L)/m

II = wlL

(4.30)





OEBPS/Image00404.jpg
x =[a-2¢ +pb, +(1-p)6,]/3b
% (6,) = [2(a+e) = (3+p)6, - (1-p)6,1/6b

x (6,) =[2(a+¢) -pb, - (4 -p)6,1/6b





OEBPS/Image00166.jpg





OEBPS/Image00165.jpg





OEBPS/Image00397.jpg
HZ2

HR1

=0

=t

Uy (M), U, (M)

Ui (L), U, (H)

U, (H),Uy (L)

U, (L),U, (L)






OEBPS/Image00398.jpg





OEBPS/Image00158.jpg
Max u, = exp[Lllnz(q)dq]— v

.
st [ p()x(9)dg =y, = VL) +u





OEBPS/Image00401.jpg
Wk e, = 6, B4 x,(6,) = (a-6, -bx,)/2b (8.10a)
MEe, = 0,4 x(6,) = (a-6,-bx,)/2b





OEBPS/Image00157.jpg
Max u, = cxp[flnz(q)dq]

'
. L. J;p(q)Z(q)dq =y, = (I/L) +w,





OEBPS/Image00402.jpg
Max Em =pla-c -b[x +x(6,) 1% + (1 -p)la-c -blx +x(6)]ix
5





OEBPS/Image00160.jpg
L, =Fo/(a-1-v)





OEBPS/Image00399.jpg
=8(1 -%x,) x, =&x





OEBPS/Image00159.jpg
L < Fa(l +v)/(a-1-v)





OEBPS/Image00400.jpg
1/(1 +8)

(1 +6)
= §/1
% =

b)
(8.9





OEBPS/Image00173.jpg
p.=1 X' =a(l+L)/m (4.40)
L = [T +1)/(1 = e)m] + 5l dj = [ba(T + L)n/(1 =e)m] +

0.5yn*
R=L/L  uw=m""%a[0(1 -a)]'""[(II/L) +1]
(I/L) +1 = yma(1 =) /a(l = b - wi)L





OEBPS/Image00416.jpg
u, = k/(1 +48)* > u, = 8k/(1 +/8)* &€ (0,1)
u, =u, RS =1 (8.17a)





OEBPS/Image00172.jpg
dn/dL = - (gf/dL)/(3f/9n) >0  dn/du =- (3f/gu)/(3f/dn) <0
dn/db = - (3f/ab)/(af/on) <O dn/di = (af/i)/(3f/om) <O
(4.39)





OEBPS/Image00175.jpg
[o%](q) dg+[ox}(q) dg =L +B"(L +nm)





OEBPS/Image00414.jpg
X, =J5/(1 +J8)

Y, =1-X, =1/(1 +/8)





OEBPS/Image00174.jpg
U= [[)(q)dq]™ +B [[oxl(q)dq]l™”





OEBPS/Image00415.jpg
X, = 1/(1 +8)

Y, =8/(1 +8)

(8. 16¢)





OEBPS/Image00176.jpg
y =[x () dj1%7L)*





OEBPS/Image00408.jpg
Max[ (1 - X)"Y" —u, J[(1 - )X - u,]





OEBPS/Image00409.jpg
X=02 Y=05 p/p=YX=1/8 (8.13)

= (0-X)kY = 6k/4 u, = (1 - Y)kX = 6k/4






OEBPS/Image00167.jpg
= [ md (4.34)





OEBPS/Image00407.jpg





OEBPS/Image00169.jpg
H+L=(L-0.5n)m/[m-an(l =b -pui)] (4.36)





OEBPS/Image00412.jpg
Maxuy, = kK, (1-1,)

st (1 =X,)kY, = 8(1 - X,)kY,





OEBPS/Image00168.jpg
x = (I +L)/m





OEBPS/Image00413.jpg
/8(1 - X))Y, (8.16a)

-Y, Y





OEBPS/Image00171.jpg
fln,a,y,u,L,b,i)

An* =Bn+D =0

(4.38)





OEBPS/Image00410.jpg
MuEV:%[(%—X)kY—uA] [(1=Y)kX - u,] +
M

%[(%-x)k}l—u,] [(1-V)kX - u,]





OEBPS/Image00170.jpg
I+ L =ymn/(1 -b—pui) (4.37)





OEBPS/Image00411.jpg
Maxu, = (1 -X)kY,

stouy, = (1 -Y)kX, = 8(1 - Y,)kX,






OEBPS/Image00140.jpg
P AN
(1-

B)' P (kB)?

(4.17)





OEBPS/Image00383.jpg
stx=L -a,y=L -a (=R %)





OEBPS/Image00625.jpg





OEBPS/Image00139.jpg
p.Z = p PP (kx)P[ (1 - B)p.nx/B)' P

(4.16)





OEBPS/Image00384.jpg
(BERLH)





OEBPS/Image00626.jpg





OEBPS/Image00142.jpg
Max m;, = pX; = Ly
st X = (L, -a)/b B L =a+bX,
(4.19)





OEBPS/Image00381.jpg
L +L +s=1 (8.7)





OEBPS/Image00623.jpg





OEBPS/Image00141.jpg
p.nx = B(1 —a)M





OEBPS/Image00382.jpg
Max U =

= E(Inx + Iny)





OEBPS/Image00624.jpg
K=dK/dt





OEBPS/Image00144.jpg
nX = (n-1)pa/b(1 -p)





OEBPS/Image00143.jpg
p. =(n=p)b/(n-1)p





OEBPS/Image00146.jpg
n=p+B(l-a)(l -p)M/a





OEBPS/Image00385.jpg
Max U, = Eu, = E[In(ky*) + Inx]
sty =px (T 25)





OEBPS/Image00145.jpg
p. =B(1 —a)(l =p)bM/a(n -1)p





OEBPS/Image00386.jpg





OEBPS/Image00617.jpg
Yoo =[G +0)0]Y, = [(s+0)/0]'Y 0, = [(s+0)/0]7Y,
= [(s +0)/]'Y,





OEBPS/Image00618.jpg





OEBPS/Image00379.jpg
kR
ﬁu%s?ﬂ,ﬂmk,={ el (8.5b)

RN -p
mEs < B, WAk,






OEBPS/Image00621.jpg





OEBPS/Image00380.jpg
(8.6)

y+y =L -a





OEBPS/Image00622.jpg





OEBPS/Image00138.jpg
p.Z = p.nx/B





OEBPS/Image00377.jpg





OEBPS/Image00619.jpg





OEBPS/Image00137.jpg
LY = (1 =B)p.nx/B

(4.14)





OEBPS/Image00378.jpg
Max u = In[ (x + k") (y + k) ] (8.5a)





OEBPS/Image00620.jpg
sAkK® - kn





OEBPS/Image00151.jpg
dp,/dM =0 (4.26¢)





OEBPS/Image00394.jpg
FRE S

WHRLERA

p=(t/k)**
p=[(1-a)/(1-a-B)](t/k)*51 -

pL=(k/2072)[(1-a-p)/(1-a)]
pu=pLl(1-a)/(1-a-B)]*"

2[In(1 ~2a) - 2]
2[In(1 -a) ~1n2] +0.5(lnt +Ink)
0.5 plnk + (1 -p)Int] +In[ (1 -a)
(1-a-p)] -2In2
0.5[plnk + (1 -p)Int] +In[ (1 -a)
(1-a-p)] -2In2






OEBPS/Image00636.jpg
F(k,k,t) = flg(k) -k —nk]e™





OEBPS/Image00150.jpg
dp,/dM < 0

dp/dk < 0

(4.26b)





OEBPS/Image00395.jpg
<ty 1>t
ke P <B K e>B <k ke (ks ki) k>k
A c A D, C






OEBPS/Image00153.jpg
dTFP./dM = (dTFP,/dn) (dn/dM) > 0

(4.26e)





OEBPS/Image00392.jpg
R EE3S ToRAGES I O
A x=y=0.5-a — 2In(0.5 - a)
b | s=p {;:‘:.“"Bm In(pk) +2[In(1 -a -p) - In2]
(/0)f | x=(1-a-p)2 2 =y'/p plnk + (1 -p)Int - Inp
{;f:(l Y +2[In(1 -a) ~1n2]
(/) | s=0 ®=(1-a)/2 )i
S ion {yd T In(pk) +2[In(1 -a) ~1n2]
a_
(0 | y=(1-a)2 {; :{l/fum In(t/p) +2[In(1 —a) ~12]
(a/y)c | s=B ®=(1-a-p)/2 | pln(pl) + (1 -p)In(p}) +
x=(1-a-B)/2 {yd=,,,- 2[In(1-a-B) -1n2]
2t =t pInCky/py) + (1 =p)In(ky/p,)
O)e | y=(1-a)22 {y:,, +2[In(1 —a) ~In2]






OEBPS/Image00634.jpg





OEBPS/Image00152.jpg
dn/dM > 0

(4.26d)





OEBPS/Image00393.jpg
pln(py) + (1 =p)In(py) >2[In2 =1In(1 -a -B)]





OEBPS/Image00635.jpg





OEBPS/Image00155.jpg
duw/dM = (du/dp,) (dp,/7dM) >0 (4.26g)
du/dk = (ou/dp,) (dp/dk) + (qu/dk) >0





OEBPS/Image00154.jpg
dLP./dM > 0
dR,/dM = (dR,/dp,) (dp,/dM) > O (4.26f)
dR_/dk = (dR_/dp,) (dp,/dM) > O





OEBPS/Image00396.jpg
HZ2

HE1

=0

1, >0

Ui (L), U, (H)

Ui (L), U, (M)

Uy (H) Uy (M)

U, (L),U, (L)






OEBPS/Image00156.jpg





OEBPS/Image00628.jpg





OEBPS/Image00387.jpg





OEBPS/Image00629.jpg
K/L=Fk +kn





OEBPS/Image00627.jpg
y =c+K/L





OEBPS/Image00147.jpg
dp./dM <0 Ml  dp/dk <0 (4.24)





OEBPS/Image00390.jpg
y+y =L -a

(A= R





OEBPS/Image00632.jpg
g(k) = AF¥®

(12.3a)





OEBPS/Image00391.jpg
(BLRRZYR)





OEBPS/Image00633.jpg
g(k) = Ak

(12.3b)





OEBPS/Image00149.jpg
dp./dM < 0 (4.26a)





OEBPS/Image00388.jpg
Max U, = Eu, = E[lny + In(ka")]

(T L4H)





OEBPS/Image00630.jpg





OEBPS/Image00148.jpg
n=p+B(l -a)(l -p)bM/a R, =Y/Z = (1 -a)/adp,

TFP, =n®”  LP,=A  p, = B(1 -a)bM/p[bMB(1 -p) (1 - ) -a]
LP, = X/(a +bX) =p(n=1)/b(n=p) =p[B(1 -p) (1 ~a)M -a]/B(1
—a)bM

uw=(atA)[k(1 —a)/p, ] (4.25)





OEBPS/Image00389.jpg





OEBPS/Image00631.jpg
(12.2)





OEBPS/Image00361.jpg
R - {lé,ﬁﬁﬁ 1/4
4 WK 3/4





OEBPS/Image00603.jpg
Y =y+y =V

V=l i(x‘ +ki)?]” a+B=1 aBpk, e (0,1)





OEBPS/Image00362.jpg





OEBPS/Image00604.jpg
L,e[0,1] 4 e[0,1]





OEBPS/Image00359.jpg





OEBPS/Image00601.jpg
« <(0,0.92) <(0.92,3.57)
k <k e (ki k) >ky <k € (ks k) >k
4| Azgw) D G Alzy) D G
a €(3.57,7.8) €(7.8,23.5) (23.5,24)
k <k | elhik)| >k <ks >k <k | >k
4ty A(z) D c A(z) C A(z) c






OEBPS/Image00360.jpg
R - {16,%$793/4
4 RN 1/4





OEBPS/Image00602.jpg
1A

/A

Z z
z i
TXy lz
¥ z
" L
b
I z
Us|

(¥
s

/
>
ik V\gamﬁ

b\
vd






OEBPS/Image00365.jpg
1 3
Fu, = (16 = 1) +5-(4 - 1) =6





OEBPS/Image00366.jpg
2T -1) + (VM- 1) =1





OEBPS/Image00363.jpg
Bu, = (16 = M) + 5-(4 - M)

= 2(16-4) + L4y =9





OEBPS/Image00605.jpg
Yo+ Y pal =y Y p





OEBPS/Image00364.jpg





OEBPS/Image00606.jpg
(c) TEHT: m=n=4





OEBPS/Image00357.jpg
(2 -x)u' (%) =0.5E[ (x - 2)*Ju"(%)





OEBPS/Image00599.jpg
(xz)

3
Is

7
(%)

HHE

(wz)

W F






OEBPS/Image00358.jpg





OEBPS/Image00600.jpg
4t AR LRMFLB
A(z) — —
Az - =
Alzw) — —
A(zxyw) — -
c py/p. = (173)22[ (24 =) /K] V73 | My/M, = [ (24 -0)p./py ]
D Pu/p. =30 (24 -22) /K] /2 MM, =[K(12-0) 15 (3p./2p,) 2
E i =
. — —
G P =27 (24-0)'3 M. /M, =2k(p./p,)* (24 - a)p,/2Tp,
P,/P. =P./P. M,/M, =p}[ (24 -a)k/p,]*/(27p,)
=20 24 -3 Mo /M, =[ (24 -a) k4] (p/p,)°
4kl ABHLIBA
A2) %U-a
AGzy) | 3[(24-20)74]
A(zw) | 3[(24-3a)/9]422%3
Alzyw) | 3[(24 -4a)/11]162%3
c (24-0)* (2073
D (24 -20) VBB /(31425
E [K(24 -a) 13 [ (24 -22) /2705212
F (24— ) VoRs ;21
G (24 - ) 62055323






OEBPS/Image00597.jpg
Max{l, - a,0}

(11.5)





OEBPS/Image00598.jpg
L+l +1, +1, =24





OEBPS/Image00372.jpg





OEBPS/Image00614.jpg
d(m -n)/dk <0  dl/d, >0  dx"/dk >0 (11.13b)





OEBPS/Image00373.jpg
y~N(y, o)





OEBPS/Image00615.jpg
m =B(1-p)/(pec) =« =pck/[(1-p)(1-B)]
p = KPP (1 - )P pe/(1 - p) 1°L (1 = p)/(pe) 17*
u = KPP PR (1 - B)' P pe/(1 - p) IPL(1 = p)/(pc) 1**

dm/dg >0 dm/dp <0 dm/de <0 du/dk >0 (11.14)





OEBPS/Image00370.jpg
a=[(u -C)/(1-ab)]"a""/A[6,(1 - p) +6.p] (8.3)





OEBPS/Image00612.jpg
ds/dk = - (gf/ok)/(df/as) <0

(11.12)





OEBPS/Image00371.jpg
C* = uy - {a® V0D (1 —ab)[6,(1 -p) +6,p] 1" (8.4)





OEBPS/Image00613.jpg
dm/dk >0  dn/dk > 0 (11.13a)





OEBPS/Image00376.jpg
o, =var(y) =E[(y=-1)?] =Z..p(s) [y(s) -7]*





OEBPS/Image00374.jpg
o, =cov(x, ) =E [(x-%) (y-7) ] =2,.p(s) [x(s) -x] [y(s) -7]





OEBPS/Image00616.jpg
dR/dk = (9R/ox*) (dx*/dk) + (aR/an) (dn/dk) > 0





OEBPS/Image00375.jpg
N (x, o,)





OEBPS/Image00607.jpg
uy = V(R (e + )P [ -

bp)/(ep) 1809

o/ (a+b8)  my =B - bp)/(cp) (11.7)





OEBPS/Image00368.jpg
Fu, = 5-(16 - 6.25) + 5~(4 - 0.25) = 8.25

'





OEBPS/Image00610.jpg
pi=p=e "k A1+ [(cbps)/(1 -B) (1 =bp) ]} PC
[ = PP~ e
p) 1 (p) FOp”
1, = 1/{1 + (cbps)/[a(1 - bp) 1}
x =k[(1-B)/(ep) +s/(1=bp) ] (1 =p)"
m =[B(1 -bp)/(ep)] +[p(b-1)/(1~p)]In
=[B(1 -p)/(ep)] = [p(b-1)/(1 - bp) s

n=m-s M, =M/(l+n) M, (11.10)






OEBPS/Image00369.jpg
V6.25 -1>1





OEBPS/Image00611.jpg
f(s) =1 =p)/(ep) +s/(1 = bp) I Hecbp/[ (1 =B) (1 = bp) +cbsp]}”
(1=-p)[(1=bp)/(1 -p)]"" -k =0 (11.11)





OEBPS/Image00608.jpg
(11.8)





OEBPS/Image00367.jpg
3
2T 1) + (VM- 1) = (/M7= 0) + (/W - 0)





OEBPS/Image00609.jpg
(11.9)





OEBPS/Image00345.jpg
u(z) =u(x) +(z-x)u' (%) +0.5(z-x)*u"(%)





OEBPS/Image00346.jpg
E [u(x)] =u(z) +E [x-%] u'(%) +0.5E[ (x-%)*] u"(%)





OEBPS/Image00339.jpg





OEBPS/Image00581.jpg
(10.26)
(InA)dn =






OEBPS/Image00823.jpg
Ly = [ab(l-B) +A]/(ab+1) I, = (abB +1-A4)/(ab+1)

L, = abl/(ab +1),l, = I/(ab+1) (15.5)

U(FF) = [(2 +7)/(1 +1) [ abln(ab) - (ab +1)In(ab +1)]
+[(ab+1)/(1 +r)1[(1 +r)In(l-A-B) +In(2l -A -B) ]






OEBPS/Image00340.jpg
£ =~x-0.5r(x)var(x)





OEBPS/Image00582.jpg
(10.27)





OEBPS/Image00824.jpg
W1 2 1 2






OEBPS/Image00337.jpg
u(®) =E [u(x) ]





OEBPS/Image00579.jpg
- flnA (10.24b)

m-n+Da





OEBPS/Image00821.jpg
(FURAR)





OEBPS/Image00338.jpg





OEBPS/Image00580.jpg
(10.25)





OEBPS/Image00822.jpg
L=ali;+l

Iy =0





OEBPS/Image00343.jpg
w(z) + (z-%) u'(2) +0.5(z-%)%u"(%) +R(2)





OEBPS/Image00585.jpg
g8

)on

n(n+2) o

(n+1)*

(10.29b)





OEBPS/Image00344.jpg
R(z) =u"(2)(z-%2)/6 (2e [z, z])





OEBPS/Image00586.jpg
2

=- L L0 -0)(Ind)*
T montDalt man)y  (10.29%)

Fu
b





OEBPS/Image00341.jpg
r(x)

=-u"(x) /u'(x)





OEBPS/Image00583.jpg
dn 2 =1
& {[l—(m”—mn-wl)a]_i_‘9(1_9)(1"'\)1}I>0 (10.28)





OEBPS/Image00825.jpg
I\l/’[ax U = In(kyf) +In(ky3)/(1 + 1) (15.5a)
o





OEBPS/Image00342.jpg





OEBPS/Image00584.jpg
Fu_ _n(n+2) 1
& (ne1) 6(1-0) (10.292)





OEBPS/Image00826.jpg
0H=x = (1, +1,)"





OEBPS/Image00577.jpg
1/p" > 1/p"
D’ (10.23b)





OEBPS/Image00819.jpg
Max U = Iny, +Iny,/(1 +7) = In[47(L, - B)] +In[x;(l, - B)1/(1 +71)
=In[(Ly =AU -1 =B)] +In[ (L +1, -A)*
(L=l +1-1, -B)1/(1 +71) (15.4)





OEBPS/Image00578.jpg
-ttt
W[AQ=0AT), L 1=, (AU 0N FTN (10,200)






OEBPS/Image00820.jpg
st y, =x(L, -B) (L, -A)" (€579






OEBPS/Image00817.jpg
o
Q)

(a) BHER

*

mﬂﬂﬁ)

yt

E4 e o

%W





OEBPS/Image00818.jpg
U(EE) =In(l-B) +In(20)/(1 +71)

(15.3)





OEBPS/Image00356.jpg





OEBPS/Image00350.jpg





OEBPS/Image00592.jpg
(a) BAHHMAAE (b) BAMHRIRAIM

A%AR TEAEAT (c) T M/n=4 MRS T

! : \
2 2 3 s
4 U 2

3 3 D 7 An/m An/M|

2 n, n,

. '
mz mz B ' 3 n,  BuM n B
P

B B

:,_:MM AnM
n
- Ny B/M
ny Bn/M
An/M
ny
ny BrM
(e) A=A AR @) H Wn=2 MBS

BAKEAT., Mm=1 RAEST





OEBPS/Image00834.jpg
Hiky)r3) RS SOA

EE | In(2)/(1+r) +In(1-B)

[(2+r)/(1 +r) ][ abln(ab) - (ab+1)In(ab+1)] +[(ab+1)/(1+r)1[(1+7r)
In(1-A-B) +In(21-A-B)]

EF | {abln(ab) + (ab+1)[In(2~4) ~In(ab+1)]} /(1 +r) +In(I~B)

ED | fa(2Ink+Ina) + (1 -a)In(1 -a) +abln(I-A) +In(20)} /(1+r) +In(L-B)
{a(2lnk +1na) + (1 -a)In(1 -a) +abln[ab(2l ~A ~B) +1] +In[ (ab+2)1-A-B]}| /

FF

0 (14 +abin(ab) + (ab +1) [In(1~A~B) - (2 +)In(ab +1)/(1 +7) ]

op | (2#7)la(2lnk+1na) + (1 =a)in(1 ~a) | /(1 +1) +abln(1-4) +In(L-B) +[ (1
+ab)In(20)/(1+7)]

e | PU=B +[2=a )@ =a+r) =2 +DIn@+) + (ab+1)In(2) +allna +

2Ink) 1/(1 +1)






OEBPS/Image00351.jpg





OEBPS/Image00593.jpg
u =z +k

(11.1)





OEBPS/Image00835.jpg
U(ED) > U(FD) MHAUMy > v, (15.10a)





OEBPS/Image00348.jpg





OEBPS/Image00590.jpg
do _, do
&, >0, & >0 (10.32)





OEBPS/Image00832.jpg
Mz, =Maxs Myl =My, t=1.2 (15.8)





OEBPS/Image00349.jpg





OEBPS/Image00591.jpg
ny/ny = My/My = 6/(1 - 0) BERZLEHR k 98RFGM LF - (10.33)
r= [1 = (m = n o+ 1)a] 0M/mA BEASE 580K b (BT 15t

ri/ry = BO/ACL - 6) BEA SRCK k MHERST Lt

n BEAAC S b BRI 15

n, = O B SRCK k HOSERRT E

Ru/Ry BEASCS 4 b BT |5

L (AL AR S M KT B3 SBCR b BOHRRGIT 13F
wt JUYTUA) B2 SO b s T 5t





OEBPS/Image00833.jpg
Pa=(2-a+r)(1-B)/(1 +r)k(20)"
Pp = [(2=a+r)/ak(21)*]°(1 - B)/(1 +r)(21)"**
M/M, = ka/(2 —a +71)
U(CD) =In(1-B) +[(2-a+nn(2-a+r) - (2+r)In(2 +7)
+ (ab +1)In(20) +a(lna +2Ink) /(1 + 1) (15.9)





OEBPS/Image00354.jpg
e [z, £]





OEBPS/Image00596.jpg
2" =x+x = Max{ (w +kw")"*(l, - a),0} (11.4)





OEBPS/Image00355.jpg
u(£) = u(x) + (2 -2)u'(x)





OEBPS/Image00352.jpg
u(£) =u(z) +(£-z)u’ (x) +Q(£)





OEBPS/Image00594.jpg
Z=z+z =Max{l, —a,(y +ky")"? (L, -a), (x + k") (11.2)

(y + by (L - )}





OEBPS/Image00836.jpg
U(DD) > U(ED) ¥MH{My >y, (15.10b)





OEBPS/Image00353.jpg
Q(£) =0.5[ (£ -x)*]u"(2)





OEBPS/Image00595.jpg
+y = Max{l, - a,0}






OEBPS/Image00827.jpg





OEBPS/Image00588.jpg
2

m > 6(1 - 0)(InA)? (10.30)





OEBPS/Image00830.jpg
% = (2aklp,/pa) VY

(15.6)
i = 10=B = (1+0)(1-a)[2p,l(ak/pa)"]" """} /(2 + 1)
¥ = 11 +a+1)[20(ppak/pa)* ] = (1= B)/pa} /(2 41)

U = +r)un{ [1-B+ (1 -a) [2pl(ak/pg)* 1V }-ln(Z 01/ +0)

+In(1 +r) = Inp,/(1 +71)





OEBPS/Image00347.jpg
E[x-x] =0





OEBPS/Image00589.jpg
dn
dak, >0

(10.31)





OEBPS/Image00831.jpg





OEBPS/Image00828.jpg
Pa% = Y1 +DpYs (FSEAHR)





OEBPS/Image00587.jpg
Fu Fu_(Fu)’
W& a,.*‘(aT.;,) >0 (10.29d)





OEBPS/Image00829.jpg
5 =) 7 =0+ 'p/(2+1) ¥ = (2)'pa/(2+1)p,
(15.5b)
U, = {(2+r)[Ink +bIn(2) +Inpy, —In(2 +7)] =, } /(1 +7) +In(1 +7)





OEBPS/Image00036.jpg
U (xy/y) = U (x/y) 2HALY ay,/a,, =kp = a,/a, (2.5a)





OEBPS/Image00034.jpg
Uy(y/x) = Uy(A)  MEAXYS k= ky = [(a,/05)/(a,/a

H(A) =k = [(an/ay,)/(ar,/a,,

)1
(2.4a)





OEBPS/Image00035.jpg
U, (y/x) = Uy(2/y HALY k =k, = [(ay./a. a,/a
A ) k=ky = [(ay/a,,)/(a,/a,,]1""*
2y )
(2.4b)





OEBPS/Image00032.jpg
kaya,, .
5= o= (1-Pay, 2 =i = pay,
1y





OEBPS/Image00033.jpg
AR

ASFIBA RUR)

& MBI - -
(pe/py) 1 Rz
U (A)= Bl(1-|U, (A) = B[(1
A [NA _ L (A) ff"‘-x) [A-10; () (LI%«?.) [«
P, By P
Ba |ay,/hay, k <k =May, (11, Uy (A) = (Pay a/
B)/ (BMyay,) <1 )P
k <k =Ma p/ 2
U, (A) = (¥ /e
Bb | kay,/as, [ -B)Myar, ] < i ( )H( Bl | ay
L @)
¢ |Maa/tCL - _ U, (A)=[BiMyay /May, |Us (A) = [(1 - B)
B)Ma..] (1-p)]'* M, ay,/Mya,,8)°






OEBPS/Image00030.jpg
p=ay/kay, % =pa,  x =a(l, -B)

yo=a,(1-1,) ! =a,(l, -B)/k





OEBPS/Image00031.jpg
Max U, = (k)"

Azt

sty 49 = ayly, i =pxi b,





OEBPS/Image00028.jpg
Max Uy = (5

w1 ooy

5.t

x +x = al,

¥ = px

o)

n = ayl,

L, +1

y =





OEBPS/Image00029.jpg
(al, —x)[a, (1 -1,) +kpx; ]





OEBPS/Image00027.jpg
ity A
x x
¥
. o >§
H& 1 2

OO

HR1 Hx 2
LityBa
%
OERC>
¥
[EE S HE2
M C





OEBPS/Image00220.jpg
uft k<1 k
a<2bc a<2 [a>28° a>2b-¢
ik < ik, > ik, <
1k ik . e a>2 [a<2t |k <2702
2o/ | 216/ 2e0b209
ky <2020/ e
a>28! a<2b! ' N AD
. a AD
1S ky <2"*0/a e (2002 by > by >z
o, 42,
PN PC_ 0/a,28%19) |27 20/a | a8
AA |k <22 ik, > PC_ PC. BC,
CP_ CP, |2070+2ag
ky >2°10/a
o o k >2' 0/
Sal-e
2 . cc.
cc_
a>2! [a>2: k<2 a|a<2l a2t
b <2/a DA
DA
kielk e (2a,| k<a2t
(46, | 51y A -
D cp_
ky>2't
cc_






OEBPS/Image00219.jpg
Wl 0 <k <16/27 16/27k, <1
0<k < | kk>da ki, >4a(2/3)¢ ky <4a/ | by e(4a/ | by >8/27
16727 @273)° |k <8/ | ky <8a/ | by <8727 |27 27,
27 27 ky <8a/21 AC 8/27) cc
AA PC cp cc
16727 <k, |18 <40/27 ko € (40/21,8720) by 58727
PC.CC
<1

CA

cp

cc






OEBPS/Image00025.jpg
(2.3)





OEBPS/Image00222.jpg
(6.1)





OEBPS/Image00026.jpg





OEBPS/Image00221.jpg
pe. =1 py =bw/p  p, =0blp
Py = (1 = BB ETA - palM,
KM,)/a )50

ny = [0 =p)/al M8 - (1-B)M,]
n = [(1=p)/a][Myafl” - (1 - @), ]
w = BED  u, = BEpe





OEBPS/Image00023.jpg
U, = (z, + kx?)P(y, + ky!)'*





OEBPS/Image00224.jpg





OEBPS/Image00024.jpg
(2.2)





OEBPS/Image00223.jpg
* =x +2x = Max{L, -A,0}






OEBPS/Image00021.jpg
¥R SR @ RSO
| 2 FAEERT] |
SR EZZAANTRD o2
KRG
B By 55 3 b 53 M

DEVELOPMENT ECONOMICS:
BEYOND THE BOUNDARY AND MARGINAL ANALYSIS

(f8iT%)

Bbhdl %
SRAElE  sKokdE

JA) 3L 2B 3 SRR AR A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OEBPS/Image00226.jpg
x>0 x =0 L >0

=L =0 x>0 VYreR

L>0 x=x =0 Vjel

(6.3)





OEBPS/Image00022.jpg
FEFISCHE ~SSAP_ A SCJE

| &FMERG |

DEVELOPMENT ECONOMICS:
BEYOND THE BOUNDARY AND MARGINAL ANALYSIS

(f8iT%)

Bl &
SEmE sk i

JA) # =55 SR W R 4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OEBPS/Image00225.jpg
%2

201-4)

234

1-24

] L

1-A 2-4A

2-34 2(1-4)

%





OEBPS/Image00218.jpg
d(p./w;)/dt; =0 d(p,/p.)/dy; <0
d(pu/w)/dM; =0 d(p,/p.)/dM; <0
d(p/w)/dM; =0 d(p,/p.)/dM; < 0





OEBPS/Image00217.jpg
d(py/w;)/dt;

d(py/pi)/dt; <0
d(po/w)/dM, =0 d(p,/p.)/dM, <0
d(po/w)/dM, =0 d(p,/p.)/dM, < 0





OEBPS/Image00019.jpg
NEEA ®E

efe)






OEBPS/Image00020.jpg
ya o N =3 = e VAl T
FEABESCHR ~ SSAP_ AR SCJE

| @FHERS |

WG I TR NI EEROT Bl B A R R, HE RIS E
B AR AT Ir S I 2 TS 8 A AR . AN By BB
WA NS HES:, JEME— M58 A BOA IRl L B 7 354, s AR
WG E, OB, K TR A RS AR SRR 5 A TR
PRS2 R, LAARH A BRI 7 XS BAE 524 T

ISBN 978-7-5201-6459-7
9‘787520 164597‘)

SR ESME

WWw.ssap.com.cn EM: 98.00 7T





OEBPS/Image00017.jpg
O "
N e I °

(a) BHATRUE RS (b) BT S ET





OEBPS/Image00018.jpg
~\
D o—oo

(a) BEARE (b) Risr L

(¢) LML (d) Fidhy FEH KT





OEBPS/Image00016.jpg
Lm=1 {5 RLEH





OEBPS/Image00231.jpg
Max u; = xfzfnvxfnlxl xke! ([ o) (L, —A)HI(LJ -A) (6.4)





OEBPS/Image00230.jpg
(BUSEAH)






OEBPS/Image00014.jpg





OEBPS/Image00233.jpg
ou,/9x!

(6.5a)





OEBPS/Image00015.jpg
HHI D (xy2) L5H) E (xyz) L5 F (xyz)





OEBPS/Image00232.jpg
x; = x; = Max{L, - A,0} -a}

< = (ot~ X )/, seRreRs#r

‘Z,L’ teljelt#j






OEBPS/Image00012.jpg





OEBPS/Image00235.jpg
(6.5¢)






OEBPS/Image00013.jpg
l+1+1+2+/3+/3=8.46





OEBPS/Image00234.jpg
ou,/ox;





OEBPS/Image00010.jpg
@A%AL (b)JRERS T (RS T
WhHMT . WA WA E3 i





OEBPS/Image00011.jpg





OEBPS/Image00236.jpg





OEBPS/Image00227.jpg
Max u;, =

UBR | CE | BV §

st =z 4+ = Max|L —A,0} G i A 4 )





OEBPS/Image00229.jpg
L+ L=1 (I Ay UL 30





OEBPS/Image00228.jpg
Viel (7= j AT %)






OEBPS/Image00008.jpg
1 2
l g
. ’
(b) R¥HI, n=2,m=3
1
! 1






OEBPS/Image00206.jpg
(5.9b-1)





OEBPS/Image00009.jpg
L5 F

(d)

i E

(c)





OEBPS/Image00205.jpg
(5.9b)





OEBPS/Image00007.jpg
FH

MK

4-1a WIRRHTTS 4-2b —AIEERT S





OEBPS/Image00005.jpg





OEBPS/Image00198.jpg
du/dM; > 0 du,/dM; > 0 dn/dM; >0 dn/dp <0 dn/da <0
(5.6b)





OEBPS/Image00006.jpg
X X X
Y Y Y Y
YXiXY2 XYiY2 XiXY2 Xiv2
Y Y Y Y
X X - § X
XY1YX2 YiXY2 XYiX2 ixe





OEBPS/Image00197.jpg
du,/dt, = (0u,/dt,) + (duy/éw) (dw/dty) <0
du,/dt, = (u,/9,) + (duy/ow) (dw/ds,) < 0 (5. 6a)





OEBPS/Image00003.jpg
jo@hodiil OmmoO3
pogiio

1-2a HBHRE 1-2b RSAST






OEBPS/Image00200.jpg
w=p, =t p,=10 p,=bp py =uwbp
Py = (1 =B B2 (b/p)°[ (1 - p)a(M, + Myth)/a] P07
Py = (1=BY* B*(b/p) [ (1 - p)aMy/a] #' 9

n = [aBM, = (1 =B)atM,](1 =p)/a  ny = aMy(1 =p)/a
CB(M, + £2M,) 1P wy = BOM, + &M, ) S0P






OEBPS/Image00004.jpg
<D

(a)

YA, HAHEE

(by 4%HWD, 4T





OEBPS/Image00199.jpg
f=apMy = (1 - a)uMy = ol " Pw™ M, + w1 -+ aB) M+
(1 = )Myt = (1 = o + o) Myw™ #0700 @00 /G0 ]

p.=1/6  p.=1 p,.=blp p =wblp

py =AML VHLEED = BOPY[1 = ORGP D

Mzu/:/(p—l) ] B

Py = WAME{ [ £/0D = /09 /[ /0D VOB _ PR MY g My oD ]

ny = [apMy - (1 —a)uM,](1 -p)/a  n, = (1 —a+aB)M,(1 -p)/a

w o= [6(1 -a) ]t w = (1-a) ™ a(p,/w)™





OEBPS/Image00001.jpg
ey = 2R JE
FERLSCHR ~SSAP_ “F AR SC)E

| EFMERG |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AND
INFRAMARGINAL ANALYSIS

(12iT%)

gl skokd %

JA) =B S M IR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OEBPS/Image00202.jpg
w=p, =t p.=10  p,=bp  py=wbp

Py = (1 =P (Wp) "L (1 = p)a(M, + M) /a]

Py = (1= BYP B2 (b/p)P[(1 - p) My/a] %10

n = [aBM, — (1= B)EM,](1=p)/a  m = M(1-p)/a

u, = 0°B(M, + £M,)PP%  u = B(M, + £M,) PP PpL





OEBPS/Image00002.jpg
AIHRE

#AER
1-la 1-1b





OEBPS/Image00201.jpg
du/dM; >0 duydM; >0 du/dy, >0 duy/dk;, >0
dn/dM, >0 dn/dM, <O  dn,/dt, <0 (5.7)





OEBPS/Image00204.jpg





OEBPS/Image00000.jpg
B SCHR TSSAP_ AR S FE

| EFHARS |

B >%h BL 2 557

'ﬁ iﬁaﬁ_ﬁirﬁ?l‘ﬁ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AND
INFRAMARGINAL ANALYSIS

(f2T%)

Bbdl sk %

JAY A 5B SR B IR A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OEBPS/Image00203.jpg
du/dM; > 0 duy/de, > 0 duy/dk, > 0
dn/dM, >0 dn/dM, <O dn/dt, <0 (5.8)





OEBPS/Image00216.jpg
MR & > 0k, JBALE F, #JRFE6 — 6 (5.9d-11)





OEBPS/Image00209.jpg
(5.9¢)





OEBPS/Image00208.jpg
WME & > 1/6k, ,IFLLG5H F, 15554 & — 56

(5.9b-11)





OEBPS/Image00211.jpg
MRk, > 1708 IR 2558 D, 15546 = — B 6

(5.9¢-11)





OEBPS/Image00210.jpg
MRk, < 08k, < 1570, I8 A55H) D, 1 J555R 1545 & — 5 65

(5.9¢-1)





OEBPS/Image00213.jpg
B M, FXETF M, ANk Bl t, AN





OEBPS/Image00212.jpg
(5.9¢-1I)





OEBPS/Image00215.jpg
MR e e (6k,y, 0/k ) IB2LE

ZEH K, () Jay e R — M e

(5.9d-11)





OEBPS/Image00214.jpg
MR & < ok, IR 2554 C, WP & — A6y

(5.9d-1)





OEBPS/Image00207.jpg
MR e e (k,/0,1/6k,) ,IBLLEH E, HRHHMHER—8E (5.9b-1)





OEBPS/Image00184.jpg
Jf k€ (0,4y) k€ (4y,1)
ppTTyey PROYIr ppprye PRy
k< | Kk > ki, < =
zs—A—:m 2547“’“)’ 2“'“2£ry/a a>2"" a<2t! ki <2t
Iy <2 e
a<2tl fa>2tt ! “ AD
M AD
ke k<2 ke (27 aa, he(a2"
(0,40) PC . 23-<a) o/a,4a)
AL |k <2tay P bk > PC, CD_
cp, 2 ay/a
b >2 S
& e
ky >2%*ay cp_ s R
© cc,
a<2t! a>2t! k< a<2b! a>2t!
by <2* " ay ¥2"*/a
DA DA
L 4 ~b - 3-b,
(ta l)’as(l ay,2"ay) [k, >24 b ~<ay| k, > [
CP, cp 2Py,
+ y/a
cc, D
ky >2*bay cD_ 04
cc,






OEBPS/Image00183.jpg
bk, 22" aay k€ (2" ay, Min(4y,2"ay)) @ <2'7°

k, > Max(2*"aa, 2’ a)





OEBPS/Image00186.jpg
i k€ (0,4y) ke (4y,1)
a> 2t a <2 |a>2t a<2t
k< s s
. 1:1 . 222 >1h 2 g
L e “acy [k <22*a/a
AD
o, Bk k> " o
e bty
4q) |T7 /e e [y > s § ,
AA CP, e ey >22*“ba/al by >P*o/a | by > P Can
heec
“@r| o cp, cc, [
cP_
2 b <2y, -
b e| R<2?ya DA oA 20t 51 2070 <1
( 4a, = g~ cD_
H L I Ut .
cp, cp
B/ (148)2, y=c/ (14¢)°*!






OEBPS/Image00425.jpg
$6->10f,g>172 *46->08f,9q>0 d9/06 >0 (8.20)





OEBPS/Image00185.jpg
6 |E
F
4A
2 ¢
H
0 B D 4420





OEBPS/Image00426.jpg





OEBPS/Image00419.jpg
X, =12°0k Y, =1-172°Vk) X, =1/2°Jk

Y, - (172°Jk) w, = k[1-(1/2°Vk)]* w, =27 (8.18)






OEBPS/Image00420.jpg
ISLNY

FTA2

T s
g5y uy >y
sy up,tp






OEBPS/Image00178.jpg
A 5.2a)
x +xy =L, oy +y =L, (





OEBPS/Image00417.jpg
p/p, = Y/X =1/J5 HWH s e (0,1)
p/p, =1 lES

(8.17b)





OEBPS/Image00177.jpg
u, = (x; +kxl)P(y, +ky!)'?





OEBPS/Image00418.jpg





OEBPS/Image00180.jpg
HE 1 HE2
(1) 5 AA

H# 1 H&K2
(7) 45t PC

!

EF 1 HZx 2
(10) 4543 cC.,

Y,
x
2
231 &2
(2) &5HyAD

KOMRCY
(S

mx 1 E&2
(5) &k CP..

—>

2

()

[EE 3 EE2
(8)%5H €D,

&1 HZx 2
(1) 45# cc.

x
fommcy
¥y

¥y

x
¥
i
¥
B 1 % 2
(3) % H5DA

omcyy
I

Y

R 1 M2
(4) 4k PC.

4 x

D4

Hx1 HR2
(9)#4HiDC.

W
t@x

(12)%#Cp-





OEBPS/Image00423.jpg
q = (u, —uy )/ (uy —upy +u, —u,)

(8.19a)





OEBPS/Image00179.jpg
% + %)

alL,,

Y2+





OEBPS/Image00424.jpg
u,

5)*
upy = k/4 u, = 8k/(1 +8)

2
uy = k/(1 +8)

(8.19b)





OEBPS/Image00182.jpg
& M| HXTy B9 HEFEA I A

AA — My =My, =0.5

AD 2"'a My =0.5,M, =My, =174

DA 2lch My =0.5,M,, =M, =1/4

PC, 2 tasky My, =0.5,M,, =0.5(1 -2k, /ar) ,M,, =0. 5k, 2 /ex
cp, 2k, /ya My, =0.5,M5, =0.5(1 -2k, /ya) My, =0.5k,2° " /ya
CP_ 2°*'y/ak, My, =0.5,M;, =0.5x27 " ky/y My, =0.5(1 27"y /)
cc, 266 My, =My =172

CD, 2"a My, =0.5,My, = (1+2°""/a) /4,M,, = (1-2"""/a) /4
cD 2"'/a My, =0.5,My, =0.25 +27°°1 M, =0.25 -2~}






OEBPS/Image00421.jpg
uy =k/ (1 +48)°





OEBPS/Image00181.jpg
EHES MR (x/y) A (y72) H A

BRI |w =2 B0 |u=(k/p)" e = (2T
BE2 | w,=alkp)® 1, =27 (/) |y = (2 ay)®

. XE a=bt/ (14b)8*), y=c/ (1+c)°*,





OEBPS/Image00422.jpg
2
(1+8)
k/
u, =5





OEBPS/Image00195.jpg
=M+ 8P [ My = M - My e 0 ] 2
P =10  p=1  p,=bp p.=wbp

Py = ACM/)P LT8O = 0P /(1 = 000D LMD
My @] 5o

Py = WAME[[ECD - 0P[OV 1] M0
Myup o~ |4

n, =Bl -p)M/a

¥

o= [6(1 -a) ] e up = (1 -a) ™ a(p,/w) ™





OEBPS/Image00194.jpg
mEe <,
W e (t,1,) 940 ,n, € (0,n)

BE ey = [M(aB+1-a)/Ma(l-p)]"”

e, >t,,98%4n, =n,n =0 (5.5)

(M, (1 - a)/Mya]"* B4, =nHn, =0





OEBPS/Image00436.jpg
25-a  WRa<10

W {
100
S W a > 10





OEBPS/Image00196.jpg
dw/dt, = - (af/at,)/(of/ow) >0 dw/dt, =~ (df/at,)/(df/ow) <0





OEBPS/Image00187.jpg
Max u, = (y; + k)" (2 + kiz)'™

S. . PyY: + PyYi + PuZi + Ppzi = W,





OEBPS/Image00430.jpg
up > (1 =8)uy +éu,





OEBPS/Image00431.jpg
up
1+48)%>

(

=k/

uy =





OEBPS/Image00189.jpg
(e) i C1
(d) 45y Do

(e) M Er
(f) %M Fr





OEBPS/Image00428.jpg
k/4
1+/8)*>

(

k/

uy =8l





OEBPS/Image00188.jpg
LR AR by Ay Bk, F0 e RN, BARRATEDR 2
0,y: >0,z > 0, XBBRAF EFK 2 BIRA T R AR A A RAMTEIIHEI R4 %
GiHmAE S - 3(a) FR.

G50 C, W0 py/pay < by Flpy/pa > Uk BB R 2, =1, =95 =2, =
¥, =0Flx, >0,y >0,5 >0,5, >0,z >0,y, >0.4#C, K5 -3(c) Fr,

Gt C R pyy/py, > 1V R po/poe < by JURIRER 23 = 200 =700 =2, =
¥ =0Fx >0, >0,5 >0,2, >0,z, >0,y > 0,554 C, FLsH C, RXFRI,

G5t Do, MR pr, /oy € (ks 1)) R pi/p € (hyy 1/ky) FARRKER 21, =
Yo =2y =yn =0Fx >0,5 >0,z >0,5, >0,5, >0,z >0,%, >0, >0,
254y Dy S - 3(d) Fmo

LMD, R p,/py, € (hy, 1/ky) Rl py/pa < by JRRBERER v, = 2, = 3
=2z =0fx >0,y >0,z >0,x, >0,y, >0,x, >0,x, >0,z, >0, XN HH
LSRR AL D, o

G5HID, R p,, /Py, € (ky, 1/ky) Fpy/poc > 1k, JRARISFE R vy =200 = 712
=1z =0flx, >0,y, >0,5 >0,x, >0,y >0,x, >0,x, >0,5,>0.%5#4 D, fl
454 Dy FEXTFRAN o

G E, R p,, /Py, < by Fp/pa, € (kyy Uk BMRRIEER 2, = 2, = 3y
=z, =% =y, =0fx >0,y >0,z >0,x, >0,y5, >0,z >0, XNHAHEEH
WHRHEH E, 1B S -3(e) TR,

Sl By Ry, /pay, > 1k FUpy/pas € (b, 1/ky) RIS R 0y = 200 =y
=z, =% =y =0Mx >0,y >0,z >0,x, >0,y >0,z >0.55H E, figh
HE, EEXFRE o

LRI Fy WR py /oy < by I pu/pa < by JMRRIE R v, =3 =2 =1, =
5 =y, =0fx >0, >0,z >0,x, >0,y, >0,z, > 0. XHHLEHHHHK
4 F, A S - 3(f) FRe

i F, R pyy /sy > 1k M pi/po > 1y SRR ER 20 = y1p =20 =3 =
z =y, =0z, >0,y, >0,z >0,5, >0,5, >0,z >0 X AL ILE F, o

(5.3)

=y =0Ffx >

i





OEBPS/Image00429.jpg
Uy +8(1 +8+8 + -+ +8u, = uy +8u,/(1 -8) (8.21b)





OEBPS/Image00191.jpg
p. =170  p.=1 p,

b/p

Py = (1 =)' [a/(1 - p)*1?*[ (1 - p)b/pal®(aM,)*' "
n, = MBa(l -p)/a

[6(1 -a) 1" apyy

w w = (1-a)a'p;

dp,/dM, <O dn/dM, >0  du/dM, > 0





OEBPS/Image00434.jpg
R 4 v BAHR
40 10 30 2y

40 30 10 2(1-y)
2 10 10 (1-x)y
20 30 -10 (1-2)(1-y)






OEBPS/Image00190.jpg
Y, = [na? + (n-n)(t,x,)" 17°L*





OEBPS/Image00435.jpg
1

10

WRa<10
MR« > 10





OEBPS/Image00193.jpg
dn,/dM; > 0 dn,/dM; < 0 dn,/dt, >0 dn,/dt, <0
dn/de, > 0,01R(1 - ) My/a(1 - B)M > &

dn/dM, > 0% e, > [(1 -a)/aB +1 -a]"?, dn/dM, > 0
dw/dt, >0 du,/dM; > 0 du,/dk; >0 du,/dt; >0 (5.4)





OEBPS/Image00432.jpg
k(442 +2) > k(3 +242)





OEBPS/Image00192.jpg
w=1t  p,=1/60 p.=86 p.=bp pu=8bp
Py = (1=B)F'BP7(b/p)P[ (1 - p)a(M, + K;M,)/a]?'77)
n o= [(1=p)/a]l[M,(Ba +1 -a) - a(l -B)EM,]

n, = [(1-p)/a][Mye - (1 - )M, ]

w, = B(6k,) "t (M, + M) VP = BEkE (M, + M, ) B





OEBPS/Image00433.jpg
4.2 +2>3+22





OEBPS/Image00427.jpg
S = up(1 +6+8 + -+ +8") = (8.21a)





OEBPS/Image00842.jpg
V =AT)F(T,k,a,b)
F(T,k,a,b) = [T-a(T-1)]In[T-a(T-1)] +a(T-1)
(In2 + Ina +2Ink) +b[0.5(1 + )T -1]





OEBPS/Image00843.jpg
dT* /dk = - (8V/akaT)/(FV/aT*) >0 dV(T* ,k)/dk = aV(T* ,k)/ok >0





OEBPS/Image00840.jpg
A<l

A=l

[N kK BB BB R T k<ky k>

ab<p, | ab>py A+BHSE L AR BH#N J¥5I EE, E8 | ¥ 5
WAL | DA
< >

FoE|E s Y<n 7> <72 7>72 s | 8
EE, £ | EFZE0 | fe g ED, | /¥4) DD, 50 FD, | F¥51 DD, | o p g,
PIABE | =2 B e o =0 | WAy O |69 B | AT D W 5
R | AR | g | T || AT T
PR | BB |yt At PR
e | BE % | R 9% M At
wHE | BRE (g Gtk






OEBPS/Image00841.jpg
J#HICD

TroIEE

w

J¥5IDD

J¥SIER

DFIEE S B9 Rt i) 24 4

t
(b) JEHIEF. ED. DDH U]k iz





OEBPS/Image00846.jpg
v =x+x = Max{l, -%,0}





OEBPS/Image00844.jpg
(a) WA T RAELL DAY S

(b) Bk y RESETH





OEBPS/Image00845.jpg
)

(a) HBHRE

z

(¢) “EHT.

(b) AT

N

2

d) MRy RYETME






OEBPS/Image00838.jpg
U(ED) > U(DD) Ml U(ED) > U(FD) , 4B %y € (v, 71)

(15.11a)





OEBPS/Image00839.jpg
Y >y, (15.11b)





OEBPS/Image00837.jpg
U(DD) > U(FD) YH{{Y4y >y, (15.10c)





OEBPS/Image00853.jpg
P +px,
(16.2c¢)





OEBPS/Image00854.jpg
Max u = xy"





OEBPS/Image00851.jpg
(16.2a)





OEBPS/Image00852.jpg
i = pat

(16.2b)





OEBPS/Image00855.jpg
(A=)





OEBPS/Image00856.jpg
p.x = kpst





OEBPS/Image00849.jpg
(16.1)





OEBPS/Image00850.jpg
LA CASARL)

j@:@f@%

it Bb %t Be 4y Cy

M Cx B Cx





OEBPS/Image00847.jpg
Y =y+y = Minfs+7 Max{y, - % o}}





OEBPS/Image00848.jpg
Z=z+s = Max{lx—%,l]}





OEBPS/Image00446.jpg
L+(m-n)l; =1 (B[] B2 3





OEBPS/Image00444.jpg





OEBPS/Image00686.jpg
(12.16b)





OEBPS/Image00445.jpg
x, +x' = Max {[, - a,0} x; = Max {/, - a,0} (AR %)





OEBPS/Image00438.jpg
be (/8,r°/4)





OEBPS/Image00680.jpg
w = (1 -B)An(BA/p,)¥ "' P (12.13a)





OEBPS/Image00922.jpg
=l

=

pr=

20 0 60 20 0 60 1
(@) a=06, B=

10 0 EX b 30 0.
(ha=161, B=02, p=06, k=0.6
M 10
0.8
M*=04]
02
0
10 ¢ Tor
(©a=162, B=06. p=06, k=06
M 15
/\ ol i i
0
. . s s
S st
@a=161. B=03. p=06, k=06
M 10
08
06

02

0 ,






OEBPS/Image00439.jpg
R ¢ 4 AR
20 5 15 xy

20 10 10 2(1-y)

10 5 5 (1-2)y

10 10 0 (1-x)(1-y)






OEBPS/Image00681.jpg
(12.13b)





OEBPS/Image00923.jpg
> ] o ,-\ 222 -, -
B SCHR T SSAP_ AR L

| @FHRRT |

WO SR R 20 /N QIR 4 IR B R R L
WHZ o B/NIBIZ I EBAARTIR, iz BRI FR MY, SiE
Wi 2 TS5 LA RBAR . A3 AR A T A O], kRl A
A PAMGTF& g, WA Tlidk, 28R ROSIAIH, KRN
TG FTER Sy, RGMIE TR R R AT

ISBN 976‘7520165&96
9ll787520 165498“)

Www.ssap.com.cn Efr: 258.00 7T





OEBPS/Image00678.jpg
y=ALPY (12.12)





OEBPS/Image00920.jpg
M (t) -M(t-1) =B[u(t-1) —u(t-1)] (18.1)





OEBPS/Image00437.jpg
B

fi

ae(0,5/4)

ae(5/4,43.2)

@>43.2

it

4

A

D






OEBPS/Image00679.jpg
m o=y -wl, =Y, px





OEBPS/Image00921.jpg
p(t+1) —p(t) = a[ M (£)y*(¢) =M (£)y (t)] (18.2)





OEBPS/Image00442.jpg
Max V;, = Eu; = w,P +0(1 - P) (WE%H) (9.1)





OEBPS/Image00684.jpg
(12.15)





OEBPS/Image00443.jpg
sotow = x(hay )" A" [€:4::E%9)





OEBPS/Image00685.jpg
ool
V(1) = f (p; - Dae " dr (12.16a)

- [L(BZA)”“"’/B]J:Te"“"’d-r





OEBPS/Image00440.jpg
ALY

A2

H#E A
g (-5, -5) (1, -10)
AHE (-10,1) (0,0)






OEBPS/Image00682.jpg
(12.13¢)





OEBPS/Image00441.jpg
0, BEHH py
0, FH 1 - py
0, AEFH p,
6, KR -p,

WL =y Was =x+2 = {

ML, =B ar =x+2 :{





OEBPS/Image00683.jpg
mo= (p -1 )M
p. - 1) L(BA/p,) VP (12.14)





OEBPS/Image00926.jpg
ey
LA
[t






OEBPS/Image00918.jpg
P +py = pa’ +py’ (BELH)





OEBPS/Image00677.jpg





OEBPS/Image00919.jpg
ity LRSS i R R | EIHERN PR u(p)

Al |x=1 0 0 1
A2 |x=y=0.5° 0 0 2(1 -pa)/p

(/) |u= [0+ (R/p)? TP T | =[14 (/)P0 )71 |y =2/ | [1+ ()00 100
(/) [y=[1+ ()P ] |y =[1+(kp) @] [al=py |[1+(p)? 0P )0

®: Hob, p=p,/p, Hpe (0, 1),





OEBPS/Image00917.jpg
(FERAR)





OEBPS/Image00455.jpg
dN/dr = (dN/dn) (dn/dr) <0 dN/dk = (dN/dn) (dn/dk) > 0 (9.3g)





OEBPS/Image00456.jpg
Max U = xy





OEBPS/Image00449.jpg
dn/dr > 0

dn/dk > 0

(9.3a)





OEBPS/Image00691.jpg





OEBPS/Image00450.jpg
dP/dr = (9P/ar) + (9P/n) (dn/dr) <0 HHALY
(aP/ar) <| (aP/dn) (dn/dr) | (9.3b)





OEBPS/Image00692.jpg
L/L





OEBPS/Image00447.jpg





OEBPS/Image00689.jpg
(12.19)





OEBPS/Image00448.jpg
MFERE = 1,20
w=x=x=[l-alm-n+1)/m

B=(-D[l-alm-n+1)]/m

L=a+(m/m)[l-a(m-n+1)]

V=Eu = {1-a(m-n+1)/m}" (k)"
n=m+1-(1/a) - [m/(Ink + Inr) ]

VreR,jel

(9.2)





OEBPS/Image00690.jpg
y = (A PLn

(12.20)





OEBPS/Image00453.jpg
dl,/dr = (dl,/dn) (dn/dr) >0 dl/dk = (dl,/dn) (dn/dk) >0 (9.3e)





OEBPS/Image00695.jpg





OEBPS/Image00454.jpg
dx;/dr = (dx;/dn) (dn/dr) >0 dx;/dk = (dx;/dn) (dn/dk) > 0 (9. 3f)





OEBPS/Image00696.jpg
el + nx; + bri

(12.21)





OEBPS/Image00451.jpg
dP/dk = (dP/dn) (dn/dk) < 0

(9.3¢)





OEBPS/Image00693.jpg





OEBPS/Image00452.jpg
dv/dr = aV/ar >0 dV/dk = aV/ok > 0





OEBPS/Image00694.jpg





OEBPS/Image00687.jpg
r=(L/b)(BA"P(1-B)/B

(12.17)





OEBPS/Image00688.jpg
¢/c = {[(L/b) (A" P (1 -B)/B] -pl/(1 —a) (12.18)





OEBPS/Image00666.jpg





OEBPS/Image00664.jpg
k* = B, + B2 PV
(12.10)





OEBPS/Image00906.jpg
pa = (20)°(1 +p)/p[1 +kT']

Py = (20T M, =T"

U(C) = apIn(2T) + [b(1 +p) +alln(T -¢) -
In[1+k(T=-c)"] + (1 +p)nk (17.11)





OEBPS/Image00665.jpg
k, = B, +B,  k; = B,e®" + B, P71





OEBPS/Image00658.jpg





OEBPS/Image00900.jpg
Padi +PpYs = Paki (BELH)





OEBPS/Image00659.jpg
k= [4p/(n+p) ]V
¢t = [AB/(n+p) ] P [1 - Ang/(n +p)] (12.8)





OEBPS/Image00901.jpg
y
%= (4 =ppu (2= 0) 4ppa /(1 4p), 72 =4" -0}

=1,y = (pu =% Py = (2-0) -9

(1 +p)In[p,;(2-¢c)" +4° =p, ] —lnp; = (1 +p)In(1 +p) +plnr

(17.6b)





OEBPS/Image00898.jpg
¥y, +y, = (2))°L;, (FE v = 2 0 y B9A4E= R %)





OEBPS/Image00657.jpg





OEBPS/Image00899.jpg
(BURAR)





OEBPS/Image00662.jpg
c/c = (A-p)/(1 -a)





OEBPS/Image00904.jpg
Ma, = Maxi Myl =My, My; =My, (17.9)





OEBPS/Image00663.jpg
k+[p-2-a)Alk/(1 —a) + (A -p)Ak/(1 —a) =0





OEBPS/Image00905.jpg
pa =4 (L +p)/pll + k(2 -¢)'], py =4"/p(2-¢)*, M, = (2-¢)""
U(C) = aplnd + [b(1 +p) +alln(2 —¢) ~In[1 + k(2 =¢)*] + (1 +p)Ink
(17.10)





OEBPS/Image00660.jpg





OEBPS/Image00902.jpg
(1 +p)[Ink +1n(2 = ¢)” +1np,, = In(1 +p)] - Inp,, +plnp

¥ =ppa(2-0)/(1 +p), a1 = (2-¢)", 4 = (puxi —93)/p, (17.7)





OEBPS/Image00661.jpg





OEBPS/Image00903.jpg





OEBPS/Image00897.jpg





OEBPS/Image00675.jpg
F/as =d (9F/as) /dt





OEBPS/Image00676.jpg
c/ec = (r=p)/(1 -a) (12.11)





OEBPS/Image00669.jpg
Y/Y=K/K= (I/K)(AK/Y) =A(I/Y)





OEBPS/Image00911.jpg
(17.16)





OEBPS/Image00670.jpg
ol
Max U(T) = J; [(c* =1)/ale™dt

st cec+sS=rs+w





OEBPS/Image00912.jpg
R =M/M =1/[1+ (2 - ¢)" ], H—WHSIEHR (17.17)
R = 1/[1 + (27)" ], 3 HAB B B SRR





OEBPS/Image00667.jpg





OEBPS/Image00909.jpg
Yy = Mp, (o +91) + Mopaxy
=4 M[1+(2-0)'(k+1+p)1/p[1+ (2-0)*][1 +k(2-¢)"]
Y, =Mp,(y, +5.) + Mp.x
=(4T) M1 + (2T)"(k +1 +p) 1/{p[1 + (2T)*1[1 + k(2T)"]}
(17.14)





OEBPS/Image00668.jpg
y/y = Ak/k





OEBPS/Image00910.jpg
Yo = Mpp(y +93) = 4°M(2 -¢)*/[1+(2-0)"]
Yoo = Mp (3o +%) = (4T)°MQ2T)*[1 + (2T)*]  (17.15)





OEBPS/Image00673.jpg





OEBPS/Image00915.jpg
sotox =x+ ka'






OEBPS/Image00674.jpg
[((rs+w=5)"=1](1/a)e™





OEBPS/Image00916.jpg
(7= R B0

x+x =1






OEBPS/Image00671.jpg





OEBPS/Image00913.jpg





OEBPS/Image00672.jpg
I (¢"=1) Za] e?dt=3, { [¢*(s) -1] /a} e ™A,





OEBPS/Image00914.jpg
Maxu = [ (2°)” + (y°)?]"*





OEBPS/Image00907.jpg
= (1+p)n{(2=¢)* =In(1 +p) +kp,[(2-¢)" =1]} = 1lnp,, +plnp

=1 a4 =(2-0)'-1 3 = {hpa[(2-0)" =1] = (2-¢)"|/k(1 +p)
(17.12)

(P =2 /py





OEBPS/Image00908.jpg
Pua/Py = pQ2T/4T)" = p/2° < 1,5t =2T-1HT>1 (17.13)

Po/Py =pl(2-¢)/4]° <1





OEBPS/Image00644.jpg





OEBPS/Image00886.jpg
¢y = ¢, MR—DAIER ¢ FEHEATT «
¢, = 0, MR- AMNFEATT x 2 RS — B B E%W] (17.3c)





OEBPS/Image00645.jpg





OEBPS/Image00642.jpg





OEBPS/Image00884.jpg





OEBPS/Image00643.jpg





OEBPS/Image00885.jpg
Ly = 3, Lo Fo s A ARG fh x BOLE = BRI, VIR e
RBL, =0 (17.3b)





OEBPS/Image00646.jpg
[CoFvakydr = aF/ak





OEBPS/Image00878.jpg
U = In(y, +ky!) +pln(y, + kyi) (17.1)





OEBPS/Image00637.jpg
F (k,k, t)





OEBPS/Image00879.jpg
yo+y =X (L, -¢,)" a>1Ha>0 (17.2a)





OEBPS/Image00877.jpg
e

u

o

I
(a) BACERCE . B TARRFSARA TG LI T2 B H WL

S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sl cyom

il PiEH

t
(b) MEAESHE, KT RRARS I AREETTEHFRBEONE





OEBPS/Image00640.jpg





OEBPS/Image00882.jpg
L= X L Horhs B ASEARGH y M= (0 BRTA B, BT 2% 1
Ly, =0 (17.2d)





OEBPS/Image00641.jpg
c=g(k)-k-nk





OEBPS/Image00883.jpg
ey = ¢ MR—ANLER ¢ FHEAFE Ty, B
¢, = 0, RPN ANIEATT y 2 B8 — BB AL (17.2e)





OEBPS/Image00638.jpg
T T
Max U(T) = [ F(k,E,0)dt = [ue™di (12.4)





OEBPS/Image00880.jpg
X, =Min{ Y (x4, 1 ¥ (x +2d) =1 (17.2b)





OEBPS/Image00639.jpg
c=g (k) -k-nk





OEBPS/Image00881.jpg
(17.2¢)





OEBPS/Image00655.jpg





OEBPS/Image00656.jpg
E>0





OEBPS/Image00653.jpg
c <0





OEBPS/Image00895.jpg
(17.6a)





OEBPS/Image00654.jpg





OEBPS/Image00896.jpg
sty +91 = (2)*(L, —¢)” (¢ = 1ty B4 R%0)





OEBPS/Image00647.jpg
oF/ok = d(aF/ak)/dt





OEBPS/Image00889.jpg
sty =27(L, -¢)° (FEt = 1 B y R4~ RRE0)





OEBPS/Image00648.jpg
/e = (AB K

12.6)
n-p)/(1 -a) (





OEBPS/Image00890.jpg
% =(L, -¢)’=1,2=0 (FEt = 1 B 2 f4E =80





OEBPS/Image00887.jpg





OEBPS/Image00888.jpg
(17. 5a)
Max U = Iny, + plny,

Ay





OEBPS/Image00651.jpg
é=UABK" -n-p)e/(1 -a) (12.7)
K=Ak —nk -c¢





OEBPS/Image00893.jpg
Ly+l,=2,1,=2 (BRI H)





OEBPS/Image00652.jpg





OEBPS/Image00894.jpg
U(A) =In(1 -¢)* +pIn(3 -2¢)* (17.5b)





OEBPS/Image00649.jpg





OEBPS/Image00891.jpg
¥, =47 (L, —¢)" (FEt = 2 by (947 %)





OEBPS/Image00650.jpg
c= (ABK*"' -n) k-k





OEBPS/Image00892.jpg
Ly =1,,L, =1,,L, =1, +1, (ATTHEARE L)





OEBPS/Image00864.jpg
k(2 +2%)






OEBPS/Image00865.jpg
Max u = x'y"





OEBPS/Image00862.jpg
(FHREM 54






OEBPS/Image00863.jpg
k' = o





OEBPS/Image00866.jpg
e

(7= R%)

stz 4z =





OEBPS/Image00857.jpg
px, +p2" =py’ (HBREEH T 5 T45)





OEBPS/Image00860.jpg
styeyi+yl = Min{s 42, ) (=0





OEBPS/Image00861.jpg
(B8 TR RS






OEBPS/Image00858.jpg





OEBPS/Image00859.jpg
Max u = x'y





OEBPS/Image00875.jpg
w






OEBPS/Image00876.jpg
t=1 =2

i o
i d
¥ v

LR C (A BSIERSESST)

LR P (A BRSIEFNREST)





OEBPS/Image00873.jpg
ky <o

WA BT
FHETRA
ky >k, 1/4 o>k, 1/4 14>k, k,

k, <0.23)k, € (0.23, |k, > ko k, <k [k, >k [k, <0.23[k, € (0.2, |k, > ky [k, <0.23[k, € (0.23, [k, >
ko) k) ka) ks
A Bb c, [ B[ C | A Bb c | oA Bb | D
1 k>

K>k, 1/4 ko>k,1/4 14>k bk, <l € 0,25, ko)
2

by <y [y >y [by <14 € 0.25, k)b >k R N >

Ba | C, A Ba C






OEBPS/Image00874.jpg
37353 THY B PPF

4~ A BIPPF

HE4HEMHBA RS





OEBPS/Image00867.jpg
Pz =py (H A1 55 F45)





OEBPS/Image00868.jpg





OEBPS/Image00871.jpg
ENCEE GELMN 4 XA ABFLIA R
M w Zop)F G-t HBEE (M (1w #
M. 2kz + (1 +k)KFRB p’ L8 A Y L] 47 + (1R )RB(F +4F)

B Q+k)kp
27+ (L+k) KPS

ELE

P 1SR

[21:% +(1 +k,)k,k%/;]1

M1 pr__ kB (-0 kkkp 0.54(1 -a)
M, kB P 1 FkTRB 4 LekFRERg | 14k, +kBC )
M, _1+kFRTRB B,
M~ kkB P

A% FAHI NS xR ABHIA i
M, 1+k7kB by _1+iFkB (-a)? Kihkp | MO0
M7 g P kg LIV 2(1 +k7kB)
M_1 P kB Y B
W, Thp [ k7 +kBUKF +42)

Pe

P






OEBPS/Image00872.jpg
S <k,= (K +30k)"/k [8 - (K +30k)7]






OEBPS/Image00869.jpg
ka' = o ky' =y (5%





OEBPS/Image00870.jpg
E) ENCEZ LN iikorigg B EIMA
A
_ _ (1-20) (1 -40)p
A(1+p)
M, (kT P _(-a)(1+8) [ ky\T (1-a)(1-20)8,1,1
-t i _ et 2 k2
. v () v i (3 a(iep) 7%
Bb M, ko (BFRR 14k k(1+8)]T ko (BRR 4k k(148)]T (1 -2a)?B[ =Ph:k.
_::B;v;’uﬂz,nz;". B Z_::}:T,.,'B’,. i B IR R
BRI +4kk,(148) 1T
: }
Be
M1 PP
M, "Bk, by 1+Blk,
45t Rl R AL MRS STV
S M, _ kB (k_,)T by _IkkBy -4 -a)’kp M -a KZkp
M, T kAT, p kB 20 kB (L +RER) 1 4T
" by _1+hkB
kB P kB






OEBPS/Image00041.jpg
AMRAER

sty | pse, | ARBECEE
W 1 HR2
« lua B (P [(1 - B) B (@ P ((1-B)
@, P=U(A) [0 )P0 (A)
| (a7 [l <D g (D0 s ) /(1 v | Thiky (o o)/,
)
ks, a, My /Bas, My | 1) 10, (A) ) PTRU,(A)






OEBPS/Image00283.jpg
Pa(rl =70) 4+, (r = 1)) +pa(rl = 10) +p.(x - x%)

+p,(y —y) +p.(2 -2) =0 (BHLH)





OEBPS/Image00526.jpg
V =2In(2 -3a) -2In6 - In3 + In(2k, +Bk,) - Ing/3 (9.33)
V> u(A) YEASpmy = (2ky +5,)/3 > po





OEBPS/Image00040.jpg
Ui(Ba) = (Ba,)’[ (1 -p)ay,]"™”

U,(Ba) = (Ba,)’[(1 - B)ay, )" (K a0, /0r,a,,)*

U, (C) = (Bay)’L(1 -B)ay, )" P[BkMyar, /(1 - B) Myay, ]
U,(C) = (Ba)P[ (1 =B)ay, 1" [ (1 - B) kM, a,,/M,a, 8]°





OEBPS/Image00282.jpg
L +L +L +L, +L, +L, =1 (BERLYH)





OEBPS/Image00043.jpg
Dy =1 +4)[(1-B)t,]/(1 +pt,)

D= (1+,)(1+6)/[1+(1-B)t]

L =B+ (1+Bt) kayMy/a, M, [1+(1-p)] > B

Ty =1{(1+5)/[1+ (=B "P%/{(1+4)[1+ (1 -]}
Le=B-[1+1-B)t]k(1 -B)ay M /[a My (1 +1,) (1 +Bt,) <B]
T, = [(1+6)/(1+B) 1P /L1 +1,) (1 +p1) ]

Ty =[(1+6)/(1+p) PP /[1+ (1-B)1,]

To=1{(1+5)/[1+Q -1 "P2/[(1+4)(1+8,)]





OEBPS/Image00285.jpg
Y = Min Y(s)

se[0,1]

(6.28a)





OEBPS/Image00524.jpg
o | gy, = (9.32a)





OEBPS/Image00042.jpg
AMERIEOT

| B, | esEesE
[=E3 %2

o P [ <o, [Tk Con a2/ [y (10 (1)
o A=Raady | )1 PT00,(A) [6][(-p)y]

(1 +pu) pay, .
.| owae BuTsbes /00 |y 1 ) oy
- 1y B

ST T BancM, 19U, (4)

B2) Ja My






OEBPS/Image00284.jpg
P c T cr
Pi/py = pi/p; = (ki | pa/py = (ki/k) Ve
s | — (o=t |20 [P P/ = (kb
P/Pe=1 | pi/py = [4* (1 - 2a)/ | p/p, =5(1 —a)/
s p1a 6
P L T LS RS =2a)™% (kk)®/ | (1 -a) (kkk )/
3a)’/21 [3a)'/4* [30)°/5° | (557 x4%3) (5 x675)






OEBPS/Image00525.jpg
G, /9B < 0, MR B < ky/ky; du,/8 > 0, MR B > ky/k, (9.32b)





OEBPS/Image00045.jpg
5@ @50 OF@ OF0

YHXY: %% 0xy, Y2

OO OO =0 =0

XN yx2 Yiyx2 Y% %2






OEBPS/Image00044.jpg
MaxU; = X{Y™" s.t. pux, +p.x; +poy; +pyy; = wl; +rK,





OEBPS/Image00286.jpg
Y(s) = ATS(s)T(s)

(6.28b)





OEBPS/Image00046.jpg
LKy = 5K

K -





OEBPS/Image00518.jpg
B <ky <k,





OEBPS/Image00519.jpg
ky/k, > [2(1 = a)/(1 -2a)]° (9.30)





OEBPS/Image00277.jpg
= [p/(1 +p=p*) 1" 50

(6.26)





OEBPS/Image00517.jpg
B>[3(1 -a)/(2-3a)]’

(9.28)





OEBPS/Image00037.jpg
U, (xy/y) = U, (y/x) YHBHY41=k





OEBPS/Image00279.jpg
Jo S ONN O

(a) BHAR: n=1,m=2 ()T : n=2,m=3

(d)ELHT.:

()TN T: n=m=3






OEBPS/Image00522.jpg
ku/k, <[3(1 =) /(2 -3) I*

ky/ky, > [3(1-a)/(2-3a) 1*

by <[(1-2a)/(1-a)]?

k,>[(1-2a)/(1-a)]?

2koy +BkL <y

2ky +Bh >y

A

B,

A

Cy






OEBPS/Image00278.jpg
m* =n" =[(1-p)/c] +p[1 -K'*"]
’ ° (6.27)
dm*/dk > 0 dm*/de < 0





OEBPS/Image00523.jpg
y=[3x(32) 5"]





OEBPS/Image00039.jpg
k>ky

BUR [k <ko| Mi/M; > (arar,/ar,01,) B/ (1=B) | My/My < (ar.5,/ar,01,) B/ (1 -B)
ke (ko k) ke (k1) ke (ko k) ke (k1)
Bt A Ba C Bb c






OEBPS/Image00281.jpg
r, +1, = Max{L, - a,0}
r, 47 = Max{L, - a,0}

-+ r = MaxiL, - a,0] (35 &)





OEBPS/Image00520.jpg
s

IRl BTSSRI

A

B,
By
By
C
Cu

2In[ (1-24)/2]

2In[ (1 -a)/2] +Ink,

In(2-3a) +In(1 -a) -2In2 +Inky/3 +(2/3) Ink, - In3
2In(2 -3a) ~2In6 + (2/3) Ink,, + Ink,/3

SR BAAFE

In[(2-3a)/3] +In(1 -a) -2In2 +0.5{Ink, - 1nB/3 +
In[ (2ky/3) + (Bky/3) 1}

2In(2 ~3a) -2In6 +In[ (2k,/3) + (k,8/3) ] ~Inp/3






OEBPS/Image00038.jpg
I, <1, 5804k <k =a,M(1-B)a,MpB





OEBPS/Image00280.jpg
Maxu =[x+ (r, + kD)2 [y + O, + k,r)y* ][z + (r, + kr)2')
st x+x = Max{0,L, -a}
y+y = Max{0,L, - a}
z+7 = Max{0,L, -a} (4=l %)





OEBPS/Image00521.jpg
1 -2a)° 3pn (1 =2a\’, 2
m) >k, >3;¥”(m) % (9.31)





OEBPS/Image00052.jpg
K,/L, < K,/L,

HB>a





OEBPS/Image00294.jpg
pA +py =pal +pyt +p, (FBELH)





OEBPS/Image00051.jpg
A=a"(1-a)™
B=g(1-p)""

[L-B+(B-a)0]Ly +[1 =B+ (B =)k (kky) """
[B(1 - 0) +aflK, +[B - (B-a)/k](kik) K,

y=

(2.7b)





OEBPS/Image00293.jpg
mAEM, > 1

mEM <1

(ZE5HFAF)





OEBPS/Image00054.jpg
v/ (kiky) e [(1=B)Lo/BK,, (1 ~ @) L,/ak, ] BEB > o AL
(2.9b)





OEBPS/Image00296.jpg
y+y = (x+u")l
(7.1a)





OEBPS/Image00535.jpg
n=p+(1=-a)(1 =p)t°N/[(1 —a)t* +ak'™"]f

(10.7)





OEBPS/Image00053.jpg
v e [(1-B)L/BK;,(1 - a)L,/akK, ] WEB > o B
(2.9a)





OEBPS/Image00295.jpg
(c) %M E (d) %M F

(b)4#I D

(a) HAHRE





OEBPS/Image00536.jpg
dn/dN > 0,dn/dt > 0, H d(Ny/N)/de > 0 (10.8)

dn/dk < 0, H d(N,/N)/dk < 0





OEBPS/Image00056.jpg
v e [(1-BIL/BK,, (kiky) " (1 - a) L/, ] A4
(kb)Y (1 - @) L/aK, > (1 - B)L,/BK, BT (2.94)





OEBPS/Image00055.jpg
v e [(hk)""2 (1 - B)L/BK, ,(1 - @) Li/aK, ] X%
(1 —a)L,/aK, > (kk,)V® (1 -B)L,/BK, BHRE (2.9¢)





OEBPS/Image00529.jpg
Max uy = (125) " (nafy) % (RHR%)  (10.1b)
s. L pzy + ngxy = wy (FRL5)





OEBPS/Image00530.jpg
z=aw/p E=-(n-p)/(1-p)n (10.2)

% = (1 -a@)w/qn

uy = o (1 - @) PPy pagi-a

uy = a®(1 = @) DDy spaglw





OEBPS/Image00288.jpg
C'(n) >0

C'(n) >0





OEBPS/Image00527.jpg
= [(x+ka') (y +ky") 1T






OEBPS/Image00287.jpg





OEBPS/Image00528.jpg
Max u, = 5[ n(ky,)"] """ (HUHRE)  (10.1a)
st pz, +ngr, = w, (L)





OEBPS/Image00048.jpg
w,/r, = (a,B/a, Ap)"*"®  w,/r, = (a,Ap/a, Bk,k,)?®  (2.6)





OEBPS/Image00290.jpg
V=3",In (x, +x!) +pBlnH





OEBPS/Image00533.jpg
ng(l -p) = (n-p)(q-b)
(1-a)(g-b)(Nw, + N-N,) = fng (10.5)





OEBPS/Image00047.jpg
Maxm, = pux; - wily, - riKy = poliki® - wili - riK,





OEBPS/Image00289.jpg
dB(n)/dn = dC(n)/dn





OEBPS/Image00534.jpg
N, =aZ = a[ (aN,/a) + a(N - N,)/aw, ]





OEBPS/Image00050.jpg
X; = ALBK; - (1 =B)L/y1y*/(B - @)
Y

= Bl(1 - a)(L/y) - K ]yB/(B - @)

Ly = [e/(B-e)][BKy - (1 -B)L]
[B/(B-a)][(1 -a)L, - aKiy]

(1 - @) Law/ra

L,
K.
ny

(1 -p)L,w/rp
p=By® /A r/w, = (Ap/B)"#

ry/w, = (Ap/k k,B)"#

(2.7a)





OEBPS/Image00292.jpg
(B[] A B2 7))





OEBPS/Image00531.jpg
= aw,





OEBPS/Image00049.jpg
L, = loprik/(B -a)w;] - [a(l =B)L/(B-a)] K. =[(1-a)wl,/ar]
[ap/(B-a)]{[(1 -a)L/a] -rK/w} K, =[(1-B)wL,/Br]






OEBPS/Image00291.jpg
Max u = (x + k') (y + ky")

stLy+y =l-a (y A== R %)





OEBPS/Image00532.jpg
w, = t°/k'™

wy =1

(10.4)





OEBPS/Image00261.jpg
E=Mx;=Mn-1)[1-(m-n+1)Al/m
(6.18)
dE/dk = (dE/dn) (dn/dk) > 0





OEBPS/Image00504.jpg
L+l +e=1 (BLRRZY )





OEBPS/Image00260.jpg
dL,/dk = (dL,/dn) (dn/dk) > 0

(6.17)





OEBPS/Image00505.jpg
k

> TR 2/3
k =k RN 1/3
k = ky BEFER O
L AR R

}au;e SUB (BTSRRI A
}ﬂu%z = 0,i = ay

k






OEBPS/Image00263.jpg
% =ux; +x; = Max{l; -A,0}  i=12,-m

>

(6.20)

s

L e [0,1]






OEBPS/Image00502.jpg
Max Eu = E[In(x + kx*) + In(y + ky*) ]





OEBPS/Image00262.jpg
d(x;/L,)/dk > 0 d(x/L)/dk > 0 (6.19)





OEBPS/Image00503.jpg
(EF=RE0






OEBPS/Image00265.jpg
Max V= (1=em)u; = [+ Y (hka!)" + 2/5}{]"”

(6.22)





OEBPS/Image00264.jpg
V=(-cmu (6.21)






OEBPS/Image00506.jpg
(FEZ)






OEBPS/Image00266.jpg
s.box +2; = Max{L, -A,0}  x = Max{L; = 4,0} Vjiel

(HEF=RE)





OEBPS/Image00497.jpg
' = (1 -0)(ky -k,)





OEBPS/Image00257.jpg
du/dk = (9u/on) (dn/dk) + (du/ok) = ou/dk >0 (6. 16a)





OEBPS/Image00500.jpg
n'

>n

l

> 1,

P >P Eu >Eu

My > Mx!

(9.19a)





OEBPS/Image00501.jpg
dn'/dk, >0 dn'/7dg >0 dEu'/dk, >0 dEu'/d§ <0  (9.19b)

dP'/dk, <0 dP'/d6 < 0





OEBPS/Image00259.jpg
ogho g ;om0
bodhodll M

(a) BLAR (b) 4T,






OEBPS/Image00498.jpg
W[k, + (1 -0)k, """

(9.17)





OEBPS/Image00258.jpg
du/dA = gu/9A <0

(6.16b)





OEBPS/Image00499.jpg
Ui=[n +a(n® -mn +m-n')]/m

[1+a(n' -1)1/m

4

= [l-a(l+m-n)]/m 2 = (n' - 1)a's/n’

(9.18)
n' = (1 -1/a) +m{1 - 1/In[6k, + (1 - )k, ]}
Eu' = ({1 -a(l +m=n')]/m|™ [0k, + (1 -0)k]"™"
p = [Oky + (1 —0)k,]"""






OEBPS/Image00272.jpg
dm”™/dk > 0 dm”/de <0 dm/dp < 0 (6.24b)





OEBPS/Image00515.jpg
Eu, =1In(p,/p,) +2In(2 - 3a) +In(2k, + Bk,) - 3In3 - Ing/3 - 2In2
(9. 26b)





OEBPS/Image00271.jpg
dn*/dk > 0

dn®/dx <0

(6.24a)





OEBPS/Image00516.jpg
Eu, = In(p,/p,) +2In[ (1 - a)/2] +In(2k, +Bk,) —1n3 —1n8 (9.27)





OEBPS/Image00274.jpg
d(em®)/dk >0

d(em”® )/de <0

(6.24d)





OEBPS/Image00513.jpg
w = (173) (ky - Bk,) (9.25)





OEBPS/Image00273.jpg
d(m* -n*)/dk <0

d(m® =n")/dec >0

(6.24c¢)





OEBPS/Image00514.jpg
Eu, =1In(p,/p,) +2In(2 - 3a) +In(2k, + Bk,) - 3In3 - 1ng/3 - 2In2
(9. 26a)





OEBPS/Image00276.jpg
(8*V/an*) (3°V/om®) - (8*v/dnam) > 0

(6.25b)





OEBPS/Image00275.jpg
aV/on® <0

V/am® <0

(6.25a)





OEBPS/Image00507.jpg
B=23)w/[(1/73)(c-m)] =1





OEBPS/Image00508.jpg





OEBPS/Image00268.jpg
P

DI X

(BHLH)





OEBPS/Image00511.jpg
(BHAR)






OEBPS/Image00267.jpg
(RURZH)





OEBPS/Image00512.jpg
Max Eu, = In(p,/p,) +2In[(2 -3e)/6] + (2/3)In(k, - 7)
+ (1/3)In[k, + (2/8) ]

(9.24)





OEBPS/Image00270.jpg





OEBPS/Image00509.jpg
Max Eu, = Inx + Iny* + (2/3)In(ky - m) + (1/3)In(k, + ¢ — ) (9.23)





OEBPS/Image00269.jpg
L={(n-1)[1-A(m-n)] +K}/[n -1+ (m-n+1)K]
=(n-D[1-A(m-n+1)]/[n-1+K(m-n+1)]

=x =X =K1 -A(m-n+1))/[n-1+K(m-n+1)],VreRje]
T+ {(A-e)(1=K) +plA - (1 -K)*1}/cA(1 +p) (1 - K)

[A +ep(1 -K)1/e(1 +p)

B
1

3
1

Vi = (1 - em) (akpi/p,) [1 —A(m —n+1)][n -1+ K(m —n +1)]9%
(6.23)





OEBPS/Image00510.jpg
statr =l-a-ee=— CEPAF)





OEBPS/Image00246.jpg





OEBPS/Image00239.jpg
(u,/0x;)/p; = k(ou,/3x.)/p,





OEBPS/Image00482.jpg
L+(m-n)l =1 (BLRRZYR)





OEBPS/Image00724.jpg
(=R %D





OEBPS/Image00238.jpg
(ou/0x;)/p, = (0u,/9x.)/p,

Vse RireR

(6.6a)





OEBPS/Image00483.jpg





OEBPS/Image00725.jpg
(BRAH)






OEBPS/Image00241.jpg
dy; = (0u,/0x;)/(du,/d%;) = — dxf/daf (6.6d)





OEBPS/Image00480.jpg
Max Eu, = E{x,

PRCESE | BEA N GHEHEA)  (9.7)





OEBPS/Image00722.jpg
Max U; = [ ue™ds (13.7)





OEBPS/Image00240.jpg
(0u/0x;) (daf/dL;) = (9u,/9x;) (dx/dL;) (6.6¢)





OEBPS/Image00481.jpg
(A= R %)






OEBPS/Image00723.jpg
stow,

AN | BRCEANIQ § D) (I3 ¢ B2 R0





OEBPS/Image00243.jpg
u, = of = u,(n,Ak,p,) (6.7b)





OEBPS/Image00486.jpg
W={(l-a-2)[x/(n-1)]""[(1 =1,)/(m -n) —a]™"}"7(9.9Db)





OEBPS/Image00242.jpg
&

=,

=A+n[l-(m-n+1)Al/m 2z =(n-1)[1-(m-n+1)A]/m
=g =[1-(m-n+DAl/m L =[1+(n-1Al/m (6.7a)

4= px/(n=1) =p,[1-(m-n+1)A]/m,¥re R





OEBPS/Image00245.jpg
uy

=u =
=u,






OEBPS/Image00484.jpg
k,:{

b BEER 0
k, R K1 -0

(9.8)





OEBPS/Image00726.jpg
K, = k/n,





OEBPS/Image00244.jpg
(u,/9a) (da/dn) =- (9u,/9B) (dB/dn)





OEBPS/Image00485.jpg
Max Eu, = WP P = E( H,ERk,)"’ (9.9a)





OEBPS/Image00717.jpg
k/n, 0<k<1






OEBPS/Image00478.jpg
dU,/ds = aUy/as < 0

dUy/de = aUy/dc < 0





OEBPS/Image00720.jpg
(13.5)





OEBPS/Image00479.jpg
(a) BRHE

(e) 4T N2





OEBPS/Image00721.jpg
x, >0,4, >0,1, >0,25 =0

=04t >0,¥r e R (13.6)

%, >0,l, >0,x =2 =0,VjeJ





OEBPS/Image00237.jpg
du/an =0 (6. 5e)





OEBPS/Image00718.jpg
U= [ uerdt (13.3)





OEBPS/Image00477.jpg





OEBPS/Image00719.jpg
#l >0 AL, = [1dr sk, = d/d (13.4)

#1, =0, 4L, =0





OEBPS/Image00250.jpg
dx,/dp, =

dx,/dp, >0

(6.12¢)





OEBPS/Image00493.jpg
d[M(n -1)x}1/dp < 0
dEuw/dk, >0 dEu/do > 0 (9.13d)





OEBPS/Image00735.jpg
2 SEe M, Vre R (13.12)





OEBPS/Image00249.jpg
dxi/dp, >0

(6.12b)





OEBPS/Image00494.jpg
dP/dk, = (8P/dk,) + (aP/dn) (dn/dk,) < 0,H
dP/dé = (aP/90) + (aP/on) (dn/dg) < 0 (9.13e)





OEBPS/Image00736.jpg
(13.13)






OEBPS/Image00252.jpg
(6.13)





OEBPS/Image00491.jpg
dl./dk, >0

dl./de >0

dl./dp <0

(9.13b)





OEBPS/Image00733.jpg
h 1 4
3
Solics
4 2 2
(a) TisH4EH A





OEBPS/Image00251.jpg
dx!/dp, <0





OEBPS/Image00492.jpg
d[M(n-1)x*)/dk, >0 d[M(n-1)x"]/d0 >0 (9.13¢)





OEBPS/Image00734.jpg
pu/P. = 1, W FAER I =1,2,-,m, s





OEBPS/Image00254.jpg





OEBPS/Image00253.jpg
L= A+A[l =m(Ink) " 1[1 -m™ - (Am)™" - (Ink) ™' ]

i = Alm - (1/4) - (m/Ink) ]/ ( - Ink)

=-A/Ink VreR Vjel

P =1,M, =M/n,r=1

—on

1= (m-n+1)Al/m}"™

=m+1-1/A - m/Ink (6.14)





OEBPS/Image00256.jpg





OEBPS/Image00495.jpg
Eu, = W[O(ky =) + (1 =0)(k, =7 +¢)?]"" (9.14)





OEBPS/Image00255.jpg
N2\

(a) RN Z SRR SAE (b) i NSRBI SA4





OEBPS/Image00496.jpg





OEBPS/Image00727.jpg
Py = D, Pun (FHLH)





OEBPS/Image00728.jpg





OEBPS/Image00489.jpg
L =[n+a(n® -mn+m-n)]/m

L=[l+a(n-1)1/m

=5 =[1-a(l +m-n)1/mx} = (n-x/n
n=(1-1/a) +m{l - 1/In[ Gk} + (1 - 9)k*]}
Eu = {[1-a(l +m-n)]/m}|™[ 6k} + (1 - O)k,"*]""

= [6k)? + (1 - @)k?]™"

(9.12)





OEBPS/Image00731.jpg
Mz, = Y, Mxg, r=1,

(13.9)





OEBPS/Image00490.jpg
dn/dk, > 0

dn/de > 0

dn/dp < 0

(9.13a)





OEBPS/Image00732.jpg
(13.10)





OEBPS/Image00248.jpg
(6.12a)





OEBPS/Image00487.jpg
(9.10)





OEBPS/Image00729.jpg
l, =dL,/dt I, € [0,1]





OEBPS/Image00247.jpg
n=m+1-(1/4) - [m/In(kp,) ]

L = {1 -[In(KP,)]™ + (4 - 1)mA}/[ - In(kp,) ]
% = Alm = (1 - A) - m/In(kp,) 1/[ - n(kp,) ]

% =z =-A/n(kp,) el

% =pA/[-In(hp,)]  V¥reR

u; = (kp, )™ D [1 4 (1/A) + m/In(kp,) 1/m

(6.11)





OEBPS/Image00488.jpg
P=E([], #)" = Z::P,(k;"k;")"’ (9.11)
= OO+ CLL 0 (1 - O) kPR + e
Ci(1 - 0)" kI
=[Gk + (1 - @) kP!





OEBPS/Image00730.jpg
(13.8)
jesYul + Valu





OEBPS/Image00466.jpg
p=1-(1-n"





OEBPS/Image00460.jpg
Max U, =





OEBPS/Image00702.jpg





OEBPS/Image00461.jpg





OEBPS/Image00703.jpg
n





OEBPS/Image00458.jpg
(y RYAE=pRE0)






OEBPS/Image00700.jpg





OEBPS/Image00459.jpg
( Bef 1] Y B 24 5





OEBPS/Image00701.jpg
En >c¢ (12.22d)





OEBPS/Image00464.jpg
sr





OEBPS/Image00706.jpg





OEBPS/Image00465.jpg
L+ +1 =1





OEBPS/Image00462.jpg
(BBELAHR)






OEBPS/Image00704.jpg





OEBPS/Image00463.jpg
| =N





OEBPS/Image00705.jpg





OEBPS/Image00698.jpg
(12.22b)





OEBPS/Image00457.jpg
stx=1[ -a

(x BYH = pR%EL)





OEBPS/Image00699.jpg
(AB'"YVI B (1 =B)L > bp (12.22¢)





OEBPS/Image00697.jpg





OEBPS/Image00471.jpg
(BARITRENTHRA)





OEBPS/Image00713.jpg
y = L:"’J:xf’dx‘





OEBPS/Image00472.jpg
L+l +1

(I ] A BURR 29 7R)





OEBPS/Image00714.jpg
U =J: [(¢-1) /a] &





OEBPS/Image00469.jpg
(FEL%)





OEBPS/Image00711.jpg





OEBPS/Image00470.jpg





OEBPS/Image00712.jpg
T

U =L ue™dt





OEBPS/Image00475.jpg
=s(1 =r)In(1 =r)/c





OEBPS/Image00476.jpg
c s a r N P
— <0.05 0.1 1 1 1
0.01 0.1 0.1 0.69 4 0.991
=0.02 0.1 0.1 1 1 1
0.01 0.2 0.1 0.43 6 0. 966
=0.02 0.2 0.1 1 1 1
0.01 0.3 0.1 0.33 8 0.959
0.02 0.3 0.1 0.46 5 0.954
0.03 0.3 0.1 0.57 4 0. 966
0.04 0.3 0.1 0.69 3 0.97
=0.05 0.3 0.1 1 1 i
o =0.4 0.1 - 1 r






OEBPS/Image00473.jpg
P=1-(1-0"





OEBPS/Image00715.jpg





OEBPS/Image00474.jpg
2[1-(1-1)"] ==(1-=-eN=-sr-a)(1 =)"In(1 =7)

(9.4a)





OEBPS/Image00716.jpg
(13.1)






OEBPS/Image00467.jpg
Max U, = yx'P

[€:4::Et9)





OEBPS/Image00709.jpg
ori/on >0





OEBPS/Image00468.jpg
s.t. y+y = Max {0,], -a}





OEBPS/Image00710.jpg
K=I-yK





OEBPS/Image00707.jpg





OEBPS/Image00708.jpg





OEBPS/Image00121.jpg
(4.2b)





OEBPS/Image00120.jpg
(0u/ox;)/(ou/dx;) = p./p; (4.2a)





OEBPS/Image00123.jpg





OEBPS/Image00122.jpg





OEBPS/Image00125.jpg
[Inp,/(1 =p)] =1Iny pt/®"





OEBPS/Image00124.jpg
s =] = (4.3)
% = 1/[p/""” 2,{“" ] =1/np





OEBPS/Image00126.jpg
dlnx,/dlnp; =~ [1/(1 = p)] = dln Y, p'*™" /alnp,

=-[1/(1=-p)] = {[p/Cp -1 1p/ P/ Y o}





OEBPS/Image00117.jpg
Maxu = (Y~ )" CHUREE)  (4.1)





OEBPS/Image00119.jpg
u/on=(1/p) n"' 7%, >0





OEBPS/Image00118.jpg
(BUELH)





OEBPS/Image00132.jpg
Max u = (kz)' ™ (ty)*

s.Lopy+pz=1

(4.9)





OEBPS/Image00131.jpg
p+[M(1-p)/a] dn/dM > 0 dn/dt < 0
p=bM/p[M-a]  dp/dM <0
x = p[M - a]/bM[ (1 - p)M +p]

X = Mx dx/dM > 0

u=p{[(1-p)M/a) +p}"%[M - a]/bM
du/dM > 0

(4.8)





OEBPS/Image00134.jpg
(4.11)






OEBPS/Image00133.jpg
Yo=My y=op Z'=M' =(1-a)p (410)





OEBPS/Image00136.jpg
b i (4.13)
st Z2=[3" (k) ]”L:





OEBPS/Image00135.jpg
p, =1/4 (i y BZRE RN )
Y=V =Y =AM (y 30 )
L= aM (RFAF y HEFF )  (4.12)





OEBPS/Image00128.jpg
bX; +a (4.5)





OEBPS/Image00127.jpg
[1/(1 =p)] +[p/(1 =p)n] ==(n=-p)/(1 =p)n (4.4)





OEBPS/Image00130.jpg
bX; +a (4.7)





OEBPS/Image00129.jpg
p; =b(n-p)/p(n-1) (4.6)





OEBPS/Image00106.jpg
k| BsEER AR | MRTORE | B
Al x=1 0 0 1

A z:y:(%)n 0 0 Z“—;@

) e [ra (VS e o ra (25 et oy
S L O I B e R 6 I i (LN G I
O [y=01+ U517 |y =[1+ G517 | 2f=pr | (1 Gpai515°






OEBPS/Image00099.jpg
Maxu = [ (2°)” + (°)°]"*

¥y + ky*





OEBPS/Image00098.jpg
> .
y<@> P

. HSERE (b) 45HD, 4T






OEBPS/Image00101.jpg
Max u = [ (2°)” + (°)?]""





OEBPS/Image00100.jpg
u/3y"
d("/’)(au/o,) _din(ay) |1

A e () T






OEBPS/Image00103.jpg
y+y

(=R %)





OEBPS/Image00102.jpg





OEBPS/Image00105.jpg
(BELAH)






OEBPS/Image00104.jpg
(FURAH)





OEBPS/Image00097.jpg
ey

k
k>kn/
<k,






OEBPS/Image00110.jpg
u = (x+ k") (y + ky")"™ ae (0,1)

y+y =D





OEBPS/Image00109.jpg





OEBPS/Image00112.jpg
(CLE S ST ESlE N
BRI, VO,

s Ty ( )

O AT AR

M ERZABESE





OEBPS/Image00111.jpg
(aa)” [b (1-a)]""" -
k> b= o e ey





OEBPS/Image00114.jpg
s s

A LA

/Py = (k/k) 5 [(e=b=c)/(e=a=c)]"°

pu/pe=(k /)5 [(e=b-c)/(e—a—-b)]"5

[(e-a-b-c)/3]?
(k)% [ (e=b=c)/(e=a=-c)]"5/3

(k)5 (e ~b-c)/(e~a—-b)]5/3






OEBPS/Image00113.jpg
PR, VRIS RE, ARXT A,
LR IN - & e S ]

HP RIS R RN,

Wk S8, X5 KB, ]=
PN=E: T





OEBPS/Image00116.jpg





OEBPS/Image00115.jpg
%H IR SRS TRBA
P | py/p, = (ky /K[ (e=a-c)/(e-a=b) "% |(kk)®[(e~b-a)/(e~a-c)]"*/3
D | pe/py = (k/k,)? (e=b)/(e-a)

p./py = (k/k,) " (e-b)/(e-c)

(kk k)7 (e-a) (e=b) (e-c)/3?






OEBPS/Image00108.jpg





OEBPS/Image00107.jpg





OEBPS/Image00085.jpg





OEBPS/Image00084.jpg
Maxu = (1 -2)k






OEBPS/Image00326.jpg
s e res i
k<ky k >k, k<k, k>k,
AT o0 89 : r
<hy | Sku | <ko | Sko | <ky | sky | <k | >k
por ] A F A E A F A D

Ik = (/) T uy = ugs

ky = (r/s0) 70D A wp = ups

= (1-a) W a(1 + b)" FEAE u, = ups
ko = (1 -a)“ b /ast (1 + )" T u, = ug;

ky = [6%/ar(1 +5)'* 170 /(1 - a),

U U, = Upo





OEBPS/Image00086.jpg





OEBPS/Image00077.jpg





OEBPS/Image00319.jpg
Axf
i
akM akM aM
R *“T-a+ak M= arak M= aykra
At e} _(-aM _kl-a)M
"“1-a+ak "“1-a+ak " (-a)k+a
1/(1-a) (1-a) - ]
@R st (wr 2t) wa (a2
= ¥ =p./p, ' =w/p, ¥ =wp,






OEBPS/Image00318.jpg
wip, = (ar/k)*(1-a)' N =M/M, = @

up = (ar)'[k(1 —a)]'"™





OEBPS/Image00079.jpg
Maxu = L(1-1)"





OEBPS/Image00321.jpg
(7.4a)





OEBPS/Image00078.jpg
(3.5a)

+1,





OEBPS/Image00320.jpg
A D E F
T T P
N S G I AT e
(=) e |(3)
—
(“"T] (tha)*(1-a)'~* () (1-a)'™ | (@) [k(1=a)]' ™






OEBPS/Image00081.jpg
o= [@-n(t e b)) <o






OEBPS/Image00323.jpg
WHANY Kk >k = (r/t)YP D





OEBPS/Image00080.jpg
du
dl

=alt (1-1)" —alf(1-1,)"" =0





OEBPS/Image00322.jpg
Up > Uy MHAVY k> kg = (r/5°)“% ) (7.4b)





OEBPS/Image00083.jpg
(FHLAH)






OEBPS/Image00325.jpg
k<k

k>k

F,A

DA






OEBPS/Image00082.jpg
Maxu = xky*

s pd

=1 (H7=4%40)

st x+x =0 |





OEBPS/Image00324.jpg
(7.4d)





OEBPS/Image00317.jpg
N=r[(1-a)p/w]”™ Y =(p/w)"r(l -a)"”

u, =Y = ar[ (1 - a)p,/w] """





OEBPS/Image00096.jpg
ulp®) =u,(p*)

(3.11)





OEBPS/Image00095.jpg
u,(p*) = u,(p) =ulp)

(3.10)





OEBPS/Image00088.jpg
k >k

(3.6)





OEBPS/Image00330.jpg
x~N (x, o,)





OEBPS/Image00087.jpg
#oR fhsmR s FIE AR ] e PR
A 4 x=y=172 uy=27%
(x/y) =172 x=1/2 u, =kp,/4p,
(y/2) y =12 y=172 u, =kp,/4p,






OEBPS/Image00329.jpg
F=a(l -a)"(1 +b6)"/" > 1





OEBPS/Image00090.jpg





OEBPS/Image00332.jpg
o, =var(x) =E[(x-%)"] = ¥ _p(s)[x(s) - 2]





OEBPS/Image00089.jpg
2(1-0)
fegie B 220 (3.7)





OEBPS/Image00331.jpg
=E(x) = X, 5p(5)x(s)





OEBPS/Image00092.jpg
Gl AR ERAB NSRRI
A dp,/dp, =1 . 2-2
D |p/p,=1 M, =M, =M/2 k4






OEBPS/Image00334.jpg





OEBPS/Image00091.jpg
Ux

vt

Uy

Ux=hkp,14py

Uy =hpy14p,

PPy





OEBPS/Image00333.jpg
Sax, + (1 =a)x,1> of(x,) + (1 —a)f(x,)

(8.

1)





OEBPS/Image00094.jpg
(3.9)
P /P =Zp/p;





OEBPS/Image00336.jpg





OEBPS/Image00093.jpg
p./p, = My'/M x' (3.8)





OEBPS/Image00335.jpg
f(x)

S(x)
f®
af(x2)+(1-a) f(x2)

)

x,





OEBPS/Image00328.jpg
-1
AR A
a, = g





OEBPS/Image00327.jpg





OEBPS/Image00063.jpg
(1 -B)L/BK, <y < (1 —a)L,/aK, (2.14a)





OEBPS/Image00305.jpg
Max u,

stoy+y = (BL) L =1 (R y BRI






OEBPS/Image00062.jpg
(1 —=a)L,/aK, > y/(kky)"*® > (1 -B)L,/BK, (2.13b)





OEBPS/Image00304.jpg
p,/p. = [k/(1 -a)]""/(at)" up = a*(1 - a) "™ (k)"
(1-a)M

—a + ak

__akM






OEBPS/Image00065.jpg
n <1 el1,8(1-a)/a(1-p)]

K |k B/Bky [k Kk BERKAARN by Ak BERKBAN | by Kby BERKBA/N
Bty amaR ks ™Ay bLlEe)

n >B(1-a)/a(1-B)

K by K by BEAKAA/N By Ak, K ky Ky BEARALA/N
Byt 02y, “y2 ™






OEBPS/Image00064.jpg
(1 =)Ly (kky) """ /aK, >y > (1 -B)L,/BK, (2. 14b)





OEBPS/Image00306.jpg
F=1) L=1

(A7 x BRI AF=544)





OEBPS/Image00066.jpg
d(ry/w,)/dk, = a(ry/w,)/0k, + [ 3(ry/w,)/dP] (dP/dk,)





OEBPS/Image00297.jpg
x+x =1 (7.1b)





OEBPS/Image00057.jpg
xn =X HHMXy=y =[(B-a)0+1-BIL/K[B(1 -6) +ab]
(2.10a)





OEBPS/Image00299.jpg
u =y+ky'





OEBPS/Image00298.jpg





OEBPS/Image00059.jpg
Y=y =
2

WMHN My, =y,

(2.11)





OEBPS/Image00301.jpg
Maxu =y = 21" = 1"(1 - 1,)"





OEBPS/Image00058.jpg
»=Y, YAMYy <y, =[(B-a)6+1-Bl(kk)" " L/K[B(1 -6)
+af] (2.10b)





OEBPS/Image00300.jpg
TG (x/y) R x > 0, AR 1,

(7.3)





OEBPS/Image00061.jpg
(1 -a)L/aK, <y < (1 =a)L,(kky)"*/aK, (2.13a)





OEBPS/Image00303.jpg
B (ay) 2’ =1 9" = ps/p, w, = kp/p,
B (y72) i = (ar'p,/p) "y = (at'p,/p) " p./p,

(atp,/p,) " (1 - a)






OEBPS/Image00060.jpg
= (kk,)VF Yy = -a)
= (kk,) w = (kk,)* (K L/KL) > 1 (2.12)





OEBPS/Image00302.jpg
L=b/(1+b) I, =1/(1+b) x=[b/(1+b)]"

u, =y = [B/(1 +b)]°





OEBPS/Image00074.jpg





OEBPS/Image00316.jpg
p,Y = wl N = wN (BRLH)





OEBPS/Image00073.jpg





OEBPS/Image00315.jpg





OEBPS/Image00076.jpg





OEBPS/Image00075.jpg
w={z+H O —x‘/")"—y]%':})’





OEBPS/Image00308.jpg
p,y = wNl, = wN (FRLZE)





OEBPS/Image00307.jpg
4 s
z* = N’





OEBPS/Image00068.jpg
A =x+x =1 Y =y+y a>1 (3.2.a)






OEBPS/Image00310.jpg
My =My ¥ = (s"a)"" (p,/w) "™ ¥ = w/p,

Bl kw/p, = (1 - a) (s'ap,/w) ™






OEBPS/Image00067.jpg
U= (x+k*)(y + k")





OEBPS/Image00309.jpg
N = (s* W(i-a) 8 o (s%g)V(1-9) -6)
(s™ap,/w) ¥ = (s"a) (p,/w)” "™
y = (1 -a)(s'ap,/w)” "™






OEBPS/Image00070.jpg





OEBPS/Image00312.jpg
Max u, =T

Y+Y = Ny (—AMlk y B8 )





OEBPS/Image00069.jpg





OEBPS/Image00311.jpg
N =M/M, = “"a

- w/p, = [(1 -a)/k]'"(s’a)"

up = (ska)?(1 —a)"™





OEBPS/Image00072.jpg
72y, L, =0 (3.4)





OEBPS/Image00314.jpg





OEBPS/Image00071.jpg
(3.3)

px +py





OEBPS/Image00313.jpg
=1 (AR B A = 2% 0)





OEBPS/Image00565.jpg
MR, = A

MR, =B

(10.16)





OEBPS/Image00566.jpg
mpu[1-(m-n+Da] -(m-n+1DE, M,
(m +1p, T

(10.17)

_pll-(non+Dal +B My, pll-(n-n+Dal +5

(m+ Dy P, (m +1)p, M





OEBPS/Image00559.jpg
puxi(ng, = 1) +pgngxs +r,R, = pyx, + E,





OEBPS/Image00801.jpg
ug +1+8
up + 5,73





OEBPS/Image00560.jpg
2, = inpy [l -(m-n+1)a]l ~-(m-n+1)E,}/p,(m +1) (10.15a)





OEBPS/Image00802.jpg
b,f%IuA—u,\





OEBPS/Image00557.jpg
%=l -—a (—FhIE 52 55 i (0 A 7= R )





OEBPS/Image00799.jpg
L* + by

C T LT 12,3





OEBPS/Image00558.jpg
L+(m-n)l, =1 (AR [A] /Y BERZ )





OEBPS/Image00800.jpg
u+l+8
un + 5,73





OEBPS/Image00563.jpg
R, =1ipl=-(m=-n+1al +E,}/r,(m+1) (10. 15d)





OEBPS/Image00805.jpg
flo,8,r,8,%,) =r(1 +8)s = [(1 =8)a/2rs] - 8ay,/2rs" = 8ry, =





OEBPS/Image00564.jpg
m+l
L/ p‘)"ﬂ{E‘+p‘[l—(m—n+l)n]} (10. 15¢)
D o B e e





OEBPS/Image00806.jpg
ds/do = - (f/do)/(3f/ds) >0 ds/dé = - (af788)/(af/as) >0
ds/dr = - (gf/ar)/(af/as) >0 ds/dy, (af/ay,)/(af/as) >0






OEBPS/Image00561.jpg
b= 1pa(1 +na) +E,]/py(m +1)

2 = ip [l =-(m=-n+1)al +E|/p,(m+1) (10. 15b)





OEBPS/Image00803.jpg





OEBPS/Image00562.jpg
ol
= {p,
a1
-(m
-n
+
1
Ja
]
+
E, | /p,
-
(m
+
1
)
(1
0.
. 15
c
)





OEBPS/Image00804.jpg
Sy<Sy 53>8%
SR i b2l
Se <8k S¢>Sk Se <8t Se>St
k<ky | k>k k<k |k>k,
R LU AAA ABA ABC ABC ABB ABC ABC
RSSO AAA AAA AAA AAC ABB ABB ABC






OEBPS/Image00797.jpg
Sp>8h

w5 0 (58 B1 B2 w3





OEBPS/Image00798.jpg
L* -2by8/3
1% + 2673





OEBPS/Image00576.jpg
(10.23a)





OEBPS/Image00570.jpg
R e
- A





OEBPS/Image00812.jpg
U=u +uy/(1+r) (15.1b)





OEBPS/Image00571.jpg
ou,/dp >0 H  dug/dp <0
b

10.20)





OEBPS/Image00813.jpg
o+ ) = Max{ (%, + k) (L, - 0B), (L, ~0B)},
ae(0,1) Be(0,1) (15.2a)





OEBPS/Image00568.jpg
Lon
[A(l—ﬁ) A5 (10.19)

1 l+(n-1a

. m
_[l-(m-n+1)aloM _ [l -(m-n+Da](1-0)M
= ok P T = B

n,M g

oM My =tm = (1-0)M

B ACEY)) ]“""‘{[l—(m—nﬂ)a] "
7 b p





OEBPS/Image00810.jpg
lVEix(T—t)[v(y) +a] +w(c) st t(y—-c) =b





OEBPS/Image00569.jpg





OEBPS/Image00811.jpg
(15.1a)





OEBPS/Image00574.jpg
u,(p",N") > u,(p',N") (10.22a)





OEBPS/Image00816.jpg
Ly, +l, Ly
(15.2d)






OEBPS/Image00575.jpg
ug(p",N") > ug(p',N") (10.22b)





OEBPS/Image00572.jpg
wi(p",N') > uy (p",N")
up(p",N') > up(p",N") (10.21a)





OEBPS/Image00814.jpg
+x =Max{(L, -0A)", 0} b>1 Ae (0,1) (15.2b)





OEBPS/Image00573.jpg
wy(p'sN') > uy (p",N")
uy(p',N') > uy(p",N") (10.21b)





OEBPS/Image00815.jpg
+l,=1 1I,e(0,1) (15.2¢)





OEBPS/Image00924.jpg
e SR RTS8 2 O R AR A
JRBLHT S Bzt o 2 52
0N e Rt e U RN R

PR TSSAP 4 A ek

g2t

ii’.

Wbl dkkE E

Sl G





OEBPS/Image00808.jpg
o = (pr+p2)/(1+8)py 5 =8(p +p,)/(1 +8)p,

xg = (py +p2)/2p, Zp = (p +p2) /2D,





OEBPS/Image00567.jpg
(ba)" (Ll (n o Del ™ L2y o)





OEBPS/Image00809.jpg
xy =4/(3+8) >1  x, =45/(1+35) <1

iy =2/(148) <1 xp =2(1+8)/(1 +38) > 1





OEBPS/Image00807.jpg
Max Uy = Inxy +8lnxy, st piag +poip =py +p2

Max U, = Inxy + 8lnxy, St PXg +PaXp =Py + D,





OEBPS/Image00545.jpg





OEBPS/Image00546.jpg
2./3





OEBPS/Image00543.jpg
(b) EPyL R





OEBPS/Image00785.jpg
s W L<ly L>Ly
K <k k>ky k<k, k>k
L A c B c






OEBPS/Image00544.jpg





OEBPS/Image00786.jpg
Ey[u,(B)] = Sg[0.5u, + (1/3) (u, +b,) + (1/6) (u, +2b,)] (14.1)

= 8,5(u, +26,/3)





OEBPS/Image00537.jpg
u = (%, +Kx})(x, + Kx3) (%, + Kxj)

(10.9)





OEBPS/Image00779.jpg
u=y+k?





OEBPS/Image00538.jpg
% +x; = Max{l, —a,0f [+, +1, =1 (10.10)
ae(0,1) L e[0,1] i=1,23





OEBPS/Image00780.jpg
Y =y+y = Max|l®, (x+ke*) 710} (AT 5 7 B





OEBPS/Image00777.jpg
oF/da, = d[ 9F/8(da,/dt) ]/dt = 0 4T3 (13. 14a) :0H/dy, = dL,/dt
IF/dL, = d(9F/dL,)/de TR (13.14b) :9H/9L, = ry, - dy,/dt
oF/an = d[ 9F/a(dn/dt) 1/dt = 0 24 F=R(13. 14¢) (i) :0H/on, = O,n, € (1,m)





OEBPS/Image00778.jpg





OEBPS/Image00541.jpg
K AEX RS LCEZNEEEEIN S AHICIBA
A — [(1-3a)/3]?
Pl n/p2 =1 | =My =M/2 [(1-2a)/3)°r
P/ps =1 My =My =M/2 [(1-2a)/3]%
D |p/pi=1 My =My =M/[2+ (s/6)"] [ =a)31 (5 8)
ps/p1 = (K/5)' | My = (/) P M/[2+ (/)]






OEBPS/Image00783.jpg
(D O o=

¥4 r
(a) 45H A (b) % B (c) &M C





OEBPS/Image00542.jpg
Sl

k<ky

s<so, s e (s0,51) 05 >5

k>k

s<s;

5>5

L]

A

2]

D

A

D






OEBPS/Image00784.jpg
ARG

FRAAA R0

A

(x/y)

(y/x)

1,=0,1,=L, y=L°, u=L°

L 05,

- [ SN 3
< =05pra b Tospra T Y= R usy
P Vg
=L, 1,=0, % =IF, y* =L
Py Py
e
-L.uw

W, py
L=0, b=l y =T wt By T
by ppesea iy M
e 7

1+0. Zsk(

2 M, =M =M, u=0.5k"%*=





OEBPS/Image00539.jpg
9 g e

(a) ABHR (b) JBEAT. (c) SEAHT.
WA AT LEH P2, WATIRTT LMD, R






OEBPS/Image00781.jpg
F=x+x =F





OEBPS/Image00540.jpg
R EES s LK | B @ LS T e3P PR
A |m=(1-30)73 |,=1/3 — - [(1-3a)/3)?
(172) |2 =5 =(1-20)/3 |l =2 -)/3|% =(1-22)/3 |a§ =py2i/p,  |[(1-20)/3T i/,
@) | =5 =(1-20)73 L =2-a)3|4 =(1-20/3 | =p53/p,  |[(1-20/3F/py
(13) |51 =5 =(1-20)73 |l =(2-a)3|% =(1-20/3 | =pxi/ps  |[(1-20)/3Tpi/ps
(GB/) [ =0 =(1-a)/3 |L=2-a03|4=(1-2)73 |s{ =psai/p,  |[(1-20/3Fps/p,
(1/13) % = (1 -a)/3 1 =1 % =2(1-a)/3 |2 =p,(1-a)/3p; |[(1-a)/3)k}/pops
@13)|n=(1-003 |L % =2(1-)/3 |&f =py(1-0)/3p; |[(1 -a)/3Phed/pipy
(3/12) |23 =(1-a)/3 4 =2(1-a)/3 (1-a)/3p; |[(1-a)/3P%5 popy






OEBPS/Image00782.jpg
L+l =L 1 e[0,L] (AR ] A BUR L 3R)





OEBPS/Image00556.jpg
s.tox, +x, =1, —a





OEBPS/Image00554.jpg
(10.13)





OEBPS/Image00796.jpg
L<Lo, 54 A A 1 =1 WS L> Lo 554 B AE 1 =1 BB HEHE

S<Sh 5>84 5<8% 5>8%

AA co BB co






OEBPS/Image00555.jpg
Max u, = (x,) (kyxy) ™ (kay) "2, "R, (10.14)





OEBPS/Image00548.jpg
n=m+1-(1/4) - (m/Ink)

(10.11)





OEBPS/Image00790.jpg
S i

Sp<S)

Sp >S5, Sc <S8

5¢> 8%

L

AA

BO

BC






OEBPS/Image00549.jpg
k =p/d

(10.12)





OEBPS/Image00791.jpg
50 =L 266873
B= ra n1
L% +2b,/3





OEBPS/Image00788.jpg
Ma‘z,i,”u[u,(i)] (14.2)





OEBPS/Image00547.jpg
(2+2+23) =7.46





OEBPS/Image00789.jpg
y Eglu, (B)] = Sg(u, +2b,/3), Ej[u,(C)] = Sc(u, +2b,/3)





OEBPS/Image00552.jpg
d=0.5x3





OEBPS/Image00794.jpg
U(CO) > U(AA) HHATH S > S¢ = (uy +1-8)/(u, +6,/3) -6
(14.4)





OEBPS/Image00553.jpg
R HMB

<B:

€ (B:,83)

€ (Bs,Bs)

€ (Bs,Bs)

€ (Bs.Bs)

€ (Bs,Br)

B>Br

L n

2

3

4

5

6






OEBPS/Image00795.jpg
U(CO) > U(BB) HHALYS: > S¢ = (up +1 +8)/(uy +b, +3) -8
(14.5)





OEBPS/Image00550.jpg
STAY GBS d EPZS d LSRRk | A5 n B B, WIS
n=2 1 1 B /(m=14-1)
n=3 2/(n-1) 23)/2(n-1) 283 (f372) eV [(m-D4-1]
n=4  |(5+/3)/2(n=1) [(1+/3)/2(n=1) | 68/(1+/3) |(1+/3)e™((»-D4-1]/5
n=5 >2 2/(n-1) 28 (1/2)em/Lin-94-1]
n=6 >2 2 5872 (2/5) em/L(m=5)4-1]
n=7 >2 2 B3 (1/3)mM/Ln-604-1]






OEBPS/Image00792.jpg





OEBPS/Image00551.jpg
d=0.5%x3<1





OEBPS/Image00793.jpg
U(AC) > U(AA) MHEALYS; > S¢ = byu,/(u, +b,/3)
U(CO) > U(AC) MEMY S, > St = up/[(1-8)(uy +5/3)] -8/(1-8)
(14.3)





OEBPS/Image00787.jpg
4 0 B 1 B2

Uusls  UsUA2BI3  wsla+h





OEBPS/Image00765.jpg
5
on,

ds _ (kdn/ndk) -1

>0, = n JSn, < m (13.26)





OEBPS/Image00766.jpg
K/K, =k/k -1i,/n,





OEBPS/Image00763.jpg
Po —% >0, 1R ap; > p,





OEBPS/Image00764.jpg
A-K)(n = Dpuxu _ | _ k.

S=
(n, - 1)pat n,

(13.25)





OEBPS/Image00757.jpg
Sy

(a-2)mi2a

(a) a<2

(a-2)m/2a

(b) 2<a<3

(a-2)mi2a

(c) a>3





OEBPS/Image00758.jpg
Py

e
0 [ 0
(a) a>3 H kREK
n, u,
° b e 0 u A
(b) ae (23), kREBX
n u,
n
1
0 t N n 3
(¢) ae (1.2), KFFRA
n, u,
1
0 7 0

(d) a<1 B k—0





OEBPS/Image00761.jpg
pe = E/E > 0,580 %p,/(n, -1) +ap, + M/M >0 (13.24)





OEBPS/Image00762.jpg





OEBPS/Image00759.jpg
p. = amp; = aml/L; = am/t (13.23)





OEBPS/Image00760.jpg
(a) HEVEE,

n=1

3 _
4 )
1
3
3 -
2 4

(b) RWHT, n=2

T
L

(c) MBHT,

H

+
&

n=3





OEBPS/Image00776.jpg





OEBPS/Image00774.jpg





OEBPS/Image00775.jpg





OEBPS/Image00768.jpg
F=ue™+a(l-L) + Y o( - L) +B(1 =1, = ¥ 1)





OEBPS/Image00769.jpg





OEBPS/Image00767.jpg
u,

e

t





OEBPS/Image00772.jpg





OEBPS/Image00773.jpg





OEBPS/Image00770.jpg





OEBPS/Image00771.jpg





OEBPS/Image00743.jpg
(13. 14f)





OEBPS/Image00744.jpg
2Vie [0, ] AR kFla R/ (13.15)
LVt e [0, o] 05k HaBEA






OEBPS/Image00741.jpg
WL BRI H,s = 0,j, je B (13.14d)
()L, = LRy, > A,

(ii)l, € (0,1), 4Ry, = A,

(iii)l, = 0,MM%Fy, <A,





OEBPS/Image00742.jpg
L+ Zmzﬂ =

(13. 14e)





OEBPS/Image00745.jpg
n e (1,m) (13.16)






OEBPS/Image00746.jpg





OEBPS/Image00739.jpg
OH/dL, =ry, —dy,/dt s =ij jel (13.14b)

R anu/L, = ry, - dy,/dt anu/L, = ry, - dy,/dt





OEBPS/Image00740.jpg
BEFRBER n, TRAL H 5L (13.14¢)
(i)oH/dn, = u,B, = 0,%fn, € (1, m)

(i)n, =1, Vee [0, ] R H PGB, Vn, e [1,m]

m, VYte [0, o], W% HEFEBE Vo, e [1,m]

(iii)n,






OEBPS/Image00737.jpg
Ho=H=u+0(1-1, - % L)+ X, wb + v = 1,2,

m

=k () (L) [ (L)a, i=1,2,






OEBPS/Image00738.jpg
oH/dy, =dL,/dt s =i,j jel (13. 14a)
w1, = dL/dt





OEBPS/Image00754.jpg
(a-2) m
2a





OEBPS/Image00755.jpg
n={(a-2)m-[(a-2)m"-4am]"*}/2a (13.22a)





OEBPS/Image00752.jpg
pu _[(a=2)n -1lp,
P an,

(13.20b)





OEBPS/Image00753.jpg
f(n,) = (2n, +1)m —an,(m -n,) >0

(13.21)





OEBPS/Image00756.jpg
n" = {(a-2)m+[(a-2)'m" -4am]"?}/2a (13.22b)





OEBPS/Image00747.jpg
=nt(l -1,)/(m - n,






OEBPS/Image00750.jpg
~Va) Ve -2
i, an? O g

n - (2n, +)m-an(m-n,)

oo = noe(l,m)  (13.19)





OEBPS/Image00751.jpg
2 = a[np; + (m+n)p;] (13.20a)

u,

= [Gn 4 Dm = an(m —n)] 2 = an' RV o





OEBPS/Image00748.jpg
n,(2n, +1)

e il UL AL (13.17)

m(2m, +1) —an,(m -n,)





OEBPS/Image00749.jpg
[n}e> V™ /)"
/K1Y L, = L/n,
(13.18)






